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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年至1990年由斯图加特科尔哈默出版社（Verlag W. Kohlhammer）出版的四卷本《欧洲扩张史》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因此为全面对它进行修订，无论付出多少辛劳都是值得的。对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约纳坦·贝克（Jonathan Beck）和德特勒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作为出版人参与这次修订版的出版，我认为给予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不过，公众思想的转变也为修订工作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更具有边缘性特征的主题在今天已被置于政治和科学讨论的中心。当年曾付出十年辛劳，现在还要再花费五年努力进行的学术要求很高的、完善的总体描述因此更加富有意义。

当初我写下的文字虽说大部分经受住了学术发展的检验，然而因为出现了种种新知识和新观点，所以对文本不仅必须进行修订，还需要作出扩充。因此在其他一些地方进行缩减是不可避免的。当初只有在社会经济学上有明确论断的东西受到认真对待。首先，那时关注的已经是文化接触方面的种种问题，因此我使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图表为这部著作提供保障。在这方面我可以进行裁减，因为一个长达数页的统计常常归结为一个句子就可以传达知识。其次，我以惋惜的心情将手头掌握的大量图表和图片缩减为配有附带信息的插图和地图，并且放弃了单纯的插图。最后，我为各章列出了丰富的图书资料目录，用以替代详细的注释，这类注释可能会因补入新获取的信息而以不合理的方式显得臃肿。专业人员以这种方式一眼就能核实我的论述的依据所在，对某个分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很容易找到原始资料和相关文献，意欲追寻细节的读者虽然会遇到困难，但他们毕竟是例外。只有较长的引文和一些争议特别大的论断在文中有说明。如没有特别说明，文中的引文均由本人翻译。

一部这种规模的著作只有依据第三方的种种研究成果才能成为可能。在处理各个事件或涉及重新认知世界的文献时，则会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准证物特性”的原始文献资料。由于资料遍及各地，当中某些亦年代久远，又或是结构已显陈腐，我不得不将解决如山之档案的问题委托给其他人。二手乃至三手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应当予以支持的，因为随着各种见解普及程度的提高，历史学中对伪造之物的抵抗力也在提高。

我希望实证研究和理论反思在这部著作中也达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我尝试尽量少使用学术行话。我一直认为花费些气力，用明白易懂的德语阐述大部分事情是历史科学的优势。“我的”审校人克里斯蒂安娜·施密特（Christiane Schmidt）在为出版社极为认真地审校手稿的过程中继续在明白易懂方面提供了帮助。

我也希望自己依照现实情况恰到好处地解决了此间已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在政治方面正确使用词语。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版中，我还能毫无问题地使用“黑人（Neger）”和“奴役黑人（Negersklaverei）”这样的表述，而现在则已用其他词语替换了“Neger类词语”（最近的叫法）。例如我依然常常使用人们熟悉的“印第安人（Indianer）”一词，放弃了“原住民（First Nations）”等类似词语，因为与拉丁美洲的“Indio”不同，大概也与北美的“Indian”不同，德语中的“Indianer”并不含贬义。然而我偶尔也使用一些有争议的概念，如“Indio”，再现了原始资料中的贬义，但用引号淡化了蔑视色彩。这些引号应该表明，贴近原始资料中的意义使用一个概念并不是说我认同它或讽刺性地使用它。总之，有一些有争议的词语类别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若要替换它们，就只能使用毫无实际意义的一般概念或进行复杂的改写。

与第一版一样，第二版也全部出自我手。尽管如此，此次还必须向众人表示谢意：埃尔富特（Erfurt）的卡特琳·沃尔夫（Katrin Wolff）扫描了第一版的文字作为此次修订的基础；埃尔福特的马克斯韦伯研究院（Max-Weber-Kolleg Erfurt）通过贝蒂娜·霍尔施泰因（Bettina Hollstein）给这一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弗赖堡（Freiburg）的托马斯·瓦伏拉（Thomas Wawra）在解决数据处理的难题方面是我不可缺少的 助手。众多同人友好地付出辛劳审读了书稿的各个部分：赫尔穆特·阿尔特里希特（Helmut Altrichter）、扎比内·达布林豪斯（Sabine Dabringhaus）、马尔库斯·登策尔（Markus Denzel）、吉塔·达拉姆帕尔-弗里克（Gita Dharampal-Frick）、施蒂克·弗尔斯特（Stig Förster）、伊丽丝·加莱斯（Iris Gareis）、马克·黑贝尔莱因（Mark Häberlein）、克里丝蒂讷·哈茨基（Christine Hatzky）、亚历山大·基瑟（Alexander Keese）、沃尔夫冈·克内伯尔（Wolfgang Knöbl）、汉斯-约阿希姆·柯尼希（Hans-Joachim König）、利维阿·罗森（Livia Loosen）、贝尔恩德·马丁（Bernd Martin）、克里斯托夫·马克斯（Christoph Marx）、费利齐塔斯·施密德尔（Felicitas Schmieder）、彼得·瓦尔特曼（Peter Waldmann）、赖因哈德·温特（Reinhard Wendt）和米夏埃尔·佐伊斯克（Michael Zeuske）。马克·黑贝尔莱因、亚历山大·基瑟和克里斯托夫·马克斯的种种建议在修订过程中对我帮助极大。佩特拉·瓦格纳（Petra Wagner）非常认真地审核了图书目录，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然而不言而喻，对书中的所有论点和可能出现的谬误，均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古德龙·赖因哈德（Gudrun Reinhard）也仔细审读了本书全文。我将本书献给她，衷心感谢她在五十年间坚定、愉快、耐心、休戚与共地忍受和支持着我和我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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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代欧洲扩张的基础

欧洲的扩张与世界历史进程

尽管早已不再扮演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角色，欧洲还是呈现着扩张性。2013年欧盟拥有28个成员国，人们还看不出其扩张有终止之日，2014年它毫不犹豫地容忍了俄罗斯的挑战。然而欧洲的发展壮大几乎不再像以往那样靠使用武力，而是凭借自己的经济魅力，即不是通过自己已逐渐弱化的硬实力（hard power），而是通过一种软实力（soft power）来实现，因为欧洲人的主导动机不再是以往的对真正信仰的传播或在争来斗去的多元世界中寻求民族的壮大，而是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这一观念直到20世纪才在欧洲经济思想的帮助下产生，欧洲得以及时地以这一极为有效的新理念取代了旧有的、在持续的扩张行为中为自己正名的观念，而这种早期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扩张故我在（Ich expandiere，also bin ich）”，这是欧洲对经典哲学用语进行的适当翻新。

欧洲过去就一直在扩张，绝非只限于越出自己的疆域满世界伸手的15世纪至20世纪。当时欧洲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它的形成没有预先确定的根基，没有清晰标定界线的地理根基，没有民族或政治根基；欧洲是在偶然性的扩张过程中形成的，确切地说是通过三次相互交叠的偶然扩张产生的。因此，欧洲的历史无法划定一个可以精确定义的空间，它一直是欧洲自己向自己讲述的历史，其间，“欧洲”这个从一开始就模糊不清的地理概念根本就没有出现的必要。没有标定的疆界，同时又不断进行扩张，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欧洲历史和非欧洲历史交叠在一起，而这种情况已一再出现。欧洲很难从疆域上定义，只能依照进程将其定义为一个包括不同归属的精神体，不过，它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可以说，欧洲从一开始就与它自己的扩张进程息息相关。

罗马帝国汇聚起古代文明却又跨越了古代文明的传统生存空间，也就是跨越了仅为欧洲一小部分的地中海地区，向北扩张，向高卢、日耳曼尼亚和布列塔尼亚扩张，此乃第一次扩张。被不完全合理地通称为“日耳曼人（Germanen）”的“蛮族（Barbarenvölker）”从东北方向扩张，进入罗马帝国，这是第二次扩张。这些入侵者中，许多都消亡了。后来，罗马帝国崩溃瓦解。这两次扩张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重叠、交织在一起，一些新的、文化混杂的共同体在法兰克诸王的统领下在那片大地上存活下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罗马教会以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传教活动进行扩张，将那里的居住者变成了拉丁基督教教徒，此为第三次扩张。于是，“基督教体（Christenheit）”或者说“欧洲”诞生了！

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属于查理大帝的帝国，那是欧洲当时仅有的一个具有囊括性的大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拿破仑·波拿巴和阿道夫·希特勒都曾意欲建立覆盖全欧洲的大帝国，但没过多久均因欧洲显而易见的政治多元性（Pluralität）而失败。这种多元性完全是随着文化同一性（Einheitlichkeit）产生的，而究其根源，则首先是随着宗教同一性产生的。欧洲的多元性可以说是由多种先决条件汇集而成的。第一，与其他大陆相比，这个次大陆可以划分为一些相对小的地理区域。第二，各种各样独立的贵族统治恰好建立在这些区域里，它们是欧洲各个新兴民族最初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这里还出现了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冲突连连的二元对立（Dualismus）现象，即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的二元对立，世俗势力与教会势力的二元对立，普通教徒和神职人员的二元对立，以及后来发展为机构形态的国家和教会的二元对立。在其他地方，要么是宗教被政治力量左右，要么是宗教控制政治。第四，在这种独一无二的、“欧洲特色”的背景下，后来出现了那种使前现代欧洲人与众不同的个体的政治对抗。

在这些条件下，政治野心勃勃的强权意志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显然只能通过与受相同目的驱动的其他同时代人不断竞争。这必然导致武装冲突频繁发生，至少会带来改善自己处境和增强自己财力物力的需求。一些成功的大国以这种方式发展为帝国，最后，它们中的一些在18世纪至20世纪发展成现代强国。领土扩张作为手段和目的，同样是这一发展过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扩张需要暴力！虽然作为神话人物和地域形象代表的欧罗巴（Europa）是位女性，但欧洲扩张因其或隐伏或明显的暴力行为，从头至尾基本上就是男人的事。不过，时不时也会看到女性的积极行动，尤其是那些欧洲扩张所涉及的女性。与扩张所涉及的所有人一样，女性绝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和饱经苦难的历史牺牲品，她们往往善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常常使用或强或弱的温柔力量制服欧洲人。

最早实施暴行的男人是维京人、意大利商人、十字军战士、葡萄牙探险者、西班牙征服者和不列颠航海英雄，他们都属于已在《奥德赛》（Odyssee）中出现过的冒险者类型。作为航海者，这些人依照不同情况，可被分为商人、强盗、奴隶贩子、探险者和征服者，开始进行扩张的正是他们，而不是其母国的当权者。在那些殖民帝国的初期，扩张的发起者很少是政治当局，而更多是有兴趣的个体自发形成的合作性组织乃至17世纪的各大贸易公司。国王和王侯们认为参与这种事情有利可图，他们或被请求授予权利，或自己想获得控制发展的权力。在19、20世纪，首倡扩张的常常是那些“现场的人（men on the spot）”，如探险环游者、商人、传教士和军人，还有处处可见的冒险者，他们善于将政治拖入自己的行动中。

南欧和西欧有着便利的航海条件，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区能与之相比，因此南欧和西欧的扩张带有海洋特色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当维京人和十字军战士企图在海外建立统治时，那些地位稳固的欧洲领主们也在陆地上征服自己的邻居，或是将殖民者请进自己的领地来建立城市，通过内部扩张加强自己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传教士传播的就是拉丁基督教（das lateinische Christentum）。拉丁基督教用这种方式以前加洛林帝国（Karolingerreich）为基地向东扩张，在那里遇到了来自拜占庭（Byzanz）的竞争势力。拜占庭已使东欧的大部分皈依，但也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发端是希腊和斯拉夫的教会语言和文化语言，和皈依罗马的欧洲的语言不同，其书写不采用拉丁字母。

因此，我们从历史角度暂且将欧洲定义为“拉丁欧洲（lateinisches Europa）”或许是非常合理的，即罗马教会及其后继者传播的拉丁文化所进入的区域。因为海外扩张也是以这一区域为出发地的。今天我们大概也能由此确定一个边界地带，在它两侧，一方为芬兰、地中海东岸三国、波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另一方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解体时的情况表明，这条文化分界线一如既往地存在着。从前，它被当作政治工具服务于所谓的基督教西方，服务于北约以反对苏联，使得这一历史研究结果长期以来很难被人们接触和认识。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面对种种世俗化理论，宗教虽然还存在着，但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已不再是文化的全部。欧洲文化富有自主性，有自己的世俗科学技术，有自己的世俗政治和世俗日子；18世纪以来，俄国依照这种文化模式进行了自身的欧洲化，土耳其也在20世纪照此进行了欧洲化。除此之外，俄国还成功地将其殖民地西伯利亚俄罗斯化，这样也就欧洲化了。但是，我们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此期间，欧洲疆界已抵达了太平洋？这显然是一个相当荒谬的观念。不过，欧洲的确没有明确的东部疆界，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乌拉尔山脉作为分界线只是历史沿袭下来的、没有说服力的说法。

欧洲扩张基本上集中表现为海外帝国主义和海外殖民主义，亦即怀着强烈的欲望，成功地占领、统治和掠夺美洲、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总是相隔遥远、只能由海路到达的国家。然而俄国的历史表明，帝国扩张和对殖民地的统治不仅可以通过海路进行，而且可以从帝国核心区域出发，通过领土的相互关联而在大陆上进行。就连通过海路开展的扩张也是最先发生在欧洲本土的，最终又将欧洲的自身结构直接带出欧洲。当人们发现所谓的欧洲内部殖民主义（innerer Kolonialismus），尤其是英格兰对邻国（如爱尔兰）统治的殖民特征时，他们就得以从相反的视角证明这一史实。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那些已经在欧洲积累了建立帝国经验的国家，即在“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中积累了经验的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Kastilien）、在爱尔兰积累了经验的英格兰，最初在海外建立帝国的活动就是从这些国家开始的，而这些活动中动用的就是那些已在欧洲本土进行过这种实践的人。

显然，在欧洲以内和欧洲以外进行的扩张所导致的结果都是帝国的建立，殖民帝国无非欧洲帝国的变体（Varianten），因而我们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与其他帝国类型区分开来。在此期间，大王国或帝国（Imperien）再次引起研究界的关注，它们作为政治体制形式的地位重新得到重视，与现代国家相比，这一形式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然而，帝国是几千年来大政治体制的标准形式，与其相比，现代国家则是一种特殊情况，它到了18、19世纪才出现，而且最初只出现在欧洲。

帝国与现代国家的主要差异在于，帝国政治结构松散，而国家的现代性则要求统一和同一性。在帝国中，替代统一的国家权力的是各种或平行或分为等级的权力机构（Instanzen），这些机构的产生并非通过中央权力机构授权，而是依据自己的法律。一个帝国可以没有统一的国土，可以由一些法律地位各异且与中央联系强弱不同的地区组成，对它们的控制常常是依离中心区域的距离递减，甚至有时连与相邻帝国的明确边界也不存在。由享有同样权利或同样不享有权利的个体组成的现代国家的国民则必须是统一的和同一的，即首先是说同一种语言，其次是从前属于同一种宗教的——尽管两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是虚设的。作为法治国家，现代国家会强制维护法律的统一；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国家会强制维护民族的统一。与此相对，一个帝国内共同生活着不同的群体，他们的法律不同，与中央的关系疏密各异，相互之间的融洽度也各不相同。对这种共同生活进行调节的往往是非官方的习俗而不是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帝国里构成共同体的基本单位不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个人，而是家长控制下的家庭以及其首领控制下的集体或地区。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或多或少与该国家的“居民”是一致的，而一个帝国的“国民”则是由不同居民群体中享有政治权威的群体组成。由不同成分构成的帝国转变为由相同成分组成的联邦，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形式，也就是国家化（Verstaatlichung）的形式，这种国家化首先一再出现在大不列颠帝国去殖民化（Dekolonisation）的过程中。

现代国家是专制的，因为它不承认任何物、任何人凌驾于自己之上，也不承认自己治下的自主。在实践上，这种专制对内体现为由行政、司法和警察垄断法定的自然权力（legitime physische Gewalt），对外表现为拥有使用国家武装力量随意进行战争的无限权力。在这方面，帝国表明自己是现代国家的先期形式，因为帝国之主也要求专制，即便对他们来说事情发生在欧洲之外，即便这一欧洲法律观念在那里是陌生之物。他们能够在战争中充分实现这种要求，尽管他们的军队常常还不是纯国家性的。由于前面提及的帝国结构松散，对内权力的垄断大都状态欠佳。一个专制统治者虽然经常像现代国家一样不承认任何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权力，但他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自身合法性的原创者，而是通过“神赐”这种方式由他人授予合法性，或作为“天之子”被囿于超验的准则中。而现代国家则是世俗的，它凭借人民主权（Volkssouveränität）的法律构架，以自身的力量确认自己的合法地位并决定自己的权限。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以及有生存忧虑的现代国家在20世纪将这种权能扩展到极致，因为现代国家是权力国家（Machtstaat），是人曾经发明的最有效的权力集中制度。

大多数殖民帝国还是前现代意义上的帝国，因为欧洲扩张处在巅峰状态时，所直接导致的结果都是权力国家在其领土之外又建立起另外的帝国。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在这一时刻，世界范围内就只存在着在大规模施展力量方面敌不过现代国家的帝国。现代国家的优势虽然可能表现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工艺方面，但最终的依托还是在紧急情况下能动员起无限资源的能力。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7、18世纪欧洲发明的国家贷款，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对此还一无所知。依靠长久的财政支持施展力量就能达到目的，而依靠短期的财政支持则不能。日本由帝国转变为国家及其随后取得的政治成就也非常清楚地印证了欧洲扩张成功的这一原因。

对于殖民帝国来说，“殖民地（Kolonien）”这一名称在很长时间里根本不流行，似乎到18世纪这一概念的意义才变得明确，在那之前，殖民地一词完全按照古罗马“colonia”的意义仅指在他人土地上新建立的移民点，英语称作“plantations”。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美洲部分被称作“Las Indias”，与阿拉贡或那不勒斯一样，它们也是整个君主国内在形式上权力平等的王国；当然，在那些王国里起作用的是非官方的卡斯蒂利亚人的统治。19、20世纪，大英帝国内白种人居住的属地（Dominion）获得了在形式上与英格兰平等的地位，之前正是拒绝承认这种平等地位 导致了美国的脱离。其他各个地区保持着情况各异的法律地位，与中央的关系也亲疏有别。印度是个特例，它在伦敦甚至有一个自己的“部”。

总体来说，对海外殖民帝国的控制从未做到特别强有力。与欧洲土地上各前现代帝国一样，费用方面的原因使那里也缺乏地方行政管理人员。在本土和海外都必须注重与当地管理机构的合作，在非洲部分则干脆先以所谓的行政首脑形式建立起管理机构。按照这一原则，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已经正常运转，尽管它的组成部分是官僚的。借助印度王侯和北尼日利亚埃米尔进行的著名的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并非大不列颠的智慧结晶，而是大不列颠节约开支的结果。出于相同原因，其他殖民大国也采用了这种方式，而罗马人也早就实行过它，比如在巴勒斯坦。即便在19、20世纪的殖民帝国中，也极少有现代国家政权，顶多可以算上英格兰的移民殖民地和英属印度。欧洲的世界主要是采用帝国统治的前现代方法来治理的，也就是在通常情况下，通过当地的受庇护者进行治理，遇有紧急情况，则动用欧洲后备军进行干预。这一体系的现代性仅仅体现在一个方面，即越往后越多地使用各殖民国家庇护的人，而不是个别当权者庇护的人。

因此，为了更确切地区分欧洲扩张，划分帝国的类型与划分殖民地类型将大有裨益。从帝国中央与其边缘地区的关系这一重要视角可以分出四种帝国类型。

1.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类型以欧洲的眼光来看，大概属于最古老的类型。它的中央虚弱而且没有形成毋庸置疑的中心。它不可能在殖民舞台上扮演任何角色，因为就自身而言，它已没有能力进一步扩张，充其量其诸侯中实力最强者具备这种能力，但必须自己承担风险。实际上，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几乎没有海外扩张。

2.西班牙类型的中心区域为一个民族君主国，不过该君主国自身具备一个帝国的前现代特征。不仅西班牙的正式国名长期用的还是复数“Las Españas”，而且卡斯蒂利亚作为狭义的领导力量，尽管有一个实力 强大的君主制度，但比起作为现代领土国家，它更像是不同统治势力的捆绑体。直到18世纪，开明君主制才卓有成效地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并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

3.19、20世纪的不列颠或法国类型的中心区域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现代权力国家。在这一时期，欧洲内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欧洲之外欧洲殖民帝国的建立均达到巅峰。不稳中有稳的欧洲国家体系基本上不允许在欧洲本土进行扩张。然而，从民族自我维护的利益出发，扩张又势在必行。因为欧洲之外没有任何地方的政治发展水平能与欧洲现代权力国家相比，所以欧洲诸强的扩张很少遇到有效的长期抵抗。

在占据历史领先地位期间，大不列颠一直满足于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Freihandelsimperialismus）这一间接方法。但只要有其他国家赶上来，欧洲扩张立刻就成为高度帝国主义（Hochimperialismus）的赛跑，而民众日益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相应的媒体宣传则继续激励着这种赛跑。结果就是：地球表面几乎一点儿不剩地被划分给欧洲殖民国家以及被它们带动起来的竞争者——美国和日本。即使是少数没有完全失去其政治独立的国家，也处在欧洲辐射宽广的影响之下，如中国、泰国、伊朗和奥斯曼帝国。

4.俄国类型拥有一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权力国家，它将越来越多的相邻地区占为己有，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排挤或同化原有居民。这或可凭借政治强迫这种硬实力进行，或可凭借包括东正教传教在内的优势文化，即软实力进行。另外还结合以修建铁路为主的地区开发，有计划地让俄国人移民。最后它甚至企图向海外扩张，向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扩张。

在欧洲以及欧洲附属地区之外，这类大陆扩张也在进行，实施者为那些无法或无意进行海外扩张的国家，如中国。俄国的扩张后来在17世纪正好与中国的扩张相撞。显然，大陆扩张是历史的一般情况，而欧洲的海外扩张则属于特殊情况，尽管其规模巨大。当欧洲国家在相邻地区再没有扩张的可能性时就立即转向海外扩张。唯有俄国人有继续进行大陆扩张的可能性。

另外，凭借这种大陆帝国主义（Kontinentalimperialismus）取得最大成功的是“新欧洲”，特别是独立的美国，不过也包括各拉美国家以及不列颠的殖民地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对美国和澳大利亚而言，海外帝国主义（überseeimperialismus）也在太平洋列岛实现了无缝对接。在涉及独立的前欧洲殖民地时，我们可以从欧洲扩张的视角谈次级扩张（Sekundärexpansion）或次级帝国主义（Sekundärimperialismus），在涉及大不列颠殖民地时，我们可以谈附属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us）。历史上也确有作为殖民地的附属殖民地（Subkolonien），例如菲律宾在很长时间内是墨西哥的殖民地，安哥拉依附巴西比依附葡萄牙的时间更长。

去殖民化过程中的情况表明，大陆帝国主义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去殖民化，因为它们或是大规模地用移民取代了前居民，或是将他们边缘化，或是将他们同化。唯有高加索、中亚和南非例外，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数量比使政治同化在这些地方必然遭受失败。这些地点也曾有各个群体对殖民统治进行的激烈抵抗，而欧洲扩张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的秘密就在于非欧洲人显而易见的弱势，如16、17世纪的印第安人，再如19、20世纪的亚洲人和非洲人。

唯有如此，才能将殖民帝国的形成与非殖民帝国的形成区分开来。殖民统治虽然是异族统治（在其他类型帝国中也常有异族统治），但这种异族统治还充分利用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或局部或普遍的发展差距。例如，罗马人征服希腊人和苏联控制民主德国虽然都导致了直接或间接的异族统治，但却不是殖民统治，因为我们无法将它归因于双方不同的发展水平。与此不同，美洲各石器时代民族与进行扩张的欧洲人相比，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亚洲人虽然在文化方面可能与欧洲人水平相当甚或处于优势，但他们和非洲人一样缺少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在18世纪至20世纪与现代权力国家相称的政治制度，更何况现代权力国家还可以动用其领先的军事技术工艺。

当然，“发展差距（Entwicklungsdifferenz）”这一概念容易引起反感并被误解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它绝对是纯描述性的，绝对应被理解为不含丝毫价值评判。我们既没有借助它来假定存在着人类攀向现代顶峰的一条共通的发展之路——西方已端踞于其顶峰，也没有借助它来假定拥有原子弹是比拥有弓箭更可喜的发展。它只是说明种种历史结果是从这种发展差距中产生的。

另外，读者诸君也勿从这一概念推论出主动的殖民者与被动的被殖民者之间的明确对立。殖民帝国臣民的法律地位通常比较低，受剥削的程度也高于欧洲臣民，这一点在西班牙帝国的“印第安人（Indios）”身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殖民统治的参与者，尽管面对自己的主人时他们会扮演各种不同的、变换着的角色。被殖民者可能会耐着性子忍受殖民统治，也可能进行抵抗，也可能狡猾地进行破坏，他们可能会与殖民者合作，甚或开始兴奋地接受殖民者推动的文化转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积极参与了殖民地的塑造，从而也积极参与了后殖民世界的塑造。我们常常很难将加害者与受害者明确分开。

因此，这部欧洲扩张史没有将太多的笔墨用于殖民国家的相关行为，而是将殖民和后殖民社会以及国家的兴衰置于关注中心。然而，力量对比造成了研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行为的现状以及原始资料现状的失衡，因此，在阐述中偏重西方视角一时在所难免。

转变的推动力虽然可能主要源于殖民国家，但如何利用这种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文化的种种条件。日本无疑是个突出案例，但绝不是唯一的案例。虽然世界上各种文化有着共同点，但立于终点的却不是唯一的“纯西方样式的现代”，而是“多种多样、数量众多的现代”。按照历史进程可以分出四种各不相同的现代化之路：（1）欧洲自身之路；（2）欧洲的移民殖民地之路，即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新欧洲之路；（3）由外力推动但自主完成了现代化，如日本；（4）在异族统治下的殖民地或多或少使用暴力手段进行现代化，不过正如前面已提到的，这同样不是单方面的进程。

因此，人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以及在此框架内由欧洲扩张启动的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就是一部新世界史的合适主题，这样一部新世界史将从全球视角描述过去五百年甚或整整一千年的历史。认为主要推动力源自欧洲的论断确实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然而，首先就其起因而言，此事本身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其次我们也可以用反思性的开明欧洲中心论（aufgeklärter Eurozentrismus）替代这种说法——老实说我们反正也做不了更多的事。同样清楚的是，这里描述的不是某些我们恰好身为其中一员的民族的历史功绩，而是一个庞大的“编织物”，编入其中的一方面是各种前提条件、框架条件和推动力，另一方面是各种偶然事物，正是这些偶然事物给欧洲分派了在世界史中扮演的角色。今天同样清楚的还有，这种在“力量市场”上演进的历史进程通常必然与种种阴暗面联系在一起，必然与种种罪行联系在一起。这个无可避免的发展进程不会免去肆无忌惮或罪行累累的参与者为他们的（罪恶）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

19、20世纪的欧洲扩张如今经常被称为“帝国主义”，整个殖民统治体系被称为“殖民主义”。然而必须注意，这些19世纪的概念在20世纪变成了攻击性的战斗口号，完全变成了骂人词语。因此在使用它们时必须小心谨慎，在用于前现代时仅使用它们的转义，因为它们本不属于那个时期。

与殖民帝国（Kolonialreich）和殖民统治（Kolonial-herrschaft）一样，殖民主义在逻辑上以殖民地（古罗马的colonia）和殖民（Kolonisation）两个概念为前提。殖民就意味着建立殖民地，例如，即使是建在奥得河（die Oder）畔一块排干的沼泽地上，它也可以被称为殖民地。殖民地亦即一个新移民点，它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依旧处在移民者母国的控制之下。不过，在其转义上，所有在空间上与相关国家分隔的统治地区都可被称作殖民地，尤其是当它们位于海外时。殖民地这一概念的狭义为居住地“或”统治，广义为居住地“和”统治。因此，在历史上可以分出三种殖民地类型，而各个类型又有其变体。

1.据点型殖民地（Stützpunktkolonien）。此类殖民地或是服务于经济目的，如商业，或是为了保障军事实力，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它可能是：a.一个在他国范围内的移民区，例如中世纪时意大利商人在东方城市里的聚居地，或是今天在罗马的德国移民区；b.在他国土地上建立的自治体（autonome Gebilde），如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曾建立的移民点，后来葡萄牙和其他西欧海洋强国在印度洋沿岸建立的据点网，不列颠人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海军基地网。在建立据点时，经济意图和军事意图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据点网也可能就是该地区逐渐变为移民型殖民地或统治型殖民地的开端，如早期美国西部的要塞或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基地。

2.移民型殖民地（Siedlungskolonien）。此类型可被视为殖民地的原始类型，因为殖民行为就是数量日益增长的人类不断进行移居和土地开垦。这甚至被视为执行《圣经》中的创世令（Schöpfungsbefehl）：“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记》1：28）然而其间被忽略的是，从美洲到澳大利亚再到巴勒斯坦，只有为数极少的新移民区在辟为殖民地前是没有人烟的。它们已由其他人居住，而这些人处于劣势，因此不得不避让或臣服。大多数情况是定居的农人排挤猎人、采集人和游牧人以传播文化（cultura），即传播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形式以及附着于它的土地私有制。在那些农人已经定居的地方，如阿尔及利亚或巴勒斯坦，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形式取得了成功。由此产生的情况可能有：a.完全排挤原居民（Vorbewohner），如英属北美和澳大利亚；b.原居民规模或大或小地转变为独立劳动力，如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c.由输入的劳动力取代原居民，如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不过这类殖民以殖民统治为其前提条件。

3.统治型殖民地（Herrschaftskolonien）。此类型不局限于建立基地，而是要控制整个国家，但并非持续不断地向这个国家新增移民。a.此类型中较老的西属美洲型近似于移民型殖民地，因为大量的移民长久定居在殖民地，不过，他们首先将自己的生存基础建立在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本地人上，为了这一目的，至少大体上让本地人保持着自己的经济生活形式；b.较新的亚非类型以英属印度为范例，其特点为极少数非长期定居的殖民主统治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当地人。不过，这两个变体都只能在有当地助手的基础上才会发挥作用。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论是迁入还是迁出，都要归结到殖民地以及殖民帝国之中。不过，移民在这里不是表现为整个民族的迁徙，而是由个人组成的或大或小的群体的迁居。a.它能以移民型殖民地和统治型殖民地为目的地，却又不必局限于它们，大多数迁出欧洲的移民进入了已经独立的美国，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依旧是欧洲扩张的产物；b.强迫性的劳动力移民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起初表现为大西洋的奴隶交易，后来表现为半自愿性的苦工交易，即猪仔交易（pig trade），因而由于欧洲扩张，某些国家如今的居民已完全不是发现它们时的居民。

欧洲人的那些发现在世界近代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欧洲之内已不存在可能性的情况下，欧洲人为何能够在欧洲之外的国家如此成功地继续进行自己无休止的扩张？为何整体上会出现决定性的发展差距，而实际情况中，又会发生欧洲各国各不相同的具体扩张？人们持续讨论着欧洲扩张成功的原因和背景，即讨论着“欧洲奇迹”，但这种讨论长期忍受着一种折磨：在扩张鼎盛时期，欧洲拥有某种优势在其自我认知中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反殖民主义取得辉煌成果的标志下，这一假设在欧洲人以及美洲人遭受挫败的自我认知中，在政治上和科学上却是不被许可的。

不过以下几点思考兴许有望得到赞同。（1）与欧洲中世纪先辈所处的时代一样，在15世纪至17世纪进行早期世界扩张期间，欧洲面对亚洲各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不可能占有总体优势，甚至可能正好相反，因为欧洲伴同历次十字军远征最初进行的海外扩张尝试都遭受了失败。新世界里不同的力量对比导致了那里的早期成功，而在亚洲和部分非洲地区，欧洲人只是被容忍，定调子的仍是当地国家。（2）这一情形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发生变化，但首要原因不是所谓的工业革命，而是各欧洲帝国变成了权力国家，至20世纪再无人能与这些权力国家匹敌，因此它们才能够在世界其他地方放开胆子奋力建立帝国。另外，促进这一进程的一方面是各亚洲帝国内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另一方面是19世纪以来欧洲经济和技术工艺的发展。（3）在这个框架内，大概在中世纪就已存在着一些欧洲文化特性，甚至是作为古希腊罗马遗产传承下来的特性，它们为欧洲人创造了这种或那种竞争的有利条件。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思想史作出的一些尝试也在这方面揭示了令人惊异的相似情况。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欧洲在两个方面领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而且一直还处在竞争之中。一是独特的知识文化，而且它已在独一无二的欧洲大学机构里扎下了根，虽然最初它还没有对经验认识的研究进行奖励，但或许已经激励了对体系的好奇心。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翻译异族语言和文化作品方面高度发达的技能，这是因为人们迫切需要理解自身文化中的犹太遗产和古代遗产，由此产生了这种技能。二是基督教依照创教人的旨意，以这种知识文化做衬里向世界传教的意愿：“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这种传教首先在天主教修会里找到了既坚定又内行的先驱，欧洲扩张伊始他们就参与其中。

然而，我们以此很难解释清向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扩张的历次开端，同样也很难用商人追逐利益的欲望、喜好冒险的骑士的虚荣心、政治家的谋划来解释，更不能用文化史体系中1860年的华丽篇章“复兴之人（Renaissancemenschen）”来解释——人们称其甩掉了从未存在过的所谓中世纪束缚人的锁链，启程去“发现世界和人”。虽然我们可以分析前面提及的所有人的前提条件、框架条件和推动力，从而绘制一个个可信的场景，但以这种方式不可能从总体上解释欧洲扩张的原因。因为与大多数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历史架构一样，欧洲扩张也是通过一个个偶然事物以及这些偶然事物的偶然堆积来完成的，当然，各种前提条件、框架条件和时代独有的推动力为这种堆积开通了渠道。这种前提条件、框架条件和推动力极其清楚地集中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 Columbus）身上。我们固然可以用以上方式让人们理解他的行为，但却解释不了。各种解释更多地源于他一生的那些偶然以及与其同时代人的相互作用。

古希腊罗马与亚洲的联系

欧洲的世界扩张是近代的一个进程，却拥有一段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前史（Vorgeschichte）”，了解这段前史大概极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扩张。可以从头看一看一些地理历史架构和文化架构，即使在近代，我们也能再次找到它们：季风和沙漠的意义，荒漠商道上的商城和游牧民的意义，亚洲市场对欧洲货物的微弱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贵金属向东方的流失——这一点从罗马帝国时期直至18世纪都可以观察到。此外还有一些不仅在欧洲的扩张时代，甚至到了20世纪还时不时地发挥作用的传统，即人们总是记挂着东方穆斯林势力范围另一边有一个由那位所谓的基督教长老约翰创建的帝国，总是记得亚历山大远征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帝国的“冲动”。

无疑，历来总是有货物，或许还有人，从欧亚大陆的这一头运往另一头，但最先开始做亚洲和欧洲这一大题目的是欧洲的先驱：希腊人。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对近东很熟悉，与再往东的地区的联系则要通过阿契美尼德帝国，该帝国疆域自爱琴海直抵印度，公元前518年至公元前515年，大流士一世（Dareios I）治下的帝国将印度河地区作为第二十个行省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一地区的名字“Hind”或者“Sind”经波斯语传入希腊语，最终印度河以东的整个地区被称作“Indike”，这一模糊用语一直被沿用至16世纪。因此，我们并不总能轻松地确定那些一心想找到印度的发现者们寻找的到底是什么。

卡延达的斯凯勒克（Skylax von Karyanda），一个为波斯效力的希腊人，于公元前519年至公元前512年间顺印度河而下，绕行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埃及，希罗多德（Herodot）记述了此事，不过他关于印度的信息真假混杂。

欧洲与亚洲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是由亚历山大远征带来的。在稳固了今天的阿富汗之后，这位马其顿国王于公元前327年沿喀布尔河谷（Kabultal）进发，占领了五河流域地区［旁遮普（Pandschab）］。在试图越过贝阿斯河（Bias，或译作“比阿斯河”，希腊文为Hyphasis）继续向东进军时，军队发生了叛乱。亚历山大沿印度河而下，于公元前325/前324年冬天以一次恐怖的行军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俾路支斯坦（Belutschistan）］，撤回苏萨（Susa）和巴比伦，同时海军将领奈阿尔科斯（Nearchos）率领舰队沿海岸撤回波斯湾。

远征印度总是最能激发对亚历山大所有行为的想象。在时间的长河中，欧洲和亚洲的一些称霸世界的想象就是以他为依据的。许多传奇式的传记在他生前就已开始流传。大约在公元3世纪，有人根据这些文本编纂了一部小说，并称原作者是亚历山大的宫廷史官、哲学家卡利斯西尼斯（Kallisthenes）。原本已经佚失，但我们藏有不下八十种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改写本。到中世纪，这一兴趣变得更加强烈。很受欢迎的一部伊朗的亚历山大传奇是1200年创作的。这一古典时期的素材经由三条途径，即罗马、拜占庭和西班牙涌向欧洲，于是，那里出现了几乎所有语言的或韵文或散文的改写本。到15世纪人文主义时期，亚历山大远征的原始资料重新出现，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这类小说的喜爱。1472年，约翰·哈特利布（Johann Hartlieb）还在奥格斯堡出版了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的书；1558年，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据此在纽伦堡写了一部亚历山大剧。于是，印度在欧洲人的意识里成了奇境异地，就连一些严肃的思想家也毫无顾忌地将亚历山大小说用作资料的来源，最后一位如此使用的是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时间是1544年，就是说距离发现原始资料已经过去很久了。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辞世，在继业者战争中，东部归胜利者塞琉古（Seleukos Nikator）所有；公元前318年他失去了印度，公元前305年试图夺回，但徒劳一场，他已敌不过在此期间出现的印度大帝国旃陀罗笈多的孔雀王朝（Candragupta Maurya），双方以印度河为界。不久之后，麦加斯蒂尼（Megasthenes）作为塞琉古的使节来到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Pataliputra）［恒河下游比哈尔的巴特那（Patna in Bihar）］，他的印度报道虽然有些流于表面，却描绘了这个仙境似的地方，不过这部书只有一些残篇保留在后来的一些希腊作者的著作里。

公元前3世纪末，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将此前希腊人获得的地理知识汇编在一起，它们在斯特拉波（Strabo）的著作里流传给我们。从此之后，印度次大陆的三角形状以及塔普罗巴内岛（Taprobane）（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存在就为人熟知。但印度是这块陆地的东南角，恒河已经注入了在东面环绕着这块陆地的大洋。关于印度后面的那些国家，人们还一无所知。

这一时期，希腊人在印度的活动有了新的迅猛发展。公元前205年前后，巴克特利亚（Baktrien，阿富汗和兴都库什山以北的中亚地区）摆脱了塞琉古帝国，这未留下任何后果，因为安条克三世（Antiochos III）身陷与罗马的冲突之中。同一时期，孔雀王朝帝国也崩溃瓦解，因而巴克特利亚的“希腊人”可以向印度西北突进，在那里建立起一系列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世纪的诸侯国。弥兰陀（Menander）是这些国王之一，是唯一跻身印度文学殿堂的希腊人，他所著的佛教经典名为《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1]。当时就有铸着希腊语的和印地语的双语硬币，似乎也有希腊人崇拜毗湿奴和佛陀，但这绝对不能被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皈依”或印度化。

即便这些“希腊人”的统治早已被其他从西北方迁入者取代，这种文化推动力依然具有活力。公元1世纪至7世纪，所谓的犍陀罗艺术（Gandhara-Kunst）在西北地区一片繁盛，它用以表现佛和其本生故事场景以及印度传统诸神的雕塑和浮雕具有强烈的希腊风格。欧洲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它看作希腊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印度人则将其视为自己历史的产物。另外还有来自伊朗的其他影响。多种解释的存在说明这里涉及第三种因素，即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存在一个卓有成效的相互作用进程。

前面列举的欧亚之间的种种接触基本都是经由陆路进行的，而地中海地区与印度之间海上贸易的意义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也日益增强。据说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控制着伊朗及其邻国的帕提亚人（Parther）危害到陆路贸易，或者说至少使其费用增加。不过估计他们自己也缺少必要的组织。南阿拉伯半岛的居住者为确保自己垄断转口贸易而在曼德海峡（Bab el-Mandeb）封锁红海的说法虽然听起来颇有说服力，却尚未得到证明。阿拉伯福地（Arabia felix）的财富绝对没有依靠海上霸权来获取。

可以确定的是，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于公元前100年前后向南扩张期间，屈茨克斯的欧多克斯（Eudoxos von Kyzikos）曾两次直接从红海前往印度，估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个叫锡巴路士（Hippalos）的人发现了季风系统，因而也发现了西方人快速横渡印度洋的可能性。据猜测，锡巴路士曾是欧多克斯的舵手。托勒密王朝开始扩大这一联系，但好像很少利用它，尽管克利奥帕特拉（Kleopatra）在阿克提乌姆海角（Aktium）失败后曾考虑逃往印度。

真正利用这一新可能性是在罗马统治时期才开始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报道称，埃及总督科尔内留斯·伽卢斯（Cornelius Gallus）统治期间（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27年）每年有120艘船从米奥斯霍尔莫斯（Myos Hormos，苏伊士湾南端）驶往印度，而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却不足20艘。后来，更往南的贝雷尼斯（Berenice）［与拉斯贝纳斯（Ras Benas）的麦地那（Medina）处于同一纬度］取代米奥斯霍尔莫斯成为前往印度的主要港口。在这两种情况下，货物均由陆路运抵尼罗河再运往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7月中旬船只驶离埃及沿海岸向南行驶，10月借助西南季风驶往印度，待东北季风起后于11月或12月从印度驶回非洲海岸，来年春天再返抵埃及。

罗马与印度的直接贸易大约繁荣了两百年，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手头上有重要的原始资料：一是公元1世纪下半叶老普林尼（Plinius der Ältere）编撰的37卷《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e libri ⅩⅩⅩⅦ），在介绍各国风土的第6卷和介绍植物的第12卷中涉及了印度；二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des Erythraeischen Meeres），它是用希腊语写的印度洋航海手册，同样可追溯到1世纪中叶，它出自一个贸易实干家之手，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写就的，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充满价值；三是罗马帝国和印度富于启发意义的出土文物；四是南印度典籍中的一些提示，不过历史描述中没有提到古印度文明。

由于充分利用季风提供的种种可能性，罗马人的目的地逐步南移，先是印度河入海口，继而是古吉拉特（Guyarat），最后是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küste），后者是真正的胡椒之乡。南印度大地至少出土了罗马帝国时代的5400枚第纳里乌斯银币（denarii）和800枚奥里乌斯金币（aurei）。给人印象最深的发掘地是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Pondichéry）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du），那里发掘出一个罗马人的商行，另外还有在阿雷佐（Arezzo）的陶器。庞贝（Pompeji）的印度象牙雕像与科拉布尔（Kolhapur）［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罗马波塞冬青铜像遥相呼应。

典籍和出土文物证明，罗马人很快也进一步熟悉了这块次大陆的东侧以及直抵马六甲海峡的这片地区。不过，混乱不清的记载以及远远不足的出土文物也引出了一个结论，即罗马人对印度支那半岛（Hinterindien）以及中国的了解还很不够。罗马人到达了中国，中国人也试图由陆路和水路与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建立联系，然而与印度次大陆不同，还谈不上有经常性的长久关系。迄今为止在中国土地上仅仅发现了一个罗马硬币储藏点，而现在它已被证实是后来一个传教士的硬币收藏。

罗马与中国之间的陆路贸易也从未有计划地进行，从未进行远距离的订货贸易。“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n）”——德国的亚洲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创立的一个概念——穿过亚洲腹地和伊朗，经荒漠商道上的商城巴尔米拉（Palmyra）通向叙利亚海岸，在那里，安条克（Antiochia）作为终点扮演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样的角色。然而，罗马人的商队绝没有通过这条商路去远东，中国人的商队也没有去过遥远的西方，货物是依据完全不同的需求观念一次次转手运送的。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当时是一种双向的奢侈品贸易，这一事实直到近代才改变。它的一个原因就是成本障碍，直至19世纪，这一障碍一直影响着大件货物和廉价的大众货物的远程运输。

罗马帝国从印度进口香料，尤其是胡椒，而普林尼对此已经提出异议：

令人惊异的是胡椒如此受青睐。其他货物或以甜香味诱人，或以外观吸引人，而胡椒既不是水果也不是谷物。唯有它的刺激味引发人的兴趣——我们就为此驶往印度！（Naturalis Historiae 12，14，29）

另外还有桂皮和肉桂。在古典后期的罗马法律汇编中，在《学说汇纂》（Degesten，39，4，16，7）中有一份列有28种东方香料的进口税率表，其中就有桂皮、黑胡椒和 白胡椒。不过最重要的是据说有时与黄金等价的丝绸，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未经加工的宝石、珍珠、象牙、裘皮和金属制品。

贸易差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虽然提到了纺织品、金属制品，以及在印度极受欢迎的畜栏和葡萄酒，但也提到了巨额铸币。泰米尔人的文学作品提到“印度—希腊人（Yavanas）”时——大概可以将其理解为来自罗马帝国的人——除了出色的战争才能，也提到了他们以自己熟练的手工技巧制作的产品以及他们的葡萄酒，不过同样也报道了他们那些建造坚固的船载着黄金到来，又装着胡椒驶离。普林尼此时已像后来的重商主义者（Merkantilisten）那样抱怨说：

印度每年都要从我们富裕的帝国至少吸走5千万赛斯泰尔斯硬币（Sesterzen），却以生产者价格的成百倍向我们提供货物。（Naturalis Historiae 6，26，101）根据最低计算结果，印度人、塞雷尔人（Serer）和阿拉伯人每年从我们帝国拿走1亿赛斯泰尔斯硬币：这一数目是我们花在我们的享乐和我们女人身上的钱。（Naturalis Historiae 12，41，84）

根据较新的计算，1亿赛斯泰尔斯硬币应折合为7267公斤黄金，根据这位普林尼的说法，这大约是北西班牙金矿一年的总产量。这就意味着，罗马帝国黄金存有量每年提高的数额估计应大于所称流失的数额。另外，普林尼的统计数字可能根本就没有以精确的调查作为基础。无论真实的贸易差额有多大，进口印度奢侈品而造成欧洲贵金属流失这一话题在16至18世纪的现实意义并不亚于普林尼时代。

尽管如此，罗马好像并没有实行特别的贸易政策。商业权衡对外向型活动的影响常常被夸大，至少它仅在极少数事例中能够得到证实，即使埃里乌斯·加卢斯（Aelius Gallus）于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24年试图征服南阿拉伯半岛时也不存在这种影响，修建大道以及供养舰队和卫戍部队也是如此。就连提及图拉真（Trajan）疏浚托勒密王朝的“苏伊士运河”时，与印度贸易有关联的也仅有一处。政府对贸易的关注似乎单纯是站在国库角度的。

与已在伊朗和印度定居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没有经常性和决定性地出现在辽阔的地中海地区之外的亚洲发达文明区域，因此相互间的文化影响几乎难以证实。从中亚来的一波新的征服者建立了贵霜帝国（Kushan-Reich），公元1世纪在西北印度蓬勃发展，它的一个统治者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辑合称号“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Kaisarasa”（梵语），意为“大国王（印地语）众王之王（波斯语）神之子（中文所说的天之子）皇帝”。不过，这一区域同一时期的犍陀罗艺术所受的影响是来自希腊人，而不是来自罗马人。在印度天文学中能够看到的西方对印度精神生活的少量影响也是来自希腊人。与此相反，我们想象的印度对毕达哥拉斯思想或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至今未得到证实。

[image: ]

插图1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认知里的世界

（本书插图为德语原书插图的中译版，后不再说明）

由于大量的贸易联系，关于亚洲的地理知识自然也有了进步。公元2世纪中叶，当时所达到的知识水平由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亚历山大城进行了总结。尽管他流传下来的著作的一些部分很可能是到拜占庭时期才被补充进去的，但这份古典时代的地理学遗产依然具有典范意义。尽管相对于埃拉托色尼来说，印度的形状再次改变，尽管对斯里兰卡的面积估计过大，但众多地区的方位得到了校正，印度河和恒河两大水系得到了正确划分，还能看到关于印度支那半岛的初步知识。不过，关于再往东的地区只有模糊的介绍，例如对与中国水路贸易的最重要的枢纽、港口城市卡蒂加拉（Kattigara）定位的说明就充满矛盾，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无法确定马六甲海峡与中国海岸之间所有具有可能性的港口中的哪一个是它。最主要的是托勒密先验地将印度洋变成了一个内海，海岸线在中国不是像真实情况那样转向北，而是转向南，然后作为未知区域转向西，最后作为非洲东海岸转向北。撰写《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那位实用主义者看事物的眼光比他更切合实际，因为托勒密用下面的话结束了对东非［估计就是后来的桑给巴尔地区（Sansibar）］的描述：

这大约是阿扎尼亚陆地（Azania）最后一些有人居住的地方——若从贝雷尼斯出来，阿扎尼亚位于右侧。因为这个至今还未探索过的大洋从那些地方的另一边转向西方，沿着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非洲南海岸延展，最终与西方的海洋汇为一体。（Hennig，Bd. 1，383 f.）

如果没有这种非托勒密式的见解流传开来，人们会寻找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海路吗？对于托勒密的信徒而言，这条海路根本就不存在！

关于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情况我们知之不详。帝国时代稳固的印度贸易体系好像在3世纪已崩溃瓦解，印度也没有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斯里兰卡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幼发拉底河地区和红海似乎已摆脱了罗马的军事控制。自226年以来，结构松散的帕提亚帝国（Partherreich）的地位被组织严密的新波斯萨珊君主国（Sassaniden-Monarchie）取代，与亚洲的陆路贸易逐渐被波斯商人垄断。即使在由埃及出发的海路上，相对于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而言，罗马帝国的臣民也退居到次要地位。人们虽然还前往东方，但这种旅行已从驾轻就熟之事变为冒险之行。阿克苏姆（Aksum）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已皈依基督教因而亲罗马，它的居民在4世纪似乎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取道斯里兰卡或许与他们的行商习惯有关联。

基督教也经由前面描述的商路来到印度。按照一种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的安波罗修（Ambrosius）和哲罗姆（Hieronymus）的流行说法，使徒多马（Thomas）就是在那里传教，后在今天的金奈（Chenai）［马德拉斯（Madras）］附近殉教。由于贸易联系紧密，此事的可能性极大，阿里卡梅杜就在南边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断，2世纪印度存在着基督教团体的可能性极大，甚至能证实4世纪印度的堂区已在使用东叙利亚教会特有的惯例。6世纪“印度船员”科斯马斯（Kosmas Indikopleustes）知道马拉巴尔海岸、后来的孟买地区和斯里兰卡有基督教徒。所谓的马拉巴尔的多马-基督教徒（Thomas-Christen）存活了下来，中世纪的旅行者也提到了他们，15世纪他们重新与西亚的聂斯托利派教徒（Nestorianer）建立了联系。

6世纪中叶，“印度船员”科斯马斯撰写了一部《世界基督教地志》（Christliche Topographie des gesamten Universums）。关于他我们只知道是一个商人，或许是一个香料进口商，其本人从未到过印度。他的著作是一种将神学推想与世界知识结合在一起的新思想的产物。按照这种新的宇宙观，大地是一个四方形的盘子，上面罩着不动的天，下面是地狱，大地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不过在这一理论框架内，除了神迹故事，附带产生的还有一些地形学知识，它比伟大的托勒密的知识正确一些：印度洋不是一个内海，而是环围大地的世界海洋的组成部分，是向南开放的。中国海岸是转向北，而不是托勒密说的转向南。丝绸之乡“秦尼斯达（Tzinista）”——中国——的另一边还是一片汪洋。

欧洲中世纪时的扩张

在此期间，西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罗马帝国已经土崩瓦解。由于西罗马帝国扩张的结果与“日耳曼”诸民族扩张的结果相互交叠，也由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基督教体”或“欧洲”产生了，一个以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为中心的拉丁世界产生了，我们可以从回顾的角度出发，称其为“拉丁欧洲”。中世纪早期的这个欧洲虽然可能也有远程贸易，但其对高档商品的需求却无法与古典时代城市世界的需求相比。

拜占庭接过了城市世界的遗产，对西方而言，它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在犹太人之外，“叙利亚人（Syrer）”也是西方世界中世纪早期做远程贸易的商人。然而，就连拜占庭也几乎不再与东方有直接联系。为了避开波斯转口贸易对丝绸生意的垄断，查士丁尼（Justinian）试图以亚喀巴湾（Golf von Akaba）为起点重振红海商路，但收效甚微。不过拜占庭发现了生产丝绸的秘密并开始自己生产，据说蚕或蚕卵是僧侣装在空手杖里从东方带回来的。

拉丁欧洲刚一形成，欧洲人便开始了自己的扩张。我们可以在欧洲的中世纪中分出四次扩张浪潮，它们之间有部分关联，甚至相互交叠在一起：1.维京人；2.十字军远征；3.土地扩展和向东移民；4.意大利的贸易体系和殖民体系。它们全都留有重要的印记，不过影响持久和历时长久的唯有土地扩展和向东移民；为了俄国的欧洲化和大陆扩张，向东移民甚至还保持着持续性。这次典型且成功的扩张浪潮是唯一一次陆路扩张，其余三次都是海洋型的，它们或归于失败，或成果一般。

严格地说，维京人最初根本不属于基督教欧洲，而是作为异教入侵者闯进来的。公元6世纪至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三个民族的船只一直在袭扰欧洲海岸。不过当这种活动在9、10世纪达到巅峰时，斯堪的纳维亚人（Skandinavier）融入基督教欧洲的进程已经开始。至12世纪，由于基督教化（Christianisierung）支持建立帝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也出现了基督教王国。维京人的远征早已不总是掠夺行为，而是在向建立统治和移民过渡。斯堪的纳维亚人向苏格兰各组群岛移民，向冰岛和格陵兰移民，丹麦人和挪威人占领了不列颠诸岛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定居。有一个群体从西法兰克国王手里得到了诺曼底（Normandie）作为公国，这件事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1066年这些诺曼人（Normannen）占领了英格兰，而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则于11、12世纪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西西里-南意大利帝国（sizilianisch-süditalienisches Reich），两者均是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对后来的欧洲历史来说是重要的国家实体。另外，维京人 作为武装商人越过东欧各水系直逼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拜占庭皇帝供养着一支由所谓的“瓦兰吉人（Waräger，英文为Varangians）”组成的卫队。不过，瓦兰吉人自身在建立统治和创立帝国方面也成果累累，因为不仅诺夫哥罗德（Nowgorod），而且最重要的还有罗斯（Rus），也就是基辅公国（Fürstentum Kiew），即后来的俄国的雏形，都可以在他们那里追根溯源。

维京人有时与穆斯林也有接触，而后来欧洲的扩张浪潮则与亚洲扩张的变体相遇，其方式多种多样且变化无穷，但大都相当激烈，例如伊斯兰扩张和蒙古扩张。它们与欧洲人的相互作用虽然可能导致了严重的对峙，但彼此也获取了颇大的收益。在那些运动中，只有扩张性的伊斯兰教存活得长久，这个四处传播的宗教具有无所不包的权力，而欧洲的扩张则变换着地点，变换着实施者，强度也有起有伏。直至扩张结束，欧洲人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一再与伊斯兰文化相遇，而且时常是作为对手相遇的。

622年，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移居麦地那，这一年遂成为伊斯兰纪年元年，并形成历法沿用至今天。634年至642年，阿拉伯人夺取了近东、波斯和埃及；8世纪初，第二波扩张使其越过北非突入西班牙，最后进入法兰克王国，地中海的东、南、西海岸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9世纪西西里岛被占，10世纪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n）被夺。各基督教国家的海岸不时遭受游击式的侵袭。撒拉森人（Sarazenen）有段时间甚至能够在阿尔卑斯山西部地区安营扎寨。717年，他们第一次站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他们与拜占庭持续不断的冲突极大损害了后者的贸易。他们并未终止向西方提供东方的货物，但交易完全掌控在他们手里，价格由他们操纵。往后人们提起中世纪而联想到的时代特征，都是由这种新局势奠定的。穆斯林作为中间商进行垄断取代了与印度的直接交往。

这种状态自11世纪起发生了变化。伊斯兰世界内部早已分崩离析，8世纪和9世纪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世界帝国（Weltreich der abbasidischen Kalifen von Bagdad）已分解为一些区域性政权，在西班牙和埃及甚至还出现了具有竞争力的哈里发。自10世纪起，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突厥民族（Turkvölker）在近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督教徒 夺回了西地中海的控制权，奋力向上的各意大利商业城市寻求并获得了在拜占庭港口和伊斯兰港口修建仓房和建立商人殖民区的特权。

十字军远征为这一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凭借暴力获得了前往亚洲商路终点的通道。十字军运动在近东对耶路撒冷发动的远征从1096年持续到1291年，12世纪达到巅峰。1147年，有人提出要“将基督教边界向东推移！”，事实上也确实建立了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国、塞浦路斯王国（christliches Königreich Zypern）、安条克公国（Fürstentum Antiochia）、埃德萨伯国（Grafschaft Edessa）和的黎波里伯国（Grafschaft Tripolis），其间法兰西贵族起着主导作用。随后在12世纪，撞运气的骑士（Glücksritter）从西欧大批迁入，他们在故土仅有极少的机会建立自己的生存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十字军远征对法兰西起的作用与向东移民对中欧人起的作用可能相同，即减轻负担。然而到13世纪，一切又走到了尽头，1291年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后都城、海岸要塞阿卡（Akkon）陷落。只有塞浦路斯依旧保持着基督教信仰，直到16世纪才被奥斯曼人（Osmanen）攻占。

武装进入圣地朝拜这种宗教动机和目的是确凿无疑的，而不论社会经济方面的动机和目的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起基督教统治后发生的那些事件是由贸易政策方面的考虑决定的。穆斯林和意大利各海港城市都是如此。地中海整个东海岸都在基督教掌控之下，因而各条荒漠商路的终点也握在基督教手里——在埃及人看来，这意味着一种具有威胁的竞争。基督教冒险者试图逼近红海进入埃及人垄断海洋贸易的区域，法兰克人的强大对手苏丹萨拉丁（Saladin）极其强硬地给予了回击，这绝非出于偶然。不过交战间也交替进行着和平协商，协商的主角是意大利人。尽管如此，基督教欧洲人与印度以及远东诸国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最初是微乎其微的，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拥有紧密的文化联系的可能性同样也微乎其微。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冲击在历史上意义重大，这种冲击是经远方的西西里岛首先到达西班牙，然后传遍欧洲的。

十字军远征激起了人们对东方的兴趣，但遇到了资料不足的问题，所以在欧洲关于亚洲的观念中，想象成分便更强烈地走到了前方。千万不可 轻视这一发展，在历史上，想象施展的推动力有时可能强于现实！不过，普林尼的切合实际的信息依然具有生命力，即使在那些最具传奇色彩的报道里也留有它们的印痕，例如在中世纪，欧洲人非常清楚印度是生产胡椒的国家！不过印度首先被视为亚历山大传奇中大冒险家的国度和童话国度——这种印象甚至部分源于印度自己的童话。如今，我们已经有比较具体的研究成果描述了东方童话和传说材料是如何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方的。总而言之，印度很有可能被看作一个极乐世界，一个临近人间乐园的地方，一个在空间上可以真实接近的地方。“印度船员”科斯马斯在这方面还规规矩矩地保持着距离。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概念模糊不清，就连游历广、专业知识丰富的多明我会修士约尔丹（Jordan）在14世纪上半叶也分出了小印度、大印度以及东非的第三个印度。这大概是对古典时代晚期三部分印度观的一种曲解（类似于恺撒时代的高卢）：1.今天的北印度；2.只能乘船从埃塞俄比亚到达的部分，可能是今天的南印度；3.世界尽头的印度，现代称为印度支那半岛。于是，传说中的基督教长老约翰国王的帝国最终被定位在埃塞俄比亚——这一观念对理解葡萄牙人环绕非洲向前推进的目的非常重要。

这则关于约翰长老的传说使得自12世纪起，“印度”这一概念下又聚积起种种想象并招致诸多后果。人们认为宿敌穆斯林背后有基督教徒，而这个模糊信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经由亚洲腹地直至中国的传播。1141年，喀喇契丹帝国（Reich der Kara-Kitai，即中国历史上的西辽）在撒马尔罕（Samarkand）打败了那里的穆斯林，这一惊人的军事胜利在叙利亚基督教徒那里转瞬间变成了教友的成就，尽管喀喇契丹国仅有一部分人是基督教徒。1145年，历史学家奥托·冯·弗赖辛（Otto von Freising）在维泰博（Viterbo）遇到了一位叙利亚主教，后者告诉他，在波斯的另一头有一个基督教约翰长老国王统领的国家，他战胜了穆斯林，已经起兵准备援助耶路撒冷，但他率领的大军未能渡过底格里斯河（Tigris）。1165年至1170年，教宗、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都接到了一封邮寄的信，这位约翰在信中描述了他对自己帝国的模范治理，以及人们 在流行的印度想象中早已熟知的帝国奇迹。虽然今天的研究者更愿意将此信归为满纸乌托邦理想或针砭时弊的小册子，但当时的人对它的态度非常认真，教宗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甚至还于1177年发出了一封回信。

13世纪，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的统领下创建了自己的世界帝国，其间征服了西亚的穆斯林——1258年巴格达最后一任哈里发成了他们的牺牲品；而蒙古人起先就被认定是约翰长老或他所谓的继承人大卫统治的国家，这毫无奇怪之处。14世纪，德拉·斯卡拉家族（Haus Della Scala）的一位意大利城市统治者还傲慢而目标明确地自称为“Can grande（大汗）”。“汗（Khagan）”或“大汗（Großkhan）”是亚洲腹地游牧民族大帝国统治者的传统称号，1206年，蒙古人铁木真因将蒙古各部族统一在自己的政权下而得到了这一称号。作为“成吉思汗”，他凭借高度有效的军事组织征服了亚洲腹地。他的继承人们分割了帝国，但各部都处在他们当中产生的一位大汗的宗主统治之下。13世纪时，他们征服了罗斯地区、近东等。埃及的马穆鲁克骑兵（Mamluken）在西南阻拦了他们，并于1260年在耶路撒冷附近战胜了他们。在东方，蒙古人两次跨海远征日本遭遇了失败，却占领了东南亚的部分陆地，甚至还影响到印度次大陆。

蒙古人的世界帝国是曾经有过的最大帝国，自此以后它由四大集团组成。统治罗斯地区和西西伯利亚的所谓“金帐汗国（Goldene Horde）”，它以伏尔加河畔的萨莱（Saraj）为中心，其统治者不久之后就改信了伊斯兰教。14世纪该汗国瓦解，之前为其募集贡物的莫斯科大公（Großfüsten von Moskau）于是可以冒险谋求独立。到16世纪，历任莫斯科大公在进行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金帐汗国分裂后留下的最后几个国家。察合台汗国（Khanat Tschagatai）囊括了中亚，14世纪下半叶成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帖木儿短命帝国的核心区域。死于1405年的帖木儿（Timur）也是穆斯林，他战胜了金帐汗国，战胜了奥斯曼人，一直挺进至北印度。不过最主要的是他灭掉了另一个统治着伊朗和伊拉克的汗国伊尔汗国（Ilkhane）的残留部分，该汗国自1335年起处于分裂状态，1330年前后也皈信伊斯兰教。1507年，什叶派的萨法维人（Safawiden）掌握了政权，在此之前，帖木儿的逊尼派后代一直是伊朗的主人。另外，印度莫卧儿王朝（Moguldynastie）也是帖木儿的后裔。最强大的集团盘踞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自忽必烈汗（Kubilai Khan，1259～1294年）时期至1368年，成吉思汗的后裔在那里做着元朝皇帝。

1236年至1240年征服罗斯地区之后，蒙古人于1241年大败了西里西亚（Schlesien）征召的军队，于1241/1242年战胜了匈牙利人。据说是时任大汗的死促使身为统帅的成吉思汗之孙为了自己朝代的利益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班师回朝。我们不知道随后他为何满足于统治罗斯地区和西伯利亚，不过我们可以确定，两个扩张在这里相撞并停滞了很长时间，一方是以建立帝国、扩展土地和向东移民为内容的欧洲扩张，一方是蒙古帝国的形成。在法兰西人眼里这是十字军远征，而对波希米亚人（Böhmen）、德意志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及其他人来说则是自己国家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展。从这种“双翼”突进来看，似乎有一个主意很合适，即12世纪至14世纪的欧洲历史可整体归在关键词“扩张”之下。

10世纪的重心一方面是德意志人的征服，另一方面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等地的国家建构，紧随其后的是11世纪开始的内部土地扩展，其原因是人口压力，其形式是获取新土地以及建立村庄和城市。12世纪是所谓的“德意志向东移民”的时期，即新建农民移民区和建立归属德意志的城市。它使得帝国的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却并未在帝国的边境停下脚步，在诸侯的倡导下，向东移民自13世纪起也延展至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最早的移民绝非狭义的德意志人，许多人来自人口密度过大的尼德兰[2]。征募移民全是依照发展政策进行的，而移民则是西方在经济和法律方面的成就的体现者，其间出身观念大概不起多大作用。直到19、20世纪，德意志向东移民才有了民族标签。

西里西亚人和匈牙利人遭受惨败之后，西方人不得不认识到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教宗向大汗派出的使者依旧在顺道访查约翰长老。教宗派出的第一位使者是方济各会修士若望·柏朗嘉宾（Giovanni di Piano Carpini），他于1246年前往蒙古的哈拉和林（Karakorum）去见贵由大汗（Großkhan Küjük）并递交了一封信函，该信要求大汗皈依基督教并信守和约。我们今天能读到两份简短的游记，一份出自柏朗嘉宾，一份出自他的一个随行人员。1920年，梵蒂冈档案馆里发现了一封信，那位大汗在信中与教宗针锋相对：大汗发给他的是一份归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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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 拉丁欧洲（A）和希腊欧洲（B）的扩张

不久之后，法国国王圣者路易九世（Ludwig IX der Heilige）开始了他对埃及的那场不顺的十字军远征，他也在寻找穆斯林身后的同盟者。他派往都城哈拉和林的一个多明我会使团结局凄惨。1253/1254年，国王又半正式地派出了佛兰德的方济各会修士威廉·冯·鲁布鲁克（Wilhelm von Rubruk），此人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他也成功不了——而在于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给我们留下了对此次出行的详细描述。我们从中还得知，当时大汗朝廷中有不少欧洲人。鲁布鲁克在地形学、国情学和民族学方面提供了大量对当时亚洲的正确观察，还顺带第一次确切说明中国是丝绸之乡，另外还提供了中国人使用纸币的消息，而人们常常以为这一消息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最先带回来的。鲁布鲁克还报道了与佛教徒和道教徒进行的一次关于信仰的谈话。

尽管 各蒙古汗国之间时有冲突发生，但忽必烈执政时期还是构成了当时从叙利亚和喀尔巴阡山脉直抵太平洋的帝国联合体的巅峰。现代人常谈“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ogolica）”，而当时却不存在真正的和平，不过从亚洲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还是不太成问题的。

这马上就见到了经济成效：据说自1257年地中海地区又有了中国丝绸出售。同一时期所谓的商业革命在意大利达到巅峰。凭借新组织形式（资本公司、海洋担保）和新技术（往返运输、会计簿记、航海图、航海罗盘、冬季航行），各意大利城市创建了扩张性的各类货物贸易网，该贸易网此时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由于各种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环境条件，这个世界贸易体系从纽卡斯尔（Newcastle），甚或从格陵兰直抵北京。世界贸易体系由三个还可继续细分的贸易圈组成，即意大利人的欧洲贸易圈、西亚贸易圈和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南亚与东亚贸易圈，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后两个贸易圈可以被合称为“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eidenstraße）”以表明其特性。然而，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分割状态，一些不时变更的转运地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如霍尔木兹（Hormuz）或马六甲，最近这种转运地被学者称作“商贸中心”。

欧洲贸易圈在三处与西亚贸易圈相合：1.在黑海北岸诸港口与亚洲腹地的荒漠商道相连；2.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港口与去往伊拉克的荒漠商道相连，从那里或选取波斯湾走海路，或取陆路继续东行；3.在亚历山大城与埃及转口贸易相连，不过埃及人严禁任何欧洲人主动参与。在意大利的两个相互竞争的主要航海强国中，热那亚共和国支持拜占庭夺回竞争对手威尼斯共和国利用第四次十字军远征改道之机于1204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拉丁帝国，所以热那亚人从此以后便有了君士坦丁堡旁的两个城市佩拉（Pera）和加拉塔（Galata，今伊斯坦布尔中心的地区），在黑海北岸也有卡发（Kaffa）作为牢固的阵地。另外，至1566年，它一直能够确保生产利润颇丰的明矾和乳香的开俄斯岛（Chios）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威尼斯人控制着与亚历山大城的贸易，能够将1204年收获的克里特岛（Kreta）一直保有至1669年。他们在塞浦路斯王国与热那亚争夺控制权，直至1489年能够接管该岛，那时它是一个威尼斯国王遗孀的遗产。直到1571年，塞浦路斯才被奥斯曼人占领。

威尼斯人也非常老到地迅速在黑海重新立稳了脚跟，由于与埃及进行着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他们是不会放弃那里的。除了顿河入海口的塔纳（Tana），克里米亚半岛（Krim）上的苏达克（Sudak）也是他们的主要基地，最终它被视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1261年至1269年，威尼斯人尼科洛·波罗（Niccolò Polo）和马费奥·波罗（Maffeo Polo）外出行商到过中国，1271年他们再次离开意大利，此行还带着尼科洛17岁的儿子马可。这一次他们取道波斯前往亚洲腹地。在忽必烈朝中停留多年之后，他们于1295年才又返回故乡。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旅行肯定绝非仅此一次。它之所以非同寻常，之所以对后来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是一次偶然事件造成的。由于威尼斯与常年竞争对手热那亚的一次冲突，马可·波罗被俘虏，1298年他在热那亚监狱中向一个狱友口述了自己在亚洲的种种经历，这位狱友是个专业写小说的人，用当时写此类作品流行的法语加意大利语的混合语言记下了这些经历。的确，马可·波罗的讲述在内容方面通常具有令人惊异的可信度，尽管他依据的肯定是二手资料。于是在很长时间内，他是西方人眼中真正发现中国的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甚至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游历天下之人”。因为学会了当地语言并享有忽必烈的宠爱，所以他能够相当准确地认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两次长途出行带着他穿过帝国西部到达缅甸，向东行走到达福建地区。归乡途中，他走水路抵达波斯，因而也有机会通过亲身体验了解一部分印度洋周边国家。

这部本来未分章节的著作首先描述了波罗兄弟的第一次出行，然后概要描述了第二次出行、大汗的款待和归程，接着描绘了前往中国途中去过的地区并附上了各种说明，如恐怖的阿萨辛派（Assassinen）、成吉思汗的故事以及蒙古人的习俗。接下来他描绘了忽必烈汗及其统治系统 并有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说明，其中包括关于纸币的著名资料以及使用石棉和石炭的情况。马可·波罗报道了前往中国西部和东部的两次出游并回忆了蒙古人最近几次远征，随后说到了日本、印度和其他印度洋国家，也说到了他本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如马达加斯加、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Abessinien）。在关于斯里兰卡的章节里有欧洲人首次记下的佛陀故事［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哲罗姆在《反乔维尼安纳论》（Adversus Jovi nianum）中仅提到佛陀是一个处女生下的所谓“神秘信仰信奉者”的导师］。马可·波罗根据对东亚大乘佛教的体会评价佛教是偶像崇拜，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出了值得注意的结论：佛陀若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将成为一位大圣徒。该书最后依据二手材料讲述了西亚和北亚的蒙古帝国。

马可·波罗这本书的命运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同时代人不相信他。流传下来的多种语言的手抄本相互之间不尽一致，数量超过一百种，它们虽然证明他在文学方面获得了成功，但却是作为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先生的虚构游记一类的消遣读物，后者被称作14世纪的卡尔·麦（Karl May）[3]。因为这类文学作品在中世纪还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所以马可·波罗的一些信息最终还是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他的读者是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的。有资料表明他们一直格外感兴趣的描述对象是权势、财富，是宫廷的各种黄金饮器、披金裹银的宫墙，是仅来自行在[4]临安府（Stadt und Provinz Kinsay）的年收入就接近十万公斤的黄金，是传说中的日本的巨额黄金财富。关于哥伦布我们至少知道，他熟悉他了解到的那个马可·波罗并充分利用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对蒙古人在宗教方面的宽容的描述，虽然这种宽容是出于政治考虑因而绝非没有限度，但对欧洲人来说，已经独特到了极点。关于这一点，在一个拉丁文译本中可以看到如下的论断。

那些鞑靼人毫不关心自己的国家里敬奉着什么神。只要忠于、顺从汗，只要缴上分内的贡物以及行事不违公正，就可以跟随自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唯一不能容忍的是亵渎他人的神和阻碍他人有自己的信仰。（Hart，109）

基督教徒马可·波罗似乎认为这类事更令人反感，尤其是在促使不同信仰相互融合时，忽必烈甚至将佛陀、基督、穆罕默德和摩西看作腾格里神（Tängri）的四位地位平等的大先知，而腾格里是“至高无上的天”，是蒙古人至高无上的神。马可·波罗这本书的命运的另一方面表现在：亚洲始终是扰乱欧洲基督教自信心的根源所在。有一种中世纪的传统，它与可以追溯至希罗多德的古典时代关于印度婆罗门的报道紧密相连，它一直纠缠着一个问题，即据说那些哲人凭借纯自然的基础，不需神的启示就可以获得一种在基督教看来甚至还高于基督教徒的道德态度。当然我们只能探究欧洲宽容思想的形成受到的种种影响，明确的答案还没有。

不管怎么说，14世纪罗马对中国进行的传教在许多事情上好像远比教派分立后的近代传教心胸开阔，而近代向中国传教和当年一样，依旧是由同一个方济各修会进行的。当时翻译成该国语言的不仅有《新约》和《诗篇》，而且有拉丁文的礼拜仪式。1289年，教宗派遣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去见大可汗。孟高维诺从波斯沿水路旅行，于1294年到达汗八里，在聂斯托利派教徒的极度敌视下开始传教。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为6000人施了洗礼并建起一座教堂，其遗存在此期间已被找到。为了让基督教在当地扎根，他逐步买齐了150个男童，在礼拜仪式、礼拜歌咏、方济各会的生活方式以及抄书方面训练他们，大概是想在一定时间内造就一批当地教徒，不过这一目标好像没有实现。

教宗从自己的修会中为他派去了后援力量，1307年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拥有一个宗主教和教宗使节的全权，下辖六位主教。我们更为熟悉的是担任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刺桐（Zayton）[5]的主教的安德烈·佩鲁贾（Andrea da Perugia）。刺桐是福建省的港口城市之一，位于台湾对面，但元朝之后就失去了其作为世界城市的作用。若望·孟高维诺和另外几个传教士富于启发意义的信件都保存到了今天。最为重要的是1322年至1328年在中国北方逗留的神父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的记载，他详细描述了传教环境，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个案观察，如在被赤道穿过的苏门答腊岛（Sumatra）上 北极星消失在地平线下，或是描述了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显然是闻所未闻的中国习俗——在一家客店里受托举办宴会，以及有关“偶像崇拜者的教宗”西藏拉萨的达赖喇嘛的见闻。不过就整体而言，他很少有超出马可·波罗的地方。

1328年，这位首任总主教去世，对此后的传教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中国的原始文献资料中未提及这方面的情况，或许成果颇丰的传教与蒙古族统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然而，皇帝向教宗派出的一个使团于1338年前往阿维尼翁（Avignon），虽说那是一个盛行假冒远方各国使团的时期，但从保存下来的皇帝信函中的粗暴语气看，这个使团无疑是真的。本笃十二世（Benedikt XII）以派遣若望·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为教宗使节作为回应，后者于1342年走陆路抵达北京。元朝末代皇帝接见了他，并破例将其记入中国的史册，大概是因为他敬献了皇帝一心想要的一匹欧洲战马，此马因格外高大和毛色特别而受到赞叹，甚至还被画了下来。

这些身在远东的传教士并非全然与自己的同胞隔绝。作为普通教徒的欧洲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尽管这种证实只是以一些偶然事件为依据。若望·孟高维诺曾写到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和大商人彼德鲁斯·德·鲁卡隆戈（Petrus de Lucalongo）先生”，他在北京买了用于修建教堂的地产送给了这位传教士。若望还愤恨地抱怨过一个来自伦巴第的外科医生，称此人1303年到达北京，以难以置信的针对教宗、方济各修会以及西方情况的渎神言辞污染了这个世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当时已有真正的欧洲人移民区。1951年，在拆除上海西南方的港口城市杭州的老城墙时，在一段1357年沿外国人居住区边缘修建的城墙里发现了一块基督教墓碑，碑文是语体纯正的拉丁文，墓碑主人是一个叫卡塔丽娜·维里奥尼（Katarina Vilioni）的女性。另外，墓碑上还有基督教图案，表现的是圣母、圣婴以及圣凯瑟琳传说（Katharinenlegende）的一些场景，不过风格是中国式的。墓碑主人很可能是其他文献资料中提到的热那亚商人维里奥尼家族的成员。这块墓碑并非绝无仅有。显然，当年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意大利人，而在意大利人中占优势的是热那亚人，他们可能是被在近东贸易中遭遇的日益严重的困难驱赶到了这里。

1291年，十字军的最后一处要塞阿卡落入了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手里，转口贸易随之恢复了十字军远征前的状态。教宗针对埃及发布的商业禁运令更加刺激人们寻求一条直接前往东方的途径以避开埃及人的转口贸易。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最初尝试应该就是在这种关联中出现的，巧的是，它同样出现在1291年，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进行尝试的是热那亚人乌戈利诺·维瓦尔迪（Ugolino Vivaldi）和梵蒂诺·维瓦尔迪（Vadino Vivaldi）兄弟，他们得到了共和国权威强有力的支持。他们的意图是“穿过大洋前往印度诸国并在那里购进有益的货物”。显然他们失败了。遗憾的是，热那亚商人即使成功了也远比马可·波罗默默无闻。人们只能花费大力气从公证事务处的档案中复原出这次或那次东方之行。

与其相反，佛罗伦萨巴尔迪商贸公司的代理商弗兰西斯科·巴尔杜奇·裴哥罗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则给我们留下了一本枯燥的实用商人手册《通商指南》（La pratica delle mercatura）。它写于1310年至1340年间的亚洲贸易昌盛期，因此也提供了关于远东的情况。它原来的书名“各国商业志（Libro di divisamenti di paesi e di misure di mercanzie）”与其内容更加相符，因为读者从中可以详细了解各个国家及其交通路线，了解各种商业惯例和与目的最相宜的行为举止，了解货物的供求情况和度量衡情况。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塔纳至中国的陆路商道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它建议商人带上亚麻布在途中卖掉换取银子，带着得来的银子前往中国。在那里，所有的银子都会被国家收走，商人会得到等价的纸币，用它可以去购进渴望的丝绸。它仔细计算丝绸的运输成本，还给出各种具体建议，如留胡子会有好处，或如何能得到女人在旅途中相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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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 杭州的基督教墓碑（1342年）

14世纪中叶，这一繁盛的贸易体系以及随之进行的传教活动崩溃了，欧洲与亚洲较远地区的几乎所有直接关系一下子瓦解了。14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种种衰退征兆。源自亚洲蒙古帝国的传染性疾病黑死病于1346年至1348年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它和它留下的后患导致了欧洲人口锐减和市场结构的改变。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次次激烈战争使这种局面更加恶化。特别是在中国，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因而倾向排外的明王朝于1368年取代了蒙古族的统治，1371年新皇帝亲自将最后一位欧洲商人送上了归乡之途。皈依基督教的似乎只有蒙古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但几乎没有汉人，因而传教也同样走到了尽头。至16世纪，中国不再有欧洲人。

就连旅程也变得不再安全。蒙古世界帝国已经解体，分裂后出现的各个国家之间战事不断。在此期间日渐强大的奥斯曼人也没有理由促进欧洲人 与亚洲的直接贸易。意大利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各商业殖民地缓慢却确定无疑地落入了奥斯曼人的手里。由于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贸易体系的边界在1348年至1453年从北京退至波斯的大不里士（Täbris），最后退至君士坦丁堡。帖木儿的自俄国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en）延展至中亚和北印度的帝国在其死后解体，它仅仅在短时期内延缓了奥斯曼的扩张。伊斯兰地区的转口贸易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国或许还是最安全的，但它要求巨额利润分成，因而抬高了货物价格。

虽然还有欧洲人旅行前往亚洲，但他们的报告读起来给人一种连旅行方式也被迫改变的印象。1419年至1444年，威尼斯商人尼科洛·孔蒂（Niccolò Conti）旅行去了印度海岸、印度支那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他在那里听说了再往东的豆蔻岛（Muskatinseln）和丁香岛（Nelkeninseln），听说了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岛（Banda），但又特别补充：航船去那里格外危险。他报道了大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风俗习惯的细节，它们十分有趣而且大都准确。在缅甸他听说了丛山后面的中国。不过我们能看到孔蒂的报道的唯一原因是：在归途中他在埃及，也就是在转口贸易垄断者手里被迫成了穆斯林，为此他请求教宗赦免罪责；出于这个缘故，教宗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记下了孔蒂的经历，后来收入自己的著作《命运之变幻》（De Varietate Fortunae，1448年）。它也因此辗转到了葡萄牙的资料搜集者手中。

作为使节前往亚洲的其他旅行者则没有经受这类麻烦。然而再也没有人到过中国。为了在奥斯曼人身后建立第二条战线，威尼斯人多次向当时的波斯统治者派出特使。卡特里诺·芝诺（Caterino Zeno）、约萨伐·巴尔巴罗（Josafa Barbaro）和安布罗乔·孔塔里尼（Ambrogio Contarini）报道过15世纪下半叶的这类旅行。就连俄国沙皇伊凡三世（Iwan III）为了能够钳制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喀山汗国（Khanat Kasan）也竭力争取波斯。1468年至1474年，俄国人阿法纳西·尼基京（Athanasius Nikitin）一直走到了北印度。

商人在不否认自己信仰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那些地方，不过他们得冒着巨大风险，15世纪末热那亚人格罗尼默·迪·桑托·斯提法诺（Geronimo di Santo Stefano）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两次 险些被没收货物之后，他最终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丧失了一切。博洛尼亚冒险家罗多维科·迪·瓦尔泰玛（Lodovico di Varthema）宁愿一开始就冒充穆斯林，因而他能在1503年至1508年间不仅从叙利亚去了麦加（Mekka）和南阿拉伯，而且还到过印度次大陆、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班达群岛和马鲁古群岛（Molukken）。在最终不得不逃到不久前抵达印度的葡萄牙人那里之前，他获得了关于香料和香料交易的详尽知识，这些知识让他获益匪浅。葡萄牙驻印度总督（Vizekönig）和国王知道该重视他的资料，授予了他骑士头衔。1510年，他那既客观又扣人心弦的报道在罗马首次出版。

尽管加入了存续时间不长的世界贸易体系，但在拥有关于亚洲的资料方面，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及瓦尔泰玛以及16世纪早期的葡萄牙人。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提一下约翰·曼德维尔先生虚构的那些旅行（1366年），一是因为文学作品与真实之间界限模糊，二是因为这本译成各种文字的书流传广泛。书里自然有大量的寓言和怪物，根据读者的传统兴趣将圣地放在了中心位置。不过它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地球是个球体，记载了关于亚洲的确切资料。曼德维尔的这些资料取自那些传教士的旅行记，尤其是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的，极有可能也有取自马可·波罗的。若望·柏朗嘉宾因《史鉴》（Speculum Historiale）——博韦的樊尚（Vinzenz von Beauvais，1264年去世）所著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得以继续流传，威廉·鲁布鲁克则借助他的修会教友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的《大著作》（Opus maius，1267年）使他的见闻传世。

然而，根据这些旅行记绘制地图时却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尽管有大量国情方面的新信息，可关于亚洲的种种观念显然不是那么容易修正的。1375年，当时欧洲最优秀的绘图师在马略卡岛（Mallorca）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Karl V）绘制了所谓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Katalanischer Weltatlas），它接受了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者关于亚洲的说明，全貌仅有些微改动。1406年前后，从希腊语翻译的克罗狄斯·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Geographiae）再次为人所知，相对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说，它虽然意味着一种进步，但专门针对远东的文字和地图一如既往相当欠缺。这位古典时代地理学家的威望甚至还导致了退步。学识渊博的皮埃尔·德·埃里（Pierre d’Ailly）在其《世界形象》（Imago Mundi，约1410年）里还将印度洋描绘为开放型的海洋，因为他依据的是罗吉尔·培根，即那些传教士的报道和阿拉伯作者的著作，而在其《地理概要》（Compendium Cosmographiae，1413年出版）中，他却已经转而接受了托勒密那个著名的观点，即印度洋是一个被陆地环围的内海。

与此相对，1330年前后由李泽民绘制的一张中国的世界地图[6]在精确度方面超过了那个时期欧洲和阿拉伯的世界地图。就算是亚洲对欧洲的了解胜于欧洲对亚洲的了解，旅行者和发现者都来自欧洲。或者也许不是这样？例如来自丹吉尔（Tanger）的法学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一个出于激情而旅行的人，1325年至1354年间完成了一个行程远远超过十万公里的旅行计划，马可·波罗或罗多维科·迪·瓦尔泰玛的成绩与他相比还差很多。他去过安达卢西亚（Andalusien）与南罗斯（Südrussland）之间以及尼日尔河畔的曼丁哥帝国（Reich der Mandingo）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所有伊斯兰国家，另外还作为德里苏丹的使节到过中国，其间他乘坐的是中国式远洋帆船（chinesische Dschunken），当时从马拉巴尔海岸往东的整个交通好像都由这种帆船承担。

在东非摩加迪沙（Mogadischu）和桑给巴尔之间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唐宋时期（618～1279年）的中国硬币和瓷器。自向世界开放的唐代以来，中国的文献资料中有了非洲的信息。具有异域特色的非洲动物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引进它们被视为皇帝统治世界的象征。宋代后期和元朝，中国已在扩充海军，至少忽必烈汗试图用自己的舰队攻占日本。新的具有民族意识的明王朝（始于1368年）起初继续进行着这种扩充。元代和明代前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和航海能力最强的舰队，因而拥有三千多艘战船的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能够派遣船队西行进行一系列探险，据说是为了追踪被他排挤走后逃往那里的前代皇帝，不过主要还是为了增添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荣耀和加强有利可图的贸易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由当时中国的参与者撰写的三份报道以及西行首领郑和命人写的几份碑文。他们共进行了七次探险航行，每次都涉及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其他地区。前三次（1405～1407年，1407～1409年，1409～1411年）到达了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第四次（1413～1415年）驶抵进入波斯湾的贸易转运地霍尔木兹海峡，第五次（1417～1419年）和第六次（1421～1422年）到达了亚丁（Aden）和东非，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1431～1433年）则又只行驶至卡利卡特。

参与这些大规模西行行动的有大量船只，人员达两万至三万或者更多，因此船队很可能分开航行，其中的一部分应该到达了麦加。另外，郑和有能力且乐于大力展示威势，例如1411年在斯里兰卡经过激烈战斗擒获了当地的一个王侯并将其带回中国。这种引起轰动的成就得到朝廷的赏识，同样得到赏识的还有东非马林迪（Malindi）的一个使团于1415年带去的一份重礼：一只活的长颈鹿，我们有当时的中国人为它画的一幅图。然而在永乐皇帝的后继者统治期间，这种西行探险中止了，最终于1436年开始裁减海军，以陆地为本和重农观得到贯彻。因此，1426年呈给新皇帝的一份奏章这样写道：

臣仆切望陛下莫强谋战事，莫以遣师远国博取荣耀。乞请陛下放弃无利之异国，赐百姓以修养期，使其能全力事农及致力学业。此后再不起刀兵，再无边塞之患，乡村不再哀怨：领兵者不必再谋取声名，兵士不必再奉献生命于遥远之他乡，远方诸族将自愿臣服，远方诸国将拜服我朝之威，我朝将传至万代。（Filesi，121）[7]

中国的精英们无须与他人往来，凭借自己的优势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那里或许不乏扩张的先决条件和有利的框架条件，却缺乏推动力，没有给发生影响巨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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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利语为Milinda-pañha，也称作《弥兰王所问经》，收入巴利三藏藏外，是为南本；此经北本即为汉文大藏经中的《那先比丘经》，卷上所述弥兰王事迹与南本大同小异。——编者注

[2] 作者在全书中使用“Niederlande”（低地）作为整体的地理、民族、文化概念，所指区域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部等。由于“尼德兰”所指的政治体也发生过变化，例如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联合尼德兰主权公国、尼德兰联合王国、尼德兰王国，与作为局部地区的荷兰省（Holland）和作为政治体的荷兰王国等有别，因而本书译文尽量贴合原文的Niederlande和Holland，分别选用“尼德兰”和“荷兰”的译法，并依照历史时期作必要的说明。而对于一些惯用的中文译法，例如货币种类“荷兰盾”、语言“荷兰语”、质量单位“荷兰磅”以及殖民语境下的“荷属印度”“荷属加勒比”，若依照原文改用“尼德兰”或“尼属”则容易干扰理解，故予以保留。——编者注

[3] 卡尔·麦（1842～1912），德国著名通俗小说作者。（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4] 即今天的杭州，或写作Quinsay、Quinsai、Cansay、Chisai等，对于诸种拼写与汉语名称的审音和勘同，大体存在三种意见，即认为应与“京师”、“行在”或“杭州”勘同。

[5] 指今天的泉州。

[6] 李泽民图今已失传，朝鲜人带回后绘制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今存多种摹本。——编者注

[7] 引文由译者根据德文原书翻译。——编者注


第二章 “欧洲的大西洋”的开端

大西洋与西方的维京人

大西洋今天是“西方世界的地中海”，因为欧洲和北美之间三分之二以上的国际海运和国际空运一直还是经大西洋北部进行的，我们可以将此视为经济和文化交往。从历史角度看，它的这一角色与它的名字一样年轻。“Mare atlanticum”在古典时代仅仅是摩洛哥海岸面前大海的名称，它或是源于传说中的国家亚特兰蒂斯（Atlantis），据说那个国家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Säulen des Herkules）”，即直布罗陀海峡另一头的某个地方；或是源于提坦神族的阿特拉斯（Atlas），他必须在那里的世界尽头托举着天穹，如今他的名字依然活在阿特拉斯山脉的山名中。这片西边的大海整个被看作“俄刻阿诺斯（Okeanos）”的一部分，后者是环围着所有已知大陆的世界大洋，不过那是在一个球状的大地表面上，无论是中世纪还是古典时代，人们都认为这种大地表面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在西方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唯一的世界大洋被分成了可确定界线的几个部分，到了16世纪，这一部分的名称“阿特拉斯海洋（Oceanus atlanticus）”才获得了地理学家们的承认，而地理学界对“大西洋（Atlantik）”这一名称正式达成一致则已是1893年！它和它的附属海（Nebenmeere）占全球海洋面积的29%。

然而，尽管这个大洋时而会被轻视，它可绝对不是什么“地球村”中的“大池塘”。确切地说，大西洋从古至今都是交通和人类的可怕对手，它的北部是所有海洋中波浪最凶、风暴最大的区域。走到欧洲的西端面对着它时，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对自然力那种原始威力的恐惧。即便今天，现代船舶在北大西洋的暴风雨中也会消失得踪迹全无！人们在谈及大西洋历史时，仅仅是顺带谈谈船舶航行的种种条件，这里谈的更绝不是纯粹的“水世界”，而是对这个大洋周边国家关系的隐喻。在这方面可以分出三个一般等级：“环大西洋史（circumatlantische Geschichte）”描述整个区域或该区域大部分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变化过程，如种植园经济和奴隶买卖；“跨大西洋史（transatlantische Geschichte）”对各个国家和帝国进行比较，如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大西洋西岸史（cisatlantische Geschichte）”通过对大西洋各种关系的描述突出地区史的特征，如南特（Nantes）或西非。（Armitage in：Armitage/Brad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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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 世界范围的风

当然，不宜人的大西洋的风和洋流作为航海框架条件是一切的基础，也是历次地理发现的基础，因为除了地中海的帆桨大船（Galeere）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桨船（Ruderschiff），直至19世纪，这里航行的都是依赖顺风和洋流的帆船（对风进行描述时会按照风向来命名）。风会对深达200米的表层洋流产生影响，而温度差和盐度差则在海洋深处导致密度差，并由此形成补偿洋流。大气环流在世界范围内，在南北两个半球各自的极地高压带以及副热带高压带之间进行，还在南北副极地低压槽以及热带辐合带（赤道低压槽）之间进行，其间这些气压带在北半球冬季和南半球夏季时向南移动，在北半球夏季和南半球冬季时向北移动。从理论上讲，应自北向南或自南向北的大气交换因地球自转在北半球偏向右，在南半球偏向左。于是就产生了纬度60°与70°之间的极地低压槽这一侧的极地东风，产生了北纬30°和南纬30°之间的东北信风或东南信风。纬度30°和60°之间是副热带高压带暖空气和副极地低压槽冷空气相遇的行星锋区。其间会经常产生新的低压带（气旋）和新的高压带（反气旋），它们在这一纬度区的外热带盛行西风的驱动下继续移动直至各自消散。天气在这里相应变化，由于达到某一强度的气旋和反气旋的旋转特性，虽然以西风为主，但风向也会变化。

相应的，主洋流在大西洋表现为信风带和西风带中的两个大环流，即葡萄牙航海者语言中的Volta，它在北半球顺时针运行，在南半球逆时针运行。信风在低纬度区推动暖流向西漂行，随后暖流在高纬度区因西风作用向东漂行，被海洋深处的水冷却后在大陆边缘向南或向北回漂。南半球的相应区域没有陆地，因而西风和西漂流可以无阻碍地环地运行。北方陆地的形状将西来的暖流导引向北，这就是所谓的海湾洋流，作为结果的冰岛北面以及冰岛和格陵兰南面的副环流又推动冷流向南漂流。因此，挪威一些地方的年平均气温比同纬度的东格陵兰高出6℃。海湾洋流为西欧备了一份赠礼！

暂且将斯堪的纳维亚人放在一边。从古代起，在不列颠群岛、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之间发展起了航船交通。然而，中世纪前期出地中海的通道被西班牙的穆斯林和北非的穆斯林控制着。扩张型的意大利各滨海城市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直到13世纪，由于基督教重新征服（“收复失地运动”）的进展，这条通道才又畅通无阻，塞维利亚（Sevilla）于1248年从一个伊斯兰世界海港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世界海港。自1277年起，热那亚的帆桨商船驶往西北欧，可能自1314年起，威尼斯的帆桨商船也驶往那里，那里的布鲁日（Brügge）很快便成了另一个世界港口。他们运去高档商品，再运回锡以及意大利纺织工业需要的棉花、南法兰西和葡萄牙的盐。首先是热那亚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定居下来。葡萄牙国王雇他们帮助自己发展海军，1319年，他任命一个热那亚人做了海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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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 大西洋的风和洋流

向大西洋的勇敢挺进很快也开始了，不过其成果仅限于大西洋的那些岛屿。也就是说，只要中纬度区的西风还吹在欧洲人脸上，他们就不可能驾驶着帆船轻而易举地发现美洲。他们必须首先向南进入信风带，然后才能像哥伦布那样让风和洋流带着他们越过大西洋。与极地东风带不同，与风向时常变化和洋流逆向运行的高纬度区不同，从技术层面看，这里有着更好的成功西行的机会，而勇敢的维京人很快就驾着他们那快速而灵活的船只开始利用这样的机会。

北方于9、10世纪经历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规模扩张的巅峰期，除了海上掠夺和征服，途中和平占领土地也属于扩张行为。自9世纪起，挪威人向冰岛移民，之前那里只有爱尔兰僧侣。红毛埃里克（Erik der Rote）因殴人致死被驱逐出冰岛，于982年去寻找并找到了传闻中西方的那片土地，为了吸引移民，他为其取名“绿色土地”，即格陵兰。中世纪的气候当然比现在温和，无冰面积比现在大。那里出现了两组错落分散的移民点，一组是艾斯特立拜格德（Eystribygd，即东移民点），实际上它在岛南岬角的西侧，一组是靠北的维斯特立拜格德（Vestribygd，即西移民点），在今天的首府附近，同样也在西海岸边。由于有较暖的洋流，西海岸较宜居住，东海岸因其冷海岸洋流气温更低，不宜居住。当时可能有近300个院落，人口为3000～5000。

自999年起，基督教从挪威传入，最终有了17个堂区，在艾斯特立拜格德的加达尔（Gardar）有了一个主教。这里仅仅存在着一个远未成熟的政治体制，到1261年，这片土地和冰岛一样，也向挪威国王臣服了。这是必须的，因为重要的生活物品只能从那里来，如铁和粮食。在格陵兰只能进行牲畜饲养、狩猎和捕鱼。据说1369年之前，每年都有一艘船驶来，格陵兰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竟是海象牙、独角鲸大牙和许多人渴望的犀牛角！大瘟疫严重损伤了挪威和冰岛，格陵兰人的境况有时甚至可能好于冰岛人和挪威人。然而在1350年后，西移民点很快被舍弃了，东移民点似乎在接近1500年时被舍弃。能够证实的最后一批冰岛人到访的时间是1408年至1410年。

尽管在此期间，人们能够从非洲更有利地获取象牙，但在15世纪，格陵兰可能存在着与不列颠群岛的直接的商业往来，尤其是与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种往来取代了与斯堪的纳维亚陷于停顿的商业联系，不过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证据。至少那里发掘出的衣物与15世纪欧洲的新款式相吻合。1540年前后，一艘漂泊至格陵兰的船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发现了一处捕鱼人停靠点和一个孤单的死者。相邻移民岛屿的居民是否就是已经从北面迁移过来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欧洲人移民点什么时间出于何因被舍弃，其居民又消失于何方，这些问题还有待澄清，不过突发灾难以及因食物不足而逐渐衰退的可能性都可以排除。出土的尸骨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此期间已统治挪威及周边地区的丹麦人于18世纪前期开始向因纽特人传教并重新占有格陵兰，他们在那里没有再遇见自己的先辈。然而从那以后，致力于格陵兰史研究的考古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属于哪个民族便发挥着某种作用！

斯堪的纳维亚人不仅向这个美洲第一大岛移民，而且还踏上过美洲大陆的土地，至少在那里暂时安过家。格陵兰人的传说以及有关红毛埃里克的传说对此都有描述，不过那些传说既有谬误也有矛盾，它们讲述的是13世纪相互竞争的家族联盟的家族史。可能是贝加尼·赫尔沃夫森（Bjarni Herjulfsson）于986年第一个看到了美洲海岸，而红毛埃里克的儿子莱夫（Leif）于1000年先后造访了赫卢兰（Helluland，意为岩石地区）、马克兰（Markland，意为森林地区）和文兰（Vinland，意为葡萄地区或草地）。他在文兰发现了鲑鱼、野小麦和野葡萄。那些始终都最有说服力的说法证实，赫卢兰是巴芬岛（Baffin-Insel），马克兰即拉布拉多岛（Labrador），而文兰就是纽芬兰（Neufundland）。不难设想，当年他就是在西移民点的纬度上横越了戴维斯海峡（Davis-Straße），随后被拉布拉多洋流（Labradorstrom）送往南方。

这些传说还描述了随即进行的另外四次没有多少成果的探险，其主要原因是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他们留在相对安宁的格陵兰，不过至少至1347年，好像都要定期驾船去美洲运回木材。1961年以来，人们在纽芬兰西北岬角的兰塞奥兹牧草地（L’Anse-aux-Meadows）发掘出一个 公元1000年前后的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居住区，于是可以确定文兰的位置就在那里，因为关于距离的说明准确无误。不过那里没有传说中所说的野小麦和野葡萄，却有海滩黑麦和大量浆果，当年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自然非常熟悉它们，它们取代了那些很少有人知道的独特物种。

其他“有关维京人的出土文物（Wikinger-Funde）”或是谬误，如朗费罗（Longfellow）赞美的罗得岛的纽波特塔楼（Newport-Tower），其实那是一个17世纪的风磨；或是伪造，如明尼苏达州肯辛顿的如尼文石（Runenstein）。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1965年耶鲁大学展示的那幅文兰地图也是一件伪造品，是从古物市场得来的，若依照它，早在1440年前后在巴塞尔就有人详知格陵兰和文兰的情况了，而事实上当时的人几乎已将那些北方移民点忘得一干二净，至少在欧洲从未有人认为它们具有发展能力。因此，无从证实的哥伦布是否知道它们的问题也就无关紧要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不可能去贬低他的发现的首创性，而意大利各界对那幅文兰地图作出反应时的攻击性是用错了地方。

然而在一些欧洲国家，要求承认自己的某位同胞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成了习惯。例如受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帝国主义”的影响，有人就虚构了一位威尔士的麦多科（Madoc aus Wales），称他于1170年发现了美洲。据说18世纪末一个名叫约翰·伊文斯（John Evans，威尔士名字）的旅行者在密苏里河（Missouri）上游发现了说威尔士语的印第安人。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和捕鱼者可能是首先发现北美的人，这一说法我们也遇到过。

航船与引航

地中海地区的传统船型自古以来就是帆桨船，一种主要依赖划桨的船。帆桨船虽说主要适用于小型航海和大都风平浪静的海域，但由于宽船腹的建造方式和意大利人比较擅长使用同时备有的船帆，它完全符合中世纪意大利人 最远至不列颠群岛的大西洋航行的需求。然而它所需要的划桨手却造成了船员和现有货舱之间极其不利的比例。因此，它或仅仅被当作战船使用，或被用于短程运送价值高昂的货物，或在有可能中途停靠补给食物时被使用。若用于远程航行，货舱只装划桨手的给养也不够用。这种帆桨船极易驾驶，但葡萄牙人在1440年之前的非洲航行的初始阶段并未使用它，不过他们或许使用了一种既能用帆也能用桨的船，与维京人的船非常相似。

此外，自古以来，人们还使用一种宽腹笨重的帆船运输大宗货物，它只有一根桅杆，桅杆上只挂一张大横帆。15世纪，热那亚人在所有航线上几乎全改用了这种船，因为这种宽腹船比帆桨船更具改装的可能性，可以增加桅杆数量，而且采用了自十字军远征以来就闻名于地中海地区的北欧造船人的种种成果。北欧人的船就是所谓的“单桅高舷帆船（Koggen）”，它以直龙骨取代了曲状龙骨，船首船尾都有上部建筑，有各种能更好地控制横帆和尾舵的装置。前述最后一项成果是安装在船体纵轴船尾部的可旋转舵板，它取代了安装在船行方向右侧（即右舷）的桨状舵，据说中国出现尾舵要比北欧早一千年。温彻斯特大教堂有一个约造于1180年的罗马式洗礼盆，盆边的一幅雕刻已刻有尾舵。因借助操纵杆，这种舵在操作时很省力，后来又借助了复合滑轮和转轮，于是操控较大的船也成为可能。另外，如果配置有相应的帆，用这种驾驶装置可以承受强风航行，可以逆风进行之字形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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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 15、16世纪的帆船

说明：

a）15世纪初的地中海小帆船，挂大帆和后帆。

b）15世纪末的威尼斯帆船，挂前帆、大帆、大桅帆和后帆。

c）葡萄牙卡拉克帆船“西奈山的圣凯瑟琳（Santa Catarina do Monte Sinai）”，约1520年：①第四桅后帆；②后帆；③加两个辅助帆的大帆；④加一个辅助帆的前帆；⑤大桅上帆；⑥前桅上帆；⑦斜桅帆；⑧⑨⑿滑轮组；⑩⑾帆用索具和其他索具。该帆船有六层甲板，配有超过160门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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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 一艘三桅横帆船（Carabela redonda）的曲折行驶能力

说明：三桅帆船可以向任意一个方向行驶，在32个罗盘方向中，它可直接向23个方向行驶，有9个方向须采用逆风之字形行驶。

阿拉伯人很早就在地中海地区采用了三角帆（dreieckiges Lateinsegel），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在强风中横向前行，也适合在狭窄的水域中曲折航行。然而大三角帆（主桅常常与整个船体等长）难以操控，因为在做之字形航行时，帆必须全部收拢、系牢，收在桅杆前再放下来。因此，一艘三角帆帆船需要50个水手，而同样大小的横帆帆船最多有25个就足够了——一个重要的成本因素。另外，在顺风时横帆占有明显的优势。横帆还可以缩帆，帆的数量也几乎可以随意增加，这对三角帆来说是不可能的。将两个系统组合起来的时候到了。人们尝试在前桅杆上挂横帆，在一个或多个桅杆上挂三角帆。后来，据说在14世纪，肯定最晚在15世纪便出现了前桅主桅挂横帆、后桅挂三角帆的标准型三桅船，很快，每个桅杆都挂上了多个帆。这一类型最大的变体是所谓的卡拉克帆船（Karacke），其吨位能达到1000吨甚至更多。因成本和货舱的有利比例，16世纪葡萄牙人将其用于印度和东亚航行。

关于吨位的说明模糊不清，因为它们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吨单位，而且这些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变化。不过，“西班牙吨（Tonelada）”（1570年）和“法国吨（Tonneau）”一样，是以2.6立方米作为1000公斤粮食的船体容积的计量单位，大体相当于1854年开始实行的2.83立方米等于1“登记吨”的计算方法。

处在吨位等级另一头的是三桅帆船（Karavelle），虽然它大名鼎鼎，但我们却知之不详。它可能与16世纪臻于完善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岸地区的发展有关，是一种不超过百吨的小而轻的帆船，长20～30米，宽6～8米，只有一层甲板甚至是仅有一半船舱被封盖。似乎起初它的两根或三根桅杆上只挂三角帆，后来进行了各种横帆和三角帆组合试验，直至三桅标准船型“三桅横帆船（Carabela redonda，西班牙语）”在这方面也获得了成功：它挂两个横帆和一个后桅三角帆。由于这种船小，若有必要可以全部更换船帆。哥伦布就将他的三桅帆船“平塔号（Pinta）”和“尼雅号（Niña）”部分改成了横帆，因为在信风带顺风中挂三角帆行驶较慢。然而，三桅帆船的灵巧性一直未被超越。

到了开拓非洲海岸的中期，人们大约从1440年开始使用这种三桅帆船。最晚从1497年起，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更喜欢使用更大的标准型帆船进行航程更远的探险航行，不过人们也很乐意为船队添加几艘三桅帆船用于侦察。最终，人们在16世纪设计出了“西班牙大帆船（Galeone）”作为战船，它比卡拉克帆船小，尤其是船体更瘦，上部建筑也更加低矮。后来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标准化东印度航船就源于它，直至纳尔逊时代所有的大型战船也源于它。

在三桅帆船上采用的地中海地区的另一项成就是平铺镶，它不像北欧叠镶式技术那样将船外体木板叠搭式地钉在一起，而是用楔子将木板并排固定在一起，这使得船外体表面平滑，因而提高了船速。造船业的所有创新都是在1200年至1500年间进行的，因而直至19世纪，造船技术都能够利用已经开辟的路径适应各类新需求。

另外，航海技能在欧洲扩张进程中又面临着新问题，而解决之道就是多少具有科学性的引航（Navigation）的产生，即在看不见陆地的情况下，仅仅凭借观察和利用天文地理数据使航船保持航向并抵达目的地的技能。此前还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引航，而是只有领港技术（Lotsenkunst），即依据视野内的海岸找到路径，以及在必要时凭借经验，在看不见陆地的海面上航行一段时间的技能。除此以外，人们还能根据太阳的位置和星图确定方向。面对维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er）的航海成就，自然不应低估这种航行的可能性。不过从13世纪或14世纪以来，如果能识字、会计算，地中海的航海人还有四种辅助工具可用：引航手册、磁罗盘、海图和简易测程仪。

引航手册在地中海地区和与其有关联的“波尔托兰图（Karte Portolan，葡萄牙语也称Roteiro）”一样，都继承了古典时代“环游记（Periplus）”的传统，而今天航海指南（英语为pilot）的现代化形式则是对它的传承。它沿海岸走向描述陆上标志、海水深度、危险地点等，有必要时也描述潮汐情况。这些描述的一部分可以转化为或多或少是靠目测绘制的海岸线图。自13世纪以来，这种图被标上了经纬网，因而围绕着一个中心点依照16个罗盘方向（后来增至32个）环状排列的各个点彼此全被连接起来。航海人若想扬帆出海，就用尺子在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画一条连线，再借助圆规寻找自己这一理想航线的最近平行线，于是他便得到了罗盘方向，若有比例尺便也能得出距离，至少在大比例尺图上能得出距离。在现代坐标系统已经确立的1720年代，这种图还一直附带标有波尔托兰线网。

然而，航海人若不能保持用这种方法确定的直线航线，或是因为想寻找更有利的风情（关于风向、风力的情况），或是因为偏离了航线，或是因为必须进行之字形航行（在此期间已成为可能），那这种确定航线和距离的方法就不起作用了。不过，自14世纪晚期以来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三角学图表，如Toleta de Marteloio，它们包含各种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弦关系，用它们可以将直接航线与实际行驶的航线之间的关系分解成一系列直角三角形，从而确定准确的航线，前提是航海人能够根据船只已行驶的时间和船速计算出已行驶的航程。这方面暂时靠的是估计，计程绳（Logleine）到16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

一个新问题是，在不熟悉的水域和不熟悉的海岸边如何确定位置和航线，最后得出的解决办法是在船上计算出地理坐标，也就是计算出地球表面任意一点的经纬度。任何一个点都可以通过其坐标确定位置的知识是古典时代的一项成就，它在中世纪没有被完全遗忘，此时又重获新生。适合用于确定经纬度的固定点只能是天体。人们早就知道纬度越低的地区北极星的位置越低，最后会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以下，它的高度与地平线的夹角在某一地理纬度上的任何一个点上都是一致的。于是，海员们携带有角度刻盘的简易测量仪出海，陆上的占星学家——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家——早就熟悉这些测量仪：四分仪，不久之后是等高仪。另外，16世纪还出现了按照某个阿拉伯样板设计的用于同一目的的直角仪，这种测量仪操作自由，在上下颠簸的船上使用起来效果优于线测锤（四分仪）或必须垂直悬挂的测量板（等高仪）。另外用直角仪测量不用直视太阳，只需用一端遮住太阳，再从结果中减去15'。印度洋上的航海人早就将它用于测定南北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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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 利用北极星的地平高度测定纬度

说明：因实际距离可被视为无穷大，所以至北极星的测向线相当于地轴的平行线。α′（纬度）＝α（北极星地平高度），因为β＝β′（纬度与两条平行线的夹角）以及α+β和α′+β′各等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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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 利用天赤道的地平高度测定纬度

说明：因实际距离可被视为无穷大，所以至天赤道的测向线平行于地球中心点至地球赤道的某条直线。β＝β′（同插图8），α+β和α′+β′各等于90°。

进入南半球后没有了北极星，又找不到相对合适的星体，这时就必须测量太阳了。人们取太阳正午高度作为替代物，依此测定天赤道的地平高度，从而得出与自己所在位置的地理纬度构成的余角。然而太阳正午高度与天赤道高度一致只是个别现象，而每天都在变化的偏移须经复杂的计算才能得出。经葡萄牙王室目标明确的倡导，这一问题在针对一些发现进行的高水平研究中得到了解决。1484年，若昂二世（Johann II）任命了一个科学委员会，让它拟定方法并向航海人提供必要的天文图表，航海人从中可以得知在测量太阳高度时必须加上或减去什么。这一切被汇编入一本实用航海手册，最晚于1509年以《四分仪天文数据汇编》（Regimento do astrolabio e do quadrante）为书名印刷出版，在一系列各种文字的此类书籍中，它是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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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0 用四分仪测北极星

说明：α＝α′，因为二者与∠β互为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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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1 用等高仪测北极星

说明：α＝α′，因为一条直线与一组平行线相交构成相等的同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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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2 用十字测天仪（Jakobsstab，或称“十字杆”“直角仪”等）测定太阳高度

说明：在AB上移动CD，直至太阳与地平线之间的距离占满十字杆上下端的空间，实际操作时，人们用上端遮住太阳以避免直视，然后从结果中减去15＇。若在AB上相应地标上刻度，就可以直接读出∠CAD的度数。人们或通过测验各种角度，或借助半角∠EAD的正切函数以及DE和AE的长度来标定刻度。

然而，那个时代完全没有可能测定地理经度。为此必须知道任意一个地点与起始子午线的时间差，在托勒密传统中，这条起始子午线在“极乐岛（Inseln der Seligen）”，具体说就是加那利群岛（Kanarische Inseln）最西边的耶罗岛（Hierro）或费罗岛（Ferro）。18世纪以前还没有走时精准的表，因而无法在起始子午线时间与通过观测太阳得出的当地时间之间进行比较。总之只要是在大西洋上航行，特别是在南北向航行时，更为重要的是测定纬度。此外，人们的应急方法还有，先寻找想要的纬度，然后凭借估测或经验得出向东或向西的航行时间。尽管如此，葡萄牙佩德罗·赖内尔（Pedro Reinel）的测绘学校在16世纪前期依然再次冒险使用了一个标有经度的坐标系统。

许多历史学家一再声称，与其他发现成果一样，迈出从技能型航海转为科学引航这一步是一个专家中心的杰作，据说这个中心 是航海者恩里克王子（Prinz Heinrich der Seefahrer）为进行研究和培训探险者在葡萄牙西南角的萨格里什（Sagres）自己的府邸创建的。有人称恩里克聘用了一个来自马略卡岛的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此人可能是《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绘制者的儿子，不过，聘用是16世纪初的事情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献证据。拉穆西奥（Ramusio）和巴罗斯（Barros）提供的说法模糊不清而且时间较晚，即它们已经属于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博学多才和春风风人正是伟人的本色，这放在恩里克身上是不合实际的。另外，他到暮年时才在萨格里什定居。不过这一切并非要否定这个神话的先驱者们，按照他们的观点，正是保密的必要性才导致没有文献出现。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也就无从反驳！

至少有一个现存证据表明，葡萄牙人最早于1456年、最晚于1484年已将四分仪用于测定北极星高度。或许可以说，采用科学引航某种程度上更应被归为组织和资料问题，而不是真正的革新问题。大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仪器早已为占星学家们所熟知，现在只需将它们转用于海上，只需向航海人解释清楚。但由于这类人受教育的水平有限，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大量困难和拖延情况。在负责此项工作的西班牙贸易署（Casa de la Contratación，全称为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de Indias，即“印度群岛贸易署”）里，经常发生理论家和实践者之间的争论。至于哥伦布，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科学天文引航方面能力如何，他随行带有由纽伦堡天文学家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即弗兰肯地区柯尼斯贝格（Königsberg in Franken）的约翰内斯·米勒（Johannes Müller）］和亚伯拉罕·扎库托（Abraham Zacuto）制作的标示太阳及其他天体位置的图表。关于第一个环航世界者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我们知道，他的探险远航配备有23幅西班牙最新海图、1幅世界地图、21个四分仪、6个等高仪和大量罗盘，不过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使用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保存下来的波尔托兰图中没有一幅留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引航和制图由国王专设的一些机构集中管理，而且从理论上说保密极其严格，我们的资料也因此而残缺不全。英国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猎得一幅西班牙太平洋图时也曾连声欢呼。

非洲海岸和大西洋诸岛

成为大发现时代之先驱的不是巨大的中国，也不是欧洲比较大的国家，如法国、英国、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而是相对小而穷的葡萄牙，它的国土面积几乎不及巴伐利亚地区大，1500年前后的人口大概还不到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也不到邻国西班牙人口的五分之一。当然，葡萄牙的地理位置对前往西非海岸格外有利，对于选择前往美洲的最佳航线也特别有利；然而，正是美洲不是由葡萄牙人发现的这一事实证明，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确切地说，必定是一系列其他条件和前提以及诸多动机汇聚在一起，才得以产生开发非洲海岸和建立印度洋海洋帝国这一结果。

人们都知道，葡萄牙王室成员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被称作“航海者”的恩里克王子以及国王若昂二世，然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地位和个人兴趣，而且也是因为葡萄牙君主国的特殊结构。1383年至1385年，前任国王的私生子以革命的方式成功违抗卡斯蒂利亚王国对继承权的要求，作为若昂一世建立了新王朝阿维什（Aviz），此前，他的身份是阿维什骑士团首领。因为在此期间，他能够依靠市民阶层和法学家反对高等贵族，所以造成了王国对这些阶层的亲和性和君主国的相对高度集权，而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则陷于内战或百年战争无力自拔。新王朝只需做其前任们，尤其是国王迪尼什（Dinis，1279～1325年在位）长期以来所做的事情，即推行一种有高度事业心的经济贸易政策，这种事业心最终表现为王室直接参与交易和由国王亲自装备商船。也就是说，恩里克、若昂和16世纪的“君王资本家们”首先就是在继续保持葡萄牙王国的传统。

且不论世人如何评价15世纪的葡萄牙人取得的毋庸置疑的成就，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从加泰隆人[1]，特别是从意大利人的“专业知识（know how）”中获得了极大好处。在航海前往英国和佛兰德（Flandern）的过程中，意大利商人在作为中间站的葡萄牙站住了脚，葡萄牙王室也鼓励他们这样做，1317年，国王迪尼什任命埃玛努埃尔·佩萨格诺（Emanuele Pessagno，葡萄牙语为Manuel Pessanha）做自己的海军将领，这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在他之后，该家族有五位成员担任过这一职务。意大利人的殖民地以及他们在内陆和海外的经济事业心成为葡萄牙历史的一个常数。不过，在葡萄牙持久占优势的似乎是佛罗伦萨人，热那亚人则将自己的重点移往了卡斯蒂利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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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3 1656年前出自阿维什王族、贝雅（Beja）王族、特拉斯塔马拉（Trastamara）王族、奥地利王族和布拉干萨（Braganza）王族的葡萄牙国王和西班牙国王

首先重新冒险前往直布罗陀海峡另一边的非洲海岸的似乎也是意大利人。关于这一海岸区域和加那利群岛的知识从未完全遗失。当时迦太基的一次探险甚至到达了喀麦隆，关于这次探险的报道在一个希腊语译本中被留存了下来。12、13世纪，热那亚人造访过摩洛哥西海岸。据称，1312年，一个名叫兰斯洛特·马洛赛洛（Lancelotto Malocello）的热那亚人再次发现了中世纪的绘图人非常熟悉的加那利群岛，当中的兰萨罗特岛（Lanzarote）就是因他而得名的。1339年，这一区域的岛屿在一张地图上被标上热那亚国旗。根据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一份报道，一支由佛罗伦萨人、热那亚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混合探险队于1341/1342年造访过加那利群岛。多少可算作顺路的马德拉群岛（Madeiragruppe）在这一时期大概早已为人所知。总而言之，自14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这些地区的概念相当合乎实际。一位佚名方济各会修士的《万国知识辑录》（Libro del Conoscimiento de todos los reynos）对直至博哈多尔角（Kap Bojador）的地区知之甚详，知道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25个岛，其中有今天所称的兰萨罗特岛、特内里费岛（Teneriffa）、大加那利岛（Gran Canaria）、富埃特文图拉岛（Fuerteventura）、费罗岛和波多圣多岛（Puerto Santo）。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沙漠另一端的塞内加尔地区的模糊信息。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体现了同样的认识水平，另外还有再往西北的群岛，我们已从1351年的《梅迪奇地图》（Medici-Karte）知道了它们，并可以确定它们就是亚速尔群岛（Azoren）。

总之在此期间，倡导人由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变成了加泰隆人和马略卡岛的居民，他们于1342年、1346年、1352年、1369年和1386年五次航海前往加那利群岛，尽管1344年因教宗将其授予一个卡斯蒂利亚王侯，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夺该群岛归属权的冲突。14世纪至少有方济各会传教士在当地人中传教，据说在一段时间内曾有过一个主教管区。1393年，卡斯蒂利亚人重又出现，结果是亲卡斯蒂利亚的法国国王为其侄子让·德·贝当古（Jean de Bethencourt）取得了占领加那利群岛的许可，后者可以将其作为卡斯蒂利亚授予的封地向那里移民。吸引贝当古的大概是获取非洲黄金的希望。1402年，他在兰萨罗特岛定居，但在对付当地的原居民方面收效甚微。1418年，他将自己这个封地卖给了一个西班牙人。当葡萄牙人此时重新主动起来时，意大利人也再次参与进来。

然而，意大利人的贡献并非仅限于亲自参与和资金投入，也不仅限于造船技术和航海方面的成就。虽说这些或许在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除此之外还是有充足的理由断言，在意大利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参与下，殖民主义的各种重要技巧在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已经发展成熟，随后葡萄牙人接受了它们，后来，西班牙人和西北欧人也接受了它们。在十字军远征参与国区域以及 东地中海地区意大利的殖民地，尤其是在威尼斯人统治的塞浦路斯岛、热那亚的开俄斯岛以及克里米亚的卡发，殖民组织和殖民活动的资金筹措、土地授予、经济利用等的基本形式已经创立，而在大西洋地区，则还要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才能形成。除了新封建主的资助，我们已经看到了17、18世纪各种殖民公司和贸易公司的早期形式。不过，首先出现的是以食糖作为最贵重产品的大种植园经济及其附属的对来自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岛的奴隶的蓄养。大种植园经济通过瓦伦西亚（Valencia）和阿尔加维（Algarve）传到大西洋诸岛，最后通过西非传往美洲。当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向南推进时，他们早已习惯也在那里期待着奴隶。

葡萄牙人重新积极活动的开端是1415年对休达（Ceuta）的占领，然而其动机初看显得很老式、很封建。1249年以来，穆斯林的统治在葡萄牙土地上已不复存在，葡萄牙方面的收复失地运动已经结束。要寻找能在其面前证明自己且能从其手中获取战利品的传统对手，必须前往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端。尽管1411年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签订了和约，但它拒绝共同对格拉纳达（Granada）采取行动。杜阿尔特（Duarte）、佩德罗（Pedro）和恩里克三位雄心勃勃的王子渴望被封为骑士，休达于8月陷落后，他们得到了骑士称号。然而，一直占领它作为据点这一事实表明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上，稍后从戈梅斯·埃亚内斯·德祖拉拉（Gomes Eannes de Azurara）的半官方历史中就可以读出其他动机：为渗透和日后可能占领摩洛哥打下基础，并抢在竞争对手卡斯蒂利亚王国之前采取行动——一个帝国主义的老式动机！一方面希望在对面海岸设立海军基地保护自己和意大利人的贸易，另一方面希望在与穆斯林竞争时进行海上掠夺。最后还需要获得对穿越撒哈拉的荒漠商道的控制权，其最重要的终点是西休达，除了阿尔及尔、布日伊（Bougie）、邦纳（Bône）、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之外，还要控制东面更多的地方。奴隶和象牙经这条路运抵海岸，但在所有物品中，欧洲最渴望的是黄金。

中世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拥有银货币，1250年以后才逐渐补充性地铸造金币，而伊比利亚半岛则与拜占庭地区和伊斯兰地区一样，一直在使用金货币。然而，大约从1395年至1415年，这两种贵金属在整个欧洲都极度短缺。矿山生产量在下降，而亚洲贸易逆差却使金银继续流失。因为几乎不存在创建转账货币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发展就意味着原本危急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政治突变造成了金融后果，危机在葡萄牙继续升级，援助阿拉贡造成的黄金流失使货币的相对短缺日益加剧，于是不得不采用那个时代的流行方法——降低硬币成色——为各次战争筹措资金，这是古老的贬值性增加货币数量的方法之一。含银量为230克的银马克在1325年值葡萄牙货币19镑，到1383年还是25镑，到1415年已达9240镑，最终到1433年值29325镑。因为按照葛拉森定律（Gresham’schen Gesetz），劣币将良币驱逐出了市场，所以在葡萄牙很快便几乎没有了黄金和白银。通过铸造金银硬通货进行币制改革因缺少制币材料也是不可能的。自1383年至1435年，葡萄牙没有铸造一枚金币。因此说，对黄金的渴望在葡萄牙表达的是国民经济的需求，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

中世纪晚期的威尼斯从匈牙利获取黄金，南欧其他地区则从非洲获取。从古典时代直至18世纪，充满神秘色彩的黄金产地万加蜡（Wangara）的居民一直用黄金交换生活必需的盐和其他物品，今天我们确定万加蜡就是尼日尔河上游和塞内加尔河（Senegal）之间的班布克（Bambuk）以及沃尔特河（Volta）上游的洛比（Lobi）。希罗多德曾描述过这种双方不见面的“无言交易（stiller Handel）”：商人用鼓声通知自己到来，将自己的货物放在河边并隐藏起来，随后当地人来用黄金换取货物；若违背规矩，则以断绝往来作为惩罚。接着，这些黄金随同奴隶以及其他货物一起经由撒哈拉荒漠商道运到北非各港口城市，那里停泊着基督教徒的船，他们卸下布料、铁制品和其他手工制品，如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再装上黄金和其他非洲产品。

巴塞罗那、马略卡、马赛、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阿马尔菲（Amalfi）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北非各港口有自己的货栈（Fonduks）。无论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有多少冲突，他们都依照合约处理他们的商贸事务，就是说不仅受到保护，而且也受限制。从热带稀树草原的加纳帝国和桑海帝国（Reich Songhai）到北海岸的摩尔人（Mauren），中间商都严厉监视，不许欧洲人深入大陆腹地，不让有关非洲及其商路的信息向外泄露。只有犹太人 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向大洋彼岸的教友传授自己的知识。于是，在已多次提及的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里出现了一些关于“几内亚”及其富有而权重势威的黑人统治者穆萨马里（Musse Melly）的信息，这里说的就是马里大帝国（Reich Mali，又称“曼丁戈帝国”）及其赫赫有名的统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sa，1312～1332年在位）或穆萨二世（Mussa II，1374～1387年在位）。15世纪欧洲人最早的几次成功的探查提高了知识水平，但提得更高的是好奇心。1470年前后，佛罗伦萨的波尔蒂纳里公司（Firma Portinari）在廷巴克图（Timbuktu）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代理处时，葡萄牙人已经走海路到了那里。

除了试图确保自己能够直接获取黄金供应，我们还可以从这种危急的经济形势中推论出葡萄牙1415年开始扩张的另外一个动机。货币贬值使固定货币收入的价值减少，货币收入者，尤其是贵族们，倾向于以不失自己身份的通行方式，通过占领或掠夺保持或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除此之外，研究还解释清了其他可能的经济动机：葡萄牙必须寻找新的粮食供应地，因为14世纪大危机期间的人口下降偏偏导致了粮食供应情况令人忧虑的恶化。价格不菲的农村劳动力的短缺一方面导致了牧场经济的扩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普遍向高价值产品的集中，如酒和油。另外，制糖业也在扩张，它也在寻求适合建立种植园的地区和劳动力，说白了就是寻找奴隶。就连其他行业的兴趣也被调动起来：印染业和皮革产品生产需要一定的原材料，捕鱼业者知道非洲的西北海岸是高产渔场。

仅仅占有休达意义已经不大，因为各条荒漠商道都已经改线。若想继续奉行1415年选定的扩张政策，还得另外有所获取便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可以继续进攻摩洛哥，还存在着由海路进军的第二种选择，而且费用也低一些。1418年至1425年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德拉群岛并向那里移民，之前该群岛无人居住。1424/1425年，葡萄牙人耗费巨资试图攻占大加那利岛，但因当地人的抵抗归于失败。接着是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一场激烈冲突，因为它的两个高级贵族提出了继承贝当古遗产的要求。另外，西班牙人对群岛对面的西非海岸提出了主权要求，而葡萄牙人同样也造访过那里。1427年至1452年间，亚速尔群岛被发现和占领，此事有些令人困惑不解，这个群岛远离之前选定的方向，在葡萄牙西面的大西洋中，与葡萄牙相距1400公里，而且很难到达，因为那里的风和洋流相对于欧洲来说都是逆向的。最有可能的是从非洲返回时路过那里，为了最有效地利用风情和洋流，向西走了个大弧度返回葡萄牙。只要能明确这一点，那么14世纪从加那利群岛返回时就完全有可能有了这一所谓的发现。反正初夏季节亚速尔群岛的高压也能生成东风，向西航行也就成为可能。

1433年，恩里克王子重又尝试从卡斯蒂利亚王国手中获取加那利群岛，此事值得注意，因为两个强国都竭力争取教宗支持自己的要求还是第一次。恩里克失败了，1437年在他指挥下占领丹吉尔的尝试也同样失败了。与此相反，他的一个廷臣于1434年成功地迈出了对继续开发非洲西海岸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在此之前，他的手下已一次又一次前往那里：他进行了绕过博哈多尔角的航行。不过当年绕过的很可能不是今天叫这个名字的海角，而是北面与加那利群岛同一纬度的尤比角（Kap Juby）。不管怎么说，此举克服了一个地理障碍，但首先克服的是一种精神障碍。吓倒航海人的不仅有荒僻海岸、远远延伸入大海的浅滩和持久不散的海雾，而且还有关于那边有什么在等候着他们的传统的想象，以及很受关注的对摩洛哥的巧妙宣传所引发的恐惧：充满死亡威胁的荒漠和洋流定让人有去无回。不是还有关于热带的想象吗？说那里热得不可能让人活着到达南半球，更不用提那些旋涡和航海人传说中的种种怪物了。然而你瞧，海角那边的世界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可以放心地继续前进，而且他们确实也那么做了。

其实这位“航海者”本人的航海经历仅仅是去过休达和丹吉尔，宫廷历史学家德祖拉拉为我们列举了使他成为大发现促进者的动机：第一个是渴望在为上帝和国王的效力中建立大功业以获取荣誉，即要么在与穆斯林的战斗中取得成就，要么进行他人没有胆量进行的探险发现；第二个是希望为葡萄牙寻得新贸易伙伴，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贸易伙伴；第三个是查明宿敌穆斯林的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第四个是期望在宿敌身后找到信奉基督教的盟友；最后，第五个是传播信仰，以及通过拯救众多灵魂在天堂得到同样多的声音为其说情的愿望。不过按照德祖拉拉的说法，最后决定恩里克成为一个成果辉煌的征服者的是星命图的位置。至于今天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隐于后台的驱动力，前文已有论述。甚至有人断言，早期探险航行真正的促进者不是恩里克，而是他哥哥摄政王佩德罗，而恩里克首先是被德祖拉拉有目的地树为传奇式的“航海者”，继而被树为葡萄牙的民族神话人物的。

至少有两个广泛流传的对恩里克的异议绝对经不住批评。其一为他的探险发现意志不具有现代特性和科学特性，是初级的，是由好奇心和荣誉欲望决定的。恩里克是个受人喜爱、令人敬佩的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意志，深知自己的地位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机会，尽管他那些庞大的计划耗费的钱财好像多于他能筹措的。但他毕竟也不是学者。其二为虽然文献中有短暂的“共同意见（communis opinio）”，但无法证实他一开始就已经计划经由海路到达印度次大陆并进行周密的准备。直到他临终时，教宗训谕中才提到了“直达印度河（usque ad Indos）”的航行，1502年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声称：

我叔父英雄恩里克王子发现几内亚时就开始有了意图和愿望，从前面已提及的国家——几内亚的海岸出发去发现和探访印度。（Hennig，Bd. 4，8）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里所说的印度也可能是指“第三个印度”，即埃塞俄比亚，鉴于它在穆斯林身后的战略意义以及尚不明确的东方概念，它的所指也可能确实如此。

还是先谈那些更容易理解的事情。因统治者更替造成的紧张关系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恩里克于1440年又下令恢复探险航行。1441年，他在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地区抓获了第一批奴隶，此举引起的轰动远大于绕过博哈多尔角，因而恩里克门前立刻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唯利是图者。接着，他于1443年让摄政王佩德罗授予他博哈多尔角以南航行的垄断权，人们只有拿着他的许可证并向他缴纳本归王室收缴的五分之一的利润后 才允许出航。1440年代共有五十余艘船驶抵布兰科角（Kap Blanco）和今天的几内亚比绍之间的地区，大部分是去抓捕奴隶。自1461年至1638年，在布兰科角南面的阿尔金（Arguim）有一个葡萄牙的奴隶交易站。那位宫廷历史学家的臭名昭著的报道提到的是1444年的情景——

奖酬善行的上帝终于有了欢心，为酬答为他效力而忍受的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赐给了他们战果累累的一天，为他们的辛劳赐给了荣誉，为他们的花费赐给了补偿，因为除了丧命的或被杀死的之外，共抓获了男人、女人、孩童165个。（Azurara 17）

1443年，这位王子在萨格里什地区建起府邸，出售这些战利品就是在距其不远的阿尔加维的拉各斯（Lagos）进行的，这位宫廷历史学家将其作为最具宣传效应的轰动性事件详细而动情地加以描述，其中他详细论述了葡萄牙对家庭奴隶的人道，但未论及种植园奴隶。据称，1530年前后，葡萄牙总人口中有3%来自非洲，而里斯本的约占10%。恩里克后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被奉为葡萄牙种族同化殖民理论的祖师的。

1446年，亨利的垄断特权扩展至加那利群岛，此时他极力试图在那里扎下根基——徒劳了一场，1454年，他的人被卡斯蒂利亚人驱赶了出去。与此相反，海岸线的形势一如既往地一派大好，这体现在投入非洲航行的既有葡萄牙资本也有外国资本，据说只有三分之一的航行是由这位王子发起的。1455年和1456年，威尼斯商人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Alvise Cadamosto）进行了两次航行，他留下了关于这两次航行的生动描述。他和他的热那亚同行安东尼奥托·乌塞迪马雷（Antoniotto Usodimare）合伙进行的航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后者，我们从可靠的资料得知他为自己的航行买了保险。据说1456年，二人发现了佛得角群岛，不过也有人称它是另一位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德·诺利（Antonio de Noli）于1462年发现的。对非洲的兴趣甚至将一位斯堪的纳维亚人吸引到恩里克府中。

王室大力鼓励国外资本投资，依照传统主要是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进行投资，同时王室也充满猜忌地竭力提防外国统治者。英国和法国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安达卢西亚海岸的位置太有利了，因而尽管有内乱也不可能不进行非洲探险；而在东邻葡萄牙阿尔加维的西班牙的涅布拉（Niebla），那里的渔民也探查了直至博哈多尔角的水产丰富的马尔佩克纳（mar pequena），但尚未对加那利群岛提出任何要求。1449年，西班牙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Herzog von Medina Sidonia）从自己的国王处得到了对至博哈多尔角的海岸的垄断特权。

教宗的三个训谕（证书）《有关不同的……》（Dum diversas，1452年）、《罗马教宗》（Romanus Pontifex，1455年）和《在一切造物中》（Inter cetera，1456年）的背景是葡萄牙试图阻止卡斯蒂利亚王国在非洲与自己竞争，它们符合葡萄牙的想法，部分符合已经作出的调整。反正教宗训谕常常是详尽地仿照已按训谕形式撰写的请求书的文本。不过尼古拉五世（Nikolaus V）和卡利克斯特三世（Calixtus III）有理由觉得应感谢葡萄牙，因为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教宗号召发动十字军远征，阿丰索五世（Alfons V）是唯一以整军备战作出响应的统治者，然而那批军备后来于1458年被用于攻占休达和丹吉尔之间的海岸要地阿尔卡塞尔-瑟盖尔（Alcáçer-Ceguer）——那时开始采用金币“克鲁扎多（cruzado）”总算没有徒劳一场！敦促进行十字军远征的要求以及附属的各种特权在1452年相对来说还面向所有的人，但到1455年却明确改为具体针对航海者恩里克的事业，而且还被扩大了，因此，《罗马教宗》这份训谕被称作“葡萄牙帝国主义证书（Chartedes Portugiesischen Imperialismus）”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教宗在训谕中提到了占领大西洋诸岛，提到了绕过非洲航行并期望与东方的基督教徒建立联系。他明确授权国王或王子征讨、制服和奴役生活在沿途的穆斯林（此为十字军远征者的传统）以及异教徒（此为新说法）。为保护这一救世事业，教宗禁止其他所有王侯，甚至皇帝，在这些地区航海、捕鱼、经商、进行攻占或开展其他活动，对个人的惩罚是开除教籍，对群体的惩罚是颁布褫夺教权的禁令，若想得到赦免，负罪者必须先与葡萄牙王室达成一致。最后，1456年的训谕确认了先前的特权并确立了教会相应的垄断权。在葡萄牙所进行的所有占领活动中，葡萄牙骑士团获得了独有的等同于主教的权力。该骑士团是成立于1318年的收容当时受压制的圣殿骑士的组织，此时归恩里克王子管辖，它的收入也被用于资助非洲计划。它一直被掌握在王族成员手里，直至1551年其首领称号与王权合二为一。

最迟至西欧各国代表被悉数召至里斯本大教堂，听取训谕《罗马教宗》的郑重公布时，什么是最重要的已一目了然了：证明一个垄断权的合法性。从此，葡萄牙人觉得自己被赋予了权力，可以无情地使用自己独有的权力了。有报道称，他们抓住了一个被认作入侵者的热那亚商人，像对待一个被当场擒获的可恶窃贼一样剁掉了他的双手。因此说与意大利人的合作针对的是个别人，但绝对不是全体。1434/1435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就曾出海前去截击地中海竞争对手热那亚人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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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4 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的挺进

葡萄牙人并没想改善对卡斯蒂利亚人的态度，不过后者实力更为强大。1474年，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Heinrich IV）去世，其妹妹伊莎贝拉（Isabella）和其女儿胡安娜（Johanna）之间因王位继承产生了争执。伊莎贝拉1469年与阿拉贡的费尔南多（Ferdinand）结婚——西班牙的统一近在眼前，而胡安娜的叔父、葡萄牙的阿丰索五世急切地向胡安娜求婚。接着爆发了战争，其间伊莎贝拉强有力地打出了非洲牌，一次次派出探险队，最远的一次到达了几内亚。直到1479年的《阿尔卡索瓦斯和约》（Friede von Alcáçovas）才使局势最终明朗化——正如后来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伊莎贝拉女王承认葡萄牙对加那利群岛所在纬度以南所有地区的垄断权，而群岛本身自此永远归卡斯蒂利亚王国所有。

加那利群岛是传统的争端之源，在此次卡斯蒂利亚王国与葡萄牙的争端中，它也是一个次要战场。1477年，伊莎贝拉派出卡斯蒂利亚王室的一支军队迎击葡萄牙的进攻。这位最后的封建领主得到了补偿，在王国大臣们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对该群岛的占领。资金投入的确不多，而且还得依靠居住在塞维利亚的与宫廷关系密切的热那亚巨富们出资——不久之后为哥伦布出资的依旧是这批人。不过攻占者们也得到承诺，他们将分得战利品作为其酬劳的一部分，可他们必须先获得战利品——就像后来在美洲那样。

与15世纪葡萄牙人移民的其他所有大西洋岛屿不同，加那利群岛之前并非无人居住。然而我们关于原居民的知识也同样相当不完备，因为他们要么就是被移民者同化，要么就是至17世纪晚期时断根绝种。各个岛上的原居民在种族、语言和文化方面都不相同，所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肤色有浅有深，绝大多数可归为西北非柏柏尔人（Berber）的近亲。“关切人（Guanchen）”原本仅指特内里费岛上的居民。然而奇怪的是，在所有的岛上人们都不懂航海。那里还是一种低级石器时代文化，会种植粮食饲养山羊，一部分人赤身裸体活动，其他人穿用兽皮或棕榈叶制作的衣物。群岛通常分归多个酋长管辖，似乎已有了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欧洲人对他们的评价在“一身恶习的半兽人”和“因无所需求而感觉幸福的自然之子”之间摇摆不定——至少在古典时代，欧洲人已将“极乐岛”定位在加那利群岛。

尽管原居民的数量可能不是很多（估计那些较大的岛上有几千人），但他们却善于 在与占领者的长期周旋中自我维护，用棍棒和石块让他们一次次陷于失败。贝当古和他的后继者们一直住在东面干燥的兰萨罗特岛和富埃特文图拉岛上，在戈梅拉岛（Gomera）上他们仅能保住一个据点，而其他三个气候宜人的大岛拉帕尔玛岛（La Palma）、特内里费岛和大加那利岛却能维护它们自己的自由近百年。直到1477年至1496年间，它们才被攻占，那是各酋长之间的不合帮了卡斯蒂利亚人的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快就成为忠顺的臣民，而另一些人则一直抵抗到最后。因此，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政策在给予这些新臣民平等权利和进行残酷的恐怖统治之间动摇不定。

原居民或者被杀，或者被卖作奴隶，或者在与欧洲人密切接触后很快死于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因此，在以收复失地式的分配制分配被占土地时几乎不必再顾及他们，此时他们在数量上劣于移民者。似乎有一些原居民在退守地区还坚持生存了一段时间。除了卡斯蒂利亚人，在移民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尤其是从此间人口过多的马德拉群岛来的葡萄牙人。群岛提供的产品有染料、蔗糖、粮食和酒。输入非洲奴隶虽然没有停止，但并未用于甘蔗种植园，甘蔗由拿份额的租户种植。后来随着新世界的蓬勃发展，加那利群岛的经济意义重又降低，16世纪末，其蔗糖生产败于巴西的竞争，不过它依旧保有航运中转站的重要地位。1634年以来，最西面的费罗岛或耶罗岛的经度一直作为世界经纬网的起始子午线，直至1888年才被格林尼治（Greenwich）子午线取代！

葡萄牙人早已在非洲海岸继续推进，1460年恩里克王子去世时已经到达塞拉利昂，尽管国王阿丰索五世成功地重振了攻占摩洛哥的计划。1471年他将丹吉尔、萨非（Safi）和另外三座城收入自己手中。1469年至1475年，他将非洲事务和探险发现事务以出租形式委托给里斯本一个名叫费尔南·戈麦斯（Fernão Gomes）的著名新基督徒[2]，条件是每年向前推进探查100里格（léguas）[3]，即整整550公里。契约到期时，戈麦斯的人实际上已经越过赤道到达今天加蓬境内的圣卡塔里纳角（Kap Santa Catarina）。此事必定是值得一干，因为戈麦斯将契约又续了一年（1474年至1475年），缴纳的年费不是之前的200米尔瑞斯金币（milreis）[4]，而是300，而且还按50%补交了前几年的年费。大冒险变成了大买卖。经过一段时间的直接管辖后，1514年几内亚的垄断权重新被包出去，年费是原先的五倍。

葡萄牙人早已从强盗式掠夺和追捕奴隶转为和平贸易，并以这种方式一再深入西非腹地。他们甚至有预谋地请求教宗在前面提及的训谕中确认这种部分放弃十字军远征的做法具有合法性。对数量众多、逞勇好斗的非洲人采用暴力毫无益处。王室对非洲贸易的垄断特别包括黄金、奴隶、胡椒和象牙。在很长时间内，各段几内亚海岸的名字是依照自葡萄牙人时代以来向欧洲输出的主要产品起的，从西向东依次为利比里亚的胡椒海岸（Pfefferküste），与国家同名的象牙海岸（Elfenbeinküste）[5]，加纳的黄金海岸（Goldküste），多哥、达荷美（Dahomey）和尼日利亚的奴隶海岸（Sklavenküste）。关于象牙交易我们缺少文献资料，不过我们知道，葡萄牙人从今天的利比里亚购进一种类似于胡椒的调料，即所谓的马拉奎塔椒（非洲豆蔻，一种姜科植物），从贝宁湾购进一种真正的胡椒的变种（学名Piper），1491年至1514年二者的年均购进量为370担和110担，每担的价格在8～15克鲁扎多之间。然而，当葡萄牙人开始输入印度胡椒，以及当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格兰人为避开葡萄牙人对印度的垄断而试图获取几内亚胡椒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时，这一交易在16世纪被禁止了。

第一批非洲黄金在1440年代就和第一批奴隶一起被运往了葡萄牙，然而前者显然不如后者引人注目。1454年，国王阿丰索五世明确将大量黄金从非洲流向葡萄牙算作其叔父恩里克的功绩。1434年，葡萄牙恢复了铸造金币的能力，1457年开始采用[image: ]开金的克鲁扎多作为新金币。另外，葡萄牙的商业吸引来大批白银，这些白银是这个时期人们在中欧大量开采所得的，其数量之大使得葡萄牙于1489年恢复铸造银币。1471年在戈麦斯的统领下，人们发现了今天加纳所在的地区使用阿善提（Aschanti）的黄金进行交易，这给戈麦斯带来了“米纳（da Mina）”这一贵族称号。1481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刚刚结束，王室就下令在那里修建圣乔治米纳堡（Fort São Jorge da Mina）。根据留存下来的残缺不全的米纳堡［或称艾尔米纳堡（Elmina Castle）］账簿，1517年至1561年每年从那里流向里斯本用于铸造金币的纯金为150～450公斤。另外还有阿尔金的黄金和私家输入的其他黄金，1494年至1513年每年的输入量在52～371公斤。从1500年到1520年，几内亚每年向葡萄牙提供的黄金不低于700公斤——新发现的美洲各黄金产地从1503年至1540年平均年产量也只有904公斤。

16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突变。维持艾尔米纳堡的费用超出了黄金交易的收益。主要原因是竞争，西班牙人、英格兰人、尼德兰人、法国人，甚至摩洛哥人都经海路插手几内亚贸易，其规模之大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费利佩三世（Philipp III）于1613年能够推测出，尼德兰人就是用他们从几内亚获取的利润支付了历次东印度探险航行的费用。另外，葡萄牙人从未成功地将黄金交易完全吸引到西海岸和南海岸，那些黄金产地和热带稀树草原帝国的居民能够从北方购得盐、铜和纺织品，价钱比葡萄牙人的更便宜。到16世纪末，穆赖·艾哈迈德·埃尔·曼苏尔（Mulai Achmed el-Mansur，胜利者）从摩洛哥大举南下，1591年甚至攻占了廷巴克图，黄金商队再次被诱往北方。1637年艾尔米纳堡最终陷落，1638年阿尔金陷落，它们都落入了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尼德兰人的手里。

运往里斯本的第四类商品——奴隶——至1448年共计927名，1486年至1493年共计3589名。不过葡萄牙本土的需求量要低于它的大西洋诸岛的需求量，而诸岛的经济意义常常被低估。马德拉群岛起初提供木材、染料和鱼类，后来也为本土的粮食供应作出了贡献，到15世纪中叶已成为举足轻重的食糖生产地，不仅供应给伊比利亚半岛，而且还通过安特卫普和德意志的韦尔泽尔公司（Firma Welser）供应给中欧，1498年输出总量为12万阿罗瓦（Arrobas，即1800吨）。16世纪食糖生产日益遭到葡萄种植业的挤压。在戈麦斯统领下发现的几内亚湾的亚速尔群岛专营染料，很少参与食糖业的竞争。据称，1512年圣多美（São Tomé）已有60个使用奴隶经营的种植园，1554年向安特卫普输出了15万阿罗瓦（即2250吨）食糖。直到美洲提出自己对劳动力的需求时，特别是甘蔗种植转移到那里之后，与蔗糖生产联系紧密的奴隶买卖才成为世界性的交易。

1481年，一支舰队载着预先制作好的建筑构件来到今天加纳所在的地区，建造了艾尔米纳堡。其建造展现了一种合理而有远见的规划的新风格，这种风格也表现了若昂二世（1481～1495年在位）的特征。在关于引航的章节里 我们已经认识了若昂二世，自1473年起，他就以王储的身份负责非洲事务，因而成为葡萄牙印度帝国实际的创建人，尽管他未能经历后来的成功。可能就是他将到达印度次大陆和接手威尼斯的香料生意垄断权确立为目标。此处并非仅仅想强调到他统治时，印度的香料才第一次被提及，他的所作所为比话语更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首先重新开始的是沿海岸航行。尽管这一方面的史料文献相当欠缺，但考古成果有时却能对它们进行修补，因为那些船长从葡萄牙带去了石柱（padrões，单数为padrão），上面刻着十字、葡萄牙国徽和铭文；它们被竖立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作为业已占有此地的标志。一些石柱保存了下来。1482年至1484年，久经考验的船长迪奥戈·康（Diogo Cão）发现了刚果，到达了今天安哥拉境内南纬13°的圣玛利亚角（Kap Santa Maria）。他以及他的后继者的成果理应得到特别注意，因为他们从加蓬起航后必须克服逆洋流逆风的困难，这段海岸的洋流主要向北漂流，风也主要是南风，而此前他们可以借助洋流和风向南或向东航行。估计迪奥戈·康在1485年的第二次航行中推进到了纳米比亚的沃尔维斯港（Walfischbai）。

据说纽伦堡人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参与了迪奥戈·康的第二次航行。1476年他作为商贸代理人来到尼德兰，1484年到了葡萄牙并在那里结了婚，1507年在那里去世。1492/1493年在家乡短暂停留期间发明了那个著名的地球仪，它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地球仪，上面标记有这次非洲航行。我们在纽伦堡人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于1493年出版的编年史中也可以读到相同的内容。当然，这个地球仪上的图和文字是多种知识的混合，既有托勒密、曼德维尔和其他许多人的传统地理概念，也有关于大西洋诸岛和非洲西海岸的新知识。虽说德国人出于爱国意识喜欢高估贝海姆的发现的意义，但他确实将这方面的信息传达给了特别感兴趣的德意志商人。

迪奥戈·康对刚果河的发现使得他们与当地统治者的联系迅速建立起来，这位统治者的执政地就在刚果河南面不远的姆班扎刚果（Mbanza Congo，今安哥拉最北面的圣萨尔瓦多）。1490年，第一批葡萄牙传教士进入这一地区。1506年，受过洗礼的王侯之子阿丰索阁下（Dom Afonso）［原名恩辛加·姆贝姆巴（Nzinga Mbemba）］在与一个异教对手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估计其间得到了葡萄牙的帮助，并一直统治到1543年。他打算借助葡萄牙王室同僚的帮助发展自己的国家，为此目的写给里斯本的29封信保存到了今天，而葡萄牙方面的回信却遗失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文件，其中有一份1512年的发展援助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向刚果传播葡萄牙文化，其主要角色准备交给基督教。1508年，阿丰索阁下将自己的儿子恩里克王子（Dom Henrique）送往葡萄牙学习，1518年王子被教宗任命为主教，1521年领受圣职。他是第一个被授予圣职的非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唯一的一位。葡萄牙与刚果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发展援助和传教与商业的竞争，尤其是与奴隶买卖的竞争，甚至在那些身在刚果的传教士身上也是如此。圣多美的葡萄牙殖民地很善于维护中间人的垄断权以及阻止刚果与葡萄牙直接联系。不过，因为自己的种植园利益，圣多美本就是一个奴隶买卖中心。起初这一买卖还能完全按照非洲的惯例进行，但在欧洲人手中很快就变成了大面积灾害。高尚的意愿不可能在这种利益为先的状况下实现。

与后来的巴西一样，当葡萄牙王室面对印度时，刚果首先退居次要地位。1485年，若昂二世误以为已经到了阿拉伯海入口。当确定了非洲海岸继续向南延伸时，自1487年起，他开始实施一个分为三部分、各个行动相互补充的计划。首先应探明非洲腹地，看看从那里是否能够到达东方并找到约翰长老。在刚果之外，1480年代还与位于今天尼日利亚境内的贝宁王国（Reich Benin）建立了联系，其著名的青铜雕塑在16世纪塑造的正是欧洲人的形象。被一些地理学家认定是尼罗河西支流的塞内加尔河很久以前就受到了怀疑。插手那里的沃洛夫人（Wolof）的政治尝试成果甚微。

在此期间，另有两条路线被证实更为有利。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重又沿海岸向南航行，途中被风暴吹得从今天的纳米比亚地区向南面的大海漂行了数日，最后他又向北航行，在非洲东南海岸靠岸，地点可能是莫塞尔港（Mossel-Bai）。继续往东时，估计是在大鱼河（Großer Fischfluss），他的全体船员逼着他返航。归程中他造访了好望角（Kap der Guten Hoffnung）。据说他为其命名“风暴角”，后来是国王起了这个友善的名字。那是1488年春天的事情。

然而若昂还有第三手准备。同样是在1487年，他派出两个密探，让他们化装成穆斯林越过伊斯兰地区的封锁。佛罗伦萨的马尔基奥尼银行（Bankhaus Marchioni）是此次行动的其中一个资助方。阿方索·德·派瓦（Alfonso de Paiva）带着给约翰长老的信；在这个时期，人们认定长老就是阿比西尼亚（Abessinien）的国王。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a Covilhã）是个精通多种语言的冒险家，若放在今天人们大概会称其为职业秘密间谍，他的任务是探查印度。他们在开罗分手，不久之后德·派瓦就死了。达·科维利亚取海路前往印度，极其详尽地探查了马拉巴尔海岸和香料买卖，回程中他肯定到过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因为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强调，从几内亚走海路环非洲绕行可以到达他曾去过的索法拉（Sofala，位于今莫桑比克境内）。这份报告是1490年通过一个犹太人从开罗送往里斯本的，这个犹太人受国王委托专门在开罗等候他。随后，达·科维利亚去了埃塞俄比亚，在那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娶了一个妻子并生育了众多孩子，但至死都被扣留不得离开。

如果达·科维利亚的报告（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被送到了若昂二世的手里，那国王便不仅拥有关于印度次大陆香料交易的详尽资料，还拥有整个非洲海岸线的详尽资料（除了大鱼河和索法拉之间仅跨越15个纬度的海岸），详情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未得到这份报告的表现是，第一位远航印度的瓦斯科·达·伽马启程时虽然带有与目的相符的致著名香料市场卡利卡特统治者的一封信，但另外也明显暴露了对印度情况的一无所知，因为他携带的礼物更符合非洲惯例而不是印度惯例。倘若他读到过达·科维利亚的报告，怎么可能不了解这些情况？

将近十年以后，葡萄牙才又向印度方向进行了一次新的远航，不过这一次成果颇丰。难道拖延的原因就是资料欠缺？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比较有说服力的应该是，造成拖延的是本土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1487年以来摩洛哥境内发生的激烈战斗；1491年王储去世；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大批逃亡至葡萄牙；也是1492年，哥伦布的发现可能一下子就使继续盯着东航线显得多余。当务之急是必须澄清与西班牙的法律状态，必须澄清1494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Vertrag von Tordesillas）给1493年的教宗裁决带来了什么改变。另外，根据1479年的南北分界线（《阿尔卡索瓦斯和约》），葡萄牙被限定在佛得角群岛西面的经线（西经46°37′）以东370里格的区域里。还有1495年统治者由若昂二世变成了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常用的假设，即1488年至1497年进行了严格保密的南大西洋探查航行。瓦斯科·达·伽马虽说避开了沿非洲海岸航线的逆风和逆洋流，但我们不知道他对环流的利用是否能归因于对南大西洋风情和洋流情况的详细了解。14世纪，葡萄牙人可能至少已经熟悉了北大西洋的环流，不过1436年以后肯定已经熟悉南大西洋的风情和洋流情况，那么1446年以后利用它们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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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5 《阿尔卡索瓦斯和约》和《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分界线

美洲诸岛及美洲海岸

哥伦布一生的业绩深深扎根于地中海世界和伊比利亚世界。1451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 Columbus，也写作Cristoforo Colombo）生于热那亚，是利古里亚（Liguria）一个织工家庭的儿子。1470年代他在热那亚的一家商行当海员，最后落脚于葡萄牙，娶了马德拉群岛圣波尔图岛（Porto Santo）头领的女儿，这位头领也是意大利人的后裔，是葡萄牙探险发现的促进者、航海者恩里克王子的一个合作者。这种关系绝非偶然，而是完全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一个为伊比利亚效力的热那亚人发现新世界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中世纪盛期的商业革命以来，意大利的专业知识、意大利的首创精神、意大利的资本和意大利的先驱者就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就连在跨入大西洋的探险事业中也不例外。最晚自12世纪以来，我们就能在大西洋中看到热那亚人的身影。于是，将姓名拼写为Cristóvão Colom的哥伦布也成为热那亚在葡萄牙的移民区的一员。1481年至1484年间，他参加了一次前往艾尔米纳——葡萄牙在今天加纳境内新建的主要据点的航行，其间详细了解了正在进行中的葡萄牙扩张，了解了航海技术，以及获取黄金、奴隶和香料的代理系统乃至到达印度的远大目标。他自学了很多知识，这一点已经清楚地体现在他的书面语言上。后来他甚至用西班牙语给热那亚写信！

1484年，他获得机会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陈述自己向西环绕地球航行到达印度的计划，那时的印度指的是整个南亚和东亚。关于西方一些岛屿的传闻 在这方面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甚至有传言称它们在哥伦布之前已被偶然发现。因为对当时有文化的人来说，地球的球体形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产生这种想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称哥伦布第一个证明了地球是球体并驳斥了中世纪的大地平板观实为19世纪反教权主义的一种奇谈。与古典时代地理学家托勒密不同，人们期待的肯定不是被陆地环围的内海，而是认为那片区域是开放型海洋，很好的例子就是哥伦布小心翼翼地使用的论述，包括地理学权威皮埃尔·德·埃里的《世界图志》（Ymago Mundi，1410年出版）里的论述，以及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后来的教宗庇护二世）的《罗马历史地理大全》（Historia Rerum ubique gestarum Locorumque Descriptio，1461年出版）里的论述。塞维利亚保存着这些书和其他一些著作，里面有他亲手写的富有启发意义的边注。有这种想法的绝非仅他一人：在佛罗伦萨有一个人文主义者圈子，他们都对地理感兴趣，部分人也对商业感兴趣，他们都认为西行航路大有希望，而且试图将他们认真观察的葡萄牙的行动引向这一方向，例如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1474年6月25日写的那封著名的信，该信经由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费尔南·马丁（Fernão Martins）被呈递给葡萄牙国王阿丰索五世。哥伦布知道这封信，在托斯卡内利1482年去世前还与其有书信来往。他后来与佛罗伦萨在塞维利亚的小殖民地也关系密切。佛罗伦萨人与哥伦布犯了同样的地理错误，他们大大高估了亚洲的东西距离，而且按照古典时代的模式低估了地球的周长和各经度间的距离。一个阿拉伯蓝本里的错误换算更是使后一个错误变得更加严重。另外，马可·波罗正确说明了中国至日本的距离为1500“中国里”（一里折合500米），可是马可·波罗的热心读者哥伦布却将它“翻译”成了1500意大利海里（一海里折合1480米）！结果托斯卡内利算出的从加那利群岛西行至日本的距离相当于今天的3000海里，哥伦布算出的甚至只有2400海里，而真实的直线距离是10600海里。哥伦布的好运在于，美洲位于他们为亚洲估算的距离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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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6 让哥伦布获益匪浅的地理认知错误

然而，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创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所掌握的对亚洲地理位置的设想比哥伦布的更切合实际，因此他的建议被否决了。当然，人们并非没有计划尝试从亚速尔群岛出发进行探险考察，从而查明传说中的那些西方岛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确定计划于1486年由为葡萄牙人效力的佛兰德人费迪南德·范·奥尔蒙（Ferdinand van Olmen）实施的航行到底是否如期进行了。它已经是多余之举，因为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于1488年绕过了好望角，自此，西行航路对葡萄牙而言绝对不是必需的了。

对卡斯蒂利亚王国来说情况就不同了，自古以来它就与葡萄牙处于竞争状态，1479年的《阿尔卡索瓦斯和约》才使它离开了非洲海岸。1485年哥伦布已经前往西班牙，在方济各会修道院拉比达（La Rábida）找到了朋友，又从那里找到了进入宫廷的门路。但那里的专家们也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他们的保留条件，而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他们的婚姻使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第一次联为一体）也另有打算，即攻占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统治地格拉纳达。1485年至1492年，哥伦布怀着宗教使命意识以令人折服的坚韧毅力竭力争取西班牙宫廷的支持，同时也带着足够的商业意识通过他弟弟巴尔托洛梅奥·哥伦布（Bartolomeo Columbus）开始向英格兰和法国宫廷游说，却徒劳无功，而且在西班牙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1491年底 的一项有利于他的决定正是因为这些要求面临着流产的危险。这位普通海员竟然为自己索要卡斯蒂利亚高级贵族头衔和出身！当方济各会修士设法让他见到伊莎贝拉之后，费尔南多身边的一批皈依者（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和热那亚人起了对他有利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1492年4月的一份契约（Capitulación），哥伦布受命去发现和获取印度方向的大洋中的岛屿和陆地。被擢升为贵族后，他被任命为可世袭的海军大将和相关地区的总督，并有权获得收益的十分之一，以及对所有船只的装备拥有八分之一的投资份额。国王费尔南多的两个司库和一个热那亚投资者准备了200万马拉维迪铜币（Maravedís），大部分资金来自圣兄弟会的钱柜，那是西班牙各城市的一种维护地区安宁的组织。这笔相对微薄的资金折合为几千杜卡特金币（Dukaten），他们用这笔私人资金装备起了三艘帆船：载重约100吨、长约28米的“圣玛利亚号（Santa Maria）”，载重60吨、长23米的“平塔号”，载重50吨、长18米的“尼雅号”。较小的两艘属三桅帆船型，而圣玛利亚号是一艘卡拉克帆船（葡萄牙语称Nao），一种造得较高、较笨重的船型，据说它后来也撞上了西印度的一个暗礁沉没了。三艘船都配置有三桅船帆具，有了这种帆具，无论风向如何，它们都可以向任意一个方向航行，至少可以之字形航行。王室有意选定帕洛斯港（Palos）作为出发地，它与塞维利亚以及后来的加的斯（Cádiz）一样都属于王室管辖的城市，而安达卢西亚海岸（古老的航海人之乡）的其他港口都在高级贵族手里。梅迪纳塞利公爵（Herzog von Medinaceli）已作好准备随哥伦布去历险，但正在形成的现代国家的代表们不愿让首倡权被他人从自己手里夺走！

1492年8月3日，载有90名船员的小船队升帆待航，它要先去加那利群岛寻找有利的东北风的纬度。9月6日，他们从那里启航，虽然船员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危机，但越洋航行基本还算顺利。1492年10月12日，船队到达巴哈马群岛（Bahamas）中的一个岛，可能是华特林岛（Watlings-Insel）或萨马纳岛（Samana Cay）。印第安人称之为瓜纳哈尼（Guanahani），哥伦布为其取名圣萨尔瓦多。此时，人们以为找到了日本和中国大陆。哥伦布沿古巴和海地北海岸航行，然而无论在哪里，见到的都是友好的赤身裸体的土著，根本没有亚洲财富的踪影。当海地岛上出现了第一批黄金首饰时，1492年12月25日，他们建起了纳维达德居住地（Siedlung Navidad）以收集黄金。1493年1月16日，两艘船开始返航。在确定纬度时哥伦布很幸运地算错了，因而进入了有利于返航的西风带。一场风暴迫使他于2月18日在亚速尔群岛靠岸，3月4日在里斯本登陆。葡萄牙人的反应起初充满敌意，但后来国王若昂二世友善地接见了这位发现者，其间当然表明了对新发现岛屿的明确要求，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依据传说中的“安提利亚岛（Antilia）”称新发现的岛屿为“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n）”。3月15日，哥伦布回到帕洛斯。一支横穿西班牙的凯旋队伍引领着他以及随行的6个印第安人（Indianer，他们其实想指“印度人”！）于4月底到达宫廷所在地巴塞罗那。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493年9月25日，他又能率领一支大型船队启航了。第二次航行的船队由3艘卡拉克帆船和14艘三桅帆船组成，人员数量为1200～1500，这次航行的目的是建立移民点。善于经商的副主教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Juan Rodriguez de Fonseca）参与了组织工作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热那亚人皮内利（Pinelli）参与了投资。第二次航行一直持续至1496年，相继探查了小安的列斯群岛北部的岛弧、波多黎各以及古巴和海地的南海岸，发现了牙买加。在此期间，纳维达德居住地毁于西班牙人的内部冲突以及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一个新建的移民点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直到1496年在海地南海岸建立了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它是欧洲人在新世界修建的今天还存在的最古老的城市。

葡萄牙人创立的固定据点和商行体系的模式显然启发了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它使得与土著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成为可能。与被奉为榜样的葡萄牙人一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也是黄金、奴隶和香料。哥伦布本人在笔记中虽然对赤身裸体的土著那可爱的纯洁表露了许多好感，但与他的十字军战士的热情、他的方济各会启示录、他从约阿希姆·冯·费奥雷（Joachim von Fiore）的历史神学得到的灵感一样，这很少能阻止他不择手段地获取黄金和奴隶的行为。即便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为完成拯救事业而将基督背负往西方的人（Christusträger，即英文中的Christ-bearer，他自己的签名就是χρo FERENS）——19世纪为他行的宣福礼若放在今天，或将因他作为鳏夫姘居而落空！1495年，他派出一艘船载着他在讨伐抵抗西班牙剥削者和虐待者的海地土著时抓获的500个俘虏返回欧洲，其中200个死于途中，剩下的被精于商道的丰塞卡在塞维利亚市场上作为奴隶卖出，以促进安达卢西亚经济发展。与亚洲或非洲相比，至此他们新发现的那些地区文化财富微薄，因而两次远航和建立移民点没有获得足够的利润，除了继续寻获黄金，经营奴隶买卖是哥伦布唯一的前程。

然而，哥伦布失去宫廷的信任不仅仅是因为他迟迟没有交上后者所期待的收益，而更是因为他和两个弟弟毫无顾忌地追求发财，对印第安人和西班牙移民实行恐怖统治，当然，后一类人中有被赦免的罪犯。由于缺乏利润，他不得不等了两年才凑齐了用于第三次航行（1498～1500年）的6艘帆船。因为他恣意妄为的统治，此间，国王派往海地的一位全权特使命人给他戴上镣铐，从远航途中押解回欧洲。到此时为止，他已去过特立尼达（Trinidad）和奥里诺科河入海口（Orinokomündung）北面的陆地，意识到那里是“另一片大陆”（他大概只是碰巧没有把它写作“新大陆”），不过还和以前一样认为那里是印度支那半岛的一部分，即在此之前还不为人们所知的一部分；他一时错误地以为《圣经·创世记》里的人间乐园就在附近。他并非仅仅在这一情况下发现了自己曾期待的东西，给了他这种认知的还有他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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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7 哥伦布的历次航行

在西班牙，这位受辱的发现者的海军大将军地位和收入得到了恢复，但总督的权力被悄无声息地剥夺了，管理任务此后由王室专业人员承担。1502年至1504年，哥伦布又能够率领4艘三桅帆船进行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他希望在这次航行中找到他以为是中国一个半岛的古巴与1498年发现的大陆之间的通道。人们特意交给他一封致瓦斯科·达·伽马的信，彼时后者刚刚进行了第二次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航行！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沿着洪都拉斯至巴拿马的海岸航行，直至不得不终止航行，勉强让还剩给他的漏船在牙买加靠了岸。饥饿、疾病和哗变使这次远航面临绝境。当哥伦布终于返回西班牙时，伊莎贝拉已经生命垂危。费尔南多友善地接见了他，打算以在西班牙供养他的方式满足发现者的要求。对此，哥伦布愤怒地予以拒绝，于1506年身心俱疲地死去，但绝非像他和他的继承人所宣称的那样死于穷困，而是作为百万富翁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儿子和孙子都短暂地做过海地总督，他的家族在以后的岁月里获得过数个公爵头衔，其家族首领今天依然享有“印度大将军”称号。

葡萄牙的海岸位置及其所占据的亚速尔群岛极其有利于从它出发前往那些新发现的地区，而西班牙的所有行动却都要以与葡萄牙达成一致为先决条件。出于这一目的，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向新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提出了约请。新教宗是瓦伦西亚人，为了自己家族的政治利益曾不得不迁就他们。他们请教宗颁布了几个训谕，其模式均依照其他教宗于该世纪中叶颁布的，用于确定开发“黑非洲”[6]的专有权归属葡萄牙的训谕。1493年5月4日颁布的文件中有如下核心语句。

凭借我们的圣徒的威能，凭借经由圣彼得知会我们的全能上帝的权威，作为耶稣基督的代理者，我们将西方和南方所有已发现和将被发现的岛屿以及地区永久赐予、准予及分予你们——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你们的继承者以及你们的后代，自北极向南极画一条直线，该直线应通过亚速尔群岛向西一百海里和佛得角群岛向南一百海里的交点，该线以西所有已被发现的岛屿和地区［……］概属你们所有，我们指定你们、你们的继承人以及你们的后代为它们的主人，并享有完全的、无限的、全面的权力、权威以及司法管辖权。（Konetzke 1971，5）

训谕还包括一项传教委托和一项不许其他任何王侯入侵那里的禁令。这种被称为“委托式分封”的法律形式，或者说委以拯救异教徒的职责并未减弱这里所传达的教宗统治世界的权力，而是正好相反。这些文件的实际政治意义当然绝对不是教宗公文语言的大话，也绝对不是一纸裁决，而是西班牙在与葡萄牙对弈中走出的一着妙棋，现在他们也可以向对手出示同样的法律条文，而葡萄牙当初就是借助这种东西使自己的非洲垄断权合法化的。葡萄牙的若昂二世知道教宗是依照约请行事，他并未将时间浪费在向罗马提出异议上，而是开始与西班牙直接谈判。1494年6月7日，两国以教宗历次训谕为基础，在前面已经提及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里达成一致，但将分界线从西经38°移到了西经46°37′，或者说移至佛得角群岛以西370海里处，这是整整1175现代海里。葡萄牙东印度船队可能引发的冲突因此得以避免，该船队常常远远深入南大西洋后西转，以便充分利用风情和洋流的情况，其结果就是葡属巴西的出现。

此间的情况表明，王室若仅与一个发现者有关联，那么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财力方面都不足以完成新任务。新发现地区及其居民的范围和特性也不允许一开始就以目的明确地修建据点的方式创立一个葡萄牙式的有利可图的贸易体系。以正规的移民型殖民地作为长期盈利最大化的基础就变得十分必要。要在广大范围内分散进行探查，必须首先搞清楚自己到底身处何方。因为这些任务超出了王室的财政能力，所以“印度”于1495年，即在专有权所有者哥伦布似乎下落不明时首次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私人发起者开放，最终到1499年全面向其开放。王室与相关实施者在不对等的情况下签订一份合同——一份契约，王室任命该实施者为探险远航的指挥者和被占领地区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海军大将”和/或“总督”），其中确定的事项涉及新发现地区内的事宜，但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实施者向王室缴纳的份额：如果王室参与了投资，则应缴纳所获贵金属的五分之一（quinto）以及战利品的一半。然而，筹集远航探险资金主要是实施者的事情，远航探险的投资者以及参与者与他之间是一种 私法关系——这正是众多冲突、纠纷之源。1503年依照葡萄牙模式建立了“塞维利亚印度商贸所（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de las Indias de Sevilla）”作为财政监督机构。1499年至1506年进行了11次小规模航行，人们也称其为“安达卢西亚航行”，它们大都由参加过哥伦布前几次航行的人率领，参与者为集中在塞维利亚的安达卢西亚意大利海员和商人，其结果是探查了巴拿马和巴西中部之间的南美洲东海岸和北海岸。

当然，为此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人，而不仅仅是进行其第四次航行的哥伦布。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率领的葡萄牙东印度船队在南大西洋向西航行得太远，于4月22日在今天的塞古鲁港（Porto Seguro）附近［位于里约热内卢与巴伊亚（Bahia）之间］经过了一个海岸，该海岸被称作“真正的十字架岛（Ilha da Vera Cruz）”。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要求将这一地区纳入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因而派出不同的探险船队前往那里。所有发现者中最受争议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1～1512年）参加了由贡萨罗·科埃略（Conçalo Coelho）指挥的1501/1502年的探险航行。韦斯普奇来自佛罗伦萨的名流社会，与梅迪奇家族关系密切，受其委托，自1491年起驻在塞维利亚，在那里与哥伦布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按照一些人的说法，韦斯普奇是个狡猾的伪造者和骗子，而按照另一些人的说法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者，因而新世界以他的名字命名是合理的。后一类人相信韦斯普奇自己在那些信中的说法，其中五封是写给梅迪奇的，一封是写给他的同学贡法洛涅里·索代里尼（Gonfaloniere Soderini）的。韦斯普奇自称于1497年进行的先于哥伦布到达中美洲大陆的第一次航行被普遍认为是虚构的。1499/1500年，他随大胆鲁莽的阿隆索·德·霍耶达（Alonso de Hojeda）到达南美洲北海岸，1501/1502年随葡萄牙人到达巴西海岸，据说1503/1504年应国王邀请又随葡萄牙人去了一次巴西海岸。现在依然不清楚的是，当时他向南航行了多远。他那些天文方面的说明或许能让人推测他确曾到达了巴塔哥尼亚（Patagonien），甚或到达了南乔治亚岛（Südgeorgien）？根据较新的研究，他向南航行的真实距离很有可能大于之前人们认可的距离。

韦斯普奇在一个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满足发现题材类文学作品的市场需求：在1493年至1532年出版的124部发现题材的作品中，与他有关的就有60部。他写给梅迪奇的关于巴西之行的报告题为《新世界》（Mundus novus），于1502～1503年或1504年首次出版，没过几年，再版已接近40次，出版文字已达6种。它的成功远远超出 所谓哥伦布写于1493年的信，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巨大的成功，1504年或1505～1506年出版其致索代里尼的信的计划被推迟了，不过该信是出自韦斯普奇本人之手还是出自他人之手无疑是有争议的。1507年，来自圣迪耶（Saint-Dié）的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塞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以及他的朋友马蒂亚斯·林曼（Matthias Ringmann）将该信的拉丁语译文收入了他们的宇宙学和地理学教科书，也就是他们的《宇宙概论》（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中，并且建议依照亚美利哥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第四个大洲为“亚美利加（America）”。尽管在最新几版中它依然仅仅被叫作“新世界”——显然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谬误——但“亚美利加”获得了认可，至于是否合乎情理，在历史上常常被归为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例如1535年，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在他的世界编年史中完整地叙述了哥伦布的历次航行，却将真正发现新世界归功于1497年的韦斯普奇！直到1500年，韦斯普奇本人还和哥伦布以及其他那些描绘着一个“新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一如既往地将新发现的各个地区看作亚洲的组成部分。1508年至1512年，在塞维利亚商贸所担任领航人主管（Piloto mayor）的韦斯普奇或许不久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称自己不是第一个发现者，但是第一个拥有广泛影响的人。关于这一点尽管还存在争论，但是鉴于1478年佛罗伦萨就有人基于纯理论考虑公开维护这一观点的事实，时人对发现第四个大洲的期待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新世界”这一概念虽说是出于欧洲中心论，是相对于“旧世界”而言的，但是它意味着克服了出于神学原因而称在旧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外不可能有人类的传统定见。

这种新的世界观缓缓进占了制图业。在1502年前后出现的四种世界地图上［卡维里欧（Caverio）地图、坎提诺（Cantino）地图、昆斯特曼（Kunstmann II）地图和佩萨罗（Pesaro）地图］，人们已在尽力顾及关于新世界东海岸的最新知识。瓦尔德塞米勒大概是第一个在地图上大胆绘出清晰的西海岸的人（1507年），尽管它暂时还纯粹属于假设。1513年，土耳其航海人皮里·雷斯（Piri Reis）的地图已详细标明了伊比利亚人的发现。然而，即使在对太平洋区域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时，在制图业里有理论有据地将美洲归为亚洲的状态依然在持续，因为人们假设在陌生的北方有一个很宽的大陆桥，那是对史前状态的一种奇怪的类推。在1562年和1566年的地图上，那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海峡，即假设的“阿尼安海峡（Strae von Anian）”，北美洲也由此获得了有别于亚洲的自己的身份。瓦尔德塞米勒所说的“亚美利加”仅指大洲的南部分。直到18世纪，维他斯·白令（Vitus Bering）才澄清了那里的地理情况。

韦斯普奇也是自哥伦布以来第一个详细报道新世界土著情况的人，正是他对巴西的这段描述触发了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在他笔下，这些“野蛮人”因为过着一种贴近自然的生活而处于幸福的状态。他于1502年这样写道：

他们没有法律，没有信仰，他们依从大自然生活。他们没有灵魂不朽的观念，他们当中不存在个人财产，因为一切都是共有的。他们不知道帝国和省这类名称，没有国王，他们不听命于任何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最令我惊讶［……］的是，从他们那里我无法得知他们相互之间会为何而开战，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占有物，既没有帝国也没有王国，他们不知道遗产为何物，这就叫作财产，或者说，按照我的理解，控制欲是战争和所有混乱无序的唯一原因。

不过他还补充说驱使他们的是复仇欲和对人肉的贪婪（Schmitt，Bd. 2，177）。后来他在《新世界》中还添加了关于印第安女人的一般概念，称她们放荡不羁，任何时候都乐于毫无束缚的乱交；这种印象直到今天还备受重视。

人们或将新世界看作亚洲的组成部分，或将其看作第四个大洲；在这两种情况下，到达真正的印度以及香料岛的西航路还是一直未被找到，而在此期间，走东航路已经到达了那里。哥伦布的计划依然是未竟之事。另外，西班牙根本无法确定，如果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划定的线绕地球延长出去，香料岛会在西班牙的半球呢，还是在葡萄牙的半球。1513年，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Vasco Núez de Balboa）横穿巴拿马地峡，在另一侧发现了“南海（Südmeer）”（若从巴拿马视角看，太平洋的这一名称还是恰当的）。之后继续向前航行就成为必然的了。一个具有印度航行经验的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约1480～1521年）完成了哥伦布的事业。克里斯多瓦尔·德·阿罗（Cristóbal de Haro）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布尔戈斯（Burgos）一个商人家庭的成员，该城与葡萄牙、安特卫普和南德意志地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就是阿罗将这位不满足的葡萄牙人拉到了西班牙，不久之后就加冕为皇帝查理五世的查理国王于1518年在那里与麦哲伦签订了一份合同。麦哲伦得到了5艘帆船（120吨、100吨、90吨、85吨、75吨）和238名船员，另一说为265名船员。德·阿罗也参与了投资，很有可能他当时是奥格斯堡资本（Augsburger Kapital）的前台人物，效力于富格尔（Fugger）家族、韦尔策尔（Welser）家族以及其他人。1519年，麦哲伦离开西班牙，探查了巴西和阿根廷海岸，1520年发现了南美洲与火地岛（Feuerland）之间的海峡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穿过了它，他的船员们马上就以他的名字为那个海峡命了名。随后他航行至今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的纬度，接着向西北方向横渡了他称为“太平（Pazifisch）”的大洋，其间没有经过陆地（仅望见了三个环形珊瑚岛），在关岛（Guam）靠岸后才结束了两个半月的饥渴和坏血病（维生素C缺乏病）的威胁。1521年在宿雾（Cebu）东面菲律宾的麦克坦岛（Mactan）上，在当地头领间的冲突中麦哲伦因偏袒一方被打死。他的两艘船到达了马鲁古群岛，但仅有一艘（维多利亚号）从彼时已到达那里的葡萄牙人手中逃脱，在塞巴斯蒂安·德·埃尔卡诺（Sebastian de Elcano）的指挥下载着香料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原来的船员仅剩下18人。

1525年，西班牙试图再次进行驶往马鲁古群岛的航行却失败了，从刚刚占领的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出发的一次相关行动也同样落了空。1529年，查理五世在《萨拉戈萨条约》（Vertrag von Zaragoza）里将其引发争端无数的对马鲁古群岛的权利卖给了葡萄牙人，价钱为35万杜卡特金币。那时没有人能够确定马鲁古群岛在葡萄牙的半球里，因为《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确定的经线（东经133°23′）延长后会穿过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西部。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萨拉戈萨（Zaragoza）达成一致，根据估算，在马鲁古群岛东面297.5里格处画了一条线（约为东经129°）。1564年时菲律宾的占领到这时终于可以被证明是大有收获的，那里可以作为墨西哥的后门通向亚洲，因为1565年，人们发现了走一个弧度穿过北太平洋回美洲的路，那是另外一个环流（Volta）！

到1530年代，人们对北美南海岸和东海岸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也是因为其他国家在这里各自寻找前往东印度的航路。自然，西班牙人从海地和古巴出发对墨西哥海岸进行了探查。1513年和1521年，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探查了佛罗里达（Florida）和尤卡坦半岛（Yukatan），1517年和1518年，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ordoba）和胡安·德·格里哈尔瓦（Juan de Grijalba）受古巴总督迪亚戈·维拉斯奎兹（Diego Velásquez）的委托到达玛雅人（Maya）和阿兹特克人（Azteken）生活的海岸，带回了关于那里高度发达的文明的第一批详细信息，他们的行动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威尼斯人乔瓦尼·卡伯特（Giovanni Caboto）好像认为自己是热那亚人哥伦布的竞争对手，后者找到的前往印度的航路未必比自己的更好。英格兰的亨利七世（Heinrich VII）因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而落在了后面，1496年，他依照惯例颁发给卡伯特一份发现者证书。1497年，卡伯特前往纽芬兰，在那里发现了富渔场，不过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称来自布里斯托尔的航海人在他之前已经到过那里。卡伯特误以为自己到了中国，1498年率领6艘船出航进行新探险，但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儿子塞巴斯蒂亚诺·卡伯特（Sebastiano Caboto）作为发现者一会儿为西班牙效力，一会儿又为英格兰效力。

葡萄牙王室想知道新世界的北部是否真的不在分界线以东，也就是不在葡萄牙的半球内，因而多次为前往那里的航行颁发特许证。进行这一系列探险航行的第一人是若昂·费尔南德斯（Joo Fernandes），一个葡萄牙农场主（lavrador），1499年，他再次发现格陵兰并将其命名为“农场主之地（tiera del lavrador）”，到后来这一名字才转写成Labrador，即今天所说的拉布拉多岛。一个葡萄牙传说称亚速尔群岛的一个名门望族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该家族的加斯帕·克尔特·雷阿尔（Gaspar Corte Real）1500年在纽芬兰区域失踪，他的兄弟米盖尔·克尔特·雷阿尔（Miguel Corte Real）1501年在寻找他时也失踪了。随后数年，英格兰人和亚速尔群岛的居民很少有发现成果传世。然而，葡萄牙制图学的发展却可以印证在北大西洋的大量活动，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在纽芬兰迅速出现了国际性的捕鱼活动。

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z I）一再处在与皇帝查理五世的交战中。1522年，他的手下劫获了几艘西班牙航船，它们运送的是呈献给皇帝的阿兹特克人珍宝。1523年，来自里昂的对直接与中国做丝绸生意感兴趣的佛罗伦萨商人为他呈献了自己的“哥伦布”或“麦哲伦”：乔万尼·达·维拉萨诺（Giovanni da Verazzano），一个托斯卡纳贵族。1524年，他在国王的资助下探查了自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至新斯科西亚（Nova Scotia）的北美洲东海岸，查明那一区域没有他们要找的前往亚洲的通道。在后来的一次前往巴西的航行中，他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个岛上被加勒比人（Kariben）打死，据说还被吃掉了。来自圣马洛（Saint-Malo）的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继续在北美洲寻找通道。1533年，弗朗索瓦一世请亲法的教宗克莱门斯七世（Clemens VII）对亚历山大六世的训谕进行了对他有利的解释：它们只涉及当时已经发现的地区，不涉及新发现地区。1534年，卡蒂埃探查了圣劳伦斯河（St. Lorenz）入海口地区，1535/1536年和1541/1542年逆流而上一直行驶到今天的魁北克（Quebec），甚至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法国人的停靠站，尽管寻找西北通道和寻找黄金都毫无结果。针对西班牙使节的抗议，弗朗索瓦一世的回答是：但愿能向他出示始祖亚当指定卡斯蒂利亚国王和葡萄牙国王为单独继承人的遗嘱。

查理五世好像本来就有抢在弗朗索瓦一世之前行动的意图，1525年，埃斯特万·戈麦斯（Estévan Gomez）受他委托探查了缅因（Maine）与圣劳伦斯河入海口之间的海岸，1526年自海地出发，在北卡罗来纳建立了一个移民点，但很快就垮掉了。所有这些探查航行既没有找到前往亚洲的航路，也没有找到贵金属，因而所有强国对北美洲的兴趣很快就消退下来；然而他们在南美洲却成果累累，并且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征服占领。发现新世界最终变成了征服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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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译作“加泰罗尼亚人”。——编者注

[2] 新基督徒指从15世纪起自愿或被迫皈信罗马天主教的南欧系犹太人（Sephardic Jews）、以色列人（Bene Israel Jews）和穆斯林摩尔人等。对新、旧基督徒的区分是一种宗教内部的以及社会的隔离策略，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法令来制定。——编者注

[3] 旧时的航海计程单位。

[4] 葡萄牙旧时使用的金币。

[5] 象牙海岸共和国（即La République de Côte d’Ivoire），自1985年12月31日起，联合国正式使用“科特迪瓦”为该国中文音译名。——编者注

[6] 一般指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又称亚撒哈拉（Sub-Sahara）地区，俗称“黑非洲”，意为“黑种人的故乡”，泛指撒哈拉沙漠中部以南的非洲，其历史文化发展同沙漠以北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不同。本书作者将此作为一般性的历史地理概念使用，故中译本予以保留并统一加引号标注，后不再说明。——编者注


第三章 欧洲人来到亚洲海岸：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

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犹豫不定地作出了在长远规划的框架内将自己前任的印度计划进行到底的决定，从此之后，葡萄牙人就在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就连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误解无疑也在发挥其作用。随后几十年的一个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抉择影响着两大洲居民之间数百年的关系，因而一位印度政治家称其为“瓦斯科·达·伽马时代（Vasco-da-Gama-Zeitalter）”也并非全无道理。然而这些抉择是冷静而深思熟虑地在里斯本作出的，绝不是当地突发情况造成的。以到达目的地印度为使命的探险远航，即瓦斯科·达·伽马1497年至1499年的航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前的行动完全不同，他的航行留下了非常出色的文献资料，因为我们能看到一位参与者的详细日记［它也被称作《航海日志》（Roteiro）］。此人的名字叫阿尔瓦罗·韦柳（álvaro Velho），后来的一些葡萄牙历史学家，例如巴罗斯，还将这本日记用作蓝本。

被所有历史学家依照这本日记转述的一件逸事简洁明了地再现了他的任务。达·伽马率领的船队在印度靠岸后，第一批上岸的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遇见了两个突尼斯人，后者惊讶地，且似乎不那么愉悦地用西班牙语问：“真撞见鬼了。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里来了？”他们得到的回答同样简短而明确：“我们在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另外，达·伽马还带有香料样品，他在非洲的开普敦（Kapland）将样品拿给一无所知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n）看，并问在他们那里能否找到这样的东西。他们寻找基督教徒是那样执着，以至于最初将印度教教徒认作了基督教徒，尽管是有些奇怪的基督教徒，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显然不是穆斯林，并且会敬奉塑像。有这种“圣像”的穷人虽然极多，但并不妨碍达·伽马在“教堂”里作自己的祷告。自恩里克王子时代以来，寻找教友就有从背后包抄穆斯林的政治目的，也有借助基督教打通新市场获取新货物的经济目的。

达·伽马，一个无足轻重的廷臣，得到了3艘前面描述过的坚固的混合型帆船，1艘计划在到达开普敦后即毁掉的补给船和1艘本应派往艾尔米纳的三桅帆船，船员大约170人，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担任顾问。该航海日志记载，这些船于1497年8月3日离开佛得角群岛，3个月没有经过陆地，11月4日到达西南非海岸——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敢远洋航行如此之久，就连哥伦布也没这么做过。随后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过了马达加斯加北岬角所在的纬度之后，必须与强大的阿古拉斯海流和莫桑比克海流较量。1497年圣诞节，他们到达了一个自此以后就叫作“纳塔尔（Natal）”的地区。在今天的莫桑比克休整了一个月后（船员受到维生素C缺乏病的严重折磨），1498年3月2日，莫桑比克城中的达·伽马联系上了一个新世界，即东非的那些穆斯林海岸城市。他并未到达坐落在南边的城市索法拉。从这里直至非洲东岬角有一长串诸侯国，其中一部分是1000年之前由阿拉伯移民和波斯移民建立的。尽管这些城市应属于伊斯兰文化圈，但那里的文化是一种阿拉伯因素、波斯因素与非洲因素进行有益结合的文化，它的语言斯瓦希里语（Kisuahili，阿拉伯语中的“swahili”意为“海岸”）是一种受阿拉伯语影响的班图（Bantu）语言，当时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拥有自己的文学。这些城市远近闻名的财富得益于与印度的贸易以及时而与中国进行的贸易。它们提供象牙和赞比西河（Sambesi）地区出产的黄金，进口印度纺织品和玻璃制品。

最初，他们在莫桑比克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因为那里的人以为葡萄牙人是自己的教友，也就是恰好把他们当作了土耳其人。一发现这是个错误，那里的人就利用一切手段试图消灭这些不信真主的竞争者，或公然发起进攻，或夜间从水下偷袭，或进行错误的引航。这些冲突在今天肯尼亚南部的蒙巴萨（Mombasa）达到其高潮。只有在北面不远的马林迪显现了比较有利的前景，因为这个城市希望而且也能够借助葡萄牙人摆脱相邻的对手蒙巴萨的逼迫。瓦斯科·达·伽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可靠的引航员，后者借助提前刮起的西南季风将他安全地领往印度。1498年5月20日，他到达最重要的香料市场卡利卡特。那里的萨摩莱邦主（Raja Samoré，意为“大海之主”）最初也很好地接待了他，尽管这位邦主 对显然是按照西非礼仪准备的微薄礼物感到很扫兴。对于后来发生的冲突乃至相互动手，葡萄牙人首先将责任推给了定居在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商人。

那帮人告诉国王我们是强盗，说如果我们开始定期来这个国家，那么麦加、坎贝（Cambaya）、印度或其他地方的船就不可能再来他的国家，因此他就不能再和那些地方做生意，也就不能从中获利了。而我们非但不会给他任何好处，而且还将掠夺他的财富。（Fontoura da Costa，60）

如今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一份阿拉伯人写的有关马拉巴尔海岸的手稿，关于葡萄牙人的到来，它表达的其实也完全是这种意思。

人类分支中一个魔鬼种群，其行为举止卑鄙下流，神和神的先知的敌人，如今出现在马拉巴尔。他们被称作法兰克人，敬奉木头做的偶像，在石头塑像前鞠躬，那些塑像的形体和他们的身形一样，面部神色也和他们一样，都同样可憎可恶。他们长着荒漠鬼怪般的蓝眼睛，像狗一样撒尿，使用暴力迫使纯洁的人离开自己的宗教，在航海、暴乱和欺骗方面很有经验。他们压根不是纯洁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种群，他们现在进入了马拉巴尔境内，伪装成商人来进行欺骗和迷惑。他们想为自己获得胡椒和姜，除了椰子什么都不给别人留下。（Abdurachman，162）

竞争者的嫉妒使人目光敏锐，完全是在预言将要出现的情形。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位邦主好像完全将葡萄牙人当作潜在的顾客接受了，因为他们买到了一小批香料并得到了一封致其国王的信，信中称愿提供胡椒、肉桂、丁香、姜和宝石以换取黄金、白银、珊瑚和猩红色布料。

葡萄牙人显然还没有搞懂季风系统，所以他们过早地起航离开。印度洋季风是盛行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信风系统的一个变体，受到大陆诸因素的制约。即使在这里，风也是从北和南吹向赤道低压槽，由于地球自转而偏向西，从而形成东北或东南信风。在印度自9月至次年6月吹干燥的东北季风，与东北信风是一致的。然而到了夏季，低压槽随太阳向北移动，受大陆低压带影响，其强度增加了3倍。由此产生的东南风在赤道的那一边偏向东，从而形成潮湿的自6月持续至9月的西南季风。

在印度洋航行必须遵循这一周期，这一周期在东南亚海面大体相似，但相较前者，受季风影响没有那么显著，古典时代的印度洋航海人就已经熟知这些知识了。葡萄牙人没有重视它，于是无风和逆风使归程变成了一场灾难，他们用了近三个月才到达马林迪，船员因维生素C缺乏病人数大减，他们不得不烧毁了三艘船中的一艘，因为他们已无法再为它配备船员。幸存下来的人于1499年夏天到达里斯本。

离开印度时，达·伽马抓了一个波兰犹太人，此人之前漂泊至印度，几十年的经历让他非常熟悉东方各个市场和各种价格。他受了洗礼，按照其教父的名字取名加斯帕·达·伽马（Gaspar da Gama），随后成为王室重要的讯息提供人，在后来几次印度航行中随行担任翻译。国王曼努埃尔扩展了自己的统治者称号，从此称自己为“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几内亚主人，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之占领、航行以及通商的主人”，以此向世人宣布了一个计划。当印度航行成果累累之时，为了纪念瓦斯科·达·伽马的成就，也为了营建自己的墓地，他下令在特茹河畔的贝伦（Belém am Tejo，航海人通常在那里等候顺风）按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筑风格修建一个豪华的修道院，这种风格将印度元素与欧洲的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融合在了一起。

印度洋航海和贸易的主人当然暂时还是其他人，因为葡萄牙人是作为入侵者进入了一个有序运行的体系，《航海日志》的作者对这一体系进行了合乎实际的描述：

东方和西方、葡萄牙和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消耗的香料都来自被称作高地印度的卡利卡特。众多各种各样的宝石同样来自卡利卡特城。也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属于自己的产品的只有下列香料：许多的姜、胡椒和肉桂，尽管后者不如产自一个叫作锡兰的岛的肉桂精细。该岛距离卡利卡特有8天的航程，它所有的肉桂都被运往卡利卡特和一个他们称作马六甲的岛，用作香料的丁香是从那里运到卡利卡特的。麦加来的船在那里装上香料运往位于麦加地区一个叫吉达（Djiddah）的城市。从马六甲到那里他们需要逆风航行50天，因为这个国家的船不会借助侧风航行。到那里之后，他们卸下货物并向大苏丹缴纳关税，然后香料被装上较小的船经红海运往位于西奈海岸圣卡塔丽娜（St.Katharina）附近一个叫苏伊士（Suez）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还得缴纳关税。在那里，商人们改用雇来的骆驼将香料运往开罗，雇一匹骆驼的费用为4个克鲁扎多金币，行程10天，到了开罗还得重新缴纳关税。在前往开罗的途中他们经常遭到强盗袭击，那里强盗很多，或是贝都因人（Beduinen）或是其他人。在那里，他们将香料重新装上船经一条河运走，那条河叫作尼罗河，从低地印度的约翰长老的国家流来。他们在这条河上航行2天到达一个叫做罗塞特（Rosette）的地方，在那里又得缴税。此时这些珍贵的货物又改用骆驼花费1天时间运往一个叫亚历山大的滨海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帆桨船行驶到那里购买这些香料。据计算，开罗城里的大苏丹从这些香料收缴的关税款达60万克鲁扎多金币。（Fontoura da Costa，68 f.）

胡椒产于卡利卡特腹地的西高止地区（West-Ghats）和苏门答腊，它和斯里兰卡（锡兰）的肉桂一样经马六甲销往中国。另外还有走波斯湾的第三条商道，不过它主要用于波斯的供应，穿过叙利亚沙漠的继续运输使货物价格高于走红海线路的货物。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即使走红海线路，多次转运和多次缴纳关税造成的价格提升也是惊人的，在卡利卡特以2.5～3个杜卡特金币购进的香料在开罗要卖68个杜卡特金币。宗教朝圣、信仰传播与商旅相结合被认为是一种阿拉伯特色；麦加是朝圣之地，它的吉达港则是香料转运地。由于葡萄牙人的航海行动也像阿拉伯人的商旅那样具有复合性，人们将他们与穆斯林之间爆发的冲突戏称为“胡椒十字军战士对阵肉桂朝圣者”。阿拉伯人控制着红海运输和卡利卡特至亚丁的胡椒运输线，然而他们不是这一体系中唯一的商人，更不是最重要的商人。自中国人消失以来，马六甲以西的商业霸权掌握在古吉拉特人手里，即掌握在拥有商贸重镇坎贝和港口第乌（Diu）、兰德（Rander）以及苏拉特（Surat）的古吉拉特苏丹国的商人手里，印度今天位于印度河入海口东南方向的一个邦也叫古吉拉特。“坎贝首先伸开双臂，右臂伸向亚丁，左臂伸向马六甲，都是最重要的地方”，一个了解情况的葡萄牙内行这样写道，他称古吉拉特人是印度洋的意大利人。他们当中既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教徒。

与在欧洲不同，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古吉拉特人，这些商人在行动时既没有组织在较大的商社里，也不受政治左右。然而除了家族联盟之外，他们松散的组织形式却拥有广泛的网络，而印度洋沿岸各国的统治者因自己的关税收入以及贵金属的流入非常关心那些经商的臣民。当然，亚洲不知道在欧洲已存在的垄断、储运法（Stapelrecht）[1]以及类似的事物。这从一开始就给拥有严密组织的葡萄牙人带来了有利条件，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商人会毫无抵抗地听任他人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各邦主不会任由他人影响自己的关税收入，威尼斯人也不会听任他人危害自己的欧洲垄断地位。更确切地说，情况很快就表明，对葡萄牙人来说，不使用武力就不可能成功地参与东方香料市场。

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的即刻装备起来的葡萄牙第二支印度船队首次动用了武力，船队有13艘船，人员为1200～1500人。船队依照达·伽马的方法选择了遥远西非的南路航线，那里的风情和洋流情况都十分有利。然而凡事好过了头便成了坏事，1500年4月22日他们到了一个海岸，那里被称作“圣十字架土地（Land des heiligen Kreuzes）”，不过后来叫作巴西。短暂停留之后——反正也足够和印第安人建立联系了——卡布拉尔重又起航，9月13日到达印度。与卡利卡特的萨摩莱一开始关系不错，这一次萨摩莱得到了恰当的礼物，准许葡萄牙人按照计划建立一个商行并可以开始往船上装香料。可是葡萄牙人却要求得到先于麦加竞争者的优先权，一艘装载着香料的阿拉伯商船准备出港时遭到了他们的劫掠，因而穆斯林攻占了商行，商贸代理和50个葡萄牙人在此过程中丢了性命。卡布拉尔劫夺了停泊在港口的9艘或10艘穆斯林商船，杀死了500～600名船员并纵火烧毁了那些被劫掠一空的商船。第二天他下令用船上的重炮轰击城市，随后便驶离了。无疑，他的命令完全是出于商贸目的，显然他至少期待与萨摩莱保持和平关系，国王的一封信也向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然而，国王对卡布拉尔作出的反应好像十分满意。至少他是依据这一要旨向西班牙的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报告的。与欧洲早期海外扩张常见的情形一样，葡萄牙的扩张也是在强盗行径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

卡布拉尔找到了南面的科钦邦主（Raja von Cochin）作为萨摩莱的对手，前者很乐意与葡萄牙人合作，为他们搞到胡椒。另外科钦港口也比较好，距离胡椒产地更近。

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一支由22艘船组成的船队到达，他开始在印度近海伏击返回麦加的船只。一艘载有数百名乘客的大船被劫掠一空，然后连同所有乘客被烧毁，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烧毁大船之前，他们挑出了17个男孩准备施洗礼。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报道了这次行动，虽然有个别差异，但说法基本一致，描述最为详尽的是一个叫托梅·洛佩斯（Tomé Lopes）的目击者。这绝不是一时冲动的恣意妄为，而是深思熟虑之后对竞争者采取的恐怖活动。给达·伽马的指示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在给卡布拉尔的通常比较温和的指示中已经可以读到如下的内容。

如你们在途中遇到任何麦加的船只而且你们认为有能力夺取它们，则应进行尝试，但是只要能够避免就不要进行近战，而应以你们的炮火迫使他们放弃抵抗并放下小船，载着他们的引航员、船长和商人送到你们船上，这样这场战争就能够更加安全地进行，你们船上的人员就能够减少伤亡。若靠上帝帮助能够夺取他们的船只，你们应尽力占有所有的货物，将在他们船上找到的货物搬到你们船上。如果可行，应用你们的船将引航员、船长和一些大商人押送到我们这里，其他人以及那些船的船员在缴纳赎金后一律释放，其前提是你们具备这样做的能力而且天气条件许可。如你们不具备这一能力，则应将他们悉数塞进那些船中最破的一艘中放其离开。其他船只应沉掉或烧毁，但须谨记，承主欢心你们才能够劫得这样的船只，你们才能够占有所有的货物，无论是大是小［……］。（Marques，Descobrimentos，582；Greenlee，47 f.）

随后达·伽马前往科钦，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商行，完全实行西方的经济政策，与邦主商定了一个供应香料的固定价格。卡利卡特的萨摩莱大概不赞同这些新顾客移往他处，当达·伽马出现在卡利卡特附近的海面上时，他表示愿意和解，提议交出攻占卡布拉尔商行的12个最重要的作恶者，赔付2万帕尔多（pardoes），甚至愿意将数额翻倍。然而，达·伽马要求将所有穆斯林逐出卡利卡特，也就是授予葡萄牙人买主独家垄断权。邦主不同意这么做。于是达·伽马下令抓捕出海的渔民和停泊在港口里的船只的水手，将他们吊死在挂帆的桁架上，然后砍下他们的头颅、双手和双脚扔进一只小船，让小船漂至岸边，船上还放有一封用阿拉伯文写的恐吓信。同时代的葡萄牙史学家巴罗斯明确称其为“恐怖行径”。接着，他们再次对卡利卡特进行轰击，随后达·伽马离开去忙香料装船的事。在此期间，卡利卡特北面的坎纳诺尔（Cannanore）的邦主也被标在葡萄牙人的地图上，他提供了价格便宜的 货物。在另外一次海战之后（萨摩莱的一个陷阱），达·伽马1503年实际上能够运回3万担香料。一支小舰队和一个商行留守在科钦。达·伽马离开后，萨摩莱发起攻击时，科钦变成了印度土地上第一个葡萄牙人的堡垒。增援力量很快就到达：1503年有9艘船从葡萄牙驶出，1504年有13艘。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了信心，他们放弃了那里——否则只会在远海落入1504年舰队的首领洛波·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加利亚（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手里被悉数歼灭。

为了与国王称号对印度洋航行和贸易提出的要求相称，葡萄牙作出了较大的努力。我们根据文献资料计算得出，1501年至1505年驶往印度的船不少于81艘，人员大约有7000人。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凭借每年往返的船队以及一些国外商行不可能争得和保持海上霸权以及贸易垄断权。着眼于长久利益的决定是1505年作出的，它具体体现在任命已经是著名战争英雄的船队首领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为总督。这一头衔与统治理念和领土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还制定了与船队没有连带关系的三年任期制，而且原则上任期将来还可延长。在给德·阿尔梅达的一系列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确的地缘政治纲领。他得到的指示首先是占领东非海岸的索法拉和基尔瓦（Kilwa）并在那里设防，将后来成为中心地区的果阿（Goa）南面的一个岛改建为要塞。然后他应当尽全力利用在阿比西尼亚的支持下修建的一个要塞封锁红海。

因为我们从那里可以进行监管，不再让香料进入埃及苏丹的国家，要让印度每一个人都放弃那种想法，即除了通过我们还能有别的办法做生意的想法。（Cartas Albuquerque，Bd. 2，311）

1506年，他又得到指示，要占领肉桂岛斯里兰卡和丁香转运地马六甲并在那里设防，而据我们所知，此前还没有一个葡萄牙人造访过那两个地方！然而，德·阿尔梅达似乎没有国王顾问的那种远见，另外他也暂时被迫转入防御状态。

德·阿尔梅达得到了22艘船以及1500名士兵，国王后续还派给他另外6艘船，1506年又派去了一支由14艘船组成的船队。不过这些力量有时候是分开行动的。德·阿尔梅达本人 实施基尔瓦和蒙巴萨的设防，而莫桑比克和索法拉的事务则交给其他指挥官执行。印度的主要据点暂时是科钦的堡垒。1506年派去的船队的指挥官特里斯唐·达·库尼亚（Tristão da Cunha）和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于1507年根据指示攻占了红海出口的索科特拉岛（Sokotra）。接着，德·阿尔布克尔克就应该攻打这片海域真正的大门：亚丁要塞。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力量太弱，于是转而进攻比较容易攻取的霍尔木兹，那里是海湾和波斯贸易的重地。他事先洗劫了波斯湾入口的那些滨海城市，通过有计划的恐怖行动弥补自己战力上的劣势。俘虏一律被释放，但释放之前，女性被割掉鼻子和耳朵，男性被割掉鼻子和砍下右手。他在霍尔木兹的失败不是因为当地人的抵抗，而是因为属下的叛乱。

葡萄牙人已经开始转入反攻。萨摩莱组建了一支由几百艘小船组成的舰队，让两个叛逃的米兰人给自己铸造了欧式火炮。周游世界的博洛尼亚人迪·瓦尔泰玛曾遇见这两个人，他们之后因被怀疑又要叛逃而被杀掉了。1507年，这支舰队悄悄出航帮助葡萄牙人的另一个死敌埃及人，因为苏丹很快便觉察到葡萄牙人这些行动的结果，而且这些活动还包括有计划地在红海线路上游弋劫掠。还有威尼斯人，虽然他们与自己的埃及贸易伙伴建立了联系，但没敢旗帜鲜明地公开站在穆斯林一边对抗自己的教友和竞争对手葡萄牙，因为当时他们在欧洲政治中也受到排挤。威尼斯人与埃及人的合作几乎得不到证实，葡萄牙人的指责作为证据是远远不够的。起初，苏丹以毁灭巴勒斯坦的圣地相威胁，后来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准备进行尝试，即组建一支舰队。埃及没有战船，也没有造战船所需的木材。它雇了25艘船从黑海运木材，但只有10艘到达，因为当时定居在罗得岛（Rhodos）上的约翰尼特人（Johanniter）在一个葡萄牙人的指挥下袭击了它们。如此一来，1507年最终能够驶往印度的只有12艘船和1500人。

就连古吉拉特人也受到葡萄牙人行动的波及。曾身为奴隶的马利克·阿亚兹（Malik Ayaz）一直升到第乌指挥官的位置，他尽力阻止葡萄牙人作出反应，采用拖延的方法巧妙地应对各方。因为他的苏丹对海洋问题不感兴趣，所以谁强他就站在谁的一边。1508年，埃及舰队直接驶向第乌，成功地从那里对葡萄牙人的船只进行了一次袭击，德·阿尔梅达的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一心复仇的父亲拒绝向已被指定为继任者的德·阿尔布克尔克移交自己的职权，而口袋里装着秘密任命书的后者彼时已来到印度。1509年，德·阿尔梅达出兵第乌，歼灭了港口里的埃及舰队，马利克·阿亚兹马上与德·阿尔梅达达成了妥协。这位达到荣誉顶峰的英雄返程途中在开普敦抢劫牲畜时被科伊科伊人打死。

除了守住阵地，德·阿尔梅达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而真正实现国王计划的是其继任者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总督（1509～1515年在任）的事业。因此有人甚至意欲让他成为这一计划的首创者。虽说这与实际不相符，但此时已经出现的葡萄牙印度帝国确实在许多方面都是他的手笔。使这位已年满五十、经验丰富的军人与众不同的是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超群的个人勇气，还有老练的政治家的残忍狡诈以及商人精打细算的才能——头戴王冠的里斯本大老板绝对不会看重后一特性。在欧洲扩张史中，德·阿尔布克尔克是“帝国创建者（Empire Builder）”类型的第一位代表人物。除了目的明确地使用武力，各商业帝国的政治形态也清楚地显现了，从此以后，东方一再出现这一类人物：尼德兰人中的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法国人中的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克斯（Joseph François Dupleix），英格兰人中的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和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

不过对德·阿尔布克尔克的任命有过争议，而他在历史中的引领角色有一部分也是通过他人的不幸成就的。1509年，葡萄牙元帅（级别最高的显贵）带着特别全权证书到达，他的使命是在某个时候访问印度。作为德·阿尔布克尔克的亲戚，可能是他说服德·阿尔梅达让了步，不过直到元帅在轻率地攻打卡利卡特时丧生之后，德·阿尔梅达才让出了职位。德·阿尔布克尔克利用这个机会攻占了果阿，这一行动同样是执行国王的指示而非他自己的主张。果阿所属的比贾布尔（Bijapur）穆斯林帝国的苏丹刚刚去世，其继任者须尽力应对国内动乱和边境战事，信奉印度教的国民也乐意支援葡萄牙人打击穆斯林。果阿港口是那段海岸最好的港口之一，作为一个岛，只要修筑起必需的防御工事便易守难攻。葡萄牙人还没来得及修建好工事，苏丹已率领一支大军杀来，迫使他们撤出了那里。但他刚刚转回去解决自己帝国内的问题时，德·阿尔布克尔克随即卷土重来，于1510年11月25日第二次占领这个城市，这一次是永远的。

葡萄牙国王原本指定了两个不受印度总督节制的指挥官分别负责阿拉伯区域和占领商业重地马六甲，然而第一个指挥官不得不毫无成果地撤回，第二个遭受了与葡萄牙人当初在卡利卡特一模一样的失败。先是允许进行商贸活动和建立起一个商行，接着发生了穆斯林商人策划的骚乱，最后商行被毁，未被关进马来人监狱的葡萄牙人被尽数驱逐。德·阿尔布克尔克让不走运的马六甲指挥官靠边站，他更乐意自己接手这次行动。1511年，他成功地攻占了马六甲，敌方的优势兵力至少是他的20倍，而且装备有与他势均力敌的火炮。然而，马六甲几乎没有修筑防御工事，苏丹的统治也是风雨飘摇、不得人心，因而葡萄牙人能够找到同盟者。至少他们表现了值得重视的勇敢，特别是在苏丹投入他所有的战象冲向他们之时。那些动物被在欧洲用于抵御骑兵进攻的长矛枪刺伤，受惊发怒后将死亡和混乱带入了自己的阵列。可是，从这个大概属于亚洲最富有的城市获得的战利品被海洋上的一场暴风雨吞噬了。

果阿和马六甲这两大战果令印度政界对葡萄牙人刮目相看，就连古吉拉特苏丹（其臣民在马六甲被严重伤害）从此也看重与德·阿尔布克尔克维持良好的关系。然而，1513年在印度洋另一端的相应行动却遭遇了失败。亚丁的工事和防御被证实优于马六甲，葡萄牙人的装备显得不足。进军红海寻求另一种可能性——德·阿尔布克尔克的继任者考虑攻占吉达——因风情不利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回师印度途中解决了一个老问题：萨摩莱被他野心勃勃的弟弟毒死了，主意是德·阿尔布克尔克出的。新邦主力求取得葡萄牙人的好感，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城外修建一个要塞。

1513年，伊朗国王伊斯迈尔一世（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与德·阿尔布克尔克建立了联系。由他建立的萨法维王朝虽然重新统一了伊朗，但这次统一是在什叶派的宗教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伊朗在逊尼派占优势的伊斯兰世界里受到孤立，另外还受到当时正在大力扩张的奥斯曼人的威胁。寻求与逊尼派的敌人建立联系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伊朗同样准备吞并霍尔木兹。德·阿尔布克尔克懂得急则生患。他拖住波斯人，于1515年以他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占有了霍尔木兹。倘若再能成功地攻占亚丁，全面封锁红海，那么整个北方贸易就可以通过葡萄牙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然而，命运没有将这一业绩赐予他。返航途中，在果阿已经在望时，他死于肠道感染引发的并发症。

除了亚丁，葡萄牙商业帝国的框架此时已依照计划基本搭建起来了。以各个战略位置极佳的要塞为据点可以控制海洋和贸易，尽管数量相对较小，但有一系列设防或不设防的商行作为弥补；科钦商行是其中最重要的。至1700年，登记在册的葡萄牙要塞中，东非和波斯湾有20个，印度有47个，马六甲以东有12个。适度的领土占有渐渐出现了，首先是在果阿周边地区，它向整个体系提供日用品和收入，特别是提供人力。德·阿尔布克尔克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葡萄牙人口太少，不可能长期年年向东方派遣新人。每年的净移民人数维持在几百人的规模。另外，很多移民没有葡萄牙血统的后代，因为很少有女性有勇气前往印度，从1545年起开始派遣女性孤儿才使情况稍有改善。因此，德·阿尔布克尔克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有计划地支持男性移民与出身上等阶层、受过洗礼的当地女人结婚，通过自认为是葡萄牙人的混血儿来弥补人口的减少。尽管如此，这个商业帝国中与欧洲文化有归属关系的成年男性人口估计最多为12000～14000人，其中还包括神职人员。1635年在亚洲有4903个“白人”已婚者（Casados）和7435个“黑人”已婚者，他们是信奉基督教的居民，不过后一类是当地人。另外，除了被征服的当地人以外，还有众多出身各不相同的奴隶。

尽管葡萄牙的统治更多地针对市场而不是领土，但它无疑是在行使统治。然而，数量如此之少的人，区区几百个士兵，后来增至几千个，竟然能够迫使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商贸体系接受他们的控制，能够在与高度文明的帝国的较量中达到目的，而这些帝国的统治者中任何一位掌管的臣民都要比葡萄牙国王多数倍，都是比西班牙人战胜的印加人（Inka）和阿兹特克人更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这看起来几乎是个谜团。葡萄牙人获得成功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顺带有所涉及。

关于葡萄牙士兵那种时而让人觉得近乎疯狂的鲁莽大胆，文献资料的描述出奇地一致，因而人们似乎不可能将这些描述当作传奇故事搁置在一旁。然而，这种鲁莽大胆是与目无军纪的致命特性紧密相连的，也是德·阿尔布克尔克唯有竭尽全力通过军事训练才能够约束住的。除了土耳其人和一些东亚人，印度洋海岸当时好像没有其他具有相同攻击性的军人。另外还有残酷的摩洛哥之战透出的狂热：他们不但坚信那是一项能带来收益的事业，而且坚信那是反对世界公敌摩尔人（Mouros）的正义事业。相比之下，他们对待印度教教徒就要好一些！这个思想传统大概解释了他们的残酷无情和恐怖行为。摩洛哥之战堪称“杀人训练（Schule für Halsabschneider）”。最后也不应忽略，直至曼努埃尔国王时代的流行做法是，专门赦免一批罪犯以为印度远征军补充兵员，也就是说，被补充到军队中的不仅仅是那些本土社会关系的无辜牺牲品。在陆地上，葡萄牙人与亚洲人交战时也一直这样狂妄。

然而，葡萄牙人在海上占据明显的物质优势。印度洋海岸没有一个帝国拥有一支配享海军之名的舰队。卡利卡特的萨摩莱以及埃及苏丹的最终失败证实了这一判断。穆斯林商人用于控制海洋的船尽管也大，但在建造时没有普遍使用金属，因此不如葡萄牙人的船坚固。另外，它们是按借助季风航行的原理来设计的，因此灵巧性较差。欧洲的船此时已经完成尾桨和三桅船帆具的组合，具有明显的优势。与欧洲帆船上配置的火炮相比，它们的火力配备也绝对不足，尽管有人可能质疑那些大炮除了威慑力实际上能有多大杀伤力。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当遇到在航海能力和火炮配置上旗鼓相当的对手时，也就是遇到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时，葡萄牙人总是陷于困境。

葡萄牙人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无足轻重，将此与其在印度洋成果累累的行动进行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在印度以及印度以西色彩斑驳的政治版图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敌对各方之间无休无止的矛盾冲突。利用马林迪与基尔瓦、科钦与卡利卡特甚或伊朗与土耳其相争而从中渔利并不是什么难事。从整体看，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结构对葡萄牙人几乎并无有利之处。起决定作用的是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在宗教问题以外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穆斯林长期以来呈推进之势。然而向前推进的绝不总是清晰的信仰边界！至12世纪，伊斯兰教的范围仅限于印度的西北部。后来他们通过一次新的入侵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它创造了一个直至不列颠时代都在发挥作用的政治传统：势力遍及整个半岛，拥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但也对臣民的印度教信仰持容忍态度，只要他们缴纳了自己的赋税。葡萄牙人到来时，这一政治体已分解为众多区域性国家。分裂后残留的德里苏丹国和孟加拉苏丹国分占了北方的大河流域，印度半岛北部由相互之间不时发生冲突的众多苏丹国占领。与葡萄牙人有关联的主要是古吉拉特和果阿北面的比贾布尔。半岛南部由印度教诸侯控制，14世纪产生的大帝国维查耶纳伽尔（Vijayanagar）处于统领地位。各滨海城市的统治者影响力不大，其中包括卡利卡特的萨摩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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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8 1542年的印度

自德·阿尔梅达以来，尤其是自果阿被掌握在葡萄牙人手里以来，维查耶纳伽尔与葡萄牙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维查耶纳伽尔经由这一港口进行自己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从伊朗进口其骑兵部队迫切需要的战马，因为南印度 无法养殖马。对于也占据着波斯海岸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葡萄牙人而言，这又成为另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贸易，另外，就连比贾布尔很快也成了买主。根据1520年前后在印度逗留过的纽伦堡人格奥尔格·波克（Georg Pock）的说法，维查耶纳伽尔那时每年要购进1200匹马，据说在霍尔木兹购进时仅花费2万杜卡特金币，在果阿缴纳3万杜卡特金币的关税，而卖给国王的价钱是53.3333万杜卡特金币，利润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德·阿尔布克尔克的继任者们有些方面能力不如他，不过他们的困难首先不在于印度而在于西边，他们在那里从未能成功地控制住红海，或者说就连仅仅控制住其南出口也没有做到。而且此时他们在那里面对的是远比埃及苏丹危险的对手。1516/1517年，奥斯曼人占据了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及其对面的阿拉伯海岸，而葡萄牙在这些年里进行的红海远征却一无所获，尽管埃及已经崩溃。不过当时滞留在马萨瓦的一个使团于1520年终于找到了“约翰长老”，也就是说他们到达了阿比西尼亚皇帝的高原。使团与皇帝就在曼德海峡边建立一个要塞进行谈判，然而一直没有谈出结果。

1518年，葡萄牙在印度达到了另外一个目的：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建立了一个商行。由此，他们穿过这个地区并进行传教活动，最终使科特国王（König von Kotte）于1557年皈依了基督教。在与内地敌对诸侯的不断冲突中，一个葡萄牙对这个肉桂之岛的南部和西部领土的控制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1591年至1628年，这一体系扩大至该岛的所有海岸。

为了控制古吉拉特人的贸易以及向其征税，占领第乌无疑显得比较重要。1531年，总督努诺·达·库尼亚（Nuno da Cunha，1529～1538年在任），即特里斯唐·达·库尼亚的儿子，徒劳地尝试向第乌发起正面进攻。然而到1534年，古吉拉特苏丹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将第乌提供给他，因为印度一些相对稳定的政权受到新的征服者的威胁，它们要寻找盟友。1524年，莫卧儿王朝缔造者巴布尔（Babur）从阿富汗侵入印度并在德里驻扎下来，他的儿子显露了新帝国继续向古吉拉特扩张的态势。于是葡萄牙人得到了他们早已渴望的第乌要塞。然而当他们的支援被证实毫无效力而且入侵者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东方时，苏丹对自己的这一妥协懊悔不已，遂与奥斯曼人结盟对付葡萄牙人。奥斯曼宫廷中有一批人，他们收集了欧洲扩张的材料并主张进行干预，目的也是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香料贸易的利益。

一支由72艘船和6500人组成的土耳其舰队于1538年开向第乌，指挥官是怒气冲冲的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cha），此人是个希腊叛徒。途中舰队攻占了亚丁。曼德海峡两边的亚丁和泽拉（Zeila）后来是土耳其地方长官的治所。特别是因为土耳其占有火炮优势，围困第乌似乎将以葡萄牙人遭受一场灭顶之灾结束。但土耳其人突然之间撤军了，他们的盟友封锁了他们的补给线，因为那些盟友担心自己最终会受自己的“客人们”奴役。于是土耳其人在印度区域再没有与葡萄牙人较量的基地。不过他们已于1534年占领了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两河下游地区，因而逼近了霍尔木兹，局势相当严峻。1546年，土耳其人到达巴士拉（Basra），1552年试图围困霍尔木兹，但葡萄牙人知道如何守住阵地。还有其他一些冲突，特别是争夺巴林诸岛（Bahraininseln）的冲突，不过在较长时间内双方处在妥协状态。

葡萄牙的反击，即1541年由发现者的儿子伊斯特方·达·伽马（Estevão da Gama）总督（1540～1542年在任）率领的远征红海的舰队扑了个空，土耳其人避而不战。这是最后一次远征。在这次航行中葡萄牙人得知，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被葡萄牙人称为“左撇子（Granyé）”的哈勒尔的埃米尔（Emir von Harar），也就是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埃尔加齐（Achmed ibn Ibrahim el-Ghazi），正在毁灭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此时葡萄牙人从其较好的一面显示了他们的疯狂。在没有任何获益的希望，仅有些许生还机会的情况下，总督舰队的400名志愿兵在其弟弟克里斯托弗·达·伽马（Cristovão da Gama）的带领下进军内地给皇帝彻底解了围。消息通过这次行动的幸存者传到了里斯本和罗马，带来的结果是：一个耶稣会传教团被派往该处；1555年，教廷还为埃塞俄比亚任命了一个罗马宗主教。虽说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此举未能将埃塞俄比亚教会和拉丁教会统一在一起。1634年，拉丁人又被赶出了那个国家。

即使在印度，情势时而也显得令人忧虑。1546年，古吉拉特人单独对第乌进行了第二次围困，起因具有典型意义，即葡萄牙税务官强制实行对第乌有利的垄断性仓储法（monopolistische Stapelpraktiken）。在博学又偏激的总督若昂·达·卡斯特罗（João da Castro，1545～1548年在任）别具风格的表述下，这个故事变得十分有名；而比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印度政治舞台上发生的种种变化。1564年，维查耶纳伽尔与印度中部两个穆斯林苏丹国——比贾布尔和高尔康达（Golkonda）——的联盟瓦解。1565年，四个苏丹国的联军取得了一场胜利，这场胜利意味着印度教大帝国从此走向终结，它的附属国纷纷独立。紧接着，这些结盟的苏丹国转而对付葡萄牙人，在此过程中它们又附带将卡利卡特的萨摩莱拉进了联盟，并策动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穆斯林苏丹国向马六甲发起进攻。1570/1571年，果阿和其他大部分葡萄牙要塞都遭到围困，这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不过葡萄牙人在这场大战中还能够保住阵地。

很快，局势似乎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1572年，莫卧儿大帝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占领了古吉拉特，1595年将比贾布尔北面的艾哈迈德讷格尔苏丹国（Sultanat Ahmadnagar）逼入极其艰难的困境。然而阿克巴对贸易和航海丝毫不感兴趣，对葡萄牙手里那些星星点点的小片土地也没有兴趣。不过他利用了葡萄牙人当时的对手，并造就了一种局面，使得后来到达此处的欧洲人以及葡萄牙人的竞争对手获得进行商贸活动的基础。

从建立、维持直至最后，葡萄牙的印度帝国始终伴有精彩的插曲，它们特别能够激发写作者的想象力。不过也不乏关于亚洲的客观真实的专业信息，我们甚至不时能看到批判性反思的先兆。最先出现的是我们已经熟悉的1497/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远航印度的一位参与者写的客观真实的《航海日志》。接着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专业书籍。1512年至1515年，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马六甲和果阿写出了他的《东方志》（Suma oriental），描述了埃及和印度洋北岸的国情，侧重于经济，描述对象有印度、马鲁古群岛以及后来的菲律宾、中国和日本。书中，皮雷斯对自己在马六甲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有所删减。或许是因为其经济价值，该书被看作须加以保密的紧要之物，总之在16世纪它还不为一般人所知。马拉巴尔海岸的一个王室商贸代理写的一本类似的书情况就不同了，它就是1518年出现的《杜阿尔特·巴博萨之书》（Buch des Duarte Barbosa），1524年一个热那亚人翻译了此书，1550年意大利人拉穆西奥在自己的游记集中发表了它的节选。这本书涉及了整个印度洋以及到中国为止的东亚，与皮雷斯不同的是它也涉及了非洲东海岸，但重点是真正的印度次大陆。另外，对葡萄牙深感失望的杜阿尔特·巴博萨（Duarte Barbosa）参加了其亲戚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的话。而像前面提及的总督若昂·达·卡斯特罗那样举足轻重的人作为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也写有自己的印度和红海之行的《航海日志》。

第一批书写葡属印度历史的编纂者认真收集和运用了这一类资料。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内达（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1500～1559年）本人虽然自1528年至1538年游历了印度，但在科英布拉（Coimbra）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图书管理员后才于1551年出版了他的《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zes）第一卷。这部十卷本著作描述的是1498年至1542年的印度。另外，卡斯塔内达不得不对第一卷进行修改并压下了最后几卷，因为那些重要人物在那里面被写得过于糟糕。他这部著作大概符合大众的兴趣，因为它迅速在欧洲流传开来，还被译成多种文字。

如果说卡斯塔内达已具备古典文化修养，那么若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1496？～1570年）则将自己视为葡萄牙大发现的利维乌斯（Livius），他自1552年开始出版的半官方著作《亚洲十年纪》（Décadas da Asia）从标题就表明了这一层意思。这部著作自恩里克王子的事迹一直描述到152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的第四部“十年纪”和第五部“十年纪”的某些部分被进行了有损于其意义的修改。巴罗斯从未亲临印度，唯一的出海经历是一次几内亚之行，但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认真的资料收集者，利用了他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所有机会，因而他这部著作当被归入历史编纂最优异的成果之列。他的后继者迭戈·德·科托（Diogo do Couto，1542～1616年）在印度生活过，他作为官方历史编纂者继续了这一事业。然而，由德·科托编写的第四至第十二部“十年纪”没有出齐，因为就连在历史编纂方面也存在着影响力巨大的竞争对手。最后他还写了《奋战的战士》（O soldado pratico，1611年出版），对葡属印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但直到1790年才被出版，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德·科托采用的是人文主义的对话体，巴罗斯则在模仿利维乌斯。葡萄牙的扩张也不缺一个“恺撒”：功绩显赫的德·阿尔布克尔克的亲生儿子将父亲留下的文件编成了《集注》（Comentarios），于1557年出版。最著名的葡萄牙人文主义者达米亚·德·戈亚斯（Damião de Goís，1502～1574年）作为历史编纂者在历史上地位并不高，作为葡萄牙的宣传家却或许非常重要，他的《评1538年印度大事》（Commentarii rerum gestarum in India MDXXXVIII citra Gangem，1539年出版）以古典时代赞美英雄的方式描述了第乌事件，在整个欧洲大获成功。

葡萄牙民族语言文学中同样充满了对英雄和民族伟业的诗情洋溢的颂扬，但也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如1511年发表的一首诗，据说这是欧洲文学第一次 描写了对一个异族女人的爱。甚至也不乏批判之声，不过批判的主流基调是认为殖民地财富将腐蚀整个民族。“作为勇敢的骑士赢得了印度，作为贪婪堕落的商人将失去它”，约格·费雷斯·德·瓦斯康斯罗斯（Jorge Ferreira de Vasconcelos，1527？～1584年）在诗中这样写道。人们还可以真切感受到远航印度时常会遭受失败，这种悲剧性已经成为诗歌的题材。

如果说这种正面的自我认知占据绝对优势，那这首先是路易·德·卡蒙斯（Luis de Camões，1524～1580年）以及他的民族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iadas，1572年发表）的功绩，它是数不清多少代人上学时的读物。这部史诗分为十章（Cantos），每章整整一百段，每段八行，即当时流行的八行体（Ottava Rima），韵格为abababcc，其结构深受《奥德赛》（Odyssee），尤其是《埃涅阿斯纪》（Aeneis）的影响，诗中混合着古典神话、历史、基督教、民族主义和性爱。虽然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远航印度是作品框架结构内的一个故事，但史诗不仅仅颂扬了个人，而且颂扬了整个民族。卢索斯（Lusus）是神话中的民族始祖。同样是源于古典神话，在诸神会议中巴库斯（Bacchus）是葡萄牙人的敌人，而维纳斯（Venus）则是葡萄牙人的保护神。前两章描述达·伽马航行至东非的冒险经历，在第三、四章中他向马林迪部落首领讲述了葡萄牙的历史，在第五章中讲述了自己的历险故事。在第六章中的一场暴风雨之后，第七、八章描述了卡利卡特城前发生的事情。在第九章中，史实中因维生素C缺乏病而严重减员的骑士踏上了一个热心的仙女们居住的爱之岛，于是便出现了在第十章中描绘葡萄牙殖民帝国约至1550年的地理幻象和历史幻象的契机。

德·卡蒙斯不是为体制进行盲目宣传的人。自1553年至1567年，他是最独特也最重要的诗人，甚至在印度亦如此；他与迭戈·德·科托是朋友，还写过其他特别具有批判力的诗。即使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里也不乏批判的声音。然而从整体上看，现实决定了诗人创作的自由不得不让步于一些更积极、正面的说辞。一个典型例子是，关于两个突尼斯人在卡利卡特遇见第一批葡萄牙人时的传统说法在诗人笔下变成了下面的情景。

从拥向海岸边的人群当中，

跑出一位穆罕默德的信徒［……］

他高兴地对使者表示欢迎，

用他流利的西班牙语问道：

“是什么让你离开遥远的家乡

来到了这另外一个世界里？”

他说：“我们从深海漂泊而来，

那时没有一个凡夫能料到，

还能望见遥远印度的辽阔大河，

还能在那里传扬主的律法。”

虽然也提到过一次商贸，但从未提及贸易垄断，说得更多的是葡萄牙人热衷的话题：摩尔人的阴险狡诈。关于葡萄牙人，诗中这样写道：“高贵的愤怒之焰在复仇中平息，它让敌船四处溅满鲜血”——只字未提考虑周密的恐怖行为。求知欲、骑士的大无畏精神和信仰的热情驱使葡萄牙人来到遥远的海洋完成一项项业绩，古典时代的众英雄和古典史诗中的功业与它们相比统统黯然失色。德意志人除了背离圣彼得的代表就没干出更好的事，欧洲各民族在一场场兄弟之争中耗尽了自己，而葡萄牙人却使基督教得到了壮大。他们的民族使命显而易见。卡蒙斯的诗中或许含有真实，印度的真实中含有诗，只不过占优势的从来都不是这些成分。

因为葡属印度真正的现实没有给人留下激奋人心的印象，尤其是因为印度在很长时间里就连在经济方面也毫无成就——这一点我们即将看到。组织结构一直处于不成熟状态，在臣民人数太少的情况下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居于首位的是驻果阿的总督，他几乎拥有无限全权，但一直没被授予对贵族的死刑判决和委任高级官员的权力。协助他的议事会不具有官方属性。他下辖有司法机构和财政机构。16世纪中叶在果阿设立的“交际团（Mesa de relaçāo）”由六个负责不同工作范围的法官组成，由他们中的一位，即“印度大法官（Ouvidor geral da India）”担任主席。财政事务由一位总监督，即“印度财政专员（Vedor da fazenda da India）”管辖，他的下属有财务主管（Provedor mór da casa dos contos）、果阿中心商行（Feitoria Goa）的商贸代理，以及负责管理、商贸和税收事务的海关负责人税务官。各据点的管理机构是中央管理机构的一个缩影：其首领既是指挥官又是行政长官，下属为一个负责经济和财政的商贸代理（Feitor）和一个负责法律裁判的法官（Ouvidor）。手下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类书记员和辅助人员。至少指挥官、商贸代理和税务官职位是可以出卖的，1614年霍尔木兹的指挥官就以145000色拉芬（Xerafines）[2]卖出了很体面的最高价。常常还有候补者名单，因为这些职位的任期一般只有三年——分期偿还的压力还是巨大的。在统治土著方面则是尽可能 不予过问，由土著中间人负责安定和秩序，特别是负责收缴税款。这一方法同样是阿尔布克尔克开始实行的，但在被各种各样的征服者侵袭过的印度，它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就其结构原则看，至少在不列颠统治时期它还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还不仅仅限于印度。

正规的葡萄牙人政区依照本土城市模式拥有自治权。1510年在果阿已经创建了名为“市政议会（Senado da Camara）”的相应机构，果阿保持使用里斯本政区的法规。除果阿之外，至17世纪拥有这种市政议会的还有科钦、澳门、科伦坡和马六甲，第乌也有过一段时间。虽然市政议会的议员资格与颇具吸引力的特权紧密相连，但这些职位从未像西属美洲相应机构总督府（Cabildos，一译“参事会”）中的职位那样显赫。确切地说，它们经程序相当复杂的选举由值得尊敬的人（Homens bons）或普通百姓（Povo）担任，至少果阿的市政议会中也有手工业者的代表。不过这并未阻碍寡头政治的发展趋势。市政议会管理城市的收入，负责城市生活，包括公共建筑，有时也包括城防。总督的控制有限，市政议会甚至有权与国王直接通信。

不能进入市政议会的人则作为宗教团体成员被纳入教区生活中。

因为教会组织是葡萄牙海外统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皇家保教权（Padroado real）”，控制这一宗教组织的不是教宗而是国王。皇家保教权意味着职位分派权和传教专属权，但也意味着为教会和传教提供费用的责任。构成其法律基础的是前面论及的教宗训谕以及1514年的训谕《崇高的奉献》（Praecelsae devotionis）。当时丰沙尔（Funchal）被提升为整个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主教区，1534年被提升为总主教区，下辖新主教区果阿。1558年，果阿最终成为整个亚洲都主教的驻地，都主教区下辖的主教管区有：科钦、马六甲（两地于1558年设立），澳门（1576年设立），日本的府内（Funai，1588年设立），以及印度东海岸的圣多美-迈拉普尔（Sâo Tomé-Mailapur，1606年设立）。1567年至1606年召开过六次地方宗教会议。马拉巴尔海岸的克兰加努尔（Cranganore）（总）主教管区的归属地位不是很明确，它负责那里的多马基督徒，直到在1599年宗教会议上这些基督徒被强制拉丁化，尽管实际上毫无效果。果阿的宗教会议是进行宗教和社会惩戒的重要工具。

强迫人改变信仰的做法虽然被禁止，但自1540年以来，果阿的印度教庙宇遭到毁坏——对葡萄牙人来说，毁掉清真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也禁止举行非基督教祭礼，另外还有一些带有社会歧视性质的措施。不过在实施中常常非常宽容，这也是顾忌势力强大的印度教或穆斯林邻邦。1560年在果阿建立的宗教裁判所似乎更多是用于迫害秘密印度教（Krypto-Hindus），而不是追究从葡萄牙钻空子进来的隐秘犹太人，而它本来就是为后者而设立的。不过它也惩治同性恋等行为，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惩治从罗马来到印度的传教者，他们因为会危害葡萄牙的皇家保教权而被视作异教徒。在这方面，宗教组织自身已显露了充当国家统治工具的真实面目。

宗教宽容在葡萄牙的海外社会里根本没有可能。果阿的印度居民破坏相关禁令的方法是“出逃”至相邻的地区或国家，并且是在天主教框架内进行各种各样的混杂式宗教活动。无论海外扩张引起了多少社会地位的变动，贵族（Fidalgos）享有特权的等级社会制度在印度如同在欧洲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各个殖民城市的人分为贵族、军人（Soldados）和已婚者，不过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已婚者即葡萄牙基督教家庭之主，分为“白人”已婚者和“黑人”已婚者（受过洗礼的当地人）；“白人”已婚者又有等级之别，分为来自葡萄牙的（reinos）、父母为葡萄牙人但出生在亚洲的（castizos）以及母亲为当地人的（mestizos）。葡萄牙的殖民理论直到最后都声称葡萄牙殖民帝国与尼德兰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3]的殖民帝国完全不同，是建立在种族宽容基础之上的，只要能够适应其文化——在近代早期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就能不折不扣地成为葡萄牙共同体的成员。15世纪与非洲人交往不是毫无偏见吗？那时不是还有德·阿尔布克尔克的异族通婚政策吗？

然而，进一步观察将表明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在16世纪形成了一种对非洲人的偏见，它也扩展到其他深肤色人群身上。德·阿尔布克尔克在挑选婚姻候选人时不仅看她们是否出身上层社会，而且还要看她们的肤色，他对深肤色的南印度人一律持否定态度。由于教会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所以对于种族政策来说，是否允许担任神职是一个可靠的考量标准。世俗教士和修士会在这方面对非洲人以及深肤色亚洲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像1518年将主教职位授予一个非洲人的事，不久之后就再也没有可能发生了。意大利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自身是个非常有远见和开通的耶稣会修士（关于他的传教政策后面还将论及），就连他也拒绝接纳印度人进入修士会。

我们须尽可能少地接受混血儿和在当地出生的白人，尤其是混血儿，因为他们自身的当地血统越多就越像印度人，就越得不到葡萄牙人的认可。（Boxer，Portuguese Empire，252）

然而这里涉及的不是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界限，而是肤色界限——一些研究者把它称作“肤色统治（Pigmentocracy）”。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越南人更容易得到认可，因为他们被列入白人种族。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六甲以东地区

同样是民族、语言、帝国和宗教众多并伴有矛盾冲突，在印度洋海岸，葡萄牙人获得的是好处，但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更为辽阔的地域，他们面对的却是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他们在这里虽然也企图实现垄断，也试图在经济和政治市场开创自己的地盘，然而他们的成功很少能长久。从地理角度看随时都存在着不同的选择，因为葡萄牙人感兴趣的生意在这里不是集中在一条海岸线上，这里的当地人在海外贸易方面比大多数印度人更活跃、更内行，而且从一开始这里就存在着欧洲竞争对手，先是西班牙人，接着是尼德兰人和英国人。与尼德兰人不同，葡萄牙人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印度次大陆，他们在那里成功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失败的原因——缺乏侵入这一辽阔地域的财力和人力，毕竟仅仅从地理角度看，这里需要的财力和人力肯定就比印度次大陆多出许多。守住作为东进大门的马六甲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不仅马来半岛上的柔佛（Johore，马六甲苏丹国之后出现的国家）屡屡发起进攻，北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苏丹国也时有进攻。因此，葡萄牙人出现在马六甲以东地域时很少是作为有组织的贸易帝国，更多的是作为单个的商人和撞运气的人，几乎没有出现过靠国王威严使人顺服的情况。在香料岛上，他们显露了自己最糟糕的一面。就连要为了自己国家的荣誉而写作的历史学家巴罗斯也称那些岛屿是“万恶之巢穴”，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土著的狡诈。他明确称它们是“祸根”，它们给葡萄牙人带来的所有金银都不足以抵消带来的厄运。

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尼西亚诸岛的马来各族处在盛行印度教和佛教的印度的文化影响之下。那些非同寻常的废墟今天还在证明爪哇曾是这一文化的一个中心。其最后一个大王国、辉煌于14世纪的满者伯夷国（Majapahit）的政治中心也在爪哇。然而，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政权统治整个区域，从实体和概念上讲，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都是后来欧洲殖民统治的产物。满者伯夷王朝的衰落以及15世纪马六甲海峡贸易控制者的更迭恰好与伊斯兰教自西向东的传播时间相合。这个新宗教循着各条商路通过商人的，特别是古吉拉特人的网络进行传播，对于满者伯夷王朝的那些附属国来说，它就是它们脱离宗主、实现独立的合法证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扩大影响力，马六甲既要依靠伊斯兰，又要依靠宗主国中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来时，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正在全力进行。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竞争的态势。据称，两个宗教吸纳教徒的成果在1550年至1650年间达到巅峰（Reid 1993，151）。15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才传入印度尼西亚香料的真正产地，也就是位于苏拉威西岛（Sulawes）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小列岛。出产肉豆蔻和肉豆蔻花的班达群岛的村镇共和体于1450年前后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在相互对抗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和蒂多雷岛（Tidore）的诸侯统治下，哈尔马赫拉岛（Halmahera）西面的丁香岛，另外还有重要的香料转运地安汶岛，直到15世纪末才接受伊斯兰教。

1513年，占领马六甲三个月之后，德·阿尔布克尔克派出三艘船，由安东尼奥·德·阿布雷乌（António de Abreu）率领，在爪哇领航人的帮助下前往香料岛。德·阿布雷乌在班达岛和安汶岛购足货物后返回。弗朗西斯科·塞朗（Francisco Serrão）的船搁浅了，不过他和他的手下到达了真正的马鲁古群岛，援助特尔纳特苏丹与蒂多雷苏丹作战并一直留在那里，即使当1514年、1516年、1517年、1518年和1519年其他葡萄牙远航船队出现时也未离开。后来西班牙人来了。1521年，麦哲伦的远航探险船队到达菲律宾。麦哲伦被打死后，他们不得已放弃了当时剩下的三艘船中的一艘，其余两艘船于1521年11月到达蒂多雷岛并装上了香料。弗朗西斯科·塞朗在此期间中毒身亡，他是葡萄牙人麦哲伦的朋友，据说曾写信建议后者参加自己的行动。“维多利亚号（Victoria）”起航回国，摆脱葡萄牙人后于1522年9月到达西班牙——第一次环球航行成功！“特立尼达号（Trinidad）”试图找到横越太平洋的回乡之路，但失败了。由于天气和给养问题它不得不原路返回，于1522年10月向马鲁古岛上的葡萄牙人投降。

因为不缺提供讯息的人，所以葡萄牙国王能够立刻针对麦哲伦的行动采取应对措施。1522年6月，安东尼奥·德·布利托（António de Brito）在特尔纳特岛上建立了一个设防的站点。后来“维多利亚号”返航途中发生的事导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Johann III，1521～1557年在位）与其姻亲查理五世皇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纠纷；在这一纠纷过程中，科学论证经修饰后大概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因为当时还无法确定，根据《托尔德西拉斯条约》马鲁古群岛到底位于谁的半球里。前面已经提及，这场纠纷的最后结果是在1529年的《萨拉戈萨条约》里，西班牙可能拥有的权利被卖给了葡萄牙。

然而，远东诸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麦哲伦远航队成员利用与特尔纳特岛的对立已经在蒂多雷岛上站住了脚跟，那里的苏丹宣布自己是查理五世的封臣。一支大型远航船队1525年从已宣称归西班牙所有的香料港口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出发，其残余部分于1526年到达蒂多雷岛。1528年到达那里的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从他刚占领的墨西哥派出的三艘船中的一艘。1542年有六艘船在鲁伊·洛佩兹·德·维拉罗波斯（Ruy Lopéz de Villalobos）的率领下从墨西哥-新西班牙（Mexiko-Neuspanien）起航。1543年，他以西班牙王储——后来的费利佩二世（Philipp II）的名字为菲律宾命名，之前维拉罗波斯同样也暂时驻扎在蒂多雷岛。不过，他在横越太平洋返回墨西哥的航程中与他的前辈们一样运气不好。

在此期间，葡萄牙人试图更好地组织自己在马鲁古群岛的兵力。自1520年代前期，特尔纳特岛上就建起了圣约翰要塞，马鲁古群岛的行政主官（Capitão mór）驻在那里，和通常情况一样，其任期也是三年，另外在安汶岛有一个商行，在班达群岛有两个。船只来往航行走印度尼西亚各主岛北面的自然航道穿过爪哇海、弗洛勒斯海（Flores-See）和班达海，北半球夏季在那里可借助季风向东北航行，冬季可向西南航行。婆罗洲（Borneo）北面和苏门答腊南面的航线虽然已为人所知，但不利因素多而且危险。自1523年起，贸易正式由一艘国王授予专营权的“黑船（Nau do trato）”进行，与班达群岛做肉豆蔻和豆蔻花生意，与特尔纳特岛做丁香生意。这种专营船的指挥权连同其生意有时也会被交给一个贵族，以表示宠爱或酬谢，不过它通常也是像职位一样被出卖的。

利润极为诱人。16世纪初，1巴哈拉（Bahar）丁香在当地卖1～2个克鲁扎多金币，而马六甲的丁香售价是9～14克鲁扎多金币，也就是说运到那里之后，毛利润已能达到4.5～14倍。即使按马拉巴尔海岸30～42克鲁扎多金币 的价格计算，利润也能达到2～4倍。16世纪中叶，就连国家财政机构也极为卖力地参与其中。扣除所有支出和运输费用之后，总能获得百分之百的纯利润是司空见惯之事。特尔纳特贸易船的指挥官敢于预计10000克鲁扎多金币的纯利润，班达贸易船的指挥官甚至敢于预计15000克鲁扎多金币，而王室赚的约有20000克鲁扎多金币。

当时特尔纳特岛的指挥官另有一个更好的发横财的机会，尽管不太合法，那就是完全避开理论上的葡萄牙内部的王室专营，国王的官员在这方面尤为典型。指挥官任职三年的期限更是刺激了这种做法。1536年至1539年在那里任职的是一个既正直又有才干的总督安东尼奥·加尔旺（António Galvão），他大力推进葡萄牙人移民并向菲律宾派出了传教士，当地土著虽然请求延长自己“父亲（o pai）”的任期，但被拒绝了。加尔旺之所以出名，还因为他属于第一批全面描述大发现史的作者，他写有一部关于马鲁古群岛的著作。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死时极其贫苦，而他的前任和后任都是一帮撞运气的且有时带有犯罪特质的人。

一个苏丹被谋杀最终导致其继承人——一个狂热的穆斯林——宣布对葡萄牙人进行“圣战”，因而，一个“国际性”穆斯林联盟于1570年向葡萄牙开战并非出于偶然。1575年，葡萄牙人不得不放弃特尔纳特要塞。始终心怀嫉妒的蒂多雷岛人允许葡萄牙人于1578年在那里修建一个要塞，后者一直在那里坚守到1605年。另外，自1560年代以来，他们在安汶岛上也有一个要塞。然而此时北欧人来了。1579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环球航行时偶然拜访了特尔纳特苏丹，1599年尼德兰人到达，并于1605年将葡萄牙人逐出了蒂多雷岛和安汶岛。在此期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扎稳了根基并与葡萄牙人统合在一个君合国内，他们于1606年重新占领了蒂多雷岛和特尔纳特岛的一部分，因为特尔纳特岛人与南菲律宾的穆斯林——西班牙人不得不交战的对手——结成了同盟。不过到1662年，因害怕中国人进攻马尼拉，西班牙的驻防部队被调回，尼德兰人在马鲁古群岛可以放开手脚自己做主了。葡萄牙人的香料贸易彻底终结，1610年，王室放弃了自己的垄断权。然而，葡萄牙传教士和檀香木材商人却相反，他们自1560年代起在索洛岛（Solor）立足，1570年代起在弗洛勒斯岛站住了脚，1580年代起在小巽他群岛（kleine Sunda-Inseln）的帝汶岛（Timor）扎下了根，自1593年以来还有一个负责帝汶岛的指挥官。这里出现了一个混血者的自治共同体，叫作“托帕斯（Topasses）”[4]，或者按照其在弗洛勒斯岛上的所在地称作“拉兰图基罗斯（Larantuqueiros，即拉兰图卡的居民）”，在17世纪下半叶其兴盛时期还拥有几个真正的侯国。在其成员来自不同民族的情况下，它们在天主教信仰中寻得了一致之处。至少它们中的一部分挺过了尼德兰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的统治。在东帝汶（尽管还有尼德兰人），葡萄牙人甚至将自己形式上的殖民统治一直保持到1975年。

不过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还存在着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即葡萄牙人的中国生意和日本生意。他们知道在马六甲有可能遇上中国人，在1508年给第一批前往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的指示中就包括收集中国人相关资料的任务。他们与中国商人的关系友好地发展，后者甚至为1511年葡萄牙人的占领行动提供了帮助，因为中国商人觉得受到了苏丹的逼迫。托梅·皮雷斯依据1512年至1515年自己在马六甲的经历撰写的《东方志》中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内容，其中包括欧洲人第一次描述用筷子吃饭。1514年至1516年，第一批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不过关于这次旅行我们所知甚少。1517年，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Andrade）率领的一支由8艘船组成的船队载着一个正式使团驶向广州南面珠江口海湾里的屯门岛。因为等待许可的时间过久，所以他最后自作主张带着两艘船向广州驶去。他鸣放礼炮向广州城致礼，却被看作侮辱行为惹来了怒气。不过除此之外，佩雷斯的表现都非常得体，因而当地大员最终接见了他，这预示着将获得完全成功，而且托梅·皮雷斯率领的一个使团可以在广州等候，待得到许可后便可以前往皇宫。1518年，佩雷斯回到马六甲。

然而，费尔南·佩雷斯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ião d’Andrade）给了葡中关系这一很有希望的开端沉重的一击。1519年到达的船队由他指挥，他肆无忌惮地干出一系列违反中国法律和中国习俗的事情，特别是可能还武装攻击了第三方的商船。除此之外，他还以购买和交换的方式弄来一大批孩子，当时出现的谣传称异邦人糟蹋了那些孩子然后将他们吃掉，直到19世纪，这种谣传还是仇视欧洲的中国宣传的标准说法。尽管如此，佩雷斯使团还是获准于1520年前往北京，却一无所获，原因之一是曼努埃尔国王的信中对中国皇帝 使用的称呼与自己的一样。不过主要还是因为随着统治者更迭，1521年中国出现了一次政治骤变，敌视异族的倾向占了上风。使团被送往广州并到达了那里，此前，葡萄牙船队拒绝遵从新颁布的不准与外国人通商交往的禁令，因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西蒙·德·安德拉德最终得以逃脱。1522年，一支新的葡萄牙船队同样被卷入一场海战。使节皮雷斯死在中国的一所监狱里。从当时一个名为顾应祥[5]的中国官员的角度看，这一事件是这样的——

正德丁丑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狼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庙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Franke，China und das Abendland，21）[6]

只有了解当时中国看待外国人的传统观念，才可能理解这些。按照中国人的宇宙论，大地是以天为楷模组织排列的，皇帝是静止不动的中心极点，天下人皆围绕着他运动。同时皇帝又是天与地之间的沟通者，他所在之地是世界的中心，因此称为“中国”，它是一切文化的原点，文化的发达程度随着与这一中心的距离的增加而递减。所以蛮人自然应来这一世界中心朝拜，来感受皇帝的慈恩，进而感受文化的好处。从这一角度看事物，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地位相当的发达文化。于是，在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发展起一种特别的外交往来，即所谓的朝贡制度。使节们带着礼物，也就是贡物来北京，在那里受到款待，然后带着回赠的礼物离去，而回赠的礼物有时价值可能高于接受的礼物。可以归入中国人这一宇宙观的大概不仅仅是实际纳贡，而且还有贸易关系，有时甚至还有中国向北方的马背民族纳贡的情况。不过中国的邻国习惯于或多或少地尊重这些游戏规则，而葡萄牙人却不明白，估计他们也是没有看出尊重它们的理由。

当然，与葡萄牙人的生意不可能完全禁得住，它毕竟给中国南部富有影响力的各种势力带来了多之又多的利益。通过广州东面的福建和浙江的港口进行的走私活跃起来；直至16世纪中叶商业利益在中国重又获得认可，这种走私相比之下很少通过广州进行，即使那里重开贸易之后，葡萄牙人也被明确排除在外。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半官方许可在珠江口海湾西面的澳门半岛上建立了一个移民点，1582年该移民点获得官方正式许可，但主权依然属于中国。它称自己为“以上帝之名在中国的辖地（Povoação do nome de Deus na China）”，若是考虑到它成了大规模的中国传教团的入侵之门，这个说法倒是有其道理。澳门很快就成为一个拥有城市法的葡萄牙殖民区，1640年，有600个葡萄牙已婚者、500个在当地出生的已婚者、5000个出身极不相同的奴隶以及20000个中国人。不过与其他任何一个葡萄牙属地不同，它更是一个商业城市。其存在的先决条件是缴纳中国关税。禁止中国商人直接进行海外贸易的法令直至1557年都还有效，然而极大的需求也依旧存在，所以没有政治风险而且精通航海的葡萄牙人来得正是时候，作为中国的代理人他们可以建立一种真正的转手贸易垄断，尤其是在涉及日本时，因惧怕日本海盗，中国人依然被严禁与日本建立联系。1580年至1600年是澳门的全盛时期，有一件事可以表明此间澳门对日本生意的依赖程度：在此期间设置的日本商贸专营船的指挥官在城中停留期间，驻在当地的澳门官员皆归其管辖。

日本当时处在一个内部争斗时代，而这个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日本天皇早已成为没有权势的宗教和仪式性的傀儡，这一状态直到1867年才结束。然而，就连从前取代天皇统治国家的最高指挥官和最高领主——幕府将军（Shogun）也不再具有影响力，起决定作用的是称作大名（Daimyo）的地方诸侯及其手下按封建主从原则组织起来的武士（Samurais，一种军人贵族）。16世纪中叶以来，各大名之间不停地争来斗去，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作“战国时代”（各诸候之间争斗的时代），在这些争斗中出现的实力最强的大名成为新的统治者。出自不同家族的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2～1616年）作为国家统一者前后更迭，后者于1603年执掌幕府并使德川家族世袭将军之位直至1867年。

1543年，做中国走私生意的葡萄牙人被暴风雨刮到了日本，对正处在上升期的西南地区大名来说，尤其是对九州岛的大名来说，这些异邦人来得正是时候。日本的《火枪编年史》（Teppô-ki）告诉我们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什么：仿造新来者的轻便火枪。自1544年起，这些异邦人的船大量驶往这个新发现的地区，那里的大名期望从与他们的生意中获取利益，也期待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很有可能是经过权衡之后决定推动基督教在当地的接受，这样一个大名就能够将葡萄牙人与自己的港口拴在一起了。出于这个原因，大村纯忠（1533～1587年）将长崎城交给了自1549年以来在那一地区活动的耶稣会士，于是长崎港口从1571年直到最后一直是葡萄牙人日本航行的目的地。这里出现了一个日本基督徒之城，不过它也接受了一些具有葡萄牙特点的东西，如慈爱兄弟会（Misericordia-Bruderschaft）。

与当地丝绸相比，日本上层社会更喜欢中国丝绸，而中国人则特别看重日本的白银，可日本人自己却不大在意。15、16世纪，日本海盗已发展成真正的海上霸主，他们控制着内海和外海航道。中国人宁愿远离这类人，这构成了葡萄牙人转手贸易的基础。听到这一新买卖的风声后，果阿立即像往常一样于1550年也建立起葡萄牙内部的专营。与香料岛的情况完全一样，每年可以去一艘大船，指挥官是一个有功之人。实际上最多时可能派出的是3艘卡拉克帆船，从1618年起最多时甚至达8艘小型加里奥托桨船（Galiotas）。据说它们的指挥官有丝绸货物10%的分成，跑一趟可以赚5万杜卡特金币。后来日本贸易专营权被拍卖给出价最高者，1610年的拍卖价为2.7万帕尔多银币（Silberpardãos，或色拉芬银币）。另外购买船只和给养以及雇用船员还需4万帕尔多银币，不过还是有望获得15万帕尔多银币的利润。

日本贸易专营船从果阿起航后通常搭载给澳门的20万～30万里亚尔银币（Silberreales），即西班牙货币，因为这种银币归根结底来自拉丁美洲。除此之外，船上装载着为中国和日本准备的各类货物，如水银、铅、糖、朱砂红以及印度和欧洲产的奢侈品。船上搭载的先前从日本买进的银子此时被用来购买中国商品，如50～80吨生丝、彩色丝绸和印染丝绸以及最多时达1.5吨的黄金。丝绸的卖出价大概在购入价的1.5～4倍间浮动，黄金的差价为20%～30%。

回程装载的货物主要是日本的银块。虽然我们不掌握当时日本银矿开采量的具体数字，但众所周知，类比玻利维亚著名银矿而起的称号“东方波托西（Potosí des Ostens）”是当之无愧的。葡萄牙人到达前不久，大规模开采贵金属已经开始。自16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转向货币经济，也就是一种金本位制；然而日本自己的黄金开采量远不够用，而以用中国人喜欢的银子进行交换的方式输入“便宜的”中国黄金是完全划算的，金银交换的比率为5.5∶6.5。

返回印度装载的是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黄金在那里可以实现80%～90%的利润。不过，除了经营费用还必须从毛利润中减去各种税钱。如果在果阿装卸货物，驶入和驶出那里的关税均为8.5%，马六甲的关税为7.5%。在中国可以通过向官员行贿缴纳很低的关税，但在日本，税钱和给统治者的礼物是不能少的，而且还少不了长崎经纪人，即耶稣会士的参与。

不过，修士会承担这一角色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耶稣会士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居住在日本的欧洲人群体，只有他们精通语言，熟悉风俗习惯；而他们也需要钱。自传教先驱方济各·沙勿略（Franz Xaver）1549年至1551年在那里旅行以来，特别是由于灵活地顺应了日本人的心态，耶稣会士建立起了一个兴旺的基督教会，1580年前后拥有约15万名教徒和200个教堂，65位神父和众多的辅助人员负责照管这些教徒和教堂。这一机构每年需要费用10000～12000克鲁扎多金币，而这笔钱不可能从新皈依者手里收取。与东方其他地区的教会一样，这里的传教也处在葡萄牙的庇护之下，也就是说它在财政方面依赖葡萄牙，特别是依赖印度和中国澳门。然而，修士会在印度的财产收入、国王和教宗的资助加在一起不超过7700克鲁扎多金币——如果它们能够顺利送达。于是耶稣会士迫于无奈，不顾教会高层神职人员的反对开始通过参与与澳门之间的生意为自己的传教筹集资金，反正他们在其过程中也必须为日本方面提供帮助。1587年，丰臣秀吉从大村家族手里夺取了长崎；1591年，他委任日语说得最好的陆若汉（João Rodriguez）神父担任自己驻长崎的私人商务代理。

然而，葡萄牙庇护传教还意味着政治依附。王室通过控制入境人员，从而控制那里的人员构成。这就是说，一方面，耶稣会士依据教宗授予的特权垄断着在日本的传教；另一方面，在那里活动的耶稣会士主要是葡萄牙人或意大利人，因为后者在殖民政治竞争方面并不构成威胁。危机是随着竞争对手西班牙人从菲律宾过来的。与葡萄牙远东体系的辉煌时期一样，在其崩溃过程中，商贸、传教和政治也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挥着作用。

此时，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全站稳了脚跟，在那里建立起一种远比葡萄牙人正规的殖民统治。直到今天，菲律宾还带有部分西班牙文化的印记，大部分居民为天主教徒。不过这一殖民地当初的唯一意义是保障通往香料市场的后门畅通无阻。有文献证实，1560年代诸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都是由当时极其高昂的香料价格引起的。1565年，4艘船和380人到达菲律宾，其中有奥古斯丁教团（也译作奥斯定会）的6位传教士，带领他们的是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Miguel Lopez de Legazpi）和奥古斯丁教团神父安德烈斯·德·乌尔达内塔（Andres de Urdaneta），后者从前是士兵，有在菲律宾生活的经历。尝试在群岛中心区域的保和岛（Bohol）和宿雾岛驻扎下来之后，1571年，他们占领了北部大岛吕宋岛（Luzon）上的马尼拉，在那里建立起一座西班牙城市并将其确立为殖民地中心。这里有一个极好的港口，从这里可以控制菲律宾肥沃的第一大平原。另外，在这里有一种更安全的感觉，不易遭受葡萄牙人的侵害，因为1568年时后者已经从马鲁古群岛向这块新殖民地发动过一次徒劳的进攻。1580年建立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的君合国消除了这一危险，尽管费利佩二世于1581年对托马尔议会（Cortes von Tomar）承诺让这两个殖民帝国各自保持独立。群岛的北部和中部的绝大部分很快被征服，其间主要使用的是外交手段，使用武力时非常谨慎。这一点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当时在菲律宾除了被称作“巴朗盖（Barangay）”的亲族联合体，几乎没有较大的政治统一体。刚刚到达这里的伊斯兰教也正在改变这一状态，因此西班牙人从未能够完全征服南部区域、大岛棉兰老岛（Mindanao）的主要地区、苏禄群岛（Sulu-Gruppe）以及巴拉望岛（Palawan），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凭借炮艇和现代野战炮才取得了持久性的成功。1898年，美国在西美战争中占领了菲律宾之后也试图完成这件事。

然而，对菲律宾的“西班牙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传教士们的工作，1591年在这一区域活动的已经有140个传教士。“一个传教士能抵一百个士兵”，1605年给国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和在美洲一样，他们将分散垦殖居住的土著组织在一个实行西班牙法的自成一体的教区中——这是基督教化和西班牙化的第一步，也是其先决条件。新带入的传染性疾病使拉丁美洲人口损失了约40%，而原本错落分布的居住点则使菲律宾这里的人口损失能够低于这个数字。1565年至1606年间到达的5个修士会共建造了1036个这种居住点，其中奥古斯丁会建造了385个，两个方济各会分支共建造了468个。1579年，马尼拉已设立了一个主教教区，1595年改为辖有三个主教教区的菲律宾教省。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目的明确，就是建立统治，它已不同于我们此前看到的葡萄牙人所体现的欧洲人在亚洲的战略布局。但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形成过程也体现了一个特别之处，即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和强有力地参与传教。王室在这里完全有意识地从在美洲的经验以及那里的多明我会修士的殖民批判中吸取了教训，将保持安定（Pacificación）作为可选的占领（Conquista）模式，在实践中首次进行检验。当然，即使在这里也是在实行殖民统治，不过与征服美洲和葡萄牙强制实行贸易垄断相比，它在形式上远没有那么野蛮。当然，即使在这里也存在着对土著的压榨，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将土著分配给西班牙个人，即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7]实行期间。

教会的激烈抗议减少了，经济发展顺利，这些在16世纪末似乎给这里带来了好转。水稻产量得以显著提高，自1570年代以来，人们从仅仅是有可能做成的 香料投机生意转向实实在在的有利可图的中国生意。越来越多的中国式帆船来到马尼拉，带来了丝绸和其他奢侈品。一个中国人的据点出现了，它渐渐掌管起菲律宾的零售商业。1580年代初在马尼拉划分给它一个单独的中国城（Chinatown）。中国人成了不可或缺的，尽管西班牙人已经意识到他们人数的增加是一种威胁。1596年，马尼拉有1000～2000名西班牙人和14000名中国人，总督很乐意将后者减至3000人，1621年中国人口达16000人，据称他们后来减到了6000人。这种紧张关系既一次次引发中国人暴动，也一再引发对中国人的集体迫害，但这都没有长期影响做生意赚钱。

毫无疑问，这一商贸成就归因于菲律宾在法律和经济上是近代史上第一例附属殖民地，即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新西班牙的，是墨西哥的。直至殖民时代结束，菲律宾总督和1595年建立的检审法院（Audiencia，高级和行政法院）院长都归新西班牙总督管辖，马尼拉主教直到1595年都从属于墨西哥总主教。这种关系的根由是阿隆索·德·阿雷利亚诺（Alonso de Arellano）和乌尔达内塔于1565年发现了返回墨西哥的航路。自那以后，人们2月或3月离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向西南方航行，然后借助东北信风以及北纬12°和北纬14°之间的北赤道洋流向西横越太平洋。6月和8月之间从马尼拉出发，利用西南季风航行至北面的向东北方流动的“黑潮”（即日本暖流）区域，最后到达北太平洋的西风带。到达北纬27°和北纬33°之间的美洲海岸后，可以借助加利福尼亚洋流沿着海岸返回墨西哥。

这条固定航线的确立导致了发现的减少，其实如果航船离开这条航线可能还会有所发现。1525年，葡萄牙人偶然发现了加罗林群岛（Karolinen）中的雅浦岛（Yap），1526/1527年到达新几内亚的北海岸，而西班牙人在其历次太平洋远航以及徒劳的返回墨西哥的尝试中主要是经过了密克罗尼西亚（Mikronesien）的一系列岛屿，而且今天也很难确定具体是经过了当中的哪些。

在墨西哥取得的成功没有使秘鲁人将雄心和抱负抛在一边吗？印加人有一个关于西方黄金岛的传说，另外还广泛流传一种观念，它与托勒密密切相关，认为存在着一个辽阔的南大洲（Südkontinent），1570年以来在那些很有影响力的地图上都能找到它，如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那些地图。1567/1568年，阿尔瓦拉·德·门达尼亚·德·内拉（Alvaro de Mendaña de Neira），即当时驻在卡亚俄（Callao）的秘鲁总督卡斯特罗（Castro）的外甥，率领一支由两艘船组成的探险船队向西航行，在新几内亚东面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en）发现了所罗门群岛（Salomon-Inseln）。回到之前不久发现的北弧线后，门达尼亚不得不等到1595/1596年才得到率领四艘船前往所罗门群岛建立殖民地的许可。可能让西班牙人增强兴趣的是英格兰人进入了太平洋：1578年的德雷克，1586年的亨利·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1593年的理查德·霍金斯（Richard Hawkins）。西班牙人发现了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Inseln），并以资助探险航行的总督德·门多萨侯爵（Marqués de Mendoza）的名字为该群岛命名，而且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波利尼西亚的一个民族。他们到达了所罗门列岛东南端的圣克鲁斯岛（Santa Cruz），但探险船队也在那里瓦解散伙，其主舵手葡萄牙人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Pedro Fernándes de Quirós）将剩余的人带到菲律宾，随后又带回了美洲。

德·基罗斯本人一门心思要在所罗门群岛区域找到那个辽阔的南大洲。在欧洲获得资助后——也是通过教宗克莱门斯八世（Clemens VIII），1605/1606年他带领三艘船进行了寻找自己梦中目的地的航行，途中发现了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Archipel）和波利尼西亚的另外一些岛屿，后来在新赫布里底群岛（Neue Hebriden）的圣埃斯皮里图岛（Espiritu Santo）上，德·基罗斯认为自己到达了目的地。然而，这支探险船队也因内部的矛盾冲突而瓦解。德·基罗斯返回后写了无数备忘录，最后一无所成地死去。他的船长路易斯·韦兹·德·托雷斯（Luis Vaez de Torres）在前往菲律宾途中穿越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此行证实了新几内亚是一个岛。德·托雷斯是否看到了澳大利亚，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尼德兰的一艘船同样于1606年从西面到达了约克角半岛（Kap-York-Halbinsel），从而发现了澳大利亚，而且时间要早几个月。先前葡萄牙人可能曾漂泊到澳大利亚海岸，但没有留下任何印迹。

德·基罗斯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传播基督教，但不愿重复征服美洲的残暴行为。新的研究表明，门达尼亚的历次航行已经处在方济各修会的影响之下，而德·基罗斯更是如此，1617年至1634年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修士为所谓的南大洲制定了庞大的传教计划。显然，从前的墨西哥方济各会传教士的精神传统在这里依然具有生命力，他们曾试图与土著合作，共同建立理想国。然而这只存在于那三次航行之中。在近两百年里，西班牙人的太平洋仅限于墨西哥—菲律宾轴线。不过，西班牙帝国虽然没有开发太平洋，但却“发现”了它（Headley）。

从此之后，西班牙人每年都要从马尼拉横越太平洋前往阿卡普尔科将中国丝绸运往北美，每次都是两到三艘整整300吨重的西班牙大帆船，回程通常载着200万比索（Pesos）以上的王室银币或私家银币。这就是马尼拉大帆船，或称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大帆船，其最后一次航行是1815年。这些银币大部分流往中国，部分是直接的，部分是通过澳门的转手贸易。从日本获得的银子总计有18～20吨，这仅仅是从美洲流往欧洲的白银的4%，仅仅是美洲白银运往马尼拉之数额的20%。这就是说，即使加上经果阿从西方运来的银子，澳门依旧面对着渴求白银的中国市场上危机重重的竞争。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君合国，但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是被禁止的，这恰恰说明了这条贸易线的繁荣。17世纪前期，尼德兰人切断了前往果阿的航运，因此再不可能从那里向澳门运送银子，葡萄牙人不得不 在日本商行借贷银子用于在中国购货，其利息为35%～80%。因而从与马尼拉的交易中获得急需的支付资金是比较有利的。与日本决裂后，那里的白银来源被完全堵死，与马尼拉的生意便成为澳门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1640年马尼拉的进口货物50%来自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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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Yñigo Ortiz de Retes，16世纪西班牙海上探险家。

插图19 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的太平洋航线（与阿雷利亚诺以及乌尔达内塔的航程大体相合，但母港为阿卡普尔科）以及西班牙的历次探险航行

西班牙人在日本出现对这一决裂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按照传教纲领还是按照民族归属，自1592年起来到日本的西班牙托钵修会僧侣都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葡萄牙耶稣会士的竞争对手。面对耶稣会士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丰臣秀吉本来就起了疑心，1587年毫不犹豫地将基督教作为异己予以禁止。然而这一敕令几乎从未被执行，第一批到达的方济各会修士甚至受到了欢迎——目的是建立与马尼拉的商贸关系以与澳门竞争。新建立的日本商船队除了前往中南半岛，很快还特地去了马尼拉。据说17世纪初有15000名日本人生活在马尼拉。

然而，对异族人的疑心仅需一点点推力就会被重新强烈激起，例如一个因船只搁浅滞留在日本的西班牙船长的自吹自擂。有一种观点得到了丰臣秀吉（及其继任者）幕僚的重视，即在日本国土上现在存在着两支“第五纵队”，对刚刚重新统一的国家尚未巩固的结构来说，这可能相当具有危险性。实际上，并非只有耶稣会士希望葡萄牙动用军事力量，西班牙人的征服欲更强烈，只是他们的行动欲望更多地指向中国。“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你们的帝国里宣布（基督教）律法是一种诡计和骗人伎俩，你们通过它征服其他帝国。”1597年，丰臣秀吉在给马尼拉的信中这样写道。同年，他下令将6个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他们手下的17个日本基督徒以及3个耶稣会士在长崎钉十字架处死——处死后者还是出于一时错误。由于顾及商业利益，丰臣秀吉之后，德川家康又终止了这一迫害，长崎依旧可以做基督徒之城。

对葡萄牙人和耶稣会修士来说，形势在一步步恶化。1600年，一艘尼德兰船横越太平洋来到日本，它的英格兰舵手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获得幕府将军的信任留在了日本。应家康的邀请，尼德兰人于1609年从印度尼西亚来九州岛西面的平户（Hirado）建立了一个商行，在与欧洲人做生意方面，九州岛的领主一直和长崎进行着竞争。在亚当斯的建议下，1613年英国人也来到日本，而且也在平户安家立足，直到1623年他们将那块地盘让给了尼德兰人。无须太关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与信奉新教的英国人和尼德兰人相互之间充满敌意的诡计和各种动作——和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一样，尼德兰人与英国人之间也在相互竞争，这同样不必大惊小怪。相比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人此时不再单单依赖葡萄牙人。不过，后者暂时还被允许继续来长崎，因为澳门依然是进入中国市场最好的通道，即使在日本于1611年开始，又于1614年进一步有计划地疯狂迫害基督徒时也是如此。1614年颁布反基督教敕令首先是“因为基督教教义要求信徒更多地服从作为精神牧者的神父，而不是更多地服从作为世俗主人的大名”。因为这样一来，作为统治体系基础的领主依附关系似乎就受到了损害。

日本计划在尼德兰人的帮助下于1637年攻占菲律宾，据说是为了解决日本的实际或所谓的外交困难——同年爆发的西九州岛的岛原（Shimabara）起义带来了最终的转折。遭压榨的农民、受迫害的基督徒、失去主人的武士和浪人（Ronin，社会头号不安定因素）在那里聚集在一起。虽然利用尼德兰船上的火炮进行轰击，但还是难以制服起义者。此时，幕府作出了对外锁国（Sakoku）的决定。1623年英国人退出，1624年西班牙人被逐出。1635年所有日本人被禁止出国，凡在国外生活的必须返回日本。此时基督徒遭到无情的清除，被处决的比较少，大多是利用刑罚强迫其背弃基督教信仰。为了进行宗教监控，1640年以来每个日本人都必须在一个寺庙登记注册。尽管如此，一些大的秘密基督徒团体还是坚持到了19世纪解除锁国禁令，它们作为宗教集体［隐切支丹，即隐藏的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至今仍存在。1636年，葡萄牙人被限制在长崎港内的人工小岛出岛（Deshima）上，1639年日本完全禁止他们进行商贸活动，1640年一个澳门来的使团被处决。从那之后，日本的对外联系仅限于与朝鲜、琉球群岛、中国以及1641年迁往出岛的尼德兰商行进行的有限贸易。

然而，这个尼德兰商行却是欧洲文化对日本的有限影响的源地，这种文化影响就是“兰学（Rangaku）”。耶稣会的传教宣传，即其《年度报告》（Litterae annuae），之前已经传播了这个国家相当好的形象，而在这个信息源枯竭之后，关于日本的各种讯息则通过商行传入西方。1584年至1586年，甚至有一个由信奉基督教的大名的亲戚组成的使团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逗留，还在那些国家被介绍给天主教知名人物。然而耶稣会士最重要的著作——范礼安、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óis）和陆若汉的著作直到20世纪都未被公布于众。17世纪，也有一些德意志人作为尼德兰商贸公司的成员在日本驻留。来自莱姆戈（Lemgo）的医生恩格尔伯特·坎普弗尔（Engelbert Kaempfer）1690年至1692年在日本逗留，著有一本重要的游记和介绍国情的书，值得注意的是其英文译本于1727年出版，而德文版直到1777年至1779年间才出版。

在16世纪，人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欠缺，因为没有人深入过它的内地。仅有一些报告描述了在华南的经历。为了弥补这种讯息的不足，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 XIII）委托奥古斯丁教团的僧侣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收集整理所有可供使用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整理成果就是1585年在罗马付梓的《大中华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它被译成许多文字，成为欧洲的畅销书。显然它符合普遍的需求。直到耶稣会士进入了皇宫，直到17世纪他们在那里扮演了重要而尚存争议的角色，才给欧洲带来了势如潮涌的关于中国的讯息，带来了中国真正的最新情况。耶稣会士的这些成就与中国政治体系的更迭以及重新稳固有关联。明王朝（1368～1644年）后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17世纪上半叶又屡屡发生自然灾害，它们导致了广泛且持久的民众起义。1644年，当起义者攻占北京时，明王朝末代皇帝自缢而死。然而继承权并没有落在起义首领手里，而是被满族人首领收入囊中，其父亲和祖父半个世纪以来已在东北地区建有自己的军事帝国。其父亲已于1636年称帝。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1570年至1620年，在澳门之外，华南也形成了中国人踊跃参与经商的局面——不由得让人想起他们在马尼拉扮演的角色——不过这些进程并未立刻产生作用，因为在几十年间，那里还是忠于明王朝的力量的退守区域。他们在中国西南地区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多人甚至皈依基督教，期望能得到欧洲人的帮助，因为有关这个插曲的文献资料翔实，其意义有时会被高估。郑成功，也被称作“国姓爷”，在荷兰语中称作“Koxinga”，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大力向海上发展的统治。在被清廷逼入困境后，郑成功于1661年率领900艘船和25000人收复了台湾，1622年，尼德兰人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澳门没有成功，自1624年以来驻扎在台湾。中国作出的反应是绝对禁止出海并将沿海居民迁往内陆（1662年）。1683年，清朝最终收复了台湾。1685年，中国各港口对外国船只开放。不仅澳门的垄断随之不复存在，而且尼德兰人和英格兰人此前各种毫无成效的尝试也最终失败，他们想以武力或在北京采取外交措施迫使葡萄牙人放弃自己当时扮演的角色。当1760年与欧洲人的贸易再次集中在广州时，欧洲垄断者已不复存在。

不过，葡萄牙在马六甲以东的贸易体系在此之前已经瓦解。虽然澳门于1622年成功击退了尼德兰人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但1639年，与日本的贸易终结了。1642年，葡萄牙人经历了自1640年开始的脱离西班牙恢复独立的战斗，直至1668年一直与西班牙人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与果阿的联系早已因尼德兰人而变得困难重重。澳门四面都遭到封锁。就连马尼拉的贸易也在1640年至1680年间以灾难性的规模倒退——那几十年间菲律宾饱受民众起义之苦也就不足为怪了。战争和东亚体系的结构危机与世界经济萧条同时发生。根据新的研究成果，白银流入的下降也可能加速了明王朝危机的到来。17世纪下半叶的经济繁荣虽然重振了与中国的贸易，但至少对马尼拉而言，印度半岛、中南半岛以及印度尼西亚也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葡萄牙人的王权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

葡萄牙扩张成功首先是因为其王室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王室都要更直接、更强势地参与经济生活。开发非洲西海岸导致了这种行为及其组织形式的扩大，允许私营公司参与始终只是当中的一种小插曲。早在14世纪，在布鲁日就已经有了一个国王的商贸代理人（Feitor），当外国人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从布鲁日迁往安特卫普时，布鲁日城中的葡萄牙殖民地首领早已变成了国王的商贸代理人。在葡萄牙人的事例中，国王的国外商贸代理处是1499年随着这一迁移开设的，其他国家直到1511年才开始仿效。

国王的国外商贸代理处（Feitorias）网络构成了自非洲至远东的葡萄牙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业务中心是几内亚、米纳和印度事务所（Casa de Guiné，Mina e India），其前身是恩里克王子设在南葡萄牙拉各斯的几内亚事务所（Casa de Guiné）。1481/1482年，若昂二世将它迁到了里斯本，在那里，它最后只被称作印度事务所（Casa da India）。王室在这里组织船队航行和货物转运。虽然也需要私人资本而且有私人资本参与，但它们大都只起辅助作用。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的扩张就是王室的生意，葡萄牙帝国就是王室的公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全力谋求的香料垄断获得了成功，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利润归王室所有，更不意味着这一行为总能获得收益。

花费第一、风险第一的是“印度航行（Carreira da India）”——从里斯本至果阿以及再返回的航行在当时被冠以这一名称。除了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的航线，它是世界上航程最远的帆船航线，可能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从1497年至19世纪蒸汽机船时代，通常每年都有从里斯本驶往果阿并返回的船。对航线和航行计划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信风和季风系统。人们很快便学会了利用大西洋的风和洋流。15世纪依照常例是借助东北信风以及向南和向东行进的洋流沿非洲海岸向南和向东行驶，而返回葡萄牙时则借助北赤道洋流向西航行至大洋上再向北航行，到达亚速尔群岛所在纬度，进入西风带后就很容易返回葡萄牙了。这一环行被称作“几内亚回航航路（Volta da Guiné）”或“米纳回航航路（Volta da Mina）”。

总是引起人们讨论的是，早在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在赤道以南已经利用过像镜像那样刚好反过来的风和洋流，后来这一走法就很常见了。人们先按通常的方法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但之后不是向东往几内亚方向，而是借助南赤道洋流向西航行，然后借助巴西洋流沿南美洲海岸向南航行，到达西风带后再折转向东往好望角航行。回程中，人们在离开非洲海岸一段距离时向北行驶，然后在赤道以北走一个弧度转向西。印度船队的往返航线在大西洋中画了一个大大的“8”字。

这条航线不仅导致人们在1500年的第二次航行中就发现了巴西，还让人们发现了南大西洋中的一些贫瘠的小岛，如圣赫勒拿岛（St. Helena，1502年发现）、阿森松岛（Ascensión，1502年发现）以及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1506年发现，以一支印度船队的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它们可以用于建立据点。只是这种固定航线的存在使海战和海盗掠夺成为可能，否则数量那么少的船只在那么辽阔的大洋中的任何一次相遇似乎都是一种不可能的巧合。

印度洋的季风系统对航行时间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印度航船离开葡萄牙后，虽然在夏天的西南季风季节能及时到达东南非，但直到9月初才能到达印度，因为从5月底至9月初刮西南季风期间，实际上无法到达印度西海岸的港口。与此相反，从印度启程既要赶冬季的东北季风，又要考虑在南非狂烈的西风刮起前，即在5月之前必须到达那里。实际上就是：3月底、4月初从里斯本起航，航行四个半月至七个半月，在东非过冬，停留一年半，到达印度的时间有可能从9月延迟至11月。回程时：12月底、1月初从果阿出发，航行四个半月至九个月到达里斯本，抵达时间大多为6月中旬至9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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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0 印度航行

以10年为单位计算，从里斯本开出的船次至1539年从13.8降至8，1540年至1629年在4.4和6.7之间波动，1630年至1660年在3.2和4.4之间起伏，1661年至1750年降至1.9和2.6之间，至1800年继续下降。要正确分析这些数字，还需要了解这些船的平均吨位。三桅帆船几乎已不再被使用，但三桅帆具的配置证实了自己的效力并得到了普遍推广：两个前桅挂横帆，后桅挂三角帆。驶往印度的船只要大许多。有一种笨重的商船，船首和船尾都建有高大的上部建筑，目的是获得更大的空间。后来有了一种卡拉克帆船（Karacke，即Não），其船体更加细长，上部建筑更低，人们称其为西班牙大帆船（Galeone，即Galeão）。西班牙大帆船主要被用作战船，不过在惯用语和术语方面没有明显差异。起初最常见的船载重量约为400吨。自16世纪中叶以来，也就是不得不为更严峻的形势着想时，人们开始将越来越大的船只投入使用，尽管王室出于安全和利益考虑试图限制吨位。较小的船比较容易驾驶，在水中行动更灵巧。尽管如此，1600年前后似乎已经出现了2000吨的庞然大物。

1592年被英国人掳走的“圣母号（Madre de Deus）”的相关数据保留了下来：重1600吨，龙骨长34.5米，船首第一斜桅至船尾灯长50.3米，船体最大宽度13.8米，吃水8.9米，主桅高40米以上，有7层甲板，可载900吨货物和600～700人。大船有利于降低费用，因为随着吨位增加，运营费用的增幅会变小。若每个人须备850公斤给养，一艘300吨的船需要50～60名船员，那么就须装载42500～51000公斤给养。但一艘700吨的船只需要80～90名船员，它所需要的给养就不是97750～119000公斤，而是只有68000～76500公斤，这样就获得了装载29750～42500公斤可获利商品的空间。但另一方面，超大船因结构问题而花费的巨额投资并不划算，因为一艘在葡萄牙建造的船最多能坚持跑3个或4个来回，其使用寿命基本不到10年。而在果阿的总督船坞里建造的船就不一样了，它们不仅便宜，而且防水防虫，因为使用的是坚硬且含油脂的柚木。我们知道有一艘卡拉克帆船使用了25年，而且至少完成了9次往返远航。

1497年至1700年，从里斯本驶出的船只共计1149艘，装载货物721705吨，搭载人员330354名，其中到达亚洲的有960艘，货物598390吨（83.6%），人员292227名（88.5%）。反向驶出的船只共计781艘，装载货物537215吨，搭载人员193937名，其中到达里斯本的有666艘，货物441695吨（82.2%），人员164012名（84.6%）。1661年至1670年，21艘船中只有14艘到达印度，4865人中到达的只有2633人，而1591年至1600年的48艘船中只有22艘到达，16590人中仅有11190人到达。这是损失尤为惨重的20年。然而，1651年至1660年从印度驶出的16艘船却悉数到达里斯本，船上搭载的3385人中有3188人到达目的地。损失的船只大概有四分之三是被海洋吞没，其余的成了葡萄牙的敌人和海盗的牺牲品。谨慎的商人估计1558年的损失为20%。回程损失率略高的原因是过载。在官方规定的香料货物外，所有船员都有权带一部分按标准箱（Caixas da liberdade）计量的免运费货物，另外，按照不同级别计算，这些货物还可以免10%～20%的关税。1575年，标准箱的尺寸定为105厘米×52.5厘米×52.5厘米。1620年前后，指挥官有权带15个这样的箱子，船长6个，水手1个。另外，尽管严厉禁止，但还是有人 收受贿赂，将客舱和给养舱让给商人放他们的私人货物。最后，有些时候，货物甚至是被胡乱堆放在那里的。

人员损失量与船只损失量大致吻合。维生素C缺乏病和流行病造成的死亡没有从前认为的那么多，尽管船上的生活条件确实很差。一艘有4层甲板的大型卡拉克帆船至少载着120名船员，但更可能是200名，起航时还要载上各类乘客，特别是士兵、传教士和碰运气的人，但几乎没有女性，至少没有令人尊敬的女性。伙食是耐储存的船用饼干、咸肉或咸鱼，单调而难吃，因为有失火危险，只有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才能做热食。几乎没有船员和普通乘客睡觉的空间，特别是在船超载时。要睡觉时就得钻进身体能通过的货包间的缝隙，要解手也往那种地方钻，病了也钻进那里躺倒，甚至有可能就死在那里。清洗身体和换衣服既不流行也不可能，到处有大量的害虫和老鼠。

人们必定是为了躲避更大的苦难，或是为了追求远大目标，如发财或拯救灵魂，才会作为水手和乘客承受如此凶险的航行中的千辛万苦。文献资料说当时水手奇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一点。资料还描述了1505年有一艘船的船员由刚放下犁具的农民组成，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海员用语都不懂，根本无法执行指令。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和在日本航程上的葡萄牙船只的船员大部分是本土海员甚至奴隶，因此船员构成了一个特别受歧视的社会阶层。这也累及舵手，尽管真正操控、指挥船只的是他们。船长和船队指挥官出身贵族阶层，他们当中只有极个别人懂得一些航海知识。直到17世纪末，将一艘船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承担实际责任的人在葡萄牙才成为可能。

头几次印度航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只要他得到国王的许可并为自己的货物向王室缴纳5%的关税。尽管王室具有相当高的能力，但也需要他人的资本装备船队。关于1502年和1504年的航行，我们可以看到南德参与者的相关材料，尽管最初他们还不允许德意志人涉足装备船只。1499年，威尼斯共和国与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后，奥格斯堡的商人试图通过热那亚满足自己的香料需求，但由于里斯本供货进展顺利，后来他们在韦尔泽尔家族带领下试图在那里站住脚跟。1503年与曼努埃尔国王签订香料供货协约的不仅有韦尔泽尔家族，而且还有富格尔家族（Fugger）；1504年，卢卡斯·雷姆（Lucas Rem）在里斯本开设了一个韦尔泽尔国外商贸代理处。然而他们未被允许加入1504年出发的船队。1503年达·伽马船队归来后，货源充足导致胡椒价格下跌，这促使王室后来建立王家垄断以控制发展。

然而，国王的资金满足不了1505年德·阿尔梅达那支庞大船队的需求，单单它大概就要耗费王室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三。因此，由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一个临时性组合被允许出3艘船参与航行，它们分别为“圣海罗尼莫号（S. Jeronimo）”、“圣拉斐尔号（S. Rafael）”和“圣雷奥纳多号（S. Leonardo）”。在65400克鲁扎多金币的总投资资本中，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人（估计已在先前的航行中投资过）出了29400克鲁扎多金币，德意志人出了36000克鲁扎多金币，即韦尔泽尔家族和弗林家族（Vöhlin）出了20000克鲁扎多金币，富格尔家族和霍赫施泰特家族（Höchstetter）各出了4000克鲁扎多金币，伊姆霍夫家族（Imhof）和格瑟姆布罗特家族（Gossembrot）各出了3000克鲁扎多金币，希尔施福格尔家族（Hirschvogel）出了2000克鲁扎多金币。我们可以读到两份德意志人关于此次航行的报道，其中一份是韦尔泽尔家族的商贸代理巴尔塔萨·施普林格（Balthasar Springer）写的《前往未知岛屿和未知帝国的海洋航行和新航路开辟记》（Die Merfart und erfarung nüwer Schiffung und Wege zu viln onerkanten Inseln und Künigreichen），其中有许多有趣的观察，但关于生意的信息很少。1508年，汉斯·布克迈尔（Hans Burgkmair）创作了六幅反映此次航行各主要时段的木刻画并配有施普林格的文字，1509年出版，但画的印刷质量较差。1506年，这一临时性组合运回的香料获利至少达150%。

不过，实现这一利润遇到了重重困难，因为1506年以来最终实行了王室垄断，并一直持续至1570年。

王室为何突然之间便具备了独自为船队筹措资金的能力？它从香料生意中获得的收益有如此之高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其信贷信誉因印度船队而提高，从而使它能够筹措到急需的资金。不管怎么说，王室债务的出现导致了垄断。不过，1560年因没有偿付能力已经出现了一次国家破产。

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王室的垄断仅限于香料以及为获得香料所急需的支付资金，而其他商品的交易则一如既往是广泛放开的。例如韦尔泽尔家族 虽然未能自己出船加入1506年的船队，但可以进行少量的投资。1506年，船队装载的货物只有四分之一属于王室，其余的四分之三属于私人。1518年，船队的类似情况也可以得到证实。另外，船员的免运费货物以及允许进行其他商品交易的机会当然也被用于偷偷参与香料交易。

王室垄断首先被葡萄牙人自己以这种以及其他方式一步步破坏掉，直至国王塞巴斯蒂安（Sebastian）于1570年最终放开了这一交易，不过还保留流向印度的白银和黄铜的供货权和控制权。自此，香料交易陷入了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旋涡之中，尤其是从西班牙费利佩二世以来：他是当时金融世界最大的债务人，自1580年起也是葡萄牙国王。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依旧是欧洲香料市场的需求。王室竭力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并将风险转嫁给投机者，其方法是与后者签订两种合同（Contratos）。在所谓的“亚洲合同”中，投机者负有在印度购进香料并在葡萄牙出售给王室的义务，两者的价格都是确定的。王室以这种方法摆脱了所有的风险，而合同接受方赚到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低成本并尽量提高供货量。较有成功希望的是第二种合同，也就是所谓的“欧洲合同”。在此合同中，商人负有以固定价格在里斯本买进一定数量的香料并自担风险转手销售的义务。在这里，滞销和价格下跌的风险也转嫁给了投机者。不过，只要利用亚洲合同控制供货，就能够通过数量确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价格。

来自奥格斯堡的康拉德·罗特［Konrad Rot（t）］已经签订了一份欧洲合同，1578年在规划建立一个欧洲胡椒卡特尔（Pfefferkartell，即垄断集团）的框架内又签了一份亚洲合同。1580年他破产后，这一合同由他的诸位意大利生意伙伴，尤其是由来自米兰的乔万尼·罗韦拉斯卡（Giovanni Rovellasca）继续执行。该合同期满后，费利佩二世与罗韦拉斯卡签订了一份为期六年的新合同，他负有每年向印度船队五艘船提供2.4万克鲁扎多金币装备费用的义务，每次还须按印度官方定价向那里输送用于购买3万担胡椒的17万克鲁扎多金币，为此，在印度商贸所供货时，他可以拿到12克鲁扎多金币一担的价格，2.4万克鲁扎多金币的装备费用也会退还给他，另外他还有权免税进口1.2万克鲁扎多金币的其他货物。大概是在其驻里斯本商贸代理克里斯托弗·曼里希（Christoph Manlich）的推动下，马尔库斯·韦尔泽尔（Marcus Welser）和马特乌斯·韦尔泽尔（Matthäus Welser）参与承担该合同规定费用的十二分之五，并将其中的十二分之三，即四分之一，出让给菲利普·爱德华·富格尔（Philipp Eduard Fugger）和奥克塔维安·塞肯多斯·富格尔（Oktavian Secundus Fugger），他们虽然被排除在富格尔家族活动之外，但一如既往非常热心于与西班牙的现金交易。

然而在亚洲，葡萄牙人的地位再次受到威胁，马六甲遭到攻击。欧洲笼罩在西班牙—葡萄牙与尼德兰、英国之间的战云之下。因此，这个临时性组合能够提供的胡椒数量连约定的一半都不到。合同期满后，自1592年至1600年，实际上再没有胡椒运往里斯本，这致使胡椒价格上涨得令人难以置信。

尽管如此，这个临时性组合依然在印度次大陆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国外商行网。罗韦拉斯卡的代表是佛罗伦萨商人和人文主义者菲利波·萨塞蒂（Filippo Sassetti，1540～1588年），1583年至1588年在印度逗留期间，他给佛罗伦萨有学识的朋友们写了大量书信，信中有许多敏锐的观察，一部分观察还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不过它们没有很快公之于众。1587年，富格尔家族和韦尔泽尔家族将奥格斯堡人费迪南德·克罗恩（Ferdinand Cron，约1559～1637年）派往果阿，1592年，临时性组合的国外商行解散后，他独自经营，在当时经澳门进行的兴旺的远东生意中挣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凭借给总督借贷以及自己拥有的信息，他成为印度地方政治的重要人物。他虽然离开了公司，但依然参与富格尔家族创建的所谓富格尔报刊通信网络的活动，所以他能依据奥格斯堡的来信就1598年尼德兰船队驶出一事提前向总督发出警告。然而，他还是败于其对手的阴谋诡计。

1597年，这一临时性组合的欧洲合同期满后，再也找不到对胡椒合同感兴趣的人了，尼德兰和英国的威胁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了。直至1616年，还都有针对其他香料和船队装备的相关合同，不过它们有时无疑是与同一些人签订的。

印度贸易此时迫不得已再度由王室垄断，只有在王室和里斯本城市的帮助下，印度航行才得以维持。仿效尼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作为经营体的努力仅仅持续了六年，即从1628年持续到1633年。出于里斯本的胡椒价格偏低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生意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因此，公司的主要弱点变得更加突出：它对私人资本没有，而且始终没有吸引力，尽管仿效尼德兰建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私人资本。在价值1380926克鲁扎多金币的总投资额中，来自王室的为1056809克鲁扎多金币，但只有80000克鲁扎多金币是现钱，其余的是装备和库存胡椒；有318867克鲁扎多金币来自29个葡萄牙城市，其中仅来自里斯本的就有150000克鲁扎多金币，来自印度城市焦尔（Chaul）的是3750克鲁扎多金币；来自两个私人投资者的仅为1500克鲁扎多金币。站在这些城市身后的自然是其上等阶层，然而他们出资绝对不是出于自愿。

由于担忧犹太出身的所谓新基督徒的影响日益增大，全面开放贸易的建议在1609年遭到了拒绝。王室对香料生意的垄断直到1642年，即在新的葡萄牙王朝——布拉干萨王朝统治期间才取消，但肉桂生意除外，因为在世界市场的新形势下，肉桂生意暂时显得比胡椒生意赚钱，直到尼德兰竞争者控制住锡兰。

在印度购足香料是王室专设的各个国外商行负责的事情，但那些临时存在的私家商行也必须与它们合作。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是在公共市场上购进香料。南印度的胡椒园都归寺庙、领主和最高社会等级成员所有，其佃户在新旧年交替期间收获胡椒，然后至少在向阳处晾晒一个月，再将这些收获物卖给供应市场的当地经纪人。然而，葡萄牙人为了保证对自己的供应，并不依赖于市场机制。在马拉巴尔海岸，当地的多马基督徒中的商人被赋予优先向葡萄牙人供货的义务，必要时甚至会借助教会的权威行事。另外，合同还使当地领主承担保证船队所需货物数量的义务。作为回报，这些领主可以在自己的港口征收自己的出口关税。

葡萄牙人当然不是唯一的香料买主。依据同时代人的记述，特别是依据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著于1512～1515年）中的记载，可以相当准确地估算出1500年至1520年亚洲香料的年产量：胡椒约7000吨，肉豆蔻约1350吨，丁香约1250吨，生姜约300吨，肉桂约150吨，肉豆蔻花约115吨，总计10000余吨或197000旧担[8]。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在亚洲本地消费，胡椒主要是在中国消费。1496年通过威尼斯人运往欧洲的香料共计68500担。

我们已无法算出里斯本进口的数量，因为印度商贸所的官方记录已毁于1755年的地震。不过，从不同的原始资料中至少可以整理出一些关于胡椒的情况。据此，数量最高的1503年、1515年、1517年、1519年和1547年在30000～48000担范围内，1505年和1597年间的其他年份大都在20000担左右。不过此间亚洲的年产量几乎翻了一番。17世纪头20年的香料年产量估计为18000～19000吨，根据英国和尼德兰的原始资料估算，欧洲1620年至少消费了6000吨胡椒、450吨丁香和400吨肉豆蔻。

关于购进价格，我们仅对胡椒了解得比较详细。1498年至1502年，葡萄牙人为每担胡椒支付3.5～4.5个克鲁扎多金币。后来瓦斯科·达·伽马进行第二次航行期间通过合同将科钦的价格定为1015雷亚尔（Reais），约合2.5个克鲁扎多金币，也就是1巴哈拉胡椒价值8个克鲁扎多金币，不过他的代理人可以以每担2个克鲁扎多金币的价格购进部分货物。据说1506年，3个克鲁扎多金币不仅可以支付收购款，而且还够支付关税和运输费用。这一定价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尽管大约自1520年以来它对当地商人已不再具有吸引力。然而，若非依据固定价格，我们很难对印度航行进行比较准确的估算。支付采用贵金属货币或铜币，当红海被封锁导致西方货物紧俏时也临时采用以货易货。

1558年的一份原始资料告诉了我们一批货物成本费用的详情，首先必须知道，1个帕尔多折合5个坦加（Tangas）或300雷亚尔。当时购进27240担货物的平均价格为每担[image: ]个帕尔多或1300雷亚尔，共计118011帕尔多。由于货物脱水重量损耗3%（817担），剩下的26423担合每担4.5帕尔多或1356雷亚尔。另外还要为保障这一交易进行的葡萄牙管理系统和军事系统支付167041帕尔多的基本设施费，再加上未详细列明的损耗7460帕尔多，最后的总额为292512帕尔多或者205633克鲁扎多金币。

接下来算旅程。由于途中货物脱水以及类似情况，还要减去30%，依据经验，五艘船中可能要损失一艘，即再减去20%，于是26423担货最终在里斯本卸下时为14796担，因而运抵里斯本的成本费用为每担19帕尔多3坦加40雷亚尔，也就是13.8克鲁扎多金币。按4克鲁扎多金币运费和以34克鲁扎多金币在印度商贸所卖出计算，利润为88.8%。如不将基本设施费计算在内，则得出的数目为9.5克鲁扎多金币，其中运费为4克鲁扎多金币，货物费用为5.5克鲁扎多金币，这样利润就是152%。

由此，所有殖民历史共同面临一个问题：殖民利润没有回流进支付殖民体系基本设施费用的那个钱箱。确切地说，我们认为这与一个分裂的体制有关，在这一体制中，国家承担基本设施费用和投资，而且始终亏损或面临亏损，而凭借这一基本设施实现的利润却使个人得益匪浅，但是没有通过税收和类似方法保证能有一定比例的利润回流入国库。用广大民众阶层的赋税进行国家支付，而民众只能有限地享受殖民所获的利益，或许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职位。葡萄牙王室试图通过那个时代流行的垄断方法避免这种危险，但并未成功，因为它没有偿还能力，所以始终不断举债。不过国家债务是当时自下而上的分摊进程最重要的形式。

坚持固定价格被证实大有问题，因为它导致供货商用靠大量掺水来增加重量并混入了各种其他东西的劣质胡椒欺骗国王。1518年因货物脱水和类似情况造成的重量损耗只有7%，1557年已达40%！据说当时通过威尼斯可以买到质量较好的胡椒。另外，在各个港口查明的1561年至1569年的价格已证实比固定价格高出101%～148%，但此间普遍的价格上涨可能在300%左右。不过至1626年，胡椒价格至少在坎纳诺尔仅上涨了2～3倍，而其他香料则贵了5～7倍。

“有了胡椒就有了金钱”，1530年两个威尼斯人这样说过，因为胡椒是投机生意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尽管是迫于无奈而举债，但葡萄牙最初支付胡椒购进款并没有困难，也就是说还没到普林尼所描述的欧洲货币被吸净、榨干的地步。绕过非洲海角进行的海外贸易所造成的贵金属流失只是“小溪”，而不是“洪流”。整个16世纪上半叶，每年船队装载的贵金属在3万至8万克鲁扎多金币范围内浮动，偶尔出现的较高数额都是政治目的带来的。在威尼斯的香料生意处在鼎盛时期时，每年从那里流往东方的至少有10万杜卡特金币，最高时达50万杜卡特金币。然而，自1522年至1557年，葡萄牙船队驶离时装载的货物平均价值为35万克鲁扎多金币——与贵金属的差额又从何而来？

这些船队通常装载着数量巨大的铜。1520年至1526年，王室设在安特卫普的商行每年向里斯本提供8650担铜。1497年至1521年，富格尔家族从匈牙利向安特卫普出口了大约11200吨铜，1495年至1521年葡萄牙在那里至少购买了5200吨。葡萄牙当时仅铸造很少的铜币，不过或许印度要铸造铜币，这也要耗费大量的铜块。除西非外，印度是主要买主，至16世纪末，铜在葡萄牙也成为紧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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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1 1520～1530年贵金属及货币的流向

另外也根本无须将前面列举的船队所携带的克鲁扎多金币款项真的如数装到船上。1551年是非常典型的一年，当年共向印度输送了10万克鲁扎多金币，但其中现金只有4万，另外4万是信用证（Kreditbriefe），对于剩下的2万，果阿的财政专员（Vedor da facenda von Goa）可以向印度商贸所开具这种能够在里斯本支付的信用证。鉴于利息禁令，这种信用证是作为汇票（a cambio）开具的，尽管它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汇兑业务。唯有欧洲人在印度长期驻在，才会出现东方贸易的这一创新。身在印度的商人和官员也要将利润汇往本土，因而葡萄牙与自己的印度帝国之间的收支结算有时甚至为正数。有时返国的船上甚至也装载着现金。

长期驻扎在当地使得印度帝国自筹资金成为可能，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使印度贸易自筹资金成为可能。因统治而获得的常规收入很快就变得比从与穆斯林进行的海战和陆战中获得的惊人的战利品更为重要。1630年，王室从其亚洲领地获得的收入为83万色拉芬金币（该金币价值与克鲁扎多金币相等），其中47%来自关税，31%来自租金和贡金，14.75%来自间接税，7.25%来自清偿。尚不清楚的是，王室收入中有多少流进了官员的口袋，让我们注意到这方面问题的是具有批判性的迭戈·德·科托。

果阿每年都要派出自己的舰队，强迫沿古吉拉特至马拉巴尔的印度西海岸航行的所有商船接受葡萄牙的通行证（Cartazes），他们认为获得了制海权便拥有这一权力。为此收缴费用倒是无关紧要，但这份通行证使那些商人承担了停靠葡萄牙港口并在那里缴纳关税的义务，另外它还包含葡萄牙的禁运规定，例如禁运香料和铜，若有违反，则处以没收和划桨苦役，被查出没有通行证的商船也照此处罚。作为回报，葡萄牙承担保护商船不受敌人和海盗伤害的义务。通过强制进行护航（Cafila），16世纪末这种既监察又保护的做法还算能够维持，尽管从整体上本就不能过高评价这些措施的效果。

另外还有葡萄牙人自己在印度洋和东亚区域的贸易，即后来所称的“国家贸易（Country Trade，德文为Landhandel）”[9]（贸易是陆间的，但仅有极少部分走陆路进行）。对其意义根本无法予以过高评价。根据一份可能出自1580年的清单，绕好望角的航路带来的收益最多只占葡萄牙帝国在整个贸易中实现的利润的五分之一。香料在霍尔木兹不仅用于换取维查耶纳伽尔所需要的战马，还用于换取白银。在古吉拉特，人们用香料和铜换取白银和纺织品，那些印度纺织品在马六甲以东的岛国世界特别受欢迎，它们使香料和黄金的继续流入成为可能。在远东各个地方都能获得黄金，因而1510年汇聚于位于古典时代的“黄金半岛（Goldhalbinsel）”上的马六甲的黄金有2000公斤，1586年甚至达2800公斤，远远高出几内亚鼎盛时期从那里获取的 黄金数量。通过这一途径，印度在贵金属方面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另外还能获得来自中国和日本的铜。

另外，葡萄牙，或者称葡属印度更为确切，掌握着东南非的黄金。斯瓦希里人（Suaheli）的索法拉本来就是与内陆的莫诺莫塔帕帝国（Monomotapa-Reich）进行黄金交易的中心。1505年以后，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商行并实行了垄断。16世纪以及17世纪前期，从这里流往印度的黄金有500～1500公斤，印度用其铸造自己的帕尔多金币。这些黄金没有一克直接运达葡萄牙，也不再运往红海，这或许是土耳其帝国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然而，象牙生意在东非的重要性很快就超过了黄金生意。岛城莫桑比克发展为中心，冒险者们沿赞比西河建立起自己的统治（Prazos），那是葡萄牙封地与非洲酋长制的一种特殊混合体。不过，葡萄牙人只能长期坚守在今天莫桑比克境内的德尔加杜角（Kap Delgado）以南地区，多次战斗后，1593年在蒙巴萨北部建立的耶稣要塞（Fort Jesus）也于1698年最终落入阿曼人（Omanis）之手。

最后，从葡萄牙向印度出口欧洲商品的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商品是珊瑚、布料、朱砂和水银。德·阿尔布克尔克意欲拓展这方面的交易，他认为将贸易片面地固定在香料上是一个错误。一个佛罗伦萨人很快就会教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办法，他这样说。1513年，他鼓动在亚速尔群岛和葡萄牙种植罂粟以获取出口印度的鸦片。“那无非就是罂粟液”，他这样写道。为什么要将这桩买卖让给亚丁来的穆斯林呢？

16世纪上半叶，印度贸易造成的葡萄牙货币外流微不足道，但到下半世纪，这一状况发生了彻底变化并维持了很长时间。从此以后直至18世纪，葡萄牙人、尼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均用源自西班牙的银币支付货款，从西属美洲流出的银子此时进入了整个世界经济。例如1600年至16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印度出口的布料、铅、锡以及其他商品价值292286镑，但输往那里的通用银币西班牙里亚尔（Reales）价值548090镑。葡萄牙商船带往印度的也主要是里亚尔，意大利商人萨塞蒂估计1585年流往果阿的里亚尔价值80万～100万克鲁扎多金币。人们计算出的结果是，1500年前后有50万杜卡特金币流往东方，即1750公斤黄金或20500公斤白银，而欧洲的银产量在其巅峰时期——1526年至1535年——约为84000公斤。17世纪前25年，流往东方的杜卡特金币达150万，相当于5250公斤黄金或64300公斤白银。当时欧洲的银产量已下降到21000公斤，然而从美洲流入的白银却有20万公斤。在寻求银子方面没有多大成果的葡萄牙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通过与西班牙王室签订的合同，通过经亚速尔群岛和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意为银子河）地区进行的走私，最终是通过向西属美洲提供非洲奴隶，让一部分美洲白银流向自己。而奴隶交易在17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使西班牙货币流向了里斯本。

换算成尼德兰里克斯银币（Rijksdaaler），各个时期贵金属流向的年平均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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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银子流往亚洲不仅仅是通过绕过好望角的航路，另外还有四条途径。按平均数算，首先是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将美洲输出白银的17%运往马尼拉，83%运往卡斯蒂利亚，而1690年前后这一比例变为39%和61%。第二条途径是白银经地中海和地中海东部国家和岛屿流向亚洲。第三条是经波罗的海、俄国和伊朗流向亚洲。不过第四条最为重要，在1668年禁止白银输出之前，日本是葡萄牙人和尼德兰人重要的白银供给者。17世纪中叶，尼德兰人从日本运往巴达维亚（Batavia）的白银甚至多于从欧洲运往那里的数量。1560年至1640年约有7350吨白银从日本流往中国，其中很多是经葡萄牙人之手，而运往那里的美洲白银只有132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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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2 1600年前后贵金属和货币流向

此时，就连里斯本和安特卫普之间的货币流向也反了过来，1549年关闭那里的葡萄牙商行可以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16世纪初，德意志人购买香料的银子经安特卫普流向里斯本，但很快香料就不再能抵偿葡萄牙进口的纺织品、制造玻璃的原料和奢侈品。1569/1570年与安特卫普之间的贸易为逆差，葡萄牙向那里输出了100万杜卡特的香料和2万杜卡特的宝石，另外还需支付50万杜卡特现金。

16世纪上半叶，安特卫普是葡萄牙香料的总转运地，1501年第一艘船在那里卸下装载的香料，自1503年起货物定期运来，1508年佛兰德商行（Feitoria de Flandres）成为里斯本印度事务所的分理处，它也负责在欧洲的销售。16世纪前20年，不仅是英国人，而且连南德意志人也越来越多地转向安特卫普香料市场。1507年，大拉文斯堡商贸公司（Groe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决定此后在那里购进自己所需要的货物。1515年，富格尔家族主动提出取代佛罗伦萨的阿菲塔蒂和古尔特洛蒂公司（Haus Affaittati & Gualterotti）签订合同购进全部胡椒并提供葡萄牙急需的铜。

然而，香料交易并未因此而从地中海最终转往大西洋，尽管葡萄牙几任国王都曾有这种意图，尽管威尼斯的原始资料里那些抱怨和不满曾让好多代历史学家都信以为真。威尼斯人参与了大发现，尽管人们仅仅记得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Alvise Cadamosto），不过更应该记得的是对各种新讯息的接受，如威尼斯制图学的发展就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第一部游记和探险报道大型汇编——1550年至1559年出版的三卷本《航海与旅行丛书》（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出自威尼斯人乔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之手绝非出于偶然。丛书对第一批香料货物到达里斯本予以了特别关注并进行了评论，提供了大量1501年的原始资料。乔万尼·普里乌利（Giovanni Priuli）的《日记》（Diario）记录下了当时人的一些表述，从这些表述里我们已看到威尼斯商贸强国的终结，尽管葡萄牙进口货物的数量还相对比较小。不过根据较新的研究成果，这些表述仅在某种条件下符合实际。在15世纪，威尼斯对香料生意的垄断绝对没有受到大发现的影响。威尼斯的帆桨船在贝鲁特（Beirut）接运经霍尔木兹海峡运抵的货物，在亚历山大城接运经红海运抵的货物。当时在威尼斯交易的胡椒的价格具有印度洋和红海“保护费（protection costs）”的功能，也就是说穆斯林商人能够而且必须以此价格购买自己生意的安全。1420年以后，埃及苏丹利用吉达与亚丁争斗使红海航行变得安全时，胡椒的价格就下跌了；1499年以后，与土耳其的一场战争影响到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时，胡椒价格便急剧上涨。在此之后，葡萄牙尝试进行的封锁才被人注意到。自1499年至1529年，从威尼斯驶往亚历山大城和贝鲁特的船只数量下降了几乎一半，胡椒进口量下降到之前的六分之一，而且有几年颗粒未进，而在同一时间，葡萄牙则通过安特卫普占领了市场。1521年，威尼斯人甚至考虑在里斯本购进货物。

不过，流入地中海东岸国家和岛屿的“胡椒之流”从未完全干涸，而让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状态的是葡萄牙人自己。最初的冲突过去之后，奥斯曼人自1534年以来在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存在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从而使葡萄牙人于1543年自己接管了霍尔木兹的海关，此后可以不走穿越叙利亚沙漠的商路，而是溯幼发拉底河尽量往上游航行，自河岸出发走一段较短的旱路便可到达阿勒颇（Aleppo）和贝鲁特。在这种情况下，封锁红海便失去了其意义。活跃的，尤其是由葡萄牙人自己进行的向埃及的香料走私开始了，因而1550年至1560年每年又有3万至4万担香料出现在亚历山大城的市场上，这几乎等于绕好望角运来的数量。1560年以来，奥斯曼人在红海建有一个胡椒贸易体系，然而政治形势的发展再次导致了骤变。威尼斯与奥斯曼人之间的战争（1570～1573年）——1571年发生了勒班陀海战（Schlacht bei Lepanto）——不仅为已经又被压制住的葡萄牙人的胡椒生意创造了新的机会，而且也使威尼斯在地中海区域的竞争对手们，尤其是马赛大大受益。拉古萨（Ragusa）在16世纪中叶前就已蓬勃发展，以至于富格尔家族试图借助那里在亚历山大城站稳脚跟。对1600年前后从印度驶出的商船的吨位有一个估算，从中可以看出亚洲方面，情况的发展对经过近东的商路有利。

1600年前后从印度驶出商船的目的地和吨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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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胡椒价格的变化，我们了解的信息残缺不全而且不均衡，关于价格的基础以及对胡椒的需求量，我们掌握的资料也是如此。1579年、1611年和1612年的胡椒销售量估计在300万磅和600万磅之间波动，其中最大份额是销往中欧、北欧和东欧。保存下来的少量关于价格的残缺资料表明，自16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较以前价格更加一致的趋势。有时它似乎形成了一种世界市场价格，尤其是在1565年和1599年前后的两个异乎寻常的价格高峰期，这两次高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印度洋边以及西欧政治动荡加剧造成的断货，而威尼斯在这一时期获得供货的情况则相对较好。这一情况使得葡萄牙有时试图从奥斯曼人那里得到使用红海航路的正式许可——情况变化就是如此之大。

特别是由于葡萄牙在安特卫普建有移民点，因而那里直至17世纪都是香料市场，不过仅具有地区意义。在临时性组合与葡萄牙王室签订欧洲合同的进程中，其他欧洲城市也获得了同样的重要性。1575年，奥格斯堡的康拉德·罗特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欧洲合同，1578年又签订了亚洲合同，意图以此将欧洲合同扩展为世界性垄断。他自己保留了这一临时性组合30个份额中的12.5份，转让给葡萄牙公司10份，转让给意大利公司7.5份。这两家公司负责向南欧和西欧供货，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一世（August I）建立的一家公司负责向中欧、北欧和东欧供货，选帝侯的姻亲、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k II）则应为此提供船只。由于不可能准确估计价格以及没有借贷到足够的资金，这项计划归于失败。罗特破产了。

1584年，费利佩二世向威尼斯提出建议，让其承担在里斯本进口的所有胡椒的销售，但威尼斯人 觉得开列的条件过于不利，而且他们担心会在政治方面变得依赖于西班牙，而以他们的困难处境根本对付不了奥斯曼人。

就连其他意大利人也拒绝接受这一建议，最终，1586年至1591年有效的亚洲合同持有者们被迫与反正已被西班牙的国家借贷紧紧束缚住的富格尔家族签订了一份期限为1591年至1597年的欧洲合同，否则他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未收回的款项就会受到威胁。在32个份额中，葡萄牙的希梅内斯公司（Haus Ximenes）持有12份，富格尔家族接受了7份，韦尔泽尔家族5份，米兰的罗韦拉斯卡4份，来自布尔戈斯的西班牙马尔文达公司（Firma Malvenda）也是4份。鉴于荷兰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临时性组合选择汉堡作为主要转运地。在1591年的供货中，48%运往了汉堡，23%运往了吕贝克（Lübeck），29%运往了阿姆斯特丹。不过1591年，富格尔家族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了安德烈·希梅内斯（Andrea Ximenes）的一个姻亲。威尼斯的竞争对手得到的供货一直比较充足——直到17世纪在尼德兰的带领下才在两条商路的竞争中作出了有利于绕好望角航路的抉择。

16世纪上半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亚洲香料生意的短暂繁盛期内，葡萄牙王室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能够实现60%的最终利润。然而，由于各种风险以及供货和销售周期皆长，只有拼命借贷才能维持这一垄断。1560年因国家破产而出现了崩溃，从此之后，当地和外地富豪成了定调子的人。给里斯本的短周期香料供货已经终止，长周期供货也呈下降态势，尽管该城将自己香料市场的重要意义维持到了约1650年。印度帝国虽然到17世纪才出现赤字，也就是在不得不耗费巨资进行防卫时，特别是针对尼德兰人进行防卫时，但是它对葡萄牙的重要性，也就是它在王室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在下降。1518/1519年香料生意为王室收入仅贡献了39%，而1619年绕好望角航路所得的全部收益仅占王室收入的20%。日益重要的内陆贸易并没有给王室带来持久性的补偿。由于资金不足和利益矛盾，1628年至1633年以及1685年至1693年仿照西北欧模式建立葡萄牙印度公司的尝试均宣告失败。在17世纪进程中，在对本土的重要性方面，葡属印度被巴西挤到了次等位置，它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被尼德兰人取代。

研究界倾向于认为，葡属印度（Estado da India）危而不亡的原因不在于任职者的官方政策，不在于规模虽然缩小但仍在继续进行的欧洲贸易，而在于它那些身在亚洲的已婚者的非官方活动和生意，特别是那些混血儿或娶当地女人为妻者的活动和生意。将葡萄牙人明确分为不同种族群体或政治群体的实际可能性微乎其微。印度洋的贸易世界自古就是由出身不同而且有着各种各样联系的散居者构成的，他们或相互替代，或同时进行活动。印度属地的第一批葡萄牙人当中就有外国人，例如当时就有一个德意志炮手组成的外籍军团，很快就有大批德意志和意大利商人成功地在属地（Estado）定居下来。另一方面，有为数不少的葡萄牙人转而为异国效力，而且其间也不惧于成为穆斯林。不过同时也有重新为旧主效力或秘密提供情报的人。

私家向里斯本输入货物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据称1580年至1640年甚至占总数的93%！特别是在亚洲，除了王室的香料买主垄断以及特许的合同船的官方内陆贸易，那些已婚者的私家生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人们所说的严格的群体界限的影响则越来越小。私家生意投入的资本可能比属地官方生意投入的多出很多倍。在实力强大的欧洲竞争对手尼德兰人和英国人与当地的各统治者之间，那些已婚者总能不断发现新的可为自己所用的，且多少显得狭小的市场角落。在欧洲航路上，尼德兰和英国船只优于葡萄牙的船，而已婚者自己设计的小型船则被证实在亚洲水域胜出一筹。这种情况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是：葡萄牙语作为亚洲贸易区域通用语言发挥着持久作用。就连尼德兰人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洋泾浜葡萄牙语（Pidgin-Portugiesisch）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葡萄牙未能建立起一个官僚体制控制的帝国，但靠着当地的亚洲裔或非洲裔“葡萄牙人”，它的帝国历经危难仍能生存下来（Newitt 2004，2）。

因此对于亚洲而言，葡萄牙人的存在和活动既不像从前人们所认为的，是欧洲在这一大洲殖民统治的开端；也不像后来研究界的所谓“重新定位”所宣称的那样，完全处在边缘地带而且无足轻重。最后的结果呈现了多样性，最终带给亚洲人的也绝不仅仅是不利。葡萄牙人虽然毁掉了当地的财产和商业，损害或改变了当地的贸易网，但没有毁灭国家和文化，而是仅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亚洲的某些边缘地区施加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基督教传教活动取得了成功，然而它留下的印记是有限的。它常常会催生一种虽属杂交，但其中的一部分却极具生命力的混合文化形式。从长远角度看，葡萄牙人至少开始将印度和中国与正在形成的、由美洲白银赋予活力的世界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贵金属流入对那里的经济和帝国政治产生的影响，今天人们的评价要高于以往。

中国拥有一个有效运转的银本位纸币系统。15世纪为筹措战争经费，纸币数量急剧增加，白银的等价相应失去效用，纸币的价值即相应下跌。于是商人们重又使用起银币，即使靠强制推行纸币也无法继续维持。1570年代以来，捐税也必须用银币缴纳。因此有段时间，中国的银价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两倍，这就导致此间西属美洲大量开采的白银经欧洲的亚洲贸易，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印度，不过主要是流向中国。即便在中国的银价下跌之后，已经建立起来的亚洲生意依然具有吸引力，白银之流在继续流淌。

从墨西哥经马尼拉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也比以往更多，1601年至1699年每年为200万比索，1620年甚至达300万比索。马尼拉存在的用途就是与中国做白银换丝绸（在墨西哥加工）生意。中国的白银需求是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基础，因此西班牙人毫不动摇地长期不改变其“8里亚尔（Real de a ocho）”或银比索（Silberpeso）的银含量，然而在自己国内却自1603年起实行“维隆币（Vellon-Geld）”（铜币）贬值，这给王室带来了好几百万比索的收益。白银流入促进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作为16世纪银币的卢比成了莫卧儿帝国以及印度统一的基础之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经济全球化的开端象征性地定在1571年，即马尼拉建立之时（Flynn/Giráldez 2010）。

货币单位

（参见Souza，Survival XV-XVII，用于换算）

1克鲁扎多（金币）=1两（Tael，银币）=1.25里亚尔= 1.33色拉芬=400雷斯（Reis）1基尔德（Guilder，银币）= 20斯托伊弗（Stuivers）=0.4里亚尔=0.32克鲁扎多=0.43色拉芬=0.32-0.35银两

1比索（银币）=8里亚尔=0.8克鲁扎多=1.07色拉芬=2基尔德10斯托伊弗

1里克斯（银币）=2基尔德8斯托伊弗（自1665年起1里克斯=3基尔德=1.2里亚尔=0.96克鲁扎多=1.29色拉芬）

1银两（3.75克银，未铸造）=10 Mace=1.25里亚尔=1.33色拉芬=1克鲁扎多=3基尔德2斯托伊弗（1637～1640年为2基尔德17斯托伊弗）

1色拉芬（金币）=1帕尔多=1帕塔卡（Pataca）= 0.75克鲁扎多=300雷亚尔=2基尔德7斯托伊弗




质量单位

（参见 Souza，Survival XV-XVII，用于换算）

1巴哈拉（Bahar）=3百担（Picols）=1坎第尔（Candil）=400磅=181.44公斤

1百担=[image: ]英国磅=124荷兰磅=60.3公斤

1磅（荷兰）=1.09英国磅=0.494公斤

1磅（英国）=0.4536公斤

1担（葡萄牙）=130英国磅=59公斤

1担（西班牙）=100英国磅=45.3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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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中世纪城市有要求过往商人在一定时间段内，将其货物卸载、堆放在堆货场并进行销售的权利；部分商人可通过支付一定费用而免除此义务。——编者注

[2] 或写作Xerafim、Xerafin、Xeraphim、Xeraphin，一种银币，主要从1570年至19世纪在葡属印度（果阿、第乌）和马六甲等地区流通，后被葡萄牙在印度发行的卢比（Rupie）取代；后者则于1958年被埃斯库多（Escudo）取代。

[3] 指以英语为母语者。——编者注

[4] 原专指印度和马来女性与葡萄牙人生育的后代，后泛指混血人群，最后在葡萄牙语中特指小巽他群岛上信仰天主教的混血人群。

[5] 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明朝思想家、数学家。历任广东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山东右布政使、云南巡抚等职，累迁南京刑部尚书。——编者注

[6] 引自茅元仪，《武备志》，清初莲溪草堂修补本，卷一百二十二。——编者注

[7] 又译“委托监护制”“授田制”等。——编者注

[8] 在公制单位中，1担等于100公斤；但在普遍使用公制单位前，各地所用的质量单位“担”并不相同，此处“旧担”应指葡萄牙旧制中的担，约合58.75公斤。——编者注

[9] 特指近代早期殖民大国在印度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进行贸易的一种形式。


第四章 欧洲人来到亚洲海岸：尼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

尼德兰东印度公司[1]

进入17世纪以来，欧洲扩张的主导地位从伊比利亚诸强那里转入西北欧人手里，在这一过程中，最初尼德兰人领先于英国人，到18世纪，大不列颠才最终取得优势。这些西北欧的初来乍到者与当时强大的殖民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立最初常常表现为信仰之战，因为至此为止，殖民垄断权的所有者是天主教徒，敌视垄断的竞争者则是新教徒。从政治角度看，这是所谓信仰之战时代的欧洲冲突延展至海外，因而17世纪中叶的冲突完全可被看作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德意志土地上的冲突则表现为三十年战争。

从经济史角度看，这一转换的出现当然并不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是各种关系的正常化，因为欧洲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也随之转到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转到了17世纪黄金时代的尼德兰，在这一时代，它在许多方面都对整个欧洲起着典范作用。除了意大利北部，在中世纪，尼德兰就已是经济中心之一，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不过在尼德兰内部，其中心地区在南部。位于当时较大而开放的须德海（Zuidersee）与北海（Nordsee）之间的荷兰省（Holland）以及莱茵河入海口的群岛泽兰（Seeland）稍逊于中世纪的都市布鲁日，稍逊于16世纪曾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安特卫普。就连葡萄牙有时也通过设在安特卫普的一个商行经营它的印度香料贸易，并在那里购进用于支付采购款的铜。不过尼德兰自古以来就因商业关系与伊比利亚半岛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政治与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查理五世世界帝国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几乎谈不上与伊比利亚诸强 真正展开竞争，尼德兰在那里投入的资本也不少于南德意志地区的富格尔家族和韦尔泽尔家族。

1568年至1648年，尼德兰与西班牙进行了所谓的八十年战争（1609年至1621年因令人费解的停战中断了一段时间），然而，就连这场战争也没有完全瓦解这一经济联系，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双方都徒劳地试图阻止与敌方的贸易，它们相互依赖的程度非常高，西班牙需要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和造船所需的北欧原材料，两者均由尼德兰人提供，而尼德兰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西属美洲的白银为自己的经济注入资金，这些银子通过一些渠道从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半合法地流出，也就是通过德意志和英国代理人，通过法国和其他途径。

这一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是阿姆斯特丹城，它所在的荷兰省正处在繁荣期，鲱鱼捕捞和波罗的海贸易处在飞跃发展之中。1576年西班牙人对安特卫普的毁坏以及1585年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对它的再度占领意味着该城繁荣期的终结，北尼德兰的这一港口因斯凯尔特河入海口（Scheldemündung）遭封锁而长期无法使用。于是，安特卫普不少身份显赫的居民向北迁居，已经非常繁荣的阿姆斯特丹是他们乐于前往之地；由于控制着内陆水道，它已准备好接替安特卫普的角色。1594年，有个新到那里的人写道：“在这里，安特卫普已经被阿姆斯特丹所取代。”1585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大概3万出头，1622年已达10.5万，1670年前后超过20万。17世纪时，它是欧洲的航运中心、最大的商品市场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资本市场。

1595年，在阿姆斯特丹北面的霍伦（Hoorn），经过对老船型进行改进，第一艘弗鲁特船（Fluyt）被设计出来了，这是一种专门用于廉价运输大宗货物的商业用船，之后可以依照接近现代标准化生产的方式由尼德兰各造船厂廉价地批量制造。弗鲁特船重心低，船底平，船体两侧大幅度向内收窄，从而使甲板比较小，因为1669年之前，海峡关税是按照甲板周长计算的。与宽度相比，船体非常长，这样桅杆的间距就比较大，因而装卸舱口也就比较大。船首和船尾的上部建筑被省去。与一般船只以及标准东印度航船的低矮船尾不同，它的尾柱是圆的，它还尽可能地放弃火炮。这种船使用滑轮装置和 类似装置来操纵船帆，因而可以保持较少的水手人数。1600年前后，一艘这一类型的尼德兰百吨船只要10名船员就够用了，而一艘同吨位的英国船则需要30人。这种费用的降低使尼德兰人在自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海上航运方面占据着优势地位。就连在印度洋中，他们也投入使用了弗鲁特船。然而，真正的东印度航船通常是葡萄牙人使用的船型，只不过是较小和较灵活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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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3 尼德兰的弗鲁特船

商贸中的主导角色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第一个商品货场，自1585年起，那里定期印制、发布最重要商品的价目表，即所谓的“价格报（Preiskuranten）”。无论是想买粮食还是铜，无论是想购进装备物品还是奢侈品，在阿姆斯特丹什么都能买到，甚至常常是只有在阿姆斯特丹才能买到。因而商品交易所里投机生意盛行是理所当然的，同样，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主导角色也是理所当然的。国内国外的借贷业蓬勃发展，而相当具有现代特色的有价证券投机活动已然泛滥，很快也涉及了东印度股票。1609年建立的汇兑银行扮演着类似今天瑞士银行的国际银行角色：它促成国家间的支付往来，遇有危机时，将为欧洲上层提供稳妥的投资机会。一些王公贵族用假名在这里开有自己的账户。

这一发展的社会承载者是荷兰省和泽兰省各城市的商人、船主和手工工场主。政治和经济领导权掌握在富裕市民、寡头统治者手里，即统治各城市的所谓摄政者（Regent）手里。共和国[2]的联合体结构松散，这也就意味着七个省、国会和各省代表大会中分量最重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摄政者越来越多地抽身，不再积极参与交易，仅限于非公开地参与合伙，或是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借贷和不动产。商人领导层变成了一个吃年金的阶层。尽管接近17世纪末时摄政者中流行着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从未完全失去自己的市民特性。

尼德兰商业资本也对香料交易感兴趣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只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分沾葡萄牙的利润，尼德兰人显然非常乐于不去冒与此相连的各种风险。西班牙的费利佩二世是共和国的死敌，1580年又成为葡萄牙国王，他似乎扼杀了这种可能性，不过并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主要通过禁运和随意没收，而更多的是通过与不包括尼德兰人在内的临时性国际联合组织签订合同。对尼德兰人来说这就等于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尝试与东印度生产者建立直接联系便是出于这一原因。

我们并不缺少这方面的信息。1592年，一个名叫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年）的人回到了恩克赫伊森（Enkhuizen），他出身天主教家庭，自1579年起与兄弟们在西班牙经商，自1583年在印度做果阿总主教的书记员，其间有计划地收集了葡萄牙商业帝国的资料。此时他已改信加尔文教。1595年，他的《葡萄牙人东方航海记》（Reysgeschrift van 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sers）出版，这是一部葡萄牙印度航海手册的汇编，是1596年出版的《葡萄牙人之东印度水路志》（Itinerario，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naer Oost-ofte Portugails Indien）的第三部分。《水路志》采用自传性报道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东印度的国情，也依据文献介绍了几内亚和美洲的国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风情和航路，还能了解葡萄牙帝国的强项和弱点。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消息大概是，穿过巽他海峡可以直接到达西爪哇，在那里不仅可以不受葡萄牙人干扰购得大量优质胡椒，还能买到丁香和肉豆蔻。1598年英译本和德译本出版，1610年法译本出版。在范·林斯霍滕的著作出版之前，他收集的资讯已在尼德兰发挥了作用，与其共同发挥作用的还有从佛兰德逃出来的加尔文派传教士和地理学家皮特鲁斯·普兰修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年）的各种建议。

尼德兰人绝对没有忘记敌对关系的存在，他们很想避开葡萄牙人，不太喜欢走穿过麦哲伦海峡（Magellanstraße）或绕过合恩角（Kap Hoorn）的那条危险而漫长的环球航路（自1598年起尼德兰船只多次试行了这条航路），而是更想走一条设想的沿西伯利亚海岸航行的东北航路。在普兰修斯的建议和范·林斯霍滕的亲自参与下，1594年至1597年共派出了三支探险船队向东北方探查，前两支船队由政府派出，最后一支由阿姆斯特丹倔强的商人派出。徒劳了一场，成果仅为发现了新地岛（Novaja Semlja）和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zbergen）；以后者的史密伦堡（Smeerenburg）为据点的“北方公司（Nordische Compagnie）”（1614～1642年）由此扩大了自己的捕鲸范围。然而 如今，由于极地冰盖后退，东北航道很快将会变宽，鹿特丹（Rotterdam）至横滨（Yokohama）的航行时间大概可以缩短34%。

不过在此期间，尼德兰人走传统航路到达了印度。1594年，9个商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远程贸易公司（Compagnie van Verre）”，公司花费29万荷兰盾装备了4艘船，自1595年至1597年出海航行，目的是购买香料，但应避开葡萄牙人并友好地对待土著。主要是由于自己不熟练，船队首领科尔内里斯·德·浩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只带着3艘船归来，248名船员归来的仅为89人，而且带回来的货物也不多，然而前往西爪哇万丹（Bantam）的航路开通了。

相互竞争的公司迅速涌现。至1601年共有8家不同的公司派出14支船队前往万丹和马来亚，船只总数达65艘。一支选择绕行美洲航路的船队的最后一艘船于1600年到达日本。损失数量巨大，然而由雅克布·范·内克（Jacob van Neck）率领的一支由8艘船组成的船队于1599年和1600年分两批满载着胡椒和丁香从爪哇和马鲁古归来，带来的利润为400%。各个公司之间的竞争被证实极其有害。1599年，阿姆斯特丹船队得到的指示是：“时刻谨记在生意场上泽兰人是我们的对手，因此不得信任他们。”（Masselman，119）香料的收购价自然迅速飙升，因为需求者之间的激烈竞争面对的是供给方的垄断。于是建立买方垄断便作为合适的解决方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598年，尼德兰国会试图促成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却空忙了一场。最终，阿姆斯特丹公司毫不犹豫地在尼德兰国会为自己申请印度洋贸易的垄断权，垄断当然仅仅着眼于消除尼德兰人之间的竞争。然而，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被授予特权，在共和国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的帮助下，竞争对手们组合成“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对于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来说，这一经济政策举措首先具有外交方面的意义。

人们都非常清楚，西班牙国王对这种不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与一个强大的统一公司抗衡对他来说恐怕将非常困难。因此各方联合起来归入一个组织符合共和国的利益。（Masselman，41）

联合公司赶在1602年春天出航日期之前及时成立了，3月20日，尼德兰国会签发了公司的证书（octrooi），该证书授予联合东印度公司此后21年间经营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之间尼德兰贸易的垄断权，享有进行战争、缔结条约、占领土地和修建要塞的权力。该证书分别于1623年、1647年、1683年、1696年、1740年、1741年、1742年、1748年、1774年和1776年进行了延期，几乎每次延期联合东印度公司都向尼德兰国会缴纳了费用。自1674年起就连各地方长官也拿有自己的份额。

联合公司由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组合而成，这一属性反映在其联合体结构上。它由六个议事会（kamers）组成，各议事会分别设在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Middelburg，位于泽兰省）、代尔夫特（Delft）、鹿特丹、霍伦以及恩克赫伊森（后四处与阿姆斯特丹一样都在荷兰省），在共同行动的框架下各自装备自己的船只，在各自的港口卸货，集中进行结算。高达6424588荷兰盾的原始公司资本的来源可以让人看出阿姆斯特丹和荷兰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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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尼德兰居民都有权投资，投多投少出于自愿。认购额在50荷兰盾和97000荷兰盾之间不等。阿姆斯特丹的3674915荷兰盾分别属于1143位股东（Participanten），其中认购1万荷兰盾以上的只有84人，不过他们的投资额合计已达1620260荷兰盾。阿姆斯特丹的股东中有301位是从南方逃过来的，他们的认购额总数达140万荷兰盾。位居第二的米德尔堡议事会拥有264位股东，其中认购额超过1万荷兰盾的37人，1000荷兰盾至1万荷兰盾的148人，低于1000荷兰盾的79人。股东中也有德意志人和英国人，例如符腾堡公爵（Herzog von Württemberg）有段时间曾在鹿特丹议事会投入2万帝国塔勒（Reichstaler）。不过，尼德兰人自己的资金并非都限于省界之内，阿姆斯特丹人也在米德尔堡进行投资。17世纪末那里有160位省外股东，投资额总计达60万荷兰盾，超过该议事会资本的一半，其中108位股东的43.9万荷兰盾来自阿姆斯特丹。

普通股东有权参与分红，但对经营没有任何影响力。在议事会中，他们从投资额在6000荷兰盾以上的股东中选出对经营拥有一定监督权的主股东（Hooftparticipanten），在较小的议事会中从投资额在3000荷兰盾以上的股东中选出。另外，经营几乎不受什么约束地掌握在从此前各个公司的寡头领导中产生的管理者（Bewindhebbers）手里。这种终身董事最初为76人，后减为60人，其名额分配情况如下：阿姆斯特丹20人，米德尔堡12人，其他议事会各7人。这个圈子若有缺员，就进行补选，而身为各城市统治者的股东对此没有什么发言权。这些董事的中心是最高领导机构“十七人董事会（heren XVII）”，其中阿姆斯特丹占8个席位，米德尔堡占4个，其他议事会各占1个。第17个席位不固定，目的是在形式上阻止阿姆斯特丹占多数。十七人董事会从管理者和主股东中聘任各个委员会，协助它做各类准备工作。

由十七人董事会聘任的公司律师越发成为真正的业务负责人，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1652年至1706年在任的第三任律师皮特·范·达姆（Pieter van Dam）受十七人董事会委托，于1693年至1701/1703年撰写了一份供内部使用的《东印度公司说明》（Beschry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内容丰富，详细描绘了公司历史、公司组织、业务进展、各个贸易领域、公司的亚洲管理系统和公司为教会效力的情况。

公司内部的寡头结构及其与共和国各当权群体的密切关系允许董事们主要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经营，各类股东的异议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起初，这些董事可以通过参与装备船只和进口货物直接做生意，后来代之以领取薪水。尽管公司总是需要巨额资金用于投资和在亚洲的行动，但为了这些董事的领导不受干扰，经营策略一直是迅速支付红利以及放弃积累资金，这样一来便会经常出现急迫的资金短缺的情况。尽管如此，公司从未大幅度提高基本资金的数额，若遇急需资金的情况，便以存货做担保，通过短期借贷进行筹措，而这些存货的用途本是控制价格。因为没有人比这些董事更了解详情，所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亲近的人就是 这种款项的借贷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承担任何风险地把钱预借给公司，以此获取由普通股东承担的高额利息。从一些角度看，东印度公司好像是作为一种让少数家族发财的工具而被设计出来的。

从前期公司（Voorcompagnieën）[3]到发展成熟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条路走下来，完成了从规约公司（regulatedcompany）到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再到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的转变。规约公司是纯粹的合伙公司，被统合在其中的商人们各自独立，自己承担风险，但依照一定的、大都是由当局宣布的准则行动。而只要合股公司实际上在使用共同资本进行运作，那它就是一种资本投资公司。它与现代股份公司的区别在于其资本只能用于某一行动，如一次东印度航行，或者最多能在某一期限内使用，比如说十年。只要满足下列条件它就成了股份公司：1.投入资本不再有具体期限；2.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参与；3.资本份额可以在交易所买卖；4.开始按出资金额承担有限责任。前期公司具有合股公司类型的资本投资公司特征，不过，只要股东只是领导层的某一成员拉来增加资金的，也就是说不是直接和匿名参与的，那它们就依然是合伙公司。

东印度公司比较接近现代股份公司，当然也存在着差异，即它享有国家给予的特权以及它的开业证书上的规定，按照规定，任何一个股东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解约并要求偿还自己投入的本金以及支付红利，另外，公司还负有十年后与所有股东结算的义务。然而不可能再废除投资使这两个规定成为不可能，第一个规定被不声不响地置之不理，1612年，尼德兰国会免除了东印度公司在第二个规定中承担的义务，而且1606年以后越来越频繁地被称作“股份（actie）”的资本份额的可交易性也被交易所接纳。

交易所的行情随着经营状况波动，红利分发和政治成就在这方面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也可能被管理者用于操纵行情。正面传言让它在1606年飙升至200，负面流言使它在1607年降至60。1631年至1649年成功地在亚洲挤压葡萄牙人时，它因应发展趋势从200上升到400以上，1648年达到最高值539。17世纪上半叶每年的红利无规则地上下起伏，最高值为1610年的132.5%，最低值为1627年的12.5%，其间每年分红两次，有的年份甚至三次。用现金分红和用丁香分红的次数几乎相等，有一次分红使用的甚至是肉豆蔻花。截至1796年，东印度公司支付的红利共计2.32亿荷兰盾。

这种殖民地特许公司完全具有半国家特性，作为高度发达的经济组织形式比王权资本主义更有能力动员起用于欧洲扩张的巨额资本，因此直至19世纪，它们都是最受欢迎的殖民地政治的工具，其鼎盛期为17、18世纪。

然而，这并不是说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就通过自己的成就显现自己的优越性。第一次分红让人等了八年并非没有缘由。各项计划都制定得很好，但成果甚微。1602年、1603年、1605年、1606年和1607年东印度公司都向亚洲派出了船队，每支船队都不少于11艘船。与葡萄牙人作战，攻占他们的据点，特别是攻占莫桑比克、锡兰、马六甲乃至果阿都已列在计划之中，当然并非没有异议。1603年还处在前期公司时期，从澳门驶出的1500吨的卡拉克帆船“圣卡塔丽娜号（Santa Catarina）”在马六甲海峡被劫掠，1604年被送往埃姆登（Emden）出售。那一船货物购进时花了3389772荷兰盾，其中，1200包中国生丝就用了250万荷兰盾。

不过，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股东反对在商业航行中使用暴力，认为一个私营公司没有获取战利品的权力，这些股东中有门诺派教徒（Mennoniten）。有些股东示威性地将自己具有200%红利的份额送给了穷人。然而，尼德兰海军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公司的裁决。公司律师、21岁的胡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在一份详细的法律评估书中为对葡萄牙人使用暴力进行了辩解，评估书题为“关于获取战利品权力的解释（De Jure Praedae Commentarius）”。

各家前期公司都留下了商行，但1600年在安汶岛建立的据点首先被丢掉了。不过1605年，他们长久性地占有了安汶岛上的维多利亚堡（Fort Victoria），这是东印度公司获得的第一块具有领土性质的土地，当地居民勉强同意签订一项香料垄断合同。同年，他们将葡萄牙人 逐出了蒂多雷岛，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于1606年夺回了该岛并占领了半个世纪。1607年，特尔纳特岛由尼德兰庇护，签订了一份丁香垄断合同。同样在1605年，班达岛居民迫于登岛的尼德兰人的压力同意了垄断合同，但在尼德兰人的竞争对手爪哇和英国人的影响下并未长期遵守合同。1609年，一位想强制推行一种新规定的尼德兰海军将领及其46名手下被杀。尽管尼德兰人立刻重建了自己的控制，但班达人始终是靠不住的生意伙伴。

1609/1610年在日本建立了平户商行。东印度公司清楚印度次大陆作为纺织品供应地的重要意义，自筹部分资金的欧洲与香料岛的交易不能缺少这些纺织品。然而，由于当地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抵制，从一开始就作出的在苏拉特、马拉巴尔海岸和肉桂岛锡兰立住脚跟的尝试进展得并不顺利。与此相反，至1605年在东海岸却开设了四个商行，从北向南依次为默苏利帕塔姆（Masulipatam）、尼札姆帕塔姆（Nizampatam）、普利卡特（Pulicat）和特噶纳帕塔姆（Teganapatam）。

起初公司的地位还不稳固，因而1607年至1609年，尼德兰与西班牙进行停战谈判期间涉及垄断问题时，东印度公司从其利益出发还不可能像先驱者那样反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垄断权，也不可能争取自由远洋贸易。格劳修斯关于获取战利品权力的那份评估书当时尚未公开，从中选取有关章节以“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Mare Liberum，sive De Iure quod Batavis competit ad Indicana commercia Dissertatio）”为题匿名发表，此时显得非常恰当。国际法的准则之一不正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探访另一个民族并与其做生意”吗？如果任何一个民族生来就不会要求将与其临近的海洋作为自己的独家财产，大洋宽度如何能缩减那么多。如果葡萄牙人抱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人们只能如此回答：“每个人都可以对某一对所有人都具有均等机会的利益提出要求，即使另一个人从前曾独自榨取过它，这完全合乎自然法则，完全符合法理和公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尼德兰人的事业实则更为合理，因为他们的得益与整个人类的得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葡萄牙人则要毁灭这一得益。”葡萄牙人的所得虽然会减少，“却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但愿世界上所有王公贵族和专制君主的所得也照此减少”（Grotius/Selden 16，99 f.）。1609年发表的《论海洋自由》对停战谈判而言来得太迟，不过在与英国的争执中应该对尼德兰人的捕鱼业和航海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场争执中，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于1619年撰写了反驳文章《封闭性的海洋或制海权》（Mare Clausum seu De Dominio Maris）。东印度公司的许多船只环绕不列颠群岛航行而不是穿过英吉利海峡，另外，尼德兰人也在这些水域捕鱼。今天，国际法对海洋自由又有所限定的理解就出于尼德兰的利益政治，尼德兰虽然打着“海洋自由（Mare Liberum）”的战斗口号登场，但在东方却竭力尽快以自己的“封闭性海洋（Mare Clausum）”取代葡萄牙人的“封闭性海洋”。

为实现这一目标，十七人董事会于1609年作出了与葡萄牙人当年同样的决定，组建了一个由总督领导的亚洲中央领导机构，委托总督在柔佛、万丹或雅加达（Jacarta）为一个尼德兰体系创设中心。1611年，小邦国雅加达的统治者允许在其优质港口建立一个不设防商行，然而由于英国的竞争，他们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就，直到十七人董事会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德·阿尔布克尔克”情况才有了转变，此人便是1619年至1623年以及1627年至1629年担任总督的简·皮特斯佐恩·科恩（1587～1629年）。在总督手下担任总会计师以及后来担任总经理期间，科恩凭借自己在意大利所得的专业知识改革了公司的簿记，同时制定了一个政治规划，即《就荷属印度问题给尊贵的股东的建议》（Discoers aen de Edelen Heeren Bewinthebberen touscherende den nederlantsche Indischen staet），1614年将该规划寄给了十七人董事会，甚至尼德兰国会也讨论过它。

科恩富有远见的规划包括三个要点：国家贸易、香料垄断和移民。不仅要在与欧洲的香料交易方面，而且要在亚洲贸易，即所谓的国家贸易方面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排除在外。国家贸易比与欧洲的贸易更加有利可图，而且为了给欧洲贸易筹集资金，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为此必须要有庞大的船队和尼德兰的移民殖民地，而对手的优势就在于其殖民地和当地信奉基督教的臣民。由于将香料以外的亚洲自由贸易让给了个人，移民计划对有兴趣者颇具吸引力。自由贸易，但必须效力于一个高一级的垄断！已经负债累累的东印度公司一旦缺乏资金，尼德兰国会必定出手相助。科恩对英国人在马鲁古群岛的活动的担忧几乎高于对伊比利亚诸强的担忧。公司必须以比例适当的正义和暴力（世界上唯有靠力量实现的正义才能带来更多的正义）实现自己有条约为依据的权利，并最终创建秩序。为此，海上巡逻以及控制爪哇向香料岛输出其不能自给的稻米都是适当的措施。科恩否定葡萄牙式的使当地人皈依的尝试。加尔文派传道士，“即前所未有的白痴”，应主要用于使尼德兰海员、士兵和未来的移民遵守纪律。科恩以长远的眼光，计划待1621年与西班牙的停战期满后，攻占马六甲、中国澳门和马尼拉。用钱可以找来足够的当地雇佣兵以实现该目的，因为在马鲁古群岛，这种雇佣兵已经证实了自己的能力。

然而，这一计划在那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董事看来花费太大，他们不愿长期付出而短期内不能实现收益——或许有必要审视一下王权资本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否有差异，以及差异有多大。科恩只能实施他的垄断和组织计划。

总部依然设在万丹，英国商行和尼德兰商行之间在那里会发生武装冲突。不过在此期间，科恩未经当地邦主许可就在雅加达修建了一个要塞。英国人在一场海战中赶走了科恩，但在爪哇人面前又退却了，后来科恩又驱逐了爪哇人。1619年，他建立了巴达维亚新总部，其间曾恢复了旧名雅加达，今天那里还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18世纪，巴达维亚有约2万名居民，其中有4000～6000名是为东印度公司效力者，有3000多名中国人，另外郊区还有6万人。

鉴于与西班牙在欧洲的停战将于1621年到期，英国人和尼德兰人于1619年达成了和解。由在此期间下台的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筹划的联合公司没有成功，否则欧洲扩张史或许是另一种走向。尼德兰人将三分之一的香料生意让给了英国人，英国商行也迁往了巴达维亚。但科恩此时奉行的是一种挑衅政策。1623年，安汶岛的尼德兰地方长官下令处决了那里已决定解散的英国商行的10个英国人、10个日本人和1个葡萄牙人，原因是密谋反对尼德兰人。这次“安汶岛大屠杀”加剧了对立，而且成为英国方面在历次针对尼德兰的战争中随时可用的宣传材料，甚至到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期间还在使用。1673年，英国诗人约翰·德赖登（John Dryden）写了一部当时极为适时的悲剧，剧名叫作《安汶岛，或荷兰人对英国商人的残酷暴行》（Amboyna，or，The Cruelties of the Dutch to the English Merchants）。1623年，英国人放弃了他们的日本站点，1628年又回到万丹，直至1682年尼德兰人将他们从那里驱赶了出去。

1621年，科恩也让不安定的班达群岛“安定下来”。最初的战斗结束后，班达人由于已经投降而被视作尼德兰的臣民。按照在尼德兰施行的罗马法，他们的再次起义是要受到死刑惩处的反叛行为。尼德兰人以及他们的日本雇佣兵或屠戮当地居民——47个首领事先受到刑讯，或将他们卖为奴隶，或将他们赶进深山饿死。关于班达岛居民至少有一位前地方长官这样写道：“我们理应想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而战斗，而我们在多少年里同样是为了这一目标奉献了生命和财产。”肉豆蔻垄断此时有了保障。奴隶在尼德兰人监督下劳动，播撒肉豆蔻树种，其数量事先受到限制。1638年，有资料提到280个班达人（Bandanesen）和2200个奴隶，其中，部分奴隶是从印度输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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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4 安汶岛，16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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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5、26 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1619年

丁香生产分布范围更广，因此控制起来不可能那么容易。马鲁古群岛一如既往地向欧洲的竞争各方供货，另外，超量生产也会导致货物在欧洲跌价（东印度公司的红利常常用丁香发放），所以为了消除与自己控制的丁香产地安汶岛的竞争，尼德兰人转而开始让名为“战艇队（Hongitochten）”的特别探险队驾驶当地的科拉科拉船（Coracora）毁灭丁香树。1662年，受到中国逼迫的西班牙人从马鲁古群岛撤出，此举为尼德兰人采取这一行动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Celebes）］西南部的伊斯兰苏丹领地望加锡（Makassar）成为当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和丹麦人的香料交易中心，1660年至1669年，尼德兰人派出三支远征军攻击该地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们的肉豆蔻和丁香垄断此时终于获得了最终保障。

1622年，科恩企图攻占对中国贸易的门户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尼德兰人在佩斯卡多尔列岛（Pescadores-Inseln）站稳了脚跟，从那里威胁中国海岸，最后被一支中国舰队驱走。当时有一个中国人这样描述这些新来的红发蛮人的特性——

他们贪婪狡猾，对于珍贵物品具有广博的知识，善于非常巧妙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为了获取利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再偏远的地方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成功前往。若在海上遇到他们，必定会遭其劫掠。（Parthesius，7）

自1624年至1661年，尼德兰人占据着台湾，他们在该岛西南部的要塞热兰遮（Zeelandia）很快便成为对中国内陆贸易或走私活动的中心，直至明王朝追随者国姓爷郑成功收复了该岛。至少在1650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在那里通过中国货物、农业产品、狩猎产品（供给日本的兽皮）、351个村庄的赋税以及将土地租赁给中国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17世纪下半叶的冲突以及尝试接近均未促成与中国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接触。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与其他欧洲人分享对中国贸易。而在日本情况则完全不同，出岛（Deshima）上的尼德兰人一直是那里唯一的欧洲人，因为无论有多少限制，日本贸易都是特别值得一做的。中国竞争对手已经在巴达维亚刺探他们的情况并向日本人报告。1638年，仅进口贸易就获益250万荷兰盾，1651年至1671年，年均收益为90万荷兰盾，1641年至1689年的年均利润率在49%和75%之间起伏！

这一商业成就的秘密就是公司自己经营的内陆贸易。1595年至1660年，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行为1368航次，但其他520个目的地之间的航行却达11507航次，而且呈上升趋势。这些航行最重要的货物是印度纺织品以及科罗曼德尔海岸（Koromandelküste）和孟加拉地区的棉布，1630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站住了脚，直至大约1720年一直扮演着比英国人重要的角色。另外，孟加拉还提供生丝和鸦片，前者在日本销售，后者销往印度尼西亚。由于日本停止输出白银和黄金，17世纪末，内陆贸易的重要性减弱，于是孟加拉成为尼德兰的主要供货方。按照价值计算，1700年前后40%的进口货物出自那里，其中源自那里的纺织品占一半以上，生丝达80%。对方——莫卧儿帝国重视白银进口，十分优待这一交易。印度商人作为供货商从中获取利益，作为对手，他们具有费用低和网络宽广的竞争优势。在印度融入新的世界贸易方面，尼德兰人以这一方式所起的作用大于葡萄牙人。

尼德兰人在与缅甸的贸易中也以印度纺织品作为支付手段，自1634年至1680年，他们在那里设有各类商行。然而与那里输出的锡、中国黄金、中国铜币、象牙和漆 进行结算时无法实现轧平，因而在内陆贸易的重要性初显下降时，缅甸被放弃了。另外，与缅甸合作进行的奴隶交易在17世纪处于鼎盛时期，参与交易的不仅有葡萄牙人，而且有尼德兰人，奴隶既有战俘也有买来的。1621年至1629年，葡萄牙人将42000个孟加拉奴隶运到吉大港（Chittagong），1621年至1665年，尼德兰人卖出了27000人，其中男性占三分之二。17、18世纪共有20万～30万奴隶被送到巴达维亚，1688年尼德兰人蓄养的男女奴隶为66348人。所有的尼德兰殖民城市都是奴隶社会。1699年，巴达维亚的人口中奴隶占57%，在科伦坡占53%，在开普敦占42%。

1604年至1765年，东印度公司在暹罗（Siam）当时的首府阿育他亚（Ayutthaya）也设有一个商行，1608年该商行甚至将一个暹罗使团送到了尼德兰。暹罗最初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日本市场提供兽皮和檀香木，向巴达维亚供应稻米，还在于它提供了进入封闭的中国的可能通道，后来还向马来半岛提供锡。东印度公司方面用白银支付货款并为宫廷提供印度纺织品和奢侈品。因为宫廷控制着交易或自己经营交易，所以生意双方相互提供帮助，不过有时也相互插手对方的事务。当生意不再有利可图时，出于战略原因，尼德兰人依然坚持与欧洲竞争对手对抗，最终等到了葡萄牙人的退却，挺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登场的插曲。另外在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虽然哀叹花费巨大，但还是多次将暹罗佛僧送到自己控制着其海岸的肉桂岛斯里兰卡，这些佛僧需要重新振兴在那里处于颓势的佛教。东印度公司以这种方式插手地处内陆的康提帝国（Reich Kandy）的事务，甚至试图让一个作为佛僧一同来到斯里兰卡的暹罗王子取代那里的对它怀有敌意的国王。

科恩与彼得·范·登·布卢克（Pieter van den Broecke）一起在西部也取得了一些奠定基础的成果。1616年在西南印度的重要商业港口苏拉特重新建立了一个商行，担任苏拉特负责人和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经理的范·登·布卢克于1620年至1629年建立起一个商贸网，在布罗奇（Broach）、坎贝和已属内陆的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阿格拉（Agra）和布尔汉普尔（Burhanpur）的据点都属于这一商贸网。1615年他已与也门建立了联系，他希望通过销售香料、纺织品和其他印度货物在那里赚到用于支付欧洲所需货物款项的贵金属。1618年在 伊斯坦布尔的尼德兰代理人科内里斯·哈加（Cornelis Haga）弄到了苏丹的许可证书。1620年至1624年在摩卡（Mokka）设有一个商行，但由于尼德兰的垄断政策它成了对立的牺牲品。

利用波斯局势的发展变化，尼德兰人取得的成果更大。阿拔斯大帝（Shah Abbas der Große，1588～1629年在位）寻求与欧洲建立联系以对抗奥斯曼人，意欲绕开奥斯曼帝国在西方销售波斯丝绸。由于对哈布斯堡家族诸国失望，他转而去找英国人，后者不顾欧洲的和平，毅然决然帮助他于1622年攻占了葡萄牙人占据的霍尔木兹的岛屿并毁灭了它，从此位于对面大陆的波斯的阿拔斯港（Bändär Abbas）取代了其地位。1623年，那里建立起一个尼德兰商行并在内陆设有一些据点，它很快就将大部分丝绸生意揽入自己手里。虽说必须用银子支付货款，但丝绸确实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在丝绸输出方面，尼德兰人很快就赶上了竞争对手英国人，没用几年便压过了他们。

尼德兰人的船较小且更加灵活，武器配置更强，火炮威力更大，船员更为训练有素，因而在海上冲突中一般都占据上风，但尽管如此，科恩还未真正突破葡萄牙人在印度次大陆的防护体系。在这一区域开始取得成就的是安东尼·范·迪门（Antonio van Diemen，1593～1645年），他是一个逃亡的破产者，科恩本人将他培养为自己的继承者，不过直到1636年他才被任命为总督。对十七人董事会来说，他的想法太多，他倡导的行动有时代价过于昂贵，例如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对澳大利亚的探查，尽管如此，他担任总督一职直至1645年去世。

他于1636年开始发动的攻势意在控制斯里兰卡的肉桂和马拉巴尔的胡椒。地处斯里兰卡内地的邦国康提的数代统治者长期以来都与葡萄牙人有冲突，此时的罗阇·辛哈二世（Raja Sinha II，1634～1687年在位）打算利用尼德兰人打击葡萄牙人。1638年，尼德兰人攻陷了东部的拜蒂克洛（Batticola），1640年占领了南部的加勒（Galle），那里是肉桂产区的真正首府。另外自1636年起，每到航海季节，范·迪门都派出一支舰队封锁果阿，此举使此前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内陆贸易丧失可能，而且切断了果阿与澳门以及马六甲的联系。经过长期围困，马六甲于1641年落入尼德兰人手里，从此葡萄牙人在东部海洋的活动范围仅仅限于澳门。

1641年，葡萄牙起而反抗西班牙以及新政府与尼德兰停战的消息传到了印度。然而范·迪门拖延着与葡萄牙人的谈判，直至1643年一直派出舰队进行封锁。起初尼德兰人以康提国王委托的“托管人（Treuhänder）”身份维持着对斯里兰卡的占领，随即又试图与葡萄牙人就分享肉桂收成达成一致，前提当然是让葡萄牙人付出代价。不过，停战协议也允许尼德兰人进入马拉巴尔海岸参与胡椒生意，1647年他们在那里的卡耶姆库拉姆（Kayamkulam）建立了第一个商行。

1652年与葡萄牙停战期满，以及1654年与英国的第一次战争之后，尼德兰人重又展开攻势。1656年攻陷科伦坡，1658年攻占贾夫纳帕塔姆（Jaffnapatam），尼德兰人以此控制了斯里兰卡的全部海岸。然而在随后数年里，攻占马拉巴尔海岸主要不是著名的长年担任总督的约翰·梅耶特瑟伊克（Johan Maetsuyker，1653～1678年在任）的成就，而是好战的老里耶克罗夫·范·戈恩（Rijklof van Goens des Älteren）的业绩，他是印度洋的最高指挥官，1657年至1662年以及1664年至1675年任斯里兰卡地方长官，1678年至1681年任总督。1661年拿下奎隆（Quilon），1662年攻占克兰加努尔，1663年在第二轮攻击中攻陷葡萄牙人最重要的胡椒交易中心科钦，另外还有坎纳诺尔。在东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1656年占领了斯里兰卡对面的杜蒂戈林（Tuticorin），1658年占领了讷加帕塔姆（Negapatam）。葡萄牙人的其他据点随后也相继陷落，1662年高尔康达的统治者在尼德兰人的帮助下最终将葡萄牙人赶出了今天金奈（马德拉斯）附近的圣多美。尼德兰人将被占城市中的葡萄牙居民驱往果阿。葡萄牙提出外交抗议，因为一部分攻占是在1662年12月尼德兰与葡萄牙的和约得到批准之后进行的，这些抗议得到的回答是支付巨额款项后即予以归还的建议，而这一建议显然不是认真的。尼德兰人的统治取代了葡萄牙人的统治，但葡萄牙印度总督属地依然还在维持，而且其情况好于人们先前的认定。不过尼德兰人的地位绝对不是只建立在暴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多样化的体系之上，除了努力获取特权和争取结盟以外，与亚洲竞争对手竞争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印度次大陆，1680年之前可视为垄断时期，1680年至1748年可视为竞争时期，东印度公司在后一时期虽说依然是实力最强的公司，但18世纪首先在孟加拉落在了英国人的后面。之前在那里以及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和苏拉特的生意都是有盈利的，而此时 在孟加拉的生意却与其他两处相反，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这仅仅涉及当地结算，因为尽管斯里兰卡和马拉巴尔海岸在整个时间内都是亏损的，但至少锡兰的肉桂在尼德兰销售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1668年和1670年从亚洲运回的货物中，从胡椒获得的利润为29%，丁香、肉豆蔻和肉桂的利润为28.5%，棉织品和丝绸为24%，其他产品如硝、糖、靛、铜等为18.5%。1620年胡椒的利润还高达56%！1738年和1740年胡椒的利润是11%，其他香料23.5%，纺织品为28.5%，茶和咖啡为25%，其他货物为12%。

按照其结构来看，尼德兰人的统治体系与葡萄牙人的体系相似之处要比人们基于不同的主体所预期的多出许多。在占据有领土的地方，也就是在巴达维亚周边地区、各香料岛、苏拉威西和斯里兰卡，领土占有仅服务于香料垄断和中心地区的供应，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意图。对当地各邦国的宗主权也是如此，例如先后在爪哇、马鲁古群岛和苏拉威西取得的宗主权，它只是用于确保东印度公司更高的目标，其本身绝不是目标。尽管科恩制定了各种计划，但尼德兰人并未像葡萄牙人那样与自己周围的亚洲世界建立更紧密的关联。

虽然尼德兰国会的权威赋予它了半国家的特性，但东印度公司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始终是一个商贸公司组织，即使各要塞指挥官被授予的官职也是商事总管（Opperkoopman）。总督和他的参议会驻在巴达维亚，参议会包括负责商贸业务的总经理、各商行的总监察官、财政总监（首席检察官性质的）、一位军事事务主管和一位船队事务主管。安汶岛、马鲁古群岛、班达岛和斯里兰卡的地方长官也是参议会成员，他们不在期间由副参事代表。巴达维亚及周边地区直接隶属于总督。此外还有八个地方长官，除了前面提及的四个，还有四个为望加锡、东北爪哇、马六甲和南非的地方长官。在未控制领土而只有据点的地方派驻有经理，如科罗曼德尔海岸、孟加拉、苏拉特和阿拔斯港，而马拉巴尔、加勒和贾夫纳帕塔姆的指挥官的级别则更低一些。在一些地方，例如摩卡和出岛，单独商行的负责人为总管（Opperhooft）。当地邦主处都派有一个总督。东印度公司留下的大量档案中存有各个重要领地的日志（daghregisters），其详细程度令人高兴，它们是顶级的原始资料。

严格的垄断体制要求所有的交易原则上必须通过巴达维亚进行，这首先导致在印度次大陆进行的交易费用大幅度提升，并导致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直接与尼德兰来往。不过，唯有斯里兰卡自1664年起能够长期享有这一特权。就连与广州的贸易也只是在1728年至1734年间可以直接进行。每年有三支船队从尼德兰驶往巴达维亚，9月为“凯尔米斯船队（Kermis-Flotte）”，圣诞节和复活节也各有一支船队。每年从巴达维亚驶出两支船队，一支在圣诞节期间，一支在一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从孟加拉、中国和日本驶出的船抵达巴达维亚之后。个别船也在其他时间出航。起初，尼德兰人力求避开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因而发现了一条新航路，1615年成为规定航路。印度航船必须在开普敦停留休息，双向来的船都规定停留两周，但实际停留期平均为四周或更长。倘若在非紧急情况下停靠其他港口，特别是停靠英国人的港口，则必须缴纳罚金。自1652年起在好望角有一个为此目的建立的殖民地，自1680年起鼓励大量移民在这个“印度航行客栈（Indischer Zeeherberg）”定居——白种人南非的发端。由于有从巴达维亚输入的奴隶，那里很快发展起使用奴隶劳动经营的农业。

绕过非洲之后，尼德兰人就将自己交给了南半球的西风，也就是说他们在南纬38°和南纬42°之间向正东航行，然后借助季风转向东北进入巽他海峡。1595年至1795年驶往亚洲的尼德兰船只共计4700余艘，返回船只为3300多艘。在同一时间段内，英国驶出的船只总计2676艘，法国1455艘，葡萄牙还有386艘。尼德兰人在去程中船上共载97.3万人，回程载36.7万人，死亡率在7%上下波动。1602年至1630年，每年驶出的船只平均为12艘，1626年至1670年为19艘，1671年至1780年为29艘，最高峰的1721年至1740年为38艘，去程平均航程为250天，返程为230天，前往巴达维亚和前往斯里兰卡航行时间相同。若不超过这一航行时间就有奖金。去程的平均损失率比2%多一点，回程在3.4%和4.5%之间。这一差别的原因应该是超载，因为损失在 英国或法国对手以及海盗之手的仅仅在0.7%和0.9%之间。去程的死亡率在17世纪平均为6.7%，到18世纪为9%，死亡率最高的1690年至1695年以及1770年至1775年分别达20%和23%。回程的死亡率明显较低，这一差别的原因尚不清楚。人们估计18世纪死亡率高与几次流行性传染病暴发以及船员总体健康状况低下有关。与葡萄牙人相比损失减少的原因可能是严格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

然而18世纪，东印度公司在采用第三层甲板和给船体包铜方面，一开始出于费用原因而有所保留。各议事会均在自己的船厂造船，其中拥有数百工人的阿姆斯特丹造船厂效率最高，1783年它可以同时让三艘大船下水。关于船只的建造和装备有相当精确的详细规定。标准型东印度航船和一般船只一样有三根桅杆，船首和船尾有上部建筑，船尾是平的。规定的船只大小分为三个类型，各类型具体定义常有变动。最大型的船至艏柱上方的长度为170英尺（约合55米），宽39英尺（约合13米），高18.25英尺（约合6米）；最小型船的长宽高分别为61英尺、16.5英尺和7英尺（约合20米、6.5米和2.5米）。大部分船只的长度为100～150英尺（约合33～50米）。个别船，例如一艘长160英尺的船，主桅须高94英尺7英寸（约合32米），粗26掌（约合2.6米）。一艘这么大的船须有9个严格规定的不同重量的锚以及26门不同口径的火炮，其中能发射24磅炮弹的两门，能发射4磅炮弹的四门。船舱起初设计得相当高，但后来比较低。造船费用逐年上涨幅度很大，1688年造一艘大船的费用为9.8万荷兰盾，1735年升至14万荷兰盾，1790年达18.4万荷兰盾。长度在100～140英尺范围内的弗鲁特船造价较低，因此在欧洲航运中占优势地位，在东印度用于运输大宗货物，如稻米、小麦或胡椒。不过在印度也造了一些造价低廉的船，1690年在科钦建造的一艘长宽高分别为114英尺、27.5英尺和12英尺的船费用为34642荷兰盾。

17世纪，东印度公司共建造最大型船只53艘，二级大型船只43艘，三级大型船只199艘，小型船只412艘，共计707艘；18世纪建造各种类型船只分别为219艘、283艘、175艘和78艘，共计755艘。造船大型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1725年的一支船队拥有161艘船，其中52艘在亚洲，达到了最高峰。建造这1462艘船 共投资1亿多荷兰盾，应该为尼德兰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型船配备人员约300人，小型船约250人，其中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为签有数年契约的士兵。他们当中还有受过训练的创伤科医生（外科医生），东印度公司维持着一个规模庞大的病员护理系统。薪金和食物供应规定写得很吸引人。17、18世纪一个合格水手每月薪金为12荷兰盾，一个士兵为9荷兰盾。1603年已作出规定，付给留守家属的是医治维生素C缺乏病的柠檬汁。当然，其他原始资料还提供了不同的报道——获取利润的坚定意志不仅让人盘算效率，而且让人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估计特别是由于削减水手的薪金和食物供应，尼德兰人在17世纪才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占领海运市场。

承担尼德兰扩张的是城市商业资本和证券资本，尼德兰人比葡萄牙前驱更加看重其投资产生的利润。然而他们不必像葡萄牙人那样背井离乡就可以让钱生钱，因而移民（blijvers）中很少有出身社会上层的人。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公职人员常常只追求一个目标，即在印度发财后回归故里（trekkers）。然而，从社会下层中招募海员和士兵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各个城市中有大量的无产者（grauw，或称“群氓、下等人”），将他们驱往海上、驱往印度的是失业，而驱使社会上层成员的则是获取利润的前景，相比之下，前者的驱动力更大。商船队的薪金虽高，但其面对的各种危险也令人生畏。例如18世纪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创伤科医生死在他们任职于东印度公司期间。当招募变得更加困难时，总还有大量被尼德兰的繁荣吸引来的外国人可以雇用。18世纪，外国雇员的比例上升到约50%，例如来自外国的创伤科医生的数量从13%上升到41%以上。特别是始终有大批德意志人为东印度公司效力，仅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就有5000人前往亚洲，返回的只有30%，不过这一比例也适用于所有的公职人员。从1602年至1799年，东印度公司按三年、五年或更长时间的合同雇用的人数总计约100万，其中外国人占40%，在士兵中甚至占60%。另外，偷偷使用奴隶以及来自爪哇、印度和中国的自由水手的现象越来越常见。1792年的返程船队在579个欧洲水手之外，还有233个印度水手、101个爪哇水手和504个中国水手。

这帮被斥责酗酒、淫乱、残暴的士兵和水手不大适合殖民计划。按照葡萄牙的已婚者（casados）模式让雇用期满的前公司雇员作为自由公民（vrijburger）定居下来的方案出于多重原因一直毫无成效。东印度公司给他们参与有利可图的交易制造了很多困难，在其他行业中他们又无力与更熟悉当地条件的中国对手竞争，他们最易获得成功的还是酿制烧酒和开客店，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有很大的需求。另外还有成家方面的困难。很少有完整的尼德兰家庭或所谓名声好的女性参与移民，而东印度公司对出身社会下层、喜好冒险、对薪金没有什么选择的姑娘毫不重视，尽管这样的姑娘数量很多。尽管官方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对娶当地女性给予奖励，但没有什么成效，较好的当地家庭不愿意要尼德兰女婿。于是便有了与当地普通女人、葡萄牙混血姑娘以及女奴隶的结合。为了对在这种关系中出生的孩子进行基督教教育，他们建立了一所孤儿院。

这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产生了一个有违意愿的副作用。那些女人没有被尼德兰社会同化，相反，那些男人虽然没有被亚洲社会同化，却被欧亚混合型社会和混合型文化同化了，尽管这有违当时的权力关系以及尼德兰人身上同样强烈的种族自负和宗教自负。政治和舆论话语虽然可能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但真实生活却发展得多姿多彩、意蕴丰富！非常典型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洋泾浜葡萄牙语即使在尼德兰人统治下，也作为东部地区的口语保持下来并被长期生活在该地区的尼德兰人接受。据称，甚至一些纯尼德兰血统家庭的孩子对他们这种日常口语的掌握也强于对荷兰语的掌握。直到18世纪，至少在印度次大陆，英语才获得认可并取代了它。同样是到18世纪，生活在亚洲的欧洲人才达到值得一提的数量。那时东印度公司雇用了大约2.2万人，其中一半人在它的各艘船上。1688年在东南亚的人员中有7806个士兵。从事医务的有200～370人，从事教会事务的有100～170人。不过，在巴达维亚以及其他中心地区之外，只有少数东印度公司的人员。然而到了1740年，巴达维亚不同群体多少还算平和的共同生活被一起大规模屠杀中国人的事件打断了，起因是一些相邻的甘蔗种植园爆发了园工骚乱。

东印度公司虽然不像其西印度的姐妹组织那样具有好斗的加尔文派的色彩，但它严格而不容异说地遵循着新教路线，保持着一个规模并不小的教会机构，支持在它的臣民中进行的传教活动。当然，这一切只能在不妨碍赚取利润的情况下进行。实际上，人们对各新教教派完全持容忍态度，例如对德意志的路德派，甚至对教宗制信徒（Papisten）也持容忍态度，而且尽力避免因强调基督教行为或传教尝试而伤害日本人或穆斯林贸易伙伴的感情。只有在台湾，按照公司利益进行的新教传教活动能够在当地教师的帮助下赢得众多的追随者。与此相反，在原本极其不容异说的尼德兰人统治下的斯里兰卡，天主教传教活动甚至取得了进展。

不少尼德兰传教士为欧洲了解亚洲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巴达维亚从未长久保有一所拉丁文学校，但尼德兰在17世纪一直是欧洲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世纪之交过后很快也成为亚洲游记文学的领跑者。1603年出版了一本荷兰语—马来语词典试用本，1651年出版了《打开通向异教秘密的大门》（De open Deure tot het verborgen Heydendom），这是一部关于印度教的权威著作，其资料是传教士亚伯拉罕·洛杰利乌斯（Abraham Rogerius）在驻留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普利卡特期间搜集的。1724年至1726年，弗朗索瓦·瓦伦提因（François Valentijn，1666～1727年）的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新旧东印度志》（Oud en Nieuw Oost Indien）出版。众多合著者为1678年至1703年出版的《印度马拉巴尔园林》（Hortus Indicus Malabaricus）作出了贡献，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植物学著作，署名者为亨德里克·阿德里安·范·雷德·德拉肯施泰因男爵（Baron Hendrik Adriaen von Rheede tot Drakensteyn）。来自哈瑙（Hanau）的格奥尔格·艾伯哈特·鲁姆费乌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1628～1702年）独自为他的居住地安汶岛完成了同样的成果，1697年他将自己的《安汶岛本草志》（Amboinsch Kruidboek）手稿寄往欧洲，1741年至1750年在阿姆斯特丹分六卷出版。他于1705年出版的《安汶岛珍稀之物》（Amboinische Rariteytskamer）描述了各种贝类、鸟类、岩石和其他“珍稀之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公司雇员撰写的关于闭关锁国的日本的报告，其中之佼佼者是祖籍德特莫尔德（Detmold）的医生恩格尔伯特·坎普弗尔。1822年出版的《日本画册》（Illustrations of Japan）是前出岛商行负责人伊萨克·蒂进（Isaac Titsingh，1745～1812年）几十年研究的成果。东印度公司及其经理们的寡头管理虽然一再遭受公众舆论的批评，但它利用灵活的新闻策略以及借助像格劳修斯或瓦伦提因一类的作者成功地进行反击。然而从整体上说，尼德兰的扩张与之前伊比利亚国家的扩张一样都受到本国公众舆论的容忍，因为民族的成功有助于提升年轻共和国的地位，因此，与格劳修斯和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关系密切的尼德兰诗人约斯特·范·德·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年）吟诵道：“任凭利润将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每一个海洋和每一个海滩，我们出于对收益的热爱探查遥远世界的一个个海港。”

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给众股东带来了好处，也间接给尼德兰国民经济带来利益，不过首先可以从中获利的是大股东、经理和他们身后的城市政治寡头们。此过程涉及的不单单是在尼德兰的销售所得。与近代前期的众多机构及由其囊括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东印度公司付给其公职人员的薪金也显然很低，但它通过各种特权给他们提供了提高自己收入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在葡萄牙人那里已经看到的从印度返回时可免费携带货物的特权即属于此类，一个普通士兵或见习水手有权带一个长高宽分别为3.5英尺、1.4英尺和1.4英尺（约合110厘米、40厘米和40厘米）的箱子，级别高的可以带多个。这种体制完全是在鼓励人通过贿赂发横财。东印度公司的公职人员有正规的小型准股份公司，它们绕开雇主的垄断从事非法交易。到17世纪末，就连最高层也盛行贿赂，这损害了公司利益，却对公司领导层有好处。经理们凭借各城市领导层内部的个人关系占据着印度特别有油水的高级职位，又或者将这些职位直接卖出。统治者家庭将自己的儿子派往亚洲赚钱，尤其是在18世纪尼德兰的繁荣开始衰退之时。据称，执政者们之所以让早已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继续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更好的赚钱机会。

1687年至1736年大概是收益情况最好的时期，尼德兰的结算持续呈正数，分红数额和股票价格都高得出奇。1696年衰退之势已在巴达维亚显现，不过它自此持续呈负数的结算能够通过本土的收益轧平。后来就连在尼德兰本土，东印度公司也无法再摆脱赤字。尽管如此，它依旧按年均16.5%的比例继续分发红利。若按12.5%计算，至1782年，它本能积累1200万荷兰盾的储备金。然而由于种种债券和自1676年额外接受的短期借贷，长期债务持续增加，到1781年总数达2200万荷兰盾，已是公司资本的三倍多。凭借与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就连这家银行也是由执政阶层中的少数人操纵着）的良好关系，公司通过借贷筹措到了这笔款项。与尼德兰分开进行巴达维亚的结算虽然显示为正数，但却不可能兑换成现金。由于严格保密，只有经理们知道真实的经营状况，借助高额分红可以轻易蒙蔽公众。损失不断增大，因为欧洲需求的越来越多是那些东印度公司没有垄断权的、在进行激烈竞争的货物，另外也因为尼德兰不得不为购进货物投入的资金越多，公司从亚洲内部贸易中获得的正规收益就越少——毫不奇怪，四分之三的亚洲内部贸易都是以走私形式进行的。18世纪末由政治引发的危机造成债务灾难性地急速上升。由于东印度公司是保守的寡头政治的堡垒，自然就成为受法国革命影响的爱国主义者党（Patriotenpartei）的眼中钉，所以在再次等候更换其证书期间，它于1799年12月31日被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sche Republik）接管，价格为1.405亿荷兰盾，其中资本为650万荷兰盾，债务为1.34亿荷兰盾。东印度公司的领地成为尼德兰国家的殖民地，并以这种形式断断续续地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英国东印度公司

与尼德兰人一样，其余从欧洲新来到亚洲的也是由其母国授予专许权的商贸公司，显然这一经营方式能够最有效地动员起资本，使 商业利润最大化，同时又使远程贸易特有的风险降到最低。一方面尼德兰模式表现为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尼德兰人常常自己作为行家和股票持有者参与其中。不过在这个模式里，欧洲各国的公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英国公司的产生虽然和尼德兰公司一样，都起因于西北欧对伊比利亚的优势地位作出的反应，其间经济利益与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us）以及好战的新教共同发挥着作用，但英国的经济政治环境与尼德兰的相去甚远，这最初给英国的印度贸易带来的多是不利。直到17世纪末，英国公司才开始在亚洲接过了无可争议的引领角色，而此前它一直不如尼德兰公司。

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对欧洲扩张的浓烈兴趣，而滋养这一兴趣的不仅有对获取经济利润的追求，而且还有希冀民族强盛的愿望。16世纪，英国航海英雄们从其对西班牙人的胜利中不仅期待着荣誉，而且同样期待着收益，而算计精明的商人也并非白白投资了他们的探险远航。1577年至1580年，弗朗西斯·德雷克成为第二个环球航行的人，他原本的目的地是马鲁古群岛。除了与特尔纳特岛苏丹签订的一份贸易合同，他还从西属美洲不设防的太平洋海岸带回了价值60万英镑的贵金属战利品，而他的装备仅花费了5000英镑。对包括女王在内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次十分划算的行动。因而，英国扩张的大鼓动家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1551？～1616年）的注意力首先瞄向的是美洲，只有在那里可以实现他以及其他人鼓动的意在减轻本土人口压力和解决贫穷问题的移民规划。他于1589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和发现》（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虽然不同于之前拉穆西奥的著作，仅限于自己民族的业绩，但眼睛同样紧紧盯着东方以及通往那里的路。

1579年，耶稣会传教士托马斯·史蒂芬斯（Thomas Stephens）是第一个到达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尽管他转而成为自己国家的死敌，但是他给父亲——一个伦敦商人的一封信在伦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而它被收进哈克鲁特的著作里，同样被收入其中的还有伦敦城随即派出的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拉尔夫·斐奇（Ralph Fitch）、威廉·雷德斯（William Leedes）和詹姆斯·斯托瑞（James Story）写的一份份报道，他们于1583年启程由陆路到达印度。只有斐奇于1591年归来。卡斯塔内达描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初期历史的第一卷英译本于1582年出版，尼德兰人范·林斯霍滕的著作具有严格的指路意义，其英文版于1598年出版。

在此期间，英国人在经济方面对东方的兴趣也在增强。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向安特卫普输出羊毛布料，这类半制成品在那里继续加工和转手销售。然而自16世纪中叶起，安特卫普的买主们面临着危机，由于战斗在尼德兰境内继续进行，恢复元气已经没有希望可言，1585年安特卫普走入末路。因此时间越长，英国商人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自己承担更大的风险，他们被迫自己为其布料寻找销售通道，或者去开辟全新的市场。于是1567年，布料货仓迁往了汉堡，1570年与意大利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1576年与俄国以及波斯商人联合组建了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1578年从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手里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进行贸易的特许权，1581年与东方商人联手组建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从前在安特卫普可以按照需要得到想要的所有货物，可以用国际汇票支付，现在两者在东方和其他地方均不再行得通。当英国人因此不得不更多地转向进口和再出口时，对处处受欢迎的东印度货物的兴趣势必提高。因而利凡特公司通过阿勒颇购进丝绸、靛蓝和香料。尽管较之尼德兰人，英国人被更加严厉地排斥在葡萄牙人的市场之外（那里需要尼德兰人），但与东方建立直接联系好像并不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因为1588年战胜无敌舰队（Armada）之后于1591年进行的一次东印度航行收效不大。

推动力来自1599年一支满载香料而归的尼德兰印度船队。“正如经验将马上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这一印度贸易显然击垮了我们的阿勒颇贸易。”来自开俄斯岛的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这样写道（Travels，190）。依此来看，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在其初期仅仅是受到威胁的利凡特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它的经营者是同一个伦敦商圈的人。1599年9月22日，101个伦敦商人为进行一次印度航行筹集了30133英镑6先令8便士，9月24日，他们请求女王伊丽莎白 给予许可。因顾及正在与西班牙进行的和平谈判，这一申请暂时被拒绝。

和近代早期大多数统治者一样，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顾问们也未推行一项真正的经济政策，而那些相关措施都是出于外交、社会政治或国家财政方面的动机，因为除了惧怕战争和国内动乱，驱动力还有王室对金钱的持续需求。唯有作为王室的债权人，这些商业冒险家（Merchant Adventurers）才能保住自己不无争议的垄断权。促成官方支持探险航行的是开辟新财源的希望。王室早就想推行殖民政策首先就是基于这种观念。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重又开始大力准备印度航行。1600年12月31日，公司得到了自己的营业特许状（Charter of Incorporation）。特许状上的名称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伦敦督办及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除了英国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最重要的特许权包括头四年免于缴纳关税以及每次出航可以带出价值3万英镑的贵金属。凭借这一为期十五年的特许权，和当初在尼德兰一样，一家非固定性的私营合股公司创立了，它设有一个总督（Governor）和24个董事（Direktoren），他们每年应由全体股东选出。至1613年共进行了12次航行，每次均单独认购资本，1601年共有218人筹集了68373英镑，参股人大都认购240英镑，高于此数的只有23人，低于此数的为11人，最高认购额为1440英镑，最低认购额为40英镑——与换算后高出8倍的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的原始资本及其投资额相比，显得十分寒酸。

最初的目的地绝非印度次大陆，确切地说，1601年至1603年以及1604年至1606年的头两次航行（最初几年总是谨慎地等待前面出航的船队归来）是前往苏门答腊的亚齐胡椒市场、爪哇的万丹胡椒市场以及马鲁古群岛的胡椒市场。1602年在万丹建立了第一个商馆。然而在那里几乎找不到英国羊毛制品的买主，英国人不得不像其他欧洲人一样为印度尼西亚市场购进印度次大陆的纺织品。因此，在1607年至1609年的第三次航行途中开始了与亚丁的贸易，特别是开始了与西印度的转运站苏拉特的贸易。

在此期间，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巴布尔，蒙古征服者帖木儿的后裔，至1530年建立了一个从阿富汗延伸到孟加拉地区的政权。经历了多次危机之后，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将其发展为莫卧儿帝国，它是欧洲人统治印度前的最后一个大帝国。阿克巴已经将自己的统治区域扩展至北方德干苏丹国（Sultanate im nördlichen Dekkan）的一部分，特别是扩展至对贸易至关重要的古吉拉特及其港口苏拉特。在其子贾汉吉尔（Jahangir，1605～1627年在位）统治下，帝国度过了一个和平时期，到沙贾汗（Shah Jahan，1628～1658年在位）统治时期重又向南进行扩张，这一扩张由奥朗则布（Aurangzeb，1658～1707年在位）最后完成，到他去世时，整个次大陆已被统一于一人之手，只有次大陆最南端和斯里兰卡例外。

按照阿克巴的构想，莫卧儿帝国应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依据一次土地普查测量，一种统一征收的税收拿走了整整三分之一的农业收成。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留给农民的仅仅够维持基本生存。通过将土地分配给官吏，征税工作交由他们实施，他们作为村之上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同时也负责地方的安定和秩序。几个最低行政机构组成由“福吉达尔（Faujdar）”主管的专区［萨尔卡尔（sarkar）］，几个专区再组成由“苏巴达尔（Subahdar）”主管的省［苏巴（subah）］。这一普遍实行的管理体系内的官吏同时又被授予军阶并负有相应的义务（mansabdars）。管理和财政事务由“迪万（Diwan）”或“瓦希尔（Wazir）”负责，另外还有由“萨德尔（Sadr）”统领的各级法官、由“米尔-巴克希（Mir Bakhshi）”统领的军事管理机构以及君主之外的最高权威“瓦齐尔（Wakil）”。阿克巴通过他的容忍政策以及他本人对各种宗教信仰调和融合的兴趣淡化了帝国的伊斯兰特性，因而成为耶稣会士的对话者。然而奥朗则布又回到了严格的原则，例如他重又实行对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Kopfsteuer），而此前阿克巴为普遍实施收成税已经废除了人头税。不过还不能证明这一宗教政策方针的改变对在其统治期间业已开始的帝国解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莫卧儿帝国统治体系中的一些东西继续留存在后来的英属印度中。不过当务之急是通过皇帝的许可确保在苏拉特建立一个商馆。1609年至1611年，船长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为此目的逗留于阿格拉，但徒劳无功，他败给了葡萄牙人的反制行动。然而，1611年至1612年在苏拉特海面进行的多次海战中，英国人一直保持着对葡萄牙人的优势，于是地方当局作出了让步，1613年初，一份由皇帝颁布的文件（Firman）确认了对建立商馆的许可。与葡萄牙人的战斗卓有成效地继续进行着。在此期间，公司争取到 新国王雅各布一世（Jakob I，1603～1625年在位）[4]对自己的支持，1609年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份经过修改的特许状。1614年，公司自己出钱派托马斯·罗伊爵士（Sir Thomas Roe）作为国王的特使拜见莫卧儿皇帝。1615年至1618年在宫廷逗留期间，罗伊在形式上虽然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但公司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在这段时间里，1613年之后在胡椒岛苏门答腊建立了三个商馆，在苏拉威西岛上的望加锡、西婆罗洲和东爪哇各建立了一个商馆。1610年，公司雇用了皮特·弗罗里斯（Pieter Floris）和卢卡斯·安特乌尼斯（Lucas Antheunis），两位都是尼德兰人！1611年至1615年的第七次航行由此二人实施，这次航行不仅带来了214%的利润，而且还促成在印度东海岸的默苏利帕塔姆建立了一个商馆，在暹罗另建了两个，一个在首府阿育他亚，另一个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Patani），那是一个重要的中国货物转运站，这三个商馆都在与尼德兰人进行竞争。1613年的第八次航行在平户建立了日本商馆，该商馆一直存在到1623年。自1616年起，英国人与波斯港口贡布伦（Gombron）有直接生意来往，1622年，他们的船在攻陷葡萄牙人的霍尔木兹以及让新港口阿拔斯港取代它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与尼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此期间也与印度内地建立了贸易联系或在那里建立了商馆。1615年，各商馆合为分别由万丹和苏拉特统领的两组，印度东海岸归万丹一组，自1618年起，它们的负责人称为“总裁（President）”。

在印度尼西亚依然是尼德兰人保持着优势。1618年在雅加达海面进行的海战未分胜负，1619年在本土议定的条约将三分之一的香料生意分给了英国人，但尽管如此，1623年还是发生了安汶岛大屠杀。由于尼德兰人的禁运令，1651年至1659年万丹的重要地位受到影响，此前经常使用的通往马鲁古群岛的后门望加锡到1669年被彻底封锁，1682年，英国人的万丹商馆最终自行关闭。1685年，英国人试图在西南苏门答腊的班库伦（Bencoolen）重建商馆以继续保持获取苏门答腊胡椒的通道畅通。

在印度东海岸和孟加拉的发展同样经历了危机，但与在印度尼西亚相反，在这里得到的结果是正面的。1611年，他们在暂时还未依附莫卧儿帝国的高尔康达苏丹国的主要港口默苏利帕塔姆建立了商馆，这个商馆虽然同样吃尽了与尼德兰人竞争的苦头，甚至还一度被放弃，但1640年，他们从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小统治者手里得到了 再往南的一片土地用于建立第一个设防商馆。1641年，这里出现了圣乔治堡，环绕着它发展起了马德拉斯帕塔姆城（Madraspatam）或马德拉斯城（今天的金奈），到1650年代，它作为南总裁驻地（Presidency）暂时替代了万丹，后来则永久性地取代了万丹。1647年，高尔康达占领了周边地区，但英国人依然得到了一份关于他们此前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1633年，以默苏利帕塔姆为基地在广袤的孟加拉三角洲西部的奥里萨（Orissa）建立了哈里哈尔普尔（Hariharpur）据点和巴拉索尔（Balsore）据点。孟加拉“苏巴达尔”的英国私人医生为他的同胞搞到了该省的许可，1651年在最西边的三角洲支流旁的胡格里（Hugli）建起了一个商馆。尽管遇到竞争者的抵制和经历了内部危机，1658年还是在上游的丝绸贸易中心卡辛巴刹尔（Kazimbazar）建立了另一个商馆。

英国的查理一世（Karl I）和西班牙的费利佩四世（Philipp IV）之间缔结和约并未使印度的局势安定下来，直至苏拉特总裁威廉·梅斯沃尔德（William Methwold）于1635年与葡萄牙总督达成了长期停火协议。另外，马拉巴尔海岸因此也对英国人开放，不过在那里，他们在尼德兰人之外只能扮演一个小角色。

英国公司最初面对尼德兰公司所处的劣势与对其行动能力和竞争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资本微薄有关，另外也与其在英国政治体系中地位低下有关，地位低下造成它对敌对利益集团和政治风云变幻没有抵御能力。这种劣势导致英国人将其重点移往印度次大陆，而这一转移对后来的影响极为重大。在1612年前进行的十二次航行中，每一次都是单独筹集资本，随后即将利润付给股东。也就是说，到此时，英国公司在组织方面尚处在尼德兰前期公司的水平。投入资本的数额在7142～80163英镑范围内波动，收益在95%和234%之间浮动，两次全数损失除外。由于对时间有重叠的航行分别进行结算存在困难，且有必要进行更长期限的投资，自1613年起，人们转而实行按多年时间段投资的制度。第一个合股期为1613年至1621年，认购的数额为418691英镑；第二个合股期为1617年至1632年，认购额为1629640英镑；第三个合股期为1631年至1642年，认购额为420700英镑；第四个合股期为1642年至1649年，认购额为194500英镑。然而这些数额是采用分年摊付的办法来支付的，并非总是全数募齐。第一个合股期带来的收益还是87.5%，然而由于前面提及的1620年代的困难，利润随后便急剧下降。第二个合股期的平均利润为12.5%，另外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因为与尼德兰人的冲突造成了收益降低，为了能够满足装备需求以及分红愿望，董事们被迫接受利率为8%～10%的短期借贷，以解决流动资金的问题。在1628年至1630年的波斯贸易以及1641年至1649年的印度贸易中，甚至又退回到按各次航行投资的办法，这些航行的利润似乎相当可观，实则不过是因为没有将基本设施费用记入账内。

直到1657年的新特许状才确定了一种长期投入的统一公司资本，它就是新普通股（New General Stock）。认购的数额达74万英镑，但实际支付的只有37万英镑。英国公司不仅在组织方面跛着脚跟在尼德兰公司后面走了半个世纪，即使最终赶上了领先者时，它所拥有的资本换算后也只有尼德兰公司的一半多一点。因此，1601年至1613年每年平均有两艘船出航，1614年至1640年每年平均五艘，而尼德兰人一开始出航的船就已经超过十艘。

阿姆斯特丹与泽兰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就相当于英国伦敦与其余港口［即外港（Outports）］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与在尼德兰相反，英国的利益冲突无法借助国家的权威通过建立一个整体组织来平息，而是在媒体和议会里的激烈争吵中平息下来。因为政治领导层，即贵族和中上层在公司投资者中只占少数，他们的态度模糊不清，而一有机会便向当事者勒索借贷和礼物的王室的态度也同样模棱两可。1622年攻占霍尔木兹破坏了与西班牙的和约，公司仅通过向国王及其宠信的首相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大量行贿就得以免受追究。1604年，外港和未参与投资的伦敦商人以及手工业者甚至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法律，主张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反对国王依据其超越议会的特权授出的垄断权，而国王让该法律在上院遭到了否决。

政治困难以及附带的经济困难也源于公司要为自己的贸易筹措支付资金。亚洲对英国产品，特别是对羊毛布料的需求量不大，对白银的需求量却很大，这迫使英国人完全像尼德兰人一样用源自西班牙的银子支付自己在亚洲的采购款。然而竞争对手尼德兰长久以来可以弄到日本的贵金属，且在欧洲第一个金融市场有自己的位置，而对英国人来说筹措到足够的支付资金却要困难得多。一个特别的“里亚尔委员会（Committee for Rials）”必须尽力获取西班牙里亚尔，这一努力的结果变化不定，直接影响到贸易额。不过最初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和法国北部，人们都可以不费什么周折地得到必需的资金。

临近1620年，一场贸易危机拉开了序幕，获取贵金属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公司还受到猛烈抨击，尽管它从国王那里得到了每次出航可携带3万英镑的特权，或者说恰恰是因为这一特权才受此抨击。议会和公众舆论倾向于认为贵金属外流是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并认为东印度公司是主要责任者。二十四董事之一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以《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A Discours of Trade from England to the East Indies，1621年）和《总督以及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的请愿及抗议》（Petition and Remonstrance of the Governor and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承担了用文献为公司辩护的角色，这两份文献分别于1628年和1641年被印发给议会。他于这一时期完成的主要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Or，The Bai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已经开始探讨经济理论中至为重要的基本思想，不过这部著作直到1664年才作为遗作出版。

这部所谓重商主义的主要著作提出的原则和出发点是，提高以贵金属来衡量的国家富足程度的唯一途径就是“每年卖给外国人的商品总值应大于购买其商品的总值”，因为使用这一方法产生的出口过量“必定会带回财富”。乍一看这与公司的利益相互矛盾。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与整个外部世界贸易的总结算，不是与某一个国家的贸易结算。另外，托马斯·孟已经开拓性地将劳务收益计算在内。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可以毫无损失地流向印度，只要从整体上计算得出流入大于流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实。而这正是通过印度贸易实现的，因为其间进口的贵重货物大部分没有留在英国，而是继续出口创造利润。这种见解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公司付款时不仅使用英国货币，而且还使用在国外用汇票兑换而得的白银，而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国际收支整体上呈正数。根据1630年与马德里 的和约，西班牙白银经伦敦进入世界市场，伦敦取代了热那亚的角色。

公司的困难并未因此而消除。1635年，查理一世给以威廉·科腾（William Courteen）为首的一个商团颁发了一份特许状，其适用范围是那些所谓被东印度公司忽略的非洲和亚洲地区，但这不久就导致这些捣乱者也强行进入了印度，而且1645年至1646年，他们还试图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殖民地，尽管徒劳无功。科腾失败后，一个新商团于1649年继承了这些计划，其部分成员还是前一个商团的人，但为首者是很有影响力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Thomas Fairfax）。这两个商团中似乎都是新来的、比较具有攻击性的商人，他们都试图对印度贸易施加影响。而在此之前，所有东方贸易公司的权威人士都是伦敦商界一个相当封闭的进口商群体中的人，大约自1618年起又出现了一个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是乡村贵族，招募自伦敦以外的地方。此前的东印度公司是温和的，而这些新人强硬的行事方式使公司于1658年至1663年间短暂地奉行了一条比较具有攻击性的路线。

1650年，新商团与老公司的联合起初没有带来什么收益，与之相反，1652年至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以及1654年至1657年印度贸易事实上的放开导致了崩溃。董事们打算解散公司并卖掉商馆。然而1657年10月19日，股东们成功地使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准予颁发一份新的垄断特许状，该特许状允许公司确定永久性股票，赋予公司交战、签订条约和维持要塞的权力，因而使它具备了与尼德兰竞争对手同样的权利。恢复君主制后，国王查理二世（Karl II）于1661年4月3日签发的特许状遵循的是同一方针。

1661年，查理的葡萄牙妻子布拉干萨的卡塔里娜（Katharina von Braganza）带来了作为嫁妆的孟买岛，这让果阿的总督感到绝望，那可是西海岸最好的港口。但是由于与内地联系不畅，公司对其兴趣不大。1665年至1668年存在的王室殖民地孟买的领导层企图开通苏拉特航路，并按葡萄牙人的习惯做法取代那里的总裁为印度船只签发英国证书，于是东印度公司于1668年以一笔无望收回的5万英镑的借款为价并支付了10英镑的年租金接收了孟买，不过其总部驻地依然是苏拉特。

1665年至1667年以及1672年至1674年发生了另外两场英荷战争，其中1673年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前进行的一场海战中，英国人惨败于尼德兰人。尽管如此，公司的生意于1680年代前几年整体上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飞跃，股票价格和贸易额的增长都反映了这一点；而且贸易额的增长非常明显，即便存在价格波动也丝毫不影响这一趋势。1684年的进口指数升至619（1664年为100），1671年的出口指数甚至上升到792（1660年为100）。股票价格起伏不定，但整体趋势从60上升至300，1685年达到最高值500。分红越来越趋于每年进行，红利在10%和50%之间波动。30年内共向1657年进账的资本支付了641.5%的红利，1683年资本提高了100%。

这一成就的基础是棉纺织品地位的提升，它取代了最初独具决定意义的香料。尽管17世纪下半叶在胡椒老产地马拉巴尔海岸最终出现了三个英国商馆，但由于这一发展变化，经济重心还是向东转移了，首先转往了马德拉斯，那里自1661年起就是总裁驻地，除了建立圣乔治堡，还发展为一座城市，1688年接受了一部英国地区法的管辖。不过后来到了1700年，孟加拉发展得更引人关注，那里建起了一批新商馆，其中首个商馆于1668年建于达卡。1682年至1684年，这批商馆首次短暂独立，不依附于马德拉斯。

不过，这一重心转移是一种相对的转移，绝对没有妨碍孟买上升为一个繁荣的西部商业城市。1669年至1677年担任苏拉特总裁的杰拉尔德·奥吉尔（Gerald Aungier）有计划地推动了这一发展，并且已经使用了在后来的英属印度至为重要的各个民族体和各个宗教体高度自治的原则。在一场新危机中，在他的建议下，西部总裁驻地最终于1687年从苏拉特迁往孟买，而奥吉尔则准备以建立公司的第一支军队来应时。

起因是孟买后面山区的马拉特人（Marathen）发展成莫卧儿帝国的强劲对手。在操马拉特语的各印度教群体中，过去在苏丹国治下的信奉印度教的官吏家族采取了主动的军事和政治行动，而且由于革新了战术而取得节节胜利。1674年，马拉特人的领袖西瓦吉（Sivaji）加冕为独立国王，在反抗穆斯林统治的过程中被称为 印度教传统的恢复者和保护人。但是通过历史编纂，马拉特人的所作所为成了宗教“觉醒运动（Erweckungsbewegung）”和“民族运动（Nationalbewegung）”！1681年奥朗则布前往南方，一方面征服残存的德干穆斯林苏丹国，另一方面打击马拉特人，直至1707年去世，他都不得不一直留在那里。

孟买于1670年代已被卷入这类冲突之中。由于总督和奥朗则布对特许权的表述并不一致，最晚自1678年起，公司须向莫卧儿官吏缴纳的税额在孟加拉就存在着争议。1680年，奥朗则布宣布苏拉特的关税从2%提高到3.5%，最终这一税额也波及孟加拉。1686年，董事们决定使用武力并派遣一支舰队，任命苏拉特/孟买总裁约翰·柴尔德（John Child，1682～1690年在任）为亚洲最高指挥官和行政管理人。然而，夺取孟加拉三角洲东缘的吉大港的尝试失败了。全靠多年担任商馆馆长的约伯·查诺克（Job Charnock）的坚韧不拔，公司才得以在沼泽纵横交错的苏塔那堤（Sutanati）坚守下来，并在1690年缔结和约时重又获得承诺给予的贸易特许权。1696年，这块殖民地被建成设防的威廉堡（Fort William），1700年成为孟加拉新总裁的驻地，它就是后来的加尔各答（Calcutta）。

西部战事也同样进展不利，它导致苏拉特商馆馆长被俘，孟买被围困，直至1690年英国人不得不请求议和。议和得到允许，尽管莫卧儿皇帝当时应该有力量消灭他们。在赔款15万卢比，还赔偿了其他损失，承诺将来循规蹈矩，并且驱逐在此期间被封为贵族的约翰·柴尔德爵士之后，英国人得以继续进行商贸活动。约翰·柴尔德死得恰好是时候。这次失败的侵略尝试的目的是：

建立一个拥有民间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政体，并创造和确保足够的收入以维持二者［……］这可能是未来永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的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1687年12月，与总裁柴尔德并无亲戚关系的公司总裁乔舒亚·柴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在寄住马德拉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CHI，Bd. 5，102）。尽管有时有人认为，它和后来那种方式一样，是大规模占领领土的计划，但我们大概应将其仅仅理解为公司试图按照尼德兰模式，通过建立独立的设防据点网来摆脱对当地统治者的依赖。若追求更多的目标，公司恐怕得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目标还只是贸易利润，而不是统治本身。但是公司依然计划形成为这一利润服务的团体统治地位。

另外，公司在本土的力量也过于薄弱。恰恰是它的重新兴旺导致了与垄断破坏者（interlopers）和垄断竞争者的矛盾冲突，而这些破坏者和竞争者在公司内部那些通过革命而飞黄腾达的辉格党人（Whig）那里，甚至都得到了理解和体谅。乔舒亚·柴尔德爵士是最大的股东，在369891英镑资本中他占有10万英镑，从1681年至1690年连续担任公司总裁或副总裁，他作为托利党人（Tory）寄希望于王室和垄断，尽管他之前是作为革命的受益者和辉格党人晋升上来的。1681年至1688年，他每年向国王缴纳1万英镑作为礼金，1682年，国王拒绝了成立一个竞争公司的计划，并批准了关于现有公司的法规。据称，股市行情的反应是股价从255飙升至400。1685年，垄断权也在法庭上得到了确认。

然而，光荣革命却使由托利党人主导的、靠斯图亚特王室提携的公司遇到了辉格党人占优势的新政府带来的麻烦。柴尔德与宫廷的关系以及在议会中的影响力足以将这场战斗拖上数年。对手的自由化措施以及公司维持自己垄断权的尝试都收效甚微。国家财政状况的发展变化导致了一个决定的出现：拍卖印度贸易垄断权。公司主动提出将自己1693年因更广大的群体参股已经强行翻倍的资本再翻一倍，提高到150万英镑，并将其中的70万英镑以4%的利息借给王室。它的对手提出以8%的利息出借200万英镑。虽然利率高，但议会接受的还是后者的出价，债权人们组成了新的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English Company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其垄断权在不损害老公司权利的前提下具有效力，不过老公司的权利到1701年就期满了。为谨慎起见，老公司假借其财务主管的名义认购了新公司31.5万英镑的股票，这样一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出局，不过1700年它的权利又得到了延期。另外，由于新公司在印度很难与老公司根深蒂固的基础设施抗衡，所以1702年出现了合作协定——柴尔德已于1699年去世。因为混乱不可能因此就被清除，所以1708年的一项法律确定两个公司进行合并，代价是向热心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der Spanische Erbfolgekrieg）的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新一笔借款。此时借款共计 320万，利率为5%。从财经史的角度看，这个新公司无非就是国家债务的一个基础牢固的组织形式。王室为其债务支付低利息，借款不能中止，但国家债务证书可以交易。另外，债权人也因东印度贸易垄断权得到了补偿。

1709年建立了名为“英国商人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的新公司，简称也是“东印度公司（E.I.C.）”，结算后资本确定为316.3万英镑。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与前一个新公司有别于老公司一样，它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伦敦。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此时它纹章上的格言为“从属于赞助者——英格兰国王和国会（Auspicio Regis et Senatus Angliae）”，即不再是从前的“上帝引导（Deus indicat）”和“在上帝的引导下我们无所畏惧（Deo ducente nil nocet）”。扩张不受教会约束，而是服从议会的权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来有望得到这个国家代表的支持。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论证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不利于它的作用。

17世纪下半叶转向印度棉织布料源于一场时装革命。凡是买得起的人，都更喜欢轻薄时尚的布料，特别是产自法国的布料，而粗重的英国羊毛布料则备受冷落。“英国每个女佣的一半工钱都成为法国国王的固定收入。”一个批评家这样评论道（Thomas 1926，25）。1678年，法国亚麻和丝绸布料连同葡萄酒和烈性酒一起被禁——让·巴普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已于1667年禁止英国羊毛布料进入法国，于是需求大量转向印度棉织布料。国内和国外对英国羊毛布料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另外，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新兴的英国丝织业也受到这一竞争的打击，就连印度贸易的受益者也无法否认失业正日益蔓延。1674年，这一问题已被提到议会，不过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而徒劳了一场。1689年骤变后，持续多年的争论最终于1700年带来结果：以法令形式禁止印度和中国丝绸以及棉织布料，当然，后一类只包括已染色或印花的。公司显然另外选择了高档布料，例如麦斯林纱，还选择了进口未加工的棉织布料和棉纱。英国的棉织品加工繁荣起来了。另一次纺织品危机引发的1720年对棉织品更严厉的禁止促使英国人转而在自己的纺织作坊里生产布料——后来统治世界的英国棉纺工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东印度公司继续进口大量的棉织布料用于并未禁止的再出口，其中包括向非洲和美洲殖民地出口，它在那里拥有一个不受限制的、不仅仅供应奴隶服装制作的市场。

贸易额和股票行情既反映了公司的这一政治历史，也反映了历次战争的后果以及相对独立的变幻不定的经济形势。

在此期间与英国国家债务的关系一直都未解除。1733年特许状等待延期期间，公司好像再次受到竞争对手提供低息借款的威胁。不过公司拿出了20万英镑，将利率降至4%，从而得到将其特许权延期至1769年的许可。以没有列入基本资金的另一笔100万英镑的借贷为代价，1744年，公司获得延期至1783年的许可。1750年，一项法令将利率降至3%。1786年资本提高了80万英镑，1789年和1793年各提高了100万英镑，从而达到600万英镑的资本，一直保持到公司解散。

1710年至1760年可被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动荡历史中最平静的几十年，这是一个凭借有条不紊地运行的经营体制总体趋向兴盛的时期，初期的红利为10%，股票价格在100和150之间波动。1711年进口总值为452324英镑，1760年为711340英镑；两个极端值，即最低的1715年和最高的1750年分别为282837英镑和1013641英镑，大多数时候进口总值在50万和80万英镑之间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1711年英国出口总值为542419英镑，1760年为515144英镑，最低的1713年为300418英镑，最高的1752年为1404878英镑，出口总值也最常在50万和80万英镑之间。到该世纪中叶，总趋势为出口低于进口，但出口额之后急剧上升至超过100万英镑，原因是那些年的出口货物中包含大量贵金属。

公司在伦敦始终由董事会（Court of Directors）领导，其二十四位董事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日常工作由各个委员会（Committees）处理，这些委员会由总裁和副总裁进行协调并向董事会负责。每年的股东大会（General Court）选举董事，只有股份超过500英镑的股东才有选举权，股份在2000英镑及以上的股东具有被选举权。董事们最重要的任务包括每年督促交付所需的印度货物，编制出口货物货单，组织运抵货物的仓储和销售。他们通常不直接接触销售市场，而是每个季度在伦敦进行“烛光”拍卖（Versteigerung at the candle）。这样就能使供应不完全受制于每年运抵一次的货物，而能够比较均匀地进行分配，从而可以遏制销售价格的波动。因为董事们都是伦敦大商人圈内的人，所以他们自己也是买家，能够在东印度货物的再销售中大赚一笔。不过还不能证明他们商定将销售价格保持在低位，这样做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英国公司显然比尼德兰人的寡头公司更遵循平等主义，因而对公司之兴盛的关心事实上就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机制。

根据风情，驶往印度最有利的起航时间是早春，到达印度西海岸是12月10日，东海岸是1月10日。在印度各个停靠点肯定一再检查是否严格遵守航行计划，货物如何组合可望得到更大的收益。最初商船在好望角中途停靠，后来在马达加斯加或者科摩罗群岛（Komoren）中途停靠。自1659年起，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上有了一个英国殖民地作为中间站，因而就避开了尼德兰人的好望角。1708/1709年至1712/1713年平均每年从英国驶出的船为11艘，1743/1744年至1747/1748年为20艘且吨位更大。最初公司或自己买船或自己造船。它很快就放弃了一开始也是出于安全原因而偏爱的货仓约可载货1000吨的巨型船，因为迅速购足能够获利的货物太困难了，损失的风险太大了。于是300～600吨的船流行起来了，自17世纪中叶危机以来人们只租赁这类船，这样船主也承担了风险。当然可以通过分散占有份额来减轻这一风险。公司董事负责船只的占有，这样使用相关船只便有了保障。最终，这形成了一个复杂至极的体系，依照这一体系，公司不必付全价租赁整个船舱，货运价格按照货物分为不同等级，混装船只中的贵重货物运费较高，较小的船运费较低。船主可以通过赚取运费保证不受损失。公司的货物在船上由押运员（Supercargo）负责。

18世纪中叶，170个贸易点由三位亚洲总裁管辖，他们在1686年的实验失败后恢复了平等级别，分别驻在孟买、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和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各有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机构。三位总裁同时又是他们各自设防驻在地城市的行政长官，在此期间，这些城市高度独立于印度君主。他们受他们的参事会的决定约束，不过他们在参事会中占有两票。他们的年薪为500英镑。参事会最主要的成员是簿记主管（Book-Keeper）、货物主管（Warehouse-Keeper）和主顾（Customer）。各商馆由馆长统管，馆长由大商人担任，任职期不少于8年，年薪40英镑，他下辖的代理人主要从事采购，任职期5年，年薪20英镑，最低级别的群体是书记员，年薪10英镑。王室的驻军或舰队不属总裁统辖，它们代表王室和公司共同的政治利益。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法国人发展成了在亚洲的竞争对手，其危险性 远远超过英国人的传统对手尼德兰人。

法国亚洲公司以及欧洲其他小亚洲公司

就连法国人也不甘心任由伊比利亚诸强独霸扩张。另外，1524年就有一艘法国船驶抵第乌，而目光长远的海运企业主让·安格（Jean Ango）从迪耶普（Dieppe）或鲁昂（Rouen）派出的另外两艘船也于1529年抵达苏门答腊。不过法国王室主张至少禁止进入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后来胡格诺战争（Hugenottenkriege）的巨大危机似乎也阻碍着进一步的行动。国王亨利四世（Heinrich IV，1589/1594至1610年在位）治下的繁荣时期正值英国人和尼德兰人扩张时期，顺应时代的、大多以商业公司形式进行的新的主动行动随之开始了。据称，1599年至1663年在法国至少成立了36家经营海外贸易的公司。1601/1602年圣马洛的船进行了印度航行，之后第一家享有国王特许权的东印度公司于1604年出现，当然其后台是母港布列斯特（Brest）以及准备打破尼德兰垄断权的人。因此，它因巴黎的共和国的反对意见而失败，随后几十年间，其他公司到达东印度水域的法国船只也基本上被尼德兰人掠走了成果。

宰相黎塞留（Armand-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624～1642年在位）的殖民政策意在为国王获取势力范围，将商业资本统合在一个国家大公司里的做法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因此移民和传教比贸易更重要。后来，移民殖民地的任务为提供热带货物，于是1642年建立了开发马达加斯加的东方公司（Compagnie de l’Orient）。在岛的东南端建起了多凡堡（Fort Dauphin），送往那里的移民共计近500人。然而该公司到1663年因内部对立而破裂，国王将其并入新的印度公司。

对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培尔（1661～1683年在任）来说，别的国家能够通过向法国提供殖民地货物做自己的买卖是不能容忍的，这些利润理应有利于法国的贸易结算。另外，遏制尼德兰人的优势地位和提升法国在这一领域的势力也是一个关乎国家荣誉的问题。在他眼里，贸易政治就是一种利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除了一个被赋予特权的大型商贸公司，显然没有更好的手段能动员起法国人实现这一目标。为了作公众舆论方面的准备，柯尔培尔约请学者弗朗西斯·夏庞蒂埃（Francis Charpentier）于1664年春作了那个演讲：《一个法国忠臣关于法国东印度贸易公司的演讲——致全体法国同胞》（Discours d’un fi dèle sujet du roi touchant l’établissement d’une compagnie franÇais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 Adressé à tous les franÇais）。除了前面提及的论点，这个演讲还指出在印度次大陆和欧洲之间的马达加斯加建立一个主要据点要比在巴达维亚建立据点有利得多。对商界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之后，公司才得以于1664年9月1日正式成立，这是一个按照熟知的模式建立的股份公司，享有50年的垄断特权，总资本为1500万里弗尔（Livres），分3年缴入，最低股份额为1000里弗尔。领导权掌握在由二十一人董事会（Chambre générale）手里，其中巴黎的董事12名，外省的9名，董事必须持有不低于2万里弗尔的股份，由持有6000里弗尔以上股份的股东召开的股东大会（Assemblée générale）选举，董事任期7年，不过实际上是由国王指定。国王承诺为公司提供军事保护，提供为期10年的300万里弗尔的无息借款，出口货物每吨奖励50里弗尔，进口货物每吨奖励75里弗尔。至少关于奖励的承诺极为不同寻常，明显表现了这一创举的不真实特征。即便如此，认购的数额也只有8179885里弗尔，其中宫廷贵族和王室财务总管各200万里弗尔，最高法院成员120万里弗尔。考虑到柯尔培尔施加的压力，这一数额自然可以看作一种强制性借款。另外，里昂认购了100万里弗尔，鲁昂55万里弗尔，波尔多（Bordeaux）40万里弗尔，南特20万里弗尔，图尔（Tours）15万里弗尔，圣马洛10万里弗尔，还有其他一些认购，而巴黎仅仅认购了65万里弗尔。实际上最初可供使用的只有550万里弗尔，其中300万里弗尔来自国王。自然，柯尔培尔当上了董事会主席，直至1715年，这一职位一直由一位大臣担任。

22个经验丰富的尼德兰人被聘为舵手和商人，弗朗索瓦·卡隆（François Caron）是其中之一，1665年他担任了 印度生意的负责人。比利时人卡隆在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已经升到了高级职位，但出于个人原因和公司闹翻了。凭能力以及对尼德兰体系的熟悉，他似乎有着远大的前程，却在1672年于返回法国途中溺水身亡。最初的任务是扩建马达加斯加的据点，但行动进展很不顺利，因而1669年国王又接管了岛上的多凡堡，1674年甚至不得不放弃了它。据点移往了波旁岛（Isle Bourbon），也就是今天的留尼汪（Réunion），法国人于1638年占领了它，从1665年起向那里移民。在已经有一个法国嘉布谴会修道院的苏拉特，卡隆经莫卧儿大帝许可于1668年建立了一个商馆，另外还短暂地在东海岸的默苏利帕塔姆（1669～1674年）和爪哇的万丹（1671年）建立过据点。

卡隆胸怀有损于尼德兰人的目标远大的扩张计划，出于这一原因，他建议派遣一支王家舰队进行一次展示法国力量的示威行动。曾在亚洲获得总督职位的雅各布·布兰奎特·海牙（Jacob Blanquet de la Haye）率领6艘战舰和3艘弗鲁特船于1670年载着238门火炮以及2100名士兵启程向印度进发，另外还有公司的3艘商船，大概到此为止，这就是从欧洲来的实力最强的海军编队。然而，在与高尔康达的统治者以及尼德兰人交手时，它遭到了惨败，这里不仅存在着指挥问题，而且有缺乏给养的原因。1672年至1678年，路易十四（Ludwig XIV）与尼德兰在欧洲处于交战状态，自此，欧洲战事对他而言处在优先地位，柯尔培尔渐渐不得志。

不过，一些商馆馆长的灵活和顽强使这一失败得到了部分补救。法国在苏拉特的地位得以扩展，特别是马德拉斯南面的本地治里。那是1672年从一个小邦主手里得到的，尽管受到多重威胁且遭受了暂时的损失，但弗朗索瓦·马丁（François Martin）在1706年去世前将那里扩建成一个强大的据点。在1674年获得的孟加拉据点胡格里城下的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e），马丁的女婿德朗德（Deslandes）于1690年至1694年也建起了一个设防的法国商城。

传教也属于法国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动行动。1622年建立的罗马传教机构传布信仰圣部（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利用新成立的法国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éres），试图控制葡萄牙在亚洲的传教，并于1662年派遣了数位法国主教作为教宗特使前往东南亚和中国。1685年，路易十四目的明确地将法国 耶稣会士作为葡萄牙人的竞争对手派往中国。当时深谙世道的暹罗国王与其他君主完全不同，他允许宗教自由，甚至提供资助，所以法国传教士在他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据点；1674年，那些法国传教士中的一个被授予暹罗主教职位。暹罗国王不仅期望通过这一关系建立能带来收益的政治和文化联系，而且也期待着与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传教士正与法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着密切合作。这位统治者密切关注着法荷战争的进程。暹罗派往法国的第一个使团（与曾经派往尼德兰的一样）于1681年随着它搭乘的法国船沉没了。不过1683年至1689年，法国和暹罗各自向对方派出了两个外交使团。促使国王皈依的希望当然没有实现——欧洲人总是将好奇错当成皈依意愿。1687年的第二个法国使团带了600人的部队，其任务是保护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举足轻重的国王宠臣康斯坦丁·费肯（Constantin Phaulcon，原名Geraki，意为鹰）的地位。此人祖籍凯法利尼亚（Kephalonia），1679年才随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暹罗，此时因娶了一个有葡萄牙血统的欧亚混血儿而皈依了天主教并将宝押在了法国人身上。然而，1688年的一次革命性的君王更迭致使他被处决，也导致法国人被驱逐（和英国人一样）。尽管关系很快又恢复正常，传教士继续被容忍，但寄予暹罗的巨大希望没有实现。不过，这一插曲引发了关于这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出版物面世。

在1688年至1697年的普法尔茨战争（der Pfälzer Krieg）和1701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和尼德兰均站在法国的对手一方，这些战争同样给公司的发展和业务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尽管分发了虚构出来的红利（与呈赤字的收益情况绝不相符，钱是由王室的钱库出的），但法国资本对公司的兴趣依然不大。1668年已有不少股票持有者宁愿让自己之前的投资失效也不愿继续支付他们当初认购的、又到了支付日期的股份。甚至连柯尔培尔自己好像也是这么做的。1500万里弗尔的原始资本虽说高于英国和尼德兰公司的资本，但实际到账的资金仅有三分之一，其中的300万里弗尔还来自国王。尽管有个别年份经营情况尚好，但公司只能靠接受借款（部分借贷利息很高）以及王室的补助维持其运转。由于资金不足，实际上它一开始就形同破产，经过修饰的结算所确定的资产拥有量再大，也不可能带来任何改变。若不算1665年和1666年的两次马达加斯加探险航行，若不算王室的船队，特别是若不将布兰奎特·海牙的探险航行以及暹罗船队计算在内，公司1668年至1706年平均每年派往印度的船只为2.6艘，1706年已不得不完全停止了自己的航行。自1708年起只能由个人向公司缴纳资金实施东印度航行。1712年至1719年，公司实际上由圣马洛接管。

1718/1719年，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进行了整顿法国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尝试。他的体系的三个支柱除了货币发行银行、包税人制度，就是印度公司，当时所有的海外贸易公司，包括美洲贸易公司，全部被并入印度公司。为了降低国家债务，劳允许以大幅贬值的国债券的票面价值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印度公司的股票。结果就是股票发疯似的上涨了3600%，而当1720年公司仅支付了可怜的2%的红利时，公司股票同样发疯似的趋于崩溃。法国和海外的混乱于1723年通过将公司与劳氏体系剥离得以消除，可是它和以往一样依然享有美洲和非洲的特权。不过最迟从1731年起，它实际上已将力量完全集中于东印度。由于被授予烟草贸易垄断权，公司有能力保证其股东的固定收入。它的资本为1.12亿里弗尔，即面值2000里弗尔的5.6万股股票，另外还有十分之一面值200里弗尔的股份。然而，这些资本是国债的数额，公司无法支配使用。因此公司的股份数年后才达到其票面值，后来在与英国的战争期间再度下跌。

不过，此时贸易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并且能够产生利润。1731年，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四个印度纺织品供货商转向法国人。与英国人不同，法国公司保有一支自己的船队，船数在30艘以上，有些年份里行驶在印度航线上的船只超过20艘，数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当。87%的雇用人员来自布列塔尼（Bretagne）。最初，印度贸易是公司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业务，但自1741年起对中国贸易的份额从32%上升到42%。出售进口货物所获收益波动很大，最低值为972380里弗尔（1747年），最高值为28081408里弗尔（1755年），主要在400万～1000万里弗尔以及1400万～2100万里弗尔范围内波动。尽管如此，流动资金还是一直短缺，因而首先是各印度商贸点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被迫进行短期借贷。因此，和以往一样，战争导致债台高筑，以致贸易于1769年被放开且公司开始被清理。在整顿法国国家财政的尝试中，1785年出现了一个新公司，但1790年因革命而中止。它的清算一直持续到1875年。

1723年以后公司领导层经历过多次改组，不过它始终处在比柯尔培尔时代更加严厉的国家监管之下。董事们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由国王任命，国王委派的一个全权代表凌驾于他们之上。管理机构分散设在巴黎、南特和洛里昂（Lorient），其中，洛里昂港是1660年代为柯尔培尔的东印度公司修建的。各海外领地和据点由地方行政长官或董事长管辖，驻在本地治里的行政长官负责管辖亚洲。在重要事情上他受制于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理事会（Conseil）作出的决定。东海岸的加里加尔（Karikal）、默苏利帕塔姆、亚南（Yanam）的商馆以及自1720年代起实际上已经被放弃的苏拉特归本地治里直接管辖。金德讷格尔驻有一个董事（Directeur）和省理事会（Conseil provincial）负责孟加拉事务，其下辖的据点有巴拉索尔、卡辛巴刹尔、巴特那和达卡，在1721年获取的马拉巴尔海岸的马埃（Mahé）设立的理事会负责马埃和卡利卡特商馆。另外还有设在摩卡和广州的办事处以及印度洋岛屿。马达加斯加虽然依然被弃置，但波旁岛（留尼汪）和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毛里求斯）均是公司的种植园殖民地，由各自的行政长官管辖，直到1764年它们才被转让给国王。毛里求斯在1638年至1711年由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占有，其名字得自尼德兰的一位地方长官。1715年它暂时易名为法兰西岛。各个岛屿以及三个设防城市本地治里、金德讷格尔和马埃都驻有卫戍部队，因为公司拥有独立于王室的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过其军官在级别上低于文职人员等级。文职人员等级划分得很细，依照资历，职级依次为助理职员（sous-commis）、二级职员（commis de 2e classe）、一级职员（commis de 1re classe）、助理商事（sous-marchand）、主商事（marchand principal）。

与我们的预料一样，这种组织形式与尼德兰和英国的极为相似，但是这种相似不应掩盖那些导致法国人不如其竞争对手成功的差异。当然，法国公司作为新来乍到者处于不利地位，先到的对手已经在亚洲站稳了脚跟。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它太依附于创造了它的国王，国王创造它的初衷不是着眼于利润，而是着眼于势力。另外，国王还经常在策略和人事方面进行干预，摩擦导致了损失，对业务极其不利。除此之外还总是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到柯尔培尔的公司时甚至已出现了真正的资本不足。这不仅与企业特别明显的国家特性有关——它好像有意识地放弃了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对手阿姆斯特丹的利用，而且特别与法国商业资本的兴趣索然有关，而这种冷漠又可以从法国历史上的经济地理因素得到解释。法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市场，巴黎不像伦敦是一个经济中心，与此相反，法国分成了几个相互竞争的区域性市场。尽管在印度贸易中可望获得25%～40%的利润，而在欧洲贸易中只能得到5%～7%，但法国人的经济兴趣还是在于后者。

如果说法国东印度公司是国王出于自己的基本政治动机创建的，那么欧洲其余众多的亚洲贸易公司的存在则应归因于各国政府及诸侯与垄断破坏者之间的合作。荷兰语中有一个描述这些垄断破坏者的单词为“闯入者（Interlopers）”，后来它通过英语广泛流传开来。这里涉及的首先是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没有给予或者没有充分给予其行动机会的那些尼德兰人。在法国，亨利四世的东印度公司就是由这类人发起的，至少可证实有一个尼德兰人参与了黎塞留的计划，而柯尔培尔的公司主要靠招募的尼德兰人来维持。尼德兰人感兴趣的既有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有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计划，后者最终促成了一家非洲公司的建立。1616年，丹麦首家东印度公司的首倡者是两个长期居住于哥本哈根的尼德兰人，其实施航海的人员最初几乎全部来自尼德兰。

这一首倡正好符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1588～1648年在位）的政治雄心和海洋抱负，他随即资助了所需资本的12.5%，又通过施加压力从高级贵族那里弄到了15.5%，从哥本哈根弄到了35%，从其王国的其他城市弄到了29.5%，而尼德兰人和汉堡所出资金仅为5%和2.5%。1618年有五艘船驶往印度，1620年得到了南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德伦格巴尔（Tranquebar）作为主要据点。然而生意进行得很不顺利，其资本的抗风险能力很低，而三十年战争的纠纷又引发了种种阻碍。1639年驶出了最后一艘船。1650年公司解散，不过据点德伦格巴尔留给了王室。此前的区域贸易，特别是与万丹和望加锡的贸易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部分为印度教和穆斯林商人的委托贸易，而此后取而代之的是对那些穆斯林商人的劫掠。另外，17、18世纪丹麦人还参与了从印度向东南亚贩运奴隶。

1670年，丹麦王室按照法国模式重新组建了公司，在此次组建中经验丰富的尼德兰商人同样也起着重要作用。王室又出了部分资本并实行监管。1706年，它在德伦格巴尔建立了一个哈勒虔信派教士传教团（Mission Hallescher Pietisten）。因丹麦持中立态度，起初公司从欧洲战争中获取了利益，然而丹麦参与1709年至1720年的北方战争却给公司带来了灭顶之灾。1721年公司不得不交还了贸易权，1729年公司解散后德伦格巴尔又转给了王室。

在此期间，与中国进行的贸易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是茶叶贸易。1732年新建立的亚洲公司（Asiatisk Kompagni）于1732年至1745年共进行了20次印度航行和17次中国航行，而1746年至1771年共进行了28次印度航行和49次中国航行。另外，1752年在卡利卡特建立了新商馆，1754年在尼科巴群岛（Inselgruppe der Nikobaren）建立了新商馆（1768年至1788年亨胡特兄弟会传教士为争取“野蛮人”在那里作出了种种徒劳的努力），1755年在孟加拉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塞兰布尔（Serampore）建立了新商馆。生意进展顺利，这也是因为18世纪最后数年里，印度贸易相对于中国贸易重又取得较为重要的地位。与前几个公司相比，该公司更加重视零散资本份额的作用，1772年更换新的特许证书前，公司由哥本哈根举足轻重的商人们控制着，尽管资本份额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丹麦中等阶层手里，而外国资本份额只是曾经短暂地超过10%。

1772年，该公司仅具有中国贸易垄断权，在丹麦国旗庇护下进行的私人印度贸易被放开，但必须向公司缴纳一定费用。1777年王室接手了维持各据点的费用。丹麦的印度贸易越来越半合法地附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丹麦公司负责将 英国公司雇员获得的个人白银收益汇回欧洲，从而获得在印度采购所需的支付资金。公司的主要进口货物是孟加拉的纺织品，通过英国中间人可以半合法地搞到。除此之外，它还为印度战争经营武器进口并从中盈利。与此并行的是英国人打着丹麦国旗大规模进行的损害自己公司垄断的私人贸易。

英国降低茶叶关税之后，丹麦的中国贸易开始缩减，工业革命的兴起自1790年代起对孟加拉纺织品的销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798年英国在孟加拉采取的各项措施摧毁了私人贸易体系的基础，自1807年起与英国的战争最终给了丹麦公司致命一击，1843年它被彻底清算解散，1845年塞兰布尔和德伦格巴尔被卖给了英国人。

在邻国瑞典，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在尼德兰人的影响下于1626年在哥德堡（Göteborg）创建了一个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为扩大其基础，自1632起，三十年战争期间站在瑞典一方的德意志帝国阶层被邀请参与。然而，它与1668年至1674年存在的一个小型瑞典东印度公司一样没有多少成就。通过建立一个贸易公司将马达加斯加那些声名狼藉的海盗变成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Karl XII，1697～1718年在位）的臣民的冒险主意也未能如愿。

勃兰登堡于1634年受邀加入瑞典公司。在一个不得志的前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海军将领的鼓动下，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40～1688年在位）在1647年至1653年以及1660年至1663年间特别热心于筹划创建一个勃兰登堡东印度公司，1651年买下了丹麦人不再需要的德伦格巴尔公司，但购买合同于1653年不得不被宣布无效，因为勃兰登堡无法筹措到约定的12万塔勒（Taler）。促使皇帝和西班牙共同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尝试显然毫无结果，勃兰登堡的兴趣最终转向了非洲和西印度。

甚至葡萄牙在17世纪也试图仿照西北欧模式建立公司，之后在西班牙君主国从前的生意伙伴热那亚共和国也出现了关于东印度的计划。在联合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尼德兰竞争对手的倡议下，1647年，一个热那亚东印度公司按照尼德兰模式建立起来了。1649年，两艘热那亚商船带着城市首领的证书到达苏门答腊，“可船上大部分是荷兰船员，因而后来估计有特殊的荷兰商人参与其中”，一个目击者这样写道（Merklein，58）。事先得到消息的尼德兰总督派他的船迫使这两艘热那亚商船驶靠巴达维亚。因为在和平时期不能对热那亚人做什么，所以总督下令将尼德兰臣民接下船。剩下的人力量太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连船带货全数卖给联合东印度公司，不愿为公司效力的人跟随下一个欧洲船队返回。1657年，一个英国的“闯入者”重新在热那亚发起倡议。1660年代，热那亚对该倡议进行了审查，因前面提及的经历而将其否决。

1695年建立的苏格兰海外公司首先因其在拉丁美洲的行动失败而出名，就连它也试图以公司之名开展闯入东印度的航行，随着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结为联盟，该公司很快便宣告终结。

新一波创立公司的大潮出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普遍热心于投机的时期，当时中国茶叶贸易发展迅猛。由于英国是主要买家且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主要垄断者，因而这方面涉及的完全是由英国主导的公司。随着南尼德兰归属奥地利而北方解除了对其进行的封锁，赞同苏格兰公司的詹姆士党难民自此在经济前景有利的南尼德兰定居下来，他们借助比利时资本共同为私人亚洲航行出资，1721年有三艘船从奥斯坦德（Ostende）起航前往印度和中国。尽管欧根亲王（Prinz Eugen）提出了警告，但奥地利自1719年起便支持建立公司，1723年按照通常模式，通过颁发许可证书（Octroi）建立了奥斯坦德公司，初始资本为600万荷兰盾，在安特卫普交易所转瞬间就被认购一空。董事中的英国名字和尼德兰名字旗鼓相当。在英国人的压力下，奥地利不得不放弃了马德拉斯南面的一个据点，不过1726年恒河上位于加尔各答上面的班吉巴扎尔（Bankibazar）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契约保障的商馆。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格兰人亚历山大·休姆（Alexander Hume），他是英国公司的前雇员。生意进展十分顺利，四年间纯利润就超过了700万荷兰盾。然而查理六世（Karl VI）意欲使他于1713年签署的国事诏书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以确保他女儿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ia）继承王位，因而在诸海洋强国的逼迫下，1727年，他不得不同意至1732年废除特许证书并停止贸易。

从前支持建立奥斯坦德公司（其船只和航海人员主要源于英国）的各国对东印度的兴趣据说后来又在瑞典找到了一个新对象，1731年在瑞典成立了哥德堡东印度公司（Ostindiska Companiet von Göteborg），它一直存在至1813年，其独特之处是至1753年都没有固定的公司资本，因为英国人、尼德兰人、比利时人甚至法国人在此间与瑞典人会集在了一起。1721年至1804年共有130多艘船驶往亚洲，主要驶往中国，其中大部分是瑞典的大型帆船。获取的利润极大，1746年至1766年为投入资本的5倍。当然，英国人不容这个主要经营中国贸易的公司在印度立足。即使在这里，除了瑞典，占大多数的也是改换名称的英国船只和英国船员。

另外，对东印度的种种兴趣还检验着其他国家国旗的庇护力度，也就是当时同样成立了一个新公司的丹麦、西班牙甚至波兰的庇护力度。最后出场的是埃姆登的各家普鲁士公司。早在经济前景向好的1720年代和1730年代，一些相关建议就送到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手上。然而，因为汉堡预先被确定为港口，而汉堡人又可能惧怕此时肯定反对这类行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这位谨慎的普鲁士国王没有被说动。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则完全不同了，因为自1744年起他拥有了自己的北海港口埃姆登。1750年，一个普通的亚洲公司被授予特权，其大多数股东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不过由于生意进展不利，该公司于1757年停止经营。1753年同样在埃姆登成立的一家孟加拉公司只是英国人私人兴趣的短命幌子。

威廉·勃茨（William Bolts，别名Wilhelm Bolts）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前成员，1775年他从玛丽娅·特蕾莎手里获得了一份海外贸易特许证，出发地为特里斯特（Triest）和该君主国其他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哈布斯堡皇室的托斯卡纳（Toskana）的里窝那（Livorno）同样被划入其中。奥斯坦德公司的各亚洲据点均掌握在皇帝手里。1781年公司濒临崩溃，此时一位奥斯坦德公司前股东的儿子普罗里伯爵（Graf Proli）被吸收进来，而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也亲自参与，因而公司作为“特里斯特和安特卫普皇家亚洲贸易公司（Société impériale pour le commerce asiatique de Trieste et d’Anvers）”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 之上。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皇帝持中立立场，大规模的贸易起初进展不错，但缔结和约后，因种种内部矛盾，公司于1785年宣告破产。

特权贸易公司时代此时好像完全结束了。就连西班牙的第二个菲律宾公司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该公司建立于1785年，延续至1834年，虽然有英国公司的资助，但也不得不于1808年停止了经营活动。

既然私人航行不可能受到大型公司的阻碍，而且根据经验，纵然风险较大，但可望得到丰厚的收益，那么尼德兰和英国“闯入者”究竟为何要选择一个外国特权贸易公司来经营自己的生意呢？虽说不可能有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对庇护的需求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抵御竞争对手和海盗侵犯尚属次要，在欧洲和海外受法律保护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一面国旗提供的正是这种法律保护。最后也不应忽略这类虚设公司所属国的经济政策的利益。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已经指出：东印度垄断权在贫穷国家能够吸引资本，使过量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参与远洋贸易。

商业资本主义的结构

尽管存在着各种差异，但特权型贸易公司也显现着惊人的一致性，在17、18世纪，它们是欧洲和亚洲关系的重要体现者。无论定点于何处，每一个公司都处在西北欧商业资本和利息资本的影响之下，作为股份公司的早期形式，它们懂得如何比以往更好地动员起这类资本。即使从经营组织方面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代大企业的早期形式也是它们，而不是梅迪奇家族或富格尔家族。如果说乍一看它们的亚洲据点网与葡萄牙人的据点网 非常相像，那么前者追逐利润的着眼点比后者更为严厉，也更为现代化。自然，这类贸易公司的现代性还受到局限，因为它们是前现代特权的体现者，因而也就受制于政治力量，不能总是将自己的经济利益作为出发点。它们首先从统治者或者共和国手里得到有保障的垄断权，作为回报，它们必须自己承担基础设施费用，必须自己建立和维护亚洲据点体系，为此它们被赋予各种准国家权力（缔结条约权、设防权、交战权和司法权）。与葡萄牙人的体系相比，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了公众的控制，尽管公众的参与也常常发挥作用。因而到了19世纪，非洲各国试图再次动用这一模式就毫不奇怪了！然而这类公司首先被请来为国库偿付大量资金——就连尼德兰公司也不例外，而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略。在18世纪，英国公司和法国公司甚至是国债的真正构成成分。不过，压榨它们的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因为本土的寡头领导和亚洲的雇员一样，根本没有将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视为一体，而按照自由主义批评家的说法，公司的利益通过垄断结构压制了私人合法利益。

我们有理由认为享有特权的垄断贸易公司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最为重要的现实表现形式之一，尽管重商主义从未作为自成一体的理论或实践体系存在过，它只是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的挑衅性的创造。然而不容否认，这个时代的理论以及实践所显露的某些趋势完全可以归结为重商主义这一概念。第一，商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意义被大大高估，或许这是因为商业游说活动留给历史学家们的原始资料远多于其他经济领域，因此，商人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积累代表的理论并不仅仅出现在卡尔·马克思的回顾中。第二，世界经济资源和可能的贸易总额被看作一个定量，因而便有了第三点，即各个国家现在完全自然而然地处在经济思维和行动的最终基准点，他们必定会在一种关乎自我保护或赢得力量的战争中为获得尽可能大的份额而战斗。这需要通过以贵金属表示的 贸易顺差来实现，当然在此期间，这种顺差被理解为多边的，而不像以前那样被理解为双边的；与古典时代的类似想法相比，这是一种进步。因此，这些国家对内大力促进生产，对外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以及垄断措施。所以连使用武力也是欧洲人亚洲贸易的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然而，各印度公司绝非完全适应了这一纲领而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亚当·斯密观察到的英国国内的那些矛盾冲突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公司必须一次次用为国家经济带来的真实的或所谓的利益证明自己出口贵金属和进口制成品的合法性。另外，它们的垄断也一直招致同时代批评家以及后世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反感。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它和国家干预一样，完全是对投资资本最佳分配的损害，而这种分配只有在由个体利益主导的经济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时才可能实现。实际上资金不足难道不就是反复出现的，连东印度公司也必须奋力解决的中心问题吗？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避免不加思索就接受这一批评。第一，从历史角度看，当时大型公司的传统形式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特权和垄断，人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摆脱这种形式，因为它们似乎适合确保商人和当权者获得利润。第二，应当严肃地看待那些公司给出的理由，即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迅速而低成本地获得亚洲货物所必需的基本设施。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研究界至今还在争论的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亚洲贸易，至少按照单纯的市场机制来看，欧洲在亚洲的需求是否如愿建立起了一个供应体系，这一问题还有待商榷。这种公司体制从整体上取得的成就毕竟表明，至少从企业管理角度看，它恐怕并非完全不合理。

现在我们应当比较详细地关注一下贸易的进展情况。尼德兰人的总销售额——在这里，装备费（Equipagie）应理解为驶往亚洲船队的装备费用，包括货物但不包括基础设施费用——所显示的发展趋势与阿姆斯特丹议事会的销售趋势是一致的：整体呈上升趋势，但18世纪增长极为缓慢，有时甚至出现倒退。显而易见，17世纪是扩张最剧烈的时期，这无疑与需求发生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重点的地理转移有关。纺织品、咖啡和茶叶取代几乎被尼德兰人垄断的香料成为主角，其间竞争对手在日益重要的中国贸易方面超越了尼德兰人。

在英国人那里同样可以观察到总体增长。1660年至1760年进口总增长率为2.3%，出口总增长率为2.1%。在17世纪下半叶的纺织品时代，东印度公司经历了一次繁荣，而1684年至1709年，英国的政治结构危机也反映在进口大低谷上。随后约至1725年，进口出现了迅猛增长。从那之后增长又放缓，不过并未完全停止。18世纪中叶的那些进口新高峰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贵金属出口造成的。另外，1725年之后增长放缓可能与前一时期达到的高额基数有关，不过可能也与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变化有关，17世纪的贸易条件对英国的出口有利，而到18世纪却变成了不利因素。

欧洲最重要的出口物是贵金属，而且一直是贵金属，尤其是铸成硬币或未铸成硬币的白银，1660年至1760年它占英国出口总值的70%～90%，17世纪上半叶的情形也差不多如此。这些白银归根到底来自西属美洲。17世纪，这些白银被铸造成西班牙八里亚尔银币（Real de a ocho）[5]运往亚洲。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那里被铸成新的尼德兰银币，如铸成里克斯银币，而英国公司却将自己的银子铸成印度卢比。由于在马六甲以东世界扎下了根以及开展了大规模的波斯贸易，尼德兰人在17世纪有时也有其他的白银供应来源。对1652/1653年贵金属进出巴达维亚情况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当时英荷战争切断了来自其本土的补充。另外通过马尼拉和苏拉特，也就是通过地中海东部国家和地中海区域，还一直有西班牙里亚尔送往巴达维亚。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贵金属来源地是日本，因此尽管问题重重，尼德兰人一直谨慎小心地维护着日本贸易。1668年日本禁止白银出口，但日本黄金可以利用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升水获得，直到1672年日本也禁止了黄金出口，1696年硬币成色降低（货币贬值）使这一交易失去了意义。

1602年至1794年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换算成荷兰盾的贵金属流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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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就连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也重新紧急要求从欧洲发运贵金属。虽说偶尔会出现瓶颈，但在那里早已存在的国际银行体系和支付体系中，通常还是能够筹措到急需的款项，尽管事实上支付向尼德兰开出的汇单已逐渐成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巨大额外负担。17世纪共计有3000万荷兰盾以这种方式从亚洲汇往尼德兰，18世纪为2.07亿荷兰盾。1700年至1710年，现金与公司之间支付汇款（assignaties）的比例为6∶1，1790年至1796年现金与正规汇单的比例为1∶1。从尼德兰出口的贵金属折合共计574355013荷兰盾，1602年至1700年为125572979荷兰盾，1700年至1794年为448215734荷兰盾。与此相对，回程载货总值9.313亿荷兰盾，1613年至1700年为2.513亿荷兰盾，1700年至1795年为6.78亿荷兰盾。英国东印度公司1660年至1760年出口贵金属折合39714307英镑，出口货物价值12241136英镑，按银价换算贵金属折合1396358034荷兰盾。与此相对，1664年至1760年进口货物总价值为45013751英镑，折合1582683485荷兰盾。

有人称欧洲贵金属输出是必然之事，因为亚洲对欧洲其他产品几乎没有需求，这是从古典时代起就已经证实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理应尊重的事实，而如今从经济理论视角看，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如果说能用重量轻的印度棉制品赚取寒冷的欧洲的钱，那为何就不能用欧洲的羊毛布料赚取终年处处炎热的亚洲的钱？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今人眼中的成本比较原则。尤其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亚洲可以低成本地生产某些物品，而欧洲凭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帝国生产着特别廉价的白银。用银金比率表示，白银在欧洲价廉，在东方昂贵，因此白银流往亚洲。1600年至1630年，银金比率在美洲大概是16∶1，在西班牙大概是12.5∶1，在印度大概是9∶1，在东亚大概是7∶1。

再就是欧洲其他出口物品在亚洲从未扮演过重要角色。在尼德兰人那里，它们最高只能达到他们携带的贵金属价值的七分之一，不过供应巴达维亚的货物、船上装载的砖瓦或雕刻石门不包括在内。在英国人那里，该类货物的价值在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之间起伏，在法国人那里大体占三分之一。欧洲纺织品是重要货物，特别是布料和丝绒，此外还有金属制品、葡萄酒和也用作压舱物的铅等。

欧洲进口的主要货物首先是胡椒——西北欧人的最终目标就是夺过葡萄牙人的香料生意。17世纪上半叶胡椒一直是最重要的货物，即使在该世纪下半叶其相对意义下降之后，进口的绝对数量仍在继续上升。不过这也可以解释为，公司对自己占有欧洲胡椒市场份额的重要意义估计过高，英国人和尼德兰人企图通过尽可能多的进口压制竞争对手，这导致了价格下跌，给两国公司造成了损失。胡椒为非伸缩性需求提供了一个范例。即便在供应过多造成价格下跌时，需求量仍在上升，但最终的收益是下降的。17世纪上半叶，欧洲的需求量约为700万磅，尼德兰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按照市场状况每年提供的数量在400万和800万磅之间，英国人1603年至1640年每年进口的数量在40万和290万磅之间，大多数年份为100万磅左右，该世纪下半叶进口量继续上升，1677年达最高纪录810万磅，之后再度迅速下跌，18世纪重又上升之后最终在每年200万和400万磅之间起伏。胡椒不仅是精心装载的珍贵货物，它本身也是相当贵重的压舱物。

17世纪下半叶，尼德兰人试图通过占领马拉巴尔海岸以及将英国人逐出其胡椒最大进口地万丹（1677年便是如此）来建立胡椒垄断；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对其他香料建立了垄断。实际上，英国人虽然可以通过班库伦从苏门答腊得到充足的货源，而且尼德兰人也未能完全控制马拉巴尔海岸，但英国人在采购方面已有较大的困难。另外，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马拉巴尔贸易结算也处于亏损状态。

货物采购一部分通过供货合同，一部分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欧洲的需求好像促成了 新种植园的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公司学会了确保自己在亚洲胡椒交易中的份额，以及学会了从波斯和中国的这种香料的供货中获取利润，以筹措其为欧洲采购所需要的资金。

与胡椒的情况相反，尼德兰人对丁香、肉豆蔻和肉桂等比较精美的香料实施并保持着垄断，英国的进口数量一直很低。有违常理的情况是，在英国人尚能守住班达群岛和安汶岛的最初那些年里进口量较低，而后来只能通过望加锡囤货时进口量反倒比较高。虽说尼德兰的垄断常常伴随着一些现象，包括使用暴力限制生产数量，强行制定极低的购入价格以及通过相应规定的售价获取高额利润，但不应忽视的是，尼德兰人一直是唯一的垄断者。即使在这里，市场法则也不会完全被废置。例如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洲香料市场供货时大力抬高价格，致使竞争对手认为不值得买下拿到欧洲再销售就很重要了。不过，过高的价格也导致这里和欧洲的需求下降。

如果说最初的数十年是处在香料法则的控制之下，那么17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在尼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则是纺织品全盛时期，特别是印度棉织品的全盛时期，看一下有关的类别曲线，这一点便一目了然了。

有利的原料供应，精湛的技术，还有显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些早已使印度成为粗棉布、细棉布、纯白棉布、印花棉布、染花棉布生产的领先者。旁遮普、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海岸和孟加拉是四个中心地区，它们也从印度内陆贸易获取利润。此外，马六甲以东地区的印度纺织品名声很高，可以非常便利地用它换得印度尼西亚的香料。西北欧人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尼德兰人立即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扎下了根，而英国人则首先尝试获取古吉拉特的纺织品。1612年就有一个尼德兰人因那里的棉布料而将科罗曼德尔海岸描绘为“马鲁古的左臂”。向欧洲出口棉织品是这一关系的副产品，但它很快便获得了重要意义。最初，欧洲人好像将棉布用作床上用品、桌布以及类似的东西，直到17世纪下半叶，时装行业相中了这种材料。另外，在非洲和美洲，对棉布的需求还与奴隶交易和奴隶蓄养相关联——荷兰语名词“Guineesche lijwaten”（几内亚棉布）和“negroskleden”（黑人奴隶）就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在这方面很快超过了尼德兰人，就连主要驻地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本地治里的法国公司也在这一地区发展成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1684/1685年至1688/1689年，尼德兰人进口了111.9万件，1684年至1688年，英国人进口了430924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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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7 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销售量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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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8 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货物的来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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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29 1600～1750年印度棉织工场分布

对质量更为精细的产品的需求量在上升，加之古吉拉特和东南海岸政治局势不安定，需求因而向孟加拉地区转移。1664年，苏拉特提供了英国纺织品进口数量的50%和进口价值的35%，马德拉斯提供的分别为41%和48%，孟加拉提供的为9%和17%，其中的数量和价值之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质量。1710年，三地的数量占比分别为25%、28%和47%。按照价值计算，1697年尼德兰人进口的纺织品55%来自孟加拉，27%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仅有2%来自苏拉特。印度纺织品至少对英国公司而言已经完全成为最重要的贸易品，而且按份额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亚洲贸易来说，孟加拉成了最重要的地区。

因为进口的是制成品，而且需要顾及欧洲人的审美口味，所以采购时的组织要求相比其他货物要高。通行的做法是欧洲人预付部分货款，在当地中间人处进行预订，运输及其他环节的风险由中间人承担。他们或他们的下级代理预付现金安排手工匠人进行生产。这种与伊斯兰法相应的现金预付制不应与欧洲的分发包销加工制相混淆，后者向手工匠人提供生产资料，即向织工提供棉纱，有时也提供织机。当然，分发包销加工制也出现在公司直接进入的地区，如以英国人的“棉纱+工钱制”形式出现在孟加拉，以及作为手工工场式的大企业出现在孟买、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这些纺织工人有多贫穷，特别是因欧洲人的剥削而变得贫穷，还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与此相对，很多材料表明，正是印度棉织品的挑战促使英国手工业以低成本赶上了印度的发展优势，并进而引发了工业化。

与棉花相比，丝绸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欧洲早已有能力纺出丝线和织出精美的丝绸布料。最初几十年过后，奢华的中国丝绸很快失去了重要意义，尼德兰人更乐意将其在日本卖掉来为印度生意赚取贵金属；由于亚洲劳动力价格低廉，除了奢华的中国丝绸，从亚洲引进丝绸工业的原料显然是值得的。于是，未经纺或织的生丝在欧洲的进口物品中所占份额尽管变化极大，但并非微不足道，1702年英国人进口的生丝甚至占到进口总值的26.5%。

因为两国公司起初都没有直接进入中国的通道，所以对欧洲来说，里海周边山区出产的波斯蚕丝便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蚕丝经陆路运往西方，后来阿拔斯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目的就是避开奥斯曼帝国将蚕丝交付给尼德兰人和英国人。向欧洲出口蚕丝是伊朗经济最重要的白银来源。不过15年后，波斯的冲突导致人们发现孟加拉能够提供比中国和波斯价格更低的生丝。尼德兰人在这里的采购量越来越大，1670年代，孟加拉蚕丝已成为英国预订货物中的固定组成部分，这是孟加拉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的另一个原因。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人才真正利用起新开拓的从中国直接采购的机会。

就像之前棉花时代取代了香料时代一样，现在咖啡茶叶时代取代了棉花时代。早在1616年，尼德兰西印度洋贸易的创始人彼得·范·登·布卢克在摩卡接触到“一种黑色小豆子”，“他们用它制作一种趁热饮用的黑水”。那时咖啡已在伊斯兰文化圈内流行了上百年，大概于15世纪从它的故乡阿比西尼亚传到此间它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唯一种植区。奥格斯堡的东方旅行家莱昂哈德·劳沃尔夫（Leonhard Rauwolf）于1582年第一个品尝了咖啡，帕多瓦的教授普罗斯佩罗·阿尔皮尼（Prospero Alpini）则于1592年描述过咖啡树。不过尼德兰人起初只是尝试着偶尔参与向波斯和印度供应咖啡。直到1661/1662年，咖啡才在阿姆斯特丹走向市场，但数量一直很小。1690年之后，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以迅猛扩大的规模承担起欧洲的生意。英国人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就连法国人也大力参与。1652年，第一家咖啡馆在伦敦开张，据说1680年前后伦敦已经有许多家咖啡馆。茶直到18世纪才在英国出现，此前咖啡显然是那里最受欢迎的饮品。1671年和1672年，马赛和巴黎出现了第一批咖啡馆，但高雅的巴黎咖啡馆时代的起始不会早于1700年。1683年土耳其人撤军后，维也纳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接着是布拉格、纽伦堡和雷根斯堡。斯图加特出现第一家咖啡馆是1712年，奥格斯堡是1713年。1717年，德累斯顿有十家咖啡馆，也卖茶和巧克力，顾客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显然欧洲最先模仿的是东方咖啡馆而不是中国茶馆。一部分咖啡无疑是通过穿越地中海东部国家和岛屿的商路来到欧洲的，1719年奥斯曼帝国的商人买下了在阿拉伯半岛主要咖啡市场拜特费吉赫（Beit el-Fakih）出售的八分之七的咖啡。然而也门具有独立地位，因而土耳其苏丹无法将西方贸易公司排挤出咖啡交易。

英国人、法国人、尼德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通过唯一可用的深水港口摩卡进行采购，有时他们在那里还设有商行。最终，咖啡交易的重要性致使尼德兰人和英国人允许打破亚洲贸易围绕中心进行的原则，设置了摩卡至欧洲的直达航行。另外，他们用从欧洲带去的现钱支付货款，放弃了从亚洲内陆贸易中筹措资金的通常做法。由于需求加大以及销售价格相应提高，1724年，英国的进口量创下了其绝对纪录，超过了120万公斤，占整个贸易量的24%。随后至18世纪中叶，进口量在50万公斤上下起伏，占总贸易量的5%～7%。1720年，尼德兰人从摩卡进口了180万荷兰磅，1724年仅进口了80万荷兰磅，不过1724/1725年，尼德兰人自己在爪哇岛的生产已经让他们多获得了整整300万荷兰磅。

欧洲的需求导致咖啡在也门价格上涨，以致各个公司原本很高的利润下降，结果便是他们纷纷冒险尝试自己种植咖啡。英国人在印度进行尝试，法国人在波旁岛，尼德兰人在斯里兰卡。1718年咖啡种植进入荷属苏里南（Surinam），1727年进入葡属巴西。不过取得极大成功的 首先是爪哇的尼德兰人，1696年在那里开始的尝试自1711年起获得成功。在欧洲获得极高评价的爪哇咖啡在1724年已能满足尼德兰的需求，不过尼德兰还是继续向摩卡派出一艘船，目的是通过需求维持那里的高价位，从而维护自己的成本优势。1732/1733年，尼德兰在巴达维亚收购了580万荷兰磅咖啡，另外还有上一年收获的240万荷兰磅。供应过量威胁着咖啡生意。另外还有针对尼德兰咖啡生意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德意志诸侯采取的措施，其中最为出名的大概是“老弗里茨”[6]的措施，然而尼德兰咖啡被认为品质很糟糕，而比较好的法国咖啡则得到了认可。

然而在此期间，一种新的大众饮品在英国被普遍接受并展现了全新的商业前景，它就是中国茶。三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饮茶，元代以来绿茶已成为大众饮品，据说到明代又出现了味道浓烈、保存时间长久的红茶用于出口。1610年起，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少量茶叶引入欧洲，1637年，人们第一次提到欧洲对茶叶的需求。18世纪前期，在尼德兰从药品升格为享乐品的烈性酒成为英国人喜爱的饮品。然而，当酒税越来越高和酿制烧酒的原料越来越紧缺时，茶叶获得了优势地位，尽管需求增加，而且至1784/1785年为止茶税一直在提高，但茶叶价格最终越来越便宜。它之所以受欢迎，估计也是因为它必须与西印度糖配在一起享用，而这种糖同样也越来越便宜——这是东印度和西印度的经济利益在英国市场的一次独特结合。后来到19世纪，土豆、黄油面包和茶是最典型的英国大众食物。因此可以说，欧洲需求的重点在于价格比较低廉的品种。

英国公司的文件里自1660年代出现了茶叶，在茶叶供应方面，英国公司依靠直接购买，而尼德兰人则靠中国帆船将茶叶运到巴达维亚。然而自1685年至1719年，中国南部的一些港口重新对外国开放，葡属澳门的垄断被最终打破。英国人立刻尝试在中国贸易中立住脚跟。由于货物供应较好和安全等级较高，在中国皇帝于1760年明确将对外贸易限定在广州之前，欧洲贸易已迅速集中在这座城市了。广州驻有一个最高权威“户部”（hoppo，名称即源于主管财政的户部）[7]，它在朝贡制度语境里直接代表皇帝管理着海关，在其辖下，官行[8]（国家行会）享有对外贸易的垄断权。这十三个商人（该数字后来因破产有减少）在城郊河岸边均设有自己的“行”，后来那里按照法国的模式，到18世纪中叶陆续建起了比邻而立的各个国家的商馆。尽管时有冲突，英国茶叶贸易突飞猛进。所有其他欧洲公司也参与其中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就，至1729年，奥斯坦德公司运出的茶叶几乎不少于英国人从中国运出的茶叶。唯有尼德兰人最初还试图促使中国人向巴达维亚提供茶叶以降低成本，在投入广州的交易上犹豫不决。1728年至1734年，这一港口与尼德兰之间的直达航行使日益紧张的本土财力有撤出巴达维亚的风险。因此，英国人的优势地位未受损害。1772年至1774年输往英国的茶叶总值已经超过之前最重要的货物——棉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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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0 18世纪向英国进行的茶叶走私

不过，其他国家输往欧洲的茶叶最终瞄向的也是英国市场，这些茶叶主要用于向一个庞大的走私体系提供货物，英国的各个邻国都从这一体系获取利益。根据保守的估计，1740年前后，东印度公司合法进口的茶叶在实际运入英国的茶叶中仅占一小部分，1784年前不久几乎不到一半。1784年，茶叶关税从净值的110%猛降至12.5%，从而导致走私体系的崩溃，而在此之后，这一体系的经济意义大概也就是将巴西产的黄金弄出英国了。

银价在中国保持高位期间，白银在广州一直被作为支付手段使用。18世纪上半叶，英国驶往中国的商船装载的90%是白银。1750年前后，中国的白银价格与欧洲的基本相等，因而欧洲货物的占比从10%提高到三分之一以上。另外自1765年起，英国公司可以动用得自其新获得的领地孟加拉的廉价白银。1778年至1784年，英国驶往中国的船只的装载物84%是货物，主要是轻质羊毛制品。在这种真正的商贸往来的新情况下，欧洲、印度和官行之间发展起一种信用体系，往来支付不用现金而用汇票，这一体系主要对英国人有利。各个公司的代理人使用汇票进行交易，官行使用中国式的信用票。

直至19世纪，中国一直是唯一的茶叶供应者，因为与咖啡不同，欧洲人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得知茶叶是如何生产的。1785年至1833年间，英国人的广州贸易达到了其巅峰。尽管茶叶关税再度提高，但由于在世界政治中占有优势地位，1799年至1833年，英国人依然接纳了广州出口量的96%。1828年至1833年，这一出口量是1778年至1784年总量的5倍，是1719年至1725年总量的17倍。对于本土而言，中国此时是与印度同等重要的贸易伙伴，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贸易伙伴。1866年至1870年，英国人进口的茶叶90%来自中国，而1901年至1905年却不到5%，因为在此期间，印度（阿萨姆）、斯里兰卡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成为茶叶出口国。但这并未说明全部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亚洲内部贸易。1817年至1833年，英国人输入广州的货物有82%至88%来自印度，其中主要是棉织品，直至利润巨大的鸦片逐渐被推上前台。如果将1799年至1806年输入广州的这两种货物的数量各设为100，那么1828年至1833年棉织品指数达189.9，而鸦片指数达488.6，1834年至1838年已达874.4——这是一个并非不会产生政治后果的发展。

香料、纺织品、咖啡和茶叶虽说是欧洲从亚洲进口的最重要的商品，但绝非只有这些种类。各种进口货物总计有50到60种。除前面提到的生丝外，欧洲还从日本和中国进口瓷器，它对贸易结算的意义虽然较小，但还是值得一提，因为与其他种类的货物不同，至少有部分瓷器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自古以来，中国帆船就向外输出瓷器。东亚茶具属于饮茶的时兴之物。随着基于欧洲需求的茶叶生产的扩大，中国人也明白，在瓷器制作方面也应适应自己顾客的愿望，这些顾客对青白瓷器的评价特别高，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至少售出了51.7万件瓷器之后，在代尔夫特和伟基伍德公司（Firma Wedgwood）的伊特鲁里亚工场（Etruria-Werke）都进行了模仿生产这种瓷器的尝试。

尼德兰人使用的压舱货物是糖，特别是爪哇糖，英国人带的则是靛蓝和硝石。自1621年起，尼德兰人也一再使用日本铜作为压舱货物，因为虽然价格下跌，但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可以以比瑞典铜更低的价格出售。17世纪下半叶，诱人的铜价才导致日本铜向阿姆斯特丹的供应量大幅提高。按照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观念，直至18世纪，铜一直是排在香料之后的最贵重的贸易货物。不过，得要知道日本的出口大部分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这一点才好理解——是以亚洲的国家贸易形式进行的。

“国家贸易（Country Trade）”被翻译成了德语的“Landhandel”，很容易引起误解。它指的完全是跨海贸易，不过是“没有超出国家的”跨海贸易，是在非洲东海岸和日本之间的区域进行的跨海贸易。自葡萄牙人开创国家贸易以来，在欧洲人进行这种贸易期间，通过在亚洲的盈利为欧洲进口亚洲货物筹措资金的观念就与它联系在一起。1600年之前几乎只有葡萄牙人参与这种交易，起初的形式是特许垄断贸易航行，这种航行有时会由王室拍卖给出价最高者，例如果阿至马鲁古的航行、澳门至日本的航行、科钦至霍尔木兹的航行等。另外，时间越长，私人参与者就越多，这些私人参与者是葡萄牙人和混血种人，专门从事这种国家贸易，只要与王室垄断不发生冲突，他们就被允许这样做。除此之外，葡萄牙人还要求当地商船须持有证书（cartazes），并试图通过海上巡逻贯彻这一要求。它的目的就在于保证王室的香料垄断，就在于消除西亚穆斯林的竞争，就在于通过强迫亚洲人停靠葡萄牙人的港口以提高海关税收。不过在这种体制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无论如何都是私人倡导者。

这一情况随着尼德兰人更强有力地追求更长远的目标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实行了给予或不给予证书的体制，同时发展起了一支力量强大的海上力量用以消灭某些航线上显现竞争力的当地人贸易，或使其移往符合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当时利益的其他航线。其次，公司自己接手了国家贸易，目的是尽量使用在亚洲贸易中的盈利为向欧洲提供货物筹措资金。于是便有了早期对科罗曼德尔海岸纺织品的兴趣，因为它在印度尼西亚很受欢迎；于是便有了日本在公司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提供着在印度、中国甚至部分欧洲地区都让人渴望的白银、黄金和铜，而且价格相当便宜；于是便有了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员不得自出资金从事国家贸易的禁令，不过这一禁令与由公司完全控制国家贸易一样收效甚微，因为出于种种政治原因，17世纪日益强势的、打着其他欧洲国家旗号进行的国家贸易不可能不留后果地被压制下去，至少在理论上，葡萄牙人或某些亚洲人的国家贸易不可能被压制下去。至1660年，除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航行的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529艘船，另外能够查明的还有529艘船，它们或在亚洲建造，或在亚洲购得，而且只在那里航行。因而在亚洲520个港口之间航行的船次可能是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航行船次的8倍。17世纪中叶每年的航行船次为200～300。

此时英国人越来越引人注目。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最初也禁止其成员从事私人贸易，但到1670年代，它认为有理由或多或少地放开私人贸易，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本像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那样自己接手。作出这一决定并非完全 出于自愿，之后也不再可能撤销，不过从整体上看好像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亚洲进行的基础性经济建设有一部分实现了独立，与此同时将力量集中在洲际贸易主体上，从企业经济角度看是明智的。英国人打着亚洲国家的旗号从马德拉斯强行与马尼拉进行贸易，他们的做法非常独特，确保了自己能参与非常渴望的马六甲以东的交易，以及能在美洲流出的白银中分一杯羹。

由于其显而易见的弱点，法国公司自1722年放开国家贸易以来，就从未在其中取得过有利的地位。从事国家贸易的法国个体商人很难与力量超强的英国和尼德兰竞争对手抗衡。经测算，1713年之后各参与群体的地位排名如下：最强大的国家贸易经营者是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其次是英国私家商人，再次是葡萄牙王室、葡萄牙国家贸易商人、英国公司、法国个体商人、丹麦公司和法国公司，最后是个体经营的尼德兰人、比利时人和丹麦人。然而从此往后，归属公司的尼德兰国家贸易至少比较明显地衰退了，而英国的私家商人却大力进行扩张。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资金不足以跟上这一步伐。1743年，尼德兰放松了对公司成员参与私人贸易的禁令，但为时已晚，他们早已悄悄参与了英国国家贸易商人的交易，甚至参与了诸如有损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利益的爪哇水域走私一类的活动。追究也仅仅是空想，因为最高官员或他们的妻子也参与其中，如董事长和后来的总督雅各布·摩塞尔（Jacob Mossel）于1740年代作为合伙人参与了孟买总督威廉·维克（William Wake）的私人交易。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内部的腐败给英国人带来了益处，受到追究威胁的尼德兰人可以逃到英国人处躲避危险。

然而，英国人的国家贸易私人化并不意味着它与公司的官方贸易不存在关联，情况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印度东海岸和孟加拉，当地商人与出资者之间、欧洲的国家贸易商人与航海人之间、较小的欧洲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发展起一种复杂的、非正式的相互配合关系。18世纪中叶，英属马德拉斯与丹麦属德伦格巴尔之间就存在着这种极为有效的贸易共生关系。在18世纪最后数十年里，英国公司的 雇员利用丹麦人回汇自己的私人收益。不过这一体制并非必然损害公司的官方生意，它还有助于扩大这一生意，发财的公司成员们慷慨解囊，向自己的公司提供贷款。如今，这大概会让人联想到当代的“影子经济（Schattenwirtschaft）”体系及其对创造经济价值的贡献，尽管二者产生自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形下，人类追逐利益的强烈欲望避开了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设置的界限，论证了其游戏规则的荒谬性！临近18世纪末，在所谓的代理行（Agency Houses）中最终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贸易投资公司，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生意。欧洲和亚洲出身的个人以及群体在国家贸易中的收益显然和在洲际贸易中一样好。

可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总体经济结算情况又如何呢？即使在那些对外贸易在总体经济中的意义高于法国的国家里，也就是在英国和尼德兰（后者尤甚），对外贸易中的亚洲份额也远低于人们习惯依据其名声所作的假设。1699年至1774年，英国进口值中的亚洲份额从12.9%上升到15.1%，出口值中的亚洲份额从6.8%下降到4.9%。与英属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的贸易额是亚洲份额的3～4倍。尽管西北欧印度贸易的重要性大于葡萄牙人的印度贸易，可不合常理的是它对本土的意义却比较小。当然它并非没有效果。对造船业的刺激就源于它，而围绕进口印花布发生的冲突则推动了工业化。另外，贵金属持续性输出可能有助于稳定银价和利息水平。从统计角度不易理解的再出口提升了英国和尼德兰在欧洲的经济分量。东印度既不占数量优势，又不是增长最迅猛的区域，所以几乎不能认为西北欧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源自那里。如果一定要这样认定，那也只能将这一作用归于整个远洋贸易。通过船队的总运载量比通过亚洲贸易更能让我们看清英国乃至法国在18世纪面对当时占优势的尼德兰是如何赢得一席之地的。1570年英国的船队总运载量为4.2万吨，尼德兰的为23.2万吨，法国的为8万吨，1670年还分别是9.4万吨、60万吨和8万吨，但1786/1787年已分别为88.2万吨、39.8万吨和73万吨。

亚洲从与欧洲的贸易中获利好像比较少。被众人追捧的贵金属流向那里迷惑了人们。若将贵金属视作交换中的商品，那么通过比较成本定理，它的重要性便会适度降低。另外，这些输入的贵金属被囤积起来的老观点同样需要修正，因为欧洲人运往印度次大陆海岸地区的白银绝对没有被留在那里，而是作为支付资金流入了印度次大陆的内部贸易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当然那里事实上也必须用储藏的黄金和白银结账。再者，印度各邦主收税时越来越喜欢收现钱而不喜欢要实物。然而这不符合这些欧洲国家国内早已通行的利于经济的政策。可能遭受统治者掠夺的高风险阻碍了进行长期投资的热情，而这种投资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鉴于印度和中国的国土面积，我们不应高估欧洲需求对增长的推动力：即使在18世纪的孟加拉，欧洲的需求充其量也只能给11%的纺织工提供工作，所以从总体上说，与欧洲的贸易大概只具有微小的意义。一种二元结构在这里形成了，在这种结构里，针对欧洲的贸易岛和生产岛被置于当地经济形态和关系的汪洋之中，而这种形态和关系与欧洲的经济形态和关系势均力敌。

在这种情况下大概谈不上亚洲当时普遍遭受了欧洲的剥削。当然，个别群体被欧洲人以全新的方式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如香料岛的居民。然而，对印度纺织工和中国瓷器工来说，这类事情就得不到证实了。可以借用一个最优秀的专家的话说，17、18世纪南亚日益贫穷谈不上是由于欧洲的影响，同样，欧洲也不是通过从亚洲获得的战利品迅速富有起来。但欧洲对亚洲的经济作用要小于亚洲对欧洲的经济作用，欧洲商人的影响是边缘性的。然而问题不应就这样被搁置起来。至少欧洲商人的影响将亚洲的大部分纳入了由他们开创的全球交互的新型世界经济之中。从此，这种经济将不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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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1 英国的远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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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式名称为“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常译作“荷兰东印度公司”。——编者注

[2] 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1581～1795年），也称作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等。——编者注

[3] 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前身是一系列公司，统称为“前期公司”。——编者注

[4] 即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

[5] 荷兰语称为Reaal或Stuk van achten，英语称为Ryall of eight或Piece of eight。——原注。中文也常称作“西班牙银圆”“本洋”“双柱”“佛头”等。——编者注

[6] 即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

[7] 即粤海关，外国商人常常直接称粤海关监督为“Hoppo”。——编者注

[8] 亦称公行，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特许的广州经管外贸商人的同行组织。


第五章 从印度贸易到欧洲人的统治

尼德兰在爪哇的统治

在18世纪的进程中，与亚洲进行商品贸易转而成为欧洲人对数百万亚洲人进行统治，这无疑是自发现前往印度的海上航路以来最为重要的新事态，因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接下来两个世纪里持续经历了质变和量变。从亚洲人的视角看，在此之前，欧洲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多少可以说是边缘性的，而此时在这里也开始了西方经济、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为主宰的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代才宣告结束。一种统治形式建立起来了，它不再直接服务于贸易或服务于欧洲移民据点的建立；欧洲人在英属印度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支配地位，后来这种情况在19世纪盛行开来。印度不仅因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而成为欧洲人最重要的领地，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后来的殖民统治的样板。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18世纪之前在亚洲不存在欧洲人的统治，并不等于说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是最先成功建立领土统治的人。葡萄牙商业帝国就是建立在对据点及少量领土进行统治的基础之上，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的是美洲模式的征服型殖民地，尼德兰体系的基础同样也是在那些对其贸易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实行统治。就连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最初在原则上也绝对没有排除建立统治的可能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乔舒亚·柴尔德爵士1687年的那封“帝国主义”书信，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要是觉得必要或能够带来利益，在亚洲的欧洲人对统治从未持否定态度。十分重要的观点是：统治还是一种为贸易服务的工具。葡萄牙人以务实的方式信奉这一观念，西北欧贸易公司基于盈利的考虑信奉这一观念。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乍看与这一模式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明白它也是由同一个贸易法则决定的。一旦亚洲环境条件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并且欧洲人具有了新的优先权，那么贸易就开始转向统治了，最初还会使用传统的理由，即声称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或提高贸易利润。

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不是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而是爪哇的尼德兰人。为巩固自己的贸易体系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首先导致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加强了对该岛的政治控制，18世纪之初的情况表明，统治本身能够产生收益。一开始，联合东印度公司仅仅控制着巴达维亚周边地区。爪哇西部的万丹苏丹国控制着南苏门答腊的胡椒生产，自然也就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敌人，因为它是具有独立地位的香料存储地和竞争对手英国人的供货者。苏丹阿贡（Agong Tirtayasa，1651～1682年在位）奉行着坚决的亲伊斯兰而敌视尼德兰的政策。然而尼德兰人借助一次宫廷阴谋保持着优势。1684年，万丹成为公司的附庸，公司接手了胡椒垄断，在城中修建起一个城堡，驱逐了英国人之后便禁止非尼德兰船只进入港口。另一场战争结束后，这种附庸关系于1753年最终固定下来，直至1813年，“苏丹”仅仅是由尼德兰人赐予的荣誉称号。

由于与实力强大的中爪哇王国马塔兰（zentraljavanisches Reich von Mataram）发生矛盾冲突，17世纪联合东印度公司不能随意对万丹采取行动，称号为“苏苏呼喃（Susuhunan，意为最高统治者）”的马塔兰苏丹要求统治整个爪哇。马塔兰通过爪哇北海岸自己的港口城市向巴达维亚、苏门答腊、马六甲和马鲁古群岛供应稻谷。然而，它的统治者未能攻下1628年和1629年被围困的巴达维亚，或者说未能阻止尼德兰建立海上霸权。1646年，新一任苏苏呼喃阿芒古拉特一世（Amangkurat I，1646～1677年在位）通过条约与他的“兄弟”尼德兰总督达成了一致，联合东印度公司承认他的统治权并向其纳贡，而得到的回报是跨海贸易的垄断权和王国境内的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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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2 尼德兰控制爪哇的范围

尽管这位统治者的地位如同圣神一般，但由于王位继承方面缺乏规章，爪哇的政治体系不是特别稳固。1674年之后，大概是由尼德兰垄断造成的北部经济危机和对统治者的宗教政治压迫作出的反应共同导致马塔兰在一场大规模起义中瓦解，阿芒古拉特请求尼德兰提供援助，并自1676年起得到了后者的援助。他的继任者是1678年由尼德兰指挥官扶上王位的，他留有一支尼德兰护卫部队驻在自己的都城。1677年，他将巴达维亚南面的加拉横地区（Krawang）和勃良安地区（Priangan）以及港口三宝垄（Semarang）割让给公司，另外公司还得到了鸦片和印度纺织品的进口垄断权。此时，总督已经成为苏苏呼喃的庇护人和“父亲”。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在一次次所谓的王位继承战争中，尼德兰人多次用更加顺从的继任人换掉统治者，每次都以条约形式使联合东印度公司大获收益。1705年，井里汶（Cheribon）和马都拉（Madura）东部归属了尼德兰人，另外还必须定期供应稻谷作为战争赔偿。1733年，马塔兰被禁止种植咖啡，因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直接控制地区的产量已经足够了。1740年，巴达维亚的一次大屠杀引起了大规模华人起义，在此之后，爪哇北部和东部落入了公司之手，另外公司还得到了货币铸造权以及马塔兰所有产品的优先购买权。苏苏呼喃此时只能 依靠尼德兰的护卫部队保护自己，但这些护卫部队却必须由他的国家供养。马塔兰从一个附庸国变成了尼德兰的一个省。在1755年的另外一次起义之后，它最终分为日惹（Jogjakarta）和索拉卡尔塔（Surakarta）两个苏丹国，1825年至1830年的爪哇战争之后，它们的领土面积大为缩小，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们或许是现代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胚芽。

为了保证巴达维亚的安全，为了垄断的附加利润，尼德兰商人成了爪哇的统治者。不过就连在这方面，尼德兰商人也没有忘记盘算得益。结果就是，最终只有一个欧洲式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乡区（Ommelanden）”[1]，而爪哇岛其余地方的尼德兰统治则采用费用低廉甚至创利的方式由当地人实施。这种“间接管理”主要通过当地附庸国宫廷中的尼德兰总督（niederländischer Resident）实施，他们是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政务和商务代理人，身后有其卫戍部队，他们须监督当地政府并开展公司业务。1800年前后，负责这些任务的“总督”概念最终被采用，而在此之前这一体制已经存在了上百年。即便是后来的尼德兰殖民理论家提到的“直接管理”，实际上也是由当地权威人士实施的，只是缺少一个王侯头领的统治。后一种体制主要兴盛于巴达维亚南面的勃良安地区，对这一体制而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当地贵族，从前他们在苏丹的辖下，现在由尼德兰人委任在16个地区中各自实行统治。荷兰语中的“执政（Regent）”称号也用在了他们身上。1709年，井里汶和马都拉也按此行之有效的模式被划分成43个大小相等的执政辖区（Regentschaft）。尽管尼德兰人通过1716年所设的专员及其辖下的监视者（Anfseher）控制勃良安地区的土著事务，又通过总督对其他地区的执政们进行控制，但那些执政对土著还是实行着一种严厉的独裁统治，他们或许既不承认私有财产也不尊重婚姻和家庭关系，就连司法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说与从前苏苏呼喃统治时期相比，在公司统治时期他们的权力甚至更大。

在联合东印度公司看来，这些执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廉价提供贸易货品，如靛蓝和胡椒，到了18世纪则主要是咖啡。每年都有一定的强制性供货（gedwongen leveringen）或定额供货（contingenten），或是 免费作为贡物，或是按照依据尼德兰市场行情确定的固定价格和数量来供货。1711年，公司为一担勃良安咖啡支付50荷兰盾，这是一个能够刺激生产的好价钱。然而到1726年，价格却降到12.5荷兰盾，而引导生产也变成了强制措施。与此相关联的一件事相当重要，即以采用人工浇灌的稻田制（Sawah-System）进行的水稻种植取代了原本在勃良安地区流行的按照所谓迁徙耕作制（Ladang-System）进行的烧荒开垦种植。迁徙耕作制农民属于半迁徙群体，可以变换主人，而稻田制农民却在经济上和法律上与自己的田地联系在一起。充满艺术美感的梯田如今是勃良安地区的特色，不过它们是联合东印度公司一项剥削政策的遗存。

还有通过操控衡器剥削爪哇咖啡种植农的情况。1764年，在巴达维亚交货时，一担计140荷兰磅，到装船运往尼德兰时只有126荷兰磅，14荷兰磅的差额是仓储管理机构的毛利。但那些执政向其臣民一担要的是222～270荷兰磅，另外他们还利用公司的容忍使用自己制作的衡器替代巴达维亚分发的标准衡器。那些执政借此发了财，有人称其年收入为5万～10万荷兰盾。为获得乘坐一辆金马车前往巴达维亚的特许，姬安朱尔（Tjiandjur）的执政向联合东印度公司支付了2.5万荷兰盾。不过即使有高收入也难以承担这种生活方式的费用。因此执政们要求公司为他们提供的货物支付带利息的预付款。巴达维亚乐于见到这种情况，因为执政们以这种方式保持着依附关系，而且这里面还有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主要是土著事务专员借此作为那些执政的债主做着附带的生意，他可以从总督那里得到3%利息的款项，然后再以9%～12%的利息将钱借给执政们。所以总是总督的亲戚或宠信被任命为土著事务专员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存在着这一剥削体制，当地的人口却在增长，只是18世纪的瘟疫阻止了爪哇发生人口爆炸。我们能否换种说法，即虽然公司进行着严厉的统治，但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和平使得这一发展成为可能？

英国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

与在爪哇一样，当地政治体制的改变在印度次大陆也是欧洲人统治开始形成的必要条件。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再看看另外两个推力。一是英国和法国在世界政治舞台相互竞争对抗的作用，两个国家都越来越频繁地试图将对方势力挤出印度大地，有时仅仅是为了防止对手有类似的意图而抢先采取行动，即使对方的意图可能是臆测出来的。二是政治冒险者——约翰·霍勒斯·佩里（John Horace Parry）不无道理地称之为“新征服者（neue Conquistadoren）”——利用已经开始变化的形势，以扩张的形式宣示个人利益以及所谓的国家利益。各种军事冲突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员采取半军事化措施。在英国，人们的感受是他们正在与法国进行一场世界战争，而到了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更是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尽管如此，身在印度的人奉行的进攻政策还是常常与其公司的方针路线相矛盾，后者依然谨小慎微，其首要宗旨是商业得益。身在印度的人认为自己更加清楚什么有益于自己的公司和自己的国家。伦敦对他们在印度的行动作出反应至少需要6个月，这给了他们额外的自由发展的余地，特别是一旦造成既定事实，在政治上绝无可能轻易改变。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海外土地上进行的欧洲冲突，可以看到欧洲近代扩张在外围地区的典型现象：“英帝国创建者的次级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us der Empire Builder）”。或许可以说“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开始了！

大英帝国史学的经典观点认为，随着莫卧儿帝国的没落，印度陷于一定程度上由宗教问题导致的内战和犯罪的混乱之中，最终拯救印度的是英国统治，它带来了和平、秩序和现代观念，当然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待事物的眼光与“前现代欧洲”的形态是相符的，这一形态同样也已过时，尽管在两块大陆的前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里确实存在过结构上的相似体。不过那种 广为流传的、批判殖民的观点同样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它认为欧洲贸易和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仅仅是印度历史或非洲历史的边注，对它们的进程几乎没有起过作用。真实的情况实际上介于二者之间。除印度史学家之外，最先是克里斯托弗·A.贝利（Christopher A. Bayly）和彼得·J.马歇尔（Peter J. Marshall）指出，印度的种种框架条件如何决定了英国统治的产生和形态。因进口欧洲白银得到加强的货币化以及欧洲的纺织品需求有助于印度经济全面商业化，然而这一商业化进程完全独立于欧洲人，是由一批印度商业和金融新精英承担的。由于在此过程中广泛涉及印度教教徒，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在与此前的伊斯兰统治体系保持距离，即使他们之间还有业务联系。因为除了在全印度范围进行的贸易，包税制、汇票业务和汇兑业务也对这批精英的崛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贝那拉斯（Benares）是印度新金融市场的一个中心。英国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这批人筹措统治经费和战争经费，而他们在与新主人合作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政权陷入了衰落，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至今仍是有争论的问题。奥朗则布不容忍印度教教徒或宫廷中贪污腐败、无视道德的现象肯定不足以作为理由，今天看来，与通货膨胀和自然灾害造成的财力不足相关联的领导群体危机可能性更大一些。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必须注意一点：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统一更应被视作一种特例而非常例，回归冲突连连的多中心状态应被看作恢复正常状态，而不应被视为无政府状态。即使在其力量鼎盛时期，帝国统治尽管在其中心地区是统一的和集权的，但在地方层面上却更像一块布满补丁的政治地毯（Alam/Subrahmanyam：patchwork quilt）。这样，莫卧儿政权作为合法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并进入了英国时代就能得到解释了。就连莫卧儿中央政权最强大的内部对手马拉特人的活力也被以某种方式纳入了这一新的政治体系，其国王自1707年起成为莫卧儿的附庸，当其帝国变成萨塔拉/浦那（Satara/Poona，位于孟买东面）的佩什瓦（Peshwa，国王的前宰相）领导下的各邦主联盟时，那些新显贵的权力也通过被授予莫卧儿的头衔而被合法化。于是从拉合尔（Lahore）至孟加拉以及马都拉的马拉特人的骑兵可以以莫卧儿的名义驰骋于印度各邦国，为自己征收乔特税（Chauth）——该税收占当时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些新势力的目的不是消除中央权威，而是让其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各个宫廷派系争来斗去，它们有的源于图兰的逊尼派，有的源于伊朗的什叶派，有的源于印度的印度教，也都完全抱着同样的想法。1707年后它们不停地推出又废掉莫卧儿统治者，有时间隔很短。其间，中央政权已失去对各省的控制，尽管派系首领们试图用兼职的办法将宫廷职位与省执政官的职位统合起来。各个地区，也就是一个或数个省（subahs，又译作“苏巴”）构成的历史地理统一体，在政治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执政官（subahdar，又译作“苏巴达尔”）成功地以自己职位的世袭制取代了宫廷任命制，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至关重要。一个在宫廷中失败的派系首领的行为十分典型，他的头衔是“尼扎姆-乌尔-穆勒克（Nizam-ul-Mulk）”，1724年他前往海得拉巴（Hyderabad），即回到授予他的德干省，并用武力对抗莫卧儿任命的继任者，实现了自己在那里的统治。这一时间前后，奥德省（Oudh，恒河中游勒克瑙周围的平原）也以类似的方式独立，其统治者使用宫廷头衔“维齐尔（Wazir）”不再表明奥德处在治所离得不远的莫卧儿的影响之下，恰恰相反，它表明是莫卧儿处在奥德的影响之下。还是由奥朗则布任命的穆尔希德·库利汗（Murshid Kuli Khan）在孟加拉同样也创建了一个王朝。

最终帝国又被来自西北方的新入侵进一步削弱。1722年萨法维王朝垮台后，纳迪尔沙（Nadir Shah）于1736年至1747年重新统一了伊朗，1739年攻占并掠夺了德里；1398年帖木儿攻占德里之后，这是德里首次被攻占。他去世之后，艾哈迈德汗阿卜达里（Ahmad Khan Abdali，1747～1773年在位）统领下的阿富汗人已经不是较小的威胁，1757年德里遭他们毁灭，1761年他们在帕尼帕特（Panipat）打败了马拉特人，这大概至少有助于孟加拉和南印度暂时减轻压力。

欧洲战争之后，欧洲人开始在南部大力介入印度的政治冲突。参与其中的有海得拉巴的尼扎姆（Nizam，该土邦君主的称号）、依附于海得拉巴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腹地的卡纳蒂克（Carnatic）的纳瓦布（nawab，即省长）、一些较小的印度教邦国、马拉特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这一海岸最重要的设防据点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相距仅 约100公里。不过直到数个谋取者争夺海得拉巴和卡纳蒂克的统治权，并竭力取得欧洲人帮助时，这一政治博弈才真正复杂起来。

虽然1741年至1748年进行着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但两个贸易公司大概其实并不反对在印度保持和平以及让船只航行中立化，然而处在危险之中的不仅有它们的生意，而且还有它们从事国家贸易的工作人员的生意，特别是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克斯的收益。此人于1722年来印度，先担任参议，1731年至1741年任孟加拉的金德讷格尔的董事，干得都很出色。他不仅使公司的业务达到了巅峰，以至法国人第一次成为英国人的真正对手，而且他同时还通过做私人生意积聚了大量财富。1742年至1754年，他任本地治里总督，其显著特点是以政治家的远见专断地开展冒险。他的精通泰米尔语的妻子和印度挚友阿南达·兰加·皮莱（Ananda Ranga Pillai）使他顺利地进入了印度政治世界，皮莱的日记是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

然而，无论是他还是他的英国同行都无法保证各自的王家舰队行为得当。例如贝特朗·弗朗索瓦·马埃·德·拉布尔多内（Bertrand Franois Mahé de la Bourdonnais）于战争开始时就在巴黎暂时赢得了对攻击性计划的赞同。后来一支英国中型舰队开始劫掠法国商船时，作为法兰西岛（毛里求斯）总督他自己组建了一支小型舰队，于1746年在迪普莱克斯的配合下攻占了英国人的主要据点马德拉斯。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被其招来帮忙的纳瓦布都未能夺回这个城市，后者刚刚由尼扎姆任命，取代了出自另一个家族的竞争对手。直到1748年，《亚琛和约》（Frieden von Aachen）才恢复其原状，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恢复的。在此之后，英国人就通过依据欧洲国际法签署的条约占领着马德拉斯，相互争斗的纳瓦布中的一个还免除了英国人此前欠他的贡物。一个实力强大的印度王侯敌不过在数量上远处劣势的法国军队，因而迪普莱克斯在随后的年月里可以偏离直接贸易利润优先的一般原则，并试图为自己和法国人在南印度创立政治霸权，同时以此排斥英国的竞争。

与在欧洲相反，1749年至1756年，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印度不存在和平。第一任尼扎姆死后，1748年在海得拉巴出现了王位继承之争，同时卡纳蒂克的老王侯家族在马拉特人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归来逼压此间的纳瓦布。多亏极有才干的指挥官查尔斯-约瑟夫·帕蒂西耶·德布希（Charles-Joseph Patissier de Bussy），迪普莱克斯才得以将自己推举的人扶上尼扎姆之位，让他统治到1750年，并且使他在政治上依附法国人。迪普莱克斯得到的酬劳是大量礼物，同时他被提升为基斯特纳河（Kistna-Fluss）以南东海岸边所有地区的行政长官，并被授予默苏利帕塔姆南面的四个省（sarkars，或写作circars）。后一项是急切需要的，因为迪普莱克斯很少动用公司资金作为战争经费，更多的是动用自己的个人财产和利用借贷。就连德布希也必须预付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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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3 18世纪的孟加拉

在卡纳蒂克却不同，英国人成功地以自己推举的人对抗法国人推举的人。享有盛名的是26岁的上尉罗伯特·克莱武，他于1751年发动奇袭占领了敌方首府阿尔果特（Arcot），随后面对占有巨大优势的敌人成功进行了城市保卫战。在迪普莱克斯获得成功期间，他那独具特色的政策在法国虽然受到批评，但也得到容忍。在卡纳蒂克的失利导致他被召回，也导致了停战，停战即是承认英国人获胜，但也为法国人保留了他们在海得拉巴的领地和影响。此时显而易见的是，莫卧儿帝国和贸易公司之间的传统关系在新条件下开始颠倒过来：欧洲人提供政治庇护，各印度王侯成了他们的客户。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1758年法国部队抵达之后，敌对行动重又开始，这导致了迪普莱克斯和德布希所获成果的丧失，德布希被从海得拉巴召回。由于不能随机应变，1760年法国指挥官托马斯·阿瑟·拉里伯爵（Thomas Arthur Comte de Lally）在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之间的文迪瓦什（Wandiwash）自然败给了艾尔·库特（Eyre Coote）将军，1761年在本地治里投降。1766年，他因此事在法国被处以死刑。1763年的《巴黎和约》（Frieden von Paris）将本地治里交还给法国，但只能作为不设防城市。英国人拥有明显的海上优势，他们此时在东南印度以及孟加拉的霸权毋庸置疑。

对欧洲贸易而言，孟加拉已成为印度最重要的部分，因而在欧洲人眼里也是次大陆最富庶的地区。在奥朗则布时代，英国公司的扩张行为还在受控范围之内，然而在随后爆发的王位继位之争的进程中，1717年，一个英国使团成功地从当时的莫卧儿王朝得到了一项特权（farman），该特权准予公司每年支付3000卢比后即可免除苏拉特之外的所有进出口关税，赋予它获取加尔各答威廉堡周围83个村子的权力，允许它使用进口白银铸造莫卧儿卢比银币。不过鉴于文件表述在法律上存在着歧义，此间握有实权的孟加拉纳瓦布们有充足的理由阻止这些特权真正得到承认。首先存有争议的是，特权仅免除公司官方生意的关税，还是也免除公司雇员私人生意的关税。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吃亏的都是担负重税的当地商人。纳瓦布和公司都毫不客气地采取各自的措施而且觉得自己占理，所以相互刺激成了长期行为。

新纳瓦布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ud-daula）即位时，英国人未按常例送上贡礼，达乌拉带着猜疑关注着为即将开始的 英法新战事作准备而进行的对加尔各答威廉堡防御工事的加固工作，英国人摆脱不了与其对手的小集团有联系的嫌疑。最终他于1756年夏天袭击了英国人并攻占了加尔各答，让许多欧洲人丧失了生命，使公司遭受了整整22万英镑的财产损失。据说一夜之间就有146个英国俘虏被关进一个狭小的监狱（black hole），其中只有23个人活了下来。当时的人对这一绝非没有争议的插曲置若罔闻；到19世纪，它被编成大英帝国创立者最重要的反印度神话之一。

马德拉斯派出了整整1600人和12艘船（其中只有10艘到达）。指挥官不是王家军官，而是公司军官罗伯特·克莱武，此人自1744年从年轻的书记员做起，后来成功地开启军人生涯，竞选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尝试失败后即重返印度。1757年初在一场速决战中，加尔各答被夺回，阿富汗人入侵西部留下的印象促使纳瓦布签署了一个和约，和约授予公司那些有争议的特权和加尔各答设防权。在此期间，七年战争爆发的消息已经传到印度，所以克莱武随即按照指令攻占了金德讷格尔的法国要塞。因为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始终不是英国人的朋友，而英国人想从他的国库中获取对在加尔各答所受损失的补偿，所以他们采用贿赂手段参与了一个推翻达乌拉的阴谋。然而计划泄露，冲突再起，最后于1757年6月23日进行了普拉西之战（Schlacht von Plassey），此役中克莱武以3200人和8门火炮对阵占优势的纳瓦布，后者拥有49000人、40门火炮外加法国炮兵以及战象。当然这不仅仅是克莱武的功劳，受阴谋参与者指挥的敌军中有相当数量的部队根本没有加入战斗。

不过最晚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相对于当地人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极度劣势的欧洲人部队为何却占有显而易见的军事优势。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说到底不是技术领先，而是对部队的控制和后勤供应。大约至1770年，欧洲人拥有先进许多的火炮和枪支，当地王侯当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野战炮兵。在普拉西，之后在布克萨尔（Buxar），这一点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不过，在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以及投敌者的帮助下，即使英国东印度公司竭力保守炮兵技术的秘密，印度人很快赶了上来。1786年在迈索尔（Mysore）生产的滑膛枪与英国的已不相上下，而英国人甚至采用了在那里设计的火箭。公司部队的欧洲籍士兵起初并不优秀。公司部队的大多数成员是印度人，即所谓的印度兵（Sepoys），这是因为印度雇佣兵市场上资源暂时还算丰富，英国东印度公司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一个典型的步兵团在1806年由46名英国军官和下级军官、280名印度军官和下级军官以及1800名印度士兵组成。这些部队明确的等级制度以及欧洲式的训练使步兵和炮兵在行动时能够严守纪律，具有印度军队最初根本无法达到的较高的射击速度。印度军队缺乏强有力的统帅，是各个依附于最高指挥官的首领所派出的兵员的聚合体，一场大战的成败取决于这类首领的忠诚和个人勇敢，普拉西之战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世纪末，迈索尔的印度人、马拉特人以及旁遮普的锡克人（Sikhs）也采用了欧式军事组织结构，这样一来英国人取胜便不再那么容易了，投入部队的数量须与对方数量大体相当。此时的情况表明，欧洲人的优势不是建立在军事革新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组织革新的基础之上。因为在这方面，双方的准则各不相同，所以这里涉及的依然是“跨文化战争（transcultural wars）”。印度军队部分由忠实的追随者的队伍或军事企业的部队组成，经常因军饷给养匮乏而依靠抢掠，而英军部队则凭借借贷和印度银行家的钱款汇兑定期发饷，尽管不同群体和社会等级的要求不同，但却能提供很有效力的后勤供应。另外在此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着雇佣兵市场，因而欧洲籍教官和对方的指挥官遇到紧急情况便离开各自的部队。尽管外形是一个贸易公司，但正在形成的现代权力国家被证实优于印度的流动性的前现代集合体，不过也只是凭借混合型的人员结构和后勤供应而具有优势。

克莱武任命了一个新的纳瓦布，后者立刻让人杀了老纳瓦布，并且不得不允诺给予英国人那些既有的特权，另外还答应奉上巨额款项以及加尔各答以南地区 的赋税收入。1757年至1760年，他交给公司的钱不少于2531250英镑，向公司雇员赠送礼物花费660375英镑，其中给克莱武本人的就有234000英镑，此外克莱武还得到一块封地（也就是加尔各答附近一些村子）的收入，每年应该有34567英镑。1759年，克莱武击退了尼德兰人的一次进攻，之后英国公司成了孟加拉的主人。法国人被逐出，尼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生意只能在英国人还容忍的情况下进行，纳瓦布靠英国人的恩惠进行统治。

然而，这种对孟加拉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还不是着眼长久的有组织的统治。不过1759年初，克莱武已在考虑由公司接管主权甚至建立英国人的政府，以这种方式建立的政府可以获得巨额收入，从而减轻自己的国家债务。

1760年他暂时返回英国，在那里他的荣誉和财富引起了巨大轰动。他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也就是从殖民地发财而归的英国人理应享受的生活，亦即“纳巴布（Nabob）”（按照一种印度王侯头衔而创的对这类新富的称呼）应该享受的生活。对他来说，政治活动同样是这一角色的一种特征。他受封为“普拉西的克莱武男爵”，还得到了一个下议院席位。克莱武勋爵之所以能成为下议院议员，是因为他的封地就是为此目的而封授的。令他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爱尔兰封号，而这块封地就是克莱尔郡（County Clare）的一个被称为“普拉西”的庄园。人们在东印度公司大厦（East India House）的大厅里为他竖立起一个超过真人大小、身着古罗马大将服饰的纪念塑像，最后，国王封他为巴斯修会骑士（Ritter des Bath-Ordens）。

尽管全数买下了股票，并且将选票分投给各位傀儡，但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是未能将举足轻重的股东劳伦斯·沙利文（Laurence Sulivan）排挤出东印度公司领导层。后者遵循的是更加注重商业利益的政策，威胁着克莱武未经董事们许可而取得的封地，而这块封地正是其财富和权力的基础。这里是否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问题，即克莱武奋力谋取土地的统治意志与城市“追求金钱”的商业原则发生碰撞？总之克莱武又被派往孟加拉担任总督，去清理那里的“奥基阿斯王的牛圈”[2]。他杜绝公司的公职人员未经董事们许可收受个人礼品，这一使命让这位偷猎者变成了森林管理人。

1757年至1765年是孟加拉的黄金时代，其间公司的公职人员能够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范围内大发横财。纳瓦布若是试图维护或恢复自己的权力便会被更换，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多次。每个新傀儡都得向公司交钱，都得筹措送给公司职员的礼品。公司职员从各个纳瓦布那里共收到2169665英镑，公司共收到10731683英镑，其中3770883英镑是现金，6960800英镑是土地税金。据估算，1758年从孟加拉获得的年收入为2818251英镑。另外，公司职员还有充分利用新的权力地位做生意的可能，因为他们被免除了所有的税，而且在这方面他们以武力坚守这一特权，而他们的印度竞争对手则必须缴纳最高达40%的关税。一个纳瓦布试图也免除印度人的这一负担，结果是公司将他赶下了台。

1757年，董事们已经停止向孟加拉输送白银，自古典时代以来，贵金属流向第一次颠倒过来流回欧洲。因为在孟加拉获取的收入不仅必须被用来采购欧洲所需货物和为中国贸易支付资金，而且必须被用于支付那里的政治和战争费用，所以1758年贵金属已回流伦敦是毋庸置疑的。从1760年代到1790年代，白银又不得不一再由英国发往中国，1815年也发运了一次。1791年、1796年至1808年、1815年至1820年又有大量白银流向印度，1803年数额最高——为了战争。

最终，受到排挤的纳瓦布于1763年让他的指挥官瓦尔特·赖因哈德（Walter Reinhard，一个很有成就的德意志冒险家）在巴特那屠杀了200个被俘的英国人，并且与奥德的维齐尔纳瓦布以及因阿富汗人入侵刚刚失去故土的莫卧儿王朝结成反英联盟。不过1764年10月2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布克萨尔击败了这一联盟并一举攻占了奥德，莫卧儿朝廷则重新与公司靠近。普拉西是开端，布克萨尔之后，英国人对孟加拉的统治得以确立，只是形式尚不明确。由公司任命的一个纳瓦布的副手赛义德穆罕默德·利萨汗（Saiyid Muhammad Reza Khan）暂时代替未成年的王公统管整个行政机构。

克莱武放弃了继续向德里推进。与此相反，他以500万卢比为价将奥德还给了它的纳瓦布充当缓冲国，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交纳的260万卢比贡金将莫卧儿皇帝安置在阿拉哈巴德地区（Allahabad）。为此，莫卧儿皇帝将“地方权力（Diwani）”交给了公司，即在孟加拉以及附属于它的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征税权和民事审判权。于是产生了一种间接统治，根据其双重属性，我们可将其称作双元体系（duales System）。从理论上说，公司（征缴赋税和民事司法）和纳瓦布（军权和刑事审判权）分享主权，但事实上主权全都掌握在公司手里，它通过利萨汗手下的印度代理人统一行使这些主权。克莱武可以抑制发横财的传染病，却无法终止它。因为所有的人都无声地达成一致，所以它还要继续存在数十年，另外也是因为董事们以费用太高为由拒绝了一些备选建议，如提高职员的薪水。东印度公司发生财政危机时，1769/1970年在孟加拉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的消息也传到了英国，人们描述的情景和食品投机生意使这一消息更加令人惊恐，克莱武应为此承担责任，甚至在下议院受到控告。尽管被宣布无罪，但他还是感到抑郁沮丧，1774年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合情理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危机直接与自己的新财富相关联，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der ltere）在美洲推行印花税失败后，为解决七年战争的债务对国库造成的困境，他想从公司的新财富中取钱。政府最初要求公司自1767年起每年提供40万英镑，并且也得到了这笔钱——议会当时年年都得批准美洲殖民地48万英镑的费用。另外，接管孟加拉的地方权力导致股票价格上涨，公司方面为了通过分发高额股息进行投机而继续推动这一上涨。克莱武本人通过做内部交易从中获取利益。至1772年，公司付给国库2169399英镑，但同时又不得不举债，也是为了支撑股价和支付股息。1769年和1772年，伦敦的两次股市和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公司于1772年不得不请求政府提供支持性贷款。对投机损失的愤怒与对因1769/1770年饥荒而清晰显现的孟加拉的弊病的愤怒交汇在一起，人们呼吁政府进行干预。

当然，无论是从英国还是从印度的角度看，由英国政府接手孟加拉都不合适。英国没有任何合适的官吏机构，也不敢违背私有财产的神圣原则而损害公司的利益，毕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下议院有自己的游说团体。另外，备受争议的是公司的主权范围，即公司通过莫卧儿皇帝在司法上享有的主权到底有多大。英国政府几乎不可能获得这一地位。1773年，议会确定所有公司领地本来就属于王室，不过凭借1813年的《特许状法》（Charter Act），这一确定才转变成有效权利。莫卧儿皇帝的宗主权在形式上也随之宣告结束。

公司得到了它的140万英镑的贷款，却不得不同意限定红利数额，特别是不得不接受国家监管。另外，它以前为办理特许状事宜不得不先后提供给王室的420万英镑的借款被毫无补偿地一笔勾销。1773年的《调整法案》（Regulating Act）试图稳定公司的领导层，方法是将获得股东大会表决权所需的股票最低持有额提高到1000英镑，减少多重表决权以及将董事任期延长至四年。以后董事们须向国家财政部门解释自己的财务账目，须向国务秘书（Secretaries of State）解释自己的政策。正像克莱武已经建议的那样，孟加拉总督作为大总督，职位高于他的马德拉斯、孟买和班库伦（苏门答腊）的同事，不过在作决定时要受一个四人理事会的多数表决的约束。理事会成员通过法律任命，其中只有一位是公司的人。另外为了确保纪律，在印度建立了负责英国臣民事务的高等法院，其人事同样由王室任命。然而这一新体制矛盾之处太多，因而没有很好地发挥效用。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成为第一任大总督，他非常了解孟加拉的各种情况，另外还享有比较廉洁的声誉。1750年他从书记员做起，1758年被派往穆尔希达巴德（Murshidabad）的纳瓦布处任总督（Resident）——披着外交外衣进行间接统治的总督制（Residentensystem）此时也出现在英国人那里——在英国停留后于1765年至1769年在马德拉斯任理事，最终于1772年成为孟加拉总督。他的大总督任期（1774～1785年）决定性地影响了英国统治印度的特性，即一种与莫卧儿王朝传统紧密相连，但由欧洲观念进行解释的专制政体。黑斯廷斯意欲停止那种与权力和责任相分离的单一剥削，他不仅要为剥削承担责任，而且要为被剥削者承担责任。这是从贸易转向统治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二步。

黑斯廷斯精通波斯语和孟加拉语，据说还懂梵语和乌尔都语（Urdu）。前几代英国人只利用印度文化中安逸舒适的细枝末节，却未深入其表层之下。他们始终是同时代英国人中排除了沟通障碍的、用粗糙简陋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例子。他们虽然采用被曲解的印度概念，但在与印度人交流时一如既往地使用洋泾浜葡萄牙语。现在则不同了，一些人因与印度精英进行社会交往而熟悉了他们的文化，如安托万-路易斯·亨利·波利尔（Antoine-Louis Henri Polier），尽管他们依然站在欧洲一边，但至少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不过他们所涉及的大多为当时权力精英的穆斯林文化，很难接近印度教文化。对于统治来说这也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当时英国人进行统治不仅要依据法治国家的准则，而且要尽可能与当地传统保持和谐。18世纪末，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古典法律文本被译成了英语。尽管有婆罗门专家参与，或者说恰恰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反而导致了传统被损害，因为被选中的一些异本被作为通行本确定下来。

这个接受过程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年），一个很有成就的律师、学识渊博的东方学家和多产诗人，1783年成为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陪审法官（puisne judge）。他不仅权威性地参与了翻译和不完全正确地解释印度教法律，而且还改写了一些古印度文本，当然他剔除了其中露骨的性描写和施虐、受虐狂部分。1784年，他创建了延续至今的加尔各答“亚洲学会（Asiatick Society）”，此举被称作“印度语言和文化学［……］真正诞生的时刻”（von Hinüber）。

黑斯廷斯首先从纳瓦布手里完全夺过了财政和司法权力，创建了一个英国式的地区税务和法院系统，该系统直接隶属于此时跃升为孟加拉首府的加尔各答。然而在征缴赋税的基层，黑斯廷斯差一点没能走出不幸的包税制试验。与此相反，国家财政同等对待英国贸易和印度贸易的新方法对经济发挥了非常有益的影响。黑斯廷斯的各项措施虽然从长远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直接成效却显得微乎其微，尤其是如果不是从先期混乱的角度，而是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则更是如此。然而，黑斯廷斯的政策 内外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数年里他的理事会中的多数一直反对他，为首者是他的对头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一个英国辉格党人，在他眼里黑斯廷斯体现的是“金钱利益”，在与此进行的战斗中他一直有将个人敌意与政治品德混淆在一起的嫌疑。回到英国后，弗朗西斯与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无私的著名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共同准备弹劾，即通过下议院向上议院控告沃伦·黑斯廷斯。控告于1787年进行，在145次会议的旷日持久的辩论之后，1795年以宣判无罪告终。此时，黑斯廷斯也可以像克莱武一样跃升为帝国的偶像。

黑斯廷斯肆无忌惮地残酷榨取印度各位王公贵族的金钱，这一事实虽然不能否认，但这类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他的私人利益，而是在为公司尽职，为了公司他不得不同时进行三场战争，可又不知道用什么支付这些战争的费用。1778年战争开始时，公司供养着6.7万名士兵，数量超过了本土，收入近380万英镑，支出却已经接近500万英镑，而此前的结算则是正数。

另外，在马德拉斯和孟买手握决策权的人根本就没有考虑服从大总督。在此期间，马拉特人又恢复了元气，1771年控制了莫卧儿皇帝并将他送回德里，因而自1772年起，公司拒绝向他缴纳贡物。孟买干预浦那的佩什瓦继承之争导致了1775年至1782年的第一次马拉特战争，这次战争几乎没有改变现状。在此间出现了一个新政权的南方的结局也一样。穆斯林海德尔·阿里（Haidar Ali）从军事指挥官跃升为印度教邦国迈索尔的统治者（1761～1782年在位），并大力向马拉巴尔海岸扩张，但同时也向科罗曼德尔海岸扩张，在1767年至1769年的第一次迈索尔战争中在那里成功地包围了马德拉斯，强迫英国人接受了和约。自1780年起，公司与他和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铁普苏丹（Tipu Sultan，1782～1798年在位）进行了第二次迈索尔战争。另外，此处还有1778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打击英国人的法国人。自1782年起，法国海军将领皮埃尔·安德烈·德叙弗朗（Pierre André de Suffren）对英国人采取了相当有成效的行动，1783年协助久经考验的德布希侯爵率领部队登陆。然而为时已晚，因为《凡尔赛条约》的消息于1784年在印度也导致了疲惫至极后实现的和平。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欠债务为940万英镑，在伦敦所欠债务为920万英镑。

1783年失去美洲殖民地之后，英国形势的特点是普遍的政治宿醉感，据称还有政治理想主义的高涨。是否最好完全放弃印度？剩下的贸易是否也能像中国贸易一样在不参与任何政治的情况下进行？1772年，自由贸易商们陈述了赞同的理由，1776年，亚当·斯密则撰文反对垄断。然而抽身而出已经不是容易之事：第一，中国贸易的部分基础建立在对印度的统治之上；第二，对手法国会非常乐意占有英国在印度腾出来的位置。然而各项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最后的结果不仅仅是对黑斯廷斯提出的弹劾，而且尤为重要的是1784年新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junior）的《印度法案》（India Act），英国按照该法案统治印度直至1858年。它澄清了管辖权问题并紧缩了机构。除了选举董事，股东大会被剥夺了其他所有权力。董事保留职务委任权和贸易监督权，但王室可以撤掉担任最高职务者。在“英国在印度的属地（British possessions in India）”（此时的称谓）的政治事务和军事事务上，他们须服从王室参事会的六个印度事务专员的监督和指示，其中参事会中有一个国务秘书和财政大臣。主持这个“管理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的国务秘书事实上成为印度事务大臣。在印度，大总督的地位相对于他的理事会以及其他两个总督得到了加强。

正因如此，美国独立战争中约克镇战役的战败者、大总督查尔斯·康沃利斯侯爵（Charles Marquis Cornwallis，1786～1793年在任）得以利用一些他额外拥有的全权，解决了黑斯廷斯还未解决的管理、征税和司法方面的问题。一番清理之后，商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最终被明确分开。公司归属1774年已经成立的加尔各答“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管辖，其地方商贸代理人可以继续从事私人贸易，但不再承担任何官方任务。官员从此领取适当的薪金，但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印度早已有“文职人员（Civil Service）”的概念和事物，本土则是后来才出现对应之物。1805年至1875年，黑利伯里（Haileybury）的一所专门学院负责培训这种“印度文职人员”。随后文职人员的大门向所有申请者敞开，而此前董事们用人范围狭小，因而会形成一个个名副其实的“朝代”。

另外，行政和司法也被分开。在重新确定的区划里各有一个归加尔各答“税收委员会（Board of Revenue）”管辖的“税务员（Collector）”和一个作为民事法官和警务总管的“区法官（District Judge）”，国家最重要的四个城市里还设有刑事法院。此外，依据1784年的法律委托，国家基层的收税活动以及与之关联的基层政治社会组织活动通过1793年的“长久性定居点（Permanent Settlement）”进行，或许这是所有决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项。

前英国时代的“地主土地管辖制（Zamindari-System）”不仅仅在孟加拉流传下来，按照这一体制，世袭的收税人收取土地收成的份额并行使警察权力。按照习惯法，只要缴纳了自己的赋税、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占有土地的农民是不能被驱赶的。地主土地管辖制可以是王公贵族层面的，可以是商人层面的，也可以仅仅是村级的。菲利普·弗朗西斯让人确信这个更为灵活的农业体制，这个涵盖了大地产主和佃户，同时也是统治制度的体系所具有的优越性，让人确信威廉·琼斯主张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万能救世属性”，因而英国人要使地主成为世袭地产主，要使农民成为佃户，并希望随后在印度形成一种英国式的农村贵族。

实际上，这种强制性移入文化试验产生了其他一些后果。尽管在既没有土地登记簿，又不详细了解地方情况的条件下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但一次性确定的赋税后来还是顺利地征收上来了，农村的局势也缓和了下来。因为这种新型大地产主从此可以通过提高产量赚钱，所以外乡投机者争相而来，直至今天，印度还在忍受这带来的后果。另外，在城市中生活的地产主作为这一新型关系的受益者构成了孟加拉英化城市市民的基础，即“薄陀罗卢迦（Bhadralok）”。当孟加拉的这一管理体制向马德拉斯和孟买推广时，那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行“地主土地管辖制”。托马斯·蒙罗（Thomas Munro）实行的“莱特瓦尔制（Ryotwari-System）”[3]在马德拉斯坚持了下来，它采用的方式是向单个确定的农民课税。

1784年的《印度法案》禁止在印度实行任何占领政策和扩张政策，因为这种政策违背“国家的意志、荣誉和政治准则”。但是在遵循这种政治准则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董事们出于利益考虑本就反对这样做的情况下，英国到1818年时已占领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方，这又如何解释呢？可以用来 为此进行辩解的是一项附加条款，即准予对当地王侯进行防御战争以及履行保护义务。英帝国的扩张即使在这里也主要是通过推进式防御来完成的，其背后自然可能隐藏着种种其他兴趣。1789年至1792年，康沃利斯与铁普苏丹之间进行了因双方互不信任而无法避免的第三次迈索尔战争，康沃利斯吞并了铁普苏丹的一部分领地，其中包括南马拉巴尔海岸。然而1795年海得拉巴的尼扎姆被马拉特人打败时，公司却又坚持道德标准，拒绝向他提供帮助。

理查德·莫宁顿勋爵（Richard Lord Mornington），即后来的韦尔斯利侯爵（Marquis Wellesley，1798～1805年），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出名的威灵顿公爵（Herzog von Wellington）的兄长，他于1798年至1805年任大总督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观念在英国流传开来，即政治控制是扩大贸易的前提条件。不仅孟买省政府在个人利益的影响下奉行着一条极其明显的扩张政策，就连公司领导层内也有实施推进战略的支持者和与孟买有商业关系的支持者。另外，人们也有理由担忧经历了革命的法国的占领欲望，1793年至1814年，它与英国几乎始终处在交战状态。在各印度王侯军队中服役，并非常成功地使其军队部分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冒险者中就有不少法国人。铁普苏丹不仅在与奥斯曼帝国联系时将自己描述为伊斯兰的先锋，而且也与法国建立了联系。1798年，波拿巴进行了他的埃及远征。这位“新时代的亚历山大”会走陆路经叙利亚，或者走海路经毛里求斯进军印度吗？1800年和1807年，拿破仑为印度行动与俄罗斯帝国建立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主管国务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准许在印度通过预防性扩张来进行推进式防御。这也符合此间在当地领导层中定调子的军官们的雄心。

莫宁顿勋爵这位新任大总督通过他偏爱的扩张工具——“军事援助协定（subsidiary treaty）”——将尼扎姆与自己紧紧拴在一起。情势促使这位王公请求英国人提供保护并派出一支将由他自己提供给养的护卫部队，这确保了他的生存（尼扎姆王朝统治在海得拉巴一直延续到1949年），也保证了英国人扩展其影响力的可能性。1798/1799年，铁普苏丹被解决，这个具有公众效应的胜利使莫宁顿升为韦尔斯利侯爵。整个南部此时或被吞并，尤其是海岸地区，或完全处于附庸地位。奥德也是如此，1801年其版图大为缩小，此后被英国领地三面围住。最后，韦尔斯利打算制服最后残留的印度势力——马拉特人，显而易见他们内部并不统一。1802年，韦尔斯利与佩什瓦签订了一个保护条约，在1803年至1805年的第二次马拉特战争中攻占了包括德里在内的北印度平原，差一点就到了旁遮普边界。莫卧儿皇帝从受马拉特人保护重又变为受公司保护。

后来的失败导致韦尔斯利被解职。在随后的年月里，支持实施克制政策的人在公司重新占据上风。不过，尤其是在吉尔伯特·埃利奥特·明托勋爵（Gilbert Elliot Lord Minto）担任总督期间，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通过与波斯的结盟谈判，以及1809年与印度河下游信德人（Sind）和旁遮普锡克人签订的条约，西北边境有了安全保障，它们针对的是锡克人地盘上的法国人和不安宁的邻国，此时也已经开始针对俄国。更为重要的是，这确保了前往印度的航路，尤其是因为尼德兰——自1795年起作为巴达维亚共和国，自1806年起作为荷兰王国——已经成为法国的附庸国，最终于1810年被并入拿破仑帝国。尼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领地已由国家接管，但逃往英国的原尼德兰总督1795年被策动指令荷属殖民地暂时接受英国的保护。依据这一法律基础，开普敦、锡兰、马六甲和马鲁古群岛被英国占领，而爪哇则依然属于尼德兰，据说是因为英国怯于行政费用。

尼德兰总督赫尔曼·威廉·达恩德尔斯元帅（Herman Willem Daendels，1808～1811年在任）的任务是使爪哇现代化，不过首要任务是抵御英国人。因此，德克·范·霍根多普（Dirk van Hogendorp）1802年的自由主义计划没有被实施，该计划准备在爪哇实行土地私有，以赋税替代强制交纳货物，废除劳役，放开贸易，发给官员足够的薪金。反而是依照法国模式建立的国家行政机构取代了公司的行政机构，每个行政长官衙署都设有一个自己的法庭。另外，他们清除了万丹和井里汶王侯的独立残余，并主要通过修建道路和构筑工事作好防御准备。然而他们徒劳了一场，就在法国即将接手时，吉尔伯特·埃利奥特·明托勋爵于1811年转瞬间攻占了爪哇，并且任命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为总督代理（1811～1816年在位）。莱佛士自1807年起在马来亚任职。长期以来，英国人在那里与尼德兰人抗衡，并于1786年在槟城（Penang）建立了一个据点。莱佛士 为1811年的远征作好了准备。他在爪哇的功绩是废除了所有的货物交纳和劳役，并以交纳钱款取而代之——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实际上臣民的负担并未减轻，而是常常不得不同时尽新老两种义务。

1814年至1816年拿破仑败落，之后领土易手的结果并非不利于获胜者英国。新的尼德兰政权[4]重新得到了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地，这一点虽然有违莱佛士的观念，但1819年他从班库伦出发，在马来半岛南端创建了控制着海洋的英国据点新加坡，最后尼德兰在1824年的条约中承认了这一据点。开普敦和锡兰（斯里兰卡）依然属于英国。在1810年攻占的法国岛屿中，波旁岛重新归属法国，因而确是“Réunion”（归并）[5]；而被尼德兰人称为“毛里求斯”的法兰西岛则最终归属英国。凡是归还给其他列强的印度次大陆的领地，除了葡萄牙的，涉及的都是没有政治危险性的商行。

英国大总督弗朗西斯·罗顿·莫伊拉伯爵（Francis Rawdon Earl of Moira，1813～1823年在任，战胜尼泊尔后被封为黑斯廷斯侯爵）是王室的宠儿，他本来不是扩张主义者，但在印度感受到自己肩负着完成韦尔斯利的未竟事业的迫切使命，其间表现了种种出乎意料的能力。1814年至1816年，从加德满都河谷进军平原的廓尔喀人（Gurkhas）被击败并被限制在尼泊尔，该国家得到了一个总督，但此外没有欧洲人可以进入。在此基础上，廓尔喀人始终与英国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至20世纪他们一直作为雇佣兵证实着自己的能力。此时，黑斯廷斯可以以一次在战略和政治方面精心计划的行动解决马拉特人及其前援军宾德人（Pindaris）的问题了。后者从其统帅那里学到了利用飞驰的骑兵部队进行劫掠战的屡试不爽的战术。1817/1817年，英军部队逾十万兵士相互配合，从各个方向进入中印度西部。其实英军之所以获胜不是因为占据军事优势，而是因为马拉特人内部显而易见并不团结，他们当时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而且他们的联盟早已瓦解。孟买腹地，特别是佩什瓦统治地区的大部分被吞并，孟买管辖区（Bombay Presidency，或称孟买省）最终也成为内陆强国。国土从这里与孟加拉连在了一起，否则黑斯廷斯只好满足于通过间接控制实现的保障。无论如何，1818年是印度历史划时代的一年，因为此时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最终变成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几乎向各个方向都能直抵自然疆界：大海，东面的阿萨姆丘陵，北面的喜马拉雅山前缘山地，西面的塔尔沙漠（Wüste Thar）。只有西北旁遮普边缘地带的边界没有自然险阻，不过与那里的锡克邦国的关系是依照条约来处理的，一直保持着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渡海而来的陌生的英国政权最终占领了西北并从孟加拉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而从前的征服者们（最后是莫卧儿人）总是由陆路从西北入侵并在那里保留一个政治中心。

按照1773年的《调整法案》，每20年须更换一次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1793年，董事们将船舱提供给自由贸易使用并许诺每年向政府提供50万英镑，因此更换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1813年有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新的战争不得不重新借贷，在此期间，每年净亏空达54.6万英镑，总负债额达3900万英镑。因此人们不仅要求由王室接管印度，而且还要求开放印度贸易和中国贸易。结果公司的中国贸易垄断权保持至1833年，印度贸易则予以开放。公司的印度贸易量下降，1824年完全停止。红利能够而且只能靠中国贸易支付，因为从印度得到的赋税收入必须用于那里的行政军事开支以及利息支付。这并非意味着钱留在了国内并有益于印度经济，但这方面的可能性确实大于1757年和1766年之后那数十年，那时，公司及其职员在争先恐后地掠夺孟加拉。虽然可以明确这种情况下殖民剥削的事实和形式，但要负责任地说明殖民剥削对印度和英国的影响程度和后果却非常困难，尽管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关于1757年至1766年掠夺孟加拉的“黄金时代”，布利尹·吉舍尔·古普塔（Brijen Kishore Gupta）计算出的损失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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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算的汇款在涉及欧洲贸易公司的汇票数额中占25%，关于1757年之前贵金属的输入量，他依据的是英国总督对所有欧洲公司的估算。总而言之，这不是非常精确的数据基础。他将1758年孟加拉的年收入2818251英镑笼统地乘以10后与这一数据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孟加拉失去了其收入的60%至66%（Gupta 1962，126-131）。

按照印度古典经济学与国家经济史学家罗梅什·杜特（Romesh Dutt）的观点，从印度向英国的“财富流失（drain of wealth）”是整个英国统治时期的特征。关于孟加拉最初数十年，他依据英国的原始资料给出了各类数字：1765年至1771年收入为20133579英镑，其中用于征收赋税的费用以及给皇帝和纳瓦布的酬金为7066818英镑，用于行政、军事、建筑等的费用为9027609英镑。不过剩余的4039152英镑仅是流往英国的国家收入的一小部分，因为1766年至1768年孟加拉的输入仅为624375英镑，而输出为6311250英镑，是输入的10倍还多。1771年至1777年，公司在孟加拉的官方收入为24709178英镑，支出为21955342英镑，就是说盈余已经下降。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随着1778年战争开始，收支甚至变成了赤字。这一情况已经成为趋势（Dutt 1906，46 f.，69，291 f.）。

1763年至1769年有135.5万英镑的白银因采购而流往中国，单年总值估计最高达到24万英镑。1768年，公司已经吸引私家商人的盈余为中国贸易筹措资金，用他们的钱购买中国所需货物，设在广州的商行给他们开具在伦敦公司兑换的汇票，公司为此被授权支付总数达20万英镑。据称，1770年代前期每年还有20万英镑从孟加拉流往中国，其中的10万英镑由公司支付。不过到1780年代，这一流向停止了，甚至颠倒过来（Dermigny Bd. 2，813-816）。

依据详细的调查，彼得·马歇尔估算1757年至1784年汇往英国的私商盈余（也通过其他欧洲国家的东印度公司进行）共计1500万英镑（Marshall 1976，256）。霍尔顿·弗伯（Holden Furber）估算1783/1784年至1792/1793年的流失时不仅依据孟加拉的数字，而且依据整个印度的数字。按照购买价计算得出英国通过公司进口货物价值为10284479英镑，通过私商为整整2362000英镑，共计12646541英镑。与此相对的向印度出口价值为6268647英镑，因而流失了6377894英镑。此外，还有使用汇票等进行汇款产生的整整675万英镑的流失，汇款虽然是通过所有公司进行的，但主要有益于英国人。私商采购中国所需货物产生的间接流失估算为250万英镑。据此，弗伯估算的流失数额在1500万～1800万英镑之间，也就是每年150万～180万英镑。不过这里涉及的是货物和汇款，没有提到 贵金属向英国大量流失的情况（Furber 1948，304-310）。最后是纳兰德拉·克里希纳·辛哈（Narenda Krishna Sinha），他估算仅1786年就从孟加拉流失了180万英镑：其中，100万英镑用于购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出口货物，20万英镑用于中国贸易，60万英镑用于私商和其他公司。若算上其他管辖区，流失数额则升至200万英镑（Sinha 1，1961，236）。

然而若是仅仅从流失的角度看孟加拉与英国的经济关系恐怕就不对了。孟加拉与印度其他地区的交流关系至今几乎还不为人所知，我们大概应当予以重视，以英国人重构孟加拉经济和社会为起点的再分配效应亦然。当然，在印度人中，善于利用这种新推力的也大有人在。英国人不仅使举足轻重的印度贾加特赛特银行（Hindubankhaus der Jagat Seths）破了产，而且也为新商人群体的崛起作出了贡献。因为不单单是英国人在积累资本。殖民地经济唯有在与当地群体协作的情况下才会正常运行，一般来说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流失论（Drain-Theorie）采用的是单方面的货币观察方式和全商业观察方式，用它来解释上述情况是行不通的。

甚至从货币角度看，流失对英国经济的意义也低于人们的主观预期。按照最乐观的估计，1760年英国的资本量为1.3亿英镑，1770年的国民收入为1.4亿英镑，每年的资本形成为940万英镑。这么看，从印度汇出的私商盈余的50万英镑只占国民收入的0.36%，弗伯估算1783年至1793年英国从印度获得的盈余共计17828071英镑，这一数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3%。从亚洲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极小，不可能成为英国经济增长加速和1750年后工业化的决定性原因。另外，这些利润被用于偿还国家债务，被用于获取土地，仅在极个别情况下被用在了工业化发展上。在印度碰运气的英国人的价值观依旧是传统的价值观。与罗伯特·克莱武一样，他们想过乡村贵族的生活，想以此跻身社会和政治的权威等级。

尽管主导动机未变，但在印度可以看到英国人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他们与当地人及其文化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据称，1756年，整个孟加拉有671名欧洲男性，其中500名是士兵，只有80名欧洲女性。1785年黑斯廷斯离开印度时，大概有2000名欧洲平民，其中1000名在加尔各答，另外还有5000名欧洲士兵，但只有200～300名欧洲女性。这里依旧是在亚洲的欧洲殖民地常见的男性社会，在性别结构和社会阶层上有其明显的特征。其特征还包括一种种族文化优越感，印度人被称作“黑人（Blacks）”甚至“黑鬼（Niggers）”，不过从实际情况看来，承认当地人的平等地位以及认可与印度女性或印葡混血女性的关系显然没有受到其阻碍。据称，1822年加尔各答有1万名混血儿，却只有2500个欧洲人。与葡萄牙人和尼德兰人一样，英国人也认为混血儿处在社会从属地位。然而在18世纪，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对印度文化的尊重以及与穆斯林上层无拘无束的社会交往，因为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不同，他们不会因种姓制而影响交流。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沃伦·黑斯廷斯。

然而，他的继任者康沃利斯任总督（1786～1793年在任）时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位行政体制改革者认为印度的一切都已腐败，因此不允许印度人担任较高级别的新公职人员。时间越长，保持社会距离以及在各个方面宣示英国人的优越性就越是显得顺理成章，也就是说，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英国人获得权势地位。这一变化在抽烟习惯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大多数英国人放弃了已经习惯的印度水烟，改抽欧洲烟斗或雪茄。首先是较大城市里的英国人数量渐渐足以组成一个封闭型的自我满足的社区（community），特别是在更多的女性来到印度以及有了更多的全英血统家庭之后。董事的人事任免权自然导致了一个由相互交织的家族构成的封闭型社会的产生。由于与董事爱德华·惠勒（Edward Wheler）成为姻亲，1773年，奇彻利·普劳登家族（Familie Chicheley Plowden）可以派一个家族成员前往印度，之后该家族68名男性成员中有39名在公司效力，48名女性成员中有16名嫁给了公司成员。著名小说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家族情况与此相似。

不过，随着女性到来的不仅仅是具有封闭性的家庭生活，她们所处的中产阶层环境的典型偏见也因其到来而传播开去，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胸狭窄的基督教偏见。以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首的所谓“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让“福音复兴（Evangelical Revival）”觉醒运动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以及1793年至1798年任大总督的廷茅斯勋爵约翰·肖尔（John Shore，Lord Teignmouth）都是该联盟成员，格兰特还是1794年至1823年公司权威人士之一康沃利斯圈子里的人。1807年，明托勋爵还能激烈批评以丹麦据点为依托进行活动的传教士，因为他们对异见的不宽容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而1813年更换公司特许状时，传教已在英属印度获得准许。对威尔伯福斯来说，这比他备受赞扬的为废除黑奴交易而进行的战斗更为重要，不过他认为印度教教徒是“堕落和残忍的怪物（Monster an Verkommenheit und Grausamkeit）”，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唯一的滔天暴行（einen einzigen ungeheueren Gruel）”。对查尔斯·格兰特来说，基督教义务和对利润的兴趣一样，都是用宗教真理教会印度人接受一种更好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19世纪的欧洲主义已经在它的基督教变体中发出了声音，几年后则是以英国功利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了世俗变体。将近1850年，英国人鄙视印度的一切已经成为常态。出于种族中心主义鄙视他人虽然属于人类群体社会文化的一般特性，但在这里涉及的东西更多，包括它的后果，以及随着普遍的心理作用而同时出现的欧洲对亚洲实施新统治的合法化。

然而我们应该说，有计划的英帝国主义此时才刚刚开始。经济动机并非占领印度的直接动机，它最多算是间接的。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虽然反对占领，却分别于1747年、1753年和1756年请求政府保护自己在印度的利益。然而主导政府的是与法国长期冲突中地理战略方面的考虑，不过政府也认为印度的经济潜力不能放弃，但并不是作为对失去美洲的补偿，毕竟美国独立后，英国与新世界的贸易比之前更加繁荣。以往的研究认为，后来的印度帝国有计划地取代了先前的美洲帝国，这一观点已经过时。确切地说，“新征服者”，即“身处现场的人（men on the spot）”必需的活动空间是因在印度的政治利益和间接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不过，这中间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帝国计划，确切地说，是政治实用主义在发挥作用，它带来了一系列偶然性结果。对许多同时代人来说，印度的发展进程和美洲的发展进程是并行的，它们产生的仅仅是偶然性结果，彼此间没有关联。不过，18世纪中叶以来，也有一些政治家已经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中发现了一个 世界海洋帝国。出于务实的原因，尤其是出于财政方面的原因，七年战争结束后，人们在美洲和印度尝试加强政府的控制，在此过程中，这个帝国改变了自己的特性。如果说此前它是“新教的、商业的、海洋的和自由的”（Peter Marshall），那么现在对异文化臣民的领土统治则变得更为重要，臣民已不是新教的自由英国公民。1780年至1830年，这方面涉及的是另一个帝国，是第二个帝国，其托利党思想后来被自由贸易帝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取代（Christopher Bayly）。

可是对于一些英国臣民来说，这个仍然显得很虚幻的世界帝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传记中的现实。伊利胡·耶鲁（Elihu Yale）于1671年来到印度，以并非完全无可非议的方法通过私人贸易积累了一笔价值500万美元的财富。1701年，他被说服加入了为美洲殖民地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纽黑文（New Haven）的一所学校设立的基金会。耶鲁大学基金会的资金如今已经增加到196亿美元。18世纪苏格兰的约翰斯顿家族（Familie Johnstone）中有七兄弟和六姊妹在世界范围内活动，并且在下议院中占有席位。一个兄弟在英国发了财，遭克莱武憎恨，而他本人也厌恶黑斯廷斯，另一个兄弟死在了那里。一个兄弟是英属西佛罗里达总督，另一个在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Grenada）买了一个使用奴隶经营的种植园。该家族的一个孟加拉女奴被卖往弗吉尼亚（Virginia）。这种故事里讲述的大概只是世界日常故事的冰山一角。然而，有其他人在这方面走在了英国人的前面，单就一个帝国的组织而言，西班牙人甚至已经领先了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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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巴达维亚分为“城区（Stad）”和“乡区”。——编者注

[2] 典出希腊神话，相传该牛圈中养了三千头牛，已有三千年未清扫。

[3] 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实行的一种田赋制度，主要推行地为马德拉斯和孟买。

[4] 即尼德兰联合王国（Verenigd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编者注

[5] 1642年，法国控制该岛，命名为“波旁岛”；法国大革命期间更名为“留尼汪岛（La Réunion）”，意为“会议、联合”；1806年称作“波拿巴岛”；1810年英国占领该岛时恢复了“波旁岛”的旧称；复辟的波旁王朝倒台后，1848年起又称作“留尼汪岛”。——编者注


第六章 走向“西班牙的大西洋”

新世界的旧主人

后来称作“大西洋”的海洋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西班牙海”，这自有其道理，因为西班牙人最先通过自己在“新世界”的征服占领让大西洋成了一个新帝国的地中海，暂时唯有这个帝国配给海洋冠以这个名称。被他们征服的新世界的旧主人的先祖是最早的移民。在上个冰川时代期间和之后，他们经由今天的白令海峡（Bering-Straße）区域从亚洲进入了一个此前无人类居住的大陆，在时间上可以分为相隔久远的三个阶段，大约分别是在公元前60000年、公元前30000年和公元前12000年。根据DNA分析，所有“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中的96.9%属于四个线粒体单倍群（mitochondriale Haplogruppe），其中三个单倍群是与西伯利亚住民共有的。尽管如此，欧洲人见到的依然是形形色色的遗传、语言和文化现象：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特征，几百种语言和文化，它们囊括了狩猎者、采集者和具有高级组织形式的共同体之间的一切可能，在科学、艺术和政治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不过，动物饲养在中美洲只涉及火鸡、卡斯罗犬和蜜蜂，在南美洲只有羊驼、豚鼠和鸭子。因此安第斯山区有季节性的牲畜迁移，但没有真正的游牧民。与此相反，食用植物的培育和种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玉米、豆子和南瓜构成了北部的食物基础，而在南部，马铃薯和红薯更为重要。南美洲和北美洲都盛产棉花。

在这个双重大陆的南端和北端，在落基山区（Felsenge-birge），在加利福尼亚和南美洲东部的一些地区生活着狩猎人和采集人。这个大陆剩下的大部分地区实行着一种混合型经济和多元的生活形式，它们将种植人工培育的植物与狩猎采集活动结合在一起。在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木薯是最重要的作物。这一空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文化区：北美洲东部的密西西比文明（Mississippikultur），北美洲西南部的普韦布洛文明（Pueblokultur）和哥伦比亚高原的奇布查文明（Chibchakultur）。不过大概应该先说说今天墨西哥中部的各个民族：最早是东海岸平原的奥尔梅克人（Olmeken），后来有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的住民和高原的托特肯人（Tolteken）。15世纪以来，这一区域的各个民族大多处在阿兹特克人的控制之下，与另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玛雅人之间存在着联系。在西海岸以及今天的厄瓜多尔和北智利之间的南美高原，印加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基础是早前的文明，如莫切文明（Moche）、蒂瓦纳科文明（Tiahuanaco）和契姆文明（Chimú），在它们之前还有查文文明（Chavín）、帕拉卡斯文明（Paracas）和纳斯卡文明（Nasca）。

这个双重大陆的大多数住民大概就生活在这三个区域，尽管它们在经济上绝对不是特别有利的地区。特别是墨西哥高原，那里一再出现灾难性的粮食不足的情况，人们将其与阿兹特克宗教的英雄悲观主义联系在一起，颇有说服力。与此相对，印加帝国保持着一种乐观的世界观，据称那里虽然实行着严厉的统治，但因组织得好而没有人会挨饿。这个帝国绵延约200万平方公里，是唯一配称帝国的政治体，因为所谓的阿兹特克帝国只限于一种单纯的霸权统治，据说它统治着450个城邦，我们或许也可以称其为对中央统治者有利的掠夺体制（Plünderungssystem）。

墨西哥和契姆的水利工程，印加长达数千公里的帝国大道，大都建于金字塔上面的众多庙宇，以及各种文明的世俗建筑，都体现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工艺，可以与之媲美的还有种种优异的智力成果和玛雅历法。然而，只有中美洲的各种文明有文字，南美洲的各种文明没有文字。上述这种工艺虽然可以加工贵金属和有色金属，但人们使用的器具和武器还是石制的。虽然已经知道有车轮这种事物，但一直未投入使用——想用也用不了，因为没有役畜。

尽管可以确定这些文明的要素与东亚和东南亚文明的要素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但是人们一直缺乏关于跨越太平洋的文明影响的证明。或许古亚洲文明的种种精神元素只是像预先编好的程序一般，在太平洋两岸并行发展着？即使在大西洋那一侧，也只有维京人在格陵兰的殖民点以及 公元1000年以来他们造访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历史可以得到证实。不管有多少推测和伪造，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始终不了了之。这一情况随着16世纪欧洲人第二次侵入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间最先起主导作用的是西班牙人，确切地说是卡斯蒂利亚人。

征服

尽管有夸大其词的教宗训谕，但发现新世界后西班牙人便进行征服绝对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不同的人从务实角度出发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造成了种种偶然结果，它们累积起来成为一种新结构。西班牙人与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之间的数量比最初几乎还不如葡萄牙人与亚洲人或非洲人之间的数量比。（另外，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将新世界的旧主人称为“Indígenas”，而是可以继续称其为“Indianer”，因为与在拉丁美洲一些地区使用西班牙语的“Indio”不同，德语中使用这个词没有蔑视的意思。）西班牙人的这些成果背后隐含着需要解释的历史事实，即与亚洲人和非洲人不同，美洲原住民与欧洲人交手几乎每战必败。因而在亚非的例外在美洲很快成为惯例，探险远征、贸易远征和劫掠远征演变为征服占领。

在新世界缺乏收益首先导致原构想的改变。1494年维持海地岛上的站点要花费整整10.4万杜卡特金币，但黄金开采量仅仅价值3万杜卡特。筹措继续推进的经费以及建立更大规模的黄金开采矿山需要更多的资金，超出了王室能够和意欲筹措的数目。因此，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得到鼓励，前提条件是王室的控制和利润须得到保证。于是固定贸易据点体系的葡萄牙模式出现变化，开始更加注重 统治的形成。目标不再是通过扩展贸易空间使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通过扩展统治空间使长期利益最大化。因此，欧洲的扩张在这里从初级经济进程发展为政治进程，变成征服旧主人以便移民，而为了安置移民而建的就是“Kolonien”，此处使用的是这个词原本的词义“居住点”，尽管当时并不是这样称呼它的。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这一进程于数百年后才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

数年之后，西班牙国王的统治意图在文件上得到体现。它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奴役印第安人的态度上。他们不同意哥伦布运送奴隶并退回了一部分奴隶，他们并不反对奴役本身，而是认为更应为他们新取得的统治赢得臣民的支持，从而也能获得劳动力。热那亚商人哥伦布或许根本没有正确理解这一变化。他的垄断剥削政策激怒了他的西班牙下属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阻碍着他们的贪欲，而且还因为它严重违逆了他们那以贵族价值观为标准的主人心性。至少他的后任海地总督解释说，西班牙国王“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商人，他们意欲拥有那些土地不是为了自己得益，而是为了帮助他们的臣民，为了让臣民的处境更好一些”（Konetzke 1963，16）。于是，征服者（Conquistadores）对黄金的渴望作为征服美洲（Conquista）最显而易见的动力被激发出来了。

手中拿着金子时，西班牙人的脸上笑开了花，他们的眼睛因满足而闪闪发光，他们欣喜若狂。他们像猴子似的抓拿金子，用手指触摸金子，他们沉醉于喜悦之中，金子的光也点燃了他们的心。他们渴望的只有金子，这是真的！他们的贪欲和对金子的渴望在膨胀，他们对金子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们像饿猪掘土寻食一样寻找金子。（Leon-Portilla 1965，42）

一个阿兹特克人（这时他已经知道了猪这种动物）这样回忆第一批西班牙人出现在墨西哥时的情形。西班牙的原始资料呈现的也是同样的情形，开篇便是哥伦布的记述，他不断地讲述如何以及在何处能够搞到金子。

然而，这种疯狂的贪婪不只是一种个人恶习，它是经济和社会的普遍倾向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因为经济活动需要稳定的支付手段。在中世纪后期资金普遍短缺的背景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通过降低铸币成色引起货币贬值，为战争和内战筹措经费，造成的后果是货币混乱。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虽然通过恢复铸造金币成功地进行了货币改革，但因争夺格拉纳达的战争还是陷入了财政困境。皇帝查理五世的政策很快就表明了他们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要求。尽管在此期间，整体经济的瓶颈已经消除，但对于近代早期贵族阶层的财政来说它依然存在；由于统治者实行耗费巨大的大国政治，在西班牙更是如此。

各个征服者意欲获得财富的目的惊人相似。是用战利品进行营利性投资（也是为新的征服战筹措资金）还是肆意挥霍金钱——这完全不是在精于经商和奢侈铺张之间作出个人的历史抉择的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这个问题。确切地说，依照贵族的价值观，财富首先是通过巨额花销获得威望的工具，是除征服者的功绩之外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征服具有提升社会地位的作用，征服的动力尤其以此为基础。最先的哥伦布、后来的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不都从低级贵族甚至底层跻身顶级贵族的行列了吗？

贵族价值观在征服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没有被高估的可能。情况表明，格外喜欢《高卢的阿玛迪斯》（Amadís de Gaula）一类骑士小说的不仅有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还有征服者们，大概那些赋予征服额外动力的古典神话也传给了征服者们，如亚马孙族女战士、黄金人和恺撒城的故事。“对这一神奇的王国我们感到异常惊讶，它几乎就像阿玛迪斯骑士小说中的一座座宫殿那样亦虚亦幻。”记录了墨西哥征服史的编年史作者贝尔纳尔·迪亚斯（Bernal Díaz）这样写道（237）。这种英雄典范与真诚至极的宗教热情（随行僧侣有时不得不抑制其狂热）的结合体为征服提供了一个理由，即将征服解释为“收复失地”的延续，也就是西班牙收复被穆斯林夺去的土地的继续，进而将征服解释为一场十字军远征或宗教之战。科尔特斯本人不就常常将墨西哥的庙宇称作“清真寺”吗？这种关联是否定不了的，不过西班牙收复失地的所谓十字军远征性质或许可以被否定。也就是说，这是 一场边境战争，一场群伙战争，为的不是信仰，而是土地和战利品，特别是在后来的美洲，对因货币贬值而面临贫困化的低级贵族来说，特别是对无生活来源的非长子来说，这种战争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手提刀剑为自己赢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这里不排除有为上帝和国王而战的真诚信念——然而不单单是为了这一信念，因为关于阿兹特克人拿西班牙人做牺牲祭品的行为贝尔纳尔·迪亚斯这样写道：

他们死于那种残忍至极的暴行，为了效命于上帝和陛下，为了给那些身在黑暗中的人带去光明，也为了获得我们所有人常常寻求的财富。（20）

通常情况是王室与某个行动实施人签订一份合同，这是一份不对等的合同，它确定了行动的任务和双方的权利。大多数情况下，行动实施人被任命为将被征服的地方的行政长官和指挥官（总司令）。从行动得益中至少须缴纳五分之一给国王。然而，王室的法律专家一开始就将合同写得几乎随便就可以找到某种理由或者借口，从征服者手里拿走征服成果。有人甚至曾干脆将其解释为王室的一种政治扩张策略。总之，只有少数像哥伦布和科尔特斯那样的统帅能够确保为自己的家庭获得合法收益，而参与“进入（Entradas）”（指探险远征和征服远征）的大多数普通人至死都没有发财。

最初是从圣多明各向邻近岛屿推进，即1509年向波多黎各、1511年向古巴推进。在古巴，哈瓦那（Havanna）很快取代了圣多明各成为继续向墨西哥和北美洲扩张的中心。最后是于1512年向牙买加挺进。大陆海岸有珍珠和黄金的消息通过前面提及的“小发现者们”传开之后，行动随即向这一方向展开。1509年在位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北海岸的圣玛尔塔（Santa Marta）和卡塔赫纳（Cartagena）区域站住了脚，同时开始征服巴拿马地峡，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征服到1514年已经结束。在此过程中，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于1513年抵达太平洋。1514年，佩德拉里亚斯·达维拉（Pedrarias Dávila）——或叫作佩德罗·阿里亚斯·阿维拉（Pedro Arias de ávila）——带领1500名移民从西班牙来到此处，此人至今仍颇有争议。1520年代中期，该地峡的事务由五个西属城市组织，1519年建立的巴拿马城是其中之一，而佩德拉里亚斯已经向北推进到尼加拉瓜，他手下的人在那里 与此间从墨西哥向南进军的西班牙人会合。不过最终的征服到1560年代才在哥斯达黎加结束。

按照那些原始资料，征服这一“黄金卡斯蒂利亚（Castilla del oro）”期间，西班牙人实施暴行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对此进行报道的不仅有对殖民持批评态度的巴托洛美·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所著的《印第安人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而且还有赞同征服本身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所著的《印度群岛通史与自然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就连人文学者彼得·马特·安吉拉（Petrus Martyr de Anghiera）编纂的八卷本《新世界十年纪》（De Orbe novo Decades）中对此也有所透露，尽管这部重要的对征服的总体描述没有作者自己的新世界经历，而是靠汇集各种报道写成的。拉斯·卡萨斯和德·奥维多则不同，他们参与了在大陆立住脚跟的最初尝试，虽然除此之外的报道也是依据二手资料写就的。有段时间，德·奥维多甚至还是佩德拉里亚斯指挥部的成员。

1517/1518年，西班牙人开始从古巴进入墨西哥的文明发达地区，对于征服者和自此任古巴总督的迪亚戈·维拉斯奎兹来说，已拥有足够的理由于1519年向那些地区派出一支由10艘船和608人组成的舰队，舰队配备有10门火炮和16匹马，统帅为埃尔南·科尔特斯。作为来到海地和古巴的移民，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奋斗非常成功，因而有能力自己装备10艘船中的7艘。他大概是征服者中最重要的人，是统领人的高手，具有意志力和勇气，是个具有高超战术技能、做事无所顾忌的政治天才。因此，他能够智胜不止一次打算撤掉他的、疑心重的维拉斯奎兹，将一支派来对付他的征服者部队争取到自己一边，最后甚至将皇帝查理五世也争取了过来，尽管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印度政治家”丰塞卡是维拉斯奎兹的亲戚。他直接写给皇帝的五封信就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在信中以自己的眼光描述了一个个事件，依从的格言是：

陛下可以凭借同一权力，像拥有德意志皇帝称号一样拥有这些广袤无边的省份的皇帝称号。（9）

与各个团伙的战斗结束后，1519年8月16日从海岸出发的科尔特斯能够于11月8日在受到蒙特苏玛二世（Moctezuma II）欢迎的情况下进入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对于阿兹特克人最初采取拘谨克制态度的通常解释是，在阿兹特克历法的循环体系里，这些异族人出现的年份 与被神化的托特肯统治者奎兹特克（Quetzalcoatl）的所谓消失年份具有同样的标记，都是“一和芦苇管”[1]。诸神回来了吗？带着什么意图？据称，科尔特斯通过他的女翻译得知这一关联之后充分利用了它。因为在海岸边曾有人送给他一个说纳瓦特尔语（Nahuatl）和玛雅语的女奴隶，因而在一个生活在玛雅人当中的西班牙人的帮助下她可以进行翻译。马琳辛（Malintzin），后来的教名为堂娜玛丽娜（Doña Marina），不仅成了他的情人，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顾问和中介人，是他获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所谓科尔特斯利用奎兹特克神话被证实是后来创作的传说。难道阿兹特克人事后愿意这样解释自己的失败吗？而可以得到证实的是，科尔特斯立即看出阿兹特克统治体制的压制性结构能给他提供的好处，并出色地利用了它。作为使人摆脱阿兹特克人压迫的解放者，他可以赢得所有部族支持自己。

我记得福音书中的那句话，它是这样说的：“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于是我与双方进行谈判，私下里对每一方的好建议表示感谢，并使双方确信我的友谊。（37）

忠实的本地盟友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幻想破灭的阿兹特克人已经不再顾忌自己的统治者还在异族人手里的时候：1520年6月30日夜里，即在那个“悲痛之夜（Noche triste）”里，西班牙人撤退时在可怕的战斗中差一点被全歼。一年后科尔特斯卷土重来，率领反阿兹特克联盟的大军攻占了已被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传染病大大削弱了实力的特诺奇蒂特兰，并将其作为他的殖民地“新西班牙（Neu-Spanien）”的首府。

整个过程都有基于不同角度的出色的文献记载。除科尔特斯的报告外，我们首先还能读到亲历者贝尔纳尔·迪亚斯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事件过后，他写下了极其生动的描述，或许主要是为了反驳科尔特斯后来的神父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哥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在其《印度群岛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第二编中大加渲染的神话。另外还有大量多少具有可信度的印第安人的原始资料，它们来源于相互为敌的不同群体的成员。它们虽然和西班牙人的原始资料一样带有各自利益的印记，但还是清晰地显现了不同文化间的一些误解，它们对印第安人来说后果非常严重：那些异族人渴求的不是珍贵的羽毛制品，而是价值较低的黄金，他们在战斗中杀死敌人而不捕获俘虏用于献祭，他们坚信自己的神而不会预期一场宇宙灾难，他们恪守自己的目标而不容让步。这类东西比土著很快就知道如何对付的钢刀、火器和马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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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4 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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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5 科尔特斯、堂娜玛丽娜和蒙特苏玛二世（《特拉斯卡拉史》插图）

科尔特斯控制着作为三城联盟遗产的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20年代（1522年科尔特斯被国王任命为总督），他和他手下的人另又添进了整整20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阿兹特克帝国里的一些飞地以及北方和南方的一些相邻地区。不过新中心墨西哥的影响力很快就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于1523/1524年开始征服危地马拉，1520年就是他引起了阿兹特克人反对西班牙造访者的起义。他中途回了一趟西班牙，与他的同居女友路易莎·西格滕卡特（Luisa Xicoténcatl）分了手，娶了一个高级贵族夫人，获得了有权有势的国王秘书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Francisco de los Cobos）的宠信，然后作为危地马拉总督和总司令返回美洲。

科尔特斯本人于1524年至1526年进行了一次艰难的洪都拉斯远征，目的是在他派出的征服者中创立规章秩序。其间，他们经过已经嫁给 一个西班牙骑士的堂娜玛丽娜的家乡，她被留在了那里——科尔特斯也有更高的追求。第一次去西班牙时，他于1529年被封为瓦哈卡侯爵（Marqués del Valle de Oaxaca）并被任命为总司令，其封地有1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但他被剥夺了民事管理权，人们认为他在管理新国家时过于强调对他本人的忠诚。

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他以授权归他统治的土地和印第安人[2]为基础，以首府及其驻地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以南为重点，当上了当时美洲最大的企业主，尤其是在采矿行业。仅在特万特佩克（Tehuantepec）他就雇用了400个印第安人采掘黄金，除此之外他还拥有许多银矿。不过他也有足够的远见，没有将宝全押在重金属上。他建立了墨西哥第一批榨糖作坊并向秘鲁和西班牙出口糖。他引入了桑蚕喂养，生产粮食饲养牲畜。他在首府拥有一些商店，在首府通往港口韦拉克鲁斯（Veracruz）的大道边拥有一些旅店，在特万特佩克拥有一个船坞，还拥有一些远洋船只。1543年他生产了50吨白糖。1542年他与热那亚人莱昂纳多·罗美里尼（Leonardo Lomellini）签订了一个合同，每年向其提供50吨糖和30吨棉花，对方须支付6000杜卡特金币和一些实物。另外，罗美里尼还应向他提供500个非洲奴隶，不过1549年他只有60个奴隶。

他在古巴娶的第一个妻子恰在此时死去（据说是被他掐死的），没有生育，于是他可以娶上层贵族女人了。第二任妻子生下的儿子按照科尔特斯父亲的名字取名马丁（Martín），成为他的主要继承人。他有三个私生子，就是说与皮萨罗（Pizarro）、堂娜玛丽娜（生的儿子也叫马丁）以及蒙特苏玛的女儿堂娜伊莎贝尔（Doña Isabel）各生了一个，他请教宗克莱门斯七世亲自确认他们为合法孩子并赋予他们在墨西哥的统治权。不过直至他的合法和不合法的男性后代全部与世长辞，行政官员们都对他们一直心存怀疑。

就连征服尤卡坦也必须从墨西哥出发实施，尽管弗兰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 de Montejo）1526年已在西班牙签了他的合同。他和他的家族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545年，因为众多玛雅人的独立城邦不答应给予足够的战利品，而且无法像在墨西哥那样依据一个中心收服它们。伊察人（Itzá）的最后一座城市位于佩滕（Petén）的一个湖岛之上，直到1697年才被攻占，之后作为尤卡坦和危地马拉之间陆路通道的“王家大道（Camino Real）”才成为可能。

1534年，阿尔瓦·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A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和另外三个活下来的探险队成员出现在墨西哥海湾的北海岸，他们是从今天的得克萨斯徒步跋涉来到这里的。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squez de Coronado）随后于1540年至1542年对今天美国的西南部进行了一次考察探险，行程直抵堪萨斯（Kansas）。科尔特斯本人还开始考察加利福尼亚海岸，这与他前往马鲁克群岛的探险计划紧密相关。他的继任者、第一任总督门多萨（Mendoza）继续进行这一海岸考察。然而由于在那里没有找到黄金，直到16、17世纪之交，在英国人具有威胁性活动的影响下才真正占领了那些地区。就连战略位置重要得多、控制着返回西班牙航路的佛罗里达也是到1565年以后才被占领，在此之前，那里的一个法国据点被清除。1579年，弗朗西斯·德雷克宣布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一个“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1599年，胡安·德·奥尼亚特（Juan de Oñate）在“新墨西哥（New Mexiko）”建立了第一批移民点；1610年，他建立了圣菲（Santa Fé）作为中心；1602/1603年，塞巴斯蒂安·比斯卡伊诺（Sebastián Vizcaíno）从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越过海湾考察了加利福尼亚海岸，建议将蒙特里（Monterey）作为据点。西北部基本上留给了传教士，直到18世纪，由于俄国人和英国人出现在北方，西班牙人才进行了直抵阿拉斯加的航海探险。1770年建立蒙特里城，1776年建立圣弗朗西斯科城——那正是美国独立的那一年。1539年至1543年，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探险对今天的美国南部进行了全面考察，但由于经济原因一直没有成果。

向诸岛屿、巴拿马地峡、墨西哥进行的征服是第四个重点，德·索托凭借从对这些地方以及秘鲁的征服中获得的战利品为自己的行动筹集资金，因为征服已经成为一个自行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里积累起了人力物力，直至新的目标产生新的刺激。最晚自1522年以来，人们在巴拿马已在谈论南方神话般的黄金国“秘鲁（Birú）”。一个低级贵族的私生子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成功地参与了巴尔博亚和达维拉的行动，因而得以与他的同乡迭戈·德·阿尔马格罗（Diego de Almagro）共同经营巴拿马的矿山。然而要成为被他奉为楷模的表弟科尔特斯那样成功的征服者，他需要更多的资金。他与一个教士联手，后者的身后有加斯帕·德·埃斯皮诺萨（Gaspar de Espinosa）的支持，他是由王室任命的圣多明各的法官，也是西班牙一个重要的接受了基督教洗礼的犹太银行家族的成员。1524年和1526/1527年，皮萨罗向南进行了两次考察航行。一条做生意的木筏被劫夺的事情以及通贝斯城（Tumbes）的景象 给人们留下了那里有大批财富等着他们的印象。三个印第安人被抓获并被训练成翻译。皮萨罗回到西班牙，1529年从摄政女王那里得到了自己的合同并被任命为指挥官以及将被占领的秘鲁的总督。他此前的合作者均被封为贵族，那位合作的教士当上了主教。

1531年，皮萨罗带着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们以及近200人，外加37匹马，从巴拿马踏上了征途。他沿着今天厄瓜多尔的海岸艰难行进，直到能够向巴拿马运回黄金时他才得到了补给。随后他踏上高原，于11月到达卡哈马卡（Cajamarca）。在此过程中，他对一些首领严刑逼供，从中得知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和瓦斯卡尔（Huascar）为争夺印加王位在进行内战，而西班牙人所在的北方当时被控制在阿塔瓦尔帕手里。得知弟弟瓦斯卡尔失败被俘的消息后（不过没等西班牙人让瓦斯卡尔就范即被杀害），阿塔瓦尔帕打算见见这些入侵者，准备吓唬吓唬他们，显然是想让他们就此罢手，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也不能责怪他这样行事。然而他没有料到对手的放肆无赖，虽然对手中的一些人吓得要命，但在阿塔瓦尔帕不出所料地拒绝了皈依基督教和臣服的要求之后，西班牙人俘获了阿塔瓦尔帕本人并且击退了2000～7000名扈从——一切都按照那百试不爽的模式。阿塔瓦尔帕被允许——通过官方渠道——以326539比索的黄金和51600马克的白银赎身，但为了王室的利益被继续关押，最后因从事阴谋活动被处死。

分掉这些战利品之后，皮萨罗于1534年进入帝国的中心库斯科（Cuzco），使它成为一个实行西班牙法律的城市，并从库斯科派中选出一人任命为新印加王，打算通过他进行统治。因为西班牙人没有能力像印加人那样凭借自己的力量坐镇高原行使统治，而是要依靠控制海上补给线，所以1535年在海岸边建立了“三圣王之城（Ciudad de los Reyes）”作为“新卡斯蒂利亚（Neukastilien）”规划中的首府，亦即今天的利马。

西班牙人一方面与印加人进行合作，另一方面也与从印加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部族进行合作，不过这些合作很快便因恣意妄为以及新主人要求大量提供印第安劳动力而失败。1536年，新印加王起而反抗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险遭失败。新印加王的后代坚守在比尔卡班巴（Vilcabamba）山区维持着一种独立的统治，直至1572年，这一地区也被占领，印加王图帕克·阿玛鲁（Túpac Amarú）被处决。印加王之死以及阿塔瓦尔帕之死被编入一个纪念剧里，至今仍被土著人（Indígenas）表演着。

为库斯科解围应该归功于老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尽管他为保障补给立下了功劳，却日益遭受皮萨罗兄弟的排挤而退居次要位置，不过他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1538年，他在第一次内战中被打败并被处死，1541年，他的党羽谋杀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为他报了仇。1542年，国王任命的总督克里斯托巴尔·巴卡·德·卡斯特罗（Cristóbal Vaca de Castro）又恢复了正常秩序。尽管如此，第一任秘鲁总督布拉斯科·纳尼斯·贝拉（Blasco Núñez Vela）还是于1546年成为一场西班牙人暴动的牺牲品，这场暴动是1542年的有利于印第安人的法律在秘鲁传开后爆发的。此时，贡萨罗·皮萨罗（Gonzalo Pizarro）作为无冕之王进行着统治，看样子他确实有独立之意。然而国王的全权特使佩德罗·德·拉·格斯卡（Pedro de la Gasca）成功地使用多种手腕重建了对王室的忠诚，并动员起已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利马商人的资金用于对付皮萨罗，作为国王委派的监察，格斯卡是宗教裁判委员会的可靠的神职人员。1548年，贡萨罗·皮萨罗被打败并被处死。215个监护征赋地、13.5万比索的捐赠以及印第安差役（yanaconas）被重新分配给另外140个忠诚的人，德·拉·格斯卡 以此为王室稳定了那里的局势，还给王室带去了近150万比索的贵金属。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在墨西哥经受过考验，在他的统领下，一个正常的总督政府于1556年至1560年在秘鲁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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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6 阿塔瓦尔帕和皮萨罗在卡哈马卡（波马·德·阿亚拉著作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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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7 囚徒阿塔瓦尔帕（波马·德·阿亚拉著作插图）

四兄弟中唯一合法的儿子埃尔南多·皮萨罗（Hernando Pizarro）原本是家族的主人，他娶了自己的侄女弗朗西斯卡·皮萨罗（Francisca Pizarro），也就是弗朗西斯科和他的情人、阿塔瓦尔帕的一个妹妹生的女儿。因杀害阿尔马格罗以及未将家族收益的五分之一缴纳给王室，1540年至1561年，埃尔南多在西班牙被监禁，即便如此，作为家族最优秀的商人，他还是能够在家乡特鲁希略（Trujillo）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地产和借贷业，以及给王室的借贷（juros）中投入了110294比索。1567年，他的家族虽说已拥有202206比索给王室的借贷，但1596年王室还欠着家族115809比索的利息。

在这一冲突过程中，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中的印第安语作者能够将一个个事件写入文字历史，而南美洲的情况却不太有利，因为南美洲所有的发达文明都没有文字。与南美洲不同，北美洲的插图手抄本传统延续了下来。在保存下来的30个手抄本中，据说有14个可以追溯至前西班牙时代。另外，北美洲很快就出现了用拉丁字母书写的土著语文本。直到被征服之后，南美洲才有了西班牙语作者的记载以及用西班牙语记下的标准印第安语言——克丘亚语（Quechua），而这些西班牙语作者中就有一些著名的白种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倒数第二个比尔卡班巴的印加王蒂图·库西·尤潘基（Titu Cusi Yupanqui）1570年甚至还为与西班牙人的战斗写了一份两种语言的辩解书。因为有一点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即西班牙人统治的合法性是因为它是印加帝国的延续，还是因为它将人们从印加暴政下解放出来。娶了一个印加公主的征服者胡安·德·贝唐佐斯（Juan de Betanzos）受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的委托按照前一种观点写作，而写作相当客观的佩德罗·谢萨·德·莱昂（Pedro Cieza de León）也是如此，他是德·拉·格斯卡的受托人，对殖民持批评态度的拉斯·卡萨斯的思想对他也具有影响。以太平洋探险者之称闻名的佩德罗·萨缅托·德·甘博阿（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为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Francisco de Toledo，1568～1581年在任）写作，后者给印加人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政治转向并灭掉了比尔卡班巴。萨缅托的书经由42位印第安名人审读，被评价写得很好。在很长时间内名气最大的是后来出现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的著作，他母亲是印加人，他受过人文主义教育，描述历任印加统治者时依照的是李维（Livius）描述罗马君王的方式。费利佩·华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án Poma de Ayala）也有印第安血统，他的著作意在 推动有利于印第安人的改革政治，不过吸引今人的主要是他那些质朴而内容丰富的插图。

卡哈马卡的战利品激起了征服的巨大新动力。1534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从危地马拉跨海入侵厄瓜多尔，其目标是整个秘鲁。然而皮萨罗麾下的指挥官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Sebastián de Benalcázar）当时正自行外出搜寻阿塔瓦尔帕的战争财宝，在他之前占领了基多（Quito）。阿尔瓦拉多和贝拉尔卡萨尔与再次迟到的阿尔马格罗一起解决了阿塔瓦尔帕的部队。随后阿尔瓦拉多被驱逐，他的被挖走的部队壮大了向南撤退的阿尔马格罗的个人势力。贝拉尔卡萨尔继续向北进军，进入了位于今天哥伦比亚的奇布查人（Chibchas）的黄金之国。然而冈萨罗·希梅内斯·德·克萨达（Gonzalo Jiménez de Quesada）已经抢在他之前从北海岸的圣玛尔塔出发溯马格达莱纳河（Magdalenenstrom）而上，在损失严重的航行之后控制了高原上的黄金和绿宝石邦国。另外，委内瑞拉韦尔泽尔家族的步兵统领尼古劳斯·费德曼（Nikolaus Federmann）也从东北方到达波哥大（Bogotá）。由于克萨达的机智灵活，三方和平地达成一致，于1538/1539年共同建立首府圣菲波哥大（Santa Fé de Bogotá）并撤兵，结果是第四方圣玛尔塔总督渔翁得利。

在此期间，阿尔马格罗试图夺取自己的正式驻地库斯科，后来决定于1535年至1537年在深入印加帝国南部、远征智利中寻找自己的运气，但徒劳一场，损失极为惨重。回来之后命运就捉弄了他。1540年，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受皮萨罗委托重又开始征服智利，1541年建立圣地亚哥（Santiago）。因在秘鲁战胜贡萨罗·皮萨罗中立下了功绩（他曾短暂地回到那里），瓦尔迪维亚得到了德·拉·格斯卡的认可，但他也并非完全没有感到被刁难。多亏他给皇帝查理五世写了那些报告，我们才能了解到这一事实，尽管是单方面的，但是对了解征服的日常情况来说，它们仍不失为极好的原始资料。1553年在图卡佩尔（Tucapel）附近与阿劳坎人（Araukaner）［马普切人（Mapuche）］交战时，瓦尔迪维亚被打败并丢了性命。这些印第安人在康赛普西翁（Concepción）南边比奥比奥河（Bio-Bio-Fluss）边的边境地区一直坚守至19世纪。不过在他们的土地上没有多少可带走的东西。

为了得到葡萄牙帝国视为珍宝的黄金或肉桂，贡萨罗·皮萨罗甚至下行进入安第斯山东面的雨林地区。1541/1542年，他的一部分部队乘着自己建造的两艘船在亚马孙河（Amazonas）顺流而下，然后沿着海岸回到委内瑞拉。弗赖·加斯帕·德·卡瓦哈尔（Fray Gaspar de Carvajal）在日记中提到了亚马孙族女战士，这条大河就是从这里得到了自己的名字。

委内瑞拉当时是奥格斯堡韦尔泽尔家族贸易公司的领地，他们和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富格尔家族一样，很早就以贸易方式参与了欧洲在东方和西方的扩张。1520年代和1530年代，韦尔泽尔在圣多明各设有一个商行。1528年以他们的名义与西班牙王室签订了多份合同，其中一份是关于招募德意志矿工做发展助手，另一份是关于向美洲提供4000个非洲奴隶，还有一份是委托他们征服委内瑞拉并向那里移民，皇帝的秘书弗朗西斯科·德·洛斯·科沃斯（Francisco de los Cobos）通过一份私人合同也参与其中。1529年至1546年，这一地区掌握在公司手里，其间，来自乌尔姆（Ulm）的安布罗西乌斯·埃因芬戈尔（Ambrosius Alfinger）和尼古劳斯·费德曼、来自施佩耶尔（Speier）的格奥尔格·霍尔姆特（Georg Hohermut）以及菲利普·冯·胡腾（Philipp von Hutten）等公司雇员与巴托洛梅乌斯·韦尔泽尔（Bartholomäus Welser）结伴进行了各种深入内陆的探险考察。这些德意志征服者与西班牙征服者没有什么差别。猎捕奴隶、掠夺和施暴对他们来说也是司空见惯之事，但与西班牙反德意志的历史编纂流派所宣称的不同，这类行为并未超出通常的程度。尽管建立了科罗（Coro）和马拉开波（Maracaibo），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还是显得有些不足。韦尔泽尔家族在一场诉讼中被撤销了权力，不过也可能是他们因为无利可图而失去了兴趣。富格尔家族比较谨慎，1531年他们就签订了关于征服从钦查（Chincha，在秘鲁利马以南）至麦哲伦海峡一线向内陆延伸200英里的南美土地的合同，但这一合同从未被执行。

来自纽伦堡的雅各布·韦尔泽尔（Jakob Welser）和奥格斯堡人克里斯多夫·赫尔瓦尔特（Christoph Herwart）的女婿乌尔姆人塞巴斯蒂安·耐德哈德（Sebastian Neidhart），或许也有富格尔家族的成员，共同为一支有12～14艘船的船队投了资，1535年，富有的上层贵族佩德罗·德·门多萨（Pedro de Mendoza）带领这支船队行驶到拉普拉塔河。1526/1527年，为西班牙效力的塞巴斯蒂亚诺·卡伯特进行了几次探查航行，之后一个葡萄牙人于1531年为他的国家占有了这一地区。西班牙方面意欲通过1536年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来防止这类索求变成现实。然而，这次探险遭受了全面失败。1537年在巴拉圭河汇入巴拉那河的河口处建立的亚松森（Asunción）后来比1541年被放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更为重要。

1541年至1544年，在令人难忘的横穿南巴西之旅后，阿尔瓦·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徒步跋涉从得克萨斯到达墨西哥的即为此人）受皇帝委托，试图在亚松森驯服这个“特别倔强”的殖民地，却徒劳无功。西班牙以秘鲁和智利为基地，通过1553年建立的图库曼省（Tucumán）的 圣地亚哥-德尔艾斯特罗（Santiago del Estero）开拓了今天阿根廷的内陆。1562年以智利为基地建立了门多萨（Mendoza），1573年以圣地亚哥-德尔艾斯特罗为基地建立了科尔多瓦（Córdoba），最后于1580年以利马为基地，通过亚松森第二次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此，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结构网已经完备。

在这一征服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进程模式，我们可以直接称其为“征服术（Technik der Conquista）”，只要将皮萨罗的行动与他表弟科尔特斯的行动进行比较，我们就能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些模式。宣传那个地方的财富非常重要，这对西班牙人而言是一种刺激。就连命名也对他们具有同样的作用，除带有宗教背景和与基督教圣徒相关的名字外，常见的还有在家乡的地名或国名前加上“新”，或者是加上具有诱惑力的词，如“富（rico）”、“金（oro）”、“银（plata）”。另外还要展示一下土著人或那个地方的珍贵产品，例如其中留存下来的收藏于维也纳的那顶著名的阿兹特克羽毛王冠，不过它其实并不是蒙特苏玛的王权标识物。

在那里，西班牙人十分乐意与当地的盟友合作，他们做出是那些盟友的解放者的样子，或者说至少很乐意与忠诚的当地女人合作。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地用现代眼光将这种“合作者（Kollaborateure）”理解为叛徒，因为他们的忠诚不属于当时尚不存在的民族，也不属于让他们处处感受到压制的帝国，而是属于自己的小群体。充其量他们谋取的是小群体的利益，如果不单单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话。作为个体，他们或自愿或不自愿地属于“文化中介人（cultural brokers）”的类别，如皮萨罗目的明确地捕获并训练出的翻译，他们多少具备一些能力活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精神层面，甚至活动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第三空间”[3]里。俘虏，后来还有混血儿，都特别适合做这类事情。

当地女人扮演着一种特别的角色，有人曾称，西班牙人征服他们的新世界使用“阴茎（Schwanz）”多于使用剑（Schwert），每次“进入”时留下孕妇多于留下尸体（Padden 1967，229 f.）。据说科尔特斯的家臣就和当地人生了几十个混血儿。女奴隶被作为礼物转送给他们，就连上层女人也被用作得胜的奖赏，或被用作巩固某个联盟的象征。蒙特苏玛的女儿（教名为堂娜伊莎贝尔）先是嫁给了他的“王储”，然后又嫁给父亲的两个继任者，获胜后成为科尔特斯的情妇，再后来又先后嫁给另外两个西班牙人。印加公主们都有着类似的故事。今天在拉丁美洲和欧洲还能找到一些印加王朝和蒙特苏玛二世的贵族后裔。印第安女人好像非常乐意与西班牙人结婚，但在这件事情上她们似乎成了一个错误的牺牲品，即她们按照土著人的观念认为那是婚姻，而对西班牙人来说，这却只是婚姻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西班牙女人或西班牙化的混血女人时的暂时同居。另外，野蛮的强奸也是征服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有证据证实有时甚至会强奸幼女。征服者中的非洲人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新近的反殖民主义范式认为印第安女人是受摧残的牺牲品，和以往认为她们是自愿成为妓女的殖民主义观点一样，都不能准确概括事实，但是征服中普遍存在着暴力行为却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绝非仅仅对女性使用暴力。暴力照样也可能转而用于对付其他西班牙人，尤其是1538年至1548年发生在秘鲁的那些事件，以及起义的洛佩·德·阿基里（Lope de Aguirre）在其1560/1561年顺亚马孙河而下直抵委内瑞拉的远征中留下的血痕，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类行为或许可以归因于近代早期欧洲人普遍比较强烈的暴力倾向，或者可以归因于伊比利亚人在与穆斯林交战时特有的“割断脖子传统（Halsabschneidertradition）”。不管怎么说，难以置信的自由空间以及微乎其微的制约为征服时期出现各种超越限度的行为提供了温床。征服者们觉得自己身在文明的边缘或敌人的土地上。历史上也不乏文明人失去所有的顾忌、肆意妄为的例子。或许正是对这种经历的恐惧以及对王室不太深的忠心促使一些粗蛮之人也敬畏国王的权威，即便这种权威到来之时几乎不具备什么力量，例如佩德罗·德·拉·格斯卡在秘鲁时的情形。

从土著人的视角看，无论是出于个体利益还是出于群体利益，与强大的新主人结盟完全是可能的，特别是因为至少在最初，新主人的统治体系与之前的没有根本区别，这大概是普遍的认知。征服和扩大西班牙人的统治体系只有借助当地盟友才有可能，从另一方面说也只会出现这种结盟，因为与其他大洲不同，这里几乎不存在与更大的政治体的联系。如果没有印第安人的辅助部队，科尔特斯大概充其量只能占领一些海岸城市。特诺奇蒂特兰的失败在今天被看作反阿兹特克联盟的成果，联盟的稳定一方面有赖于它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科尔特斯灵活的外交策略。西班牙人的武器技术优势 在下降，因为这些对手很快就相互学习起来。因此，在这里只能有限度地说它是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由于是用弓弩、火枪和作为刺击武器用的长剑对阵阿兹特克人的劈砍式刀剑，不过更重要的是由于西班牙人只能同心协力，因而作为精锐部队，他们的作用是突破敌方战线，剩下的事则由盟友们去完成，包括得胜后的屠杀，据说还包括西班牙人无法阻止的吃人肉的行为。皮萨罗很少有当地人盟友，但他善于利用印加帝国的内部危机。借助其兄弟从墨西哥送来的几千名纳瓦战士（Nahuakrieger），阿尔瓦拉多才可能完成对危地马拉高原的占领。活下来的纳瓦战士随后定居在今天的安提瓜岛（Antigua），将自己的事迹写进一部新的插图手抄本中流传下来。

西班牙征服者本身并不是非同寻常的英雄人物，大部分根本就不是职业军人。根据现有的关于大约2100名墨西哥征服者的说明，其中37.3%是海员，27.5%是手工匠人和商人，16.3%是军人，11.1%是广义的文人（Letrados），即法官和其他“有文化的人”。不过会写字的人占84%，其中6%是西班牙下层贵族（Hidalgos）。他们当中28%的人不满20岁，40岁以上的人占8%。征服者里没有西班牙农民，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征服似乎是由城市的人承担的。

自哥伦布以来，拘押当地统治者做人质进行勒索已经很普遍，包括事后处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做的目的是有计划地用恐怖手段威慑对手；众所周知的暴行、酷刑以及使用专门训练咬人的猎狗同样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在古巴出现了一个西班牙语新动词“aperrear”，意为让狗撕咬碎。个人的暴虐行为与以往一样在政治恐怖中最多起着次要作用。除了个人发财，有计划地亵渎坟陵和圣地就是为了表明基督教的神比当地人的神和祖先强大和优越。在宣读公告和做一些象征性的、表示正式占领的动作之后，建起一个实行西班牙法律的城市以及将土地和印第安劳动力分配给征服者就意味着征服实际结束。有时，某个征服者建立一个城市的目的是马上让由他任命的市议会授予自己其他行动的权力——科尔特斯在韦拉克鲁斯、瓦尔迪维亚和圣地亚哥就是这样做的。

旧主人的新主人

征服背后的思想依据是西班牙国王先验地认为他们有权统治新世界，这一统治思想原则上不认同印第安人是权力对等的主体而与其缔结条约。自1513年起，征服者有义务宣读所谓的“要求（Requerimiento）”，即一种经过公证文书证实的公告，将这一权力告知印第安人。只有在拒绝皈依和臣服之后才能转而采取军事行动。公告是这样写的：

［……］超越于世间所有种族之上，主，我们的上帝，将做所有世人的主人和统领的职责赋予了一个名叫圣彼得的人［……］裁判和统治所有民族的职责，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摩尔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先前的教宗之一接替他威严地高踞于前面提及的世界之主的宝座之上，他将这些岛屿以及这个大洋的这个大陆［……］作为礼物赠予了国王和女王以及他们的后代，［……］因此他们是这些岛屿和这个大陆的国王陛下和主人［……］因而我请你们承认教会是主人，［……］教宗［……］是以教会的名义行事，而国王和女王［……］代表教宗［……］请你们让这些修会修士向你们解释和宣教所说之言。如若你们这样做了，［……］陛下和我将以他们的名义满心慈爱地接受你们，将把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留给你们，免受任何奴役［……］如果你们自己在被告知真理之后还不愿意皈依，不会强迫你们成为基督教徒［……］然而你们若不这样做［……］，那我要告知你们，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与你们开战［……］征服你们，将你们置于教会和陛下的桎梏之下，让你们听从教会和陛下之命。我将抓捕你们的人和你们的妻子儿女，让他们成为奴隶，把他们作为奴隶卖掉［……］就像那些不愿顺从、不愿承认自己主人的下属［……］我宣布，由此而产生的杀戮和损失责任在于你们而不在于陛下，也不在于与我同来的先生们［……］（Oviedo 3，227-232）

经院哲学的个人人格至上论的薄面纱几乎掩盖不住征服者的战争法则，而1493年教宗训谕证明扩张合法性的功能在这一文本中同样显而易见。大概使用这种公告形式在厚颜无耻方面超过了其文本本身，因而德·奥维多会严厉地对佩德拉里亚斯说：

先生，我觉得印第安人不喜欢这种宣告式的神学，他们没有能向他们解释神学的人，愿阁下能吩咐人将这种宣告存放起来，直至我们将这些印第安人中的一个放进一个笼子里，以便他能正确地学会它，以便主教先生向他解释它。（Oviedo 3，230）

不过，人们最初为新世界选定路线的讨论结果就是使用这种“要求”和这种措辞。哥伦布以葡萄牙人为榜样，毫无顾忌地将奴役及贩卖印第安人看作从地理发现中获取利益的其中两种最重要的途径。1492年至1511年共有1700个印第安奴隶被送往西班牙，尽管1495年已经暂时禁止奴役印第安人，到1500年彻底禁止这种做法。国王需要臣民，他们打算从贸易转向统治，觉得自己即便对印第安人也负有责任。然而他们也可以依照欧洲战争法则的惯常做法，对一场正义战争的俘虏继续进行奴役。这是1513年写入“要求”中的法律见解。

人们具体看到的是好战的加勒比人，他们袭击西印度群岛的和平住民，被诋毁为食人者，因而制服和奴役他们显得合情合理。食人肉、性放荡、男性同性恋以及人祭都在标准指控之列，因此那些土著被宣布为野蛮人，而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征服。不过，这是一种可以追溯至希罗多德的“他者化（Othering）”技巧的变异。事实上，将适合变成奴隶的人宣布为加勒比人并非鲜有之事。

远征尚未西班牙化的岛屿或在南美洲北海岸抓捕奴隶已经成为常态。一些善心的传教士被自己的羔羊们打死，因为之前传教士的西班牙同胞袭击了他们的族人并将他们掠走为奴。因为所有的控制努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皇帝查理五世决定于1530年全面禁止奴役印第安人。迫于既得利益者的压力，1534年该禁令又被取消，1542年重又颁布，并且成为当时颁布的改革法的永久性组成部分。然而，已成为奴隶的人没有随之立刻被解除奴隶身份，各边境地区因战争而合法化的奴隶制还持续了很长时间。

奴隶制是印第安人经受的最极端的强制劳动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由于怀着贵族阶层特有的碰运气 的心态，西班牙移民几乎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因而新世界的经济“开发（mise en valeur）”要靠役使印第安人来进行。

为了搜集黄金和从事其他我们安排的劳作，有必要使用印第安人的劳役，因此你们应强迫他们劳动为我们效力，其间应付给每个人你们觉得适当的酬劳。

1501年，国王给哥伦布的继任者的委托书中这样写道（Pietschmann 1983，40）。不过，印第安人的文化发展也应随之同步进行，因为君王在1503年的一份指令中解释说：

［……］为了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有必要让他们分居于各个村子里，在村子里他们共同生活，不用分成一个个小群体穿越丛林，他们中的每个男性在那里都应有与自己的妻子儿女同住的房子，都应有自己耕作的田地［……］和蓄养牲畜的田地［……］［因而］村子要建得适合印第安人在那里共同生活，就像生活在我们帝国里的人那样［……］［特别是］他们要穿上衣服，四处走动时要像理性的人。（Pietschmann 1983，41）

也就是说，印第安人不仅要成为基督徒（关于这一点人们经常能读到），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随之经历很大程度的欧洲化。赤身裸体、信奉异教的散居者应变成身穿欧洲衣装、信奉基督教的农民，生活在自成一体的村子里，因而无法躲避教会、政治，特别是国家财政的控制。欧洲式的正常田间劳作在西印度印第安人看来始终是怪异的、不可理解的文化，而这种想法在西班牙人看来也同样不可理解。他们只能将印第安人的打着另一种文化印记的行为解释为懒惰。不仅公家和私人对利润的追逐经常阻碍完全出于好意表述的发展政策，而且种族中心主义的狭隘眼界也给它造成额外的困难。强制劳动（Arbeitszwang）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于是1503年实行了“印第安人劳役分摊制（Repartimientos）”，并以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s）的形式组织实施。王室官员将印第安人头人指派的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分给值得信任的人。这些出劳役者被明确定义为自由人，不是农奴，西班牙主人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住处、食物和衣服，有义务付给他们适当的酬劳，并在空闲时间向他们传授基督教。然而，这种监护征赋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毫无顾忌地剥削印第安人，强行招募劳动力，拆散家庭使用女工、童工，遇有反抗或逃跑时使用残酷的暴行，其间常常连用于维持生命的最低限量的食物也不提供。这一体制或许甚至比奴隶制还糟糕，因为它无须将劳动力视为须加以维护的投资物，它可以无所顾忌地追逐利益最大化——损失的劳动力在此期间还很容易找到替代。

1511年降临节期间，多明我会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与其教友在圣多明各的教堂举行了一次布道，那场布道大概让当时在场的殖民地名流气都透不过来了。

你们所有的人都身在弥天大罪之中，由于对那些无辜的人实施残酷暴政，你们是生是死都在弥天大罪之中。说说看，你们有什么权力［……］如此残酷可怕地役使那些印第安人？［……］你们如此压榨折磨他们，不给他们吃的，因超强度劳动落下病却不予照料，他们的病是你们造成的，他们死于天天攫取黄金，确切地说，是你们杀了他们。（Las Casas 2，1957，174-179）

总之，必须还印第安人以自由身，否则西班牙人在忏悔时再也得不到赦免了。殖民地一片哗然，就连国王费尔南多二世也感到愤怒，有人在他那里告了状。但他还是任命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它给出的建议促成了1512年《布尔戈斯法》（Leyes de Burgos）的颁布，这是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项立法。该法坚持上层阐明的各项原则，但试图通过有利于印第安人的详细规定解决疑难问题。不过，为了实行该法而采用土地依附制，按照当时欧洲的观念也并非不合理。这样，通过官僚机构对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和死亡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就应成为可能。

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此期间，印第安人大批地在他们的新主人面前消失了，情状可怕且后果严重——他们死了！发现美洲二十年后，人口灾难全面爆发。今天我们在西印度群岛见到的主要是非洲人，他们是后来输入的奴隶的后裔，但再也找不到一个当地印第安人了。据称，1520年前后，海地还有1.6万名原住民，而1492年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有整整100万。不过其他对原住民人数的估计从5.5万～800万不等。今天的估算在20万和3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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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8 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变化

关于阿纳瓦克（Anahuac）高地山谷，即墨西哥中部，我们有相对准确的数据。根据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的估算，将有纳贡义务的印第安人人数乘以三可得出较为可信的人口数。不过，1519年有纳贡义务的人数特别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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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和谢尔本·F.库克（Sherburne F. Cook）对整个墨西哥的人口进行估算，结论为人口数字下降，1519年为2520万，1568年为260万，1605年为100万，不过对他们的这些估算结果还存有争议。斯里彻·范·巴斯（Slicher van Bath）主张将这些数字各减去大约15%，而其他一些估算数字更低。1540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有4.5万名有纳贡义务者，1570年仅有1.4万名。

谢伊（Shea）估算1520年秘鲁的人口为130万～190万，而诺布尔·戴维·库克（Noble David Cook）则研究得出这一年的人口为900万，1570年降至120万，1620年降至67万，损失了93%。根据最新估算，厄瓜多尔人口损失了85%。据称，巴西印第安人人口损失了94%，不过这个结果是计算至今天得出的。

灾难性的人口损失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还无法准确地计算其数量。虽然说最晚到1570年前后已经有了对有纳贡义务者人数的统计，但统计结果必须向上调整，因为有一个无法确定的数字，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很善于逃避纳贡义务和服役义务。无论使用什么计算技巧，1492年人口的起始数字毕竟纯属估算。对整个美洲人口的估算在840万～1.126亿之间。今天，我们认为约5400万这个数字较为可信。最初几十年的损失数字大概是最高的，然而这种考虑同样仅仅是估计。

尽管这一灾难已经显露端倪，但《布尔戈斯法》几乎一直没有起作用。批评者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战斗。在此期间，巴托洛美·德·拉斯·卡萨斯（1484～1566年）加入了多明我会，他是一个神职人员、士兵和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按照他自己的陈述，他是在读《德训篇》[4]第三十四章（“拿走劳动者的报酬就是流他的血”）时经历了观念的转变并放弃了自己的委托监护权。他与他的朋友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争取王室或那些年的各个当政者支持修正印第安人政策。一份草稿这样设想：在那些约有240户人家的村子里组建一个个小组，每组由一户西班牙小农家庭和五户印第安家庭构成，它们在西班牙人的带领下平分共同获得的扣除赋税后的收益。摈弃所有对西班牙人个人的人身依附，除了自己的劳动所获，西班牙人不得占有其他任何东西。不过，不可缺少的矿山劳动应使用非洲奴隶——后来拉斯·卡萨斯对该建议表示后悔并撤回了它。1520年，拉斯·卡萨斯获准在委内瑞拉海岸进行的有关尝试失败了，因为他无法阻止这一地区奴隶猎捕者的活动。自1522年起，他作为多明我会修士团成员投身于他自己设立的终生事业，即释放印第安人，这也是他们得以和平推进基督教化的前提条件。

无论有多少疑虑，其间，埃尔南·科尔特斯还是在 新占领的墨西哥实行了监护征赋制。任何其他满足占领者和确保领地安定的方法都将意味着所产生的费用额度是皇帝查理五世不可能允许的，因为他总是需要钱进行他的欧洲战争。不过，皇帝被说服将监护征赋制限定在收取王室本就享有的某一地区的印第安人纳贡上。自1536年起，监护征赋制不再包括占有印第安人人身的权力。印第安人纳贡是一种人头税，是唯一向印第安人征缴的税，可以实物完税，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提供“个人服务（Servicio personal）”的形式抵税，这有可能成为问题。因为税额已经被明确规定了，而且禁止由监护主直接收缴，所以似乎逐渐制约住了个别西班牙人的恣意妄为——至少在设有正常管理机构的地区能如此。

在此期间，关于西班牙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讨论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理论高度。一方的基本论点是印第安人天生低贱，他们应被看作野蛮人，甚至被看作没有理性天赋的半兽人，因此按照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大自然本身似乎已经确定他们为奴隶。国王费尔南多的法律顾问之一胡安·洛佩斯·德·帕拉西奥斯·卢比奥斯（Juan López de Palacios Rubios）以其1513年的小册子《大洋诸岛请愿书》（Libellus de insulis oceanis）成为这一合法论的第一个“经典作者”。他也是“要求”的作者。

另一方的拉斯·卡萨斯和多明我会修士一直否定这一观点。1537年，他们从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那里得到了教宗训谕《至高无上的上帝》（Sublimis Deus），训谕中明确而毫无赘言地指出，印第安人与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而作为这样的人，他们具有接受基督福音的能力。另外，正值鼎盛时期的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和所谓“萨拉曼卡学派（Schule von Salamanca）”的领军人物、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约1492～1546年）在1537年至1539年的几次授课中以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方式论述了这一问题，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皇帝干预，这几次授课的讲稿直到1557年才得以出版。他不仅否定了关于教宗的世界统治权的传统理论（“要求”就是以它为依据），而且还否定了在查理五世的圈子里极有活力的皇帝普世统治理论（这给他带来了前面提及的禁印）。在他看来，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独立自主的单个国家，“国际”政治就存在于这种单个国家的平等关系之中——一个使德·维多利亚成为真正的“国际法之父”的理论。德·维多利亚此时也赞成赋予新世界的印第安政治体这种独立自主的单个国家的性质。然而这样一来，西班牙统治可能就只能要求非常有限的合法权利了：

第一个合法权利要求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类共同体的思想。西班牙人有权向那些国家移民并在那里定居，只要他们这样做时没有对蛮人行不公之事［……］对此的论点二：［……］蛮人诸侯不能禁止其臣属与西班牙人进行贸易，另一方面，西班牙诸侯也不能禁止与那些人进行贸易［……］论点五：如若蛮人意欲阻止以上通过国际法阐述的事情，例如阻止贸易［……］则西班牙人应首先通过理性的话语和说服劝导避免任何不快之事发生，并用所有合情合理的理由证明自己的到来不是要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是想以和平的方式在他们那里居住和旅行［……］然而如果蛮人不理会所有合情合理的理由依然不满，甚至打算使用武力，则西班牙人可以进行自卫［……］并可以使用战争法则［……］论点六：若西班牙人已尽了所有的努力，除了征服蛮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受蛮人威胁，那么也允许西班牙人进行征服［……］

第二个合法权利要求可以称作：宣扬基督教。论点一：基督教徒在蛮人诸国有权［……］宣布福音［……］论点二：纵然此事［……］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但是教宗也可以将这类事务委托给西班牙人并禁止任何其他人行此事［……］更何况西班牙诸侯最先［……］自出经费［……］发现了新世界，因此西班牙人独享这一发现的得益［……］是公正的［……］论点三：若蛮人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信仰都允许西班牙人自由而不受阻碍地传布福音，则不得出于传教理由以战争威胁他们，且不得占领他们的国家［……］论点四：若蛮人［……］阻碍西班牙人自由传布福音，那么西班牙人可以［……］因此开战［……］，直至自己获得传布福音的可能和保障。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能够提出合法权利要求，也就是当蛮人统治者自己作出暴行，或使用他们残暴的法律对无辜的人行不公之事的时候，例如［……］用无辜之人献祭，或为了食其肉而杀死未经判决的人［……］（Konetzke 1971，9-11）

德·维多利亚绝对不否认印第安人的“野蛮”，不过他认为它并非他们本性的组成部分，不能表明征服和奴役他们是正确的，野蛮的原因是教育不足。许多西班牙农民也出于同一原因更像动物而不太像人。

自1537年起，拉斯·卡萨斯试图仅仅凭借多明我会传教团“真正的和平（Verapaz）”的和平武器获取北危地马拉的“战乱之地”图苏卢特兰（Tuzulutlán）。虽然成果有限，但即使在这里，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已成惯例的游戏规则 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失去效力。1540年他回到西班牙，在那里成功地说服皇帝本人清理了纠缠于美洲利益的印度委员会以及负责殖民地的高层机构，颁布了有利于印第安人的1542年《新法》（Neue Gesetze），该法彻底去除了监护征赋制的水分。然而，它引起的反应（1544年贡萨罗·皮萨罗在秘鲁发动的叛乱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迫使人们于1545年废止了相关部分。1549年禁止将缴纳贡金转变为劳役，即便印第安人原本就有提供劳役的义务。但在那些西班牙人只将他们看作劳动力的地区，例如在巴拉圭，这种“个人服务”的实践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

1544年至1546年，拉斯·卡萨斯作为南墨西哥恰帕斯主教（Bischof von Chiapas）维护的定居者利益重又遭受伤害。最终，1547年，他回到西班牙，直至其生命尽头一直置身于关于印第安人命运的辩论之中，其高潮是在皇帝的一个专家委员会面前与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1489？～1579年）进行的辩论。后者是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前宫廷史官，在其对话录《次级民主》（Democrates secundus，1543年或1544年）中充当了当时在辩论中占下风那一派的代言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们认为印第安人属于劣等人。他的论证概括起来就是：

因为［……］就其本性而言，印第安人是奴隶、野蛮人和粗野凶残的人，所以他们拒绝聪明的人、强大的人和优等人的统治，不能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接受他们，这符合大自然的公正，据此物质必须服从形式，躯体必须服从精神，欲望必须服从理性，粗野的动物必须服从人类，也就是不完美的必须服从完美的，劣等的必须服从优等的［……］作为第二个原因，你提及了根除食人肉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它完全违背自然，你还提及了避免不敬奉上帝而朝拜魔鬼［……］尤其是还与那种用人献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联系在一起［……］通过上帝的法，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保护每一个人免受这种罪行侵害。第四，你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基督教的使命是在每一个地方［……］用宣布福音进行传教［……］要以某种方式保护这些传教士，以便在保障他们个人安全的情况下宣示救世论。同时必须将野蛮人从对他们的诸侯和祭司的惧怕中解放出来，以便他们一旦皈依，就能够自由和不受惩罚地接受基督教。（Konetzke 1971，8 f.）

拉斯·卡萨斯宣读了他那内容广泛的《论证辩解书》（Argumentum Apologiae）作为回应。委员会方没有作出裁定，但王室自此倾向于拉斯·卡萨斯的观点。

他花费毕生精力写出的、直到1875/1876年才出版的《西印度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和《西印度护教史》（Apologética historia de las Indias）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收录了1542年写成、1552年刊印的论战节录《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i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yción de las Indias），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我们应为哥伦布在甲板上写的日记得以流传下来而感谢历史学家拉斯·卡萨斯，但在使用他的《西印度毁灭述略》做原始资料时却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它描述了西班牙人的暴行，西班牙的政治对手和殖民政治竞争对手兴奋地抓住了它，它历来拥有众多的荷兰语版本、法语版本和英语版本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它为反西班牙的历史观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特别是为信奉新教的欧洲和北美洲的反西班牙历史观，即所谓的“黑色传说（Leyenda negra）”，作出了贡献。因此，拉斯·卡萨斯作为“玷污自家巢穴的家伙”在西班牙长期被否定。对这一历史观的必要修正首先应归功于北美洲研究，不过这种修正有时又似乎完全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西班牙殖民政治的“白色传说（Leyenda blanca）”。在其他殖民大国中没有一个如此之早地进行过如此之多的自我批评，没有一个殖民大国的政府如此积极地表现良好意愿，如1542年至1573年西班牙的立法以及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神学讨论，这些虽说都没错，但在北美洲实现起来却很不如人意。虽然监护征赋制得到了控制，虽然自1573年颁布各项法令以来，以“要求”进行的征服实际上已由以“安抚（Pacificación）”进行的征服所取代，但剥削印第安人劳动力仍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着。

由于印第安传统通过欧洲的干预奇特地叠加在一起，因此不仅存在着没有自由身份的家庭仆役和田间劳作者（Naborías，在墨西哥称Mayeques，在秘鲁称Yanaconas，传统上他们不属于当地的社会集体），而且特别是印加的国家劳役还继续存在，即“米塔制（Mita）”，从此以后，它主要被用于开采贵金属矿，尤其是被用于开采1545年发现的海拔4000米的波托西（Potosí）银矿。不过米塔制也被用于纺织业（obrajes）。1563年，秘鲁总督道出了王室在责任意识和金钱需求之间的两难困境。

陛下命令使用印第安人在矿山劳动时不应违背他们的意愿……陛下还命令务必十分重视开采矿山，这样做 非常重要。但愿阁下［……］在一件事情上不要耽于想象，即以为可以使用西班牙人开采矿山，因为很少有西班牙人会做此事，他们非常傲慢，宁愿饿死也不会拿起镐头。（Konetzke 1971，27）

另外，备用劳动力在适应新环境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因而下一任总督于1572年作出规定，周围16个区每年须有13500个印第安人在波托西做工一年，这样以4500人为一批实行轮班，下矿井一周后休息两周，各矿主须支付路费和低于自由劳工工资的酬劳。米塔制废止后，工资部分甚至还升至两倍多。劳动时间为从日出一个半小时后至日落，冬季为从10点至16点，中间休息一小时，星期天和节日不出工。不过，教宗已于1537年将印第安人无须出工的宗教节日从45天减为11天，这一规定未被废止。另外，如有缺席，星期天弥撒时将被责罚十五杖挞。尽管如此，这个与印加帝国的习俗相关联的体制在书面上给人以还可忍受的印象。

然而，实际上那些矿主省去了路费开支，并且找出种种借口削减工钱。他们延长劳动时间，强迫劳工留在井下五天并在那里过夜，由于排水和通风条件差，劳工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服米塔劳役者”丧生了，实行米塔制的诸省的住民纷纷逃离，他们宁愿在别的地方充当没有自由却不用服米塔劳役的农业劳工，或者巧妙地找出其他方法逃避服米塔劳役。因此我们必须慎重看待这方面的数字，例如有人称自1574年至1683年，实行米塔制诸省的人口从81000降至10633，或者称150年间有800万名印第安人在波托西那些银矿中丧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几乎没有必要通过新的研究更加精细地分析这一体制，以重新评价它并为其辩护。它从来就不缺少出自西班牙最高行政机构的批评者。当然，米塔制直到1812年才被废止，那时它早已过时了。

就整体而言，剥削西班牙帝国的印第安人下层并使他们贫困化的趋势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成为白色专制牺牲品的原住民并非得不到任何慰藉，不过留给他们的慰藉只有古柯（Koka）[5]或酒精带来的迷醉感受。因为与 印加时代不同，西班牙人已经普遍使用起古柯这种从前只有极少数人能使用的药物，他们甚至用它做起了生意；同样，他们也用当地人尚不知道的浓度更高的酒精饮料做生意，此前他们已经凭借那里尚无人知晓的烧酒酿制技术将它引入了美洲。然而在这种躲避主义之上，还存在各种各样应对殖民强国的可能性，其中就包括极富创造性的，在底层参与塑造新生的殖民社会的方式。最终也不乏集体行动。一系列社会动乱、本土运动和起义长期持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西洋的生态

另外，随着哥伦布的历次航行，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生物文化交流进程也在全球范围内拉开了帷幕，因此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Crosby 1972）。概括地说，新世界从旧世界得到的是人、文化、动物和植物，旧世界从新世界得到的首先是独特的人工培育植物。然而，第一批欧洲人和非洲人一踏上美洲土地，那里就开始了上文描述过的原住民的人口灾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导致了难以置信的人口损失。

持批判态度的同时代人，如拉斯·卡萨斯，用征服者的种种罪行来解释人口损失，“黑色传说”到20世纪仍在流行，现代人依据那些罪行谴责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性屠杀。然而，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在体能上根本没有能力像人们所谴责的那样杀害1200万～2000万人，毕竟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会杀死自己意欲剥削其劳动力的人。

被称作莫托里尼亚（Motolinia）的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Toribio de Benavente）是第一批进入墨西哥的方济各会修士中的一个，他列出了人口灾难的十个原因，和其他同时代人一样，他列在首位的是使攻占特诺奇蒂特兰成为可能的天花。紧随其后的是征服战争和随后在西班牙人之间进行的历次内战，以及战争期间 粮食停产而造成的饥荒。其余六个原因皆与印第安人承受的重负荷有关，根源在于他们的劳动力在纳贡和施工，尤其是在矿山施工中被过度榨取。另外还有劳工营养不足以及监工施虐等原因，后者包括非洲监工的虐待，与印第安监工相比，西班牙人常常更信任他们。今天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即对男性的强制劳役使维持生计的整个重担落在了女性身上，家庭四分五裂，致使人口再生产能力受限，更莫说绝望使人通过禁欲、避孕、堕胎和杀婴来逃避生育后代。这些原住民不愿生下未来的奴隶！

不过实际上，主要原因是天花和其他流行病，当然，它们与其他原因之间存在着关联，因为贫穷、营养不良、劳累过度和迁徙可能加剧了流行病的传播，甚至可能本来就是由它们引起流行病传播的。从根本上讲，生物文化交流的副作用，或者说“世界微生物的统一化（unification microbienne du monde）”，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微生物的全球化（mikrobiologische Globalisierung）”已经开始。欧洲人和非洲人以及由他们引入的家畜将病毒和细菌带往完全不知它们为何物的美洲，而原住民缺乏必需的抗体，或者说基因甚至决定了他们特别容易感染某些传染病。

考古学家已经指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最早的美洲人也患关节炎、肺结核以及偏食玉米和类似食物而造成的多种营养缺乏症。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以及频繁的战争使平均寿命的统计结果在当时已下降到25～30岁。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们与外界隔绝，以及自迁徙到那里以来，已在严酷环境中经受了几千年的磨炼，从整体上讲，他们比旧世界的住民更健康。

然而，现在欧洲人和非洲人不但带来了天花，还带来了麻疹、流行性感冒、腺鼠疫、白喉、伤寒、猩红热、沙眼、百日咳、肺炎、水痘、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疟疾和黄热病，其中后两种病来自非洲。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不单是那些人们熟悉的传染病，如O型血不能形成抗体的鼠疫或天花，而且还有危险性相对低的伤风和流感。就连欧洲的家畜也是传染体——凡是欧洲家畜数量增加的地方，印第安人的家畜的数量就在减少。不过分散居住显然能够 保全生命。此外，新世界长期与外界隔绝似乎导致了人口基因组合的高度一致（例如可能所有印第安人都是O型血），因而这一群体适应新一轮自然选择的可能性十分有限，或者需要以新的基因组合为前提来应对挑战——欧洲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事实上就具有抵抗旧世界传染病的能力。那些可以证明与欧洲人仅有过和睦关系的民族也很快便灭绝了。

至少可以确证从1520年至1600年，新世界有17次较大规模的时疫。1518年，第一次天花流行夺去了埃斯帕诺拉（Española）大部分住民的生命，如果他们之前没有在1493年哥伦布带来的流行性感冒中丧生的话。接着，天花于1520年让保卫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大量死亡，并侵入尚未出现过欧洲人的南美洲和北美洲南部。据称，印加王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apac）1525年也是死于此病。秘鲁人口稠密的海岸地区的住民几乎全部消失并被白人和非洲人取代，而分散居住的高原印第安人则相对安全地活下来了——有传染风险的接触在这里较少发生。

北美洲西南部普韦布洛文明区以及北美洲东南部密西西比文明区的人口损失据称也非常大，以至于后者的社会秩序瓦解了，并由活下来的人组成的新联盟所取代。1540年前后，德·索托在今天的南卡罗来纳（Südcarolina）见过一些被遗弃的荒芜城市。1616年至1618年，天花第一次在大西洋北海岸地区传播，一些部族，如马萨诸塞部族（Massachusett）和万帕诺亚格部族（Wampanoaq），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其90%的族人。大湖群地区于1633年开始出现天花。1639/1640年的一次天花流行致使休伦人（Huronen）人口从2.1万减至一半。

由于各种估算数字皆不可靠，因而我们在这里将1492年的人口数设为百分之百，用相对百分比替代绝对数字重新进行计算，以描述西属美洲人口减少的大致情况。人口减少是随时疫而阵发的，间隔期内人口可能有所恢复。另外，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感染，形成免疫体的人数也在增加。一些传染病逐渐演变为儿童疾病，病愈后活下来的人像旧世界的人一样获得了免疫力。然而，某种此前不知道的流行病会造成更糟糕的结果。当然不是所有被感染者都死了，特殊年龄段和特殊群体可能死亡率更高。幼儿死亡后，家庭中很快又有新生儿降生。用这种修正得出了下面的数据（HGAL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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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已经提及的1519年至1528年的天花时疫，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还有该世纪中叶的肺鼠疫和1576年至1591年的伤寒时疫。按照这一算法，到17世纪前30年只剩下初始人口的12%。

在疾病领域，新世界给旧世界的唯一“回礼”是一种新型侵入性梅毒，它是由哥伦布的随从带入欧洲的。

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清楚知道某些流行病与白人的“魔法”有关。不过有意识的生物战似乎并不多见，尽管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将军和亨利·鲍奎特（Henry Bouquet）上校绝对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他们于1763年企图借助分发沾染了天花病毒的被单使印第安人大量减少。18世纪，尼加拉瓜总督和得克萨斯总督在对付“未开化的野蛮人”时也寄希望于天花，而亚松森总督确实让印第安人感染上了天花（Weber 2005，151）。

旧主人的巨大损失绝对没有通过新主人的相应移入而得到补偿，尽管现在 我们得到了关于部分群体的准确数字，但相应的，各种估算结果差异也很大。另外，这里涉及的是家庭（之主）还是（成年）个人也不总是明确的。以下数据是对移出西班牙的人数的较新估算（HGAL 3/2，41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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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1493年至1600年，女性移民占比从5.6%上升到28.5%。1517年至1700年从狭义卡斯蒂利亚[6]走出的9812个有名有姓的移民中，女性只占8%。然而这些女性有一半已经结婚，而年轻男性移民则有90%是单身，他们大多处于20～29岁的区间，且当中有大量是仆人。至少在最初，西班牙移民的死亡率肯定也很高，另外可能还有最高达20%的返回者。17世纪从卡斯蒂利亚走出的移民人数下降到16世纪的四分之一——经历了一场鼠疫灾难后，西班牙彼时也忍受着人口不足之苦。

西班牙移民来自卡斯蒂利亚的不同地区，最初主要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科尔特斯、皮萨罗、瓦尔迪维亚等人就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在“皮萨罗之城”特鲁希略的约9000名居民中，与美洲有关联的远远超过1000人，因此16世纪中叶可以证实的来自那里的移民有846人就不足为怪了。和通常一样，家族网络和其他社会网络在迁徙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西班牙中心区布里韦加（Brihuega）的4000名居民中有1000人去了墨西哥的普埃布拉（Puebla），他们聚居在那里，因而他们当中违反刑法的同时代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在新世界销声匿迹。虽说美洲归卡斯蒂利亚王室所有，但至少在私下里也被允许做阿拉贡王室的臣民。1526年至1542年，甚至皇帝查理五世所有帝国的国民都可移民美洲——或许这是其世界统治理论的一个结果？在西班牙的催逼下，这一许可后来被废止。迁出须有殖民机构商贸楼（Casa de la Contratación）的许可。我们知道，1509年至1577年有25698份许可登记在册，1598年至1621年有22034份，其中2313份是给修士的，当中有961个方济各会修士、642个多明我会修士和348个耶稣会修士。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被记进了登记簿，控制之外的移民经常发生，毕竟1559/1560年非法渡海每人收费9～25比索，而合法渡海每人收费为18～35比索。因为与其他殖民帝国不同，西班牙官方特别注意只让那些有助于建立良好秩序的人移民。完整家庭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和组建家庭移民得到特别重视。另外，与印第安女人的正式婚姻于1514年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摩尔人、犹太人以及他们接受洗礼的后代与异教徒以及吉卜赛人一样都被排除在外，在大多数时候，外国人也被排除在外。殖民时代末期，有经济创造力的巴斯克人（Basken）和北部西班牙人的移民人数增多了。

征服者中本来就有非洲裔人，不过第一批西班牙移民也带有非洲奴隶。由于印第安劳动力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较大规模的非洲奴隶进口很快就开始了，供应者是控制着非洲海岸的葡萄牙人，但进口者是国王颁发的准予买卖一定数量奴隶的特许状的持有者或从持有者那里买得特许状的人。除国王的诸多宠信外，在1528年的特许状获取者中，我们也看到了奥格斯堡的韦尔泽尔公司。自1595年开始，西班牙与唯一一个经营者签订为期若干年的垄断合同，它就是所谓的“阿西恩托（Asiento）”[7]。根据较新的计算，西班牙人自己将整整100万名非洲人运往美洲，其中四分之三是于19世纪运往古巴。西属美洲其余地方进口的奴隶人数经核实为42.7万，不过大部分是通过阿西恩托持有者转手而得的。在葡萄牙人及其他人之后，18世纪从事这项贸易的是英国人。到达英属和荷属加勒比海诸岛的非洲人数量巨大，但具体数字无法确定，应在250万人以上，不过他们只能通过偷渡进入西属美洲，主要是取道牙买加和库拉索（Curaçao）。至18世纪下半叶应有71.6万名非洲人被强制带入西属美洲，而自由西班牙移民为67.8万人。据称，1640年秘鲁有7万非洲裔人口，1646年墨西哥有15.2万非洲裔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奴隶。

然而，即使把西班牙人和非洲人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印第安人的死亡数量，因而从生态角度看，在最初的一百年里，人对环境的压力开始减轻。西属 美洲当时似乎比之前和之后都要多一些“绿色”。或许哥伦布到达之前的那些拥有高度文明的大民族在1492年已经达到了其栖息地生态承载力的上限，正面临着一个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ische Falle）的闭合点，即人口的增长即将超过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特别是超过粮食生产的发展。印第安人生活在与自然和环境的和谐关系中终归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虚构图景，是对文化持批判态度的欧洲人的一种怀旧式投影。与别处的所谓未开化民族的流行做法一样，印第安人大概也会向被认为具有灵魂的自然“请求原谅”，如果他们伤害了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出于自身需求而大肆破坏它。比如有人怀疑他们在很久以前就杀绝了“双大陆”[8]上许多可猎杀的大型动物。就连新世界的一些草原也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印第安人定期焚烧森林的结果。墨西哥的浮园耕作（Chinampas）[9]，即湖上的人工苗床，在特诺奇蒂特兰周边大约有1.2万公顷，和一个个灌溉系统以及安第斯山区最少60万公顷的梯田一样，不仅是高度人为的生态系统，而且是高度敏感的生态系统。

然而欧洲人想过惯常的生活，因此一开始就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带着自己习惯的欧洲人工培育植物和家畜越过了大西洋：小麦以及包括谷子和稻子在内的各种粮食，蔬菜和香料，各种果树，橄榄、栗子、扁桃和葡萄，各种花卉和其他观赏植物，不过同时也带去了各种各样的杂草。另外，还有旧世界其他地区的植物，如柑橘、香蕉和甘蔗。我们能够列出158种此时开始征服新世界的旧世界植物，其中人工培植的植物有93种。葡萄和橄榄树在四季潮湿的热带美洲遇到了气候问题。另外，旧世界的动植物在与南北美洲大陆的动植物竞争，而美洲动植物的物种要丰富许多，不过这也是差异性生态适应的结果。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调查结果是，在北美洲东北部这个物种交流特别深入的地区，美洲植物虽然至今仍然保持着显而易见的物种丰富性，因为那里的植物只有18%源自旧世界，但在单种的生物量方面占优势的却是后者。

此外，新植物的引入并不限于最初接触时期。对今天的拉丁美洲经济至关重要的产品——咖啡——是18世纪引进的，柳树和 澳大利亚桉树的引入时间是19世纪，今天它们已成为一些美洲地区的独特风景。

虽说欧洲农业与印第安农业水平相当，处于竞争状态，但前者还是被接受了。耕犁排挤掉了印第安人的木铲，不过土壤侵蚀的后果也不鲜见。欧洲式的农业生产区出现了，农庄和大地产出现了，地中海类型或西欧类型的村庄和城镇出现了。围栏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主要标志，而这种经济形式正是严格的私有制在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19世纪和20世纪，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稀树草原最终变成了世界经济的粮仓。

与人工培植的植物不同，同样被立刻引入的欧洲家畜几乎没有竞争对手。1493年，马、牛、猪、绵羊、山羊和鸡已经被送上了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欧洲的狗、猫和鼠类不久也跟随而至。战马和猎犬在西班牙人征服进程中的意义已为人所知，少有人知的是黑猪的作用，它们被当作活给养，成群地赶着上路，并且很快野化并繁衍、散布开来。《佛罗伦萨抄本》（Codex Florentinus）的一幅插图描绘了科尔特斯离船上岸时，它们在海岸边四处奔跑的情景。1520年代末，墨西哥城议会不得不商议如何将大量的猪从街上清除掉的问题。1539年，德·索托“进入”北美洲时带了13头猪，到1542年已变成700头，这段征服史确实叫人禁不住大骂“猪猡”。

野化的牛群和马群也找到了良好的生存条件。此前印第安人几乎不懂得饲养家畜，动物蛋白的享用量极为有限。很快他们便懂得了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对数量增多的欧式肉食极为赞赏，特别是动物数量增加而人口数量减少导致了肉类价格下跌。另外，皮革随之也成为新世界的一种新产品，而且很快成为重要的出口货物。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甚至认为，引入铁、家畜和人工培植的植物，比西班牙人从印第安人那里抢夺的所有东西都更有价值。犁、车以及驮货骡队唯有借助引进的动物才有可能使用，骡队替代了美洲驼队，替代了人力搬运，甚至被用于运载人。1550年后不久，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还曾抗议“吃人”的绵羊数量激增。到16世纪末，墨西哥印第安人就成了欧洲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将农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因为他们此时养有成千上万的绵羊、山羊和猪。他们似乎只将牛让给了西班牙人。与禁止他们携带欧洲武器一样，他们也被禁止养马。或许就是出于这一原因，杂交主要集中于骡子饲养领域，最终为一次运输革命作出了贡献。

尽管如此，通过买卖和抢夺马匹，北美洲和南美洲出现了以骑马捕猎大型野兽或以骑马放牧为生的新型印第安文明，直到19世纪后期，美国、阿根廷和智利发动意在占领的远征时，这些印第安文明还在维护自己的独立。在北美大草原，马于17、18世纪从南部一直传到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那里的印第安人有时会为了骑马游猎放牧而放弃基本属于定居的生活方式。这说明我们的冒险传奇图书和冒险传奇电影中的印第安骑兵勇士其实是大西洋交流的富有创造性的产物。

接受人工培植的植物新物种和家畜，特别是接受一种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各参与群体之间文化力量的趋向问题，除非某一革新的种种优点显而易见而且遇上了同样显而易见的需求。有些人工培植的植物（如新粮食物种玉米）与已有物种有相似之处，但相对后者有其优点（例如在非洲后引进的木薯之于本土的山药），接受它们比接受全新和陌生的物种要容易一些（陌生物种马铃薯在欧洲则经过较长时间才被广泛种植和食用）。此时，美洲的种植文化能够提供大量人工培植的植物新物种：玉米、马铃薯、红薯、木薯、各类美洲豆、花生、西红柿、各类美洲南瓜、辣椒、可可、烟草，等等，若没有它们，欧洲乃至全世界今天恐怕难以养活自己。美洲人工培植的植物为57～250种，但其中有许多已（几乎）被忘记了，因为对一个物种的接受倚重的不是生物优势，而是文化习惯和权力影响，因此接受进程会因植物和受众不同而存在极大的差异。

今天，玉米生长在整个世界那些比较温暖的地区。它填充了小麦和稻子之间的小生境，生长在那些对小麦而言过于潮湿而对稻子而言过于干燥的地方。它的单产量是其他任一粮食物种的两倍或三倍，其热量高出各种非洲谷类50%至100%。它生长速度快，不像稻子需要那么多的田间管理。它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其热量高出等量小麦75%。然而若将其作为单一主食便会导致维生素缺乏症：糙皮病。哥伦布1493年就已经带上了它。在地中海地区夏季潮湿的边缘地带，它找到了理想的生长条件，在葡萄牙北部、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北部很快被接受。后来又加上了巴尔干，那里成了许多美洲人工培植植物的乐土，而不仅仅是辣椒的乐土。我们尚不完全清楚奥斯曼帝国在美洲植物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在许多欧洲语言里，玉米被称作“土耳其人的粮食”。玉米粥于17世纪在意大利以“Polenta”[10]之名流行于大众餐桌上，18世纪作为“Mamaliga”[11]在罗马尼亚成为大众食物。今天玉米在欧洲分布广泛，但与其他大洲不同，只是在极大的范围内间接为人们所食用，即用作牲畜饲料。

16世纪，葡萄牙人将玉米、花生、红薯、木薯、辣椒以及其他许多美洲人工培植植物带往了中国和东南亚。在此期间，各种辣椒赋予许多亚洲菜系以各自的典型辣味。17、18世纪，玉米和红薯在中国成为重要的大众食物。今天中国37%的粮食为原产于美洲的植物物种，全球80%的红薯收获量在中国。红薯生长在对稻子而言过于陡峭、干燥和贫瘠的土地上，不需要太多的田间管理，其单产量却是稻子的三倍至四倍。它易清理、易烹调，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或许就是这一粮食状况的改善使中国后来的人口爆炸成为可能。17世纪初，马铃薯和红薯进入日本，可能是从印度尼西亚进入的。1772年，蝗虫毁掉了日本九州岛的稻子收成，是红薯使那里的人免于饿死。

除中国之外，东南非洲各国是今天最大的玉米种植区，作为最重要的作物和最重要的热量提供物，玉米在这里的重要性甚至大于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重要性。然而它好像很晚才进入南非和东非，大概不早于19世纪。16世纪，葡萄牙人已将它带入濒临大西洋的非洲地区。1550年，它在佛得角群岛和圣多美已经是主要食物。17世纪，谷子和稻子在西非的种植量下降而玉米的种植量提升。谷子的生长期长，而在新砍伐的森林地区，玉米常常能收获两季。“白人的粮食”——曼德人（Mande）和巴刚果人（Bakongo）如此称呼玉米——早已融入了文化和礼仪，它是一个阿肯族群（Akan-Gruppe）的图腾，是约鲁巴人（Yoruba）陶器上的伸展形图案，是18世纪阿散蒂[12]王国军事实力的体现。

木薯也是葡萄牙人输往非洲的重要物种，在那里同样成为最重要的淀粉提供物之一，它的热量高出玉米150%，优点多于和奴隶一起到达美洲的非洲山药，在任何海拔高度都能生长，能生长在贫瘠干旱的土地里，抗虫抗涝，而且单产量高于其他所有热带作物。另外成熟的块根可在土壤中保留四年。可以证实濒临大西洋的非洲地区很早就有了木薯，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刚果盆地南部之前那里就已经有了木薯。除非洲传统之外，与16世纪末17世纪初文化英雄夏阿姆（Shyaam）建立库巴王国（Kubareich）联系最紧密的就是玉米、木薯、豆类和烟草的引入。就连非洲部分地区人口变得稠密，建立起帝国，恐怕也是因借助美洲人工培植植物改善了粮食生产状况才成为可能的，甚至奴隶买卖的扩大可能也与此有间接关联。

同样重要的还有那些源于美洲的植物脂肪的提供者，如非洲、印度和中国种植的花生，或者说对气候不敏感的向日葵。19世纪以来，后者在俄国被广泛种植，但不是用于庭院装饰，而是为了榨油；今天特别是在非洲，它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马铃薯是北欧最为重要的源于北美洲的人工培植植物，而它被用作食物的进程同样缓慢，由于是新物种，它长期被不信任的目光视为庭院植物。马铃薯的单产量能达到北欧主要粮食黑麦的四倍，与玉米不同，它几乎含有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素。不过，尽管种植它需要高强度的劳动，但是鉴于贫困人口众多，马铃薯非常适合用来养活他们。这一新作物无须缴纳教会什一税等各种传统赋税，玉米的情况也大概如此。定期锄草取代了翻耕休耕地，也就是说造成了三田轮作制的解体。据称，一个家庭靠不足一公顷土地收获的马铃薯便可以活一年。这对欧洲人口增长和工业化起步而言是十分理想的作物！可以证实，1573年在塞维利亚，人们已经在食用马铃薯。17世纪以来，它成为 爱尔兰和西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主要食物。直到18世纪末，一定程度上依靠当局的帮助，又或因为经历过1771年至1774年的粮食危机，马铃薯才在欧洲其他地区普及。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里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尽管经过烹饪，］这种块茎依然味道不佳而且少汁。无法将其列为美味食物，而它为只满足于果腹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理由认为马铃薯会引起肠胃胀气，但对农民工人强壮的器官而言放屁又有什么关系呢？（Crosby 1972，182）

早先当战俘时在普鲁士了解了马铃薯的安托万·帕门蒂尔（Antoine Parmentier）在最高层的支持下尽其所能在法国大力推广它。18、19世纪，马铃薯在北欧和俄国的一些地区成为地地道道的大众食物。

不过从美洲来到的也有新型杂草，例如南美洲的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从此在非洲的一个个湖面和沼泽里形成了厚厚的垫子似的覆盖层，使水下动物没有了氧气。美洲提供的还有具有兴奋作用的新植物。一种工业化生产的现代饮料[13]承诺含有玻利维亚古柯叶和非洲柯拉果这两种具有兴奋作用的原料——但实际上丝毫未含二者的成分。美洲的第一个巨大成功是具有兴奋作用的植物烟草，欧洲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熟悉的享用形式是卷制烟，在北美洲是烟斗。烟草的植物学名称“Nicotiana”得自16世纪中叶致力于推广它的法国外交官基恩·尼科特（Jean Nicot）。1600年前后，欧洲和亚洲大概已普遍认识了烟草这种东西，非洲也很快赶了上来，因为17世纪以来，它在那里已成为欧洲商人最喜欢的进口货物之一。也是在17世纪，它被认可为享乐品。据称，英国的烟草人均年消耗量从1630年的0.02磅上升到1700年的2.3磅，尼德兰的数字与其类似，在尼德兰的豪达（Gouda）有15000人从事陶制烟斗的生产。除治疗作用外，它的有害作用也很早就被确定。英国国王雅各布一世（Jakob I）[14]亲自写了一份传单《这贵重的恶臭》（this precious stinke）；1604年以来，世界上所有大国和许多小国都曾宣布过禁烟，次数之 多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是徒劳无功的，特别是直至今天，人们一直在实行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各个国家同时采用禁令建立起烟草垄断，或者至少通过课税获取利益。1845年开始大量生产香烟，据称，1988年全世界抽掉了52700亿支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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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阿兹特克人的宗教历法中，将13个数字与20个记号相配组成一个循环系统，芦管是20个记号之一。

[2] 依据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s），他要统治、保护和教化授予他的这些印第安人。——编者注

[3] 爱德华·W. 索亚（Edward W.Soja）提出的概念，指在真实（第一空间）与想象（第二空间）之外，又融构了真实与想象的“差异空间”。——编者注

[4] 也称作《息辣书》《息辣箴言》《便西拉智训》《教会经典》等，《圣经·旧约》的一卷次经。——编者注

[5] 古柯科古柯属灌木或小灌木，生长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从其叶中提炼的古柯碱又称“可卡因”。——编者注

[6] 卡斯蒂利亚地区最早为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一片区域，9世纪隶属于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之后成为莱昂王国的领地，不断扩大面积、与周边王国融合，1035年建立卡斯蒂利亚王国，在伊莎贝拉与费尔南多二世治下与阿拉贡王国合并为统一的政权。卡斯蒂利亚王国包括西北部的老卡斯蒂利亚和中部的新卡斯蒂利亚，因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编者注

[7] “阿西恩托”是16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西班牙与外国政府或外国商人所签订的关于经营自非洲贩运奴隶至西属美洲殖民地特权的协定名称。第一个协定是由西班牙国王于1518年签署批准的，最后一个是1773年。——编者注

[8] 指南美洲和北美洲。——编者注

[9] 又译湖滨菜园或湖滨花园。——编者注

[10] 用玉米淀粉煮制而成的糊状食物。——编者注

[11] 一种传统主食，将玉米粉煮成粥状，常搭配酸奶油食用。——编者注

[12] Asante或Ashanti，也可译作阿善提（见前文）。——编者注

[13] 即可口可乐（Coca-Cola）。——编者注

[14] 即詹姆斯一世。


第七章 “西班牙的大西洋”的生活

经济与社会

从征服中产生的“西班牙的大西洋（der spanische Atlantik）”是欧洲第一个殖民帝国。对许多后来者而言，它在一些方面完全起着范例作用。若考虑到前已论及的墨西哥和菲律宾之间横跨太平洋的固定联系，我们大概还可以稍稍夸张地提出一个“西班牙的太平洋（der spanische Pazifik）”的概念，从整体上称为西班牙世界帝国，特别是在1580年至1640年在君合国体制内与葡萄牙的非洲及亚洲领地连为一体的时期。另外，这第一个殖民帝国也是最成功的，因为它给自己治下的殖民地臣民的生活世界打下的烙印比其他任何一个帝国的都要广泛、深刻和持久。如果我们将语言视为核心文化财富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交际媒介，那么在拉丁美洲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人占其人口的70%至100%，相比之下，在印度说英语的人数以及在非洲说英语或法语的人数可谓少之又少。在此期间，法语在印度支那完全消失，荷兰语在印度尼西亚同样也完全消失。非洲部分地区有混杂着英语的克里奥尔语（Kreolsprache）[1]和混杂着法语的克里奥尔语，而西班牙语的美洲变体虽说有别于卡斯蒂利亚语[2]，但没有被混合化。

除此之外，亚洲贸易已经显示，西属美洲的白银通过旧世界各种渠道的流通以及跨越太平洋的流向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相互作用和经济创新成为可能。西班牙的银比索发展成国际货币。因为就连美国国会也于1776年接受它作为美元（US-Dollar），所以它存在至今，尽管其间已变成了纸币形式。“西班牙的大西洋”成为首个世界性经济体系及其后多个世界性经济体系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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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9 西属美洲的矿业

然而在征服期间以及紧接着征服之后，西班牙人的美洲经济行为首先是猎取，因为在所有地方，紧跟在征服之后的首先都是一个经济上的“猎取周期（Beutezyklus）”。因而即使在这里，最初进行的也是大规模的强取豪夺。在短短数年里，西班牙人夺走了多少代印第安人积累下来的贵金属，大部分运往了西班牙。至1530年，猎取仅涉及黄金，其数量至1560年仍在继续增长，不过就比例而言，自1530年代以来，白银已超过了黄金。可以证实，1531年之后黄金猎取再度上升可归因于对秘鲁的征服。然而原住民的财富很快就枯竭了，就连多多少少缺乏计划的采掘黄金和淘金的收获也在下降。除强制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外，印第安人身上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取了。因而西班牙人必须找到在欧洲受欢迎的产品，如果他们意欲保持自己在美洲的统治并将其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的话。

在大量需求贵金属时，正巧1542年至1555年间新发现了巨大的储量，从此时开始，向矿山投资并强迫原住民充当劳工开采它们成了一种惯常做法。除了哥伦比亚的武里蒂卡（Buritica）金矿（卡塔赫纳港口繁荣的基础）、厄瓜多尔的扎鲁马（Zaruma）金矿和秘鲁的卡拉瓦亚（Carabaya）金矿，此时主要开采的还有墨西哥的塔斯科（Taxco）银矿、瓜纳华托（Guanajuato）银矿和萨卡特卡斯（Zacatecas）银矿（1546年），以及秘鲁的波尔科（Porco）、卡斯特罗韦莱纳（Castrovirreina）和波托西的银矿（1545年）。在此期间，专业人员们来到了这些地区，特别是德意志专业人员，他们也受聘参与开发1530年在古巴发现的铜矿。好像只有他们有能力解决那里出现的技术问题。

因为此间在银矿也遇到了纯度不高的问题，因而不能再像秘鲁高原印第安人那样在狂风肆虐的山上（huayras）建炉子，用再熔化的方法提纯银子。那是一种既费力又耗时的方法，另外它所需要的燃料量也超出了高原所能供应的。带来决定性进展的是利用汞在常温下也能与其他金属化合这一特性的汞齐法。将含银的岩石磨成粉末状，添加0.4%～0.6%的硫酸铜、2%～3%的食盐和0.5%～0.6%的汞混合搅拌，再加水搅拌成浆状，然后放在“院子（Patio）”里让阳光照晒两个月后即生成汞合金，由于质量大，不难通过洗涤将它从岩石粉末中分离出来。接着通过加热将银和汞分离开来，因为汞受热蒸发，不过还能收集起一部分继续使用。这非常必要，因为要得到10公斤银子需要使用14～17公斤汞。用化学方程式表示就是：

CuSO4+2NaCl→CuCl2+Na2SO4

CuCl2+Ag2S→2AgCl+CuS

2AgCl+nHg→Hgn2Ag2［汞合金］+Hg2Cl2

15世纪以来欧洲至少大致知道这一方法。1550年代，塞维利亚人巴托洛米·德·麦地那（Bartolomé de Medina）和德意志人卡斯帕尔·罗曼（Kaspar Lomann）使其适应了墨西哥银矿的需求。这一工艺的进步是由需求促成的，理由是二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各自独立地得出了同一结果。1572年，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在秘鲁采用了汞齐法，当时他还推动大规模使用水力作为碾磨岩石的驱动力，并且组织实施前面描述过的米塔劳役。

然而必不可少的汞必须耗费巨资从欧洲进口，主要是从富格尔家族控制的卡斯蒂利亚西南部的阿尔马登（Almadén）汞矿进口。1563年在离利马不远的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发现了一个汞矿绝不是偶然，因为印加人曾在那里开采过朱砂。王室将其垄断权租给了企业主，并在米塔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劳役制，它与波托西的劳役制相比，虽然对人数的限制更加严格，但在灭绝人性方面却要严重很多。批评者们称其为“印第安人屠宰场”并最终在1604年限制了这种开采。1582年，汞矿以13600担达到其生产顶峰，即整整625吨。至1660年，年均生产量为215吨，而美洲的需求量是363吨，也就是说还得像以前一样进口148吨。一眼望不到头的美洲驼商队行进在1500公里的商道上，将汞从万卡韦利卡运往波托西，回程将银子运往利马，这些商队自此成为秘鲁的一道风景线。1568年至1600年，万卡韦利卡生产了176040.45担汞，阿尔马登自1559年至1600年生产了82397.5担，它们被全数运往了墨西哥，而墨西哥前后还总共从秘鲁额外得到了16204担。1701年至1760年，万卡韦利卡的年产量在1500担至7900担范围内浮动。

波托西赛罗里科山（Cerro Rico de Potosí）银矿在海拔接近4800米的高山上实行井下开采。由于有32座水库，破碎可以在水力驱动的锤击破碎场进行，然后在同一个设施里与汞混合并进行随后的提纯。位于银矿山脚下海拔4000米的“帝国之城波托西（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1545年尚未存在，而1555年已有4.5万名居民，1585年为12万，1610年为16万。因此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富有和最不合伦理的城市之一，城里开有800家酒馆，仅白人妓女就有120个，其中包括国际顶级妓女。一个特殊市场向印第安人出售毒品古柯，为了能在劳动中撑下来，他们需要它。1585年，那里一个名叫路易斯·卡波切（Luis Capoche）的矿主（minero）受官方委托写了一本《帝国之城波托西概述》（Relación general de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西班牙帝国这个经济心脏的详细情况。至少到1609年，美洲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出自秘鲁，也就是说主要出自波托西。

按照西班牙法律，采矿权属于王室，然而王室常常将这一权利作为永久开采权转让给矿层的发现者和开采者，而这些开采权拥有者与开采和加工经营者可以不一致。特别是自采用水力以来，开采和加工需要大笔资金——波托西不利的位置意味着必须为设备耗费巨额资金。产业似乎已存在着集中的趋势，1585年仅山上就有569家采矿企业，而波托西的加工场只有51家。据称，分给矿主的服米塔劳役者在1606年已有20%以钱赎身，30年后该比例已达50%，对开采权拥有者来说这是一种毫无风险的收入，他们可以找雇佣劳工，而米塔制则成为一项额外的收入。

墨西哥各银矿的生产条件没有那么恶劣。它们可以主要依靠印第安人的自愿劳动，尽管用于支付薪金的费用很高，但这一体制在很长时间内表现优于秘鲁体制。1760年代，那里有1243个登记注册的白银生产商，但85%的白银生产出自10%的企业主。这些精英在政治上也享有特权地位，拥有巨大的地产（haciendas），部分人拥有贵族头衔和长子继承权。

关于两个最重要矿区，最初150年的白银生产规模我们有可靠的数据［单位：百万结算比索（Rechenpesos）[3]，1比索折合450马拉维迪铜币（Maravedís）］，波托西的生产规模如下（Bakewell 1975，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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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卡特卡斯的生产规模如下（Bakewell 1971，241-244），其中用“*”表示缺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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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官方登记在册的白银。肯定有巨额走私白银没有登记入册，估计18世纪墨西哥尚有17%的白银没有登记入册。白银生产在整个殖民时代呈增长趋势，往少里说年增长率为0.6%。大幅度增长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于1592年，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625年前后，增长了300%以上，在此之后，至1700年便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了三分之一，从1700年至1810年再次增长了300%，因而18世纪末生产总量最高，仅新西班牙（Neuspanien）的年均生产量就在2400万比索上下。第一次高速增长可明确归因于波托西，但其产量自1592年至1720年呈下降趋势。银矿山的富矿脉已经枯竭。墨西哥的生产量刚达到了一个顶峰就因缺乏汞而从1630年起同样呈下降趋势，不过由于重新采用熔化法，自1660年起又好转起来。18世纪采用了爆破法。王室负责提供廉价的欧洲汞，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保证了需求和劳动力。波托西也再度兴旺，不过18世纪末美洲白银的三分之二出自墨西哥。我们只能对殖民时代所有矿区的白银总产量进行估算。1984年估算的结果是16世纪产量为18500吨，17世纪为33700吨，18世纪为67300吨，总计119500吨。若再加上开采的黄金，特别是18世纪葡属巴西开采的黄金，那就是13万～15万吨白银或白银等价物。

白银要缴纳费用接受官方检验并压印标记，还要留下给王室的五分之一（Quinto）——起初是五分之一，后来是十分之一。美洲的铸币所（casas de moneda），如圣多明各铸币所和墨西哥铸币所（二者皆成立于1537年），以及利马铸币所（1568年）和波托西铸币所（1572年），用这些银子铸造著名的西班牙银币，这种银币成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最重要的货币，其基本单位是“里亚尔”，折合为34马拉维迪铜币；更为重要的是比索银币或者八里亚尔银币，后者重25.56克，纯银含量23.36克，折合为8里亚尔或272马拉维迪铜币。马拉维迪本来是一种阿拉伯铜币，1497年以后成为一种西班牙铜币，一马克（Mark）铜铸造96枚此种铜币，不过它首先是西班牙帝国的结算货币。

原计划用于美洲管理和防御的收入的剩余部分，也就是美洲赋税和垄断收入的一部分，还有付给王室提供的汞的货款，再加上留给王室的五分之一的白银，最终作为王室银子一并运往西班牙。不过这种王室银子估计仅占运往欧洲的贵金属的三分之一，运往欧洲的大部分是私人银子，从微观经济角度看是用于支付供货款以及汇兑利润，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是因为银子应流向因供不应求而价值最高的地方。不过这一点在欧洲与其亚洲贸易伙伴之间，即与印度以及中国之间更为典型。

刚刚才完成了征服的新西班牙（墨西哥）于1528年就试图参与东亚航行，东亚航行原本的目的地是香料岛，到1565年还是如此，占领菲律宾并将其作为墨西哥的附属殖民地在当时已经成为可能，因为人们于同一年找到了走弧线越过北太平洋返回墨西哥的航路。然而，马尼拉很快就从通往马鲁古群岛的后门变成了通往中国的后门，而在中国，白银与黄金的比价一时非常高。很快，每年都有两艘至三艘西班牙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驶往马尼拉，1576年至1648年，它们通常载着200万～500万比索银币，用于购买中国丝绸和其他远东奢侈品运回墨西哥。据称，这一时期共有6500万王室银子以及数目在1.2亿～1.48亿之间的私人银子跨越了太平洋。“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Manila-Galeone）”一直航行至1815年，尽管西班牙绝对不愿看到这种对自己贸易垄断的背离。

[image: ]

插图40 船队穿越加勒比海的航路

自1543年至18世纪，即使在欧洲航线上，航行的也主要是有护航的船队，即集群船队在战船的护卫下航行，不过一再出现中断几年的情况。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确保垄断体系，而且也是为了保护商船免遭敌对国家和海盗的袭击。王室提供的汞由战船的船长（Capitana）和海军将领（Almiranta）运送。如果没有船队出航，则每年由两艘战船将汞送往墨西哥以确保生产。从塞维利亚至美洲各目的港的“印度航行”平均持续80天，回程需要120～130天。个别情况下航行时间需要5个半月，在港口停泊的时间为18个半月。自1564年以来，墨西哥船队和秘鲁船队分别从西班牙出发，以便充分利用不同的有利的航行条件，但在回程中一起航行。秘鲁船队，或者叫“坚实大地船队（Tierra-firme-Flotte）”，也叫“西班牙大帆船”船队，在途中分出一些船只分别驶往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北海岸的各个港口，主船队在卡塔赫纳靠岸，其终点港口为农布雷-德迪奥斯（Nombre de Dios），1593年后则为巴拿马地峡的波托韦洛（Portobelo），在那里卸下供给秘鲁的货物并装上从秘鲁来的货物。墨西哥船队向南从大安的列斯群岛驶过并派出各艘船驶往那里，目的港是韦拉克鲁斯。返回西班牙时两个船队在古巴的哈瓦那会合，随后一同穿越危险重重的佛罗里达海峡。

1587年至1594年的三支坚实大地船队由29～32艘船组成，共有船员1148～1535人；三支墨西哥船队由36～81艘船组成，共有船员1510～3316人。创纪录的1608年两支船队共有206艘船，船员约9000人。船只损失去程平均为1.3%，回程平均为3.7%。这一差别 大概可以用回程中装载的银子对海盗的吸引力或西风带比较危险的气候情况来解释。尽管如此，这一低微的数字表明了巨大的成功，或许这可以归因于船队有经验丰富的指挥者——1608年至1632年，一个指挥者曾34次横越大西洋——以及得力的舵手。我们对参与者的死亡率所知不多，1573年至1593年的7支船队的死亡率为12.3%，不过其中的一半是死于两艘船的沉没。商贸楼在西班牙的航线终点塞维利亚监督和管理贸易垄断，它也负责培训舵手。在改革之前，以及在后来有需要时，它也允许登记在册的单艘船替代船队进行美洲航行。在18世纪成为常态之前，单艘船航行大概至少占比已达到20%。

根据肖努（Chaunu）的研究结果，1504年至1650年有10635艘船共装载2116700吨货物驶往美洲，但只有7332艘船载着整整1613400吨货物返回。按照加西亚·富恩特斯（García Fuentes）的说法，1650年至1699年去程共有1052艘船载着217780吨货物，回程有783艘船且仅载有95189吨货物。因为去程装载的货物远比回程运的贵金属占地方，所以人们喜欢将快要废弃的旧船用于去程——这也是平衡本土与美洲长期贸易逆差的一种方法！美洲航行中的三桅帆船很快便被较大型的卡拉克帆船或吨位在100～400吨的西班牙大帆船排挤掉就毫不奇怪了。17世纪已经出现了较低矮、较细长、更加灵巧、速度更快但同样坚固的有武装护卫能力的三桅快速战舰（Fregatte），到18世纪，这一类型的船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韦拉克鲁斯、卡塔赫纳和波托韦洛，一个名副其实的交易大会因船队抵达而出现。供给秘鲁的货物经巴拿马地峡运走，在巴拿马装上驶往卡亚俄的“南方舰队（Armada del Sur）”。据称，给各矿业中心（如波托西）供货利润最高可达1000%，而300%～400%的利润在波托韦洛交易大会上已被看作平常之事。不过，其间各种人为造成货物紧缺的把戏、寡头垄断以及类似的手段大概已在起作用。因此，西班牙美洲贸易资金提供者的利息能在25%和100%之间波动就不难理解了。与宗教法规和世俗法规相符的是，从中世纪以来，依照“出现海上风险合同（Cambium ad risicum maris）”——也称“重大变故合同（Contrato de cambio marítimo）”或“运输风险合同（Contrato de riesgo marítimo）”——资金是在货船抵达后或交货后才提供的。1492年至1614年有登记的借贷合同有2784份，借贷金额为6.7亿马拉维迪铜币，平均每年23份合同，每份的借贷额为23.7万马拉维迪铜币。不过有时一年仅有1份金额为1万马拉维迪铜币的借贷合同，而1508年则有368份合同，总金额达1440万马拉维迪铜币。起初债权人为西班牙商人（42%）、热那亚知名银行家族的人（18%）和航海人（10.5%）。1612年至1695年共有借贷合同287份，总金额2.14亿马拉维迪铜币，每年1～26份合同，平均金额为74.8万马拉维迪铜币。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查到大额借贷的合同份数以及总额。它们与投入使用的船舱数量的变化情况相符，却不见得与总体经济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当1680年税额开始按照船舱容积计算时，船舱常常被报得很小，如1737年瞒报的容积超过50%。不过除经济因素外，官方船只吨位的波动变化还受到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影响。从整体看不算太高的船只损失率在这方面同样起了一定的作用，船只损失于恶劣天气或操控失误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是损失于海盗和政治对手的袭击。除了自担风险、自付费用行动的海盗，西班牙人还要对付其敌手法国人、尼德兰人和英国人的行动，当中有一部分还是大规模行动——1628年皮特·海恩（Piet Heyn）率领尼德兰特许西印度公司（Geoct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的31艘船，使用700门火炮劫走运银船队构成了这类行动的第一个轰动性高潮。与这类行动相关联的是，西班牙的这些欧洲竞争对手于17世纪在西印度群岛牢牢站稳了脚跟。除开损失不算，还产生了额外的巨额费用，因为要增加军费确保各个港口和船队的安全，要在哈瓦那修建一个大型要塞，要加强护航力量。

经济史的全貌会因巨大的“黑暗数字”[4]而严重失真，其严重程度致使人们不禁会问，除从整体上认定发展趋势外，利用数字进行精确的说明到底有无可能。毫无疑问，人们一直知道，不仅登记常常是马马虎虎的，而且在官方数字记录的交易之外还存在着贿赂和走私。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或许过于果断地将这一切视作“可忽略不计的量（quantité négligeable）”。或许首先是 较新的认知使得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要严肃对待这些黑暗数字，而这一认知就是，即使在今天，社会产值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是由所谓的“影子经济”实现的。

欧洲人在西印度以及奥里诺科河入海口与亚马孙河入海口之间的“荒野海岸”（圭亚那）边进行着竞争，这种竞争乍一看犹如西欧人在努力追上西班牙人的猎取周期。但是这种竞争的存在不仅有助于直接猎取，而且同样有助于走私那些或以垄断性高价向西属美洲居民供应的，或供应数量有限的货物，例如纺织品，也例如非洲奴隶。为此，走私者获得的是巴西红木、兽皮、烟草以及银子。西班牙当局试图摆脱这一局面，其方法是1605年指示撤空整个海地北海岸的住民，从而使走私者失去合作者，该措施对自己住民造成的损害几乎不亚于对对手的打击。

1700年以后，英属牙买加代替荷属库拉索岛成为走私者的主要巢穴。当时英国人每年从其走私货物能得到15万～20万英镑（75万～100万比索）。英国人的走私不仅损害了以《航海法》（Navigation Laws）为依据的西班牙垄断体制，而且也损害了以之为依据的英国垄断体制，然而由于其利润受到官方的容忍甚至支持，因而就连在战争期间，走私依然在进行。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逐渐接过了走私的主导地位。在1713年的《乌德勒支和约》（Frieden von Utrecht）中，英国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获得了向西属美洲提供奴隶的权利，情况很快便表明，货物贸易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为此目的，它获得了每年向波托韦洛或韦拉克鲁斯派出一艘载货商船的特权。这些船上的货物白天被卖空，夜间又被悄悄装满。

另一个走私中心是拉普拉塔河地区，其地理位置有违常理，与西班牙没有直达航行，是人为地与秘鲁拴在了一起。1648年至1702年在那里卸船的货物只有21%是合法的，因为除34艘获得特许且“登记在册（Navios de registro）”的合法商船外，还有大约200艘走私船在那里靠岸。对比一下：同一时间段抵达波托韦洛的船只为331艘。另外，走私还通过相邻的巴西的葡萄牙人进行。据称，1730年前后，英国与北岸的葡属科洛尼亚-德萨克拉门托（Nova Colónia do Sacramento）的生意占英国总进口量的6.25%。总之，葡属诸岛和港口是向西属美洲走私航行的主要起点和终点。据称，1701年至1725年在秘鲁也有150艘法国船非法承担了70%的对外贸易，期间赚了9900万比索。就连西班牙港口也不是完全没有违反塞维利亚垄断的嫌疑。由于位置比较有利（这也意味着在检查方面难度较大），加的斯在此类美洲航运中受到偏爱（1630年以来，30%的美洲航运在那里办理），大约到了1680年，这种状态被合法化，最终1717年，这里也有了具有垄断权的商贸所。不过17世纪时，这里已经存在着真正的梅特多尔家族（Metedores）的走私组织，他们按照货物价值的1%收取费用，帮助人躲避检查。

由于贿赂和代理人体制的存在，历史学家最初想援引的官方记录绝对不符合在塞维利亚或加的斯进行的垄断生意的实际情况。1641年的船队实际装载的白银数量是登记在册的7倍，1659年为5倍，1691年至1695年累计甚至达到340倍！显然，先前广泛流传的认为17世纪印度航行衰落的观念是纯粹的假象造成的，而出现这一假象的原因是原始资料的不足。按照商贸楼的登记簿，1503年至1700年运入白银的数目如下（单位：结算比索，1比索折合450马拉维迪铜币）；不过，我们可以将1581年之后的官方数字（Hamilton 1965，34；García Fuentes 1980，388 f.）与更了解实情的尼德兰商人提供的更真实可信的数字（Morineau 1985，250）进行一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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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额巨大的瞒避官方检查的行为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贪腐在这里已经成为管理体制的一种痼习。

塞维利亚商人和加的斯商人的行会组织是1543年成立的“印度航行码头工人团体（Universidadde los Cargadores a las Indias）”，简称“商贸领事馆（Consulado de Comercio）”，享有为船队装载货物的专有权。因为这一有利可图的 特权以及对应设在大西洋彼岸的“领事馆（Consulados）”，它定期被王室召去借款和“自愿捐献（donativos）”。不过它早已成为外国人的代理人群体，因为外国人本来不得参与美洲贸易，尤其是西班牙的宿敌，如尼德兰人——尼德兰公证所的档案可以毫无疑问地证实他们的决定性作用。1596年，英国人和尼德兰人攻占加的斯的港口时，西班牙指挥官下令沉掉了已经作好起航准备的美洲船队的船只——不必惊讶，因为他此举给尼德兰货主造成的损失大于西班牙人自己的损失。1686年，半个西欧在船队的船上都有货，法国占39.5%，货物几乎全是纺织品；热那亚占16%，货物主要是丝绸制品和缝纫用品；英国占14%，货物为毛料和蜡制品；尼德兰占12%，货物是工具和羊毛制品；佛兰德占7%，货物是纺织品；西班牙占5.6%，货物为丝绸制品、油、葡萄酒和烧酒；只有汉堡排在西班牙之后，占5%，货物为麻织品。很快，外国货物数量占50%而货物价值占90%就成了常例。

1570年至1650年，塞维利亚为外国人出具了1700份公证文件，其中37%是给尼德兰人，25%是给葡萄牙人，17%是给热那亚人，9%是给法国人，5%是给英国人，4%是给意大利人，3%是给德意志人。提交入籍申请的人中葡萄牙人居多，占37%，其次为尼德兰人，占28%，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多于英国人。按照纳税额计算，1640年的精英商人中西班牙人为45.5%，佛兰德人为19%，葡萄牙人为19%，法国人为9%，热那亚人为8%，英国人为3%。1713年至1791年，就连加的斯的居民中也有12%至14%是外国人，其中三分之一为法国人。出口货物大多数运往法国和比利时，而当时进口货物的一半来自汉堡，主要是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纺织品。

在此期间，有三分之二的船在国外卖掉或出租，主要是在尼德兰和英国。17世纪下半叶在海上航行的船中有289艘出自西班牙造船厂（156艘出自北海岸，45艘出自塞维利亚），211艘出自美洲［53艘出自坎佩切（Campeche），33艘出自古巴］，275艘出自其他欧洲国家（99艘出自尼德兰，18艘出自英国）。到18世纪时再也见不到一艘美洲造的船了，外国造的船只为362艘（此时英国造的为118艘，法国造的为113艘，意大利造的为51艘，尼德兰造的仅为28艘），是西班牙自造的109艘的三倍多。

西属美洲对本土经济、欧洲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贵金属。不过，在这方面须顾及那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附带事实：第一，白银迅速从西班牙流向意大利和北欧，特别是流入尼德兰；第二，在西班牙依然可以看到价格上涨（历来对此的解释都是贵金属的输入，可是并非在国内发生的货币量增加如何能够引发通货膨胀呢？）；第三，尽管有财富流入以及有利于增长的通货膨胀，西班牙依然出现了经济衰退。

输出的贵金属大部分首先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尽管西班牙国王因其白银船队享有财富无数的名声，但他即便拥有美洲的王室白银，却依旧入不敷出。没收私银时有发生，作为补偿，其所有者得到年金形式的国债（juros）。到王室手里的白银仅有很小一部分是在西班牙国内花销掉的。巨大的数额立刻从国内流出，流向各个战场，或者流向为西班牙大国政治提供资金的债权人所在的热那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更多的未申报的私银流入并秘密囤积起来。这一发展愈演愈烈，以致在白银输入最高峰的1584年不得不在西班牙开始铸造铜币，也就是所谓的维隆铜币（Vellón-Münzen）。支付资金严重匮乏，致使王室在政治上实行铸币劣质化的政策。从此，王室向私银所有者支付维隆铜币。留在贸易流通中的银子同样也流出了西班牙，因为向美洲出口的较好的手工业商品有很多并非出自西班牙，而是出自其他国家。

尽管如此，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伴随不断增长的贵金属输入而来的是物价上涨，整个16世纪上涨率为400%。图表表明它与官方输入的白银数量的曲线非常接近，因而其间的关联显得相当可信。毕竟那个时代的人对此已经进行过思考。在1550年至1562年衰退期间（1557年的国家破产是其最清楚的表现），一个来自布尔戈斯的名叫路易·奥蒂斯（Luis Ortiz）的国王顾问进行的思考格外引人注意，只是直到今天它才被公布于世。按照他的看法，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人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行生产性劳动，因而财富便流向了生产热销货物的地方。所以说应降低西班牙银币的含银量，也就是说必须贬值，从而减少外国对西班牙货币的需求，同时刺激自己的手工业生产。另外还应储备一笔战备资金，通过减少货币流通量同样也能起到遏制物价的作用。

如若始终将白银看作商品，我们就可以明确得出贵金属输入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关联，然而与我们今天还一直读到的不同，第一个有此认识的不是1568年的让·布丹（Jean Bodin），而是1556年的来自巴斯克的神学家马丁·德·阿斯皮奎塔（Martín de Azpilcueta）。托马斯·德·梅尔卡多（Tomás de Mercado）在1568年发表的一篇论战文章中更为详尽地分析了这种关联，描述了当时流行的种种货币交易。他指出，购买力不仅在涉及商品时取决于供求关系，在涉及货币时也是如此。他以此解释了在货币价值最低的地方生活费用最高的原因，而生活费用最高的地方是美洲，其次是西班牙，在西班牙又以美洲航行港口所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为最高，接下来是银子最先流入的地方尼德兰和意大利，最后是相邻的法国以及其他国家。

因为法国的物价上涨是随着结算币贬值出现的，所以那里的财政官员让·德·马莱斯特鲁瓦（Jean de Malestroit）于1566年得出结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纯粹的表象，人们付出的贵金属始终是等量的，只是必需的单位变小了，随之量也就变大了。让·布丹对此的回应是1568年确定的结果，他认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新世界的白银过多，因为与西班牙的贸易顺差，这些银子继续流向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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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1 西班牙物价变化（1）和贵金属输入（2）情况

说明：左侧纵轴为物价指数（1570～1580年为100），右侧纵轴单位为百万比索。

然而依旧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说美洲白银仅仅以有限的规模进入了西班牙国内的经济循环体系，那它怎么能够也在，以及偏偏在西班牙，引起了极其剧烈的物价上涨。必须考虑到王室在西班牙也有巨额支出，还要考虑到数量巨大的躲过官方耳目的私银中有很大一部分也在西班牙支付出去，它们并非只是被囤积起来。如果说西班牙的生产无法满足对美洲出口货物的已经增大的需求，那么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人口增长以及相对繁荣在各地都导致了对此类货物需求的增加和工资的相应提高。这些必然也在西班牙引起物价上涨。

今天我们知道，物价上涨不能单单归因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且也要归因于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借贷量加大（当然借贷量加大在事实上也导致了货币量的增加）、人口增长以及因此而发生变化和提高了的需求。所谓的16世纪价格革命早在美洲白银流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倾向于在讨论征服动力时就已表述过的观点，即经济繁荣引起了贵金属生产的提高而不是下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应低估时人的认识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建议的效用。萨拉曼卡神学派在16世纪的经济理论方面也起着开拓性的作用，17世纪时，改革宣传册的世俗作者们，即所谓的“规划者（Arbitristas）”，在西班牙继承了它的传统。然而一无所获，因为一方面，尽管再次出现国家破产，但王室并未改变其耗费巨大的政策以及由其引起的短期收入最大化的狭隘财政观；另一方面，卡斯蒂利亚的思想方法似乎比同时代其他民族的思想方法更加与现代的财富理念格格不入。他们缺乏驱动力去有效地克服西班牙经济区域的天然困难，如卡斯蒂利亚内部交通状况的困难。所以 西班牙殖民地越来越多地给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好处，美洲白银聚向热那亚，而时间越长则越多地聚向阿姆斯特丹。

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很快就处于经济主导地位的西北欧各国间接参与美洲贸易；通过奴隶买卖与非洲建立关联；最后，一方面是通过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另一方面是尼德兰人和英国人利用西班牙白银为亚洲贸易筹措资金，建立起与亚洲的关联——这一切都表明“西班牙的大西洋”的内部前景极其狭窄，必将被近代早期的“全球化”前景取代，即被第一个“世界经济”取代，或者说至少必将由它补充。这一世界经济随着15世纪欧洲开始扩张就已起步，它明确遵循着商业法则，无论是企业主还是经济政策都如此。感兴趣的人大可以与卡尔·马克思谈一谈近代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

这一前现代的经济世界可以分为五个商业地理区域，其中华盛顿至圣弗朗西斯科一线以北的气候温和的美洲暂时只发挥着很小的作用。比较重要的是欧洲（包括地中海地区和北非）、伊比利亚美洲[5]、热带亚洲以及撒哈拉以南的热带非洲。这四个或五个区域之间的货物流动首先可以理解为相互补充。欧洲、非洲和亚洲有美洲缺少的人力，特别是在发生人口灾难之后。就是说欧洲主要提供移民和专业人才，非洲提供奴隶充当劳动力。后来到19世纪，转而由亚洲向美洲提供劳动力，即提供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充当劳动力，卖非洲人为奴的交易被“猪仔交易”，即卖亚洲人为苦力的交易所取代。欧洲和非洲生产贵金属，不过后来主要是热带美洲，这些贵金属最终主要流向了亚洲。另外，美洲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为欧洲生产热带农产品，如糖和可可。亚洲提供香料和制成品，特别是为欧洲和美洲的高级消费提供这类货物。

为美洲提供劳动力的欧洲和非洲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竞争，作为手工业产品提供者的欧洲和亚洲之间也如此（其中也为美洲提供），三个热带区域之间因热带农产品也存在着隐性竞争，后来欧洲和气候温和的美洲之间因其他农产品也如此。这也可能导致货物替代的现象，而用什么替代什么，例如在非洲是欧洲纺织品还是 印度纺织品，在美洲是欧洲丝绸还是中国丝绸，要使用黑人劳动力还是白人劳动力，要购买欧洲菘蓝还是美洲靛蓝，则取决于哪种更受欢迎，特别是哪种更廉价。在这方面，运输费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大概也不鲜见。很典型的是，美洲和非洲几乎只提供初级产品，而中间产品则来自亚洲和欧洲，欧洲在第三产业输出，即服务业以及类似行业上占有明显优势。

当然，这一货物流通图像是静态的，因而也是不全面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和各种非经济性制约因素。至少按照趋势来看，近代早期的经济波动是众所周知的。到大约1350年，长期趋势呈上升态，随后是下降或停滞，到1500年前后，新的繁荣期开始。17世纪是停滞期，18世纪带来了新的持续性繁荣。不过这一整体描述自然可以依照地区、行业以及时间继续细化。

肖努试图依据关于西班牙的白银输入数量和航行吨位的官方说明拟出经济发展趋势图，特别是16、17世纪的长期趋势图。然而，当人们发现航行船只数据几乎和贵金属输入数据一样不可靠之后，这一尝试自然就行不通了。不过还是可以看出1575年至1600年美洲有一个明显的低谷，估计它与灾难性的人口下降造成的后果有关联。在这一点上无须涉及白银开采的下降，看看白银的重新分配就足够了。在所谓的“17世纪危机”期间，墨西哥各经济行业的指标均显示停滞，而白银生产虽有短期波动，却呈现增长趋势。然而进入西班牙王室钱箱的白银比较少，相当多的白银流向了马尼拉，而且大都留在那里以满足大幅提升的防御费用，西班牙的欧洲对手们不仅在西印度发动攻势，而且也在太平洋海岸发起攻击。1591年至1690年，王室在秘鲁收入3100万比索，其中运往西班牙2000万比索，1100万比索留在当地。而1681年至1690年收入的2400万比索中只有120万比索运往西班牙，其余部分不得不花费在维护太平洋船队［船坞设在瓜亚基尔（Guayaquil）］以及修建各处要塞上。1576年至1648年总共投入的防御费中，花费在秘鲁的有5000万比索，用在加勒比海的为1860万比索，用在墨西哥的为1500万比索，呈长期增长趋势。18世纪时军费支出达到了顶峰。不过美洲航行的吨位和贵金属供应量同时也在缓慢回升，自18世纪中叶起回升速度加快。

弗里德里克·毛罗（Frédéric Mauro）和肖努声称自己证实了欧洲经济史的经济发展长波周期［即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Zyklen），上升和衰落期合起来平均为50年］，而且他们将这一周期与欧洲扩张的进程联系在了一起。不过，仍不能确定何为原因、何为结果。在1509年至1529年的上升期内，美洲被征服，葡萄牙人的亚洲贸易帝国得到扩展。后者在1529年至1560年的停滞期内遇到了日益增强的反抗，而在美洲征服临近尾声时，人口危机已经显现。1560年至1595年的繁荣意味着印度及中国周边贸易区的拓展以及美洲白银生产的兴旺。白银生产的下降发生在1595年至1620年的衰落期，其间，伊比利亚民族的势力范围内出现了尼德兰竞争者。1620年至1640年战争经济带来了上升趋势，而在1640年至1660年的衰落期，欧洲内部的战争与和平，以及葡萄牙人的亚洲市场因日本锁国而缩小，都是标志性事件。柯尔培尔在法国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美洲西印度群岛经济地位的上升都发生在1660年至1670年的上升期，而新一轮贵金属短缺则出现在1670年至1690年的衰落期。战争经济在1690年至1720年占主导地位，新的银行和投机公司纷纷成立，人们在巴西发现了黄金。1720年至1730年短暂的衰落与和平，也与英国、法国的大投机崩溃有关（南海泡沫事件[6]与约翰·劳[7]）。1730年至1775年的繁荣期是历时最长、最重要的繁荣期之一，是巴西黄金生产和墨西哥白银生产的兴旺期，是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化开始的时期。贵金属产量的下降以及北美殖民地的丧失标志着1775年至1792年的衰落，直到战争经济首先在英国带来了1792年至1815年新的繁荣，而和平以及南美的独立则带来了直至1850年的长期衰落。

这种经济发展史略图至少将时间因素加到了对世界贸易体系的研究之中，尽管它们在细节方面相当不准确，很容易被反驳。不过除此之外，以其特有的殖民地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直显露于字里行间的权力因素也必须被考虑进去。因为作为贵金属提供者，伊比利亚美洲在当时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不仅产生于经济统治关系，而且也产生于不能被轻易地完全简化为经济因素的政治统治关系。由于这种统治关系，西属美洲的经济可以凭借政治手段向欧洲出口贵金属和其他原材料。同样由于这种统治关系，欧洲只需与人数较少的美洲上层阶级分享这种不对等交易的利润。不过，殖民史上的这一事实情况不可能像依附理论（Dependencia-Theorien）曾尝试的那样轻而易举地延续至后殖民时代，因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现实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发展已经超越和反驳了这种理论。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美洲的西班牙人在很长时间内觉得难以用贵金属以外的出口产品做生意，因为对王室而言，贵金属就是西属美洲经济存在的目的。1531年至1700年，运往西班牙的货物中，占货物价值90%至99%的是贵金属，且主要是白银；1594年占货物价值比例为95.5%，剩下的是占2.8%的胭脂红（胭脂虫）、占1.4%的兽皮和占0.29%的菘蓝，它们的重要性不及后来的糖和可可。毕竟从胭脂虫提取的高价值红色颜料同样也被视为一种贵重物品，原住民生产这种颜料的方法是严格保密的。据说生产1磅胭脂红需要7万个干胭脂虫，所以1600年前后，它的售价不低于同等重量白银价钱的57%，到18世纪仍能有后者价钱的20%。1599年，船队装载的胭脂红价值估计为55万比索。此外，菘蓝也发展为尤卡坦和尼加拉瓜之间的中美洲最重要的出口物品。

1747年至1778年，从美洲进口货物的77.6%是贵金属，22.4%是其他货物。其他货物中大多数为可可、糖和烟草。1717年至1738年，烟草曾占主导地位，糖的数量较少，可可的数量与之差不多。贵金属占优势的后果就是，1561年至1650年，本土从美洲获得的价值是它向新世界提供的货物价值的两倍至四倍。

须注意到的是，西班牙向美洲的出口绝不能受到当地生产的影响。王室本来从旧世界带来了制糖业，大力支持其在新世界发展，然而当1599年矿业出现劳动力紧缺的情况时，又转而实行限制政策，从此不再给食糖生产分配印第安劳役工（Repartimiento）。美洲自己的纺织品生产最初被容忍甚至得到支持，因为当时本土的生产显得不足，而美洲的需求又在那里引起了价格上涨。王室同样一再尝试限制殖民地的葡萄酒生产，因为葡萄酒也是本土的主要产品，王室需要保证其销售市场。到18世纪，葡萄酒和烧酒在西班牙对美洲出口中还占有很大的比例。另外，在最初的几十年，西班牙还向殖民地提供其必需的主要的粮食品种，但很快就被更加有利可图的高价货物取代，特别是纺织品和金属制品。这种生意值得一做，因为美洲的价格高于西班牙，而西班牙的价格又高于其他欧洲国家。也就是说，需求者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有利地购进，而供应者可以有利地售出。

西班牙政治的重商主义特性还远远不足，还谈不上为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而扩大本土生产制成品的能力。依赖外国提供对美洲出口的货物被广泛接受。王室政策更是在为国库尽力，通常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钱流入总是空空如也的国库。因此，王室总是名正言顺地按照葛拉森法则（Gresham’sches Gesetz）坚持在美洲只铸造银币，而不是像在西班牙那样铸造铜币。其结果就是，在殖民地普通人没有可用于日常交易的零钱。城市和社团用布料或兽皮代替货币进行支付，或者用未铸造的碎银子进行支付，或者用其他金属件支付，例如在拉普拉塔河地区使用鱼钩，在墨西哥像前殖民时代一样使用可可豆，或者干脆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

依旧不完全清楚的是，美洲白银当时有多少留在了当地。1576年至1645年，可证实的在美洲登记在册的有8.42亿比索，估计开采出的白银为9.08亿比索，在西班牙入账的为5.79亿比索，17世纪后，这项数额明显减少。与此相反，1655年至1730年输往西班牙的贵金属数量好像始终高于生产量。另外还有流往马尼拉的白银以及殖民政府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负担。难道说美洲当时在动用积累的储备进行自己的白银输出？

因为尽管有滔滔的白银巨流，“西班牙的大西洋”在经济上远远不是完整一体的。跨洋交通在很长时间内相当脆弱，与所有前现代的远程贸易一样，海外贸易只有在高价值商品上，对双方而言才都是值得的，也就是说只在相当有限的经济领域是值得的。据称，殖民时代末期高度繁荣的采矿业作出的贡献仅占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的8%。然而西属美洲并非首先在18世纪人口重新上升的前提下发展成一个多样化的市场体系，这些市场的发展更多是依照自己的方针而不是本土的方针。甚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认为与17世纪西班牙和欧洲危机相对而立的是西属美洲同一时间的繁荣，也就是“西班牙的大西洋”框架内存在相反性的经济繁荣。因此我们可以说，就连前现代经济也不是单单由贵金属生产和世界贸易构成，而是由多样化的生产以及多样化的地方贸易和区域贸易构成的！

然而，这里还缺少一个旧世界意义上的农民阶级。虽然已经出现了西班牙小地产主和西班牙雇佣工人，后者主要出现在矿业区域，但城市和乡村的雇佣劳动一般都由印第安人承担，如果不是使用没有自由的劳工，或使用非洲和印第安奴隶的话。很快，人数可观的西班牙手工业者阶层就出现了，行会组织和各种特权保护他们不会面对印第安人的竞争。西班牙人遇到的是拥有高度文明的印第安民族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虽说印第安民族的手工业好像很喜欢并成功地采用了新主人的各种技术，但从长远来看，他们显然被后者视为令人不快的竞争对手，不管是在地区范围内出于个体视角，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出于本土的重商主义视角。然而，切勿像近代早期一样将立法机构申明的企图与历史真实混淆在一起。印第安手工业整体上呈停滞状态并被强迫退回原始状态的说法绝不符合事实——正好相反，大量富有艺术感的手艺，也恰恰因为其艺术感，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印第安人的独门绝技。

除矿业外，西班牙人从业的重点不外乎纺织品生产、金属加工和 建筑业。如果说1560年之前秘鲁已有1万～2万名西班牙人，那么其中至少有800名手工业者，不过也可能有约2500名。作为手工业者只要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就有可能跻身大商人之列，至少在最初的岁月里是如此。这是既有利可图又具有长远意义的事情，如果完全不从事借贷生意以度过大商贸船队到来之间的萧条时间的话。17世纪前30余年，墨西哥城有300多个商人，1614年他们总共向大西洋贸易投入资金280万比索，其中仅44个最大的商人就投资了180万比索。顶级群体由4～10个控制着白银周转的银商（Mercaderes de Plata）构成。与马尼拉贸易的利润在30%和200%之间波动，与塞维利亚贸易的利润在25%和60%之间，而与卡亚俄/利马贸易的利润则在10%和12%之间。1650年前后，利马也有近300个商人，他们合在一起可以为一个船队投入400万～1200万比索，另外还有能力向总督借出几十万比索。除了商业和矿业，商人们也向农业生产和制造业生产投资。1592年在墨西哥，1613年在利马，他们按照本土模式组建起一个享有特权的社团，即“领事馆（Consulado）”，它还具有自己的商事裁判权。

经济领导阶层主要由大地产主构成。就连商人和制造业主们也都乐意投资地产。不过那已不再是早期的委托监护主，因为在此期间，监护征赋制已普遍消失，而由众多变体发展而成的、典型的拉丁美洲大地产形式“庄园（Hacienda）”已经出现。监护征赋制是一种纯粹的人际关系，王室在土地分配上更多持保留态度。这种“土地赠予（Mercedes de tierra）”不得超过42.8公顷农业用地，另外还有一块城中建筑用地以及附带的放牧权。然而通过转手倒卖，通过为强占的土地支付“资产费（Composiciones）”（以这种方法经由总是缺钱的王室使土地占有合法化），通过用钱赶走印第安人，通过滥用委托监护主的角色，通过依习惯将放牧权变为土地占有，到17世纪，或最晚到18世纪，这种新型大地产形式产生了。

上层西班牙人从此不再集中生活在一个个城市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或者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间或在庄园度过一段时光。印第安人口下降无疑使庄园的形成变得更加容易。另外，既为了控制也为了保护原住民，16、17世纪，政府方面让印第安人迁入一个个自成一体的村庄，这大概也为庄园的形成拓展了自由空间，尽管他们有些时候曾试图阻止西班牙人占据空出的土地。殖民时代之初，除了城市周围西班牙人的一个个地产孤岛，整片土地还相当完整地掌握在印第安人手里，而18世纪的地图则显现着一个色彩斑斓的景象，因为西班牙人的庄园与印第安聚居区的土地分散交错在一起。

印第安人从被强制劳役剥削变成了失去自己的土地，从长远看，这或许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不过与剥削相比，后者更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它不像在监护征赋制中涉及的是有政治意义的事物，而是涉及一个初始的经济过程。一方面，殖民地需要对相应货物有足够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印第安人要宁愿在庄园干活也不愿自主经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庄园作为农业生产之地才是可能的和值得的。因为土著臣民的劳动法一般来说是分三步或四步形成的。在一个委托监护主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情况又恢复为此前实行的一种可变的劳役制：由殖民当局将印第安行政官选送的劳役工分配给一个西班牙雇主在某一时段内做某一事情。1549年在墨西哥正式实施这一方法取代了监护征赋制。波托西的米塔制是一个变体。可是采用这一方法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而且不仅仅是在波托西。1630年，这一体制在墨西哥宣告终结。随后是向主要采用自由雇佣工的制度过渡，然而带来的结果是原住民在一些领域自愿或非自愿地陷入新的依附关系。因为现代的自由劳动关系对原住民和混血儿都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更加期待的不是货币支付而是实物支付（银子、土地、生活物资和实物借贷）。

在秘鲁，为了逃避矿山的劳役，自由印第安人自行成为西班牙人的庄园的隶属“仆役（Yanaconas）”，不仅如此，在墨西哥也无须使用各种伎俩或借助预支来将“雇工（Peones）”诱为低薪的债务农奴。到了18、19世纪，债务农奴在那里更是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常常是庄园主（Hacendado）欠其农工的工薪。尽管如此，自由印第安人有时还是乐于自愿前来，因为按照 雇主提供的待遇以及保障来说，庄园的工作一直还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工作。另外在同一时期的东欧，一些农民为了躲避诸侯越来越多的要求而甘愿成为一个地产主的所谓“二次农奴（zweite Leibeigenschaft）”。庄园不但可以是经济形式，而且完全可以是生活形式，其间，经济依附被表述为一种准封建的非正式的忠诚和保护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已经表现在居住形式上了。

虽然我们不时能看到一种资本投入微少，而劳动力相当低廉的粗放型经济形式——本来就是所谓的17世纪一个经济衰退期的典型产物——但它涉及的绝对不是庄园主及其臣属（Untertanen）的纯自给自足经济（农民虽然没有在法律意义上，但在事实上或许已经成为臣属）。因为庄园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对这种市场经济而言，首先就是要为周边市场提供肉、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由于18世纪的人口增长，城市发展在其间发挥着增加需求的重要作用。

对于长途贩运来说，交通状况极差而且费用很高——从具有可比性的东欧发展来看，交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安第斯山区没有费用低廉的水路。只有肉畜能够进行长途驱赶并且盈利，例如从北部驱赶到人口稠密的墨西哥中心地区，或者从阿根廷驱赶到上秘鲁（Hochperu）矿区。欧洲家畜数量迅速增加，有些地方存在着巨大的野化畜群。因此肉类价格低廉，是一种普通人也买得起的大众食物。在墨西哥，除了印第安人的畜牧业，很快也发展起具有西班牙传统的畜牧业体系，包括羊群来回转场。1537年，王室就已依据本土模式将畜牧业联合成一个整体组织“梅斯塔（Mesta）”。

于是，因地方条件各异，庄园的产生、经营规模、资本配置、与印第安自主经济的关系以及劳动力都表现了各不相同的形态。它既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挤掉独立的印第安村庄，也不可能统一招募自己的农工。除了非洲奴隶，我们还能看到季节工甚至小佃户。农业生产若不是为了自我供应，就是为了当地市场和区域市场，但也确实存在着例外。由于拥有费用低廉的海上航路，智利成为人口密度较大的秘鲁的小麦供应者。不过，首先是 巨大的矿业城市波托西在其繁荣时期发展成一个吸引农产品的地方。地处高原的它无法依靠其周边地区解决供应问题，大量的需求造成了诱人的价格。粮食、水果和鱼来自阿根廷西北部的图库曼省或者太平洋海岸，牛群和羊群甚至是从巴拉圭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驱赶到高原上来的。

另外，西班牙还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生产一系列原产欧洲和美洲的高价值农产品，大部分是在热带低地的种植园里使用非洲奴隶进行生产的。最为重要的是糖、可可和烟草，最终它们也向本土出口。此外还有昂贵的特种养殖，例如在墨西哥利用仙人掌养殖胭脂虫以提取色素。

即使手工业也主要是为了当地和区域的自给自足，对此根本不需要王室时而实行的限制性重商主义政策。除已经提及的手工业外，其实进入工业生产领域的只有纺织品生产、烟草加工和造船。第一类生产，特别是毛料生产，有时甚至得到官方的资助，因为本土供货不足，而美洲的高需求量在西班牙引起了价格上涨。于是出现了臭名昭著的织布作坊（obrajes），这些作坊最初使用印第安劳役工，1601年禁止印第安人从事这种劳动后又加倍使用非洲奴隶经营。它们平均使用12台织机进行生产，有时高达30台，而且也参与自己生产的毛料的进一步加工。一个中心在普埃布拉和特拉斯卡拉（Tlaxcala）地区，另一个中心在厄瓜多尔。然而18世纪，这种纺织品生产无力应对越来越多地来自英国的廉价进口货的竞争。

16世纪，人们就已在太平洋海岸的埃尔雷阿莱霍（El Realejo，在今天的尼加拉瓜）造船，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也在内陆的亚松森（巴拉圭）造船，后来又添加了瓜亚基尔、坎佩切和哈瓦那等地点。17世纪上半叶，船队42%的船只是在美洲造的，不过这一数字很快就降到了19%乃至更低，18世纪再未提及一艘造于美洲的船。

高度的地域化很快就成为西属美洲经济总貌的一个特点；一个个经济体出现了，今天的拉美诸国就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诞生的。两大中心墨西哥和秘鲁之间 没有可以利用的陆地连接，17世纪初，对日益发达的海上交通颁布了禁令，目的是阻止马尼拉来的亚洲货物通过阿卡普尔科输往南方。哥伦比亚高原虽然用牲畜和矿业产品与厄瓜多尔和本土交换纺织品，但却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撇开本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安的列斯群岛、委内瑞拉和拉普拉塔河地区尽管拥有糖和可可之类的种植园产品或畜牧业，但与大殖民中心相比依然黯然失色。特别受歧视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1618年以后才被允许每两年派出两艘船直航西班牙，而平时则完全依赖于遥远而且难以到达的秘鲁。

利马最初大概曾在西属美洲起着经济主导作用。17世纪初它可能有6万人口，其中白人有5000～6000人，非洲奴隶为3万人。然而它几乎像是1580年已有12万人口的矿业之都波托西的寄生虫。时间越长，墨西哥城的地位越重要，它是北部的政治之都，同时也是整个西属美洲的经济之都。它在西班牙航线终点韦拉克鲁斯与亚洲航线终点阿卡普尔科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在各个种植园地区、畜牧地区和矿业地区之间同样起着调节作用。它不但是富商的聚居地，而且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的所在地。据称，它的人口自1550年至1800年从7.5万增加到13万，其间白人从1.8万（1570年）增至6.75万（1790年）。当时它的地位几乎等同于美洲贸易的老欧洲之都塞维利亚。西属美洲的城市中心网以及功能最终大概与欧洲的情形不再有多大差异。

不过与欧洲相比，信贷业似乎不是特别发达。众多总有借贷需求的矿山企业主大都以十分不利的条件从所谓的“飞人（Aviadores）”那里得到预支的货物和钱（avíos），后者收回的是白银并将其卖给银商。然后都市大商人中的这些精英让人将白银在铸币所铸成银币，悄悄地让它们流入自己的交易。因为在殖民地之间以及跨洋贸易中，商人之间的相互借贷似乎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商人大概首先也是手工业最重要的债权人，因为与西班牙不同，那里没有银行。不过各教会机构 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一角色。一方面是修士会和修道院，另一方面是捐赠管理机构［遗产法院（Juzgados de testamentos）、弥撒活动基金（capellanías）和慈善基金会（obras pias）］，它们都很乐意将自己越来越多的财富用作大都相当实惠的农业借贷，例如17世纪下半叶，秘鲁高原各庄园借贷的85%来自教会。据称，墨西哥城的法院（Juzgado）在18世纪与一家银行已不再有什么区别。然而小人物很难得到借贷，如手工业者。1771年在墨西哥、1792年在利马创建了“当铺（Monte de Piedad）”[8]，那是中世纪晚期在意大利为穷人而设的。这一时期，教会财富已经成为引起政治愤慨的原因。在墨西哥城，47%的地产属于教会，仅1767年被驱逐的耶稣会就有400处较大的庄园。

统治与社会

“经济猎获周期（ökonomischer Beutezyklus）”在政治上与“暴力周期（Gewaltzyklus）”是相对应的。征服者必然要在最初几十年里首先贯彻其统治，遇有地方精英不甘被征服时常常使用残酷的暴力。原住民的武力反抗也不断发生，但他们从未建立起反对自己新主人的共同阵线，否则新主人的统治可能早就结束了。因为统治之所以能实行，条件是在当地对原住民的身份提出依据，在原住民眼里，旧帝国并不比新帝国更有意义。只要地方精英认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维护，他们便像适应旧帝国一样适应新帝国。顶多是改换宗教的新要求遇到了阻碍。基督教在那些岁月里也是强行传播的，但不是明确地强迫人们信仰，因为教义不允许那样做，而是通过有计划地消灭现有宗教，通过毁掉其祭祀场所和祭祀对象，通过打压其祭礼来进行的。

然而西班牙人之间也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直至变成征服者派系之间的内战，最终发展为对王室的反抗，其间甚至在秘鲁图谋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科尔特斯的公认权威似乎在墨西哥阻止了西班牙人内部冲突的这种极端发展，尽管——恰恰是因为如此——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虽然1527年为这一目的建立的第一个司法机构［检审法院（Audiencia）］的院长暴露了其极其残忍腐败的征服者本相，但随着第二个检审法院的建立和第一任总督的到来，情况就比较正常了——这明显是发生在秘鲁之前的事。

不过在帝国边境地区，暴力始终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边境也是一个文明人会一反常态地像“野蛮人”一样行事的地方。西班牙帝国的扩张在16世纪已经停止，只有在出现了欧洲竞争对手时才会再度开始，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不过这一点好像适用于前现代大多数边境地区。大力拓展边境的现象在19世纪尤为普遍，西属美洲也是如此。另外，在西属美洲边境地区占支配地位的不单单是无法控制的边境住民，而且主要是传教士，他们眼里全是原住民的利益——他们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王室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自己在政治方面想做的事情：建立一个尽可能不受限制的官僚行政机构。他们事先就要遏制想要形成或多或少独立的封建和教会统治的倾向，这种统治在本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王室毫无顾忌地违反与发现者和占领者签订的合同，从违反与哥伦布签订的合同开始。这一方法甚至可能在签订合同时就已谋划好了。

虽然不得不容忍监护征赋制，因为再没有其他方法补偿征服者们，但它被限制在不可能演化成世袭封建统治的范围内，渐渐成为一个被淘汰的模式。据称，1540年，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是委托监护主，到1570年仅有二十分之一。1555年，墨西哥还有506个委托监护主，其中一半生活在首府。1561年，秘鲁有约8000名西班牙人，委托监护主为477人。16世纪中叶，秘鲁的委托监护主已经不得自己收取他们有权享受的印第安人的贡物或指派某种劳役，而是通过国王的官员得到它们。监护征赋制 变成了一种国王的息金——一种可以缩减的息金。1555年，秘鲁的委托监护主为继承监护征赋制向王室交了760万比索。1560年的一次土著头领（Curacas）大会在应对措施中答应多给10万比索并动员起了拉斯·卡萨斯及其多明我会修士，但王室没有冒险作出明确决定。于是，边境地区的监护征赋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以图库曼地区为例，1693/1694年，那里有96个以印第安村庄为基础的委托监护主，辖有土著4563人；以私有土地（例如庄园）为基础的委托监护主有164个，辖有2846个印第安人——这两类印第安人都不得不主要以劳动（即“个人服务”）抵偿自己欠委托监护主的贡金，而这本来是被禁止的。

在美洲的领土结构方面，王室更是将国王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确立为唯一的基本单位，也就是在本土存在的仅次于贵族和教会领地的“别墅加土地（Villa y Tierra）”模式。据称，1570年，西属美洲有225个城市，共有人口12.5万至15万。虽然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口稠密，但从政治和文化角度来看，或许我们可以说，西属美洲是一个城市社会。是城市使整个大陆西班牙化！

从欧洲国家政权史的一般视角看，人们在这里坚持不懈地尝试将此前通过各种各样的私营企业主推行的政治在殖民土地上实现国家化，换句话说就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然而此时因资源外包（outsourcing）又倒退了。这并非没有理由，因为这种“通过合同进行统治”可能完全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王室虽然没有在不利用私人商业和资源的情况下得到美洲的方法，但或许在法律和政治上具有将个人活动家取得的政治利益据为己有的可能性。必须认可给他们的经济补偿，但要阻止他们转化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王室虽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在此事上须服从要求信守合同的自然法。委托监护主们完全懂得为此提起诉讼，迫不得已时就暴动反抗。

在西班牙王室官僚帝国的设计规划中，我们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看到那种在殖民土地上实现在本土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的尝试。直至欧洲殖民主义终结，这种实实在在的政治乌托邦一次次成功地出现，至少是成功地出现于开始阶段。

不过这一视角不应诱导人们超脱于当时的时代，套用现今的历史观念去全盘高估这类开端的成功。那时绝对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集权性国家财政的剥削制度。撇开声名狼藉的贿赂不说，各个殖民地之间正在进行收入的重新大分配。因为长期以来，西班牙殖民地官僚机构的实际效力十分低下。它虽然制造了大量令历史学家欣喜的文件，但也容忍了整个体系范围内的贿赂。这一点在经济政策上就能够观察到。然而，属于道德范畴的贿赂在前现代官僚机构中至少有一部分用错了地方，因为个人和各群体的微观政治利益重于正在形成的国家政权的宏观政治利益，这一点不仅在过去和现在都难以避免，而且——如能巧妙利用——甚至可能对后者有好处。

于是，财政境况极为窘迫的王室越来越倾向于使各种职位成为可以花钱买得的东西。自1559年起公证所被卖出，自1606年起大多数城市职位被卖出，1633年财政官职位被卖出，1687年就连检审法院的最高法官职位也被卖出。虽然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即所谓的“克里奥尔人（Kreolen）”，因此有机会获得此前只有本土来的“半岛人（Peninsulares）”才有资格担任的职位，但担任者的独立性和才能却明显下降了。1664年一个会计署否决了二十年中的400份决算单。17世纪，王室的威信以这种方式跌到了最低点。它用政治损失换来了自己的财政收益。因此1750年又适时禁止了卖出法官职位的做法。

在殖民批评者的影响下，王室于16世纪摆脱了颁布公告式的占领者心态，之后极为看重被视为当地统治者的权力继承人。秘鲁的影子印加王（Schatteninkas）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他们被理解为西班牙国王的臣仆，直至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1569～1581年在任）当政时进行了相反的尝试。这种尝试显得更加有用，它与清除印加末代统治有关，即要改写秘鲁历史，将印加王变成暴君，而西班牙人则和在墨西哥一样，成了被奴役的各民族的解放者。这迅速导致秘鲁老一代历史学家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派系。

直到进入18世纪，官方对西属美洲从未使用过“殖民地（Colonia）”这一现代概念，官方惯用名称为“印度王国（Los Reynos de las Indias）”。位于欧洲的“附属地区（Nebenländer）”[9]如阿拉贡或 那不勒斯是属于“同等重要（aeque principaliter）”[10]行列的，就是说在其法律以及特权继续有效的情况下成为西班牙帝国联合体的一部分，而位于美洲的“附属地区”则是通过“加入（accessio）”成为帝国联合体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它们是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分王国（Teilreiche）”，不是卡斯蒂利亚国家的“臣属国（Untertanenländer）”。但是与原有的分王国如莱昂（León）或托莱多（Toledo）不同，它们享有类似于欧洲“附属地区”的自治。它们没有参加卡斯蒂利亚议会，议会也不管辖它们，因为议会的任务首先是批准赋税，而欧裔美洲臣民已经免除了直接税。

西属美洲法律虽然依从卡斯蒂利亚法律，但是通过国王的立法它自身继续独立发展，比较重大的整体问题由处理该类问题的官员通过“规章（Ordenanzas）”或“指令（Instrucciónes）”解决，单个问题由处理该类问题的官员通过“文书（Cédulas）”解决。迭戈·德·恩希纳斯（Diego de Encinas）、安东尼奥·德·利昂·皮内洛（Antonio de León Pinelo）和胡安·德·索洛萨诺（Juan de Solórzano）实施的《印度法》（Derecho indiano，这里的“印度法”指“美洲法”，不是指“印第安人法”）材料汇集和准备工作完成后，索洛萨诺的《印度诸岛王国法》（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inos de las Indias）最终于1681年出版。这里系统化地汇编了数千个法律和裁决，因为该法的思路还一直是依据个案裁决的判例法。即使在这里，前现代的统治也是在司法外形下，也就是通过对具体单个问题进行法律裁决来实施的。

这种国家法的事实情况导致有人认为西属美洲各国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殖民地。然而这种单从司法角度看事物的观点既不符合征服原住民的事实，也不符合美洲依附欧洲的事实——在经济和政治上无疑都涉及殖民地，这一事实情况也完全表现在统治结构上。

本土负责美洲事务的最高机构是1524年从皇家卡斯蒂利亚委员会分出来的“皇家最高印度事务委员会（Consejo Real y Supremo de las Indias）”，简称“印度委员会”，是一个主要由法学家和宗教法规学家组成的具有全面管辖权的合议机构：最高行政机构、最高法院、财政机构和教会领导机构。在主席之下它拥有数量越来越多的委员、一个财政总监、一个或两个秘书以及一些辅助人员，1552年总共有24人，1687年共有110人。它的决定须由多数通过作出，在比较重大事情上的决定作为“合议（Consulta）”呈给君主，也可能由少数人投票共同决定。一个特别委员会，即1568年的“大政务委员会（Junta magna）”使整个美洲政治在国王的经济特权方面更加严密，1567年至1571年担任调查员、1571年至1575年担任主席的胡安·德·奥万多（Juan de Ovando）对印度委员会进行了改革，之后于1573年也利用详细的调查表开始有计划地获取帝国这一部分的信息。尽管18世纪进行了行政改革，但印度委员会当时几乎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

西班牙帝国的其他部分也有相应的委员会，例如有一个意大利委员会或一个阿拉贡委员会，而美洲在帝国体系中独一无二的作用则可以体现在其设于本土的第二个中心机构，这就是1503年建立的商贸楼，在印度委员会的监督下它管理着与美洲的所有人员、航船、货物和金钱往来，而且还管理着近代史早期范围最广的垄断。出于这一目的，美洲的来往航行被强制集中在塞维利亚，后来集中在加的斯，1717年商贸楼也迁往那里。商贸楼还有一个“领航人主管（Piloto mayor）”和一个地理部，后来又为制图设立了一个数学部，帆船驾驶培训也由这里负责。和大多数殖民地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样，商贸楼的工作人员也懂得不顾禁令利用自己的地位做自己的生意。

就连新世界的最高机构一眼看上去也与旧世界的机构分毫不差：虽然莱昂和托莱多没有像1535年以来的墨西哥和1543年以来的利马那样设有总督，但在阿拉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则有设立。1739年添上了波哥大，1776年再加上布宜诺斯艾利斯。通常三年内从本土派遣两次高级贵族。然而美洲的总督绝对不是他们幅员辽阔的职务辖区的摄政王，而是凭借对其他机构下达命令的权力进行政治方面多于行政方面的监督，不过他们没有被赋予干涉各机构正常行政事务的权力。作为“国王的活影像”，他们与身在欧洲的君主本人一样是繁文缛节的对象，是合法性系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又因为他们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墨西哥和秘鲁的总督，所以他们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的总督对西班牙统治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如墨西哥的安东尼奥·德·门多萨（1535～1549年在任）和秘鲁的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1569～1581年在任）。

在设立总督之前，当地就已经按照皇家巴利亚多利德高等法院和格拉纳达高等法院的模式设立了所谓的“检审法院”，1511年在圣多明各，1527年在墨西哥，1538年在巴拿马，1543年在危地马拉和利马，1548年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和波哥大，1559年在查卡斯（Charcas），1563年在基多，1595年在依附新西班牙的马尼拉，1606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hile）。这里涉及的是职业法官集体（西班牙语为Oidores，德语为Auditoren），他们是各自地区的最高民事和刑事司法机构。利马和墨西哥各有8个民事法官、4个刑事法官外加2个财政官，其他地方有4～5个法官和1个财政官。另外，其院长也是司法管理机构的长官，检审法院作为整体也对行政和财政行使常设监督机构的职责，比如视察行政机构或检查贡物登记簿。如有需要，检审法院也可以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责。总督是高级贵族，而检审法院中则聚集着知识精英（Elite der Letrados），即出身平民和下层贵族的受过司法教育的官员。按照1687年至1750年的价格，他们在到职和升职时还得缴纳其3000～5000比索薪金的一半，即所谓的“平均年俸（media anata）”，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危急状态中甚至要缴纳全年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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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2 秘鲁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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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3 利马的检审法院

此外，殖民统治体系并非统一地按等级秩序来建构的，而是存在着相互分开的、有着各自限定辖区的司法、行政、军事、财政和教会机构，而到了后来，前三个职务范围集于 一人之手，这赋予了掌握该职权的人以特殊的地位，并使其较大程度地独立于时任总督。因此，大多数依照地图对这些关系进行的描述都是有误导性的、不充分的。和上述两个总督一样，瓜达拉哈拉、危地马拉、圣多明各、波哥大、巴拿马、基多、圣地亚哥和马尼拉的总督也在他们各自更加狭小的行省里将最高军事指挥官（Capitán generál）和检审法院院长的职位统一在自己的职位中，称作“高级统治者（Gobernadores superiores）”。其余省督（17世纪共有39个省），即“次级统治者（Gobernadores menores）”，虽然在行政事务上直接隶属于王室，但作为军事指挥官则隶属于距离最近的总指挥官，作为高级法官则隶属于一个检审法院，而这些上级法院的所在地不一定总是与自己的驻地相同。

在初期阶段以及后来在欠发达地区，各总督都相当于非正式使用的地方代理人（Tenientes de Gobernador）或军事指挥官。不过在人口较稠密和控制得较好的地区，总督之下只设有一个行政级别，即“区行政长官（Corregidores）”级别。其间，墨西哥有段时间在“大市行政长官（Alcaldes Mayores）”之下设有一个市区行政机构，但由于人口下降很快便并入下一级的“区（Corregimientos）”。包括整个中美洲的危地马拉“王国”在内，1700年前后共有19个下级行政区，其中4个有自己的市行政长官，9个有大市行政长官，6个有区行政长官。殖民时代末期，墨西哥有116个最低一级的行政区，秘鲁有138个。

西属美洲按照地中海传统将城市作为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建立实行西班牙法律的城市是为了征服占领，其布局是王室为西班牙殖民地规定的棋盘格局，这种格局于1522年第一次出现在纳塔（Natá，位于巴拿马）。1573年，一个大型“规章”对这一格局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显然吸取了古典时代维特鲁威（Vitruv）的建筑教科书中的东西。因为与给市民分配地产联系在一起，所以保存下来的城市地图显然是被用于代替地籍登记簿。城市中心的广场十分典型，上面建有主教堂和市政办公建筑。原则上每一个定居的、拥有带建筑物的在册地产的人都是市民（Vecino），并因而具有成为议员的资格。6～12个议员（Regidores）组成参事会（Cabildo），管理城市及其财产，各种职务由议员担任或由选举产生的人员担任，其中包括两个每年更换的市法官（Alcaldes ordinarios）。此间 已有大量参事会的记录出版。参事会议员职位很快就成为世袭的长久职位，城市统治普遍落入了地方寡头之手。然而具有典型特征的是，这种寡头政治产生的原因并不是最初土地分配的不公，而是因为一些市民是印第安人劳动的得益者，其他市民则不是。私人买卖城市各个职位的做法早已流行起来，之后售卖议员职位于1591年合法化，1606年开始还公开拍卖即将空出的议员职位。不过大部分职位可以私下继续卖出或继承。只有市长职位一直是例外——尽管也只是形式上例外。参事会以这种方式成为在当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即克里奥尔人的重要依靠。然而国王特派员是遵循卡斯蒂利亚的传统被派遣的，同样，通常由王室任命的任期五年的区行政长官、参事会主席、监察官员和二审法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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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4 17世纪的行政区划

除西班牙人区行政长官（Corregidores de Españoles）下辖的西班牙自治城市外，还有印第安人区的西班牙人行政长官下辖的印第安自治城市，秘鲁总督辖区有85个这样的区，其中52个在今天的秘鲁，而西班牙人区行政长官为16个。然而印第安人区并不一定是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它们常常是由一个主要村镇（cabecera）加不同的村庄以及小村组成的区行政长官代理人（Tenientes de corregidor）管辖的区。就连西班牙人城市的印第安人居住区也不是该城市的组成部分，而是那种印第安人自治区域。例如在墨西哥首府，即从前的特诺奇蒂特兰，西班牙人的城市被四个印第安自治区围在中间。

为了在财政、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更好地施加控制，原住民原则上应在自治城镇里生活或迁入这些自治城镇。16世纪下半叶的这种大规模的聚居群体（Congregaciones）或改信了基督教的土著人村落（Reducciones）在墨西哥可能与前西班牙时代的聚居区域有关联，而在秘鲁高原，分散居住在小村子里则是常见情况。据称，秘鲁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在1570年代和1580年代将150万名印第安人迁入由80个区下辖的614个新村庄，村庄实行自治城镇法，每个村庄设有一个行政官员“库拉卡（Kuraka）”。有一次他们将600个小村子变成17个村庄，另有一次则将共有12.9万人的900个小居住地变成44个新区。一个小村子很少有超过3～10所房子的规模。

监护征赋制以及拉斯·卡萨斯规划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共同居住的方案失败后，王室 自16世纪中叶以来转而实行坚定的分离居住政策。与非洲人以及混血儿一样，不担任公职的西班牙人被禁止在印第安人处逗留或居住。印第安区的西班牙人行政长官此时作为王室官员取代了半封建的委托监护主，在印度安人看来，他们露出了不啻后者的祸害的本相。若不提供资助和贿赂，一个区行政长官得不到自己的职位，他必须按照卖价缴纳一笔“捐款（donación）”，必须从自己微薄的100～300比索的薪俸（相当于一个村神父的薪俸）中交出一笔“平均年俸”。为此，他不得不在一个大商人处借贷。从此之后，他便自己收取费用和收受礼物，或许在分派印第安劳工时还能够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除此之外，在与其下辖的印第安人做生意时，他凭借职务既实现买方垄断又实现卖方垄断，就是说他作为其债权人的代理人以低价全部买下印第安人的产品，并以高价向他们提供需要的货物，或者也提供不需要的货物。在16世纪就已形成的这种劳役制度（Repartimiento）或提供产品、证券的体系（Reparto de Mercancias/Efectos）首先在秘鲁显露其剥削特征，在墨西哥有时则充当针对印第安生产者的借贷系统。

从理论上说，所有官员履行职务都受到严格监督，一个高级别的独立巡视员（Visitador）会定期检查一个地区的整个体系，官员在个人任期结束时要接受一个驻在地程序（Residencia-Prozess）的审查，终身任职者则要每五年接受一次审查。然而这种巡视至少在美洲被证实没有多少效用而且费用昂贵，而驻在地程序也显然可以轻松愉快地进行，因为对区行政长官来说，这一程序都是由各自的继任者进行的。

征服行动结束后，军事活动起初似乎大都只发生在北墨西哥、南智利、巴拉圭以及亚马孙盆地周围的边境地区。当然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护船队免受帝国的欧洲敌人的攻击，这些敌人很快也将其行动扩大到加勒比诸岛和海岸地区。墨西哥高原虽然不会受到敌人的侵害，但16世纪后期以来，敌人一方面越过巴拿马地峡，另一方面绕过合恩角成功地攻击了秘鲁和智利海岸。因此必须修建要塞、建造战船，必须供养职业军人以及西班牙和印第安民兵。费用在持续上升。

财政机构组织得比行政机构统一。众多直接隶属于印度委员会或西班牙财政委员会（Consejo de Hacienda）的皇家财政机构（Cajas reales）征收着各种各样的税，特别是常常包租出去的普通消费税（Alcabala）。另外还有印第安人的贡金，它是唯一的直接税，其收缴量波动很大。在秘鲁的利马和奥鲁罗（Oruro），年收缴量长期在1万比索上下起伏，在波托西有时远远超过5万比索。最后，这些财政机构还要负责教会税和王室垄断的收益，特别是负责对银矿非常重要的汞。此外，用殖民地贵金属铸造钱币的王室铸币所是独立的。1605年有47个财政机构（其中一个在马尼拉）。为进行监督，1600年前后设立了会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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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5 区行政长官和印第安女人

1576年至1598年，墨西哥的皇家财政机构共收进71.64亿马拉维迪铜币，其中“五分之一留成（Quinto）”占28%，提供汞的收入占27.6%，印第安人贡金占23%，普通消费税占8.9%，教会税和圣战费（Cruzada）占6.2%，关税（Almojarifazgo）占1.6%。至16世纪中叶，王室收入总计已达442319847马拉维迪铜币，各地区具体情况如下（Sanz 2，198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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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托莱多（智利）和相邻各省的高额数字大概可归因于上秘鲁（玻利维亚）的银矿。

教会组织虽然与政治组织远远分开，但在结构上与政治组织一样是多轨的。除了对于当时的欧洲观念来说属于正常的、至少大部分是由世俗神职人员组成的教会等级制机构，还有一个不依附于等级制教会机构的组织在边境地区和边境以外地区向印第安人传教，该组织被托钵修会，后来也被耶稣会质疑。然而，当传教区或聚居村落，也就是修士会领导下的传教村能够转成“Doctrinas”[11]时，这种双轨制就遇到了问题，那可是真正的有受俸圣职的印第安堂区，不过使用的是印第安语。与西班牙权势阶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主教现在也应像主管西班牙语教区那样，主管可能完全住着印第安人的神甫管区（Curatos）？或者让它们继续归属于一个既为了自己的利益又为了印第安人的利益而试图维护自己地位的修士会？按照大政务委员会的决定，所有已创建的印第安堂区应尽快改为拥有世俗教职人员、服从主教权威的教区。各修士团虽然屈服于主教，但当它们的传教区有新任命时，当牧灵西班牙化时，它们有时也进行反抗并取得成功。即使在这方面，形式和真实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距离，这种距离甚至可能有利于原住民。首先是18世纪波旁王朝强化的王权至上论带来了巨大的推力。1600年前后，危地马拉有31个世俗堂区（Säkularpfarreien），1750年约有150个，到1776年上升为360个。

在今人看来应受到严厉批评的拒绝授予原住民和混血儿圣职的做法遵循的是适应美洲情况的“血统纯正（Limpieza de sangre）”原则，而“血统纯正”要靠西班牙人出身得到证实，这种拒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修士会的关注，因为原住民绝没有被视为劣等“种族”（1537年教宗就已禁止这样做），而是暂且被视为未开化以及信仰能力差。对于在宗教方面尚不成熟的人来说，维持特殊的传教区是非常适宜的。不过一个“印第安佬（Indio）”能当上修士会高层人员并可以指挥西班牙人，或者说一个混血儿能当上总主教与总督比肩而立，这对克里奥尔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到20世纪初，西南非洲的移民也无法忍受这样一种观念，即权力平等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半黑鬼（Halbneger）”竟能作为军官指挥德国士兵。因此异教婚姻甚至被溯及既往地宣布为不合法。］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国王和教宗难得意见一致地发来了相反的指示。1588年，王室指示准许向混血儿授予神职，1697年、1725年和1766年指示准许向印第安人授予神职并准备向他们提供大学的学习位置。1700年前后，西属美洲有19所大学，不过全是修士会办的。尽管如此，在1200个方济各会修士中只有50个混血儿和10个印第安人。如果说18世纪中叶酋长的儿子在秘鲁不单单是成为神职人员，而且也是凭借自己的语言能力到达了具有影响力的位置，那么很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他进入了世俗神职人员的行列。修士会都比较审慎。

不过鉴于整个教会作为一种国家教会被牢牢掌握在王室手里这一事实，教会内部的这种矛盾冲突只具有次要意义。前面提及的1493年的教宗训谕已经确立了与葡萄牙在非洲和亚洲的权力相对应的西班牙在美洲的传教专有权。另有训谕于1501年准予国王支配美洲的教会什一税，并规定负有赠予领地的义务。1508年，王室获得了普遍庇护权，在欧洲它仅在新征服的格拉纳达王国享有这一权力，1518年获得了确定教区界线的权力。这意味着王室凭借自己的绝对权力创设并拥有 美洲所有的圣职职位，即从主教职位直至最低一级的在原始森林中向印第安人传教的工作。

王室为了这些权力毫不吝惜地花费钱财。1504年至1620年在美洲建立了35个主教区，另有两个建成后又被放弃，另外还有6个在计划中，但没有成为现实。它们分布在五个教省中，即圣多明各教省、墨西哥教省、利马教省（1547年）、波哥大教省（1565年）以及拉普拉塔［今天玻利维亚的苏克雷（Sucre）］教省（1609年）。另外自1493年至1822年，至少有15097个修会修士作为传教士前往美洲，大都是由王室出资，其中方济各会修士8441人（至1598年为2200人），耶稣会修士3189人，多明我会修士1837人（1670年），嘉布谴会修士802人，梅塞德会修士388人（一说300人），奥古斯丁会修士380人，其他修会修士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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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6 一个神职人员虐待一个印第安人

西班牙国王被他自己的法学家们变成了教宗的代理人，即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也就是变成了美洲副教宗之类的角色。这种所谓的“国王代理（Vicariato real）”论与君权无限论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西班牙在美洲的教会统治显而易见地体现了君主政体印记，这一君主政体将自己所有的法律权力视为竞争对手，让它们屈从于自己的权力垄断。教宗在美洲只能感受到一些形式上的权力，例如接受主教们提供的分成，要求主教们“赴罗马拜谒使徒圣墓”，批准教省宗教会议的决定。这种教省宗教会议于1551/1552年、1567/1568年、1582/1583年、1591年和1601年在利马举行，1555年、1565年、1585年在墨西哥举行，1622年在圣多明各举行，1625年在波哥大举行，1629年在拉普拉塔举行，王室以不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大会，阻止它们的召开，最终禁止召开宗教大会，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它们涉及接受特伦托普世大会（Universalkonzil von Trient）的种种改革（特别是1567/1568年的利马宗教大会）以及确定对印第安人传教的方针（1582/1583年的利马宗教大会，1585年的墨西哥宗教大会从属于它）。直到18世纪，更加严厉的国王教会统治自身在开明的改良天主教的影响下才重又促成美洲教省宗教会议的举行，而此时教宗又对这些会议大为不满。然而好像与国王庇护对与罗马信函来往的控制要求完全相反，主教们与教廷有直接通信联系。1622年，负责向异教徒传道的罗马中央机构传布信仰圣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成立了，传教本应依靠它摆脱各殖民大国的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教宗，可是与在亚洲和非洲相反，教宗在殖民地美洲从未取得值得一提的发言权。马德里力求在自己控制的美洲有一些特殊的修会上层人员，甚至力求有一个自己的宗主教，对此罗马只能竭力加以阻止。

就连宗教裁判所也是一个国家教会机构。1570年在利马、1571年在墨西哥、1610年在卡塔赫纳建立了西班牙式的宗教裁判法庭，但它们绝不是仅仅关注原住民异教的后续影响，而是将全部力量集中在“信仰之敌”上，这些敌人就是法国和北欧的新教徒以及葡萄牙的犹太人，他们不顾一切禁令和控制从外面侵入，首先通过巴西渗透进来。1528年已有两个皈依犹太教的人在墨西哥被烧死，1579年又烧死一个，1596年甚至烧死了九个。在欧洲冲突激化的影响下，在1574年和1575年的“宗教审判（Autos de fé）”中，对新教徒的迫害第一次升级为审判英国海员。宗教裁判所按照西班牙人的观念保卫着自己国王的王国免遭新教徒和犹太人“世界阴谋”的伤害并因此在当地流行开来，直到18世纪开始实行新的标准。

宗教裁判所原本不负责惩处非基督教徒，而是只追究那些背叛真正信仰的人。秘密犹太教徒 正式受过洗礼，新教徒也曾是天主教徒。而作为新皈依者的原住民则被视为信仰能力欠缺，据称不受宗教审判。尽管如此，在墨西哥依然有因“崇拜偶像”和迷信而进行的宗教审判程序。据称，1542年在尤卡坦调查“秘密崇拜玛雅偶像”时共刑讯了4800多个印第安人，其中导致158人死亡。为追究秘密偶像崇拜者，1600年前后在秘鲁设立了一种半机构化的类宗教裁判所，即“清除偶像崇拜（Extirpación de la idolatría）”巡视员，它采用的是针对印第安人的相应方法。1619年该巡视员报告称，他进行了1618例对巫师和异教邪师的审判，捣毁了1769尊异教偶像和7288尊祖先像，焚烧了1365具用于宗教崇拜的干尸，赦免了20893人的偶像崇拜罪——这是传教80年后一个令人深思的结果。另外还必须注意，世俗教士和修会神职人员无不在使用体罚原住民的权力。

文化与社会

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有可能首先在一场革命进程中和在征服中迅速发生改变，而文化和社会变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它涉及自古以来就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不可或缺的行为典范，因而也涉及人的生存基础。经济和政治在文化上的深层次结构也属于此列。尽管如此，在正在形成中的西属美洲，随着持续几十年的文化休克（Kulturschock），文化变化的湍流时期也开始了。撇开力量对比不说，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完全适用于不得不成为美洲人的西班牙人。不过对他们来说，文化休克的最核心部分，即原住民被强制改换宗教一事是不存在的。在前现代状况下，文化和宗教虽然也并非全等，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 重合的，因而人们自然将宗教视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若用“世界观”替换一下基督教欧洲色彩浓厚的概念“宗教”，那原因就非常清楚了：这里确定的是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关系。

宗教在文化中的这种优先地位也完全适用于西班牙人，只要看一看殖民时代的各类艺术就一清二楚了。虽然说不乏富丽堂皇的政治建筑和私人建筑以及迫不得已修建的要塞建筑，但是中心显然在宗教建筑上，特别是教堂。就连绘画和雕塑也主要是为了教堂的装饰。就世俗绘画而言，它也主要着眼于社会目的，因为它一方面创作人物肖像，另一方面对各种混血人种（castas）进行了大量的描画，而混血人种的等级尊卑对社会分层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只有一种奢侈品值得人们注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马尼拉航行，那就是日本的彩绘屏风（piombo）。教育事业也被掌握在教会手里。许多知名写作者都是神职人员。不过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对世俗世界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也没有阻碍他们的创作拥有高质量，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Juana Inés de la Cruz）直到今天仍在最优秀的五个西班牙语天才抒情诗人之列。

16世纪中叶有约6万名西班牙人生活在新西班牙（墨西哥），约占总人口的0.5%；尽管印第安人大批死亡，到1650年西班牙人也仅约占10%。据称，1580年墨西哥城约有3000名享有充分权利的西班牙市民（Vecinos），到1630年已约有15000名，在这两个年份里，利马的西班牙人人数为2000和9500，库斯科为800和3500，普埃布拉为500和3000，银都波托西为400和4000（HBLA 3/2，722）。1538年在墨西哥首府共有107个商人、11个有学位的医生、30个有学位的法官（包括检审法院）以及从事60个不同行业的440个手工业者。大多数殖民城市都有一个由大地产主、矿主、商人、高级官僚和贵族组成的社会上层阶级。最初只有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得到了贵族头衔，但是征服者和首批移民（primos pobladores）都将自己视为贵族，认为自己与他人不同，当然这阻止不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穷困潦倒，据称，1604年有人曾在墨西哥看见一些立有功勋的征服者的儿子活活饿死。因为西班牙殖民社会很快就从在征服期内拥有特殊的高度社会灵活性转为对社会等级制的呆板复制。卡哈马卡战役结束五年后，阶级流动性极强的时期在秘鲁 即告结束。不过，阶层中的这些空缺由新王国进行了填补，17世纪以来，这些新王国的重要人物被授予西班牙骑士团的身份，最后被授予贵族称号。贵族称号也可以花钱买得。有些大地产主确立了欧洲贵族式的长子继承法。到18世纪，仅在秘鲁就有70个侯爵、2个子爵、49个伯爵，甚至还有1个公爵。

由“自由职业人”、低级官僚、神职人员、境况较好的店铺主和手工匠人组成的中等阶层通常比较小。这个阶层中已经有了一些混血儿甚至“印第安佬”。后者在由小业主、工人、用人和边缘群体构成的人数最多的下层占了大多数。据称，1612年墨西哥城除1.5万名西班牙人外，非洲奴隶、自由非洲人和黑白混血儿（通常是由白人父亲和黑人母亲所生）有5万，印第安人有8万。

通过“日常生活的失守（Alberro）”，西班牙人在诸多方面经历了渐进式的文化转变，这涉及衣着、饮食和餐桌习俗。新食物和新享乐品如玉米饼、巧克力、烟草和龙舌兰酒渐渐被接受，原因可能是缺少西班牙女佣，厨房故而掌握在土著人手里。与阿兹特克蒸汽浴一样，龙舌兰酒酒馆作为社交场所也被西班牙人接受了。总是由母亲或女佣抱孩子这一印第安习俗流行起来了——不过这绝不是儿童成长环境相对于欧洲的唯一变化。因为普通欧洲人和当地人一样相信爱情魔法和伤害魔法，所以有人去请教印第安巫师。西班牙人中还出现了吸食毒品甚至参与祭拜当地诸神的行为。

第一批传教士就已将新世界视作救恩史（Heilsgeschichte）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美洲西班牙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克里奥尔人”这一名称）在构建自己的群体意识时可以以此为起点。圣人崇拜作为天主教在当地的一种变体在此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完全就是宗教在文化中的关键作用。据说1531年，瓜达卢佩圣母[12]曾向印第安人胡安·迭埃戈（Juan Diego）显现。胡安·迭埃戈作为这种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强烈崇拜的发起者，1999年由教会在墨西哥的瓜达卢佩为他行了宣福利，2002年被封为圣徒。然而最早的原始资料标注的建造日期是1648年，因而近来甚至有人质疑胡安·迭埃戈的存在。这个故事和正在觉醒的克里奥尔人的自我意识特别契合，一个原因是他们在 1649年借助一个纳瓦特尔语译本轻而易举地与阿兹特克人的宗教传统建立起了联系。托特肯人传说中的神王奎兹特克（Quetzalcoatl）就是在“印度”传教的使徒多马，这一说法和瓜达卢佩奇迹一起被墨西哥作者作为克里奥尔人身份的创始神话记录下来了。

就连秘鲁也在17世纪创造了自己的五个圣人，克里奥尔人精英为了自己的身份大力推动为他们封圣，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利马的罗莎（Rosa von Lima），1617年逝世后，她立刻被封为圣徒，1669/1670年被列入圣徒名册，被教宗宣布为秘鲁的庇护者。

在与生于本土的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称为“Gachupínes”，在南美洲称为“Chapetónes”）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克里奥尔人不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叙事中利用西班牙的历史，而且还越来越倾向于将美洲印第安历史据为己有，从而依据两个根源将自己描述为那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因为尽管原则上权力平等，但王室还是喜欢委派“欧洲人”担任国家和教会的领导职务。不从职位所在地的住民中挑选官员是国王的一种统治权术。然而官方出卖官职的现象日益增多，时间越长，行政职位就越是向富有的克里奥尔人敞开大门。到了18世纪，像科内利斯·德·鲍尔（Cornelis de Pauw）一类的启蒙派人士宣布美洲的一切都是劣等的，克里奥尔人自然而然也是退化的、落后的，这种论断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于是克里奥尔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成了克里奥尔人的身份认同。现在，身份的建构前所未有地变成了克里奥尔人自卫的武器。

在此期间，美洲西班牙人的性活动和生殖行为造成一个相当复杂的、介于他们和土著之间的全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即一个包括各类混血儿的阶层。由于未婚西班牙男青年人数巨大，而移民中女性稀少，他们不可能娶到西班牙妻子，因而其数量的增多从一开始就是无法避免的。自中世纪以来，西班牙法中就有“同居制（Barraganía）”，即单身男女间的一种法律认可的、可解除的同居关系。尽管出现了西班牙男人娶印第安女人的现象，但大多数混血儿没有合法出身，据称在利马占80%。不过17世纪在利马和墨西哥城，三分之一的白人也没有合法出身。据称当时墨西哥城有2000个妓女，也就是说，妓女与男人的比例为1∶12。另外，非洲女奴数量日益增加以及黑白混血儿数量的相应增加也已经在发挥着作用。

至1650年，西班牙人向墨西哥和秘鲁大概运送了25万～30万名非洲奴隶，因而此时在大城市里，非洲裔人口据称大大超过了西班牙人。人们认为这一时期非洲奴隶数量达到了顶峰，墨西哥为3.5万，秘鲁为10万，直到殖民时代结束，这一数字也未被突破（CEHLA 1，2006）。这些奴隶的待遇是否优于加勒比海的奴隶，后来是否也优于北美的奴隶，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至少王室将他们看作自己的基督教臣民，他们由像彼得·克拉弗（Petrus Claver）那样的英勇的神职人员照料着，不过也得服从宗教裁判。他们在教会团体中的自治组织得到支持，王室甚至还为他们开通了状告自己主人的法律之路。有个别人成功地在法庭上解除了自己的奴隶身份。

估计这一政策的目的也在于控制，因为非洲人数量日益增加完全而且不无理由地被感受为一种威胁。1612年有35个黑人密谋者在墨西哥被处决，据称他们图谋在杀死西班牙男人后建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美洲黑人聚居区，而让土著依然对其负有纳贡义务。另外有些奴隶一开始就逃入荒野（Cimarrones）之中，在那里建立起独立的聚居区（Palenques）。在巴拿马地峡，这类聚居区成了英国海盗的危险盟友，但在采取各种军事行动之后他们被争取过来做了西班牙的盟友。在其他地方，这种聚居区被默默容忍着，例如在厄瓜多尔海岸的埃斯梅拉达斯（Esmeraldas），甚至在利马的周边地区。

除“麦士蒂索人（Mestizen）”（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印第安人）外，西班牙社会里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穆拉托人（Mulatten）”（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非洲人）以及“桑博人（Zambos）”（父亲是非洲人，母亲是印第安人，或者反过来）。所谓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之间不可克服的相互厌恶与这些被压迫群体之间虚构的、理所当然的相互团结一样，都被证明为不实之说。这六个“纯正的”或混合的“血统群体”（这么说是为了接近原始资料的语言）之间继续结合生出的后代被既形象又抽象地纳入一个精细的种姓体系（System von Castas），例如一个非洲男人和一个“桑博女人”生出的孩子是一个“深褐色桑博人（Zambo prieto）”，一个麦士蒂索男人和一个印第安女人生出的孩子是一个“灰色人种（Coyote）”等。因此乍一看，殖民地西属美洲是一个严格按照种族划分等级的社会，最上层是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其下是细化的混血儿等级，再往下是自由印第安人和自由 非洲人，最下层是非洲奴隶。对此有时有人声称，进一步观察之后便会看出它涉及的纯粹是合法身份证明，或者说完全就是一个被掩饰起来的严格的经济阶级社会，在殖民条件下，白人在这个社会里控制着生产资料。至少在殖民时代末期，在麦士蒂索人占多数的前提下，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同质化趋势。

虽然实际上它是一个以种族为依托的特权社会，但也是一个在类别划分上可以变动和交易的社会。即便是非洲人也未必就自然而然属于最底层，例如他们有可能被派到织布作坊当监工虐待印第安人。在殖民时代晚期的瓦哈卡（Oaxaca），土著精英们要求得到西班牙式的“血统纯正”认可，因为初次与基督教相遇时他们即已皈依，所以是“老基督教徒”，完全不同于声名狼藉的偶像崇拜者，如非洲人。不过表型（Phänotyp）[13]常常比世系（Genealogie）[14]更为重要。另外，文化行为也显现一个人的“品质（Calidades）”[15]，如掌握西班牙语或穿衣着装。土著精英们通过穿西班牙上层社会的衣装和使用某个贵族纹章来宣示自己的身份，而他们很难获得进入西班牙上层社会的资格。乔卢拉（Cholula）的纳瓦（Nahua）女人嫁给非洲人或穆拉托人，改换衣着并要求免除印第安贡金。既然王室作为法定特权的源头可以授予甚至卖出本来需要世系依据的贵族头衔，那它为何不能将一个白人的品级同样授予甚至卖给一个尽管比他人更难脱离自己表型的黑人或穆拉托人呢？殖民时代末期有一个官方授予“白色”身份的明码实价的价目表，然而这种“白色”并不是总能得到承认。贵族头衔的情况大抵如此。

大多数麦士蒂索人和穆拉托人的父亲是白人，很少有母亲一方是白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不单单是前面提及的西班牙人的性别比例。这里涉及的是在欧洲扩张史上所有异族间性关系中不断重复的一个现象，它好像对早前的每个异族统治来说都具有典型性，简而言之：女人是获胜男人的战利品。与前西班牙时代的境况相比，女人的社会角色也变得更糟了吗？事实上，当时与维系自己世系的家族制度并存的还有据说是相当自由的且并不看重童贞的婚前性行为。然而现在占优势地位的是男人统治下的等级制，它遵循基督教观念，甚至出现了性交时的“传教士体位”这一名称；它依从的是西班牙法，童贞受到褒扬，为了丈夫的名誉，妻子应受到控制。为了能够维持生计，“印第安佬”外出干活变得越来越普遍。就连去信奉一个与“无性别”和“性压抑”紧密相连的新神，也导致一些印第安女人遭受男性神职人员的骚扰。因为原始资料表明，忏悔室里的引诱（Solicitatio）在美洲绝对不是个案。

不过即使在这里，关系也不是单一的。也就是说“两性并行（Gender Parallelism）”绝对没有排除前西班牙时代的男性优势地位（Socolow）。教会支持的自由选择（理论上）取代了印加王统治时期的那种配偶分配。圣母崇拜的盛行让人推测土著女人学会了走新的宗教之路。就连修道院生活也为她们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了照管身为麦士蒂索人的女儿们并使她们西班牙化，1551年，库斯科的参事会建立了一个克拉利斯修道院（Klarissenkloster），随后又建起其他修道院，因而库斯科出现了女子修道院林立的局面，它们与社会上层有着紧密的关联，特别是与在那里依然实力强大的印加精英关系密切，与经济也紧紧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作为债权人。当债务人因独立战争再也无力付款时，衰退便开始了。女子修道院可以索要3000～4000比索作为嫁妆。就连神秘主义修女乌尔苏拉·德·赫苏斯（Ursula de Jesús）那样一个贫穷的穆拉托女人也能够成功地推行修道院政治。非洲女人和印第安女人也懂得成功地利用西班牙法律文化提供的机会。16、17世纪，墨西哥三分之二的诉讼有女性参与，根据记录，诉讼中常常是印第安女人说得滔滔不绝，而男人则胆怯地站在一旁。前西班牙时代好像未曾有过女性头领，而1600年前后，当地女人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习惯法，它使她们有了担任“头领（Cazicazgos）”的可能性。

地方首领的印第安领导层被成功地整合，这是西班牙统治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使用了前西班牙时代的政治结构和精英，所以我们可以用20世纪才创造的概念“间接统治”来描述它，当地的殖民政治文化就汇集在这样一种统治中。

墨西哥中心地区依旧保持着城邦（Altepetl）体制，即环绕一个主要聚居地而建并由一个世袭君侯（Tlatoani）统治的聚居地群落。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这种主要聚居地常常已经具有城市特征，因此共同居住在这里基本上属于多余之举，只是由于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共同居住才成为必要。与之相反，西班牙人可以立刻将自己的城市法完全套用于城邦，不过还要借助一个市行政长官建立市议会。为此可以任命一个忠心的君侯，或者任命一个可以信任的外地人。市行政长官、大市行政长官和议员是任命还是选举产生都无所谓，这些职位由人轮流坐也可以，因为它们依然掌握在地方精英手里，掌握在前西班牙时代的贵族手里，掌握在上等阶层（Pipiltin）手里，而谁进入他们的圈子都一样。最初是一个或数个市行政长官被分派给委托监护主，16世纪中叶以来，委托监护主的位置由王室的区行政长官取代，不过他们大都主管数个自治城市。尽管其他人也渐渐有可能获得这些政治职位，但城市贵族的社会和经济整体依然保留着。到18、19世纪，“酋长（Cazique）”头衔仅还用于称呼一位土著出身的巨富而已。

在秘鲁总督的管辖区内没有这种遍布各地的城市政治文化。与当地的分散式居住相适应，地方基本单位“阿伊鲁（Ayllu）”是家族共同体和农业协作社的复合体。其上是世袭的地方或地区首领“库拉卡（Kurakas）”，他们在印加王统治时曾享有的对最低一级行政区的全权管辖由西班牙人确定下来。建立巨大的共同居住区后，实行西班牙自治城市法对此没有多少改变。就像曾是委托监护主的合作者一样，他们依旧是区行政长官的合作者，因为其间他们得到了满足，所以大都始终保持着忠诚。1754年共有2078个库拉卡或酋长。不过除了这些有权势的人，还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精英，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库斯科印加王。前者和后者都维护着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土著贵族身份，不过没有将其保持到独立。

墨西哥和秘鲁的这一土著精英阶层的成员都同样善于有把握地活动在两个世界里，即印第安人的世界和西班牙人的世界，而按照王室的意愿它们理应是分开的。首先他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具有司法属性的西班牙统治是由一种显著的法律意识确定的。甚至有人论及“一种热衷于诉讼的文化”，它也鼓励土著选取法律之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地方的“印第安人庇护者（Protectores de Indios）”，后来又有了“穷人、印第安人和奴隶的总保护人（Defensores generales de pobres，indios y esclavos）”。在墨西哥，他们甚至为印第安人设立了一个最高特别法庭。在秘鲁，印第安人或许能够要求“纸张守护者（Quilcaycamayoc）”，即掌握两种语言和欧洲文字的土著书记员和公证人提供帮助。除正规诉讼外，土著还使用请愿书反对西班牙人提高贡金、强制劳役和虐待，在墨西哥以聚居区的名义使用宣告自己传统法律地位和财产地位的法律文书，最后还相当成功地运用了告发手段，包括告发西班牙人和神职人员，而且也乐于在宗教法庭进行告发。

特拉斯卡拉居民的例子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作为攻占特诺奇蒂特兰战斗中科尔特斯的盟友，他们应该体验到优厚的待遇，无须缴纳贡金，未被迫实行监护征赋制，而且人们起初还非常小心谨慎地让他们的城邦适应新政权。他们原本的社会制度最初似乎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他们不仅自视为西班牙人的忠实盟友——其他墨西哥人也可以声称自己是这样的人——而且直接将自己看作和西班牙人共同获胜的人。为了对侵犯作出回应，他们向西班牙派出费用昂贵的使团，同时也对自身进行了充分的西班牙化。1540/1541年，他们让人用纳瓦特尔语出版了自己参事会的文件。1549年，他们购置了一个欧洲生活方式的象征物——一个塔楼大钟。但后来他们成为人口灾难和西班牙移民进逼的牺牲品。此时就不再需要小心谨慎了。

不过许多东西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土著上层。印第安人或许是人人都能分享的，但在更多时候，他们恐怕是印第安人上层和西班牙人共同剥削的对象。有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构思：为了保护“印第安人共和体（República de indios）”，应该将其与“西班牙人共和体（República de españoles）”分开。这种构思未能完全实现：在农村，即印第安人聚居区并入大庄园的地带，无论其有没有实行劳役制，这种构思都没有得以实现；在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这种构思也没有实现，尽管印第安人聚居的城郊（Barrios）实行自治，但在城市里还是形成了一个出身几乎不起作用的下层（Plebe）。

另外，这种分开居住应是为了保护和控制土著，绝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确切地说，目的完全在于通过基督教化和西班牙化实现文化转变，而这一转变是凭借权势立刻开始的。在这方面我们对墨西哥了解得特别清楚。1540年代，即便在偏远的瓦哈卡也有了耕犁和金属工具，尽管传统木铲被证实在种植玉米、豆子和南瓜之类的传统作物时还占有优势。畜牧业渐渐被接受，其中家禽尤其快地被接受。1566年，特拉斯卡拉的一个酋长还有一些传统的羽袍，但有一件已经是用欧洲鸭子的羽毛做的。欧洲衬衫完全普及开来而且被接受得很快，“Camisa”（衬衫）是纳瓦特尔语中最早的外来词之一。裤子排挤掉传统的遮羞布花费的时间较长，不过到16世纪下半叶逐渐得到认可，外衣、帽子和鞋也是如此。与此相反，印第安人的男式斗篷继续被沿用，长衬衫加外袍的女装也被沿用下来，或许是因为它们与欧洲的女式外袍相近。发型仅进行了部分西班牙化，“印第安佬”继续留长发（就像波马·德·阿亚拉画作中的那样），而胡须则被视为西班牙人的典型特征。

纳瓦人的名字错综复杂，有时很粗俗，例如“Maxixcatzin”意为“撒尿的人”。姓名体系开始被扩充，最开始的做法是附加一个常见圣徒的名字作为教名。1550年前后，大概所有孩子和成年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名字。一些人给自己添上其他圣徒的名字，或者去掉土著名字。后来西班牙姓氏也逐渐流行起来，或得自教父，或得自庇护人，或直接将一个占为己有。与土著名字不同，西班牙姓氏也由印第安人继承下去。土著名字消失了，直到殖民时代末期，一些祖上为纳瓦人的名人又有目的地给自己添加一个土著老名字。

有人为纳瓦特尔语创制了文字，有一部分作为日常语言和官方语言保留下来，而且留有大量档案资料。在近几十年里，通过整理这些档案，一个成果累累的新研究分支出现了。虽然人们也为秘鲁的克丘亚语创制了文字，但这一语言几乎仅仅用于教会目的。世俗文本在那里是珍品。当然，就连纳瓦特尔语也经历了西班牙语影响下的文化变迁。这一变迁可清楚地分为三个时期（Lockhart 1992）。1.至1540/1550年，纳瓦人通过创造性地为新事物发明了大量新词来应对文化休克，例如通过创造新词“tepozchichiquillateconi”（金属切割工具）来表示“锯”。2.1540/1550年至1640/1650年，长期更加深入的接触导致纳瓦人从西班牙语中吸收外来词，但仅限于名词。3.之后，通过接受动词、助动词等，才触及语言结构。不过这个“克里奥尔化”阶段是暂时的，随后他们进入了接受西班牙语或使用双语的阶段。

或许这种分期模式也能应用于西属美洲的其他地区，并且也可以应用于别的领域，比如说应用于宗教。因为在宗教领域，第一个时期是因大力——而且常常是暴力——推行基督教而产生的文化休克；第二个时期是获知基督教信息，不过常常是依照种种传统条件来进行的；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渐渐谈得上一种按照教会意义勉强算正确的大众天主教。因此说在第二个时期是偶像崇拜，在第三个时期还只是迷信。两种文化的“基本相似之处（Basic similarities）”（Burkhart 1989），如前西班牙时代墨西哥的寡头城市统治，或者像敬奉神像或圣徒像的种种礼仪，或者信仰神人，或者将教会年作为礼仪年历，这些虽然减轻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但却常常是基于相互之间的误解。因为各方都借助自己的范畴理解对方的各种现象，其实并不能达成了解，充其量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议论之中。

一个坚实的土著基础继续构成框架，而西班牙人的构件和模块却迅猛地从四面涌入，它们不是浸润或渗透，而是被分派给已存在于土著文化模式中的一个个壁龛。（Lockhart 1992，203）

和其他土著以及多神教徒一样，纳瓦人在接受基督教方面最初并没有多少问题，因为对一个常胜群体的神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那是在传统的“万神殿框架”内进行认知的。洗礼同时包含着宗教征服和政治征服。与此前不同，他们现在是在与一个不可接近的、会嫉妒的神打交道，首先必须费力地教会他们这一点。双方好像都不十分明白土著的一元论和欧洲的二元论之间的根本对立，尽管他们总是被迫面对这一对立。不知有善神与恶魔的对立，美洲诸神既善又恶，因此也没有“违背神的戒律即为罪”的观念。洗礼完全被理解为清洗仪式，却难以与关于（原）罪的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土著不会明白一夫多妻不合乎道德。对印第安人来说，就连魔鬼也是一个需要适应的概念，而西班牙人则可以轻易地将他们那些可怕的神“妖魔化”——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变成了魔鬼“维齐洛波奇特利（Vitzliputzli）”。通过可怕的景象将一个人奉为救难者对秘鲁的印第安人来说是正常的，对传教士来说，这却是网罗女巫的魔鬼。于是那些女救难者开始讲述天使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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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7 给印第安人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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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8 给印第安人施洗礼

一般意义的教会和特殊意义的传教都是用于征服和惩戒印第安人的统治工具，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人甚至称它们是维持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机构。当然这并不是说教会的目标仅限于此，也不是说可以将它的活动解释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操纵策略。更确切地说存在着真诚的一致意见，即拯救灵魂是最高目标，而通过文化转变征服印第安人并使他们欧洲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只是在方法问题上，以及在王室的财政利益和单个西班牙人的经济利益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个宏伟目标统一起来的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早期征服进程中的集体受洗很快就被更深入一步的尝试取代，即为基督教开辟通向印第安人心灵之路的尝试。例如最早到达墨西哥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已在努力建立一个有印第安神职人员的印第安人教会。千禧年精神传统大概至少在所谓的“墨西哥十二使徒”（一个于1524年踏上那片土地的方济各会修士群体）那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生活淳朴的印第安人好像展现了 在新世界实现远离腐败欧洲的方济各会精神王国的可能性。这种乌托邦的推动力变换着各种形式一再出现在欧洲扩张史中。瓦斯科·德·基罗加（Vasco de Quiroga）是位博学的法学家，1530年作为检审法院法官来到墨西哥，1537年成为米却肯（Michoacán）的主教，就连他也在1530年代建立起一个个印第安村庄，他以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的《乌托邦》（Utopia）为蓝本组织这些村庄。1536年，方济各会修士在墨西哥的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创建了一所进行高等研究的学院，当地的神职人员以及其他领导人员都本应出自那里。虽然这一目标没有实现，但这所学校成了一个进行深入文化交流的场所，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修士（Fray Bernardino de Sahagún）关于纳瓦文化的大型资料汇编就在这里诞生，至今它依然是了解纳瓦文化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

然而建立一个印第安人教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不仅是因为实践中免不了的种种失望，而且还因为政治路线的改变。1568年，国王费利佩二世通过马德里的“大政务委员会”作出了一些决定，这些决定不仅意味着国家教会体系的定型，而且还宣告了所有建立一个印第安人教会计划的末日——美洲教会从今往后必须是西班牙人的。这是转向了王室出面阻止虐待印第安人的反面。对印第安人友好的出版物此后都被贬低，德·萨阿贡的著作直到19、20世纪才得以出版。人们重新并且更为着重地强调印第安人宗教能力低下。向他们授予神职已不再可能。甚至出现了是否允许印第安人领圣餐的顾虑，尽管他们可能早已受了洗礼，不过这也毫不奇怪。1588年，耶稣会修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1540～1600年）出版了他的《促进印第安人的福祉》（De procuranda Indorum salute），其中阐明的实用传教理论描述了在这种条件下还能最大限度地对印第安人友好的做法。

但是千万不可忽视，放弃建立一个印第安人教会的理想不仅可以归因于政治干预，而且同样可以归因于印第安宗教发现可以打着正规基督教的幌子顽强地坚守在民间。显然，若建立不起稍稍正规的基督教，就存在着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成分轻易就被印第安多神自然宗教同化的危险。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墨西哥和秘鲁都对继续存在的地方神崇拜 以及崇拜者进行了真正的征讨，在秘鲁为此目的创设了“清除偶像崇拜（Extirpación de la idolatría）”巡视员这一准机构。1621年在墨西哥（Ruiz de Alarcón）、1629年在秘鲁（Arriaga）甚至出现了相关手册，今天它们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玛雅人似乎是同化高手，17世纪末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说西班牙语。1562年甚至有过在一个教堂进行了一次人祭的报道。同一年，传教士试图通过烧掉所有玛雅人手抄本来与产生了这种混合信仰的传统决裂，而此举又会让谁感到惊讶呢。后来在得到官方资助、由普通土著教徒领导的教会兄弟会中也有过类似的行动。教士的必不可少的普通教徒助手有时在秘鲁也被证实具有反抗性。纳瓦人在这方面大概不如玛雅人成功，但就连他们也首先是将自己的基督教打造成旧宗教的变体而不是某种新东西。至少在玛雅人那里和安第斯山区，一些旧宗教的变体一直保持到今天。估计要到其信奉者融入一个在自然科学和经济上都已祛魅的世界，它们才会最终消失——到那时可能连基督教信仰本身也消失了。

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同化进程也可能变得有利于基督教。另外随着与异教进行斗争，不但开始引入圣徒敬奉，而且还开始有计划地树立新圣徒，他们应表明天主教“已经降临”美洲。例如马丁·德·波里斯（Martin de Porres，1569～1639年）是个穆拉托人，是一个普通的多明我会修士，对他的敬奉非常流行，他被视作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混血儿的正派人生方面的楷模，尽管到1837年和1962年的时候他才享有升入祭坛的荣誉。18世纪墨西哥中心地区有十三个创造奇迹的圣像，七个是基督受难像，六个是圣母像，圣母像中包括前面提及的瓜达卢佩圣迹。虽说在它们出现之初，方济各会的虔敬与纳瓦人对一片神圣之地的憧憬二者可能是相似的，但这类圣像还是完全符合伊比利亚民间天主教的标准。因为欧洲的民间天主教与美洲的民间天主教从过去到现在，按照特伦托宗教会议的标准在教会仪式规制上多大程度可算正确，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然而传教对西班牙统治体系的意义并非只限于整合和管束 境内的印第安臣民，它也有助于边境的安全和拓展，地图上的传教区的分布已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每个殖民帝国都有其特殊的、能够表明其结构特征的“边境居民”的话，那么在西属美洲首先就是传教士，特别是方济各会或耶稣会修士团的传教士。这些教士两人一组进入荒原野岭，让那些游牧或分散居住的印第安人聚居在较大的固定村庄（Reducción）里，在那里教他们欧洲文化和基督教入门知识，虽然并非没有政治当局和军事当局的帮助，但他们原则上采用和平方法。这样印第安人同时也听命于西班牙王室，因而最终能够成为正常的印第安臣民。这种文化先驱工作整合的是语言文字：借助那个时代以拉丁语为基准的语言分类，学习并系统、科学地记录了各种印第安语言。不过传教士的活动有时不仅有助于那时还“荒凉的”印第安人边境的安全，而且还使抵御殖民竞争对手的防守阵地向前推进，例如在当时荒凉的墨西哥北部（今天美国的西南部）以及耶稣会修士在巴拉圭建立的聚居地。

在前面提及的西班牙人向北推进的过程中，16世纪末以来在索诺拉（Sonora）、亚利桑那（Arizona）和下加利福尼亚形成了一个耶稣会修士传教团，蒂罗尔人奥泽比乌斯·库恩（Eusebius Kühn，1644～1711年）成为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无论是作为探险旅行者、印第安人政治家还是作为传教士，他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18世纪，当需要抵御向前推进的俄国人以确保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安全时，方济各会修士取代了此间被驱逐的耶稣会修士，于是，圣弗朗西斯科站点（Station San Francisco）得到了自己的名字。

上述的耶稣会修士传教体系在巴拉圭得到彻底实现而且有所扩展，因为那是一个远离商路、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的地区。另外，耶稣会修士得到了政府的特别援助，因为这样一来，面对从圣保罗（São Paulo）过来的巴西人以及从拉普拉塔河口发起攻击的敌人时就能确保世界帝国的经济中心银都波托西的安全。在内地定居的西班牙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然而西班牙人在作为委托监护主获得瓜拉尼印第安人（Guaraní-Indianer）的“个人服务”方面的能力却丝毫不弱，这自然吓住了印第安人，让他们不敢放弃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并迁入自成一体的村庄，以免进一步受制于西班牙人。总督的一个禁令可能于1611年传到了耶稣会修士那里，该禁令禁止人们对自1609年以来纳入各个村庄的印第安人实施监护征赋制（1633/1634年，这一禁令得到了王室的批准），此时他们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吸引瓜拉尼人：加入我们就能躲避西班牙人的劳役。不过他们以此举将西班牙移民永远树为了自己的敌人。当时不仅在瓜拉尼人当中，而且在其他耶稣会修士建立的聚居地里有一部分传教士并不是西班牙人出身，有的可能是德意志人出身，这一情况所包含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教士弗朗茨·迪尔海姆（Franz Dirrhaim）、约瑟夫·多米尼库斯·梅尔（Joseph Dominicus Mayr）、弗洛里安·保克（Florian Paucke）和安东·塞普（Anton Sepp）的《回忆录》（Erinnerungen）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不过千万别受“耶稣会国家（Jesuitenstaat）”这一绝对迷惑人的概念误导而对巴拉圭耶稣会修士建立的那些聚居地进行过高的评价。在其鼎盛时期，在巴拉那河上游与乌拉圭河最接近的那片区域有30个聚居地，其中8个在今天巴拉圭境内巴拉那河北面，15个在今天阿根廷境内（米西奥内斯）[16]，7个在乌拉圭河南面。这些村庄分布在一个长宽各约300公里的地域里，控制着一个长宽各多出一倍、面积多出三倍的地区的经济。人口数波动很大，但平均只有10万人，1732年达最高值，有3万个家庭和超过14万人口。

这些村庄严格按照规划布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不太像西班牙殖民城市的棋盘格局，倒是更像古代罗马军团的兵营。“广场（Plaza）”中央矗立着地方庇护圣徒的塑像，围绕“广场”三面建有一排排简陋但牢固的茅舍，多个茅舍并排而列，共用一个由支柱支撑的雨棚。“广场”的第四面是各种公共建筑，位于中间的教堂是唯一装饰豪华的建筑，教堂的一边是该村两个传教士的住宅、作坊和仓房，另一边是墓地和女宅，后者是为安置因废除一夫多妻制而多出的女人修建的，其管理纪律近似修道院。教堂后面是一个园子，里面培育各种欧洲果树和蔬菜。

对于所有村民来说，与严格的布局一样，每一天也都伴着钟声和鼓点，受到固定时间表管理。众多区行政机构和圣母马利亚联合会的教会精英负责监督。不过还谈不上恐怖统治，因为遇到具体事情，由教士宣布并由印第安官员执行的处罚都很宽松。没有死刑，对谋杀处以十年监禁，监禁结束后即逐往其他聚居地，对堕胎处以两个月监禁和两轮各二十五下的杖击，对私通处以十五天监禁和一顿责打。由于外在的监督和内心的控制以及两性被严格分开，好像很少出现严重的犯罪。就连耶稣会修士也只有在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与女性说话。另外，男性在17岁、女性在15岁就已结婚也是原因之一。

[image: ]

插图49 一个瓜拉尼人聚居地的平面图

两个耶稣会修士中的一个作为神甫（Cura）对村庄负责，担任按照西班牙模式设置的各种职务的印第安人，特别是以由西班牙总督任命的区行政长官为首的参事会，据称不过就是他的帮手。整个传教区僧团主管（Superior）的代理权同样很广泛，在他之上是传教区之外驻在科尔多瓦的教省大主持（Provinzial）[17]。与其他传教区一样，瓜拉尼人各聚居地也隶属于国王委派的亚松森总督，后来隶属于国王委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后者根据教团的提议任命神父和行政主管，巡视各聚居地，并有权征召印第安人服官方劳役［如修筑蒙德维的亚（Montevideo）的工事］或服兵役。一旦传教点成为正式的印第安人堂区（Doctrinas），它们也同时归属主教管辖，主教同样可以对其进行巡视。不过在这里存在着与教团首领的权限之争，因为主教不时自己充当移民利益的维护者或要求缴纳印第安人已被免除的教会什一税，后者原本只需向王室缴纳常规的“印第安人贡金”。

因此尽管他们自主权相当大，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国家，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一个具备各种有利条件的地区里，特别坚定地实现了西班牙向印第安人传教政策的种种基本原则。任何外人不得在这些聚居地居住，不得在这一地区的特定市场逗留三天以上，这种禁令完全符合前面已有论述的一般性原则。在对耶稣会修士的种种指责进行了调查之后，1743年，费利佩五世（Philipp V）在所谓的“大证书（Cédula grande）”中明确肯定他们的体系符合王室的意图。

许多人认为这些聚居地实行了“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它不是源于系统的规划，也绝非参照了莫尔的《乌托邦》或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Sonnenstaat），而是由那些在组织和经济事务方面很有效率的耶稣会修士以相当务实的态度设计出来的。充其量是那些在秘鲁印加体制中积累的经验发挥了作用，毕竟巴拉圭第一个教省大主持就出自秘鲁的一个聚居地。要达到宗教目的，就有必要保证能够供养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住民，同时也须获得一些盈余，这对于缴纳贡金、支付输入物品的货款以及预防灾难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耶稣会修士将“神之物（Tupambáe）”与“人之物（Abambáe）”区分开来。前者包括大部分农田、圈栏里的牲畜、粮食储备以及手工业者的产品，它们直接归神父负责，神父应给予必要的指导并作出所有经济决定。“人之物”包括住所、衣物、部分家禽和一块土地，人们可在特定给予的假期里耕种它，但这些东西多为分配所得，虽可终身使用，却不属于个人财产。耶稣会修士试图鼓励印第安人完全自担风险经营，然而聚居地里没有货币经济，只有作为货币单位的结算比索，其经济环境不利于这类经营的发展。总之在瓜拉尼人的传统文化体系里没有出现过私人利润和储备型经济。他们习惯于径自拿走他们发现的东西——白人称之为“偷窃”，但耶稣会修士很聪明，仅对此进行轻度处罚。另外，印第安人慷慨大方地平分自己所有的东西，不去考虑明天。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生产从未满足过需求，各个聚居地一直依赖“神的储备”中的粮食。

肉类需求本来靠那些巨大的野牛群得到满足，也就是今天乌拉圭北部所谓“海一样的牛群”。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获取用于出口的牛皮和油脂而使这些野牛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时，各个聚居地的偏远的畜牧庄园（Estancias）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最终，这些聚居地拥有100万头以上的牛以及30万只绵羊和山羊。然而由于自身需求量很大，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另外，人们还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教团代理人出售耶巴（Yerba，即马黛茶或巴拉圭茶），这位代理人也担负着采购输入货物的任务。耶稣会修士对野生植物耶巴进行了人工培育，并着手营造一个个人工林，而阿根廷的植物学家到20世纪才完成了这一工作。每年的生产量可能为800吨，不过根据代理人的账本来看盈利好像一直低下。如果说耶稣会最终成为拉普拉塔河地区最重要的资本主义企业，那也不是因为这些聚居地，而是因为那些位于这一地区其他地方的神学院的大型庄园，1692年已有1300个非洲奴隶在那些庄园里干活。

另外，并不存在着一个与“共产主义”经济相符的平等主义的社会政治。社会分化完全是被支持的。耶稣会修士甚至将从前的酋长及其家族塑造成一种世袭贵族，他们被免除贡金，可以让从前的随从为自己干活。在聚居地“特立尼达（Trinidad）”，酋长被安葬在教堂里，而聚居地的其他成员则被安葬在墓地。就连区行政官员也常常是从这个圈子里被挑选出的，不过并不是只从这个圈子挑选，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凭业绩得到提升的例子。除酋长和官员的儿子以外，该地还为学校选送特别聪明的孩子，手工匠人和享有特权地位的人都应经由学校培养教育，其余的孩子则被派去劳动。手工业和手工艺高度发达。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有：保存下来的教堂和其他建筑物，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在巴拉圭聚居地印刷的书籍，近期在极为类似的玻利维亚奇基托斯（Chiquitos）聚居地发现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将印第安音乐与欧洲的巴洛克音乐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聚居地从一开始就受到巴西圣保罗的印第安奴隶猎捕者的威胁，据称，他们自1612年至1638年在森林和聚居地里捕获了30万名瓜拉尼人，仅1628年至1631年就卖出了6万名瓜拉尼人。然而1639年和1641年耶稣会修士率领的聚居地部队击败了他们，1652年和1676年与巴拉圭总督共同彻底打败了他们。另外，巴西的繁荣使得非洲奴隶的供应迅速上升。尽管如此，这些聚居地还是因巴西遭受了失败，因为在交换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面的走私巢穴科洛尼亚-德萨克拉门托时，西班牙于1750年将远离乌拉圭、位于今天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七个村庄转让给了葡萄牙。印第安人觉得自己被国王和耶稣会修士出卖了，拒绝服从迁出命令，但在1753年至1756年败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部队。耶稣会修士对王室保持着理由充分的忠诚，只限于引证自然法提出口头抗议，这样做毁掉了他们的统治体系的情感基础，而西班牙却不懂得对他们表示感谢。1761年废止了1750年的条约，但为时已晚。撤销教团导致1768年神父们被驱逐。各个聚居地虽得到保留，但已管束不住印第安人。这一方面导致了西班牙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导致了印第安人离开那些聚居地。新神父们不受欢迎。总人口数从1768年的88828下降到1801年的45639。各场独立战争以及新建立的共和国相互之间争来斗去给了这一体系致命的一击。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是耶稣会的权力欲和金钱欲在巴拉圭建立起一个独立国家并推行了一种狡诈的剥削制度；这一观点是18世纪反耶稣会宣传的产物，这种宣传使所谓的耶稣会修士国家直到今天还“声名响亮”。与这个论点相反，认为那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或“开发性独裁（Entwicklungsdiktatur）”[18]，也是违背真实的。问题在于另一个方面：不管取得了多少成就，完美实现了“分别发展（getrennte Entwicklung）”的这一西班牙模式最终因何又失败了？因为在发起者领导期间运转是正常的，所以好像一切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耶稣会修士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忽视了要引领瓜拉尼人走向成熟，或者说，150年是否还不够使这个民族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改变方向，走向现代经济社会。

有人在总结边境地区接受传教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面作了批判性的尝试（Sweet in Langer/Jackson 1995），它列举的负面事物有共同居住引起的传染病和人口减少，口味怪异而且时而短缺的食物，靠惩罚制进行的管束，自己文化的丧失，自然的异化以及幼稚症的出现。与之相对，正面的机遇则有个体和群体的基本存活，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应用，对新的社会集体形式的适应，对基督教的接受；不过，当中也培养了有组织地进行反抗的能力。南智利的阿劳坎人（Araukaner）有能力将自己的独立维护到19世纪，从他们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与行政、军事和传教的相互作用如何超越了界限，引起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和政治进步。

一直有人认为瓜拉尼人还未成熟就被置入世界，而真实情况可能完全并非如此，那些聚居地不是出于内因，而是由于外因，即由于战争暴力的残酷影响而衰亡的。不管怎么说，在巴拉圭，耶稣会传教团中为印第安人安排的命运大概要好于在西属美洲其他地方。至少耶稣会修士为那里的印第安人的语言所付出的辛劳使瓜拉尼语成为一种按照欧洲方法创立的，有语法、词典和自己文学的语言，今天它是唯一一种作为其国家第二官方语言的印第安语，因此在巴拉圭学校里，它是必修课。

不管怎么说，瓜拉尼人在那些聚居地里学会了进行反抗，尽管最终他们和所有反对具体的管理混乱和剥削情况的土著起义一样都归于失败，而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残暴开端以来，这种混乱和剥削就一直伴随发生。当18世纪王室加紧了控制时，反抗也愈加强烈，甚至还出现了与克里奥尔人之间的联盟，而此前克里奥尔人最多是以个别冒险者的身份出现的，如17世纪自封为西班牙印加王的佩德罗·博霍奎斯（Pedro Bohorques）。不过，土著同样也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学会了利用文学表达隐性抵抗，例如波马·德·阿亚拉的著作就可以作为含蓄的精神反抗文献来读。即使在西班牙帝国内部，殖民统治也辩证地产生了一些自我克服（eigene überwindung）的开端，与在许多情况下一样，传教也适于在这方面扮演先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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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里奥尔，也常译作克里奥约，意为“混合”，说这些混合语言或经过多代混血的人常常也被称作“克里奥尔人”。——编者注

[2] 卡斯蒂利亚语的发源地为古代西班牙北部坎塔布里亚山以南一带，15世纪随着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王国统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也被广泛使用。现在，西班牙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被称为西班牙语（Español），而在其他地区被称卡斯蒂利亚语（Castellano）。——编者注

[3] 比索作为一种结算货币。——编者注

[4] 指一些在官方数据上未能有效反映的统计资料。——编者注

[5] 伊比利亚美洲的概念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使用的，指那些曾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美洲国家，而原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安道尔在一些情况下也被归于这个概念之内。——编者注

[6] 指1720年由对英国南海公司的投资狂潮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事件，与1720年的法国密西西比公司事件及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狂热并称为近代西方爆发的三大泡沫经济事件。——编者注

[7] 在其倡议下由法国政府成立的海外殖民公司“密西西比公司”股价暴涨，同时法国皇家银行纸币严重超发，导致法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后股价暴跌，纸币急速贬值。——编者注

[8] 源自意大利语monte di pietá，也译作“仁慈银行”，原指某修士为使穷人免遭高利贷盘剥，通过募捐创建的一种慈善机构，人们以物品抵押，便可在该处借到无息或低息款项。后来的当铺虽非慈善机构，但也沿用了这个名字。——编者注

[9] 或“附属国”，狭义上指一个国家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国家虽为一个整体，但是内部结构可能有不同之处。“附属地区”往往也有谋求政治独立的倾向，或者在历史、民族语境中与国家的主体部分有较大不同。广义上也涉及某些殖民地。——编者注

[10] 此拉丁语概念原为罗马天主教会所用，指两个或多个教区进行合并时，为了避免主导权之争，所有教区都被赋予同等的地位。——编者注

[11] 拉丁美洲方言，指尚未建立教区的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村庄。

[12] 瓜达卢佩（Guadalupe），西班牙人的一个朝圣地。相传圣母在此处向虔诚的印第安人胡安·迭埃戈显现，要他向主教表明自己在此处建一座小圣堂的意愿。主教将信将疑，圣母吩咐胡安在山上采摘玫瑰以作证据。时值严冬，山上竟开满鲜花，胡安用衣襟兜起采得的玫瑰去见主教，奇迹发生，衣襟上出现了圣母的肖像，主教和众人深深信服并流泪请求宽恕。圣堂落成后，短短数年内有超过800万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编者注

[13] 表型（英语：Phenotype），又称表现型，表示一个生物的某一特定的物理外观或成分，例如一个人是否有耳珠、植物的高度、人的血型、蛾的颜色等。——编者注

[14] 或译作家谱、谱系、宗谱、家系学、血统学等。——编者注

[15] 或译作地位、名望等。——编者注

[16] 此处德语原文为Staat Misiones。米西奥内斯现为阿根廷的23个省之一，位于该国东北部，与巴拉圭和巴西接壤，是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走廊地带。——编者注

[17] 也称Provinzialminister、Provinzialmagister或Provinzialsuperior等，根据不同修会或教派团体的规定，任期一般为三年或四年。——编者注

[18] 也常译作“发展独裁”、“开发独裁”、“发展型专政”等。——编者注


第八章 “葡萄牙、尼德兰以及犹太人的大西洋”

葡萄牙人在巴西以及蔗糖循环体系

1500年，卡布拉尔的东印度船队发现了“圣十字架之地（Land des heiligen Kreuzes）”，最初人们无法确定那里是不是与西属美洲分开的岛屿，很快人们就将它的名字改为“苏木之地（Terra do Brasil）”，1511年，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一张地图里。在罗曼语族各种语言里，“苏木”指的是中世纪从亚洲输入欧洲用于制作一种重要红色颜料的树木。在新发现的这一热带土地海岸地区的森林里，费不了多少劲就可以采伐到它的一个亚种“巴西红木（Caesalpinia echinata）”。向欧洲出口一米至两米长的这种树木树段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即使后来在其重要意义逊于其他货物时也是如此。1630年和1704年，它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售价达到了顶点，然而在欧洲化学工业出现之前，这一发展势头良好的产品因巴西海岸地区森林被伐光而受到致命打击，而到了1605年，人们就已经对森林的消失叫苦连天。

葡萄牙王室的垄断不光包括苏木的采伐，大概也包括它的运输和出售，依据《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王室将巴西视为葡属土地，但由于同时受到亚洲生意支付义务的约束，王室筹措不到多少资金，而且也没有多少兴趣开发巴西。于是这一垄断权有时会被包租出去，不过大都是收取税金将其授予自己的臣民。一个个商馆杂乱无章地出现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516年建于伯南布哥（Pernambuco），即今天的累西腓（Recife）的商馆，1510年在今天的圣保罗城和萨尔瓦多城（Salvador，巴伊亚）地区还建立起一个个与印第安人混居的葡萄牙人移民点。不过同一时期也有为数不少的法国船只造访海岸地区采买巴西苏木。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1521～1557年在位）力图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这类竞争对手的侵害，这一努力促使他最终加强了投入，并使之更有规划——这是他开始进行殖民占有的一个动机，它在欧洲殖民史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1530年，王室派出一支探险船队，1532年，它在南部建立了殖民点圣维森特（São Vicente）［在今天距圣保罗不远的桑托斯（Santos）附近］。1532年至1534年，葡萄牙国王将自亚马孙河河口至今天的圣卡塔里纳州（Santa Catarina）的土地分为15个“辖区（Capitanias）”，并将它们作为可继承的财产授予12个“受赠人（Donatarios）”。当时确定的只有一段海岸的北端和南端，从两端划出与纬度线平行的线作为辖区的界线，这些平行线应在内陆某处与同样无法精准定位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约定的线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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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0 巴西最早的行政区划

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是，与西班牙王室的实际做法相比较，这种受赠人制是否向美洲移植了封建体制。事实上，王室将主权和王室的经济特权委托给了这些受赠人：军事指挥，司法，行政管理，各种垄断权，征收关税，征收辖区土地收益的五分之一，不限数量地奴役印第安人，但限量在里斯本奴隶市场自由提供印第安人。移民须为交付给他们的土地（sesmaria）向教会（实际上是向王室）和受赠人交纳赋税——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因素清晰可见。然而，若是不细究封建机构的词语，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一个投机性的资本主义的“获取利益（mise en valeur）”和开发土地的体制，它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对扩张中的欧洲而言，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构成的混合形式。而西班牙王室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利用个人利益为自己效力。

不过，这些受赠人几乎全都没有资本用于投资，因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唯有伯南布哥辖区和圣维森特辖区凭借有利的交通位置和优良的自然条件迅速兴盛起来。这里很早就引入了食糖生产。1533年建起了圣维森特的第一个制糖作坊，1542年建起了伯南布哥的第一个制糖作坊，到1545年，圣维森特已经有了五个制糖作坊，有一部分还是利用尼德兰人的资本修建的。另外，法国人的威胁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决定自己接管殖民地的行政管理。1548年，他收回了其所有者非常喜欢的诸圣湾辖区，1548年至1551年在那里建起了“诸圣湾巴伊亚萨尔瓦多（São Salvador da Bahia de Todos os Santos）”城作为整个巴西的总督驻地，该城有1000名移民，其中400人是囚犯。

总督梅姆·德·萨（Mem de Sá，1558～1572年在任）对印第安人实行了一种残酷的征服政策，巴伊亚周边的几百个印第安村子被毁掉。葡萄牙人虽然习惯于凭借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就见过的对性放纵以及吃对方人肉的描写来证明自己的文化优于所有印第安人，但他们还是将“善良的”图皮人（Tupí）与“邪恶的”塔普亚人（Tapuia）区别开来，后者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食人习俗，既有仪式性的也有兽性的。不论进行多少战斗，葡萄牙人依然与图皮人交往，学习他们的语言，与他们结为姻亲——凡是从一个酋长处接受一个女人，就成为酋长的女婿。这些结合在一起的女人和男人扮演着多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中介者角色。又名迪奥戈·阿尔瓦雷斯的卡拉姆斯（Caramuru alias Diogo Alvares）甚至成了民族神话人物。操不明语言的塔普亚人最初被看作异类和敌人，尽管如此，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一位有名的中介人。她是一个被捕获为奴的艾莫里族（Aimoré）[1]女人，教名叫作玛格丽达（Margarida），她在被囚期间学会了图皮语。她被她的主人作为礼物送回她的族里，此举最终促成了和平交往。

总督行政体制取代或覆盖了理论上一直存在至18世纪的受赠人制。一个“总监察（Provedor mor）”负责财政管理，一个“大法官（Ouvidor geral）”负责司法。1587年或1609年，后者并入按照本土模式设立的新的合议庭高等法院“巴伊亚法院（Relação da Bahia）”，它类似于西班牙的检审法院，有十个法官，自1577年起，院长由时任大总督（Generalgouverneur）担任，自1640年起，有时由总督担任，自1720年起则一直由总督担任。直至1763年，巴伊亚一直是首府，后被里约热内卢取代，因为人们希望从那里能够更好地控制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的南方以及当时并非不危险的西班牙邻居。

侧重南方并未带来任何变化，只是在1772年通过并入亚马孙河河口区域此前独立的帕拉（Pará）和马拉尼昂（Maranhão）地区，巴西在北方拓展了疆域。由于季风和洋流情况，从那里的西北偏西走向的海岸与葡萄牙建立联系比与南巴西建立联系更为容易。因此，巴西的这一部分此前一直直接隶属于本土，就连那里的主教也隶属于里斯本教省而不属于巴伊亚总主教区。1551年，巴西从丰沙尔（马德拉群岛）主教区分出并创建了巴伊亚主教区，1676年升为总主教区，里约热内卢和累西腓均属于该总主教管区。然而，首任主教于1556年被印第安人抓获，而且据称被吃掉了。到18世纪，圣保罗和玛丽安娜（Mariana）［即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也归入该总主教管区，此时帕拉和马拉尼昂也归入了巴伊亚总主教区。另外，非洲的圣多美主教区和安哥拉主教区也属于巴伊亚——这又是一个极有特色的事情。自1574年起，总督代表国王行使庇护权，和西班牙君主一样，葡萄牙国王也从教宗那里得到了这一权力。

六个耶稣会修士跟随首任总督来到这片土地，对巴西印第安人的传教也随着他们的到来而开始。与在西属美洲一样，他们也一次又一次陷入与移民利益的激烈冲突之中。与西班牙人一样，这些大都没有妻子的移民不怎么反感与印第安女人结合，因而在这里很快就出现了大量的麦士蒂索人，即葡萄牙人所称的“马木卢克人（Mamelucos）”[2]，在巴西历史上他们也扮演着一种重要角色。即使到了今天，一本小小的巴西词典里也还有两万个源于印第安语的词。不过这只是文化交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猎捕奴隶。与西班牙人一样，葡萄牙人也不是来新世界亲身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的，对巴西苏木进行预加工就已必须使用印第安劳力，甘蔗种植和其他事情更是如此。然而，巴西各部族往往只是临时定居下来，虽然他们非常熟悉农业劳作，但因为其文化体系中没有欧洲式的劳动纪律，所以很快就实行了强制措施。尽管国王曼努埃尔于1511年就将他的印第安臣民和白人置于同一种法律保护之下，但和西班牙人那里一样也存在着高度灵活的“正义战争”的合法性，可以奴役战俘。1570年的一项法律对这类行为进行了限制，但在1573年又不得不废止；同样，1609年的另一项法律宣布所有的印第安人为自由人，但1611年也不得不废止。就连1639年禁止奴役印第安人否则将开除教籍的教宗通谕也没有成效。

为了自己的传教利益，耶稣会修士成为印第安人的利益维护者，他们获得了信任。和他们的西班牙教友在瓜拉尼人那里的做法完全一样，他们很早就制定了一种图皮语语法，翻译教义问答和其他礼拜仪式文本，懂得通过演剧及类似的活动吸引印第安人。不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自1650年代以来就将自己的基督教徒聚合在一起，住在自成一体的“村子（Aldeias）”里。1702年巴西有25个这样的村子，村民14450人，1730年马拉尼昂有21000名印第安村民。与此相对，1600年前后有4万～5万名白人，1700年前后有约10万名白人，1670年有相同数量的非洲人。然而与在巴拉圭不同，耶稣会修士未能以这种方式使自己保护的人躲掉移民的强行征募。与此相反，移民特别偏爱接受传教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已经半“开化”，而且比那些“野蛮人”更容易捕捉。另外，向印第安人传教一直都不是致力于灵魂关怀和教育的巴西耶稣会修士的主要活动，最终，耶稣会修士的三分之一由当地人构成。巴西最著名的耶稣会修士是安东尼奥·维埃拉（Antonio Vieira，1608～1697年），他不仅投身于各种教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并批判奴役制，而且还是尝试在自己教团的庇护下保住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自由的先驱。

17世纪上半叶，猎捕印第安奴隶达到了其顶峰，猎捕是由所谓的圣保罗“旗兵（Bandeirantes）”进行的，也就是圣保罗的居民（Paulistas），主要是麦士蒂索人，他们既有葡萄牙人的文化自我意识，又有印第安人适应荒野生活的能力。1600年前后，圣保罗约有120所房子以及各类居民约2000人，因为它显然对印第安人也具有吸引力，甚至对来自耶稣会修士建立的聚居地的印第安人也具有吸引力。1610年有3000名土著在圣保罗各个村庄里安家定居。当时一个“旗队（Bandeira）”就是一个猎捕奴隶的探险队，由几十至几百个“马木卢克人”组成，另外还有人数更多的印第安人辅助部队，在这方面，人们充分利用了部族间的敌意。他们最喜欢选择的目标是耶稣会修士在巴拉圭建立的那些聚居地，猎捕者完全不顾1580年至164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一个君合国的事实，甚至说，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事实，这种目标才如此受到偏爱。猎捕到的印第安奴隶不仅被卖到北方的各个庄园，而且也被用于自己的农庄，这与以前的说法有所不同。因为为了应对在制糖业带动下日益兴盛的北方各个地区的需求，圣保罗在17世纪 就发展起小麦和肉类生产，显然甚至还有铁制品生产。除制糖业外，至少巴伊亚的造船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营种植园生产食糖的形式是中世纪从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传入瓦伦西亚的，后在葡萄牙扩张进程中又传入马德拉群岛和几内亚湾的圣多美。不过葡萄牙人很快就看出，巴西具备最好的生产条件，特别是有大量可供使用的土地，因为种植甘蔗会很快耗尽地力。仅在巴伊亚周围就有大约1.1万平方公里最适合种植甘蔗的土地。收获期间时间紧迫，一个工人每天最多可收割4200根甘蔗。生产增长的标准是制糖作坊（engenhos）数量的增加，甘蔗在作坊里被碾碎并在垂直安装的辊子间榨两遍，然后将甘蔗汁熬成原糖。

1559年，蔗糖的本土精加工被明令禁止，这对殖民地极为有利！1570年有60家制糖作坊，1583年增加到131家，1610年增加到230家，1629年增加到346家，1700年增加到528家（Mauro 1977，56）。然而甘蔗种植园和制糖作坊的利润看起来似乎极低。在少数几个我们能够见到账目的事例中，34%的人工成本（24%用于支付薪金，10%用于购买奴隶）和66%的材料成本（其中21%为燃料费）仅略微低于毛利额，以至于扣除税收和资本利息之后毫无盈余。然而事实情况表明，商人们靠食糖在欧洲生意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巨额利润，因此人们很容易猜测出，单独来看分毫不赚的生产经营者身后也藏有很大的利润。

然而在蔗糖生产中使用印第安奴隶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和西属美洲一样，印第安人口迅速减少，而由于社会文化差异，其劳动效率估计也难以让人满意。不过18世纪，米纳斯吉拉斯还存在印第安奴隶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葡萄牙拥有非洲西海岸的贸易垄断权，除黄金和象牙之外，奴隶是那里最重要的出口货物。非洲奴隶为葡属美洲提供着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是合格的劳动力资源。也就是说，此中涉及的非洲各个民族在农业耕作、畜牧和手工业（包括金属加工）方面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比印第安人高出许多，因而巴西的大量手工业技能和其他文化财产都可以追溯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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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1 巴西的制糖作坊

从新发现的非洲海岸输出的第一批奴隶于1441年被运往葡萄牙，不过他们似乎大都被用作了家庭奴隶。至1520年，靠使用奴隶经营的甘蔗种植园在几内亚湾的圣多美落了户。不过这一体系并未立刻移植巴西，葡萄牙人的奴隶买卖要首先满足西属美洲的需求。在制糖业兴起过程中，1570年前后，巴西开始进口奴隶。1585年，殖民地总人口为5.7万人，其中集中在产糖区伯南布哥的奴隶已经至少有1.4万人。1574年，巴伊亚附近“塞尔希培甘蔗种植园（Engenho do Sergipe）”的园工中非洲人仅占7%，1591年已占37%，1638年达100%。受需求量的影响，奴隶价格上升幅度大于糖价的上升，而糖价有时甚至还跌落。因而要赚回买一个奴隶所花的费用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新近的计算，至1700年，葡萄牙人向巴西运送了61万非洲人，18世纪运送了130万，19世纪甚至运送了160万。总体上说，非洲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葡萄牙人初到时见到的印第安人。1818年，巴西人口为350万，其中或多或少有白人血统的约100万，穆拉托人50万，黑人200万。此间在数字上已经可以将印第安人忽略不计了。

和西属美洲一样，巴西也有许多逃亡奴隶聚居地，那里显然也住着躲避移民抓捕的印第安人。可以证实1614年至1826年仅巴伊亚周边就有35个这种被称作“黑人村庄（Mocambos）”或“逃奴堡（Quilombos）”的聚居地。一些聚居地通过不同宗教的混合崇拜，也就是所谓的“神圣崇拜（Santidades）”联合起来。最为著名的是伯南布哥和巴伊亚之间内陆地区的“帕尔马雷斯（Palmares）”，那是一个创建于1600年前后的独立共同体，据称其人口曾高达3万，与葡萄牙人一直进行着小规模战争，直到1694年被攻占消灭。不过并非所有的“逃奴堡”都受到攻打和毁灭。有时逃亡奴隶只是试图以这一方式获得较好的劳动条件。他们的一些聚居地得到了宽容，因为经济合作关系已经形成。最终它们发展成一个个黑人小农村庄。

至1550年，非洲奴隶主要来自至刚果河河口的西非各地，其次是来自刚果王国以及南面相邻的安哥拉。葡萄牙人与刚果王国的关系原本十分友好，最初是计划进行发展援助的，在此期间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奴隶交易，特别是由圣多美的葡萄牙移民进行的奴隶交易。据称1530年前后，刚果王国每年出口4000～5000个“印度备件（Peça de Indias）”。奴隶贩子的计算单位“印度备件”（西班牙语称为Pieza de Indias，法语称pièce des Indes，英语称Piece of the Indies）指的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健壮的男性壮年奴隶。其他类别和“备件”相比于此人数更多，价格却远远更低。

一而再地重新尝试限制和控制刚果王国的奴隶出口致使圣多美的奴隶贩子将自己的关注点转向了南面的邻国恩格拉王国（Reich des Ngola，安哥拉的名字从此而来）。葡萄牙移民点罗安达（Luanda）于1557年建立，而且很快便跃升为最重要的海岸奴隶市场，而最初的种种困难也因此被克服。葡萄牙人很少亲自进入内陆，他们让中间商（pombeiros）通过内陆的各个市场（pombos）给自己供货，也让加戛勇士（Jagas）给自己供货。据称16世纪末那里每年向巴西出口1万～1.5万个非洲人，其他 买主还未计算在内。在本土的葡萄牙人也参与的情况下，可以形成一个三角贸易：本土的货物运往安哥拉，安哥拉的奴隶运往巴西，巴西的蔗糖运往葡萄牙。然而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巴西和安哥拉之间的互利共生，即蔗糖生产和黑人劳动力之间的互利共生，因而相对于菲律宾是墨西哥的附属殖民地而言，安哥拉作为巴西的附属殖民地的依存程度要高出许多。当罗安达脱离本土独立时，1822年至1825年，那里的人还曾考虑加入巴西，但又担心这样做只是把旧殖民主换成了新殖民主。

然而这一成熟的葡萄牙南大西洋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外来的威胁。在巴西非常及时地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可以对抗早已预料到的法国的强势干预。在海军将领科利尼二世（Coligny，Gaspard II）以及法国国王的支持下，1555年，尼古拉·迪朗·德·维盖尼翁（Nicolas Durand de Villegaignon）率领的一支探险队在瓜纳巴拉湾（Bai von Guanabará）建立了“法国南方领地（France Antarctique）”以及科利尼堡（Fort Coligny），1557年，增援力量——日内瓦的新教徒到来。当然，教派之争此后在法国殖民地并未停止。1560年，一支葡萄牙船队攻占了这块殖民地，1565年作为预防措施在其原地建起了移民点里约热内卢。不过法国人的推进绝没有因此而停止。另外，第一个葡萄牙定居点于1616年在亚马孙河河口地区的建立与1612年至1615年法国人试图在那里站住脚有关。

“尼德兰人的大西洋”

据称，临近1600年时，巴西的蔗糖生产超过了2.9万吨，使得葡萄牙的整个东印度贸易黯然失色。这足以成为引起尼德兰人关注的理由，他们在里斯本买下一部分巴西蔗糖运往重新崛起的世界贸易中心阿姆斯特丹。他们懂得利用1609年至1621年与西班牙王室的停战期，按照自己的预估通过波尔图（Porto）一类港口的葡萄牙经纪人参与了巴西贸易的一半乃至三分之二。每年人们在尼德兰专门为这条航线至少建造15条船，1595年有3家或4家蔗糖精加工作坊，1622年增加到29家，其中25家在阿姆斯特丹。1621年停战协定期满后，尼德兰人重又开始与宿敌西班牙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斗，其间笼罩着经济危机，而西班牙实施的封锁要比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更有效力。与西班牙帝国针锋相对地进行海外扩张好像是最好的出路。然而1609年之前已经进行的历次行动首先针对的却是当时不幸与西班牙同属一个君合国的葡萄牙的属地，这些属地更倚重海洋和商业，比较容易受到尼德兰海军的攻击。

威廉·乌赛林克（Willem Usselincx，1567～1647年）是一个出生于安特卫普的充满激情的加尔文派信徒，长期以来一直建议打击新世界的西班牙人，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应仿照1602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创建一个西印度公司。乌赛林克所有的反西班牙激情和反教宗激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因为按照他的理念不应去占领，而应向尚无人占有的地方移民，目的是为世界市场生产原料。他的兴趣所在不是波托西，而是蔗糖之城伯南布哥。然而主导着与西班牙停战的大资产阶级关注的是以和平方式获取商业利益，他们不接受这种着眼于长久的计划。

1619年，奥伦治家族（Haus Oranien）的追随者以及争强好斗的加尔文派信徒等主战派掌握了权力，下令处死了主和派领袖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自1621年重又开始进行反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其间成立了一家西印度公司（W.I.C.），1621年6月3日，公司从尼德兰国会得到了自己的特权（octroy）。殖民和贸易应是它的目的，但是与乌赛林克的观念不同，达到这一目的的基础不是和平渗入无人占有的地区，而是战争和占领。西印度公司获得了在自非洲西海岸至新几内亚岛东端之间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进行贸易、航行和占领土地的专有权。尼德兰人也以此划分了世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两个股份公司之间划分了世界，即在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之间划分了世界，这是一种比最初的伊比利亚王室垄断更为现代、更有效力的欧洲扩张形式。除了缔结联盟、进行战争、修建要塞、供养船队和部队的权力，还明确 提到了修建殖民点。在进行战争方面它获得了尼德兰国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因此它的军人也必须向国会和地方长官宣誓效忠。

虽然担负着官方任务，但它是一个私人资本公司，1623年拥有初始资本7108106荷兰盾。与东印度公司一样，股东（participanten）被组织在各个议事会中，议事会由其董事（bewindhebbers）自主领导，董事来自大股东（hooftparticipanten）行列，由各城市和各省的执政当局委任。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以相同的方式成为任期六年的大董事会成员，也就是“十九人董事会（Heeren negentien或heeren XIX）”成员。大董事会的一个席位留给尼德兰国会的代表，其他十八个按照各个议事会的资本份额进行分配。只有在盈利超过10%的情况下才进行分红，一般情况下是每6年进行一次结算，24年后特许权到期时，如股东不愿参与申请延期，公司可依照要求向其支付本息进行最终结算。不过股份也可以拿到交易所进行交易。

和东印度公司一样，阿姆斯特丹议事会实际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各项决定都是在其所在地作出的。不过这里聚集起的商人资本与东印度公司的不是同一批资本。与前面表述的推测不同，犹太人的投资仅占初始资本的0.5%，在初始股东中只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但躲避西班牙人的尼德兰南部各地的加尔文派流亡者则起着更大的作用。许多资本来自内陆城市，此前它们好像还不能向海外贸易大力投资。仅纺织城莱顿（Leiden）的投资就占阿姆斯特丹议事会资本的十分之一。总体情况如下表（Israel 198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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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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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首先派出的是商船，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在讨论各种进攻计划，最后选定了巴西，因为在它看来，攻占和守住巴西相对容易，成本和收益之比也有利，另外，其地理位置也有利于从侧翼击败西班牙帝国并控制南大西洋的贸易。1624年，首府巴伊亚在首次尝试中被攻占，但1625年又被一支葡萄牙—西班牙联合船队夺回。同年进攻波多黎各和非洲黄金海岸边的艾尔米纳堡也遭受失败。然而劫掠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1628年，公司派出了由久经沙场的海军将领皮特·海恩率领的一支船队，他成功而且完好无损地制服了马坦萨斯（Matanzas）港口（古巴）的西班牙运银船队，战利品价值1200万荷兰盾，其中仅17.7万磅白银就价值800万荷兰盾。此时，人们决定攻占累西腓/伯南布哥，那里是最重要的蔗糖中心，而且其防御很差也是尽人皆知的。1630年虽然从港口和北边的奥林达（Olinda）拿下了城市，但葡萄牙人退入附近的沼泽地区进行防守，在那里顽强地与尼德兰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双方的增援力量也没有决出胜负，不过尼德兰人的海上力量使他们逐渐占据了上风。

然而这一时刻，公司已经负债1800万荷兰盾。它动用船只806艘，仅仅夺取了总价值为3700万荷兰盾的伊比利亚船只547艘，而自己的军费开支则高达4500万荷兰盾，占领巴西的额外开支远远超过从殖民地产品得到的收益。在这种情势下，尼德兰各省迟迟不肯支付遇有战事时它们有义务交纳的补贴。按照东印度模式，将整个全权集中在一个大总督手里可能是在本土和巴西取得成功的方法，不过这一次要从地方长官家族中挑选。被选中的是自由英雄威廉·范·奥伦治（Wilhelm von Oranien）的侄孙约翰·莫里茨·范·拿骚-锡根伯爵（Johann Moritz von Nassau-Siegen，1604～1679年）。1637年至1641年，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胜利，此时称作“新荷兰（Neu-Holland）”的巴西最终包括13个老辖区中的7个，疆域北起马拉尼昂，南到距巴伊亚不远的塞尔希培（Sergipe）。不过他未能拿下首府。

1640年，葡萄牙奋起反抗西班牙，在出自布拉干萨家族的若昂四世（Johann IV）统治期间赢回了自己的独立。虽然葡萄牙在印度和美洲败给了尼德兰人，但对西班牙的共同仇恨很快促成了以维持属地现状为基础的十年停战。然而与在印度一样，尼德兰人还利用正式宣布批准条约之前的时间于1641年迅速在巴西和非洲夺取了葡萄牙人的重要属地：北方马拉尼昂的圣路易斯以及安哥拉的罗安达，从而确立了自己在南大西洋和奴隶买卖中的统治地位。

尼德兰人无视葡萄牙的垄断权早已成功地开展了非洲贸易。到1609年停战开始时，每年大概有20艘船在几内亚海岸用廉价的纽伦堡商品换取黄金和象牙，每年约有2000阿姆斯特丹磅（Amsterdamer Pfund）的黄金从几内亚流入尼德兰。黄金海岸边的艾尔米纳依然被控制在葡萄牙人手里，1612年，尼德兰人在其东边的莫里（Mouree）建起了拿骚堡（Fort Nassau）。1621年停战结束时，由于其货物价钱低廉，尼德兰人已成为这一区域里占据支配地位的商人，每年获取的黄金数量大概已经翻番。

占有巴西产糖地区之后，尼德兰人需要奴隶。在此之前，他们几乎从未经营过此类货物，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黑人便没有伯南布哥，而没有安哥拉则没有黑人。”这是耶稣会修士安东尼奥·维埃拉于1648年写下的话。1637年，约翰·莫里茨派人夺取了艾尔米纳，伯南布哥进口的奴隶立刻从约1000人上升至1580人。这种买卖在尼德兰虽然有宗教方面的顾忌，但戈弗里德·乌德曼斯（Godfried Udemans）等神学家在回答十九人董事会的询问时对奴隶买卖所作的辩解与正统神学家为竞争进行的辩解同样巧妙。

因为人们认为安哥拉的奴隶更顺从、更适用，所以1641年夺取了罗安达，随后又夺取了本格拉（Benguela）和圣多美，最后于1642年夺取了黄金海岸边的阿克西姆（Axim）。1636年至1645年，公司在累西腓进口了23163个非洲奴隶，卖奴所得共计6714423荷兰盾——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因为种植园主用糖支付，而且是赊购，这使得他们成为公司或其他尼德兰人的债务人。1644年，奴隶买卖变成了现金交易，此时犹太投机商人接手了这一有利可图的转手买卖。

与苏木和军事装备交易一样，奴隶买卖也是公司的垄断贸易，而其余贸易，也包括蔗糖贸易，经长期争论后于1638年向所有持有公司股份的尼德兰个人以及葡萄牙种植园主开放。与东印度公司不同，西印度公司或领导它的阿姆斯特丹议事会期待能从一种扩张性贸易的税收中获取收益，而不是实行费用高昂的总体垄断，因为它缺乏进行垄断的资本。另外，蔗糖自由买卖也是与尼德兰人和睦相处的葡萄牙种植园主保证行为正派的前提之一，他们一如既往地控制着蔗糖生产，而尼德兰移民则和众多犹太人一起在各个城市中占据支配地位。1644年，新荷兰有大约3000名尼德兰人不属于公司职员（vrijluiden），另外还有1450个犹太人。

约翰·莫里茨是位虔诚却不狂热的新教徒，是位或许毫无顾忌却又极其灵活的政治家，为了殖民地的发展，他将希望寄托在和解与容忍之上。被容忍的不仅有犹太教，还有除耶稣会修士外的天主教徒，这完全违背了激进的加尔文派信徒的意愿。即使在内陆那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当中，这位伯爵也极受爱戴，尽管在投奔他们的白人影响下［其中有一个名叫雅各布·拉贝（Jakob Rabbe）的德意志犹太人］，他们分为亲尼德兰群体和亲葡萄牙群体。不过据称，尼德兰人对待印第安人以及巴西的非洲奴隶一般来说要比 葡萄牙人好一些。约翰·莫里茨种种努力的最大成果是召开了有尼德兰人和葡萄牙人参加的“等级代表会议（Ständeversammlung）”，这在近代早期拉丁美洲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事件。

在累西腓附近的安东尼奥瓦斯岛（Antonio Vaz）上创建的新“莫里茨城（Mauritsstad）”里，约翰·莫里茨伯爵修建了两座公侯府邸，它们成为那些科学文化活动的场所，而那些活动也使他名扬天下——或许也可以说理应使他名扬天下。约翰·莫里茨有计划地通过艺术和科学让人们了解了他心爱的巴西，为此目的，单是画家他就带了六位，其中就有弗朗斯·珀斯特（Frans Post）和阿尔伯特·埃克豪特（Albert Eckhout），不过他们的巴西画作仅保存下来了一部分。从认识水平和方法上看，这片大陆的第一个气象观测站以及在地质、植物、动物和人种学方面搜集的内容丰富的藏品显然超过了德·奥维多或者德·阿科斯塔所能达到的水平。追随这位地方长官的科学家们早已接受新兴的严格实证研究的影响。来自东普鲁士利布斯塔特（Liebstadt）的格奥尔格·马克格拉夫（Georg Marcgraf，1610～1644年）居于领先地位，然而他的著作和那些收藏一样只保存下来了一部分，其中在约翰内斯·德莱特（Johannes de Laet）的《巴西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 Brasiliae，莱顿，1648年）中保存了一部分。与一些前辈的著作不同，这个群体的著作在欧洲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约翰·莫里茨不仅用自己的钱支付他那些耗资巨大的活动，而且也使用了公司资金。毫不奇怪，当十九人董事会觉得自己的殖民地有了安全保障时，他们便打算免掉自己这位花费太多的地方长官。1644年，约翰·莫里茨回到欧洲，这一年殖民地经济处在其巅峰。当时尝试进行的结算看上去非常有利。巴西带来了270万荷兰盾的收益，其中从巴西苏木垄断中的获益只有5万荷兰盾，而蔗糖出口税收就达160万荷兰盾，另外还有尼德兰提供的40万荷兰盾的货物。与其相对的成本为143万荷兰盾，其中用于运糖船只和军事费用各50万荷兰盾，盈余为127万荷兰盾。在非洲西海岸的收入为138.2万荷兰盾，其中41.6万荷兰盾来自进口货物，72万荷兰盾来自奴隶买卖。14.4万荷兰盾的支出主要用于军事。加上非洲123.8万荷兰盾的盈余，总盈余达250.8万荷兰盾。不过对支配一切的蔗糖和奴隶的收入大概估算过高，巴西和本土的贸易结算可能最多是持平。1644年，尼德兰西印度公司的股价从68跌至50，而1628年皮特·海恩突袭获胜时股价从115猛升至206，1630年攻占了累西腓以及1640年葡萄牙独立时股价至少达到142和134。

葡萄牙一再紧逼归还巴西，但于1644年遭到拒绝。1642年，圣多美和马拉尼昂成功进行了反抗尼德兰人的起义，1644年就连伯南布哥也爆发了“自由战争”。起初里斯本对此大概并不知情，不过这些行动得到了巴伊亚的支持。1648年，一支葡萄牙船队成功夺回了安哥拉，其指挥官萨尔瓦多·科里亚·德萨-贝内维德斯（Salvador Correiade Sá e Benavides）带领的手下虽然来自葡萄牙，但他出身南巴西一个大甘蔗种植园主家族。凭借自己的资金以及向其他种植园主借贷，他能够让自己的远征军先在巴西完全获得战斗力——蔗糖生产业出资确保自己能够得到劳动力的补充！起义者在巴西虽然取得缓慢的进展，但尼德兰人的海上优势使葡萄牙人在劫掠海船战中遭受巨大损失。1649年建立“巴西贸易总公司（Companhia geral para o Estado do Brazil）”作为助手，它动员“新基督教徒”的资本用于建造战船，使财政虚弱的葡萄牙国家按照西班牙模式建立护航体系成为可能。

1650年，荷兰省阻止尼德兰对此作出反应，具体来说首先是来自阿姆斯特丹城的阻止，因为对其商界而言，与葡萄牙做欧洲生意比战争更为重要。1652年至1654年的英荷战争牵制住了共和国的海上力量。1654年就连累西腓和最后几个尼德兰人的据点也重又落入葡萄牙人手里。由于至1657年，波罗的海地区局势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尼德兰国会拖延再三才作出军事反应，但葡萄牙人仅在东印度重新遭受损失，在巴西则未受挫。英国和法国的调停最终导致了1661年和约的达成。按照该和约，葡萄牙人支付800万荷兰盾收回巴西，不过须给予尼德兰人自由贸易以及殖民的权利，就像以前给予英国人此类权利一样，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打算于1662年迎娶布拉干萨家族的一位公主。

1664年，西印度公司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失去了哈得孙河（Hudson）沿岸的“新尼德兰（Nieuw-Nederland）”，那是它在北美洲的毛皮生意据点和移民聚居区，1621年，西印度公司从先前的一个公司手里接过了它，1655年，其总督皮特·斯特凡森（Pieter Stuyvesant）吞并了1638年在尼德兰私人商业活动基础上建立的“新瑞典（Nya Sverige）”。尼德兰人仅在加勒比地区还能够坚持，16世纪末，他们首次在今天的圭亚那和苏里南站住了脚。此时，这一地区归属尼德兰西印度公司，另外它在加勒比地区还占据了圣马丁岛（Sint Maarten，1630年）、库拉索岛（1634年）、阿鲁巴岛（Aruba，1636年）、博奈尔岛（Bonaire，1636年）以及圣尤斯特歇斯岛（Sint Eustatius，1638年）。1648年，西班牙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中放弃了这些岛屿，而苏里南则是作为新尼德兰的补偿由英国人于1667年转让给尼德兰人的。丧失巴西之后，库拉索成为尼德兰人的贸易中转站，其贸易主要是与西班牙帝国以及英国和法国在加勒比海的领地做走私生意。库拉索与委内瑞拉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西班牙当局对此也无能为力。圣尤斯特歇斯岛对英属和法属岛屿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不过在大陆地区，尼德兰人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甘蔗种植园，至少在17世纪，他们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继续有生意往来。《航海法》规定使用英国船只进行运输是须履行的义务，它首先针对的就是尼德兰“世界承运人”，于是尼德兰人或用带来的预制件在英国殖民地建造船只，或租用英国船只，或假装买下它们。

由于各省在资金投入方面持观望态度，尼德兰西印度公司债台高筑，最终不得不于1674年强行对公司进行了整顿，但股东和债权人为此遭受了巨大损失。从此之后，它主要是一个奴隶贸易公司，因为几内亚的各个据点还在尼德兰人手里。

“犹太人的大西洋”

在与“葡萄牙和尼德兰的大西洋”的共生关系中，一个“犹太人的大西洋”形成了，即一个主要源自葡萄牙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的世界网络。至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其国民中的犹太人或进行驱逐，或使其改信基督教，为了迫害“新基督教徒”中的隐秘犹太教徒而建立了国家宗教法庭。然而与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不同，葡萄牙宗教法庭在美洲的活动仅限于1591年至1595年、1618年至1620年以及1763年至1769年的巡查，因而相当多的隐秘犹太教徒能够在巴西生存下来，特别是女人们依然在家里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巡查结果表明，1600年前后，三分之一的甘蔗种植园主（社会精英）以及40%以上的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商人是新基督教徒。

1580年至1640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同属一个君合国，在这种条件下，犹太人作为“葡萄牙人”也得以在西属美洲扩散开来。当时葡萄牙的大西洋商人大多数是犹太裔。对卡塔赫纳“葡萄牙”商人以及奴隶贩子的大西洋贸易帝国的研究比较详尽，它在向秘鲁提供奴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塞内冈比亚（Senegambien）和几内亚，大西洋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中，商人以及中间人常常是混血儿且在文化方面已部分非洲化，而即使在这些商人和中间人当中，葡萄牙籍犹太人也占大多数。17世纪，他们的人数达到巅峰。在塞内冈比亚和佛得角群岛存在着设有犹太会堂的犹太人居住区，因此1672年在佛得角群岛也设立了葡萄牙宗教法庭。

因为尼德兰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而且出于这一原因首先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在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塞法迪犹太人居住区，所以“尼德兰人的大西洋”也同时是“塞法迪犹太人的大西洋”。如前所述，除尼德兰西印度公司职员和大约3000名尼德兰人外，1644年在荷属巴西有不少于1450个犹太人，其中一部分是此时重归其父辈宗教的葡萄牙新基督教徒，一部分是尼德兰来的移民。凭借其尼德兰客户网，犹太人生意规模巨大，他们的商船为殖民地供应食物，支付的关税占整个税收的70%至90%。又名艾伦·列维（Aaron Levi）的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认为在印第安人中发现了十个失踪的、具有浓郁传说色彩的以色列部族的踪迹，并考虑将新世界作为自己民族的避难地。1972年，西蒙·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还从这个意义上诠释了哥伦布的航行，而蒙特西诺斯则获得了“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称号。

1646年，宗教法庭追究了攻占莫里茨堡时抓获的一群犹太人的罪责，因为葡萄牙人夺回城堡后就正式不再容忍犹太教徒了。然而到18世纪，在米纳斯吉拉斯针对隐秘犹太教徒还提起了57起诉讼，它们都是由本土宗教法庭审理和结案的，因为在各次巡查之间，仅米纳斯吉拉斯 就有22个兼职神职“委员”以及8个公证员，他们拥有一个由457个代理人（Familiares）组成的网络。担任委员被视为荣誉，有助于提升社会地位，因为委员们与地方显贵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并不缺少老基督教徒申请委员职位。

在种植园经济从巴西移向加勒比海地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角色无可避免地落在遭驱逐的塞法迪犹太人身上。在犹太人最终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库拉索，1659年出现了整个美洲第一个犹太人居住区，它一直存在至今天。圣尤斯特歇斯岛上当时有一个犹太会堂，今天在苏里南还能见到一些这样的会堂。在英国人攻占牙买加之前和之后，犹太移民都在那里发挥着重要作用。1672年，13个犹太人在那里获得了入籍权和经商许可。1654年，第一批犹太人到达新阿姆斯特丹（Nieuw-Amsterdam），也就是后来的纽约。新近的研究表明，尽管有英国人的限制性航海法律，塞法迪犹太人的环大西洋网仍能在很大范围内使大西洋世界贸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暗暗保持在尼德兰人手里。

不过，横跨北大西洋移居的犹太人数量非常有限，北美独立之时，在那里生活的犹太人据称仅有约2500人。到1763年，在纽波特/罗得岛（Newport/Rhode）才建立起一座犹太教会堂。然而自1825年至1925年则约有400万犹太人移居美洲，现在移居美洲的主要是俄罗斯帝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chkenasim）。在此期间，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40%生活在美国，因而“现代犹太人的大西洋”是“英美大西洋”的一部分。

黄金循环体系中的巴西和葡萄牙

“被解放的”巴西最初并未兴盛——正相反，葡萄牙的巴西公司没有兴旺起来，在世界经济衰退过程中，由于西印度呈现竞争局面，蔗糖生产于17世纪末遭受了严重的生产危机和销售危机。不过领地扩张并未因此受阻，而是继续得到推动。葡萄牙人继续向内陆推进，意欲通过发现贵金属矿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在此过程中，西班牙的权利几乎未受到尊重，而因为西班牙人没有多少兴趣向东扩展自己的统治范围，所以葡萄牙人向西推进时能够不受什么阻碍，能够远远超过《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分界线。出于这一原因，巴西今天的西部边境线不是西经46°37′，而是推移至西经74°，也就是疆土向西延伸了3000公里。

在南面，巴西的疆域延伸到今天的乌拉圭直至拉普拉塔河地区，延伸至1680年建立的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对的科洛尼亚-德萨克拉门托。葡萄牙人想以合法或非法方式确保通向白银产地的后门畅通无阻，尤其是因为走私活动比以前更加活跃。直到在1750年的《马德里条约》里乌拉圭才暂时归属西班牙，科洛尼亚与耶稣会修士建立的七个聚居地 进行了交换，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是那些聚居地走向终结的开始。首先以圣保罗为基地对构成今天巴西南半部的各个地区进行开发。17世纪是旗兵的辉煌时代，而旗兵所做的恐怕不仅仅是劫掠和猎捕印第安人。

安东尼奥·拉波索·塔瓦雷斯（Antonio Raposo Tavares）是最重要的旗兵，据称他率领的最大的旗兵远征队于1648年出发，穿过巴拉圭抵达瓜波雷河（Guaporé），随后顺该河以及马代拉河（Madeira）而下，后又溯亚马孙河而上，最终到达了厄瓜多尔的基多。回程大概是沿亚马孙河而下，然后顺托坎廷斯河（Tocantins）前行，再向南穿越陆地，1652年返抵圣保罗。亚马孙河探索者们也从河口的贝伦（Belem）出发完成了同样的事情，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1637年就有一队传教士在佩德罗·泰克希拉（Pedro Teixeira）率领下溯亚马孙河而上，于1638年到达基多。1639年的回程队伍中有西班牙耶稣会修士克里斯托瓦尔·德·阿库尼亚（Cristóbal de Acuña），他于1641年发表的关于自己这次旅程的著作极受关注，在法国和英国引发了占领亚马孙河地区的提议。葡萄牙有充分的理由确保亚马孙河流域的安全，而西班牙人只是偶尔在那里有所行动，如耶稣会修士萨穆埃尔·弗里茨（Samuel Fritz）1691/1692年的旅行，后来几乎再没有打扰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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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2 巴西的扩张

1693年至1695年，各个旗兵远征队在圣弗朗西斯科河（Rio São Francisco）上游地区发现了金矿，因此这一地区至今还叫作“米纳斯吉拉斯”（公共矿山）。这一消息刚一传到海岸边，史上首次“淘金热”已经开始。那些梦想发财的人从各个海岸地区以及葡萄牙拥入矿区，他们在那里使用数量急速增长的非洲奴隶，很快便排挤走了使用印第安人的圣保罗人，最终于1708年演化成了一场内战。就连众多的修会修士也纷纷跑到矿区碰运气。1711年，主要金矿变成了“富庶之城欧鲁普雷图（Vila Rica de Ouro Preto）”（意为“富庶的黑金之城”，根据一种深色金属变体命名），具有这种聚居地所有善恶特性的金都。

如果说波托西是印第安劳工的地狱，那么富庶之城则是非洲奴隶的地狱，因为白人女性极其缺乏，所以其间穆拉托人的数量急速增长。这里驻有王室的行政管理机构，它须监督这种融合，并须利用这一机会征收赋税。金矿发现者有4000平方米的开采权，后来这一面积被修改，而且王室也得到了一部分，可以将其继续分配给其他感兴趣的人。另外，王室要求得到收益的五分之一，不过1730年从20%降为12%。在此期间，王室还试验了其他征税形式。1735年至1749年，每个淘金者须为自己的每个奴隶缴纳17克黄金。

由于当时实行的这一财政措施，我们得以知道米纳斯吉拉斯那时有9万至10万矿山奴隶，其中只有1.8万至2万个奴隶在富庶之城。1682年已经发现戈亚斯（Goias）的金矿，1718/1719年又发现了远方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的其他金矿，然而它们的产量从未达到米纳斯吉拉斯的产量。据称，1700年至1799年，黄金总开采量为176吨，1750年前后年开采量达到巅峰。不过在同一时间段内运抵葡萄牙的黄金据称为885吨，原始资料中的这一矛盾尚未得到澄清。

在米纳斯吉拉斯北面，在热基蒂尼奥尼亚河（Jequitinhonha）发源地的贫瘠山区，掘金者们发现了一些漂亮的晶体，在打扑克牌或玩类似游戏时将其用作计数子儿，直至有人凭借在印度的经历发现那是钻石并悄无声息地尽量将其弄到手。不过1729年王室听到了有关此事的风声，1730年创建了一个严格划定界线并享有日益强化的特别法律地位的钻石矿区。一个格外廉正的行政长官率领一支部分由葡萄牙调入的龙骑兵精锐部队负责维护王室的垄断权，他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米纳斯吉拉斯的官员以及总督。发明了无数偷窃钻石花样的矿井奴隶受到极其严厉的监视，受到怀疑时必须在他人监视下服用一种强效泻药。这种管理制度与20世纪流行于南非和西南非钻石矿的制度完全一样而且后果严重。

世界市场的钻石价格下跌了75%，致使王室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主要钻石商人商定暂时全面停止生产。1740年至1771年通过合同将垄断权包给了一个企业主。据称当时开采的钻石总量为1666569克拉（合333.31公斤），共卖得15515403.7米尔瑞斯金币，缴纳给王室4644181.6米尔瑞斯金币。然而非法寻找钻石者和承包垄断者的侵吞都没有得到根除。因此，1771年王室接管了钻石生产并实行严厉的警察化管理，直到1835年才最终废止这一管理体制。18世纪开采的钻石总量大约为615公斤。

1750年至1754年黄金生产达到顶峰后随即下降，之后1760年代和1770年代的钻石生产高峰大概延长了繁盛期。不仅巴西是这样，整个世界经济也是如此，凭借巴西的黄金，世界经济又能够更大规模地转向铸造金币。尽管严令禁止，但巴西黄金依然迅速流出葡萄牙，特别是流入并非自1703年签订《梅休因条约》（Methuen-Vertrag）以来才成为优先贸易伙伴的英国。自1700年以来，巴西黄金的流入抑制了葡萄牙工商业的发展，直到1765年之后，即黄金生产下降进口减少之后，它才又得到促进。在此期间，白银价格因黄金数量增加而相对提升——1747年金银比为1∶13.5，而此前不久为1∶17——这促进了墨西哥的白银生产。

在巴西，黄金生产的兴旺不仅带来了普遍繁荣，而且也促成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不仅仅是各个矿区的现象。对矿区的供应主要由圣保罗进行。不仅出现了牧场，而且还出现了在黄金之外大都被忽视的铁制品生产和加工。巴伊亚虽然相隔很远，但圣弗朗西斯科河使其与矿区之间交通便利，因而被用作进出口港。然而1702年，巴伊亚被禁止与矿区做生意，牲畜生意除外，因为绕开国家财政的机会太多了。在此期间，里约热内卢成为矿区的真正港口，从此各类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里约热内卢是最名贵的当地特产的出口港，1750年，那里有375个珠宝匠和1500个徒工。里约热内卢进口欧洲货物，提供非洲奴隶，在自己的周边地区生产烟草和烧酒——此间，西非对它们的需求量很大。

1703年，葡萄牙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转向了英国一边，因而1710/1711年里约热内卢成为法国的进攻目标便毫不奇怪了。1751年，那里设立了第二个上诉法庭，1763年，首府从巴伊亚移到了里约热内卢，这也毫不奇怪——南部已经成为巴西的经济中心。不过就连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周边地区也因畜牧业而兴盛了起来。此间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现实问题，即畜牧巨头（Poderosos do sertão）夺占小移民者的土地，尽管殖民当局原本按照葡萄牙1375年的《荒地法》（Lei das sesmarias）将荒地分给了小农，目的是促进小农耕种荒地。王室对这一发展趋势无能为力——18世纪不断公布修订的法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西班牙帝国相比，葡萄牙帝国的结构要松散许多。相比起王室，显贵们的社团或商人自己组织的网络更像是帝国的代言人。没有殖民规划，没有统一的殖民地宪法，几乎没有殖民地官僚体系。葡萄牙帝国及其文化遗产通过非洲、亚洲和美洲半葡萄牙血统的混血儿群体和文化存留下来。巴西社会从一开始就不是西属美洲意义上的城市社会，没有由城市统治中心构成的网络，即使到18世纪也只有一些港口以及一些次要的矿业城市，唯有圣保罗是个例外。乡村大地产主的准封建生活方式在巴西显得比在西属美洲更加根深蒂固，因而它才可能径直被美化为葡萄牙人在热带生存的典范，在那里，大地主与各种族“和睦相处”（Gilberto Freyre）。尽管由于白人女性人数稀少而出现了众多麦士蒂索人和穆拉托人，但即便在巴西也和西班牙人那里一样，基本谈不上有种族平等。与其他国家不同，各种族的共同日常生活或许本没有问题，可一旦等级制度发挥作用，种种难题就会马上出现。若想在教会、国家机构、军队或行会中有所成就，就必须出身“老基督教徒”，也就是说先辈中不能有犹太教徒、异教徒和穆斯林。另外还有肤色限制，当然这一点重点涉及非洲人。

然而，实际上正是在巴西，葡萄牙人有时显得相当宽宏大量，即使是涉及犹太人的后裔的时候，因为与葡属果阿和西属美洲不同，在巴西没有常设宗教法庭，只有来自本土的巡查，巡查期间若有需要才进行审判。另外非洲人被看作士兵，如果他们的军官被纳入军队，国王可以免除妨碍他们的肤色耻辱。

各殖民城市实行葡萄牙的城市法规（波尔图或里斯本特别受到偏爱）并拥有一个市议会（Senado da Camara），议会在构成及职位方面与西属美洲的市议会极为相似。然而议会成员职位在这里既不出卖也不继承，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选举取得的。除当地贵族外，各种行会（同样也被称作旗队）有时也有发言权。这种城市体制的第三根支柱是地方慈善兄弟会（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与市议会和行会一样，它对自己成员的名声和出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土葡萄牙人的不断拥入允许各市议会要求以相当严格的标准维护血统纯正，至少在港口城市是如此。喜欢追溯至“本土孩子（filhos do reino）”的婚姻政策也是为此服务的。不过，对商人的贬低以及当地种植园主占优势地位与此并非必然是矛盾的，比如在巴伊亚就不是矛盾的。

面对王室官员，各城市议会非常善于维护自身的某种独立性，尽管各个城市最期待的可能是行政效力。另外，葡萄牙的统治体系比西班牙的松散，不过钻石区是众所周知的例外。即使到18世纪后期，总督也只控制着自己的省、与乌拉圭接壤的南部地区、陆军和舰队，却控制不了其他八个省的行政长官，他们的头衔为“总督和总船长（Governador e capitão mor）”，直接由里斯本任命，与王室保持着直接联系。这八个省为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伯南布哥、马拉尼昂和帕拉。就连1642年作为中央机构在里斯本建立的海外委员会（Conselho Ultramarino）似乎也不如与之对应的西班牙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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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巴西东部博托库多族（Botocudo）中的一支。——编者注

[2] 即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结合生下的第一代混血后代。17、18世纪，该词被用于指代以混血者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奴隶贩子探险者、淘金者团体（Bandeirantes）。有观点认为，该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马穆鲁克”，意为“奴隶兵”或“奴隶出身者”，于中世纪被葡萄牙语吸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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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大西洋”

“此线之外没有和平”

位于美洲大陆东海岸的巴西距自然航路不远，这种引人注目的位置使其比西班牙帝国的核心地区更易遭受损失。从欧洲视角看，西班牙帝国的核心地区位于美洲的另一面，只要控制住海洋它们就不可能被攻占，尽管那里的各个港口，特别是对于本土与秘鲁之间的联系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巴拿马地峡，都是防御力不强的地方。然而若想在这里攻击西班牙，则必须花费力气进入太平洋，或者至少能够完好无损地穿过加勒比海，那是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地中海”，是入侵的必经之地。另外，西班牙人的活动集中于各个文化发达地区和贵金属产地，这导致忽略了对（现代狭义上的）西印度群岛的控制和渗透。确切地说，大安的列斯群岛的四个岛屿有西班牙移民，自东往西依次为波多黎各、伊斯帕尼奥拉（或称海地岛）、古巴及其南面的牙买加，其中，海地岛上有圣多明各的检审法院和总主教区。而其东南方向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火山岛圆弧却无人居住，或者说尚处在尚武、野蛮、可怕的加勒比人手中，这些岛自南向北为巴巴多斯（Barbados）、马提尼克（Martinique）和瓜德罗普（Guadeloupe）。从墨西哥至委内瑞拉的中美洲及南美洲海岸虽然属于西班牙帝国的各个省，但对它们的控制却没什么效力，即便是与委内瑞拉海岸相望的库拉索岛，与尼加拉瓜海岸相对的普罗维登斯岛（Providence）或古巴和牙买加之间的开曼群岛（Cayman-Inseln）也是如此。委内瑞拉东面的所谓“荒芜海岸”（自西向东依次为今天的圭亚那、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包括佛罗里达在内的墨西哥湾北海岸，以及古巴北面的巴哈马群岛实际上都在西班牙帝国的疆域之外，尽管当初哥伦布最早是在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登陆的。个别几处要塞也没有为此带来任何改变。

[image: ]

插图53 加勒比地区

西班牙的海上对手运气略好时可以冒较小的风险在加勒比地区活动，其结果就是，至18世纪，西班牙不得不与北欧和西欧所有航海国家共同享有这一地区，就连库尔兰（Kurland）也未缺席，而勃兰登堡—普鲁士只是偶尔参与。甚至连享有主权的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orden）自1651年至1665年也染指其中。也就是说，加勒比地区在此期间已成为西欧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亚当·斯密来说也成为重商主义殖民地的典范。此时它取代巴西向欧洲供应原糖，为原糖生产购进了几百万非洲奴隶。它以这种方式成为种植园经济的核心地区和范例，而种植园经济的结果就是大中企业以单一经济形式资本集约化生产高价值农产品。

“种植园美洲（Plantagenamerika）”自巴西（蔗糖，后来是咖啡和棉花）延展至后来的美国南方各州（稻谷和菘蓝，后来主要是棉花），也包括西属美洲的热带海岸地区（蔗糖和可可）。种植园美洲是后来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的样板，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经营，也给环境和人类生态带来了严重后果。由于垦荒、采伐木柴以及地力耗尽，一种总是受飓风威胁的人造田野，以及 通过强迫移民引入的新创奴隶人口出现了。印第安人几乎消亡殆尽，欧洲人在许多岛屿上成为走向消逝的少数。不过加勒比地区与巴西以及美国南方各州一同发展成“非洲大西洋”的其中一个核心地区。

不过其他各国国民最初关心的只是使西班牙人遭受损失的劫掠，最多还试图打破西班牙人对美洲贸易的垄断。西班牙的原则是：在自己殖民势力范围内遇到的每一个非西班牙人或非葡萄牙人，无论其母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如何，将一律被视为卑鄙的窃贼和不受法律保护的海盗，并应按此类别进行处置。这一原则反过来理解就是：（只要不是关系到自己的海洋和自己的贸易，）将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原则作为出发点的非西班牙航海人觉得自己处在与西班牙的永恒战争之中，尽管官方在欧洲是一片和平。欧洲和平期间，在海上以及西班牙殖民地进行的小规模战争成为双方或多或少都默许的国际法的实践活动。弗朗西斯·德雷克称这一状态为“此线之外没有和平（No peace beyond the line）”。1611年以来的法国文件对此线作了比较具体的描述：亚速尔群岛所在的经线以及在佛罗里达和古巴之间穿过的北回归线是交战区域的东部界线和北部界线。据称，这一准则是在一次针对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Frieden von Cateau-Cambrésis）的非正式口头协商中由西班牙和法国首次约定的。这种非正式方法完全可被视为“通过消除海外冲突使欧洲国际法共同体协调一致”（Kempe）。然而到17世纪下半叶，这一准则逐渐被废弃，直到最终于1684年签订了《法国—西班牙条约》（Französisch-spanische Vertrag 1684），该条约明确规定它在欧洲范围之内和之外（in et extra Europam），以及在该线的这边和那边（tam cis quam trans lineam）均有效力。

欧洲列强向现代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了这类冲突的特性。若是论及英国、法国、尼德兰以及其他国家在加勒比地区的行动，其发起者其实根本不是各国王室或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而是私人，是有可能为此组成有期限合伙公司的商人、航海者和喜欢冒险的贵族。然而他们可能会从各国君主或尼德兰国会那里得到各种特权，有时规模尚且不大的皇家船队的船只 也参与其中。只要这种行动是在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进行的，那么进行海战的都是私人武装。因此，英语里表示这类人的名词“privateer”被用来定义私人战船或其私人指挥官。德语名词将两类“劫掠者”区分开来：一类是具有劫掠证书，即某一当局颁发的攻占敌方船只的许可证的“海盗（Korsaren）”，另一类是违背法律法规自己承担行动后果的“海盗（Piraten）”。不过两者是可以随时转换的。与在陆地战争中强盗摇身一变成为雇佣兵，以及在和平时期雇佣兵再变成强盗一样，在海上也会依据不同的政治形势，从第二类海盗变成第一类海盗，或者反过来。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是欧洲殖民主义先驱，作为航海人他们就在不同的情况下先后做过正直的商人、嗜血成性的海盗、肆无忌惮的奴隶贩子或野心勃勃的殖民地创建者（可以再读一下《奥德赛》）。就连科尔特斯的行动也是以商业探险开始的。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也通过第一类海盗对抗英国的制海权，如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圣马洛的罗伯特·修考夫（Robert Surcouf）。就连巴塞尔的布尔克哈特家族（Burckhardt）的一个成员也借助瑞士资本参与其中。在此期间，私人进行的战争转到长久性资本公司手里，如西印度公司或各个东印度公司，一种组织方面的进步。随着现代国家进一步兴盛及其常备军和舰队的扩大，私人进行战争越来越显得多余，最终成了麻烦。

使用适应当地水土的武装力量——例如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的海盗——自有其优点，他们对那里的各种传染病具有免疫力。从外面新来的移民和部队在旱季有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只要一下雨，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死于疟疾和黄热病。据说被逼入困境的西班牙人就恪守躲在堡垒围墙后的策略，静待这类进攻者大部分死去，或者至少等他们被瘟疫削弱了战斗力。1802/1803年，拿破仑入侵海地的部队肯定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初期取得成功后遭受了惨痛的失败。

由于皇帝查理五世和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间进行的战争，自1520年代以来，法国人率先开始伏击西班牙的美洲商船，很快他们也开始袭击劫掠西印度的各个港口。1552年，欧洲冲突再起时，西印度便成了真正的战场。1554年，法国人在弗朗索瓦·克莱克（François le Clerc）的率领下占领了古巴圣地亚哥三十天并 彻底毁灭了它。1555年，雅克·德·苏里（Jacques de Sores）甚至占领了哈瓦那。与这些法国海上英雄中的许多人一样，德·苏里也来自诺曼底，也是新教徒。与在巴西已出现的情形一样，在法国人在新世界进行的行动中，反罗马情绪自此与反西班牙情绪联系在了一起。新创建的一个个据点当时不仅是为了寻找贵金属，进行贸易活动和海盗劫掠活动，而且也用作胡格诺派教徒的避难所，例如1562/1563年进行了一次徒劳无功的进攻后于1564年在佛罗里达东北海岸建立的卡洛琳堡（Fort La Caroline）。首领让·里博（Jean Ribault）和雷内·古兰·德·劳顿内（René Goulaine de Laudonnière）的后盾是信奉新教的诺曼底以及海军将领科利尼。因此，按照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的明确命令，这一移民点于1565年即被消灭。运送白银的航路不容受到威胁，尤其是不容受到异教徒的威胁。挑出了一些妇女儿童和天主教徒后，指挥官下令杀掉了那里的守卫部队和剩下的居民，“因为为了上帝和陛下，此举是必要的”。至1612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四周建立了一系列殖民点。

胡格诺派教徒的英国盟友好像多次参与了佛罗里达的行动，此前他们与西班牙的良好关系此时开始恶化。由船主和伦敦富豪支持的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 von Plymouth）于1562年带领三艘小船前往塞拉利昂，在那里靠货物交换和使用暴力弄到了几百个奴隶，1563年在西印度以相当公开的方式将他们卖给了西班牙人。这是走私行为，并非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在向费利佩二世宣示自由贸易的优越之处。显然这桩生意做得很好，因而于1564/1565年再度实施了这类行动，这一次女王和高级贵族也投入了资金，参与行动的还有王室的一艘船。这些受到各主管当局警告的殖民者肯定是被诡计和权力催逼着行动的。尽管仅能得到60%的利润在英国引起强烈不满，但霍金斯还是得到了一支更大的船队进行1568/1569年的另一次探险航行，船队还包括两艘王室的战船。难道是伊丽莎白一世想向西班牙国王证明后者帝国的脆弱性？然而生意进行得很不顺利，最终霍金斯被迫试图进入韦拉克鲁斯的港口躲避一场风暴，第二天船队抵达了那里。战斗以惨重的损失结束，只有霍金斯和他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带领的两艘英国船得以逃脱。

于是英国人暂时放弃了尝试向西属美洲走私奴隶和其他货物，仅还进行 海盗劫掠活动，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贸易陷入萧条时，人和船都被用于进行这一活动。英国和西班牙的敌对最终发展为公开战争，1588年，庞大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构成了其高潮。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年）成为第二阶段的主角。

1572/1573年，德雷克从荒凉的哥伦比亚丛林海岸边的一个据点出发，成功袭击了农布雷-德迪奥斯和巴拿马，将大量白银战利品运往英国，这次行动得到了一些长期骚扰巴拿马地峡的逃亡奴隶（Cimarrones）帮伙的帮助。而仿效者的运气就欠佳了，约翰·奥克森罕（John Oxenham）率领的一队人马被击败，其大小头目在利马被宗教法庭以异教徒罪名处决。

其间，德雷克于1577年绕过合恩角驶入太平洋，极为成功地劫掠了不设防的海岸，其探查航行直抵加利福尼亚。1580年，他作为第一个环球航海的英国人由东印度返回，通过业绩和战利品最终成为民族英雄。1585/1586年，他作为海军将领袭击圣多明各和卡塔赫纳大获全胜，1595年与无敌舰队交战后回师占领巴拿马并将其扩建成进攻秘鲁的基地。这一大规模行动失败了，德雷克在此期间去世。除这些正式行动外，1585年至1603年还有74个英国私人探险队前往西印度，总共进行了183次航行，使用船只235艘。德雷克、霍金斯、马丁·弗罗比舍尔（Martin Frobisher）和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大概是作为英国海上霸权的先驱为自己赢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然而也不应忽略，他们首先是作为谋求利益的凶残海盗成为民族英雄的。

尼德兰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晚于法国人和英国人，1594年之前他们还没有出现在西班牙官员关于外来入侵者的怨言之中。当然应该考虑到，他们完全是靠着西班牙代理人而行动的，尽管没有达到在塞维利亚那样的程度，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那种必要。然而1585年、1595年和1598年在伊比利亚各港口针对尼德兰船只进行了大规模的扣押查封行动，这表明那里的生意风险已经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与美洲来往的兴趣日益增强。自从大名鼎鼎的英国寻宝人沃尔特·雷利发表了关于他1595年的法属圭亚那之行的报道（1596年），对西班牙几乎没有占领的今法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海岸的兴趣尤为高涨。在这一地区还能得到尼德兰不可或缺的进口货物——盐，此前通常是从葡萄牙购进的，而此时已变得更加困难了。尼德兰最重要的两个经济行业——鲱鱼捕捞和波罗的海贸易——也有赖于此。自1599年起，尼德兰人出现在蓬塔-德-阿拉亚（Punta de Araya）大型天然盐场，它在委内瑞拉东部的一个半岛上，在玛格丽特岛（Margarita）南面和库马纳（Cumaná）北面，而且那里的盐质量优于南欧的盐。1599年至1605年，驶抵的尼德兰船每年平均为120艘，不过还有25艘英国船、4艘法国船和4艘其他国家的船，它们来时绝不是空的，而是装载着各种各样的走私货物，通过少数几个西班牙移民点卖出去。直到1622年，西班牙人才成功地切断了这条通道。

因为法国商人长期活动于西印度，约自1600年起，英国人又作为商人大批卷土重来，所以西班牙王室尤其在1605年至1609年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对策；而鉴于之前国库亏空导致了1606年对尼德兰一次攻势的失败以及1607年的国家破产，此举很值得关注。中央和地方的海上巡逻队建立起来了，1605年对阿拉亚的尼德兰人进行了一次猛烈进攻，同年将海地北部和西部走私巢穴之地的居民迁往东南部，不过西班牙人以此举为他人的殖民点让出了地方，这大大违背了自己的利益。南美洲北海岸地区被禁止种植烟草，目的是断绝外人最重要的出口货物。

一方面是欧洲对烟草的需求量上升，另一方面是欧洲战事再起，这很快再次导致竞争对手们加紧了行动。据估算，英国仅1611年就消耗了大约10万磅烟草，1621年的消耗量超过了16.6万磅。最初20年，尼德兰、英国和法国在法属圭亚那至亚马孙河河口之间建立的那些短命的殖民点大都主要从事烟草生产。1621年至1648年，西班牙与尼德兰重又处于战争状态，1624年至1629年与英国进行战争，1635年至1659年与法国交战，这些战事对这些国家的人来说都是抢占西班牙尚未占领的小安的列斯群岛并在那里种植烟草、建立贸易站的机会。1621年至1629年，人们在英国讨论是否要按照尼德兰模式建立一个针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公司。1623年，英国人到达圣克里斯托弗岛（St. Christopher）［圣基茨岛（St. Kitts）］，1625年到达巴巴多斯，1627年到达圣文森特岛（St. Vincent），1628年到达巴布达（Barbuda）和尼维斯（Nevis），1632年到达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安提瓜岛和多米尼加，1648年到达玛丽加兰特（Marie Galante），1650年到达安圭拉（Anguilla）。尼德兰人于 1634年攻占了委内瑞拉海岸边的库拉索岛并占领了圣尤斯特歇斯岛，1640年占领萨巴（Saba），1648年占领圣马丁岛。1635年，法国人夺取了马提尼克和瓜达卢佩，1640年占领格林纳达和圣巴泰勒米（St. Barthélemy），1660年占领圣卢西亚（St. Lucia）。有一些岛屿进行了交换，大都对英国有利，因为在各项欧洲和平条约中都承认了当时的占领，1648年在明斯特（Münster）也承认了尼德兰人的占领。

17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人在欧洲战争和海外战争进程中的政治分量慢慢下降，尽管从最终结果的角度看，这个变化很容易被认为过于急促。1652年至1654年、1664年至1667年、1672年至1674年，尼德兰与英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1667年至1668年、1672年至1678年、1688年至1697年，尼德兰与法国之间也进行了多次战争，其间，正值上升期的强国英国首先制服了当时占优势的尼德兰对手们，只是偶尔与法国联手，不过自1674年起便与尼德兰关系比较亲近，自1689年起将法国视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对手。

英吉利共和国[1]已在推行一种贸易扩张和舰船扩张政策，在欧洲扩张史上，奥利弗·克伦威尔是首先使用后来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人之一。为了摆脱内政困境，英国对天主教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发动了在经济和思想方面都具有吸引力的攻势。1655年的海上远征本应攻占圣多明各作为对大陆采取行动的出发地，然而成效甚微，作为权宜之计仅仅取得了牙买加。

尼德兰人在奥里诺科河河口和亚马孙河河口之间的海岸地区，在广义法属圭亚那坚持了很长时间，尽管自16世纪后期以来那里有列强的许多殖民点。尼德兰殖民点大都集中在西面今天的圭亚那，尽管时有中断，但它还掌握在尼德兰人手里，直到1814年不得不被转让给英国。直到1797年，英国人才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得特立尼达，1803年他们得到了多巴哥岛（Tobago）。位于该段海岸中间的今天的苏里南于1667年作为交换新阿姆斯特丹（纽约）的条件，由英国转给了尼德兰，除尼德兰人之外，在那里定居的本来还有来自巴巴多斯的英国人。虽然存在着一些法国从前的移民点，但尼德兰人还保持着对东面卡宴（Cayenne）的控制权，直至1676年被一支法国船队夺去。这已是力量对比变化的一个迹象，因为西印度群岛日渐成为 英法在世界范围内博弈的另一个舞台，而这一博弈后来成了18世纪的主线。

在17世纪的劫掠战中，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和法国之间变换着角色，这种劫掠战造就了可以根据需要使用的特别人才，除大部分祖籍为英国和法国的人才外，大概也从小安的列斯群岛不得志的殖民者中招募了一部分。对于这些“Buccaneers”[2]（英语，此名称与他们制作肉食的方法有关）或“Flibustiers”（法语，意为海盗）来说，缔结和约无非意味着从官方委托的劫掠战转为自担风险的海上掠夺。因此作为雇佣兵他们实际上只是被用于他们能够猎获战利品的地方，也就是说主要是针对西班牙。海地北海岸附近的托尔图加岛（Tortuga）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牙买加岛上的罗亚尔港（Port Royal）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17世纪中叶，他们就躲在这两处地方初级行政机构的眼皮底下，纠集起数千人进行远征，无论这是否符合其“主人”的利益。不过，加勒比地区以及部分北美地区的英国和法国殖民地总督在颁发劫掠证书方面格外大方，甚至在颁发空白劫掠证书以及远征结束后颁发赦免证书方面也格外大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们各自君主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与各自的王室以及某些资金提供者一样也参与劫掠行动。

这些海盗仅从1655年至1661年就袭击掠夺了西班牙的22座城市。在既有魅力又嗜杀成性的首领威尔士人亨利·摩根（Henry Morgan）的率领下，他们的活动达到了顶点。摩根活动的基地是牙买加，在那里受到总督托马斯·莫迪福德爵士（Sir Thomas Modyford）的庇护，后者也是在国王查理二世复辟过程中立下功勋的阿尔伯马尔公爵（Duke of Albemarle，George Monck）的表兄弟。1668年，摩根带领2000人占领波托韦洛，1671年带领1800人占领巴拿马，两座城市被抢劫一空并经历了可怕的骚乱。然而当西班牙加强了外交和军事反应时，当因阿尔伯马尔公爵去世而失去庇护时，总督被解职关进了塔楼。不过摩根在英国经历了一次所谓的调查之后就被封为贵族，1674年作为副总督返回牙买加。人们开始让公山羊充当看园人去抑制海盗行为。

虽为个别事例，但这种事件对一般发展情况而言也是具有典型性的。尽管海盗在17世纪最后20年已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成功转移到美洲的太平洋一侧，但他们也渐渐受到抑制。西班牙学会了保护自己，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看到它的殖民地预算还有其他负担。加勒比地区的新殖民强国——英国和法国——也不愿意让持续发酵的暴力因素危及在制糖业兴盛条件下有序的经济关系的建立。17世纪末开始追歼海盗，尽管起初人们还一再使用他们。为进行1689年至1713年的各次战争，皇家海军得到大力扩充，从此拥有了必需的规模。凡是没有劫掠到足够的财富成为牙买加或法属圣多曼格（Saint Domingue）甘蔗种植园主的海盗，凡是不愿意躲入其他海域的海盗，都可能被强行纳入当时的海军。

在此期间，英国和法国在印度洋的海盗劫掠活动正值全盛时期，由于夺取了受莫卧儿皇帝庇护的船只，甚至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意也受到威胁。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伦敦执政的辉格党人于1696年将深谙此道的加勒比海盗威廉·基德（William Kidd）作为反劫掠者从美洲派往印度洋去追歼海盗和法国人。然而此人却打着法国旗号进行劫掠并获取了大量战利品。当印度的报复重又咄咄逼人时，他身后的指使人抛弃了他。1699年，他镣铐加身被押回英国，审判者压下或许能使他免罪的文件后对他进行了审判，1701年被处决。18世纪头20年虽然是国际海盗最为猖獗之时，但殖民地各场战争已不再使用凶蛮的海盗群伙，而是使用正规陆军和海军按照战争法则进行。能干的法国行政官员精明地将荒凉的西海地逐步变成安宁繁盛的蔗糖殖民地法属圣多曼格，不过在1697年的《赖斯韦克和约》（Frieden von Rijswijk）中尚未承认这一结果，直到1777年在阿兰胡埃斯（Aranjuez）才认可了它。

毋庸置疑，加勒比海盗绝大多数是嗜血凶残的罪犯，他们的恶行甚至会让那些征服者的恶行黯然失色。他们在牙买加岛上托尔图加和罗亚尔港的据点理应被视为“世上罪孽最为深重的地方”。尽管如此，除海盗影片中表现的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外，自20世纪末以来还有一种很成问题的海盗浪漫主义，它淡化罪恶，将海盗平等主义的自我组织描绘成没有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基层民主的典范。1640年前后建立的合作组织“海岸兄弟会（Les frères de la Côte）”的确有其章程，每个海盗都必须对其宣誓，船上的生活靠它调节，战利品依据它平均分配。船长经选举产生，而且必须通过功绩证明自己。对战斗中受伤致残者约定须给予补偿。这不就是面对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官方“生命政治（Biopolitik）”而坚持“身体的尊严（Würde des Körpers）”吗？作为生命力持久的“大西洋地下世界”的组成部分，海盗群体不就是所承受的苦难有时甚至超过奴隶的水手能找到的唯一避难所吗？“有海员在场时，黑人会觉得自己是个人。”（James Kelley 1838 nach Linebaugh/Rediker 5）然而准确地说，海盗的无政府主义自我组织与没有首领的狩猎者、采集者和游牧人的自我组织更相近，很难将其转用于现代社团。另外，海盗们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妨碍他们分享同时代人最糟糕的社会偏见。这种理想化的自我组织好像从来就摆脱不了其嗜血成性的阴暗面。

随着对海盗的打压以及法属圣多曼格的发展，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格局建立起来了。尽管西班牙表面上具有优势，但实际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进行竞争的大国英国和法国。除牙买加、巴巴多斯以及包括船队基地安提瓜岛在内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岛屿之外，英国人还占有法属圭亚那海岸，1631年至1641年占领尼加拉瓜海岸附近的普罗维登斯岛失败后，至19世纪，英国人对那里的所谓米斯基托印第安（Miskito-Indianer）混血居民实行一种庇护政策，另外他们还占有北面的一个前英国海盗居住地（即后来的英属洪都拉斯，今天的伯利兹）、巴哈马群岛和开曼群岛。法国领地范围较小，主要是法属圣多曼格、瓜德罗普和设有其船队据点的马提尼克，不过即使对英国人来说，它们也是在经济方面更具有价值。尼德兰占有库拉索、法属圭亚那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些岛屿，丹麦占有圣克洛伊岛（St. Croix）和圣托马斯岛（St. Thomas），它们比两个大国要逊色许多。剩下的西属岛屿也是这种情况，如波多黎各、圣多明各（位于海地东部，今属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不过后者直到19世纪才发展成蔗糖和奴隶岛。墨西哥湾北海岸在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换来换去，在具有重要海洋战略地位的佛罗里达竞争的是西班牙人和英国人，1803年，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落入美国之手，1818年，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海岸地区连同佛罗里达归美国所有。

至18世纪，加勒比地区的冲突具有了另一种特性，军事和政治冲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而私人行动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战争在大国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或在英法与西班牙之间进行，不过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统治西班牙的是法国波旁王朝的一个旁支。此时不再像从前只是进行短期的劫掠，而是着眼于与扩张性蔗糖生产相关联的长期经济利益。它涉及生产所需的奴隶买卖，与此相关联也涉及向西属美洲走私，与从前偶尔为之的此类买卖相比，此时的走私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规模。

由于缺少前往非洲的通道，西班牙在向其殖民帝国供应奴隶方面一直依赖他人，最初自然是依赖葡萄牙人。自16世纪末起，西班牙王室与葡萄牙商人就向西属美洲提供奴隶签订了一种仅限少数人参与的有期限垄断合同。“Asiento”（供应合同）一词本来可用于指称各种合同，后在外交语言中逐渐变为仅用于指称这类合同。葡萄牙重新独立后，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代理人，但这一供应合同自1640年至1695年实际上掌握在此间在几内亚贸易中击败了葡萄牙人的尼德兰人手里。不过就连法国人也为自己建立起强有力的地位，特别是在塞内加尔地区，而1665年英国人在几内亚海岸已有18个站点。1685年至1687年的天花时疫使安哥拉部分地区人口灭绝，事过之后就连葡萄牙人也退回了几内亚。1695年至1702年是葡萄牙和法国掌握供应合同时期，到1703年，因波旁家族在西班牙继承了王位，所以一家法国“供应合同执行公司（Compagnie du asiento）”得以独自承担这一生意，而这又招致英国人染指其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1713年《乌德勒支和约》中，英国人得到了这份供应合同，早在1711年他们就为与西属美洲的贸易预先建立了一家“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很快它就成为狂热投机生意的目标。

奴隶买卖还被英国人用作进行欧洲制成品非法交易的幌子。《乌德勒支和约》允许他们每年运一船此类货物，但相关船只白天在波托韦洛卸下货物后，又连夜再次装满从牙买加来的货物。此外，奴隶从牙买加被转卖给西班牙人。据称1706年至1713年，牙买加与加勒比南海岸大规模走私生意的年平均额为25万镑。根据一项精细估算，1748年至1765年，英国从其各个殖民地获得的收入为325万镑，其中大部分来自牙买加。该岛当时是英国王室的一个宝地，原因不仅在于它的蔗糖生产，而且还在于它的走私生意。另外，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也大规模地参与对西属美洲的走私生意，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与西班牙的冲突没有停止。1738年，船长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向下议院展示了他的一只浸泡在烧酒中的耳朵，那是1731年被一支西班牙海岸巡逻队割下来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作为“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在西印度群岛提前一年开始，即在1739年开始，其间法国迅速站到了西班牙一边。与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一样，两个大国之间在西印度群岛仅发生了有限的对抗，但相互损害对方与西属美洲的蔗糖交易以及贸易的倾向还是比以往更加明显。1748年《亚琛和约》签订后，南海公司于1750年停止了自己的贸易活动，它的供应合同结束，其结果是奴隶市场呈开放状态。

七年战争在英法之间同样提前一年开始（1755～1763年），对英国方面而言，这场战争在西印度群岛最终更多的是一场经济战。1758年，法国在塞内冈比亚的各个奴隶站点被攻占，1759年，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被攻占，1762年被攻占的是马提尼克以及西班牙的枢纽港——古巴的哈瓦那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战争期间，法国的奴隶买卖已经衰退，这对英国人有利。英国烧酒酿造和蔗糖贸易游说集团要求吞并蔗糖岛瓜德罗普，以扩大生产和向欧洲大陆的再出口。而甘蔗种植园主游说集团则担心竞争和价格下跌，因此反对吞并。出于政治考虑，政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优先安排获取加拿大。当然在双方眼里这一大片土地价值低于小岛瓜德罗普。不过最晚自七年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因而英国的奴隶买卖得以继续扩大。

蔗糖革命

在此期间，加勒比地区的一切都围绕着糖运转。情况绝非从一开始就如此。第一批垦殖者并非都是完全自愿踏上这些岛屿的，最初他们将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烟草上。烟草种植不需要很多资本，但需要精心照料作物。因此这些新殖民地最初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小土地占有结构。相对于后来的制糖业奴役制来说，“烟草是自由人的作物”。在具有10万英亩（4万公顷）可耕地的巴巴多斯，1645年有18300个具有作战能力的男性，其中11200人是小地产所有者，只有5680个非洲奴隶。平均每块地产不超过4公顷，每7公顷土地才有一个奴隶。人口密度达到令人惊异的每平方公里217人。

烟草生产的扩大自1620年代以来已经导致价格下跌，很快，小种植主就几乎不可能获得利润了。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等的西印度群岛品级无力与弗吉尼亚的品级抗衡。然而尼德兰人却有办法，他们将甘蔗种植从巴西转往西印度群岛，甚至预付了甘蔗种植必需的资本。因为与烟草不同，甘蔗是需要资本的商业作物。一个经营体必须足够大才能确保在收获季节充分使用费用昂贵的甘蔗压榨设备。另外，种植和收割甘蔗、运送燃料以及操作甘蔗压榨设备都需要大量工人，当然主要是无须培训的工人。因为可供使用的白人劳动力数量不足，所以很快就依赖于购买主要由尼德兰西印度公司从西非提供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能做甘蔗种植园主或将经营维持下去。小地产主卖掉了所有的地产。这就是所谓的“蔗糖革命（Sugar Revolution）”，而这场革命又是在巴巴多斯岛上最为显著。经过22年，也就是到1667年，那里原先的11200个地产主仅剩下745个，各个经营体的规模为80～400公顷。白人数量在减少，而岛上的奴隶数量已达82023人，即平均每公顷土地有2个。1663年，英国种植园主和官员罗伯特·哈利爵士（Sir Robert Harley）从巴巴多斯写信称：

在此之前，各个移民点皆无生气，确切地说，它们因缺少后备力量面临着衰败。然而在失去巴西之后有许多尼德兰人和犹太人迁往巴巴多斯，开始在那里种植甘蔗、生产蔗糖。这促使尼德兰人在它们面临衰败时向其提供船只和借贷方面的帮助。另外，尼德兰人在几内亚海岸地区做奴隶生意，但失去巴西后不知该将非洲人卖往何处。因此，他们赊账向巴巴多斯提供奴隶。于是这个移民点存活下来并开始做起了生意。（nach McCusker/Menard in Schwartz 2004，295）

尽管时代见证人让·巴蒂斯特·迪泰特（Jean Baptiste Du Tertre）从法属马提尼克对同一时期也进行了内容相同的报道，但对巴巴多斯岛蔗糖革命的这一经典总结，特别是关于尼德兰人的主导作用，在此期间却受到了质疑。有人认为，除烟草之外，英国移民早先也曾试验了其他产品，其中也包括蔗糖。另外，不仅顽强坚持自己的“英国做法”的新种植园主祖籍大多是英国，而且提供船舱和借贷的也主要是英国人。确切地说，巴巴多斯岛上真正的革命成果是他们发展起的集约型种植园经营模式。因为缺乏进行集约耕作所需的劳动力，所以甘蔗生产最初被委托给拿份额的租赁者，比如合同到期的前白人契约佣工（indentured servants）。到该世纪中叶制糖业兴旺以及有非洲奴隶供应时，转为采用“班组制（gang-System）”直接经营管理就成为可能，奴隶分成班组在一个监工皮鞭的监督下在田间劳作。因而1753年，在牙买加一个奴隶一年平均可以生产422公斤甘蔗。不过在西印度群岛实行的这种集约型种植园模式大概在巴西早已为人所知了。

与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一样，巴巴多斯也属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圆弧，属于“背风群岛”。正如岛名所表明的，它们的位置特别有利于与欧洲的交通往来。人们可以借助信风直接驶向那里，回程时可以借助信风艰难地向北航行，直至进入湾流，在西风带中获得驶往欧洲的顺风。然而从牙买加就不可能顶着信风直接向西北穿越古巴和海地之间的海峡，必须向西绕一个大弯才能在古巴北海岸遇到前面描述的有利航行条件。因此，牙买加的糖有时要比巴巴多斯的糖贵几镑。

每个岛屿都在自己的框架条件内经历了自己的“蔗糖革命”。例如可以很有把握地估计，牙买加甘蔗种植园的资本是通过走私和海上掠夺积累起来的。走私和海盗中心罗亚尔港的大部分商人将自己的钱用于进行土地投资。1630年代和1650年代兴盛期之后，糖价重新下跌，即便如此，转向蔗糖生产还是有望获得可靠的利润，因为需求在继续上升。据称，糖原本是印度调味品类中的珍品。原则上说对调味品的需求是没有弹性的，例如对胡椒的需求就不可能随意上升；可是对糖而言则没有这种限制。似乎16世纪糖的消费量就高于先前的假定，因而通常的解释，即认为糖的消费是在18世纪为了给殖民地的茶、咖啡、巧克力等热饮料增添甜味才普及开来的，大概会受到质疑。或许在这里，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供应创造了一种不断上升的需求。一方面是大批量生产，另一方面是购买力的逐渐提高，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这一消费品，社会上层炫耀式的消费使它显得很体面。17世纪下半叶，糖价明显下跌也使糖更具有吸引力，后来价格又开始持续攀升。人们希望买上一些，而且他们也具备这一购买能力！

在此进程中，尼德兰和葡萄牙关系的发展变化使西印度群岛的抉择获得了竞争优势。1640年，巴西生产了1.3万吨蔗糖，而1760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生产了12.13万吨，法属圣多曼格生产了6.43万吨，加勒比海其他地区生产了9000吨，巴西只生产了5800吨，墨西哥生产了2400吨，到19世纪才获得主导地位的古巴也生产了700吨。18世纪中叶，在占领东印度之前，西印度群岛实际上是英国王室最珍贵的宝贝。1700年前后，它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7%，已经超过各北美殖民地，它们加在一起才只占6%。1697年，英国向西印度群岛出口的货物价值141847英镑，从那里进口的货物价值327267英镑。1772年发展至顶峰时这些数字提高到十倍：出口 价值1334313英镑，进口价值3292749英镑。因此，按照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理念来说，西印度群岛是殖民地典范，少数欧洲人在那里使用他国劳动力生产高价值的中间产品，它充实了本土的贸易平衡，却未与本土的制成品形成竞争。

然而面对甘蔗种植园里的单一种植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蔗糖经济占有优势地位，但像棉花、菘蓝以及后来的咖啡之类的可选择作物也都完全发挥着作用，即使完全不考虑依然活跃的走私活动，另外也还有畜牧经济和木材经济，以及一个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区。在食物以及手工产品供应方面，西印度群岛绝对没有只依赖于进口。大部分岛屿的多山地特性使经营甘蔗种植园只能在平坦的海岸地区进行。逃亡奴隶在牙买加可以躲进腹地森林覆盖的山区。

初始时期，甘蔗种植园的利润在巴巴多斯据称为40%至50%，而根据牙买加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1763年至1775年那里的利润一直还是8.9%。这大体相当于贸易的利润，也大体相当于奴隶买卖的利润。1688/1689年，在牙买加经营一个仅40公顷的种植园需要投资3620英镑，其中，830英镑用于购买50个奴隶，988英镑用于开垦土地，1000英镑用于购置器具设备，674英镑用于支付头三年无收获期内8%的借贷利息。另外，每年还有329英镑的费用，其中82英镑用于购置被看作必不可少的10%的后备奴隶。三年后，糖和糖蜜的利润为702英镑，减去赋税后为372英镑。这样就可能有10.28%的利润。如果还必须继续付8%的借贷利息，那么纯利润则减少为82英镑，即只能获得2.28%的利润。

糖蜜是糖结晶后残留的含糖液体，不能再继续浓缩。它和被撇出的浮沫一起用于酿制朗姆酒，出于这一用途，它的出口方向主要是北美洲。不过，酿制较高品质的朗姆酒品种也需要用到纯甘蔗汁。马提尼克岛上70%的种植园、瓜德罗普岛上31%的种植园以及法属圣多曼格23%的种植园都生产自己的朗姆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正规的酿酒作坊。朗姆酒被很大方地分给奴隶，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好心情，另一方面是作为食物的替代品。据称18世纪末，一个奴隶年消耗朗姆酒为12～16升。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都很早就熟悉低酒精度饮品，他们肯定也熟悉用甘蔗做基本原料的低酒精度饮品。而烧酒酿制则是一项由欧洲人传播的较新“成果”。因为尼德兰人在欧洲这一领域也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将他们归为首创者是可以理解的，17世纪初，蔗糖制作和朗姆酒酿制一起在加勒比地区所有岛屿上普及开来。

18世纪上半叶，仅马提尼克每年生产的朗姆酒就有90万～227.5万升，其中一半用于出口，不过其价值仅为同期法国进口蔗糖的2%。然而朗姆酒的出口对象不是法国——那里的葡萄种植农和烧酒酿造者于1713年实施了进口禁令，而是法属北美和英属北美，它还出口非洲用于奴隶买卖。

英国政治家们很早就已忧心忡忡，他们的国家依赖进口法国烧酒和葡萄酒因而造成货币外流。在17世纪末历次英法战争期间，进口先是被禁止，后于1685年被征收高额关税。1703年，《梅休因条约》通过低关税促进了葡萄牙的进口。此时，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朗姆酒来得恰逢其时。自1741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朗姆酒进口一直远远超过烧酒的进口。然而英国本地的金酒（加杜松子的粮食酒）价格明显比较便宜。1735年，付税的金酒为2900万升，1733年进口的朗姆酒为230万升。该世纪中叶因粮食歉收，面包价格面临着上涨——每个前现代政府的噩梦——在“西印度利益”的驱使下，议会禁止用粮食酿制烧酒。朗姆酒进口攀升至1900万升。另外，朗姆酒在正在开始的反酗酒运动中结果明显好于金酒。在加勒比地区，朗姆酒生产在甘蔗种植园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了，大概在15%和25%之间波动。不过也有报道称其价值达到了43%。

理想的种植园的位置是临近海岸或一条能行船的河流旁边，这样就能够降低运走糖桶的费用。种植园的建筑物三面围着甘蔗地，一排排树木保护着甘蔗地不受狂风的侵害。其后是奴隶们的园子，最后是作为储备的树林，若是榨干的甘蔗不够燃料之用，树林中的树木就被用作熬糖的木柴。主人的房子位于中央，与进行生产的建筑，特别是与甘蔗压榨房和熬煮房隔有一段距离。另外还有一两条由奴隶茅屋 夹成的巷子以及一些供牲畜栖息之地：拉车的牛、奶牛、马、绵羊、山羊等。然而主人的房子里住的常常不是种植园主，而是主人委托的管理者，越到后来，主人越是频繁地住在本土——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1814年出版）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种“主人不在”的环境里。

依照传统做法，糖由设在欧洲港口的各贸易公司投放市场，这些公司通过自己的船长或者代理人在当地收购糖。这样一来，生产者虽然不再承担任何风险，然而他的谈判地位却很低微，特别是当商人是其唯一的借贷来源因而同时又是其债权人的时候；除此之外，这些商人常常还控制着奴隶供应。时常甚至会出现以物易物的情况，即用糖结算奴隶和货物的款项，或结算利息和借款。这一体系在法国种植园主那里一直存在至最后，由于惯常的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法国种植园主虽然独享法国市场，但带给他们的利益却很少。一方面是法国的糖价格最低，因此有可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英属北美的食物以及从英国贩子手中得到的奴隶比法国市场上价格更便宜。与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一样，法属圣多曼格的法国殖民者也认为重商主义的殖民体系仅对本土单方面有利，因此对其持保留态度。

而英国种植园主则不同，他们自己承担风险，将自己生产的糖用船运往英国并委托一个商人销售。这些蔗糖生意代理人为种植园主管理账户，后者向其中汇款，用于购买奴隶等事项；此外，代理人也负责采购货物和借贷事务。英国糖价最高，这一体系可以在重商主义条件下发挥有利于种植园主的作用，因为它将具有优势的竞争对手法国人排除在英国市场之外。另外，它也方便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不留在当地，因为他们更喜欢住在英国，在那里直接与自己的代理人处理他们生意方面的事务，而且可以代表西印度群岛利益表达政治意见。

1700年至1760年，蔗糖产量提高了两倍，不过需求同样也在上升。战争并非必定起着阻碍作用，因为鉴于海上力量的对比，它首先适合于削弱法国的竞争力。议会中的西印度群岛利益相关者代表着5000万英镑的种植园资本。公众舆论相应地赞同奴隶买卖是制糖业 长久繁荣的前提条件。按照1749年一篇匿名文章的说法，唯有奴隶买卖能够使种植园进行有价值产品的有利生产，能使与此相关的英国航海扩张和工业扩张成为可能，因而对国家而言，进行非洲奴隶买卖象征着取之不竭的财富和海上力量。毫不奇怪，一个非洲裔美洲人——后来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1938年接受了他当时所上大学的一位文科毕业生的论点，该论点称，蔗糖贸易和奴隶买卖的利润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资本来源。不过这一说法未能经受住实证检验。即使这些利润一点不剩地全用于此，它在英国工业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为7.9%，虽然数目可观，却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不过，从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应该被继续投入了贸易，而从种植园获取的利润投资的则是社会地位。

然而在18世纪最后三十余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繁荣开始衰减，至少相对法属岛屿是如此，1767年，法属岛屿出口的蔗糖（7.7万吨）就已经多于英属岛屿（7.2万吨），另外与英属岛屿相比，法属岛屿的精炼糖接近40%。地力消耗的减少和较大的土地储备使公顷产量得以提高：1788年在法属圣多曼格为5吨，在牙买加仅为1.5吨。因此，法国人在报价时就可以低于英国人：“一大桶”（合0.8英国吨或0.72公吨）蔗糖当时在牙买加售价为45先令，但在法属圣多曼格仅售36先令4便士，而利润也与此相应。法国种植园的利润平均为8%，在法属圣多曼格甚至达到12%，而在巴巴多斯为6%，在牙买加甚至只有4%。长久以来有一种论点称，在废除奴隶买卖和奴隶制以前，至少英国人的种植园已处在衰退之中。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危机过后，首先又有一段上升期。由于当地爆发革命，法属圣多曼格的竞争消失，这首先有利于英国的竞争，其次有利于西班牙自古巴进行的竞争。不过1800年前后，它们都出现了生产过剩。1820年代危机加剧，这不仅与1807年废除奴隶买卖以及1833年废除奴隶制相关联，而且也与糖税提高到70%有关。另外在欧洲大陆，新的甜菜糖已经填补了因拿破仑封锁大陆而出现的市场缺口。西印度群岛 利益相关者希望能够采取政治措施，然而他们在议会中的分量已经减弱，本土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热情也逐渐消退。新兴工业利益的目标不是保护仅仅生产蔗糖，除奴隶外只接受少量货物的那些小岛，而是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为自由贸易开拓广阔的市场。

奴隶买卖

在不乏难堪之事的欧洲扩张史里，从15世纪至19世纪（1441年葡萄牙人开始贩卖奴隶和1888年在巴西废除奴隶制是这个时间段的起止点），买卖非洲奴隶以及使用被卖为奴的非洲人经营美洲种植园是令人愤慨至极的事情之一。以今人的眼光很难理解这件事，自18世纪以来，人们才渐渐对这一特殊的大西洋体系提出疑问，而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无人质疑的理所应当的事情。洛克、伏尔泰和杰斐逊等启蒙主义者也和各个教派的基督徒一样参与其中。尽管耶稣会中也出现了像阿隆索·德·桑多瓦尔（Alonso de Sandoval）那样的对体系持批判态度和关怀奴隶灵魂的人，他们像彼得·克拉弗在卡塔赫纳（哥伦比亚）一样为这一使命受尽煎熬，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同一个修士会在拉丁美洲各地使用非洲奴隶经营种植园的现实。就像当年多明我会修士反对奴役印第安人一样，嘉布遣会修士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哈卡（Francisco José de Jaca）和埃皮法尼奥·德·穆瓦朗（Epifanio de Moirans）1681年也在古巴反对奴役非洲人；1682年，他们被遣送回西班牙并监禁在修道院中。然而在我们这个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的时代，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已使“非洲的大西洋”成为历史学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之一。

除了成千上万的出版物，今天发挥重要作用的首先是大卫·埃尔蒂斯（David Eltis）、大卫·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和其他一些人建立起的“跨大西洋奴隶买卖（The Trans atlantic Slave Trade）”数据库，它于1999年启用（TSTD 1），2008年以来有了一个扩充版本（TSTD 2，www.slavevoyages.org）。现在它记录的贩奴航行为34808航次，占估算总航次的77%。它们之中的许多航次都有关于船只、船长、船员、装货地点、卸货地点、航行时间以及航行情况的说明，不过最重要的信息是：上船的奴隶总数为10125456人，而下船的为8733592人，这意味着航行期间的损失平均为13.7%。从中得出高于此前估算的总数：非洲出口的奴隶为12521000人，美洲进口的奴隶为10703000人。

然而这种知识水平的提升非但没有解答任何尚有争议的问题，甚至还引发了种种新问题。例如，人们对使用非洲奴隶解决甘蔗种植园劳动力问题时所持的理所当然的心态提出了问题。有一点很清楚，即在巴西为经营种植园而使用的印第安人规模有限，而在加勒比地区则根本没有使用，因为当时那里的印第安人大都死了。然而不是也在使用白人劳动力经营种植园吗？也就是说，除被判处流放的刑徒（在英国称为barbadoes’d）外，初创时期起重要作用的首先是那些因无力偿还债务而为奴的人（indentured servants，法语称作engagés）。他们负有劳动5～7年的义务，随后就能得到自己的土地。因为是用劳动偿还横渡大洋的费用，所以他们常常只得到食物，所受的待遇并不比奴隶强。然而随着种植园的扩张，可供使用的土地紧缺起来，而17世纪欧洲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已被克服，这使得在海外为奴偿还债务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虽然欧洲人不能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从事体力劳动的种族主义观念尚未流行，但欧洲债奴显然比非洲人更容易患上传染病。那时，现代意义上的白人自由雇佣工即便在欧洲也几乎不存在，因为劳动在那里通常还是与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式上的奴隶制甚至在欧洲依然存在。虽说按照大卫·埃尔蒂斯的说法，沦为奴隶的欧洲人比非洲人便宜，但禁止以欧洲人为奴的文化禁忌是不可能逾越的。即便某些地方将罚做奴隶定为刑罚，例如英国对流浪者实行的处罚，也不过是威吓。与此相反，个人自由的思想观念早已在欧洲史上发酵，其影响之大使得殖民地的统治层也惧怕白人工人的难以驾驭，他们或参与起义，或甚至与敌人勾结在一起，例如英属圣基茨岛上的爱尔兰工人，1681年时他们充当了法国舰队的“第五纵队”。

有违常理的是，奴役非洲园工甚至可被视为欧洲人独一无二的自由意志的文化成果，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意志的功绩并不只是阻止了欧洲人自己被奴役。确切地说，个体对财产不受限制的支配也属于欧洲人的自由，与其他文化不同，时间越久，这种支配就越发脱离集体和非经济义务，就仅仅听命于各种市场力量。不过从市场观点看，与非灵活性地提供印第安园工和白人园工不同，灵活地提供非洲人是对需求作出的最佳反应。然而，基于这种纯经济考虑而选择奴隶制的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由于在文化层面上已经选择了有着特殊需求的市场经济。因此很有代表性的事实是，最成功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都来自社会经济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也就是说，到那时为止的自由的最高形式产生了到那时为止的最严酷的奴隶制。

然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今人的眼光看，彼时高度发达的自由文化还不等同于平等文化。与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至少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7世纪，不平等地对待各个社会群体或种族群体在欧洲是无人深究的理所当然之事，特别是在对待那些有别于自己的群体方面。因此，在为了蔗糖经济而奴役非洲人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必要依据种族主义特别歧视他们。这种歧视在17世纪往往是个例而非常态。只是到了后来，种族主义才被用来证明奴役的合法性，即只有在突然需要论证不平等对待各种人的理由时，被奴役的非洲人才必须被解释为劣等人。

当欧洲人认为这样做对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时，他们便立刻直接采用了非洲自古就存在的奴隶制，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它。从古至今，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无论在哪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不自由，其中也包括将一个人归为他人财产的奴隶制，都是大多数人不言而喻的生存条件。当然，人们往往很难清楚地划分自由人和奴隶，而是只能对自由和不自由划分复杂的等级。自由和不自由处在矛盾对立中，它们甚至能够以这种方式相互依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矛盾对立是 西方文化的一个特性。总体来说，这些人或生下来就没有自由身份（奴隶的孩子还是奴隶），或是作为战俘沦为奴隶。后一种情况是国际法的普遍准则，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能得到验证。主人与奴隶之间存在一种没有言明的契约：我放弃剥夺你的生命，但是为此你必须为我效命。如果欧洲人怀疑自己是否有权购买非洲人，那么他们往往惯于用形式上的假设安慰自己的良心：他们是非洲内部冲突的战俘。而对于非洲人常常为了捕获奴隶进行战争这一点，人们则极乐意忽略。

阿瑟·杨格（Arthur Young）于1772年已能断言，在自由条件下生活的人最多有5%。这同样适用于非洲，那里的黄金海岸边的传教士们在19世纪就无奈地确定，其实几乎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奴隶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以此便可以解释一个今天依旧令人愤慨的事实：非洲人毫无顾忌地参与了横越大西洋的奴隶贩卖。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非洲奴隶是经由非洲贩子之手卖出去的。和在新世界完全一样，非洲也没有种族团结，因为非洲人尚不懂得自己是非洲人。非洲人的忠诚往往不是奉献给他们自己或许就归属其中的帝国，而是奉献给自己的狭小群体，这与美洲的情况如出一辙。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转卖自己的奴隶，或者为了这一目的去抓捕其他群体的成员。以非洲人的眼光看，大西洋奴隶买卖不是由外部带入非洲史的异体，而是非洲各家公司在出售一种产品，到贩运奴隶的船只离开非洲海岸的那一刻之前，这些公司都完全掌控着这种产品。

即使在非洲，奴隶制的结构也并不一致。与美洲的准工业化种植园相对比，奴隶制从整体上被描绘为与家庭关联的家长制下的田园生活，这一描绘并不符合其实情。首先在西苏丹各王国，奴隶完全被用于矿山和统治者的大型农业庄园。直到19世纪，奴隶在有些国家还可能被杀掉用作神的祭品或者死者的祭品。在其他一些地方，奴隶军人在战争以及和平时期都具有重大作用，有时甚至可能掌握政权。另外还有一些男女奴隶被纳入一夫多妻的大家庭，而不单单充当劳动力。有些奴隶被释放，可以自己挣取财产并以此为自己赎身，或者自己再买奴隶，有时，后者是他们的首选。为自己的主人生育子女的女性奴隶常常被释放，至少她们生下的孩子被承认是合法后代。在农业劳作主要依靠女性的地方，女性奴隶的需求量要大于大西洋奴隶买卖对女性的需求，大西洋奴隶买卖虽非只涉及男性，却主要对男性劳动力感兴趣。

向伊斯兰世界提供的奴隶同样来自非洲。与非洲奴隶制相似，它的奴隶制在结构方面也不一致。从种植园工、家庭奴仆、情妇到奴隶军人，在伊斯兰世界都可以找到同样的变体。另外作为特有现象，那里还会为了获得宦官而给少年奴隶做阉割手术，那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手术。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向穆斯林提供斯拉夫出身的奴隶，给这些人做这种手术的地方是尼德兰或法国北部。不过据称，在欧洲中世纪时，阿拉伯文本已在宣传肤色种族主义和黑皮肤非洲人的劣等性。各伊斯兰苏丹国是穆斯林最重要的供货商，它们抓捕奴隶的目的就在于此。通过撒哈拉商道向北运送的非洲奴隶可能与从东非用船经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运到买方手里的奴隶数量不相上下。不过与在美洲不同，伊斯兰世界形态多样的奴隶制和在非洲一样，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奴隶或前奴隶（或称作“被解放的奴隶”）人口数。而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在这里和非洲不像在美洲那么绝对和持久，因而奴隶长期淹没在总人口数里。而且这一情况又被淡化，因为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一样，奴隶身份是由父亲往下传的，而在大西洋体系中则是由母亲往下传，后一种情况使得奴隶身份无法逃避。另外，《古兰经》宣称释放奴隶是功德之举。

穆斯林奴役非洲人从7世纪持续至20世纪，据称还一直在暗中进行。今天这种奴役有时会被用来作为未参与大西洋奴隶买卖的证明，而辩护士们在这一问题上首先强调的是规模。然而确实没有什么报告能与前面提及的数据库在可靠性方面进行哪怕是大致的比较，有的只是各种估计和由此得出的估算。1501年至1900年，运往美洲的非洲人超过1250万，同一时间段穿越撒哈拉的商道被送抵马格利布（Maghreb）的奴隶据说为184.4万，顺尼罗河而下送往埃及的为132.2万，从东非通过红海主要运往阿拉伯半岛的为117.2万，从东非运往波斯湾各国以及印度的为53.3万，总数约为490万（Eltis/Richardson 2010，5）。1780年至1840年向东方出口奴隶甚至达到了其顶峰。然而穆斯林做奴隶买卖比西方整整早出了800年，于是今天有人算出，仅通过撒哈拉运送的奴隶就达600万至700万（Wright 2007），这样总数至少为1200万（Eltis/Richardson a.a.O.），还有学者算出的数字甚至达1700万（N’Diaye 2010 nach Austen）。另外还有一种对1401年至1900年贩运奴隶数量的估计，除了越过大西洋的1260万，取道撒哈拉商路的为360万，跨越印度洋的为230万，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另有1850万是在“黑非洲”内进行的奴隶买卖，这样总数就达3700万人（Parker/Reid 2013，60）！

此外还有其他犯罪者，而且和在历史上经常见到的情形一样，有时犯罪者和受害者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但是这一事实不会影响我们对大西洋奴隶买卖的估测。之所以称其为“大西洋的奴隶买卖”，也是因为至1800年，约70%的贩奴船是从各欧洲港口启程，不过之后90%的奴隶买卖是从美洲出发进行的，特别是从巴西和古巴。

非洲方面可以分出以下一些奴隶来源地。1.上几内亚（Oberguinea），也就是自塞内加尔——包括重要据点戈雷岛（Gorée）——直至位于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境内的一个地区，象牙海岸在奴隶买卖中几乎没有扮演什么角色。2.黄金海岸，即今天的加纳，包括腹地的阿善提帝国以及（自西往东）重要的港口艾尔米纳、海岸角城堡（Cape Coast Castle）、阿诺玛普（Anomabu）和克里斯蒂安堡（Christiansborg）。3.尼日尔河三角洲西面的贝宁湾，包括达荷美王国、奥约王国（Reich Oyo）、贝宁王国以及主要港口波波（Popo）、维达（Widah，1727年被达荷美王国占领）和拉各斯。4.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面的比夫拉湾（Biafra），包括新卡拉巴尔（New Calabar）、邦尼（Bonny）和老卡拉巴尔（Old Calabar）。5.经过一个同样几乎未参与奴隶买卖的地区，即喀麦隆和北加蓬之后，就是中非西部海岸，包括港口卡宾达（Cabinda）、马勒博（Malembo）和卢安果（Loango），其中卢安果位于刚果河河口北面的同名王国境内；另外还包括该河南岸港口罗安达和本格拉，那里的刚果王国和恩东戈王国（Ndongo-Reich）被腹地的马坦巴王国（Matamba）和卡桑杰王国（Kasanje）取代。6.今天的莫桑比克，包括港口洛伦索-马贵斯（Lourenço Marques）、克利马内（Quilimane）和莫桑比克岛，除安哥拉外，它也在19世纪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1501年至1867年，装上船的奴隶共计12520170人，其中1479800（11.8%）来自上几内亚，1208670人（9.7%）来自黄金海岸，1999600人（16%）来自贝宁湾，1595400人（12.7%）来自比夫拉湾，5693900人（45.5%）来自中非西部，542800人（4.3%）来自东南非洲。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奴隶买卖主要集中于塞内冈比亚，后来主要集中于比夫拉地区和中非西部。16世纪中叶，其他地区开始做这一买卖，而且交易数字迅速攀升。各地区交易顶峰大都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而贝宁湾的顶峰则出现于1721年和1730年之间，中非西部以及莫桑比克的顶峰出现于19世纪。由于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买卖，当时其他地区的交易数字明显下降，比夫拉，特别是贝宁湾下降的速度最慢，而中非西部和莫桑比克为一方、巴西和古巴为另一方的奴隶生意此时却最为兴盛。

奴隶上下船地点在地域上虽然分布很广，但也显现了明显的集中。1252万名奴隶中有1038.3万人是在192个交易地中的20个地方上的船，其中最重要的10个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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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来说，欧洲方面第一批奴隶贩子是葡萄牙人。他们和巴西人一起贩运的奴隶共占46.7%，主要是从安哥拉运往巴西，尽管一开始他们也出现在其他一些交易地。贩运奴隶的数量持续上升，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里达到了最高点。英国人贩运的奴隶占26%，他们于17世纪中叶开始参与奴隶买卖，18世纪下半叶其数量已达最高点，不过1807年根据法律正式停止了自己的奴隶买卖。法国人贩运的奴隶占11%，他们开始得比较晚，将此生意一直做到1848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非和中非西北部购进奴隶，向加勒比地区各殖民地供货，也或多或少间接地向西属美洲供货。西班牙贩运的8.5%的奴隶至1700年也包括根据供应合同提供的奴隶。不过到19世纪，四分之三的奴隶被送往古巴，其主要来源地为中非西部。尼德兰人的奴隶买卖占4.4%，与英国人的买卖并行发展，起初将奴隶贩往巴西，后来也贩往加勒比地区和法属圭亚那。尼德兰人不仅在西非购进奴隶，而且还在也属于葡萄牙人交易地的安哥拉购进。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即后来的美国，于17世纪后期开始参与时所占份额为2.4%，1808年本土禁止进口后，它到19世纪还在继续做这一生意。剩下的1%主要由丹麦贩运到西印度群岛，不过这一部分还包括勃兰登堡由几内亚海岸向西印度群岛供应的大约3万名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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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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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奴隶价格在非洲很低，有时甚至还下跌，因而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然而自17世纪后期起，蔗糖价格持续上升，奴隶在美洲的售价以及在非洲的买入价也能够确定下来，具体情况不详，但大体呈并行趋势。直到19世纪，非洲的奴隶价格才重新下跌。

但是用廉价货是绝对换不来奴隶的。非洲人做生意很精明，知道自己能够要什么。欧洲商船带去的有铁制品，特别是滑膛枪和火药；用于交换奴隶的货物有纺织品，尤其是棉布和亚麻布，还有烧酒和烟草，有可能时也用贝壳等作为支付手段。最初在几内亚海岸涉及的多是黄金而较少是奴隶。1662年至1703年，英国人为交换黄金投入的货物价值比为交换奴隶投入的多7倍。可是当世纪末奴隶的买入价上升时，负责黄金海岸的尼德兰总理事报告称，当地人已不再花费气力去寻找黄金，而是更愿意进行战争以抓捕奴隶。英国人随即率先转而经营奴隶买卖。

贩奴船停泊在各个相关港口，主要是“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的国家站点、尼德兰人新建立的西印度公司的站点以及各家法国公司的站点，有时也停泊在其他一些公司的站点。1731年，几内亚海岸（第二至第四地区）有15个尼德兰站点、9个英国站点和1个丹麦站点。葡萄牙人、法国人、勃兰登堡人和瑞典人已经或多或少自愿放弃了他们设在那里的据点。剩下的公司也于1690年至1730年相继失去了重要性。无须固定费用维持站点以及无须投资“奴隶储备”待售的自由贸易被证实更为有利。

在当地经营的同胞或许已经集中起了奴隶并将其关押起来，不过做这类事更多的是非洲贩子和中间人。这种贩子和中间人多是葡萄牙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儿，他们善于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活动。在上几内亚和安哥拉，女性在这个圈子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一部分是很快就死于传染病的欧洲商人的非洲遗孀。这些人的活动远远深入内地，因而奴隶可能会经过多人之手。那时甚至存在着一些真正的、能提供成千上万奴隶的交易市场。

尽管如此，没有备好“货物”的情况还是常常出现，于是商船不得不游走停靠不同的港口，或不得不长时间停泊。1730年至1803年，尼德兰人共进行了57次贩奴航行，据查证，他们在海岸边停留的时间平均为200天，每天购进不到2个奴隶。在比夫拉湾是赊账提供货物，须在那里等候非洲合作伙伴凑足相应的奴隶数量，这可能要持续数月。在这种充满风险的生意中并非总是不使用暴力，不过一旦使用暴力，欧洲人通常是绝对占不了优势的，就连在设有站点的地方也占不了优势，他们常常不得不妥协让步。

然而一个人又是如何被捕并卖为奴隶的呢？1730年2月，一个非洲穆斯林派他的儿子阿尤巴·苏莱曼（Ayuba Suleiman）去一艘 英国商船购买纸张和其他物品，那艘船正溯冈比亚河而上寻找奴隶。父亲让儿子带了两个奴隶用以支付货款。因为那艘船的船长为奴隶出价太低，所以苏莱曼用奴隶在河的南面换了奶牛。可是在返回途中他遭到曼丁哥强盗（Mandingo-Räuber）的袭击，那些强盗将他卖给了同一个船长，后来船长将他卖给马里兰（Maryland）的一个烟草种植主，获得了45镑。

根据19世纪的一份调查，奴隶来源的三分之一是战俘。贝宁王国知道应禁止向欧洲人贩售奴隶，而从前的阿善提和达荷美王国据称则完全是通过战争抓捕奴隶强大起来的。它们的扩张今天首先被归因于政治权力意志，但作为伴随现象的奴隶买卖显而易见也在当中产生了影响。与先前的观点不同，今天人们认为使用大量进口的枪支只起着次要作用，与奴隶买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购买滑膛枪并非只是为了捕获奴隶，而卖奴隶也不是为了得到滑膛枪。倒是安哥拉内地“群雄”与奴隶买卖的关系更为密切。17世纪，刚果王国和恩东戈王国从安哥拉分裂出去之后，恩辛加公主（Prinzessin Nzinga）在葡萄牙势力范围之外的内地建立了自己的马坦巴王国，依靠的是凶残的因班加拉人（Imbangala）武士群体武装。因班加拉人自己在南面也创建了卡桑杰王国。马坦巴和卡桑杰发展成奴隶买卖经纪人帝国，派出自己的部队猎捕奴隶并向葡非混血儿贩子（pombeiros）供货，与西非不同，这里的贩子必须自己进入内地，不过以到达供货人所在地点为限。

另有近三分之一的奴隶属诱拐而来。这种也涉及诱拐儿童的做法主要是比夫拉湾边那些群龙无首的公司所为，老卡拉巴尔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非洲公司配备有重武器的战艇在那里溯河而上去购买奴隶，但也捕捉他们能够抓到的任何人。与之相反，这一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会毫无顾忌地卖掉每一个不属于自己氏族的人，或许连不属于自己村子的人也会卖，因而这里的需求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就能得到满足。人们离开自己的村子时都会带上武器，会尽其所能看护儿童。18世纪，伊博人（Igbo）可能总共将100万个本民族成员卖为奴隶。

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奴隶以前就是奴隶，属于直接转卖。再剩下的就是 被非洲司法机构或神谕宣示所判决有罪的人，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甩掉这类人，甚至还能获取利益，不过若遇其他情况，这部分人的数量会大大减少。比夫拉湾阿罗人（Aro）的神谕宣示所将一些被判有罪的人“吞噬”在一个山洞里，随后他们又出现在奴隶市场上。还有一些人被卖为奴是因为无力偿还自己的债务，或是因为他们的亲属想以这种方式解除自己的债务。在这种或其他困境中也会出现自己卖自己的情况，例如在饥荒时期。

事实上，运输过程，即所谓的“中间过程（Middle Passage）”从奴隶被装上船就开始了，这种经历远远不只留下创伤。许多奴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许多奴隶是第一次见到浅肤色的人，按照他们的想象这些人犹如幽灵；有些奴隶以为自己会被吃掉；有些不会游泳的奴隶在用小船运往大船时就淹死在不平静的海里。随后即进行侮辱人格的健康检查、劳动能力检测以及像牲畜一样被打上烙印。18世纪普遍使用了运奴船，它重约200吨，大小约为货船的一半，也就是说这是船舱面积和货物占用空间的最佳比例。货物占用空间为船舱下每人0.5～0.75平方米的铺位，男女被分隔开来。夜里，男性奴隶被用铁链相互锁在一起——此时放置在舱内的马桶很少能起到作用，特别是出现常有的腹泻病时就更不起什么作用了。夜晚和海上浪高时，就连很少的几个舱口也被封闭，在空气流通和温度方面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运输途中男性奴隶赤身裸体，女性奴隶仅穿着必须穿的衣服，因而后者有可能受到性骚扰。根据现有数字看，男性奴隶平均占65.4%，女性奴隶平均占34.6%，很少随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倒是平均占20.4%的儿童数量到末期有所增长，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为一方与巴西和古巴为另一方的买卖中增长到近一半。这是供应的问题，还是其后隐藏着另外的考虑？也就是说，即便废除了奴隶买卖，儿童也不会那么快就须被替换，他们可以被剥削更长的时间。

虽说这些人是一种商品，但却是人们想使其保持良好状态，以便以尽量高的价格卖出去的一种商品。一条贩奴船装载300个奴隶，船上若死一个奴隶，在18世纪就意味着0.67%的损失，死亡率若达15%，即意味着利润损失三分之一，死亡率超过15%的航行则会使人们失去经济方面的兴趣。因此船上通常会有 一个医术可能不算特别高明的医生，从理论上说，船上食物量很充足，构成也十分合理。船上为每个奴隶备有200公斤食物和一桶约66升被精心保持洁净的饮用水。来自萨赫勒地区（Sahelgebiet）的奴隶主食是小米，来自其他地区的奴隶主食通常为大米和山芋。1789年的一艘英国贩奴船上每天开两顿饭，食物包括1650克山芋、60克面粉、100克豆子、280克面包干、咸牛肉、大蕉和玉米。另外还有少量的酒和烟草，每天早上还有加柠檬或醋的漱口水以预防维生素C缺乏病。奴隶每天必须用海水洗一次澡并在甲板上活动，有时甚至可以伴着鼓点跳舞，在此期间，船员打扫奴隶的船舱。

为了此类后勤工作以及监管工作，贩奴船需要的船员至少比一般商船多出60%。人们常常明智地让贩奴船长分享利润，而贩奴船上的水手过的日子却比其他船上的要苦许多。因为人们不想卖水手，所以也无须爱惜他们。正相反，人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最晚在抵达美洲时甩掉他们，那样便可以省掉船员工资。被解雇的水手充实了海盗队伍，扩大了加勒比地区白人下层的数量。在非洲海岸边停留期间，船员的死亡率最高时达45%，关于横越大洋期间曾有过死亡率达28%的报告。到最后由于生意困难重重，就连古巴的西班牙贩奴船上那些当时工资最丰厚的海员的遭遇也是如此。

据称，奴隶的平均死亡率约为13.7%，不过由于空间和时间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一数字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最初死亡率大约为20%，从1700年至1750年下降到10%，至1800年下降到8%，19世纪下降到5%。其间这些平均数字适用于越来越多的航行，大量死亡的情况减少了。是奴隶价格上升导致了人们更加爱惜奴隶？18世纪的奴隶死亡率相当于同期运送士兵和移民途中的死亡率，直到19世纪，后者才下降到1%。另外，死亡率也因航程长短而各异。因为从几内亚和中非西部驶往加勒比地区甚至北美洲，正常情况下需要两至三个月，所以这一航程最终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安哥拉至巴西的航程，后者只需要一个月多一点。比较特别的是，从莫桑比克运出的奴隶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从18世纪的30%下降到19世纪的18%。

此外，影响死亡率的还有奴隶的来源地。首先是来自比夫拉湾的奴隶携带着各种传染病菌，因而从那里起运的奴隶死亡率在17世纪为30%，18世纪为24%，到19世纪依然为3%～18%。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奴隶死于肠道疾病（如痢疾）和热病——两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1781年，来自利物浦的贩奴船“桑格号（Zong）”的船长下令将132个奴隶活着扔入大海，首先被扔下船的是52个妇女儿童，因为他的船由于未曾预料到的航期延长而严重缺乏饮用水，许多奴隶已经得病或死亡。这样他还能卖掉最初装上船的442个奴隶中的200个。1783年，他的公司依据法院判决从保险公司得到了每个死亡奴隶30镑的赔偿金。因为此间英国正在争论奴隶买卖问题，所以这一审判引起了轰动，废奴运动也将它用于自己的宣传。先前是否曾有以及有多少具有可比性的案件悄悄进行了审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将患病奴隶变成死亡奴隶，进而获得保险赔偿是划算的。

除各种疾病外，特别可怕的还有长期停泊期间来自陆地的袭击以及船上的暴动。虽然可以证实的此类事例只有600起，仅占航行总数的2%，但可以推想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暗数字，真实比例应为10%。然而只有26起暴动中的奴隶成功地乘船返回了非洲。1839年，“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在古巴北海岸前被来自塞拉利昂的“货物”掌控，被特地宽恕的舵手本该驾驶它返回非洲，他却将它驶向北美洲，被美国海军截获。不过“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却作出一项引起轰动的裁决，给了那些奴隶自由。尤其令人害怕的是来自塞内冈比亚的奴隶，他们仅占奴隶总数的6%，但可以证实的暴动中有22.6%是他们发动的。或许可以用他们出生于一个争强好斗的穆斯林环境来解释这一点。来自安哥拉的奴隶似乎最为平和。

贩奴船在美洲靠岸的港口至少有179个，但1070.6万个活下来的奴隶中有832.5万个又是在其中的20个港口上的岸。最重要的10个港口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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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港口归属各个贩奴国家的情况与各地区输入奴隶的情况特点一致。巴西输入奴隶最多：486.348万人，占总数1070.6万人的45.4%，至1850年呈持续增长趋势。英属加勒比居第二位，输入奴隶231.82万人（21.7%），其间重点是18世纪时的牙买加（101.75万人）和巴巴多斯（49.42万人）。西属美洲输入奴隶129.55万人（12.1%），不过其中77.91万人（7.3%）于19世纪输入新甘蔗种植岛古巴。西属大陆输入奴隶在25万至40万人之间，具体数字无法确定，不过那里输入奴隶的数量至17世纪第一个25年呈上升状态，随后即下降。法属加勒比和英属加勒比一样，重点在18世纪，共输入奴隶112.09万人（10.5%），其中法属圣多曼格77.37万人，马提尼克21.72万人。荷属西印度群岛自17世纪中叶起输入非洲人44.37万名（4.1%）。这些奴隶输入的重点起初为诸岛屿，18世纪为法属圭亚那，其总数翻了一番。英属北美输入奴隶39.097万人（3.7%），主要时间为18世纪，重点地区为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丹麦人占据的西印度群岛以及在那里泊岸的勃兰登堡人在18世纪贩运奴隶10.86万人（1%）。剩下的16.441万人（1.5%）由19世纪主要被英国战舰从贩奴船上解救返回非洲的黑人构成。据称仅有9010名非洲人到达欧洲。

奴隶一卖掉，贩奴船即返回欧洲，它们仅在特殊情况下才装运蔗糖或者其他殖民地商品，此类货物运输一直由规定承担这类任务的较大型商船完成。18世纪返回欧洲的尼德兰贩奴船中有65艘装载了压舱货物，52艘装载了少量货物，满载货物的仅有69艘。所谓的“三角贸易”只是特例而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常例，它指的是同一艘船载着货物从欧洲驶往非洲，装载上奴隶后从那里驶往美洲，再装上美洲的蔗糖返回欧洲。不过由于缺乏生产设施，参与贩奴的较小国家好像常常进行这种三角贸易，如丹麦。总之在南大西洋占主导地位的是非洲和巴西之间的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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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4 大西洋奴隶买卖

对新世界而言，奴隶买卖带来的后果是：从经济史角度乍一看，它是由种植园美洲及其强制非洲移民新人口构成的人造世界，它在17世纪兴盛于巴西，18世纪繁荣于西欧各国占据的加勒比地区，19世纪兴旺于古巴和美国南部。然而在此之后它消失了，遗留下可怜的自给农业经济或没有多少收益的小农经济。可是再仔细观察，则还能看到跨越大西洋散落在外的非洲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尽管大西洋奴隶买卖带给非洲的后果一如既往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欧洲人在其世界贸易中促进了一体化，其间非洲人明确地认识到，支付自己渴求的欧洲进口货物的最好手段是人，因为这方面的需求在持续上升。1680年至1780年，非洲的大西洋贸易以这种方法增长了5倍。关键问题在于，由此产生的人口损失 造成的后果对非洲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无法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因为不仅缺少额外向伊斯兰世界出口奴隶的准确数字，而且关于为捕获一个奴隶而杀戮的人数也仅有种种推测。据称在猎捕奴隶时，老人、病人和幼童照例都被杀掉。大部分贩奴地区的供应区深入内陆，这导致运输道路遥远，途中还另有死亡情况发生。从整体上看，每获得一个奴隶都有另一个人死亡或许能被视为令人信服的推测。

安哥拉遭受的损失大概最为严重，因为一方面它的人口密度小，另一方面又是持续性人口输出数量最高的地区。不过无论遭受多少损失，比夫拉湾的腹地人口密度一直较高。难道是留下的女性过剩，通过增加生殖弥补了人口损失？按照一项模拟计算，1850年前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本应能达到1亿，但奴隶买卖造成的损失使得那里实际上只有5000万人，另外，非洲人在整个大西洋区域的人口中占比也从1600年前后的30%下降至1900年前后的10%。即便这些结果合乎实际，它们又能意味着什么呢？非洲的生产力以最佳年龄男性的形式转移到美洲是否使非洲遭受了损失？这种人口损失是否使非洲内地的需求缩减至低于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水平？或者说奴隶买卖使非洲这个在农业方面被轻视的大陆摆脱了它已无力养活的过剩人口的负担？至少有种种证据表明，美洲的奴隶即使饭食很差也总是比留在故土的非洲人吃得好。19、20世纪，欧洲大规模的自愿移民使人口增长抵消经济增长的情形得以避免，而非洲的强制移民是否与那些欧洲移民的作用相同？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几个主要奴隶输出地成了非洲大陆经济和政治发达程度最高的国家以及去殖民化的先驱，如尼日利亚和加纳。

然而这一发展还是有其相反的一面，因为经济增长完全可能是随着失却人性来实现的。尽管价格在上升，但日益增长的对奴隶的需求却是在剥夺人的价值，也就是已经让人变成了商品，难道我们还缺少这方面的例证吗？在猎捕人和抢夺人已经司空见惯的地方，用人祭祀就可能像在达荷美那样异变为杀戮。另外，非洲人扩展了 自己传统的奴隶经济，并且适应了大西洋的奴隶经济。18世纪，非洲的奴隶数量已经与美洲相当，1850年前后已多于美洲，大概接近1000万——这也是“非洲大西洋”的一个共通之处！

关于给欧洲带来的后果虽然同样存在着争议，但凭借现有的各种数据完全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奴隶贩子的利润因航次而异，差别很大。18世纪有三分之一的航次甚至是亏损的。从丹麦人在1766年至1772年进行的十次三角贸易航行的结算可以看出，利润是靠向非洲出口的货物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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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有利润达50%以上的情况，平均利润在7%和10%之间，这使得奴隶买卖比其他生意显得更有吸引力。然而如前所述，蔗糖生意和奴隶买卖绝对没有构成英国工业化的唯一基础。奴隶买卖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在1730年的0.12%和1770年的0.54%之间，即使是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经济最多也只占4%。这些利润肯定不是工业化的充分条件，甚至可能连必要条件也算不上。

然而奴隶买卖对航海、信贷业和商品生产的一些分支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一些港口城市直接从奴隶买卖中获益，大概最为明显的是南特和利物浦，南特进行了1427次贩奴航行，占法国贩奴航行的一半，利物浦为5700次航行提供了装备，据称，1795年至1804年其进行的贩奴航行占英国的85%，占欧洲的 七分之三。作为贩奴航行出发地的188个城市有许多位于美洲，若按照在那里交易的奴隶数字算，它们甚至是最重要的。不过即使在这里，902.4万个奴隶中的835.6万个的交易地也集中于20个城市。最重要的10个城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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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排名较前的城市还有泰瑟尔（Texe）、勒阿弗尔（Le Havre）、波尔多、弗利辛恩（Vlissinge）、米德尔堡、塞维利亚、圣马洛和加的斯。在统计中排第十五位的是罗得岛，其四个港口贩运奴隶总数为11.1万人。

通过这些和其他一些海港城市，奴隶买卖也渗入了内地，一方面是它吸引着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它要为非洲贸易寻求货物，采购这些货物的资金要占一次贩奴航行费用的55%～65%。为非洲制造滑膛枪的不仅有伯明翰（Birmingham），而且还有苏尔（Suhl）。当印度不再提供受欢迎的棉织品时，生产棉织品转由瑞士公司进行，为了这一目的，这些公司在南特设点开业。1780年前后，它们在那里生产着非洲所需货物的80%～90%。然而18世纪初，亚麻布取代棉布成为最重要的纺织品。这些亚麻布料主要来自德意志地区，即来自西里西亚、威斯特法伦、黑森（Hessen）、施瓦本（Schwaben）和贝尔吉施地区（Bergisches Land）。由于劳动条件差，它们的价格低于来自印度的进口货。它们经由汉堡投入西欧市场，另外1800年前后，汉堡开设有400家精炼厂加工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总而言之，可能当时有一半汉堡人是靠奴隶买卖的分公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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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5 席梅尔曼的帝国

数以百计的瑞士人和德意志人在这些贩奴城市里设点开业，其中不乏显赫的名字，如巴林（Baring）、贝特曼（Bethmann）、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等。他们或为奴隶买卖出资，或参与奴隶买卖，并且也自己装备贩奴船。流行的做法是一个公司仅承担一艘船的部分费用，不过同时又参与多个航行，这样就降低了风险。一些德意志或瑞士企业主甚至自己经营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

德裔丹麦伯爵海因里希·卡尔·冯·席梅尔曼（Heinrich Carl von Schimmelmann，1724～1782年）创建了一个混合型康采恩，它在所有行业都有经营活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循环体。它在自己设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企业里生产纺织品，在泽兰生产枪支，向非洲派出贩奴船，在西印度群岛拥有一些甘蔗种植园，在哥本哈根拥有一家蔗糖精炼厂。

鉴于这些关联，人们大概很容易回想到威廉姆斯的一个被修正过的论点。18世纪，特别是下半叶，整个英国贸易的增长完全属于爆发式的增长，在这种情境下实际上可能加快了经济重心向工业领域的转移。因为在劳务时代之前，一般性的出口定向以及特殊性的工业产品出口均被看作现代经济的特征。如果说大西洋贸易的增长只是由于非洲人及其后代在新世界的聚集型劳动才成为可能，那么奴隶买卖就又成了工业化的条件。然而对此仍需考虑的是，首先，与北美洲和欧洲的贸易比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更为重要；其次，具有政治功用的对外贸易制造了大量原始资料，与国内需求微弱的影响力相比，历史学家们喜欢对它作出过高的评价。

奴隶制和外来非洲人的地位

18世纪末，整个加勒比地区有近120万奴隶（1700年前后有15万），巴西和美国各有约100万奴隶，另外巴西还有约50万“有色人种”自由人，而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仅在很小的范围内有这一群体。然而大约截至同一时间点，“输入”加勒比地区的非洲人为420万，“输入”巴西的为290万，“输入”英国北美殖民地或美国的为39.2万。1860年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约有400万奴隶，1872年巴西有150万，另外还有510万“有色人种”自由人和“混血儿”。19世纪，另有190万非洲人被运往巴西，非洲人总数约480万。在奴隶制条件下，非洲裔美洲人的人口繁衍机会显然在美国较好，在巴西一般，在加勒比地区极差。实际上，1700年至1750年输入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有40%被用于替代“损耗”，剩下60%的作用是增加奴隶人数。1750年至1790年，这一比例颠倒了过来，60%被用于替代“损耗”。如果说可以证实这一时期每个奴隶的生产率有明显提高而蔗糖生产方面没有任何技术革新，那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劳动条件进一步恶化。

并非种植园的任何劳动都那么恐怖，不过在巴西，在一个甘蔗种植园里当奴隶大概已被视为人间地狱。种植和护理由劳动能力相等的奴隶组成“班组”在监工的皮鞭监督下进行，而到甘蔗收获时则常常采用计件劳动。估计一个奴隶每天要砍4200根约5厘米粗、5～7米高的甘蔗，这样的甘蔗硬度几乎和树木差不多。妇女、小孩和老人的任务是将甘蔗捆成捆并装上车。至少有半年要这样从日出干到日落，也就是说一天要干15～20个小时。在甘蔗碾榨坊和熬煮房常常是24小时轮班，因为甘蔗不能变干，糖汁不能发酵。虽说在这里干活的工人是专业工，在奴隶等级中地位较高，但在持续的噪音和高温中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家庭奴隶享有种种特权，但为此得直接承受主人喜怒无常的脾气。

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劳动节奏下，奴隶真的只能坚持短短几年吗？以前曾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称，平均来算一个奴隶最多能活7年，到那时，一方面他会干得累死，另一方面他的身价已分期偿还完毕，这一见解目前已被经验论者驳倒。挺过最初的休克期后，一个新从非洲来的人与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奴隶一样，寿命完全可能长达几十年，后者的人口增长率甚至可能是正数。人口增长呈负数以及不得不经常补充奴隶的原因并不全在于总死亡率极高，而更多地应归因于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和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后者不仅与各种传染病有关，而且与母亲的饮食和劳动压力有关。估计在女奴隶不愿生新奴隶的地方还存在着堕胎的黑暗数字。营养不足不仅影响胎儿健康，而且还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其中也包括生育期缩短。另外，加勒比地区似乎还保留着多年哺乳孩子的非洲习惯，这样做会延迟新的受孕。据称，在美国放弃这一习俗使那里的奴隶人口大幅度增长。不过在此期间，这也符合那里的奴隶主的利益，随着英国和美国分别于1807年和 1808年终止奴隶买卖，“补充品”开始枯竭。在这一时间点之前，这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显然没有必要，而在巴西，奴隶进口一直持续到了1850年。

通过研究奴隶墓地中的骸骨，我们对奴隶食物了解得很详尽，食物通常不足，结果往往是营养失调而非营养不良。食物部分由种植园主分发，部分由奴隶在为此目的提供的园子里自己生产。另外，英裔北美人还提供肉干和鱼干，他们让英国种植园主付现钱买这些东西，而在法国种植园主那里则收取糖和糖蜜。法国糖质量较好，由于那里禁止烧酒，糖蜜几乎等于白送，它们在北美洲众多的烧酒酿造坊里变成了朗姆酒。奴隶的基本食物是玉米面、大米、木薯和大蕉，补充食物有山芋、香蕉、红薯、椰子、辣椒和其他蔬菜。与西非不同的是另外还有动物蛋白，它或来自分发的罐头牛肉、罐头猪肉和腌鱼，或来自奴隶自己饲养的家禽，有时奴隶甚至还养有猪和牛。动物蛋白的摄入导致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比同时期的西非人个头高，北美洲的奴隶比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个头高；不过奴隶的健康状态不如留在故土的非洲人，由于缺乏维生素，他们和留在故土的非洲人一样患各种营养缺乏症以及贫血。

虽然在监狱似的木板屋或简陋的茅屋中有住处，虽然提供了简单的棉布或亚麻布衣物，但奴隶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极差，不过严格地说，应该几乎不比同时期的欧洲底层人差，有些或许甚至还强一点儿。就连欧洲底层人的寿命也不太长，50%的婴幼儿死亡率在他们那里同样是司空见惯的。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奴隶的极度不自由以及与此相连的野蛮的强制劳动。

尽管如此，这里与古拉格或集中营的情况还是不同。星期天是休息日，有些地方连星期六下午也不干活。在这方面，无疑是宗教考虑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起着作用，因为至少信奉天主教的奴隶主希望奴隶是基督教徒或成为基督教徒。在安哥拉，奴隶上船前要集体接受洗礼。新教徒在这方面比较审慎，或者说至少看法不一，尽管无论在哪里，受洗礼对奴隶的地位都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休息日首先被用于前面提及的奴隶自己的园地。他们的产品也可以用于交易，因而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星期天有名副其实的集市，奴隶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去集市交易。在金斯敦（牙买加）和法兰西角（法属圣多曼格），数以千计的几乎无人监管的奴隶聚集在集市上，他们不但交换自己的产品，而且也出售自己的产品并用钱购买纺织品、烟草、酒和其他东西。这些集市是几乎不受妨碍的交际、娱乐、节日乃至进行密谋活动的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白人如何能使这样一个剥夺自由和强制劳动的庞大体制有效地维持数百年？为何占绝对多数的人不反抗对他们的奴役？他们为何不通过集体怠工和破坏活动终止这一体制？一个种植园主如何能独自在数以百计的奴隶中坚持下来，甚至还对他们实行暴力统治？他生活在一种具有持续性的特殊状态之中吗？通常和易于接受的回答是：暴力！劳动纪律和日常生活纪律靠无情地使用皮鞭维持，另外辅之以折磨和侮辱，下面就是一个逃跑又被抓获的奴隶的事例。

结结实实给他一顿鞭子，让人好好地给他涂上醋和盐，强迫赫克托往他嘴里拉屎，嘴里拉满后让人将嘴封堵上四或五个小时。

18世纪下半叶，牙买加的种植园管理人托马斯·希斯特伍德（Thomas Thistlewood）在他那部内容丰富的个人日记中这样写道（nach Füllberg-Stolberg in Schmieder/Nolte 2010，104 f.）。他在日记中还仔细记述了与女奴隶的3852次性交并带有质量评价，尽管她们中间有一个是他的固定情妇。与致伤致残不同，主人谋杀自己的奴隶是被禁止的，然而谋杀者却几乎从未受到过惩罚。这是在展示实力，是在向奴隶表明一旦有事会有什么在等待他们。殖民国家的军队在后台作好了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至少种植园主的民兵作好了这种准备，而奴隶则被严禁拥有武器和马匹。不过另一方面还有奖酬：和善的对待，烟草，烧酒，晋升奴隶等级。有人声称基督教的控制非常有效，若我们考虑到基督教在奴隶那里经历的种种变化，则至少可以怀疑这一断言。就连尽量选取来源各异的奴隶，以及让奴隶相互争斗的策略也并非总是管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白人组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阵线（海地革命也表明了这一点），以及对一个白人进行的任何攻击都被视为应判死刑的罪行。

一种严格的种族主义制度就以这种方法创立并维持了下来，依据这个制度，同一个种植园中的白人和黑人分属不同的世界。种族主义宣布非洲人的劣等性无法消除，这种理论十分有用，因而完全有理由断言，不是种族主义创造了奴隶制，恰恰相反，是奴隶制创造了作为论证合法性理论的种族主义。为此还有人从传统角度引用了《圣经》中的诅咒，诺亚诅咒他的儿子含的后代将在他的儿子闪和雅弗的后代处做奴仆（《创世记》9：25-27）。传统上认为非洲人是含的后代，而闪的后代则移居到了东方，雅弗的后代移居到了欧洲。

对于日常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奴隶也在自己的内心认同这一世界秩序。减轻他们这一认同难度的一方面是他们所来自的那个社会，不自由和等级制在那里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是他们被纳入的那个业已存在的体制，在那里同样存在着等级差别，因而为团结一致设下了重重障碍。如果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能不用强制就能正常进行，如果主人除了展示实力，有时也展示亲善，那么生活还说得过去——这一点大概不单单适用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由于被视为“同一类”，他们还萌生了一种意识，即自己不再仅仅是巴刚果人或伊博人，而是非洲人，这种意识也是认知的一部分。

在这种境况中进行反抗十分危险，而且成功的希望很小。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农民一样，这些奴隶也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反抗形式：有目的的怠工，进行破坏，利用毒药或巫术进行暗杀，逃亡，有时在无法挽回的境地中选择自杀，最后是武装起义。然而缺乏的是出路。如果以前的逃亡黑奴（Maroons）（这里与伊比利亚人占据的美洲以及法属圣多曼格一样都有逃亡黑奴）在牙买加山区的各个聚居地与奴隶主交战后，以协约形式就抓捕和送交这类逃亡者达成了一致，一个奴隶又应该逃往何处？尽管如此，18世纪 仅仅在牙买加就发生了十余次奴隶起义。1733年重新修订的一项西班牙法令给予所有从英国殖民地逃亡出来的奴隶以自由，随即在佛罗里达出现了一个个半官方性质的逃亡黑奴聚居地。

西属美洲和巴西的奴隶在某些方面的机会总归要好于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的奴隶。释放奴隶在西属美洲和巴西比较常见而且比较容易实现。通过罢工逃亡和关于劳动条件的谈判，最终他们有时甚至能赢得一些东西，例如不太充分的雇工权利。无论有多少限制，首先他们知道寻求司法解决，完全懂得为自己的目的利用司法。人们喜欢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某些人（尤其是葡萄牙人）的种族主义偏见较少。1943年，巴西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在《主人府邸与奴隶茅屋》（Herrenhaus und Sklavenhütte）中将奴隶种植园描绘为一夫多妻家长制的田园生活，有人说，与冷酷无情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比，天主教徒的博爱更多一些，不过事实证明这类描述和这种断言都是虚幻的构想。法国的《黑人法令》（Code noir）于1685年已禁止将母亲和子女分开，限制实施惩罚，允许奴隶向法庭提起申诉，而一个奴隶在英属美洲诉讼中的陈述则毫无用处。西班牙立法中也能找到相应的内容。英属区域没有类似的规定，不过这与日常生活实践关系不大，毕竟无论在哪里都只是有限地依据立法行事，与之更有关联的是罗马法传统，亦即“习惯法（Common Law）”所主导的各种法律文化，以及英国的统治体制，后者几乎不像西班牙和法国君主制那样懂得利用中央调控。

尽管生物学意义上的一对母子（Mutter-Kind-Dyade）也是一项基本的家庭法事实，然而母亲和子女依旧常常被分开卖掉。由于性别比例失调以及处在那种生活条件之下，建立并维持一个持久稳定的家庭格外困难。尽管如此，还是令人惊奇地存在着大量固定而且非常注重感情的伴侣关系和家庭，它们的建立似乎主要出自奴隶的自由选择而非主人的提议。婚姻和家庭有地域差异，构成了奴隶社会生活的基础。在这方面，他们接受了其主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形式。非洲的一夫多妻形式仅还偶尔出现，例如在半独立的、生活富裕的巴西奴隶那里。另外与主人的婚姻不同，奴隶中的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他们同样都被剥夺了权利。

奴隶买卖终止后，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主十分重视种植园里的奴隶组成家庭生活，因为19世纪中叶，那里的每个奴隶家庭平均有7个孩子——不花钱得来的新奴隶！然而此前以及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加勒比地区，奴隶的婚姻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或者实际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因卖奴而被拆散。天主教会虽然要求几乎都受过洗礼的奴隶也以教会仪式举行婚礼，但却不愿也不可能实施这一要求，因为奴隶主担心按教会仪式缔结了婚姻之后难以再拆开。

女奴的孩子与主人的孩子在一起长大，有时他们既是女奴的孩子又是主人的孩子。无论角色差异有多大，尽管小奴隶早早就被纳入劳动过程，但这种基本交际情景有可能对文化传递产生巨大作用。除此之外，在天主教地区，特别是在巴西，按照教会法还很流行在受洗时给孩子指定教父，对新来的成年人也是如此。这种教父大都出自同族人，据说从未有过家长制构想所认为的让主人当教父的情况。确定教父不仅对孩子具有巨大影响，对其父母也是如此；而确定教父依照的是地中海模式，因而这些非洲人又接受了南欧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元素。

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认为，由于彻底离开了自己的根，奴隶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接受了其主人的文化传统。而今天人们却乐于断言，奴隶们甚至在美国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己原本的非洲文化。有关蜘蛛阿南西（Spinne Anansi）的著名非洲童话今天不是还在加勒比地区流传吗？多亏前面提及的数据库，被贩奴隶的来源地和目的地在这里被联系起来了。“非洲的大西洋”这一概念已被证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若不追溯非洲的渊源，常常就不可能理解在美洲发现的事物——有时也可能反过来。一些非洲的民族体可能在美洲某些地区有意识地进行了重建。利用已建立的商贸关系在某一地区尽快装满一艘贩奴船的倾向非常符合这种情况。不过这种优先权可能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然而，一个民族标签有时也会改换意义，例如民族名称“曼丁哥（Mandingo）”直至 19世纪至少在特立尼达一直被用于指称穆斯林。有时美洲土地上的一些相邻群体的成员会构成一个新民族，例如贝宁湾人在巴伊亚构成了“纳戈人（Nagô）”。在这方面充当中介的是非洲裔美洲人的宗教，而较少受到控制的天主教兄弟会给了他们敬奉某一圣徒的可能性。约鲁巴人的世界性宗教就是由此产生的。反过来看，大批非洲裔巴西人返回西非时同样是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群体出现的，例如在拉各斯。可能他们甚至为19世纪在那里也构建起一个广泛的约鲁巴人的身份认同作出了贡献。另外，他们将天主教引入了西非海岸地区，在有限范围内将伊斯兰教引入了这些地区。没有任何人妨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生来就是奴隶贩子。

虽然我们显然不能说非洲文化被原封不动地移往了美洲，但在进一步观察中，众多的非洲群体可被归为三大文化板块（还可细化为七个分支），所以保留非洲要素就变得容易了，而这样划分也利于我们认识其文化：1.上几内亚，那里至少存在着三个语言群，另外还有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对抗；2.真正的几内亚海岸地区，那里的所有语言都属于同一个语族，最多可以分出一个西部语言群和一个东部语言群，不过深入的沟通已具有传统；3.中非西部，在那里，刚果语（Kikongo）和金邦杜语（Kimbundu）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之间的差异。

然而这些非洲人已长期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尽管在他们的祭祀范围内还有有限的例外。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语言的“克里奥尔化”，以及引申来说，在文化普遍的“克里奥尔化”中，他们既不是纯粹接受白人的东西，也不是从非洲全数照搬，而是基于来源各异的组成部分进行文化创新发展，而这些组成部分主要产生于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在许多种语言和方言相互接触的地方，常常会形成一种“通用语（Lingua franca）”，而且大都是一种使用非洲语法和欧化词汇的“混杂语言（Pidgin）”。因为语法在文化中植根较深，而词汇则是动态的。我们能够在墨西哥观察到这种进程，它的开端是非洲的葡萄牙语。不过，一种混杂语言为操不同语言者增加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如果发展成一个群体别无选择的母语，它就成了“克里奥尔语”。在加勒比地区就是这种情况，那里产生了由英语、法语和荷兰语混合而成的多种克里奥尔语，而美国和巴西则与墨西哥一样，最终是白人主人的语言被普遍接受。大多数奴隶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是这种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在工艺品制作、音乐，特别是在宗教方面也有相应的文化变革进程，西印度群岛的出土文物就是工艺品制作方面的证明，而北美的爵士乐也在世界范围内多次经历了进一步变革。在巴西和法属加勒比，奴隶们或多或少被成功地说服皈依了天主教，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借助天主教在非洲基础上发展新的宗教实践，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或同时或轮流属于两种宗教的成员。首先是敬奉某些圣人的天主教兄弟会变成了祭祀非洲诸神的组织，这些非洲神在其“职属”方面与那些圣人相当，例如母亲、爱情和海洋女神“耶曼雅（Iemanjá）”与圣母马利亚，战神“奥贡（Ogún）”与圣乔治。而在新教地区似乎存在着一个空白地带，至少从官方基督教的视角看是如此，直到18世纪，在新教的唤醒运动进程中，浸信会才填补了北美洲的空白地带。浸信会虽然不再与非洲传统相关，但依旧与黑人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借助被选定民族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故事将一个旧约主题放在了中心位置，而这个旧约主题就类同于自己的希望。此外，这里还产生了一些独特的非洲风格的歌唱和舞蹈形式。

在天主教地区的非洲裔美洲人的宗教中，伏都教（Voodoo）出自海地的农村地区，坎东布雷教（Candomblé）出自巴西的萨尔瓦多（巴伊亚），萨泰里阿教（Santería）出自古巴，翁班达教（Umbanda）出自巴西南部各大城市。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差异，但它们不仅分享在很大程度上共有的神庙，而且还分享某些重要的实践活动，例如成年仪式、殡葬仪式和通过音乐制造的沉迷状态——处在沉迷状态时，神或鬼怪会附在巫师身上。约鲁巴人（尼日利亚）的神都称作“奥里莎（Orishá）”，相当于丰族人（Fon）（达荷美，今贝宁）称作“沃顿（Wodun）”的诸神。没有人敬奉造物神，因为祂不再关心这个世界，在祂之下是东游西荡的奥里莎们，形态各种各样，本性有善又恶，他们繁衍后代，不时变化，依据崇拜仪式和祭品帮助敬奉他们的人。很能说明特点的是，在非洲敬奉哪个奥里莎是各个群体（例如一个大家族）自己的事，而非洲裔美洲人各宗教总是敬奉神庙里所有的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在坎东布雷教中，女性扮演着主导角色，因为祭祀场所的领头人从前和现在大部分是女性。不过与约鲁巴神学的支配地位相比，来自中非西部的奴隶对非洲裔美洲人宗教的贡献新近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他们的贡献不仅表现在选举兄弟会的“国王”上，而且也表现在鬼怪信仰和救恩实践上。

不过在形态极其多样的翁班达教中，19世纪欧洲的通灵术和实证论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主要是通过亚兰·卡甸（Allan Kardec）［原名H. L. D. 里韦尔（H. L. D. Rivai）］的著述。相应的，它的鬼怪世界也形态多样，然而仅有一部分因此脱离了自己的非洲渊源。“翁班达”成为巴西中间阶层的宗教群众运动，并且得到军人独裁政权的秘密支持，政权的中心人物正是出于这个阶层。

当美国的非洲裔美洲人于1960年代开始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时，他们当中特别严肃的人厌恶各种现有宗教的融合特性，由于他们在新教氛围中实现了社会化，因而他们尤为厌恶这些宗教的天主教背景。正如研究文献所描述的那样，在寻找非洲真实感的过程中，他们将约鲁巴人的宗教变成了自己的宗教。于是便产生了“美国约鲁巴运动（American Yoruba Movement）”及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奥约腾吉约鲁巴村（Oyotunji Yoruba Village）”，在那里重现的“美国造”约鲁巴宗教和约鲁巴文化结果比在非洲“更真实”。由于其各种变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以及众多非非洲人也信奉它，约鲁巴宗教的奥里莎崇拜今天有了提出成为世界宗教要求的可能性。然而最初的崇拜凭借的是口口相传，没有圣典，或许恰恰是出于这一原因它才是唯一具有宽容性的崇拜。另外，缺少文字记载这一状态既适应非洲的情况，也适应能够提供大量相关物的互联网时代。

1930年，拉斯塔法里（Ras Tafari）大事铺张地加冕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赛拉西（Haile Selassie），在加勒比地区引发了弥赛亚降临的希望，他在意大利人那里经受的“苦难”更是增强了这种希望。1966年，这位皇帝访问牙买加时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蜂拥而来的梳着脏辫的崇拜者。拉斯塔法里运动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有五百万追随者。另外，对现代音乐文化的推动也来源于它，这是在爵士乐之后“非洲大西洋”的最大成就之一。

弥赛亚降临带来的重返非洲故土的希望，或者至少是在情感上再次定位于非洲，对“散居在外的非洲人（Afrikanische Diaspora）”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类人自1965年开始升迁发迹。与犹太人相类似，这类人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非洲人或被迫或自愿散落于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化身份问题的出现，而文化身份不仅与特有的环境有关，而且尤其与非洲渊源有关。从此，他们就成为不同学科种种学术研究里的主导概念，这些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些重要的先驱，可以追溯到20世纪那些知识分子运动以及说法语者的“黑人文化认同”。

在此期间，奴隶制至少已在美洲普遍消失，特别是在加勒比地区早已消失。然而奴隶制消亡绝对不是直接起因于经济发展情况，例如埃里克·威廉姆斯于1938年就断言：“1807年生产过剩要求废除，1833年生产过剩要求解放。”［在这里的英语表达中，“废除（abolition）”指废除奴隶买卖，“解放（emancipation）”指废除奴隶制本身，而在美国，后一意义则使用“废除（abolition）”来表示。］毕竟曾使用奴隶经营的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以及北美洲的棉花种植园一如既往地在赚钱。夺走它们的奴隶其实是基于政治选择。在加勒比地区，“经济自杀（Econocide）”就是后果（Drescher）。这一抉择有可能受到了海地革命和其他起义的影响，不过首先是在一种思想变化的影响下作出的。

17世纪晚期以来，在其他地方也一再有人表述的对奴隶制的怀疑在贵格会（Quäker）内越积越多，尽管，或者说恰恰是因为美洲的贵格会教徒是奴隶贩子，而且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是奴隶主。到18世纪又添加了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等启蒙主义者的声音，尽管新兴的天赋人权思想曾为奴隶制进行过辩解，而且像洛克和伏尔泰那样的大启蒙主义者自己也参与过奴隶交易。18世纪末，贵格会最终宣布蓄奴与自己的宗教互不相容，并且建立了一个协会与之作斗争，英国新教徒也接受了它的各种目标。英国和殖民地的议会提案虽然最初遭遇了失败，但后来在北美革命期间人们取得了第一批成果，而奴隶制的对手 在英国通过有计划的宣传活动成功发起了历史上第一场民主群众运动。经历了启蒙的丹麦于1803年禁止了奴隶买卖，英国的一项法律于1807年废除了奴隶买卖，1808年，美国国会也紧随其后作出了决定。经历了复杂的反复之后，1833年在不列颠帝国也废除了奴隶制本身，但临时解决办法却有损于作为自由人还须暂时继续无偿劳动的奴隶，奴隶须向无法维持下去的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支付大量补偿金。由于海地事件，法国国民议会于1794年废除了奴隶制，但拿破仑于1802年又恢复了它。直到1848年革命期间，一个坚定的少数派才最终废除了它。

出于人道主义，不过也是为了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1807年之后，英国到处要求至少禁止奴隶买卖，为此目的签订了大量条约，并派出相当规模的皇家海军，以并非总是符合海洋法的方式拦截贩奴船。尽管如此，巴西的“进口”继续进行至1850年，古巴的则多少具有合法性地至少进行到1873年。美国在内战期间于1863年废除了奴隶制，新兴的拉美各国于1822年至1869年间逐渐废除了奴隶制，最后是古巴和巴西也分别于1886年和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

不必去质疑先驱们的理想主义，但必须说明的是，为何英国大众能被争取过来支持打击奴隶买卖，为何废除奴隶制最终能够在广阔的战线上获得成功。英国人和美洲人的背景一方面在于激进的新教徒需要为罪孽、悔过和救赎寻得相应的现世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在于普遍性的仁慈强调一种注重情感的伦理。许多英国人和美洲人因此具有心安理得的需求。另外由于拿破仑的成功，1807年英国的集体道德急切需要提高，尽管还未明确涉及以善反对邪恶帝国（Reich des Bösen）的斗争。

然而从整体上说，作为依附性劳动体制的种植园奴隶制已经过时了。就这一点来说，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象征着对旧制度的政治经济进行清算。在出于道德原因投身于反奴隶制活动之前，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仔细计算过全部费用，认为奴隶的费用高于自由雇佣工。瓷器厂主约西亚·伟基伍德（Josiah Wedgwood）既是富有激情的废奴主义者，同时又是早期工业最严酷的雇主之一，鉴于这一事实，有一种推测的可信度就提高了，这就是解放非洲人不是为了让他们独立，而是为了让他们作为规规矩矩的劳动者活着，对于雇主来说这完全不同于奴隶制，既不会带来风险也不会带来义务。一些被海军解救的奴隶作为契约劳工（最初和以前一样被称作“契约奴仆”或“佣工”）实际上是在一种新的奴役下终了一生。

如果完全不考虑后来殖民地式的强制性劳动，那么奴隶制已在广大范围内被契约劳动取代，奴隶买卖已由介绍契约劳工所取代，在涉及中国人的地方，这种介绍首先也被称作“苦力买卖”或“卖猪仔”。1831年至1870年用船运送的非洲劳工依然多达96032个，三分之二被送往加勒比地区，三分之一被送往法属种植园岛留尼汪。另外，1831年至1920年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为1336030人，来自中国的为386901人，来自日本的为85202人，来自太平洋诸岛的为96043人，来自爪哇的为19330人，还有56027个欧洲人和1842个北美人，等等，总计2076625人。

其中进入加勒比地区的为809163人，印度人占多数，但至1874年大约有15万中国人进入了古巴。452602个劳工去了毛里求斯，111120个去了留尼汪，当中也是印度人居多。在为英属南非和英属东非招募的255316个劳工以及为斐济群岛招募的82460个劳工中也是印度人占多数。在为秘鲁招募的118380人，中国人占多数，接下来是日本人，而在为夏威夷招募的115188个劳工中情况则相反。最后去了昆士兰的为67672个，主要来自太平洋诸岛。

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着的无数个体和群体的命运虽然差异极大，但至少至19世纪第三个25年还常常存在着歧视、苛刻的契约、严酷乃至地狱般的劳动条件。后来契约制劳动也受到批评，至1922年被逐渐废除或终止使用。1926年，一份《国际联盟禁奴公约》（League of Nations Slavery Convention）也在国际范围内对这种准奴隶制表明了拒绝。经济无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使近似于奴隶制的劳动关系得以维系到今天。人们依旧认为至少有2700万人被奴役，而推测的数字甚至高达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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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译作英格兰共和国，全称为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共和国，1649～1660年。——编者注

[2] 意为海盗。


第十章 “法国和英国的大西洋”

法属北美

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1535年寻找西北通道和贵金属的旅程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蒙特利尔（Montreal）。1541年至1543年，他和让-弗兰索瓦·德·罗伯瓦尔（Jean-François de Roberval）试图在被印第安人称作“加拿大”的今天的魁北克（Quebec，印第安语，意为河峡）地区定居，但是严酷的北美冬季、维生素C缺乏病和当时居住在那里的易洛魁人（Irokesen）的敌对行动使得他们不得不终止了定居的尝试。威廉·巴顿（William Button）和威廉·巴伦支（William Barents）对1610年由亨利·哈得孙（Henry Hudson）发现的哈得孙海湾（Hudson-Bai）的考察直到1616年也未能找到西行之路，西欧人可能已经丧失对这块尚未开发的大陆的一切兴趣。尽管在卡蒂埃第一次尝试时走过的新大陆海滩上一直有捕捞活动，但在这块陆地上长期定居的吸引力日渐式微。

然而16世纪后半叶，渔民们已经开始在停留于陆地时进行海狸皮交易。当时流行的帽式引发了欧洲对这种商品的巨大需求，这导致了毛皮贸易的迅速繁荣，而毛皮贸易最终促进了对北美洲北部的开发，同时也长期成为欧洲各个民族与印第安民族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尽管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经济与欧洲人的市场经济观点大相径庭，但是生意依然兴隆。1581年后，大量的毛皮商船队从诺曼底各港口出发。圣劳伦斯河（St.-Lorenz-Strom）下游的塔杜萨克（Tadoussac）发展为法国商人和印第安商人的聚集地。

1577年后，法国人在纽芬兰、新不伦瑞克（Neubraun-schweig）、新苏格兰（Neuschottland）西部和芬迪湾（Fundy-Bai）东部地区进行了数次移民，直至来自弗吉尼亚的英国人的最后定居点于1613年被摧毁，这个地区一直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危机爆发点。1604年到1607年，塞姆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1567～1635年）证实了法国人第一次地理考察中称为阿卡迪（Acadie）的芬迪湾地区地貌，他沿着卡蒂埃走过的路线溯圣劳伦斯河而上，获得了有关大湖群的第一手信息。

1608年，为了建立一家固定的贸易事务所，他回到了魁北克。这是法国人在加拿大的第一次，也是长期以来唯一的一次移民。这次和其他所有移民活动的实施者都是欧洲贵族，他们从王室那里获得了在区域和时间上有限的对加拿大的特许权，为了在经济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权力，他们与商人们建立了公司。为了巩固这个特权，他们接管了向新法兰西（Nouvelle France）移居极少数法国人的权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1627年在加拿大只有不超过107个移民。德·尚普兰在其九次大旅行中考察了包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湖泊、南方的安大略湖（Ontariosee）和西部的休伦湖（Huronsee）等广大区域，进行了其他科学考察活动，在法国停留期间，他还通过发表新世界游记进行了宣传。他总共走了超过3.5万公里的路程。1609年，他和他的印第安同盟者在尚普兰湖（Champlainsee）边与莫霍克人（Mohawk）发生冲突，他依靠当时还鲜为人知的火枪占了上风。这是法国人和易洛魁人结下世仇的开始。

当然，这个世仇并非由德·尚普兰引发，而或多或少是由毛皮贸易生意的地缘政治情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他1603年再次来到圣劳伦斯河时，那里已经没有易洛魁人了。现在来自西北部的阿尔贡金部落（Algonkinstämme）成了欧洲人毛皮生意的伙伴。来自大湖群地区和西部近邻地区的毛皮聚集到了休伦人手中，这是一个生活在休伦湖的乔治亚湾（Georgian Bay）与锡姆科湖（Simcoesee）之间狭小地带的易洛魁语族的民族。早在欧洲追崇毛皮之前，休伦人就是毛皮贸易的行家里手了，因此，德·尚普兰竭力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在1615年带来了一个刚刚到达的方济各会—重整会（Franziskaner-Rekollekten）神父来做传教士。

狭义上的易洛魁人从他们位于安大略湖与哈得孙湾之间的居住区来看，周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四面受敌。难道那个很快以进攻的方式席卷整个东部北美洲的著名的五族联盟［塞内卡人（Seneca）、卡尤加内人（Cayuga）、奥弄达加人（Onondaga）、奥奈达人（Oneida）和莫霍克人（Mohawk），1722年与塔斯卡洛拉人（Tuscarora）联合扩大为六个民族］是作为防御组织出现的吗？抵御住法国人和休伦人1615年的进攻之后，局势反转了。易洛魁人转入攻势，并通过具有吸引力的手段占据了毛皮市场的优势。尼德兰人最晚从1613年开始在亨利·哈得孙于1609年发现的哈得孙河从事毛皮贸易。1614年，他们成立了新尼德兰公司（Neu-Niederland-Companie），其遗产1621年由西印度公司接手。以贸易基地为基础，在今天的奥尔巴尼（Albany）附近和曼哈顿（即后来的纽约）出现了奥伦治堡（Fort Oranje）和新阿姆斯特丹（Nieuw-Amsterdam）。1626年，出于直接与尼德兰人交往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火枪的考虑，易洛魁人消灭了在哈得孙河谷上游居住的莫西干人（Mohikaner）。他们能够成功地在损害阿尔贡金人和休伦人与法国人的贸易的情况下，扩展与尼德兰人之间的毛皮贸易吗？

在法国人看来，休伦人暂且是不稳定的朋友。因此，1625年以后来到这个国家的耶稣会布道团首先就把传教目标专注于这个族群，尽管这会导致消极后果，但考虑到毛皮贸易的利益，还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由于与欧洲人关系紧密，这个本来拥有1.8万人（远远多于易洛魁人联盟）的骄傲的民族在1634年到1639年因为瘟疫而大幅减员，士气低落，但是白人却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其害。这和中美洲的发展情况如出一辙。对于休伦人来说，基督教简直就是死亡的同义词，而且更甚、更烈。由尼德兰人引发的易洛魁人的毛皮欲望导致了暴力升级。最终，他们的1200人侵入了休伦人之国，直至1650年逐渐灭绝了这个由于法国人实行限制性的射击武器政策而装备不良的民族。在这期间，也有几个耶稣会会士被刑讯致死。易洛魁人的这个胜利保证了他们对西部毛皮的攫取。

虽然在首相枢机主教黎塞留（Kardinal Richelieu）的努力下，殖民政策首次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试图以目标长远的公司来取代短期内随意更换的垄断者和垄断公司，但是新法兰西（Nouvelle France）仍然太过孱弱，无力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1627年，他创立了新法兰西公司［也叫百人公司（Compagnie des Cent-Associés）］，并赋予其成员特别优先权：贵族和教士们可以在不损失他们的“特权（dérogeance）”的前提下参与其中；拓荒者可以享有在法国很难获得的特权；在加拿大出生的人被视为法国人，贸易保有十五年免税权。为此，公司必须在这十五年内安置4000名移民。所有的参与者必须是天主教 徒。与之前的法国殖民尝试不同，这次胡格诺派教徒们居于次要地位的参与就像马克·莱斯卡伯特（Marc Lescarbot）在阿卡迪那样，并没有激起耶稣会会士们的反感。现在在法国除沿海地区外，第一次有包括巴黎在内的内陆省积极地参加其中。

然而，1628年至1629年，魁北克和此间重新崛起的法属阿卡迪被英国人侵袭和占据，直至查理一世由于担忧其法国夫人的嫁妆而把这两个地方归还给了法国，并且打开了新的局面。现在又有几个大家族迁往加拿大，使得那里的居民人数到1645年时增加到了大约300人。筹划好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seigneuries 或者fiefs）中只有极小一部分人被授予了土地所有权，但是在沿圣劳伦斯河而上的两岸，在三河地区（Trois Rivières）和在蒙特利尔（1641年）建立了居住区。耶稣会会士于1635年在魁北克成立了墨西哥以北地区的第一所中等学校——神学院，把乌尔苏拉会修女（Ursulinen）和医院护士（Soeurs Hospitalières）从迪耶普（Dieppe）接到这个国家，他们于1639年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和一家医院。修女玛丽·德尔因卡那什（Marie de l’Incarnation）的记载是描述了那些年的重要资料来源。特权检查当时非常频繁，因为管理和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都在马耳他骑士团的成员手中，而耶稣会会士在1632年至1659年行使着一定程度的教会垄断权。由于他们的影响，1645年，新法兰西公司让出了本地人公司（Compagnie des habitants）的贸易权和殖民管理权，其管理层由移民家长们组成，它的最高机构是一个参事会，在参事会里耶稣会会士的主管和总督共同决定事务。

1663年，尽管人口快速增长到了3035人，但是阿卡迪的繁荣乏善可陈，危机接踵而至。阿卡迪于1654年丢失，被英国占领，直到1667年至1670年才作为《布雷达和约》（Frieden von Breda）的结果而重新回归。加拿大一直处于易洛魁人不断发动新攻势的重压之下，这一点影响到了毛皮生意，以至于本地人在1658年不得不把统治权以新的形式归还给了百家公司。

在宗教领域也发生了严重冲突，此事与耶稣会会士为了补充一个正规的教会机构有关。虽然他们在1657年成功地把由罗马教廷行使的宗座代牧和领衔主教的任命权争取到了亲近他们的弗朗索瓦·德·拉瓦尔（François de Laval）手中，后者后来于1674年成为魁北克第一位正式主教，但是鲁昂（Rouen）的总主教拒绝了宗座代牧这种更现代的、符合罗马要求的机制，并且以传统方式提出使加拿大成为他的主教管区下辖的一部分的要求。他派遣一位来自苏尔皮琴人（Sulpizianer）神父会的总代理牧师，随其迁入的还有他的同伴们，并且在蒙特利尔引发了与耶稣会会士和1659年进入这个国家的德·拉瓦尔之间的激烈冲突。德·拉瓦尔被证明是特别严厉的，他不仅和妇女修道会，而且和总督发生争吵。最终，这位总代牧通过对当事人开除教籍和进行严厉的世俗的惩罚，直至对逮捕的罪犯实施枪决的强力手段，平复了自德·尚普兰时期就出现的但久拖未决的向印第安人出售烧酒的问题。

遭受外来威胁和内部不和的加拿大人一再向英国王室求助，直到1663年，德·拉瓦尔最终开始推行彻底的人事调整。法国拥有了和平，它在欧洲的主要对手被削弱了，在路易十四的个人统治和柯尔培尔大臣的经济政策下，法国有意识地谋求世界意义的顶点，在殖民政策方面也是这样。为了法国的更大荣誉，也为了损害对手，应该使加拿大最终能够维持下去，或许甚至容忍它为母国带来利益。正如柯尔培尔经常在改革项目中所做的那样，一篇文章及时地发表了，它恰当地展示了事物的最好的一面。在《加拿大（新法兰西）的国家习俗和生产实录》（Histoire véritable et naturelle des moeurs et productions du pays de la Nouvelle-France，vulgairement dit le Canada，1664年）一书中，皮埃尔·布彻（Pierre Boucher）全面呈现了这个国家的存量登记。新法兰西公司必须解体，1664年被西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ccidentales）取代，后者和柯尔培尔的平级公司一样都是国家领导下的团体，其私人股东并不总是完全自愿地承担其份额。另外，它们还一直被限制于经济范围，而政治和行政管理大权此后被掌握在王室代表手里，主管海军的国务秘书负责殖民事务。

加拿大应该和其他地方一样成为法国的一个行省，但又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不仅因为它的特殊环境条件需要一个更强的军事阵地，还因为像在其他殖民地频繁发生的那样，在并无历史形成的对抗力量的负担的情况下，母国的统治者在处女地试图实现他们的政治观点。在此种情形下，这就意味着毫无限制的君主政体。阶级代表在法国被压制的时代，亦不允许在加拿大出现代表机构。尝试建立这样一种代表机构的简单的政治实验据说就使总督弗龙特纳克（Frontenac）遭到了谴责。领事机构所的东西均被严格地控制，城市管理（此间魁北克已成为城市）和由民兵首领（capitaine de milice）按照半军事化社会特点主导的乡镇管理同样如此。

半军事化在这里意味着，总督和魁北克殖民地总督及其下属的三河和蒙特利尔总督作为军事和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有着比在母国更为重要的影响；而在母国，这一职位仅仅是个名誉职位。他可以像西班牙总督一样作为君王的代表干预行政管理，但在此种情况下须向巴黎方面说明理由。在经历了开始阶段的一些问题之后，这个体制逐渐运转正常。除他之外，还有一位实际上与他平起平坐的地方行政长官——加拿大、阿卡迪、纽芬兰及北方法兰西其他土地的司法、治安、财政督办官，就像在法国国王的全权大臣有对应的驻地方的行政、司法和财政代表一样。首位加拿大行政长官让·塔隆（Jean Talon，1665～1668年、1670～1672年在任）尽管任职时间很短，但仍然被视为新加拿大真正的创立者。

在新设置的地方法院之上，现在又设置了一个最高委员会（Conseil souverain）作为高级法院，也同时作为立法机构。它相当于法国的议会。其成员除了总督、主教、行政长官，还有大律师、公证员和五个参议员。这个人员构成到1703年增加到了十二人。从1675年开始，他们由国王任命，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由总督或主教委任的。在法国司空见惯的贿赂官员现象在加拿大似乎未有踪迹。柯尔培尔甚至命令禁止律师在殖民地挂牌开业。加拿大人肯定对公证员的工作是满意的。巴黎的习俗（Coutume de Paris）和本地的惯例是权威性的。法国人始终回避就诸如印第安人是否也应该服从法国法律，即做法国王室的臣仆，或者不臣服而只是保留作为同盟者等问题进行答复。与同时期在母国的情况相比，加拿大的司法给人们留下了更好的印象，其惩处亦较温和：在法国统治时期，总共只对67人判处了死刑，获准的行刑仅为19例，其中9例还以减轻处罚了结。错判似乎并未有过。

1663年，3035名居民中有65%居住在魁北克，15%在三河，20%在蒙特利尔。三分之二的人依靠土地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城市人。截至那时，有 69个封建领主庄园被重新分配，62个分配给了个人，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加拿大，7个分配给了宗教机构，其中耶稣会是最积极的。整个土地的三分之二都被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然而，69个封建领主庄园中只有0.87%，即712个农场，被转送给了农民（censitaires）。并非所有的庄园主都是贵族出身，但是在加拿大除了2.5%是教士，还有3.2%是贵族。母国的等级社会继续存在。但是这里的上层阶级比之母国的那个贵族社会更加年轻，平均年龄为20.6岁。470对夫妇生育了1497个孩子，即每个家庭有3个孩子。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其中少数是混血儿。剩余的迁入者大半来自法国西部个别地区，足有四分之一来自诺曼底。

加拿大是一个封建社会吗？早期的垄断特权已使其所有者有权创造出甚至带贵族称号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而事实上，百人公司在1630年代就已经这样做了。1760年前后，加拿大最终共有250个庄园和总计约320万公顷土地。庄园主必须效忠于君王的代表，在变更产权时必须缴纳税款。他们要求佃农每年和涉及继承时支付费用，此外还要服劳役。佃农必须在庄园主的磨坊磨面。在很多情况下，庄园主拥有低级审判权。而与法国相比较，实际上这一切在一个庄园主很难找到佃农的社会里意义有限。甚至有人说，在加拿大根本就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本地人的生存状态不错。由于地域辽阔，他们臣服于主人的统治，这是因为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和军事上最安全的土地在圣劳伦斯河畔，并过早地就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转让出去了。因此，地主们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土地和殖民代理人的功用。就这样一直到18世纪才出现了旧加拿大的典型的殖民景象：沿河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农场，它们建在一块狭窄的但深入陆地的土地上，一直延展到更远的与之平行的建筑群，每隔几公里就会有一栋地主庄园住宅或者一座教堂。

因此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庄园也是非常现实的。庄园主不仅是可以获得土地并因而 升入贵族行列的富人，而且他可以在加拿大这种特殊状况下成为佃农的军事首领。这与始终移民甚少的加拿大拥有令人惊讶的军事能力有关联吗？最终，加拿大从本地人中招募到1.5万名特别善战的民兵。无论如何，传统的价值观被重新唤醒，即使庄园主们本身并非出身贵族。加拿大复制了母国等级社会并形成了一种变体，它具有很高的社会同族婚姻比例，新旧贵族也在当中占据优势地位。

三个中心中的每一个都拥有防御工事，且至少有一个小教堂。魁北克共有三个教堂和七个礼拜堂、一家医院、一间或几间磨坊。魁北克起码已经显现有着迷人建筑物的正儿八经的欧洲城市的模样了。1752年，它拥有8000名居民，蒙特利尔有5000名。这就是说，这里的城市人口的数字已经高于母国城市了。

为最终解决易洛魁人问题，新政权调动了由24个分队组成的一个团的正规军去加拿大。欧洲战术虽然无法打赢丛林战士，但是可以毁灭易洛魁人的村庄和物资贮备。因为除此之外，易洛魁人还遭到印第安对手和天花病的袭扰，1667年，他们不得不同意媾和。这一和平时期一直持续到1680年代，并为柯尔培尔和塔隆的发展计划提供了活动余地。易洛魁人早就依赖收养俘虏来生活，只要他们还没有被虐待致死。1660年前后，此类人口占易洛魁民族的三分之二。这丝毫不能改变联盟人口的下降。易洛魁人的人口数量从1630年的2.2万人锐减到1700年的5000人。但是同样在加拿大，比如在额外获得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印第安人的死亡也在继续。

现在可以实施法属加拿大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移民计划了。被调来对付易洛魁人的那个团的400名退役士兵在他们作为庄园主的军官们的率领下成了农民。在加拿大，白人妇女本就很少，此时更加失衡。印第安姑娘被认为是自愿地为法国人提供了性服务，而且据说是一种新型的、非强迫的关系，但是欧洲式的在家操持家务的生活方式显然不大适合她们。法国王室在1663年至1673年输送了774名已到婚龄的妇女来到路易斯安那，即使一小部分出身卑微，曾为妓女，但大多数看起来还算正派。这些“国王的女儿（filles du roi）”中的32人甚至出自胡格诺教派。她们全都很快嫁了人，但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或许在那些年还有另外1000名说法语的适婚女性也嫁到了加拿大！另外，家庭和所谓志愿者（engagés）的移居也得到了支持。为了获得独立安家的土地，这些人在过渡期必须做三年家仆。然而尽管得到支持，也只有很少人到来。

根据新近的统计数据，总共有33500人移居到了加拿大，另有数据称甚至有多达7万人，其中7000人迁到了阿卡迪。但是这个数字与法属加勒比和英格兰殖民地的规模相比就显得太低了。这里所说的移民是指所有法属北美殖民地的移民，而超过三分之二的移民都重新回到了法国，这就像是法国国内城市劳动力迁移的海外延伸版，当中鲜有农村劳动力参与。与英属北美洲相反，有关加拿大的信息几乎不会被传播到法国的底层，殖民地的气候和迥异的生活条件更是恶名远扬。另外，文化上似乎还曾有反对移民的保留意见。

在塔隆治下，可能陆续有2516人迁入，到1713年还有1050人迁入。1713年至1752年大概又来了3000～4000个拖家带口的父亲、退役士兵和英国逃兵、囚犯和冒险者。据说总共有8527人。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北美洲的新法兰西在生物学上必须靠自己延续下去，基本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个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有着高出生率和与旧世界相比较低的死亡率，特别适合在这里繁衍生息，尤其是他们并不缺乏国家支持：奖励早婚，开除名誉职位上的单身汉，每年对每个有10个孩子的家庭发放300里弗尔金法郎的王室膳宿资助，有12个孩子的家庭则发放400里弗尔。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1660年至1670年的出生率据称为63‰，这是祖籍欧洲的人口曾达到的最高出生率。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是8个孩子。每个普通家庭有7～8个孩子。1663年至1685年的人口数量从3035增加到10725，1713年这个数字为18119，1755年为62000，1763年达到了75000。

但是，从当时的经济形式看，殖民地加拿大并未显现太多发展可能性。除毛皮外，它没有用产品为母国换回有价值的原材料，而这些产品过早地受到过量供应所导致的价格下滑的威胁。与西印度相比，加拿大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作用。但是王室用非重商主义的慷慨大方来考虑这种特殊情形。向母国运输多余的粮食和木材是许可的。因为给西印度的供应要受到英国殖民地的控制。生产成品的中小企业得以继续发展。按照塔隆的倡议，甚至新型公司的贸易垄断也被叫停。塔隆心中似乎筹划过把法国的渔业垄断作为另一种经济发展方案。阿卡迪被殖民和开发，人们还试图建立一条从那里通向加拿大的陆路通道，强化法国在纽芬兰的存在感。然而事实表明，自17世纪前30年起，英国在任何地方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强化。

1671年，塔隆再一次派遣一支探险队前去北部的哈得孙湾，这同样可能与英国的行动有关，因为1668年有一艘英国的毛皮货船到过那里，1670年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成立，它从王室和议会那里获得了对鲁伯特王子之地（Prince Rupert’s Land）的垄断权。除此之外，向大湖群地域的新一轮推进以及从那里出发继续向外推进便是要先下手为强，抢在其欧洲对手英国和西班牙之前行动。同样在1671年，塔隆的代理人在那里将整块土地据为法国所有，而且防备性地随即扩展到了南部海域、西部海域和北部海域。即便是柯尔培尔1674年为更好地巩固和控制殖民地而颁布的对再派探险队的禁令也预设了两种例外情况：如果另一个强国为了损害法国而威胁要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或者如果能够找到一条不封冻的通道。在这两种情况下禁令无效。

在同样具有扩张愿望的生意能手总督路易斯·德·布德·弗龙特纳克伯爵（Louis de Buade Comte de Frontenac，1672～1682年、1689～1698年在任）治下，法属北美洲扩展到了它的最大范围。皮货商人路易·乔利埃（Louis Jolliet）和耶稣会会士雅克·马克特（Jacques Marquette）1673年在由于害怕遇到西班牙人而折返之前，就已经从大湖群出发，直达密西西比河并顺流而下到达阿肯色河河口。1682年，狂热的发现者罗伯特·加瓦尔利尔·德·拉赛尔（Robert Cavelier de La Salle）到达了柯尔培尔河口（这是密西西比河当年的称呼），为“路易大帝”正式占据了“路易斯安那”[1]，带有明显的反西班牙倾向。现在，从加拿大起，在大湖群与密西西比—密苏里河流域之间的战略位置上，以及在西北部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都设置了堡垒链。18世纪，法国人一直扩张到了石灰岩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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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6 1750年前后的法属北美洲

在实际占领失败且拉塞尔本人于1687年被谋杀之后，1699年在密西西比河口东面的比罗西（Biloxi）海湾沙滩上出现了第一个居住区，1711年在今天的亚拉巴马（Alabama）建起了作为新殖民地首府的莫比尔（Mobile）。它暂时隶属于加拿大并由加拿大殖民。1714年，那里有380个法国人，其中170人是为王室服务的。企业行为代价高昂，以致1712年路易斯安那的贸易垄断权被转让给了巴黎投机商安托尼·克洛扎特（Antoine Crozat），以期对维持殖民地有所助益。1717年到1731年，路易斯安那被转手到了一家新的西方公司（Compagnie d’occident）手中，它的业务正是苏格兰人约翰·劳的大型投机公司整顿法国国家财政的基础。1718年，新奥尔良（La Nouvelle Orléans）成立，1722年成为殖民地的首府，此间它先是事实上，然后在法律上独立于魁北克。路易斯安那的欧洲人口在1723年至1769年从1800增加到了4000，最终还有6000名非洲奴隶。1752年，新奥尔良有3200个居民，被看作走私者和骗子们的聚集地。与加拿大相反，路易斯安那是一个奴隶社会和种植社会，其末端一直延伸到伊利诺伊斯（Illinois）。1724年，它甚至拥有一部自己的奴隶制度法。

“乔利埃—马克特（Jolliet-Marquette）”的结合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加拿大扩张和文化传播这两个方面，皮货猎人（coureurs de bois，后称为voyageurs）和耶稣会传教士充当了主要的承载者。后者带着诱变动机，谋求达到与在伊比利亚美洲相同的目标。“野蛮人”首先应该定居下来，“被文明化”并且使其在与他们的文化元素很好地融合的情况下皈依基督教。所以，教团就聚焦于像休伦人这样的半定居民族。然而，随着对当地宗教观念的适应，他们有时候似乎走得更远。

传教士们有着值得赞赏的英雄主义，《耶稣会会士报告》（Relations des Jésuites）作为早期加拿大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让这种英雄主义在欧洲公众中间留下了良好印象，然而尽管如此，这些成果还是有点不尽如人意。原因不仅在于休伦人等许多民族与欧洲人的联系因为瘟疫的传播而大幅度减少，还在于加拿大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对这种“笃信上帝的实验”来说，也远不如在巴拉圭那么有利。与巴拉圭不同的是，耶稣会会士们竭尽全力也没能在他们的印第安教友面临敌人，尤其是易洛魁人攻击时为其提供有效和持续的保护，因此他们的传教明显丧失了吸引力。

另外，法国的殖民体制没有计划将白人与印第安人分离，而只是通过联系达到同化。但是这种联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点或许与跑遍整个印第安北美洲的皮毛商人和皮毛猎人关系不大——他们有着不受羁绊的习惯，作为旅游者虽贡献巨大却享有恶名。消极影响恐怕更多来源于烧酒买卖的恶劣后果，无论这种生意是他们做的，还是别人做的。因为在北美洲，印第安人也喜欢这种新的麻醉剂，尽管他们缺乏有助于快速分解毒素的发酵酶。

尽管印第安人面对的现实十分黯淡，而且《耶稣会会士报告》常常把那些尚未与白人接触的部族的习俗描述得令人讨厌，加拿大传教士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陶（Joseph Francois Lafitau）还是凭借他1724年的那本《美洲蛮人风俗与原始风俗的比较》（Moeurs des sauvages amériquains，compares aux moeurs des premiers temps），以一种最符合欧洲启蒙意义的方式让这些“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重获生机。这算是对单调的传教生活的一种纯粹的过度补偿吗？他一直被认为是像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一样的原始人种学者。因为《耶稣会会士报告》实际上并没有仅仅依照耶稣会会士的描述去刻画印第安人的形象，而是相当忠实于印第安人所处的现实。不仅这些耶稣会会士的行列中产生了殉教者，当地人中也产生了圣徒，甚至还有女性圣徒。殉道者凯瑟琳·特卡奎莎（Catherine Tekakwitha）就是一个例子，1980年，人们在她的殉道三百年纪念日上为其行了宣福礼。可是前不久又有研究声称，这位易洛魁女性不过是用对新神灵的宗教仪式和心灵体验对她以前的信仰进行了调整。其他时候，基督教的实践常以失败告终，沦为某种“异端邪说”，把传教士推入了绝望的境地。

但是，加拿大的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和美洲其他地方的一般情况有着明显的区别。当那些皮毛猎人——曾经的加拿大边境居民中很典型的一类人——在贸易中也欺骗和灌醉印第安人的时候，丝毫不会影响法国人继续融入印第安世界。他们并不只是通过习得印第安人在荒野中战斗和生存的技能而极其成功地适应了环境。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具有一半印第安血统并且生育了混血儿。大湖群流域发展成文化交融区，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区域里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拥有话语权，当然也产生过一些富有创意的误解。尽管存在着像易洛魁人那样值得注意的例外，但是当英法两个世界大国在印第安人的边境爆发战争的时候，与英国人和他们所处的劣势明显相反的是，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

据说人们把这种差异归结于法国人的更人性化、更善于交往和较少带偏见的民族性格。像马克·莱斯卡博特（Marc Lescarbot）这样的法国人在17世纪初就确信，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会比其他欧洲人的情况更好。但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不同文化根源所可能导致的行为差异，而是殖民地加拿大特殊的生存条件。在巴西、西印度甚至路易斯安那，法国人的做法与其他人实际上别无二致。而在加拿大，他们为了维持其体系，尤其为了维持关乎殖民地兴亡的毛皮贸易，只能与印第安人进行自愿和和平的合作。因为还需要印第安人作为同盟者，所以首先要招揽酋长，甚至一部分酋长是由总督来委任的。

1681年，路易十四明确命令“平和地”对待印第安人，并下令惩处向印第安人施暴的本地人。与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不同，法国人既不是为了印第安人的劳动力，也不是为了他们的土地，那片殖民地实在太小，而是为了毛皮和灵魂，这两者似乎都是较少引发冲突的东西。虽然除了一些非洲奴隶外还有大约占人口总数5%的印第安奴隶，但是他们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共同生活着，这种共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文化上相互适应的烙印。德·尚普兰或许曾经梦想两个民族通过异教婚姻进而融合，但是官方政策在此方面并不一致而且多变。1723年，这种一直受到鼓励的异教婚姻被禁止。德·尚普兰当然也和其他法国人一样确信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但在加拿大，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支配着日常生活，尽管文化和语言仍然保持分离状态。

18世纪上半叶的加拿大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该世纪中期危机发生前，经济增长，国家繁荣。人口增加了一倍，而且较大部分是依靠自身力量增长的。耕种面积从1720年的61357阿尔庞（arpents）[2]增长到了1739年的213701阿尔庞，粮食生产从1716年的252304舍非尔（Scheffel）[3]提高到了1739年的634605舍非尔，牲畜存栏数从1719年的18241头上升到1739年的38821头。本地人同样被认为是富裕的和难以驾驭的。只要经营能自给自足，就几乎不受限制。加拿大人早就可以穿上自己生产的衣服了。向第三国的出口是允许的，只要它们能阻止支付手段流失，而这些支付手段只能作为其企业的补充资金流向母国。铜铁矿开采业进行得并不特别成功，但是在加拿大造船厂采用加拿大木料的造船业却可圈可点。与法属安的列斯群岛进行的外贸和英国相比几乎始终毫无进展，它的结算仍然为负数，相反，与母国的贸易结算则趋向平衡甚至盈余。仍然占据出口一半份额的海狸皮贸易呈下降趋势，此外还有手工业品、农产品和渔业产品。

44所经认证的小学和法国的学校相比，质量不好也不坏。中学包括几所拉丁语学校、耶稣会会士学校和神学院。此外，当地已开始培养法官和工程师，但是没有真正的大学，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个有着文学和自然科学兴趣的文明的城市社会。比母国教会权威更盛的是社会文化主管机构。教育和家庭生活都在它的控制之下，它在公共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当时，在教士领导下的教区就呈现了形成封闭社会的趋势，这一点后来应该使法国—加拿大文化的一致性得以保留下来。然而从母国来到加拿大的开明游客们都倾向于对这种关系持反感态度。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出现萧条并最终失去殖民地呢？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在论及1672年到1750年的情况时这样写道：“它不再是活着，而是艰难困苦地生存。”母国管理的衰落是决定性因素，这种衰落不久后使得加拿大深受地缘政治的位置问题之害。7.5万居民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而塞巴斯蒂安·费班（Sébastien Vauban）梦想拥有30万名居民，因为在必要时需要这么多居民以应对150万占据内线优势的英国人，维护加拿大和横跨半个大陆的帝国的前哨基地。

英属北美的建立

英国人很早就开始从布里斯托尔（Bristol）出发进入美洲了。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年）他们还似乎满足于在纽芬兰海滩分享捕捞权。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年）才在文学作品上和实践上出现新的动机。只要不涉及西班牙死敌的战利品，英国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兴趣主要在于经西北航道[4]去往中国，并希望发现贵金属。这时，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前方西南部的港口的作用就凸显了。1660年代，伊丽莎白王室宠臣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就致力于成为发现者巨擘，并得到了对发现去中国的东北航道[5]感到失望的慕斯科威公司（Muscovy Company）商人们的支持。为了替当时的海盗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1576年到1578年所做的那些旅行进行宣传，从1577年起又为一家更多由贵族而不是由那些谨慎商人们承担的凯茜公司（Cathay Company）进行招徕，吉尔伯特于1576年编撰并印行了他的备忘录《关于新发现的通往中国航道的演讲》（A Discourse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他三次到达巴芬兰（Baffin-Land）[6]，但是没有找到航道。从动用15艘船只的第三次旅行中，他带回了1350吨闪耀着黄色光泽的黄铁矿（Pyrit），公司多年来尝试用它提炼黄金，直至破产为止。一起带回来的因纽特人在死于他们不熟悉的传染病之前，尚能够在英国展示他们作为独木舟驭手和猎人的技艺，并被约翰·怀特（John White）等艺术家描绘下来。

1578年，吉尔伯特获得一项委任，委任授予他拉布拉多半岛和佛罗里达之间所有未占领土地的发现权和命名权，赋予他贸易垄断权和总督的特权，包括建立适用英国法律的居住区。这是英国官方殖民政策的第一份文件。在1578年至1579年借助西风出海失败之后，1583年，吉尔伯特驾帆船前往已被他纳为英国所有的纽芬兰。尽管这一行动直到17世纪时才显示实际效果，但是至少在纽芬兰它被视为不列颠帝国的建立日。

在返航途中，吉尔伯特连同他的小船一起被巨浪吞噬。他的一个弟弟和伦敦商人们一起重新拾起了这项事业。为了它，吉尔伯特青年时期的朋友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于1585年、1586年和1587年三次往返于格陵兰岛和巴芬兰之间。这些旅行一直把他带到了进入西部通道的大门——兰开斯特海峡（Lancaster Sound），但这条通道直到19世纪仍然是封闭的。戴维斯在旅行途中还与因纽特人和平相遇。此间，人们发现了深入南部的哈得孙湾，然而，驶进哈得孙湾不仅于1610年至1611年对亨利·哈得孙来说，而且于1612年至1616年对威廉·巴芬（Baffin）等人以及对1670年成立的哈得孙湾公司的航船来说，都等于驶入了冰雪死胡同。1903年至1905年，罗尔德·亚蒙森（Roald Amundsen）才驾船成功地找到了通道。

吉尔伯特的继承人是他的一个异父弟弟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1584年，他作为女王的宠儿轻松地得到了与吉尔伯特同样的委任状。同一年，他所派遣的两艘船只从西印度出发，沿着北美海岸，直到在今天的北卡罗来纳附近的 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发现了一个大有前途的有着友好居民的地方。

在英国，彼时有一个积极反对西班牙并热衷于扩张的沃尔辛厄姆议会党团（Walsingham-Faktion），他们在王室宫廷里与谨慎的伯雷派（Burleigh-Gruppe）相互抗衡。他们在英国圣公会找到了牧师理查德·哈克鲁特（Richard Hakluyt，约1552～1616年）作为天才的宣讲员，尽管他的部分文章可能是基于与他同名的堂兄的前期工作写就的。他在1582年出版的《与美洲发现相关的数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中指出对英国的裨益之后，1583年通过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成为驻巴黎公使馆神父。1584年，他应雷利之请为女王写了关于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的优势的《论西部种植》（A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Planting）一书。这个国家相对而言位置不太远，但是处于其他君侯的统治和疆域之外。它可以作为英国羊毛披肩的销售市场，并且为英国提供造船材料，另外还可以在贸易的刺激下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舰队，进而削弱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和商船舰队。但是，首先人们可以在那里便宜地生产现在必须从尼德兰和法国高价购买的铁、盐、葡萄酒、油、橙子、柠檬和无花果。其次还有一个好处，即人们可以合理地对生活落魄者、退役士兵、乞讨的流浪汉乃至英国的过剩人口加以利用。最后，还可以借此传播基督教，为宗教难民创建逃亡地，在爆发边境战争的情况下为年轻人提供练兵场——可见，把殖民战争视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演习的观点并非现代人的信口开河！哈克鲁特把他的生平巨著命名为《英国的重要航海、旅行和发现》（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先是在1589年，后于1598年至1600年以三卷本形式出版——地理发现史成了扩张计划。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哈克鲁特出版社的命名者，这个出版社在19世纪展开了宏大的扩张史资料和翻译的出版蓝图。

雷利出版了他的探寻报告，在教会带回来的印第安人如何说话之后，他在公众面前展示了这些印第安人。整个英国被震撼了。女王封雷利为骑士，任命他为以女王名誉命名的弗吉尼亚的总督，但是不许他前往那里，且不许他用哈克鲁特宣讲的方式行使王室的任何义务。1585年，在罗阿诺克岛建立了固定的移民区。布拉格犹太人约阿西姆·甘斯（Joachim Gans）率领 一支专家队伍打探岛上的矿产，与此同时，有着人文主义情怀的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撰写了土地的说明书，画家约翰·怀特绘制具有极高的人种学价值的阿尔贡金人的生活状况水彩画。虽然这个殖民地在与海盗作战时可被用作根据地，但是它被当时把注意力集中于德雷克在西印度的行动的西班牙人所忽略。1586年，它由于供给困难被放弃了，增援部队来得太晚了。

显然，殖民行动一再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在加拿大严寒的气候下，前几个冬季供给不足和由此导致的疾病（维生素C缺乏病）。一群殖民者于1587年在罗阿诺克岛重新建立了一个“罗利之城（City of Ralegh）”，但是“舰队之年”1588年一直没有补给，1590年补给到来时，这个殖民点已经荒芜。寻找失踪的殖民者的行动仍在继续。几支考察队来到弗吉尼亚，一如人们努力发现后来的新英格兰（Neu-England）那样。新的定居点直到雅各布一世[7]时期（1603～1625年）才开始建立，并发生了局部的变化。

总的说来，英国的扩张长期以来在政策方面既没有有力的引导也没有严密的控制，所以在美洲东海岸陆续出现的殖民地尤其杂乱无章。当然，早期政府机构的效益和其他地方一样尚有不足之处。但是英国人在新世界比西班牙人、法国人甚至葡萄牙人还要孤立无援。英国王室的控制手段则极为有限，只有当其中有利可图或产生摩擦的时候，有影响力的王室集团才会参与进来，而且掌权者只对殖民地感兴趣。英国从来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统一地进行殖民立法，也没有统一的印第安人政策。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可带来长远改变的趋势，只不过它不像其他地方那样，那么直接地依赖于政治体系的决策。

为使其殖民行为合法化，英国人和其他后起的殖民大国一样，有意识地采取与西班牙相反的法律立场。伊比利亚列强以地理发现和象征性的占有来宣示自己的无限权力——如果这样看，哥伦布的行为将意味着整个美洲都该属于西班牙——而英国人则要求只有事实上占领，才可承认对方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 在西班牙主张占有而非实际控制的地区进行合法的移民，如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伯利兹和北美海岸。

但是1609年至1620年，英国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这一观点基于巧妙的神学和法学诠释，很快就发展为和他们唾弃的西班牙那种无所不包的统治思想别无二致。像加尔文派所说的，难道所罗门没有在《诗篇》（72：8）中说过“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吗？雅各布一世不就是新的所罗门吗？虽然在18世纪上半叶后期才有“跨大西洋的不列颠”一说，但是历经三个王朝的不列颠群岛统治还是开创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开端。

英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新的被挑选出来的民族，而把美洲看作新的迦南，其居民由于臭名昭著的野蛮而无权拥有自己土地。因为他们过于懒惰，以至于无法遵守圣经中《创世记》（1：28和3：23）关于耕地的戒律。所以通过土地开垦出现了土地财产，这是一个学说，这一学说不仅出现在早期的清教徒那里，而且很早就作为一个经典观点出现在约翰·洛克的财富理论中，它很可能是通过观察美洲情况而获得的。法学家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在1608年甚至论述到，要将异教徒定义为永久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失败之时必须丧失所有权利，包括他们的财产权。

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合法要求的变化是政治局势改变的结果。西班牙帝国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被其他像尼德兰和法国这样的新的强国取而代之。面对这些国家，在这个新世界里，英国人感觉处于与之前的西班牙人一样的境地。引人注目的是，尼德兰人、法国人和瑞典人并没有共同参与这个全方位的转变。

为了殖民活动，尤其为了与土著人的关系，英国人可以采取与那些国家有所不同的做法，却又能像意大利人和伊比利亚国家那样很好地延续自己的传统和经验。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在东部地中海和黑海的殖民地是收复失地运动，就像爱尔兰之于英国，是一所海外殖民学校。人们在这里也要与野蛮的对手进行斗争，把他们赶走并以自己的移民取而代之，同时还可以借助王室特权大做生意。

当然，爱尔兰和美洲的情形截然不同。一方面，整个爱尔兰是 英国统治体系的外围王国，而不是殖民地。它和本岛的关系是由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尤其是带有早就根植于本土的“老英国”上层的印记。另一方面，在16世纪出现了新的激化殖民政策情况的条件：文化冲突的激化和宗教的分裂——爱尔兰“野蛮人”此后在宗教方面被归入劣等——使王室的政策更为强硬。

像吉尔伯特和雷利这样的人在爱尔兰人的争斗中以放高利贷者著称。长期以来，经常见到他们在爱尔兰与美洲公司之间往返周旋。在西属美洲成为美洲的范例之前甚至可能为在爱尔兰的行动提供了一种模式。这件事情的关联在美洲殖民者的词汇中已经有所表述，因为像“种植、种植园、殖民地、当地人”这样一些基本概念首先被运用于爱尔兰。殖民统治者的这些观点由那些普通殖民者加以充实，他们早期在弗吉尼亚和爱尔兰没有与土著保持殖民地纪律所希望的距离，而是更加频繁地像人们以前所做的那样走向“野蛮人”，因为与居住点按部就班的劳作相比，这些人宁愿选择自由和懒惰的生活。还有“文化倒戈”也属于大西洋区域早期殖民公司所带来的拿手好戏。

1600年前后，在英国出现了早期商业意义上的殖民商业化。从一开始没有商人们的金钱就寸步难行，所以商人的利益至关重要。但是，伊丽莎白时代殖民计划的优势地位投射了封建时代的目标，与西班牙时期的征服者们相似。当然，某个吉尔伯特或某个雷利也想变得富有，但是首先必须通过掠夺贵金属，或者拥有土著和那些能够被吸引前来纳贡和劳动的住民。然而在国家权力扩张的年代，这种方式的掠夺和占领的地位在欧洲和海外都日渐式微。

而尼德兰却显示了远洋贸易是一种蕴含多种可能的选择。自世纪之交起，英国迅速地转变到这个观点。商人们变得更富于冒险，上流社会开始在国家意义上把贸易看作重要活动。从17世纪初开始，大量的宗教文献对这一对象进行了研究。这样，哈克鲁特所首创的这个观点变得至关重要。殖民地的任务是 为母国生产一流的农产品。这不仅对于英国新获得的西印度，而且对于新建立的弗吉尼亚而言，都成了生存和成功之道。

沃尔特·雷利爵士，美洲公司的领袖人物，自1603年以来就由于叛国罪而呆在塔楼监狱。国王因为谋求与西班牙媾和而奉行谨慎路线。而恰恰是这个媾和给了利益集团新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理查德·哈克鲁特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其他人想要将英国从潜在罪行中释放出来，包括首席法官约翰·波帕姆爵士（Sir John Popham）和曾经加入爱尔兰殖民公司的伦敦商人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他们现在都身居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和其最年轻的分公司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高位，并且获得了现已债台高筑的雷利的权力。多年之后，他们争取到了重要的政治家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8]的支持——他是伊丽莎白的大臣伯雷勋爵威廉·塞西尔（Lord Burleigh，William Cecil）的儿子和继承人，是真正扶植国王雅各布的政治元老。

结果就是：1606年4月10日成立的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获得了首份特许状[9]。由于参股人分成对北美洲南部感兴趣的伦敦集团和来自普利茅斯（Plymouth）、埃克塞特（Exeter）和布里斯托尔的专注于北部的集团，所以他们另设了一个最高王室理事会作为协调机构，下设两个配有特命官员的地方理事会，但是无权持有北纬38°～45°的弗吉尼亚北部和北纬34°～41°的弗吉尼亚南部的股份（这种重叠属有意为之）。他们为南方设计了一个专注于有价值的农产品生产的居民点方案，以地产对该区域移民为公司付出的劳动进行补偿，虽然土地在形式上暂时仍然是公司财产。

1607年，在靠近切撒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地方建立了詹姆斯福特（Jamesfort），或称詹姆斯城（Jamestown）[10]。尽管第一批男性殖民者只有104个且1609年时已经增加到将近800个，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出现了普遍的供给困难和疾病（伤寒和维生素C缺乏病）。居民点被烧毁了，尽管流传着关于冒险家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和公主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的叙事歌谣，但是印第安人的行为使人希望渺茫，殖民者依旧无可救药地放浪形骸，犹如一盘散沙。由于不能获得任何回报，且位于今天的缅因（Maine）的北弗吉尼亚公司（North Virginia Company）及其居民点在1609年同样失败，人们似乎将再一次迎来终结。但弗吉尼亚渐渐成为政治上的众望所归之地，它必须被用来支撑与西班牙的对抗。因此，狭义上的弗吉尼亚公司于1609年通过新的特许状而独立，并且促成了全体政治知名人士的支持。1612年，公司获得了它的第三份作为正常贸易公司的特许状，之后领导权就过渡到了股东手中。另外，考虑到新的利益，公司的权力也扩展到了大西洋上，即以詹姆斯城为起点，沿海岸线向北和向南各200英里，并向陆地延伸至太平洋，因为1612年以来人们已经成功地向百慕大（Bermuda）进行移民了。但是，1615年，百慕大群岛公司（Bermuda Company）独立，1684年，百慕大群岛成为直辖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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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7 1606～1620年英国王室的土地授予

1612年至1624年，烟草被证明是弗吉尼亚对英国经济唯一值得一提的互补产品。负债累累的公司为了提供新的激励，开始逐渐过渡到允许新移民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私人土地拥有者。但尽管移民数量可观，死亡率仍旧高得可怕。1620年3月，弗吉尼亚仅有867名居民。在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被埃德温·桑迪斯爵士（Sir Edwin Sandys）排挤出公司领导层后，人们曾尝试用包括自治权在内的母国的自由原则来替代当时使殖民地苟延残喘的严厉的战争法则，或许这是 北美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步。1618年的特许状除行政长官之外还设置了两个理事会，首先是一个由王室和公司委任的充当顾问和支持行政长官的常务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另一个会议，一般来说由总督每年召开一次，并不频繁，但是是为非常特殊和重要的情况——国务委员会——而召开的。会议成员应该由居民在每个城镇或者特定的种植园内选择两个自由民组成；该会议被称为大会（General Assembly），其中（同上述国务委员会一样）所有事项都应由出席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判断和命令，始终有权对总督保留反对意见。该大会应该有权自由处理、磋商和决定包括所有紧急情况在内的有关该集体及其每一部分利益的事务。同时，为了该属地的利益，间或在必要时也为了一个良好的政府的运转，也可以起草、制定和颁布普通法律和法令。（Jensen 1955，186）

1619年6月30日，在詹姆斯城教堂成立了有22位成员的北美第一届议会（Amerikas erstes Repräsentantenhaus）[11]。

在北方，在1614年被弗吉尼亚老船长约翰·史密斯称作新英格兰的地方，殖民地的境况黯淡无光。在形形色色的探险考察中，值得一提的是1605年乔治·威茅斯（George Waymouth）进行的那次，因为他们身后还有备受困扰的英国天主教徒们对于海外避难所的兴趣。人们要设想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这个进程里没有由清教徒主导的新英格兰！这次考察还产生了英国第一份关于这个地方的出版物：《乔治·威茅斯船长1605年最成功的航海经历实录》（A true relation of the most prosperous voyage made this present year 1605 by Captaine George Waymouth）。位于普利茅斯的北弗吉尼亚公司于1607年至1609年在缅因建立的移民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失败，而南弗吉尼亚公司从1611年以来就向北部派遣船只，并在1613年预防性地摧毁了阿卡迪的法国移民区。

此时，那个经常被驱逐的极端新教才随着“第一代清教徒移民（Pilgerväter）”加入进来。这里说的是一个来自约克郡（Yorkshire）的团体，他们在1608年迫于宗教压力而逃往宽容的莱顿（尼德兰）。但这个团体却面临在尼德兰人中间失去原有身份的危险。宽容社会的同化政策是不宽容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压迫的一种变体，这实际上又引起了少数群体的厌恶。第三条道路指向了美洲。他们于1617年向弗吉尼亚公司递交了寻求土地的申请，但直至1620年才找到伦敦商人作为投资者。1620年11月，“五月花号（Mayflower）”才带着102个人登陆马萨诸塞湾，只有35个“朝圣者（Pilgrims，即清教徒移民）”隶属于原来的团体。他们还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地方常见的冲突，这要归功于他们果敢的领导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1590～1657年在任），他后来多次被选为新普利茅斯的行政长官，还留下一部编年史《普利茅斯种植园：1620～1647》（Plymouth Plantation 1620 bis 1647）。因此人们决定留下来而不去弗吉尼亚，在弗吉尼亚公司领域之外建立新的作为基地的共同体，即所谓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这阻碍了少数同来的不属于核心团体的“外来人（Strangers）”[12]行使没有法律约束的原始状态的自由。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发扬基督教的信仰，提高我们君主和国家的荣耀，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法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Jensen 1955，136）

尽管他们的做法务实而简朴，但还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实现了那个时代对社会契约的设想。随后建立的殖民地、城市和教会社团都应该以这种“契约”模式得以实现，而不是在被改革宗所重新强调的旧约上帝及其子民的同盟的理念下缔结参与者的同盟。因为在许多加尔文主义者看来，原来的“恩典契约（Covenant of Grace）”早已为“劳动契约（Covenant of Works）”的工作伦理（Werkethik）所排斥，工作伦理也是在世俗社会层面上对他们“被上帝选中”的证明。在第一个有很多移民死亡的严冬之后，第二年“朝圣者们”被赐予了一个好收成，他们用烤火鸡在感恩节庆祝了这一丰收。抛开他们对塑造美洲神话和美洲习俗的意义，第一代移民殖民地普利茅斯实际上作用甚微。1642年，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偿还创始阶段的贷款，因为数百移民主要依赖实体经济生活，除毛皮贸易外没有任何可获利的收入来源。

新英格兰的统治应该属于波士顿（Boston）周围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在“大迁徙”的第二阶段才出现，1620年至1642年，总共大约有58000个英国人越过大洋来到这里。1620年代，大部分人的目的地还是西印度，但从1629年到1640年，每年平均有1600人来到新英格兰。至此，殖民地才变得富有生命力，另外又新建了许多住处。当然，这个英国人口的首次大规模外迁与当时英国由各种危机导致的不满情绪有关。经济萧条首先影响到重要的羊毛工业，并导致大规模失业。人们对国家和教会里的独裁趋势的反感十分普遍。这些还仅仅是前提条件，尚不足以直接构成人口外迁，后者更多是基于由带着不同动机的、形形色色的资助者所推动的征募、组织和投资而开展的。

移民中并不只有或多或少能自担费用的个体经营者，他们带着家人、用人和家什一起来到美洲，这种情况在新英格兰比比皆是。契约佣工所占数量更大，尤其是在殖民地南部，这是一些贫穷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远航而受雇于船长数年，然后船长在美洲又把他们卖给新的雇主。这些契约佣工（法语叫engagé）在受雇期间获得膳宿供应，合同到期后一般会获得能供其独立生活的土地。后期还有较大规模的强制移民（transportation）步其后尘：被驱逐的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人，以及被流放的刑事罪犯和政治犯。

1621年，经过王室特许，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的继任机构“新英格兰政务委员会（Council for New England）”成立了，它的权力范围一直到达北纬40°～48°的地区。土地的分配使得第一代开拓者的殖民区被合法化，并将后来的缅因委托给了费迪南多·戈吉思爵士（Sir Ferdinando Gorges），将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委托给了约翰·马森（John Mason）。一群商人和来自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的严格的新教徒建立了一个渔港，据说它同时成了一个基督教模范镇。在一次迁址后，1626年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塞勒姆（Salem）移民区。

多尔切斯特公司（Dorchester Company）变成了清教徒在美洲的利益的“结晶点”。1628年，从多尔切斯特公司产生了新英格兰公司（New England Company），由上层清教徒贵族、绅士和神学家负责管理。1629年，他们获得了王室特许，以“新英格兰马萨诸塞的总督和公司（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in New England）”的名称作为合并后的资本公司。这个公司并不仅仅由清教徒组成，但是清教徒很快就接管了领导权，尤其是当一个严格追随该路线的很有影响力的团体负责移民事务的时候——该团体来自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以 上流社会成员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为首。温思罗普被选为总督，可以持有特许状，也就是说，公司所在地自身就成了“新世界”。1630年，他与1000个移民一同启程。同年年末，除塞勒姆和波士顿外，在马萨诸塞又出现了五个镇，这一数字在几年后由于后续移民的到来而增加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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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许状，公司由股东（自由人）组成的殖民地大议会（General Court）每年选出的总督和（理论上18位）董事（助理）领导。殖民地大议会每季度召开会议颁布法律和决定其他事务。很快，人们便对自由人无须身为股东也可以被选为殖民地大议会代表习以为常了。尽管1631年，作为自由人、作为完全公民和作为各自教区的成员的资格必须获得认证，但是资本公司很快成为一个自治的政治团体，1644年之后由助理和自由人组成了两院议会。殖民地大议会悄悄地获得了完全的立法权，这就在事实上摆脱了对英国的依附。殖民地在1641年就已经能够颁布自己的法典，1648年通过了修订后的法典文本，1643年建立了最早的四个县。

各个乡镇（townships）也同样拥有自己选举的自治机构：镇民大会（town meeting）和选出的市政委员（selectmen）。各教区根据公理会原则也彼此独立。教会的统一由临时教会代表会议和由神学界及社会各界确定的有影响的高级布道者们来加以保障。当来自母国的相关补给中断时，本地供应将及时替补。1636年至1637年，殖民地大会议在剑桥（Cambridge）的一个村庄建立了一所高级学校，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给它留下了四百镑和四百册书籍。哈佛（Harvard）很快由学校发展成综合性大学/学院[13]，并于1650年正式建成。在广泛地进行自然科学教育的同时，对后备神职人员的培养也长期处于中心地位。

尽管有足够的土地，但我们能注意到他们采用了封闭的居住方式。需要抵御敌对的印第安人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清教徒村镇典型的互相监视和殖民精英们制订的详尽计划可能也导致了这种居住方式。无论怎样，在母国已经废除的三年轮种体系的殖民和土地形式被复制了出来。1656年到1657年才出现了一个由分散移民庄园组成的村庄。通过所有权的变更，自成一体的庄园逐步显现优势。

但这里的政治体系与现代民主只是有着表面的相似。温思罗普和其他人起劲地大谈综合了君主立宪、贵族统治和民主等元素的混合政体，大谈它如何在欧洲从很久以前就为人称颂，如何在古罗马共和国和现代威尼斯共和国实现并成为典范。但是其宽容度远不如英国。1650年代，在马萨诸塞甚至会处死传教的贵格会教徒（Quäker）。有观点认为，新英格兰清教徒离开旧英国的自由是一种随意压迫其他人的自由，这虽然曲解了他们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事实上在于，能够按照自己设想的制度自由地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且摒弃所有违抗这个制度的人。

然而恰恰是这个事实以新建国家的方式促进了新英格兰的富裕。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批评马萨诸塞教会不纯洁，理由是它与母国的圣公会教会有联系并且把物质与精神混为一谈。此外，他还对王室的土地授予权的效力持有异议。只有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土地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1636年，他并不十分情愿地离开了这个国家。它的宽容并非来源于人文启蒙运动，而是出自极端的新教教义。1637年至1638年，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反律主义的“选择理论（Erwählungslehre）”的追随者们被驱逐。其他极端分子随后也遭驱逐。威廉姆斯创建了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移民区，安妮·哈钦森的信徒们建立了朴次茅斯（Portsmouth）和纽波特（Newport），第三批人建立了沃威克（Warwick）。1644年至1660年，由这些地方组成了宽容的罗得岛（Rhode Island）殖民地。

1630年代，不满的人们，尤其是认为马萨诸塞体系过于僵化的人，还有已经存在的毛皮商人和以前的英国移民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河谷落脚。另外一群英国移民在1637年发起了建立共同秩序的倡议，这个共同秩序被写进了1639年至1662年施行的《康涅狄格基本法》（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该法对这里实行的权威的马萨诸塞模式作出了最独特的修正：行政长官任期仅为一年，助手们不得对法律进行否决。每个居民都拥有选举权，如果说被选举权仅限于虔敬的土地占有者的话，那么他们不必是 教会神职人员。除了已经独立的第一代开拓者们的普利茅斯，其他来自马萨诸塞的移民还在1638年创建了纽黑文（New Haven）殖民区，与康涅狄格不同，这个殖民区以严格的宗教统一性为前提。1664年，纽黑文与康涅狄格合并，而普利茅斯在1692年才并入马萨诸塞。在新英格兰北部，费迪南多·戈吉思直至1649年去世之前一直都有效地控制着缅因沿海地区的少数移民。1652年，马萨诸塞接管了这个地区。它同样适用于新罕布什尔，其拥有者马森死于1635年，但并非没有继承人。

弗吉尼亚一直显示非同寻常的高死亡率。1622年，在愤怒的印第安人的一次袭击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牺牲了。烟草业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母国的弗吉尼亚公司绝望地翻了脸，以致这个殖民地于1624年为王室所接管。这导致了地方议会被官方正式废除，但它在形式上还继续召开，最终在1639年由国王重新建立。在此期间，人口剧烈增长，到1640年大约有1万人。1634年，殖民地分成了八个地区，其领导权按照英国模式由地方寡头推举的初级法院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J. P.）来负责。在他们中间再确定最重要的警官和财政官员——县治安官（Sheriff）。他们通常还要与此间建立的圣公会教区代表（vestrymen）取得一致。与在母国不同的是，他们可以任命或开除牧师。此外，烟草种植的土地需求迅速扩大，到1651年又建立了七个地区。这当然有损于印第安人，但在他们遭受1644年最后一次大战失败之后，就再也不需要顾及他们了。

弗吉尼亚不能越过波托马克河（Potomac）和切撒皮克海湾继续扩张，因为那里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巴尔的摩男爵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 Baron Baltimore）成了天主教徒，他要为他的信众和旧英国的封建主义寻求一个驻扎地。1632年，他的儿子塞西利乌斯（Cecilius）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北纬40°以南地区和波托马克河东部从河源到出海口的土地作为自有财产。所有者们以女王的名字把这个殖民地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但这不仅仅是女王的名字，因为这个首府之地原本就叫作圣玛丽（St. Mary’s），并且随着第一批移民的到来，1633年已经有两个耶稣会会士进入这个地区，他们似乎试图建立加拿大模式。巴尔的摩男爵所拥有的特许状授予了他达勒姆（Durham）主教在其中世纪式领地所能行使的权力，因而拥有比国王在英国更大的全权，把土地纳入自己的财产，并且以封地和继承封地的形式进行分配。他开拓了大约六十个地主庄园（Manors），但是仍然没有能够确立足够的天主教领地优势。这样，新教自由农就可以动摇土地所有者的计划。特许状中拟定的参议大会要求拥有立法权，并转而激烈地反对天主教。在英国的清教革命中，他们甚至成功地在1654年至1655年驱逐了土地所有者。

弗吉尼亚当时选择站在国王一边，国王在1639年重新给予了弗吉尼亚议会权，而弗吉尼亚1651年从认为巴巴多斯更重要的桀骜不驯的英吉利共和国（Commonwealth）的代表们那里获得了最高的优先条件——行政长官及其议会的选举权。新英格兰的独立当然首先得益于母国长期以来政治孱弱和思想上对其有亲和力的政权。

但是这并不妨碍罗得岛、康涅狄格、纽黑文和普利茅斯在复辟之后立刻承认查理二世为国王。前两个拥戴者因此各自获得特许状而确定了它们的宪法。纽黑文于康涅狄格之后也加入了。难以驾驭的马萨诸塞只是承认非宗教成员的平等地位和母国的法律尊严，但它也受到长期善待。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恢复革命前的状态就更是毫无困难的事情了。

然而，这两个对王室更忠诚的南方殖民地却违背情理地经受着比新英格兰更甚的复辟之害，因为它们现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共和国强化的经济政策的制约，这种经济政策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实施，并且直到1849年仍然在发挥作用。1661年、1663年和1673年的三项法律都曾巩固和扩展弗吉尼亚1651年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非英籍轮船被禁止在英国与殖民地之间航行。特定商品如粮食、蔗糖、棉花、烟草和靛蓝只允许被运往英国，要么是为了提高那里的关税收入，要么是为了给母国提供就业机会。新英格兰几乎没有被波及，而弗吉尼亚却因其烟草而受损。最终所有的向殖民地进口皆须通过英国进行，而爱尔兰享有有限的例外。

由此，一个贸易帝国的概念也逐步形成。自英吉利共和国的政治实验以来，母国首次出现了 类似于负责殖民地事务的中央机构，先是1660年成立的拥有一系列委员会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当时英国还没有由各个专设的大臣组成的内阁），后有1696年成立的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财政机构和海军部管理殖民地并委派官员去那里执行《航海法》。1680年代最终产生了由王室分别向北部、中部和南部派遣总督取代殖民地自治，且美洲（可能是效仿法属加拿大）由伦敦的官僚机构直接管辖的计划。

1685年，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即雅各布二世（Jakob II）[14]，登上王位，他和他的幕僚起了决定性作用。借助其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他至少在他的英国领地内垄断了西非奴隶贸易。在这里和在美洲一样，“17世纪的世界转运商”尼德兰人被赶出了这一生意圈。当时公众舆论广为流传的口号是“我们想要的比尼德兰人现有的还要多”。所以，议会也准备与王室就殖民地事务进行合作。

但是在美洲，英国的北部和南部殖民地直到1664年还被新尼德兰（Neu-Niederland）所分隔，而新尼德兰正在雄心勃勃的皮特·斯特凡森（Pieter Stuyvesant）总督的领导下进行空前扩张。亨利·哈得孙在1609年为尼德兰人发现了一条河流并用自己的姓氏为其命名，他们从1613年起就控制着这个地区的毛皮贸易。尼德兰的美洲垄断公司——西印度公司在1620年代就设置了不同的殖民区和根据地，其中有曼哈顿岛上的新阿姆斯特丹，它是公司经理的驻地（丧失巴西后，西印度领地也隶属于它），还有今天的奥尔巴尼附近的奥伦治堡作为与易洛魁人进行毛皮贸易的中心。1629年，公司的股东被允许建立拥有对移民者的持续法律权力和统治权的大庄园。当公司迫于尼德兰议会的压力从1638年随着垄断的结束而对家庭农场移民点强力施压时，才可以加强移民。1664年有900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欧洲人带着400个奴隶，其中有些来自封闭的英国乡村，还有部分来自严酷的马萨诸塞的难民来到长岛（Long Island）。除了尼德兰新教徒和英国新教徒外，还有路德宗和贵格会的信徒，从1654年起还有一群塞法迪犹太人也生活在这个殖民地。

尼德兰在美洲的扩张先驱威廉·乌塞林克斯（Willem Usselincx）由于对其国人感到失望而求助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并于1624年创建了一个瑞典海外贸易公司（schwedische überseehandelsgesellschaft）。为了他于1632年创建的后续组织，威廉·乌塞林克斯在海尔布隆会议（Heilbronn Tagung）上试图获得与瑞典结盟的德国新教徒的支持。为此目的，他发表了一份题为《阿尔戈船英雄记》（Argonautica Gustaviana）的宣传文本，其中一章为“日耳曼墨丘利——给德国的特别指示（Mercurius Germaniae，das ist sonderbahre Anweisung für Teutschland）”。在此基础上，1636年成立了一个业务范围仅限于美洲的新瑞典公司（Neu-Schweden-Companie），这个公司在宰相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1583～1654年）的提携下，1638年在现在的特拉华州（Delaware）的北部建立了殖民地新瑞典（Nya Sverige），它和克莉斯汀娜堡（Fort Christina）都位于今天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瑞典和芬兰的移民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归功于与印第安人进行成功贸易的良好关系。从一开始，这种竞争就使得相邻的尼德兰人眼热，直到尼德兰在欧洲转而反对瑞典的扩张趋势的时候，尼德兰总督皮特·斯特凡森在1655年将瑞典殖民地连同400人一起断然吞并。

但是尼德兰人无法为他们的战利品长期欢欣鼓舞。在反抗尼德兰的政治进程中，英王查理二世于1663年任命他的弟弟约克公爵为缅因的所有者，并无限制全权辖制新英格兰和马里兰之间的整个地区。但是其中没有涉及居民的议会。在授予特许权之前，位于新尼德兰的这个军事地位被探明以后，这个地方于1664年被用一小部分兵力轻松地夺走，并依据它的新拥有者更名为“新约克（New York）”。总督理查德·尼克尔斯（Richard Nicolls）慷慨地答应了尼德兰人和英国人的条件，首先是宗教自由和尼德兰的财产继承权，但是没有答应成立具有征税权的代表大会。

尼克尔斯试图吸引移民来到新约克南部海岸地区，而并未料到公爵于1664年把这块土地赠给了他的两个忠实追随者乔治·卡特瑞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和约翰·伯克利勋爵（John Lord Berkeley）。这种特殊的奖赏方式在近代早期十分流行，赠予者自己无须花费一分钱。根据卡特瑞特的出生地，这两个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命名为新泽西（New Jersey）。

这两位成了卡罗来纳的另一家公司的所有者。八个出身上层贵族的投机者在权威赫赫的大臣克拉伦登（Clarendon）和扶植国王的阿尔比马尔公爵［即乔治·蒙克（George Monk，Duke Albemarle），前蒙克将军（General Monk）］的领导下，在1663年按照马里兰的榜样获得了他们殖民地 卡罗来纳（Carolina，得自查理二世之名）的特许状。他们打算以接收来自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的饥民，特别是被巴巴多斯岛“蔗糖革命”驱赶出来的移民的方式来做一笔交易。据说，所有者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 Lord Shaftesbury）1669年和他的秘书约翰·洛克共同撰写了有点空想主义的《基本宪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15]。就和我们在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的《海洋》（Oceana）中所看到的那样，关于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意义的思考构成了这些法律的出发点。其中规定了要在非洲奴隶制度的基础上按照等级分配土地来创建贵族和相应的两院议会制，“以避免建立无数的民主制度”。但是，社会经济现实比计划表现得更为剧烈。只有首府查尔斯敦（Charlestown）依照计划被设置为镇，而其他地方是荒芜一片。在这部宪法中，总督、议院和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逐渐顺畅，但没有成功维护殖民地的统一。北方的弗吉尼亚原住民从1664年开始有了自己的总督和代表大会。在尝试过设置一位共同的总督之后，1701年，土地所有者们不得不接受了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和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的分离。

在很少获利的新泽西，其中一位所有者伯克利勋爵于1674年将他在西部的份额出售给了一个贵格会企业组织，后者要为到处追随它的信徒们觅得一个住处，因为在新英格兰，人们鞭挞和吊死他们！1682年，东部也被卖给贵格会信徒，但是东部不能像西部那样进行自主移民。这两个部分数易其主，直至1702年被并入王室殖民地新泽西。

其时，贵格会信徒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实施另一个计划。很有影响力的贵格会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年）是约克公爵身边的殖民决策圈里一个海军上将的儿子，英国国王欠了这位海军上将1.6万英镑，所以这个已经受雇于新泽西的儿子在1681年获得特许状，成为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所有者。然而，与其他殖民者不同，这个特许状把他置于王室的控制之下，甚至明文赋予他有限的征税权。宾夕法尼亚应当成为基督教的模范集体，也应当是一笔好生意。估计是佩恩提出的第二个要求使他1682年发表的《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与之前部分参照了1677年新泽西西部立法计划的草案相比，性质上要保守得多。新泽西西部立法计划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男性居民拥有秘密选举权，在佩恩这儿则至少是所有土地所有者拥有秘密选举权。立法机关实际上是全能的。佩恩原本甚至有权通过委员会而非具体部门负责人进行委任和执行行政职能；而现在，总督和议院具有完全行政权和司法管理权，立法动议权在富裕绅士组成的上院，一年只开会九天的下院只能接受或拒绝。

显然，佩恩不仅相信通过印刷品和利用信众的信息网络进行精心的宣传能吸引众多的移民，而且能吸引富有的投资者。他利用这两者取得了成功。宾夕法尼亚很快落入富有的贵格会寡头手中（还有少数圣公会信徒），但同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移民潮，1685年就已经有8000人。1683年，他们中间来自克雷菲尔德（Krefeld）的十三个贵格会和门诺派信徒（Mennoniten）家庭创建了北美洲第一个德意志移民区，取名“日耳曼敦（Germantown）”。这里在1688年就举行了对北美土地上的奴隶买卖机构的首次抗议活动。首府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即费城，意为兄弟之爱）不久后开始与纽约争夺贸易第一的地位。1682年，佩恩从约克公爵那里获得了今天的特拉华地区，这是他的领地通往海洋的通道。1701年，当佩恩一方面被他的殖民地寡头们逼迫，另一方面又被王室威胁剥夺权力而不得不承认继续行使自决权之时，这个地区获得了自治。这尽管还不是他在法学界的落幕，但已是他政界的退场了。

在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世纪之交的年代，几乎到处都在经历着从土地所有者的统治转向王室殖民地及其殖民者广泛参与的标准化体系的发展——当中一部分以相当戏剧性的形式进行。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通过购买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在1677年合法地接管了缅因。而在新罕布什尔，1679年，关于所有者遗产的诉求重新兴起，导致了马萨诸塞的分离和独立王室殖民地的建立。王室与马萨诸塞之间日积月累的争执几近白热化。

1686年，詹姆斯二世把从缅因到新泽西的所有殖民地统一为“新英格兰自治领地（Dominion of New England）”，没有设立代表大会，而是由前纽约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和一个直接任命的委员会领导，这是实现独裁改组计划的第一步。威廉·范·奥伦治到达英国的消息在波士顿引发了反对圣公会信徒和托里·安德罗斯（Tory Andros）的起义，人们 指责他与印第安人和天主教徒同流合污。这是一场发生在印第安人边界的战争。1691年，马萨诸塞从新政府获得了特许状，可以拥有王室总督，获得与地产相关而无关清教徒法律正统性的选举权，以及仅针对新教徒的宽容令。破产的普利茅斯殖民地与马萨诸塞合并，而在康涅狄格一切如旧。貌似自治的“上帝之国”此后一路降低到普通殖民地状态。

纽约在1683年获准成立议会，但1686年它也成了新英格兰自治领地的一部分。光荣革命也在这里引起了一场起义，起义的原因是对印第安人和天主教徒的恐惧。在德意志商人雅各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的领导下，一个安全委员会接管了政权，但是商人和地产寡头反感这次起义，这样他们从新国王那里得到了包含议会召开权的具有普遍性的宪法，莱斯勒被作为叛乱者绞死。马里兰自1689年以来也发生过一次以相同动机发动的起义。这里的地产所有者都是天主教徒，而托里被疑为背叛者，这让议会有足够的理由剥夺他的权力。即使在他1715年被恢复名誉之后，议会依然拥有强势地位。1676年，弗吉尼亚发生了“培根叛乱（Bacon’s Rebellion）”，一场反对总督在印第安战争中令人不满的区别性政策的起义。此后，总督和代表大会的合作越来越好。1677年，卡罗来纳爆发反对地产所有者统治的起义，1688年又爆发一次。18世纪早期的印第安人战争暴露了地产所有者兴趣索然的事实，最终1729年王室被说服接管这两个殖民地。

现在在南方只剩下佐治亚（Georgia）［以乔治二世（Georg II）的名字命名］——十三个老殖民地中的最后一个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建立针对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防护堤的愿望，而且有或多或少的以仁爱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它们都发挥了作用。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和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以及其他受托人在1732年共同获得特许状，被授权安置获释的囚犯，尤其是那些因负债而被拘捕的人。21年之后，所有殖民地都落入王室手中。到1752年为止，包括补助费在内，议会为这一行动一共支付了136608英镑。烈酒、奴隶制度、大地产和代表机构在佐治亚都不再被允许。但是较之合理的制度设计，权力关系和利益再一次占据上风。在偷运了许多奴隶之后，1750年关于奴隶制度的禁令被取消。同年，受托人不得不允许再立议会，之后的1752年，他们把殖民地移交王室。

英属北美的政治、宗教、社会和经济

殖民政策的中心决策部门是自1696年以来成立的贸易委员会，它由两位议员和五名专家组成，总体负责所有殖民文件的往来。从官方层面看，这个委员会只是枢密院的咨询机构，如果由此认为他们地位低微，那就理解错误了。殖民政策和其他政策主要是由重要的大臣——第一财政大臣和国务秘书们制定。另外，财政部是负责海关和财政收入及美洲支出的最高一级主管机关，海军部和他们的海事法庭（vice-admiralty courts）自1696年以来负责《航海法》的实施。最终，起初仅在弗吉尼亚存在的圣公会也开始广泛传播。两个圣公会教团——基督教知识普及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和英国海外福音传教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大约从1700年起就向殖民地派遣牧师，寄送《圣经》和传教材料。但美洲并没有自己的主教，而只是隶属于伦敦主教辖区。

在18世纪上半叶，当殖民地没有什么价值时，英国手握权柄的政治家们对殖民地的兴趣就会减少。这一点到该世纪中期在世界范围内与法国的争论过程中才发生了改变。此间最多涉及帮助政治盟友在殖民地获得职位，这自然会招致吃了亏的殖民地英格兰人的怨恨。虽然议会有时候为殖民地颁布法律，但这些法律主要解决重商主义体系里出现的贸易问题。显然，不光特许状赋予的建立殖民地的权限，还有随后通过中央——如果松散的不列颠体系内真的有“中央”可言的话——对殖民地进行的统治，都属于王室的特权，也就是 国王所掌握的独立于议会的那些权力。这样的话，仅仅通过国王的敕令（proclamation）就可以对领地进行新的规划，就像1763年发生过的那样。尽管18世纪各个殖民地在伦敦都设有代理人，但他们的游说团都相对弱，与对西印度的关注一比尤为明显。个体的成功面临新的限制：1732年禁止生产帽子，1750年禁止在美洲进行铁器加工，1733年的《糖蜜法案》（Molasses Act）更是对利润丰厚的从法属西印度进口的朗姆酒、糖蜜和蔗糖课以高额关税。

直到18世纪，在所有的殖民地内，按照相同组织结构构建的政治体系运行流畅。核心机构是总督（Governor）、政务会（Council）和议会（Assembly）。由国王或者地产所有者们（仅有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家族和宾夕法尼亚的佩恩家族有此权力）任命的总督是国王的代表、行政机构的主管官员、军队总司令和海军副司令（Vizeadmiral）。凡有关议会的召集、延期、解散，以及确定发言人及其决议等事宜，在君主体制框架内，总督对于殖民地议会比王室对于下议院拥有更大的全权。而事实上，总督的地位非常虚弱。因为重要的位置，包括在通常有十二个议席的议会中，最终是由王室直接授予的，所以总督无法在寡头政治中借助18世纪在英国非常重要的互惠互利方式来建立可信任的追随者集团。在最重要的政府事务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政务会——和总督共同组成最高法院，而又独立充当殖民地代表大会中的上议院——一般由上层社会的成员组成，其利益要求他们与国王委派的代表共事。但是发生冲突和抵制的个别情况也在所难免。

尤其是议会利用其征税权和预算权与政务会形成了制衡势力。王室过早地准许在弗吉尼亚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当1692年第一位马萨诸塞王室总督上任时，在新英格兰的企业特许殖民地（korporative Kolonien）[16]中就已经有这个机构，并且它继续存在。在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企业特许殖民地直至终结之时，那里的总督和政务院甚至一直是由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在那些因为特殊原因而由王室密切控制的殖民地，代表大会的地位最为低微。在纽约，代表大会一再坚持才获得自己的权力；在佐治亚，代表大会直到1752年才得以成立，并且由于社会结构未完善而一度影响甚微。但是，建立代表大会是国王特许的一项内容，因为只有通过沿用英国惯例，殖民者的殖民地管理机器才能够获得必要的财政支持。

各个代表大会的成员是有产者的代表，这并不妨碍非正式党派在这种寡头体制中形成。对投票者资产状况的要求语焉不详、标准不一，这限制了50%～80%的男性白人行使选举权。因此这种情况可能比同时期在英国更为普遍。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批准殖民税来侵占有产者的财产。必须获得相关人员的同意是批准殖民税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以至于征税权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不是国王的恩赐。由于国王只在特殊情况下给他的总督们发饷，而通常总督们的工资是由代表大会来支付的，所以代表们手中就有了另一个施压手段。他们不能让自身变成一个固定的工资发放者。另外，代表们逐渐懂得了把自己的征税权扩展到税收支出的支配和监督，这始终是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而通过在县和乡镇层面上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自我管理似乎就是没有争议的了。

尽管在美洲，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适用英国法律（甚至法官们也头戴标准的假发），政治体制也像是英国国王、大臣和英国下议院分权模式的微缩复制版，但当中仍然不乏紧张和对立。这样，与在母国不同，王室的终审权在殖民地被保留了下来。与那里的情况不同，君主的代表们在美洲可以对法律行使否决权并干涉司法程序。法官在这里并非不可罢免。难道社会的持续变动造成了政治制度的不确定性，就要对这种比在英国同期更明显的反对精神负责任吗？政治上的“国家哲学（country philosophy）”理念及其对统治者的政治野心和贪污腐败的谨慎质疑在这里比在母国受到更多关注。在对权力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对王室或真或假的剧烈增长的要求的持续争论中，美洲被视为旧英国 自由权利的堡垒，这里可以坚持“自由和财产（Liberty and Property）”的理念。美洲被看作一个“更好的英国”。

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看来，关于这种思想与其宗教渊源的假设也许并不是错的，因为美洲首先应当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更好的世界，“一个信仰的种植园，而不是贸易的种植园，基督在地上的荣耀王国的缩影”。英属北美早期历史中，新英格兰南部这种思想的主导地位使得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于清教徒的严肃和美洲的自由理想之间的矛盾非常敏感。清教徒长期以来主要被认为是宿命的、狭隘的和不宽容的，被认为与美式自我认知中的自由理念不符，并因此被剥夺了在美洲人自己的历史中的位置——这段历史恰恰是经过了自我净化和“反思（bewältigen）”[17]的。20世纪30年代，他们重新得到了他们在历史中的荣誉地位。他们的现实理解力、道德优势、引人注目的精神成就再一次受到赞赏。他们不仅创办了北美的第一所大学，而且从他们对优越环境的反思中涌现了美洲的第一批重要诗人，例如安妮·布拉德斯朱特（Anne Bradstreet，1612～1672年）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1644～1729年）。然而这种荣誉拯救没有完全避免时代错误的危险。清教徒们把他们在严格的加尔文选择学说中的渊源彻底地与现代性区分开来。甚至巫术的观点在他们的宗教虔诚中也产生了影响。只是在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们才成为后期美洲的理想之父。

17世纪下半叶，严格的清教主义的解体初现端倪，教区的排他主义让步于广泛的开放，甚至出现了自由加尔文派教堂，这可能与教区女性人口的不断增加有关。圣公会信徒、浸礼会信徒和贵格会信徒的数量也在新英格兰增长，直至1692年，他们最终成为平等的公民。哈佛学院的神学学生人数在1671年陷入一个低潮。或许1692年至1693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18]中的大众幻觉是对清教内部危机作出的应对。因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被社会发展所超越的团体的告密行为，其对象是成功的竞争者和社会阶层跃升者。另一个反应也影响深远，它通过克顿·马瑟（Cotton Mather）这样的神职人员把新英格兰短暂的历史进行理想化。然而在此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由 天意选出的不依靠任何帮助，而是仅凭自己的力量在荒野创造了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的基督徒团体发展成了一个模范公民集体。但是新英格兰信仰神灵的政治权利与母国复辟没落的体系的对立仍然是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

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迁入，现有的新教派别得到了加强，增添了完全的新人，其中部分依赖于移民的来源国。德意志人主要是路德宗教友或者改革宗信徒，一小部分属于浸礼会、圣公会和极端虔信派团体（如门诺派、亨胡特兄弟会和千年至福派等）。从宾夕法尼亚来到西部边界的爱尔兰—苏格兰人（Iro-Schotten）[19]带来了长老会，而从威尔士进入中部殖民地的移民则壮大了浸礼会。在教区里，平信徒对所有团体来说都是个问题，甚至对费尽周折建立起来的圣公会团体也不例外，因为受过培训和被授予圣职的人员往往非常稀缺。正是圣公会作为国教本该负责却由于羸弱而疏于监控，才方便了宗教多样化的发展。

在18世纪，伴随着“伟大的觉醒（Great Awakening）”最终发生了规模和影响巨大的宗教群众运动。它构成了全世界范围基督教大觉醒运动的一部分，其中英国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基督教卫理公会派发挥了核心作用。以泛教派的福音新教忏悔活动为例，在仪式中个人可以用表演和狂喜的时刻来认识自己的罪孽，达成个人的救赎体验。早在英国人乔治·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始于1740年的朝圣之旅激发中部和北部殖民地大众的宗教热情之前，美洲著名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年）就已在加尔文学说的基础上，于1734年在新英格兰发起宗教新生运动。亨胡特兄弟会领导人尼古拉斯·冯·钦岑多夫（Nikolaus von Zinzendorf）、路德宗的领导人亨利·梅尔基奥·米伦伯格（Heinrich Melchior Mühlenberg）和其他牧师的活动也将操德语的移民融入了大觉醒运动。

这一运动引发了新旧信仰团体建立大学的汹涌浪潮。在早期（1701年）作为康涅狄格宗教协会学校的纽黑文耶鲁学院（Yale College）创建之后，1746年出现了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即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1764年至1765年成立了一所浸礼会教友学院，后来发展成布朗大学；1766年，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前身在 新不伦瑞克建立。伴随着宗教的脉搏，其时盛行的功利思想也步调一致了；除了大觉醒运动，功利思想也促成了大学的建立。1754年在纽约成立了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即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1755年至1756年建立费拉德尔菲亚学院（College of Philadelphia），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正是在这里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启蒙主义—功利主义的特征，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也是初创者之一。他的人生放在美国发展史中看颇具示范意义：它体现着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和启蒙的自然神论和功利主义，同时还保留了生活的自律和社会冲动。1743年，人们建立费拉德尔菲亚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尝试徒劳无功，最终在1769年，学会成功建立，且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最重要的科学学会，而追溯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看见富兰克林在其中的身影。富兰克林的个人生涯始于当印刷工人绝非偶然。就像英国在17世纪识字率就在欧洲领先一步一样，新英格兰清教徒们的受教育程度也高于平均水平，所以第一台印刷机在这里安装起来了。大约在1765年，除新泽西和特拉华由纽约和费拉德尔菲亚发行报纸以外，几乎所有殖民地都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和报纸。书籍和杂志也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在宾夕法尼亚，克里斯多夫·索尔（Christoph Saur）和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iller）开办了印刷德语刊物的印刷厂并取得成功。

与北部不同，大觉醒运动在南部殖民地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教育事业上的投入也没有形成那么深刻的改变。1693年按照王室圣公会的意愿建立的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in Virginia）始终未能发展为一个更高等级的学府。寡头们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家庭老师的授课，然后送他们去欧洲上大学，特别是去伦敦的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和去当时比英国的大学声誉更旺的苏格兰的大学。

大觉醒运动的意义并不限于它对教育史的影响。乔纳森·爱德华兹发动的宗教新生运动促使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新英格兰意识形态进行革新，并且产生了可能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因为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末世—千禧年论（eschatologisch-chiliastisch）维度。在本土进行的福音宣讲和面向异教徒的传教因而被引导到末世的千年王国上来。它的展示地就是美洲。因为在全世界传教的结束就是 千年的开始，清教新英格兰将会包纳全球，这将符合《圣经》的预言。即使人们不知道这个预言具体是如何增强了革命时代新英格兰的使命意识的，但是它从很久以前就对新时代美洲的自我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是相当令人惊讶的。

爱德华兹也致力于向印第安异教徒传教。因此在清教同道中他更是一个特例，尽管向印第安人传教时甚至必须证明建立殖民地的合法性。这样，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印章上就有了一个印第安人，从他嘴里冒出一条带标语的飘带，上面写着《圣经》语句“来拯救我们吧！”（《使徒传》16：9）。然而，19世纪伟大的福音传教运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把宗教大觉醒运动的启发变成了现实。在此之前，新教所有派别的传教努力和成绩都比天主教的平庸，在美洲情况也如此，或者说，恰恰在美洲这种情况尤为显著。此间，神学理论的差异恐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在向异教徒传教时，改革宗从一开始就比路德宗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但与天主教的受洗所规定的条件相比，改革宗的皈依在知识上有更高的要求。

但制度上的差异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天主教在其托钵修士和耶稣会会士中拥有计划周密、纪律严格、热衷传教的队伍。天主教殖民地国家往往还有一项集中的传教政策及相应的传教资助机构。这一切在英国人那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在英国也不缺乏致力于把福音传播当作民族扩张主要目标的优美宣言。事实上，王室对此几乎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并不打算为传播信仰破费。殖民者和清教徒们并没有一支布道的骨干力量。尽管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传教士们，但他们只是教区功能的执行者。如果没有机构，他们就是一些普通的无业者，组织和财政都无法为开展更大规模的布道活动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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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9 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印章

早在爱德华兹之前，清教长期传教无效中出现的成功例外就格外引人注意了。从1642年开始，梅修家族（Mayhew）五代人就在 马萨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和楠塔基特岛（Nantucket）鼓动印第安人皈依为基督教徒了。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1604～1690年）成了最重要的“印第安的使徒”，他1631年就来到了新英格兰，而直到1643年才专注于马萨诸塞的传教活动。他学习他们的语言，翻译教义问答手册和修身资料，特别是《圣经》。1661年至1663年，他出版了完整的《圣经》阿尔贡金语译本（Mamusse Wunneetupanatamwe Up-Biblum God）。母国的清教领导层于1649年成立了一个新英格兰公司（New England Company），并授权它为在印第安传教筹措资金。这就为艾略特和其他人首先保证了经济基础。尽管他们在传教活动中与耶稣会会士们不同，并不需要与印第安人宗教体系有什么关联点，但是明显以告密形式进行的活动长远地看并非没有相应的成果，但是根据那里的一切表象，土著文化通过与白人的前期交往已处在瓦解之中。所谓“祷告的印第安人（Praying Indians）”的封闭居住区建立起来了，他们被教导用自己的语言阅读现有的文献。定居生活在这里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属于基督教化的一部分。成功的顶点 是1674年，艾略特的14个印第安村庄赢得了1100名村民，此外，在新英格兰其他地方也有同样数量的印第安人的到来。

这个数字估计还不到当时印第安人总数的10%。另外，艾略特的1100名印第安人中只有119人接受了洗礼，74人是领圣餐者。新英格兰最大的印第安人战争“菲利普王之战（King Philip’s War）”[20]在1675年和1676年间结束了。虽然祷告的印第安人几乎完全站在白人一边并和平地留在那里，但是他们被以集中营的方式隔离开来。接下来，他们之中仅有一半人活了下来，虽然他们仍然信仰基督教，但逐渐地死光了。1855年，这群人当中只有一个印第安人活着。英国传教活动的失败及其原因不可忽略，即使后来在其他地方有所成功。越来越多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陷身于印第安人战争的前线，战争中他们最先成为他们白皮肤的教友兄弟的牺牲品。这样，1782年独立的美国边境居民仅仅凭着怀疑就屠杀了住在恩赐茅舍里的绝对平和的印第安人，这些人是在大觉醒运动过程中由亨胡特兄弟会信徒的圣母会兄弟们引领皈依基督教的（钦岑多夫本人也来过美国）。

总体看来，英国移民和印第安人的关系也更加糟糕。这时，多年前时刻作好准备要与易洛魁野蛮人战斗的传统发挥了作用，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清教徒中发展出的一种思想，即一个“新的被选中的民族”要从“新的迦南人”那里夺回它的应许之地。这同时也说到了冲突的现实主题，即在英属美洲不可思议般迅速增加的移民与加拿大的法国人相比攫取土地的欲望要大得多。通常情况下，尚未开垦的被视为无主的土地根据特许状被占据，并由其所有者继续分配。同样，那里的土地购买和平地进行着，印第安人在购买土地时从未被欺骗过，威廉·佩恩与印第安人签订的合同非常著名；那里初期也存在着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误解，这种误解在欧洲扩张的历史中同样在其他地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欧洲人的意识里，北美印第安人和其他半游牧人和普通种植者一样，只知道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集体占有土地，而绝对没有按照欧洲的观念对任何一块土地拥有私人财产权。因此，如果他们想要把一块土地转让给欧洲人使用时，与这些人不同，他们要从其他的先决条件出发，而当其排他主义的要求 遭遇欧洲人的财产概念时，他们就有些不满。这就很容易在随后的冲突中让双方都感觉有理，因为他们都是从相互矛盾的文化准则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由于白种人的技术和逻辑思维，印第安人的没落是早已注定的，他们也许能赢得一场战役，但从未赢得过一场战争，除非是借助英国的欧洲对手们的帮助。这就意味着，当大陆上没有英国人和后来的美国人的白人对手时，他们的命运就被确定了。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言，正是这种战斗的残酷无情导致了可怕的战争习俗的出现，这些战争的习俗制造了，并且仍然正在制造着印第安人文学和印第安人电影的无数消费者的紧张感。比如剥取战败者头皮的习俗虽然纯然起源于印第安人，却被白种人接受、促进和传播。1670年在弗吉尼亚生活着2000～3000名印第安人，大约占第一批欧洲人发现的印第安人总数的8%。

人口的丧失不仅仅为战争所致，首先还要归因于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新英格兰人把它看作命运的暗示，以这种方式来到这个国家的天花传染病在他们迁入之前已经夺去了他们计划中的殖民区2.5万名原住民的生命，使得人口减少了一半。严峻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仇视印第安人的杰弗里·阿穆斯特（Jeffrey Amherst）将军抱着种族屠杀的妄想，要把印第安人当作寄生虫而加以灭绝。他在1763年7月16日写给总司令的信中说：“请求您让印第安人感染天花或者使用什么其他方法，以便根除这个令人厌恶的种族。”（Gallay 1996，72f.）事实上，皮特堡（Fort Pitt）的瑞士指挥官西蒙·艾库耶（Simeon Ecuyer）船长也支持他的医疗站给印第安人注射天花病毒。

另一方面，也不乏对印第安人的同情者，很多时候，印第安人的俘虏在获得释放后拒绝回归“文明”。另一些人自愿或不自愿地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不过据说仅仅是作为口译人员。一个叫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的人甚至用书面形式向早期清教徒们表达他对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高度赞赏。萨克森律师和早期启蒙者克里斯蒂安·科特利普·普利波尔（Christian Gottlieb Priber）1730年代出现在切罗基人（Cherokee）那里，归化为印第安人，为印第安人抵制白人出谋划策，并筹划建立一个 所有人享有平等和共同财产的印第安人联合“天堂王国”，并且为非洲奴隶提供避难所。1743年，他被绑架并死于佐治亚的监狱里。

而殖民者却乐于利用传统的部族敌对。东康涅狄格的强悍部族佩科特人（Pequot）于1636年至1637年与白人以及西部和东部依赖其生存的莫西干人和纳拉甘西特人（Narragansett）结成联盟。1675年至1676年，梅塔科迈特——或称“菲利普王”——领导他的万帕诺亚格人和南马萨诸塞的其他部族一起反抗白人，有数千白人被杀死，也就是说，英国人中每20个人就有1个丧命，而敌对方印第安人的死亡率却是三分之二。因为白人人口在这十年里从5200人增加到了6800人，所以印第安人所占的比例从四分之一降到了十分之一。特拉华人的迁移最为有名，他们在白人的压力下先是从中部海岸进入后来的宾夕法尼亚，而后继续一直向西。在卡罗来纳北部，罗阿诺克地区的大约5000名塔斯卡罗拉人（Tuscarora）1711年至1713年被迫外迁。他们在纽约的腹地与他们的易洛魁人亲戚结为联盟。

印第安人族群之间的频繁冲突导致了在印第安人那里的奴隶制度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如同在非洲一样，没有共同的认知能够阻止这一点。有些印第安人甚至自己都雇用黑奴。先是卡罗来纳，后是南卡罗来纳在1670年至1715年成为最重要的奴隶商贩殖民地。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总督本人就是最大的奴隶商贩之一。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法国威胁，无论是真是假，引发了抵制乔克托人（Choctaw）等法国人的印第安盟友的战争。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成为攻击佛罗里达的理由，而这样做会带来尤其丰厚的收获。在此过程中，殖民者使用了雅玛西人（Yamassee）和本身就是重要的奴隶商贩的锡卡索人（Chickasaws）、克里克人（Creek）和其他部族作为同盟者，而并不顾忌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们的追随者也变为奴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英国人至少卖出了2.4万名甚至可能多达5.1万名印第安人奴隶。买主是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北方的殖民地，因为非洲奴隶的价格提高了。由于殖民地无力控制商贩的可疑伎俩和拓荒者在印第安人土地上的向前推进，雅玛西人试图把他们最重要的同盟者英国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1715年至1716年，雅玛西部落被击溃了，其残余人员加入了克里克部落。这些切诺基人和锡卡索人于随后的数十年里在 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执行了一条见风使舵的政策，而乔克托人与法国人结成了同盟。

印第安人之所以在英属北美处于越来越无望的境地，与白人的快速增多密切相关，这也正是对统计学有兴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其祖国感到骄傲的一个原因。1721年至1760年，白人的人口数量可能从93.7万增加到了126.7万，增长了219%，并且主要是生物学意义上自然生老病死的结果。其间，中部殖民地和内陆腹地比新英格兰、南方和海岸地带增长更为迅猛。新英格兰在1660年至1720年经历了人口大增长，以每十年74%的增长率，总共增长了600%。二者原因可能是相同的。在英属美洲人口爆炸到来之前，那里18世纪的人口出生率为45‰～50‰，高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而死亡率为20‰～25‰，低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具体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低死亡率，尤其是儿童和育龄妇女的低死亡率是美洲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到那时为止，在美洲没有发生在欧洲周而复始的阻碍自然人口增长的灾难性饥荒的生存危机。即使在疫情出现的时候，死亡率也似乎较低，估计其原因不仅是居民的健康状况较好，而且在于他们不那么拥挤的居住方式。他们的婚龄也低于欧洲，家庭也相应更大。

富兰克林及其同时代人已经确认，在美洲还有地方留给那些在欧洲必死无疑的流亡者们。1700年至1775年，可能有25万～30万人迁入美洲，这个数字占同期人口增长数字的15%～20%。英国官方殖民政策以前不欢迎非英国人入境，而从现在起，重商主义思想导致了对英国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和对第三国人口迁入的推动，以便通过人口众多的殖民地确保对母国的工业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第一个较大的非英国移民团体是来自帝国的西南方、瑞士和萨尔茨堡的讲德语的团体，1710年经历了在纽约的不愉快之后，他们首先来到宾夕法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1717年有数百人到达费拉德尔菲亚，后半世纪估计每年平均有2000人，1727年到1775年，在这个德意志人的主要入境港口总共有79107人。1750年达到顶点，有3万德意志人拥入这个殖民地。富兰克林估计，1766年，宾夕法尼亚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为讲德语者。到大革命时，有98144名德意志人在美洲定居，到1800年为12.9万人。普法尔茨地区（Pfalz）的居民为躲避战乱而逃亡，但总的说来，经济动机、殖民地开发者的招募和链式迁移[21]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还有宗教移民动机也不可忽视。被逐出萨尔茨堡的新教徒1734年在佐治亚安身，还有很多为了不受干扰地以自己的方式事奉上帝的教派的信徒也来到这里。但是，宗教的排他性可能延迟了德语民族融入美洲社会并妨碍了他们对美洲社会的影响。

不久之后，来自北爱尔兰的爱尔兰—苏格兰人（Iro-Schotten）开始了移民，天主教背景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不受欢迎。英国的工业立法阻碍了爱尔兰人的工业发展，农业中的租赁条件不合理，工资低，而偏偏信奉长老会的爱尔兰—苏格兰人又经常拒绝向圣公会国家教会缴纳什一税。他们在1717年至1718年首先在新英格兰进行尝试，但遭到拒绝。现在，他们径直向南方的殖民地而去，于是那些中部殖民地的边境地区率先成了爱尔兰—苏格兰人的“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和德意志人一样付不起航海费用，所以他们愿意作为“救赎者”，一种17世纪的“契约”移民方式来到这里。这里说的不是事先签订的劳动合同，而是如果在八天以内不能清偿航海费用，就得将自己作为劳动者出卖的契约，比如被已经定居的人赎走。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家庭成员在殖民地就可能实现全家移民。1727年至1776年，据说有三分之二的德意志人都是用这种方法移民的。

除了这两个最主要的移民团体之外，1718年和1775年间大约还有5万英国移民，以及同样数量的当时作为劳动力首先被运送到中部殖民地的英国囚犯。1718年，《判决犯迁移法》（Convict Transportation Act）甚至允许地方季审法院（Quarter Sessions）作出七年、十四年或者终身流放的判决。商人们不费任何成本地接手这些被判决的人 并将其运送到美洲，然后再把他们像契约奴仆一样出售。尽管逃亡者面临死刑判决，但还是有许多人逃脱了，有些人甚至成功返回了英国。

这里还应该提到苏格兰人、胡格诺信徒和塞法迪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1740年被议会授予了公民全权。1763年，他们在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建立了犹太会堂。主要说英语的民众对移民以及对爱尔兰—苏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偏见不容忽视，富兰克林在1753年同样对于“普法尔茨的农家粗人（Palatine Boors）”的蜂拥而至忧心忡忡地表述了看法。几个殖民地禁止新的移民担任公职。后来，在19世纪，这些新教的老移民们共同抵制南欧和东欧的天主教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chkenasische Juden）移民。

最后，还有“黑色的强迫迁居”——来自非洲的奴隶输入。这时当然是种植园殖民地在发挥主要作用，然而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视角来看也不能忽略，在北方也生活着可观的奴隶人口。因为美洲的奴隶商贩们都集中在北方特定的港口，来自罗得岛殖民地的四个港口城市有大量商贩，其中还有犹太人和贵格会信徒，以11.1万名奴隶的交易数量而居大西洋奴隶贸易港口的第15位。

第一批奴隶早在1619年就被运送到了弗吉尼亚。“大约在8月底，一个尼德兰人卖给我们20个黑人”，当时一个人这样写道。虽然一开始白人就认定了非洲人的卑贱，但是到了17世纪中期以后，当非洲人在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时，这一点才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终身奴隶制度被合法化，释放奴隶变得更加困难，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性交和通婚被禁止。特别是那些自由黑人——显然当时是存在自由黑人的——也受到了社会有意识的歧视。他们既不能拥有武器，也不能担任公职，不能出庭作证，也不能参加选举。1723年由弗吉尼亚颁布的选举禁令引起了英国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的抗议，他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一个自由人仅仅因为他的肤色而比别人更坏”。总督回答到，这是不可避免的。

要在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儿身上烙下永久的印记，把他们从自由人的特权中剔除出来，因为人们知道自己一直以来，且将永远坚持使用和偏爱使用奴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目的是要使 自由的黑人意识到，他们的后代和一个英国人的后代之间应该有区别，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被认为是平等的。（Simmons 19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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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0 1790年人口来源和宗教团体

18世纪奴隶人口经历了高速增长，而且不仅仅是人口输入增加的结果。奴隶人口早期自然增长明显较慢，18世纪中期，在切撒皮克海湾区域，黑人数量却似乎已经出现了人口生物学意义上可观的增长，尽管与此同时，或者恰恰也是由于人口输入迎来了高峰。考虑到19世纪北美的奴隶主持续依赖自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个人口状况影响深远。北美洲只接收了31万名来自非洲的奴隶，仅占所有运往美洲的奴隶数量的3.8%，据称还有另外7.2万人来自加勒比地区。尽管如此，1800年前后，北美洲已经拥有100万非洲裔居民。1950年，新世界的美国黑人几乎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一。输入的高潮在1731年至1770年。但输入的人口只占主要居住在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的黑人居民增长的一小部分。在南卡罗来纳，1780年，黑人（9.7万人）甚至比白人（8.3万人）还多，弗吉尼亚的黑人和白人比例约为2∶3（220582∶317422）。

奴隶制度改变了南方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对白人奴仆的需求减退了，这意味着大规模人口迁入的一个重要源泉枯竭了。同样，种植园也使小业主退居次要地位。但是种植园工人可能比许多家奴和黑人手工业者更少受到尊重，也更少获得良好待遇。这种亲善的家长主义（Paternalismus）根植于一个以非自由和盘剥为基础的体系之中，最迟在发生骚乱和奴隶起义时就变得非常明显。拒绝上工、逃跑、纵火和毁坏工具等低级的反抗方式比骚乱和起义传播得更加广泛。因为美洲存在的奴隶制在那里从未发挥过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南北之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但是人们不应该用后来的发展对这种对立现象进行高度评价。

较新的估算得出如下人口发展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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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人口的剧烈增长在宾夕法尼亚是移民所致，而在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要归因于当时快速提高的非洲人口比例。

人口增长当然也发生在城市，其中费拉德尔菲亚在1770年以3.5万人口成为伦敦之后的不列颠帝国第二大城市。还有纽约（2.3万人）、波士顿（1.6万人）、查尔斯敦（1.1万人）都达到了欧洲城市的规模。但增长的重点明显是在农村。1720年到1760年，五个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而整个殖民地翻了两番。人口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结果是居住区域的扩展。比如，在这几十年里，康涅狄格建立了32个新的乡镇，其人口由5.9万增加到14.2万。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恐惧导致现有居住区域内的自由空间被充满。人们把边界继续向南推进至山区，至1760年代已经推进到俄亥俄（Ohio）和田纳西（Tennessee）。那里的边境地带人口的主要构成是爱尔兰—苏格兰人和德意志人。

有些人甚至在任何一个他们喜欢的地方以“擅自占用者”的身份安身下来，然而并非不受阻挠，因为土地的测量和分配一般都非常有序地进行。这毫不奇怪，因为现在土地投机活动变成了大买卖。在新英格兰，政府把股份出售给新建立的乡镇，在南方，常有数千公顷土地被出售或租赁给名门望族中那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成员。到处都在试图快捷便宜地获得大块土地，以便之后当需求和价格提升时再以小块加价出售。由于在这种交易中一切都依赖于快速攫取和政治权威的庇护，因而一方面鼓励了侵犯边境，另一方面有力激化了政治腐败。这就是说英语的北美洲不断扩张的主要动因。没有别的指望，为了做大宗商品生意，形成了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股份公司，部分由英国政府给予了友好资助，它期望由像1747年成立的毫无业绩的弗吉尼亚俄亥俄公司（Ohio Company）那样的公司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边界提供保证。

甚至不同的殖民地之间的武装冲突也未能避免，比如1760年代围绕着萨斯奎汉纳河（Susquehanna）上游河谷所进行的竞争。除了利益冲突之外，移民的不同来源也可能使得殖民地的自我认同得以维持。据说，来自英国不同地区的移民各自偏爱去某一个殖民地定居，从借用故乡的某个地名开始，给当地的文化打上了特殊的地域烙印。于是，最迟在18世纪，人们已经历着一个明显的社会政治交汇过程。新英格兰人和南部殖民地居民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了。

90%以上的居民依靠土地生存。土地便宜而劳动力昂贵，这与欧洲的情况完全相反。1774年，在估计为8800万镑的商品总量中，仅土地就占6020万镑，畜牧占1010万镑，商品生产占910万镑，消费品占860万镑。在拓荒时期，原始的自给农业常常依靠狩猎和采集来增加收益，如果有合适的海路和陆路可供使用的话，多数情况下都能迅速为生产开创市场。

切撒皮克湾周围的殖民地主要从事烟草种植，这一行业虽然在1670年和1725年间并不景气，但很快便繁荣起来。1740年，出口到母国的烟草量几乎等于其他被带入世界市场的大宗货物之和。但是烟草种植的技术并没有得到改善，小烟农挣扎在最低生活线的边缘。那些能够投资黑人 劳动力和搞到新土地的巨商大贾生意兴隆。1740年至1770年，小麦种植异军突起。尽管当时到处都在种植和消费玉米，但是高需求者们偏爱小麦面包。此外，大量的粮食出口到了地中海地区。这些殖民地的富裕的种植园主无论如何也不将自己仅仅局限于种植，他们放贷，出租他们的奴隶，并开始跻身贸易。

位于东部的南卡罗来纳凭借灌溉系统技术和雇用奴隶经营的种植园成为18世纪所有殖民地中的最富裕者。西非奴隶甚至很可能在水稻种植的引进方面发挥过作用。大部分稻谷运往英国，北卡罗来纳没有相应的农业出口产品，但因为拥有五针松森林，该地区成为对其他殖民地及母国出口的沥青、焦油和松脂精的最重要生产者。而这个生产行业也是需要靠雇用奴隶来运转的大型企业来支撑的。

在宾夕法尼亚东部，很早就形成了对费拉德尔菲亚城进行供应的田纳西环状带：那里有园林、水果种植、奶制品行业，在西部和北部还有一个区域，从遥远的地方运送过来的牲畜在屠宰之前先在那里被喂肥。在国家的其他地区，农民们以混合农业的方式专门为出口生产小麦，其大部分被输送到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其余中部殖民地，情景也大致相同，包括纽约周围的特殊种植区。除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外，宾夕法尼亚也是殖民地最重要的生铁产区。

在新英格兰，玉米比小麦更重要，且畜牧业对于市场有着突出的作用。供应西印度的大部分牛肉和猪肉及几乎全部的鱼肉都产于此地。新英格兰同时也是向其他殖民地、母国和西印度供应木材、木制品和捕鲸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商。

以欧洲标准来说，美洲农业显得特别粗放和原始。它丝毫没有参与到当时兴起于英国的奠定欧洲农业新基础的农业革命中。它根本不需要农业革命，因为它可以挥霍地对待资源，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拥有便宜的生产要素——土地。由于美洲产品的海内外市场并不具有无限的接纳能力，因而它们对于扩大生产的刺激也比较弱。

殖民地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是英国、爱尔兰、南欧和西印度，同时，通过英国的再出口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即使总体上影响日益下降，但烟草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其次是大米。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对西印度的鱼类和其他食品贸易也意义非凡。18世纪上半叶驶出波士顿、纽约和费拉德尔菲亚的所有船只的40%～50%都开往西印度。只有在查尔斯敦，母国才能占据第一位。在1630年和1660年间，波士顿对西印度以及西班牙和大西洋岛屿的食品出口非常稳定，这对新英格兰腹地市场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激励。对于中部殖民地的食品出口来说，南欧是个重要的顾客，因为南欧也向这两个地区出口食品，还向英国出口烟草、大米、靛蓝和生铁。

这种贸易正中母国的经济决策者下怀，它带来了那里有用的原材料和食品。对南欧的出口并无妨碍，相反，可以赚回美洲人为买英国产品所必须花费的钱。此外，从海运、航海保险、奴隶贸易以及1700年前后由纽约大规模从事的海盗行为中还赚取了大量看不见的收入。1768年到1772年，美洲轮船每年平均赚得61万镑航海运输利润，其中较大份额归属新英格兰。1768年到1772年，三大经济区域的总平均贸易额（镑）如下。

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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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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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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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区域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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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列货运贸易之外，估计还有另外22万镑的隐性收入，其中仅来自航运保险就有16.8万镑。1763年到1775年，每年还从变卖美洲制造的船只中收入14万镑。在1775年的劳氏船舶登记年鉴（Lloyd’s Register）[22]中，英国注册的7000多艘船里有32%是在美洲制造的。尽管奴隶贸易主要掌控在英国手中，但这一生意仍能获利。1764年，罗得岛立法会议的呈文说到，来自英国的进口额为12万镑，而出口额仅为5000镑，仅仅来自奴隶贸易的服务行业获益就有4万镑。

美洲进口的商品——其中80%来自英国，其余部分来自西印度和南欧——在18世纪剧烈上升。最主要的是纺织品和金属制品，其次是许多其他手工业产品和从英国转口的其他国家的产品，尤其是来自亚洲的茶和香料。1750年前后，这些英国产品中的25%运往新英格兰，41%运往中部殖民地（两个最大的港口都属于此），23%运往切撒皮克湾，10%运往卡罗来纳。蔗糖和糖制品来自西印度，它使新英格兰成了朗姆酒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殖民者们富有了，并成为进口商品尤其是英国商品的狂热消费者。殖民地报纸的广告、遗产清单和商务交易账目都反映了差别越来越大的商品供应。即使是在殖民地腹地，苏格兰商行的店主、摊贩和职员也都很活跃。1768年至1772年，估计殖民地的每个居民的10.7～12.5英镑年收入中可以花费3～4英镑于这些商品。中部殖民地的平均收入最高，为11.5～13.4英镑。

17世纪末的几场殖民战争或许每次都促进了经济繁荣，特别是在贸易和航海控制于美洲人手中的地方，如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另外，纽约的商人们至少不忌惮与双方做生意，紧急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中立的傀儡和加勒比港口来达到目的。此外，还有来自英国的用于战争的大笔费用注入这一地区。

1745年前的贸易收支可能是平衡的，因为来自西印度和南欧的利润可能弥补了与母国贸易的亏空。1745年之后，英国的进口剧烈增长，以至于贸易收支至少可以通过美洲人隐性的服务行业利润而得以平衡的估计缺乏可信性。尤其南部殖民地在服务行业所占比重甚低，因为烟草出口已经可以从美洲直接到达英国和苏格兰（格拉斯哥）商人手里。在烟草行业和在快速增长的廉价手工业产品贸易中，英国商人在大规模地进行信贷贸易。美洲人对英国人的债务是18世纪的一个特征。

因为英国人和其他美洲大商行一样要求现金支付，贵金属的断流加剧了，原因是不能自主铸币而又处于上升期的北美经济的资金短缺，至少美洲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通过有利的外汇兑换率吸引外国硬币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17世纪末，一些殖民地就已经过渡到纸币支出，英国的利益相关者们满腹狐疑地观察着这种发展。由于殖民地内部的支付和信贷往来依赖于资金量的增加，英国政府就对资金支出量进行监控和限制。在英国和美洲的获益者们发生多次冲突之后，1751年英国议会出台了一项法律，严厉限制新英格兰政府印行纸币的全权并且仅限用于偿还公共支出。这样的话，殖民地货币中的债务就不可能得到有利的清偿。所以英国商人们就致力于把这项法律扩展到所有的美洲殖民地。

英国法律是针对殖民地工商业生产的出现而制定的，而表象是，似乎仅对帽子生产的禁止富有成效。在其他 情况下，要么工业发展自行停止，因为在劳动费用很高的情况下，来自英国的进口更为划算；要么禁令在殖民地生产呈现盈利的地方形同虚设。这一点不仅反映在面粉厂、造纸业、鱼类加工和船舶制造业，对于炼铁和铁器加工来说情况也如此。位于萨斯奎汉纳河河口的普林西比（Principio）炼铁厂于1715年建立，巴尔的摩铁厂于1731年建立。1758年，马萨诸塞拥有41个熔铁厂、14座高炉、1个炼钢炉和4个锻铁厂。

然而，在乡村的家庭手工业，尤其是纺织品领域以及小手工业作坊实现了行业生产的规模，18世纪中期以来，在城市里奢侈产品生产者比如钟表匠、银匠和家具制造者等也形成了与母国的竞争。然而在南方，由于奴隶手工业者的存在而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自由手工业。殖民地彼此之间有着各种不同的关系，同时也可见对母国的依赖和与母国的分工，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样化十分显著。最晚至1776年，英属北美紧随英国开始了经济繁荣。但是殖民地的内部市场发展仍然很弱，它们的出口还仅限于少数货物，特别是原材料，《航海法》的重商政策显露了明显的缺陷，缺乏投资资本的流入。

1684年至1763年的英法大战

英法在美洲的战争或许是遵从了欧洲强权政治的法则。但尽管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殖民地的冲突也得到了解决。殖民地开拓者的利益并不一定与宗主国的利益一致。比较典型的是，当欧洲还充满和平之时，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就在美洲爆发了。因此，这些战争在这里就有了另外的名字。印第安人作为第三方也参与其中。18世纪，易洛魁人联盟有段时间沦落为被 两个大国争夺的第三种力量的角色。到大约1725年之前，印第安人在新英格兰一直完全被视为一种威胁。尽管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是长期看来，他们变成了受害者。

路易十四以尼德兰战争为借口在1672年避开了柯尔培尔的国内改革政策，并且永久地给予军事荣耀（gloire）优先地位。但这种荣耀在加拿大几乎无法获得。1674年，英国转向了法国对手的阵营，反对法国霸权的世界局势呼之欲出，这种局势于1689年以尼德兰的威廉·范·奥伦治执政被委任登上英国王位而最终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已经不复具有给予殖民地结构性政策的地位，尤其是柯尔培尔1683年死后。法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首先是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加拿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给法国带来过什么，而相反，保护它要花费很多钱。由于这些居民的财政负担很小，它的财政收入足够维持殖民地的支出，但是却不足以支付战争花费。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以及公众舆论都认为加拿大与欣欣向荣的西印度不同，它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是负担。尽管法国人在1680年代有着伟大的战争功绩，当英法之间潜在的紧张局势不断显明，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圣劳伦斯河河口地区一再引发冲突的时候，这些负担按照欧洲的发展轨迹升级为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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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国试图暂时将美洲中立化，但还在1686年，哈得孙湾公司的大部分根据地就已经落入法国人手中，这是众多战争的缘由之一！直到1697年《里斯韦克和约》（Frieden von Rijswijk）和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Frieden von Utrecht）签署之前，英国公司 每次都只能在哈得孙湾勉强维持。这里的地理战略位置对法国人有利。而英国人每次只能恢复失地。这场战争原本是印第安人的战争，它是以1684年易洛魁人在伊利诺伊斯对圣路易斯堡（Fort St. Louis）的侵袭，以1687年鲜有成效的对应措施和以印第安人在1689年对蒙特利尔一个居民区的一场灭绝性打击开始的。战争时期是易洛魁人的伟大的时代，开始是五个，后来有六个民族对美洲东北地区的绝大部分实行恐怖统治，它们虽非始终，但也主要与英国人结成同盟，它们从1674年开始与这些人一起以《链条盟约》（Covenant Chain）来对抗法国人和剩余的印第安部族。这是一个通过在英法边境地区上演《皮袜子故事集》（Lederstrumpf-Erzählungen）[23]而获得文学盛誉的时代，一个法国英雄——路易斯·德·布德·弗龙特纳克老总督的时代。尽管他的成就不多，但敌方对魁北克的大举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最终《里斯韦克和约》维持了美洲的现状。

当易洛魁人终于在1701年愿意与法国人达成和平的时候，1702年欧洲人之间又重启战端。即使是现在，也鲜有此类军事行动。一支离港驶往魁北克的英国舰队于1711年中途失败，但是1710年英国人成功地占领了阿卡迪的罗亚尔港。因为在欧洲力量的对比渐渐发生了对法国不利的改变，乌德勒支也带来了在美洲的第一波失败。法国最终放弃了哈得孙湾和其腹地以及两国主张拥有并已经移民的纽芬兰，但是得到了捕鱼权。另外，法国人不得不割让了阿卡迪，而事实上只是暂时割让了新斯科西亚（Nova Scotia）。在印第安人联盟的帮助下，法国首先非正式地获得了今天的新不伦瑞克。此外，还保留了对控制圣劳伦斯河非常重要的北方突出部的圣约翰岛［Ile Saint-Jean，英国接管后更名为St. John’s Island，即今天的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和罗亚尔岛［Ile Royale，即今天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在罗亚尔岛于1713年建立了制海要塞路易斯堡（Louisbourg）。对易洛魁人的统治权归于英国。而五个民族对这个因法国方面退让而产生的协议未置可否。

1739年至1740年，由于贸易利益之争，西印度爆发了战争，在美洲主要是一场海战，其中北美的海盗船（privateers）发挥了重要作用。1745年路易斯堡陷落，但在1748年的《亚琛和约》（Frieden von Aachen）中又被归还。易洛魁人从1701年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中立。反之，在从弗吉尼亚蜂拥而至的英国移民、印第安人和法国俄亥俄山谷的要塞驻防部队之间现在开始了战争。

这种和平只不过比停战稍强些，冷战一直延续到1754年新的战争爆发，此次战争不出预料地依旧在俄亥俄地区进行。法国人在停战期间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防御，扩建了要塞链。1754年，在控制上俄亥俄山谷的战略要地建立了以前总督名字命名的迪凯纳堡（Fort Duquesne）。1759年后改称皮特堡，今天叫作匹兹堡（Pittsburgh）。

英国在海上对法国军队补给的攻击和在陆地对俄亥俄要塞地区［一位名叫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军人也参与其中］的进攻于1754年展开，比欧洲的七年战争提前两年开战。阿卡迪随即丢失。其不愿意在英国统治下苟且的法国居民于1775年被流放到英国殖民地，在那里过着困苦的生活。有一部分人去了路易斯安那，在那里作为卡琼斯人（Cajuns）发展出一种别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在其他战场，法国人使英国人陷入了困境，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印第安游击队战士。易洛魁联盟并未表明正式的态度，但是个别部落参与到了双方的战斗中。这一点符合易洛魁人的传统，即个别战士部落始终有行动的自由权。

1754年，根据贸易委员会的倡议，七个北部和中部的英国殖民地的代表和许多易洛魁首领在奥尔巴尼会晤，以期恢复他们的联盟和消除自身的不统一问题。本杰明·富兰克林建议制定一个松散联盟的宪章方案，而非通常所说的那样受到易洛魁联盟的鼓动。但是他遭到了各殖民地和英国政府的拒绝。因为双方都想要保留各自的自由行动权。

然而，1757年战争的势头逆转了。法军的指挥机构争执不休，军需部门贪污腐化。加拿大的援军带来了一场灾难性的瘟疫，它又与一场严重歉收不期而遇。而对手方面由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纽卡斯尔公爵（Herzog von Newcastle）共同接手了领导权。他想大规模地投入正规部队。与那个在欧洲进行军事行动的法国不同，他尚能承担这种投入，并且他懂得扭转在美洲的战争中对英国有利的方向和作出决断。1758年，路易斯堡陷落，剩余的阿卡迪人被驱逐到法国，俄亥俄地区的印第安人被迫与英国握手言和，这迫使法国人撤退。1759年，魁北克在一次激动人心的 攻击之后也沦陷了，战斗中，法军司令官路易斯-约瑟夫·德·蒙卡尔姆侯爵（Louis-Joseph Marquis de Montcalm）和英军总司令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殒命。1760年，蒙特利尔被攻陷。至此，许多加拿大人放弃了法国的事业，尤其是易洛魁人也向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最终，多亏一位娶了酋长女儿的能干的英国调停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才转到了英国一边。

1763年的巴黎和会中，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更换了主人。除了仍然保留圣皮埃尔岛（Inseln Saint-Pierre）和纽芬兰以南的密克隆岛（Miquelon）这几个小岛之外，法国将其所有占领权移交给英国，把密西西比以西的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西班牙，作为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的补偿。法属北美的时代结束了，留下来的法国人变成了英国臣民。仅仅在加勒比地区还留有法国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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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得名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编者注

[2] 法国旧时面积计量单位，可换算为20～25公亩。

[3] 一种谷物容量单位，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换算为今天的50～222升。

[4] 指沿北美大陆北部海岸并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从而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线集合。

[5] 指西起挪威北角附近的欧洲西北部，经欧亚大陆和西伯利亚的北部沿岸，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太平洋的航线集合。

[6] 或译“巴芬岛”。——编者注

[7] 即詹姆斯一世。——编者注

[8] 又称罗伯特·塞西尔爵士（Sir Robert Cecil），1603年被封为埃森登男爵（Baron Cecil of Essendon），1604年被封为克兰伯恩子爵（Viscount Cranborne），1605年被封为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伯爵（earl）。——编者注

[9] 特许状（Charter），又译作“章程”。——编者注

[10] 又译作“詹姆斯敦”。——编者注

[11] 即“弗吉尼亚议会”，是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立法代表会议。——编者注

[12] “五月花号”的乘客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肩负宗教使命、组织严密的清教徒；另一派被称为Strangers，译作“外来人”或“陌生人”，其上船的动机主要是在新大陆发财致富。——编者注

[13] 1636年初建成时，学校名为“新学院（New College）”，1639年更名为“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1780年改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编者注

[14] 即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

[15] 又称《卡罗来纳宪法》或《卡罗来纳基本法》。——编者注

[16] 殖民地居民作为法人团体被授予特许状。——编者注

[17] 或写作“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学概念，译作“反思历史”“克服过去”等，特指20世纪下半叶德国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性的记忆文化和历史反思文化；也常常泛指一个国家关于近代史中有争议时期的公众讨论。——编者注

[18] 1692年，美国马萨诸塞地区塞勒姆镇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随后与她平素形影不离的7个女孩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们得怪病的真正原因在村里的黑人女奴、一个女乞丐和一个孤僻的从来不去教堂的老妇人身上。人们对这3名女性严刑逼供，“女巫”和“巫师”的数量也一步步增加，先后有20多人死于这起冤案，另有200多人被逮捕或监禁。1992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为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

[19] 主要指依附于爱尔兰、马恩岛和苏格兰教会的信徒群体。历史上，爱尔兰僧侣常被称为“苏格兰人（德文为Schotten）”或“爱尔兰—苏格兰人（Iro-Schotten，也写作Iroschotten）”。他们自7世纪起在欧洲大陆建立的修道院体系常被称为“苏格兰修道院（德文Schottenstift，英文Scottish Abbey）”。——编者注

[20] 菲利普王战争是发生在17世纪晚期北美殖民地的一次种族冲突，是菲利普王梅塔科迈特（Metacomet）率领印第安原住民与英国殖民者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最后以英国殖民者的胜利告终。

[21] 指投奔已移民的亲属、友人或其他关系密切者的连锁迁移活动。——编者注

[22] 也译作“英国劳埃德船级社”，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一个船级社，成立于1760年。其机构庞大，历史较长，在世界船舶界享有盛名，是国际公认的船舶界权威认证机构。它主要从事的工作包括制定与出版船舶标准、进行船舶检验、检定船能、公布造船规则等。每年还出版劳氏船舶登记年鉴。

[23] 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系列小说《皮袜子故事集》主要描写印第安人和边疆居民，作者以多谋而不算高贵的印第安人与同样足智多谋的林中人之间的争斗为创作主题，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第十一章 大西洋地区的改革、革命和去殖民化

伊比利亚美洲的启蒙和改革

豪尔赫·胡安-桑塔西利亚（Jorge Juan y Santacilia）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在《美洲秘闻》（Noticias secretas de America）中尖锐和批判性地描述的1740年前后，总督辖地秘鲁白人的堕落与印第安人受压迫的情景可能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彼时的经济前景比较乐观。18世纪，世界经济的上行趋势在伊比利亚美洲也可以观察到，巴西的黄金发现和墨西哥的银器生产即便不是导致了，也至少是加速了这一经济上升。除了巴西的黄金和钻石业的繁荣和西印度群岛蔗糖业的兴旺，西属美洲也出现了显著的繁荣。而在这一进程中，墨西哥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秘鲁退居次要地位。该世纪中期，美洲港口从西班牙的进口额大约为1100万比索，而美洲的出口额为2300万比索，其中1800万来自矿产业，500万来自农业，到1785年，进口额达到3800万，出口额6300万，其中4400万来自矿产业，1900万来自农业。在1800年前后，根据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详尽的考察，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接收了37%的进口，提供了出口额的46%，矿业产品占58.5%，因此，西属美洲获得了91.4%的出口盈利。秘鲁和智利的进出口只是墨西哥进出口额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占西属美洲进口额的19.4%，出口额的17.5%，矿业产品的20%，其中只有矿业产品获得了微小的出口盈利。但是上秘鲁（玻利维亚）及其拉普拉塔地区的白银业受到了打击。如果18世纪西属美洲的手工业生产价值估计为1600万比索的话，那么墨西哥估计为800万。1779年和1816年间，据说墨西哥的农业生产甚至从1900万比索提高到了1.38亿比索。西班牙帝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好像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在这一框架下出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重心转移和地区产品多样化相关。

与此相应，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增长，这是西班牙帝国直至17世纪特别严峻的人口危机的一次好转。1700年，巴西的人口估计达到100万，1820年达到了397万，只有英属美洲曾超越这个增长幅度。这一人口增长不仅基于欧洲繁荣时期的人口迁移，更是归因于大规模的奴隶进口。巴西的非洲人数量在1700年至1820年从大约10万增加到了将近200万。随之也出现了混血人口的增加。

而这种广泛的移民在西属美洲并不存在。奴隶进口萎缩，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仅有52500人。其中17%的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充任行政管理、教会和军队的职务，而不一定会留在美洲。最有趣的是，其余大约8000～10000人都是商人或企业主。这类人的迅速增加主要是在1780年之后。这些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加泰罗尼亚人（Katalanen）、巴斯克人（Basken）、阿斯图里亚斯人（Asturier）和瓦伦西亚人（Valencianer）——给西属美洲的矿业、手工业和贸易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来自欧洲的商人在各个港口占据统治地位。他们首先把韦拉克鲁斯打造成了一个与墨西哥城相抗衡的贸易中心，它于1795年被批准成立商人们自己的领事馆。1792年到1802年，韦拉克鲁斯的贸易额从2150万比索提高到6003万比索。

在18世纪的进程中，人口数量从1700年前后的大约1000万增长到约1500万，但是人口自然增长是其主要因素，这种自然增长现在也再次涉及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口的增长比例浮动于三分之一（哥伦比亚、智利）和三分之二（玻利维亚）之间。白人占多数的乌拉圭和非洲人居多的安的列斯群岛除外。墨西哥有43%的人口为印第安人，在秘鲁，这个比例为56%。相反，白人的比例大多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被归入这两个群体的还有沦为奴隶的和人数较多的自由的非洲裔美洲人，以及人数相当可观的各种混血人，很显然，他们并不能总是被很明确地列入等级分明的西属美洲混血人系统。

然而，在总共300万名具有欧洲血统的西属美洲人之中，95%以上生于此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自认为是美洲人，这一点与美洲大陆的北部居民非常相似。亚历山大·冯·洪堡报告说，18世纪末，在这个圈子里经常可以听到“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美洲人”这样的说法。当感觉被歧视和被侮辱的时候，这些克里奥尔人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可能随时都会抵制祖国与代表祖国的人。秘鲁印第安人大起义的领袖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尔坎基（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一位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根据末代印加王的名字自称图帕克·阿马鲁二世（Túpac Amaru II），对其亲爱的克里奥尔人不无道理地声称：“我要让我们像兄弟一样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但是要消灭欧洲人。”

欧洲的影响也促进了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决裂意识的生成。启蒙运动可能鼓舞他们摆脱母国的控制实现解放，但更主要的是西班牙政府通过实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实施随着军事化出现的独裁统治，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和足以激起解放运动的现实冲突。类似的事情在英属美洲再一次发生，无论如何也叫人不能忽视。

启蒙运动肇始于法国和英国，再传播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并由以马德里为驻地的新的波旁王朝加以强化。尽管有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和禁书目录，但新思想仍然通过人际交往和书籍广泛传播到了美洲。笛卡儿、牛顿、布丰（Buffon）和狄德罗的书籍被人们阅读。法国启蒙运动鼎盛期的经典之作《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出版了很多册。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哲学被热情地接受。1771年，利马大学（die Universität Lima）为了笛卡儿、莱布尼茨、培根和伽桑狄（Gassendi）的思想修订了教学大纲。无独有偶，上秘鲁法院的所在地，今天的苏克雷（Sucre，位于玻利维亚）——“新世界的萨拉曼卡”——的丘基萨卡大学（die Universität von Chuquisaca）吸引着来自全西属美洲的学生到这里认识狄德罗和《百科全书》，认识孟德斯鸠和卢梭。卢梭的著作在这里被翻译，他的思想在这里，但也绝非只在这里被审时度势地应用。他的“公共意志原则（volonté générale）”[1]被当作反对西班牙自决权的理由，他的高度发展的爱国主义被用来证明一个国家正在产生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智利人曼努埃尔·德·萨拉斯（Manuel de Salas）宣扬“克里奥尔化（criollismo）”[2]，一种与欧洲人相匹敌的美洲人的文化意识，这个思想也 通过与北美洲的联系而得以丰富。富兰克林对此的影响似乎非常明显。

但是克里奥尔学者也与欧洲学人达成了一致。其中有些人在欧洲学习过。在欧洲和在北美洲一样，学会和学人阶层对启蒙思想的传播和继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很多城市模仿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成立了“国家之友（经济）协会［Sociedad（económica）de Amigos del País］”。它不仅限于博爱观点的实际修正，而且经常进行理论方面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讨论。在巴西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比如里约热内卢的“科学—文学学会”，堪称世纪末巴西最好、最现代的图书馆。和北美洲完全一样，西属美洲也出现了报纸和杂志。1722年最先出版《墨西哥和新西班牙新闻公报》（Gazeta de México y noticias de Nueva España）。1768年出现《墨西哥文学日报》（Diario literario de México）和其他出版物。值得一提的还有利玛的《秘鲁水星报》（Mercurio peruano）、哈瓦那的《期刊》（Papel periódico）和《圣菲波哥大期刊》（Papel periódico de Santa Fé de Bogotá）。

但是，开明的理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意味着解放，而且导致了统治手段的提高和开明的独裁政治的后果：一种以损害臣民为代价的国家权力的新的增长推力，这种增长推力被强化了的法律王权至上论所合法化。波旁王朝的首位皇帝费利佩五世（1700～1746年在位）就已经开始在西班牙和其他殖民地施行现代化措施，尤其是引进在故乡法国业已被证明有效的机构。但是，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自身发展，法国的影响也不应被过高估计。在西班牙王国向中央集权制国家有意的转变过程中，大概也是出于交换政治精英的目的，旧的管理机构被新的排挤。其中有两个机构特别重要。早就作为真正秘书处长期存在的“国家秘书处和世界办事处（Secretaría de Estado y del Despacho Universal）”被改设为政府的一个部（Ministerium）。很多国务秘书的职责发生了多重变化，现在要么直接与下属的管理机构，要么与君主政体对接。旧的委员会（Consejos）受到贬谪。除印度委员会外，还出现了类似的专业领域的部长。此外，1711年至1749年，在西班牙的省级管理部门都依据法国高级官员的设置进行了改制，可被任意撤换的王室代表在所有领域具有无限的职权，同样，中央政府也期待他们拥有 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无条件的忠诚。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建能够应对西班牙不断增长的外部威胁的常备军和建立民兵。

基于提高和集中国家权力的设想，在美洲，经济和财政政策中还发生了重心转移。在不改变国家法律的情况下，美洲首次持续地在运用重商原则时——尤其像格罗尼默·德·乌兹塔里兹（Gerónimo de Uztáriz）在其1724年撰写的《贸易和海洋的理论与实践》（Teoría y práctica de comercio y marina）中所宣扬的那样——把它看作符合母国经济利益的总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完全一样，必定导致不断激化的利益对立。很重要的是，直到此时，“殖民地（Kolonien）”这个贬义的概念才被普遍应用。它完全可以被故意称为对“美洲的第二次占领”，伴随着占领，旨在对这个国家进行更好的开发，出现了第二个大发现的时代，科考活动因而受到鼓励。最初参加科考的有豪尔赫·胡安-桑塔西利亚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后来亚历山大·冯·洪堡也在1799年至1804年参加过这样的考察。在当时的部长何塞·德尔·坎皮略-科斯西奥（José del Campillo y Cossio）的备忘录中，1743年在激烈地批评了美洲状况之后，他也建议把高级官员制度引进美洲。这一措施的首要目标是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政策，使西班牙摆脱对外国供应的依赖。通过提高对美洲市场的接受能力和废除呆板的舰队制度，对同期母国的工业化努力进行决定性的支持。殖民地除了作为销售市场，还应该是原材料的供应者。

在费尔南多六世（1746～1759年在位）统治时期，战争和财政部部长恩塞纳达侯爵（Marqués de la Ensenada）从针对英国的军事政策的利益出发，开始了殖民地财政管理的改革。税租金被废除，改为征收国家贸易税，一种最重要的消费税，创建了一直延伸到行省最远角落的管理制度。上级财政银行不再直接隶属于王室，而是隶属于总督们，他们自1751年来就在君合国里担任皇家财政部总监（Superintendentes Generales de Real Hacienda），并由此第一次被纳入了管理部门的等级制度。

西班牙的开明君主政体在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时期达到顶峰。此外，导致了哈瓦那暂时丧失和佛罗里达被割让的 七年战争的失败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1763年开始，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新的要塞和常备军，还有一支相当有效的民兵。为使参加民兵更具吸引力，他们给予每个民兵职业士兵的特权，特别是赋予其特别的审判受理地。对于克里奥尔人来说，民兵部队的军官职位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象征。另外，他们可以以这种方式熟悉一些现代作战的方法，这又是一个与当时北美洲的状况极为相似的情况。当新西班牙武装力量的数量由2000人提高到2300人，民兵部队达到11000人时，就已经引起相当的财政紧缺。

实际上，在18世纪中期到末期，新西班牙的税收收入可以通过继续实行以前经济状况良好时所采取的措施而从500万比索提高到2000万比索。母国从海外获得的直接国家收入似乎在减少，从1753年至1759年的21%降到1762年至1779年的14%，再降至1783年至1788年的8.5%（Pieper 1988）。钱都花在美洲了吗？因为根据其他数据，殖民地对于西班牙国家税收的贡献从1763年的12%上升到了1798年的25%，到1802年的42%，以及1809年的76%（Marichal/Rodriguez Venegas 1999）。1780年，3800万比索的美洲税收总额中应该有800万～900万流向了西班牙，大约占母国3500万比索国家收入的17%（Klein 1998）。国家税收和垄断的来源还有商人们的贸易法庭和矿业法庭吸收的信贷，和像普遍捐款这样的强制缴纳。

何塞·德·盖尔维兹（José de Gálvez）——1765年至1771年任新西班牙总检察官（Generalvisitator），1776年至1787年担任印度事务部部长——对于改革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开化的“技术官僚精英”的权力交接直到此时才完成。1767年，耶稣会会士被驱逐也与此有关，因为他们与精英和官僚领导阶层沆瀣一气。但是因为他们也与美洲的上层克里奥尔人关系密切，所以西班牙政府便用这种措施给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制造了另一个对手。然而，有关德·盖尔维兹1769年建议在美洲引进高级官员制度的讨论也表明，在制定歧视克里奥尔人的危险的政策时完全是有意识的，就和他们1771年在墨西哥城的请愿书中 明白无误的表述一样。此后，西班牙人对美洲人的不公正的优越就基于这样的恶意诋毁之上了。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欧洲父母所生育的我们几乎不具备做人的足够的理智，人们把我们排除在主教座堂和其他高级神职，还有军队、行政管理和司法等各个领域的要职之外。这是国际法的沦丧。这不仅是一条丧失美洲的道路，也是一条毁灭国家的道路。在排除外来人的前提下把职位授予土著民，是代表所有法律准则的原则，它得到所有国家的接受，注入了天生的理性，铭刻在人们的心灵和愿望之中。（Konetzke 1971，37）

这种传统的理由恰恰有力地支持着旧土著政策，针对此，西班牙枢密院尽管在1768年就坚持着独裁统治原则，即在美洲安排来自西班牙的异乡官员进行管理，但同时明确指出，为了达到公平均衡，必须同样在西班牙授予克里奥尔人一系列职位——不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实现过。

为了更好地抵御英国人，1739年最终由巴拿马、新格拉纳达（Neugranada，哥伦比亚）、基多和委内瑞拉组建了新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之后，德·盖尔维兹于177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建立了第四个总督辖区——“拉普拉塔总督辖区（Rio de la Plata）”。彼时，今天的玻利维亚及其贵金属生产被从秘鲁划分出去，并被列入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决定带来的影响几乎如何高估都不为过。直到彼时势力还相对弱的阿根廷正是通过这种走后门的秘密方式变成了公开合法的“白银之国”，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动力，而原来领先的秘鲁明显丧失了重要性。1776年，北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行政区直属王室管辖。1776年至1786年，委内瑞拉获得自己的独立管理权和检审院，成为独立于波哥大的行政区。1778年，在智利也创建了一个行政区。至此便勾勒出了后来独立的拉丁美洲的政治划分。

这种所谓的第二次占领和原先的征服一样，是建造新城市的时代。在西班牙殖民帝国时代的早期，就业已存在地域经济的差别。加之不断增长的白人人口和在欧洲一样，主要是通过社会化有意识地与各自的地域，而非与大政治格局相联系。与此相应，新的经济行政划分亦是如此。人们完全可以把地方行政长官制度的实施看作去集中化的措施。因为这样可以使殖民地的管理部门的权限产生新的利益关系，或者确保这里已经存在的利益的状况，所以，通常他们会习惯于熬过非殖民化，甚至当这种利益状况和今天的非洲一样明显没有意义的时候。但是即使在美国的比较狭小的区域里，政治的碎片化直至在第二次占领过程中才被解决。

在强化的重商主义统治下，贸易体系也令人感到不满，因为人们在西班牙非常清楚，在加的斯的主要生意始终都是外国人在做。人们也认识到，借助于总是在不断增长的走私，自然的自由贸易顶住了反自然的监督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显而易见类似于今天的灰色经济）。西班牙始终以重商主义的追求为先导，保障西班牙人的生意和促进西班牙工业增长的动力，及时地进行了如何才能够使西班牙的个人积极性比在优胜劣汰体制下发挥更强作用的可能性试验。

除了经过检验、被准许单独航行的商船在有限区域航行外［即所谓的备案制（Registros）］，政府还尝试过建立享有特权的垄断贸易公司，这种做法在西北欧已证明是可行的。1728年，随着加拉加斯-吉普乔纳皇家公司（Real Compañía Guipuzcoana de Caracas）成立后对委内瑞拉生意的垄断地位的确立，1740年又出现了古巴的哈瓦那公司（Real Compañia de la Habana），1747年成立了负责美洲其余地方的塞维利亚圣费尔南多皇家公司（Real Compañia de San Fernando de Sevilla），1755年成立了负责圣多明各、波多黎各和玛格丽特岛的巴塞罗那皇家公司（Real Compañia de Barcelona）。使母国特定地域的资本流动起来的企图非常明显。但是只有一直存在到1784年的加拉加斯公司的工作富有成效，也许甚至太过成功了，因为他们对可可、棉花、靛蓝和烟草贸易的垄断遭到了委内瑞拉人民的强烈抵制，这种抵制在1749年至1752年的一次起义中得以宣泄。

有关加的斯垄断体系（das Monopolsystem von Cádiz）[3]的调查于1765年导致了九个最重要的西班牙港口至少是参加了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同时按照经济观点降低了之前完全从国家财政方面考虑的关税。据称，此时加的斯完全成了巴塞罗那的前哨。这一成功如此的完满，以至于这个体系在1774年和1776年间持续扩展，并最终在1777年到1778年所谓的自由贸易体系中达到顶峰，它在母国的十三个港口之间，其中有马略卡岛的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和 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Santa Cruz de Tenerife），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彭萨科拉（Pensacola）之间的海湾以及西海岸的康赛普西翁（Concepción）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等二十四个美洲港口进行自由贸易。1789年，船队被最终取缔，1790年，贸易公司解体。美洲较大的港口对西班牙的进口货物征收3%的关税，对外国的进口货物要征收7%的关税，在较小港口，关税率则为1.5%和4%。西班牙的纺织品保持十年免税。这是十足的重商主义，但也只是涉及西班牙帝国内部的自由贸易，至少理论上如此。与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则依据自1797年以来的政治局势或准许，或禁止，1810年后完全开放。其结果值得重视。贸易总额扩大了（或许只是将此前的走私也一并统计在内了），另外，社会上，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克里奥尔商人阶层出现了。

1782年至1786年，政治经济改革的圆满成功应该在所有地方，甚至在菲律宾，建立起一套高级官员制度，但是在新格拉纳达却没有。在此间已与总督职权分离的，较大地区已设立的财政总监及军队和财政的高级官员之下，又任命了省级行政官员，像新西班牙这样的较大的核心地区这时被划分为若干行省。最终，在行政区内，特命官员的授权代表（Subdelegados der Intendentes）取代了区行政长官，而这些代表是从克里奥尔权贵阶层中慎重选出的。与此前主要依据法律而设置的官员不同，这些特命官员本身就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高薪水、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也正是他们的任务。追求监督，连细枝末节都希望通过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进行规范，这在开明君主制中十分典型。在这种原则下，这项计划在1782年和1786年颁布的内容丰富的大部头《印第安管理者条例》（Ordenanzas de Intendentes de Indias）中被落实下来了。特命官员的授权代表不领薪水，而是从他们征收的印第安人供奉中获取份额。但是普遍的弊端并没有多少改变。甚至在1751年还合法而现在被禁止的分配贸易似乎还继续存在。在殖民时代的末期，据说地方行政部门的水平并没有提高，而是变得更为低下。

尽管行政官员尤其在教育和福利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是美洲的大众仍然不接受新的制度。王权表面上的提高事实上是以 王室在克里奥尔人那里的道德威信丧失为代价的，因为王室用现代化对传统的道德经济提出了质疑。太多既得利益由于强硬的国家干预和专家政治的冷酷无情而受损，几乎没有人不对改革充满抱怨。自由贸易对一些人有利，却使另一些人受损，例如本土的纺织品生产。为提高收入而制定的由国家垄断的烟草专卖政策招致所有人的反感。大地主承受着印第安人不断增加的负担，官员阶层失去了他们的主人角色以及相应的利润。限制公职人员做生意减少了克里奥尔人的机会。检审法院重新被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们大举占据；行政官员们也都来自西班牙。提高税收的实验导致怨声载道。秘鲁1772年的销售税从2%提高至4%，1776年再提高到6%，并且由于设立了新的海关检查站，税收力度急剧加大，免税优惠纷纷取消。基多王室的银库收入额从1730年至1734年的351713比索增加到1785年至1789年的2508330比索。印第安人是主要的输家，因为王室和精英们对他们的压力不断地增加。在总督辖地秘鲁，印第安人的纳贡额从1700年的8.5万比索提高到1800年的100万比索。另外，此计划还反对他们熟悉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多语性的日益加剧的西班牙语化。

天主教教士也同样大规模地遭受利益损失。他们可以被看作第二个主要的利益受损群体。尽管天主教是传统的西班牙国教，但是它从未像现在臣服于新的统治这样，对一个坚定的国家领导俯首称臣。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到17世纪，出于内在的宗教改革动力，由特伦托宗教会议（Konzil von Trient）衍生的定期召开的美洲教会省区会议[4]被王室完全扼杀了。而现在他们强烈地感觉自己可以倡议组织这种宗教活动，以按照欧洲模式在美洲引进一种国家控制的开明的改革派天主教（Reformkatholizismus）原则。驱逐2200名耶稣会会士也属于此类活动，因为这些人与社会紧密联系，尤其是往往充当着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这一措施引发了仇恨。另外，在220个布道团里的30万名印第安人失去了他们精神上的指导者。世俗神职人员获得支持，而修会作为传统的教宗统治的盟友，因为维护教宗的利益而被遏制。众多的牧区由修会教士转让给了世俗神职人员，来自修会的主教数量减少，但是他们中的半岛人[5]的比例却提高了。王室主要从天主教教士身上压榨了巨额的钱财，比如，基多的王室银库在1750年到1754年仅仅从教会就收取了13567比索，而1785年到1789年收取了不少于760235比索。

在无能的卡洛斯四世（Karl IV，1788～1808年在位）时期，西班牙政府并不具备在遭到抵制时将业已开始的改革进行到底的能力。一部分改革措施被撤回。行政官员们成为重新掌握全权的总督的下属，但归根到底，这几乎无法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18世纪，西属美洲各民众团体的起义层出不穷。这些运动没有太多共性，而是因应各地的不同弊端而起。但是，从中也许可以归结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开明的独裁时代王室的措施不满。这些起义很少被认为是启蒙思想的直接运用，而相反被认为是对君主制的开明改革政策的反应，是传统的政治体制对外来的令人厌恶的革新的抵御。此时，旧的经院哲学的理论术语被复活过来，用以反对暴政，人们重新引用了似乎遭到启蒙运动排斥的作者们的话语。这不仅与北美《独立宣言》十分类似，而且与美洲和欧洲早前的起义不无关联。

这样，落魄的酋长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尔坎基作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于1780年在秘鲁发动了大型起义，起因是印第安人对白人长期剥削和压迫的仇恨，以及为了反抗波旁王朝对国家资产的严重干预和王朝代表者的严酷统治。但是，呼吁克里奥尔人共同反抗西班牙暴政在这种情形下却收效甚微，因为印第安人战争反而促成了白人们相互靠拢，尽管图帕克·阿玛鲁二世寻求以传统方式把反对殖民政权的斗争与对王室的效忠结合起来。想把他升华为现代反殖民化意义上的首位拉丁美洲独立斗士的企图，完全是基于非常狭隘的缘由的，因为这与后来的独立运动没有任何关联。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看作第一位民族主义者，他试图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反对外来西班牙统治的团体联合起来。印第安人视他为自16世纪以来已被神化的印加王的重生，或者甚至视他为弥赛亚降临，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向白人残酷复仇时却走着自己的道路。但是，库斯科的印加精英们却认为在西班牙人那里可以获得更佳利益。然而，这次起义之后，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印加人的故事就被禁止了。

西班牙政府绝对没有低估美洲的“自由酵母”的作用，尤其是美洲革命和法国革命后，其危险还在上升的时候。与北美洲的情况一样，一种面向未来的旨在维持国家联盟的模式也绝对没有被忽视。在签署给美国带来独立的《巴黎和约》之后，1768年，对克里奥尔人的秉性非常了解的佩德罗·巴勃罗·阿兰达伯爵（Pedro Pablo Graf Aranda）据说不仅预测了美国未来的霸权地位，而且建议在美洲建立与西班牙帝国维持持续而松散联系的，由西班牙王子领导的三个王国。后来，在独立的拉丁美洲，临时建立的各种不同的新型君主政体表明，这个构想并非没有过实现的可能。

截至1801年，巴西的人口也增加到了300万。黄金业的繁荣不仅导致了奴隶输入的增加，而且引起了来自人口过密的葡萄牙北部的移民，这些移民强化了中部和南部的葡萄牙特色，巴西也经历了一个开明独裁的统治时期，尽管那里的发展缺少了西属美洲的那种戏剧性的巅峰时刻。在国王若泽一世（Joseph I，1750～1777年在位）治下，部长塞巴斯蒂昂·何塞·德·卡瓦略-梅洛［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lo，1770年封为冯·蓬巴尔侯爵（Marquis von Pombal）］自克服1755年里斯本地震的影响以来，实行了开明的追求经济发展的专政统治“发展独裁（Entwicklungsdiktatur）”。他尝试与排犹主义斗争，促进种族平等，但是并未触及对巴西经济意义非凡的奴隶贸易，而只是在母国废除了奴隶制度。他于1759年至1760年镇压了耶稣会，是欧洲最早这样做的人之一。他想以此来终结在耶稣会会士们控制的“村子（Aldeias）”对印第安人行为能力的剥夺，并让印第安人融入社会。教会已被完全置于国家的严格领导之下。

对中产阶级起促进作用的开明—功利主义的教育政策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就像建立家庭——包括与来自不同人种的伴侣组成家庭——明确受到支持一样，新型城市和乡村的建立也获得支持。统治者尤其尝试对城市日常生活进行，甚至细化到颁布对服装的规定。管理部门被顺利地整合统一，1763年，首都迁到国家新的经济中心里约热内卢，之前独立的埃斯塔多-杜马拉尼昂（Estado do Maranhão）1774年与巴西统一。司法体系的扩建改善了法庭判决，财政管理的改造实现了更有效的征税，新组建的民兵部队保障着内部和外部的安全。但是，在南部与西班牙进行的戏剧性的归根到底没有结果的战斗不可能在没有职业士兵的情况下最终决出胜负。

为了促进巴西的贸易，冯·蓬巴尔侯爵创建了两个普通类型的垄断公司，1755年为北方建立了格朗帕拉和马拉尼昂总公司（Companhia geral do Grão Pará e Maranhão），1759年为中部建立了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总公司（Companhia geral do comercio do Pernambuco e Paraíba），它们虽然为殖民地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只为很小的圈子带来了较大的利润。它们似乎本来就特别致力于奴隶贸易。1778年至1780年，这两个公司被解散了。在巴西，总督路易斯·德·阿尔梅达·席尔瓦·马什卡雷尼亚什［Luís de Almeida Silva Mascarenhas，拉夫拉迪奥侯爵（Marquis von Lavradio），1768～1779年在任］，也实行了发展政策。在南方开展了多样化的咖啡种植——这是一项成功的措施；手工业，特别是圣保罗的铁器生产在扩大，科学活动得到经济支持。这项政策及其实施方式和成果都与西班牙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北美洲和法国革命的“自由酵母”在巴西并非没有影响作用。1783年到1798年在四个地方发生了不同团体的谋反，但这些团体并未对殖民统治提出质疑。尽管开明的改革在整个伊比利亚美洲导致了美洲的精英们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逐步疏远，但是后来的独立既没有展示改革的完成，也没有表现对它的反应。他们虽然创造了独立的便利条件，但其实施仍需要额外的动力。美洲并非必须独立，它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它并不缺乏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充分的条件必须产生于大西洋两岸的相互作用的新局势下。这也同样适用于英属北美洲。

北美洲的革命

在英属美洲，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同样谋求改革，这里的这些改革也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加强。与拉丁美洲不同的是，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方向，但是它们缺乏统一性和计划性。它们更多地给人以临时的印象。因为这里的改革并不涉及殖民地的独裁君主政体，这些殖民地至少原则上都臣服于统一的等级制度秩序。更确切地说，一方面，中央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合作必须不断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此时，部长的更替往往会带来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殖民地之间尽管有着共性，但是存在明显的彼此分隔，并且往往不依附于中央。

新开创的英裔美洲殖民社会由于其社会差距和等级划分而变得更加欧洲化，就连因此而导致的社会的流动性也不例外。但是这里也显示着不断扩大的差异、社会下层的贫穷化和结婚年龄的上升趋势——至少在靠近海岸的地区是这样的。虽然与欧洲的情况相比，这里有着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度，但是来自上层富裕家庭的少数精英拥有被广泛认可的政治统治地位。这里并不存在世袭贵族。英属美洲虽然拥有了民主，但民主只有在人们放弃了平均主义的观点时才存在。代替平均主义的观点的并非封建的，而是公民—财阀统治的价值等级秩序。

尽管有上面谈到的那种发展趋势，但这里还是少有欧洲或者西属美洲规模的社会冲突。对于南部殖民地而言，至少可以归结于这个事实，即由于存在着来自白人殖民社会的奴隶人口，富人与穷人之间潜在的阶级矛盾可以被转移。而殖民社会相对的完整性要归因于与西属美洲截然不同的情况，即印第安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奴隶群体。精英们可以安全地宣扬自由和平等，因为在白人中尽管也存在贫穷，但是并不存在心怀不满的底层。按照定义，底层一般为 奴隶，必须团结一致反抗白人。从这一点上说，是黑奴制度再一次决定了白人的自由，所以出现了这种在彼时和今天看来都相当乖谬的局面，即奴隶主充当了自由斗士的角色。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早在1775年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什么叫唤自由叫唤得最响的，是那些使唤黑奴的人呢？”

英属美洲的精英们远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于非常狭隘的地方主义而各自为政，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各个殖民地政治制度的明显趋同性而得以完全消弭。因此，现实的困境，比如1754年来自易洛魁人的威胁，也未能带来殖民地的团结，虽然人们在奥尔巴尼会议上制定了应对方案。然而这一弱点同时又是美洲的一个强项：因为殖民地没有“神经中枢”，所以革命也不会对它造成决定性打击。成功的革命是以发达社会，但又不能是以因内部错综复杂而高度敏感、高度发达的社会为先决条件的。

英属美洲难以控制的离散的结构也是如下情况的原因：中央措施，比如重商主义的贸易法律，暂时还不能够严重地损害上述社会经济制度的职能，所以，这种与母国虽有摩擦但总体稳定的关系尚不构成问题。当母国和殖民地的期待背道而驰时，七年战争的结果才带来糟糕的变化。

1763年，随着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和法国被彻底地排挤出北美洲，来自外部敌人的、影响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凝聚力的压力从根本上消除了。殖民地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同时，英国政府在边境政策和印第安人政策中发生了一个激起美洲人愤怒的转向。如果说人们之前愿意看到边境居民针对法国宿敌的红色盟友们向前推进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只能自己负责印第安人地区的安宁，并且筹划如何确保对那里的皮革贸易的控制。

英国人给美洲人带来的军事和政治的挫败感还不止于此。有1.7万人在英国的各省政权里服务，但是英国职业士兵让他们十分明显地感觉受到轻视，似乎取得胜利全靠英国人自己。比如民军上校乔治·华盛顿就受到过一位英国上尉的羞辱。强制征召和强制宿营在广大的范围内引发了对英国军队的仇恨。

殖民地的代表机构在战争中担负了更高的责任。尽管如此，在伦敦的英国政府还是倾向于把欧洲移民当成发战争财的人，因为这些人靠着损害母国利益发了横财。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英国不得不给这片土地投入了巨额的资金。1763年1月，英国国债达到122603336英镑，并且每年还要支付4409797英镑的利息。在殖民地，最终只有人均收入的1.5%用来纳税，而在母国则为5%～7.5%。英国人每人专为国防支付26先令，而“美洲人”只付1先令。1770年前后，当英国政府在美洲收取4万英镑税费和关税时，一方面要支付官员的工资，另一方面要为债务还本付息，再加上进一步的现金流失，每次都要支出同样多的钱。还有40万英镑的军事开支，而这笔钱原本是为了减轻英国负担而垫付给殖民地的。怎么做要比拉着殖民地在财政上共同承担经济重负更好呢？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有一个差不多的明智的帝国组织取代迄今为止的政治乱象。相反，欧洲移民却在筹划着继续扩大他们的政治独立。这意味着一方或者另一方，或者双方都不会按照同一个计划采取行动。

在俄亥俄和大湖群之间的印第安人土地上的法国要塞易手之后，印第安人在渥太华（Ottawa）首领旁蒂克（Pontiac）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捣毁了很多要塞，并且围困了核心要地底特律（Detroit）。1763年，王室公告禁止印第安人在山脉的西部居住和购买任何土地，这是英国进行成功反击之后附加的一项措施。西部变成了军事区。土地投机商和边境居民感觉被出卖了。

1764年在《货币法案》（Currency Act）中针对纸币的禁令最终从新英格兰扩展到所有的殖民地。它照顾到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却损害了战后已经历收缩，此时由于通货紧缩而更加严峻的美洲经济。

同年，《蔗糖法案》（Sugar Act）使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进口关税比1733年的《糖蜜法案》（Molasses Act）时期下降了一半。由于这个乍看上去好像对美洲有利的措施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关税收入，与行政改革相关联，所以它应当最终结束尽管有《糖蜜法案》却持续猖獗的走私活动。因为并不仅仅是纽约的商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在战争情况下与双方做生意，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中立的尼德兰人、丹麦人或西班牙人以及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港口达到目的。毕竟按照那里的总督的观点，走私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权力。而且17世纪末以来，除了正式法庭，还有不设陪审团的海事法庭负责对走私活动进行审判。这种程序现在需要激发出应有的功能。尽管四位海事法官准确且相当谨慎地行使他们的权力，并且普通法法院的陪审团绝对没有总为走私者开脱，但是现在对走私者所作的没有陪审团的判决恰恰不仅伤害了法律意识，而且损害了“美洲人”的钱包。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案》（Stamp Act）首次实行了一种由母国征收，通过在报纸、小册子和各种官方证书上的印花来交付的税费，而且这些税费可以被用作驻美洲常备军的给养。各个层面的大规模抗议，以及对英国商品成功而又相当激烈的抵制（这使英国对殖民地的出口降低了三分之二）使得这一税种在1766年被废除，但是同时又出台了一个《报关法案》（Declaratory Act），它违背欧洲移民所宣扬的“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原则，明确地确认了英国议会在其所不能代表的美洲殖民地的立法权。但是它所确认的所谓“可能的代表”对于欧洲移民来说绝对是不适合的。他们愿意像苏格兰一样把自己的议员派往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是像爱尔兰那样被当作仆从国。照此办理的还有1767年获准的所谓《汤森税收法案》（Townshend Duties）——对茶叶、玻璃、铅、颜料和纸等征收的进口关税。同样，这种税收也在极为有效地抵制进口的行动后于1770年被废除，但是茶叶关税作为帝国主权的象征依然存在。

各种法律据说并没有给殖民地造成明显的税务负担。新税种更多地涉及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因而遭到了各地议会的一致抗议。1765年甚至有九个殖民地特使在纽约举行印花税法大会。1768年为了支持海关官员，英国军队甚至登陆特别不安定的波士顿。与民众的不断纠纷在1770年终于造成了有五人死亡的武装冲突，它被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这样的反英宣传家渲染成了“波士顿大屠杀（Boston Massacre）”。

1773年，《茶叶法案》（Tea Act）成了情绪的宣泄口。在这里，大英帝国与全世界的关联及其相当的临时性特点变得明显了。美洲的印花税失败后，英国政府尝试通过压榨东印度公司来弥补财政亏空。但是1772年，东印度公司自身也入不敷出，所以东印度公司可以在航运法律的豁免下暂时不通过母国而直接向美洲运输茶叶。在美洲，茶叶也是一宗好生意，尤其是经济封锁使得它的价格提高了。1768年，82家进口商给波士顿运进了942箱茶叶，1770年只有22家进口了167箱。经济封锁结束之后，1771年又有103家进口商进口890箱茶叶。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尽管加上关税，却甚至仍然比走私茶叶便宜。这不仅触及业已存在的利益，而且以这种方式威胁到了民众对茶叶关税的容忍。这便导致在波士顿和纽约，化妆成印第安人的激进分子把342个箱子里的茶叶从船上扔进大海——这是一次有目的的挑衅。伪装印第安人既可以不被认出，又对英国显示了美洲身份的认同。

英国议会在1774年以一系列法律予以回应，它们被称为“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而美洲人称之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这些法律首先是针对马萨诸塞的。波士顿的港口被封锁，总督和其从现在起由王室任命的委员会的权力扩大了，本地的国民会议被尽可能地取消，对其他殖民地以及母国的迁移诉讼被批准。这一切将会导致什么，美洲人可以从同时期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中看出端倪。该法案既没有预定这个1763年获得的殖民地按照法国模式成立国民大会，也没有预定其成立刑事陪审法庭，并且甚至允许人们信仰“宿敌”天主教。此外，魁北克未来不仅继续拥有圣劳伦斯河两岸地区，还拥有包括大湖群周边直至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的所有土地，拓荒者和投机者们的贪婪目光早就关注着这块土地了。

双方现在都保持着对纠纷的控制。王室管理部门被搁置，并理所当然地被移民大会和主要由来自立法会议圈的移民组成的委员会取代。1775年到1776年，总督们最终引退。根据立法会的提议，1774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召开了首次大陆会议，它决定了对英国贸易的封锁，并计划了如果在此期间不提出补救行动的话，下次会议将于1775年举行。关于完全脱离英国的思想尚未占上风，占据更多优势的是与后期英国的自治领状态相适应的观点。英国议会对美洲的管辖权被否认，但英国国王的有限主权仍然得到承认。然而，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始终坚持国王和首相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的不妥协强硬政策。

此间，马萨诸塞由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领导下的军政府接管了政权，但在该地整军备战之时，波士顿却受到限制。拔除叛军在康库尔德（Concord）的武器库的行动于1775年早春在列克星敦（Lexington）和康库尔德酿成武装冲突——战争来临！马萨诸塞开始建立民军部队。

美洲人关于英国统治圈密谋建立凌驾在殖民地之上的“僭越政治”的怀疑对于这场争论具有重大的机能意义，尽管现实的内容有限，但并不缺少客观的基础。因为当时的英国寡头政治以日渐排他的、非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和金融政策的实用主义为特征，明显地在更大规模上谋求对殖民地的统治，而不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协调。这一点与不断增长的猜疑正相吻合，即欧洲移民们正谋求自我独立。在某些方面，它导致了殖民地立法会与下议院之间的对抗：前者把自己类比为下议院并且据此要求相应权力，后者则坚决地坚持帝国的寡头政治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行使代议制的君权统治。

顺便提一下，这一要求绝非由来已久。因为在英国看来，这是过去议会与国王特权之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国王会同枢密院（King-in-Council）”可以撇开议会代为行使这些权力。殖民地直至此时一直被看作国王特权的一部分，虽然议会长期以来在法律上控制着贸易，但是现在议会颁布的是涉及殖民地的精神生活和居民钱袋的法律。如果说1763年西方的领土关系还是由王室所操控的话，那么1774年《魁北克法案》是完全有意识地补充了类似内容。非常典型的是，自1760年代以来，殖民地不再向议会，而是向王室递交呈文，以此来强调其应被视为王室而非议会的臣民。甚至《独立宣言》也部分地遵循了这个观点。

当英国出现的激进运动对建立在非官方关系上的议会寡头政治提出批评并谴责它腐败时，美洲人对于僭越政治威胁的担忧加剧了。相反，英国的统治阶层则倾向于把叛逆的美洲人与母国反叛的暴民视同一律。难道在美洲人中间的英国下层就应被用于杀鸡儆猴吗？这个问题罔顾了这样的事实：与欧洲移民们的想法相反，英国所有阶层的舆论一致拥有本能的殖民主义的优越感和主人翁意识。富兰克林1767年在伦敦这样写道：“在英国，每个人似乎都自认为是美洲统治者的一分子［……］并且在谈论殖民地的‘我们的奴仆’。”美洲人被认为是只拥有少数权利的英国二等公民。终于，英国在爱尔兰的政治体制现在在美洲有了一个早已可以类比的政权。

这个观点导致了英国在美洲的领导毫无疑问地违背了在英国必须小心翼翼地遵行的原则：公民财产不可侵犯，征税必须经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法庭审理必须有陪审团参与；和平时期不维持常备军。因此，效仿17世纪英国革命的美洲革命出现了，因为美洲人要捍卫英国人当年通过战斗而取得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却想要削弱或者干脆剥夺欧洲移民的这些权利。去殖民化程序是建立在运用母国的政治文化规则反对这种规则迄今为止唯一的所有者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结论具有普遍意义吗？

在此情形下，对美洲政治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不是约翰·洛克的理论，而是英国的一种更少被接受，并因此也鲜为人知的所谓“国家哲学”，或者说是“老辉格党的”或“真辉格党的”——在革命时代，极端主义分子早已借此将自由传统继续发扬。为期一年的议会、职位的轮转、严格的权力分配、承担职位者进入议会的不可选择性、民军部队代替常备军等都是最重要的要求，他们想以此来预防暴政。怀着完全无法平息的对国家权力增长的猜疑，他们将损害传统自由的苗头判断为极端危险的。所以必须防备这些苗头，这也正是美洲人的信念。

然而这个思想体系在英国和美洲都与17世纪先驱者们的思想相反，拥有显著的自以为是和保守的特点。这里所说的自由，仅仅是有产者的自由，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所有者的自由。到达一定程度时，这种自由就是农业社会针对孕育着现代化的领域的防御策略。在美洲不仅出现了后来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现象，即谋求解放的殖民地精英们接受了似乎是最激进的，但在母国的社会状况下已经过时的思想体系，而且这也是由农业主导的社会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一种自我保护。正如1688/1689年的雅各布二世一样，现在君主作为革命者出现，镇压合法的反抗甚至成了他的义务。从这一点上说，美洲的革命被看作一种保守运动，是对在母国的变化的反应，这种革命不会带来预想的革新。

反抗的手段包括签订协议和自觉承担抵制英国贸易的义务，为此，有时候会很典型地用到一个令人敬畏的词语：盟约（covenant）。此外还出现了针对某项措施的暴乱（riots），社会下层参与政治时很容易失控的行动，以及对所有准备与英国合作的力量的恐吓，甚至赤裸裸的恐怖行为。因为这种对现政权忠诚的人据说至少还占到了整个社会的三分之一。

在组织形式上，人们拥护现有的结构：议会、城镇会议和政治俱乐部。1765年新成立的积极分子组织“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与传统的团体有了联系。在费拉德尔菲亚，他们由志愿消防队组成。甚至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通讯委员会（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也是其发起人塞缪尔·亚当斯于1772年从公理会组织复制而来的，通讯委员会的职责是进行原则上相互完全独立的各个乡镇之间的协调工作。现在它们作为领导的主管机关代替了被总督们解散的议会，而它们常常由这些原议会成员组成。在革命的进程中，监督和安全委员会对它进行补充，而这些委员会由相同人选组成的情况并不少见。权力制衡建立起来了，居民受它的监控，也由它来动员。

动员是完全有必要的，即使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个由一些对英国怀有忠诚的群体所共有的批评性的基本共识。但是反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却常常是少数。此外，这场运动还远远不如它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团结一致。社会经济的利益使得精英们和大众的态度截然不同。通常现存的统治体系挫伤了上等阶层中奋发向上的家庭的权力欲。马萨诸塞重要人物圈对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的排他主义的怨恨表达了明确的态度。人们甚至声称，美洲革命的根本原因是18世纪上半叶纽卡斯尔公爵短视的资助政策，作为主管部长，他为了英国人的利益，通过这项政策把美洲人从他们国家的肥缺神职中排挤出去。如果说除了深受母国举措之害的马萨诸塞，还有弗吉尼亚走在这次运动的最前列的话，那么这可能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中的精英们声名狼藉的负债状况有关。在经济停滞的马萨诸塞，民众尤其倾向于有攻击性的爆发，而繁荣的宾夕法尼亚连同那里温和的贵格会信徒则表现得更为克制。还有普通的革命追随者也希望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如果纽约的租户和南北卡罗来纳后方地区的居民宁愿成为对现政权忠诚的人的话，那么这就可能不仅是对现状表达满意，而且是针对纽约和卡罗来纳的爱国精英们对这些小人物进行剥削的一种反应。难道英国竟是这里的穷人的希望所在吗？

但是，这场运动不能被弱化为一场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运动，它显露了被激发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宗教的观点。1773年至1777年，在革命的催化下，新英格兰传统的千禧年主义经历了一次“井喷”，据说它还催生了革命人民的美好的政治愿望[6]。法国和印第安的战争被寓意为反对教宗的末世决战。因为法国人信仰天主教而与印第安魔鬼们结盟。这种音符在革命中率先被奏响：真正的新教徒反对英国的“类罗马天主教（Quasipapismus）”——直到法国人成为革命的决定性的同盟者。甚至在马萨诸塞，反罗马天主教运动迅速蔓延开来，直到不得不承诺对波士顿的天主教教徒给予有限的容忍。而反对英国圣公会的清教徒们的反感情绪依旧未变。早在革命之前，他们就有意识地阻止了美洲主教管区的建立。在307个圣公会牧师中，有128个属效忠派，其中100多个是好战者，但还有120个是爱国者。

“爱国者”是对美洲的自由斗士的时代称谓，另外他们还越来越频繁地被叫作“美洲人”。但是正如人们所说，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首先与独立绝非一致。冲突暂时被看作英帝国内部的纷争。独立战争和战争的国际化才导致了疏远。因为他们作为美洲人而拥有的特征原本与不列颠帝国的社会下层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只要帝国还是那个熟悉的不列颠帝国。旧欧洲政治反抗的古老模式还在长期使用着，它使得统治者未被触及，而仅仅是假装与他糟糕的参议和部长们进行了斗争。然而欧洲的这个模式已经两次被打破：1580年在尼德兰，费利佩二世的统治结束，1649年在英国，查理一世被处死。

当1775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拉德尔菲亚召开之时，独立尚未被列入议程，而是与英国达成谅解。一个刚刚移民的对英国社会充满仇恨的英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76年出版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上发出了建立独立共和国的呼声，这个小册子在三个月内就卖出了12万册。在人口为220万的白人那里，每4个男人就拥有一册。一直积极推动独立的议员小团体在大陆会议上终于获得了成功，这首先归功于拒绝国王的谅解尝试［议会的“橄榄枝请愿书（Olive Branch Petition）”］和支持议会的强硬路线（1775年的下议院辩论）。此外，其他的内外政策考虑也发挥了作用。此时正是立刻将正在解体的政治制度建立在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上的时候，因为革命者都是有财产意识的保守分子。出于这个原因，1776年1月6日，新罕布什尔制定了新宪法，不过只是临时的。但这一限制没有被包括在5月大陆会议的推荐议程中。在此议程中，所有殖民地被劝说采取相同做法。独立最终成为赢得外部反英同盟者——尤其是法国的唯一途径。

在4月实行反对英国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之后，1776年7月4日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美洲十三合众州的《独立宣言》（这个概念也出自托马斯·潘恩）经过大会（纽约弃权）个别修改后一致通过。其中，关于自然权利和神圣权利是这样描述的——

下列事实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天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一定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还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成员必须在经由被领导者同意而获得相应权利的人当中任命；当某种政府形式表明不利于这些目标达成时，人民有权改组、废除和任命新政府，在此基础上组建新政府并对其权力形式进行安排，直至人民认为其能够提供安全和幸福的保障。（Adams 1976，262）

紧随这个具有启蒙意味的前言之后，是对乔治三世所谓尝试的详细阐述，即他通过对权利的各种蔑视，最终通过对其臣仆的战争，试图在美洲建立专制统治——这番论证可以追溯到1649年和1580年的事件，甚至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反抗传统。很典型的，这里根本就没有谈到议会，只是在最后遗憾地向英国兄弟宣战，因为他们受到暴君的支持，对要求平等和强调血亲关系的声音充耳不闻。合众国想以此来免除对英国王室的忠诚义务并在将来独立。

这个文献在细节上，或者至少凭借其政治哲学，成了历史上谋求建立国家的分离主义者追捧的典范，到1826年为止已经有过二十次效仿。在那之后，追随者的名单还能变得更长，包括1948年的以色列、1965年的罗得西亚（Rhodesien）、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当然，还有1860年的南卡罗来纳等。

但是独立的军事行动最初却不尽如人意。美洲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而只有凭借着适宜的世界政治局势，具体说是依靠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才得以获胜。尽管英国人不得不使用了3万名被他们的侯爵出售[7]的 德意志黑森地区的雇佣兵，但是他们的行动如此成功，以至于1776年底的革命事业相比之下就像是一个失败。出于社会保守动机而拒绝游击战的乔治·华盛顿试图模仿欧洲方式进行战争，至少将他的大陆军队塑造成普鲁士和法国那样具有严格等级的形象。但是大陆军队领取着正在贬值的纸币，没有一直获得出于居民自愿的良好供应。而英国军队用硬通货支付，控制着海外补给，并且在国内还能强征其他所需。但是这场战争自从法国参战就尤其成了不列颠群岛的巨大负担，并激起了爱尔兰的自治诉求等政治反响。

这场战争原本就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混合了革命、国内战争和有着欧洲旧政治制度风格的战争。另外，它还是一场殖民战争，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帝国主义战争，更确切地说是第一次去殖民主义战争（Dekolonisationskrieg）。它以其两面性区别于此后的战争，即它不只是反对殖民主人们，而且以强硬的种族态度反对其印第安盟友。在切罗基人于1776年，易洛魁人于1778年参与英国方面的进攻后，前者于1777年丧失其大部分土地，后者于1779年被逐步消灭。但是，这场经常以游击战形式进行的反对效忠英国的保守党人的内战对一种消弭边界的、总体化的新型作战方式作出了贡献。

当1777年10月在哈得孙河边的萨拉托加（Saratoga）附近成功地迫使一支英国军队投降之时，这第一次伟大胜利促使一直暗中支持美洲人的法国于1778年公开走向战争。西班牙和尼德兰在随后的几年也参战了。这不仅加强了美洲人的力量，而且把英国军队从那里的战场上调走。1781年，美洲和法国陆海军协作，又迫使康沃利斯侯爵（Lord Cornwallis）率领的英国军队在切撒皮克湾的约克镇（Yorktown）缴械投降。事实上此役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战。新的英国政府同意进行谈判。

1783年的《巴黎条约》（Frieden von Paris）[8]确认了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大湖群和密西西比河应该构成其领土边界。各国被阻止为亲英国政权的效忠者们恢复名誉——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因为这些人常常被迫害，甚至遭到公开 羞辱和折磨。在南北卡罗来纳等效忠派大本营所在地，革命具有了一种内战的特性。那里有19000名效忠者为英国而战，有6000～10000人离开这个国家前往西印度群岛、加拿大或者返回欧洲。据说他们中间除英国官员外，大部分都是那些没有融入美洲社会的人。据称，三分之二的效忠者不是在美国出生。其中2291人从英国总共拿到300万英镑，这是他们所要求的赔偿款的37%。美国国会恳请各国归还被没收的财产。

1776年至1780年，在所有的州（除具有传统的法人性质的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外）都有了新宪法或者确定了基本法声明。虽然有着共同的民主原则，但是唯独在宾夕法尼亚出现了受西部农业影响的极端平均主义趋势，虽然也只是短暂地维持到1790年的宪法修正案。原先在这里以及在贵格会信徒早期的宪法草案中，都规划过一个一院制议会的孱弱的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

从1777年的国民代表大会到1781年由合众国制定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都更倾向于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国家联盟而非联邦国家。只有在明确的转让出来的权力上，邦联才具有权限，尤其是在外交政策和印第安人政策以及铸币方面。但是它既不具有独自的税收，也没有可能对各州实施联邦的决议。邦联甚至不能在军队解散时为其支付拖欠的军饷。一种是具有强权意识的国家主义，它尤其产生于军队军官中间；另一种是对共同的对外经济政策的需要，这种需要在战后萧条期显得尤为迫切；此外还有精英们对于过多的民主，以及对于威胁到秩序和财产的民众的政治影响力的恐惧，这种影响在战后的各种事件中都似乎出现过［特别是在马萨诸塞的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中］……所有这些都迫使国家宪法作出更加强烈的中央集权化的修订。

这样，根据几个寻求解决紧迫问题的州的提议，他们在费拉德尔菲亚召开了制宪会议。1787年，它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制定了一部新的联邦宪法，宪法于1788年经过各州的深入讨论后获得通过。大会没有正式文件，这使得人们对该宪法的产生的解释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有观点认为它或多或少参照了瑞士的模式。然而，宪法达成妥协的代价是继续容忍奴隶制度，只是在自1808年停止对外奴隶贸易这点上达成了一致。

至此，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具有一个严格的分权体系和代议制原则，这个原则允许人民作为虚构的主权人（fiktiver Souverän），但只在选举时发挥影响。宪法的缔造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就指出，联邦权力的使命在于为了政治体系的稳定而行使以前由英国王室行使的监督职能。在保守的英国宪法理想的意义上——尽管不是在真实的英国宪法的意义上——人们可以把总统理解为“有任期的国王”。只是从1951年开始，才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新国家，第一次去殖民化的进程结束了，正如人们很快看到的，这个进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新政体的建立经过了联邦宪法和接下来的认可程序，而使人们在感性上认识新国家的，是不属于任何一个联邦州的、理性构建的联邦制国家的首都华盛顿。在某些方面来说，这个国家为以后其他国家的建立树立了典范，尽管那些国家的奠基人并没有明确地把它树为榜样。因为在美国也同样，民族的形成源于革命和国家的形成，而不是相反，然而原型民族的（protonational）文化共性理所当然地存在，并指引了国家产生的路径。

新的民族从旧的民族那里继承了帝国主义。因为单个的殖民地对于它们边界以西的地域而言，都曾经是富于侵略性的“小帝国”，它们现在以损害原住民为代价，为了继续共同推进扩张而联合起来了。在这里，普通人也可从革命的成果中获得利益。尽管成功地发动了群众，但是以下这种观点似乎并非完全错误，即仅有少数欧洲裔的男人从革命中获益，并且相应制造了对革命的选择性的回忆。屠杀印第安人的刽子手成了民族英雄。有许多站在革命一边战斗的非洲奴隶获得了自由，或者作为黑人效忠者来到了非洲的塞拉利昂。1777年至1804年，在北方各州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南方，奴隶制反而更加尖锐化了。正如人们所说，在联邦层面上直到 1808年才终止了对外奴隶贸易。相反在1787年，只有在规定南方州议员人数时，南方的奴隶人口才不得不被关注到，然而这些人恰恰不属于被代表的群体——真是一条自揭短处的悖论！但是只有“创造一个统一的民族”才有可能建立稳定的民族联盟。因此，从建立在道德和共同富裕要求基础之上的“准等级的（quasiständisch）”共和国向以平等竞争的个体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的过渡开始了。在古老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之地出现了市场经济。与此相应，美洲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描述也发生了变化。

海地岛上的革命

以前人们有意忽略了海地（Haiti）美国黑人奴隶的成功革命，它是紧随欧洲拓荒者在北美洲的第一次反殖民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反殖民运动，也是非洲的殖民统治尚未被推翻时的第一次有色人种的去殖民化。近期——特别是从2004年海地独立纪念日以来——学界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献，2008年出版了此项研究的专著《海地的转折》（Haitian turn）。19世纪不仅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811年对海地革命的关注和研究，还有阿尔丰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850年出版的一部诗体剧，它以可信的理由强调，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年）中关于主奴辩证法的著名讨论受到了海地事件的启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一个人在没有其他人作为其奴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为主人的。到了今天，人们的兴趣反而与当时较为罕见的乌托邦视角关联密切，这个视角看到了不久前才开始被宣扬的人权在海地革命中，通过——同时也是为了——“这个地球上该诅咒的”非洲裔美国人而首次得以全面实施。但是在这里与之前在北方和之后在拉丁美洲一样，与大都市的政治交互影响也产生了启发，因为这是法国革命在殖民地的翻版。

加勒比的英属岛屿也不安宁。早在1651年，在巴巴多斯就听到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因为这里的欧洲移民和北美洲人一样赞同这一思想。但是他们比北美洲人更依赖英国的政治和军事保护，许多人无论如何都把英国视为他们的故乡。但是这里也不缺少想要反叛的奴隶。有数百个种植园和据说超过10万名奴隶参加的1760年牙买加大起义被维持秩序的部队勉强镇压了下去，但直到此时仍然缺乏发生在圣多曼格的那种法国大革命式的动力。

伊斯帕尼奥拉岛（Insel Hispaniola）于18世纪末分裂成如今的两部分，一个是较大的东部的西属圣多明各（spanische Santo Domingo）[9]，有12.5万人口（50%为白人，40%为自由有色人种，10%为奴隶）；另一个是西部的法属圣多曼格（französische Saint Domingue）[10]，那里生活着大约50万名奴隶、4万名白人、3万名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与西属部分的粗放松散经济模式不同，法属部分实行的是供应欧洲市场的资本和劳动集约式的蔗糖和咖啡大生产。1788年共生产了1634000公担（每公担约合48.9公斤）蔗糖和682000公担咖啡。棉花和靛蓝属于次要产品。虽然蔗糖种植园只占总种植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其产量最大，因而其所有者也是最重要的。

奴隶们遭受着残暴的统治，因为短命而必须不断更换。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非洲出生，因而尚不能完全适应这里的制度。1783年以后运进了23万名奴隶。在社会的其余部分，在富足的种植园主与普通白人、手工业者、商贩、看守人和其他劳动者之间，在白人与自由的有色人种之间，在穆拉托人与被释放的奴隶之间充斥着紧张气氛。1784年到1788/1789大旱之年的供应危机激化了矛盾。除了服从于母国经济利益之下的重商主义，这里还存在着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对政治权利的剥夺，当地的种植园主寡头政治要求维护自我管理和贸易自由，普通白人则不时地揭竿而起。

看起来母国的革命首先迎合了这个形势。1789年巴士底陷落之后，种植园主寡头们组织了不合法的殖民地大会并使其议员获得了“第三阶层（Tiers Etat）”的承认。有些种植园主反正经常不在庄园而生活在 巴黎、南特或者波尔多（Bordeaux）。自由的有色人种和穆拉托人同样有他们的代表，并向国民大会要求政治平等，但是要与奴隶有明显区别，而从1788年成立的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行列中走出来的奴隶们的代言人还没有行动起来。圣多曼格的白人以大规模屠杀穆拉托人作为回应。当国民大会为了简便起见先宣布它对殖民地问题不负主管责任时，穆拉托人樊尚·奥热（Vincent Ogé）和让-巴蒂斯特·沙瓦纳（Jean-Baptiste Chavannes）进行谋反，这一谋反被极端残酷地镇压了。接着公众舆论反转，1791年国民大会给予了那些父母为自由人的自由有色人种完全的公民权，这一点更加剧了岛上白人的厌恶情绪。

在这一糟糕的形势下，1791年8月在北方省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奴隶暴动。领袖是逃亡奴隶布克曼·达迪（Boukman Duty）[11]。由于北方、西方和南方省份被山脉分隔，起义基本上没有波及整个殖民地。在北部殖民地的8000个种植园中，有1000多个被付之一炬，其间有大约2000名白人和10000名黑人被杀，其中部分人被以异常恐怖的手段屠杀。国民大会愤慨地取消了对自由有色人种的承认，这使得他们与白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取得一致。

起义的奴隶分为不同首领统领下的不同群体，这些首领中的一部分也在相互争斗，因此他们的目标也大相径庭。有些人和先前人民起义的参加者一样相信“好国王”（他真的想要改善奴隶的状况，而奴隶们并不知情），他们被革命者看作与旺代省（Vendée）保王党的起义者相同的人。他们迟疑地，并且只是为了自己的群体提出自由和人权的要求，尽管有些奴隶肯定已经听说过人权了，因为1789年，他们中间就出现了革命的“巡回布道者”。

在雅各宾派的监督下，国民大会于1792年又改弦更张，重新保障自由有色人种的公民权，并派遣具有专制代理权的全权代表和6000人的可靠的共和国军队上岛，该岛此刻被认为是母国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穆拉托人的帮助，这些全权代表致力于挫败白人反革命和自治主义分子。奴隶制仍然被正式地保留下来。当1793年英国和西班牙向大革命的法国宣战的时候，这些白人的一部分与同年占领岛屿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英国人结盟。而起义的奴隶则倒向了西班牙。

在他们中间，被奉为有才能的军事家、政治家和组织者的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Franç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1745～1803年）成了主要的指挥官，并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尚算训练有素的军队。他出生在当地，原本属于家奴中享有特权的一族，并以这个身份成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他于1776年获得自由身份并最终成为咖啡种植园主和奴隶所有者，他始终在白人和黑人的两个世界之间活动。在黑人中他被赞为精通医道的人，因为他能够在起义者面前救治他的前主人。

当这些受到各方面排斥并由于英国的海上霸权而被切断补给的全权代表的士兵相继死去的时候，他们试图通过有目的地释放奴隶来获得支持，这是一种在北美洲被证实卓有成效的策略。最终，全权代表、奴隶制坚定的反对者莱热-费利西泰·松托纳克斯（Léger-Félicité Sonthonax）于1793年夏天宣布，解放北海地的全部奴隶并使其成为共和国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这是历史上首次无条件地、彻底地和直接地废除奴隶制度！他的同僚之后也在西部和南部效法了他。在极端化过程中，法国的雅各宾派把第一批美国黑人接纳到他们的阵营。1794年2月4日，被圣多曼格选入国民议会的路易·迪费（Louis Dufay）成功地使国民议会以鼓掌欢呼的方式全面废除了奴隶制度。虽然据称在1793年仍然有1万名奴隶被运输到法属殖民地，但人们还是为如此多的自由、平等和友爱而相互庆祝。但是这些措施据说也与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的反英政策极为相符。

杜桑·卢维杜尔带领他的4000人投向法国方面并迅速接管了政治领导权。他成功地赶走了西班牙人，后者于1795年与法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并退出圣多明各。据说英国人在丧失了2万人之后，在1798年也放弃了他们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法国的五人执政内阁在1796年迫不得已任命杜桑·卢维杜尔为副总督，1797年任命他为总司令。但是，被他挫败的法国特派代表煽动南方的穆拉托人反对前奴隶们。一场残酷的战斗之后，玛拉顿人于1799年至1800年被打败，而这场战斗的指挥官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被称为残暴至极的屠夫。1801年，这个岛屿的曾归属西班牙的东部被占领。

杜桑·卢维杜尔为整个岛屿创建了一部独裁的总统制宪法，这部宪法赋予他终身统治权，而法国仅保留主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应付裕如。黑人的军事专制和白人的经济专长结合产生了新的经济繁荣，这对军队的供给尤为必要。但是由于被解放的非洲人宁愿作为小农谋生，他们被迫从军队转到重新建起的甘蔗种植园从事劳动，暴力惩处如影随形。人们甚至考虑了重新许可奴隶输入以弥补劳动力欠缺。反抗没有停止，但一再被镇压。直至1830年代，杜桑·卢维杜尔的继任者才放弃了这一政策。海地仍然是一个小农之国。带着这种限制，杜桑治下还是逐步产生了法治国家的状态。种族纠纷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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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1 1790～1798年和1799～1804年的海地革命

作为法国新主人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完全站在了前种植园主一边。他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德·博阿尔内（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出身于一个为圣多曼格生产物品的克里奥尔种植园主家庭。拿破仑利用《亚眠和约》（Frieden von Amiens）之机，把他的妹夫夏尔·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勒克莱尔（Charles Victor Emmanuel Leclerc）和4.4万人派到了西印度群岛。杜桑被打败并押往法国，1803年他在法国作为囚徒被关押在庞塔里尔（Pontarlier）以南的尤科斯城堡（Joux），并凄惨地死在那里。当在其余法属岛屿重新实行奴隶制度的消息传到圣多曼格的时候，新的战争爆发了，其间由于2.9万人及其司令官感染黄热病，军队遭受巨大损失而无力再战。一场双方都认为具有种族灭绝性的谋杀式的决战之后——勒克莱尔本人也向拿破仑建议消灭非洲人——其余的法国军队不得不在1804年向英国人投降。

获胜的非洲人在1804年1月1日宣布岛屿的西半部以印第安名字“海地”独立。据说，海地的独立宣言的撰稿人当时曾宣告：“我们需要以白人的皮肤作纸张，以他们的头颅作墨瓶，以他们的血作墨水，以他们的刺刀作笔。”（Manning 2009，148）在法国大革命中虽然也有过类似的格言，但海地皇帝让-雅克·德萨林（1804～1806年在位）毫无疑问是以拿破仑为榜样的，宣告自己为“新世界复仇者”——这个概念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概念，而他实际上在1804年3月的一场种族灭绝中就已经杀光了 剩余的白人，这是逆向的种族主义的胜利！而那些人们可以利用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虽然后者还在勒克莱尔的军队中战斗过）被宣布成为黑人共和国的公民。1791年到1803年可能总共有20万人丧命，超过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806年，这个国家分裂为南部的一个穆拉托共和国和北部的一个非洲人王国，直到1820年重归一统。岛上先前的法属东部经过1808年的一场人民起义，重归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1821年它宣布独立，但到1844年又被海地吞并。之后，多米尼加共和国成功地从海地分离，形成了今天的格局。法国直到1825年才承认海地的独立，条件是1.5亿金法郎的巨额赔偿款，1838年削减到了9千万金法郎，彼时国家收入估计为每年3千万金法郎。在法国战舰的威吓下，海地同意并在巴黎接受了贷款。这个到1867年应该给付的五笔分期付款直到1883年才终于付清。19世纪，这个国家一直处于法国的非正式控制下，很早就发生了后来所说的新殖民主义（Neokolonialismus）现象。但是，1825年开创了新世界的第二个独立国家，即第一个后殖民时期有色人种共同体获得国际承认的肇始。随后，英国、尼德兰、丹麦、瑞典和比利时迅速宣布承认。其他国家则犹豫不决了更长时间。梵蒂冈直到1860年才承认，因为德萨林自封为宗教首领。美国（只要您想想“说法语的黑鬼”就清楚了）则直至1862年才承认，因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希望能够将美国黑人驱逐到那个地方。去殖民化虽然成功了，但是其后果直至今天仍未克服。可以说，去殖民化的进程尚未完结。

伊比利亚美洲的革命和去殖民化运动

伊比利亚美洲似乎缺乏像圣多曼格那样的极易爆发的社会因素，也缺少英裔美国人那样的自由传统。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独裁统治。所以，殖民地的精英们与母国的疏远尽管与北美洲的情况非常类似，但走得并不远，以至于这里被一些人追求的独立也只能算是迈出了第一步。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委内瑞拉军官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认识欧洲、北美甚至是法国大革命，并于1806年试图通过一次在其祖国的登陆行动来进行反抗西班牙的起义。这次行动由于缺乏支持而失败。为了也启动 这里的去殖民化进程，他们需要拿破仑的进攻导致的母国崩溃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有时候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这里发生的事情更像是权宜之计。巴西的道路和西属美洲的道路有天壤之别。

当1807年法国和西班牙共同进攻葡萄牙之时，摄政王［自1818年为国王若昂六世（Johann VI）］1808年在英国舰队保护下将其君主国迁往里约热内卢。有1万～1.5万名领导阶层成员跟随着他，由于葡萄牙被敌方占领，王室出于自我保存的考虑不得不断绝与母国的重商主义联系。1808年就开放了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建立，并成立了一家中央银行。但是自由贸易的意义只不过是之前走私活动的合法化和证明了对于统治海洋的英国的依赖。1810年，英国收到了一个带有优惠条件的协议书，它同意英国对巴西市场的实际控制延长至下半个世纪。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的协商过程中，巴西的殖民状态结束了。这个国家被宣布为王国，并且是一个葡萄牙人和巴西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的大西洋君主国。其王位仍暂时设在巴西。这个专制统治建立了严格集权化的管理体系，而国家由于其农业初级产品的出口而出现了经济繁荣。除蔗糖外，主要是棉花。咖啡并不起主导作用。但是，巴西的出口必须经由葡萄牙进行，葡萄牙仍然负责产品的转卖。

相反，西属美洲的独立运动不是通过迁移，而是专制制度的崩溃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权真空所引发的。1796年以后，西班牙几乎经常处在与英国的战争状态中，而英国想利用其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期间获得的海上霸权真正地在西属美洲站稳脚跟。1806年，英国人支持米兰达并派出1万人进攻长期以来对它非常重要的港口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逃亡了，但是由克里奥尔人和欧洲西班牙人组成的反对派在1806年至1807年两次击退了占优势的英国人，并暂时接管了政府。这一成功大大提升了美洲克里奥尔人的自信。

在卡洛斯四世政府已经被证明在美洲无能之后，1808年，拿破仑将其赶下了台，将 自己的长兄约瑟夫（Joseph Bonaparte）扶上了西班牙王位。此时，英国成了反抗西班牙的同盟者，因为那里立刻爆发了一系列暴动，这些暴动都承认被驱逐的王位继承者费尔南多七世。社会等级的政务委员会（Juntas）取代了之前由法国人使用的行政机构。1809年至1810年，中央政务委员会也要求在美洲进行代表选举。在美洲，从1808年到1809年，城市市政厅组成了这种政务委员会，而这些政务委员会把对费尔南多七世的承认与为他们的国家要求更多的自治权相联系，因而大部分这样的诉求被压制了下去。与西班牙相反，在美洲，正规的行政机构事实上还保持其节奏，只是暂时地向约瑟夫·波拿巴暗送秋波。

由1810年拿破仑对这个国家的重新占领导致的西班牙中央政务委员会的垮台成了下一波成功的独立运动浪潮的推手。这并没有受到西班牙议会的自由派的阻止。1810年的这次议会集会是由政务委员会任命的摄政参议会作为立宪会议在加的斯召开的。而美洲的代表不能达到与他们人口数字相应的议员数，否则由1500万美洲人形成的多数票优势就会对1000万西班牙人构成威胁。从一开始就没有全体参会，也没有同时出席会议的63名“美洲人”在立宪会议中明显属于少数。由于受加的斯商行的影响，对外贸易也没有完全开放。但是对整个西班牙世界都有效的1812年宪法删除了全部的生产限制条款，保证了地方性自治和在废除宗教法庭情况下的言论自由。白人、混血儿和印第安人都获得公民权，但美国黑人不被包括在内。奴隶制度并未被触动。1813年至1814年，根据《加的斯宪法》（Verfassung von Cádiz），美洲还是重新举行了选举，这是一次民主的预演。

1810年在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墨西哥、拉普拉塔地区和智利这五个主要舞台发生了革命运动，只有秘鲁与图帕克·阿马鲁时代相反保持着平静。1810年，加拉加斯（Caracas）的一个政务委员会暂时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从驻军最高长官手中接管了政权。但是1811年选出的议会由于实行财产选举权（Zensuswahlrecht）而由克里奥尔人上层阶级所主导，在极端爱国主义的影响下，决定委内瑞拉完全独立。除了米兰达，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年）也在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上层社会成员，并且在卢梭和 其他启蒙运动者的影响下，于1805年居留欧洲期间宣誓忠诚于南美洲的解放事业。但是，国内的保王派力量和海岸的封锁于1812年导致了此间被指定为独裁者的米兰达的投降，玻利瓦尔麾下的一伙军官马上把他交给了西班牙人。1816年，他被铐在墙上死于加的斯监狱。

1810年在新格拉纳达，对自由对外贸易感兴趣的卡塔赫纳城独立。它的竞争对手圣玛尔塔（Santa Marta）依旧忠于君王，这符合欧洲的地区性传统［比如近代早期的西西里岛的巴勒莫（Palermo）和墨西拿（Messina）的忠诚］。在波哥大地区出现了集权主义共和国，而新格拉纳达的其他起义地区则极度厌恶这种集权主义并建立了联邦制。费尔南多七世的宗主权至少在形式上仍然受到承认。此外，厄瓜多尔的克里奥尔人在1809年经历了政务委员会失败的开端之后，于1810年又尝试国王领导下的自治，但是面对西班牙的反击，他们仅仅勉强维持到1812年。哥伦比亚西南部是顽固的保王派的中心。

借助来自新格拉纳达的帮助，玻利瓦尔于1813年作为“自由斗士”成功地回到了委内瑞拉并移居加拉加斯，在这里，1814年国民议会确定他为独裁者。这次他遵循了对欧洲西班牙人的坚定的恐怖政策，比如下令枪毙了上千名俘虏，虽然他们大部分并不是战斗人员。然而，当这些奥里诺科平原（Orinoco-Ebenen）的野蛮的游牧民平原人（Llaneros）在其领袖的率领下倒向保王派一方时，对方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现在事情演变成了一场乡下无产者针对城市上层有产阶级的战争。1814年，加拉加斯被共和党人放弃，没有逃走的人被杀死。委内瑞拉的第二共和国由于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失败。

玻利瓦尔于1814年收到了他再次栖身的新格拉纳达联邦的请求，在地区间内战中以武力来实现不同的独立地区的统一。他取得了部分成功，但1815年对卡塔赫纳的围攻失败之后，他不得不在西班牙人眼皮底下退回到了英属牙买加。费尔南多七世在回到西班牙王室并野蛮恢复传统的官僚体系之后，立刻派遣了1万人在值得信赖的巴勃罗·莫里略（Pablo Morillo）将军率领下前往美国。莫里略在委内瑞拉并没有遇到反抗，在占领卡塔赫纳和开展严厉的法庭审判后在新格拉纳达 重新建立了旧秩序。革命只能赢得一部分精英的支持，而对于大众来说依然是十分陌生的。至少现在已经达到一种对一方或者另一方来说，决定一旦作出就不再可能被撤销的状态。也就是说，不管现在胜利还是灭亡，冲突都会继续激化。

在1808年由少数欧洲西班牙人接管政权的墨西哥，革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特点。一个与具有启蒙思想的基督教乡村牧师米格尔·伊达戈尔-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1753～1811年）有联系的克里奥尔人密谋圈子因为有被发现的危险而不得不开战。伊达戈尔1810年在墨西哥北部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群众运动。瓜达卢佩的圣母像是融合的象征。废除非洲奴隶制度和印第安人的进贡制度，以及归还被出租的印第安人土地都已列在计划中，不过似乎没有更进一步的土地改革。但这足以使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团结起来反对起义。1811年，革命者在墨西哥城前败于一支小型的保王派军队，其首领被处死。在同样是乡村牧师的何塞·马利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领导下，群众运动首先在南方宣布用游击战术进行革命，甚至在1813年发布独立声明，在1814年撰写了一部共和宪法。但是，在莫雷洛斯被捕并于1815年被处死后，这场革命终结了。牧师们及其人际网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重要传播者，尽管他们绝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人，但是他们在1814年至1817年秘鲁南部的革命中也起到了同样的主导作用。

拉普拉塔地区是唯一一个不仅进行了独立运动，而且能够将运动持续下去的地区。其结果是，这里的内部问题特别早地暴露出来。当西班牙中央政务委员会垮台的消息传来，自信的克里奥尔人主张他们自行接管政权的权利。18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层建立了管理政务委员会。反对革命的行动被镇压下去，总督和检审庭被带到了加那利群岛。1813年召开了拉普拉塔省制宪会议。与西班牙的关系悬而未决，但是他们决定废除印第安人进贡制度，废除世袭财产，限制非洲奴隶买卖和建立强力的国家行政机构。

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统治集团以一种对后来的去殖民化进程也具有典型意义的方式坚持 以前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地的领土完整，并使用暴力应对分裂主义趋势。这个地区的边缘地带并非直截了当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上秘鲁的爱国者们（即今天的玻利维亚人）都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边，因为保王派想把这片土地重新与总督辖地秘鲁联合起来——冲突中的地方主义要素在这里非常明显。但是，1810年至181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秘鲁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以国王的胜利而告结束。

相反在巴拉圭，地区的自身利益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利益相悖。因为现在控制着通向拉普拉塔地区大门的克里奥尔族群与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同，征收关税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给巴拉圭带来坏处。因此，克里奥尔的军队在1811年被尚在总督领导下的巴拉圭人击退。但当总督寻求葡萄牙方面支持他对抗国内爱国者时，巴拉圭于1813年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不参加其他拉普拉塔省份的联盟。何塞·加斯帕尔·托马斯·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律师（José Gaspar Tomás Rodríguez de Francia，1766～1840年）从1814年起任独裁者。

东部海岸地区（Banda Oriental，即今天的乌拉圭）的独立运动进程更为复杂。在这里，纯粹由本地的白人联合起来进行非同寻常的统一革命运动，但是首都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出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竞争需要而继续忠于国王。它得到了来自始终企图吞并这个地区的巴西的支持。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的海上优势，占领蒙得维的亚的行动成功了，却引发了与那里的爱国者的冲突。拉普拉塔地区的其他省份也反对首都的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野心，以至于在联邦制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当混乱的地方主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英国不再要求继续照顾其西班牙盟友时（拿破仑已被打败），1816年在图库曼（Tucumán）召开的一次会议得以宣布南美洲联合省份的独立，但是其内部形势极不稳定，以至于巴西在1816年至1817年能够重新占领东部海岸。直至联合的阿根廷省份与巴西之间在1825年至1828年的一场战争之后，乌拉圭方才经由绝非不怀私心的英国的调停而独立。

1810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克里奥尔政务委员会也剥夺了尤其令人憎恨的驻军最高长官的权力，1811年实行自由贸易——布宜诺斯艾利斯应该不被允许单独做生意了——并且召开了国民大会。在极端分子中，何塞·米格尔·卡雷拉（José Miguel Carrera，1785～1821年）和爱尔兰裔秘鲁总督的非婚生儿子贝尔那多·奥西根思（Bernardo O’Higgins，1776～1842年）相互对抗。正如在拉丁美洲那样，除了这种个体的意义，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上层具有竞争力的家庭联姻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有优势又有劣势。然而，不管是针对国民大会发动政变从而成为独裁者掌权的卡雷拉，还是战功卓著的总司令奥西根思，都没能遏制来自属于保王派的秘鲁的回击。1814年，他们不得不逃亡阿根廷。所谓的智利“祖国（patria vieja）”时代结束了。

克里奥尔精英们在组建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又回归了传统的法律结构，即在美洲不仅有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有西班牙国王的附属的几个国家，在这几个国家里由于君主缺位，主权回归人民所有。从这一立场出发，它们或多或少谨慎地朝着独立和共和主义的方向摸索前进。但是政治人群传统上都是来源于团体组织的精英阶层，而绝不是像今天这样来源于全部生活在国内的个体所组成的大众。另外，精英们的法人属性传统上与一个城市或作为聚居地（patria）的一个地区相关，而又绝对不是直接与长官辖区或者总督辖地有关系，更谈不上与整个西属美洲有关联。所以各个独立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区域主义特点，有时甚至发展成地区间的内战。另外，克里奥尔人与底层，尤其是与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有着模棱两可的关系。他们一方面作为同盟者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又有理由使克里奥尔人对他们产生恐惧，因为他们倾向于使用残酷暴力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加的斯宪法》最终也同样发挥了双重作用。它一方面强调此时已受到威胁的国家统一，并一再损害殖民地；另一方面它又为民主创造机会并推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宪法模式，而一旦条件允许，后者还可以被借用到自己的聚居地上。

然而，1814年至1816年，除包括巴拉圭在内的拉普拉塔地区外，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完全重新建立了起来。随着费尔南多七世重登西班牙王位（1808～1833年在位），合法性的欠缺所引起的愤怒终于平息了。由于拿破仑战败，军队得以腾出手来，可以被派遣到美洲去。然而，正是君主政体的复辟最终导致了克里奥尔人 精英群体与西班牙君主制度的分道扬镳。已经在美洲着手实行的1812年自由宪法被取缔，以及通过残酷的迫害措施恢复无限君主制度，大概可被视为过度革命带来的反作用。因为在美洲并没有计划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相反，之前取得的成就被逐一废除，所以西班牙的统治对于“美洲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在南美洲的南方和北方的第二波行动浪潮都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其中心人物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也终于握手言和。这样，整个大陆的解放得以完全实现，而同时在墨西哥，为了同一目标的第三次运动也获得了成功。

一位西班牙职业军官名叫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1778～1850年），他来自今天的阿根廷，曾在欧洲服役，并在1812年效力于革命。他决心不再像以前那样，徒劳地通过陆地席卷而下进攻保王派的抵抗中心秘鲁，而是要从智利的海上发起进攻。在他作为阿根廷边境省份的总督策划好行动之后，于1817年率领4000人跨过了安第斯山，强行进入圣地亚哥并于1818年和奥西根思一道给予保王派以致命一击。奥西根思成为从此以后最终独立的智利的独裁者，而圣马丁作为智利的总司令准备向秘鲁进击。智利海军的领导人是前英国海军提督托马斯·柯克伦勋爵（Thomas Lord Cochrane，1775～1860年），他随后在1823年和1825年间接管了巴西海军。1820年，圣马丁率领主要由智利人组成的军队渡海向北进攻。

在北方，玻利瓦尔于1816年从海地率领一支4000人的外籍军团（其中有500名英国人）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入侵委内瑞拉的行动。直至1817年他才取得进展，他的最后成功发生在1818年，追随者们推举他为游牧民平原人的新领袖。原因是痛恨玻利瓦尔的加拉加斯现在成了保王派的中心，却拒绝对游牧民平原人的效忠予以承认。1819年末，安格斯图拉（Angostura）国民议会决定由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以玻利瓦尔为战时独裁者的基多来组建一个未来的哥伦比亚中央集权制共和国。同年，玻利瓦尔率领着由最初的500名英国志愿军扩建而成的部队从奥里诺科河谷向新格拉纳达进攻，对阵总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功进军波哥大，但是又因为他的追随者的宫廷革命而重新返回委内瑞拉。

自由党人在西班牙成功地在加的斯策反了准备乘船前往美洲的军队起义。此时爆发的起义迫使费尔南多七世重新承认加的斯的自由宪法，这使美洲极端保守的保王派感到迷惑。在西班牙仍能有效统治的地方，兴起了有关这部宪法意义的激烈的政治运动。但是，一方面，已经独立的地区并没有显示重归西班牙统治的倾向；另一方面，新的西班牙议会向美洲的少数派作出了些许让步。另外，国王在新的形势下也无法向保王派提供更多的援助。

这样，玻利瓦尔首先在委内瑞拉达成停火，然后在1821年获得决定性胜利。同年，在两国交界处的库库塔（Cúcuta）会议上，由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精英代表们成立了哥伦比亚共和国［为了与后来的哥伦比亚相区别而称为大哥伦比亚（Großkolumbien）］，它实行中央集权制，由玻利瓦尔担任对交战地区享有专制全权的总统。奴隶问题也通过在西属美洲其余地区实行的妥协措施《新生儿自由法》（libertad de vientres）而得以解决：新出生的奴隶后代暂时自出生起即为自由身。但是无论如何，美国黑人的参战和战乱都普遍地带来了奴隶制度的倒退。另外，在库库塔使用“Indigenda”（当地人）的概念取代了歧视性的“Indio”（殖民地土著）一词。巴拿马的一次起义促进了它与哥伦比亚的联合。在其最重要的下级指挥官安东尼奥·何塞·德·萨克雷-阿尔卡拉（Antonio José de Sucre y Alcalá，1795～1830年）的胜利之后，解放者玻利瓦尔又接管了基多（厄瓜多尔）。

在秘鲁，圣马丁的进攻随着西班牙本土的自由主义转向的消息的传来而受挫。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一次针对总督的军官哗变，接着又有一次企图通过谈判而达成妥协的尝试，最后是独立运动在秘鲁的兴起，以及保王派向上秘鲁的撤退。1821年，圣马丁得以作为独立的秘鲁拥有独裁全权的庇护者进入利马。1822年，他与此间由北方进军而来的玻利瓦尔在海港城市瓜亚基尔会面。

尽管这一会谈的细节尚不清楚，但人所共知的是，玻利瓦尔提出的反对圣马丁偏爱的君主立宪计划的共和方案得以实施，并且拒绝了为仍然强大的秘鲁保王派提供支持。因为圣马丁在秘鲁也遇到了反对派，他于1823年返回欧洲并于1850年去世。秘鲁国民议会陷入如此窘迫的境地，以至于必须在1824年授予玻利瓦尔以专制的全权。1824年12月9日，德·苏克雷在阿亚库乔（Ayacucho）打败了总督。这是独立运动的最后的决定性战役。上秘鲁国民议会拒绝了与秘鲁或阿根廷合并的动议，并于1825年宣告了以解放者命名的新国家玻利维亚的独立。德·苏克雷当选总统（1826～1828年在任）。被秘鲁国民议会推举为终身总统的玻利瓦尔回到哥伦比亚，因为那里又出现了骚乱和分裂主义的苗头。

在此期间，墨西哥和巴西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独立。在墨西哥，人们担心西班牙转向自由主义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它会使保守精英们丧失对统治母国的兴趣。这时，军官阿古斯丁·德·伊图尔比德（Agustín de Iturbide，1783～1824年）制定了一项独立的墨西哥君主制度计划，包括平等权利和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但是也提出和实行了维持军队和教会的特权。总督由于缺乏支持者而引退。当君主立宪派和共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1822年的宪法大会上公开爆发时，一次军队政变把德·伊图尔比德变成了皇帝阿古斯丁一世（Agustin I），像玻利瓦尔所嘲笑的那样，“这是从上帝和刺刀而来的怜悯”。然而这个皇帝被不满的将军们所排斥并于1824年被枪杀。这样就为1824年宪法的保守的联邦制共和国清除了障碍。但是总体上看，这里通往独立道路的第二阶段与南方相比，已经不那么血腥了。

在中美洲，1820年也发生了与母国分离的事件；恰帕斯（Chiapas）转向墨西哥（它本来就应该归属那里）；随后在1822年和1823年间，中美洲在危地马拉的带领下与墨西哥合并。但是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地区的领导下，自由主义趋势迅速得以发展，这种趋势要把自己从危地马拉的统治地位下解放出来。首先出现了一个中美洲的联邦制共和国。

只有古巴和波多黎各不为所动，并成为从大陆逃亡过来的保王派难民的避难所。古巴的克里奥尔人寡头政治鉴于海地的先例，不想使蔗糖市场上来自圣多曼格的竞争力量消失之后，刚刚兴盛起来的奴隶经济体制受到一场革命运动的危害。西班牙的统治对他们的利益来说最有益处。

在巴西，中央集权制王国的建立大大促进了自我认同感的培养。但是，1817年伯南布哥共和独立运动由于其地方主义而失败。但是，1820年的西班牙自由者的暴动也波及了葡萄牙，那里召开了立宪会议并要求君主重返母国。这一发展会给巴西带来什么后果呢？当国王于1821年回到欧洲时，据说他给他的一个儿子和佩德罗的代表留下了秘密指令，在必要时分离巴西和葡萄牙，只有这样才能稳固布拉干萨王朝（Dynastie Braganza）的统治。当以65名巴西人占少数的葡萄牙国会在1821年意欲迫使巴西倒退回殖民地状态时，这种情况出现了。政治自治被废除，国家在里斯本被分割为辖属的省份，王储被召回。取代贸易和手工业的自由而再度出现了葡萄牙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独立运动占了上风，佩德罗一世（Pedro I）宣布巴西于1822年成为君主立宪制帝国。葡萄牙军队被赶走。尽管有些地方必须使用暴力实行新的体系，但是这种暴力的程度要远远低于西属美洲。由于种植园贵族统治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所以奴隶制度的社会体系没有被触及。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存在使得巨大国家的统一得以保持。

除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外，拉丁美洲于1824年独立于欧洲。但是欧洲自1815年起就存在着一个有理由被质疑的在各地推动重建旧制度的“神圣同盟（die Heilige Allianz）”。1823年，法国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结束了自由的间奏曲，并使得新型的专制主义恐怖统治成为可能。1817年至1825年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订立关于拉丁美洲独立的共同保障宣言的倡议之后，于1823年12月给国民议会的信件中宣告了所谓的门罗主义（Monroedoktrin）。门罗主义认为，尽管仍然遗留下来的占领应该持续得到尊重，美洲大陆已经停止作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而存在，美国必须把神圣同盟每一个试图“将其制度扩展到此半球的一部分的尝试看作对我们和平和安全的威胁”。1825年，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也都同样得到了英国的承认。但是，所有的国家都迟疑不决，因为西班牙在费尔南多国王于1833年死后才逐步放弃了它以前的殖民地。数任罗马教宗由于他们的正统主义观念，直到1836年才最终确定与拉丁美洲的教会关系。

在西属美洲，早先的各种影响深远的联盟计划失败以后，玻利瓦尔于1824年邀请召开包括巴西和美国作为观察员的拉丁美洲国民议会，以期创建一种抵御神圣同盟可能的干涉的集团，或者在不创建一个民族的情况下实现新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只有大哥伦比亚、秘鲁（仍由玻利瓦尔担任国家首脑）、墨西哥和中美洲参加了1826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会议，而其他国家则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拥有捍卫独立权利与和平调解冲突义务的共同武装力量的联邦。但是这一协议仅仅被大哥伦比亚通过。由玻利瓦尔提出的平行推行的安第斯山联邦（Andenkonföderation）也未能实现。在国内政策方面，玻利瓦尔越来越趋于保守，他试行总统、参议员和监察官终身制以图达到最终政治稳定。然而徒劳无功，他死后的1830年，大哥伦比亚分裂为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巴拿马在1903年才在美国的推动下实现与哥伦比亚的分离）。中美洲联邦在1839年解体为五个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El Salvador）、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此前，在他致国民议会的最后一封信中，这位濒临死亡的解放者不得不确认：“独立是我们不惜所有代价赢得的一切。”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又写道：“美洲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统治的。谁若献身革命，那他就是在枉费力气。在美洲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流亡国外。”（König 1984，125）

在这里，去殖民化取得了成功，但也是在这里，由此产生了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大部分土地已经荒芜，经济低迷。内战和地方主义使得当地的军事独裁（Caudillos）常态化。很多国家内部纷争又起。影响至今的在后殖民地国家存在的军人特殊地位皆源于革命战争和后革命战争。因为这首先关涉的是克里奥尔人上等阶层的成功，所以下层人尤其是在有些国家占多数的印第安人的 解放进程直至今天仍未结束。人们愿意以“印第安人”而非“美洲”之名来说明自己的新身份，因为“美洲”在19世纪被各种国家身份代替之前，就在1800年前后从一个中性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

这些印第安人身上仍保留着一个思想体系结构，而真正存在的印第安人作为同盟者，其运动是受欢迎的，只要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财产占有状况没有质疑。当在墨西哥，本土的历史和象征——比如瓜达卢佩——至少仍然可以继续促进克里奥尔人、混血儿和土著人的一致性认同时，对于秘鲁的克里奥尔人来说，本土人就是野蛮人，混血儿就是劣等人。印第安人从他们那方面来讲与在以前的暴动中一样，对超越民族的计划鲜有兴趣，而是希望革命改善他们的状况和消除地方上可以感觉到的弊端。因此，克里奥尔人与他们的联盟被认为虚伪是不无道理的（van Young，1987）。所以这种联盟往往很快终结，或者像在墨西哥一样不可能成功。同样，在后殖民时期，通过教会，以及通过那种理论上应该使他们成为市场和现代文化的平等参与者的管理来将印第安人从父权管束下解放出来，可能有时候是善意的，却往往更多地导致新的剥削和社会混乱。

尽管如此，自由之战，即血腥内战是美洲所有三次革命的共性，在这些战争中，低级阶层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虽然他们的利益与精英阶层的利益不一致并且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徒劳的。因为革命的持续性成果正是基于占多数的民众的忠诚对象的转变，即在旧的政治制度中，保证土著精英们在政权里占足够比例还是不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所有团体都对旧政权怨声载道，它的压制措施被认为是专横和不公的。然而，对美洲的总共四次独立运动和三次革命的对比表明，到处都是对主权的征服，而没有一个地方把平等的民主当作目标和结果；到处都导致了专制统治。民主的发展进程在美国同样打了折扣，其权威的政治家作为统治者不信任人民，因此选举权只能缓慢扩大。但是在美国，全体人民的参与成功地实现了从国家的形成过渡到民族的形成，而拉丁美洲国家因其下层的参与不足而半途而废。

尤其从政治精英的观点出发，仅在国际环境下解读独立运动的成功，也可以视之为大西洋两岸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以18世纪帝国主义现代化措施引起反作用为肇始。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对美国的愿望作出了同样会引起反作用的反应，所以人们甚至可以将其吸纳到这里的大都市革命中来。而在独裁统治的拉丁美洲，爆发革命正需要这种独裁崩溃的参与。另外，大都市反革命势力的相对弱势亦发挥着作用。对革命的压制随着那里的政治形势而摇摆不定，往往并不容易在美洲的广阔地区发挥影响，当掌握海洋权的英国站在他的对手一边时，在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就必须与补给困难作斗争。因为作为贸易和海军大国的英国是现在实行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和新型国家的主要债权人。因此，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还没有迎来它最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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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梭认为公意只考虑到公共的利益，是普遍的共同的意志。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永远是公正的，个别意志则彼此会发生冲突。国家要保护全体人民的权利，须以公意为基础。

[2] 克里奥尔一词原意是“混合”，泛指世界上那些由葡萄牙语、英语、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克里奥尔化意指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混合文化现象。

[3] 美洲的金银对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非常重要，所以哈布斯堡家族坚持垄断性的贸易结构，要求所有商船都必须经过西班牙的加的斯港，以控制银币的铸造，使西班牙比索在贸易扩张时期成为最重要的全球货币。

[4] 省区会议（provincial council）参加者是一省内各教会的代表，规模更大的宗教会议为由全国各教会的代表出席的国家会议（national council），以及代表整个普世教会的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例如1545～1563年的特伦托大公会议。——编者注

[5] 指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人。——编者注

[6] 在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千禧年主义末世论被广为接受，有观点认为，人们普遍存有一种对千禧年的渴望、对基督降临的期待，这种观念成为早期美国社会革命和改良的一种动力，塑造着美国社会的神学、政治和思想伦理。——编者注

[7] 一篇匿名的法文讽刺信函《黑森佣兵的销售》（The Sale of the Hessians），据说作者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黑森佣兵指挥官希望更多麾下士兵死亡，如此他便可获得更优厚的补偿。——编者注

[8] 1783年9月3日美国与英国在巴黎签署的和平条约，也译作《巴黎和约》。——编者注

[9] 150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正式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被命名为“圣多明各”。——编者注

[10] 1665年，法国政府声称西班牙岛西部三分之一是法国的殖民地，称为“圣多曼格”，又译“圣多明”。——编者注

[11] 原文人名疑拼写有误，应为Boukman Dutty。——编者注


第十二章 16世纪至19世纪的认知和接受

新世界和旧世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不只是欧洲在严重的冲突中开始彻底改变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在这种关联中，新世界在政治上变得独立于旧世界。但是它的组成部分在内外武装冲突爆发之前已经找到自己的同一性。过去三百年的大西洋体系开始瓦解或者至少接受了另一种形态。同时，欧洲在南亚和东亚的存在也在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内部危机而发生的激烈的内外斗争中改变着他们的特点。此前主要在海上活跃，而在陆地上仅限于控制港口和根据地的欧洲贸易公司接过了对印度中心地带和中心岛屿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看起来，这些世界范围内的革命直接或间接地都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推动作用。只有中国和日本虽然遭受了同样的全球性的经济挑战，但它们在危机中继续走着自己的道路。在世界范围而言，拥有几乎无限资源的逐渐羽翼丰满的欧洲金融和军事国家——这也是唯一无可质疑的欧洲成就——的代表们虽然不能再控制住它们在新世界里的分公司，但是却证明了从现在起，它们能够对付数个世纪以来一直优于它们的亚洲帝国。由此，帝国主义呼之欲出。

与此同时，或者说在这一戏剧性的发展之前，在欧洲，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接受也发生了变化。据说欧洲人一开始就因其对新生事物的感知力而出众。早在16世纪，人文主义者就已将旅行升华为“旅行的艺术（Apodemik）”[1]，并为此设计了问卷。同一时期，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以政府的详细问卷为依据，开始对地形关系进行有计划的国土绘图。而贸易公司 和其他商人这样做则是为了赚取利润。对于不能保证获益的知识他们几乎不感兴趣。如果有利于竞争，他们有时甚至会阻碍这类知识的传播。这种小肚鸡肠的秘密也一直得到伊比利亚王室的传承。就连语言的掌握也遵循着功利主义的考量，即使是精神方面的也概莫能外。

然而，受到启蒙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欧洲的认知和知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对政治、宗教和商业方面感兴趣的私人网络被用于知识的传播。欧洲精英们被好奇心所控制，在异国风情的吸引力和哲学认知欲之间摇摆不定。此前所积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应该得到了充实，尤其是得到了系统化。有计划地派遣出去的国家和私人的科学研究考察逐步取代了惯常的层出不穷的发现者和遍地开花的发现行动，从现在开始，那些拟定了方法得当的行动计划并执行明确任务的科学家也参与了科学研究考察。但是人们不再仅仅为了实际利益，而是通过知识来占有世界；通过知识来占有世界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了科学。

这种由世界向欧洲传播知识的路径与欧洲有计划的知识系统化相一致。近代早期收藏异域珍品的艺术馆和博物标本室变成了系统建造的博物馆，异国植物的种植造就了系统建造的植物园。虽然西班牙的国王们早在16世纪就把植物学家派往美洲并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而且有志向的尼德兰人在17世纪也在亚洲做过类似的事情，因此已知的植物数量在150年里增加到原来的40倍！然而，直到此时才有了卡尔·冯·林内（Carl von Linné）把整个植物世界纳入一个唯一体系中的尝试。最晚到17世纪，人们已观察到热带生态系统对于农业和林业所造成的后果缺乏抵抗力，并开始有计划地保护环境。

古典时期以来就有一种推测，地球的特定部分由特定的祖先的后代居住，不同的气候造就不同的人群。此时才由冯·林内和其他人提出了人类种族的相应系统，即白种人、黄种人、红种人和黑种人分别对应欧洲人、亚洲人、美洲人和非洲人，肤色顺序立刻成了种族的 价值等级的序列。关于异国文化及其历史的信息不断被传播。一方面通过有计划的比较，另一方面通过对整个人类发展道路的新颖想象——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民族一步步地迈向越来越高级的文明——一部人类的世界史由此产生。

此外，人们认识到，应当重视倾听其他人的真实的声音，而且不仅是对其他人，也要对自身进行不带偏见的认知。在一段时间里，欧洲的自我相对化（Selbstrelativierung）拥有真实的发展空间，尽管它被少数人用于批判人种中心论和殖民统治，或者用于拥有开放性结局的跨文化成就的比较。因为开明的欧洲一方面因传统的基督教偏见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并自然地贬低异教徒，另一方面尽管产生了种族学说，但还没有完全被19世纪展现的帝国主义傲慢的新的无意识所控制。欧洲的“学者共和国（Gelehrtenrepublik）”[2]的跨文化共性即将完结，因为认知和知识也同样被国有化了。

开明的无偏见尽管有着良好的意愿，到一定的程度时也会导致自我欺骗，开明的眼光也是一种短浅的目光。因为一方面，这种新的发展思维会导致开明的普遍主义而成为欧洲的负担，因为欧洲理所当然地清楚自己处于人类发展的最高级阶段。人们或多或少地对“尊贵的”野蛮人抱有开放心态和同情心，自认为有义务给他们带来进步。与此相应，开明的知识也不可避免地被怀疑为权力的知识。另一方面，当他者在现实中不能适应这种明显的欧洲观点，即一种自我构建的“善意欧洲（ein wohlmeinendes Europa）”时，正是这种对他者的理想化会扭曲自己的感知。

当然，人们可以落落大方地置身于大量的感官体验所引起的惊讶之中，这种情况在新世界尤甚。最少受到刺激的是触觉，最强烈地且不间断地受到挑战的是视觉。但是欧洲人的嗅觉和味觉现在也有了全新的体验，嗅闻着鲜花的芳香和烟草的香味，品尝着巧克力和辛辣的胡椒，听着前所未有的声音——不知名鸟儿的鸣叫和未知人群的音乐。但是要建立像这种不能立刻 被熟悉的已有知识所消化的陌生的知识，是需要作好感知差异的准备的。

通过媒介来加工感知，以及随后通过意识将其纳为知识，偏离了感官的经验模式。感知和获取是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由语言控制，尤其受到语言为了处理新的知识而提供或者无法提供的这些范畴的控制。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显露在传教士们的困难中，即难于把基督教的关键概念用其他语言恰当地复述出来，也难于用自己的语言恰当地理解异国的宗教。甚至视觉感知都借助语言进行了社会建构。东亚人被实际地描述为白肤色，印第安人被描述为棕肤色。中国人有时候也被人们，尤其是被那些不能容忍他们的人叫作“黄种人”，因为在欧洲传统里，黄色是被唾弃的人、妓女和犹太人的颜色，象征着嫉妒和虚伪。但在18世纪后期，中国人在工具书的描述里一直都是白色。只是18世纪末期在伊曼努尔·康德的重要参与下建立的种族理论把他们定义为黄种人（Gelben），把印第安人定义为红种人（Roten），以便于从肤色上确定种族等级的划分：从白色过渡到黄色和红色，最低下的为黑色。红色皮肤直至17世纪末才出现。当时可能是指雷纳佩人（Lenape）[3]的身体涂色。直至18、19世纪，印第安人才被描述为红色种族。

此外，将感知到的食物纳为新知识也受到了人们已有的或者打算掌握的旧知识的影响。自17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才从古典时期和基督教原有知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此之前，印第安人和中国人起先是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或者《圣经》被感知的。人们以古典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榜样来解释事物，比如根据罗马历史的模式来解释对秘鲁的占领。首先，各种各样的期待影响着对感知的加工，进而影响基本知识的形成。其次，个体文化传播者可能充当着“过滤器”的角色，这种角色被一再谈及。此外，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首次接触的发生已渐渐远去，感知对象也趋向于焕发自己的新生命和不断吸纳新的意义。因为他们经常从原本所属的文化语境剥离（dekontextualisiert），以归入新的文化语境（rekontextualisiert）。我们不应该忽略，精神的侵占可以轻易地导致物质的占有。

由于理解通常就是从不理解开始的，所以我们在欧洲的扩张历史中经常可以碰到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误解，这种误解呈现了互补的形势。然而这种误解也会成为成功的文化联系的先决条件。各方都认为要在自己的文化模式框架下行事，而在现实中又会屈从于其他文化的影响，直至相互交融。并不是说推理所得的模糊意义背后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只是这个历史不容易接近，尤其因为创造的概念的历史自己变成了真实的历史。

1552年，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哥马拉（Francisco Lopez de Gomara）公开了他在其著作《印度群岛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中致皇帝查理五世的献词中里的几句话：

自创世起，除了造物主的造人和死亡之外，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发现印度；人们因此把它称为新世界，主要不仅因为它新近被发现，而且因为它如此巨大，几乎与旧世界中的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总和一样大。（Gomara 1918，156）

关于这个遥遥相对的美洲的极其新颖且意义深远的观点固化为世界历史中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我们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也译作《国富论》）中也看到过这个概念，然而此间有了新的要旨。

发现美洲和绕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航线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和最具意义的事件。其结果虽然已经相当令人瞩目，但是人们仍然不可能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的短暂时间里认识到它在整个波及范围内的影响。没有任何人的智慧和视野可以预见，这一发现将会导致整个人类的何种善行和何种不幸。总而言之，它们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上仍可能是有用和有益的，因为它们使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联结了起来，并使这些地区能够互相帮助，在交换中满足对必需的和可接受的东西的需求，并且促进相互之间的手工业和贸易。（Smith 1978，526）

与亚当·斯密在思想上持相反意见的卡尔·马克思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作出了类似预断，只不过作了另一种诠释。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 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Marx 1968，526f.）

前人对过去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进行了两三百年的思考，这深化了德·哥马拉的观点。美洲的发现产生了彼时他本人还无法预见的长距离影响之后，人们继而逐渐认识到其影响范围有多广大。当一个阿兹特克人用其母语纳瓦特尔语描述1610年至1614年跨越太平洋来到墨西哥的日本使者的外貌和行为之时，这难道不是正在开始的全球化的早期证据吗？而在那之后，后者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继续他们的世界之旅。

18世纪，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第一次可以在更加广泛的公众舆论范围内对欧洲的这个最大成就的后果进行批评。正如我们所见，虽然对殖民地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提高了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只是作为对殖民地政策竞争对手进行诋毁的手段在大众传媒上有些许效果而已。而阿贝·纪尧姆·雷纳尔（Abbé Guillaume Raynal）在1770年首次发表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使得针对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的残暴行径的传统批判普遍化了，“所有贪婪和嗜血的基督徒，一个不幸的偶然将这些人……带到了另一个半球的彼岸”，法国人在此事上也难辞其咎。这部由狄德罗等重要的启蒙运动者参与编纂的书籍在1789年之前就至少出版了49个版次。雷纳尔还悬赏征求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新世界的发现为人类带来了幸福还是不幸？

然而这个问题始终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启蒙运动者真正关注的并不在于欧洲人给新世界带来的灾祸，而在于新世界对欧洲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影响，在于未经启蒙的人获得权力而对其他人的腐化。被害人的历史应当成为谋杀者提高技艺的教材。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 人们一如既往地认定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始终有着根本的差别，而美洲诸部族毫无差异地全都被划定为野蛮人！野蛮人的极端例证就是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发现的食人族。虽然同类相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能被简化为一场单纯的讨论，并且极少像人祭那样引起普遍的争议；但是今天人们对16世纪传播得太过成功的美洲食人族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完全是合理的。这是古典的野蛮人神话的组成部分，它被证明在政治上是完全合适的。由于西班牙人在美洲想要工人，英国人想要土地，所以食人族神话可以用来证明狩猎奴隶和强迫劳动是合理的，有关懒惰的印第安人的神话故事成了占有其土地的理由。但是同样的，非洲人也有着他们的食人族神话，因为很多非洲奴隶预料他们将被白人食尽。

可是，历史的教训——尤其是自雷纳尔时代以来，我们这个大陆的直接的政权丧失的教训——早就销蚀了欧洲那种光辉的、毫不动摇的种族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明智的亚当·斯密看到了更远，并且预感到会发生什么。

对于土生土长的东印度和西印度人来说，由这两个事件产生的所有贸易优势已经消耗殆尽，它们结束于人们曾经忍受的可怕的不幸之中，而这并非根源于偶然，而是根源于事情的必然。在人们经历了两次大发现的那个时代，欧洲一方权力的比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允许在这些遥远的地方存在各种不平等。或许在未来，土著人的国家会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力，而欧洲人的权力会更加虚弱，这样，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居民都会获得同样的勇气和同样的力量，因而达到一种威慑中的平衡，仅仅这一点就可以将独立国家的不平等转变为一种对相互之间权利的尊重。除却各种知识和技术知识的交换，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建立这种力量的均衡，而这种交换是由所有国家相互间完全自主的全面贸易［……］带来的。（Smith 1978，527）

但是亚当·斯密本人没能认识到，人们的无形之手在持续进行而不受控制的过程中，在多大的规模上塑造着各大陆之间的关系！在欧洲人可以有意识地干涉新发现世界的自然和作物之前，他们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在美洲至此为止尚未被弄清楚的微生物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物系统。紧接着，欧洲人很快入侵了植物界和动物界，它们与旧世界的巨大差异性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伴随着人工栽培植物，他们也带去了欧洲文化，因为欧洲人想把新世界变成旧世界的一部分。小麦面包和葡萄酒也同样不仅是地中海世界的基本食品，离开它们，西班牙人就无法生活，而且它们在基督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圣餐中也有着核心意义，对欧洲人而言具有一种高级的文化象征价值。

对于跨文化交往场景极具典型意义的是，拥有高度发达的植物种植文化（这种植物种植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几乎提供了唯一的食物基础）的印第安人很难接受欧洲的人工栽培的植物，却很快接受了各种欧洲家畜。因为在旧美洲几乎没有发展家畜养殖业，动物蛋白在食物方面也意义甚微。与经济作物不同，欧洲家畜所提供的机会迅速被印第安人抓住了。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大平原上出现了游牧民族的新型混合文化。作为畜牧者或者骑马的大型猛兽狩猎者的生活显然比之前的生活更为富足，食品供应更佳。

还有新的人也来了，他们是欧洲移民和数百万像牲畜一样被运来的非洲人。19世纪的亚洲契约工人给圭亚那等现今的国家或特立尼达留下的印记，不亚于黑人给西印度、白人给北方和南方的印记。大陆的旧主人被消灭、清除或是被排挤至社会边缘。此外，人种混融由此产生，这既引起了新的社会问题，也增强了基因多样性和当地人对欧洲传染病抵抗力的增强。

引入种植资源的同时，英国人还输入了他们的技术、行为方式和公共机构。随着役畜的引进，车轮和犁耙才有了意义；随着贵金属的出口，精湛的矿冶技术出现了；随着白人人口的增长，欧洲式的手工业兴起了。正如欧洲的耕作和新的牲畜群排挤了印第安的移动牧场和园艺一样，地中海城市、法式庄园和英国乡镇代替了延续迄今的居住方式。很快又有了大型庄园、庄园住宅和种植场。但是，这不仅意味着在 大陆完全改变的外貌中，在它的新型文化垦殖区中展现了对于美洲来说全新的生态和经济，它同时还意味着另外一种社会和政治生态的胜利——旧世界模式的生态的胜利。

这种事实真相的基本表现是欧洲语言的普及，欧洲语言对于许多使用者来说理所当然地优于印第安语言。土著人究竟有没有语言？或者他们必须先说话并以此来学习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相反，拒绝接受新主人们的语言是拒绝文化移入的标志，因为语言是其文化媒介，尤其是一种宗教媒介，一定会给印第安人留下印记。传教士们不仅具有更好的智力技能，而且是语言学的先驱。此处应该出现的，是一种按照旧世界的思考和生活风格，按照旧世界的精神和政治规范而建立的典范。业已出现的往往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在新世界的条件和影响之下的旧世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独特变体。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圣母像不是卡斯蒂利亚的瓜达卢佩圣母像，弗吉尼亚立法议会亦非英国的下议院。但是对新世界原有秩序的修正的启示也来自旧世界：如果没有启蒙运动和专制制度，或许甚至如果没有特定的，乍看是单纯发生在旧世界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比如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也就不会有以上述方式进行的新世界的去殖民化运动！

那么，旧世界最终完全按照自己的形象，寄寓着自己的属性，把新世界打造成和它相似的模样了吗？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更有把握，且确确实实“毁灭性地”利用现成的“材料”去打造新世界的模样了吗？无可争辩，这是许多旧世界的代表的观点，并且他们在令人惊恐的巨大的范围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尽管如此，新世界依然存在着，它甚至在更高的程度上给旧世界打下了烙印，而这一点，旧世界自己竟未必知晓！

人们可以有些惊讶地发现，尽管新世界的发现堪称轰动世界的事件，但是旧世界对它的认识却是相当迟疑的。欧洲对来自美洲的货物和各种刺激的接受似乎也缓慢得令人惊讶，但那些人们期待获得并为此而远走他乡的东西除外，比如贵金属和 异教徒的灵魂。对新世界的感知往往在当时当地就已注定是不足的或者谬误的，这不单是因为原有的理解工具根本不适用于新的事物——例如，欧洲的语言本就缺乏一种能够对热带雨林的壮美进行描述的足够细分的色谱。而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往往只看到了自己所期待看到的东西——对此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这是相当正常的文化现象，因为要进行无偏见的、客观的科学观察，必先经过非常高标准的智力训练。

欧洲通过剥夺其差异性而将之纳入欧洲的传统概念，必要时甚至通过挑选可用的和忽视不可用的成分，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对美洲进行驯化。当中的核心种类就是那些“异教徒”，这样，印第安人就得以毫无问题地编入欧洲的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文化体系之中——基督教文化和古典文化，因为异教徒同时也是古典文化里的“野蛮人”形象在基督教文化中的体现。异教徒在基督教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固定位置，这意味着他们是第一等的邻人，需要受到管束才能皈依。这样的话，这位邻人被当成一种动物来观察和对待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已明确地排除在外，这样，他就可以与人们所认识的其他异教徒进行比较，尤其是与那些古典时期的人相比较。人们找到了剥去他神秘性的途径。1724年，耶稣会会士拉菲陶（Lafitau）写道：“当珀涅罗珀（Penelope）相信她的儿子死了的时候，她像一个印第安女人那样哀号了起来。希腊异教徒们像野兽一样厮杀，阿喀琉斯（Achill）展示了易洛魁人的所有残暴。”（Chinard 1970，324）

就连印第安人的起源问题都要通过回溯《圣经》和古典时期的谱系来回答，甚至美洲的理想主义神话早就运用了人们熟悉的传说，就像哥伦布那样在那里找到了人间的天堂，又或者说找到了阿卡狄亚（Arkadien）[4]或琉善（Lukian）所说的黄金时代。基督徒和犹太人将印第安人的起源解释为全世界范围内十个失落的以色列氏族。有些印第安人接受了这个观点，以便为自己的部族赢得更大的尊重。和早期的传教士一样，摩门教徒也借此赋予美洲在救恩史中的意义。

欧洲近代早期的问题和问题的制造者本来并不是美洲，因为欧洲的巨大成就产生于许多与新世界没有直接关联的欧洲国家。问题和问题的制造者曾经并且仍然是古典时期，美洲变成了人们对古典时期的接受（Rezeption）的附属品。虽然有个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从事新世界居民的研究，但是古典时期向他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他广受好评的评判独立性来源于斯多噶派（Stoa）。即使欧洲自17世纪晚期开始从古典时期中解放出来，面对美洲却依旧沿用由来已久的自闭式的接受模式。

积极地研究新世界在欧洲从一开始就是与利益相关的。各个热心于殖民政策的国家和团体制造和接受了大量的报告、地图和图画。这自然首先适用于西班牙人，那个时候，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西索（Martin Fernandez de Enciso）在1519年首次试图在他的《地理综述》（Suma de Geographia）中系统地表述新的地理知识。1530年，彼得·马特·安吉拉从哥伦布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撰写的《新世界十年纪》一书完整出版了，1535年出版了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的《印度群岛通史与自然史》的第一部分，随后还有许多其他历史与国情著作。西班牙王室除了赞助航海学的研究和教育，还很早就建立了官方的开展美洲历史撰写和地理描述的机构。费利佩二世从1571年也开始针对美洲组织《地形关系》（Relaciones topográficas）的编撰。虽然这个项目没有完成，但是这些土地说明书对更好地认识新世界，尤其是认识墨西哥作出了贡献。书中还有许多图片获得了赞誉，这些图片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前西班牙时代的印第安地图学。还有传教士们的努力，他们自己努力的原因在于要尽可能详细地认识新世界的居民。这样，一部有理由被认定为早期西班牙国情与历史探索的集大成著作的问世并非偶然，它就是出自耶稣会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之手的《印度群岛的自然和道德历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重要的美洲传教理论。这对于欧洲对新世界的接受来说是独特的，即德·阿科斯塔必须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用于一个目的：在传统的基督教救恩地理学（Heilsgeographie）中为美洲求得一席之地，并对教父拉克坦兹（Laktanz）进行了反驳，后者的观点是，地球上不可能存在两个对称的极点。

但是大部分关于美洲的早期著述并不是在西班牙出版，而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也就是说，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北部的贸易城市，想必那里的商人们 对于在美洲做生意有着最强烈的兴趣，特别是在威尼斯、米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直至威尼斯人拉穆西奥于1550年和1559年间撰写出第一部游记汇编。16世中叶出版的425部有关美洲的书籍和83部有关巴西的书籍中，有250部是用拉丁语撰写的。其中，关于美洲书籍的29%和关于巴西书籍的38%都在德意志出版，在意大利出版的这两个种类占比分别为25%和21%，在西班牙出版的则只占17%和8%。

相反，法国在1480年和1609年间出版的有关亚洲和土耳其的著作多达美洲题材著述的四倍，直到16世纪末，法国地理课程传授的关于古典世界的知识仍远远多于新世界的知识，这种情况可能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多米尼加人安德烈·德韦特（André Thevet）1558年写的《法属美洲的独特之处》（Singularitez de la France antarctique）和在日内瓦受过教育的让·德·勒利（Jean de Léry）1578年写的《巴西，或者称作美洲的旅行史》（Histoire d’un voyage fait en la terre du Bresil，autrement dite Amerique），典型的是，这两位作者都是法国在巴西进行殖民尝试的圈子里的人。但是我们还能看到一部作品，它就是马克·莱斯卡伯特（Marc Lescarbot）1609年献给年轻国王的《新法兰西历史》（Histoire de la Nouvelle-France）。比起观念的转变，它更多只是“奉旨写作”，因为在1600年和1625年间的216部地理著作中，只有38部是写美洲的。1625年到1660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239部中的74部，因为此时法国公众对加拿大倾注了强烈的兴趣。但是同样带有这种政治兴趣的有关出版物的数量在路易十四战争期间再次下降。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主要的出版物有哈克鲁特1589年的《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旅行和发现》，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1625年的《哈克鲁特遗作，或帕切斯的朝圣》（Hakluytus Posthumus，or Purchas，His Pilgrimes）[5]，后者第一次尝试以图画的形式出版了《门多萨手抄本》（Codex Mendoza），这与英国的扩张政策有关。

但是，认识新世界的兴趣并不一定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扩张联系起来，也有可能是为了着手研究来自美洲的具体的实际问题。比如，人们不得不深入研究非自愿感染的梅毒所带来的后果，1539年，塞维利亚医生鲁伊·迪亚斯·德·伊思拉（Ruy Diaz de Isla）的《关于预防西班牙语中通称为“脓肿”的“蛇病”的论文》（Tratado contra e mal serpentino que vulgarmente en España es llamado bubas）[6]就一再确认了梅毒来源于美洲，按照今天的研究水平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正确的。即使在欧洲，微生物也差不多是首批从另一世界输入之物。

然而，这一输入的规模可能远远不及反向输出的规模，动物甚至是人的输入和输出也符合这种情况。火鸡和天竺鼠颇受欢迎，1905年作为皮毛动物被引进的麝鼠成了祸害，20世纪20年代来到欧洲的马铃薯瓢虫被视为害虫……但与人们有理由相信的欧洲家畜给美洲带来的巨变不同，上述这些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景观。在哥伦布尝试向西班牙奴隶市场输送印第安人遭到禁止之后，新世界无论如何也不能向旧世界输送人口。而人口和劳动力恰恰是他们最大的空缺，尤其是人口灾难爆发以后。

在植物的统计方面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形，在这方面，美洲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新型财富，印第安农业也显露了野生植物驯化方面的重要成就，特别是把玉米从一种几厘米高的，果序只有铅笔般粗的野草培育成具有多颗粒肉穗花序的粮食作物。除玉米外，最为重要的作物有马铃薯、甘薯、木薯，还有美洲豆类、花生、西红柿、美洲南瓜、辣椒、可可和烟草，能提取人们长期以来不可或缺的退热药奎宁的金鸡纳树却没有被归在其中。这些植物的名称同样部分来自美洲的语言。

由于只有在食物的基础扩大的情况下，人口才有可能增长，所以鉴于人们已证实美洲可食用植物对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粮食供应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植物，地球的这些部分才实现了人口增长。当人们还在抨击黄花菜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在种植玉米、甘薯和花生了。水稻在17世纪可能为中国提供着三分之二的粮食，而1937年它只占到三分之一。剩余部分来自干旱地区的食用植物，其中美洲来源的产品占据上述产品总量的五分之一。这些美洲可食用植物使得17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人口爆炸成为可能。在欧洲，人口增长构成了工业革命和向世界其余地区进行持续扩张的基础！

其他美洲可食用植物的重要性也不容低估。假如没有花生，印度和塞内加尔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可可，加纳会是什么样子呢？要是没有大豆、西红柿和 辣椒，那欧洲的菜谱又该怎样编写呢？从树皮中提取的奎宁此间被人工合成化工产品所超越，而可可树的药物性经由可口可乐获得了世界声誉，尽管这种饮料仅含有少量像非洲可可豆中的那种药物。烟草中的尼古丁成了传播最为广泛的药物，这是美洲在旧世界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但是，新世界的经济意义也绝非竭力扩散美洲的可食用植物。新世界作为贵金属和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者而成为新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在这个体系中的比重几乎无法被精确地计算。非常典型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开创一段违背事实的历史。如果没有美洲，世界经济将会如何发展，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美洲被发现，被研究，被殖民，因为强大的欧洲人相信，这会带来纯利。尽管出现了巨大的缺陷，但欧洲人还是获得盈利了，而且收获颇丰。（Hamilton in：Chiapelli 2，1976，876）

毫无疑问，美洲白银虽然并没有直接带来通货膨胀，也没有直接引发16世纪的经济增长，但是美洲白银促进了这些情况的发展，使得亚洲贸易更加方便，其间涌入的大量白银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的影响尚未被彻底研究清楚。从鱼类到水稻、烟草再到白糖以及后来的咖啡，美洲给欧洲提供了各种重要的商品。还有对于欧洲经济来说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给予欧洲人大量的土地和发展的机会。其他人估计美洲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更高，这个需求推动了具有倍增效应的奴隶进口。同样还有对货物的需求，这些货物16世纪来自西属美洲，18世纪除了来自西属美洲，还尤其来自正在崛起的北美殖民地。虽然这种贸易不是英国繁荣的直接原因，但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这种关联之中，人们还不能忽略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地理影响，这些影响大部分都导致了欧洲经济从从前的边缘区域至少暂时地向中心移动：安达卢西亚、一些大西洋岛屿、南特和利物浦。欧洲上升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力量，既不能纯粹解释为受美洲的外部促进，也不能说是不受这种促进而完全是自己内在动力的结果。当欧洲相当有目的地发现新世界的时候，它已经在进行着扩张。但若没有这一发现，欧洲的其他巨大成功都不可能发生。它使欧洲获得了与其人口数量相比极多的土地和资本，并以此使它的世界统治成为可能。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政治的作用。早期的经济政策原则上必须有益于王室及其权力和收入。新世界的宝藏本应服务于西班牙统治者们的声誉，至少在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统治时期都暂时实现了这一目标。法国甚至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被一种超经济的（metaökonomisch）统治意志支撑着，经济计算在政治体制框架下仅仅具有服务的作用。来自美洲的收入可以使君主们不再受制于本土各社会等级的许可。他们在新世界拥有一个帝国，与在本土相反，他们在那里可以提出不受限制的专制统治要求。就连法国国王在法国也要受到某些限制，而与此同时，英国王室在北美洲也进行着专制的初步尝试。在这一点上颇具有典型性的是，西属美洲出现了严厉的国家宗教的统治，在本土惯有的许多限制在这里都被取消了。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已经认识到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政治尺度：

在殖民地，人们可以更明确地认清大都市的政府管理的轮廓，因为在那里，它们的属性一般都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引人注目。如果我要认识路易十四的行政管理理念和他的错误，我就必须去加拿大。（Tocqueville 1952，286）

事实上，人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断言，美洲殖民地社会由于取消了在本土发挥作用的反对力量，因而更加坚定地追随着那里的政治文化特定的发展趋势。新西班牙是一个官僚和专制的西班牙，新法兰西是一个天主教和专制的法兰西，新英格兰是个严格的新教英格兰。

对国际大国体系的影响必然发生。作为欧洲信贷的基础，美洲白银直接或间接帮助西班牙获得了欧洲统治地位。土耳其苏丹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勒班陀（Lepanto）战役失败之后让人书写西班牙时期西印度的历史。在海外，一开始就有 针对葡萄牙利益范围的分界线，这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非洲政策。随后就进入欧洲对手试图通过反对其殖民帝国及其航海路线的行动来打击西班牙的时期。这时候，新的国际法观点就被用于证明帝国的合法性。与此相悖的恰恰是西班牙哲学家们关于自己殖民帝国的批判性思考，它指出了一条通往平等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国际法之路。

但是，美洲依然至多是次要战场，是国际法的荒漠，欧洲的协议据说在这里无效。只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美洲才逐步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主体。或许人们可以将这里的先锋作用归结于尼德兰人对伊比利亚国家及其对巴西的占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8世纪，欧洲国家之间在殖民地内和周边爆发了战争，直到最后，这些殖民地通过去殖民化而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客体变成了主体。当美国在1917年作为最重要的前欧洲殖民地开始给欧洲政治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之时，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皇帝查理五世几乎不再谈论使他富有的新世界。他的格言“永无止境（Plus Oultre）”和作为象征的赫拉克勒斯之柱本来与新世界也毫无关系，而只是后来在这个意义上由德·哥马拉于1552年进行了另一番解释。一百多年后，美洲在政治方面才受到欧洲的认真对待。而对它的自身条件仍然不予承认，或许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事实的表达是语言接受的开始。母国的语言给新世界留下了印记，特别是传教士对印第安人语言的掌握仅局限于殖民地范围内和仅仅是为了实现其统治目标。

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他们应对蜂拥而来的新事物的语言概念的方式方法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源于印第安语的外来词数量众多，但是这些词语大部分来自最先进行交往区域的语言，来自与西班牙人交往的阿鲁阿克人（Aruak）的语言和与英国人交往的阿尔贡金人的语言。比如西班牙语中的cacique（酋长）、canoa（独木舟）——这两个词于1492年录入——和maiz（玉米，1493年），英语中的caribou（驯鹿，1605年）、moccasin（软皮平底鞋，1607～1609年）和tomahawk（战斧，1634年），等等。还有很多词语是通过叙事而产生的新造词语，像candle-tree（蜡烛木，1691年）就是因为形似而得名的，尽管它是错误的；再如用piño（五针松果）来指菠萝（1519年），用pavo（孔雀）来指火鸡（1502年），用说明来源的词语trigo de Indias（印度小麦）来指玉米（1580年）；还有转译过来、但不怎么可能会造成误导的词语ladino，原指西班牙化的摩尔人（Maure），来指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1565年）。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中，虽然有些技术概念是从高等文化的语言中接受过来的，但是别的一些同化进程占据着主导地位。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传播了这些他们在最先交往区域所接受的阿鲁阿克语和阿尔贡金语概念，甚至把它们继续传向西方进入大陆。

通过欧洲的造型艺术来感知美洲通常也经过了过滤，这不仅仅归因于当时的艺术家的风格特点。像汉斯·布克梅尔（Hans Burgkmair）和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这样的艺术家在1513年和1519年间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相当精确地再现巴西图皮安巴印第安人（Tupinamba-Indianer）的相貌之时，虽然他们进行了再创作，但还是有着完全符合现实的表现。而克里斯多夫·韦迪茨（Christoph Weiditz）在1529年得到机会，在西班牙用科尔特斯带回来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作为它的《民族服装图书》（Trachtenbuch）插画的模特。其他忠实于自然的作品还有1567年前后乔瓦尼·达·博洛尼亚（Giovanni da Bologna）塑造的火鸡和乔治·霍夫纳格尔（Georg Höfnagel）1570年在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莱希特五世（Albrechts V）的祈祷书里的植物画，其中除了鲜花还有烟草；1576年至1577年有各种因纽特人素描。尤其是约翰·怀特和卢卡斯·德·黑尔（Lucas de Heere）提到过的那些来自巴西的画作，它们出现在围绕着尼德兰总督约翰·莫里茨·冯·拿骚（Johann Moritz von Nassau）的人际圈子里。

但是与此相反的很多情况是，很多艺术对象被欧洲人的预期所超越。尤其是当人们不只是为了收集和记录时，便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巴伐利亚公爵艺术宝库的一幅墨西哥的神像出自洛伦佐·皮格诺利亚（Lorenzo Pignoria）笔下，他在《印第安人的想象》（Imagini degli dei indiani，1615/1647年）中悄悄地把它与古埃及的形象结合起来。因为洛伦佐·皮格诺利亚和他的担保人奥格斯堡人汉斯·乔治·赫沃斯（Hans Georg Herwarth）一样对埃及学感兴趣，并且相信古埃及与墨西哥之间存在着关联。纵使新世界被近代早期的大型节庆表演所呈现，它似乎仍然主要是间离的（verfremdet），乃至面目不清的。作品中出现的印第安人更像是童话里的野蛮人，而不像美洲的现实。一个例外是1550年在鲁昂为亨利二世（Heinrichs II）所建的巴西庄园，其中除了以同样方式画成红色的裸体法国人，还有真正的印第安人在一起玩耍。

特奥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和他的家人1590年至1634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十三卷本美洲报告的插图终结了这种现象。只要这些版画力求回归真实情景，而不是遵循出版者的想象，它们就不可能不忠于现实。但是它们毫无例外地在古典主义的风格中发生了变化。当施特劳宾人汉斯·施塔登（Hans Staden）笨拙地画下一幅印第安纵酒欢宴的草图作为他历险报告的插画时，德·布里正在描绘着一个盛典，画面上，奥林匹克众神被仔细地进行了安排和分组。施塔登笔下的一个食人者从一具尸体上取出内脏，这个意象被德·布里以雕塑般的庄严感和姿势运用在他画中参加盛典的裸体者身上，以至于让人产生错觉，仿佛一位艺术史学家正在作坊里修复一件古希腊罗马雕像。德·布里把施塔登笔下被肢解的腐尸变成了像“死去的战士”那样的浇铸而成的尊贵遗体。这幅由德·布里创作的美洲和美洲人的古典主义和理想主义作品对于此后欧洲的两百年都是权威的。在19世纪，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笔下的印第安人与其他希腊人几乎没有差别。

艺术由此与思想史的发展完全吻合。欧洲的思想领域极少把美洲的精神作为研究对象，而主要是关注自身，同时却不时打着美洲的旗号出现。即使是本杰明·基恩（Benjamin Keen）按照自征服至今的西方思想，注重细节地研究阿兹特克人的画作也无法反驳这一现状。按照惯例，欧洲人自己就是标准，而印第安人的另类行为则被定义为反常。更为典型的是，从同样的观察和同样的报告中常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解释。因为这种情况同样不是基于对美洲的兴趣，而是借用它来给有着无政府主义渴望的欧洲传统神话提供证明。

哥伦布的首批报告就适合于充分展示黄金时代和阿卡狄亚田园生活的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后来他在基督教传统的“人间天堂”附近沉迷于这种幻想中。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让他的理想国“乌托邦（Utopia）”落户在新世界的彼岸，那里没有财产的腐蚀性影响。关于它有过类似的报道——但是乌托邦首先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深奥知识的产物。墨西哥的第一批方济各会传教士以为，与过着简朴生活的印第安人一起就可以实现千年至福论的属灵理想。蒙田不仅在他的食人族随笔中把来自新世界的报告用于对价值的相对化，而且把黄金时代的古希腊罗马神话转化为关于 幸福和尊贵的野蛮人的新神话。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比较一再得出对印第安人有利的结论。特别是耶稣会会士的传教报告不断地使欧洲牢记印第安人的自然美德。

然而，启蒙运动者最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宗教呢？游历过加拿大的路易斯·阿曼德·德·拉·翁坦（Louis Armand de La Hontan）在其1703年出版的书中就这样问到。而耶稣会会士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陶（Joseph François Lafitau）撰写了印第安人与古希腊罗马人的习俗比较，此书于1724年出版，强化了他的读者们对印第安人和希腊人的身份认同。假如说伏尔泰的《天真汉》（Ingenu）仅仅代表了未被玷染的理智对巴黎生活的评判，那么卢梭则严肃地认为，可以将前文明状态表述为幸福的状态。艺术和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法有助于尊贵的野蛮人的形象的传播，直至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98年出版《纳多维斯人的哀诉》（Nadowessische Todtenklage）。通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的皮袜子系列小说的普及，卡尔·麦（Karl May）的《温内图》（Winnetou）中尊贵的野蛮人鲜活至今。

这类关于新世界的观点多出自欧洲而非美洲，但总算还是积极的，它们与美洲及其居民臭名昭著的劣等性的负面形象处于持续的竞争之中，这些负面形象通过欧洲人的干预才可以消除，而欧洲人对此负有神授的或者世俗化的对世界历史的任务。于是，西班牙统治形成时期的早期思想家们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正如德·布里的插图所表现的那样，西班牙的反对者们将拉斯·卡萨斯的《关于印度群岛被破坏的简述》（Brevissima Relación）应用于对其政治同伴的诋毁，不过他们绝非总是准备将令人悲叹的西班牙的受害者看作尊贵的野蛮人。那位极有影响的加尔文派牧师乌尔拜因·沙伟顿（Urbain Chauveton）1578年这样描写印第安人：“如果我们没有上帝之光的眷顾，我们就和他们一样是贫穷、瞎眼、赤裸的偶像崇拜者，没有任何智慧，背负所有的罪恶。”对托马斯·霍布斯来说，在美洲野蛮人那里充斥着他所假定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种可怕的原始状况，而约翰·洛克引用了美洲的例子来解释财富是如何的自然，殖民者占有和使用荒地是多么正确，如何出于保护的需要而产生了政治团结。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甚至驳斥了所有话题中最基本的传统主题，即印第安人的身体优势和健康。自然研究者布丰强调说，人这类哺乳动物在美洲无一例外要比在旧世界更为矮小和孱弱。尼德兰人科内利斯·德·鲍尔1768年在柏林出版的《美洲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一书 得出了关于新世界及其居民的毁灭性的评论。在那里只能日渐堕落的欧洲移民没有被排除在外。很可能他是受了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的委托而写的，后者出于大规模移民计划（Peuplierung）的利益想要吓退其他潜在的移民（Honour 1976，131）。一番争论之后，《百科全书》定于1776年发表的美洲条目被交给德·鲍尔撰写。在美国独立的前夜，反美洲主义也最终给它的乐器定了调，从黑格尔直到19世纪末，蔑视美洲的人几乎再未提出新的论据，尽管有人对布丰的论点提出了实证反驳，但德·鲍尔的论点依旧公开或秘密地存在着。

但是与此相反，在新世界的土地上最晚从独立以来，自觉维护美洲身份和优越性的人数在持续增长。印第安酋长突然从死敌变成了传奇英雄。美洲现在在欧洲人中也赢得了许多赞赏者，特别是那些去美洲旅行并干脆留在那里的人。就连歌德也对新世界的吸引力不无感触。最终，19世纪的美洲前所未有地成为千百万想改善其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欧洲移民——小人物的乌托邦。而时间越久，拉丁美洲则越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印加人和巴拉圭耶稣会会士必须根据意愿充当启蒙专制制度或社会主义的主要见证人。亚历山大·冯·洪堡虽然建立了严格客观的科学的国情学，但是，在亨利·卢梭和保罗·高更（Paul Gauguin）那里，在D. H.劳伦斯（D. H. Lawrence）和B.特拉温（B. Traven）以及许多其他人那里，更重要的是热带自然和印第安秘密的诗一般的吸引力。拉丁美洲成为冒险之地，而这块大陆同时变成了欧洲殖民统治和美国霸权的易手之地。

在欧洲的语言使用当中，“美洲（Amerika）”变得与“美国（USA）”越来越一致，因为时间越久，人们就越容易发现，与欧洲相关联的几乎只有美国。在美国，人们也自认为是美洲的全部，代表性地决定着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关系。不管是否出于《创世记》1：28中上帝让人“治理这地”的指令，就像1629年新英格兰总督温思罗普声称的那样，或者出于后来那种世俗化的、促进文明的传教，美国始终都把自己理解为从荒蛮中被挑选出来的民族，是制止反上帝的骚乱、维护文化秩序的力量——以前有人种学和政治意义的“红种人”作乱，现在有穆斯林的恐怖分子骚乱。由于这种自我理解出自欧洲传统，于是美洲和美国就成了“更好的欧洲”，成了“超级欧洲”，新世界成了旧世界再生意义上的“更好的世界”。

双方各有优越感并不能阻止当时旧世界的出口商品运入新世界，再从那里以改良和变化了的形式经过大洋回流欧洲。此外可能还达成了一些成就，比如要在英国司法程序中设立法律顾问，或者因向往自由而革命。这样，人们就可以把美国的革命看作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在反对宿敌英国的战争中站在起义者们一边的决定就导致了旧政权终结的开始。除此之外，美洲革命还提供了积极的教材，为实用的启蒙运动，为宪法的顺利重建，为没有贵族统治的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起源于英国临时政府的保留决定权消失了，革命变成了一种社会功能。另外，美洲派驻巴黎的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在美洲，尤其是在拉斐特（Lafayette）服役的军官和士兵的直接私人关系也发挥了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它对英国激进主义，对尼德兰，对德意志市民阶层，尤其是对拉丁美洲的影响。

大西洋的历史绝对没有随之而结束。相反，随着不断增长的经济交易，它随后以变化了的形式真正开始，此中可以看到欧洲人的首次大规模外迁，文化的传播（且越来越多是双向传播），以及带有明显的重心转移迹象的非正式的政治相互影响。今天，旧世界了无希望地陷入了被新世界和它的超我占据优势的状况，而且不仅仅在军事方面。就像前不久法国政府曾尝试的那样，这时候对英语借词（Anglizismus）的使用进行任何惩罚都无济于事。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中心都不在旧世界，而是在新世界。殖民运动和反殖民运动之后，新旧世界之间的平衡明显被打破。亚当·斯密当时就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考虑到宗主国的殖民统治的有害后果，哲学家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在1603年给一位西班牙朋友这样写道：“被你们所战胜的新世界现在战胜了你们（Novus orbis victus vos vicit）。”（Ramirez 1966，372）

欧亚交流

欧洲的新世界的大西洋历史在没有伟大的前期历史（Vorgeschichte）的情况下，随着新世界的被发现和被占领突然开始了。参与者的相互感知，感知转化为知识，以及相应的文化适应的过程首先作为它们历史融合的组成部分在其土地上发生着。而欧洲本身的感知、知识和吸收显然暂时与此相分离，成长更为缓慢。

欧洲和旧世界的其余各个部分的相互影响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这种影响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历史的初始，并且进行得如此变化多端和杂乱无章，以至于往往无以证实其具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影响，而只能揣测。尤其是与大西洋世界不同，欧洲与其他文化——必要时也与穆斯林——有着大规模的直接联系。在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只是以个人或者相对较小的团队出现在有限的地理和社会空间。由此就产生了游记作者、国情记述者、历史学家和吟唱我们论述过的欧洲英雄壮举的诗人对信息的垄断。

传教士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迫不得已最为努力地去研究陌生文化。另外，传教攻势带来的挑战促使当地文化的一些代表深入研究欧洲文化。因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势力范围之外，传教士们在自己冒着风险工作。与在拉丁美洲不同，他们大部分在亚洲并不是殖民统治工具的组成部分。据此，当地人只有在欧洲人的倡议与他们有联系的时候，他们才对欧洲人有所关注。他们对有关欧洲的知识几乎毫无兴趣。与在新世界完全不同的是，旧世界的前现代文化联系纯粹是单方面的事情，而且在这种事情上一直是由土著人来制定游戏规则。尽管如此，他们的学习文化（Lernkultur）和知识文化（Wissenskultur）也是不折不扣的欧洲文化。

欧洲只是亚洲的一个东部边界极其模糊的“半岛”，所以它政治上的稳定边界从来就没存在过。它也因而成为很多“道路”的终点，在这些起于远东的道路上，自人们无法忆及的远古以来就进行着交流。那是东亚、印度、西亚伊斯兰和欧洲的各个高等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所有人与欧亚草原各民族的交流，而一些重要的推动力就出自后者。因此，除了印度洋的海上世界中轴线和它的邻近海洋（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欧洲的地中海，那里的陆路（称为“丝绸之路”）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地球东半部的其他地方长期以来被这种交流过程排除在外，它们被欧洲人使用武力才拉了进来，这给这些地方的原住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者为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群岛；二者为西伯利亚。

旧世界的核心地区并没有按照种族集团来划分，它的四个高等文化区彼此交错又有着明显的分界，更多地呈现着一个缤纷的画面。东亚可以划分为中国和日本两大分支，更不用提还有朝鲜和越南。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在东南亚互相重叠。在印度，文化是按照不同宗教来区分的。与此同时佛教被输出，在其发源国直至新近才重新发挥微小的作用。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穆斯林彼此差异很大，伊斯兰教在前印度教地区如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有着最为众多的信徒。对于欧洲自身来说，各个方面的多样化成了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真实的竞争优势。

以这种差异性为基础的交流很长时间里只是直接地在相邻文化之间进行。另外，这种交流还在迁移，并间接地、接力式地继续传播。智力方面或许最为重要的传播事件就是印度数学经由阿拉伯人传给欧洲人，但是欧洲人在19世纪还不愿意承认他们这个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之一的起源。比如亚历山大东征、罗马人的印度贸易和中国人的西行这些直接交流仍然属于特殊情况，而像中国、日本和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闭关锁国才是常态。只是欧洲扩张自16世纪以来为了贸易和传教的利益才改变了这个古老的游戏规则，去除了此前的中间人，建立了与其余整个世界的直接联系，遇到抵抗时则武力相向。

在这些新的条件下，可以第一次至少对最简单的交换——商品贸易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因为通过这种跨越海洋直接进行的商品贸易可以更好地按照源头供货方式获得第一手商品。需求、供应和运输价格使亚洲率先成为高品质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供应地；与此相反，没有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欧洲的商品出口，而只有贵金属流入亚洲。这种贵金属自16世纪以来都来自美洲。统治美洲是新的欧洲对亚洲贸易的一项必要条件，因为亚洲从欧洲得不到它自己的物品，而是获得美洲物品，这不仅适用于商品贸易，而且特别适用于人工培植植物的传播。亚洲的供货除了像丝绸和瓷器这些不久后欧洲也学会自己制造的奢侈品，主要是暂时只有亚洲才能生产的大宗商品：首先是香料，其次是棉花，最后还有咖啡和茶叶。而欧洲的需求不仅可以通过种植某些植物，而且可以通过香料的品味趋势完全改变亚洲的生产。中国的瓷器遵循欧洲对蓝色的喜好，或者按照西方的模型来制造。东方地毯越来越成为一种按照西方样式和颜色，依照西方偏爱挑选出来的当地风情的图样的混合物。

与商品贸易不同，历来的生物交换（微生物、植物、动物、人）都趋于带来持久的结果，但是恰恰因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开放的边界，环境很难再恢复原貌。经过许多努力之后才能够确定，这种或那种生物“可能”来自何方，但很少能确切地知道它“必定”来自哪里。就像当初传到美洲那样，欧洲人也把疾病病原体输入了与外界隔绝的大洋洲，还将一部分输入了西伯利亚，缺乏相应免疫保护的原住民人口因此剧烈减少。相反，当涉及亚洲的高等文化区域的时候，欧洲则可能曾经是感染病原体的那一方。庞大的人群与家畜以及老鼠在狭小空间里共同生活，那里是新型微生物理想的滋生地，尤其是再加上适度潮热的气候、水稻的水田种植和肥料以及人类粪便等因素。据此人们可以认为，像天花和瘟疫这样的传染病的滋生地是南亚和西亚，并从那里在值得注意的同一时间段内向相对年轻的高等文化区域——中国和地中海侵袭，这 样就爆发了查士丁尼瘟疫（531年至580年在地中海地区）和黑死病（自1346年起在欧洲）。此后，由欧洲建立的世界各地之间的稳固的直接联系又进一步促进了传染病的传播。孟加拉的地方性传染病霍乱从1817年起经过海洋和陆地被带到西亚、欧洲和美洲，很多地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疾病。它在圣地麦加再次爆发，随后从这个热带中心地又一次席卷伊斯兰世界。

若问及植物和动物的交换，对于非驯化种类来说意义甚微，因为欧洲与亚洲共享三个主要植物带，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迁徙，而东部其他地区的植物和动物群由于气候原因很不适合与欧洲的种群进行交换。但是人们通过人工培植植物和养殖家畜彻底改变了这种原本明确的境况，而绝大部分发生在史前时期，其过程只能艰辛地用考古学、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再现出来。至少小麦、大麦和黑麦这些粮食作物可能来自西亚，小米更可能是来自中亚。水稻的原产区在泰国和中国之间，葡萄的原产区在亚美尼亚与兴都库什之间的山区里。橄榄的原产地是地中海，而荚果来自西亚。蔬菜如白菜和洋葱到处可见，果树方面有欧洲的苹果和梨，西亚的李子和中国的桃。一种棉花在西亚或印度被驯化，另一种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产自印度支那半岛的柑果抵达了欧洲，柠檬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人进入欧洲，柑橙在16世纪由葡萄牙人带到欧洲，这些都是历史上的重要时刻。阿拉伯人也把甘蔗从印度带到了西方。在扩张时代，欧洲从索取者变成了给予者，它把花生、玉米、红薯一类的作物带到了亚洲，这种美洲的人工种植植物在那里对于食物供应有着巨大的意义。而欧洲也用它的植物群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打下了烙印，因为这些植物在那里找到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澳大利亚的桉树可以称为重要的回馈，它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

对于最重要的家畜如狗、牛、猪和家禽，人们也进行了平行的多重驯养，而山羊、绵羊和单峰骆驼最先在近东被驯化。马和双峰骆驼来自亚洲腹地。除此之外，历史上几乎 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美洲在此方面也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了。欧洲只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动物群进行了戏剧性的改变。由于缺乏较大型的哺乳动物品种，绵羊和牛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爆炸式繁殖，还有被带入的野生动物由于缺乏天敌而茁壮生长。兔子在澳大利亚成为国家的灾难，直至1950年多发性黏液瘤爆发。

人的交换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除了史前的迁徙，历史上有三次来自亚洲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或者占领浪潮：古典时代晚期的人口迁徙，阿拉伯的扩张，蒙古的扩张。若论及欧洲的扩张，十字军东征算是半途而废，而近代的扩张却成为伟大的、成功的历史。然而除后来的以色列外，它们也并没有在亚洲核心地区的任何地方引起过更大规模的移民。高等文化地区被占领，另外还拥有了传染病的防护墙，这个防护墙在其他地方阻止了欧洲人到热带定居。而由他们带到气候温带或寒带的边缘地区的传染病则获得了地盘：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伯利亚在19、20世纪通过国外人口迁入变成了欧洲新体系中的一员。

16世纪以来，欧亚之间的相互影响从间接到直接联系的根本转变当然也同样带来了信息流动和互相感知中的变化。诚然，高等文化民族之间是互相了解的，但是这些信息往往是单薄和歪曲的。人们只想到印度是欧洲人眼中的童话之国。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为了避免争论，那种由于自身对其他人感到不安而产生的紧张关系被吸收进偏见，并由此而传送给陌生人群。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欧洲人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死板的勤奋使信息不断增加的情况似乎暂时不会有多少改变。人们一如既往地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最多不过是用新的偏见代替旧的。追求科学的客观性和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待的意愿始终难以实现。人种学、印度学、伊斯兰学、日本学和汉学的历史都在教给我们这一点。

另一方面，亚洲高等文化民族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去主动了解一开始只是少数出现的来自西方的拜访者。和他们做生意，偷学他们一些有用的技能，拒绝他们 纠缠不休的传教士，这些就足够了。只是当西方的优势显而易见之时，这种自信的泰然自若便无法长久保持下去了。

欧洲文化圈只有和伊斯兰文化圈自古以来保持着直接联系，这种直接联系对于经由阿拉伯进行的古典文化和亚洲文化成就向西方的传播意义重大。或许是一种优越的外来文化的靠近产生了影响，它发端于12世纪至14世纪那场反伊斯兰论战，所使用的概念直至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首先，游记对这个敌人的形象的修正贡献甚少。紧接着的与奥斯曼帝国的对峙加剧了双方的疏远。《古兰经》最多只是为了传教的目的，而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论战之时才为人所关注。但是在边境地区和拥有正面穆斯林形象的分支流派始终都存在着联系，比如欧洲的反三位一体派寻求志同道合者。在受到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16世纪的《和谐的世界》（Concordia Mundi）推动之后，莱顿于17世纪发展成了东方学的麦加，而同时文学里的东方题材成了时尚。经过巴泰勒米·德埃贝洛（Barthélemy d’Herbelot）百科全书式的《东方图书馆》（Bibliothèque orientale，1697年），《古兰经》的新译本（1698年）和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1704～1717年），东方形象被打上了长期的烙印。当奥斯曼帝国逐渐赢得与西方国家的缓和关系时（正如他的使节所记载的那样），欧洲从它那方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热衷于东方。17世纪，欧洲就从奥斯曼人那里接过了对郁金香的时尚热情，并以此附带引发了他们历史上的首次投机泡沫。

所谓“东方（Orient）”首先是指伊斯兰东方，尽管在西方国家对异国风情的崇尚方面，印度、中国、日本和南太平洋完全引领着时尚。它们在色情方面也很有分量，以至于异国风情直至今天仍往往导向了“性爱秀”。但是，在19世纪流行很广的东方化的建筑，尽管有着18世纪的中国样式，但也更多地模仿着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样板。“土耳其式”比“中国式”更常见。1815年和1822年间，乔治四世（Georg IV）下令在布赖顿（Brighton）建立皇家庭院（Royal Pavilion），外部是印度的穆斯林莫卧儿风格，而内部是中国风格。在文学中，歌德翻译的波斯田园诗歌激发了东方崇拜，这种崇拜尽管偶尔会援引一些印度或中国的话语，总体上却完全局限于伊斯兰世界。因此，与其说歌德是例外，不如说他才是准则。

受到对差异的无可遏制的兴趣的驱使，18世纪带来了东方主义，它充分挖掘了东方平行的文化的潜力：用所有可供使用的艺术方法对东西方世界进行反复对照、掂量和映射，把东方用作文学工具，来审视自身文明的社会、文化和宗教问题。（Polaschegg in Goer/Hofmann 2008，23f.）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也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包容一切的宣言，而是主要论及当时欧洲的时代问题，如理智与领悟、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的精神上升为自觉也是遵循着从东方到西方的道路。这是“欧洲式确信”的哲学风格化，古典文化和基督教表现为世界文明的绝对巅峰。这不一定成为实际研究的障碍，实际研究由于拿破仑的埃及远征而获得了重要的推动。1822年出现了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1824年出现了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1842年出现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5年成立了不仅仅致力于近东研究的德意志东方国家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跨国合作编纂的《伊斯兰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 des Islam，1908～1938年）总结了这些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唤醒东方新一代人的文化自觉而为亚洲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诚然，欧洲的学习文化和知识文化往往下意识地足够多地关涉自身的问题。至少在所有的开放性方面受到它自己范畴的预先设定，比如西方的宗教概念，直至今日，这也被证明不仅仅对于伊斯兰教而言是不合理的。因此，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基础上，把欧洲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us）”，尤其是它的学术“东方学（Orientalistik）”解释为由西方建构的话语体系，西方的设想和语言先验地（a priori）决定了它所谈论和接受的所谓东方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无意识的自我理解比有意识的设定更为意义深远。根据他的诠释学的要求，西方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好地了解他们，并因此把东方设定为下等的他者，东方人除了接受这个异类形象作为自己的形象之外别无选择。西方代表东方，因为东方没有能力代表自己。

对这种新的欧亚文化迁移的解构式的“揭示”被证明部分是合乎实际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是颇有成果的，但由于其具有还原主义的特点而无法普遍化。第一，东西方之间在处理非文学文本时，比如在英属印度，首先就肯定不总是按照游戏规则来进行。第二，欧洲对东方的侵占绝对不仅仅建立在对东方的劣等性的想象上，欧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通过优越的智慧和生活艺术来寻求灵感。第三，正是这个受到指责的东方主义被证明是后殖民主义自我意识成为可能的条件。

因为尽管距离相当近，但是在伊斯兰世界还从来没有过一门有关西方的相应科学。严格意义上说，人们只是通过战争和征服来与无信仰的人交往。学会他们的语言是一种玷污。和会说多种语言的基督教上帝相反，伊斯兰的神只说阿拉伯语。只是在西方优势的压力之下才逐渐出现了均衡的政治关系，而在已经明显的军事优势的支配下，东方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接受的兴趣。我们不知道有哪个穆斯林在18世纪之前试图学习过一门欧洲语言！

在东方，文化交往更加稀少。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交流团体数量很少，信息相应也经过了过滤。对亚洲人来说，西方的有些成就以明显的实用性而出众，以至于它们很快就被接受了。例如，日本立即就开始仿制葡萄牙的火器，仿造尼德兰的金属吹哨，并学习吸食烟草。服务于西印度乡村贸易的本地造船业也向欧洲模式看齐。但是对欧洲文化的深层兴趣似乎从没有过。虽然人们因为他们的效益而赞赏欧洲文化的代表人物，但是人们在印度、爪哇、中国和日本都鄙视他们，因为他们缺乏礼貌，特别是讨厌他们冲动的行为，如尼德兰人声名狼藉的酗酒行为；而除了粗鲁恶习，还讨厌他们缺乏自我控制力。“印度人说，欧洲人什么都吃，他的敏锐嗅觉让他厌恶他们难闻的气味。”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这样写道（nach：Exotische Welten 1987，34），并且以此使欧洲人的大西洋气味经验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形成鲜明对比。但长期以来，尽管在欧洲人看来表现方式近似于漫画式，那些精美的日本屏风（Biombos Namban）上对大鼻子葡萄牙人和他们身穿黑衣的传教士的描绘更多地只是一个例外。同样，这些日本人甚至又放弃了已成功接受的火器，因为它们与他们的贵族作战原则不相吻合。1582年至1590年，那里的耶稣会传教士送四个日本年轻人去见西班牙国王和教宗，以便通过这种联系互相留下文雅的印象。但是，1590年出版的有关欧洲的游记在日本并没有引起回响。而在欧洲，1585～1593年至少出版了6种语言的76种关于这个所谓的天正使团（Tenshō-Gesandtschaft）的书籍。耶稣会传教士们有时带着个别的中国陪同者来到欧洲。1732年在那不勒斯成立的宣教团中文神学院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才培养了106个中国学生和67个近东的学生。其中分别有82人和62人成了牧师。

那些处于亚洲框架内边缘位置的欧洲前现代殖民地虽然存在着文化的融合，但是其中的欧洲组成部分占主导地位。这种欧亚混合文化不仅仅产生于两个部分的均衡贡献，因为融合的功能主要是欧洲文化要素那一边承担的，这一点从这个环境中的语言上看得最为清楚。洋泾浜葡萄牙语和后来的洋泾浜英语尽管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简化并添加了亚洲语汇（Asiatica），但从结构来看仍然属于欧洲语言。甚至在敌对的日本，葡萄牙语也在语言上留下了痕迹。

基督教甚至要求那里的本土皈依者或多或少明确地过渡到欧洲文化。特别直观的一个例子是，葡萄牙人让印度的新基督徒吃牛肉，以使他们因不洁而无法在拥有宗教合法性的种姓制度里继续生存。因此，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教在狭小的欧洲势力范围之外仅仅获得了边缘性的成果。

18世纪晚期，已经开始的开明的教育和文化针对被鄙夷的印度混血儿文化发起了攻击，这种攻击在19世纪的英国和尼德兰统治下获得了成功。印度次大陆上，在文化上印度化了的欧洲人和巴达维亚的种姓贵族丧失了政权；在面对那些只是短暂居住，却带着家人从欧洲远道而来，遵循着家乡的文化和习俗并鄙夷所有印度事物的人时，他们也丧失了影响力。矛盾的是，开明的“亚洲去魔化”变成了对亚洲的鄙夷（Osterhammel 1998）。经过理性剖析，它失去了自身的秘密和它的神秘的自我意识，据说它被证明是落后的、停滞的和衰退的。欧洲的文明理论催生了欧洲的文明使命。

受到亚洲传教影响的相互学习？

耶稣会会士们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传教中已经作出尝试：超越欧洲的社会文化框架；以一种适合亚洲高等文化的方式去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在最高的理智层面上去冒文化接触的风险。尽管这些实验都失败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必然失败），但作为盲目的、最终自18世纪以来也在亚洲被采用的欧洲人种中心主义之外的另一种世界史观，它们依然值得特别的关注。

此外，耶稣会传教士们还因此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南亚和东亚信息的提供者。和在美洲一样，他们还编纂了当地语言的第一批词典和语法教科书。但是这些成就几乎不为印度和日本所知，以至于对于印度学和日本学来说，18、19世纪的学科的新开端都是必需的。而中国的情况由于礼俗之争引起了如此多的轰动，以至于在欧洲兴起了一股真正的中国热。

在海外传教和建立教堂直到18世纪一直都主要是天主教承担的事务。但是直至今日，认为较早的新教派别在传教中没有成果的观点甚至还为路德宗所质疑，而路德宗在16、17世纪还常常把异教徒们不仅定义为远离上帝的人（gottferne），而且定义为《旧约》意义上的敌视上帝的人（gottfeindlich）和已经被抛弃的族群。属于改革教会的人从一开始就是更加开明的。加尔文热衷于在巴西进行胡格诺派传教试验。宗教改革的选择学说和末日审判的来临一样，都不会对传教造成很大阻碍。类似的观点对于正统的传教理论来说 并不陌生。像所有基督教流派的大多数传教士一样，比如耶稣会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z Xaver）就理所当然地以传统的、西方的不宽容的教义为出发点，认为“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6）。但是当后来的耶稣会会士们认为尊贵的异教徒不信仰基督教也可以获得救赎的时候，在乌利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身边的信徒圈子中也出现了受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人文主义启示的一种思想。

天主教的优势尤其拥有现实的基础，首先，在伊比利亚国家扩张范围内，旧教会在时间上占据优势。其次，随着修会被取缔，新教教会失去了唯一对传教工作拥有必要的动力和组织的教会机构。最后，信奉新教的西北欧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明显的趋利取向对于传教行动而言，比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把经济和统治兴趣相结合的做法更加不利。但不管情况怎么样，教会和传教都与西方权力密切相关。这个在任何地方都非常重要的共同结构成分甚至在某些地方——例如在罗马传信部[7]想要摆脱这种依赖的情况下——也得以贯彻。对法国的非官方的依赖现在代替了对葡萄牙的官方的依赖。这种宗教和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逆转，因为最晚到16世纪之后，海外的教会作为教派教会（Konfessionskirche）出现的时候，就不仅意味着宗教的目光短浅，而且意味着政治和经济冲突的激烈化。尼德兰人对葡萄牙人的攻击并不单纯是经济战争，它还有信仰斗争的特性，以至于在他们的印度占领区消除天主教的僧侣统治制度就密不可分地属于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的进攻计划。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利益的统治地位对于非官方的宗教宽容的发展长远来看是有益的。

天主教的海外传教以葡萄牙的庇护教会开始，西班牙紧随其后，这是一种国王领属的教会和传教统治体系（葡萄牙语称为padroado，西班牙语称为patronato或padronazgo），它保证王室对教会的拥有权，并承担教会的供养和传教费用。在葡萄牙，教宗暂时把这种任务交给了基督教修会，恩里克王子成为修会首领。到1551年，这些任务开始逐步转交给王室。教会机构 随着1558年果阿总主教区以及科钦和马六甲主教管区（Suffraganbistümern）的建立而终结。1579年建立澳门教区，1588年在日本建立府内（Funai）教区。然而，作为葡萄牙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合法的主管机关，教会的角色还是阻碍了基督教的继续传播。印度次大陆东南海岸帕拉瓦（Paravas）的采珠人阶层的封闭的皈依并没有构成例外。他们为了自己的团体利益寻求葡萄牙的保护，以应对不同的印度诸侯。

方济各·沙勿略（1505～1552年）是第一个来到亚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他有计划地勘察了从印度次大陆经马鲁古群岛到日本的葡萄牙人的整个势力范围，至死未能进入中国。他历次旅行的结果是带来了一种新的理念，即要与传福音对象的秉性相适宜，按照保罗（Paulus）的话就是：“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哥林多前书》9：22）。特别是在当时盛行政治和宗教多元统治的日本，他可以按照这些原则在1549年至1551年为快速繁荣的耶稣会传教事业奠定基础。根据他的观点，耶稣会监会司铎（Visitator）亚历山德罗·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80年以后制定了接受当地社会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应该引导传教士融入日本社会。他依据重要的佛教教派榜样塑造了传教的僧侣等级体系，并让他的教士们学习对于日本生活非常重要的礼仪。但是在这种尝试失败之后再来适应在日本占主流的大乘佛教的宗教术语则是再不可能的。其隐含的基本哲学观点被证明是不能与之达成一致的。这样，在日语中引入一个表达基本概念“上帝”的外来词“Deus”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个人的、超验的世界观念在日本是陌生之物！对日本人来说，另一个引起抵触的原因是神义论和人的自由这两个命题相互交织，产生了一连串问题。一个愿意为恶或者只是容忍恶，允许天使和人受到诱惑并失败，紧接着为此给予他们永恒惩罚的上帝，要么是恶毒的家伙，要么是无能的家伙！在自由的冒险行动中和在个人的自决中寻求人的尊严，且不说是欧洲人的一种怪异的特点，这对于远东地区来说显然是不可理解的。

尽管如此，日本传教的成果还是经得起旁人评判的。1614年，府内教区有16个耶稣会传教士，还有27个托钵修会成员，他们违背属于葡萄牙庇护教会的耶稣会会士的 意愿从西属马尼拉来到日本。基督徒约有30万，一说甚至多达75万，可能占日本人口的1.5%到近4%。另外，传教还产生了50个日本教士。1590年至1614年，一家印刷厂印刷了大量宗教、科学和文学的日语书籍。《伊索寓言》成了基督教传教终结之后仍然保留下来的巨大成就。因为同样在1614年，日本颁布了诏书，发起了第二次迫害基督徒的浪潮，这次浪潮的结果就是教会在日本的消亡。

1587年第一道反基督教的诏书可能是内政方面的担心使然，害怕基督教会发展成一种自治的政治势力，就像1580年才最终被战胜的佛教一向宗（净土真宗）［Ikko-Sekte（Jōdo Shinshū）］及其他农民组织、僧人等级制度和寺庙城郭那样，所以到了现在，对外政策的视角显得更为重要。这种教义的追随者对他们的上帝及其仆人比对父母和君主等其他人都更要顺从，这对于刚刚创建的德川幕府政治体制是一种双重威胁，尤其是这些陌生上帝的仆人令人有种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的怀疑，他们可能是两种同样陌生的政权扩张欲望的代理人。

由于佛教、神道教和儒教的特殊结合，基督教势力为日本作为“众神和多佛之国”的口号所反对——在这里，神道之神被解释成了各种不同佛的化身。对统治者和团体的无条件的忠诚属于这种理所当然的事物的秩序。每个日本人必须加入一支佛教的主要流派。社会基本单位以五个家庭为一组，彼此担保，这种互相监督也延伸到了宗教领域。为了维护这种意识形态，基督教被带有敌意地塑造为个人主义的学说，它从内部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秩序。

对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了1637年和1638年间的岛原起义，这次起义在尼德兰舰炮的帮助下才被镇压下去。尼德兰人如果想要继续从事日本生意的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起义在政权方面留下了创伤，加速了国家的封闭。但是这一封闭也是这个国家通过清晰地与外部划清界限（由于岛屿的位置而容易做到）所达到的社会文化新融合的政治所完成的。与此相应的是内部迫害的恐怖也同样残酷和有效。尽管如此，几百年间还是有数千名秘密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幸存。但他们的宗教更强烈地日本化了，以至于当基督教在19世纪才重新回到日本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找不到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

经由处于极其严格的限制之下的尼德兰海外属地出岛（Desima/Deshima），欧洲的文化财富得以继续渗入日本。只要有用，接受尼德兰人的科学［兰学（rangaku）］是完全被允许的。在18世纪，对这方面的兴趣甚至还明显增加了，比如在医学和天文学领域。1700年前后，日本出现了一张按照西方样板绘制的世界地图，地图边缘相当精确地绘有世界各个民族的形象。凭借这种方式，带有耶稣会会士和葡萄牙人印记的吉利支丹时代（Kirishitan-Zeit）[8]的稀有遗产在日本不至于湮没，如此一来，日本在19世纪与西方的论争就不是毫无准备的了。

被驱逐出日本的耶稣会会士们在澳门从事对相邻的印度支那的传教，在此过程中他们与在日本一样，没有对当地的宗教观点妥协，并巧妙地适应了那里的文化状态。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1651年编纂的问答手册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它证明了这一文化适应策略的重要成就。这个手册由罗马传教印刷厂分为双栏印制，拉丁文文本对应用“国语字（Quōc-Ngu）”写的越南语文本，这是一种由拉丁字母和发音符号组成的文字，是澳门传教士为这种之前用汉语符号书写的语言发明的。1910年以后，这种文字成为越南语的官方文字。

起初，耶稣会会士们从在日本的最初的适应成功中得出了进一步用于中国和印度的结论。当1583年传教士们终于被允许进入中国时，范礼安安排两个耶稣会会士按照可靠的模式装扮成和尚，在距离广州不远的肇庆住下。但是这次行动的领导利玛窦（Matteo Ricci）很快认识到，他对局势的判断是错误的。中国的和尚与日本的和尚不同，是社会中的我行我素者。在所有领域中，儒家文人至为重要。中国的领导阶层深信所有外人在文化上都不如自己，如果要找到一条通往这个阶层的通道，就必须从这些文人入手。也就是说，利玛窦接受了他们的衣着和言行方式，并以西方学者的身份出现。他特别的睿智和道德品质以及其出色的语言天赋使他引起了上层的兴趣和认可，以至于他能够以英雄般的耐心建立起中国关系网，赢得了一些文人的支持，最终于1601年经皇帝的许可在北京居住下来，直至1610年离世。

他用汉语所作，用神学宣传小册子的形式传播的著述令人敬佩，超越了被他的谈话伙伴赞叹不已的道德哲学论文体裁。1595年写的《天主实义》（Die wahre Lehre vom Himmelsherrn）被用汉语九次重印，最终为士大夫所接受。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日语、朝鲜语、满语，最终还被译成法语。他还使传授西方科学技术服务于他的事业。1598年，他依照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9]的图式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多次再版。这张地图传播了对于中国概念来说具有革命性的西方地理世界景象，同时也作了一些灵活的让步，即至少一定程度上，将明显比一直以来所想象的要小得多的中国向世界的中心位置移动。1605年，他首次出版了耶稣会会士数学家克里斯多夫·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10]对欧几里得的评注（1589年，罗马）[11]的汉译本。受到特别赞赏的还有在中国不为人知的欧洲的发条驱动的钟表。

和在日本一样，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的尝试从明朝（1368～1644年）的衰落、国家陷入的全面危机中获益颇丰，因为危机促使人们寻求能够替代占统治地位的新儒家正统观念——宋代理学的精神潮流。王阳明（1472～1529年）的理学受到巨大的欢迎。宗教兴趣的重新兴盛与此有一定关系，尤其是对佛教的兴趣。所谓的东林党人试图通过回归古典作家来对待这个严格的儒教准则的理想主义宗教的瓦解。其中可能还曾有人寻求一种取代佛教来与儒家学说建立联系的世界观，而不破坏社会道德的已有规范。一种松动地，有时甚至是批判性地对待传统的情况已经显明。对有些作家来说，利玛窦的信息可能来得正当其时。也许可以把徐光启（1562～1633年）划归这个作家群体，他是受利玛窦影响的最重要的皈依者，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官员之一。

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们超越了日本经验的模式，因为他们尝试超越纯粹的表层的对文化的适应，而在他们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核心——儒家思想之间建立起关系，但不是与占主导地位的，在他们眼中属于无神论的和唯物的新儒教，而是与古典作家们建立关系。利玛窦相信，可以在孔子和孟子那里发现一种伟大的纯粹一神论，一种天成的神学，普通的天主教哲学和教义学同样可以建立在这一点之上，就像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在他那个时代同样将学说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崭新的基础之上那样。利玛窦宣告了中国天主的真正的学说并坚信可以用源自中国古典作家的概念“上帝”或者“天”来描述他的这个上帝。相关的古典作家的引用被今天的汉学解释得非常详尽。第一，古代中国的上帝与基督教的自然神学或者自然神论者的唯一上帝有些不同。第二，在孔子那里也不能确定，他的相关语汇的运用应该归因于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还是纯粹的惯例。第三，有关上帝的问题似乎根本不是中国天然关心的问题。

而在利玛窦时代存在的困难在于，宋学的典籍的意义被有约束性地，即不是单纯根据它的意义确立下来的。因此，利玛窦的后来者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2]把基督教的教义变成了儒学的术语，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从宋学意义出发而作出错误的理解。他没有把神学概念引入汉语，而是像在日本一样运用了外来词，比如Deus。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日语的音节文字可以做到音译，因为音节并不用考虑意义，而仅仅根据音值就可以进行拼合。而汉语及其表意文字不是这样的，在汉语里，音节和相应的文字符号始终是意义的承载体。因此，礼拜仪式的拉丁语洗礼和变体仪式[13]的语音在中国人听来，就像是汉字的没有意义的排列。这种语音听起来是可笑的，或者像是魔法仪式。这样，支持利玛窦做法的人暂时保持着优势。

在印度，耶稣会会士罗伯托·德·诺比利（Roberto de Nobili）以利玛窦为楷模，想尝试克服 当地印度人与作为不纯洁的葡萄牙人的宗教而被厌恶的基督教之间的社会文化障碍。1607年，他疏远了葡萄牙人的传教模式并声明，他不是令人厌恶的“普兰基斯（pranguis）”，而是来自意大利的王侯。这就是说，他将他的角色翻译成了意大利贵族而进入印度种姓制度视野，在其中成了二等种姓刹帝利（kschatrias）的成员。然后，他接受了上层社会的托钵僧（saniasi）的服装和生活方式。在研习泰米尔语（Tamil）、泰卢固语（Telugu）和梵语之后，通过无休止的谈话，在马杜赖（Madura，或写作Madurai）获得了最上层种姓的一小群信众。在教义和礼拜仪式上他没有让步，他和印度教的争论和他的泰米尔语文本明显地具有护教的色彩。与在中国相比，印度教理论体系的多重性和由此产生的相当大的宽容性为此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一切思想必须用儒家正统观念的标尺来衡量。

印度的困难之处在另一个领域。它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兴衰与种姓制度及相应的日常生活习俗化密切相关。因此，德·诺比利对清除种姓制度的迷信色彩的尝试与利玛窦所经历的过程十分相似，并证明这和他的许多纯粹的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的仪式是一样的。经过更长久的争论，德·诺比利的耶稣会会士们于1623年获得了教宗格列高利十五世的许可，可以保留某些特定的习惯，其中有婆罗门绳（Brahmanenschnur）和当地宗教仪式中的沐浴；尽管有保留条件和强制的命令，但他们还是借助基督教的博爱克服了种姓的羁绊。婆罗门教传教的成功在1640年导致了潘达拉印度教神父制度（Pandaraswami-Patres）的建立，这种制度同样是按照适应原则产生的，但是由于策略性地巧妙选择的角色，他们被准许涉及所有的种姓。由于穆斯林向南渗透，婆罗门的影响越发衰退，他们的工作就变得越发重要。而这些印度的穆斯林证明，尽管其他耶稣会会士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传教还是几乎无法接近他们。耶稣会会士参与阿克巴大帝（Akbar）[14]的不同信仰的融合试验，以及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跻身贾汗吉尔（Jahangir）[15]的宫廷，相比之下只是短暂的插曲。以这种途径达到皈依的目标无法实现。

在中国，耶稣会会士们可以作为欧洲技术、科学和文化，尤其是 数学和天文领域的成就的传播者登上历史舞台，这对于他们的继续活动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世界观的主流观点——天地人的和谐——要求人的行为遵循自然规律，也就是说，首先要合乎天体的运行。因此，天文占星历书就成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基础。但是，这种每年由政府出版的日历长期以来就混乱不堪。预先估算的日全食等重要事件的日期不够准确，所以政治上的屡屡失败就毫不奇怪了。通过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高官引荐，耶稣会会士们成功地完成了历法改革这个具有最高政治意义的任务，并利用欧洲最新的天文学知识，即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行星图精确预告日全食和月全食。这使他们在钦天监身居领导地位，并在1644年尽管备受攻击仍然担任钦天监的领导，其间只因为修会被取缔经历过几次短暂的中断，直至19世纪一直保持着这个领导权。第一位伟大的宫廷天文学家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年）甚至安然度过了1644年血腥的改朝换代，并且赢得了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的充分信任，让他晋升为一品官员。尽管根本不是随机应变的宫廷耶稣会会士一类，但汤若望还是能够在1652年取得促成达赖喇嘛拜谒皇帝的外交成就，以及1656年的一个尼德兰使节团的觐见。

他的继任者，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41～1688年）在康熙大帝（1662～1722年在位）时期曾经有类似的影响力，但首先是充当着宫廷技术总管的角色。如果说过去需要新的天文仪器或者像汤若望为明朝浇铸的现代大炮的话，现在就需要用新的欧洲三角测量法来丈量土地，或者在乾隆统治时期皇帝要用铜版画为欧洲描绘自己。南怀仁和他的继任者设法做到了这一切，其间，那些从1688年起作为团队进入这个国家的法国耶稣会会士是很大的帮手。另外，南怀仁还设计了一辆蒸汽车！他的天文仪器是按照此间在欧洲已经过时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体系[16]来制造的，原因在于南怀仁的工艺制造水准有限，而不是因为神学对新物理学和天文学持保留态度，这些学科要求耶稣会会士们原则上都要遵循布拉赫的天文学妥协方案。只是例外地，他们 在中国介绍了日心说的宇宙观，但是直到1757年才正式引进。1707年到1709年和1711年到1774年，德意志神父庞嘉宾（Caspar Kastner）、纪理安（Kilian Stumpf）、戴进贤（Ignaz Kögler）和刘松龄（Albrecht von Hallerstein）都是钦天监的主管，尽管在920名中国耶稣会会士中只有34个说德语的人。在这些宫廷耶稣会会士的庇护下，传教活动总是能够躲过一波又一波的迫害浪潮。南怀仁简直就是为了做他的教友的工作而劳累至死。在耶稣会会士们成功地为实现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Vertrag von Nertschinsk）的签订立下功劳之后，1692年的宽恕诏书终于为他们的辛苦带来了报偿。在1700年前后可能至少存在20万名基督徒，重点在福建，那里也是托钵修会的活动范围。

1723年又掀起了新的强烈迫害的浪潮，这种迫害浪潮在18世纪不断死灰复燃。宫廷耶稣会会士们耐心地坚持着，尽管他们完全清楚，他们只是被看作有用的傻瓜。另外，传教由于自17世纪中叶以来的内部激烈争论也伤及了自身：一方面是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另一方面是关于葡萄牙的庇护权和可选择的传教组织的冲突。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植根于宇宙观体系之中，其礼拜仪式尤其是孔子崇拜和祖先崇拜对每个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领导阶层成员来说却是一种义务。即便以康熙皇帝为首的开明的中国人和欧洲人能够不费力地把崇拜仪式解释为纯粹的市民阶层事务，但大众的孔子崇拜和祖先崇拜也保持着它们的宗教色彩。自1631年托钵修会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他们须先登记在下层进行的吸纳教徒活动），允许中国的基督徒做崇拜仪式就因此变得有争议了。这个与利玛窦有关正确描述上帝的争论相关的冲突就是所谓的礼仪之争，而非有关业已存在的用汉语进行礼拜仪式的争论。

传教的神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文化问题。是应该像耶稣会会士那样尝试用开放的内心适应陌生文化来赢得贵族阶层乃至整个国家，还是说，像托钵修会以及新教徒那样只需要直接宣道，不借助各种文化适应策略地宣告“十字架的愚拙（Torheit des Kreuzes）”[17]更符合基督教？然而，用后一种方法传教仅仅可以在社会边缘地区获得成功。但这不是 在虚幻地期待一个无懈可击的高等文化区的重要群体认同一个外来文化的宗教吗？所有的适应都不得触动福音的基本内容，这使其自始至终保持着疏离的色彩。利玛窦一开始隐瞒了基督教教义里会引起中国人情感抵触的部分，比如关于受难和复活的内容，而保留了可作为榜样的将要受洗者的故事。这样，新的理论对于被传教的人来说更易于接受，但他们可以很快地让这个理论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当利玛窦神父临终之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们在耶稣受难像前面放了三服药，通过抽签的方法看上帝的旨意来决定给他吃哪服，这是一种他们取自寺庙的做法。但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神是一个嫉妒心强的神，他不愿意被同化并坚持自己的秉性。因此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把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看作一伙儿的。

而欧洲的同时代人主要在神学范畴内进行思考。如果中国人没有迷信的天性的话，人们可以忍受他们的礼拜仪式吗？还是说人们必须选择抛弃他们的安全之路？人们可以接受古老中国人的自然宗教和高水平的道德足以使他们获得永生的说法吗？抑或人们必须认为他们的道德纯粹是炫耀的恶习，而正如奥古斯丁（Augustinus）和方济各·沙勿略认为的那样，所有未经受洗礼的人都被罚入地狱？与在其他情形下一样，在这里，耶稣会会士的反对者们也来自奥古斯丁的派别，尤其是法国的詹森教派（Jansenismus）。因为另一边恰恰是法国耶稣会会士们承担着特别的责任，礼仪之争与法国宗教政治的宫廷阴谋结合了起来，而他们对罗马的态度不无影响。这种反复的对抗和反对抗到最后以教宗在很大程度上放弃适应策略而宣告结束，但教宗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而对正反双方观点的认真检验最终归为一种稳妥的方案，即在教义上正确，但也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认信主义。

带着对中国礼拜仪式的禁令和在印度查看一切是否妥当的任务（这时围绕着当初向德·诺比利妥协的问题同样爆发了冲突），教宗克莱门十一世（Clemens XI）1703年派遣铎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前往亚洲。铎罗在印度禁止了当地的习惯，并尝试在中国实行同样的措施。但由于当时耶稣会会士们绝非弱小无力，争论持续不休。罗马教廷观点中的狭隘欧洲主义里，铎罗对于细节的掌握十分典型，他试图将那些对于印度概念来说令人厌恶的，而根据天主教神学本不重要的仪式——在洗礼时呵气和用唾液来触摸——无论如何都要贯彻下去。1720年和1721年间派出了第二个教宗使节，但直到教宗本笃十四世发出了两份教宗训谕，即1742年给中国的《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和1744年给印度的《所有请求》（Omnium sollicitudinum），礼仪之争在权力变化的情况下才正式结束。接着，这一礼仪之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1758年至1773年的耶稣会教团被取缔一事，以及1800年前后的传教危机，影响了在新的传教活动中欧洲主义的普遍大泛滥。而今天，老耶稣会会士们由于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在中国享有非常的好评。如今，那里已经有好些中国基督教研究机构。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公墓[18]于1900年被义和团损毁，在勉强重建之后于1974年被“文化大革命”再次破坏。1984年在废墟之上再次重建，2006年甚至被宣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除礼拜仪式问题外，促成在废除葡萄牙庇护的情况下由教宗直接控制传教制度也属于铎罗的任务。在由于分布广阔并主要由个人统治而容易被渗透的政治统治框架下，教廷放心地把传教事务移交给各国国王。在不断崛起的现代国家中开始了传教垄断，以及从庇护向几乎无懈可击的国王教会统治的转变。此外，印度洋沿岸的教会事务由于新的国家状况而深受葡萄牙利益约束的痛苦。本来强烈赞成传教的后特伦托时期的罗马教廷因此也对获得传教的直接控制权很感兴趣。最后，1622年在罗马成立了一个常设的传布信仰圣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与葡萄牙在以前所保有的统治范围之外还要求整个亚洲的传教庇护相反，传布信仰圣部到1673年在亚洲逐步实行了完全的传教自由，包括允许传教士登上葡萄牙舰船以外的其他船舶和选择经过印度果阿邦以外的其他路线。

但是，为了实现新的方案，与他们提供给传布信仰圣部的相比，需要使用更多的新人和更多的资金。1653年，印度支那的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德在欧洲之旅中成功地在他的故乡法国获得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神父团体的支持，不久后，这个团体组织了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和传教的神学研讨活动。1658年，法国人陆方济（François Pallu）、朗伯尔（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和高多冷提（Ignace Cotolendi）[19]被任命为印度支那和中国部分的宗座代牧，并被授予异教区主教圣职（Bischöfen in partibus infidelium）。宗座代牧的新的机构从1592年起在尼德兰、1637年为了对抗葡萄牙在印度次大陆的比贾布尔经受住了考验。凭借它就可以建立起依赖于罗马的传教僧侣统治制度。正式任命的主教们面对教宗有一定的自主，但他们当时实际上一直臣服于世界教会的统治。对于宗座代牧来说，作为名誉主教或者教宗特派员两者都是不合适的。葡萄牙国王要求预留主教职位在形式上并没有受到损害，但实际上被规避了。虽然葡萄牙于1690年成功任命了北京和南京教区庇护主教，但是这个新体系是逐步获得承认的。教团的反抗，尤其是同样拥有旧体制传教垄断权的耶稣会会士的反抗被粉碎了，因为从1680年以后，所有传教士必须向宗座代牧宣誓表示服从。尽管如此，有时候还是会导致主动权混乱和冲突的情况，直至1700年前后开始引进新的解决方案，按照罗马的旨意给特定的（教团）集体划定某个传教区域，并取消这个集体的宗座代牧。

1659年给宗座代牧的训示主要表达了传布信仰圣部的新方针。主要内容是更多地培养本土教士，但前提是要与罗马保持比此前的普遍情况更为紧密的关系。日本或中国耶稣会会士们的那种政治参与行为被严厉禁止。最终把广泛适应当地文化规定为义务，但要坚持在礼仪之争中承认的与天主教西方国家的信仰和道德保持一致的保留条件。传教士的经济活动被坚决禁止。

然而现实与这类理想绝对不符。虽然传布信仰圣部赢得了许多意大利亚洲传教士团体（值得一提的是嘉布遣会修士在中国西藏地区和天主教徒在缅甸的活动），但是传教历史的新时期成了没有庇护权的法国时代。从那些日子开始，传教政策一直是法国殖民扩张的工具。陆方济向法国东印度公司建议并试图争取到柯尔培尔的力量，以加强法国在印度和东南亚半岛的影响。在成为宗座代牧区的暹罗，路易十四世于1680年代徒劳地试图进行政治干预。18世纪末，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a）宗座代牧百多禄（Pierre-Joseph-Georges Pigneau de Béhaine）的帮助下，在印度支那开启了法国移民时代。在东印度的法国和英国基地周围的法国嘉布遣会修士的事业心要追溯到黎塞留的“灰衣主教”约瑟夫·莱克莱尔·杜·特伦布莱（Joseph Leclerc du Tremblay）神父。仅仅派遣法国耶稣会会士去中国就成了路易十四更大的荣耀，他曾坚决禁止他们向宗座代牧宣誓服从。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会士们要求从隶属于葡萄牙庇护的教团副省中独立出来，并从内心把服从国王放在服从修会首领之前！

有时候必须由中国皇帝来调停他们与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们的争端，这肯定对他们所传达信息的可信度没有什么裨益。但是，并非这样的弱点造成了耶稣会的文化融入策略失败。具有决定意义的更多是中国文化重要承载者的果断，在新朝代的统治下完整地坚持新的社会文化体系。所以才会重新出现中国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自16世纪以来从马尼拉涌入的烟草不能被阻止，尽管如此，它还是被禁止了。在那些无法回避由耶稣会会士带来的技术创新方案的地方，中国仍然注重自己的特色。有个论点颇受欢迎，即种种发明都是早先从中国传到西方的，只是现在又传回来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自我辩护式的观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根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观点，由耶稣会会士带到中国的17个技术产品中只有4个是真正新的，其余的只是自宋朝中国技术的伟大时代以来被遗忘了。其他成就或被拒绝，或被巧妙地同化了。耶稣会会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是擅长动物画、肖像画和历史画的宫廷画师，他成功地舍弃了阴影再现和视角运用的限制，因为这两点被认为是非中国因素。一座由耶稣会会士建造的皇帝夏宫[20]的外形 仅拥有欧洲巴洛克宫殿的外形，其稳定性建立在中国的木结构而非欧洲的墙体基础之上，外部是欧洲的多层结构，而内部符合中国传统的一层居住方式。类似的吸收融合还发生在科学领域。比如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接受促进了其代数化发展，因为中国数学以代数学为基础，而希腊数学以几何学为基础。

每次在中国文化价值领域里的冲击更是被成功地抵御住。因为传教士们始终反对的一夫多妻制与中国的孝道密切相关，因此可以假定传教士们试图把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朋友这五种关系及其社会基础统统埋葬。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上帝观、作为人的自由和人性恶的可能性，以及通过上帝造人和献身而来的救赎，似乎都是荒谬和愚昧的。此处把上帝、世界和人彻底分开，可能会破坏宇宙的统一。西方对精神和物质的分离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来说是陌生的，就像超验（Transzendenz）与内在（Immanenz）分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质量和数量之间的矛盾也是陌生的。鉴于这些基本矛盾，似乎每一个适应策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只有社会政治的瓦解才容许外来文化和宗教的涌入，这是欧洲人16世纪在日本、17世纪在中国以及19世纪再次在亚洲的机遇。

近代早期，新教在亚洲的传教在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试验时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在纯粹的贸易社会领域里，利润法则至上，这一点在英国人那里最为明显。在17世纪认信时代，他们显然缺乏传教活动的资金，而新建立的贸易公司反正也是以世俗为依据的。因为1698年国王的特权规定东印度公司有义务为每艘容载量超过500吨的船配备一名神父并支付其薪水，所以公司一直只租用船舱容载量为499吨以下的船只，直到这项规定于1773年失效。

但是由于尼德兰公司的兴盛时期仍属于认信时代，所以在这里盈利法则败给了一些无可避免 的有利于教会的限制。尼德兰公司在海上和海外的加尔文主义特点与其公司承担传教士和助手（krank-bezoekers 或 zieken-troosters）的费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的牧养关怀和传教活动是严格服从于商业利益的，特别极端的情况是在敌视基督教的日本。对公司进行宗教信仰的评判是绝不能容忍的，即使公司为了避免损害与穆斯林的贸易而压制了传教。

1618年，后来的马鲁古群岛传教士尤斯图斯·厄尔尼乌斯（Justus Heurnius）在《警示印度的使命》（De legatione ad Indos capessenda admonitio）中对尼德兰东印度公司对于异教徒的牧养关怀进行了批评。1622年以后，尼德兰东印度公司在莱顿开办了由安东·瓦拉耶斯（Anton Walaeus）领导的东印度神学院，直到1633年它不堪重负止。两所出于同样想法在锡兰成立的学校总共培养了八个本地神父和许多教员及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只是在南印度、锡兰和安汶岛的天主教徒和台湾岛的异教徒中进行传教活动。在南印度和锡兰尽管大费力气，仍然成果寥寥。而由于孤悬海外，天主教在安汶岛上的影响被逐渐消除，居民都皈依了加尔文派，这在1945年之后引发了改革派和忠诚于尼德兰的南马鲁古人逃亡尼德兰。从1627年到1662年，他们在台湾进行了特别艰苦的传教活动。但这些活动就像尼德兰的统治一样昙花一现。

18世纪初期，在丹麦属德伦格巴尔终于看到了受虔诚主义鼓舞的路德宗传教活动。传教活动不是由丹麦公司而是由丹麦王室承担。传教活动甚至违背公司规定在进行。传教士并非由丹麦教会组成，而是来自德意志的虔诚教派。1706年来到德伦格巴尔的两位先行者巴托洛梅乌斯·齐根巴尔格（Bartholomäus Ziegenbalg）和海因里希·普吕绍（Heinrich Plütschau）是来自哈勒的A. H. 弗兰克（A. H. Francke）的学生。尤其是齐根巴尔格，他从事关于印度教的扩展研究，并向哈勒寄出详尽的用于宣传的报告。和在其他事务中一样，耶稣会会士在这里树立的榜样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往往在研究中被人为地贬抑了。但在虔诚派先锋不同于耶稣会会士，率先向种姓制度宣战这一点上，这种评价至少是合理的。但到了1727年，他们不得不开始至少通过隔离贱民 来照顾印度人的感情。同年，他们被迫放弃建立普及教育体制的尝试。但是传教事业仍然蓬勃发展。1728年，在1698年和1699年间就成立的基督教知识宣传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的协助下，传教活动向印度的英国势力范围扩展。但传教士始终几乎全是德意志虔诚派信徒，他们建立了路德宗教区。在印度，产生于卫理公会派和大觉醒运动的传教理念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统治下发挥作用。至此，传教和欧洲的政治经济扩张才比之以前更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中国近事》[21]：来自亚洲的知识

按照1585年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受教宗委托，针对中国所作的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极其可靠的描述，耶稣会会士的宣传为在礼仪之争中有计划地捍卫自己的立场以及进一步向欧洲传播关于这个国家的信息作出了贡献。宣传中心巴黎编辑出版了有关文章，积累了中文书籍，以至于耶稣会会士的活动结束以后，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了一个教授席位，那里得以产生一个语文学汉学学派。另外，19世纪新的中国传教活动中，新教和天主教代表也取得了汉学研究的成绩，尽管这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贬华（sinophobie）”而非“颂华（sinophilie）”。因为只有学者们认为中国是“世界末端的腐烂着的半文化（Halbkultur）”（Friedrich Engels）。1898年创建法国远东学校（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和1909年在汉堡设立第一个德国汉学教授席位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在其他考察旅行中一样显著地占据着中心地位。语言学的帝国主义企图在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也译作“嘎伯冷兹”）1881年编纂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中把汉语强行归入希腊语—拉丁语范畴。

要等到亚洲向欧洲派遣自己的“宗教传教士”，尚需时日。纵然欧洲人在亚洲开启的文化移入过程处于边缘状态，亚洲并没有相应的对欧洲的直接影响。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于1697年宣告的东西方之间的“思想贸易”和商品贸易一样，仍旧是欧洲人单方面进行的事务，是一个选择和同化的过程。欧洲人在亚洲挑选他们能够利用的东西带往欧洲。由于社会文化需要成为基础，一切都可以适应并融于欧洲文化。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商品贸易，适用于调味品、咖啡和茶叶，适用于纺织品和瓷器。这些商品经过欧洲的同化并非没有留下社会文化的影响。人们开始饮用咖啡，咖啡馆作为一种社交现象出现了，在英国还形成了饮茶这一大众习惯。对亚洲的棉制品和瓷器产品的模仿催生了发明，诱发了工商业的增长。在这种大规模进口的情形下，欧洲接受了亚洲物质文化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成果，并使其适应自己的需求，比如漆器、印花裱糊纸、太阳伞、轿子、卫生纸和睡衣裤等。不久后，还学会了自己制造真正的瓷器。

另外，欧洲不断增长的特殊需求——对地理的好奇心——也得到了满足。水平参差不齐、种类五花八门的游记大受欢迎，尤其是以丛书形式出版的游记，到18世纪时已经达到可观的学术水平。尼德兰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伊斯布兰特·邦特科（Ijsbrandt Bontekoe）船长在东印度的冒险旅行游记在1646年至1756年至少印发了50次。1631年，约翰内斯·德·莱特（Johannes de Laet）发表了描述莫卧儿帝国的《莫卧儿帝国纪行》（De Imperio Magni Mogolis）。艾萨克·科米林（Isaac Commelin）1646年出版了来自东印度公司地区的报告汇编，随后又有一部由彼得·范·德·阿（Pieter van der Aa）在1706年和1708年间编纂的大全书。在英国，由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704年）和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1705年）出版的丛书继承了理查德·哈克鲁特和塞缪尔·帕切斯的传统。在同一时间，人们借助虚构的历险记来宣扬哲学思想，使游记类型题材的流行度得到二次利用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一部是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年），另一部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年），而后者本身还是对当时大受欢迎的游记题材的滑稽讽刺。人们还对文本进行批判性的选择和有计划地将关于同一对象的各种说法汇编在一起，在这方面，托马斯·阿斯特利（Thomas Astley）在1743年至1747年编纂的《新航海旅行记》（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堪称上品。

正当英国出版商疲于应付之时，以小说著称的作家阿贝·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Abbé Antoine-François Prevost）将他对阿斯特利作品的翻译扩编成了《航海旅行记》（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它于1746年和1759年间在巴黎以十六卷本首次出版，之后又历经多次重印和再版。在这部作品之前，还有一部梅尔奇赛德赫·特维诺（Melchisedech Thévenot）1663年写的特别受欢迎和流传很广的《关于各种神奇旅行的记录》（Relations des divers voyages curieux）。1670年和1699年还出版了在莫卧儿帝国行医的弗朗索瓦·伯尼埃（François Bernier）写的来自印度的报告。

德意志和意大利对于游记文学的贡献相比却显得不足。在皮埃特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的亚洲访古之旅后，率先引起轰动的是由乔瓦尼·弗朗切斯科·格梅利·卡雷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进行的并无甚独创和新奇的世界之旅，而莱姆戈（Lemgo）医生恩格尔伯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的重要的日本游记在德意志却久久未能完整出版。该世纪中叶之后，在德意志也按照阿斯特利和普雷沃的模式出版了四卷本的游记汇编，从大约1780年起，哥廷根大学发展成为能真正对游历进行学术评定的中心。

事实证明，如果考虑到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会士对于亚洲知识的贡献，那么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意义实际上要大得多，“葡萄牙的”耶稣会会士们也部分地由这些在殖民政策方面不受葡萄牙王室怀疑的民族的人组成。关于那些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相反的，不能自由接近的国家——日本和中国，更详细的信息首先很大程度上来自耶稣会会士们。这已经被认为是东亚地图学的基础。利玛窦就正确地确定了北京的地理纬度，而经度的确定尚需时日，以至于中国经常被描述为欧洲面积的数倍。来自特伦托的神父卫匡国（Martin Martini）在30年内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琼·布劳（Johan Blaew，也写作Joan Blaeu）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十二卷本《布拉维亚纳地理》（Geographia Blaviana）中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就是依据了他的地图。来自利沃夫（Lwow）的神父卜弥格（Michael Boym）由于在南明政权统治者身边的活动，也同样认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他留下了18张中国地图，这些地图在1670年由布劳的竞争对手法国的参孙和马利提公司（Firma Sanson und Marietti）接管。这些部分依据中国草图制成的地图提供了参考信息，但在技术上无足轻重。1705年到1719年，奉康熙皇帝的旨意，神父雷孝恩（Jean-Baptiste Régis）领导下的一群耶稣会会士用当时最先进的测量技术绘制了一幅巨幅中国 地图。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根据这张地图，在保留各个定位的情况下运用新发明的彭纳等面积投影制图法（Bonne Projection）制成了他的《中国新图集》（Nouvel Altlasde la China），于1737年与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一起出版。

耶稣会会士们发展成了传教大师，向欧洲公众展示自己的活动，尤其是通过定期发表之前在欧洲谨慎编辑的传教士的《年度报告》（Litterae annuae）。利玛窦留下了关于他的活动的详尽笔记，这些笔记的第一卷包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系统描述。传教神父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把他在中国传教的大规模宣传和化缘旅行的手稿带到了欧洲，并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发表了一个稍作加工的拉丁文译本。这本书在1616年、1617年、1623年和1684年再版，1616年、1617年和1618年出版法语版，1617年出版德语版，1621年出版西班牙语版，1622年出版意大利语版，1625年出版英语版。对于西方而言，利玛窦通过这本书成为学术领域的中国发现者，但是同时也非自愿地成了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神话”的缔造者。第一卷第六章介绍了通过客观的考试招募开明的精英进行的统治，尽管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也可以读到关于中国官员的专制统治和贪婪金钱的内容。1605年，耶稣会神学家莱昂哈德·莱西乌斯（Leonhard Lessius）将欧洲买卖职位的乌烟瘴气与无须花钱，或只有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才能够被安排任职的中国官僚体制进行了对比——实际上，在清朝统治下买官现象也非常普遍！

在礼仪之争中，耶稣会会士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按照他们的意愿向欧洲提供关于中国的信息。尤其在法国神父们那里，身在中国和巴黎编辑部的报告人和翻译者之间有着组织良好的合作，编辑部有时候会扣下一些过于客观的文章，或者对它们断章取义。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既丰富又缜密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之前人们从未对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拥有过这样的信息。上文提到的卫匡国神父——礼仪之争中的修会代理人——于165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上古史》（Historiae sinicae decas prima），其中指出，中国编年史的起始远远早于基督教记载的历史。他的《鞑靼战纪》（Regni sinensis enarratio，1661年）还被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称赞为中国古代地理描述的最佳著作。著名的博物学者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也译作基歇尔，1618～1680年）根据他的 修会兄弟提供的信息编纂了巨作《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1667年），不过这本书按照文艺复兴的传统也属于以埃及为中心的西方神秘学范畴，因此也包含关于印度的消息，特别是海因里希·罗特（Heinrich Roth）神父所描述的梵语字母。

法国也贡献了三四部划时代的作品。首先是由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和其他人对三位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翻译，其译本迎合欧洲人的品味，其中有孔子的《论语》，1687年以《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之名在巴黎出版。这部作品构成了西方国家孔子崇拜的基础。1702年至1776年在巴黎总共出版了34卷出自耶稣会会士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éres），这同样是有关中国知识的宝库，但编辑得很细致。其次，多年编辑这些信件的杜赫德于1735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它先后出版了英语和俄语译本，1745年至1749年出了德语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根据雷孝恩神父的意见，在学术性方面最为重要的是第一卷和第四卷，而历史和教会史是加工过的。在对中国的兴趣退潮之时，作为增补在1776年至1814年又出版了16卷本的《历史记忆：中国人的科学、艺术、风俗、习俗等》（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还有一本刊物，北京的耶稣会会士们在修会兴起后用它来捍卫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另外，当逐步成型的汉学能够站稳脚跟之时，耶稣会会士们还把更多的手稿和中文原著寄往巴黎。1783年至1788年，那里甚至制出了24幅用于颂扬乾隆皇帝准噶尔战役的系列铜版画。

耶稣会会士们不能埋怨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兴趣。但是由这些传教者转介的知识被用于他们自己不知道的目的。在所有的不同利益中呈现了相当一致的接纳和同化模式。耶稣会会士们不十分准确地把中国人呈现为理性主义者、唯灵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的民族。17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18世纪的启蒙者由此得出了一系列结论，这些结论可以延伸到有关永恒世界、原始无神论和道德独立于宗教的各种想象。如果中国的历史典籍可以上溯的时间远远早于以《圣经》为基础推算的年表，如果中国人那里没有发生大洪水，那完全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历史图像岂不是虚假的？

特别是卫匡国的书引发了种种思考，这些思考所蕴含的威胁在一群身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就是所谓的索隐派学者（Figurist），如白晋（Joachim Bouvet）、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和其他一些人，他们试图以寓意手法解释中国典籍从而解决问题。根据上述的所谓神秘学观点，即在基督时代之前的原始启示的意义上，中国的古典作品涵盖了从处女生子到各个圣礼的基督教的全部理论。传说中创立八卦的伏羲不仅被看作《圣经》里的以诺，而且被看作“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os）”[22]，即欧洲神秘学主要文章的原始作者。一位《诗经》里的神话英雄就像《旧约》里的人物那样被视作“耶稣基督的原型（Figura Jesu Christi）”。还有中国的文字也各有附加的象征意义，被解释为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当傅圣泽的正统性被最终怀疑时，他很乐意得到圣西蒙公爵（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的保护。

历史批判性的接受获得了胜利。1756年，伏尔泰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中推崇中国古老的历史，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而这在1650年还是一个危险的说法。中国人的自然原始一神论命题和与之相关的高尚品德在那些耶稣会发起者眼中成了“特洛伊木马”，因为利玛窦的反对者们已经不是把中国人宣告为一神论者，而是把他们宣告为无神论者了。如果弗朗索瓦·德·拉莫特·勒瓦耶（François de La Mothe Le Vayer）1642年可以把伊拉斯谟的“圣苏格拉底，请为我们祈祷（Sancte Socrate，ora pro nobis）”和他的“神圣的孔子，请为我们祈祷（Sancte Confuci，ora pro nobis）”相提并论的话，那基督教成为救赎之道岂不是多余的？如果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在对他的1697年版《辞典》（Dictionnaire）所作的注释中，在暹罗而非中国的例证里确定了无神论和品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其他地方也被认定与中国的情况相符的话，那岂不是证明了宗教对于道德之建立无足轻重？

但培尔恰恰向我们表明了，当耶稣会会士们用亚洲例证向他求证时，他是如何根据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krez）的古典源头构想出有道德的无神论者的可能性的。这种新思想的反对者们同样不苛求非得是中国的例证，只要这些例证有利于他们的目的。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毫不隐瞒，他于1708年发表的反对信奉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中国哲学的文章从根本上是反对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后者的思维历程似乎已经把 中国的思想运用于同时代人。因为他针对的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所以所使用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否客观对他来说并无所谓。

就连伏尔泰的《风俗论》里的中国形象——这是欧洲“颂华”的顶峰——也更多地来自伏尔泰而非来自中国本身，尽管不可否认耶稣会会士的中国神话可以作为源泉。伏尔泰的中国就像一个革除了余弊的法国：一种没有迷信和教士统治的自由、宽容和自然的上帝崇拜，一种没有专制统治和腐败的开明、人文和友善的君主制度——这两者都由文人精英来控制，后者对于有关开明中国的讨论来说始终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主题。

虽然上文描述的交流结构保证了法国在对中国的接受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这涉及的是一场欧洲运动，它在英国已经在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年）那里达到高潮。作为怀疑论者和政治家，他将孔子看作一个与自己意气相投的人物，一个教化人类的智者，没有形而上学和乌托邦也能立身处世，走出一条通过提升社会道德来真正改善人类共同体的实用之路。他在《古代和现代的争论》（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中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无可超越性的鲜明态度并没有妨碍他对中国的尊重，他估计，古希腊罗马文化可能从印度和中国那里接受了一部分固有的人类知识。在马修·廷德尔（Matthew Tindal）的《基督教如创世一般古老》（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和《自然神论的圣经》（Bibel des Deismus）中，孔子成了这一世界观，即在整个世界流传的同类自然宗教的主要见证人。他和基督教的说法在某些程度上具有同等意义，所以人们可以借助孔子的文章来说明《圣经》的隐晦部分。在实现自然的完美原则方面，中国人略优于欧洲人。

后一条论据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那里也可以找到，他与其他德意志思想家一样，同样对1692年以来的“颂华”倾向表示了赞许，尤其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中。他的主导思想是普世的，不局限于基督教信仰的泛基督教主义。在这个范围内，他对每一次“通过科学来传教（Propagatio fidei per scientias）”都报以热烈掌声，就如同中国耶稣会会士们对传教所做的那样。在这种“知识的往来”中，双方同时为给予者和接受者，但在实证哲学（即道德和政治）的比较中，中国就比欧洲更优越。但是莱布尼茨在他对中国的接受中处处都能自洽。

1701年，莱布尼茨通过白晋神父初识了古老中国预测吉凶的《易经》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由三条线段或者断线产生八种可能的组合（八卦），以及由六条线段或断线组成六十四种组合（六十四卦）。其中，连贯的线段是“阳线”，表示坚固和强健，是男性的；断线是“阴线”，表示虚弱和柔软，是女性的。最特殊的卦象就是表示天的全由阳线组成的“乾卦”，以及表示地的全由阴线组成的“坤卦”。通过相应的卦象即可洞悉事态，甚至进行预卜。索隐派学者白晋和莱布尼茨在其中发现了由莱布尼茨1697年发明的只使用0和1两种符号的二进制。由两条阳线和中间的一条阴线组成的“火卦”可以记作101，即十进制的5。但若一切都是由0和1组成，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论就可以使人相信，世界是由上帝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在1701年和1716年发表的两部著作中，莱布尼茨探讨了朱熹的新儒家哲学。他在其中不仅发现了给耶稣会会士们造成困惑的多神论，而且找到了他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中表达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然而他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他大量地、果断地用诠释法使至今仍存在各种译法的万物本质“理”向他的“哲学单子（Monade）”[23]靠拢，并最终毫不犹豫地将之与精神和上帝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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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2 《易经》六十四卦方圆图（莱布尼茨1711年收藏）

莱布尼茨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种种引人瞩目的相似性引发了这样一个论题，即尝试用一种有机哲学来克服西方把精神与物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区分的传统，这种尝试据说只能追溯到莱布尼茨，故可以解释为这是中国对这个思想家的影响。但是从历史年代学角度考证，这一论题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在莱布尼茨那里，中国只是满足了一个业已存在的需要，按照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对上帝的寻觅者说的话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我的话，就不必寻找了。”同样著名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虽对中国的体验不够深刻，却更加引起轰动。当他1721年在哈勒大学的校长演说中把儒学评价为自然美德丰富的精髓的时候，在神学家们的催促下，他因涉嫌多神论于1723年受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的惩罚被驱逐出境。但弗里德里希二世紧接着又撤回了这个命令。最后，这位“哲学家国王（roi philosophe）”以他的《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约1760年）[24]甚至也为中国时尚作出了文学方面的贡献，尽管它实际上是一篇针对亲奥地利的教宗的政治论争文章。

“颂华”运动的最后一波浪潮是政治浪潮。据说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经过客观的考核被招募进政治领导集团，这和中国所谓的开明专制主义一样成了值得赞赏的典范。显然，中国模式被用来满足各种功能，因为它不仅被用来证明由市民阶层出身者占主导的精英集团具有合理性，一如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憧憬的那样，而且被用来捍卫英国乡绅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要求，而乡绅从1692年以后，特别是在汉诺威王朝前几位国王统治期间逐渐将议会统治地位让给了城市财阀。在同样风行接受中国的意大利，中国也成为18世纪从执行判决到天花疫苗接种等诸项改革（Riformismo）的具体措施的参照和榜样。

其中，经济政策的改革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为最后的欧洲颂华派来自农业的重农主义理论家和开明专制主义的圈子。中国神话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的证明，即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由友善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1767年，重农学派创始人弗兰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发表了他颇具影响的系列文章《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1769年，法国王储在其祖父应允的情况下和奥地利共治者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65～1780年与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共同执政）都感到有理由效仿中国的一种由皇帝礼仪性地扶犁首耕的耕耤礼。道教的“无为”甚至可能被当作了经济自由“不干涉主义（laissez-faire）”的楷模。

重农主义者懂得让中国素材的文学加工服务于他们的思想传播，因为中国时尚早已蔓延到舞台和文学，然而尽管有像伏尔泰、奥利佛·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和卡尔·西格蒙德·冯·赛肯多夫（Karl Siegmund von Seckendorff）等著名作家的参与，也仅仅取得了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微不足道的成就。据称，在法国18世纪的11662部舞台剧中仅有30部与中国有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时兴的中国艺术风格（Chinoiseries）的物品对造型艺术的贡献。除了前述的对中国的陶瓷造像、印花织布和漆器加工的接受，中国元素还渗透到欧洲的工艺美术和绘画艺术之中。中国主题出现在法国的哥白林双面挂毯上并由此进入绘画领域。打伞的中国人的形象属于欧洲洛可可式宫殿的标准墙饰。在让-安托万·华多（Jean-Antoine Watteau）的油画中总能看到中国元素。从18世纪中叶以后，建造中式凉亭、茶屋、宝塔甚至整个村庄成为时尚。同时，扬·尼霍夫（Jan Nieuhoff）1665年的尼德兰公使馆报告中的插图也被用作样本。1750年到1752年，威廉·哈夫彭尼（William Halfpenny）和约翰·哈夫彭尼（John Halfpenny）出版了《中国寺庙、凯旋拱门、花园座椅、围栏的新设计》（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Triumphal Arches，Garden Seats，Palings etc.）；1754年出版了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和马蒂亚斯·达利（Matthias Darly）的《一本关于中国艺术设计的新书》（A New Book of Chinese Designs）；1757年有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器和餐具等的新设计》（New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还有著名的家具设计师托马斯·齐本德尔（Thomas Chippendale）设计出了他的中国系列家具。

而英国最重要的贡献是新的仿中式园林。喜欢中国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在1692年就描写过非对称东方园林的美学魅力，神父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在1749年的《耶稣会士通信集》[25]中对皇家夏宫的描述给出了最初的推动，这些信件在1752年被翻译成了英语。钱伯斯1757年出版的书中关于园林的章节成为权威，到1772年他接着出版了《东方园艺学》（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但英国园林只是非常表面化的中国仿制品。如果在中国那里适合通过阳性元素（例如山和岩）及阴性元素（例如水）的完美结合来表现阴阳和谐的话，那么在英国这里，所有的洛可可式中国工艺美术品都会实现完美的反古典艺术构想，即一个缺乏对称和透视的轻快、古怪，甚至充满想象，但又体现了完美和谐的建筑。中国元素对这一反古典趋势来说恰逢其时。

相同的接受模式在思想史领域也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欧洲赞赏中国少于赞赏自己，并以自身的解放的理想为豪。启蒙运动和洛可可都与中国的推动无涉，而是欧洲人自己接受和吸收了这种激励，因为它符合自我发展的重要趋势。所以，一旦这个需要得到满足，就很容易从“颂华”过渡到“贬华”。

即便不考虑像雅克-贝尼涅·博须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s）那样特别厌恶启蒙的观点，也从不缺少对欧洲的中国热的批判之声。英国在更大程度上经由商人和航海者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而在耶稣会会士占统治地位的法国因而从未发展出一种毫无保留的热潮。例如笛福在1719/1720年的《鲁滨孙漂流记》补录中表示了对那些既不配得到他们的智慧荣耀，也不配得到他们的道德声誉的中国人的强烈反感。1705年他猛烈地讥讽了中国人。有个后来“变节”了的中国迷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他最后直接把中国人解释为另一类野蛮人。此外，新古典主义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风格工艺美术品的嘲笑。

在法国，世界旅行家拉·巴比奈斯·勒·让蒂尔（La Barbinais Le Gentil）在1730年和1731年间通过验证，赋予了中国人相对的意义，称他们的艺术和科学符合他们的习惯、特性和生活的环境。这种看法由孟德斯鸠在1748年写的《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lois）中进行了延续。中国在他看来是一个建立在敬畏之上的专制政治体系。至少耶稣会会士的报告是片面的。现存的专制主义界限并非以法律为依据。但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中国就不能作为欧洲的榜样，由于两个大陆具有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首先是不同的气候），因此也就适合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这里宣示着欧洲与他者的关系在理论方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历史—社会的相对主义和跨文化比较。这个新的调整并未产生对于异域文化的新的尊重，而只是终结了对这种异域文化刺激的单纯接受和吸收。

法国启蒙运动晚期（Hochaufklärung）对中国的批评意义不甚深远，有时却很尖锐。如果说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格林（Friedrich Melchior Grimm）在他颇具影响的《文学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中还只是散布谨慎的怀疑的话，那么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则对此毫不隐晦，他认为中国人已堕落到用宗教无可救赎的地步，保尔-亨利·提利·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 d’Holbach）比起视孔子为道德的创立者，更多地视其为父亲和丈夫暴行的发起人。狄德罗回避了他早期收藏的中国工艺美术品，并在他录入《百科全书》的中国词条与东亚词条中保持疏远的态度。卢梭从满怀愤懑的英国水手而非耶稣会会士那里得到了与他的观点一致的中国形象，因为发生在一个奴隶民族之上的可恶的专制统治对他来说是人进入文明时必然产生的罪的后果。狄德罗和卢梭都选择了另一种模式——自然人——来理解这件事。

当18世纪中叶以后，广州商人和水手的丑陋的中国形象代替了耶稣会会士描述的可爱的中国形象之时，欧洲至少发现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新的，积极向古希腊罗马文化靠拢的古典主义为基础；第二种模式是在新发现的南太平洋的高贵野蛮人中，以新的形式显现的天真的自然的理想；第三种模式是另外一种不那么冷静理智的亚洲智慧，即印度的智慧。

因为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在高贵的野蛮人之后，取代中国启蒙智者而出现了另一类人，即长期被低估的印度朋友——拥有神秘感和 深奥的宇宙起源说和智慧学说的婆罗门。当然，自德·诺比利以来的耶稣会会士，然后是尼德兰的加尔文派传教士和丹麦的虔信派教徒致力于整理印度语言和宗教知识，原本几乎并不比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所取得的成就少。但在欧洲，人们的兴趣和接受被稍微或者完全地误导了，就和伏尔泰富有启发性的情况一样。伏尔泰把经由本地治里传到欧洲的《埃祖尔吠陀》（Ezour Vedam）[26]视为婆罗门原始自然神论的古老产物，因其具有一神论倾向。而实际上它是耶稣会传教的宣传手册。同样又是伏尔泰把真实的《吠陀经》文本当作衰退的多神信仰和迷信加以拒绝。

在欧洲，人们也逐渐积累了印度精神世界的严肃信息。先行者之一是雅克·安奎尔-杜佩龙（Jacques Anquetil-Duperon，1731～1805年），他在1754年至1761年居留印度求学，并带回许多手稿。他的第一部印度著作几乎与杜赫德的第一部中国著作一样影响深远。他研习了帕西人（Parsen）的宗教，翻译了他们的圣书《阿维斯陀》[27]。1785年至1786年又翻译了印度哲学著作《奥义书》（Upanishaden），但是根据波斯语版译出的。安奎尔-杜佩龙的一位批评者是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同样研究波斯语系（波斯语是在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统治的语言），他可以被称为现代印度学的创立者是有一定理由的。1783年他作为法官来到加尔各答，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研究印度学的英国人。1784年在那里成立了皇家孟加拉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788年到1839年出版年鉴《亚洲研究》（Asiatick Researches）。1822年巴黎成立了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1824年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在伦敦成立，1845年德意志东方国家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成立。琼斯本人翻译了古印度文学和《摩奴法典》（Manu），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1785年出版了史诗《薄伽梵歌》（Bhagavadgita）的译本，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阐述了印度哲学和数学。1790年在巴黎出现了东方语言学院（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而东印度公司1805年在赫特福德（Hertford）附近的黑利伯里（Haileybury）为其职员建立了一所学习东方语言的学校。

由于有了新的可利用的资源，更加深入的印度文化研究又开始了，其中，德意志的印度研究从赫尔德开始。曾在巴黎求学的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808年发表了《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一书，他弟弟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818年成为波恩的梵语教授。约瑟夫·格雷斯（Joseph Görres）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同样为尊崇印度作出了贡献。1814年，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开始研究印度。

当时人们在印度看到了“人类的发祥地”，认为印度教教徒拥有一种古老的智慧，将其神秘的深奥归结于印度人更接近有机大自然的古老源泉，比那些远离生命源泉时代的后来人拥有更强大、更直接的直觉认知力。（Glasenapp 1960，229）

而对黑格尔来说，印度是停滞在一个早期历史阶段的典型。对他和马克思而言，印度在历史上是可有可无的。直至19世纪后半叶采用了历史的观察方法，欧洲人才不再指望印度的恩赐，或者因其无用而将其抛弃——当然直至今日也并未全然抛弃。印度对于欧洲的好处并不局限于对自我深层根源的浪漫探寻方面。逐渐兴起的印度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值得深思的是，东方研究开展的地方，如1778年的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和1784年的皇家孟加拉亚洲研究会的所在地，都恰恰是当时欧洲对亚洲的统治开始建立的中心地带。

然而，对欧洲人来说，这些或多或少正确的对亚洲的感知可能归根结底不是必需的。而对亚洲人而言，19世纪的形势应该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前他们还能够干脆无视欧洲，而此时新的力量对比不仅迫使他们去了解欧洲，而且使他们还处于巨大的文化适应的压力之下。他们从关于西方的信息中获取并应用了什么，最终也变成了生存还是灭亡的问题。这里不仅涉及信息，而且关系到接受。但是与此同时，传统所形成的障碍程度不同，所以东西方在不同领域的文化联系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自然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的情况相当明显。在早期，技术成就由东向西迁移，或许发生了创造性的迁移，比如水平旋转的东方风车变成了垂直旋转的欧洲风车。在早期的直接交流中，人们挑选他们需要的东西，日本人选择了步枪，中国人选择了发条钟，欧洲人选择了瓷器。在欧洲优势前提下，西方的全部知识和技术被东方接纳，包括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

但是，膳食、农业和手工业的不同体系尽管一直有交流，而长久未有变化。自古以来，东亚以植物性食物和人力耕作为主，而欧洲依靠混合食物和畜力耕作。其他文化圈的成就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补充进这些体系。丝蚕养殖业中的桑树种植并未对欧洲的农业形成很大的影响，就像亚洲农业的特点没有因为接受美洲的人工培植植物而发生很大改变一样。还有欧洲对于茶叶、地毯、青花瓷或棉制品的需求，在没有深刻的生产关系变化的情况下似乎也可以得到解决。只有欧洲占据明显优势时，才诱导了大规模的经济转型。

第二次大发现时代

第二次航海大发现时代也属于18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大推动。其主要成就是对太平洋及其群岛的详尽研究。公元前60000年至公元前40000年，第一批深色人种到达澳大利亚并逐步占据了新几内亚和新喀里多尼亚（Neu-Kaledonien）以及斐济群岛之间的今天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en）。大约公元前6000年以后，浅色皮肤的南岛语系民族（Austronesier）从东南亚来到这里，他们逐步在今天的帕劳（Palau）、基里巴斯（Kiribati）和马里亚纳群岛（Marianen）之间的密克罗尼西亚（Mikronesien）定居下来，公元前1500年在复活节岛（Rapanui）、夏威夷、图瓦卢（Tuvalu）和新西兰之间的巨大的波利尼西亚（Polynesien）三角地带定居了下来，而新西兰直到大约公元前500年才有人定居。这些一流航海家的逐步推进可能归因于资源的缺乏，因为据说在复活节岛上所有树木被砍伐之后，他们最终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从东边和西边进入了太平洋，但是并未留下太多的痕迹。18世纪，他们第二次来到这里。到了19世纪，他们致力于占领这里。

这时的技术和组织条件远远好于近代初期。虽然人们基本上还在使用和16世纪相同类型的帆船，但是18世纪末通过对当中最优秀的船型，如战列舰（Linienschiff）、舰队的三桅快速战舰以及与其相近的东印度货船等进行许多细节改良，这种帆船已经达到一种几乎无法超越的完美程度。帆船的大小因为建造木料的长度而受到天然的限制，尽管18世纪末英国已经在试用铁制的连接部件。如果不能把桅杆建得更高，就把直角帆造得更宽，增加每根桅杆上的帆的数量，同时提高其可控性。自1740年起，在尾桅上加装斜桁帆（Gaffelsegel）来代替三角帆（Lateinsegel）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因为它仍然在桅杆后面，所以更易于操纵，并在前面另加了直角帆。1700年以后，人们采用舵轮代替舵柄，其方便的传动系统可让人们更轻松和更精确地控制航线。大约从1760年起采用的铜壳船体使得轮船更耐用、更快速。另外，人们还认识到了内弯型船体上部和封闭式上甲板的优点。英国人为了用所谓的锚船从北方向伦敦供煤，创制了改良型的坚固的尼德兰商船，这种船也被证明适合用于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航行中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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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3 从三角帆到斜桁帆

在领航领域终于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解决了确定地理经度的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依靠国家有计划的资助完成的。在英国，一次船难之后，1714年经过议会法案成立了经度委员会（Board of Longitude），依据法案为这个任务的完成悬赏了两万英镑的奖金。自16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地方时间及其地理经度可以依据可预知的月亮和太阳或其他天体的距离来计算确定。自1767年起，通过埃德蒙多·哈雷（Edmond Halley）、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约翰·托比亚斯·迈耶（Johann Tobias Mayer）和内维尔·马斯凯林（Nevil Maskelyne）的一系列观察和计算，人们才为海员制成了一个可用于此目的的手册。1761年，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用他的天文钟发明出了发条钟，带上它出海可以将标准时间与当地时间进行对比。由于行船的运动摆钟并不适合。但是海员们慢慢地才接受这第二个更简单的确定经度的方法，这不仅仅是因为天文钟非常稀少和昂贵。用麦卡托投影法（Mercatorprojektion）制作的海图到18世纪才战胜了海员们的保守主义，尽管其优点从大约16世纪起就已为人所知。等角航线（一条与所有经线相交成等方位角的线）在海图上表现为一条直线，也就是说，船的航向无须换算就可以用直尺画出来。

因为在1730年代还通过镜子的运用发明了观察天空的精密仪器，这种仪器也提高了纬度测量的精度，所以18世纪后半叶大海上的精确定位和陌生海岸的测量也成为可能。这与其他技术进步一样，也是对航海安全的重要贡献。此外，人们还成功地控制了营养缺乏症——维生素C缺乏病。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将军在1740年代因为维生素C缺乏病损失了他一半的海员，而库克船长不久后一人未失，尽管他不得不接受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人员损失。1795年以后，英国海军的每个水手每天都可以得到定量的柠檬汁。谁要是在18世纪末出海，估计相当有可能活着健康地回家——这与16世纪从葡萄牙通往印度的航道的情况相比是何等的进步！

还有新的利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521年和1528年间路过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尼德兰的大总督安东尼奥·范·迪门（Antonio van Diemen）在1642年派遣弗朗克·雅各布·维斯谢尔（Franchoys Jacobsz Visscher）和亚伯·詹森·塔斯曼（Abel Janszoon Tasman）去寻找传说中的南大陆。他们从毛里求斯出发，路过了后来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en）的南海岸［当时称范迪门地（Van-Diemens-Land）］，发现了新西兰、汤加群岛和斐济群岛，并沿着新几内亚北海岸回到巴达维亚。1644年，他们又在新几内亚和新西兰之间寻找直达航线。在勘察澳大利亚西北海岸时停了下来。尼德兰人这时对新荷兰（Neu-Holland）[28]的北、西和南海岸有了比较确定的认识，就像他们称呼澳大利亚那样，而对东海岸则不甚了解，因而不知道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几内亚是否属于大陆的一部分。但是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根本不想知道这一点，因为那里得不到收益。从商业资本主义这一观念出发，仅仅局限于伊比利亚大发现成就的二次利用是更具有意义的。然而，阿尔瓦拉·德·门达尼亚·德·内拉（Alvaro de Mendaña de Neira）和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Pedro Fernándes de Quiros）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航行随着发现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而停滞不前。西班牙人只是在“马尼拉大帆船”[29]的航线上的密克罗尼西亚的几个岛上安营扎寨，并进行了传教尝试。

但现在新的动机——国家权力和威信的利益——又占据了主要地位，就像我们在法国的印度政策中屡屡看到的那样，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科学勘察的意愿和对土地的渴望。俄国人随即在太平洋地区开启了彻底研究和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为此，彼得一世委派维他斯·白令（Vitus Bering，1681～1741年），一位在俄国服役的丹麦舰长，去勘察亚洲与美洲之间的边境地区。1728年至1729年，白令从堪察加（Kamtschatka）出发穿越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并确定了亚洲的东端。1732年根据他的建议，安娜女皇下令进行北方大考察，从1733年开始在白令率领下的570人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三项大任务的研究：考察西伯利亚和堪察加，对西伯利亚北海岸进行测绘，勘察通往日本和美国的海路。最后一项任务在白令亲自率领下于1741年和1742年间的海上航行中进行，在圣埃利亚斯山（Mount Saint Elias）到达阿拉斯加南海岸，并在返航途中发现了阿留申群岛（Aleuten）。到1830年为止，俄国还进行了其他勘察活动，其中有多次 乘帆船环行世界。除了科学和政治利益，还有毛皮猎人的利益也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导致了1799年至1867年俄属美洲在阿拉斯加的建立了。

俄国人的倡议一部分是针对英国提出的，因为英国此间也开始了对太平洋的开发。但是英国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太平洋航行与16世纪由西班牙资助的海盗公司的模式别无两样。尽管如此，这些海盗中间一个名叫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的人被称为成功的海洋作家，并于1699年和1701年间携带正式的勘察合同访问了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西北部。

在新时代的边缘，乔治·安森在1740年至1744年乘帆船环游世界。至此，据说加上麦哲伦的首次伊比利亚航行已经有十次成功的环球航行，其中五次由尼德兰人完成，四次由英国人完成。最后这次是尼德兰人雅各布·罗格芬（Jacob Roggeveen）完成的，他于1722年发现了复活节岛。安森出海进行劫掠同样是针对西班牙的。实际上他也成功地劫掠了马尼拉大帆船，把价值四十多万英镑的贵金属战利品带了回家。安森是由八艘舰船组成的英国中型舰队的司令，但是他只带回来了一艘舰船。因为他的国家正在和西班牙正式交战。安森没有展示发现新事物的才能，却获得了丰富的可供其他航行借鉴的太平洋航海的宝贵经验。关于他的航行的报告成了畅销书，这份报告的确包括大量的有用信息，尤其是关于如何能够在西班牙主张占有的太平洋地区依靠岛屿基地进行活动的信息。另外，安森对其不愉快经验的描述在孟德斯鸠、卢梭和约翰逊等中国批评者那里被用作偏见的有力支持。

这份报告的发表与欧洲对于传说中的南大陆的新一轮兴趣浪潮同时发生，这个大陆的存在自古典时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假设。现在它尽管依然是假设，但还是成为英国和法国之间殖民政治对抗的对象。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仍可以看到两个国家在太平洋上的航行，这些航行在1763年和平之后立刻开始，截然不同于之前由政府主导的官方性质的航行。皇家海军从此以后为了覆盖全球的贸易帝国主义，需要测量世界并保障其安全。这时候适合抢在竞争对手之前采取行动。需要时甚至尝试过改造自然和社会，比如输入人工种植的植物。因此，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1787年把面包果作为奴隶的廉价食品从塔希提岛（Tahiti）带到了牙买加。

据说约翰·拜伦（John Byron）可能在1764年至1765年找到了驶出大西洋的西北通道。但是他调转了航向，他更想寻找南方大陆。萨缪尔·沃利斯（Samuel Wallis）1767年至1768年被明确地安排去未知的南方大陆。而他却发现了塔希提岛，与他分开的第二条船则在菲利普·卡特莱特（Philip Carteret）的率领下，为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北面的美拉尼西亚群岛作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1729～1811年）驾驶着国王的三桅快船“长沙发号（La Boudeuse）”在1766年至1769年的世界之旅途中开进了“南海”（太平洋自古以来一直被这样称呼）。他于1768年4月6日至15日停留在塔希提岛，然后经过美拉尼西亚回国，其间，他比之前的舰船都更加靠近过澳大利亚东海岸。因为他与他的先行者走着近似的航线，所以他作为发现者的成就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经过挑选的科学家班子陪同的航行。这次航行更多地是以布干维尔报告的文学成就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尤其是他对塔希提岛上将近九天的田园生活的描述！这份报告于1771年在巴黎出版，1772年出版德语译本。

尽管有几个布干维尔的法国追随者和几位西班牙总督通过派出科考队来主张向来就占有南太平洋的尝试不可低估，但太平洋最重要的研究者无疑非詹姆斯·库克（1728～1779年）莫属。他是一个雇农的儿子，通过蒸汽船航行和在战舰舰队中的晋升成为一流的航海者和测绘者，并且通过对纽芬兰海岸的杰出测绘证明了自己。此外，他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能也大大促成了他的成功。

他在1768年和1771年间乘坐改建的蒸汽船“奋进号（Endeavour Bark）”所作的首次航行是受英国海军部委托，有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员的科学指导［库克据此把塔希提岛周围的岛屿命名为社会群岛（Gesellschaftsinseln，英文为Society Islands）］。这次航行的任务首先是从塔希提岛观察金星凌日的运行轨迹，其次是探查南方大陆。完成了天文观测任务和对塔希提岛进行了详尽描述之后，接着对新西兰海岸进行了精确的地形测绘，并首次考察了此前尚不了解的澳大利亚东部海岸，其间库克对这些地方与之前已熟知的澳大利亚地区各自有利于定居的特点进行了描述。

1772年至1775年，他乘坐“决议号（Resolution）”和“探险号（Adventure）”（第二次大发现时代的船名就是他们的计划）蒸汽船的第二次航行按照库克自己的计划要最终解决南方大陆的问题。他在南纬50°～60°之间自西向东环游了地球，这是一个此前鲜有人造访的区域。他走这条航线时拐了五个之字形大弯，两次向北（在南半球的冬季），三次向南。向北带来了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地区的重要发现，向南一直把他带到了南纬71°10′，那里距离南极大陆边缘只有数百公里。他由此确定，南方大陆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仅存在于常年冰封的地区。在这次航行中，库克由约翰·莱因霍尔德·弗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及后者的儿子乔治陪同，他们让自己的成果走向了文学市场。

1776年至1780年，库克率领“决议号”和“发现号（Discovery）”进行第三次航行。有关俄国地理发现的消息传来，这次航行要据此再次解决太平洋一侧的西北通道这个老问题。在从塔希提岛向北的航行中，库克发现了夏威夷岛。然后他从今天的俄勒冈（Oregon）沿着海岸进入白令海峡到达北方冰原的边缘。返航途中他在夏威夷被波利尼西亚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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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4 詹姆斯·库克想象的、被证明错误的南方大陆（阴影部分）

马歇尔·萨林思（Marshall Sahlins）对库克结局的解释从1981年以来就引起了具有巨大科学影响的争论。因为波利尼西亚人起初认为欧洲人是超自然人种，库克可能在夏威夷岛上被认定是和平之神洛诺（Lono），因为他1778年和1779年的到来在时间上与洛诺周期性的回归庆祝日相吻合。当他和他的队友们无法再扮演这个角色之时，就发生了致命的冲突。反正战神库（Ku）代表接管权力的时候到了。批评者们认为这种表述是欧洲人神话夸张的结果，它要把奇异的思想和奇异的行为强加于他者身上，强行使他者有别于自己，这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思维，也恰恰符合固执的欧洲观念的期待。这种情况和把羽蛇神话运用于埃尔南·科尔特斯身上十分相似，不可忽视。夏威夷人实际上和阿兹特克人一样，在第一次交流失败之后，他们就对欧洲人作出了非常实际的反应，索性暴力相向。但是双方都有文化理解的问题，所以库克就沦为了“跨文化角力的牺牲品”（Salmond 2004，416）。

1789年至1794年，一支由西班牙派出的由亚历杭德罗·马拉斯宾纳（Alejandro Malaspina）领导的考察队乘坐两艘专门为此行制造的舰船“勇敢号（Atrevida）”和“发现号（Descubierta）”，经过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西属美洲海岸，绕过合恩角抵达阿拉斯加，横穿了从墨西哥到菲律宾的太平洋，造访了新西兰和东南澳大利亚，经过汤加去卡亚俄，然后从那里返回加的斯。在今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上的努特卡人（Nootka）面前，马拉斯宾纳于1791年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的旋涡。1774年西班牙人身在该地，1778年库克来了，1789年西班牙舰船又被派往那里，因为人们担心向南逼近的俄国人落脚在由西班牙主张占领的海岸。而西班牙人碰到了1785年就到达那里为中国市场收购海獭皮的英国人。西班牙的进攻激起了努特卡事变（Nootka-Zwischenfall）。1790年至1795年，西班牙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坚固的观测站，但是1792年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升起了英国旗帜，并先于另一支西班牙考察队四天到达那里。1790年至1794年，两国政府就努特卡达成了多项协议（Nootka Conventions）之后，双方才撤退。西班牙就此最终从北太平洋消失了。乔治·温哥华，一位前库克考察队成员，在1791年至1795年完成了对北美洲西海岸的勘察。至少是对于帆船而言，一条从大西洋出发的西北通道自此关闭了。

法国出于嫉妒，在1785年至1788年也组织了由让·弗朗索瓦·加拉普·德·拉·佩鲁兹（Jean-François Galaup de la Pérouse）率领的有两艘三桅快速战舰“星盘号（L’Astrolabe）”和“指南针号（La Boussole）”的考察队。这支考察队首先在北太平洋活动，同时勘察朝鲜和日本北海道的地理，最后经过堪察加到达欧洲。然后他们把活动中心移到大洋洲，在他们消失于美拉尼西亚之前 到访了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群岛（Samoa）和东澳大利亚。最终，尼古拉斯·博丹（Nicolas Baudin）率领的考察队赢得了尊重，他们在1801年和1803年间对澳大利亚的北、西和南海岸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英国考察队也在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领导下在同一时间对澳大利亚南海岸和北海岸进行了测绘。

欧洲在此期间学会了把远洋新发现迅速地运用于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布干维尔1771年出版的塔希提报告被用来阐述有关自然人（高贵的野蛮人）的另类理想新潮，他们被看作对堕落的文明人提出的挑战。这个想法本身并不新鲜。我们在古代典籍中就见过，例如塔西佗（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在布干维尔之前的新时代文学中也见过。蒙田的食人族随笔和伏尔泰的“天真汉”同样都可以称为范例。美洲传教士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对于他们的阐述起着重要的作用。加拿大的耶稣会会士拉菲陶成为它们最重要的传播者。这种对乌托邦、《鲁滨孙漂流记》和虚构游记的贴近是不可忽略的。

但是塔希提群岛热还包括了一些新的要素。布干维尔和他的陪伴者们特别热衷于波利尼西亚人的健康、美丽、热情和性开放，至少布干维尔本人绝对没有忽略，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浅薄，岛屿的占据和统治情况一点也谈不上人道或平等。塔希提岛人对于欧洲人来说，可以成为淳朴善心、自由爱情和政治革新的主要见证人。狄德罗在其1796年才出版但从1773年就开始流传的《布干维尔航行补编》（Supple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中把文化人的痛苦归结于骗人的教会（性）道德使他陷于永远与自己进行的斗争之中。他把这一点与波利尼西亚人仅仅为保持物种目的而进行的两性生活的不间断享乐主义进行了比较。这样，对于启蒙者来说，野蛮人的塔希提变体就显现了一种比中国的智者更为彻底的解放的潜能。

然而，在中国和塔希提的例子中，欧洲视角都脱离了该国的真实情况，一如对欧洲而言，两者都用处有限。早在18世纪，早在现代文学和民俗学之前很久，就可以听到批评之声，这些声音指出南太平洋不是野蛮人的天堂，而是人性残忍的地狱。这样，南太平洋就比之前的中国更快地丧失了它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也非完全丧失，它还始终可以作为一种简单生活的理想激起人们的憧憬。到今天为止，仍然有人钦佩“邦蒂号（Bounty）”船的叛乱者，这些叛乱者为了能够尽情地投入南太平洋田园风光，1789年抛弃了他们严厉的船长威廉·布莱。英国人为了能够获得他们的实际利益而开始发现太平洋，这位布莱船长稍晚之后也参与了发现，但首先探索的不是无数的岛屿，而是气候适宜的澳大利亚东南部。澳大利亚的其他部分和新西兰紧随其后，其余岛屿只是在后来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背景下才被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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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词源于希腊语的ἀποδημέω，直译为“在旅途”，原意为“旅游指引”，后指“旅行的艺术”，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概念。——编者注

[2] 威廉·冯·洪堡认为教育可以造就一个自律且自发的学者群体。他提倡德意志民族需要打造一个“学者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公民由一群回归希腊古典精神的全能型天才组成：他们不但知识丰富，而且对世间万物都抱有浓厚兴趣，文化艺术品位高雅。

[3] 又称作“德拉瓦人（Delaware）”，是说阿尔贡金语的印第安部族，曾居住在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集中在德拉瓦河流域。——编者注

[4] 古典时期田园诗中描述的世外桃源，人们在其中躲避灾难，安居乐业，过着牧歌式生活。——编者注

[5] 一部辑录了大量早期英国地理发现资料的百科全书，共四卷。——编者注

[6] 根据德·伊思拉的说法，梅毒就像蛇这种动物一样丑陋、麻烦和骇人。——编者注

[7] 传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意为“传布信仰圣部”，又译作“传道议会”“传道总会”等，由教宗格列格利十五世于1622年成立，负责与天主教会有关的宣教活动。——编者注

[8] 吉利支丹是日本战国时代、江户时代乃至明治初期对日本天主教徒的称呼。

[9] 1527～1598年，生于安特卫普，佛兰德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1570年出版第一部现代地图集《寰宇全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意为“世界是一个剧场”）。——编者注

[10] 1537～1612年，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编者注

[11] 克拉维乌斯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进行整理编纂，在原有的十三卷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卷注释。——编者注

[12] 1559～1654年，意大利西西里人，明朝末年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编者注

[13] 或称“变体论”，指面饼和葡萄酒经祝圣后变成基督的体血，即使它们仍保留饼和酒的外形。——编者注

[14] 1542～1605年，莫卧儿帝国第三位皇帝。——编者注

[15] 1569～1627年，莫卧儿帝国第四位皇帝。——编者注

[16] 第谷·布拉赫认为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未能妥善解决“视差悖论”等一系列问题，其提出的折中的“第谷体系”仍属于地心说体系。——编者注

[17]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会士采用直接的传教方策，手持十字架宣道，认为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太迂回、间接，并批评其允许中国的信徒崇拜偶像、祭祀祖先。“十字架的愚拙”出自“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和“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哥林多前书》1：22-23）等。——编者注

[18] 现全称为“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编者注

[19] 也译作“高多林第”或“高多林”，1660年被任命为南京首任宗座代牧。——编者注

[20] 此处应指圆明园，许多西方学者称其为“夏宫”或“老夏宫”，也有学者认为此名称不合适，因为圆明园虽兼具避暑的功能，但皇帝全年有很长时间都在其中居住、理政。——编者注

[21] 《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97年的著作。

[22] 西方神秘学里的知名人物，据说融合了古希腊的赫尔墨斯、古罗马的墨丘利和古埃及的透特三种形象，一说还包含以诺的形象，掌管心智、语言、交流、学习、书写等，为炼金术、占星术和魔法的守护者。——编者注

[23]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是能动的、不能分割的精神实体，是构成事物的基础和最后单位。单子是独立的、封闭的，然而，它们通过神彼此互相发生作用，并且其中每个单子都反映和代表着整个的世界。

[24] 一部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编者注

[25] 该出版物题为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éres par d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为欧洲旅居中国和东印度的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集，创办于1702年。其中收录了大量从中国寄回的书信，1843年在巴黎重新出版，名为《耶稣会士中国通信集：1689～1781》（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écrites de 1689 à 1781 pa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de Pékin et des provinces de Chine，Edition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编者注

[26] 18世纪的一部法语版《吠陀经》。——编者注

[27] 《阿维斯陀》的翻译工作于1760年完成，于1771年连同他的《创世篇》（Bundahišn）译本以及印度游记、关于手抄本的注解、琐罗亚斯德的生平介绍、有关帕西人社会文化的散文等以《阿维斯陀经注释》（Le Zend Avesta）为题出版。——编者注

[28] 此处为澳大利亚的新荷兰，注意与前文巴西的新荷兰及北美洲的新尼德兰相区别。——编者注

[29] 指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航行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的木制货运帆船。——编者注


第十三章 帝国主义扩张和对北半球的移民

俄国和欧亚帝国

在第二次大发现时代和革命时期，欧洲的扩张呈现了一种新的特点，这个特点一直影响着19世纪。地球的整个表面都被牵涉进来。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与海外国家、民族，同样也包括与那些此前尚未被这一进程波及的地区的联系都变得更加频繁和积极。参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快了扩张速度。作为中期目标区域的新开拓的太平洋显现了地缘政治意义。俄国和美国在北太平洋相遇了。英国在这里的存在退居次要地位，西班牙的存在完全消失了。俄国继续向中国推进，并最终与日本发生冲突，日本如同英国主导下的中国一样，被跨太平洋而来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强行吸纳到世界政治之中。之前，英国人和尼德兰人就从印度和爪哇岛开始征服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1]。英国人继续向南太平洋前进，并在这里与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迎头相撞。这些国家也参与到了在澳大拉西亚的行动，并和美国人一起觊觎中国，中国沦为一个任由世界贸易和世界政治摆布的欧洲扩张的共同殖民地。如果不只看它们的结果的话，这意味着地球某个部分的扩张进程与另一个部分的扩张进程比以往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历史学中，扩张史非常自然地成为相互关联的历史，是“纠缠史（entangled history）”或“交错史（histoire croisée）”。

另外，俄国在太平洋的存在从历史的角度看，甚至是新世界移民和在亚洲海洋沿岸建立贸易体系之外的第三种欧洲扩张类型的结果。当另外两种扩张在海外进行的时候，俄国通过向邻国，向新的、更远的 邻国，乃至向作为边界的海洋的扩张，已成长为实际上的欧洲大国。但是在那里，扩张并没有停止，而是随即跨洋过海继续扩大，并演化成为海外帝国主义。这是第四种扩张类型，其各种变体影响了19、20世纪。不仅19世纪美国的扩张沿着相似轨迹进行，伊比里亚的收复失地运动过程中向摩洛哥的失败扩张和对非洲岛屿和南部海岸的成功扩张也都遵循着同样的原则。

但是俄国的扩张显示了一系列不同的特征。第一，由于与中世纪欧洲东部殖民地有着地理和历史关联，人们可以把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占领看作其扩张的最后阶段，可以完全看作一个新欧洲的建立。对此必须强调“新”字，因为否则欧洲就延伸到了太平洋。第二，这次向东扩张的最后阶段的实施国与其他所有欧洲殖民国家不同，并非根植于拉丁文化，而是扎根于希腊—拜占庭文化，这一点反映在宗教上，即与其他国家信奉天主教和新教不同，它信仰正教。第三，这次扩张的进行虽然也与美国的扩张不同，但是它不仅损害到了各个处于劣势的民族，而且从一开始就与其他很有竞争力的，甚至一向占据优势的欧亚帝国相关。这一切都以从蒙古帝国的遗产中“搜集俄国的土地”开始，这也是一种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蒙古人或鞑靼人的最西部的可汗国金帐汗国早就分裂成了若干小政权，它们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它们从14世纪以后在乌拉尔山脉西部被以前的臣民和代征纳贡者莫斯科公国（Großfürstentum Moskau）逐步占领。在西欧扩张者们看来，俄国是一个另类，不仅因为它信奉正教，而且因为它是一个亚洲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欧亚国家！

当莫斯科在15世纪开始从把俄罗斯民族的其余公国并入大公国过渡到征服其前主人，尤其是喀山可汗国（Khanate Kas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chan）的遗产的时候，它的扩张在南部已经推进到第一个边境地区，即黑海和里海北部的草原。这是一个或大或小的游牧人或半游牧人联盟的世界，其由弓箭手组成的机动骑兵部队在战场上毫无疑问能够对付俄国军队。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另外一种 政治文化。掳掠被认为是对生计的合法贡献，联盟或者和平协议是对现时力量对比的暂时认可，并伴随着作为礼物或者贡品的税收。而莫斯科追求的欧洲目标是扩张成为一个建立在基督教传播意识和伪历史（pseudohistorisch）要求之上的稳定的帝国。莫斯科大公于1472年和拜占庭公主结婚之后，开始拥有“全俄君主”的头衔。“沙皇”是彼时为蒙古可汗保留的一个没有宗主的公爵称号。因此，协议被看作对沙皇合法的宗主统治权的臣服。对方承担的物质上的义务被认为是亏欠沙皇的税赋，而己方的义务则是仁慈的体现，即便它们实际上应是用来安抚极强大的对手的，并被对手看作俄国对他们的纳贡。而违背协议被视为叛国罪。

以长远的目光看，由此产生一种成功的模式要归功于莫斯科，特别是归功于对一类独特的边境居民——哥萨克人（Kosaken）的灵活使用。这些人本来是自由人，但也是逃亡农奴，他们在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南方由所有男人选举出首领（ataman）并成立了自治联盟。原本他们傍河而居，驾船航行，并以河流命名，比如第聂伯—哥萨克人、顿河—哥萨克人、库班—哥萨克人。后来他们和游牧人一样过渡到游牧文化，在17世纪，他们以掳掠方式与这些游牧人进行斗争，以此来保卫北方的基督教帝国。他们被后者征募来为其服务，却以武装起义来应对其限制他们自治的做法。这可以说是完全的从士兵滑向强盗的过渡。因此，长此以往在俄国出现了武装农民的固定居住地，其居民构成了一个个军队单元。男子成年后即自动宣誓效忠沙皇。但是作为个体之间的联盟，他们始终懂得在政府那里维护自身的利益。原先他们可以“成为”哥萨克人（获得身份），以后便“生为”哥萨克人（归属身份），而哥萨克人没有发展成一个民族。在民族方面，他们仍然属于俄罗斯人。

这样一来，莫斯科就可以用环形要塞来防御来自草原的攻击。然后他们在草原实行固定居住政策，首先在沿河区域，继而在内陆，这样就限制了游牧人的流动，直至他们都被置于政治和军事控制之下。18世纪，俄国南部草原被其中一部分来自德意志的移民改造成了耕地。剩余的游牧人除了同样定居别无选择。只有克里米亚汗国（Khanat der Krim）维持不变。后来它成了奥斯曼人的臣属国，造成了两个帝国彼此邻接的局面。1774年，俄国战胜奥斯曼人之后，克里米亚半岛才于1783年被吞并。俄国站在了黑海之滨。

在东北部，中世纪的商业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wgorod），紧随其后的俄罗斯各个公国，最后还有莫斯科公国已经向北面的德维纳河（Dwina），向乌拉尔山脉以及鄂毕河（Ob）延伸。在16世纪，起源于诺夫哥罗德的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w）商贾王朝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英国和尼德兰在冰洋上展开了竞争，但是竞争仅在紧靠德维纳河入海口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进行，凭借沙皇的帮助，伯朝拉河（Petschora）和鄂毕河地区得以避开这类竞争。在南方，伏尔加河拐弯处旁边的喀山被占领，导致的结果自然是1552年继续向东溯卡马河（Kama）而上，翻越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推进。斯特罗加诺夫人也热衷于在这里经营，但是陷入了与西伯利亚汗国（Khanat von Sibir）的武装冲突。沙皇伊凡四世本人在1570年代和1580年代处于个人、内政和外交的困境。尽管如此，他于1574年把西伯利亚的几块土地赠予了斯特罗加诺夫人（这几块土地既不属于他，也不属于他们），允许他们在1581年自己负责为一次行动招徕人马。他们在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Jermak Timofejew）领导下招募了一支840人的哥萨克军队，在1581年击败了鞑靼人，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但是这支军队的大部分人，包括叶尔马克在内，都在反击战中丧命。由于在英雄壮举和掠夺之间通常黑白难辨，俄国的民族英雄叶尔马克也完全可以被称为强盗首领。俄国人的优势建立在他们的热兵器上，鞑靼人和西伯利亚各民族的武器无法与之抗衡。他们的占领和随即建立的统治在残暴和无情盘剥当地人方面与西班牙的征服没有任何不同。

与在新西班牙和新法兰西一样，这从一开始就是掠夺行为，随之而来的便是移民，并且据说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里有让人们趋之若鹜的皮毛和野物。猎杀皮毛动物的地域范围非常广大，正如在北美洲那样，有限地区的物产迅速被掠夺一空。这一趋势与上述莫斯科 统治者的扩张努力并行不悖。这样，统治者立刻就接管了这里的领导权，并且指挥哥萨克军和正规军迅速按计划继续扩张。获益非常诱人，1644年沙皇收入的10%来自皮毛。1585年至1605年，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Irtysch）地区被征服，1587年额尔齐斯河畔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建立，1604年托木河（Tom）岸边的托木斯克（Tomsk）建立。1628年，俄国人拿下了叶尼塞河（Jenissei）、通古斯卡河（Tunguska）和安加拉河（Angara）流域，1619年建立了叶尼塞斯克（Jenisseisk）并到达勒拿河（Lena）。此时，扩张继续向东北和东南延展。1632年在勒拿河畔，1646年在海边分别建立了雅库茨克（Jakuts）和鄂霍茨克（Ochotsk），1648年到达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堪察加和后来所称的白令海峡。同时，贝加尔湖地区被占领，并于1652年在那里建立了伊尔库茨克（Irkutsk）。这种迅疾地在相当广阔的区域进行扩张的驱动力就是猎取皮毛动物。巨大的河流网使得推进更为容易。

除了士兵、皮毛猎人和皮毛商人以及其他冒险家，还有俄国移民渗透进来，20世纪主要是进入有着丰饶土地的乌拉尔河与叶尼塞河之间与旧俄国相似的地方，尤其是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地区。1670年在托博尔斯克周围有超过7500个俄国庭院，农民人口约为3.4万。在城市及其基地驻扎有沙皇的官员和军队，并征收皮毛贡品。皮毛猎人也要缴纳他们猎获的10%。由于这个体系一般是自筹资金的，所以俄国人在广阔的土地上尽情搜刮并引起了相应的后果。此前，这块土地的居民分属于不同语言的许多群体。17世纪的整个西伯利亚有16个民族群体，总共约23万人。总人数达3万或更多的布里亚特人（Burjaten）、通古斯人（Tungusen）和雅库特人（Jakuten）是其中最重要的群体。西伯利亚各民族虽然从一开始就不断起义，但是由于人数稀少、居住分散，且组织和技术力量处于无望的劣势而失败。只有最北端的楚科奇人（Tschuktschen）和科里亚克人（Korjaken）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并且直到沙皇帝国末期都在主张其特殊地位。

不久前，在1650年向黑龙江/阿穆尔河（Amur）源头地区推进的指令中，司令官被授命以最佳征服手段战胜那里的“神圣的汗（Fürst Bogdai，俄语为богдыхан）”并要求他纳贡，如果被拒绝就杀光这些桀骜的男人，掳走女人和儿童（这一点不言而喻）作为奴隶出卖。到了此时，所谓的“神圣的汗”正是 中国的康熙皇帝本人，康熙对这个地区开始遭到洗劫深感不悦，因为他特别担忧俄国人向清王朝的发祥地靠近。

俄国人的对面仍然是中国比较强大的部分。与欧洲的扩张相反，所谓汉族人的扩张，是一种自公元前2000年就不断传播的文化，它是由商人和拓荒者在黄河下游发展起来的。这个一再被危机打断，但几千年来延绵不绝的过程因为两大特点而获得了特殊的优势。第一，中国的高度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是唯一的，它从始至今都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领土视为一体。中国文化的起源地一直是中国的核心地区。第二，汉族人作为一个民族，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是“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一致而有别于其他民族”（Thomas Höllmann），这就是说，他们有能力不断同化那些新群体。

中国的政治扩张进行得特别无序，频繁因反向的发展而中断。它只是偶尔与基础文化的扩张相一致，似乎极少以帝国主义计划作为必要基础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和通过先发制人式的打击遏制后者迫在眉睫的扩张。这样一来，“中央帝国”的政治思想随时都适合为扩张和统治作证明，尽管如此，它并不总是以政治力量对比，而是以一种宇宙论的文化优越性为基础，这一宇宙论里只有汉族人和野蛮人，并且把中国皇帝看作世界的中心。此处也没有外交政策，而只有处理与不同野蛮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规则，这些民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部分地皈依汉文化，才能从“原生的”野蛮人提升为“成熟的”野蛮人。贸易以派遣纳贡使臣的方式进行，其中完全可能隐藏着正常的货物交换。

在17世纪中叶，清朝在中国南部与忠诚于明朝的人以及半独立的军事统帅们作战，以至于俄国人在黑龙江上游拐向北方的最远端的雅克萨（Albasin）建立了根据地。南方战事一停息，1685年雅克萨就被攻占并捣毁，立刻重新加固之后于1687年又遭到围攻。关于此事康熙皇帝自己写道（Hsü 156），目前针对俄国人的这场战役表面看起来根本不重要，而实际上意义至关重大，俄国人袭扰黑龙江和森加里地区三十多年并偷走一块地方（雅克萨），它离王朝的发祥地很近；如果不彻底消灭他们，他担心在边境地区人将会没有存身之地。

因为双方都有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所以在黑龙江的源头石勒喀河（Schilka）河畔的尼布楚（Nertschinsk）举行了谈判，谈判中中国人取得了成功。因为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徐日升（Tomás Pereira）充当翻译和调停人，1689年的协议用拉丁语拟好正式文本，以五种语言签订。俄国人必须放弃雅克萨和黑龙江/阿穆尔河下游地区。边境线应该沿着阿尔贡河（Argun）、黑龙江/阿穆尔河上游和斯塔诺夫山脉（das Stanowoi-Gebirge）[2]直至海边划定。允许俄国商队将来定期 来北京，并在那里从事免税贸易，而仅在1689年和1718年间，这项规定就被使用了十次。1727年，在贝加尔湖地区南面的恰克图（Kjachta）商定订立另一个关于成立共同委员会的协议，以确定中俄在蒙古地区的北部边界。俄国人可以在北京保留一座内有会汉语的教士和学生的东正教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帝国的早期碰撞，它为19、20世纪设定了立场，以至于尽管保留着纳贡制度中的行话，但中国还是愿意在与俄国的交往中承认对方是一个与自己几乎平等的西方国家，这样才会与它签订协议。而海洋列强花费了将近二百年才达成这一步。

在俄国统治下，西伯利亚当地居民的数量不单由于18世纪以来从中国逃出来的难民而剧增。他们的数量还因为迁入的俄国人而不断增加。从1719年到1795年，当地人 的数量从28.8万提高到73万，但是1720年人口数量就已经达到70万的俄国人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以至于在西伯利亚，当地人的数量只占总人口的30%。1897年为15%，是总人口573万中的86.1万，1989年只有5%，即3200万人中的160万；在人口组成上，西伯利亚不仅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的俄罗斯的一部分，这是“新欧洲”的典型例证！

18世纪的历任沙皇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西伯利亚研究和开发。1708年，彼得大帝设立了以托博尔斯克为首府的西伯利亚行政区。在18、19世纪，行政区的数量增加了数倍，还设立了与欧洲部分的俄国不同的大行政区。在西部，首先是亚洲中部地区的草原被排除在外，但是在18世纪，哥萨克人在那里将边界线推进到阿尔泰地区（Altai）和额尔齐斯河。1700年前后，在总面积六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仅有大约2.5万个俄国人家庭，其中有1.1万个农民居住点，不过此时人们至少可以自给自足。

皮毛贸易立刻就从官方支持的东西伯利亚和北太平洋考察中大获其利。按照在阿拉斯加建立第一个俄国要塞的商人格里戈里·舍利霍夫（Grigori Schelichow）的策划，1799年，他为他的妻子和女婿尼古拉·列扎诺夫（Nikolai Resanow）创建了由国家持多数股份的俄美公司。1790年至1799年，亚历山大·巴拉诺夫·舍利霍夫（Alexander Baranow Schelichow）成为经理，1799年至1818年由他负责阿拉斯加殖民地。他完全可以被看作新帝国的创始人之一。1799年，他在附近的一个岛屿上建立了今天的锡特卡（Sitka）。锡特卡曾被称为“新阿尔汉格尔斯克（Nowo Archangelsk）”，1802年被特立吉特—印第安人（Tlingit-Indianer）攻克，据说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支持。1804年它被重新占领，1808年成为俄属阿拉斯加的首府。1806年库页岛（Sachalin）被吞并。1818年，在美国土地上有十五个俄国居民点，其中有一个于1812年在旧金山以北只有145公里的加利福尼亚建立，并一直存在到1841年。但是与美国和英国进行有关贸易和捕鲸利益方面达成一致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由于缺少女性，在俄属美洲也出现了混血人口，他们也和俄国本土的东正教教士们一样被接纳入教。但公司的经营亏损了，结果他们的殖民地在1818年被国家接管。这个外围据点是为抵御克里米亚战争中来自加拿大的英国威胁而设置的，因为距离遥远，供养和防卫变得非常昂贵，所以在1876年把它出售给美国看来是最佳解决方案。

在西伯利亚，自1735年开始对被驱逐者的流放和自由移民的渗透使得18世纪的俄国人口明显增长。在老欧洲也非常普遍的流放的惩罚不仅可以有时间上的长短差别，在严厉程度上也有强制居留（个别情况下与家人一起）、四年乃至终身监禁和强制劳动等方式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在1860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描述过这种境况。但是司法机构是相当宽宏大量的，有时候会取消死刑判决。在19世纪，大约总计有90万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但是其中有一半是强制遣送的农民，他们几乎是可以随便定居的。

但这并不是说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情况完全相反。农奴制度和独裁专制也恰恰不能促进流动性，即使政府相当宽容地使自发进行的移民合法化，并在1800年前后出于保护边境的考虑在高加索山区和贝加尔湖地区对面开始实施移民计划。1822年的迁徙法规同样没能带来多少改变，直至负责自由的国家农民的国有土地部（Domänenministerium）成立之后，才有了移民政策，此政策旨在化解俄国欧洲部分的土地人员配置过多的威胁。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由国家支付必要经费的穷人尤其愿意迁移，但相当恶劣的经济状况使得行动只能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自1838年国有土地部成立到1861年的农民解放运动为止，移民行动迁移了大约20万名男性农民并为此花费了250万卢布。其中可能还有大约6万名秘密移民的到来。

和其他地方一样，俄国处于转型危机中，在方向不定的紧急状态下，也出现了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俄国的帝国主义信念，就如同美国那有着冒险性的远大目标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3]［从尼罗河到涅瓦河（Newa），从易北河（Elbe）到中国……］。克里米亚战争中令人震惊的失败使国家精英们突然明白，19世纪上半叶的独裁制度导致了这个国家面对西方时，陷入了令人忧虑的落后状态。因此，早在1861年就讨论过的废除农奴制终于无可避免。截至当时，将近一半的俄国农民都是贵族地主的私有财产。然而因为农民必须为他们所得到的土地进行清偿，并且很大程度上被束缚在乡村，距离他们真正的解放还要等待很长时间。这还根本谈不上农民大规模迁移到殖民地区。这也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们追求的是安宁而不是农村群体的移动。因此，他们对迁出设立了很高的官僚主义的障碍。当时迁移的人主要迁入新占领的高加索地区；可能只有数千人通过非法途径到达了西伯利亚。

自1870年代以来，人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人口的压力，以至于在公众舆论和行政部门中要求有组织地大规模迁出的观点具有很大影响力。另外，通过修建铁路以及通过解决那里纺织企业劳动力 明显短缺的问题来开发西伯利亚的倡议也在增多。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运输业落后的状况，补给由于缺乏铁路而失败。因此，尽管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不高，但铁路建设仍然得到促进，并借助于西欧的投资获得成功。铁路线网在1850年和1910年间从601公里增加到76946公里，其中17390公里在亚洲。此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即考虑到中国或者日本势力的发展可能构成威胁。

1880年代以来，西伯利亚移民的数字显著提高，这也是长期以来农民解放的结果。1861年后，农民获得的土地不是私有财产，土地分给乡村，由乡村再把土地分给农民并由他们集体承担税务和赎金支付（以此应该还可以阻止无产阶级化）。这一调整被证明是人口流动的制动器。如果农民想要从他原先要加入的乡村退出是很困难的。1903年才废除了连带责任，1905年又取消了赎金支付。农业改革家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Pjotr Arkadjewitsch Stolypin）担任首相时（自1906年起）解散了旧乡村。强壮有力、雄心勃勃的农场农民形象取代了共同承担责任的、乡村的、穷苦的形象，农民此后可以把自己的土地登记为私产，可以尝试提高他们的生产，扩大或出售他们的财产，在城市里找个新的营生，或者也可以移民西伯利亚。

1881年的一项规定和1889年的一项法律开启了迁徙政策的部分自由化。虽然严格的管理控制明显比促进迁徙更为重要，但是从1881年开始，农民可以带着他们的解约债务迁徙，以便以他们新的更好的财产状况来清偿。1889年，不仅批准程序得到简化，申请人还被允许表达自己希望的目的地，但至于是否能前往该地则仍由官员们决定。另外，申请人还可以获得两年免税、免除兵役和另外两年减税50%的权利。他还可以申请各种用于开始新生活的补助，但这项规定对农民不是完全透明的。但在农业危机加剧的影响下，西伯利亚对于俄国农民来说成了一种更好和更自由的生活的神话。大规模的迁移开始了。1882年有10082个移居者，1888年为31077人，1894年已经达到72612人，1900年甚至多达219265人。

1890年代，人口数量的增加与铁路的建设密切相关。1881年已经有人开出移民的便宜价目表。1884年，交通部的备忘录声明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为紧迫的政府任务。1885年，从叶卡捷琳堡［1924～1991年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werdlowsk）］向东到达秋明（Tjumen）的乌拉尔铁路延长了，以此连接西西伯利亚水路网，出现了西伯利亚新的主要门户。西伯利亚的开发借助1891年至1905年建设的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线［车里雅宾斯克（Tscheljabinsk）—鄂木斯克（Omsk）—新西伯利亚（Nowosibir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jarsk）—伊尔库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Wladiwostok）］得以成功。对于这个开发来说，战略的考虑以及新近获得的俄国远东地区的安全考虑和经济考虑同样重要。沿着这条铁路“构成了一条从乌拉尔直到太平洋的俄国的不间断的村庄链”。大量资金为此而投入。首先是对数十万农民的地产进行重新测量；接着是移居者的补助和贷款，这笔款项在1907年至1913年达到峰值，每年为1000万～1200万卢布；最后还有道路交通、教堂、学校、医生等。移民计划的总支出在铁路建设期间就持续增长，然后从1906年的500万迅速增长到1907年的1300万卢布，1912年达到2600万卢布。此外，还有由1896年建立的移民事务中央领导机构所作的更好的安排和相关的宣传活动。特别是迁移限制的规定到1905年至1906年时已几乎被完全取消。

1801年到1914年总共有大约640万人迁入西伯利亚，其中540万人是在1887年至1913年迁入的。由于日俄战争而暂时减弱之后，1908年的迁入人口数字达到758812人的高峰。西伯利亚的人口在1815年至1863年从150万上升到300万，到1897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573万，到1914年已达1000万。但是人口集中于西部和南部，在阿尔泰山脉，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上游，那里的土地和气候最佳。北部森林地区和远东被大大冷落。在远东地区，中国人和在乌苏里江地区定居的朝鲜人带来了他们卓有成效的种植技术，取得了四倍于以前在此进行粗放式经营的俄国农民的收获。俄国移民在西伯利亚从事着他们所熟悉的小农生产。这片土地的大规模工业开发尚待时日。

此外，西伯利亚西部移民区集中的可能原因在于，这里在尼古拉一世治下就将边界向南继续前推了。这样的话，1896年和1916年间的移民的29%就能够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定居了。这个地方在欧洲中世纪时就既从欧洲部分的俄国方向，又从波斯和北印度方向受到蒙古统治的钳制。16世纪，俄国使团就从这里走上了一条良好的贸易交流之路。1723年至1732年，在彼得大帝对波斯人的一场胜利之后，里海南岸落入俄国之手。

1731年和1740年，过着游牧生活的哈萨克人大部分归附于俄国的宗主权。相反，伏尔加—卡尔梅克人（Wolga-Kalmüken）因为俄国政府对于后备部队的过分要求和对他们民族自治的干涉而感觉受到逼迫。另外，他们还担心本地区定居的哈萨克人村庄数量不断增加，担心不断迫近的德意志移民殖民化和自己被迫定居的前景。与其他游牧人相比，他们不会屈服于命运。1771年，3万个帐篷和15万～17万人开拔启程，全要通过敌对的哈萨克人地区悄悄地前往准噶尔。13000个帐篷仍然留在伏尔加河畔。由于寒冷、饥饿、瘟疫和哈萨克人的劫掠，只有15000个帐篷、共计7万人到达中国。2004年，俄罗斯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die autonome Kalmükenrepublik）共有30万居民。

高加索地区被并入离欧洲政治舞台最近的俄罗斯帝国。18世纪之后，俄国人与波斯人和奥斯曼人在这里进行竞争，1801年至1829年，俄国人几乎夺走了整个高加索地区以及外高加索地区。外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早在俄国人之前就已经成为基督教徒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人。1783年，俄国人接管了格鲁吉亚的保护权来抵抗波斯人。1801年这个国家被吞并，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被融合了。1828年和1878年，它南面的亚美尼亚的东北部被兼并，亚美尼亚人绝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人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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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5 高加索山区的俄国

随着外高加索地区被收服，征服高加索山区的山地民族成为必须，首先是要征服居住在从18世纪末开始建设的翻越山脉的“格鲁吉亚军事大道”旁的那些人。1784年建立了符拉迪卡夫卡斯（“高加索的统治者”）城堡。但是依靠巨额经费和极度残酷所驱动的征服一直持续至1864年。并不只有托尔斯泰一位作家用文学引起对这些战争的极大关注。西部的切尔克斯人（Tscherkessen）和东部的车臣人（Tschetschenen）率先主张他们的独立。在车臣和达吉斯坦（Dagestan）进行了一场“圣战（jihad）”，它由以纪律严明著称的逊尼派穆里德教团（Muridenorden）的伊玛目领导。到他失败和1859年被捕的时候，伊玛目沙米尔（Imam Schamil）建立了一个以“沙里亚（scharia）”[4]为名的伊斯兰公共团体，就他而言，这是高加索山区的一次革新。拥有20万人军队优势的西部的切尔克斯人在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中他们与俄国保持着关系）之后才最终被镇压。因为俄国想占领切尔克斯人的黑海海岸并用基督教移民占据丰饶的山区前沿地，所以绝大部分切尔克斯人被杀或者被驱逐。1864年后，他们之中大约有30万人离开故乡迁入奥斯曼帝国。1897年在俄国只有4.5万名切尔克斯人。部分高加索人直到1917年一直处于正常行政管理机构之外的军事殖民政权之下。

俄国影响波斯的道路敞开了，这让英属印度感觉受到了威胁。而俄国也担心英国人从印度向西北扩张过来，所以打算在他们面前抢占先机，这个观点在1839年对咸海（Aralsee）南面的希瓦汗国（das Khanat Chiwa）进行的一次失利的远征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中亚，这涉及一个古老的安全问题，即在草原边缘的定居人群是否能够抵御从辽阔的区域挺进来而随即又消失于其中的游牧者。以额尔齐斯河划定的边界在18世纪是由一圈儿哥萨克居民点拱卫着的。1834年到1854年的一次钳形攻势把拥有固定根据地和哥萨克村庄的哈萨克草原包围了起来。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而休息一段时间后，包围圈在1864年被一次迅速的军事行动终结，1865年夺取布哈拉汗国（das Khanat Buchara）的重要要塞塔什干（Taschkent）又使包围圈完整了。哈萨克人被包围，直到世纪末才或多或少地得以安宁下来。此后再没有过更大范围的俄国居住点。圣彼得堡政府认为边境的安全已经稳妥，继续拓展只会带来昂贵的费用。

然而，地方当局特别是野心勃勃的军队往往另有想法，并且完全懂得让它们的政府面对既成事实。另外，受益者们也激烈地宣扬，抢在英国之前对中亚进行经济开发并控制市场，保证产自气候适宜地区的低价原棉对俄国纺织工业的供应。但这不足以证明这些理由对当时作出这些政治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军队想方设法进行经济开发，是为了事后表明占领它们是正确的，并为此提供经济支持。而对于圣彼得堡来说，中亚政治只是欧洲权力政治的一个功能。只有在这里，人们才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有效地触及英国的利益。1869年就直接谈到了“对于开放苏伊士运河的答复”。

乌兹别克农耕民族的汗国的目的是在锡尔河（Syr-Darja）和阿姆河（Amu-Darja）地区从事灌溉农业，并在他们的城市里创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1866年到1876年，希瓦、布哈拉和浩罕汗国（das Khanat Kokand）被征服，浩罕 被吞并，希瓦和布哈拉被缩小并置于间接统治之下。由此，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更加接近，相互间的敏感性和侵略性在加剧。对于1879年和1881年间英国在阿富汗影响的扩大，俄国以占领咸海以南的土库曼地区予以回应。俄国与伊朗的边界因此得以确定，但与阿富汗的边界仍然不明朗，以至于1884年到1885年，俄国在边缘地带的一次进攻使英俄两国走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利用了这次危机，在这两个世界大国互相牵制之时建立了德意志殖民帝国。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冲突，而是迫使两国或其从属国之间调整边界，它们此后没有了中立的缓冲区而直接相邻。但是1888年的临时协定在1892年由于俄国侵入帕米尔高原而再次受到质疑，1895年还是在这里找到了解决方案。在俄国与英属印度之间应该保留一块阿富汗狭长地带。

此外，俄国的向南进逼还导致英俄在伊朗的竞争重新活跃。如果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得到沙阿（Schah，伊朗国王）的许可，被允许建设公路和铁路或者对烟草进行垄断，那么这个许可往往一开始就在另一个国家的催促下被迫取消，与此同时，两国都共同尽力避开第三国，如德国、法国或者美国等。沙阿在1897年就身处驻扎在其宫廷的俄国军官指挥的哥萨克旅（Kosakenbrigade）的影响之下了。这种政治控制也会服务于经济目的，即为不具备竞争力的俄国工业保障波斯市场，而后者被证明容纳力较低。相反，俄国经营的德黑兰波斯贴现—贷款银行的金融工作程序较少服务于经济目的，而更多地为政治所用。它通过贷款有效地维护了波斯王室的独立以及防止接受英国贷款。与俄国在北波斯的这种态势相抗衡，英国人在南方也建立了这种银行。英国于1901年的石油开采许可尽管面临俄国的压力，却没有被取消；正是因为这个许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波斯石油开采受西方控制的格局。1887年以后，在两个世界大国接近的情形下，双方确认了他们在伊朗的影响范围，并在1907年以协约形式确定了下来。这样，对于哪里可能遗留了真空地带，使竞争势力得以进入的病态担忧，虽然终结了缓冲区方案，但实际上保住了波斯艰难的形式上的独立。它和中国、暹罗一样属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

1878年的经济萎靡和政治困顿以及柏林会议之后，直至1892年的大饥荒和流行性霍乱发生，俄国在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1892～1905年在任）的领导下同样过渡到了帝国主义经济政策。为了重建俄国的国际政治竞争能力，维特在实行税率平均超过30%的关税壁垒政策之后，通过国家倡议把重点放在了工业化尤其是铁路建设上面。1896年到1901年，差不多有2万公里铁路竣工，1891年到1905年，出现了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通过1897年（同年在日本也一样）的国际通用黄金标准的过渡和严厉的预算整顿，俄国对于他们迫切需要的西方资本来说又重新具有了吸引力。其结果是相当可观的。硬煤开采和生铁生产在1880年和1913年间增长为原来的10倍，纺织企业的产量增长为原来的6倍。工业和交通行业的工人从1865年的38万人增加到了1900年的300万人。1890年代高度繁荣期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北美洲的增长率。食品生产也在扩大，并且可以出口粮食，虽然粮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税赋压力导致粮食从自给流向市场。因为农业必须额外承受工业化无法消化的人口急剧增长，俄国人口在1880年至1913年从9770万上升至1.709亿。据计算，1900年前后，俄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占到1860年的一半。现在，向西伯利亚移民才成为生育过剩和迫近的农业革命的安全调节阀。另外，根据维特的观点，俄国后起的工业化只有当沙皇帝国在亚洲拥有其他尚未被十分发达的工业国家的以极强的竞争力占领的市场的时候，才能得到持续的保障。这正是他低估了其风险的东亚政策的意义所在。俄国因此被卷入了它力不能及的争端中。失败便成了统治终结的开端。即便这场后起的工业化后来由苏联在完全不同的外部条件下进行到底，维特的俄国发展政策方案也绝对可以说经受住了考验，当时亚洲的被殖民地区成为他后来继承人的宝库。

这时，俄国开始在中亚占领地区进行渗透。原先的军事独裁政权只允许在草原的北部边缘地区和选定的地点进行移居并竭力争取当地人的忠诚。他们成了被公平对待的国民，税赋也没有增加，风俗和伊斯兰权利也未被损害，既没有强制劳动，也没有兵役义务。但是在开发西伯利亚的过程中，1896年至1916年，有超过100万的移民来到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草原大行政区。尽管这在1911年只是少数，但是是一个通过迁移和大量生育而拥有较高增长率的少数。另外，他们的农民居住点还一再渗入游牧民的生活空间。游牧民决定改为定居，最好的土地已经被分配。直到1916年在为前线征召强迫劳动力时，才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但它们都被残酷地一一镇压了。数十万人丧生或逃亡到中国。但在1928年，还有75%的哈萨克人为游牧民。

在南方，在图尔克斯坦（Turkestan）大行政区则是另一番景象。1910年，这里除了650万穆斯林外仅有38万俄国人。在军事政权统治下出现过另一种殖民依赖：国家经济 以一种使人联想到英属印度的方式，发展为生棉生产者和俄国工业的销售市场。其后果是传统的经济形式解体，债台高累的农民随即陷入贫困。苏联继续推动了在南方的俄国化，穆斯林在全中亚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926年的78%降至1965年的55%，在城市里他们成了少数。

与西方国家一样，俄国自1805年以来也徒劳地致力于扩大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圣彼得堡以一种复杂的心情观察1839年[5]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会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吗？俄国能与作为对抗西方的助手的中国做生意吗？这时俄国并没有想到获得土地。当地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Graf Nikolai Murawjow）［后来使用了阿穆尔斯基伯爵（Amurski）称号，1847年起任西伯利亚大总督］怀有另外的计划。波罗的海学者亚历山大-西奥多·冯·米登多夫（Alexander Theodor von Middendorf）在1840年代的一次考察旅行之后再次提请关注黑龙江地区的农业发展机会和矿藏。在穆拉维约夫看来，这非常适合东西伯利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作为对英国影响中国的制衡力量。

为了给圣彼得堡造成由于国家面子之故而不愿意矫正的既成事实，他巧妙地运用了他远离皇室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1850年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Nikolajewsk）。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以英国威胁到了俄国在北大西洋的地位为据，到1855年获得了占领黑龙江左岸的批准。但是中国拒绝了所要求的割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穆拉维约夫才经由一个中国全权代表于1858年签署的《瑷珲条约》（Vertrag von Aigun）得到了割让已经占领的黑龙江地区的承诺。但是北京1859年拒绝了这个条约，而后又由于战事的发展而被迫让步。1860年，根据《北京条约》（Vertrag von Peking），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土地属于俄国。同年，穆拉维约夫在已经获得的日本海边建立了一个不冻港，它有一个充分反映他的野心的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的统治者”）。

俄罗斯帝国面积为210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紧随其后的中国面积的两倍之大。1897年在俄国有130种不同的语言，而狭义上的俄国人（大俄罗斯民族）只占总人口的45%，其中70%为东正教教徒，有些人是在暴力胁迫下改变信仰的。帝国的决定性的成功方案自始至终都是把各个地方的精英融入俄国贵族，而这个融合过程相当成问题。就这点而言，倾向俄国方面的文化倒戈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时候也发生逆反的情况，甚至多次反复。最晚在19世纪中期，据说随着俄国的民族主义开始了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无情的俄国化。实际上，这种计划和行动始终存在，但并没有持续统一的政策。根据务实原则，各个部族受到了相当不同的对待。1900年前后，占总人口11%的穆斯林的文化继续受到尊重，只要他们不进行反抗或者不像同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兰那样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因为俄国化目标本身并不是帝国巩固行政的手段。我认为新近在德语中流传的狭义民族意义上的“俄国的（russki）”与表示帝国以及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俄国的（russiski）”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从历史上看它们属于一个整体。因为据称，在塔什干甚至还有过“俄国的土地”。

作为或多或少非统一的，并因此仅仅拥有有限权力来施展能力的拼凑的实体（patschwork entities），“帝国”除了它占统治地位的帝国国民和其“核心民族主义”，往往还包括其他民族。与此相反，现代的“权力国家（Machtstaat）”是集中而统一的，根据原则，这种权力国家只有一个唯一的国家民族，所有臣民都属于它，不管他们愿意与否。西方殖民国家围绕着它们的民族国家打造附加的殖民帝国之前，都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其内部国家的构成程序，或者两个程序分开进行，特别也因为这种殖民帝国具有海外特征。而在俄国，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帝国的建立由于后者的大陆特征而同步进行。原则上说，帝国与国家应该是同一事物。因此俄国尽管在西伯利亚有着强大的融合成就，在帝国的其他部分的国家构建方面却半途而废。1989年之后，未融合部分与俄国国家分离，或者为了某种拒绝给予他们的可能性而斗争，比如车臣人，因为他们只是由于历史的偶然而进入了更狭义的俄罗斯联邦，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

俄国对中国的扩张在初期成功之后甚至到达其极限并因此陷入灾难。对俄国远东地区的投资和移民一直到维特时代都乏善可陈。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的竣工应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人们想要依靠它把俄国商品以颇具竞争力的价格投入中国市场，为此还计划了连通中国的铁路线。当然，这种方式会使中国依赖于俄国，但这是非正式的通过和平而进行的渗透。所以俄国的兴趣在于，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对抗竞争对手，尤其是当西伯利亚铁路线尚未完工的时候。但是在此过程中，俄国人陷入了与新的非白人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对立之中。

美国的“昭昭天命”和加拿大

国际法意义上的欧洲在北美洲的大部分的扩张历史在1776年或1788年，即当新世界的这一部分从旧世界争取到了它的政治独立时就结束了。但是独立的美国不仅在继续着殖民扩张，而且其速度和 力度甚至提升了。美国占领大陆和由此产生的美帝国主义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是扩张的第二阶段，它们依然与欧洲扩张的总体现象有着内在联系。从类型上看，第一阶段主要是大陆扩张，其方式与其他强国占尽优势地跨越海洋进行的扩张不同；这一点也体现在俄国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渗透上。但后者被视为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视为通过扩张而获得殖民特征的传统的帝国形态。

如果我们今天主张美国从开始至今的帝国计划具有连续性，那么我们将找不出维持不变的侵略性扩张政策。各种政治手段过去和现在都被广泛使用，从辅助措施到战争，从耐心谈判和公平协议到对人类的犯罪。政治目标的设想从过去到现在都在不断地变换。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00年前后对拉丁美洲国家干预的“大棒政策”30年后被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公布的合作性质的“好邻居政策”所代替。但50～70年后，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这样的“全球牛仔”重新为美国确定了全美洲甚至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国的经济同时在扩张，并同样因为汇率变化和危机而中断，其间后者大约以20年为周期多次发生（1817年、1837年、1857年、1877年、1893年、1929年）。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5年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才打破了这个危机周期。但总的说来以引领世界经济为奋斗目标实现了不断的增长。“美国的国家大事就是做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如是说。某些企业、商人和投资者的游说集团过去和现在都懂得运用政策，或者政策过去和现在都会促进带有社会帝国主义利益的扩张——在内政方面以经济增长来确保劳动岗位。一个典型案例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1801年到1805年率先领导了一场针对北非“野蛮国家”的经济战，因为北非海盗损害了它的地中海贸易。

来自美国东北部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要通过美国“例外主义”的意识形态让美国人民认识到，接连不断的、各种形式的扩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是任务。虽然所有民族都认为自己比它们的邻居们更好，但对于新的 美利坚民族来说，这种身份的建立是尤为根本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上帝的新选民的基督教观念上，负有将上帝福音传播到整个世界的使命。这种“被选中”的意识在新英格兰清教徒那里达到了独一无二的程度。虽然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者们从过去到现在都为美国的精神扩张作出了贡献，但其上帝福音在此期间变得世俗了。“自由的帝国”（Thomas Jefferson）有着在全世界“保卫民主”的历史任务（Woodrow Wilson）。

与基督教传教不可分割，文明传教也属于政治福音，也就是说，要在所有的领域自由地进行一种个体自我实现文化的传播。和以前开化的基督教徒蔑视或者怜悯非基督教野蛮人一样，这种彰显着男子气概的“美国式坚强”在过去和现在都不仅自我感觉高于女性化的拉丁美洲人和东方人，而且绝对优于所有的黑人、褐种人（Braunen）、黄种人以及大多数其他白人。这种种族主义和人种中心论绝对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为明显和根本的，只是在近几十年里才有所动摇。

“自由的帝国”身受双重的自由悖论之苦（Wolfgang Fikentscher）。首先，无限的经济自由无可避免地终结了，因为强大的经济主体独揽自由而限制甚至取消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自由。其次，为保证“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而限制甚至完全废除政治自由，在政治上是普遍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自由的帝国”的崇高理想始终只在维护美国利益的保留前提下才起作用。一旦有会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出现，就毫不迟疑地采取非自由的政治手段。

美国扩张的第一阶段是对北方的大湖群和北纬49°之间以及南方的格兰德河（Rio Grande）和墨西哥北部沙漠之间的美洲大陆的完全占领。1775年的独立战争和1812年与英国的第二次战争（1812～1814年）中快速占领加拿大的两次尝试都悲惨地失败了。

成功的大陆扩张的前提和后果是欧洲不断投入的大规模移民。在1780年至1820年，有414740名移民到来，1815年至1914年超过5000万人，其中仅1907年的最高峰就达到128万人。尽管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又回到了欧洲，但1790年至1900年，美国的人口还是从390万增长到了7600万。1880年至1890年，移民占人口增长的40.7%。虽然很多移民留在由于工业急速发展而能够提供工作岗位的东部城市里，但西部将近30%的移民并非出生于美国，在北部边境地区，这个比例甚至更高。首先到来的主要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1815年至1914年只有550万德意志人，其中1846年至1857年和1864年至1873年各有100万，1880年至1893年甚至达到180万人。1880年以后，还有很多南欧人和大约200万俄国犹太人迁入。1840年至1882年还有大概32万中国工人为了修建铁路而来，但只有一部分留在了这个国家。但是在1882年，他们被禁止移民。1885年至1939年有大约28.5万日本人到来，他们主要在加利福尼亚从事蔬菜种植。

移民的历史也是歧视的历史，尤其是中国人深受其害。正如普遍情形一样，参与早期移民的群体中最晚抵达的群体会受到先期到达群体不信任的审视和歧视，首先，在新教印记深刻的美国受歧视的移民群体为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人，其次是南欧人，最后是犹太人。尽管如此，英裔美国人的主导文化对新来人的同化还算有所成就，即便自1782年以来就有的“融合”的想象被认为过于夸张。因此，1908年创建的隐喻词“熔炉（Melting Pot）”今天被“沙拉碗（Salad Bowl）”所代替，用来比喻各种肤色的美国的混血人［比如德裔美国人（German-American）］，这些人保护着自己作为美国公民和一个文化群体成员的双重身份。此外，还有土著人（Native）和美国黑人（Afro-American）以及拉丁美洲人数量的不断增加的问题。

已被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肯定的大陆扩张的政治基础是割让西部地区的政策，该政策是根据1780年的一个议会决议由各个州向联邦提出的。其背后原因是未参与这些提议的沿海州害怕其他州占据优势。1784年，易洛魁人也被唆使参与对大湖群、俄亥俄和密西西比之间的西北部统治权的分割。当时已经计划在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en）和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之间建立14个新州。根据杰斐逊同年的一个方案，出台了1787年由议会通过的《俄亥俄西北合众国领土管理法令》（Ordinance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th West of the river Ohio），简称《西北法令》（North West Ordinance）。这个法令确保了联邦继续成长的 共和民主形式。根据“三级模式”首先确定了联邦官员——省长、秘书和三名法官——管理之下的领土。如果有五千名选民，其领土就获得自己的立法权；六万以上选民就可以在联邦里被提议为一个新的州。这就是说，由于去殖民化而产生的联邦未来可以拥有自己的殖民地，但它的去殖民化已经在一个正规程序里被预先设计好了。西北领土（今天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斯州）的新联邦官员与土地投机公司紧密勾结，为1803年首个联邦州俄亥俄的建立设置障碍。但是印第安人根本不同意这个方案。经过一年的战争，他们才于1795年被迫同意割让继续移民所必需的土地。在运输革命的过程中，西部的新移居地区先是通过运河［伊利运河（Eriekanal），1817～1825年］，1830年代以后通过铁路与东部经济中心连接了起来。

这一调整也能让我们认识到，不久前还是一个松散邦联的联盟已经成功地转变为联邦的合众国，并正在通过共同政策变成一个国家的最佳道路之上。当1861年至1865年由于新联邦州的奴隶制问题的地域性扩大，并就联邦州是否可以退出联盟的问题而爆发国内战争之时，事实表明，一个国家是不能容忍有人退出的。

首先，东部的保守圈对国家的迅速发展持怀疑态度。因为被怀疑地观察着的边境居民以这种方式合法化的扩张的动力，对于秩序来说似乎是危险的。这样，1803年杰弗逊总统从法国手里买下落后且尚未开发的路易斯安那时就不仅因为6000万法郎的价格而受到非议。这种领土的翻增在内政方面被认为是令人忧虑的。

北方和南方的扩张者们在继续推进。在1812年和1814年间的打成平手的英美战争中，英国方面的东北方印第安人的最后大联盟领袖肖尼·特库姆塞（Shawnee Tecumseh）于1813年牺牲。这一地区的印第安人反抗即将终结，他的印第安人作为英国人的同盟者而受到惩罚。同时，后来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对东南方的克里克人（Creeks）和塞米诺尔人（Seminolen）进行毫不留情地残酷进攻。他以其印第安战士的名誉建立了他的政治功勋。在南方，西班牙于1795年至1817年取得了西佛罗里达以及今天的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四块土地，1819年，东佛罗里达通过与西班牙的边界协议《亚当斯-奥尼斯条约》（Adams-Onís-Vertrag）划归路易斯安那。这种小块取得土地的方式被视作进攻得克萨斯和墨西哥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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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6 1776～1860年边界的推进

现在轮到留在老南方的印第安人、乔克托人（Choctaw）、奇克索人（Chickasaw）、克里克人、切罗基人和塞米诺尔人了，尽管——或者正是因为——切罗基人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文化移入成就并有意识地融入了白人的体系。早在18世纪，他们就开始从事农业，甚至成为商人，以便保住他们在佐治亚、亚拉巴马和田纳西之间的土地。1817年，酋长决定把他的部族用传统的接纳形式改变为美国式的共和国，比如有两院立法机关，八个法院管辖区和州法院，有骑警和税务体系。清教派被请进国内开办学校，一批新的按照白人标准培养的精英成长起来了。1819年，一个名叫西科瓦依（Sikwayi）的银匠研制出了部族语言的音节文字。1828年出版了刊载切罗基语和英语文章的部族语言报纸《切罗基凤凰报》（The Cherokee Phoenix）。

当时达到了文化移入的最高峰。切罗基人拥有2.2万头牛、4.6万头猪、7600匹马和2500只羊，除不计其数的工具、犁耙和车外，还有762个织布机、31个磨坊、61个铁器铺，甚至还有一个火药厂。除了许多教堂，还建了18所学校，维护着各种道路和18艘渡船，在白人的概念里这已经达到高峰——他们还有600多个黑奴。但是1829年，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现了黄金，佐治亚州提出了它的脱离要求，印第安人的敌人、好斗的边境地区代表安德鲁·杰克逊成为总统（1829～1837年在任）。按照他选举时的承诺，1830年颁布了将全部印第安人迁到密西西比西部地区的《印第安人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其他印第安人顺从了，而切罗基人显示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向最高联邦法院控告佐治亚州的做法。尽管他们在著名的联邦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帮助下在1832年的二审中获得了权利，但是佐治亚州和总统对这个判决置之不理。1838年和1839年间，1.8万名切罗基人在军队护送下迁往西部，有8000人在这条“眼泪之路”上死亡。总共有5万人被迁入俄克拉荷马（Oklahoma）的印第安人土地。

在切罗基人和东南部其他印第安部族居住的地区此时开始可以无阻碍地推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了。美国的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虽然根据联邦宪法于1808年停止，但是又为大规模的内部的奴隶贸易所替代，数十万奴隶从旧的东部海岸的南方州（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被带到新出现的棉花种植核心地区（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和路易斯安那。此中隐含着奴隶制度扩张的政治爆发力，这一点在1820年关于是否接纳作为奴隶之国的密苏里加入联邦的第一次争论中变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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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7 切罗基音节字符（1821年）

其间，在墨西哥独立的影响下，西南部也开始了变化。西班牙在1700年前后根据法国以前在路易斯安那的实际情况，派遣一位总督带领军队前往得克萨斯并建立了根据地和传教团。1823年，墨西哥政府为了改善国家的移民状况，准许300个美国家庭在史蒂芬·奥斯汀（Stephen Austin）的领导下在得克萨斯安家。1821年，开启了独立区（密苏里）和北墨西哥移民重点区圣菲（Santa Fé）之间的荒漠商队贸易。“圣菲小道（Santa Fé Trail）”成为通往西部的南方主要道路。北方主要道路是“俄勒冈小道（Oregon Trail）”，在布瑞哲堡（Fort Bridger，位于今天的怀俄明州西南部）附近又分岔出了“加利福尼亚小道（California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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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8 1820～1840年驱赶印第安人出南部

扩张不仅从东方而来，以移民区的推进方式通过了密西西比，而且同时从四个西部重点区域回转向东架起一座桥梁，所谓的空白的中间地区被逐渐填满。这主要指的是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犹他的摩门教居住区。早就没有任何一个美洲人还怀疑美国对于整个大陆的索求，起码在它的地域跨度上是这样的。1845年出版的《合众国期刊和民主评论》（The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杂志据说首次谈到了“昭昭天命”，这是“我们预定目标的明确实现，即为了我们每年增加的数百万人的发展而占领天命赋予我们的大陆”。但是这个计划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凡涉及墨西哥、大不列颠，或仅仅与印第安人有关时，其他竞争性的要求就得让步。对于那些尚未占据的地区，美国就临时性地用军事工事加以维持。

自哥伦比亚1792年被占领并发现了后来同样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西北部河流之后，美国提出了对这个地区占领要求。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科考队于1805年进行科学考察之后，纽约的皮货商人，来自维斯洛赫（Wiesloch）附近的华尔道夫（Walldorf）［因此后来有了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ann Jakob Astor）于1811年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了一个皮货贸易站，以便参与1784年开始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从1842年开始，移民沿着“俄勒冈小道”纷至沓来。但是，俄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仍在提出占领西北部海岸的主张，这些要求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大发现时期，它们在1790年几乎引发了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人消失之后，英国人对几乎延伸至旧金山北面的整个海岸提出要求，并参与了皮货贸易。但是俄国人继续尝试将北太平洋变成俄国的内海。

从1797年起，美国的舰船在西北海岸占据优势。在1819年对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协议中，美国接受了西班牙在西北部的遗产，因为那儿的边界应该划到太平洋北纬42°（今天仍是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边界）。与英国的一项协议已经在1818年把北纬49°确定为美国的北部边界，但是只到岩石山区为止。所谓的俄勒冈地区［即今天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直至1846年都是美英共管地，在这里，英方的哈得孙湾公司自1820年起拥有话事权。他们的代表，被称为“老俄勒冈之王”的约翰·麦克罗夫林（John McLoughlin）博士在温哥华堡［Fort Vancouver，位于哥伦比亚河入海口处，非今天的温哥华］居住，他既没有阻拦，也没能通过加拿大的兄弟公司遏制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加拿大缺乏应对此事的人手。尽管哥伦比亚北部的美国移民区人烟稀少，但是美国的爱国者却无理地要求得到直到夏洛特皇后群岛（Königin-Charlotte-Insel，北纬54°40′）以北的俄国边界的全部土地。据说1844年以“要么北纬54°40′，要么战斗”的口号赢得大选的詹姆斯·K. 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乐意承认1846年达成的妥协，这个协议把美英边界沿北纬49°延长到了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然后再沿温哥华岛南面的胡安德福卡海峡（die Juan-de-Fuca-Straße）直至大海。

在此期间，在得克萨斯桥头堡的美国人的数量已经多于墨西哥人。因为美国在1819年的《路易斯安那边界协议》（der Louisiana-Grenzvertrag）中放弃了得克萨斯，这些移民要求至少在墨西哥内实行自治，并于1833年擅自出台了相应的宪法。墨西哥总统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a）正在准备清除同样拥有联邦宪法的墨西哥单个州的自治。在墨西哥人和美国人一场流血的战斗之后，1836年，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成立了［总统为山姆·休斯敦（Sam Houston）］，其领土范围只包括今天这个州的东部。由于经济困境，得克萨斯立刻蛮横地计划占领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本身。美国对这个竞争不感兴趣，也不关心英国在这里要建立一个与南方诸州竞争的棉花供应机构。1845年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在双方看来似乎是最佳解决方案。因此，在独立的墨西哥已经废除的奴隶制度机构在得克萨斯又重新建立了。

尽管作好了谈判准备，墨西哥还是陷入了与北方邻国的争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俄国人出现以后，西班牙才开始对西北部感兴趣。当来自方济各会（传教士们总是西班牙的边防哨）的先锋们在人烟稀少的印第安部族中建立了由21个传教站组成的链条时，加利福尼亚直到北纬42°为止的地域同样在1769年和1832年间才被认真地占领。现在，墨西哥的畜牧者也出现了。在蒙特雷（Monterey）驻有一位西班牙总督，后来是一位墨西哥总督，他们带着一些士兵，管辖着大约3000名墨西哥人。形势看起来宁静祥和，经济亦毫无建树。美国人决定消除这种不良状况。他们率先从湖上来了。1826年，一个设陷阱捕猎的人第一次经陆路到达加利福尼亚。随后，经由圣菲小道的贸易交通迅速建立了起来。从1841年起，当大批美国人到达加利福尼亚时，持续不断的冲突也就此拉开序幕。按照其来源，他们或为勤奋的先锋，厌恶墨西哥人的冷淡和阴险，必须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争得一席之地；或为无用之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作为农民定居下来，而大多数是想浑水摸鱼。联邦政府早就计划不仅要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还要拿下新墨西哥省（die Provinz Neu-Mexiko），不过这里说的不是今天的新墨西哥州，而是美国的整个西南部。

此间，墨西哥的对面又出现了传统的帝国主义的局面。因为这个国家并不恪守自己对于其美洲信徒们的义务。为了取悦新加入的得克萨斯人，美国要求把格兰德河边界再向南推进，并要保障美洲信徒们的安全。此外还要求割让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价格最多2000万美元。美国人以向前推进到格兰德河回应了墨西哥人眼中理所当然的拒绝，这是第一次以战争形式进行的较量（1846～1848年），在战争过程中，美国甚至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并且吞并了由那里的美洲人在一个月之间变为共和国的加利福尼亚。根据和平协议，墨西哥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了今天美国的几乎整个西南部，而且美国接收了墨西哥欠美国私人的债务，其数额高达325万美元。最后圆满的收尾是1853年在最西南部通过所谓的加兹登购买方式[6]完成的，当时美国人认为有必要在 这个地区修建一条已规划好的铁路，不过修建时间是1870年至1880年。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即1848年春天，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黄金。这时，“四九人（Neunundvierziger）”[7]从海路和陆路蜂拥而至，矿井里的状况尽人皆知。经济兴旺了，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州在1850年被接纳进了联邦。1859年，俄勒冈紧随其后。1851年，美国国会颁布一项法律，该法律无视与墨西哥的和平协议，将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大地产以及将瑞士人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Johann August Sutter）转交给了擅自占用公地的美国人，最早发现黄金的地方就是苏特尔的庄园。尽管加利福尼亚的奴隶制度已被禁止，但对于那里的印第安人来说，类似于奴隶制的劳动状况却是司空见惯的。

美国西部的第四座桥头堡要归功于耶稣基督末世圣徒会（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简称摩门教信徒（Mormonen），他们在思想上与殖民相联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摩门书》（Buch Mormon，1830年）与加尔文派的有关以色列失散部落的“新英格兰神话”和大觉醒运动的“千年至福论”密切关联。根据他们的理论，耶稣基督本人还在美国发挥着作用，这是美国特殊论的顶峰。这个1830年代出现的团体先是在俄亥俄和密苏里，其次在伊利诺伊斯落地生根，针对他们好斗的对手组建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自卫队。当创建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844年在监狱中被“异教徒（Gentiles）”谋杀时，他们决定在杨百翰（Brigham Young）的领导下迁入西部。这个组织优良的行动到1847年7月已经引导1800个摩门教信徒进入落基山脉大盐湖周围的荒原，那里当时还是墨西哥的土地，但1848年就属于美国管辖了。本来他们计划建立一个大国“德撒律（Deseret）”，但即刻被美国逼回今天的犹他州。经过双方让步之后，它于1850年作为犹他的领土被接纳入联邦，1857年，一个非摩门教徒担任它的行政长官。1890年，它废除了特别令人反感的一夫多妻制，1896年才作为一个州加入了合众国。1867年，内布拉斯加（Nebraska）被纳入联邦，1912年，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作为美国成片大陆四十八个州中的最后两个被联邦接纳，在此期间，大陆的贯通完成了。

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的建设也具有战略作用，它的第一条线随着大盐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线的建成于1869年顺利完工。它们先于交通需求而建成，然后促进了交通需求的发展。作为公私合营的混合企业，它们依靠贷款提供财政支持。另外，它们还从联邦获得根据建设进展定量的赠予土地，这些土地可以以实惠的价格售出。铁路公司的老板有计划地贿赂政治家，操纵舆论，并把额外开支转嫁到公众身上。就连其他联邦土地的价格也由于铁路线的连通而上升。铁路建设加速了移民的向前推进。

1860年前后，整个东部的移民还甚少超越今天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和艾奥瓦州的范围而向前推进。东经95°以西的大平原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不适合定居的。人们都更愿意致力于内部移民，这就是说，要把最后遗留下来的印第安人赶出这块土地。西部的荒漠刚好适合他们。毫无疑问，大平原在英裔美国人到来之前已完成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样才能够促成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更大规模的移民，有了马匹的引进才可能产生水牛骑猎手文化。那种描绘印第安人最流行的情景的文化完全是新近产生的。大约在1630年，各南方部族，尤其是科曼奇人（Comanche）从西班牙人那里接受了用于骑乘的马匹，到1775年，就连最北部的草原部族也拥有了马群。在这个基础上，原先在遥远东方作为玉米种植农生活的各个苏族部族（Sioux）变成了草原居民，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总体上都以猎捕水牛为导向。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在当时的得克萨斯以西的平原上崛起了一个科曼奇帝国（Comanche Empire），这是一个松散但强大的由4万个商人和水牛猎手组成的联盟，它在对墨西哥的战争中向美国提供过帮助。由于他们的土地上马匹过多，他们就开始以向墨西哥进袭的强盗行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来源。

由于丝绸帽代替海狸皮帽成为男性时尚，1840年前后，海狸皮的价格暴跌，于是那些早就推进到西部的白人毛皮猎人转而去大量猎杀水牛以获取牛皮，但还有一部分理由在于可以从猎杀中体会到“体育运动”的快乐。这损害了大平原各部落的生活基础，当时他们约有36万人。当移民也来到时，旧的跨文化误解因土地占有又以更激烈的形式出现了。“出卖土地！为什么不卖空气、云彩或大海呢？”据说著名的特库姆塞酋长就这样说过。采取粗放型经营方式的西部水牛猎手比之那些东部的森林地带居民对失去土地更为敏感。1862年《宅地法》（Homestead Act）之后，每个移民可以以少量费用从联邦获得65公顷土地，并在经营时转为个人财产。但是联邦如何得到它的土地呢？

印第安人基本上被认为是美国主权下的自治民族，他们的权利由协约加以规定或有待规定。理论上说，这是一种比西班牙治下更好的法律形态。但事实上白人拥有更有益的权利，在印第安人事务方面还有最高法院的相关法律解释。印第安人的权利必须向权力低头。冲突的处理大多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当地白人的利益可以通过很好的民主程序，比如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法官来获得保障，他们要求获得居住土地或矿藏，并因此伤害了原有的印第安人的权利。印第安人好斗的反应引发了报复措施和新的协议，新的协议更加限制了印第安人。政府偶尔的善意观点由于民主的必然程序而被利益相关者们轻松地掩饰过去。此外，前内战军队在1869年和1886年间的“和平政策之战（Wars of Peace Policy）”[8]中显示了他们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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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69 1850～1890年印第安人土地的丧失

最后一场与达科他人（Dakota）的战争堪称“经典”，1860年代，达科他人针对淘金者和移民进入他们的神圣黑山（Black Hills，位于南达科他和怀俄明之间）进行了自卫。1875年据说又新发现黄金时，几个月里，共有1.5万名淘金者拥入黑山，达科他人徒劳地要求按保护协议上的规定维护他们拥有的权利。回应他们的自我救助的是战争、解除武装，甚至是将他们关押在劣等保留地中。直到1980年，最高联邦法院才确认他们对1877年被夺走的黑山地区280万公顷土地要求的1.05亿美元赔偿。1890年，达科他人中“鬼舞运动（Ghost Dance）”[9]的追随者们在翁迪德尼（Wounded Knee）附近被美国人屠杀，当时他们在绝望中期盼1883年前几乎被灭绝的水牛和死者的回归。这种排外主义的宗教运动是对白人殖民扩张的典型反应。西南部的阿帕切人（Apachen）是当时最后被安定下来的。

整个美国不再有自由生活的印第安人了。保留地也烟消云散了。就连原先承诺的印第安人领土也变成了白人的俄克拉荷马州。通过1887年的联邦法律，所有部族土地应该作为私有财产分配给印第安人，以便迫使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融入白人社会。这是杰斐逊的思想，并且可能在白人偏见的框架下善意地认为这是印第安人生存的唯一途径。但是，这一法律的实施过程完全不公正。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有时印第安人的孩子被抢走并被安排在寄宿学校接受西方教育，但并不很成功。

1934年，1887年的这项法律被废除，并允许重建印第安人团体。但是这需要时间，尤其是1953年意欲一劳永逸地把印第安人从官员们——1824年以来是内政部长领导下的印第安事务委员会或事务局（Commission/Bureau of Indian Affairs）——的监护下解放出来的尝试使事情再次中断。特别的社会福利费用和保留地又被认为是多余的。1960年代以后有了新的转折，在法律判决中也逐步有了变化。在1968年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和1975年的《印第安自决法案》（Indian Self-Determination Act）颁布之后，在此期间已经有将近300个部落实体，其中一部分拥有保留地，但这些保留地大多数都小得出奇。它们形式上与政府处于“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之中。这就 意味着按照最初的观念，这里有很大程度的内部自治，但它们没有退出权。此后，印第安人的数量急剧增长，从1900年的237196人上升到1980年的1361869人，还有42149个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和14177个阿留申人（Aleuten）。印第安人的聚居地集中在加利福尼亚、俄克拉荷马、亚利桑那［纳瓦霍人（Navajos）］、怀俄明和南达科塔。

19世纪后半叶是伟大的野蛮西部时代，是畜牧庄园和西部牛仔的时代，是富于传奇色彩的美国硬汉的时代。1880年以后的迹象集中表现为在蛮荒边界地区的自由先驱们的生活走向终结。1874年发明了铁丝网，并被迅速用于强迫人们尊重游牧畜牧者的固定的财产界限，就和以前尊重印第安人固定的财产界限一样。西部的边界于1890年宣布关闭，并由此成为神话，成为美国意识的主题，就像在文学作品和无数西部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

当然史学也有其贡献。1893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了直至今天还在被讨论的命题“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按照他的观点，带有挑战性的荒野的简朴生活创造了那种能干和热情的典型人物，与其水平相当的国家形式就是美国式民主。这个命题引发了世界上一系列关于扩张前沿边境地带的研究，但得出了与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与特纳的命题相反，这也被认为适用于自17世纪早期以来存在着完全不同边界的北美洲。尤其是西方的扩张与城市化密切相关。西部的产品在芝加哥的屠宰场和粮仓里被加工，然后在期货交易所被换成钱，而芝加哥的木材商人在竭力搜寻建造典型的草原木屋所必需的来自大湖群周边地区的材料。在野蛮西部的经典式扩张本身不仅如特纳所认为的是“男人的”和“白人的”，而且是“女人的”和“多人种的”，由此也是“种族的”扩张。另外，美国不仅仅产生于边疆，它的先驱者秉性也不仅仅通过道德表现出来。

然而，扩张在继续，从大陆扩张紧密地过渡到在拉丁美洲和海外的美国帝国主义，后者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但其“伟大时代”到此时才拉开序幕。它的最重要代表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总统）在1889年发表了他的历史著作《征服西部》（The Winning of the West）。战胜了墨西哥之后，美国开始考虑对这个国家进行全部吞并。这个计划不仅由于道义的抗议，而且因为厌恶棕色人种和天主教居民而失败。尤其引起激烈争论的是，是否允许把南部国家的奴隶制度体系扩张至新占领地区。尽管如此，在附近的西班牙—美洲国家里的美国冒险者们仍然在墨西哥战争之前和之后东跑西颠。根据海盗们的说法，他们被叫作“饶舌者”（有别于议会中以冗长演说阻挠议会作出决议的人）。还有商人和投资者的扩张，但是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比如在通过建铁路发展南美洲南半部的过程中他们暂时处于劣势。

在加勒比地区，尽管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竞争，美国人还是更为成功。早在1835年，一个法国人就从哥伦比亚获得了许可，在巴拿马修建服务于繁荣的太平洋贸易的运河。经过英国人同意，美国人于1855年才修建了一条通过地峡的铁路。英国人同意并买下法国人的许可证之后，他们于1903年与哥伦比亚签订了一项关于修建运河的协议。当哥伦比亚议会拒绝通过时，巴拿马在美国支持下独立，1904年，美国与这个新的国家签订了《运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运河地区的租约和美国的干预权。1914年，美洲运河竣工，1915年在旧金山的国际展览会上举办了奢华的庆祝活动。

自1823年门罗主义（Monroe-Doktrin）产生以后，美国自视为两个大陆的领导国家。外交部部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于1895年声明，美国因其力量和道德优势而在全美洲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美国的奴隶解放也在古巴引起了类似的运动，运动的先行者们主张把单方面以宗主国利益为准的主权殖民统治引向自治。1868年至1878年，博得同情关注的反对西班牙的暴动在美国发生，这次运动被宗主国要求以承诺解放奴隶和政治改革为宗旨。第一项承诺于1881年和1886年间兑现，第二项更加重要的承诺却没有兑现。此外还有针对美国的高额保护关税，它既伤害了美国人，也伤害了古巴人的利益。1895年爆发了新的暴动，战争由双方以恐怖方式进行。为了切断敌人的支援，西班牙人当年（先于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采用了将大部分居民封锁在集中营里的方法。尽管伤亡惨重，这种做法却徒劳无功。“缅因号”战列舰可能由于燃煤自燃在哈瓦那发生爆炸之后，美国人却将之归咎于西班牙，于1898年介入了古巴人反对西班牙的第二次起义。古巴尽管没有被吞并，但是美国于1902年使其干预权得到了承认，并以对古巴蔗糖的特惠关税换取了对美国产品的最惠国待遇。还有至今仍被证明是特别有利于从美国转移违法分子的关塔那摩（Guantánamo）军事基地。而波多黎各被纳入美国治下，其居民于1917年获得美国公民权。

对古巴的干预权在1906年至1909年和1912年都行使过。1904年，美国在以门罗主义为依据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中要求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干预权，以对抗欧洲的干涉和当地政府的错误行为。1899年，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成立，1900年出现用于洪都拉斯的“香蕉共和国”这一概念，它成为一个产品依赖于美国市场的国家。为了达到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美国分别于1912年至1925年占领尼加拉瓜，于1915年至1934年占领海地，于1916年至1924年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于1917年至1922年重新占领古巴，于1917年从丹麦手中买下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地位正在持续提高。

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日渐强化，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好邻居政策”，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成立，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发动善意的攻势，1961年设立了“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从此之后，直到现在，在美国利益或者某些美国人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都需要优先采取果断的干预措施，尤其是需要投入特种力量：1954年在危地马拉，1961年在古巴（但徒劳无功），1973年在智利，1980年在尼加拉瓜，都是这样。对十分孱弱的国家可以始终挥舞军事干预的大棒：1966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1983年对格林纳达（Grenada），1989年对巴拿马无不如此；但在最后一个案例中，军事干预并没能阻止在1999年根据协议把运河转让给这个国家。

在美国于1867年以720万美元从被克里米亚战争削弱的俄国手中买下阿拉斯加时，太平洋的“大边境”（Jean Heffer）就关闭了吗？至少在北太平洋，尤其是在1898年夏威夷被兼并之后是这样的。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针对这一步骤的抵抗被搁置了。尽管这些岛屿早就首先被传教士，继而被移民所渗透，但是遥远的距离和那里甘蔗种植者们的竞争 还是在取消关税时妨碍了这一步骤的进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成为“合并建制领土”，并在1959年成为合众国的最后两个州。而波多黎各由于其文化，也可以说由于种族差异，而仍然是“不可合并的”，但在1952年获得了作为联合自治政区的更好的状态，因为那里呈现了一种同化趋势。

美西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是1898年由双方海军在马尼拉附近的海面上进行的。这个海港作为“美国的香港”而成为通向东亚的大门，与东亚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早就变得越来越活跃。所以它与作为后勤补给站的关岛（Guam）一样要被吞并。但是如果没有菲律宾，马尼拉也就不值得拥有。这就意味着针对那里在西班牙统治末期就已经开始的独立运动进行战争，也意味着采取军事镇压措施直至1915年，当中包括建立集中营。这种“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反叛乱运动”（Linn 2000，328）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造自己作为“监视国”的安全策略提供了范例。菲律宾仍然作为殖民地存在，然后是作为半殖民地存在，因为尽管某些菲律宾人希望加入美国，但由于缺乏融入，提议未被考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才取得独立。

美国的扩张此后以另外的非殖民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其顶点。自1945年以来，为了对世界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美国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由许多基地网络构成的联盟体系，并为此投入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遏制共产主义即苏联及其盟国的威胁。1989年苏联解体以后，这一体系的大部分作为自由发展体继续存在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而美国在穆斯林恐怖主义中找到了新的死敌，这个敌人使得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干预显得公正合理。在此过程中，美国可以和从前一样使用从高尚到违法的所有政治手段。但是，最近又出现了中国、重新强大的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等这些新的对手。

即使在加拿大，大陆扩张也发生了，不过是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随后世界范围的扩散。此处也缺少大规模移民所产生的张力。1835年和1906年间，甚至有更多的人从英国和爱尔兰进入美国而非加拿大。1867年至1916年，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只有220万人，而去美国的移民却多达630万人。其他来源的大量移民在1900年以后才到来，但总还是少于来自不列颠群岛的人。另外，东部核心地带进行了深入的去殖民化，这样，其自主性才得以好好发展。美国在这一方面差不多领先了一百年。

拥有建议权和征税批准权的殖民者议会长期以来都属于英国王室殖民地的普通配置，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大陆也有这种议会。在1763年被征服的魁北克，英国人也想实行这种政治制度。但是因为那里的英国人属于少数，而且始终与非常强大的按照英国法律应该被禁止的天主教教会产生龃龉，所以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种没有代表大会的总督领导下相当独裁的统治，但是承认法国权力和天主教徒的宗教及政治平等（在宗主国，当时这还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背景是这一新获得的土地逐步实现英国化。

美国革命之后，通过从美国移入的大约4万名受排挤的效忠者来实现英国化，看起来更为可能了。因为这些人首先来到了海岸地区，1784年，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成为独立的，与新斯科舍（Nova Scotia）其余地区相分离的殖民地。一部分移民在上加拿大扎下了根。这些移民不仅要求设立英国人的法律，而且要求设立他们习惯的代表体制，对于这些要求，英国考虑到法裔加拿大人和刚刚在美国取得的经验，既不能完全同意，也不能彻底拒绝。1791年的《宪法法案》（Constitutional Act）达成了妥协。加拿大分为拥有自己的总督和立法机构的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下加拿大（即今天的魁北克）和主要由英国人组成的上加拿大（即今天的安大略），不过，这是在特定的产生自美国经验的谨慎措施之下进行的。法国人虽然可以保留他们的信仰和权利，但为了支持政府，在两个省份建立了英国圣公会教堂并配置了土地。此外还建立了一种任命制的贵族院，其成员应该是一个尚待建立的世袭贵族阶层。但是首先，税收的一部分直接由总督支配，以使他有别于此前的美国殖民地 而独立于本土立法机构。帝国税的负担被免除，但殖民地由此应当自行解决财政问题。

这种宪法模式也没有经受住考验。法裔加拿大人感觉受到了英国人的歧视，就如同上加拿大说英语的新移民被“老效忠者”派系歧视一样。有些地方在谋求改革，极端主义者们甚至计划成立共和国，因为榜样就在眼前。1837年，在两个殖民地都发生了暴动。在随后的英国议会讨论中尽管已经心灰意冷地确认了殖民地脱离宗主国显然已无可避免的事实，但人们认为在加拿大，这个时间点还未到来。这样，1838年，达勒姆勋爵（Lord Durham）被委任为北美殖民地特命全权总督派往加拿大，他同样极端而固执，但作为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首相的女婿，他是执政的辉格党内相当有影响力的成员。他在当地政绩甚微，1839年回国后为此写了指导性的《达勒姆报告》（Durham Report），其中作出了极端的诊断，并推荐了极端的补救措施。

他认为在加拿大有两大弊端必须纠正。对其中之一是这样论述的：遵循英国18世纪的原则（这在今天的美国宪法中依然保留着），立法权和行政权被划分得如此清晰，以至于不熟悉当地情况的总督无法操控或多或少由当地公众观点所承载的立法会议，而立法会议也无法在税收问题方面起到更多的阻碍作用；因此，“可以有充分理由地说，行政院和议院的碰撞是所有这种殖民地统治中的自然状况”。

由于在议员中并不缺少有能力的政治家，所以达勒姆建议成立大臣负责制的殖民地自主政府作为纠正手段，“责任政府”成了一个创造历史的口号。按照英国此时才最终创建的内阁制度的榜样，总督应该把政策的实施权委托给殖民地立法会议的多数派代表，并习惯于不依靠英国政府权威的支持，独立地处理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英国政府对帝国事务保留权力：1.殖民地的宪法事务；2.对外交政策的监督；3.对殖民地与宗主国及与其他 英国殖民地和第三国贸易的监督；4.拥有国家的地产。

第二个弊端是两种文化，即英裔加拿大人文化和法裔加拿大人文化的经常冲突。达勒姆这样写道：“我希望看到一种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纷争。但是我发现了两个互相厮杀的族群……我看到的不是原则之争，而是种族斗争。”他的济世良方在这里很少起到指引未来的作用。坚定不移地进行法裔加拿大人的英国化在他看来似乎是唯一可能的出路。为了使他们“无望的民族希望”破灭，魁北克应该重新与上加拿大统一为一个省。这样的话，此间移民的55万英裔加拿大人将会在政治上，并持续地在文化上以多数票战胜45万法裔加拿大人。

非常典型的是，人们首先把第二个建议变成了现实。1840年，这两个省又合二为一，这对于法裔加拿大人来说是比达勒姆的设定更为不利的条件。

而大臣负责制则被认为是危险的。尽管总督锡德纳姆勋爵（Lord Sydenham）在1840年就开始和议院商量选举他的同事，但这个选举直到1848年经过各种争执之后才在新苏格兰，然后同年在加拿大得以进行。由某个部负责的殖民地可能走向独立之路，这一危险没有被当时深受自由贸易影响的英国政策认真对待。如果在重商主义贸易体系之下，殖民地是“不能脱离我们的顾主和只能卖给我们东西的卖主”的话，那么在新的由1846年废除的谷物关税和1849年《航海法》宣布开始的自由贸易管理之下，它们在这个方面的作用简直是多余的。另外，由于它们产生了费用，所以极端的自由贸易者们甚至乐意看到它们受损。无论如何，划时代的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的通过远远不如随即引发讨论的修改犬税法案那样使下议院激动。

自由贸易主义学说的后果是，由达勒姆设定的中央特权中的两项迅速落到了殖民地手中：拥有公共土地和调整贸易政策。1854年，英国承认了加拿大独立地与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1859年，当加拿大擅自宣布保护关税时，冲突发生了。身后有谢菲尔德（Sheffield）贸易协会表决支持的总督 干预也毫无成效。加拿大财政部长亚历山大·高尔特（Alexander Galt）富有说服力的反驳理由是这样的：

当帝国政府的观点与加拿大人民的观点相比更受喜爱时，才算是完全废除了自我管理。因此当前政府的义务是，强调坚持加拿大行政机构的权力，把居民的赋税调整到他们所认为的正确状态，即使它可能不幸地引起帝国政府的非难。不能向陛下建议废除这类法律，除非陛下的顾问们（指英国内阁）已经准备接手殖民地事务的管理，而不考虑民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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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0 加拿大的扩张

用后一种选择来示意是不具有危险性的。第一，它过于昂贵；第二，它把此间习惯了自我管理的加拿大人推向了美国的怀抱。

美国在其内战时期显现了各种新的扩张趋势。1867年阿拉斯加的获得，以及一种构成阻碍的事实，即加拿大经济区域划分为独立程度不同的各个殖民地，都继续推动着这种发展。当1854年开始建设加拿大横贯大陆的铁路线时，可以说加拿大成了“凭借一条铁路寻求成为一个国家”。这样，尽管各个殖民地有着利益的分歧，但还是于1864年在魁北克召开了一个各地代表的会议。根据会议的建议，1867年，英国议会出台了《英属北美法案》，这是“加拿大联邦”的基础性文件和宪法。同时还使用“加拿大自治领”这一概念，有意识地抵制热衷平等的加拿大人所希望的形式——“加拿大王国”。因此，成为国家首脑的不是王室的总督，而是由内阁任命的大总督。宗主国的优势得以保留。

这一宪法把英国的议会负责制的议会政府原则与美国的联邦制思想统一了起来。但是，他们根据美国内战的经验对各省的权力进行了仔细定义，并作了有利于联邦的严格的限制。没有任何一个省可以像美国的某些州那样要求最高主管当局的主权。同时，魁北克重新独立并成为唯一一个获得有保证的联邦议会最低代表权的省份，这体现了法裔加拿大人地位的明显改善。1945年后甚至发生了强烈要求 魁北克独立于加拿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在2006年几近失败的全民公投之后，通过承认魁北克作为加拿大联邦内的一个国家而被遏止。

联邦的原始成员有新不伦瑞克、新苏格兰、安大略和魁北克。其余英属北美地区后来陆续加入，此时加拿大仍然在经历着它的向西然后向北的大陆扩张。1870年，联邦从哈得孙湾公司手中买下了西部和北部地区，并把今天的曼尼托巴省（Manitoba）的一小部分作为第五个省纳入联邦。最西部的英属哥伦比亚于1871年加入，这个殖民地于1866年才由温哥华岛上哈得孙湾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周围的不同占领区以这个名字组成。接着是1873年独立的爱德华王子岛（Prince-Edward-Insel）。1880年，英国交出了对靠近加拿大的北极群岛的权力。1927年，加拿大将其要求扩展为一个从西经60°延伸到西经142°，纬度直至北极的地区。1905年，在各种重新划分措施的进行过程中，新组成的西部省份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和阿尔伯塔省（Alberta）并入。1912年，安大略和曼尼托巴省扩展至今天的边界。1949年，纽芬兰（自1809年以来，拉布拉多海岸的一部分属于它）最终作为第十个省加入联邦。它于1855年获得内部自治，也在1918年成为自治领。

印第安人，亦即“第一民族”（1982年以来在加拿大被这样称呼）依靠1763年的《公告》（Proclamation）[10]保住了他们的土地。土地转让只有向王室申请并获得王室许可才有可能进行。但是这类原则往往被忽视。另外，印第安人理解的一般土地转让不同于欧洲私有财产意义上的土地转让，他们将其理解为暂时使用，或者为了共同使用而订立的协定。白人方面从19世纪早期以来就力争使印第安人定居并同化他们。尽管如此，似乎没有发生较大的争斗。只有曼尼托巴省南部红河（Red River）河畔的梅提斯人（Métis，法国皮货商人和哈得孙湾公司职员们的混血儿）于1869年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但又被军事镇压了下去。

1870年代，加拿大政府与哈得孙湾公司的领土上的第一民族签订了一个关于有偿土地转让的普通协议。1876年的《印第安法案》（Indian Act）试图强迫所有印第安人接受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从1885年起，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由于不断强化的白人种族主义而持续恶化。新的反抗又发生了，印第安人似乎面临毁灭。非常典型的是，西南海岸的居民们创制的著名的“夸富宴仪式（Potlatch-Zeremonie）”[11]被禁止，依据1951年的《加拿大印第安法案》（Canadian Indian Act）才重新被允许。自1927年以来，甚至代表印第安人利益的组织也被明确禁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治组织才成为可能。1960年以来，印第安人可以进行选举，这是他们在19世纪被明确否决的一项权利。1970年代，法庭首次针对印第安人的土地诉求进行了审理。最高法院声明1763年《公告》始终具有效力。1982年的《联邦宪法》至少确认了已有的权利。此后与各个印第安族群进行了激烈的谈判。2006年有70万印第安人，其中56.5万人属于获得承认的民族，正如1876年的法律所规定的那样，13.5万人不属于被承认的民族。此外还有梅提斯人和因纽特人。2009年共计有632个部族，差不多3000个保留地，三分之一的部族和57%的保留地位于英属哥伦比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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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邻近的太平洋岛屿。——编者注

[2] 即外兴安岭山区。——编者注

[3] 又译作“天命论”“命定扩张论”等，于19世纪提出，是一个惯用的政治措辞，表达美国凭借天命，对外扩张，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编者注

[4] 伊斯兰教法的专称，原意为“通向水泉之路”，泛指“行为”“道路”，引申为应予遵循的“正道”“常道”，即《古兰经》中所启示的、圣训中所明确解释的安拉诫命的总称，为每一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义务。

[5] 原文如此。——编者注

[6] 1853年美国驻墨西哥公使J.加兹登（J. Gadsden）以购买方式兼并墨西哥领土的事件。

[7] 指1849年参加加利福尼亚淘金潮的移民。

[8] 美国总统格兰特意识到政府政策对于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不起作用，印第安人与政府之间冲突不断，于1868年提出“和平政策（Peace Policy）”。该政策仍力图将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迁入专门划定的保留地并鼓励他们融入美国白人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点，总统格兰特让军队更有力地保护保留地内的印第安人免受白人攻击，同时允许军队攻击拒绝留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格兰特还将保留地的腐败的印第安管理者换为基督教徒，他相信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更可靠且不会对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施加压迫。——编者注

[9] 鬼舞运动，亦译“幽灵舞”，为19世纪末盛行于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一种救世主运动。始倡者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派尤特部落（Paiute）的沃沃卡（Wovoka），其仪式舞蹈象征白人入侵者的消失，已经亡故的印第安人与已经灭绝的野牛重返家园。其主旨为从异族欺压中拯救印第安人。1880年代末至1890年代初波及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和周围许多地区，其消沉后被仙人掌教取代。

[10] 也称作《1763年皇家宣言》。——编者注

[11] “夸富宴”是夸克特人的一种夸富宴仪式，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最早对其进行描述，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也曾对其进行解释，后来的人类学家一般将其看作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夸丘特尔印第安人（Kuakiutl Indians）居住在英属哥伦比亚的温哥华岛，由于海陆资源极其丰富，他们的物质生活很容易满足，他们或许因此而更热心追求社会地位，夸富宴就是这种追求的表达手段。宴席上，主人请来四方宾客，故意在客人面前大量毁坏个人财产并且慷慨地馈赠礼物，其形式可以是大规模地烹羊宰牛，也可以是大把地撒金撒银，目的是让宾客蒙羞，从而证明主人的财富和高贵的地位。这对于部落里的贵族来说不仅象征着权力和奢侈，而且被用来确定部落内部的等级秩序。


第十四章 南半球的帝国主义扩张和移民

移民革命

俄罗斯帝国的大陆扩张和美国及加拿大的大陆扩张一样，都与欧洲的全球扩张阶段紧密关联，后者由于其新的形式及其深远后果而在今天被称为“移民革命”；若以1783年和1929年为基础数据，那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为扩张的高潮（James Belich）。在此过程中，新奇的不是欧洲人为了在其他大陆安居而迁出，而是他们如此大规模地迁徙，以至于在西伯利亚和海外出现了移民殖民地，它们比之前的欧洲扩张所创造的大多数移民殖民地都更具有完整性，人们可以更有理由称它们为“新欧洲”（Alfred Crosby，1986）。只有在英属北美洲，这种扩张发生在17、18世纪。移民革命就这方面而言对于欧洲化，或者如果人们不想承认这一点的话，至少对于漫长的19世纪的世界变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Jürgen Osterhammel）。随着2011年《移民殖民研究》（Settler Colonial Studies）杂志的创办，研究者开始把“移民殖民主义”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

1500年至1800年，估计有200万～300万欧洲人迁出。1800年前后，除美国和西伯利亚外，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虽然建立了500～600个基地，但只有4个人口超过2000的持久性居住地：果阿、马尼拉、巴达维亚和开普敦。而在1800年和1960年间，起码有6100万欧洲人参与了这种跨洲迁徙。其间，英国人发挥了引领作用。18世纪，或许有5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而在1815年和1924年间大约有2500万人迁出。另外还有500万德国移民，他们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由于种族和文化亲缘关系而被英国人承认为他们殖民地里适应能力较强的移民。移民革命造就了今天的英语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国虽然在各方面都定下了基调，但也与同样脱胎于英国移民殖民地的另外三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发挥着重要 作用，如果不说英国在印度和非洲的殖民统治遗产的话。

当第一批殖民国家——就它们的扩张而言——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时，自18世纪起，欧洲却开始出现人口爆炸。欧洲人口从1800年的大约1.87亿变成了1913年的4.68亿。因此，在那些没有工业劳动岗位可以容纳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地方，社会压力空前加剧。但问题是，早期的工业化是否能够以这种方式解决大众贫困的问题。大规模迁移不仅意味着有助于解决大规模贫穷的政治问题，而且可以获得对整个经济有利的结果。因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发挥着促进作用，但前提是以人均收入计算，又不至于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而得出经济负增长。当欧洲在19世纪处于类似处境的时候，大规模移民的安全阀可能拯救了欧洲，使其避免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个问题。

不过，人口爆炸虽然肯定是大规模移民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其充分条件。因为人口增长高潮在1815年前后，而移民高潮在1913年前后。很多额外的推动和拉动因素也被论及，但是无法确定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联。在英国，1820年代公开地鼓励移民肯定推动了事情的进展。罗伯特·约翰·威尔莫特-霍顿（Robert John Wilmot-Horton）和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是关键人物。和以前输出罪犯一样，现在应该输出贫穷，而其他政治家们想要在宗主国开始社会改革。一项讨论分析表明，“移民（emigrant）”和“殖民者（settler）”这两个概念在1780年至1789年和1900年至1910年这两个时代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其中“殖民者”一词比“移民”更具影响力。而垦殖在1820年代和1890年至1910年是最普遍的事情。就目的国的吸引力来说，繁荣的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像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南非发现黄金一样。1820年以前，澳大利亚有着相当糟糕而可怕的名声，但1828年和1842年间的第一次繁荣为它预告了美好的未来。此刻，人们谈论着的是殖民地超越宗主国，以及人口达到1亿～5亿的事情。另外，蒸汽船和铁路的使用让空间变得稠密，移居也变得更为简单了。距离越长，移民就会越多地考虑在现成的网络中，或起码在所熟悉的环境中落户。

只有俄国除外，这里涉及的是向海外移民。与俄国或者中国相反，西欧除了把它的多余人口向海外输出，根本没有其他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国的大陆扩张与俄国不同，它拥有庞大的海外移民。4100万或者70%的欧洲移民迁往北美洲，美国独立之后干脆发展成新的欧洲。但人们不应该忽略其余的2000万或者30%的人，其中12%去了南美洲，9%去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余的9%进入俄国的亚洲部分。

除俄国外，这些19、20世纪的移民目的地显示着令人瞩目的共性。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南非、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都位于南半球，并且主要在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这里的气候条件与欧洲人所习惯的气候大致相仿。巴西的南部可能也是这样，那里是欧洲移民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目的地。所有这些国家原本都人烟稀少。只有在智利南部、南非的东南部和新西兰岛上才有较大的前欧洲时代的居民群定居并从事耕作。人们因此可以成功地像在北美洲那样创造白人封闭的“家乡”。人们在19世纪还不能预见，新西兰的原始居民不可能被完全边缘化，南非的欧洲化在最后的去殖民化进程中甚至出现了部分的倒退。

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的农业和畜牧业成为移民占优势的经济形式。经过移民革命，数亿公顷的空旷土地变成了小块的耕地，作为私有财产从属于这个或那个欧洲国家的法律，可以在地产市场上交易，尽管使用的程序在各个殖民地之间有所不同。虽然少数移民最初是通过自然经济和粗放经营的畜牧业获取了土地，但随后，之前缓慢增长的移民急剧增加，对某些大宗农业产品的需求也 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对棉花和小麦。这两者好像是交互增长的。即便是经济繁荣无可避免的周期性崩溃之后的复苏也以为欧洲和海外的城市中心提供这类农产品为主。由于发明了冷冻法，且蒸汽船使海洋运输提高了速度并降低了费用，牛羊肉和奶制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大量的投资也是移民急剧增长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1871年到1891年，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从200万增加到了380万。同时，英国在那里投资了2.1亿英镑，在新西兰投资了4000万英镑。1850年到1886年，新西兰得到了3.36亿英镑的投资，澳大利亚在1861年至1891年甚至得到12亿英镑。1914年，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占其投资总额的12%，在印度的投资仅占8%。除了投资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就连季节性劳工有时收入也相当可观。

在有本土耕农的地方，这些农民不是被平等地融入体制，他们可能拥有的竞争力部分被以暴力遏制，而他们的劳动力也受白人的支配。这样，流动性的短工就流行了起来。在那些本土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地方，就会出现合同工的输入，比如印度人、中国人和南太平洋诸岛的居民的移入，这无异于用其他方式继续进行奴隶买卖。人们将向南美洲贩卖苦力称作“卖猪仔”。

当智利、南非和澳大利亚由于矿藏的发现和占领而把经济重点转移到矿业领域——比如硝石、铜、黄金和钻石——的时候，对劳力的需求尤其持续上涨。因此，当地也需要更高的投资，这些投资截至此时主要来自英国。所有这些国家在19世纪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英国自由贸易帝国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建立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贸易的基础之上，它们在政治上部分地依赖于英国，而在经济上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依赖于英国。与热带殖民地不同，它们最终也是英国资本偏爱的投资地。上述拉丁美洲国家虽然成为主权国家，但是它们从西班牙帝国被歧视的人烟稀少的边缘地位上升为世界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并变成白人移民国家，这首先要归功于对英国的依赖。人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称为英国人偶尔会尝试暴力干涉，但一般情况下都能通过其经济影响力来实现其利益的“被收养的自治领”（James Belich）。

而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成为失去美国和战胜拿破仑之后重新建立的，占世界统治地位的不列颠帝国的组成部分，但它们最初是不具有经济意义的前哨，主要是出于战略或其他政治原因而被占领和保留的，直至它们显示自身的经济潜能。于是这些国家成了白人的富裕岛和天堂，至少在20世纪的危机发生之前是如此。到1930年，1200万“最贫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变成了2亿“最富有的英国人”（James Belich）。他们的成功基于一种事实，即这些移民不同于中国人和印度人等其他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想要在那里安家。几乎没有出现英国移民回流的情况。

因此他们和以前一样，在美洲以具有英国风格的分散却稳定的政治单元来安排自己的一切。比如在北美洲，程度较高的社会平等似乎促进了形式上的民主。新领地里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男性选举权的范围方面，或者在妇女选举权的引入方面，甚至允许对英国式的政治机构进行改善：1869年，后来加入联邦的怀俄明州给予了妇女选举权，1893年在新西兰，1902年在澳大利亚也实现了这一点，但是直到1919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并且当时还存在着限制。在各英国移民殖民地形成的宪法虽然出现过复制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举动，但它们在合法化上无疑是一个传奇。随着这种模式的输出，英国变得比事后所声称的更为谨慎。海外宪法的形成更加依据当地的意愿，并相应地相互之间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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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1 1890年前后南半球的“新欧洲”

另外，与西班牙帝国不同，所有这些移民社会的成功完全和在美国一样，都是建立在新居民的严格的排他性基础之上的。所有的人都属于边境居民社会，在这个社会的边缘，与原住民的关系可以在日常的共处和种族屠杀之间摇摆不定。土著人到处都受到移民的各种方式的排挤。虽然1830年代在奴隶解放运动之后，英国议会圈曾经尝试慈善地弱化当时普遍的，或多或少有些残暴的对待各个原住民的做法（Aborigines Select Committee，1837），但这种努力由于政治权力逐步被移民接管而没有能够在当地进行，而这种努力一般是与他们决定土著人拥有何种权利相关联的。有充分的理由将 高度移民社会看作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尤其是在有节制的性关系使纯粹的白人家庭成为可能的那些地方。因为拒绝融入社会和政治是他们成功的前提，所以不能顺利贯彻这条路线的国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很少获得成功，比如非洲人占大部分和欧洲人占极小部分的南非，再如其移民未融入当地社会和政治的阿根廷。

北美洲的原住民从前被英国人基本视为局外人，因此只能与他们维持协议关系，而在新殖民地的土著此时也被看作英国的臣民，但是作为被保护人，这是一种在法律上可以且必须规范的关系。但是这种宗主权导致了他们的最终消失。因为要么是他们无望的“劣等性”使得他们那不可避免的消亡至少变得更容易些，要么他们应该被同化、融入到移民社会里。还有他们那些前殖民时期组织的解体也属于此，双方在这种交往中都从根本上把它们归结为“部族”，土地占有的私有化对于土著人来说，往往以丧失土地告终。

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呈现了与美国以前脱离英国一样的趋势，这种脱离由于此间所积累的经验而进行得比那里优雅得多。但是在19世纪末期，通过真正的明确的白人帝国联邦制实现“大英国（Greater Britain）”计划，仍然主要为宗主国的政治家们 所掌握。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第二次纯粹白人的去殖民化过程中产生了独立国家的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这种后殖民时期的组织形式。

南锥体地区[1]：阿根廷、智利、乌拉圭

独立之后最初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进行得更加令人失望，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上升。欧洲的需求由于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也逐步扩大，并且铁路和蒸汽船的使用也使运输工具更便宜、更快捷。阿根廷除了和以前一样出口毛皮和棉花，还越来越多地出口牛肉。其牧场经济的发展首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1877年和1881年间进口了不少于5万吨北美洲发明的用作牧场篱笆的铁丝网。粮食生产随后迎来繁荣。由于将其丰饶的大草原从牧场转为耕地，1870年还在进口粮食的阿根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已经成为世界小麦和玉米的主要出口国之一。1865年至1900年，种植面积由约1000平方公里扩展到20万平方公里。为了开发，铁路网转瞬间在大地上延伸开来，仅仅在1880年和1890年之间就从2400公里增加到11200公里。但是铁路有着对殖民地而言很典型的特征，它是为各出口港修建的，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就像一只伏在自己网里的蜘蛛。

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英国，据说它1935年时对阿根廷的出口减少了25%，对智利减少了35%，对乌拉圭减少了17%，从阿根廷主要进口肉类、玉米、小麦和棉花，从智利进口硝酸盐和铜。相反，英国向拉丁美洲出口纺织品、钢铁产品、机器和煤炭，其间，纺织品的份额与该世纪的前半叶相比明显下降。其中，41%输往阿根廷，11%输往智利。投资也主要来自英国。1875年至1885年在阿根廷的投资翻了一番，1885年至1895年翻了两番。1913年，那里的所有外国投资的60%是英国的。1865年，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投资是 8900万英镑，1913年是11.799亿英镑，其中4.798亿英镑在阿根廷。1865年的新投资额占国家公债的四分之三，而1913年前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投资流向铁路。

乌拉圭也依赖英国的贷款“输液”，不过由于畜牧业兴旺，它仍然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盈余。英国和比利时合资的利比希公司（Firma Liebig）的浓缩肉汁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灵丹妙药。这个小国的铁路网在1889年和1909年间从705公里增加到2146公里，但仍属于英国所有。

智利的粮食生产虽然由于向南扩大种植面积而显著提高，但它的富裕首先要归功于采矿。在1870年代，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40%的铜的份额。当时，今天智利北部的大部分海岸荒漠还属于孱弱的玻利维亚，而那里的硝酸盐矿藏则由秘鲁的公司，尤其是智利的公司进行开采，硝酸盐不仅被用于火药生产，而且被用于日益受欢迎的肥料的生产。为了克服1870年代经济危机的问题，智利在1879年和1883年间发起了“硝石之战”，玻利维亚在第一次失败之后退出，战争期间秘鲁受到致命打击。这两个国家随即把它们拥有硝石和铜矿的海岸荒漠割让给了智利。自此，硝酸盐占据了智利出口的主导地位。但在1890年，70%的硝酸盐是由英国公司生产的。美国外交事务负责人认为：“［事实上］这是一场英国和秘鲁之间的战争，智利在其中只是为虎作伥。”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英国资本主义更倾向于避开政治风险。

这一经济发展与白人移民密切相关。在智利移民的影响甚微，但至少德国人在针对印第安人的南部开发中在这里定居下来。而仅仅在1870年和1914年间，就有大约550万欧洲人迁入阿根廷，尽管其中有大量的人回迁，但仍然有三四百万人留在这个国家。阿根廷的人口在1869年至1914年从190万增加到790万。1843年，乌拉圭总人口中的63%是在外国出生的，这时移民使它获得了40万人，这意味着它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其结果就是社会的彻底欧洲化。克里奥尔人的生活方式和之前带有非洲或印第安人血统的人的形象都消失了。在巴西可以观察到欧洲移民如何接受 混合的生活方式，比如美国黑人的宗教，而这种现象在这里已经不再可能。“新的欧洲”出现了。1851年至1924年，阿根廷接纳了46%的迁往拉丁美洲的欧洲移民。这些移民中的38%来自意大利，28%来自西班牙，11%来自葡萄牙，只有少数人来自非罗曼语族国家。农业的报酬有时如此之高，以至于很多意大利人只是作为季节性劳工（golondrinas，原意为燕子）来到这个国家，接着前往巴西收获咖啡，秋天又回到北半球从事欧洲的收获工作。因为在1900年，从大部分西班牙人的出发地加利西亚（Galicien）乘船只需要17天即可到达，而在1850年前后则需要两个月之久。

尽管在阿根廷，人们为了促进这种发展进行了多次政治尝试，但是仍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出现由拥有中型自有企业的农庄主构成的崇尚平等主义的社会。半数的移民留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它在1890年就已经是一个拥有4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到1914年又增加到了160万。而早在19世纪中期，其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就是由国外迁入的。和以前一样，在农村还是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短期合同有碍于其佃农扎根社会。由于直到1912年，寡头政治还未给予他们选举权，他们也就鲜有对这个国家产生认同感的理由。与英国殖民地情况不同，这里无法产生有自我意识的乡村中等阶层。

此外，南锥体地区的欧洲化意味着印第安人被彻底排斥在外，而在乌拉圭，印第安人早就灭绝了。智利的阿劳坎人由于接受了马匹成功地保住了自己，以至于西班牙人在1612年不得不承认康赛普西翁附近的比奥-比奥河作为边界。尽管双方一再发生军事冲突，但还是有着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尤其是1683年以来将印第安人战俘卖为奴隶被遏止以后。基督教传教可以进行了，尽管面对完整无损的印第安文化而很少成功。阿劳坎人为了狩猎跨越了安第斯山脉，结果是那里的印第安人接受了他们的文化成就，特别是骑乘马匹，并且像北美洲的草原印第安人一样，从狩猎文化和采集文化转向了骑乘文化。这不仅带来了畜牧业的发展并促进他们参与翻越安第斯山的运输业，还引发了从白人那里掳掠牲畜的行为。1800年前后，印第安人的边界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在的纬度上！1860年前后，边界仅在海岸地区向南推进了一些，在内陆丰饶的大草原则维持原状。在与白人关系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早在19世纪，那里便形成了令人恐惧的酋长的强大统治，其人口组成不仅有印第安人，还有掳掠来的白人妇女、混血儿以及被边缘化的白人。

但是不断增加的土地使用和白人人口的剧烈增长对印第安人造成了障碍。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阿根廷和智利把与印第安人的边界持续前推，并建立了连环要塞，同时新修建的铁路也使得补给更为容易。1870年与巴拉圭进行的损失惨重的战争结束之后，阿根廷军队在1879/1880年的“荒漠战役（Campaña del desierto）”中最终“扫清”了丰饶的大草原。驱逐、瘟疫和酒精对土著人造成了致命打击——他们从阿根廷的历史中消失了。1860年代和1870年代在智利有一个自我任命的阿劳坎人的法裔国王。1878年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进攻，但是硝石之战使他们有了喘息之机，甚至能够进行反击，到1883年，阿劳坎国（das Araukanerland）被最终征服。至少这里建立起了保留地，此间在这些保留地又出现了政治活动。

南非

19世纪初，欧洲在非洲的存在即使是在海岸地区，事实上也是微不足道的。总共有大约2.5万名欧洲人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但是其中有2.2万人生活在气候适宜的开普敦。为了保障1652年在好望角建立的基地舰船的供给，尼德兰东印度公司资助了尼德兰农民、胡格诺派农民和德国农民向这里移民。但他们的农场和葡萄种植园 一直由来自亚洲和东非的奴隶耕作，这些奴隶的数量在1815年前后约有2.6万人。

一部分移民几乎不再从事耕种，而是在干旱的北方经营大型畜牧场。这种发展和尼德兰的遗产分配原则相结合，与高度的人口自然增长联系在一起。一个儿子继承了农场，并用牲畜向其他继承人支付他们应得的遗产，他们靠这些牲畜可以在内地安家落户。这种“迁徙的布尔人（Trekburen）”发展出了新的半游牧的生活方式，它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自给自足经济的产生。因为随着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运送肉类几乎不再划算。有充足的土地可以使用。只要不涉及占领所谓无主土地，所有权凭证可以顺利地从政府获得。在那里生活过的非黑色人种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也叫霍屯督人（Hottentotten）］本身就曾经是畜牧者。他们人数不是很多，几乎没有组织。因此他们或被驱逐，或被用作牧人，从1713年起几次天花传染病使其人口减少了80%。理论上说他们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的被奴役状况往往与奴隶身份无异。

但是在橘河（Oranjefluss，也作奥兰治河）流域的北部边界，在从18世纪就在这个国家活动的新教传教士的影响下，一些新的部分移动、部分定居的自治联盟形成了，它们被称为格里夸人（Griqua）。其核心由各个强悍的家族组成。起重要作用的是科伊桑人（Khoisan）或巴斯塔德-霍屯督人（Bastard-Hottentotten），他们至少在文化方面是混合体，因为他们已皈依基督教，说简化了的荷兰语，穿欧洲服装，骑马并拥有火器。由于他们的生活来源部分是通过抢掠牲畜获得，所以他们促使比邻而居的非洲人组成以自卫为目的严格的政治组织。在18世纪后半叶屈服于开普殖民地（Kapkolonie）的经济和政治扩张之前，格里夸人有时候也实施对领土的政治控制。一部分人迁入了后来的德属西南非洲。

而在东部，布尔人碰上了班图人（Bantu），首先是既从事畜牧业又进行农耕的科萨人（Xhosa），他们人数更多，军事上更加具有战斗力。他们并非组织在稳定的部落里，而是组织在拥有不断变化的追随者的酋长部落里，这些酋长部落的一部分组成了正规的王国。与北方不同，先是布尔人移民，后是英国移民的继续推进必然在这条边界线上导致较大的冲突，在1779年和 1879年间总共发生过九次边界之战。开始只是互相抢夺牲畜的行为，随着英国在1812年至1852年的军事投入而升级为一种总体战争，这场战争通过破坏非洲人的生活基础而为移民和土地投机商廓清了这片土地。科萨人绝望之下听从一个女预言家的指示，在1856年杀死了一部分感染了瘟疫的牛，祈求祖先和健康的牛群回来并赶走白人。结果是发生了饥荒，之后仅有四分之一的科萨人活了下来。3.5万～5万人死亡，但有16万人逃走。给剩余的科萨人留下的只有东部的特兰斯凯（Transkei），1877年至1879年它被开普殖民地所吞并，同时被吞并的还有在特兰斯凯与此间出现的第二个殖民地纳塔尔（Natal）之间的，由非洲人保有的最后几个地区。

19世纪初在东北部发生了非洲的扩张，它促成了在沙加（Shaka，约1787～1828年）领导下的充满传奇色彩，因而也充满争议的祖鲁国（Zulu）的建立。很可能是由于1822年至1824年的大旱之年，但也可能是随着欧洲影响的不断增加而扩大的贸易往来和奴隶争夺的缘故，在南非东部的恩古尼民族（Nguni）那里，从18世纪末以来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政治群体。沙加在这种背景下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富于侵略性的军事帝国，由这个帝国通过征服和合并产生了祖鲁民族，直至今天它都是南非人数最多的民族。它最重要的权力工具是军营化的，仅听命于沙加的由同一年龄段的人组成的军事团体，他们采用密集的阵型，用长矛进行战斗。但在19世纪前半叶，整个东北部直到赞比西（Sambesi）乃至超出这部分的区域都卷入了这一运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非洲帝国，它们很少以人种，而更多是以统领者周围的年轻男子联盟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民族。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女性似乎深受其苦。她们有时候几近饿死，或者不得不同类相食。此外，莫舒舒（Moshoeshoe，约1786～1870年）在山区建立了他的巴苏陀兰［Basutoreich，即今天的莱索托（Lesotho）］，一个被赶到北方的祖鲁侯爵建立了今天的斯威士兰（Swasiland）。由姆兹里卡兹（Mzilikazi，1795～1868年）领导的一个群体从祖鲁帝国覆盖的区域向西到达高地，然后向北迁徙，最后在今天的津巴布韦建立了恩德贝勒人（Ndebele）的帝国。起初它只有200～300个战士，1830年已经拥有6万人，新建了很多军团。

约1817年至1826年发生的这些事件习惯上被归结为一个历史性大事件，它伴有无以名状的恐怖行为和无数的 牺牲，被称为“姆菲卡尼（Mfecane）”（大破坏之意），被理解为由沙加引发的连锁反应。残暴的沙加或背负着非洲恶魔的骂名，或享有非洲民族英雄的美誉。直到今天，祖鲁民族还在庆祝“沙加纪念日”。近来，有学者认为，他在这一复杂的，而绝不仅仅是用暴力推动的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Norman Etherington）。

非洲人与正在进行扩张的白人相遇所引发的那些战斗颇具传奇色彩。1795年和1803年间，英国人侵占了开普敦，1806年再一次占领了它，1815年彻底占领，目的是确保印度航线畅通无阻。英国行政官员们考虑的是把布尔人置于法律控制之下，而英国传教士和博爱主义者对与科伊科伊人打交道持反对意见，尽管后者形式上的平等又立刻被英国方面通过规定加以限制了。但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毕竟从1834年以来就废除了奴隶制度！1828年开始在当地实行英国管理和司法制度，当时给总督配备的议事会已经在1834年分为行政议会和立法议会。新饲养的美利奴绵羊的细羊毛成了移民的大生意。1835年至1872年，羊毛出口的利润从1.6万英镑上升到330万英镑。和大量英国移民一道拥来的还有土地投机商。土地价格急速上涨。

布尔人感到这种发展是对他们生活方式和获取土地的欲望的限制，特别是他们感觉到没有必要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在东部边界参加对科萨人的战斗。于是他们派出侦查员去寻找土地，最终在1835年和1840年间分为不同群体作为“开拓者（Voortrekker）”赶着他们的牛车向北越过了橘河。这些群体各有数百人，总共有6000名白人，这大约占开普殖民地人口的9%，至1845年应该又有1万人随后迁往他们那里。

在1836年战胜姆兹里卡兹率领的恩德贝勒人之后，这些开拓者转向东方，在祖鲁人那里陷入埋伏，但在1838年凭借他们的火器大胜了祖鲁人，并于1839年在祖鲁帝国以南的海岸地区建立了纳塔尔共和国（Republik Natalia）。他们明显的分庭抗礼被英国方面认为是一种危险——能允许在印度航线旁边建立另一个国家吗？于是英国于1843年吞并了纳塔尔，并向那里充实了英国移民；纳塔尔于1852年成为独立殖民地，1859年开始使用输入的 印度合同工人进行新引进的甘蔗种植。1885年，纳塔尔的白人和印度人人数相当。迁徙大军和开拓者进行的战斗在19世纪末被总结成了“大迁徙”神话，它在布尔人的国家具有巨大的作用。以一位开拓者领袖的名字命名的并不只有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a）。

在布尔人重新转向北方之后，他们又在那里陷入了与“迁徙的布尔人”及格里夸人的冲突，且因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而面临重重困难。1843年，他们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它主张的区域位于橘河和它的北面支流瓦尔河（Vaal）之间，这个地区在1848年被英国人吞并。但是征服其逃窜的白人臣民的花费对伦敦来说太高了，1852年，英国人和瓦尔河北面的布尔人签订了协议，1854年也与已经被征服的瓦尔河南面的布尔人签订了协议，协议解除了对两者的管束，以至于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作为布尔人政体的奥兰治自由邦（Oranje-Freistaat）和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Südafrikanische Republik Transvaal）。在奥兰治自由邦发展为稳定的政体期间，在德兰士瓦，四个布尔人的核心居住地之间冲突不断，最终酿成内战。在北方对佩迪帝国（Pedi-Reich）的战争失败之后，这个垮台的国家的局势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1877年英国的吞并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在英国人击溃佩迪帝国和祖鲁帝国之后，布尔人的反抗使他们于1881年从英国自由党政府手里要回了有限的独立，1884年要回了完全的独立。

而英属开普敦除了它的总督，1852年还获得了一个议会代表机构（代议制政府），所有种族都拥有选举权，但这一权利和在欧洲一样受到财产状况的限制。1872年，开普敦由自己的一个部成立了政府（责任制政府），其总理现在比总督更为重要。按照加拿大的榜样进行的自我管理使英国移民感到满意，对宗主国来说花费也更少。纳塔尔在1856年得到了在副总督领导下的一个代议制政府，于1881年成为独立的王室殖民地。

1867年在自治的土著人地区［今天的西格里夸兰（Griqualand West）］的金伯利（Kimberley）发现钻石，1886年在德兰士瓦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发现黄金，之后南非才变得具有世界经济意义。英属开普殖民地无视奥兰治自由邦的要求立即吞并了钻石地区。金伯利钻石地区和德兰士瓦的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出现了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它们必须得到供应并需要交通连接。铁路得以修建，资本——特别是英国的资本——涌入这个国家。不断上涨的开采费用引起了参与企业的集中，直至英国的千万富翁、殖民政治家和开普殖民地总理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年）的德比尔斯公司（De Beers，以钻石发现地的农场命名）得以在世纪末建立直到今天还存在的垄断，之前他在伦敦和南非巧妙地充分利用了最为重要的股东，当中主要是犹太人股东。

在此过程中，黑人的劳动条件持续恶化。周工资从1870年的30先令降低到1890年包伙食的8先令，原因是为了便于监视，非洲工人此时必须住在封闭的居住点。尽管如此，非洲人作为季节性劳工和食品生产者还是可以从普遍的繁荣中获得比白人所愿意提供的更多的好处。农业自此迅速发展，白人因而想自己接手地产，并且把各个地方的非洲人变成廉价工人的“常备军”。到1899年，在所有四个南非国家中，反对非法占领土地的规定都限制着非洲的农业，而英国人把残留的包括祖鲁人在内的非洲政治体都强行并入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只有北方的斯威士兰、巴苏陀兰和贝专纳兰［Betschuanaland，也写作博茨瓦纳（Botswana）］尽管被征服，但还是作为被保护国保持着半独立。

但是这项政策不仅涉及土地和人，而且意味着要抢在不断扩张的，向海洋进逼的德兰士瓦之前行动，因为黄金业的繁荣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1883年到1895年，德兰士瓦的国家收入提高了25倍。新建立的约翰内斯堡一转眼就变成了大城市。本地的劳动力贮备已经满足不了需求，要在莫桑比克（Mosambik）甚至更远的地方招募工人。费用昂贵的开采要求更高的投资，并且像钻石业一样会引发企业的集中，尽管雄心勃勃的塞西尔·罗兹这次也没有能够在这里成功地建立垄断。1886年至1913年向威特沃特斯兰德投资了1亿多英镑，英国在1884年至1911年对南非的总投资从3400万提高到3.51亿英镑，这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最高的数值了。高需求和高收入带动了所有经济行业的兴旺。整个南非的白人数量翻了一番，甚至通过移民增加了两倍。1891年有60万白人，1904年超过100万，而1899年仅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就生活着数十万黑人工人。

在德兰士瓦，掌控经济的外国人与想要在政治上掌握大权的布尔人寡头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剧。在铁路建设中，德兰士瓦的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us Krüger）为了葡属德拉瓜湾（Delagoabai）海岸线的一条由德国和尼德兰共同修建的铁路而轻视从纳塔尔延伸出来的英国铁路。不满的外国人计划与此间成功当选开普殖民地总理的罗兹联手在德兰士瓦实行一次政变突袭，起初受到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保护，但在1895年，这次政变由于缺乏支援而惨败，根据其头目的名字它被称为“詹森突袭行动（Jameson Raid）”。

罗兹必须引退，但张伯伦凭借秘密文件而毫发未损，并能够把对德兰士瓦的控制变成帝国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英国的高级全权代表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为这一持续升级的紧张关系做了他自己的事情。尽管重要的布尔政治家们采取的是和解态度，但是他的军队部署因正值外国人选举权的冲突，还是导致了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布尔人尽管有着初期的成功和紧接着的卓越的游击战术，但还是败给了集中在帝国一方的优势。英国人从各个移民殖民地和印度招募军队，而布尔人则受到约25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的支持，部分志愿者非常知名，其中也有德国人。布尔人在国际公众场合明显受到欢迎，而各国政府通常都采取谨慎的克制态度，在皇帝威廉二世通过“克鲁格紧急公函（Krüger-Depesche）”向德兰士瓦总统祝贺1896年挫败詹森突袭行动而明显损害了德英关系之后，德国政府亦变得谨小慎微了。

和之前西班牙人针对古巴人的起义一样，针对布尔人的游击战也创建了如其名所示的集中营。它们不是用于毁灭，而是用于完善此时采用的焦土战略。25%的死亡都归结于组织不充分和瘟疫。另外，英国公众对这一“野蛮行径”反应激烈，因为它是针对白人的。人们不大关心同时存在的黑人集中营。虽然人们长期以来想要收回非洲人的枪支（他们往往大规模有目的地通过雇佣劳动而获得这些武器），但是他们中有些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支持英国人或者布尔人。如果他们落入对方手中，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杀死，这对双方而言是一样的。

因为涉及白人，为了帝国框架下南非的稳定，人们最终需要他们的帮助，所以虽然布尔人输掉了战争，但是他们赢得了和平。战后，当1906年新的自由党政府走上更为顺应时代和更为公平的道路，再次保证实行自治的时候——理所当然只是为了白人，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对这个国家相当残暴的英国化尝试宣告失败。为了克服各殖民地之间不断增多的冲突，联邦制解决方案看来是合适的，正如在澳大利亚所出现的情况。于是在1910年创建了由四个殖民地（未来的省份）组成的一个具有较强中央集权特征且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南非联邦，一个欧洲移民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只有在开普省（Kapprovinz）的非白人拥有选举权；直至1936年，他们的这个权利也被取消。布尔人不久后又开始了进军，但是祖籍英国的白人不想动摇白人的统治地位。1913年，禁止非洲人在此间设立的保留地以外购置土地，白人的地产被限定了非洲承租人的数量。对白人获取保留地内的土地的相关禁令由于人数和面积完全不符，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虽然这项法律看起来暂时没有发挥效力，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南非，黑人土地占有者无论如何没有被没收地产，但是预定目标十分清楚：通过歧视占多数的非洲人口，同时有计划地剥削他们保持廉价状态的劳动力来维护占少数的白人的统治。布尔民族党在1948年赢得选战后，这一长期趋势通过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能够被有计划地、坚定地推向极致时，南非以这种方式变成了白人的应许之地。

澳大利亚

在第一个澳大利亚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人们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利用第二次大发现时代的各种成果。传统上，英国把罪犯运往美洲殖民地，在那里把他们卖作有期限的奴隶，从1717年通过《第一运送法案》（First Transportation Act）到1776年共运送了大约5万人。当这一行动随着美国的独立而停止，且寻求其他可能性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英国政府于1786年决定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的由库克船长发现的植物学湾（Botany Bay）建立一个罪犯殖民地。完全抛开它作为英国的贸易根据地的潜力不说，此举也是对法国扩张的防御措施。另外，这要比在英国监狱里拘押这些罪犯花费更少。

1787年，第一支减轻英国监狱负担的船队驶离港口，船上载有大约1000人，其中有757名罪犯。截至1867年驱离行动结束，英国共运送了132308名男性和24960名女性，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留在了那块土地上，有些人在刑期结束之后又返回了英国。此外由于当时严厉的刑法，尽管对驱离出境要求的最低刑期是七年（另外还有十五年和终身监禁），绝对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可被看作现今意义上的刑事罪犯，尤其是至1823年占到将近四分之一的爱尔兰人不是这种罪犯。这里涉及的更多是下等阶层的普通成员。绝大部分的判决都是因为财产犯罪。

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1787～1792年在任）1788年刚一抵达就立刻行使了他在英国概念里闻所未闻的无限全权，把这一移民点从交通不便的植物学湾迁至更远的北方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根据内政大臣悉尼勋爵（Lord Sydney）的名字命名的。另外，他成功地争取到政府赞同一个真正的移民殖民地的远景规划。释放的罪犯和自由移民都致力于耕种，只要服刑的罪犯不是在政府的农场和施工场地干活，就交由自由移民看管。菲利普的继任者鼓励自由交易，造成的结果是官员和军官们得到了巨额贿赂，不过也给这个新殖民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腾飞，不久它就不再依赖宗主国的供应了。这个殖民地很快成为海豹捕猎者和捕鲸者的重要基地，它用他们的产品进行贸易。1805年以后，绵羊养殖规模扩大。1810年在新南威尔士有五个移民点，在范迪门地（塔斯马尼亚岛）有两个。用“澳大利亚”命名这个大陆（曾环绕它航行的马修·弗林德斯在19世纪初建议使用这一名称）被接受得非常缓慢。悉尼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学校、报纸和剧院的体面城市。1810年在澳大利亚生活着11942人，成年男性6332人，成年女性2519人，儿童3091人，其中有1701名罪犯；罪犯中有1368名成年男性、175名成年女性和158名儿童！军队有1559人，其家属有2291人，还有64名公职人员及其家属80人。尚在服刑的被驱离出境者占14.1%。在东方首次新建了一种直到当时在那里还不为人所知的移民殖民地类型，尽管或许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意图。

但是新近富裕起来的、受人尊敬的殖民地公民抵制前罪犯融入社会，而总督拉克兰·麦格理（Lachlan Macquarie，1809～1821年在任）则支持这种融入。因为与英国其他白人殖民地不同，总督作为一种和监狱长所差无几的人物几乎拥有无限全权，所以公民们向他要求自己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尤其是要求陪审团审判和参与立法。事实上，在1823年的一次调查之后就设立了一个由五到七名被任命的成员组成的立法议会。但立法的动议权仍掌握在总督手里，英国王室可以在三年期限内废除澳大利亚法律。第一个陪审团由军官组成。不过这项英国法律有理由被视为澳大利亚从监狱向殖民地的过渡。1828年重新颁布了这项法律，适用范围扩展到1825年上升为独立殖民地的塔斯马尼亚岛。立法议会现在最多可以有十五位指定的绅士。

对参与澳大利亚沿海考察的法国人的恐惧促使英国政治家们在建立数个不甚宜居的根据地之后，最终在1829年与伦敦和悉尼的亚洲贸易利益相结合，在今天的珀斯（Perth）附近的西澳大利亚的天鹅湖创建了一个没有服刑罪犯的新的殖民地。但是劳动力的缺乏使得移民们在1846年自己向国王请求发配罪犯。尽管如此，西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大陆上最弱的殖民地。

在新南威尔士，经济大权在20世纪属于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商人，他们在1930年代又获得了政治大权。之前通过总督进行的慷慨的土地分配受到了限制，人们不想要前罪犯（emancipists），而是鼓励资本雄厚的新移民前来。服刑罪犯则应被清除出城市，分配给内地的拓荒者们。不可救药者被集中到在今天的布里斯班（Brisbane）附近的莫顿湾（Moreton Bay）新建的一个罪犯殖民地。这是昆士兰（Queensland）殖民地的肇始。那几十年的大生意是为永远无法满足的英国羊毛工业进行羊毛生产。英国羊毛工业于1805年前后消耗了1.05亿磅羊毛，而1845年到1849年消耗量为2.095亿磅，1860年到1864年甚至达到3.122亿磅。其中1805年消耗量的31%不得不靠 进口，1845年到1849年这个比例为43%，1860年到1864年是49%。1850年，澳大利亚提供了这一需求的一半。“擅自占用土地者”在蓝山（die Blauen Berge）的另一边发现了他们迫切需要的土地，人们于1813年就翻越了蓝山，那些擅自占用土地者都是规模不等的绵羊养殖大户。伦敦为了行政控制而制止这种扩张的尝试被证明难以进行下去。塔斯马尼亚岛的居民开发了他们岛上的牧场之后，又渡海到了对面的海岸，在菲利普湾港（Port Phillip Bay）建立了一个定居点，这便是维多利亚州（Victoria）的开端。1828年，新南威尔士有36598名居民，塔斯马尼亚岛有20265人，其中依然有服刑罪犯，两地分别有17986名和7449名罪犯。

1832年和1842年间又来了7万自由移民，其中五分之四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截至1850年，移民人数应达到20万。1831年至1900年，除罪犯外总共有147.4万人从英国迁入澳大利亚，其中74万人受到国家支持。1836年又建立了南澳大利亚，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移民的鼓动者——特别是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投机商和新教慈善家共同发挥了作用。殖民改革派从同一个自由经济理论推导出了与同时代的自由贸易者有些不同的结论，以他们的方式为英国继续扩张作出了和自由贸易者同样的贡献。罗伯特·约翰·威尔莫特-霍顿考虑的是通过国家资助的移民项目有效地把英国穷人打发走，而维克菲尔德想要的则是经过挑选的、有足够资本购买土地的移民。与此同时，土地是需要上税的，以便以这种方式为后续移民筹措资金和解决劳动力问题。应出现一个新的整合式中产阶级帝国来取代堕落贵族的旧帝国，这也属于殖民地的自我管理。于是维克菲尔德就成了白人联邦的预言者。人们计划在南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农民国，此外它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避难所。在澳大利亚其余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英国圣公会，它于1836年在悉尼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主教，他在1847年成为管辖其他五个主教区的总主教。另外，那里一开始就有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少数派，他们占19世纪移民的25%，1829年英国天主教解放运动之后得以同时联合英国圣公会建立了自己的僧侣统治制度。1901年，40%的澳大利亚人为英国圣公会信徒，23%是天主教徒，还有27%是以南澳大利亚为堡垒的独立教会信徒。虽然在那里进行着绵羊养殖和土地投机，这颇令维克菲尔德和慈善家们失望，但那里同时还保持着农民的食品生产经济。

但是澳大利亚的这一发展从一开始就损害了深色皮肤的原始居民及其简朴的狩猎和采集文化。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较少的人数，他们的土地可以被看作空置的和无主的，可以被毫无问题地占有。无疑，当地有了比那个时代的英属美洲更为友好的土著政策的开端，因为彼时王室对于处女地主权的模糊想法与保护土著人的责任的同样模糊的想法联系在了一起。首任总督菲利普致力于和平交往。当在1838年不断发生的小规模战斗中，黑人在丛林被白人肆意杀害时，尽管有白人抗议，七名肇事者仍被绞死，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即使是那些友好的白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原住民不立刻表示愿意接受文明和基督教，反而以攻击来回应白人拿走土地的行为。于是就有了驱逐或者消灭的口号，因为这个深肤色民族与在南太平洋的情况相反，从来就没有被欧洲人理想化过。这个民族似乎更多是由于它的劣等性，按照所谓的自然法则注定要走向毁灭，正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839年所认定的那样。第一，文化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文化之间的误解发挥了巨大作用，就连传教士们在交流时也有很大困难。第二，白人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而他们只能从黑人那里掠取这些土地。十分典型的是，当移民扩张达到高潮的时候，黑人的反抗也往往是最激烈的。双方都在学习对方的暴力文化，并发明了新的交战方法。土著居民用他们有限的方式保卫自己，袭击移民居住地，偷窃绵羊或者点燃丛林。他们因而被毒死、打死或枪毙。第三，传染病和酒精也发挥着毁灭性的作用。但是首要原因是白人的扩张夺走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食物。

塔斯马尼亚岛的数千住民比之大陆的土著人更为愚昧和野蛮，但同时当再没有任何躲避的可能性，而且野兽也在灾难性地减少时，他们又是世界上最为和平和善良的民族，他们经历了自身悲惨而不可避免的毁灭。这种传统的认知此间也在被修正。因为遗留下来的塔斯马尼亚人在1827年和 1831年间用654次针对移民的攻击应对移民浪潮，其间打死、打伤了大约400名白人，而150～250名土著人丢失了性命。1700名移民和1000名士兵打败了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被驱逐过程中死于种种疾病，之后又持续发生了袭击事件，直到1842年最后七名战士被俘。据说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人于1876年死亡。

估计1788年时，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至少为31.5万。1921年在这块大陆上还有7.5万名土著人。1500万澳大利亚白人着重认定这是个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种族隔离。鉴于数量关系，种族隔离也是不必要的。相反，在保护本地人的过程中，大约从1900年到1969年，所有土著儿童的大约三分之一被迫离开父母，他们被送进国家或者教会的保育院，或者被白人收养，以便于他们融入白人社会，找到最好的归宿，以此来最终推动他们民族很大程度上失败了的同化进程。就连种族融合也被看作使黑人在生物学上逐步走向消亡的途径。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中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措施。种族冲突便以这种方式演变成文化冲突。

那里绝对不缺乏作为防御机制的种族主义，这种防御机制一方面是对于具有优越感的白人而言的，另一方面是对于白人工人的社会地位而言的。当1843年绵羊养殖者们想从印度和太平洋群岛输入牧羊人，以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的时候，愤怒的浪潮一触即发，以致他们懊悔地回到使用罪犯劳动的方案上。伦敦殖民局的行政主管当时写道：必须避免在美洲所犯的与非洲人聚居在同一块土地上的错误，还要注意不能让种族混杂败坏了“高贵的白人种族”。即便这个“高贵的种族”系由罪犯组成并因此而被有道德的英国人看作“堕落的泥沼”，也即便这样的看法本身并不完全合理。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1840年英国停止向新南威尔士运送服刑罪犯。对于南澳大利亚来说，运送服刑罪犯从一开始就是被禁止的。但是在问题成堆的1840年代，英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罪犯殖民地，而塔斯马尼亚岛太小了。尽管在立法会中有影响力的大土地所有者乐于看到重新同意至少向新南威尔士的北部地区（即今天的昆士兰）运送服刑罪犯，但是公众的意见最终还是被贯彻下去了。1852年，这个制度也在塔斯马尼亚岛被废除，自此，所有的东部殖民地都废除了这一制度，只有在西澳大利亚一直存在至1868年，直到它于宗主国而言再也无利可图。因为约16万被驱离者中的许多人刑期结束之后回到了英国，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人数不多的罪犯后代，所以这类人只占澳大利亚人的少数。1850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为265503人，范迪门地为70130人，南澳大利亚为63300人，但西澳大利亚仅为4600人。

在罪犯问题上得由宗主国作出决定使得自治的呼声首先在新南威尔士日益高涨。人们更愿意自行颁布有关土地占有、移民和关税的法律，并通过向议会负责的大臣来实施。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在宗主国也刚刚才实行的制度。1842年的法律继续把上述事务委托给宗主国，把行政权委托给总督，根据这项法律，新南威尔士立法委员会现有的36名成员中的24人由拥有大量财产的选民选举，而在塔斯马尼亚岛和南澳大利亚依然实行指定委员制。1844年，新南威尔士立法委员会要求以加拿大为榜样实行大臣负责制，虽然这个体制在那里尚未正式存在。直到格雷伯爵（Earl Grey）担任约翰·罗素（John Russell）自由党内阁（1846～1852年）的殖民大臣时，这个制度才得到认可，而他认为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发展不够充分。另外，他还与当时的常务次官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一样在读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之后，考虑在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如何才能避免多数暴政。此外，他还打算考虑后来的维多利亚的独立追求——墨尔本（Melbourne）距离悉尼有一千公里之远，但是作为纠正措施，应该产生一个所有殖民地的共同代表大会，大会应拥有立法权，比如对正在建设中的铁路的立法权。但是已经迅猛发展的地区利益拒绝了这些计划。人们事实上在以不同的轨距建设铁路。

1850年，格雷使《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法》（Australian Colonies Government Act）获得通过，该法使维多利亚作为独立殖民地脱离新南威尔士。它也为昆士兰设计了同样的方案，1859年昆士兰脱离了新南威尔士。四个东部殖民地根据1842年的模板制定了宪法，西澳大利亚后来可能请求拥有这样一部宪法，1870年开始着手此事。立法委员会不仅拥有确定其范围和选举其三分之二成员的权利，而且可以在伦敦批准的条件下制定新宪法，其中规定了两院立法会议。然而，殖民地寡头政治很失望，因为英国仍然保留着土地政策和财政事务方面的广泛权力。其后几年的斗争涉及的都是这方面的事，但绝没有涉及同样缺失的大臣负责制。新宪法即刻被制定了出来，这些宪法都规定，为了保障稳定的寡头统治以抵制这个时代的民主趋势，除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外，还要各自任命一个立法议会；但是它们都有意识地放弃了大臣负责制。但是这些是伦敦的意愿，以便根据加拿大的经验抢在澳大利亚的想法之前行动。最终，拟将土地法的立法权移交给殖民地的新宪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通过英国的法律于1855年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生效，1856年在现在确定名叫塔斯马尼亚岛的殖民地生效，1859年在拥有自主权的昆士兰生效，而1890年才在西澳大利亚生效。伦敦的保留权力被谨慎地使用，理论上它可能意味着无限的范围，但实际上只是减轻了它的继续扩展。

澳大利亚对外自主和内部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是十年间（1851～1861年）人口数量从40.5万到134.9万的急剧增长。在国外出生的人当时占总人口的52%。原因是自1851年以来，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发现了黄金，后来也在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发现了黄金。1858年有15.5万名淘金者在金矿里淘金。1852年至1870年，黄金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经济繁荣吸引着移民们，引起了农业和加工工业的倍增效应，但是在1870年代以前还没有大规模的英国投资，所以1854年开始的铁路建设仍然局限在地方线路。航运则发展起来了，这应该也有利于羊毛和小麦产业的发展。1850年以后，各殖民地甚至针对宗主国具有了有限的海关主权，但是没有特惠关税的可能性，也没有相互间的关税优惠。后者的限制于1873年取消，普遍的限制则于1895年取消。

随着黄金热和大规模的移民，巨贾和绵羊巨头的优势地位动摇了。除了大约4万名华人，移民的来源与先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大部分来自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正是这些淘金者通过要求平等和秘密选举权，要求废除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和要求实行特种饮食展现了他们明显的政治能量。1856年，维多利亚的人口数在1851年和1861年间由97489增加到539764，其自由派力量实现了男性的普遍和秘密选举权；1858年，新南威尔士实现了这一选举权，1902年实现了妇女选举权，比宗主国早出很长时间。保守的土地所有者和自由派的市民面对不断崛起的工党，在1891年联合组成了一个政党。自由党人在1860年后还完成了农业立法，为小农场主提供了从业的机会。

那些年，各个殖民地各行其道。自1842年以来一再提出的有关建立一个包括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统一组织的建议由于地区间明显的利益差异而失败。但这一点应该在世纪末得到了改变。由于德国和法国在邻近地区［新赫布里底群岛（Neue Hebriden）、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的威胁性行动，1883年，北昆士兰总理再次提请讨论建立一个联邦。还有从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输入劳工的问题，它不仅引起了种族主义者，而且尤其引起了工会的不安。早在1850年代就有过针对华人的骚乱活动，1879年和1884年全澳大利亚工会大会讨论过外国工人的问题，1892年昆士兰议会禁止本国北部甘蔗种植园雇用有色人种工人。另外，1890年至1894年的经济危机也使得企业主呼吁按照共同的银行政策和措施应对扩大的罢工浪潮。这一切与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1861年还有超过50%的居民是在英国出生的，而1901年已有82%的人出生在本地。

多次酝酿之后，澳大利亚的总理们最终一致决定成立一个由民众选举的十人委员会，它于1897年着手制定联邦宪法的工作。1899年至1990年，经过复杂的程序，民众通过了这部宪法[2]。西澳大利亚在谈判中议定了特别条件，此外还决定由联邦出资修建铁路网。新西兰因为在军事、土著及贸易政策方面有较大的利益分歧而没有加入。必然要与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就按照英国模式建立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一事达成谅解，这似乎是为了英国投资者的安全。之后，英国议会批准了《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法令》（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onstitution Act），它于1901年生效。由于大都会悉尼和墨尔本（维多利亚）的对抗，1909年在它们之间划定了一个“澳大利亚首都区域”，由一位美国建筑师建造了一个联邦首都，1913年将其命名为堪培拉（Canberra）——一个意为“聚会场所”的伪土著语词。1927年最终正式迁都堪培拉。

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澳大利亚人更愿意以前者为榜样，联邦比加拿大的自治领听起来更具共和意味一些。澳大利亚各州拥有全部权利，这些权利没有交给联邦，而在加拿大，各省的权限和联邦更广泛的权限是相互分离的。总督继续由王室任命，这就削弱了大总督的地位。澳大利亚参议院作为各州法律的守护者拥有强势的地位，各州在参议院中有六个议员，后来增加到十个，他们均由全民选举产生。在两点上，澳大利亚的独立意志显然高于加拿大。虽然在这两个国家，宪法整体上只能由英国议会进行修改，但是，澳大利亚实际的宪法——它作为《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法令》第九条出现——却不由英国议会修改。针对它拟定了一个澳大利亚内部自己的宪法修改程序。此外，有约束力的宪法解释权不像之前在帝国流行的那样，在伦敦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而是在加拿大的高级法院。上述与殖民大臣达成的妥协仅限于经过高级法院同意的申诉，迄今为止只发生过一次！因为联邦国家的建立意味着自我负责的法官制度也在澳大利亚最终实现了。

英国议会完全清楚这个进展的影响。张伯伦在他的演讲中明白无误地表示，英国与这些自治殖民地的关系现在仅仅取决于它们的良好意愿。英国白人殖民地的解放超越了加拿大范例。张伯伦想充分利用1897年召开的拥有自治权的殖民地政府协商会议（第一次协商会议于1887年召开）建立一个帝国联邦来取代或者凌驾于澳大利亚联邦之上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尽管成立了英联邦，但是自治领之路导致的是越来越多的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投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ANZAC）行动的失败决定性地推动了全澳大利亚爱国主义的发展。“澳大利亚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其他 纪念碑都使得这种爱国主义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的民族意识不断地脱离原来的英帝国的基础，并在思想上变得封闭自守。

新的联邦制国家的第一项措施是在1901年公布《移民限制法令》（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自由派总理谈到了白人的民族特点和值得保留的自由遗产，白人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领袖是大众高生活水准的先决条件。因为张伯伦在1897年禁止对种族和肤色的所有歧视，人们便采取在其他地方也使用的“听写测试”的方法。潜在的移民必须在纸上准确无误地听写出某一欧洲语言的五十个词汇，而有关当局可以任意选择一种语言。这项法律直到1958年才被废除，当时它已实现保持澳大利亚的白肤色的目标。华人数量比19世纪更少。而1945年至1982年又来了118.3万英国人，其中，1960年代为移民高峰期。73%的人受到国家资助。另外还有数万人，不仅有来自德国的，而且现在有更多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自1947年起拥入了19万难民（欧洲失去国家的战争受难者）。

根据联邦宪法，土著居民至少理论上说拥有选举或被选举权，而妇女们没有。1902年的《第一部联邦特许法令》（First Commonwealth Franchise Act）给予了妇女选举权而取消了土著的选举权。但是1966年以后土著开始抗议，并特别主张他们历史上的土地权利。1972年以来，他们在旧议会大楼前面一个插有自己旗帜的帐篷里维持着他们的“使馆”。国际压力接踵而来。白人主导的澳大利亚开始作出反应。1975年，宪法中“澳大利亚白人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的基础被删除。1976年，土著居民从英国的扩张中获得了自己的保留地。1985年，他们比起艾尔斯岩石（Ayers Rock）更为著名的乌鲁鲁（Uluru）国家公园的财产权被承认。此后，各种法庭判决证明了他们更广泛的土地要求。但是这个新的土地政策一直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害，因为澳大利亚无法承诺放弃那里的铀矿开采权，因为这些矿藏位于土著的土地上。土著的数量此间与他们的自我意识共同增长。1981年有144665人；1982年，霍布斯·达纳亚里（Hobbles Danaiyarri）口授了他的《库克船长传奇》（Saga of Captain Cook），这是一部土著历史经历的汇编，按照这部汇编的说法，白人武力夺走了土著人的土地、宝藏乃至一切（Schreuder/Ward 2008，27-31）。1997年设立了“被拐儿童纪念日”。2002年，在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中间，真假未明的“土著人历史的伪造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白人澳大利亚的排外移民政策也随之失效了。1973年宣告了“多元文化社会”。不仅有来自东南亚的乘船难民，还有很多中国人。但这一政策随着政府的不稳定而摇摆不定。1992年，工党总理承认了对土著居民的罪行；1993年，他的保守的继任者则态度明朗地退回到一种民族自豪感中。2008年，一位部长就二百年的不公向土著人致歉，但他的继任者又至少推动了一项更加具有限制性的迁徙政策，尤其是乘船难民要被直接驱逐到太平洋群岛上去。

新西兰

虽然起始点不同，但是新西兰在这段时间也成了一个自治的移民殖民地。尼德兰人用自己家乡第二重要的省份的名字来命名这些由亚伯·塔斯曼（Abel Tasman）于1642年发现的岛屿（他们的“新荷兰（Neu-Holland）”后来变成了澳大利亚）。但是他们对没有贸易货物的土地不感兴趣，所以为土著人留下了150年的宽限时期。但是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与澳大利亚的黑肤色原住民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属于浅肤色波利尼西亚人，其祖先数千年前从东南亚迁来，占领了斐济群岛和社会群岛之间的今天的波利尼西亚核心地区。从那里开始才向波利尼西亚三角洲的尖岬渗透，然后向夏威夷和复活节岛，最终到达新西兰。与老澳大利亚人相比，他们的文化财产更加丰厚，社会结构更为多样化。他们从事流行的波利尼西亚园艺业，但其间由于气候的原因不再种植热带植物，红薯占据主要地位，同样作为纺织材料植物的亚麻取代了韧皮树。另外也开始养猪，菜单上也增加了狩猎所得和鱼类产品。而食用人肉可能更多地具有宗教仪式特性。像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毛利人也是造船和文身大师。他们的石器时代的武器是近距离格斗的利器。对抗和族群武装冲突似乎是他们好斗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后来到达澳大利亚的毛利人不但鄙夷那里的土著人的肤色和贫穷，而且瞧不起他们的武力懈怠的状态。大家族、部落分支、部落和部落联盟里的社会组织都按照男性谱系传承。但是族群都相当小，因为经济原因，聚居地大概各有数百人。据估算，毛利人的总数在欧洲人到达时大约在8.6万和20万之间，对于26.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来说人口实在是太少了。然而，因为大多数毛利人定居在北岛上，所以呈现了与澳大利亚不同的较大的人口密度和另外一种接触情形。

1769年，库克开始精确测量诸岛屿的海岸，他对这些岛屿的占有和法国人的占有一样徒劳无功。当新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居民与法国人和美国人围绕库克发现的新西兰亚麻、捕猎海豹和捕鲸展开争夺之时，更加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动在1790年代开始了。商人、海豹猎手和捕鲸者建立了基地，这些基地看来偏偏不是由白人主动挑选、占领的。毛利人提供土豆、生猪、女人和干枯的人头，为此得到了毛毯、刀具、步枪，还有极具灾难性后果的各种传染病——在这种情况下很普遍。在发生冲突时人们互相杀戮。毛利人信奉血族复仇原则。但是欧洲人提供了更多的东西：1814年传教士们来了，先是从澳大利亚来的英国国教的教会传教士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接着，1822年和1838年来了卫理公会教徒和法国天主教徒。1845年，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为一半土著人把毛利语《圣经》带进了这个国家。但是皈依的成果是逐渐才显现的，有些作者认为这与欧洲影响导致毛利文化解体是同步进行的，这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本土社会得到的维护似乎要好于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定的那样。它不仅一再把个别欧洲人当作“白种毛利人（Pakeha-Maori）”[3]完全融入自己的行列，据说直至使其加入食人族，而且立刻发起了不同信仰的宗教融合运动，这类运动以反基督教为目标，将基督教的一部分内容纳入了传统观念，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持到20世纪。

19世纪初，毛利人接受了步枪。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其后几十年里族群之间无休止的战斗都应归因于欧洲的影响和欧洲的武器。后者的影响甚至有着缓和作用，因为用还相当不完善的步枪进行战斗虽然更加残酷，但还是要比用陈旧的近距离格斗武器进行的战斗少一点血腥。另外，1830年代的状况似乎平稳了下来，到1840年代就又爆发了与欧洲人的争斗。既缺乏毛利文化稳定的证据，也没有其分裂的证据。或许人们必须区分其地区差异，此外还必须注意到，英国的关于骚乱的信息来源往往会导致英国政府作出吞并的决定。在新南威尔士总督的催促下，1832年，一个英国执政来到了新西兰，他建立安宁和秩序的努力收效甚微，故针对此进行了相应的报告。传教士是反对吞并的，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基督教的毛利人政府，这个政府在他们的影响下可以把一切转向最好的方向。在这方面已经有塔希提岛作为榜样。当一个1837年成立的新西兰协会（New Zealand Association）计划建立一个英国的模范定居点时，在传教团的作用下，该计划未获议会通过。1838/1839年在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与下成立的新西兰公司（New Zealand Company）立刻派出了一艘舰船，其任务是夺取必需的定居土地，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它的许可证被拒绝了。此时在新西兰已经有大约2000名白人。1830/1831年还只有300人。此外，澳大利亚不断上涨的地价也引发了那里的移民大潮。

现在伦敦决心行动了。信奉福音派的殖民地办公室（Colonial Office）常务次官詹姆斯·斯蒂芬对作为代理总督派出的船长威廉·霍布森（William Hobson）的指示是：将毛利酋长作为主权方对待，以协议方式从他们那里得到必需的土地，然后通过王室进行转卖，保证毛利人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并保障他们的现有财产。1840年2月6日，按照这层意思在新西兰北岛西北高地的怀唐伊（Waitangi）签署了一项关于以主权转让交换保障土地占有权的协议。5月21日，霍布森宣布 根据协议，英国对北岛拥有主权，根据发现者的权利对南岛拥有主权，然而法国人显示了令人疑心的兴趣，尽管此间英国移民已经到达南部。由传教士完成的《怀唐伊条约》（Vertrag von Waitangi）[4]的毛利语文本比英文文本的表述更加模糊，不过与类似事例不同，人们可以排除有意欺骗的目的。然而酋长可能对这个权力交易的影响和细节不甚明了。另外，即使按照白人的国际法，它的作用也值得怀疑，因为酋长们并非拥有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即他们没有能力约束自己的人民，或者根本不能转让土地。和以往一样，土地问题立刻成为继续发展的核心。虽然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严格控制能够实现基督教毛利人社会和白人殖民地的共存，并且可以避免别处出现过的殖民的不良后果；但是它忽视了，不但白人移民会千方百计地购买他们想要的一切土地，毛利人在以好价钱出售土地方面也不会捆住自己的手脚。智慧从来无法阻止贪欲。新西兰公司把《怀唐伊条约》视为对它努力的令人愤怒的障碍，并尽公司最大的努力破坏这个条约。1841年，殖民事务办公室态度发生了转变，承认了这个公司并给予它许可证。

但是白人以条约签订之前购置的土地为由提出的要求常常经受不住官方的审查，包括据说由公司购得的800万公顷土地。当毛利人1843年屠杀了专横的土地测量员时，事情不再受到总督的密切关注，这又激起了移民的愤怒。可很多毛利人也感到不满，因为王室阻止他们向私人出售土地，而总督自己也没钱购买土地。1844年，英国的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称，承认毛利人的财产权是一个错误。而王室对所有尚未使用的土地享有权利，并应为土著人建立保留地。接着，《怀唐伊条约》的第一个签署人拿起了武器对白人采取行动。

在乔治·格雷（George Grey）总督强有力的领导下，英国人用军事手段重新建立了安宁，就连在出售土地方面暂时松动的政策也被废除。但现在的目标不是保留毛利文化，而是迅速地同化，以建立在高级法院之下的法院网络为第一手段。这些法院进行土地纠纷裁决，毛利人也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利，不过依据的是英国法律和 欧洲的私有财产原则，因为不存在关于毛利人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上的明确观念。但新的自由党大臣格雷伯爵（1844年的委员会主席）试图制定合乎公司利益的政策。《新西兰政府法令》（New Zealand Government Act）应在1846年给仍然占少数的移民带来更加广泛的自治，一项给总督的指令应使1844年的土地政策原则取代“毫无意义的等待条约（treaty of Waitingi nonsense）”[5]生效。总督、高级法官和主教的一致反对导致宪法和土地政策中止效力直至1852年。

1851年在新西兰有六个白人定居点，即奥克兰、威灵顿、北岛上的塔拉纳基（Taranaki）、纳尔逊（Nelson）、坎特伯雷（Canterbury）和南岛上的奥塔哥（Otago），共有26707人。羊毛和在澳大利亚一样是主要的产品，人们共有大约25万只绵羊。直到1870年代，牧羊农场至少占有4000公顷土地，它们大体构成了新西兰的基本经济单位。白人的经济和在澳大利亚以及以前在美洲一样都引起了植物和动物界的大规模变化。一览无遗的新西兰甚至成了这种生态帝国主义的经典范例。1853年，新的宪法公布了，有六个省国民议会和一个总议会，后者也对未使用的土地享有支配权。没有规定大臣负责制，但它在1854年被毫无争议地通过了。把处理土著人事务的权力留给总督的尝试在十年内都没有成功。

1840年前后，7万名毛利人面对的仅仅是2000名白人，而1854年，毛利人在11.5万人的总人口中仅占56%。之所以直到1860年才发生战争，是因为白人的扩张大部分是在只有少量土著人的南岛上进行，不过也与北岛各族群之间的冲突有关。作为对移民推进的反应，毛利民族主义兴起了，以至于最终各部落酋长推举他们中的一个作为波塔涛一世（Potatau I）担任国王，此举并非没有受到《旧约》的启示，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858年，最初完全是出于防御意图。但是正是这一点对移民的土地渴求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战争理由也相应地显现出来：一个毛利人试图出售土地，但被他的酋长阻止了，却得到了英国人的武力支持，虽然高级法院法官判决酋长有理。战斗从1860年持续到1872年。1863年，总督拥有5000人的英国常备军和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将邓肯·卡梅伦（Duncan Cameron）将军领导的5000名殖民地民兵。由于进行了显著的军事革新，尽管力量对比悬殊，毛利人依然能够很好地保存自己。他们的父辈面对后来西方大战的掩体和战壕体系先下手为强，以至于几百名毛利人能够有效地抵御数千名有重炮支援的英国士兵。当最终还是被打败时，他们转入游击战。伦敦大为惊愕，特别是对巨额的耗资。之所以给予各殖民地自治，是因为之后它们必须自己花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截至1870年，英国军队完全撤离。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冲突交由新西兰人自己解决，并带来相应的结果。1864年有将近130万公顷土地被没收。但是这些土地的一半后来被归还或者照价支付。但是，不再有任何国王的追随者联合抵制的尝试能够有助于对抗这种强制引进的自由土地市场了。

1892年，人数减少的毛利人还占据着六分之一的土地，但主要是北岛上的比较贫瘠的地区。议会中74个席位中的4个在1867年预留给拥有选举权的“体面的食人族”（与当时他们所占人口比例7%基本相符），但其作用甚微。虽然政府在1870年代已经过渡为和解政策，在1890年和1902年间存在的毛利议会从未被承认。尽管让步被愉快地接受，但直到20世纪都绝对没有停止过排外主义和不同宗教的融合运动。长期地看，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不断增加的融合现象，其中异族通婚不仅有白人男子与毛利妇女，而且有毛利男子与白人妇女，种族意识较强的社会出于一种集体嫉妒，对此是不能容忍的。1896年，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仅有42113人的毛利族是一个正在消亡的民族。此后，毛利人的数量又重新上升，1966年增加到20.1万人。此间，他们的高繁殖力有所下降，他们的生育行为与白人相近，这也是融合的一个标志。虽然他们可以始终认为自己受到歧视，但是他们的代表在争取土地权和自治权（rangatiratanga，毛利首领之职）的斗争中——不管他们到底如何理解后者——比其他处在殖民统治下的民族都有着更好的初始状况，这尤其要归功于《怀唐伊条约》。然而与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情况一样，通过同化来克服每种潜在的不平等的愿景，亦即让他们融入而成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平等的公民，与自治的要求是对立的。新西兰长期以来将毛利传统的某些部分用作构建一个历史 身份的基石，尤其是为了彰显与澳大利亚的差异，这与美洲的某些做法颇有相似之处。这个国家的第二个名字，也许甚至是第一个名字“白云之国（Aotearoa）”是如此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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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2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

1966年，拥有267.7万人口的新西兰早就成为一个白人国家，比任何其他殖民地更为严格地符合英国殖民地的属性，按照计划创作出了一幅尽可能与英国社会一致而与澳大利亚相反的图景。1858年和1885年间，新西兰接收了30万迁徙人口，几乎全是白人，尽管在1880年代就出台了限制法律。到1901年，移民的80%来自不列颠群岛，之后这个比例至少还有三分之二。一方面，移民中工人占了大多数，另一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与政治，这两个因素使得新西兰1891年至1912年在自由党政府领导下，1935年以后又在工党政府领导下制定了远远超过宗主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法律。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接着它又成为具有教育、劳动和社会立法的现代福利国家，但仍然受到平均主义收入政策的限制。人们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最终借助1890年代后的冷冻技术，成为宗主国最重要的奶制品和肉类供货商。在此过程中，人们想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至少对澳大利亚保持独立，对此，新西兰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明显的作用。当1907年的帝国议会将新西兰纳入“海外的自治领地”时，它确定的只是一个早就存在的事实，尽管新西兰直到1947年也未能有先见之明地使这一地位固定下来。

太平洋群岛（大洋洲）

1873年，新西兰总理朱利叶斯·沃格尔爵士（Sir Julius Vogel）在伦敦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建议宗主国和它的翻版“南方的英国一起……把文明带给太平洋的富足的岛屿，如果波利尼西亚不应该受制于外来民族的话”（Mansergh 1969，200）。尽管沃格尔被格莱斯顿（Gladstone）内阁蔑视为装腔作势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新西兰的和一个澳大利亚的次级帝国主义计划也绝不是非现实的。在经济和战略上，宗主国都没有多少兴趣的南太平洋发生的事都涉及这两个自治领的“自然”影响范围。

在此之前，这里只有西班牙在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上的殖民统治以及西班牙对“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的航线旁边的加罗林群岛拥有的形式上的主权。18世纪晚期以后，白人在许多岛上开始出现的情形与白人在新西兰开始出现时的情形十分相似。一切都是随着商人、捕鲸者和传教士的到来开始的。1834年，1790年已在最东部的皮特凯恩岛（Pitcairn）上定居的“邦蒂号”船上的叛乱者被置于英国保护之下。海滩拾荒者（beachcombers）中占很大比例的是逃亡水手或者干完活儿就被成本意识极强的船长们赶走的水手。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和平的避世者，他们乐于享受大自然和土著人的温暖赐予。另一部分人则变成了和斐济群岛上那个查尔斯·萨维奇（Charles Savage）一样的顽固罪犯，查尔斯·萨维奇在1808年从一艘沉船中搞到了一批 毛瑟枪和火药，聚集了一个由20个放高利贷者组成的团伙，为一个权欲极重的酋长效力，恐吓民众，最后被敌对部族俘虏并吞食。

贸易的货物只有鸟粪、鲸油、新西兰亚麻和产自塔希提岛的猪肉。捕鲸者的大型基地为塔希提岛上的帕皮提（Papeete）、新西兰北岛的岛屿湾（Bay of Islands），尤其是夏威夷岛上的火奴鲁鲁。这里不仅涉及欧洲或者澳大利亚的需求，还涉及供应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几乎不需要西方货物，而欧洲又必须在那里采购，特别是采购茶叶，要么支付现金，要么用其他值得运入中国的货物交换。这类货物最初是来自美洲西北海岸的毛皮。后来在夏威夷岛和斐济群岛上发现了檀香木，中国大量需要它作为制作线香的香料。自大约1800年兴旺起来的檀香木贸易在夏威夷一直由统治者垄断着，而在斐济群岛上，相互竞争的酋长和商人为了生意乱砍滥伐。由此，这些岛屿才真正成为西方人的迁入区域。当檀香木存量在1825年前后基本被消耗殆尽时，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干海参生意，因为在斐济群岛周围生长的大量海参在中国被腌制成了畅销的美味。1856年，美国经济界为了寻求肥料，促使国会制定了《鸟粪岛法案》（Guano Islands Act），根据这个法案，太平洋的所有鸟粪海岛都应该按计划由美国占领并拥有。根据此法案占领的岛屿有五十多个，其中包括1867年占据的夏威夷西北尚无人居住的中途岛（Midway Inseln）。

凡是在能够立稳脚跟的地方，传教士都倾向于尽可能地远离其他欧洲人，因为他们不大指望从商人和海滩拾荒者对其羔羊的影响中获得什么好处。甚至于一个欧洲大国形式上的兼并对他们而言也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可以在那里通过顺从的本土统治者传递他们的信息。在传教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教徒，因为大觉醒运动的各个流派自18世纪以来释放了新教中前所未有的传教能量，而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徒必须要从旧制度的崩溃中恢复元气。当天主教重新出现时，其传教士往往是法国人，他们与来自英国的新教竞争对手一样在母国也拥有政治游说集团的支持。就这点而言，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各传教团之间的教派竞争都倾向于融入国家间的政治竞争，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但这个过程并非一成不变。

具有一般性的新教目标的伦敦传教协会（di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L. M. S.）在1795年成立，但不久后就落入了公理会的清教徒手中，他们选择了塔希提岛作为第一批目标之一。发现者的报告使得这个岛屿蜚声欧洲，尤其是通过对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的描述。然而，哲学家们如狄德罗从中看到的是上帝的启示，传教士们从中看到的则是撒旦的作为，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另外，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敌视传教的政府。1797年，伦敦传教协会的25个传教士到达塔希提岛，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目光短浅之人。他们和其他欧洲人一起支持原先毫不起眼的波马雷家族（Familie Pomaré）对社会群岛的统治权的追求。1812年，波马雷二世（Pomaré II）成为基督教徒，或许是因为一名传教士示意他，他新近的失败应归因于他的神的软弱无能。他的父亲曾是一个欧洲人的朋友，却坚持旧的信仰。然而这些正直的传教士却延迟了洗礼，因为他们的施主是个声名狼藉的酒鬼和同性恋者。但是1815年，异教派别被确定无疑地打败了，1818年至1822年，传教士们能够依靠国王的帮助和以惩处相威胁来彻底消灭传统的习俗和宗教。

他们颁布的，或是应他们的敦促而颁布的法律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在日内瓦的加尔文派统治如出一辙。谋杀，尤其是杀害儿童是要面临死刑惩罚的，偶像崇拜也一样。一夫多妻制被禁止，而且禁令具有追溯效力；拉皮条，特别是出于好客而出卖自己的妻子和淫乱均应处以强制劳动和罚金。在安息日不仅禁止劳动，甚至还禁止散步，违者处以刑罚。诽谤传教士或者仅仅是对这种诽谤行为不予举报，都会按照传教士的意愿带来强制劳动或惩罚的后果。同样受罚的还有接受外来学说、知识或者藏匿外来著述。文身、淫荡娱乐（如原先大受欢迎的舞蹈）以及做礼拜时头上插花都会处以强制劳动，流浪会处以强制劳动和/或体罚。受洗成为担任酋长或者法官的先决条件。告发者有可能被自动选为国家和教会的较高层级人员。

此外，这并非个别事例，因为在夏威夷岛上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清教传教士海勒姆·宾厄姆一世（Hiram Bingham I）试图在19世纪中叶把他这一派的传教士们分派到整个太平洋地区，这些传教士有一部分是当地出身的。于是，他和他的同伴们从1857年开始在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吉尔伯特群岛（Gilbertinseln）与他们的当地追随者们一道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应法律的类似政权，该政权自1870年通过伦敦传教协会得到了强化。他的儿子海勒姆·宾厄姆二世（Hiram Bingham II）至1890年把整部《圣经》翻译成了当地的文字。在那里作为恶习被追究的不仅有酗酒，还有吸烟。而与之竞争的天主教传教士们不仅分发烟草，而且对据说甚为丑陋的当地习俗更为宽容。这些罗马天主教徒被福音派教徒视为撒旦的仆役。

当塔希提岛上的传教士们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为他们已故朋友的三岁儿子加冕之后，他们做了整整二十年该岛的主人，开始是在新王的领导下，后来则由其姐姐领导。欧洲服装和居住习俗落地生根，农耕和畜牧业得到改良，语言发展成文字语言，在学校教授阅读和书写。在一些欧洲手工技能和相应工具的使用以外，人们还学会了酿酒技术，这既是成果，也带来后果。所以值得怀疑的是，即使人们以传教士们的观点为基础，习俗的彻底改变是否也是一种改善。

同时身为英国领事的传教士乔治·普里查德（George Pritchard）赢得了年轻女王波马雷四世的信任。他似乎在为英国统治努力工作。但是不管怎样，1836年在他的驱动下，两个新来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被驱逐出了这个国家。法国在太平洋几乎没有什么具体利益，不过也在为捕鲸、贸易、传教和海军寻求支点。巴黎政府深受商业、教会，或许还有反英情绪的影响。1838年，阿贝尔·奥贝尔·迪帕蒂-图阿尔（Abel Aubert Dupetit-Thouars）船长率领一艘战舰到来，强迫同意法国人进入，其中包括传教士和一位领事。现在英国传教士要求英国进行兼并，但被拒绝；在伦敦，人们对新西兰已经感到厌烦。由于法国人在那里被排挤，他们似乎在其他地方寻找到了补偿。迪帕蒂-图阿尔超越自己的权限，和与英国友好的女王的对手合作，于1842年建立了对塔希提岛的保护国统治。到1847年，他成功地在与领袖家族联姻的亚历山大·萨蒙（Alexandre Salmon）的帮助下赢得女王的支持，稳定了保护国，以至于伦敦和巴黎在同一年得以就互相承认在新西兰和塔希提岛的权力达成了一致。

塔希提岛事件在澳大利亚比在英国受到更为审慎的观察。1844年在悉尼甚至召开了抗议大会。当拿破仑三世1853年迫于第一批移民和天主教传教士的压力下令占领距离更近的新喀里多尼亚时，反应则要弱得多。澳大利亚在这里的利益似乎很小，处于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当时需要和法国建立反俄同盟。1864年至1897年，在可怕的条件下向新喀里多尼亚输送了2.2万名罪犯，其中，1872年有大约4000名巴黎公社的战士，他们后来作为自由移民更有理由建立反叛的传统。到1922年为止，这个岛屿一直是刑事犯殖民地。但是在1864年发现镍，随之又发现铬和磷酸盐之后，它发展成了矿业殖民地。移民和工人如潮水般涌入这个地方，当地人，即所谓的卡纳肯人（Kanaken，意为“人”）被继续边缘化。

但是澳大利亚的声音，尤其是1859年新南威尔士议会的决议，要求英国吞并美拉尼西亚的斐济群岛作为对新喀里多尼亚的补偿，这不仅是为了取悦传教士们，而且特别有益于澳大利亚在这些岛上不断扩大的经济事业。在1850/1860年代，太平洋地区的白人从与土著人进行贸易过渡到在自己的领导下在种植园为西方市场进行作物生产。除了传统的蔗糖，此处还涉及椰子油，需求脂肪的欧洲对其越发追捧。椰子油可以创造颇为可观的利润，人们在种植园种植椰树，在那里生产半成品椰子肉（切碎风干的椰子核团），然后才在欧洲从中制造油。另外，美国内战造成了棉花需求突然增加。这样，在澳大利亚领导下，面对着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条件适宜的斐济群岛上棉花和甘蔗种植园迅速繁荣，以至于引发了由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或者英帝国来接管这些岛屿的讨论。好像只有走出这样一步才适合确保投资资本的足够安全，因为尽管进行过西方宪法模式的试验，要求统治权的酋长绝对没有受到普遍的尊重。另外，购买土地和土地财产似乎一如既往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但是最初合伙人中没有人准备承担费用。英国的 格莱斯顿内阁和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内阁观点迥异，之后于1874年发生了兼并，一个理由是，一个西太平洋的基地对于以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方式非正式地控制这个地区只会是有益的。库克早在1770年就将整个南太平洋一揽子收入英国囊中。身兼多职的斐济总督成为西太平洋高级专员（Western Pacific High Commissioner）。这似乎不仅仅是出于保护这个地区大量增加的英国臣民的要求，也是为了禁止往往与奴隶贸易几无差别的美拉尼西亚劳动力交易。斐济群岛上的劳动力问题从1879年开始通过大量输入印度人而得以解决。印度人的增加导致了与土著酋长的长期冲突，这些酋长得到了这里的英国人的特别呵护，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昆士兰和其他澳大利亚殖民地恰好有着对美拉尼西亚劳动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刺激了对东新几内亚（Ostneuguinea）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兴趣，但起初并没有结果，因为澳大利亚人不想分担费用。不过，英国政府也禁止了更为慷慨大方的新西兰人在他们总理沃格尔领导下吞并萨摩亚（Samoa），它感觉其他负担够重了。

在萨摩亚，国王也没有得到安宁、有序和外国利益安全所要求的那种程度的尊重。但是，这里的局势由于西方各国的竞争而复杂化了，除了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主要还有美国人和德国人。因为汉堡的J. C. 戈德弗罗伊公司（J. C. Godeffroy，其所有者被称为“南太平洋之王”）自1845年以来就在太平洋活动，1857年后，主要驻地设在萨摩亚岛上的阿皮亚（Apia），有45个分公司。据说在1870年前后，它就控制了整个南太平洋贸易不少于70%的份额。和其他德国公司一样，它从1865年开始大规模经营种植园生意。它的代表西奥多·韦伯（Theodor Weber）正是发现了可以把椰子肉运往欧洲而非就地生产椰子油这一方法的人。1878年，戈德弗罗伊公司由于欧洲生意的原因事实上破产，它的继任者德国贸易和种植园公司（Deutsche Handels-und Plantagengesellschaft）在投资者中响应者寥寥，所以俾斯麦1880年时想实行4.5%的国家保证利率，但在议会中没有通过。于是，德国贸易和种植园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英国的巴林银行（Bank Baring），这些股份必须在1884年由一个德国财团从巴林银行购回。

萨摩亚问题对于德国来说成了举国敏感的问题，以至于当1883年新西兰想要 实现由英国进行占领时，引起了德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奥克兰成了英国萨摩亚生意的重要中转地。但是当时伦敦有其他的担忧，所以在德国实际上占优势时，它容忍了不稳定的并立状态。虽然各个强国间的竞争使得君主制在当地存活了下来，但是强国又各自支持自己的求助者。最终通过1889年的萨摩亚文件成立了统辖中立的萨摩亚群岛三个领事区的三国领地，其中美国控制东部和图图伊拉岛（Tutuila），德国和英国控制西部和萨瓦伊岛（Savaii）及乌波卢岛（Upolu）。但是这个艰难的均衡状态随时都可能动摇。而在汤加，乔治·图普一世（George I Tupou）依靠澳大利亚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帮助，至1845年时建立了足够强大的王国，1847年的宪法颁布之后，它得到各大国的承认。这个国家虽然在1900年出于世界政治的原因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但是它从未成为殖民地，并一直存在到今天。

夏威夷起先似乎也走上了成功西化和政治独立的道路。乔治·温哥华船长于1794年所接受的向英国臣服的方案从未实现，也被伦敦拒绝。而卡美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 I）至1795年对主岛，1810年前后对整个群岛进行了残酷的征服，并借助英国顾问的帮助把它变成了一个专制君主国。然而1805年以来，侵入的瘟疫使人口减损了一半。新国王严格地坚守着旧宗教，然而这一旧宗教早已被损害，因为夏威夷人每天都可以观察到，在他们中间生活的外国人可以不受惩罚地蔑视所有规则和禁忌。1819年国王死后，那里发生了一次反对歧视妇女的宗教仪式的妇女起义，领导者是国王的一个遗孀和他的儿媳，这最终使新国王废除了旧的宗教仪式。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真空很快由来自新西兰的清教传教士所填充，他们非常及时地在1820年进入了这个国家。人们在首批七个传教士家庭背后议论，说他们通过自己对王朝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与塔希提岛上的英国同事相比，他们受过更为良好的教育也更聪明，从事着出色的教育工作，最终在1830年代一次真正的对大众的大觉醒运动中赢得了许多土著人的信任，使他们成为加尔文派清教徒。酋长们现在反对当地妇女向海员卖淫。1840年前后，夏威夷已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基督教国家，能够在1867年的巴黎 世界博览会展现自己的“文明化”。担任大臣的传教士们于1839年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对君主制的替代，并于1842年获得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承认。因为夏威夷与汤加不同，不能在经济和政治利益面前避风而存，所以此时难以为继。

由于人口从1778年的大约22.5万减少到1849年的约8万，所以一次土地改革可以进行土地分配和土地私有化，这尤其有利于美国式的大规模畜牧业。传教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白人来到这个国家，以老师、医生、手工业者和技术员的身份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共同发挥作用。甘蔗种植园主就来自他们的行列，甘蔗种植园主又将合同工人从其他太平洋群岛，从葡萄牙、中国，1868年以后从日本带到了这个国家。美国的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最终得以迫使无能的第六任国王在1887年颁布新宪法，新宪法使他们在形式上也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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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uthern Cone，西班牙语为Cono Sur，指南美洲处于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一般包括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三国，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中通常也包含巴拉圭、巴西南部地区、巴西圣保罗州等。——编者注

[2] 即《澳大利亚联邦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onwealth），它经由全民公决批准通过后，批准的草案于1900年由英国议会作为下文的《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法令》的第九条正式立法，其开头为“联邦宪法如下（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shall be as follows）”。——编者注

[3] Pakeha意为“新西兰白种人”，尤指没有毛利血统的白种人。——编者注

[4] 又译《威坦哲条约》，是1840年英国王室与毛利人之间签署的一项协议。条约的签订促使新西兰建立了英国法律体系，同时也确认了毛利人的土地和文化的拥有权。该条约被公认为新西兰的建国文献，为现行文件。

[5] 指《怀唐伊条约》。


第十五章 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殖民统治

19世纪的大英帝国

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放弃了欧洲之前在印度洋的贸易基地体系中的一般存在形式，并获得了印度次大陆的部分统治权。在走上此路之后，公司陷入印度政策的新的纠纷，鉴于英国人在当地的权力意志，也鉴于与法国人的持续对抗以及基于经济的考虑，到了1818年，这些纠纷使得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直抵印度河流域的整个次大陆。由此，印度成为英国在北美洲失去最重要的占领地之后最大、最富裕的殖民地，并成为大英帝国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核心。英国的俄国、近东和非洲政策的许多内容都出于保证印度安全的考虑。后来的英属非洲（das britische Afrika）径直成为“印度帝国的巨大注脚”。印度在其获得独立前所发生的事情不仅对于大英帝国是决定性的，鉴于英国在扩张中的领导角色，对于其他大国的殖民地而言也至关重要。

这种情形始于从白人移民向统治有色人种的过渡，后者是19世纪和20世纪重要的殖民地类型。先前所有大国的美洲占领地都是移民殖民地，无论它们具有怎样的规模。然而随后单个白人来到某个国家只是为了暂时统治和赚钱，在这个国家欧洲人始终是不断消失的少数，即使是在非洲那些长期安居的地方亦是如此。据此，在这些新的殖民地和它们的样板印度起初并不存在自我管理机构（在以前的移民殖民地，自我管理机构很普遍），而只存在宗主国代表的不受限制的统治。

与这种统治情况变化相一致的是意识的改变。白人不断增长的优势在对他人的日益低估中得以表达和维护。欧洲忘记了他们对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赞赏，从此以后认为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的东方各民族是低等的和堕落的。在英国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等级表上，东方各民族位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欧人之下。只有爱尔兰人与他们为伴，处于社会价值等级金字塔的最低级。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17年）——每个派驻印度的英国官员的必读书籍——将印度人视为未开化的，因为他们缺乏对效用的适当追求。印度教被认为是野蛮的。然而这种低估不是归因于种族，而是归因于原则上可以改善的文化环境。在皈依基督教或者说信奉功利主义道德方面，就连印度人也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英国的优越感非常清晰地表现在世界范围的宗教、文明和道德的使命意识之中——“为商业和基督教开辟一条道路”（David Livingstone，1857）。因而花费巨资用英国舰队遏制奴隶贸易绝不仅仅导致了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实行，而且彰显了民族的道德优势。直到19世纪末，生物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才得以贯彻。

英国不仅仅是这类发展的典型，它是在1815年之后唯一一个配得上殖民大国称号的国家。只是在19世纪进程中，俄国和美国才成为其竞争对手。其他国家在1815年尚且拥有的东西是英国的恩赐，英国政治家为了欧洲均势和英吉利海峡的安全贡献出了他们的一部分战利品。法国收回了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卡宴、塞内加尔入海口、印度洋的波旁岛（因此才有留尼汪岛）以及西印度的“海外分行”，但是后者不得再设防。新建的尼德兰联合王国（die Vereinigten Niederlande）应成为一道强大的针对法国的防护墙，因此把西印度的一些岛屿和圭亚那的一部分［苏里南（Surinam）］归还给了它，不过更重要的是归还了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占领地。只有开普敦和锡兰以支付500万英镑的补偿款为代价依然留在英国人手里。美洲进行的去殖民化过程使得伊比利亚帝国所剩无几。西班牙保住了古巴和菲律宾，葡萄牙保住了自己非洲和亚洲海岸边的基地，而老牌的大英帝国手中还有加拿大和很快便失去重要性的西印度的一部分。蔗糖不再重要，人们也不再需要通向拉丁美洲的入侵关口。因为相比以前，各个新的伊比利亚美洲共和国对于英国贸易的大门是敞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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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3 1815年的英帝国

然而此时在旧世界有一个根据地帝国，这些据点的目的是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控制印度航线。冈比亚（Gambia）、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尽管是奴隶贸易时代的残余，但是开普敦和大西洋岛屿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控制着印度航线。从毛里求斯、塞舌尔（Seychellen）和锡兰可以控制印度洋。为了中国贸易的安全，东印度公司从1786年开始在马来半岛西海岸建立了一个基地，1819年在半岛的南端新加坡建立了基地，1824年用英国在南苏门答腊的基地从尼德兰人手中置换了马六甲。还有1788年至1836年在澳大利亚的不同部分建立了居民点。虽然当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但是同样可选择的通过地中海和红海的印度航线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1704年被占的直布罗陀海峡此时又和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Jonische Inseln）联系在一起，最后，1839年又轮到通往红海的门户亚丁，葡萄牙人永远也不能获得这个门户。比较典型的是，亚丁在近百年里都是由孟买管理的。

乍看起来，这个“新帝国”好像回到了 通过基地进行贸易统治的模式，就像葡萄牙人和尼德兰人做过的那样，但是并未提出它们当年的垄断要求。19世纪上半叶有一种认知得到了贯彻，即从现在起无可争议的英国海上霸权和英国在大批量工业产品制造方面的优势地位使自由贸易成为最好的经济政策，因为自由贸易必定自行发展成高度发达的英国经济的优势。1820年以来，商人们就与1651年和1696年间带有自由贸易动机的《航海法》（Navigation Laws）的重商主义体系作斗争。首先对关税进行了有利于殖民地的修正，然后在1846年激烈的宣传鼓动后，1804年至1815年实行的针对粮食进口的保护关税确定了下来；确定下来的还有1849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由此，殖民地占有似乎是财政预算的多余负担，因此在该世纪中叶的英国遭到激烈反对。当英国和其他国家争先恐后地瓜分世界并试图保护它们在殖民地的市场时，1873年至1896年的所谓大萧条，以及在同一时期，富有竞争力的工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出现，才催生了“帝国主义”的新现象。在19世纪反对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最后几十年的帝国主义才开始了有待解读的革新。

与帝国主义的这个时代相反，19世纪早期的帝国比之以往更多属于新老精英的事务而非大众政治。据说这个概念在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和意识里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它才成为晚期维多利亚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即便这种说法属实，帝国的概念此前已隐隐存在，就像艺术品的深层分析所展示的那样。1851年的第一届万国博览会上对自由主义的世界统治的自我表现充分展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政策、狂妄自大和种族主义。英国人更多地表达了他们对帝国的观点，而忽略了他们自身曾受到的帝国的影响。因此，英国等级社会秩序的精英们的观点也使他们总是倾向于优先与他们殖民地的传统精英们合作。

至关重要的统治工具——皇家海军——一如既往地在扩大，并保持着最高的技术发展水平。1830年，它得到了第一批蒸汽驱动的军舰，十年之后螺旋桨驱动代替了笨拙的桨轮驱动。炮兵的发展催生了当时 木质军舰的装甲化。从1862年起又推出了铁质军舰。1881年以后，英国在军舰建造中放弃了最后剩余的帆船。当帆船的航程在某种情况下受其供给能力限制时，蒸汽机只需要有规律地加煤就行。因此也建立了世界范围的基地网络，包括150个海军基地。商业船队的增加甚至更为重要，19世纪末，世界船舶总吨位的三分之一为商业船队，据其他统计，其占比甚至超过一半，而且它们贡献了海洋贸易总额的一半。

在约翰·加拉赫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之后，英国无论如何都不再反对扩张，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自由贸易的缘故，它在19世纪实践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这种变体。虽然当时和后来只有有限比例的移民、出口和投资进入帝国，但是在自由贸易时代的高潮时它不断获得新的财产。一方面，在据说非常和平安宁的维多利亚时代，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超过72场战役；另一方面，当时向帝国出口的比例为30%～35%，进口的比例甚至仅有20%～24%。完全可以把帝国的这段历史写成压迫和反抗的历史。自由贸易和殖民主义不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两种选择，而是具有延续性的英国政策中同时存在的组成部分。它根据需求采用不同的手段追求着一个统一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不断地使新的地域屈从于扩张的英国经济。如果经济控制无法实现，出于费用的原因就采取武力甚至直接占领的手段，口号是“可能的话，就进行非正式控制的贸易，必要时进行统治的贸易”。从英国在拉丁美洲活动的角度出发，有评论认为，将这个目标分为三个而非两个等级更为合适，即除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控制，还存在别的不可低估的影响。以统治保障贸易的必要性不断提高，引起了这个领域重点的转移，因此导致了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实际上，此后也更少用“破坏”，而更多是用“推动”和“变化”来评估英国的扩张历史。根据皮特·J. 凯恩（Peter J. Cain）和安东尼·G. 霍普金斯（Anthony G. Hopkins）的分析，原因在于其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社会担当者角色的惯性，在于城市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资本与贵族的结盟。尽管工业化进步迅速，但在这一背景下，明显的工业利益只是在某些时候才能实现。

但是形形色色的作家都高估了英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计划性。虽然英国政府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内政的稳定性建立在贸易和工业繁荣兴旺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们很少表现准备干涉的意愿，如果有干涉的行为，那一定是为了打开市场而非为了进行控制。它们的决定说到底更多是受到内部问题和欧洲问题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帝国问题的影响。另外，不能把当时英国内阁变革的可能性想象得过大。它可以进行管理，最多是作出反应，而不能发起行动。动辄进行干涉的国家在欧洲还没有出现。政治始终都不是“形成远景方案，而是要利用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是由门外汉来运作的。

英帝国长期以来更多是受到具有影响力的人们的非正式网络的束缚，其中军队和共济会成员造成了特殊影响。到1845年为止，85%的总督来自军队。还有像负责殖民事务的皇家代理人（Crown Agents）这样的半私人机构。英帝国缺少特别管辖权。自己的内阁大臣和贸易委员会在美洲失败之后就被解散了。1784年，枢密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和外国种植园事务委员会”，它负责贸易政策和殖民地立法，而首先由内政部来负责殖民地的管理，其次由1801年设立的战争部负责。1854年，其殖民地局才变成了独立的部［殖民地办公室（Colonial Office）］，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政治分量，特别是因为它在印度说话不算数。

殖民帝国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对自治感兴趣的人和网络，再加上政治机构的共同作用，其间，按照双方的需求，合作的力度有所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共生现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统治机构。从17世纪东印度公司发展到19世纪英国王室对印度的统治，这条道路在殖民进程中颇为典型。从这一角度来看，大英帝国虽然在组织上直至最后都是一个带有许多即兴想法的、尚未完工的“施工场地”，但尽管如此，在印度还是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统治体系。比起人们由此预期的帝国主义繁荣景象，帝国事实上要孱弱一些。和西班牙帝国一样，它必须依靠当地精英和各种力量的合作。形形色色的帝国完全可以被看作欧洲的 非正式联盟，是殖民地精英对殖民地和欧洲下等阶层的盘剥。对土著人来说，乍看上去，这往往只是前殖民时期统治状况的延续。而对英国人来说，帝国由于依赖土著的合作而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一个跨文化的企业”（Colley nach Webster 2006，108）。

1818年至1914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

在英国殖民政策似乎不同步、不一致的时期，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恰恰是它实际上也能具有某种同步性的最佳例证。自由贸易者们对殖民地的反感在这里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要求采取国家干预措施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贸易自由。19世纪，没有哪个有名望的英国经济理论家在任何时候质疑过，对印度统治的成本效益平衡是否有益于英国，人们是否因此必须维护这个国家。“我国人民每年通过贸易利润、注入资本的利息和直接纳税从印度获得6000万到7000万英镑的收入”，还要加上给英国青年的机会和不可放弃的“占有印度带给我们国家的浪漫情趣”——帝国主义是浪漫主义的非文学变体。此外，人们必须保护印度人不受自身的伤害，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国主人，他们会陷入种族和宗教之争；还要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国家的伤害，比如俄国、德国或者法国，他们的统治可能要比英国统治专横得多。

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直接由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地区——自1818年以后包括除西南方的特拉万科（Travancore）外的整个海岸。海权基础显而易见。在内陆只有南方仍然保持着迈索尔人（Mysore）的自治，而在德干高原的北方，残留的土著统治区包围着英国的走廊，他们的最大族群是海得拉巴（Hyderabad）。在大河流域，孟加拉、比哈尔，以及皇城阿格拉 和德里的周边地区在英国人手中，而奥德和印度中西部的邦是独立的，但是通过保护和联盟协议臣服于英国的控制。印度陆地边境的另一边要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手，要么可以与邻居拥有稳定的协议安排，如1809年和锡克帝国（Sikh-Reich）在旁遮普签订了协约，1816年与尼泊尔签订了协约（一直延续至1947年以后）。英国统治的法律基础是在18世纪与 莫卧儿皇帝订立的租借协议，这位皇帝虽然实际上软弱无能，但是一直是合法当局。当然，在英国继续进行占领行动时，他的统治权就不值一提了。1816年公司停止向他付款，尽管他的统治者名号直到1835年还出现在硬币上。最后，公司鼓动奥德的统治者接受国王称号，以便培植什叶派针对逊尼派帝国的均衡力量。旧秩序的逐步解体显而易见，即便没有人知道取代它的是什么。

谨慎的保守主义的传统印度政策完全尊重当地文化，这一政策的最后的重要代表是孟买总督约翰·埃尔芬斯通（John Elphinstone，1819～1827年在任）和马德拉斯总督托马斯·蒙罗（Thomas Munro，1820～1824年在任）。在19世纪的日常生活层面，部分印度化的英国富豪（Nabob）消失了，他们穿印度服装，吃咖喱，吸水烟，有印度情妇，与她们生下数万名英印混血儿，后者至少是结结巴巴地说着印度语的。当时还有英国的模仿者效仿印度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印度人在模仿英国。但是现在这些富豪们被身穿制服或者西服，带着罐头、香烟、英国家庭主妇和孩子们作为“文化界桩”的先生们（Sahib）所代替，并且有意识地限定英语作为主人的语言。从此，传教精神的优越感带着多少有些极端的改革意志在所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改革应该对印度人和英国人都同样有好处。即使在医学上，英国和印度的“混杂知识”的合作也消失了。对英国的科学医学来说，印度医学最晚从19世纪的传染病理论发展以来就立不住脚了。而印度人此后就被接种疫苗了，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在印度社会和英国人自己的社会，“他者”被发现或塑造，其贫穷、肮脏、疾病和恶习等应该通过有计划的，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的进步加以消弭。但这同样被认为适用于英国下等阶层，不管他们身在英国还是印度；即使出于种族主义的原因，他们在印度有时会受到法官比较温和的对待。但是1835年，对印度士兵的体罚被废除，对英国士兵的却仍然保留！詹姆斯·穆勒的《英属印度史》不仅是针对印度的野蛮行为，从根本上说也是针对英帝国抵制进步的旧制度而写的。

这一改革政策的重要先驱者是大总督威廉·卡文迪什·本汀克（William Cavendish Bentinck，1828～1835年在任），他 非常乐于支持1830年开始执政的格雷改革内阁。这最终成了英国印度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只有在政府中一直拥有有力支持的大总督们才能取得成功。所以那些来自母国的要员就算对印度知之甚少，也始终比印度管理部门中飞黄腾达的官员们优越。本汀克的声望主要不是源于其经济政策的成功，而是源于其旨在坚定不渝地实现印度西化的文化政策措施。此类措施还包括压制英国人特别反感的印度习俗，因为它们与包罗万象的西方道德习俗是互相矛盾的。

首先被批评的是殉葬（sati）传统，即忠贞的印度教寡妇必须随她的丈夫去死，所以人们就把活着的她和丈夫的尸体一起火葬。1817年至1826年在孟加拉每年就有500～850起殉葬，即使考虑到此后生活的悲惨程度，殉葬者的自愿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前任大总督卫斯理（Richard Colley Wellesley）在进行干预时受到传统主义分子的阻挠。但是现在英国公众的观点改变了，所以本汀克能够在1829年禁止这一习俗。英国人长期致力于按照他们的理解去改善印度教妇女的命运。1856年法律允许寡妇再婚，1891年童婚的最低年龄从10岁提高到12岁。而在喀拉拉邦（Kerala），直到1933年，对纳亚尔人（Nayars）母系家庭制度的抑制才导致了普遍的父权制的自主实行。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证据表明褐色肤色男性的性能力比白人的差，以至于印度妇女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被证明拥有自主权，但总体说来仍然是殖民地底层中的底层。

比殉葬争议小的是1830年进行的对暴徒的压制。暴徒指的是强盗和杀人者帮会，传说他们把人殉献给女神迦梨（Kali），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争议。后来一位总督在1843年废除了奴隶制度，尽管它遮遮掩掩地继续存在。因为它更多地涉及家奴制度而非西印度式的种植园奴隶制度，所以它可能更容易被废除。

人们想要重塑语言和教育政策。1835年，由莫卧儿帝国传下来的官方语言波斯语在低级法院被本土语言和英语所取代，在高级法院和政府中，取代语言则只有英语。因为在印度实行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欧洲原则，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印度人 对法律地位的追求，所以人们对英国教育兴趣陡增。这是有意而为的，因为从此以后提供给教育事业的资金将不再浪费于传统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是要用于以英语为媒介的英国文学和自然科学课堂。接着很快就出现了相当稠密的英语学校和学院网络，1838年有40所这样的院校，它们一部分由政府负担，一部分由私人负担。在这种教育攻势中，就连传教也可以发挥作用，1813年在福音复兴的背景下，传教在英国控制下的印度终于得到许可，而此前保守派一直将其当作惹是生非之物而拒之门外。虽然不乏印度方面的消极反应，但是这些反应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个由商人和法官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他们在对英国文化的适应方面找到了自己的优势。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在这样的尝试中得到了理想化的提升，即在精神信仰上对东西方进行综合，从而完成印度文化的革新，就像当年印度教改革家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1772～1833年）所做的那样。总体说来，许多印度人在掌握与他们的利益相一致的英国成就时并没有什么困难。这也表现在典型的英国运动项目上，如曲棍球和板球，独立的印度在这些项目上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反过来，比较友善的英国人也接受了伊朗和印度的马球。1859年，英国第一个马球俱乐部成立。

当时，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并没有继续扩张的计划，相反，1823年，大总督被提醒要坚决地保持克制，他的帝国总归已经大到了危险的地步。到1839年为止只有一次较大的边境冲突，它导致英帝国继续向东扩展。在缅甸又出现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不断扩张的君主国，它随即在孟加拉湾插手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因为缅甸的贸易增长迅速，加尔各答谋求建立良好关系，直到缅甸1812年至1824年逐步占据阿萨姆，而且进攻孟加拉已经迫在眉睫。1824年至1826年的第一次缅甸战争以英国人威胁到首都而告结束，以至于宫廷不得不勉强同意割让阿拉干（Arakan）、阿萨姆和丹那沙林（Tenasserim）[1]，支付战争赔款100万英镑，签订贸易协议以及允许派驻英国总督等。胜利者踌躇不决地接受了这些好处，一直拖延到了1838年才占领阿萨姆，而1830年时他们也宁愿放弃丹那沙林。随后，丹那沙林作为水稻和柚木产地以及暹罗贸易的门户，才具有让人承担其行政费用的价值。

在西北边境，政治利益也先于经济利益。相反，原先借助蒸汽轮船在印度河上进行的经济渗透有助于保障英国的影响，使政治干涉成为多余。尽管如此，政治干涉仍然不期而至，它产生于几个邻国的政治分裂，因为自1820年代末开始，人们认为其背后潜藏着俄国的威胁，因而这种分裂看起来特别危险。印度事务大臣爱德华·罗·埃伦伯勒（Edward Law Ellenborough）在1829年写道，“我确信我们必须在印度河上与俄国人作战”，他可能是受到了乔治·伊万斯（George Evans）的《论俄罗斯的诡计》（On the Designs of Russia，1828年）一书的影响。事实上，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在伦敦引起了不安。刚刚被战胜的苏丹通过1833年《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Vertrag von Hünkar Iskelesi）又成了沙皇的被保护人。在高加索山区和里海地区，俄国顺利地战胜伊朗向前推进。当1833年对俄国友好的沙阿登上王位，波斯作为英国控制下的印度的缓冲国的作用才被排除。阿富汗可能会替代这种角色吗？

本汀克的印度政府并不认为事态有多紧张。对他和其他人来说，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俄国的进攻，而在于俄国对英国的威胁留给印度臣民的印象。在前沿地带，1838年人们还可以与印度河下游的信德（Sind）的部分领主订立贸易协定并给他们派驻一位总督，这些都意味着主权的宣示。控制着印度五河流域和克什米尔的锡克亲王在自1809年以来的力量对比的现实估量中被证明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锡克教（Sikhism）是印度教的不同信仰互相调和产生的教派，它倡导没有神龛和挂像的一神论，最初是由古鲁[2]领导的，他们在逝世前指定自己的继任者。教派创始人那纳克（Nanak）古鲁于1500年前后在世。当这个团体被卷入莫卧儿帝国的继承冲突时，它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导师哥宾德·辛格（Govind Singh）在1700年前后创建了一个严格的、具有好战特点的社会组织。他设计了皈依的象征——长发、缠头巾、带匕首，并为所有男性成员取名辛格。在18世纪历次小型战争中，锡克教徒都受相互竞争的酋长家族的领导，直到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1780～1839年）在莫卧儿统治崩溃时围绕着拉合尔（Lahore）和阿姆利则（Amritsar）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优势在于它有一支由欧洲军官训练的出色军队。

冷落这样一个同盟者而讨好与他为敌的阿富汗统治者以赢得后者加入反波斯人和俄国人的联盟，没有人考虑这么做；所以阿富汗人求助于俄国。奥克兰大总督试图使用武力对付俄国。但是前往喀布尔的远征以失败告终，只有一个英国人幸存了下来。尽管后来的复仇之战胜利了，但是1838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之后一切照旧。波斯保持了克制，俄国几乎未有改变。而奥克兰的继任者埃伦伯勒及其受挫的司令官罗伯特·内皮尔（Robert Napier）懂得创造廉价的成功，他们在公开承认的违法的情况下，毫无理由地而且恶意地在1843年吞并了信德，这让内皮尔额外又收入了5万英镑。

1839年，锡克邦的统治者兰吉特·辛格逝世。其结果是派别之争爆发，军队威胁要脱离控制。作为一条出路，1845年人们把它引上了对萨特累季河（Sutlej）地区的进攻，因为阿富汗灾难之后，英国的声望明显下降了。但是英国人还是胜利了。1846年，锡克邦不得不退出克什米尔，后者成为英国主权下的一个独立诸侯国，并且接受了一位热心改革的总督。1848年就爆发了反对这一调整的暴动。英国人又一次胜利之后，1849年旁遮普被兼并，尽管并没有从伦敦发出这种指令。

这个乐于决断的大总督叫J. A. B. 拉姆塞·马奎斯·达尔豪西（J. A. B. Ramsay Marquis Dalhousie，1848～1856年在任）。在他治下，缅甸问题又一次陷入危机。商谈好的外交关系作用堪忧，英国的贸易受到刁难，边界不受尊重，因为以边界为准则在缅甸的世界观中是不存在的。但是达尔豪西和王室准备作出妥协，然而双方的煽动者知道如何在仰光现场引起冲突升级，这场冲突在1852/1853年的第二次战争期间结束。这次英国人决定留下马达班（Martaban）的各个港口及其腹地。为了赢得谈判的主动权，他们继续深入内地向前推进。但是缅甸不谈判，也不签署和平协议。整个下缅甸或勃固（Pegu）就以这一方式变为英国所有，而其余部分被海洋切断并依赖于英国继续存在，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它不值得去占领。

新获得地区的行政管理由英国人直接掌握，非常严格，但是为民众带来了改善。在旁遮普，减少税赋和灌溉措施使得前不久还持敌对态度的民众在1857年反对英国人的暴动中保持了忠诚。这与带着强烈西化的目的来到印度的达尔豪西的方式一致。像他一样的保守派此间都成了全方位现代化政策的追随者，这样，达尔豪西就成为本汀克作品的完成者和现代印度的创立者。现在整个印度教育事业的扩展统一化了，并向小学层面拓展。助学金制度鼓励私人致力于新建教育机构。1857年出现了印度的第一批三所大学，达尔豪西还增建了一所技术学院。继在母国政府中负责铁路建设以后，他成了印度铁路网和邮政电报体系的创始人。

对许多尚存的土邦来说，在达尔豪西的新印度没有它们的位置。在他看来，它们即使不是不人道的，至少也是不喜欢进步的。所以此前在个别困难情况下使用的吞并政策现在必须有计划地在三重法律基础上大规模地实行。如果一个领主没有享有继承权的亲生子女，而且其配偶作为女统治者拒绝采用印度法律通行的收养做法的话，那么此时就“适用遗产归公原则（doctrine of lapse）”，这在萨塔拉（Satara）、占西（Jhansi）和那格浦尔（Nagpur）引发了印度教教徒们的怨恨。这还会招致联合政府的指责，就像1856年奥德被穆斯林吞并时引起了强烈不满那样。最终，在没有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达尔豪西废除了传统的统治者称号，作为补偿，会承认其他的合法要求。

达尔豪西刚刚离开这个国家，所谓的1857年叛乱就对这个大力推进的现代化作出了反应，其最后的残余在1859年才被打败。乍看上去这是大部分孟加拉军队都参加了的暴乱。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三个管辖区各自都有军队，总共有3.8万欧洲人和20万印度人，其中加尔各答有2.3万欧洲人和13.4万印度人。欧洲人主要驻扎在孟买和旁遮普，那里平安无事，在贝那拉斯与萨特累季河之间的暴乱地区几乎只有印度人，其中将近4万人来自奥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上层种姓成员，尤其是 婆罗门，当西方对禁忌的破坏威胁到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时，他们尤为敏感和多疑。从1856年以后，新兵必须宣誓准备去海外服役，这意味着宗教仪式上的不纯洁。尤其有一种传言称新式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Gewehr）的子弹的包裹纸在使用前要用嘴撕咬下来，而这种包裹纸是涂了牛油和猪油的——前一种动物对于印度教教徒来说是神圣的，后一种对穆斯林来说是不洁的。当1857年5月在德里北面的密拉特（Meerut）拒绝使用这种子弹的士兵被抓的时候，部队发生了哗变，他们杀死了军官，开往德里并让目瞪口呆的莫卧儿老皇帝重新掌权。这一行动对其他部队是一个信号，然后很快传遍整个军队，宣誓服役只好搁置。双方的残暴使得冲突持续升温，但是与这些只是在反对新政方面达成一致的暴动者相反，英国人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英国人重新赢得优势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民众和精英的大部分表现消极，或者甚至像锡克教徒一样对英国人友好。

有人要把这次暴动升级为印度的第一次民族独立战争，这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叛乱得到了部分传统精英人士的响应，西化计划威胁到了他们的领导角色和文化身份。对他们来说，随着每一个土邦的消失会有大批职位消失，而新的英国行政部门不再需要他们。西方的教育和法律原则的渗透不仅使传统神职人员、教师和法官的意义成了问题，而且使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的基础成了问题。一个寡妇可以再婚，反叛者不被剥夺继承权的印度教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谁要是已经向西方文化妥协，谁就站在了英国一边。农民暴动作为对生态问题的反应而爆发，如果说它是继军队叛乱和传统精英造反之后的第三种现象，那么可以说，这些暴动都缺乏统一的特点，更遑论民族的意愿了。

但是英国人从此患上了“哗变综合征”。印度政策的转变是第一个后果。东印度公司在财政和经济上无论如何都走到了尽头。1858年11月1日，王室接管了印度政府。莫卧儿皇帝被罢黜并流放缅甸，其名号被废除。而大总督（Generalgouverneur，即General Governor）此后将被称作总督（Vizekönig，即Viceroy）。军队应该适用印度人和欧洲人2∶1的人数比例，在孟加拉甚至为1∶1。在当年的暴动地区欧洲人占多数，另外还给他们配备有重武器。从此以后本土军队将较少在印度中部而较多在旁遮普甚至在尼泊尔招募，人们寄希望于传统的军队模式。自由主义的改善世界的意愿此时到达其终点。人们用英雄神话包装了具有优越感的权贵，在这些神话里，哗变发挥着关键作用。

由于现在怀疑印度人的发展能力，所以人们用蔑视来惩罚那些西化的新精英的追捧和软弱，并寄希望于证明了自己优势的“天生的领导人”。英国式的“男子气概”被用于与孟加拉人的“娘娘腔”形成对比，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Gurkhas）和锡克教徒则据说更符合这种理想。农业改革的苗头被中断，大地主又被奉为楷模。对领主们的吞并政策被终结，他们的财产得到保障，最多不过是更换一个统治者而已，即便要更换也要尽可能地依据当地法律。未被明确地吞并过，并且自1831年以来直接由英国管辖的迈索尔在1881年被交还给一位本地领主。现在，宗教宽容而非促进基督教传教被奉为管理部门的基本原则。英国贵族或者来自中产阶级的自以为是的贵族在本地贵族的协助下统治大众，尽可能少地干涉他们的生活，但这些人实际上是鄙夷他们的。向这一统治体制转变的意义对于英国的整个殖民地政策而言，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可是这个意义仅限于政治体制之内，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仍在继续。应印度方面的需求，他们只进行了铁路建设，或者至多是继续扩展了受西方影响的教育体制。但是这个矛盾的态度并非没有产生后果。因为一方面，非正式的帝国主义的渗透与正式的只依靠与本土精英的合作来实行对新殖民地的控制完全一样，这一点最迟到哗变时就变得清楚了。而另一方面，一个殖民地政权持续地寄希望于传统精英，并有计划地阻挠现代精英，那也是成问题的。

保守派总理迪斯雷利于1876年劝说维多利亚女王接受印度女皇称号，这丝毫无损于体制，也无损于自由派总督在1880年至1899年的统治。里彭侯爵G. F.罗宾逊（G. F. Robinson Ripon Marquess，1880～1884年在任）无谓地尝试推动 印度人的政治参与。然而归根结底，对英国的自由派来说，“慈善的专制统治”也是对印度恰当的统治形式。如果出现对抗势力的话，它们就会在边境问题上屈服于“帝国的必要性”。

当俄国在1860年代转而征服中亚并越来越迫近阿富汗时，西北部重新动荡起来。1879年和1881年间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就是其结果。英国成功地在那里培植了一个对英友好的领主，1887年，当俄国扩张到达阿富汗北部边境的时候，双方签订了一个俄阿边境协定。与此相关，俾路支斯坦最终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还有西北部的连绵山区也归于英国控制之下，直至最终在1900年，这个地区合并为一个新的西北边界省（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在东部，尽管由于统治者变更之后关系恶化，但迫切需要兼并缅甸其余地区的贸易利益到1886年才得到顾及，当时政治竞争对手法国从印度支那入侵过来造成威胁。

英属印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自己的外交政策。一段时间里，它在马来亚（Malaya）、索马里兰（Somaliland）、亚丁，尤其是在波斯湾的阿拉伯一侧由其总督和代理人负责非正式地代表英国利益。在海湾的这个角色随着去殖民化的发展才告结束。

保守派总督乔治·N. 寇松（George N. Curzon，1899～1905年在任）是帝国总督的典范，在他领导时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最终定型并达到高峰。他体现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对被监护者的父权主义，被监护者要在遥远的未来才有能力实现独立——如果真能如此的话。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这一政治计划的预言者。寇松不仅通过修建铁路和灌溉设施，而且特别通过所有领域的，尤其是行政部门的机构改革尝试来实现这一点。但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体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保守特点。必须指出，王室1858年的接管并未触及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基本结构，只是部分更换了名称，而这一状况至少到1947年仍然存在。

本来东印度公司一方面是私人股份公司，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债权人又是英国的亚洲贸易国家垄断地位的代表人，为实现这个垄断，它拥有国王特许，拥有交战、签订协议和获得土地的政治权力。据此，它拥有了对印度的统治权，但是后果却是一场危机。为了克服这场危机，公司在1773年和1784年屈服于国家控制法。王室顾问会的六个成员以印度事务委员（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的身份成立管理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固定由一位国务秘书出任主席，财政大臣也应是这个委员会的固定成员。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被加强了，因为今后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之外没有其他权力，不过可以和管理委员会一起就政策和财政管理进行表决。事实上，印度政策是在东印度公司的保密委员会（Secret Committee）的几个董事与管理委员会主席中间制定出来的。

特许权必须每20年更新一次，在更新过程中发生了紧随时代发展的创新。1793年，印度政府与贸易事务相分离，由此产生了一个必须弃商的高薪官员团体。181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在印度的垄断地位，但仍保留着在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1833年，它也必须放弃中国贸易，并把它的所有印度财产移交王室，然后再从王室作为信托资产拿回。因为今后贸易利润取消了，所以从印度税收和关税而来的63万英镑年收入作为红利被分配给了东印度公司。难道仅仅是获益者们的政治游说和对私人财产的尊重阻碍了公司的统治权限在当时以机能障碍为由被剥夺吗？绝对不是，因为公司的统治具有双重作用。公司在印度可以作为莫卧儿皇帝的“采邑主”而获得自己的合法身份，而英国王室几乎做不到。董事和内阁的双重政府适合作为抵制暴政的安全措施，因为印度的收入可以使王室独立于英国议会，并因此损害英国宪法的基础。

暴动之后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必须应对第二个问题了。1858年，董事们的影响力降低了。管理委员会主席成了国家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并以这个身份出现在内阁中，配置有常务次官和印度事务办公室（India Office）。但是，比较重要的决定由有15个成员的印度事务委员会（Council of India）来作出，这个委员会越来越多地由以前的印度官员组成。但是它的意义在下降，直到它1935年被撤销。理论上说，大臣和内阁要向英国议会负责，而实际上议会在印度事务中极少作为，最多在确定基本原则时发挥作用，比如在宪法改革时。这个印度行政机构特殊的独立性的基础就是，它的费用——包括伦敦的印度事务管理机构的费用——都由印度而不是由议会批准的资金来承担。这样，印度就始终有一个自己的部，而与殖民地部毫无关联，印度官员们也与其他的殖民地官员群体一直保持着分离状态。

在印度，三个平等的管辖地——孟买、圣乔治堡/马德拉斯（Fort St. George/Madras）和威廉堡/加尔各答（Fort William/Calcutta）——在1773年才划归作为大总督的加尔各答总督管辖，而要等到他能够完全获得承认还需要数十年，因为孟买和马德拉斯始终可以直接与伦敦交往。1833年，当所有财政大权都集中在他手中，这种直接往来才停止了。另外，几乎所有的领地扩展都发生在大总督直接控制的北部地区。只有信德在1847年和1935年间被划归孟买。但是加尔各答管辖的地区显示了不合适的规模。所以在1833年为孟加拉设立了一个特别代理总督。同时在河流上游出现了那时的西北省（Nordwestprovinz），首府为阿格拉。1877年，它与此间被兼并的奥德合并，1902年，这个合并区得名阿格拉和奥德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 of Agra and Oudh，缩写为U.P.，今天仍沿用这个缩写，但称作北方邦（Uttar Pradesh）］，首都变成了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前面提及的新的西北边境省以白沙瓦（Peshawar）作为政府所在地。1854年以后，大总督有权采取区域重组措施。1859年，旁遮普成为独立省，省会为拉合尔，1861年由大部分被达尔豪西占据的地区组成了首府为那格浦尔的中央省和贝拉尔（Central Province and Berar）。

1901年，对于有效的行政管理来说，拥有7800万人口的孟加拉的其余部分相对于拥有4800万人口的第二大省份来说，也实在太大了。另外，人们想用分割该省的办法来限制加尔各答的积极的新印度精英的影响区域，而且更加强硬地把之前分割管理的阿萨姆合并进来。于是孟加拉省（印度教教徒占67.5%，穆斯林占32.5%）分成了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西孟加拉（印度教教徒占83.6%，穆斯林占16.4%）和以阿萨姆为中心的东孟加拉［首府达卡（Dacca），印度教教徒占41.9%，穆斯林占58.1%］。虽然这一措施据称没有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引起本应有的分裂，但这正是它所促成的状态。行政上的理性被证明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以至于这种分治仅在1905年和1912年间存在。之后，西部的比哈尔和奥里萨地区作为单独的省份与首府巴特那分离，阿萨姆重新获得独立。重新统一的孟加拉此时有48%的印度教教徒和52%的穆斯林，而另外两个省份由印度教教徒占多数。除了这些大省，还有各个首席专员治下的小行政区，比如俾路支斯坦的直接管辖部分。同样属于首席专员管理的英属缅甸于1937年从印度分离，成为英帝国的像锡兰（斯里兰卡）一样的直辖殖民地，后者从一开始，即从1798年以来就拥有这一地位。1936年，奥里萨也作为独立省与比哈尔分离，信德及其首府卡拉奇（Karachi）从孟买分离出来。

土邦作为飞地零散分布于这个英属印度，它们在1939年时在五分之二的领土上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即3.8亿人口中的9000万。拥有1800万人口的海得拉巴面对着许多仅由几个村庄组成的小政权，尤其是在古吉拉特，562个土邦当中的大部分就在那里。它们以协约的方式与王室相联系，直接隶属于有时负责多个土邦的总督的代理人。对外关系由英国代理，为此它还有义务对内和对外保护这些土邦的统治者。另外，它们必须被纳入全印度的关税和交通政策。但除此之外，它们处于英印立法和司法管辖之外。即使有些土邦的男性或女性统治者想出头当改革家，人们也会问，那些由不同的印度土邦主展示的东方童话的斑斓绚丽，难道不是亚洲历史中的一个晚期现象吗？这个现象只有通过为他们提供免受政治局势变化烦扰，并保证其生存的英国统治才有可能实现。对英国人来说，这种人为多于传统的“美化主义（Ornamentalism）”（Cannadine）是他们保守的秩序观念意义上的一个统治工具。因为独立的印度两年之后就把土邦统治者扫地出门了。

大总督和总督位于顶端，理论上是作为一个由3个成员（之后是6个，最后为14个）组成的委员会作决议时的总负责人，实际上，他至少可以作为执政者而完全不用理会委员会。印度政策一般由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和 在印度的总督决定。印度政府“本质上是一种绝对的政府，不是在同意而是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69年至1872年担任印度司法部长（Law Member）的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勋爵这样说道。军队依然是幕后的最后的主导因素。但是，与一个自由主义的或者说是信奉基督教的帝国相矛盾的是，英国的统治一直都是强制统治。这个矛盾必然导致“帝国的误解”，即英国化的印度人和以后的非洲人自视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臣民，并以此要求和英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那个共同的涵盖性的概念“主体（subject）”加深了这个误解，这与法国的排他性的概念“公民（citoyen）”截然不同。但是对英国人和对法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即只要他们心怀种族主义之想，“帝国”这个概念就意味着他们的民族国家所占有的一切，哪怕这种占有是理由不充分的。同样，相对独立的印度政府仍然是一个必须屈从于英国利益的英国的政府。1932年在渥太华（Ottawa）举行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中，英国人说道：“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印度代表团首次参加与英国代表就印度利益进行谈判的帝国会议。但实际上是英国人与英国人以及经过仔细挑选的享有英国人信任的印度人进行谈判。”（Linow 1991，137）

在印度政府内部，本来是由总督的秘书向总督呈交所有文件，然后这些文件要按照就职年限顺序在议会成员那里流转。但是工作量的增长导致了1862年以后议会的每个成员都负责某个特定的领域，总督和相关负责成员磋商之后作出决定。于是就有了内政部长、法律部长、财政部长等。最成问题的是委员会或者归属委员会的军事管辖权和印度最高司令官的位置。本来的行政管理归属于各个秘书下面的一个部门，它们与主管的议会成员的关系就相当于国务秘书与部长之间的关系。1898年有下列部门：1.内政部；2.财政和农业部（负责重要的土地财政收入）；3.外交部；4.财政和商业部（负责财政事业的剩余部分）；5.军事部（1906年军事部只负责保障供应事务，而军事事务隶属于总司令）；6.公共事务部；7.立法部；8.工业和商业部（1905年）；9.教育部（1911年）。后来还有更多其他部门。

立法权也同样在委员会总负责人手里。但是为了转变为立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必须扩充成员，这样它不能被轻易忽略。1861年和1892年英国议会颁布的《印度委员会法令》（Indian Councils Acts）确定了他们的数量和架构。从1892年起要有10～16个委员会，此间大总督在任命这些委员会时应该考虑到不同领域，而不是只任命官员。但是，在印度代表持续缺席和英国主管机构不熟悉情况的情形下，这就意味着英国的印度官僚们首先是他们自己的重要的立法者。1861年，其首脑占据总督委员会最高级别职位的省份都陆续重新获得了有限的立法权，但最初只有孟买和马德拉斯。虽然伦敦的国务秘书至少从理论上说有最终决定权。但是1870年以后，当通往加尔各答的电报线缆铺设好的时候，他才能短期介入。因为此前加尔各答和伦敦之间的信件往来尽管在1869年以后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海路大为缩短，也仍然需要35天时间。

立法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印度编纂法典。《民事诉讼法》（Code of Civil Procedure，1859年）、《印度刑法典》（Indian Penal Code，1860年）和《刑事诉讼法》（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1861年）都遵循了英国的基本原则，但是适应了印度的要求，并借鉴了法国法律。这样就建立了次大陆的法律平等，但是尚不完整，因为民法要考虑到不同的宗教团体，所以不可能统一。但还是颁行了一些统一的法律，特别是继承法。英国人在18世纪就依据各种“印度教古代神圣法律典籍”编纂了法典并进行了翻译。但是婆罗门的单方面建议、统一的政治意愿和翻译成英语的陌生化使得这部印度法典充分反映了与过去的决裂。威廉·琼斯勋爵把欧洲的私有财产观传播到了印度，因为他认为在那里也能发现这种观念。在婆罗门的影响下，英国法庭将他们的婚姻规定（与其他等级相反，他们将嫁妆视为一项义务）上升为普遍规则，这一实践同样影响深远。

直到1861年，司法分为审理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的国王法庭和审理与印度传统有关的——无论这所谓的传统是真的还是杜撰的——当地人的公司法庭。后来这两种法庭被设在省府的 统一的高级法院所代替，后者由英国法官和印度民法法官构成，其中英国法官至少要占三分之一。司法独立得到了保障。但是高级法院的上诉法院不在印度，它是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审查委员会。司法可能有党派因素存在，但是它与其他殖民地不同，至少是在与印度方面的合作之下运作的。无论如何，司法体系是英国留给印度的一个长期遗产。

司法的统一性是现代欧洲国家政权的主导原则，英国人将其输入印度不仅仅在法制方面影响深远。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出于无奈，要把所看到的混乱的宗教和社会局面简化为更好控制的、尽可能理智的世界。于是就出现了英国人使用的“印度教”这个新型的综合名称，它被用于指称和西方各种基督教派一样相互区别很大的各种宗教教派。这个新的综合范畴应该被证明即使在政治上也极为有用——直到今天！就连种姓制度也被认为是英国的“发明”，这说的当然不是那种自洽的东方小说意义上对印度的理解，而是说，英国人在1857年以来经历了传统主义的转变之后，就更一致和更明确地认定了他们在恒河边的“印度教”的核心地区所发现的事物。在西北部和孟加拉的部分地区，在南部和德干核心地区，种姓制度在此之前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得多。英国人与印度文化交际中的核心问题并非所谓的信息不足，或他们饱受痛斥的东方学和种族偏见，而是被迫的一体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在认知上对他们所见之事进行本质化的做法（Essentialisierung）。但是，他们偏偏以此奠定了现代南亚的基础。

但是英国人认为，如果他们想用有限的手段来治理印度的话，除了被迫降低复杂性，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在省级以下层面很难把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开来，因为这样做是行不通的。18世纪后期的英裔区长官本来只是收税人，除他以外还有拥有警察权力的区法官。因为行政部门官员常常处理财产纠纷和警察案件，这些都由一个特别法官作出判决，既耗费时间又难以决断，所以人们就又放弃了这一体系。区长官一劳永逸地变成了“一把抓”行政官，也就是说，为了完成他从征收税款到 负责安全、秩序和公众福祉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他行使法官和警察的权力。区法官仍然负责原本的诉讼事务。这些区长官成了英国的印度行政管理的支柱，即使后来有技术人员（农业、公共劳动）和警局的教区牧师协助他们工作，情况仍大体如此。

行政区由一系列次级行政区组成，配有英裔次级行政长官（Subdivisional Officers）或地方长官（Subcollectors），他们大多是年轻的公务员候选人；在此之下再分为几个设有印度主管、协理税务员、登记官和诸如此类人物的更小的村庄单位。这些人从“孟希（munshis）”（受过波斯教育的译员、经纪人和信息报告员）或者“绅士（babus）”（受过英国教育的孟加拉人）中招募，但给付的工资很低。因此他们被认为是腐败的，更别说那些印度村长和掌管土地的官员。这些行政区与莫卧儿帝国时期的萨尔卡尔（sarkar，即“专区”）——税务和管理区——相对应，面积非常大，一般为0.5万～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德国的行政专区）。所以马背上的行政管理或者后来的以汽车代步的行政管理都不够有效，必须依赖印度协作者这个中间阶层，这些人此时也获得了他们的利益，而并不总是被当作臣民使用。1887年在管理机构中有21466个这种印度协作者。这是成功的秘诀，否则就无可理解，英国如何以如此少数的官员去统治这样一个大国。这个制度也像对土邦主们的间接统治制度一样在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被效仿。

印度官员的小圈子［印度公务员（I. C. S.）］在鼎盛时期也不超过1000人，他们自认为是上流的精英人士，这不仅仅是因为为他们预留了较高的职位。为了从事这种契约服务（covenanted service），官员候补人要在加尔各答（1806年后在英国的黑利伯里）接受东方语言、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学习，这最终使他们不仅具有团体精神，而且具有功利主义的殖民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特质。这些候补人由公司的股东任命，后者负责让有限圈子里的人可以得到这些报酬丰厚的职位。尽管理论上是公平的，但是印度人还是没有机会。除了自由派圈子1854年取消职务保护和公开录取考试之外，什么都没有变化。1858年黑利伯里被关停。因为考试在英国进行，所以尽管有一定的选择机会，但是考拉丁语和希腊语至少可以得到比考印度语高一倍的分数。1864年至1868年有5个印度人通过了考试，1868年至1875年，在14个印度申请者当中甚至有11个通过了考试，这是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英国的印度官员群体懂得如何成功地抵制这一“外人化”，所以1909年在1142名印度公务员中只有60名印度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禁令被打破，但是此时这种职业生涯对于双方都不再像以前那么诱人了。

人们创设了“省级公务员”作为安慰奖，1893年至少有1827名印度官员和法官属于此类，但是即便在各省也为这些印度公务员预留了较高级别的职位。同样，面对那些技术岗位上表现突出的专业人士，这些印度公务员懂得如何保持英国教育理想意义上的全面的和特别有教养的绅士的优先地位。结果，尽管印度公务员有无可争议的功绩，可他们还是因此留下了矛盾的印象。一方面，通过能力考试招募的精英发挥着先锋作用。在母国，1870年以后才按照印度公务员的模式引进这种官员团体。另一方面，这个统一以绅士的传统主人角色为定位的团体并不特别适合于把印度的政治现代化和参与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因为如此，它完全可被视作英印统治体系的缩影。

这一统治体系通过在新德里（Neu-Delhi）建立新都得到了明确的表现。1858年、1877年、1903年和1911年，老皇城在觐见仪式中都被用于帝国象征性的自我表现，而（副）国王宫廷会议的这种仪式正是英国“装饰主义（Ornamentalism）”[3]的一个例子。首都仍然是在舰队炮火射程范围之内的加尔各答。但是加尔各答成了西化的新型印度人的中心，人们想使此间变得必不可少的印度立法者们摆脱他们的影响。于是德里于1921年被宣布为首都，到1931年兴建新德里，它拥有富丽堂皇的大道和宏伟的、具有浓郁东方元素的新帕拉第奥古典主义式（neopalladianischer Klassizismus）[4]的政府大楼。英国人也和土邦一样长时间地在印度建造受莫卧儿建筑启发的“印度-撒拉逊风格（indo-saracenic style）”建筑物。19世纪末，时兴的古典复兴建筑成为一种建筑风格，正如它在全世界的各种变体一样，过去和现在始终都被赞誉为政治纪念碑建筑。寇松修葺的泰姬陵、加尔各答的巨型维多利亚纪念馆首开先河绝非偶然。在新德里中心典型地矗立着总督的宫殿。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是它的首批拜访者之一，这是这个建筑物的政治意义在竣工时已被超越的象征。甘地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都激烈地批评过它，但是这并未妨碍后者和独立印度的政府一道迁入并留在那里。

英属印度的经济和社会

统治体系的费用必须由印度人民来承担，还有那些在英国发生的费用，比如前印度军官的退休金，就像我们在那部杰出的侦探小说里看到的那样，某位经典角色50岁就带着两三倍于其英国同行的薪金返回德文郡退休。印度的国家收入的百分比总览如下（CEHI 2，916，926，Tomlinson 1979，15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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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间接税和关税的重要意义表明印度的国家财政是前现代的。1860年至1886年实行的所得税最终开始以累进税率计算，关税的意义则由于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正式的财政自治权而继续增长。但是 所得税不适用于土地占有，因为土地占有已经被征税。自前英国时代以来，农业税收构成了国库的支柱。印度仍旧是一个农业国家，但这也意味着土地的占有情况决定着社会的面貌。既要保守地接受前英国的税收体系，又要考虑欧洲的私有财产原则和自由经济原则，对于这种做法的影响的质疑可能是印度历史的基本问题。

主要食物是粮食产品：东部和沿海种的是水稻，西北和干燥的内陆是小麦或者特别耐旱的黍子，在一些边远地区甚至是玉米。还有经济作物：西北部和西部种棉花，内陆地区种油料作物，北部和西部种甘蔗，北部生产靛蓝（只要不受欧洲化工工业产品的排挤），还有孟加拉的黄麻，阿萨姆的茶叶。它们几乎都是（茶叶除外）印度农民生产的。

农民被其前英国时期的主人拿走了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但是那个制度具有安全调节作用，而这个调节阀在英国统治时期被关闭了，其结果可想而知。农民以前是土地占有人，而不是土地所有者。他不会被强迫出售土地以偿还债务。另外，土地还不欠缺，陷入困境的农民可以另选处女地。因为就连在北印度的核心地区，1850年之前还有森林地带。因此只按比例对收成征税还是可以实行的，歉收时税赋的压力自动减轻。另外，此类事情由村镇自主调节，统治者只关心结果。但是尽管有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人们还是不应该把印度前殖民时代的村庄以及其他地方理想化了。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大不相同，在这里自治意味着平等甚至民主。在印度，种姓制度甚至还强化了这种传统的乡村内部的等级制。

莫卧儿时代实行的是可能同时掌握警察权和治理权的征税人制度，作为孟加拉主人的东印度公司却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因为它也不愿意负担庞大的官员机器，所以就突发奇想对印度的制度进行奇怪的欧洲化。1793年，纳税人——印度地主通过永久居留被宣布为欧洲法律意义上的地产所有者，并承担不变的基本税额。当时人们相信英国模式的 大地产主在经济和政治上是一个有益角色。农民变成欧洲法律意义上的佃农。但是所设计的佃农保护是有限的，对大地产主缺乏像对英国的乡绅们那样的吸引力。所以土地成了投机买卖的对象，佃农成为盘剥对象。国家虽然定期得到税收——否则地主就会被剥夺财产——但不分享收获的增长。如果说原先它能拿到地租的90%，那么最后就只能得到28%或者更少。

出于这个原因，还因为此时主要的功利主义者们鄙夷大规模土地占有，所以19世纪早期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实行了另一种制度——“莱特瓦尔制度（das Ryotwari-System）”[5]：每个农民都成了地产所有者，并依据土地登记册负责缴纳固定的、往往设置太高的税额。人们回溯到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即地租不能仅仅取决于土地质量、生产费用和价格，因此毫无疑问，只能征收稳定不变的税额。其结果是农民在歉收时陷入窘境，因为他作为无限制的土地所有者，所承担的税额也是无限制的。1822年起在北方实行的“马哈瓦里制度（das Mahalwari-System）”[6]可能也产生了类似的后果。这时个体农民是占有者，村庄负责集体纳税。

结果是负债加剧，农业社会结构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农民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在歉收时从放债人处贷款，但是当他无偿债能力时他就只根据收成来决定其行为，他的土地仍然被夺走，另外对债务人有利的土著印度人法律也对农民有利。但是现在由于常常依据贷款情况来种植经济作物使得负债扩大了，农民依附于他的土地并可能会被告上法庭，而法庭上适用的是有利于债权人的英国法律。土地占有的负债和抵押负担上升了，同样可能还有出售土地，虽然放债人的兴趣并不总是在于全部接受农民的土地。在这种变化莫测的季风气候的农业条件下，风险广泛地散布在很多小农民中间，可能使利润更为丰厚。但是1900年在孟买北面的苏拉特（Surat）行政区，基础税的85%由放贷者来清偿，在两场战争之间据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债务。当1929年起发生的经济危机中农业价格崩溃时，局势变糟了，因为1850年以后物价上升，农民的纳税义务、租佃义务和债务义务要以更高的收入水平为前提条件。

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就接受19世纪英国官员的立场，不应认为每一笔负债都是令人怀疑的，有人诋毁它们始终只是消费借款而非生产贷款，它们明显遭受的这种诋毁很少与事实相一致。席卷平坦土地的农业资本主义也许并非像有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毫无结果。难道由英国自由派政治家们解放的市场力量没有对印度人，哪怕是对几个印度人产生好的效果吗？较新的区域研究展示了印度农业史上各地发展有天壤之别，但是当然它也有过这样或那样一种暂时的普遍情况。

因而英国人（与他们一道的还有早期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农村情况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的侵犯很少使这些乡村发生变化而更多的是他们的自夸。如果事实上出现过一个作为议会党团追随者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富裕农民阶层的话［唐纳德·A.劳（Donald A. Low）所说的占支配地位的农民］，那么这个群体就是由稳定的农民阶层的成功分子而非由新人所组成。一个由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组成的工人阶级的出现似乎并非普遍现象，也不是新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一场具有所有农民无产化特点的农村的社会革命。简而言之，印度农民所表现的应对资本主义挑战的能力强于以前的假设。但是这可能也意味着并没有发生生产结构的变化，所观察到的生产提高长期以来只是通过扩大耕种面积和额外投入劳动而取得的。种姓制度可能要为此负一定责任；或许还有英国的政策本身，它被坚持不渝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后果给吓退了。

英国的自由主义认真地期望用自由食品市场的力量来长久解决饥馑问题，这个市场的作用最多需要通过交通网络（铁路）的改善来提升，因为往往只涉及某些地区。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不太可靠的季风气候。但是除了饥荒和战争后果，高死亡率危机还可能归结于瘟疫——通过铁路传播的瘟疫！在1769/1770年和1778年间发生的 孟加拉大饥荒之前，据称在印度发生过31次严重的饥荒。1876年到1878年有610万～1030万人死亡，而粮食商人向欧洲出口了640万公担小麦。1888年到1902年据说有950万～2000万名死难者。歉收、飓风和战争导致的缅甸进口的停滞在1941年到1943年又造成了310万人死亡。然而死亡率危机消退了，原因是20世纪初开始改善卫生状况，死亡率普遍降低，寿命延长，出现了人口爆炸。受孕率虽然由于早婚和未实行避孕而很高，但是因为童婚的后果和禁止再婚而尚未达到可能的生物学最高值。不过自1871年以后才有了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而之前的数字我们只能靠估计。人口数量从1800年前后的大约1.2亿上升到1871年的2.55亿，1835年至1845年的经济萧条时期大约为1.3亿，1911年至1921年为3亿。然后进入增长期，1945年以后出现决口式的快速增长，尽管当时的平均寿命据称只有26.6岁！2001年印度人口已经突破10亿大关。

土地渐渐变得紧缺，传统制度的另一个安全阀门关闭了。由于灌溉设施的建设而扩大耕种面积的速度在19世纪中期后由于铁路建设而延缓了。但是水渠灌溉的面积无论如何从1878年和1879年间的430万公顷提高到了1896年和1897年间的620万公顷。新的饥馑过后又迎来了新的动力。20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灌溉系统，所以1940年印度拥有2020万公顷可灌溉土地，占总耕种面积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国内迁移，尤其是向城市流动是普遍的出路。1901年，在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规模超过5000人的移民居住点在人口中占比为10%～15%，偶尔超过20%，但在印度中部和东部为5%～10%或者更低。这个地区虽然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也有很多甚至更多的城市，但是特别是在较大的河流流域，就连乡村的人口密度总体上也和西欧工业国家的人口密度一样高。印度的城市与蓬勃涌现的工业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是与铁路网的建设紧密相关的，而由乡村而来的人口迁移暂时保持在一定限度以内，1921年之后才大力推进。但是，即使是印度的产业工人似乎也不仅长期维持着与所属种姓和民族的关联，甚至还维持着与故里的联系。产业工人在这方面可能与西方的无产阶级存在着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以印度的传统种姓社会和现代阶级社会的重叠所带来的混乱的社会形态直至今天都很难理清。

移居他乡在印度教里属于禁忌，但是下层种姓似乎有着足够的行动自由，遇有紧急的危机状况时可以作为合同工人移居英帝国的其他地区，但是不断地还有很多的回归人员。1834年到1937年有3020万印度人迁出，其中2410万人回归，610万人留在异乡。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是1870年和1937年间外迁的，外迁高潮在1891年和1900年间的饥荒时期。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是以马德拉斯为迁出港的东南部、北部的比哈尔以及以加尔各答为最大迁出港的北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东部。优先考虑的迁入地依次是：毛里求斯、英属圭亚那（Britisch-Guayana）、纳塔尔（Natal）、特立尼达、留尼汪岛和斐济群岛。但是1896年至1928年，拥有51.9万移民的锡兰和拥有38.7万移民的马来亚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尽管合同工人的地位一直到20世纪的新规定之前往往比被他们取代的前奴隶好不了多少，但是印度移民对于目的国来说已经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1961年，印度裔在毛里求斯人口占69%，在英属圭亚那占64%，在斐济占49%。1987年，总共有800多万印度人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大洲，其中100多万在英国。但是无论是人口外迁还是国内人口流动都未解决印度的社会问题。另外，阿萨姆的茶叶种植园在印度国内招聘合同工人在那里引起了新的有关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问题。另外，英国人在19世纪还用船把大约10万名南亚罪犯送到了印度洋的其他殖民地。

但是工业的劳动岗位情况如何呢？英国统治下与外贸相关联的未发生或者延迟发生的工业化是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以前是在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然后是在从属理论家们与修正主义者之间，不过其间他们之间的阵线已不再根据民族来源划分。1876年，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7]提出了“财富外流论（Drain of Wealth）”，根据这个理论，1835年至1872年印度的出口额为12.88亿英镑，接受贷款1.5亿英镑，而进口仅有9.43亿英镑，所以有将近5亿英镑的外流。此外，在R.C.达特（Romesh. C. Dutt）、卡尔·马克思和圣雄甘地等经济理论家看来，大英帝国兰开夏（Lancashire）的棉花工业的利益破坏了高度发展的印度纺织业，印度由棉花产品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和原材料出口国，特别是原棉出口国——这是带有再乡村化的去工业化！

实际上，印度纺织品的出口在1820年后下降了，之后一段时间里没有恢复过来。而英国1814年向印度输出81.8万码棉花产品，1821年为1900万码，1835年为5180万码，1850年为3.14亿码，1896年为20.38亿码，这相当于英国棉花产品出口的39%。第二大顾客是整个拉丁美洲，当时下降了15.7%。关税政策促进了这一发展，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兰开夏游说团体的贸易利益和国家利益插手了印度政府的事务，特别是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关税自治权以后。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向英国的棉花产品征收5%的进口税，对棉线征收3.5%，而1812年英国对印度的棉花产品征收进口税税率为[image: ]，1824年为50%～67%，1832年才降到10%～20%。自由贸易也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英国的前期统治就开始这样做了。其根源显而易见，自由贸易对于兰开夏而言就意味着垄断地位。

然而，英国的进口暂时对印度棉纺织业和印度丝绸产品制造业的损害都不大。但是这种自我维持是建立在织布工人的忍受能力和农业价格暂时走低的基础之上的。比如1837年的进口不足以为每个家庭提供一码棉布，而每个五口之家的年需求量是80码。那么这些进口提高了只有在人口增长且人均收入不断增长时出现的额外需求吗？实际上，修正论者认为1860年至1920年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为0.5%，与起点一样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这还不是民族主义者所说的灾难。1920年之后，人口的快速增长耗尽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以至于人们只能估计人均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只有在这一框架下，印度自己的棉花工业的繁荣才可能使传统的织布工坊濒临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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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4 1900～1940年向印度出口棉织品的衰退和针对印度棉花关税的宣传煽动

20世纪印度可以提高进口关税，但是1930年对英国棉织品征收的15%的关税还一直是特惠关税，虽然兰开夏此间已不再扮演英国经济命脉的角色，而且印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内已经能够满足自己90%的需求。毕竟它的棉花工业在1914年已经占据世界第四位，它的纺纱厂的生产已经高于日本纺纱业三倍。拥有26.08万名雇员的264家工厂中的许多都集中于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尤其是孟买，绝大部分是印度的资本和企业。1914年，孟加拉的黄麻工业（拥有包装材料世界垄断地位）有64 家工厂，雇有21.6万名工人，苏格兰企业在这些工厂中占据主导地位。1930年，才有一半的股份掌握在印度人手中。虽然1774年就已经开始兴起采煤业，但只是后来不断上升的需求，尤其是铁路的发展才促进了其繁荣。印度以1914年采煤1600万吨成为居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煤炭生产国。尽管钢铁生产在印度有着悠久历史，但是它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暂时成就寥寥，因为印度政府自己的需求，特别是铁路建设的需求大部分取自英国，所以只能习惯于缓慢发展印度的重工业。直到1907年才开始在贾姆斯谢德布尔/比哈尔（Jamshedpur/Bihar）建设塔塔钢铁公司（Tata Iron and Steel Company）。来自孟买的塔塔家族（Familie Tata）[8]原先是把他们的资金投入棉花工业的。30%的资金来自塔塔家族。大部分资金是在民族热情的鼓舞下由土邦主们和1.1万名小投资者筹措的。

但是殖民地印度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1946年，乡村农业还使用着75%的劳动力，创造着54%的国家收入。塔塔公司要是没有战争经济繁荣在1914年后也会惨淡。如果说20世纪的印度工业拥有显著的增长率并凭借进口替换策略取得成功，那首先要归功于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直至1914年印度还几乎完全缺乏重要的“未来产业”，比如化学工业、电器工业和机械制造业。这些领域在1937年和1947年间才表现出值得注意的增长。1944年，印度资本控制着62%的雇员超过1000人的工业企业，1947年外国公司的出口份额仅为25%，外国银行只持有17%的存款，而1914年这个数字为70%。但是总体说来，印度经济的起步水平仍然太低，不足以创造彻底转型所必需的需求和过剩。政府在这里的大规模介入是必要的，半心半意的、很大程度上由国家财政主导的关税政策是不够的。

1853年，由“铁路迷”达尔豪西倡议的铁路建设在印度也没有能够像其他行业一样成为工业化的引擎，因为它过多地与英国利益联系在一起了。虽然截至1914年已经有5.63万公里的铁路网里程，规模为亚洲（俄国也计算在内）最大。但是这个倡议来自外部，由政治家、战略家、贸易和航运利益集团（他们以港口为起点开发印度）、铁路材料生产商（包括铁轨在内几乎全部产自英国）和 投资者组成的联盟来承担，因为铁路公司是英国的事务。1870年共有368个印度股东和51519个英国股东。如果1900年前后有大约3亿英镑（英国海外投资的五分之一）投入印度的话，其中就有2.36亿英镑投在铁路建设上。因为印度保证的股息是5%，所以在铁路亏空状况下就要花费5000万英镑。当利润上升时，这些利润又成为印度国家预算的重要收入项目，不能用于铁路的维护保养和扩建。拥有优惠待遇的港口铁路线段和在英国购买材料和出口商品的价格优惠使得印度铁路以满足英国的利益而不是以满足印度的经济为目标。事实上，在从属理论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大都市边缘进行的开发和使之与都市中心相连的建设。

印度对外贸易各种产品的比例实际上体现了以出口原材料和进口产品为主的半殖民地特征（CEHI 2，842、844、8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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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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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印度直到最后都是贸易顺差，尽管在20世纪根据进出口交换比率（terms of trade）而呈下降趋势。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英国的贸易通常都是逆差，但是对第三国却是顺差。英国因此能够通过印度使它自己对第三国的贸易逆差得到平衡，例如1913/1914年（Albertini 1985，424，单位：百万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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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还额外从印度获得直接付款，即上文提到的国内财政支出，它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13/1914年数额如下（Tomlison 1979，18，单位：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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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的这笔约2000万英镑的国内财政支出占印度政府支出的24%。最后还有隐性收入，即利润转入大都市和来自海运货物生意和保险生意的收入，这些都牢牢掌握在英国手中。所有这些进项相当于印度出口价值的50%，以至于与1898/1899年的贸易结算盈余3.556亿卢比相比，出现了 3.965亿卢比的国际收支赤字和4090万卢比的最终赤字。

在预算中占比40%～65%的军事负担造成了特别的麻烦。但这意味着统治印度对于英国来说是值得的，因为统治的方式是控制没有有效海关保护的印度市场，是垄断印度的无形贸易，是由印度支付费用修建以各港口为目的地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因此也是为英国控制贸易而修建的。统治印度是值得的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养活全英国武装力量的一半而不用英国花钱。印度军队也被完全使用于其他地方，1860年用于中国，1868年用于埃塞俄比亚，1882年用于埃及，1893年之后还用于非洲其他地方，如投入布尔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有130万士兵不得不离开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度甚至招募了250万士兵，他们不仅被派往马来亚、缅甸和中国抵抗日本人，而且被派往北非、意大利和希腊与轴心国作战，其间牺牲2.4万人，失踪1.2万人，受伤6.4万人，被俘8万人。1932年以后，军官晋升通道也对印度人开放，在1940年和1945年间印度军官的比例迅速提升。

在控制印度货币方面，英国人也取得了优势。印度实行银本位制，1835年使用统一的卢比，而在英国控制的世界市场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当1874年以后白银数量在全世界增加的时候，它被印度的需求抽空，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后果。印度的出口货物便宜而进口货物贵，又必须用黄金以不利的汇率来支付国内的财政支出。1876年，1350万英镑价值1.47亿卢比，1893年1580万英镑价值2.7亿卢比，而土地税额仅从2亿卢比提高到2.5亿卢比。如此难以为继，所以1898年至1899年对印度实行了金本位制，对卢比的汇率由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确定，暂时为1先令4便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使战争贷款得以发行而暂时放弃了货币与黄金的联系。在印度，战争导致的白银短缺引起了卢比升值。为了用黄金来保持平衡，伦敦动员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支持印度，以便在顾及美国的战争债务的同时保护自己的黄金储备。战争之后，伦敦坚持1925年回归金本位制时确定了1先令6便士的高汇率，遭到印度愤懑的抵制，结果是英国商品得到补贴 而印度商品陷入亏损。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伦敦也维持了这一汇率，英镑汇率的自由浮动并不适用于卢比。所谓的国库自治的印度政府被冷落了，因为伦敦担心在卢比也贬值时印度可能不会再遵守它对英国的财政义务——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观点。由于黄金价格上升了20%，1931年和1936年间私人储藏的价值30亿卢比的黄金涌向伦敦，直至那里由于黄金盈余而面临通货膨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对英国的财政依赖比商业依赖更为重要了。战争和军费使债务和国内财政支出剧烈增加，资金向英国外流，而不是像1913年以前那样从英国流入高额资金，而当时的汇率使利润向英国转移看起来更为值得。这个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似乎是最索然无味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用注入贷款来支持印度的战时经济，以至于印度最后在伦敦有160亿卢比的结存。与一个可能再也还不了钱的债务人相比，人们更愿意让一个自己可以管理其账户的债权人独立。英国对印度的财政兴趣和商业兴趣都减退了，新的英国企业很少支持这个国家，除非是它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依赖于繁荣贸易的印度统治体系恰恰难以尽到它对伦敦所承担的义务。于是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就是印度的独立，但是此时对印度影响更大的是其旧主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其发展政策而不是他们的一贯被矫饰的剥削！因为不管是否发生过财富流失，起决定性作用的都不是以前的重商主义观点所宣称的商品和资金流失，而是一个国家为此得到了什么。

在印度的邻国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可以看到更为明显的殖民地政策下的经济模式。建立一个相对有力的欧洲模式的直接管理机构，比起实行带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关系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尤其通过经济作物与世界市场相联系，要更少具有瓦解社会的作用。在禁止出口大米的缅甸，1880年代被兼并之后迅速成为 重要的大米出口国。用西方的方法，按照新的私法原则迁居农民来开垦土地，其后果就是按照同样原则所产生的巨大债务。丧失土地或者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沦为农奴，可能会引发乡村集体的瓦解。1937年，下缅甸水稻种植区的一半耕地属于非本地的土地所有者，其中很多是印度南部的放贷者“遮地人（Chettiars）”，他们在1886年后拥入这个国家。当大米价格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下跌的时候，很多稻农沦落到了最低生存线之下，其结果就是发生骚乱。英国管理方虽然在1908年采取了保护农民的政策，但是没有能够在整个印度层面上实行。1937年印度的脱离才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尽管这个脱离是由想要摆脱新德里监管的英国的经济利益团体来承担的。

锡兰以前作为桂皮岛非常有名，19世纪桂皮的地位被咖啡取代。传统的村庄集体暂时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触动，因为种植园位于尚未开垦的山地，政府把这些土地占为己有，然后再分给经营者。村庄的居民表示尚未作好到种植园工作的准备，结果就引进了泰米尔人（Tamilen，他们与在锡兰北部定居的泰米尔人有别）。当咖啡树在19世纪80年代被真菌全部摧毁时，快速引进的茶叶取代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位置。体制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当被忽视的传统地区的人口增加的时候，那里缺乏可供开垦的土地资源，人们只有种植园。于是就产生了人均土地极少和发展陷入瓶颈期的后果，而茶叶种植园的收益在英国人手中并往往外流，危机则以失业的形式转嫁给了工人。

荷属东印度和西属菲律宾

荷属东印度（Niederlndisch-Indien）（“印度尼西亚”这个概念是1850年创造的，1922年被那里的民族运动所接受）和英属印度一样最初掌握在一个握有特权的股份公司——尼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V.O.C.）手里，不过它只直接控制着爪哇和香料岛（die Gewürzinseln），在别的地方维持一个基地体系更为便宜。作为保守圈子的保护者，由于负债过多而在1799年被亲法国的爱国者们清除，它的财产由巴达维亚共和国（die Batavische Republik）接管，最终与尼德兰一道被法国吞并。拿破仑式的改革尝试难以为继，因为1811年至1816年，这些岛屿被英国占领了。英国总督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nford Raffles）尝试根据政治经济原则促使爪哇实现现代化。此前爪哇农民在当地贵族的严厉统治下必须向其提供实物税和以低廉的固定价格向其供货，现在直接管理和市场—货币经济应该取代这种君主制度。如果农民们能够赚到钱，那他们也会买英国的纺织品。在钟情于孟加拉的庄园制度之后应该按照印度税制的模式来推动对农民的耕地征收直接土地税。这样一来国库的收入就会有保证，农民也会被迫用钱来清偿税款，并且会习惯卖和买，习惯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然而还缺少有能力的官员去执行，因为爪哇人极为习惯传统的关系。此外，万隆（Bandung）周围重要的咖啡产地勃良安没有触及这种状况，因为它太有利可图了。

虽然英国的贸易可以涉足前尼德兰垄断地区，但是出于欧洲政治上的考虑，印度尼西亚被归还给了尼德兰人。莱佛士忧心忡忡。因此他1819年从柔佛苏丹（Sultan von Johore）手中得到了马来亚半岛南端的新加坡岛来保护英国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利益，特别是保护重要得多的中国航线，此举给伦敦政府带来了烦恼，却有加尔各答大总督作后盾。1824年以协议的方式划定了势力范围。尼德兰获得南苏门答腊的英属班库伦（Bencoolen）和其他利益，作为交换必须放弃在印度和马来亚（马六甲）的领地并承认新加坡。这就是说，马来半岛变成英国的，群岛是尼德兰的势力范围，虽然两个国家都可以在那里实行自由贸易——这是为了排除第三国，但应尽可能地让第三国没有觉察。尼德兰人只能在其狭小的占领区内征收与英国在印度征收的一样的保护关税。但是在控制群岛的同时，尼德兰人继续扩展这一区域，英国人对此予以容忍，因为对他们不友好但却较弱的尼德兰在那里要比一个更强大、更富于侵略性的法国更好一些。他们毫不犹豫地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对合同进行扩展，并在中国航线南面海岸的北婆罗洲（Nordborneo）［加里曼丹（Kalimantan）］站稳了脚跟。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从1840年以后在那里为土著诸侯效力，最后自己成了沙捞越（Sarawak）的王侯。在1846年获得的文莱海湾（Golf von Brunei）的纳闽岛（Labuan）上，英国人建立了一个海军补给站，格拉斯哥（Glasgow）的商人们蜂拥而至，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在那里露面，尼德兰的抗议可以被驳回了。

1814年之后，和以前一样，只有爪哇、人口密集的群岛核心地带、西里伯斯岛（Celebes）［苏拉威西岛（Sulawesi）］南部和东部的几个香料岛处于尼德兰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直接控制所要求的对尼德兰国家的尊重由于英国占领而动摇了。尼德兰人必须采取军事措施才能够保障当地产品，比如邦加（Bangka，与东南苏门答腊隔海相望）的锡或者南婆罗洲的咖啡和胡椒，重新垄断给他们带来利润丰厚的鸦片和食盐，并且能禁止普遍的海盗行为。于是，在1820年代首先建立了对东南苏门答腊的巴邻旁（Palembang）苏丹国、对西婆罗洲及其从事海盗活动的华人聚居地以及对西里伯斯岛的控制。为了把英国人拒之门外，1828年甚至在“荷属”摩鹿加苏丹国（Molukkensultanat）主张占有的西新几内亚（West-Neuguinea）建立了一个基地，但由于高死亡率又不得不很快放弃了。意欲将苏门答腊中部尤其是米南加宝（Menangkabau）置于控制之下的企图也同样进展甚小，其原因不仅仅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Fundamentalist）“白衣人（Orang Putih）”的激烈反抗；伊斯兰教过去和现在都是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宗教。但是现在通过麦加朝圣，阿拉伯的瓦哈比派（Wahabiten）极端思想到达了苏门答腊，并且引发了 与本土诸侯们以及与尼德兰人的冲突。严格的穆斯林不但厌恶嚼槟榔，而且特别把尼德兰人所庇护的吸食鸦片视为极端可恶的事情。

但是，尼德兰势力在苏门答腊的发展被1825年和1830年间的爪哇战争所阻止，其间伊斯兰的觉醒运动也开始发挥作用。18世纪，尼德兰人把古老的马塔兰国（Reich Mataram）蚕食得只剩下南爪哇的日惹（Jogjakarta）和梭罗（Surakarta）两个苏丹统治区了，它们处于一个满足于有限独立的总督的控制下，但这并未排除对其经济的干涉，比如强迫出租种植园土地或者滥用关税承包制。日惹的一个受挫的王位争夺者1852年在传统的并一直存在至20世纪的千禧年主义的意义上被宣布为统治者和宗教改革者。他的追随者们依靠巧妙的游击战术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并与最重要的尼德兰军队结为一体，当然这些尼德兰军队在尼德兰本土招募的士兵很少，大多数士兵是从群岛的其他岛屿招募来的。费用总共达2000万荷兰盾，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尼德兰胜利之后，出于均衡的原因，两个苏丹统治区被大大缩小，人们试图用赔款来弥补对忠诚的日惹的不公。

当时较为重要的工业区比利时的分离进一步弱化了尼德兰。这样，尼德兰在1830年终于成了一个小国，它只能拖拖沓沓地回到苏门答腊，人们考虑把该地打造成可靠的原料生产地和纺织品销售市场。1830年代，中部高地被征服，因顾忌到英国的贸易利益，1842年和1844年间又撤出了当时占领的东北沿海地区，此前尼德兰大总督对那个地区的经济价值的评估本来就低于槟城（Penang）的英国贸易商会。原则上说来，当时给总督规定了非扩张性的克制政策，只有在实施大有希望的计划和与英国进行对抗时才可采取特殊措施，比如在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岛。但是雄心勃勃的“身在现场的人”自1840年代就开始考虑征服整个群岛，他们忧心忡忡地看到布鲁克的榜样为众人所效法。例如另外一个英国冒险家意欲在苏门答腊东南海岸的西阿克（Siak）立足，导致1858年尼德兰人重回这个地区。但是，1840年代到1860年代的所有这些行动都可能促进了诸侯们的被征服和局势的安宁，尤其是促进了对海盗的镇压，直接的欧洲统治原则上与此无关，只有与爪哇相邻的巴厘岛（Bali）例外，它于1850年代被征服。1854年至1859年与葡萄牙订立的一个协定通过1904年至1916年的第二个协议才完全实现，根据前一个协定，帝汶岛（Timor）的东部转让给葡萄牙，而帝汶岛的西部连同小巽他群岛（der kleinen Sundainseln）其余部分由尼德兰掌控。

自1860年代起在苏门答腊岛上发生了几次影响深远的争执。新加坡贸易商会感觉被尼德兰人排除在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而尼德兰人最终意欲拥有对苏门答腊岛北端的、受到1824年英荷协议保护的穆斯林苏丹统治区亚齐（Aceh）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力，因为亚齐阻碍着他们保障这片水域航行安全的努力。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自然大大提升了向东亚的航行交通。但亲自建立秩序并非英国的利益所在，而将这一任务转让给第三国 更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所以尼德兰在1871年获取了经营整个苏门答腊的自由，作为回报允许在印度尼西亚的英国商人享有对尼德兰人也同样适用的条件。另外还商定了向荷属圭亚那运输印度苦力和把西非黄金海岸的尼德兰基地转让给英国。

为了防御尼德兰人，亚齐与在世界港口新加坡的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奥斯曼人共同参与了许多阴谋诡计。即使相关政府对一部分阴谋也是毫不知情，但尼德兰人如此盛怒，以至于大总督在1873年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承认尼德兰的主权，如果避而不答就要应之以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908年，因为苏丹统治区失败后领导权转到了伊斯兰教的经师乌里玛（Ulama）[9]和当地酋长手里，他们鼓吹“圣战”，采取分散的游击战术，几乎无法战胜。尼德兰人依靠外部帮助控制着海岸，通过来自马来亚的穆斯林来试图封锁他们。但是直到约翰内斯·本尼迪克特斯·范·赫兹（Johannes Benedictus van Heutsz）那时才取得连续成功。他1898年获得指挥权并受到研究伊斯兰的学者克里斯蒂安·史努克·许尔格龙涅（Christian Snouk Hurgronje）的指点，后者在麦加生活过，在那里研究了印度尼西亚朝圣者，最后于1892年制定出一项克服冲突的科学而可靠的计划，这是殖民主义科学的经典范例。尽管他从长远着想，意欲在进步意义上把土著从他看来是僵化的穆罕默德宗教中解救出来，但他还是认识到了尊重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必要性。投入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进行丛林作战、清除苏丹统治区和镇压真正的主战派乌里玛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把被这个主战派所压制的贵族们的传统影响力归还给他们，通过严格的福利政策，尤其是通过尊重伊斯兰教来赢得民众。为了这个目的，他鼓励去麦加朝觐，并且在吉达（Djiddah）建立了一个尼德兰副领事馆。

但是没有立刻采取这些措施。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当1905年日本人战胜俄国人的消息传来之时，发生了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暴动。亚齐人甚至试图与日本人建立联系。亚齐之战和印度的叛乱一样属于对传统制度的反应，即如何从领导和计划上认识这个制度。因为与在印度不同，这里从发展中吸取了教训，也尝试了反抗的现代形式，因为这 场战争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轰动，所以去殖民化的前期史是在这里开始的。另外，亚齐之战的胜利者范·赫兹1904年至1909年作为大总督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征服者绝非偶然。之前的不干涉政策的赞成者们的呼声受到重视，不只是尼德兰的经验告诉人们殖民统治具有继续扩张和加剧的趋势，因为人们无法逃避每次新出现的纠纷的后果。在此之前，尼德兰人喜欢表现出自己与殖民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不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这是直到现代的历史编纂学还崇奉的一个错误观点。马尔滕·库易滕布鲁威（Maarten Kuitenbrouwer）证实，1900年以后尼德兰的外交和殖民地政策与其他地方的普遍情况别无二致。

与在印度的英国统治一样，尼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也是少数统治。巴达维亚的混居环境和它的洋泾浜葡萄牙语以前是那么重要，但在这里也受到欧洲人的遏制，这些欧洲人也许可以长期待在这个国家，但尽管如此却只是暂时待在这里并说荷兰语。荷兰语一直是主人阶层的高雅语言，与在印度的英语不同，它是一个种族区别的标志。虽然为它的使用作足了宣传，但是实际上促进了一种马来共通语作为交际语。1900年前后大约有5000个印度尼西亚人掌握荷兰语。但随后就从他们那方面产生了要求尼德兰式教育的压力。1942年有86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2%。1856年在爪哇岛上有2万欧洲人，1905年有8万，而与这些人相对的是在尼德兰的势力范围内的56万华人、3万阿拉伯人和3700万土著，这些土著民中有3000万在爪哇和马都拉，700万在其他岛屿上生活。据此，前者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6人，而后者仅为每平方公里4人，这使得经济和政治的权重分布一目了然。

殖民地的主权在1815年以后暂时在君主手里，随着1848年的自由主义宪法改革，殖民大臣才变为向国王和议会负责。实际上就像印度一样，殖民地政策首先在大臣和大总督之间决定，由于距离遥远和有1854年的《政府条例》（Regeerings Reglement），大总督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有一个五人委员会支持他，但是他 只有在立法方面和驱逐出境的案例上才勉强有权参与决定。首脑机关是中央秘书处，也是与在各自主任领导下的专业处室联络的主管机关。1866年的一项改革把旧的处室削减到只剩财政处和行政管理处，又新设立了一个负责教育、宗教和工业事务的处室，另外还有一个司法处和负责其他事务的处室。主任们没有政治责任，只是级别高一些，但不是省级领导人和总督（Resident）的上级，也不是几个直接隶属于大总督的外省总督的上级。

总督是全面负责的官员，在爪哇可能要对100万人负责。他的总督府分为助理（Assistenten）下属的各个部门，再分为由督察（Kontrolleuren）领导的下一级部门，督察是欧洲人担任的最低一级职位，负责与本地同事联系。只要外省有这种机构存在，它就与爪哇不同，可能常常只是监督继续正常运转的本地的统治体系。官员的主要任务本来只是征收税款，所以被叫作税务官。因此他们常常是退伍的低级军官。1843年以后在代尔夫特（Delft）有一个殖民地官员的培训机构，1863年以后有了入职录取考试。谁要是通过了这个考试，就必须积累当税务助理（controleurs-aspirant）的经验。1942年，在爪哇和马都拉包括内政公务员（binnenlandse bestuur）在内只有200个欧洲人。

此外还有一个平行的本地显要人士等级，这是一个拥有特殊教育背景的官僚显贵阶层（priyayi）。一个由大总督任命的执政（Regent）在助理层面上，在总督的监督下监控本地的酋长，负责公共福利和在民事案件中执法。但他的财政权被取消。在行政区层面，协理员（wedonos）必须监察和帮助官员们做准备工作，次级行政区由协理员助理负责。

行政和司法在世纪之交彼此分离。适用于欧洲人的是修改过的尼德兰法律，适用于本地人的是1873年首次颁布的刑法法典，而在民法方面应该继续实施各地不同的习惯法（adat）。只有华人隶属于欧洲民法管辖。虽然1918年一部适用于印度尼西亚所有居民的刑法法典开始生效，但是这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法庭。除了殖民地司法，还有受到监控的本地司法以及出于法律原因而非宗教原因 被视为令人怀疑的和受到限制的伊斯兰教的经师们的民法判决。

在穆斯林中间进行基督教传教直到1854年都是被禁止的，之后只有经国家特许和在国家监督下才可进行。在福音觉醒运动的影响下，一系列新教教派开展了引人注目的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28年成立的莱茵布道团（die Rheinische Mission）于1861年在苏门答腊中部的非基督教的巴塔克人（Batak）中间开始的活动，因为由此产生了自1940年开始的独立的本地路德教派。另外，根据尼德兰的传统，1817年创建了荷属东印度的新教国家教会，它直到1935年才重新从国家层面分离。后来出现的天主教徒不得不服从相应的管理，这引起了很大的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并没有妨碍传教活动沿着葡萄牙人的足迹在帝汶岛和弗洛勒斯岛（Flores）获得成功。

顾忌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也属于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因为传教威胁到了它的经济利益。利润取向对于新的国家殖民地政策也一直是决定性的。尼德兰人起初打算保留莱佛士的制度，然而它没有奏效，或者仅仅为英国的商业资本发挥了功效。收入仍然不足，最迟在爪哇战争中殖民地已成负担。但是威廉一世（Wilhelm I）国王将依靠尼德兰殖民地助力经济繁荣视为自己的任务。因为当时比利时的纺织工业和尼德兰的船舶吨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尼德兰的轮船将来可以把比利时的纺织品运往印度尼西亚，并由此打败英国。由于缺乏个人积极性，1824年建立了尼德兰贸易公司（N.H.M.），国王为此捐助了基本资金1200万荷兰盾的三分之一和4.5%的股息保证金，在这个基础上资金可能增加到了3700万荷兰盾。

当财政形势持续恶化时，国王决心回到以前的实物垄断制度的一种变体。这个计划的发起者范·登·博施（Johannes van den Bosch）伯爵1830年至1833年作为大总督贯彻了该计划，然后作为殖民大臣在他的继任者的协助下继续发展这个计划。这一种植制代替了从1720年起实行的勃良安咖啡种植制（Preanger-System），并与莱佛士的土地税相关联。一个通常没有现金的土著人可以选择一种义务，也就是不用自己土地收获的五分之二缴税，而是用自己五分之一的土地和五分之一的劳动为政府 种植经济作物，低地地区生产甘蔗、靛蓝、烟草，高原地区开始是咖啡，后来是茶叶。多出的部分应该支付报酬。但是这一切都是出于被迫，更何况这些契约都必须按村签订。因为管理部门只关心收益，所以为简单起见就把整个村庄变成了生意的合伙人。1831年官员们获得10%的利润分红，1832年确定了每个总督辖区的生产额，1835年有一位总督的收入下降了一半，因为他生产靛蓝的作物种植失败了。那里流行的是迁徙耕作农业，也就是一种焚林垦田轮作制，除爪哇以外，这种垦田制没有解决人口逃亡的潜在问题，而爪哇也存在着这一问题。另外，这种制度依靠对村长的体罚和其他惩罚来实行，然后村长也对村民如此办理。1862/1863年体罚即将废除之际，据说有474375例杖刑，其中376206例在爪哇，这也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标准。1840年，有72.5%的人口与这一种植制有关，1860年仍然有54.5%，但是如果不算咖啡种植的话，则只有22.5%和32%。

乍看上去这是一个殖民地剥削的典型例证。据说爪哇岛上只有管理人员和华人经纪人从中获利，民众则变得贫穷了。还有由于这个种植制强制荒废水稻种植所造成的饥荒，这些饥荒波及了没有参与这个种植制的地区。仔细观察的话，这个种植制虽然严厉，但是对于爪哇来说也并非只有缺点。相反，报告和统计都证明了人口增长的繁荣。1820年至1860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提高，据说是劳动需求增长所致。很多新的劳动岗位和资本经济的向前推进也可以作为这个种植制的现代化成果记录下来。可能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用个人资本进行的实验鲜有成功。人们在爪哇和印度次大陆以其为出发点的自治和和谐的前殖民时期的村集体可能在有些地方仅仅作为极乐世界思想体系的一种纯粹的概念存在过。村庄里个人拥有土地的比例1882年为48%，1907年提高到了83%。

但令人忧虑的是，以土地面积和劳动作为计算基础的生产方式后来变成了设定过高的产品数量。农村下层对于工作岗位的依赖也是令人忧虑的。当1840年世界市场价格暂时下降时，他们的劳动力过剩和产品销售危机不期而遇了，还出现了在这个种植制框架下对于作为经纪人和深加工企业主的 华人和欧洲人的依赖。人们之后可以把这些深加工企业主无缝转接到一个自由企业主体系中去。令人担忧的尤其是，人们任由这种转变自行发生，没有实行对乡村社会有利的发展政策。这一体制的后果不是短期的贫困化，而是对结构变化长期缺失控制或只有单方面的控制，这一点对欧洲人有利，而对爪哇人无益（Elson 1994）。

从中获利的首先应是尼德兰。由于工业化的比利时分离出去而变得虚弱之后，这个种植制甚至成为尼德兰经济的救生圈。尼德兰贸易公司以代销11%为条件获得了运输和销售垄断权，还获得了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垄断权，政府补贴和损失担保最高达12%。英国商品被征收关税，当英国人也向尼德兰商品强行征税时，这笔税款被作为特别费用悄然如数补贴给了尼德兰贸易公司。尽管超额利润必须交付国库，但1839年它还是分发了最高的红利。另外，国库还从巴达维亚政府的钱箱得到了的丰厚利润。1831年至1840年，尼德兰从印度尼西亚每年平均收入930万荷兰盾，1841年至1850年为1410万，1851年至1860年为2670万，1861年至1870年为2240万，1871年至1877年仍然达到980万，共计8.23亿荷兰盾。截至1850年它不少于国家收入的19%，1850年以后甚至超过30%。尼德兰的国债由此得以清偿，虽然同时期它的消费税下调并推迟所得税的征收。这些都是尼德兰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特温特（Twente），自己的棉花工业建设得到了直接资助，尼德兰铁路网获得了最初的基金。此外还为造船业提供了动力，阿姆斯特丹再次成为贸易和金融要地。

但是这个殖民政策在尼德兰存在着争议，不过最初仅仅是因为它给予独裁的国王以不受议会制约的收入。在自由党人看来，在议会的控制下额外收入同样是正当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殖民地存在就是为了尼德兰的福祉。但是他们谋求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企业、取代种植制的白人种植园、国有或土著人的土地应有更多的活动自由。然而，在这种拥有 分离的权力范围的种植制中，这些几乎都是不可能的。1860年，前助理总督爱德华·D.德克尔（Eduard D.Dekker）用笔名“莫尔塔图里（Multatuli）”写的殖民地批判自传体小说《马科斯·哈维拉尔》（Max Havelaar）面世，在影响公众舆论反对这个种植制方面，它来得正当其时。在各种贪腐丑闻公布于众之后，政府不得不决定废除这个种植制，虽然放弃这种额外收益对它并非易事。从1862年起，针对一个又一个产品先后废除了这个种植制，首先是针对各种香料，最后是1917年针对产生利润最多的咖啡。此外还有消除关税壁垒，尤其是自由党人的农业立法，尼德兰贸易公司通过转入银行生意在消除关税壁垒方面作了先期准备。不过，他们在实施个人占有土地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对土著的保护。土著可以在有限时间里（自1918年起最多21.5年）出租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这种轮换租赁者的基础上建立种植园须经过批准。管理部门可以将未耕土地出租75年。这样就和锡兰岛上的情况类似，土地储备被用尽，依照迁徙耕作制进行的焚林垦田轮作制的范围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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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5 出口产品的生产国所占百分比：左为1834～1890年，右为1894～1940年

现在开始的种植园经济的繁荣招致了劳动问题。奴隶制仍有遗存（在1863年已被废除），但爪哇岛大量提供自由的雇佣劳动，不过这并不妨碍有些企业通过与政府或者乡村首领们协商，把代替征税的劳役或乡村总体所欠的劳役变成种植园里的强制劳动。而在外岛到处都缺少劳动力，人们试图通过输入爪哇人和华人进行弥补。但是由于机灵的华人作为商人等类似职业者可以赚到很多的钱，所以这些合同工有时被当作战俘一样对待。苏门答腊岛上“野蛮的”巴塔克人被用于对逃亡苦力的名副其实的“猎捕”。示范性的惩罚和在奴隶制时期一样也是制度的一部分。中止劳动合同一直到1940年后都是违法行为。不过此时终于开始发展外岛的各个地区。1870年，它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出口总值中占13%，1900年占30%，1930年超过了一半，不过此时橡胶和石油这样的新产品也发挥着作用。

在这里很难回答清楚关于殖民统治的剥削问题，至少对于开垦制时期是如此。尼德兰议会在1870年明确拒绝把从印度尼西亚得到的利润重新用于殖民地。而尼德兰经济因此得到发展，其间由于特温特的纺织品提价和各种各样的倍增效应还不得不对上文列举的款项添补了约4000万荷兰盾。1875年盈余竭尽了。殖民地需要自己的钱用于亚齐战争，本地的国库不得不一再用来平衡巴达维亚的财政赤字。另外，随着经济的自由化，尼德兰在印度尼西亚贸易中的份额也萎缩了，1870年至1913年，出口方面从76.6%降到了28.1%，进口方面从40.6%降到了33.3%。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款项汇入尼德兰。据说1925年有4.14亿荷兰盾的利息、盈余和利润支付款从印度尼西亚流出，用于国内财政和麦加朝圣的支出为7700万荷兰盾，但是其中共有1.3亿进入了第三国。剩余的3.61亿占当时尼德兰国家收入的6.7%。根据另外的计算，在1938年甚至占到8.4%，加上在尼德兰的收款人的支出总共占到13.7%。这是非常可观的数额，但是与种植制时代不同，它的意义是有限的。此外这里涉及的是个人获益。对于国库来说，印度尼西亚和亚齐战争成了赔本生意。在欧洲殖民史上，国家往往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而利润却流进了个人口袋，但没有造成 国家经济发展的亏损。殖民地的丧失并没有带来尼德兰的经济衰退，相反，依靠马歇尔计划在1945年至1955年实现了经济繁荣。损失被强劲的工业化抵消。

尽管其纯负债状况得到了成功的削减，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它的收支平衡看起来仍然是另一番景象。经济发展无疑带来了现代化和附加的生存机遇。时间越久就会越多地开始保护土著。富裕的欧洲人在这里纳税更多，而按照他们的观点，土著几乎没有被支付过低报酬。但是从世界市场的观点看，他们的工资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结构性的畸形发展似乎成了自身的问题。前文描述过的社会经济发展把劳动者的角色固定分配给了爪哇人。假使有可能与欧洲人和华人进行竞争，经济的自我首创精神首先也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商品作物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越来越多的工人又需要越来越多的大米，快速增长的大米生产又会导致进一步的人口增长，直至在危机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急剧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回自给自足经济这一事实证明，这个已被填满的乡村体制达到了它的负荷极限，却未能为获得新开垦地打开安全阀。

菲律宾也是在19世纪被商品作物生产带进世界市场的，但是比印度尼西亚宽松一些。它和印度尼西亚一样作为概念也是一件人为产品，得名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是在他统治时期被占领的，不过不是为了菲律宾本身，而是要将它作为通向香料岛的后门。继而它很快成为白银之国墨西哥通往“求银若渴”的中国的后门，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通过每年在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往返一次的垄断轮船进行。菲律宾是墨西哥的附属殖民地，而并非本来就是西班牙殖民地。然而，在尤其涉及传教士的军事征服之后，或在军事征服过程中，它就已被西班牙化；教会，尤其是各传教教团成了大土地占有者。

不过直到19世纪，北吕宋岛（Nordluzon）、棉兰老岛（Mindanao）、苏禄群岛（Suluarchipel）和巴拉望岛（Palawan）都没有被最终纳入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在这些岛屿内部也有反殖民的宗教和社会民众运动的传统。在南部是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它在欧洲人之前来到了这个地方。它的中心是苏禄群岛上的霍络岛（Jolo）苏丹统治区，这个地区在 1578年至1876年至少遭到西班牙人的16次进攻和3次占据，但最后一次才实现长期占领。西班牙依靠在英国购买的蒸汽炮舰和现代化的炮兵部队，到19世纪末至少成功地控制了海岸，而在岛内战斗仍在继续。

在此期间，经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墨西哥的贸易在18世纪就不再大获其利了，但是，受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于1762年至1764年占领马尼拉事件的震动，西班牙波旁王朝方才开始改革的尝试。1785年菲律宾在经济方面部分地脱离了墨西哥。一个西班牙菲律宾皇家公司（Real Compañía de Filipinas）建立起来了，它直接绕过好望角与群岛交往，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总督还基于开明的专制政体思想出台了农业发展政策。除香料外，菲律宾还为世界市场生产丝绸、靛蓝、马尼拉大麻、蔗糖和烟草。但是仅仅是实行了一种类似于后来的尼德兰种植制的烟草垄断而获得成功。1809年，烟草给国家带来了28%的收入，高于菲律宾人的贡金和海关关税。但是新的垄断公司主要集中于中美贸易，并于1834年解体。

由于美国的独立，当时与墨西哥的剩余联系也失去了，垄断制度被排除，随着马尼拉于1835年声明成为自由港而开始了贸易自由化。结果就是促进了商品作物生产的发展和出口的繁荣。特别是蔗糖生产迅猛增长，仅在1831年和1854年间就达到了原来的3倍。1839年至1870年，菲律宾的出口总值增长了44倍。1841年是蔗糖，接着是烟草和唯一的工业产品香烟、大麻和麻绳以及靛蓝以总计72.5%的比例成为最重要的出口货物。外贸的总价值在1861年和1865年间的年平均额从1837年的460万美元提高到1850万美元，其中有1280万美元是对英贸易。1841年，年平均额为780万，350万属于英国。因为这个生意很大程度上落入非西班牙的公司手中，它们不仅作为商人，而且作为小农的放贷人对经济进行不断强化的控制。

除了1800年前后出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华人在其中也发挥着明显的作用。1766年，人们未能成功地把他们从这个国家赶走。借助于洗礼或贿赂，许多人留下来了。1778年，驱逐他们的命令被撤销，因为他们推动了贸易体系的发展。1879年，菲律宾成为类似于“西班牙旗帜下的英国和中国的殖民地”，这时，西班牙国家完全承担其费用，并可以首次开展像改善岛屿交通道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按照各个外国榜样，西班牙的企业也成立了拥有外国贷款的蔗糖种植园企业。除了教会及其传教团，贵族阶级（Principalía）在新的大地主中也有着重要影响。这些贵族最初可以追溯到那些与西班牙人合作并由他们给予特权的土著精英，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就越来越多地由经过西班牙化的西班牙—菲律宾混血儿和中国—菲律宾混血儿组成。但是他们是唯一拥有政治权利的人，比如（地方）选举权和任职权。

因为只要没有用不断更换的劳动力进行准工业化的种植园生产，租赁制就似乎占据着上风，其间在货币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各种预支和交付生产资料等造成的租赁者欠大地主的债务发挥着核心作用。小农经常因为欠放贷者的债而丧失对自己土地的权利，然后作为租赁者从放贷者手里重新得到土地。除了额外地非法侵占土地，授予和开垦尚未利用的王室土地也有着显著的作用。人口迅速增长，从1818年的200万增长到1887年的700万和1918年的1000万。与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的大部分地方不同，供应世界市场的贸易作物生产在菲律宾群岛是在大地主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要么在所有者直接经营的种植园里，要么在租赁的小块土地上，这些小块土地甚至都不必连在一起。诸如此类的事情容易让人联想到拉丁美洲的情况。

菲律宾人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长达数世纪，尤其是通过教会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基督教化和西班牙化，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而西方的文化移入（如果说西方的意图正在于此的话）在印度次大陆和印度尼西亚还有在中国和日本则成效其微，或者说具有另一种特点。至少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东亚各世界观体系在面对西方的影响时被证明比非穆斯林的菲律宾人更具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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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称德林达依省（Tanintharyi）。——编者注

[2] 或“师尊”，是锡克教最初十位领袖的统称。——编者注

[3] 在《装饰主义：英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帝国》（Ornamentalism：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一书中，作者大卫·卡纳丁（David Cannadine）认为，对大英帝国来说，阶层、等级、地位甚至比种族更重要，英国人扩张的其中一个动力正是阶级意识，英国移民者试图驯化异域世界，重塑殖民地社会，依照国内的模式复制出一个精细分层的等级社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殖民地举行堪比母国的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典礼。——编者注

[4] 帕拉第奥主义是1720年至1770年在英国兴起的一场建筑艺术运动，在复兴古罗马建筑对称布局与和谐比例方面作出了贡献。建筑作品风格严谨而富有节奏感，表现了手法主义的一种特征。新帕拉第奥古典主义又称典雅主义（Formalism，又译形式美主义），主要流行在美国，致力于运用传统的美学法则来使现代的材料与结构产生规整与典雅的庄严感。

[5]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田赋制度，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地主、以解体的农村公社社员为个体佃农的租佃制。由政府对莱特（即农民）耕种的土地进行测量、分级、估税，与莱特直接订约，赋率通常每30年改定一次。莱特只要按时向政府缴纳规定的田赋，即可以永久占有和使用土地。

[6] 该制度的特点是：承认土地所有权为庄地、村庄或村社的农户所共有；政府与庄地或村社的头人（或其代表）直接订约，确定一笔田赋总额，通常为地租的40%～70%，为期20～30年，然后头人将田赋分摊给各户；缴纳田赋时采取连环保形式，集体和各户共同承担责任，通常由其头人（或代表）向各户收齐田赋后再统一上交政府。这种制度是介于柴明达尔制与莱特瓦尔制之间的制度，既吸收了它们的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

[7] 1825～1917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早期最著名的活动家，国大党奠基人之一。他的《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一书在印度民族思想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书中的“财富外流论”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揭露、抨击英国殖民剥削政策的武器。他一生为争取印度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被誉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元勋。

[8] 塔塔家族属于印度少数民族——帕西族。帕西族人数占印度人口比例极小，却是孟买新兴工业资本的先锋，20世纪60年代，塔塔家族从事棉花、茶叶生意，现在已经发展成印度第一大财团。

[9] 阿拉伯语中泛指有权威性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神学家，以及在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任职的重要官员等。


第十六章 东亚帝国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中国

在英属印度、荷属东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到处都有对华贸易，更确切地说首先是英国的对华贸易。在东印度公司（E.I.C.）于1833年失去了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最后一个垄断权）之后，它对于英国的贸易体系依然保持着其战略意义，印度的鸦片出口对英国贸易体系筹措资金依然保持着必要性，1840年专家就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和支付三角对一个议会委员会所作的陈述告诉了我们这方面的情况（CHBE Bd.2，400，单位：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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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向英国出口的茶叶越多，英国就需要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印度鸦片，因为它几乎是在中国有需求的唯一西方商品。另外，鸦片在印度直到1947年都是国家垄断经营，1849年到1881年为国家带来平均15%～17%的收入，在1846/1847年的高峰时期占印度出口的将近49%，因为鸦片在印度几乎没有市场。印度政府严防它的人民吸食成瘾，但对中国却毫无顾忌。如果毒品事实上是帝国主义 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首先就是明显和典型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也适用于同时在非洲进行的烧酒贸易。

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民众中估计有1%～10%的人是鸦片吸食者。吸食鸦片从1620年起和吸烟一道兴起。1729年以后鸦片被禁止进口，但还可以经过澳门和香港秘密地进入。东印度公司虽然从1773年以后占据印度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但是当鸦片贸易繁荣显现，而公司为了其在整个中国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而需要补偿时，才从1831年开始大规模经营。比如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ie）谋求在这种不断膨胀的生意中大赚一笔。1838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中鸦片占75%，茶叶占16.5%。运茶船很乐意在去程中带上鸦片。1780年到1810年每年平均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00～5000箱，每箱60～70公斤，1835年到1840年间年平均量超过了40000箱。

与供应量增加而价格下降相应的是中国不断上升的需求，这或许可以被解释为对糟糕的社会发展和当时儒家价值世界的枯燥无味的反应。分销系统和现今的毒品贸易一样与歹徒团伙沆瀣一气。前提是中国官员收受贿赂，比如在1760年以来中国外贸的集中地广州，行贿就是买卖的一部分。内地的鸦片消费依靠自己生产，但通过鸦片输入造成的白银流失逐渐达到了动摇贸易体系的程度。中国19世纪初期的国际结算白银盈余还折合为2600万美元，而仅在1828年到1836年就流失了3800万美元。白银尽管变得昂贵了，但是结果仍然是通货膨胀，因为民众的支付手段是铜钱，1800年1000枚铜钱可兑换一盎司白银，但到1835年就要2000枚。由于税收必须用白银支付，所以白银就自动升值了一倍，而工资和零售收益暂时没有变。如果再发生歉收，就会造成税收危机和骚乱的后果。因此最终廉洁的官员（当然在中国也有）被委任管理鸦片贸易。广州的一位总督和钦差逮捕了鸦片商人，并于1839年销毁了价值900万美元的20000多箱鸦片。另外他还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请求她在自己的国家最终也禁止吸食鸦片，然而这并未阻止19世纪欧洲吸食毒品行为的泛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因为在1900年前后，吸食毒品才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犯罪。

虽然英国在华商务总监首先促使商人们交出了自己的鸦片，但是走私仍然在继续。运输鸦片的船队干脆把它们的基地移到了马尼拉。局势激变为导致最终决裂的武装事变。在此期间最重要的鸦片商人是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不久前他从广州回国，在伦敦努力在商人集团的上层募集两万英镑的战争基金，要为英国国旗遭受“侮辱”和被销毁的鸦片争得补偿，因为那位贸易总监以此名义开具了收据。政治家和公众舆论被有计划地说服了。另外，英格兰中部地区的300家纺织公司还要求进行投资，因为这不仅涉及鸦片销售，还涉及打开中国市场。如果四亿中国人每人都买一英寸英国布料的话，那就可以使当时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英国工厂生产几十年。应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 Viscount Palmerstone）的提议，英国内阁决定开战，用于辩驳激烈的议会批评的理由是：这不仅涉及鸦片，而更关系到弥补过错和使中国开放贸易。

传统上，中国不无理由地认为自己是自给自足的，因此执行着一条敌视贸易的政策，这不仅违背了英国的利益，而且也与新的欧洲国际法原则背道而驰。应东印度公司的提请，英国王室为此已经两次向北京派遣使者，但是马戛尔尼（Macartney）在1793年和巴麦尊在1816年都遭受了失败。自给自足的意识是中国人政治世界观里潜移默化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个意识，皇帝对所有人来说是天与地的联系者，因此他的中央之国是文化的典范和所有民族的标准。西方的野蛮人除了贡品还能带来什么呢？所以，不是由皇帝，而是由边境省份的一个总督与英国女王进行通信往来。因此，外交代表的观念在北京是无法想象的。人们只知道有觐见的使者。外交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

但是，英国依靠蒸汽船和现代击发武器证明自己占尽了优势并达到了其战争的目的。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里，除履行协定以外，英国还获得了 中国沿海的基地香港，它立刻被宣布为王室殖民地。中国的贸易垄断机构（公行）被废除，开放了五个所谓的通商口岸，除广州外还有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英国和中国官员未来应实行级别对等；中国支付赔款；没有谈及鸦片贸易。尽管如此，鸦片贸易仍在秘密进行并且急剧扩大，到1879年和1888年才达到了高潮。在吸食毒品在国际上被视为犯罪的过程中，20世纪初鸦片贸易逐渐被遏制，1911年以协议方式终止。当时出让鸦片的垄断权仍然给香港带来了17%的收入。

英国人的竞争对手美国觉得由于《南京条约》自己吃了亏，所以利用战争威胁强行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里它获得在条约口岸的居住权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犯罪的特别领事裁判权。此外，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在他们的条约里有预谋地得到了所谓最惠国条款，条款规定，如果中国日后给第三国以某种优惠，美国应一体均沾。这个规定适合于导致帝国主义干涉的升级。

1836/1837年，英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3450万美元，同时中国的出口货物额为2530万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320万美元，而中国的出口货物额为920万美元，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法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法国的贸易持续增长。法国人不想错过与中国的交往。另外，他们反正在海外政策方面正与英国处于竞争状态。由于缺少其他利益，信仰新教的大臣基佐（Guizot）打出了天主教传教的牌。1724年这个国家的所有传教士被驱逐。虽然他们可以非法地继续工作，但是没有免受迫害的保护。作为自我任命的天主教传教保护人，法国于1845年实行重新允许基督教传教和退还教会财产的政策，虽然中国的教会法规还一直适用葡萄牙的传教庇护权，这个庇护权在1856年才通过与葡萄牙的协定而废除！从此开始了现代中国传教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紧密联系，而帝国主义使传教在中国人眼里直至今日都名誉扫地。

理论上，西方的中国政策一直在追求一种它自己眼中值得赞赏的目标，即通过实行自由贸易的基本权利促使中国放弃优势地位，作为平等的伙伴适应大国俱乐部，加入西方国际法体系。中国人从他们的社会文化条件出发本就对此难以接受，除此以外，只要西方的势力和经济利益不断增长，这样一种政策对持抵制态度的中国而言，结果必然是国力持续被削弱。尤其在被三个国家领事馆实际控制的最重要的通商港口上海，海关制度成了麻烦，因为西方商人懂得通过行贿规避条约里规定的关税。这样，1854年最终商定，由西方检查员在中国的职位上行使管理海关的职责，实际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体系，如果几个大国确定了关税税则，只要可能的话，也多半按照中方的利益正直地工作。1929年到1934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来源于此。领导一直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在1863年到1911年间给这个职务留下深刻的印记。在1854年到1917年间的22000名工作人员中，欧洲人和中国人各占一半，此外还有中方的辅助人员。1855年到1917年的7809个外国人虽然来自20多个国家，但是其中4210人是英国人，775个是德国人，不过后者于1917年被清除了。

在中国更多地弥漫着一种敌视外国的态度。相互之间的愤怒情绪在增长，直到巴麦尊首相把亚罗号用作开战理由为止。虽然他由于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不信任议案而被赶下了台，但是他1857年作为受损的英国利益的保护者赢得了一场所谓“中国人的选择”的巨大胜利。当英国的远征军到达中国的时候，法国加入其中。拿破仑三世为取悦教会要为一个传教士被杀而复仇。朝廷对胜利者的要求的持续抵制最终在1860年导致英国人和法国人进军北京，其间圆明园被焚毁。其中一部分设施是耶稣会士传教士们在18世纪把欧洲的巴洛克风格 与中国的建筑样式相结合建造起来的。据说，一个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在与法国签订的协议中为传教士们偷偷塞进了在所有省份租赁和购买土地的权利，以便在那儿建造建筑物。情形彻底改变了！

新的条约里规定了新增的通商港口，长江为贸易而开放，还确定了外部和内部关税，在北京设立西方各国使馆，这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完全改变，并最终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此以外，在列强的保护措施下还存在中国人自由信仰基督教的现象；最终鸦片贸易和新出现的苦力贸易也被合法化了。截至此时，移居国外是被禁止的，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的压力和大规模贫困刚好与英国殖民地和美洲的廉价劳动力需求相适应。形式上中国仍然是主权国家，但实际上其主权通过这些条约和后来的许多条约越来越受到限制。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直到1943年才终止。

但中国的孱弱还不仅归结于像鸦片贸易和西方侵略这样的外部因素。外部力量只是由于内部体系的危机而发挥了作用，这个危机中几乎无法想象的人口剧增发挥了核心作用。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中国人口从约1.5亿增加到了约4.3亿。英国人口虽然在同一时间也呈比例式剧烈增长，但是它在那里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发生的，而在中国则几乎完全是由农业领域所吸收。尽管有新增土地和集约经营（有更多的人粪肥料），农业生产方法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与西方的经济体系不同，中国的经济体系从未通过畜力或者机械力节省劳动，而是加大投入人的劳动。在人口过剩的时候，农民只好接受苛刻的租赁条件来获得土地。

前提是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统治体系。但是19世纪的皇帝变得越来越软弱和无能，部分原因是这些皇帝都是孩子和少年。皇帝宝座后面的人都没有能力填补这个真空，即使他们曾有过这种意图。这种政治体系结构在危机时期至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首脑。因此，属于一种统治体制的普遍的腐败发展到了危害国家的程度。如果之前从百姓那里榨取的财物是向北京缴纳的税额的四五倍的话，那么长江流域地区的这一比例从此就提高到了十倍。包税人、官员和地方绅士们都会从中分一杯羹。

盎格鲁撒克逊[1]研究者把所谓的文人（绅士）叫作“Gentry”，他们在地方层面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中占据关键地位。实际上他们和英语里的绅士一样，既不是指封闭式的贵族阶层，也不是指纯粹的与经济相关联的阶级，而是指这两者的混合体。国家的科举考试制度有形式上的决定意义。人们可以在三个级别上（乡试、会试、殿试）通过书面的考试获得成为国家官员的资格。拥有最低学位的人大概有100万，他们仅仅是候补，因为治理中国的较高级官员大约不超过27000名。大约有18000人拥有第二等学位，只有3000人拥有最高学位。[2]最高学位者和从最高学位者中遴选委任的较高级官员和退休官员构成了真正的领导阶层。理论上说社会地位的上升是有可能的，甚至通过购买学位实现预设的目标。但由于大家族在这个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地位的变迁只是个例。准备考试要求放弃一切并需要大笔的资金，因而只有家境殷实的考生才有可能备考。一旦他获得职位和头衔，他又可以保证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富裕。绅士们通过与高官的关系和亲属关系网以及财富掌控着社会和地方管理。另外，绅士还是与国家新儒学思想意识相一致的文学教育的唯一承担者。虽然通过这种方法中国只需要少数官员就足够了，但皇帝的统治尽管有其神圣的依据，仍然必须与绅士们协调一致。

就连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绅士们的控制。文人和地主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足以结成利益共同体。尤其在南方，许多农民是绅士的佃农。他们的儒学意识形态产生社会伦理、学问和闲暇，这些最受推崇，耕种地位次之，而商人和士兵阶层的地位相当低下，即使贸易资本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为跻身绅士阶层奠定了基础。在与西方碰撞之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商人向贸易资本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发展的时期。现在，西方公司的中国经纪人（买办）在各通商口岸，特别是在上海开始积累专业知识和资本，这是以后工业化的基础。一种混合型的中外商业资本主义出现了，它把商业网络扩展到了内地，在1890年前后带来一半的税收。但是这种混合型经济文化的核心增长首先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的规模扩大而非性质的改变。中国的技术虽然也相当发达，但仍然是手工业技术和简单技术，所以仍然以经过优化的成本—利润比例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关系之中。中国的技术甚至被理论家认为优于非人道的西方科学技术，因为它与西方技术不同，仍然保持在人性的范围之内。在随着人口剧增，人均需求下降、劳动更廉价、资本更昂贵的时候，似乎不会存在更新制度的革新理由。总之，中国的制度没有进行现代化，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必要。有人称之为一个中国难以打破的“高度均衡的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这个封闭的体系现在与其说是被西方的侵略，不如说是被统治体系的危机和潜在生存危机同时发生所打破。还有经济危机和相应的自然灾害和饥馑，因为获取新的土地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同时代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黄河上游的开垦与下游河水泛滥之间的关联，但是政府缺乏克服它的精力和资金。但这并非意味着濒死状态，而是中国历史框架内的常态。如果统治者的软弱、官员的腐败和自然灾害以及外部侵略同时发生，就意味着王朝的生命周期临近终点了，因为对这个朝代来说天命已尽。所以在14世纪和17世纪各有一个新的王朝夺取了政权——明朝和清朝。现在看来又要重复了，因为除了动摇帝国根基的内部起义，中国的外部冲突看来暂时尚无危害。

最重要但并非唯一的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它从1850年到1864年在中国南方将一亿人卷入其中，并造成了2000万～3000万人的死亡。尽管它失败了，但是它承担了历史赋予的促生新政权的角色。应该驱逐被视作异族野蛮人的满族人，而代之以天王洪秀全领导下的在明朝传统的首都南京建立的太平天国。同时，太平天国运动还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与西方冲突的形式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肇始。太平天国很可能正是失败于这种彻底的变革，因为在中国几乎一切事物所依赖的广大的绅士阶层被彻底震惊了，并拒绝了与它合作。这场运动建立在宗教幻觉基础之上。它表现为一种源于创建人的信息状态不完整的、中国式的福音派新教的基督教信仰，这个宗教信仰虽然懂得洗礼，却不知圣餐为何物。太平天国把信奉新教的西方人看作自己的信仰兄弟，但他们也一并接受了对天主教徒的厌恶。他们感觉自己（如果不是拥有更多权利的话）适合作为教友，他们的创建人自认为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这是他的主张的非常中国式的表达。

一方面是以信仰为基础，另一方面是追思周朝的理想化状态，太平天国的教义对传统的中国社会秩序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提出了质疑。或许是出于个人的怨恨，创建者拒绝了现有的等级制度。他作为潜在的晋升者多次科举考试落第，可能这个打击导致了宗教幻想，所以他喊出了极端平等的口号，但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口号对领袖本人往往没有什么约束力。这种上帝之子的平等不仅意味着个人财产被剥夺，意味着按人口分配土地和利用公共积累的供应，而且意味着妇女的完全平等，甚至女性战斗团体的成立，这些都是具有革命性的。与此同时，出现了禁止鸦片、禁止烟草、禁止饮酒和战争期间禁止同房（领袖除外）等清规戒律。严格的一神论导致了一种 反对多神和先知崇拜以及天主教的极端加尔文主义的破坏圣像运动。管理中口语的使用也损毁了绅士们的长期垄断地位。

因为这次运动连同它的领袖们主要来自南方处境窘迫的社会下层，所以当1859年洪仁玕（创建者的堂弟）带着详尽的知识从香港归来并在困境中被立即任命总理朝政之时，广泛的西化尝试才有可能。对运动的信仰已经在洪仁玕那里形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态。他的现代化应该从铁路、轮船和电报开始，通过工业化，包括银行业的发展，直至达到一个具有社会救济和严格的劳动道德的新社会。这种理想的实现不可能再着手进行了。由于创建者的软弱，在1856年他的五个封王之间的几场冲突中已有数千人丧命。1860年到1864年，这场运动被它的对手们残酷镇压了。西方列强最初保持了中立，毕竟它们自己与清政府还处于冲突之中。但是它们马上就认识到，相比起那些革命者，与延续至今的政权更好做生意，因此从1860年起便一同参与到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动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支混合雇佣军队——常胜军，最后它由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年）领导，后者后来成为苏丹喀土穆（Khartum）的英雄。

对于清朝统治者的自我维护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既非西方的干涉，也非太平天国内部的软弱，起决定作用的是绅士们选择了清政府，因为中国的革命只有在精英们对新王朝具有好感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这一次他们把利益寄托于旧王朝手中，这同时就意味着拒绝了极端的现代化。进行战斗的不再是满人的军队，而是在汉人领导下的汉人军队，这些军队是由绅士们利用各省的矛盾招募起来的。因为战后不可能再从这些手握大权的军阀手中剥夺他们在地方上建立的权力，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中国政治分裂成为地方军事指挥官的势力范围，显现出来的这种军阀制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顶点。曾国荃在湖南，李鸿章在长江口，左宗棠在其南边——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个人势力。

但这毫不妨碍这些人在1860年代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同治帝于1862～1874年在位）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涉及的是自强，根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人们坚信，更好地实现传统原则以及将西方的火器、轮船和其他技术成就嫁接到这些原则之上就足以应付一切。首先由作为总理衙门首领的恭亲王推动一条妥协的外交政策。在外交部门出现了一所语言学校和一个翻译中心。或多或少在中央的协调下，各省总督创建了兵工厂、织布厂、船坞、轮船航线、煤矿、军械库、铁路和电报网。按照当时西方的观察家和今天的历史学家的观点，1870年以后，中国在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上和同期的日本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但是这场改革运动注定要失败，原因首先在于中央政权显而易见的领导软弱。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或称孝钦显皇后）从1862年到1908年是中国真正的执政者。但是这个宫廷阴谋大师对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西方控制的国际政治的要求一无所知。她的小叔子恭亲王无力与她对抗。1884年他被剥夺权力。但是这种局面确实是可能的，因为这种反动的宫廷圈子是由领导层的广泛多数支持的。改革仍旧是各个高级官员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同时还具有部分优势——李鸿章积累了价值四千万美元的财产——他们既不受中央也不受他们多数同僚们的庇护。这个多数仍然死守着传统的观念，即此时需要的是发展正确的思想，而不是接受野蛮人的那些没有价值的技艺。在某些方面，反动派看待事情甚至比改革派更为现实。在不明确或下意识地接受其部分基础知识的情况下，更广泛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成果是不可能的。因为具有多重依据的西方理性和基督教都不可能与把一切都归结为传统社会道德问题的儒家思想协调一致，而正是儒家思想造就了绅士们实力地位的全部，所以他们不可能迈出这一步。

尽管部分地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严重的后果不期而至，尤其是与基督教传教的冲突和外交政策的失败。传教事件成为与西方碰撞的借口和导火索。其行为往往充分反映当时普遍的对中国的一切都蔑视的传教士们不仅是在大炮的掩护下进入这个国家，而且还特别因此而经常挑衅，因为列强的保护也延伸到了他们的中国教区。这吸引了足够多的“吃米的基督徒（Reischristen）”[3]，他们适合被用来证明中国人的反基督教偏见。绅士们接受了挑战，并以在群众中有计划的，有些甚至是高超的反基督教宣传来回应，最极端的诽谤被人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了。传教士们的傲慢给反对者提供了口实，偶发事件不断增多。总理衙门的相关文件是内容最为广泛的一批文件。在1858年至1860年间受屈辱最深的城市天津，在一家寺庙的旧址上建立了一个维多利亚圣母院。现在民众被欺骗了，说他们在天主教的孤儿院里为了施魔法而把小孩子的心和眼挖出来。法国领事在1870年试图调解咒骂和枪击纠纷，结果被暴民撕碎，其他欧洲人被打死，其中有传教士和十个修女。列强的反应终止了改革派与西方调停的尝试。但是无论政府站在民众一边还是站在外国人一边，对它来说每件丑闻都意味着丧失脸面。

作为军事实力基础的经济现代化仍然薄弱。个别私人企业甚至李鸿章的工业帝国也没有带来足够的推动力，它们缺乏中央的积极推动和政府的资助。而已经建立起来的是二元经济，在这种经济中资本的缺乏阻碍其继续发展。领导层所聚集起来的财富不容调动，政府通常没有足够资金可支配，还要支付战败之后的赔款。列强的干涉最晚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甲午战争后要支付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折合15亿美元），这是北京年收入的三倍，根据《辛丑条约》还有4.5亿两白银赔款，这是一笔只能通过贷款来筹措的数目。

中国完全拥有现代战争物资，但是缺乏必要的培训。与列强（后来包括日本在内）屡战屡败让人倍感屈辱，以至于由绅士们自己发动了一场深刻的革新运动。其领袖康有为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阐释，甚至悄然超出了经典的范围。面对“祖制不可改”的异议他反驳道：“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这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年轻的光绪皇帝信任他和他的同道者们。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颁发了40多道改革谕旨，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之后皇帝被他的伯母加姨母慈禧和保守派逮捕，他本来还想剥夺她的权力，据说其余生一直被圈禁。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六位改革者被立刻处死。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创立者）逃亡国外。

随后又出现了另一方对中国困境的反应，即反动派的反应。在中国一直有一些作为反对统治者的避难所的秘密社团，有时候具有半犯罪特性，其中之一因练拳习武而有一个好听的名称——“义和拳”，欧洲人直接称之为拳手，该组织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揭竿而起。虽然他们的运动是1898年的洪水泛滥和饥荒所造成的，属于传统的中国农民造反者，但他们并不追求社会目标，而是把外国人的出现按照传统意义看作对上天的冒犯，所以上天就用自然灾害对其作出回应。1899年一些欧洲人和中国的基督徒被杀，1900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被杀害，之前不久他还以起义者为目标练习射击取乐，那里的使馆区被围攻。各省官员的态度不相统一，但是朝廷支持拳民。欧洲列强和日本联合发起的侵略于同年终结了这一事件，给旧耻上又增添了新辱，侵略期间伴有种族主义暴行，也有人数众多的德国士兵的种族主义暴行。义和团事变的赔款在1902年到1910年间消耗了中国国家收入的一半。

此时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年老的太后不得不勉强同意实行新政进行改革，而几年前皇帝却是为此被幽禁。1901年之后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终于允许议论时事主题，1905年这个令人敬畏的考试制度被完全废除，1906年实行预备立宪。但是她1908年逝世后，王朝只有缺乏引导的年幼的皇帝，王朝的终结只是时间问题。动议权转移到各个省份，各省从1909年以来新组建的国民大会要求拥有发言权。此间在各个城市也兴起了具有现代宣传形式的群众运动。1905年发生抵制美国货运动，1908年发生抵制日货的抗议活动。一次军事暴动导致了王朝和君主制度在1911年的终结。在此期间改革派变成了革命者。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对由《凡尔赛条约》激起的新的屈辱作出反应，要求明确地和彻底地与中国的过去决裂。1911年的共和国可以和太平天国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变革通过后者在经历了20世纪的历次危机之后终于达到了目标。经过足足百年和无数的牺牲，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获得了成功。无可避免的问题是：为什么近邻日本可以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与西方竞争的成功之路呢？

日本

乍看上去，日本的初始形态与中国有很多相似性。自1637年以后日本也对西方实行闭关锁国。逗留国外是被禁止的。被限制和谨慎监控的外交关系和贸易继续仅限于中国和朝鲜以及长崎对面的被严格控制的尼德兰东印度公司驻地。虽然与尼德兰人的接触一直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是为了有控制地获得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医学和自然科学类知识，即所谓的“兰学”，但是反向的信息流估计不多，19世纪最重要的日本研究者菲利普·弗朗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822～1829年是尼德兰驻地的医生）被作为间谍驱逐出境，他的情报提供人被折磨致死，他的儿子们被判刑，因为他们没有告发他们的父亲。但是在新的情况下，西博尔德于1859年到1861年作为有影响力的顾问回到日本。

但是在日本和在中国一样，首先要谈到19世纪的“内忧外患（naiyu-gaikan）”。1854/1855年，这个国家被严重的地震和海啸灾难所震撼。这里也不断发生贫苦农民的起义，而围绕领导权的不断增长的政治阴谋往往伴随着谋杀，并且时间越长就越发具有内战的特性。

然而为什么与中国不同，日本的现代化在开始阶段就获得成功了呢？进一步的观察证明日本的初始情况是不同的，因为一方面日本比中国小，因此更容易控制，也比那个庞大帝国更容易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与中国不同。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国家的双峰顶端和封建制度。日本也有一个建立在宇宙神话基础之上的帝制，但它远远地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天皇和特殊的非军事宫廷贵族生活在京都深居简出，只致力于礼仪和文化事务。军事和政治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shōgun）和它的统治中心——江户（Edo，位于今天的东京）的幕府（bakufu）手中。幕府将军是个军事头衔，因为他的权力建立在具有原始战争特点的封建制度之上，这一制度的顶端是幕府将军而不是天皇。他的封臣为260～270个大名（daimyō），这些人在他们的统治地［藩（han）］行使着几乎是无限制的权力。大名的封臣是武士（samurai），这类人大概有57万，加上家人约为200万，大约占3000万总人口的6%，这个比例在南方更高。他们构成了严格等级社会的第一级，拥有高级的以忠诚和好斗品德为上的荣誉习俗。尽管这个统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被有意识地增加了儒家思想的色彩，但是武士作为一个主要阶层与中国的绅士明显不同。他们不是把封建的忠诚寄托于抽象的道德标准，而是维系于中央权力，他们的定向不是文职而是战事，而且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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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6 19世纪的日本

权力按照各自拥有的土地的水稻产量来衡量。计量单位石（koku）折合180升。天皇和他的宫廷从2600万石的全国总产量中只取13万石。幕府将军直接控制着420万石，260万石由他的小封臣控制，这些共占约25%。占统治地位的德川家族（Haus Tokugawa）[4]的三个旁系和145个在1615年之前就属于其追随者的谱代大名（fudai daimyō）共拥有930万石（36%）。剩余的980万石（38%）掌握在大约一百个封地诸侯——外样大名（tozama daimyō）手中，他们每两年须在江户住一段时间，另外还要留下亲属做人质。或多或少由幕府将军直接控制的地区集中在拱卫着 其官邸江户和皇城京都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中心区域。与他亲近的家族的田产分布在其周围，而外样大名的田产则在边缘地区，尤其是在南方。本州岛（36.9万石）南端的长州藩［Chōshū，首府山口（Yama-guchi）］以及南方九州岛的肥前藩［Hizen，首府佐贺（Saga），35.7万石］和萨摩藩［Satsuma，首府鹿儿岛（Kagoshima），77万石］变得重要了。作为候补领主封臣的武士配置差异巨大，大约在4石到3000石之间。

到19世纪中叶，这一体制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剧烈社会变革。作为军人阶层的武士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因为日本早就和平安宁了。鉴于他们的数量，安排管理岗位或者创办“私学校”都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在南方，他们的数量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因而存在着武士的人口压力，这是军事实力和社会动乱的一个源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尽管他们坚持自己作为四大等级第一级（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的特权，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商人，而商人理论上说是最低阶层，在四个等级中是受歧视的等级。收租者通常不可能消耗完用稻谷缴纳的地租。人们要把它变成钱，把盈余的稻谷运到需要的地方去。武士们需要钱用于很多他必须提供的其他东西。大名尤其是幕府本身需要这种钱的比例更大。所有这些问题就依靠商人们来解决，随着主人阶层债台高垒和商人们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尽管等级秩序僵化不变，但是会发生武士变身为商人或商人变为武士的事情。

贸易、借贷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高于中国，这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尽管这些从事者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商人阶层。此外还有高度发展的乡村和家庭手工业，它也被证明在现代条件下具有竞争力。农业也同样剧烈地经历了商业化，这培育出了一个富裕的农民阶级，在社会阶层上接近于武士。但是与此相对，出现了小农、佃农和无地者的可怕的贫困化。此时的缴纳负担已经超过收成的65%。通过杀婴节制人口和抵押或出卖家人非常普遍，新的教派信众剧增，农民起义经常发生。尽管 农村下等阶层和许多武士的境况堪忧，但是日本在德川时代还是变得富足了。人口增长停滞时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另外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这意味着日本在一个数量和质量已经相对高的发展水平上可以开始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了。

但是上述这一发展导致了幕府的相对削弱和外样大名的相对增强。后者被课以低税，因为他们在传统的水稻种植方面的增长率高于幕府将军的核心地区，而后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在远远避开了统治者干预的商业领域实现的。还有西南部向琉球群岛（Ryukyu-Inseln）自主进行的经济扩张，那里的蔗糖生产对萨摩藩的税收特别有利。长州藩和肥前藩也变得重要了。这里的武士中等阶层被培养成了政治的参与者，以至于现在确定基调的是武士精英人士。大名已成为纯粹的傀儡。在其他地方，武士的社会挫败感使其也在寻求意识形态的出路。水户地区（Mito）的德川旁系始终将自己理解为幕府将军体系框架下忠诚于天皇的护卫者。现在，从这里产生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它应该给现代的日本打下了烙印。

从18世纪末开始，“兽眼长毛野人”的轮船又出现在了日本的面前，不仅有英国人，特别是还有俄国人，后者在北太平洋的扩张中显露了对千岛群岛（Kurilen）、库页岛和日本的兴趣。俄国人的威胁后来促使日本人在其1869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向北方岛屿北海道殖民和使其日本化，在这一过程中打退了原住民阿伊努人（Ainu）。1899年，最后的阿伊努人已经被置于保护之下。最后中国商人和捕鲸者也从北美洲来到这里。但是日本人暂时还是成功地把所有外国人或多或少地拒于国门之外。海岸的防卫加强了。1848年，当美国的大陆扩张抵达加利福尼亚时，一场有计划的北美扩张在太平洋地区开始了，特别是与俄国展开了竞争。这样，在1853年，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海军准将率领四艘蒸汽轮船驶入东京湾，并递交一封总统信件，信里要求像在中国那样签署协议。但是佩里是 从美国东海岸出发，经过已开放的中国港口过来的，随后又返回中国，等待日本的答复。

值得注意的是，幕府的首席幕臣把此事提交给大名进行讨论。即使在幕府内部，此间掌握决定权的不再是幕府将军自己，藩地诸侯都参与了讨论决策，因而在这里不再能达成统一意见。尽管存在强烈的反对之声，幕府在1854年还是和率领八艘轮船返回并炫耀武力的佩里签订了《神奈川条约》（Vertrag von Kanagawa）。条约允许为美国人开放两个港口作为供应站，并设立领事馆。虽尚未谈到贸易事宜，但是和在中国一样已经有了最惠国条款。随后又与英国（1854年）、俄国（1855年）和尼德兰（1856年）签订了相应的协议。俄国此时已经保有了千岛群岛的大部分，而库页岛向两个国家开放。当美国领事馆1858年终于执行了正规的商业协议，规定在不断增加的开放港口施行低额固定关税率和设立外国人殖民地的时候，其他国家接踵而至：法国、葡萄牙、普鲁士、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丹麦、瑞典、西班牙、奥匈帝国，1871年还有夏威夷。和中国一样，日本落入了同样的不平等条约之网。

由向大名征询意见引发和由幕府内的继承问题所激化的领导层内的派系形成催生了一些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幕府将军准备妥协的开放政策使他们不满，他们决定驱逐外国人。因为幕府将军作为“抵抗野蛮人的总司令”（他的职位名称就是这种含义）在他们的眼里已经失灵。志士们（shishi）传播着由民族的和神圣的天皇统治国家的水户学思想。1858年，这个反对派虽然能够争取到天皇的权威支持敌视外国的路线并利用他对抗幕府将军，但是幕府的反制措施暂时获得了完全成功。

分别于1860年、1862年和1864年派往美国和欧洲的三个使团不仅带回了对西方成就的深刻印象，而且还带回了对于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家关系的特别清晰的认识。军事和工业现代化措施同样也早就开始实行。1856年幕府成立了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1857年成立了一所海军学院，1862年在老生意伙伴尼德兰那里订购了第一批三艘战舰，并派遣海军学院的 毕业生和整套舰员前往欧洲接收战舰。南方的地方统治此间也利用它们大笔的资金来加强军备。

幕府将军精心建立的政治现实主义对他们来说不仅虚弱，而且还有害无益。因为外国人带来了瘟疫。据称1858年的霍乱仅在江户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他们的贸易导致了需求引发的物价上涨和这个国家黄金储备的流失。因为日本的黄金对白银的价格比是10∶1，甚至只有5∶1，而在其他国家是15∶1，所以有些商人就不再费力地去做货物贸易，而是用白银兑换黄金，然后再以丰厚的利润在中国出售。幕府的权威幕臣在1860年被谋杀，1862年不得不废除了封臣在江户宫廷的居住义务，结果是领导层迁往京都天皇的身边。权力开始转移，而同时志士们将咨议权据为己有。外国人被杀，轮船被炮击等等，一切都是在“尊王攘夷（sonnō jōi）”的口号之下进行的。这时西方列强为了报复而分别在1863年和1864年炮轰鹿儿岛和下关（Shimonos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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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7 日本人对抽水马桶的描述

对于对抗中的精英反对派来说，从这些新的失败中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即大力推进军事西化，而为此目的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领导。与受儒教影响的中国文人相比，受封建关系和武士道（Kriegertugenden）影响的军事贵族更容易接受这一结论。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因为两国的局势和改革者的目标在其他方面都完全一致。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要拯救一个经过修正的现状，这种拯救在中国失败了，但是在日本成功了。因此中国后来的极端主义激起了中国革命，而日本上层的成功革命则阻止了下层的革命，在人们奉为榜样的普鲁士据说就是这样做的。

在天皇—幕府将军—大名的三角冲突中，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地方统治首先取得了优势。此时那里主要的武士官僚们懂得顺应形势修改“尊王攘夷”这一口号。他们的新口号是“富国强兵（fukoku kyōhei）”，不过还有“消灭幕府（tōbaku）”。由于经济实力和武士数量特别多，他们可以在英国的帮助下使他们武装力量的装备和战术现代化。英国想借此排挤法国，因其代表正准备帮助幕府做同样的事情。成效微乎其微，因为讨伐长州藩的远征军在1864年还获得一些战果，而在1866年却被长州藩的军队打败，这是250年以来闻所未闻的事件！此前一直在天皇周围互相竞争的长州藩和萨摩藩现在统一采取共同的行动了。1867年天皇去世，当新的幕府将军试图趁机把受欢迎的重建皇权的口号巧妙地用于加强自己地位的时候，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军队强占了皇宫并俘获了才15岁的新明治天皇睦仁（Tennō Mutsuhito），后者以1868年1月3日颁发的圣旨最终废除了幕府，并建立了自己的内阁。最后一位幕府将军顺从了。与其追随者的内战在1869年结束。欧洲人的帮助被拒绝了。1868年皇都迁到了幕府之前的所在地，即后来的东京（东方的都城）。这就是“明治复辟”，即按照睦仁的年号命名的“王政复古（ōsei fukko）”，但按照日语的事物概念叫作“维新（ishin）”更为合适。但是多数日本人暂时并不懂得这些事情的未来影响，他们认为这是老一套的权力之争。

在缺乏自信的年轻天皇身后的新的掌权者是一个30人左右的团体，其核心是来自南方藩地的武士官僚，还有一些宫廷贵族、高等贵族和专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从1885年到1913年间的七个首相中，有三个来自长州藩，两个来自萨摩藩，来自肥前藩和宫廷贵族的各一个，但后两人直到1898年之后才发挥作用，在这27年中他们在任仅仅三年时间。1868年，政府成员的平均年龄为30岁出头。在这个首先更多地从传统而非西方理论中汲取知识，对于外来事物具有不同接受程度的圈子里，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总体目标，但是观点完全不同。其结果就是发生冲突和人员更替。

新政府继续奉行前不久还与之战斗的幕府的政策，不过现在更加坚定不移，而且是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之上。1868年4月6日的天皇《五条誓文》是政府的纲领。其中宣告：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与中国相比较，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立刻实行有效的中央集权。在确保各自军队的忠诚和得到各自大名的赞同之后，各位领袖于1871年着手废除封建制度。75个（从1889年起为45个）府县取代了藩地，直至今日，府县都是权力集中的日本的行政单位。面对巨额补偿，各个大名逐步地听天由命了。

1869年，四等级制也随着封建制度而消亡了。1870年，普通人取姓、选择职业和居住地都放开了，由此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社会流动。武士们获得勉强够用的国家养老金而非丰厚的薪水。随着征兵制的实施，1873年他们完全成为多余的人。因为贵族的养老金耗费了国家支出的三分之一，所以就用一次性支付来代替它，最后在1876年用国家长期债券代替，总共1.7亿日元，平均每家550日元。同时，武士被禁止携带身份的象征——双刀。成千上万的前武士绝非偶然地构成了1877年西南战争的核心。七年之后，为前大名和公家以及因功晋升者设立了与欧洲形式相似的五个级别的爵位称号。

补偿金与财政新规定有着更大的关联，它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其实还更加重要。新政府接管了幕府将军和大名的财产，随之也承担了他们的债务和补偿金。它非常清楚，不能走向外国大笔举债这条方便之路来应对出现的困难。尽管1869年在伦敦以9%的利率接受了93万英镑的贷款用于铁路建设，1878年以7%的利率接受了240万英镑贷款用于补偿金支付，但是这种状态维持了数十年，到对华战争和对俄战争爆发才告终结。因为对新制度的信任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在国内进行广泛贷款。1871年的货币改革实行了十进制并以日元为货币单位。1日元等于1墨西哥元——几个世纪以来在东亚流通的比索（Peso fuerte）或者八里亚尔银币（Real de a ocho），就连北美的美元也由它而来。1874年到1881年，1日元价值0.94美元。1872年按照美国范例创建了分散的国家银行体系，但是这个体系首先导致了纸币贬值。1884年，日元纸币才重新被允许兑换银币日元，1897年，日本由于中国的战争赔款得以从银本位货币过渡到国际金本位货币。1日元在1913年还价值0.5美元，但是政府财政长期不良的状况被克服了。

然而金融改革的真正关键是新土地税，因为日本暂时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到大约1880年，土地税给国家带来五分之四的收入。从此以后须以货币形式并且只能向国家缴纳土地税，不再按收成而是按土地价值，不再由乡村而是由具体的土地所有者缴纳。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个人地产或者实行个人地产制。固定税额和个人地产制发挥着提高产量和推动现代化的作用。从1878年到1882年和1888年到1892年，耕种面积增加了7%，水稻产量增加21%，同时可能带来相应后果的风险也增加了。1873年有25%的农民是佃农，1890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40%。而土地所有者积累了投入经济发展的资本。这样一来，农民必须承担日本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费用，他们的负担甚至还在增加。然而与以前相比，现在不仅存在管制，而且还有其他从业领域作为安全阀，不仅有工业的劳动岗位，而且还有义务兵组成的军队和后来靠军队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两者都可能促进民众凝聚、民族融合。

现代武装力量的快速建立有着政策上的优先权。一万人的近卫师团发展成了一支法式军队，幕府将军和萨摩的海军发展成为一支英式舰队。在1880年代，军队已经从法国模式过渡到了普鲁士模式，这不但受到1870/1871年法国战败的影响，而且更由于决定性的人物通过亲眼看见而产生的对保守的普鲁士的热情，普鲁士与自由的西方相比更符合那个年代的政治路线。来自毛奇学校的普鲁士少校、后来的将军雅各布·梅克尔（Jacob Meckel）在1885年到1888年是战术和组织的主要教官。同样依靠普鲁士的帮助，日本自1885年起创建了一个军事化的警察组织。

对工业发展和工艺的支持最初也来自军事方面。这在幕府时代就以钢铁生产和造船业开始了。经过四年的建造，日本人的第一艘蒸汽轮船于1866年下水。1887年有了各种规格的444艘蒸汽轮船。出于战略集中的考虑开始进行铁路建设，因为日本的陆路糟糕得尽人皆知。1872年竣工的东京—横滨铁路线显示了卓越的成效。但是国家不仅在重工业和矿业领域更加积极，而且还在以替代进口为目的的消费品方面制定了目标，因为在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低额关税的情况下，对西方商品不断增长的需求造成了国际收支差额的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1870年成立的工业部开始了用于军服的呢绒生产，但是也开始使用在国外购买的机器推动棉花和丝绸纺织业的工业化。由于便利的原材料供应，丝绸工业很快获得成功，它一开始就承担了日本出口45%的份额。而棉纺织工业最初很难抵御西方的竞争。在修改了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才于1899年重新赢得其海关主权，它的工业化最初是在被强加的自由贸易和最惠国条款下进行的，这些条款又常常造成欠发达贸易伙伴的劣势并阻碍其工业化，而在这种条件下它最终取得的成果更为引人注目。虽然鉴于1850年代的发展人们可以宣称，即使没有明治变革日本的工业化也会进行，但是决定性的意义还是应该归功于新的政府倡议。属于此类的还有对展览业的促进，包括日本参加世界博览会，首次参加是1867年在巴黎。最初，展品仅限于工艺美术品，这引发了欧洲的首次日本时尚潮！在日本也经常举办博览会，比如1871年到1877年间至少举办了51次。

私人资本的投入暂时显得犹豫不决，先是投资于可能利润丰厚的丝织业，然后是矿业，最后是棉花。所有这些领域要么不属于资本密集型，要么更接近传统型。商人们仍然拘泥于传统方式，他们更多地被证明是现代化的障碍而非先驱，但是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三井公司（Mitsui）及时地依靠了新政府，它是自17世纪以来崛起的家族企业，以酿米酒起家，然后通过为大城市供应便宜的消费品和金钱交易而成长壮大。它帮助新政府渡过了最初的财政难关，1872年它送家族的五个孩子和两个职员去美国学习现代管理方法，接着大举进军银行业并逐步涉足其他领域。一个金融和工业财阀诞生了，并一直统治日本经济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通过体系中心里的自家银行筹措资金。另一家财阀三菱公司（Mitsubishi）可以追溯到一个武士家庭，它在土佐藩（Tosa）就已投资造船业和海运业，这些后来成为它在“新日本”的大生意。其他的公司创建者均非出身豪门。自1880年代起，企业的现代化潜力越来越重要，而这更多地源自前贵族或者富裕农民和原始工业的企业家（gōnō），而不是源自传统商人。但是和在欧洲一样，在日本，所谓的通过乡村的家庭劳动进行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sierung）与现代工业之间极少有一种普遍的连续性。

然而，从一开始就有着高水平的资本构成。在1880年代，私人企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受到成本压力和通货膨胀威胁的政府可以出售它的国有示范企业（Musterstaatsbetrieb），然后全力投入交通业、公共事业和军备。不过决定性的增长动力到1890年代才出现，其间，1894/1895年和1904/1905年的两次战时经济发挥了作用。由于来源广泛的和此间轻松积累的外国贷款，公共预算明显增长，两次战争胜利后又获得了中国和俄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又重新获得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1886年在修正不平等条约的十二国会议上还经历了失败的日本至此已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到1898年的双边谈判时已经可以主张自己的平等权利了。

外贸总额从1889年（1893年）到1899年（1903年）翻了一番，随后到1913年又增加一倍。当时的重要指标——煤炭消耗量在1893年和1913年间从200万吨上升到1500万吨，食品生产增长了35%～40%，铁路里程同期增加了两倍。由于国家大规模的支持，由现代货船组成的商船队至1913年增长到150万总登记吨，而日本的造船厂每年下水约100艘新船。使用日本船只进行的外贸所占比例在20年里从10%提高到50%。个人消费从1868年到1933年在需求的作用下虽然增长为原来的六倍，但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然处于相当 低的水平。日本的储蓄率令人惊讶，但这个概念可谓新鲜事物，毕竟以前的收入实在太低了。

同样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家长式劳动关系虽然受到德川时代行会制度的影响，但它首先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劳动力市场，当时企业家只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工头（oyakata）——实际上就是师傅——招募和控制用工。在矿山里，这些工头负责管理工人的住地，工人犹如住在兵营里，由公司利用额外利润提供膳食。但与此相对的有自治的工人互助会和第一批工会，最终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909年，日本最大的三十家企业各自雇用的工人人数在3000和21000之间。7个造船厂和兵工厂以及1家钢铁厂位居榜首，接着是14家铜矿和煤矿企业，然后是8家纺纱厂和纺织厂。早期工业艰苦的劳动条件引发了罢工和暴力骚乱，仅在1907年就有60起，超过11000名工人参加，这些罢工和骚乱有一部分是动用军队镇压下去的。其结果是工会领导人受到处罚和工人互助会受到控制，不过工人工资提高了。

在此期间，政治方面也放弃了彻底西化和民主化的尝试而转向保守。1870年代的特征是热情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发型和服装。从1870年开始，天皇也身穿西服公开露面。但是“文明开化（bummei kaika）”的理想影响更为深远。1873年到1876年间开始实行公元纪年和以星期天为休息日的一周七天制，但最初由于疏忽采用的是儒略历而非格里历；中国则从未彻底推行儒略历。西方的艺术、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典范，西方的思想比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西方的教育模式等都被接受。不顾忌激烈讽刺的现代化大众报刊出现了。1884年已经有了一份发行量超过500万份的报纸。被排斥了数百年的基督教作为西方的成果一时受到明显的欢迎。在政治领域，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实行议会代表制。第一批政党组成了。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每个现代日本人都读他的著作——甚至拥护民权原则和 统治契约的自然法思想，但是是在日本民众与政府的和谐的意义之上的。人们甚至还提出了平等对待妇女和传统的边缘群体［部落民（burakumin）、秽多（eta）、非人（hinin）］的要求。歧视边缘群体的规定虽然在1871年就被取消了，但直至此时遗风仍在。直到1947年才实现了妇女选举权。

当管理危机与骚乱并发之时，1880年代发生了保守化的转变。现在日本人被灌输的理念是在西方影响面前要捍卫自己的民族价值；西方的技术虽然特别有用，但是在精神和道德价值方面日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种价值的典范就是所谓无与伦比的日语，以及不同于自古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思想，而现在又复兴了的国家神道教。古老的自然神话被改写为民族神话的“国体（kokutai）”——这是特有的日本天皇统治的生活形式，是由明治复辟产生的意识形态，但其灾难性的后果直到后来才完全展现出来。可以理解的是，意识形态的争论集中在教育方面，1890年，一份天皇圣谕把当时正在执行的西方的形式和内容重新置于传统道德（服从、和睦和恪尽义务）之下，使之居于次要地位，这一切都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为原则。在所有的乡镇和学校庄严朗诵这份圣谕成为文化特色。此间即将揭晓的天皇像成了宗教崇拜的对象。由政府统一编纂的教科书被快速印制出来，审查和自我审查使报刊和文学符合统一的规定。

还有当时创建的政治生活形式同样延续到1945年。尽管镇压了民众运动，但是政府有足够理由不放弃宪法：1.通过民众的参与来进行动员；2.限制公民权利运动；3.建立能解决精英中具有威胁性的冲突的规则；4.使日本在君主立宪制时代获得国际完全认可。重要人物们在1882年的一次欧洲之行中向国家理论家鲁道夫·格奈斯特（Rudolph Gneist）、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和阿尔伯特·莫斯（Albert Mosse）寻求灵感。但首先得到证明的是赫尔曼·罗斯勒（Hermann Roesler）的影响，他在1878年到1893年间曾居留日本，编写了日本《商法典》，还在其他领域参与了日本的法典编纂，在编纂这些法典中的那些年里，这个德国人排除了当时还相当重要 的法国影响。罗斯勒是一个保守的俾斯麦反对者，他认为普鲁士宪法比帝国宪法的假君主立宪更好，但同时他又是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建议比1911年在日本颁布的《工厂法》更加进步。有两点与1889年根据伊藤博文的设计而颁布的《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出入，一点是社会福利国家的组成部分，另一点是皇权神圣的特性。

根据《明治宪法》，天皇是所有三种权力的拥有者。然而他只是在首先拥有预算权的两院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行使立法权。他尊重宪法包含的臣民的基本权利，但紧急情况除外。判决以他的名义进行，但实施者是独立法官。而内阁大臣们只向他负责。选举众议院的选民人数暂时通过人口调查限制在人口的大约1%。这个宪法是保守的，但是在当时日本的统治体系背景下看毫无反动之嫌。符合宪法、建立法治国家和开展议会合作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新的内容，它们提供了持续民主化的出发点。但是相反的趋势也已经初露端倪。军队只隶属于天皇，并通过相关内阁大臣影响政府。这部宪法特别希望天皇本身拥有政治领导权，但不需要让他为此负责。因为天皇无法胜任这个任务，所以他就成了同样不负责任的寡头政治的不负责任的工具，这种寡头政治被写进了宪法，它的实现形式是设立一个只能由天皇委派而议会不能影响的委员会，比如枢密院。

参照外国典范和顾问们的意见，一个成功的日本方案形成了：准备在控制教材和老师的情况下进行学习。当中国首先排斥了西方思想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德川时代通过尼德兰的介绍有计划、有选择地接受了西方的成就。现在日本政府甚至派遣自己的人员去考察。高潮是“岩仓使团（Iwakura-Mission）”，当时有48个高级官员和59个大学生（其中有5个女生，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在1871年到1873年考察欧洲和美国。另外，日本人懂得最佳化地利用他们的援助国。不仅为了获得各个国家的最好的东西，他们为不同的任务选择了不同的国家，向英国人学习建造舰队、铁路、公共建筑和学习电报技术，向美国人学习外交、邮政和农业，向法国人和德国人学习军事和法律，另外还向德国人学习医学和教育，包括历史学。为了学习艺术，他们选择了意大利人。1868年到1912年，国家一共雇用了大约4000个外国人，而私人雇用的外国人大约有两到三倍之多。1875年，专家的数量达到了总共858人的最高水平，其中担任国家公职的476人（当中有276个英国人、96个法国人、52个美国人、30个德国人）。但是当日本转而学习普鲁士模式的军事和宪法之时，德国人以32人（后来达到80人）居96名英国人之后，但是比12个美国人和10个法国人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人们试图尽可能迅速地用日本人取替外国人，其中一个原因便是雇用外国人费用太昂贵了。另外，所有的人都是顾问，从未成为日本机构的领导人。

这样，日本在完全敞开接受新事物的情况下并没有过多地受到外来影响，而是在文化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对西方的接受从未触动自身文化的核心领域，至少在1945年之前是这样。日本文化从来没有像中国文化那样安于现状，而恰恰习惯于接受中国的影响。尤为典型的是，在欧洲和美国的日本游客和使者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游客和使者，他们善于观察细节并进行详尽和整齐的记录。这种引人注目的封闭与开放的关联是日本成功的原因，而中国只知道在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在开放性方面，已经开始生气勃勃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封闭性方面发挥作用的是政治制度的成功的自我维护，日本的民族主义被解释为这个国家真正的成功方案，尽管等到“政府把农民都变成日本人”尚需时日。另外必须补充说明，这种民族主义可以利用这个制度的特殊性，即天皇和幕府将军这种双重的顶层设计。当在中国没有给没落的朝代留下真正的选择机会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果敢的群体能够排除同样气数已尽的幕府制度，把政治上尚可利用并必须予以尊敬的帝制从政治退隐状态中迎取出来，并以它的名义通过上层革命使这个国家具有世界政治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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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帝国主义的扩张以及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统治

围绕中国的角逐

民族野心让日本新政权谋求修订各个不平等条约并在列强中间享有均等权利。两者均须通过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在武力方面展示日本现代化成就予以证明。此外，日本新领导层同样在内政方面也感受到成就的压力。最终，蓬勃发展的日本纺织业开始在海外争夺市场；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此类观点只是发挥着次要作用。

与美国人和欧洲人签署了一系列协定之后，日本和中国于1871年也签订了友好条约，对于两国而言，这是革命性的对西方国际法的适应。尽管如此，从此以后日本却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基础上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琉球王国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但事实上却依附于当时九州南端的萨摩藩。1871/1872年它被并入日本，暂时由一个自己的统治者管理。1871年，琉球群岛一艘船的船员在台湾被杀，1874年日本以此为由对台湾进行报复性远征，并非没有吞并的意图。但是由于顽强的抵抗，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抗议并且同意了对被杀害的日本臣民的补偿。1879年，琉球群岛变成了冲绳县并且让国王退休。1876年，日本就已经攫取了战略上引人注目的太平洋上的小笠原群岛（Bonin-Inseln）。

新的踌躇满志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下一步理所当然迈向了相邻的朝鲜，但是早在16世纪它就已经成为日本尝试占领的目标。朝鲜自1830年代起已经差不多成功地抵御了对它纠缠不休的西方到访者。到1876年，日本按照西方在中国的行动模式打开了它的大门。随后与其他列强签署了惯常的协议，其中就有1888年与在 乌苏里地区相邻的俄国签署的一份协议，中间的斡旋者是柏林（据说是为了让俄国忙于亚洲的事情），不过也可能受到中国的阻挠。中国人甚至与日本在1885年都能够达成协议[1]，然而当1894年因朝鲜爆发了起义，中国人受朝鲜之邀介入时，日本人也派遣军队到达朝鲜，由此发展成为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战争以日本人令人惊异的轻松获胜结束。在《马关条约》（Frieden von Shimonoseki）中，中国不得不放弃朝鲜，承担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向日本提供了与西方列强相同的商业特许权，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辽东半岛，其中包括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

然而上列的后一项决定引起了对中国感兴趣的其他列强的担忧，以至于日本在1895年就在俄国、法国和德国以外交手段进行的三重干涉下被迫放弃辽东。其结果是日本对德国的立场发生了转折，一次中短期内带来了巨大影响的转折。大话连篇的威廉二世皇帝本人很喜欢当时创造的新流行语“黄祸（Gelbe Gefahr）”，根据需求他将此词或用于日本，或用于中国。1896年与中国建立了反日同盟的俄国可能还迫使东京补充作出了有利于朝鲜独立的声明。

由此在日本产生了一种反俄复仇主义并且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扩张军备运动。但是俄国却为中国介绍了一笔条件非常优惠的4亿法郎的法国贷款（实际支付98%，利率4%），以便中国对日本支付战争赔款。为了办理业务建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它于1896年获得了中东铁路（Ostchinesische Eisenbahn）的专营权，该铁路施工期为1897年至1903年，几乎呈直线横穿中国东北地区将东西伯利亚的赤塔（Tschita）与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这不仅意味着距离大大缩短，且相对于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修建一条铁路线节省了资金，而且中国的“拯救者”俄国和平渗入东北地区的“喜人前景”似乎展现在眼前。与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的发展计划完全不同的是，在外交大臣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Michail Murawjow，阿穆尔斯基伯爵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一个大侄子，圣彼得堡好斗的种族主义新秀）的倡议下，1897年，俄国海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以此举对德国的“世界强国政策（Weltmachtpolitik）”和对胶州湾的占领作出回应。自1898年开始修建从“远东巴黎”哈尔滨 到旅顺的中东铁路南北支线——南满铁路（Südmandschurische Eisenbahn）。由此，俄国也挤进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行列。

义和团起义期间，在中国正规军队的帮助下，俄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成功地赶出了东北地区。紧接着十七万俄国大军被派入该地区并且建立了一个军事政权，在与北京进行的谈判中俄国人意图将其转变成长久控制。维特对中国和平渗透的计划失败了，此外在经济上也是这样。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增长甚微，结算对俄国来说一直是逆差。即使在东北地区也是由中国的中间商转介的英国和美国商品更加受到青睐，烟草和伏特加除外。与这一情形相对的是俄国实施东亚政策过度昂贵的费用，它们在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氛围中仍然继续增长。

此时，领导层试图将其他列强驱除出东北地区，但是它要求中国和朝鲜对自己开放门户。它不准备接受将朝鲜以相同的方式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就像东北地区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那样。最终，日本人以一次未经宣战的鱼雷艇偷袭旅顺对这场持续数年的俄国人的谈判作出了答复。1904年在那场由此引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取得了奉天之战的胜利，同年占领了被围困的旅顺港阵地并且于1905年在对马岛（Tsushima）消灭了赶来增援的，尚未作好充分准备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在朴次茅斯（美国）的和平协定中，俄国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撤出东北地区的行动，日本得到了辽东及其港口，此外还有库页岛的南半部，1875年日本用整个库页岛换取了千岛群岛。朝鲜成了日本的被保护国。1910年它就被吞并并且被塑造成日本的殖民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虽然俄国保住了横贯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但却并不能因此改善经济关系，更谈不上实现昔日的对沿线地区的统治。相反，辽东半岛连同其铁路都处于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在此期间，一个针对西方，特别是针对美国首倡行动的俄日利益共同体违背常理地很快适应了扮演使这一区域国际化的角色。

日本的胜利确定了那个事先已经可预见到的维特和平扩张政策的失败，同样也确定了 俄国富有侵略性的远东政策的结束。它还为俄国送去了1905年革命和由此开始的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终结过程。反之，日本克服了它的“双重自卑情结”，今后既不须再屈就中国，也不须再迎合西方的傲慢态度（Zachmann）。通过这一胜利，日本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白种人强国，这不仅仅在被殖民的民族中留下了巨大的印记。在证明了自己的大屠杀能力之后，日本在西方也被视为已经文明化（冈仓天心，见Irokawa 1985，XI）。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强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与此相反，对在义和团运动中被西方定性为“黄祸”的中国来说，仅仅是把俄国帝国主义更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

常常被忽略的是，日俄战争中争夺的那块土地原本就不属于这两个强国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属于没有参战的第三方，也就是中国。但是在世纪之交前后的数十年里，也就是在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上强国对抗升级，外交上则往往肆无忌惮地运用惯例和补偿原则。对此，人们的理解是，这是两个敌手以损害一个无力的第三方的利益为代价达成一致，并且在一方获得利益时，理所当然要尽量补偿其他一切方面。这种政治手段就像许多其他政治手段一样，不是当年帝国主义的特点。但是这种自18世纪起经过考验的欧洲的平衡政策非常适合解决那些欧洲扩张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当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其中的时候，这种矛盾必然不断增加。由于中国被视为尚能获得的最有利可图的猎物，以特别激烈的对抗方式蜂拥而至的强国就特别多。与此同时，局势进一步发展，其间每一次与外来势力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政府被进一步削弱。如果政府屈从于外国人的要求，它就会在自己的臣民面前丢脸，如果政府进行抵抗，不可避免地就要遭受一场新的失败并且因此同样在它的臣民面前丢脸。所以首先丢失了对那些相邻的纳贡藩国的主权主张，1885年与法国之间的一场速战之后丢失了安南（Annam），1895年与日本发生战争后丢失了朝鲜。随后伸向辽东的胜利者的魔爪只是鉴于欧洲人的嫉妒才被抵挡了回去。很明显中国已经达到了其抵抗力量的极限，被列强瓜分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法国就日本吞并的可能已经准备了应对的步骤。

然而下一个冲击来自1895年中国的另一个“救星”，即德意志帝国。自18世纪以来，德意志的中国贸易发展虽然缓慢，但却令人欣喜，1843年起更是受到了英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的保护，根据当中的条款，条约中涉及的各港口也对此前广州贸易的其他参与国开放。但是1858年英国和法国方面不再准备继续延长这条附加条款。另一方面，德意志的经济利益越来越重要，普鲁士的兴趣点不仅在于作为关税同盟的领导力量在外交政策上获得益处，而且还要通过赢得声望转移对内部问题的关注。因此，1860年派出了一支在弗里德里希·冯·艾林波伯爵（Graf Friedrich von Eulenburg）的率领下由三艘轮船组成的探险队前往东亚，于1861年得以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司空见惯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对于德意志诸邦来说是不断累积的，其间外交代理权一直在普鲁士手里；所以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能够立即接手它。

艾林波伯爵未能按计划完成第二项任务，即在东亚、太平洋或者南美洲建立一个普鲁士殖民地，在台湾岛上也未能实现。不过自1860年代起，关于为贸易建立一个东亚站点并为军舰经常停靠提供服务的话题不时出现在讨论中，虽然它在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框架内无法实现。但是那次探险不仅长远地影响着这些目标，而且也长远地影响着德国东亚政策的践行者们。后来的驻北京公使马克斯·冯·巴兰德（Max von Brandt）为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在对华政策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以及后来的23名海军将领和将军们，当时他们作为军校学生参与其中。

在此期间，德国的中国贸易进一步繁荣，由于各省官僚忙于扩充军备，中国成为德国军事物资最大的外国买主，阿尔费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的家族企业名列前茅。在1875年承担中国进口、出口和沿海航运的17000艘船中，德国船只占1577艘，位列英国（8277艘）、美国（3836艘）和中国人自造船只（2411艘）之后。1895年，德国船只增加到2684艘，列在前面的是19574艘英国船和13014艘中国自造船。所有其他国家都被远远地甩到了身后，也包括法国人。相反，1905年，日本（25850艘）几乎赶上了英国（30442艘），法国（6184艘）也差一点赶上了德国（7337艘）。1885年，帝国开始对德国邮船航线给予补贴，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根据政府倡议，1889年，德国大银行的临时性财团（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布莱希罗德、奥本海姆、罗斯柴尔德、裕宝银行等）在上海建立了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它不仅为商贸提供服务，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规模参与中国铁路营运。与给予邮轮补贴一样，这里也是为了在获取土地一事上与其他国家竞争。

威廉二世富有侵略性的新外交政策认为，德国于1895年的介入理应得到中国的感谢，因此最终有权要求对方转让一个它应得的基地。山东半岛胶州湾的青岛港已经作为合适的目标被精选出来，但是中国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因为一次公开的违法可能会使德国政策颜面尽失，1896年，德方决定采取卓有成效的策略，即静候中国的挑衅，它可以提供机会，在一系列报复行为中逼迫中国作出相应的割让。当然，中国人真的“帮了德国人的忙”，1897年11月1日他们在山东杀害了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山东使团的主教安治泰（Johann Baptist Anzer）是个“勇敢的条顿神父”，既野心勃勃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德意志帝国与其进行合作，早在1890年就从法国接过了对该使团的庇护权。威廉二世心花怒放，因为现在他终于可以“以最粗暴的肆无忌惮”向中国人“表明，德国皇帝不允许别人与自己开玩笑，与他为敌是没有好果子吃的”。除此之外，德国的天主教徒此时可能也认识到，帝国多么强烈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但是与中国签订的新条约没有只字片语迫使中国对传教使团进行补偿，条约里包含的是更重要的事情：在中国放弃主权的情况下租借胶州地区99年，通过合资设立德华公司（Kapitalgesellschaften）拥有山东省的铁路筑路权和矿产开采权——可是租借从未付过费用，在这一点上，德意志帝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德国的香港”——青岛发展繁荣，但只是借助于帝国的巨额补贴，然而在经营山东方面唯有铁路建设是成功的。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中国人持续的抵抗，部分是因为对其他列强的政治顾忌，为了给德国保留进入中国其他地区的权利，这些顾忌是必要的。然而德国人却成为众矢之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穷凶极恶的军事补偿政策，而且也由于他们为修建铁路肆无忌惮地铲平了那些神圣的祖先墓地。

对该条约的反对声首先来自圣彼得堡，然而最终俄国作出让步，作为补偿，当时它占领了辽东半岛并且强行获得了南满铁路哈尔滨至旅顺支线的筑路权。法国要求获得在广州湾[2]为期99年的根据地，此外还有在中国南方的铁路专营权和不将海南岛以及广东、广西和云南诸省交给任何第三方势力的保证。日本获得了一个对中国东南省份福建的类似声明。这种补偿性交易是否会超出瓜分中国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它容忍了德国的行动，因为它的势力范围没有受到波及，但却认为俄国的行动具有威胁性。

首先，伦敦争取在继续保留中国主权的情况下把中国分为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但是当俄国坚持它在东北地区的独特地位时，为了显示势力，它获得了25年内将旅顺对面的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此外，英国利用这次机会，将租借期为99年的香港扩张到了所谓的“新界（New Territories）”，并且要求将长江流域保留为其势力范围，就像其他列强在其他地区所达成的那样。1900年至1941年，英国人时常在长江上保有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炮舰舰队。但是这些措施更多是具有防卫特性，因为除了俄国和日本之外，力争将中国合乎规则地瓜分成具有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或者统治范围并不关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由于美西战争，没有参与上述大宗额外交易的美国成功地扮演了“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的代言人。未来任何强国都不得在经济上歧视另一个强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不能通过关税这样做。因此，关税应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保留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但日本和俄国没有加入这个协定。

列强之间的合作有时很困难，但总体上建立在共同利益的牢固基础之上，这种合作在义和团冲突中再次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得以维持，尽管德国对共同行动所起的作用最终是代价昂贵、态度傲慢、成效甚微 和令人难堪的。在1901年所谓的《辛丑条约》（Boxerprotokoll）里不仅强迫中国作出赔偿，巨额赔款达4.5亿两白银，而且列强的大使实际上高踞于政府之上——基本如同在萨摩亚群岛的状况。在随后的时间里，利益范围进一步扩大，协议港口增加到了48个。中国达到了其半殖民地化的最严重的地步。列强为了争夺特许权相互之间也进行激烈的争斗，之后又很快回归经济合作，这种合作以一种正常的中国临时性财团的形式达到高潮。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也许是可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意义，因为完全殖民地化在政治上只能通过分割才能够实现，而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却处于一种不可分割的混杂状态之中。签约港口制度的规划是国际性的，虽然它首先符合居领导地位的商业大国英国的利益，英国在世界各地都占有最大的贸易份额，因此每一次分割带来的只能是损失。不过，就算是扩张性的德国贸易也与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要求一样，其基础建立在门户开放的实践之上。

修建铁路以及区域性支线时常与开采相邻地区矿产的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这能够为各不相关的经济帝国的形成打下基础。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拒绝修建铁路，之后自1880年代起存在着巨大的补偿需求，鉴于众人皆知的中国政府的资金短缺，这种需求有望变成一种按印度模式进行的大买卖。几条铁路线在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情况下直接由外国人修建：俄国人修建中东铁路，法国人修建云南铁路，德国人修建山东铁路。然而，这里大多数在形式上涉及的是中国国家铁路，它们的全部收入和权利都被租赁给一家联合财团或者一个国家，直到中国付清相关贷款为止。由于政治压力，大多数贷款的支付条件经常相当不利。通常中国只能获得贷款数额的89%～92%的实际支付，但却必须在20～50年内百分之百地清偿，而且其间还得支付4.5%～9.5%的利息。可是投资者却可以在欧洲的资本市场投资超过92%的份额，除此之外，他们还获得贷款和（或）一部分红利。他们可以在订单的分配上优先照顾各自家乡的工业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任用欧洲人占据最重要的管理岗位。首先用作担保的是中国的国家担保，随后便是用铁路本身。虽说这种临时性财团在国际上并非它们的组成形式，然而它们是中国贷款的认购者，中国作为国家的继续存在对它们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利益。1895年至1901年，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中有36.1%是这种国家贷款，1901年至1913年它所占的比重甚至达到了57.9%。1902年至1914年的发展概貌如下（Fieldhouse 1976，433，435，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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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帝国的继续存在中获利和保留所有通往它市场的通道是有利可图的。通常私人的经济利益也获得了它们来源国政治领袖们的支持，不过支持的规模因国家、公司和政府的政治倾向不同而各异。此外，有时政治利益拥有优先权，在它们面前，经济利益必须退让或者从属于前者。另外，政治和资本的国际合作绝不是直线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在欧洲是政治朋友，在中国却进行着经济厮杀，而与政治对手的经济合作却非常融洽，比如1905年后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吞咽下苦果。尽管比较新的论点称西方的干预一直被边缘化并且对这个庞然大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但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由于耗尽了资本形成所需的收入，由于政府权威扫地，1897年至1911年，帝国主义大规模的侵犯使得之前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化付出的努力归于失败。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体制在短期内保存了当时的中国政权，但从中期看已彻底掏空了其存在的根基。不过可以确定的还有，从长远看，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 作为意外的副作用还是导致中国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系在了一起。

理论与实践中的帝国主义列强

除了同时进行的瓜分非洲，不断升级的列强争夺中国的角逐是帝国主义的典型体现。为获取原材料供应和保证本国工业产品的销售而采取开拓和占有市场的战略；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为达到此目的，有时甚至由强权政治家和军事政治家实施非官方控制；列强满腹狐疑地观察着局势，只要看到其他国家取得一点好处便立即寻求对自己的补偿……不过此间也存在着各投资者利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甚至可以缓和潜在的政治矛盾——所有这些都被视为约1870年至约1914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现象。俄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此时相对边缘化的尼德兰和葡萄牙——这个时代的大部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东南亚和大洋洲都在积极地活动着。此外，意大利和比利时在非洲表现积极，老牌殖民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在积极推行新的帝国主义计划。

从欧洲在旧世界的早期扩张历史中，我们早已熟知了很多东西。这里经常涉及的无非是已持续很久的进程的延续，例如列强争夺中国的角逐，俄国在与英国竞争中进行的大陆扩张；或者涉及的是那些被证明是有效的行动的变体，如在新区域修筑铁路。新的仅仅是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比以往更强的义务和大国间关系所呈现的那种神经质的，有时几乎是歇斯底里的特性。

西方各国在日益工业化的背景下始终试图为自己的好处扩张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范围，其间不同的活动家差不多无计划地使用各不相同的手段，出于经济利益的缘故，使用国家权力时 根本没有什么规则可言。相反的情况也同样显现出来。无论如何很少出现一致的经济利益。纺织业、重工业，化学和电力领域这样的现代工业，以及银行、贸易和交通并不经常追求同一个目标。被大量引证的集中现象压根就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形成同样的强度。

但是与过去相比，对民族繁荣的担忧更多地属于政治家的责任，因为在经济增长减缓阶段，经济和政治竞争都变得更加尖锐。英国相对于之前对手的优势在不断萎缩，而且还出现了新的竞争者，特别是德意志帝国。过去数十年的所谓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新兴的高度帝国主义（Hochimperialismus）之间的差别更多地以量的形式而不是以质的形式显示出来。充其量是在前面提出的丰富多彩的政治领域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居民和生产，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模一样，但却都在增长，其后果是，哪里存在着分离的势力范围，哪里的海外活动空间就越来越狭窄，而且边界也相向地移动。由于预料到扩张可能性的终结而产生一种担心赶不上趟的恐慌，在这种恐慌中只要还存在一些选择的可能性，占有状况就应当被固定起来并尽可能多地保障未来的选择可能性，只要这样的可能性还存在着。应该考察一下，这个欧洲扩张史上最具攻势的阶段是否比其他任何阶段都更受防御动机的操控！强权政治无论如何比过去更加吃香，1900年前后具有批评精神的同时代人为了这一事实新创了一个谴责性词语“帝国主义”，用其描绘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政策。

由这种批评产生了很有影响力的解读尝试，即帝国主义理论，约在20世纪末时它们便经常与政治争论相关联，特别是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论证时。更确切地说，它其实是一个反命题，原本想要揭露同时代的殖民主义扩张的理论和实践，暴露它们的深层结构。这种视角既有弱点也有长处，因为仇恨可以使人迷惑，但也可以使人感觉敏锐！然而，尽管借助它们的帮助能够获得一些对历史的认识，这些理论肯定不能作为绝对真理，而只能看作对它们历史环境问题产生的反应，通过重建它们各自的关联使它们拥有完全按照字面上的相对性。如此，理论的历史变成了历史理论的康庄大道！

因此，历史发展到今天，昔日的和当今的帝国的存在在理论上基本不再受到质疑。讨论的问题由“为什么”变为“如何”，特别是它们与现代民族权力国家的区别是什么；尽管它们缺少融入因素，尽管它们的地域结构容易瓦解，辽阔而呈发散状，而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的又是什么。除了广阔的市场关系和与此相关联的人员网络系统，帝国权力的基础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法律秩序和统治秩序之上，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过中央的干涉强制地贯彻这一秩序。可是通常来说，对于白人和有色人种适用两种法律。在中央区域，也就是王朝治所所在地，这种秩序作为象征性的融合资源能够极为成功地投入使用。比如肯尼亚的臣民对女王的信赖即使在殖民时代晚期与英国势力的冲突中也是无法驱散的。

因为在此期间，帝国和帝国主义也被作为文化现象进行了考察，而今天人们在这方面接受、使用的一些文化概念在意义上并不明晰。比如曾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帝国主义暴力文化。就德国的情况而言，有人宣称其1904年至1907年在西南非洲肆无忌惮的谋杀和1942年至1945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一个出于单一性假设得出的谬论。因为一方面，德国的军事暴力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即使在其残酷性方面也几乎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暴力文化没有区别。当时在英国，公众的军事化也在增强。甚至在国际上成果辉煌的童子军运动也不能否认其渊源是布尔战争的军事经验。无论如何，人们喜欢从军界招募地方执政官。另一方面，在令人如此厌恶的军事上附带损伤[3]，与少数人进行的准工业屠杀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质的差别。人们明显忽略了，当时军事术语中的“消灭”通常“仅仅”表示使对手失去战斗能力，绝对没有消灭对手肉体的意思。不过，在种族主义的背景下，消灭计划有时会升级到后一种程度，比如1904年在西南非洲就短暂地有过这种实例。

位于帝国主义文化史中心的是“意识的殖民化（colonizationof consciousness）”，即帝国主义的国际化，不过并非仅仅对帝国臣民来说是如此——这并非新奇之事——而且对帝国民族本身亦然。此间，在两个方面不仅涉及 帝国主义精英及其代表的影响，甚至操纵，而且也涉及相关大众心甘情愿的自我殖民化，也涉及自由发展者的接受。在具有异国情调的世界进行的扩张为幻想装上了翅膀，尤其是为色情幻想装上了翅膀。另外，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印刷和图片媒介，诸如世界博览会、殖民地展览或民族展览之类的大型活动，利用纪念碑以及与直接参与者个人交往进行的民族英雄崇拜。1931年在巴黎万塞讷（Paris-Vincennes）举办的殖民地展览将它的信息传播给了800万参观者，而对殖民地持批评态度的相反主题的展览只有4226名参观者。

很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雇员完全清楚自己的生存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何况那些参与竞选的政治家们还额外将帝国灌输到他们的脑海里。消费者完全清楚粮食和肉类、茶叶和咖啡、做肥皂的棕榈油和制作首饰的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学校教学、有关的青少年图书和殖民政治妇女组织的行动也同样为这种对帝国的共识作出了贡献。属于这种共识的不仅有自己文化或者种族优越性的理所当然的意识，也有关于本民族帝国使命的信念和关于本民族法律的信念，甚或还有关于本民族统治责任的信念。根据富兰克林·本杰明的说法，早在18世纪，每个英国人都把自己视为美洲臣民的主人。那里聚集着“被拣选之民族”！

各殖民地通过这种反作用对自己的大都会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否比先前估计的更强烈呢？这个问题先完全放在一边，对帝国的共识本身已经一再表现了非单一性、自相矛盾和陈腐。帝国的使命和基督教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携手共进。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他们的帝国是一个道德的帝国，也就是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帝国。1899年在海外有10000名英国传教士，这是留在英国被授予圣职的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的一半，为他们支出的费用为200万英镑，与整个英国官员的薪酬一样多。对于美国人来说，传播新教同样是他们扩张“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组成部分。现在在所有的国家和教派里，女性首次在布道团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00年前后，仅法国就派出了10000名天主教布道团修女，因为在此期间，天主教会里除男传教团之外也出现了女传教团。意识的殖民化最初都归因于这些传教士。因此，对于从前的帝国主义理论家来说，他们整体上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帮凶。

但是在文化史的影响下，通过新的传教研究，我们得到了对事物的更加多样的观点。传教士能够真正地促成意识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殖民统治降低了难度，有时与帝国主义政策紧密合作。殖民大国关注着只允许本民族的传教士在自己的领地传教。即使是反教权主义的法国也懂得利用它的传教士为政治目标服务，而传教士也试图从中获得好处。1895年，印度支那大总督认为：“反教权主义的文章不是观念输出”。然而法国人从一开始就怀疑说英语的新教徒可能是英国的特务。就连山东的安治泰也想利用政治传播基督教，而不是相反的做法。这种研究必须首先学会重新认真对待传教士的冲动本身，不轻蔑地把它仅仅当成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合法的掩盖而搁置一旁。因此，在高度帝国主义时代，传道与政治之间的很多矛盾突然显现，直至传教士彻底摒弃殖民统治，如16世纪的拉斯·卡萨斯。

过去通常双向地将“坏的殖民者”（1945年之前为“好的殖民者”）和“好的被殖民者”（1945年之前为“坏的被殖民者”）截然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不仅仅在这里被证明是不切合实际的。并非只有后者作为模仿者去模仿前者，相反的情况也已出现：欧洲人，或许他们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扮演起了非洲或者印度的角色。多重身份在这里是常例，很少是特例。除了传播自己的文明之外，殖民地主人同样目的明确地致力于维护当地文化。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为自己的帝国更大的荣誉服务，最终将它们放进博物馆，集中展示给公众。但是也存在一种借助白人学者和有才智的经常出入国境的人作为助产士更新土著文化的可能性。实际经常出入国境的人首先是那些跨越文化和种族界限缔结婚姻或者拥有一种亲密关系的女人和男人。因此，从对“异族通婚（Rassenmischehe）”的态度可以看出，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同化确实是须认真对待的事情。不过，实际经常出入国境的人也包括已被殖民化的各族的众多成员，他们自愿或非自愿地进入殖民政权的军队服役。关于英国的印度军团已有论述，但是非洲军队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即便是各个帝国间显而易见的民族对抗也并非无限制的。事实情况不单单是在延续 传统的欧洲大国体系以及“欧洲合作”（这种合作自有其习惯规则和补偿规则）的意义上进行协作，恰恰是这种面向海外的协作才常常使得各类民族帝国主义成为可能，必要时也采取共同行动，比如在中国和在奥斯曼帝国。它们相互学习，使用对手国的科学家的知识，尤其是在热带病学领域。然而，尤其是地理和人种学知识并非呈现着无法反驳的唯一性，而是根据需要被塑造和投入使用。也可以将其他大国的统治技巧作为榜样，这显然比刚在德国道听途说的什么门路可靠很多。早在1931年，阿诺尔德·D.德·卡特·安格里诺（Arnold D. de Kat Angelino）撰写的殖民理论手册刚一出版，立即就从尼德兰语翻译成英语和法语。

1867年和1884年的两次选举权改革在英国开创了大众政治时代，无论在英国还是其他地方，这个时代对于新型帝国主义而言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以往相比，大众报刊、通俗文学、殖民政治大众团体和压力集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政治家一直依靠有效的形式呼吁大众，而且可能以这种方式成为自己煽动行为的俘虏，这种煽动随后也过分地影响到他们的历史形象。在自由党人内阁首相格莱斯顿（1880～1885年在任）和保守党人迪斯雷利（1874～1880年在任）的所谓殖民政治的矛盾上，很多东西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他们一个很少想到英帝国的解体，另一个很少想着有计划的扩张。至少英帝国始终都更具有即兴特性，即使从1854年起存在着一个殖民地办公室，而且悄无声息地发展成一种帝国体制。然而在政治上它几乎一直仅仅涉及白人移民殖民地和印度。即使它们对于政府和选民而言也绝对没有什么优先权。它们一个主要涉及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另一个涉及各种内政问题。1886年自由党因爱尔兰问题产生分裂，使1885年至1892年和1895年至1905年保守党执政成为可能，1885年至1902年政府由担任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领导。

此时，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财富才开始影响政治家和大众。1888年前后就连权威的保守人士也转信帝国主义。1899年自由党人罗斯伯里伯爵阿奇博尔德·普里姆罗斯（Archibald Primrose Rosebery）可以确认：“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帝国主义者。”殖民地部长约瑟夫·张伯伦（1895～1903年在任）和首相突然对经济论据的大众效应很感兴趣。帝国主义政策被视为民族生死存亡斗争中所必需的，然而当德国和美国能够显示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时，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力和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正处于下降阶段。在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英帝国的大众化在大众中升级为民族主义的过度膨胀。但是它令人羞愧的过程不仅引起了民族的革新运动，而且也引发了对其他传统的思考。在短短的几年里帝国主义狂热便已退去，正常的政治优先清单又重新建立起来。

布尔战争的经验也引发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在1902年第一次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性分析，不过其主导思想早已散见于英国殖民地改革者和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著述里。根据霍布森的分析，帝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笔坏买卖，但对于某些阶层和行业却不失为一笔好买卖，如军火工业、军队、运输业，从上流阶层招募的管理机构，尤其是投资人和金融商，他确认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犹太人。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导致生产过剩、消费疲软和资本不足，这些人不得不在国外寻找销路和投资，而这些问题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应该比较容易解决。可是当旨在改革的有力的工资政策和税收优化增加了国内需求时，在海外寻求出路就显得有些多余了。但是帝国主义政治懂得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的弊端转向国外，虽然帝国主义教义中的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证在各个方面都站不住脚。

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在很长时间里偏离了霍布森及其追随者的观点。首先他关于为非洲“新帝国”投资的意义的论点遭到反驳，接着是证明具体的扩张过程根本不可能仅仅从大都会的视角去解释，而是只有考虑城市边缘的发展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后来的解释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论点。凯恩和霍普金斯再次将大都会政策放到了中心地位，不过却尝试着引入之前研究的复杂结果。这样一来，在英国进行得本就不均匀的工业化绝不可能必然意味着工业利益的政治优势，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假设的，即使对此存在一致意见，即对于一项必须确保国家收入、劳动岗位和统治制度稳定的政策来说，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是最好的选择。可是这项政策具体是由地域和行业基础不同的集团不断重新组合的联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实施的。此间，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不再是社会声望不佳的北方工业资本主义，而是南方绅士的地产抵押资本主义，直至19世纪中叶主导地位才由地产利益转到城市金融资本主义和服务型资本主义。显而易见，除了霍布森，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经验对这种解释也发挥了作用，它给霍布森带来了新的现实意义。

在英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而在法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紧张的，因为1871年之后的法国民族主义首先具有复仇主义特征。殖民扩张可以直接诠释为反叛，总理茹费理（Jules Ferry）必定有过此类感受，1881年他因突尼斯被推翻，1885年因东京（Tongking）[4]再次被推翻，尽管他在一次讲话中解释说，对自1881年起通过关税保护起来的工业化来说，确保殖民地销售市场是民族辉煌的前提。1887年至1892年任殖民地副部长的欧仁·艾迪安内（Eugène Etienne）于1890年提出了一个合乎规则的扩张计划。1892年，热心殖民地政策的议员们成立了殖民地团体。1894年至1898年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在外交部的行动使其达到高潮。殖民地交替隶属于外交部和商业部，旧制度时隶属于海事部，之后于1894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殖民地部。但是“殖民党”却始终是少数，进入20世纪后殖民政治在这里也很快被冷落。只有当民族荣誉受到威胁之时，公众舆论才被短暂地动员起来。尽管如此，法国帝国主义也绝非像宣称的那样仅仅是民族主义的事情。商业利益和工业利益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而且殖民帝国早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是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之一。1900年前后，商业协会就已经开始了殖民宣传，甚至部分地负责殖民地行动的培训。但是有责任心的经济利益限于单个的团体。重工业和金融寡头长期持观望态度，对殖民地的投资份额很低。1880年法国进口货物的4.8%来自殖民地，后者接收了法国7.8%的出口，1913年两组数字分别为9.4%和13%。但是食糖、大米、葡萄酒和牲畜全部或者 绝大部分来自英帝国，机器和金属产品的三分之一以及肥皂的三分之二都出口到那里。对法国来说，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殖民地才在经济上变得真正重要起来。

自1789年起，殖民地在议会里基本上都有代表，1936年，666个众议员中有22个殖民地代表，307个参议员中有7个。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并非殖民地所有居民的代表，而是仅仅涉及法国移民，特别是前往阿尔及利亚的移民，还有那些已经获得法国公民权的少数土生土长者。长期同化被殖民者的最初理想虽然具有欧洲中心论特性，但至少具有平等和普世思想，世纪之交时，这一理想也不得不让位于他们那纯联想性的等级制观念。共和国也具有了帝国特性，开始维护一种“野蛮的帝国文化”（Le Cour Grandmaison 2009）。虽然批判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传统依然在延续，但即使在1925/1926年对岛礁上的柏柏尔人的战争中也只有少数极左派提出了令人难忘的抗议。多数人仍然停留在普遍的偏见里。

在德国，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也是果断地面向欧洲，虽然在经济扩张的影响下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文献中已可以看到经典帝国主义的教义，其中包括因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而须确保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然而当内政需求与有利的外交形势相契合时，他的殖民政策只是个插曲。与通常情况一样，强权政治的考量对他来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英国不得不承受各种各样的失败之时，当它因为埃及与反英势力掌权的法国疏远之时，当与俄国在阿富汗的冲突导致大战在即之时，他利用英国暂时的虚弱和孤立来推行他的殖民政策。然而对俾斯麦在转向殖民政策时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不过各种诠释建议不一定相互排斥。在内政方面，由于殖民热情高涨而赢得了大选，因为据说帝国主义甚至对德国的自由主义都变成了决定性的。可是到1884年这种打算不再有效了——或许这是殖民政策很快又被放弃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通过对德国商业利益的反周期探索可以促进经济。1883年至1885年出口受挫，但是1885年至1890年又重新增长。最终可能是通过将内部冲突转向外部使这个制度重新稳固下来。至少在俾斯麦的个人地位方面应该说是合乎实际的。俾斯麦是否出于这个原因试图在德国建立一种能够发动起来的反英潜能，从而将当时被错误地期盼很快将成为皇帝夫妇的王储夫妇的自由主义亲英国倾向中立化呢？这里是否涉及一种旨在以后通过让步，重新赢得英国而对其施压的尝试呢？殖民地是否可以作为巧妙操纵的筹码和补偿的对象投入利用呢？这里是不是在尝试接近法国，或是在殖民政策领域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Elsass-Lothringen）进行补偿，或者是在均衡政策的意义上以一个德法殖民联盟对抗英国呢？无论具体采取什么态度——俾斯麦一次次利用呈现给他的机会，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殖民政治只不过是诡计囊中的一个权宜之计，别无他用。

而在威廉时代，自1897年起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已经属于官方计划，1906年，它实际上已不再具有重大作用之后至少在口头上还依然如此。在宏伟的计划和微小的成果之间至少存在一种不相称的关系。在世界政治方面，比获取其他殖民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进行的非官方经济扩张，尤其是在海军装备方面。1886年建立起来的海军快速巡洋舰舰队及其至1914年的后继部队对与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来说还是太虚弱了。它们主要用于完成殖民地的警察任务。

美国的扩张政策遭遇的是另一类矛盾，也就是作为其起源的所谓反殖民主义冲动。迅速将新获得的土地变成联盟成员，对自己大陆的占领便与其一致了。但是对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天主教和非基督教深肤色居民来说，这样做就行不通了。在东亚涉及的毕竟只是用于市场开发的基地。原则上，美国保持着这种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帝国主义，它再一次允许意识形态和利益毫无问题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必要时，军事干涉和占领也完全属于这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计划，因而在1898年同一时间进行的美西战争中以及在其他地方，它导致非正式的 帝国主义暂时转为正式的帝国主义。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伴有社会关系紧张的经济危机使得对海外市场的期望高涨。与此相关联，在美国也喊出了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和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周围的那些人。马汉是帝国主义时代影响极大的海权主义学说的创立者，根据他的理论，海军力量在强权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毕竟美国的蒸汽舰队是世界第三大舰队，而且扩充速度最快，1890年拥有战舰456艘，总吨位417138吨，10年后战舰增加到932艘，总吨位1454966吨，位列英国（1890年拥有战舰5471艘，总吨位5369952吨，1900年发展到战舰7930艘，总吨位12149090吨）和德国（1890年拥有战舰761艘，总吨位762915吨，1900年发展到战舰1209艘，总吨位2199919吨）之后。

当世纪交替那些年短暂的高度帝国主义狂热再次消退之时，在德语区的社会主义圈子里开始了一场争论，争论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预言面前没有走向崩溃，在此期间，它的新型帝国主义的生存战略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继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文章和1913年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文章之后，1916年，流亡者列宁撰写了通俗但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总结性文章。根据这一总结，如果金融资本控制整个经济生活，资本主义便通过自我组织为卡特尔和垄断发展成帝国主义。现在起决定性意义的不再是商品出口，而是资本出口，是大型康采恩出于什么目的在它们中间瓜分世界。这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导致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导致相互竞争的金融大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些大国里，资本主义尽管找到了帝国主义这条出路，最终还是会灭亡。对于列宁来说，首先是以此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他的追随者们却更强调抵抗殖民主义的意义。然而他们绞尽脑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被判言灭亡的资本主义再次找到了出路，其国内市场的发展是霍布森呼吁过的，而列宁却断然宣称不可能。

由于这一成功的战略，资本主义体系对剩余世界的需求最终比任何时候都少，除了一些原材料，例如石油，而它们对资本主义大都会的依赖性显然不可能轻易摆脱，这成了它们自己的命运。因此，在从属理论的帮助下有了向着眼于 外围的转变——一个早该出现的转变。除了中心地区无疑具有决定性推力之外，外围吸引力也必定属于一个如同欧洲扩张的过程，从逻辑上说这原本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即使是批判性理论家也长期受缚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现实发展不仅驳斥了欧洲中心论，同样也驳斥了从属理论。因为一系列当年的殖民地和被视为毫无希望的欠发达国家如今是全球资本主义成功的参与者，在这方面中国列于首位。

直至进入20世纪，力量的不均衡越来越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并在帝国主义时代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除了经济和财政潜能之外，交通技术和武器技术也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蒸汽船、铁路、运河、电报，尤其是1880年至1884年研制出的机枪——马克西姆机枪，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的格言这样说：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拥有了

马克西姆机枪，但他们没有。

外围以创造性的合作对优势力量作出反应。研究前所未有地得出明确的结论，数量少得常常令人惊讶的欧洲人要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目标唯有如此做，绝对不能仅仅依靠赤裸裸的武力。因此，他们在这种范围内依赖他们的当地助手，而拒绝合作以及为此而进行的论证必然让他们的统治陷入危机时刻，必将成为去殖民化（Dekolonisation）的开始！除了让一个个大都会和外围地区简单地面对既成事实，那些身在当地胸怀次级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us）野心的人经常还在继续推进扩张，即使在无线电和电报机时代也是如此！并非只有英帝国知道，比起一般的总督，正规的殖民地或自治领的总督（Proconsul）拥有更多权限和影响，比如埃及的克罗默伯爵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 Cromer）、印度的寇松、南非的亨利·巴特尔·弗里尔（Henry Bartle Frere）和米尔纳，以及尼日利亚的路加德（Frederick Lugard）。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动机和军事动机，或者传教动机也都有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虽然戴维·K.菲尔德豪斯（David K. Fieldhouse）对外围进程进行的总结性研究（1976年）不出所料得出了一个相当混乱的图像，但还是得出了一个基本规则，即在欧洲的扩张过程中，经济利益和政治决定之间关联的建立很少是因经济利益集团对中央政策直接施加影响，而是因为对外围的经济行为制造了问题，然后必须为这些问题找到政治解决方案。

高度帝国主义和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殖民统治

在印度支那（法国人对东南亚半岛东半部的称呼），这类人甚至从17世纪起就有积极活动，并非没有经济利益因素，但最初具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士。北部的东京和南部的交趾支那这两个大河流域通过沿海国家安南联系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安南或者越南王朝，它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并且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西边邻国老挝和柬埔寨处于暹罗（泰国）的统治下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下——甚至路易十四都曾经向暹罗派出了一个正式使团。但是法国传教士的活动重心在安南，17世纪中期他们在那里为越南语引入了今天仍在使用的带变音符的拉丁字符（quōc ngū，国语字）取代了中国字符。自18世纪晚期，传教士们成功地在越南政治中承担义务。

19世纪初，虽然安南的统治者很想与法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但却绝不容忍其文化的影响。传教被禁止，历次迫害基督徒的浪潮据说夺去了13万人的生命。由于法国反正在中国已经打出了传教这张牌，而拿破仑三世又不得不安抚那些对他的意大利政策感到愤怒的天主教徒们，教会建议他介入其中。最终，法国于1859年首先与西班牙一起占领了西贡（Saigon），这样就有了按中国模式进行条约欺诈的筹码。事实上，1862年安南不得不允许宗教自由和开放三个港口，特别是割让西贡和交趾支那三个东部的行政区。法国海军想要并且得到了“它的香港”。法国人为传教而来，因海军留了下来。

为了确保首先是用战斗换来的在印度支那的地位，驻在西贡的军队将自己的影响扩张到了柬埔寨，其国王放弃安南而向法国寻求保护以对抗暹罗的要求。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法国派出一个总督负责外交，1866年通过与暹罗的协议确认了这一关系。西贡应取代曼谷成为柬埔寨的出口海港。1867年，交趾支那的其余部分同样也被占领。其间，商业利益也提出了寻求有利的中国通道的要求；首先是里昂的丝绸工业希望获得廉价原料。1866年，一支探险队沿湄公河溯流而上，意欲找到一条直接通往中国南方的道路。虽徒劳无功，然而却证实东京的红河发源于云南。其结果造成了法国的一波东京热情浪潮，尤其是与此同时英国也试图从西边向中国南方推进。围绕着向中国的起义者提供武器的军火商涂普义（Jean Dupuis）的纠纷导致了1873年对河内的占领，在这件事上地方主管当局明显逾越了来自西贡和巴黎的指令。新的第三共和国还要为与德国的战争的结果而斗争。因此虽然行动结束了，但安南被促使于1874年签署了一份新协议确认割让交趾支那，开放红河和东京的三座城市进行贸易，建立了一个表达模糊不清的法国对安南和东京的政治庇护。

与帝国主义时而遇到的情形一样，后来的发展与自1876年安南意欲借助其宗主中国的帮助再次摆脱欧洲庇护的尝试联系在一起。1880年，中国明确拒绝开放云南陆路，中国地方武装“黑旗军（Schwarze Flaggen）”——最早可追溯到当年逃亡的太平军追随者——为安南效力负责封锁红河。除了其他的欧洲首倡项目之外，英国修建的缅甸铁路也对此形成威胁。首次在本土被鼓动激发起来的更为广泛的兴趣参与进来，在那里，除了很有影响的殖民理论家保罗·勒鲁瓦-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各个地理协会和商会也出尽风头，而重工业和金融寡头却持观望态度。在法国加工的生丝有38%来自中国，1880年里昂的丝绸工业负担着法国出口收入的7%，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愿意为寻找一条获取廉价生丝的通道付出一些代价。此外，中国南方市场极具诱惑力，因为按照在那里的贸易结算，法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为400万英镑，而出口额仅13.6万英镑。

1882年，法国向东京派出了一支远征军讨伐黑旗军，后者占领河内之后陷入困境，自然没有什么战力。由此演化出1883年至1885年与中国的战争，战争以北京再次受辱签署《天津条约》（Vertrag von Tianjin）结束。结果是与安南的两个条约，根据条约，东京保有安南形式上的主权，但作为受法国庇护的国家或多或少归属总督直接管辖。在安南，派驻在宫廷里的大总督变成外交部部长和一种非正式总理，因为国家的关税、交通业和公共工作岗位都处于法国人的管辖之下。在继续战斗至1885/1886年之后，最终中国承认了法国在安南的地位，并同意给予法国比海路更加优惠的5%的关税。巨额的行动费用尽管微不足道，但其后续影响还是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垮台。1885年在议院表决是否保留东京时赞成票仅多出4票。

尽管如此，法国的扩张没有就此罢手。自1884年起，暹罗以重新提出对整个湄公河谷地的主权要求作出反应，截至1888年，通过征服湄公河东岸各老挝王国将自己的阵地继续朝狭窄的安南推进。暹罗好像已处在英国的影响下，因而法国人1880年代和1890年代在老挝的经济和政治行动原本就是针对英国的。1893年，法国以封锁曼谷的海湾迫使英国将老挝转让给自己，英国内阁容忍了此举，条件是作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缓冲国保留暹罗的核心区域。1896年的这种处理到1907年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因而暹罗可以相对不受干扰地实施自己的现代化，尽管1909年它再次被迫顺从英国放弃了对马来半岛的主权要求。

通过与英国巧妙周旋，18世纪晚期强大起来的暹罗王朝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像中国一样，它走的是一条以屈从取代反抗的道路。然而英国的利益在这里不如在缅甸那样广泛，以至于英国可以满足于施加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间接影响，前提是将法国排除在外。1855年一份商贸条约终结了暹罗王室此前的外贸垄断，确定了3%的进口关税和5%的出口关税，并且给予英国人通常的“法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ät）”。其间王室对鸦片、赌博和酒类实行垄断并且将其包租给中国人。国王蒙固（Mongkut，1851～1868年在位），尤其是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年在位）此时主持着现代化。佛教进行了改革，奴隶制度被废除，王子们从事着西医、兵法和造船。国王朱拉隆功亲自前往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次到欧洲旅行。当1880年代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取代了那些保守的老部长时，改革路线得到加强，1890年代有英国人、丹麦人和德国人为其发展提供帮助。第一批医院出现了。1898年至1910年，现代的政府学校里学生的人数从5000增加到84000。政府和行政机构被重组和集中。1902年已经可以借助一支现代化军队镇压叛乱。随后在1939年至1946年，最终于1949年以人种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名泰国（Thailand）替换了传统国名暹罗。然而，没有变化的权力和财产情况阻碍了农业改革，工业化也停滞不前，因为与日本不同，西方可以用自己的产品充斥这个国家。

在漫长的战斗中，越南自1885年至1897年渐渐被法国人“安抚下来”。后来的法属非洲地方总督约瑟夫·西蒙·加利埃尼（Joseph Simon Gallieni）和赫伯特·利奥泰（Hubert Lyautey）分别于1892年至1896年和1894年至1897年期间也参与其中。1900年前后，精英们和人民的反抗被征服，殖民地稳固下来。外交部对创建于1887年的印度支那联邦（Union indochinoise）的管辖权被收回，联盟被划归1894年新建的殖民地部管辖，这破坏了受庇护国的法律地位。联盟首先通过大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后来的法国总统）于1897年至1902年获得了它的组织形式。它由五个在法律地位和结构上迥然不同的部分组成：交趾支那、安南、东京、老挝和柬埔寨。宗主国的唯一代表是驻河内的大总督。他拥有一个中央管理机构，下设负责农业、商贸、司法、关税、公共事务和内务的部门，由关税提供运行资金，而直接税则处于五个国家的管辖之下。一个由官员、工商协会的代表以及当地名流组成的印度支那最高理事会（Conseil supérieur de l’Indochine）仅仅拥有咨询权，尤其是在财政预算方面。交趾支那殖民地副总督和四个被保护地的总驻扎官（Résidents supérieurs）从大总督那里获得他们的方针，然而它们的管理机构组织形式迥然不同。老挝和柬埔寨与英属印度邦国的区别仅仅是法国人加强了渗透，而安南的统治者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权力。新成立的部长理事会在总驻扎官的主持下开会，而且决议都需要他的同意。在东京虽然有安南官员传统政权管辖下的乡村自治，但却受到众多驻扎官的严格控制，以至于整体上基本就是直接统治，正像它在交趾支那统治的那样。

因为法国在那里直接寄希望于社会文化的同化。法国官员取代了传统的统治体制，在司法方面实行宗主国法国的法律。1879年，一个国民总督取代军事管理机构治理交趾支那，1880年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议会（Conseil colonial），1881年在巴黎议会有了1个议员席位。殖民地议会的16名议员中10名是法国人，拥有预算权并确定赋税。由于在2000名拥有选举权的法国人中1500人是官员，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服务。尽管大总督限制了这个议会的权力，西贡的官员和商人的利益仍然重要，特别是他们能够通过其议员直接在巴黎发挥作用。

直接税收，首先是在殖民地普遍实行的人头税，后来是土地税，都要比前殖民时代高，但是1900年巴黎确定，各殖民地必须自行筹措资金。获得印度支那使法国在1859年至1895年耗费了7.5亿法郎。接着殖民地通过接收法国贷款解决自己的经费，1912年使用贷款消耗掉了其47%的收入。骇人听闻的是通过法国对食盐、酒类和鸦片的垄断实现的间接税，因为管理机构为此不仅要与普遍的非法酿造作斗争，甚至还要促进毒品消费。1904年收入的一半来自这三项垄断。除此之外，法国人较少承受这种税收制度的压力。1913年，越南的人口数是1700万，另外还有23000名法国人。总体上人口密度很小，与之相反，红河三角洲、安南沿海地区和湄公河三角洲人口密度很大，最高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其基础为纯农业。小地产在东京水稻种植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人口压力和税收负担加重了债务，由于 法国法律有利于债权人，小农流失土地而大地主获得土地的趋势出现了。可是这种趋势不能单单归咎于殖民统治，因为它同样也出现在相邻的暹罗。在交趾支那的新开发的水稻种植地区，法国和越南大地主占统治地位。但是印度支那变成了位于缅甸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稻谷出口国。1921年，稻谷出口占其出口额的75%，1930年仍然占60%。

当时的发展政策首先是铁路政策。除了通常的投资生意——必须从杜美出于这一目的整顿过的殖民地财政中为这些投资支付利息——人们还期待着殖民地交通整合方面的大手笔，期待着通过云南铁路开发中国南方的大手笔。1902年，杜美让人在红河上建造了著名的铁路桥。至1914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建成的铁路里程为1600公里，在中国为464公里，但是从一开始就规划的南北铁路直至1936年才得以建成。在这里，铁路建设很少像在印度那样引发一次对工业化的推动。它也压根不该是这样，因为可能成为法国竞争对手的殖民地工业是不受欢迎的；最终人们只是希望获得一个销售市场。关税政策也是与销售市场相对应的。1892年也是为了交趾支那取消了自由贸易，法国关税额适用于第三方的进口，而与法国的贸易往来则是免关税的，因而大都市可以控制这个市场，而印度支那则提供原料。此外还有矿业产品，如在东京使用妇女和童工在早期工业的劳动条件下下井开采的煤炭，它们主要向日本出口。法国人很早就在这里进行了投资。但是他们却没能把印度支那变成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式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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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8 英属马来亚

即使在自1824年属于英国利益范围的“马来亚”，世界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变得狭窄了。首先只有狭小的英国领地，1826年被纳入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自1832年起拥有新加坡作为首都。半岛各马来土邦一部分处于暹罗的统治之下。英国首先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南端的柔佛，它放弃了对内部事务的干预，以避免其他麻烦。这样做是不值得的，因为英国的基地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确保中国航路而创建的。1867年海峡殖民地摆脱了加尔各答和印度办公室的管辖，拥有一个自己的总督并隶属殖民地办公室管辖，这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现在地方利益，尤其是新加坡的利益有了发言权，它们于1868年在伦敦就已经促成了一个真正的游说团体的创建。

在此过程中很少涉及通常的地区贸易，更多涉及的是在霹雳（Perak）、雪兰莪（Selangor）和双溪芙蓉（Sungei Ujong）［后来的森美兰州（Negri Sembilan）的一部分］西海岸露天开采的锡，它自1860年代起在世界市场上越来越抢手。当时的罐头盒就是由锡做成的，此外它还被用于制成各种合金。但是锡的生产牢牢地掌控在中国企业主手中，他们常常利用相互竞争的秘密社团控制同为中国人的工人和制服竞争对手。除了这种凶残的争斗，还有各土邦里不断的冲突以及司空见惯的海上掠夺，因而制造了相当混乱的局势。尽管如此，1870年前后在雪兰莪各锡矿投入的海峡殖民地的资本据说已达20万英镑，1873年在新加坡成立了雪兰莪锡公司（Selangor Tin Company），它竭力争取英国的资本，为了维护安全和秩序竭力争取英国进行干预。虽然当地的英国人已于1871年卷入一场雪兰莪的内战，但伦敦却未表现多少兴趣。这时，公司让它 在伦敦的一个马来伙伴进行了征询，看“英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政府”是否能够为保护商人和投资者进行干涉，并补充称这些土邦计划归附于某个欧洲国家的庇护，可能是德意志帝国的庇护。

此举发生了作用，因为伦敦不无忧虑地观察到，法国是如何在印度支那半岛扎下根来，美国如何在太平洋地区扩张自己的影响。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之间的海峡变成了一个安全高度敏感的区域。亚齐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首先让人疑虑的是德意志帝国，它刚刚在《三皇同盟条约》（Dreikaiservertrag）里与英国的死对头俄国建立了联盟。很明显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唯有加强英国的存在，人们想对可能的竞争对手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为什么不在这里也采用在印度经过检验的总督制呢？

然而速度不是由伦敦，而是由新加坡总督决定的。与给他的指令相反，他行事的座右铭是“先斩后奏（to ac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o report afterwards）”。因为1875年一个总督被杀害，军事干涉看来不可避免。从此时开始，霹雳、雪兰莪和双溪芙蓉各由隶属于新加坡的总督控制，其实就是统治。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促成了向东海岸的推进。1885年在柔佛设置了代理官，1888年在彭亨（Pahang），当森美兰邦形成时，它也于1895年有了一个代理官。随着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霹雳、雪兰莪州、森美兰州和彭亨）的建立，自由党政府已制定好的计划于1896年变成了现实。1897年，暹罗以条约形式承担义务，在处于它的主权之下的北部土邦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和丁加奴（Trengganu），在未与英国协商的情况下不颁发许可证。然而由于德国的行动，英国促成暹罗于1909年放弃它的权力并将北部也转让给英国。马来亚自此往后由英国的海峡殖民地、4个马来联邦邦国和5个属邦组成。

英国扩张的结果是马来亚锡产量剧增，1883年居世界第一，1890年超过所有其他国家锡产量的总和。除此之外，技术的改善，特别是蒸汽泵抽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有政府的帮助，但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人的优势仍然存在，这也是因为中国工人并非毫无顾虑地愿意为非华人工作。然而，当大规模的 可露天开采的矿床需要费用更加昂贵的技术时，中国人的资金经常不再够用。1906年，西方投资的矿区的产量才占马来亚锡的10%，1920年达到30%；1936年，中国人投资的矿区还占锡产量的36%，尽管中国工人仍然占工人总数的81%。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交通事业的扩大，由欧洲人控制的种植园经济增长迅速。在尝试过不同的产品之后，“橡胶革命”在1890年代带来了很大的突破，最好的橡胶树——巴西三叶橡胶树于1874年被从巴西走私出来。新加坡植物园园长通过有计划的研究解决了与浆汁提取相关联的各种问题。1895年种植了第一批橡胶树，繁荣出现在1905年至1912年，因为1903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建立了他的汽车厂。橡胶种植的传播跟随着铁路的发展；它在西部开始，随后遍及东部，最后传至北部。为了提供劳动力，当地开放了向境内移民。自1906年起，人们推动印度人的移民。所以在西北部泰米尔人占优势，而在南部和东部中国人在工人中占多数。现在马来亚也受到了英国投资的青睐。1914年在这里投入了2730万镑的资金，比除了印度和白人自治领以外所有其他殖民地都多。马来亚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英帝国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相邻的印度尼西亚，这个殖民大国的力量首先被对亚齐的战争束缚住了手脚，虽然大总督1881年已经谈及了危险，称有能力在外岛立足的不仅有英国的企业主，而且还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事实上，英国人已经在通往中国海路的南部边缘的北婆罗洲定居下来。1841年至1942/1946年，布鲁克（Brooke）家族控制着广阔的沙捞越地区，苏丹国文莱（第一位布鲁克在为其效力时得到了这片土地）最终只是其中的一块飞地。1888年建立了英国对这两个地区和相邻的北婆罗洲公司地区［沙巴（Sabah）］的庇护。帝汶岛的葡萄牙总督已经于1951年在一份条约里将属于他的一半岛屿的西部边界确定下来，并且以20万荷兰盾的价格将对弗洛勒斯岛（Flores）和索洛岛的权利转让给了尼德兰人。至1912年，葡萄牙加强对东帝汶（Osttimor）控制的努力不是特别成功。

与众多邦主签订的五花八门的条约妨碍了尼德兰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根据在亚齐的经验，人们按照许尔格龙涅的建议转变了方法，不再与各邦主相互之间签订条约，而是要求一个单方面的屈服声明，它仅仅还包含着三点：承认尼德兰的主权、放弃与第三大国间的关系和承担服从殖民政府一切规定的义务，也包括内政管理方面。1898年开始实行的《简短声明》（Korte Verklaring）于1927年构成了与267名邦主关系的基础；只有15名邦主还获得了另外一个条约。

从此以后，在尼德兰官员的表述中涉及的不再是给各邦主的建议而是指令，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贯彻这类指令。但首先是剥夺了邦主的土地收入，尽管他们从中还得到了自己的生活费用。它们流入一个地方银行以备官员使用。全面控制整个群岛的决定是1904年在亚齐之战的胜利者范·赫兹将军与首相和殖民部长的一次谈话里作出的，首相和部长与范·赫兹的顾问亨德里库斯·科莱恩（Hendrikus Colijn）一样都属于加尔文派。于是在多次远征中，整个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都屈从于这种原则之下。在此过程中，各邦国被置于尼德兰的直接管辖之下，特别是不顺从的邦主，如苏门答腊的占碑（Jambi）苏丹或者巴厘岛的几个邦主，否则就使用《简短声明》。占据东南部的英国人对从尼德兰占据的地区发动的入侵提起申诉并以自己的措施进行威胁之后，甚至还实现了对西新几内亚的控制。与实行新的管理体制的最初几年一样，这类行动由军队来承担；总兵力只有5000～6000人，但此时非常有效力，它拥有进行丛林战和应付游击战的特种部队。在一些地方，这类行动持续到了1920年代，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该群岛事实上已基本成为荷属印度。

这种尼德兰帝国主义（niederländischer Imperialismus）受到一个新的政治转折的影响——摒弃了贯彻在前几十年殖民政策里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注重土著福祉的“伦理政策（ethische Politik）”。即使在这里也可以证明自由主义的殖民政策经常造成对土著不利的结果。因此，应该放弃不干涉邦国内部事务的自由主义原则，为了土著的福祉，要么完全清除其统治者的管理混乱，要么通过 尼德兰的监控进行净化。早在1936年，大总督就宣称，印度尼西亚若要成熟得足以独立，还需要尼德兰再统治300年。因此，征服土著是为了他们的福祉，然而在其他大国也可以看到的伦理帝国主义（ethischer Imperialismus）在那里并未赢得多大影响力。冯·瓦伦霍文（Cornelis van Vollenhoven）是莱顿大学主讲印度尼西亚法律的教授，他试图让整整一代殖民地官员铭记他的观点，即管理机构要注重土著的福祉，同时要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该系是高级殖民地官员国内行政（binnenlandsch bestuur）的培训地。殖民地行政机构在议会颁布的法律的框架内独立运作，这样就能够发挥有利于印度尼西亚人的作用。甚至主管大臣通常也是出自同一个群体的职业官员，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往往是政治家。

种植园利益群体于1925年在乌德勒支大学（Universität Utrecht）建立了一个与之竞争的印度语言文化学系，试图以此从根源上对付伦理政策，但这是徒劳的，因为继任官员更喜欢莱顿，在那里他们可以寻找到与业已扎根的精英们的联系。此外，越来越多的混血儿，即所谓的“欧亚混血儿”，找到了进入管理机构的路径，而经济领导层的位置对他们依然是关闭的，也就是说，伦理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混杂着欧亚混血儿和欧洲人之间的冲突。现在，管理机构不再愿意为种植园保留自由土地，并将人口压力完全导向廉价雇佣劳动。另外，它还尝试建立新村镇，甚至努力改善契约工人的处境。可是并非一切都特别成功，例如1931年才对违背劳动契约的做法发出了惩罚警告，而之前在美国已有人于1929年提出一个法律动议，力争禁止进口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不过那也可能是在菲律宾的美国烟草种植者针对苏门答腊的竞争者使出的一个妙招。

占领菲律宾绝不是干劲十足的海军部长西奥多·罗斯福一时冲动的行为。正如1900年选举获胜所展示的那样，他的超前行动受到了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赞赏，而且符合国家的帝国主义氛围。当然，对于美国的这类目标来说，有马尼拉优良的港口作为“美国的香港”似乎已足够了，可是为此必须从西班牙手中夺取 整个岛屿群，因为否则就可能会有一个外来力量扎下根，或者一个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可以继续致力于重新获得马尼拉。

因为与亚洲其他西方殖民地相反，这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文化移入过程造就了一批西方类型的半现代精英，但他们是当地出身，而对于成功的去殖民化来说他们是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说，按照拉丁美洲的榜样出现了一场独立运动，它首先由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承担，在秘密社团里组织起来。有威胁的揭发促使密谋策划者于1896年开战。1896年，思想先驱何塞·黎刹（José Rizal）被处决，之后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在经历了内部流血冲突后被确立为领袖。1897年建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其宪法依据的模式是1895年的古巴宪法。但是西班牙人取得了优势，以至于起义者们于1897年底表示愿意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将军签订条约，根据此条约，领袖们必须流亡，而追随者们则可以期待特赦。然而，流亡者很快在香港成立了革命政务委员会，而且将军根本没有放弃惩处投降的起义者。

当他们在马尼拉的海面上成功地对西班牙舰队发动进攻之后，美国人随即将阿奎纳多和他的追随者请回国，后者很快于1898年建立了一个拥有美国式宪法和说他加禄语（Tagalog）的新共和国，除了作为官方语言的西班牙语之外，他加禄语是吕宋岛最重要的语言，但是首先是成功地与美国人并肩战胜了西班牙人。1899年西班牙最后的抵抗被击垮之后，菲律宾人想依靠美国支持实现独立的梦想也迅速破灭了。他们被排除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谈判之外，和谈约定将这个国家转让于美国。美国总统随即宣布美国将接管菲律宾。可是这份与西班牙的和平条约在美国参议院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才以极微弱的多数获得通过，赞成方仅多出一票；反帝国主义者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绝不是无力的。阿奎纳多于1899年向美国宣战，战争持续到1902年，当阿奎纳多命令处死了他最好的司令官，而且他本人也于1901年被捕之后，就再无取胜的希望了。此时，美国人可以开始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征服各个岛屿，特别是西班牙人从未彻底 征服的南方穆斯林。事实上，苏禄（Sulu）和棉兰老岛（Mindanao）至1915年第一次完全归入菲律宾。

在战争达到顶峰的1900年，与菲律宾人进行战斗的是配有最现代化的武器的7万美国人。有6000名美国黑人士兵被怀疑同情菲律宾人而最终被调回，而这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的怀疑。美国人阵亡4200名，独立军士兵被杀2万人，其他菲律宾人中的死亡人数至少有25万，根据其他数据甚至达75万。争取平民支持的策略与残酷的惩罚措施相互配合。整个地区的农业被有计划地破坏，存活下来的人被迁往集中地区或者集中营。随之而来的是种族主义的增长，这一点常常被用来和他们对待自己的印第安人的做法相比较。枪杀俘虏和刑讯虽然受到美国反帝国主义的公众的谴责，但是诉讼却常常以宣告无罪结束。在菲律宾经过检验的镇压实践甚至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在美国建立国家监控的榜样。在这场战争几乎被忘却了很长时间之后，在反对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它再次在美国被宣称为近代历史上“最成功的镇压叛乱”的事例之一——与在越南的失败相反。从此，善意的发展战略和大力镇压叛乱奇特地混杂在一起就成了美国政策的典型特点。

因为与此同时，在北方，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已于1901年取代了美国的军政府，然而它首先是由军人运作的。1902年按照美国法律建立了一个菲律宾的人民代议机构，美国宪法里的公民基本权利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菲律宾。此外，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已经于1902年被着手处理，也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在这方面，以在教会土地上创建新农庄替代补偿具有特别的意义。甚至教宗本人也不得不被烦劳，直至教会愿意作出让步。美国管理机构付出的这类努力及其在教育、卫生和交通业领域的无可争辩的成果一起为它赢得了真诚的追随者，他们设立的目标是将菲律宾作为一个州纳入美国。

尽管有战争暴行，但总体上美国在菲律宾为它的臣民的福祉及其未来的独立所做的事情还是要多于在亚洲的其他殖民大国。不过，这种说法肯定是 相对而言的。因为一方面，为了目光短浅的利益政策，事实上牺牲了无可争议的美国理想主义的很多东西；另一方面，与前面的说法有一定的矛盾之处的是，边际主义学派（Marginalisten）新近对这一问题（就如同对印度，特别是对中国）持有一种论点，认为与官方神话以及批判性的反神话相反，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各种传统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维持着，而美国人从未进行过真正的剥削，虽然那些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意愿。

斗争首先围绕着关税展开，起初规定，相对于来自第三国的相同商品，菲律宾产品在美国降低25%的关税，而美国商品在菲律宾却免关税。但是直至1913年，自由贸易商们都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利益植根于业已存在的菲律宾为美国和世界市场进行的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中。事实上，蔗糖、椰子油、马尼拉大麻、烟草和橡胶生产迅速增长。当然，前提是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和投资者的自由土地政策。与此相对，一个想尽量为菲律宾人保留地产的限制性土地政策不仅得到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博爱主义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担心第三国资本侵入的自由主义者的赞同。可是实力强大的美国甜菜制糖工业尤其担心蔗糖的竞争，想通过限制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来限制竞争。事实上，在不得不忍受关税政策的失败之后，他们成功地将土地政策变成了他们利益的杠杆。美国种植园能够发展壮大的只是个例。但是作为菲律宾农产品出口的主要买主，美国使菲律宾的精英们如此依赖他们，以至于这些人最终宁愿维持这种现状也不谋求独立。

将菲律宾人打造成独立农民的民族的意图也失败了。菲律宾大地主的地位在美国统治期间甚至得到了加强，这并不仅是由于他们更加了解情况和采取了肆无忌惮的手段，而且还由于市场经济的种种规则，它使小农的地产因不可避免的负债重又回到了富人的手里。尽管至1925年，四分之三的教会土地已被出卖，最终它们还是再次落入了美国人、菲律宾大地主甚或教会自己手里。即使是在美国人的统治下，地方性的农业动乱在菲律宾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即便在这里，土地问题也显现为殖民地经济的核心问题。

甚至在广阔的太平洋区域，世界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变得越发狭窄，因为各大国越来越热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次级帝国主义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东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所展示的就是这种情景。德国各南太平洋公司不仅在贸易上热心于这个地区，而且常常在这里为萨摩亚群岛上的种植园招募工人。为了保留这些可能性和给未来保留种植园土地，它们建议在新几内亚建立一个殖民地，但首先遭到了帝国的拒绝。即便是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出于类似原因表现了兴趣的昆士兰人，也未能赢得英国对占领的赞同，因为他们不想承担这笔费用。

1882年11月27日，值殖民地协会成立之际，《奥格斯堡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德国建立一个新几内亚殖民地，而且浓墨重彩地进行了论述。这暂时并未引起德国人的兴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倒让澳大利亚人动了心，经过激烈的讨论，这个建议最终导致1883年4月由昆士兰占领了东经155°以东的整个新几内亚，目的是抢在德国的危险到来之前动手。然而，一个殖民地政府未经伦敦许可是无权这么做的，伦敦宣布这一吞并无效，因为它想先听一下殖民地打算为此筹措什么。随即，1883年的一次澳大利亚殖民地会议提出了财政建议，同时宣布了针对南太平洋地区的门罗主义（Monroe-Doktrin）：在澳大利亚和南美洲之间今后不再容忍新的非英国势力出现。

此时是德国的贸易利益和种植园利益感受到了威胁，为了进行吞并，1884年成立了一个新几内亚公司并且请求帝国保护。鉴于新近澳大利亚和英国占领整个东新几内亚的决心，保护请求获得了准允。柏林和伦敦之间随即发生了激烈的外交大战和新闻大战，直至1885/1886年通过两个条约将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分为包括瑙鲁（Nauru）和马绍尔群岛（Marshallinseln）的德属北半部以及包括吉尔伯特群岛的英属南半部。

澳大利亚人在美拉尼西亚感受到德国人的威胁，新西兰人在波利尼西亚感受到德国人的威胁，但是这里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法国人。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由于它的镍生产经历了一次迅速的发展。除了33000名土著，1891年那里有20000名法国人（包括囚犯）以及2500名输入的工人，工人主要来自北面相邻的新赫布里底群岛。1887年至1901年，当地的卡纳肯人的数量从42000人减少到28000人。法国人通过由他们任命的酋长和大酋长控制着卡纳肯人相当平等的社会，而酋长和大酋长则受法国警察的监视。由于工人的输入，经济利益也推动着法国对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兼并，自1881年起巴黎对此持善意的容忍态度。1882年至1884年，法国与酋长们签订了多个条约，此举在澳大利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此外，法国将它在波利尼西亚的利益范围从塔希提岛向西扩张至库克群岛（Cookinseln），目的是抢在德国从萨摩亚岛向外进行扩张之前下手。但是新西兰对法国海军充满了担忧，觉得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威胁。因此，英国政府必须为它的白人殖民地做点什么以制止法国的行动。1900年，英国防备性地建立了对汤加的庇护，新西兰随后于1901年合并了库克群岛。1887/1888年，新赫布里底群岛经过英法之间的谈判实现了中立，但对抗并未随之结束。自1901年起，澳大利亚新联邦执行一套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非常想要得到整个新几内亚以及插手新西兰帝国主义在库克群岛和斐济群岛的事务，虽然双方都因为宗主国持续不断的监护而在此事上收效甚微。所以法国人能够继续对新赫布里底群岛进行渗透，但是英法之间在达成一项关乎欧洲的《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的背景下不得不于1906年同意英法共管，这种共管直到最后还依然存在。

美国、英国和德国对萨摩亚群岛的共管似乎暂时经受住了考验，虽然德国的经济优势没有丝毫改变。转变发生在1897年，其标志为王朝发生新的王位继承危机和美国转向积极的帝国主义。1899年，人们就德意志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进行瓜分达成了一致，为此，德国必须放弃英国为了防备德国而已经于1893年占领的美拉尼西亚所罗门群岛，并在非洲作出妥协，以换取英国放弃这块关乎德国荣誉的土地。同年，为了完善自己在西太平洋的领地，帝国在西班牙 败于美国之后从前者手里购得了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中的波纳佩岛的原住民曾于1887年在一次起义中战胜过他们的殖民地主人西班牙人。这段经历为一次大规模起义作了铺垫，那场起义是由于德国人实行强制劳动和侮辱性惩罚而爆发的，最终在海军的帮助下被镇压了下去。

直至1911年，德国总督威廉·海因里希·佐尔夫（WilhelmHeinrich Solf）在萨摩亚岛执行了一种非常灵巧的间接统治政策，以至于他似乎在萨摩亚人甚至英国人那里比在他的同胞那里更受欢迎。他的同行阿尔贝特·哈尔（Albert Hahl）在新几内亚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过当地人建立一种类似的间接统治体系，但是那里的分散型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平等主义，没有波利尼西亚的那种可以培养的土著显贵。所以他在新喀里多尼亚采用了类似于法国人那样的做法，依靠那些新设置的、由他委任并发放薪酬的村长进行治理，他们负责征收人头税以及寻找管理人员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人员。由于新近赢得的声望，也由于人们知道德国有可能进行惩罚性讨伐，这个人为创建的寡头政体尽管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起义，却被证明好得令人惊异。估计德国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关心土著地产的稳定也发挥了作用。在新几内亚，甚至有近六千公顷已经被种植园主购买的土地又重新还给了各村。尽管如此，在德属南太平洋以及其他大国的殖民地，总是有那些光彩照人的平步青云者的舞台，比如有一半萨摩亚血统的艾玛·科（Emma Coe），人称“艾玛女王（Queen Emma）”，她在新几内亚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商贸、种植园和酒店帝国，成为上流社会的中心。

在夏威夷，美国移民至少自1887年起就大权在握。同年美国还接管了海军基地珍珠港（Pearl Harbor），引发了英国和法国的抗议，因为华盛顿没有像在萨摩亚问题上一样准备签订一份条约。但是首先是1890年的麦金莱保护关税毁掉了由美国种植园主经营的夏威夷制糖工业，在此之前，糖可以根据1875年的一份互惠条约免税出口到美国。由美国吞并是最简单的出路，因为此外，1891年夏威夷王国的王朝危机引发的爱国主义者的反应也威胁着美国人。1893年，当女王筹划着一部新宪法的时候，美国移民安全委员会在 被叫来的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废黜了她，并于1894年创建了夏威夷共和国。然而直到1898年，当美国国会在与西班牙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相信了群岛的战略意义时，美国才实行计划，将其吞并为自己的领土。除此以外，1897年，夏威夷共和国还与日本之间经历了一次危险的冲突，日本顽强地捍卫着自从1880年代工人输入以来在那里生活的18000名日本人的利益，以至于人们甚至担心会发生武装干涉。当时，波利尼西亚籍居民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还不到三分之一。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50个州，这大概是冷战时期对第三世界的一种考虑周全的表达良好意愿的姿态。可是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兴起的“夏威夷文化复兴运动（Hawai’ian Renaissance）”的那些积极分子今天还不时被贬斥为恐怖主义的野蛮人。

大洋洲的约25000个岛屿分布在1.8亿平方公里的洋面上，陆地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20世纪早期，它们实际上全都被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他们是带领着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英国人，还有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而西部边缘也已经有了第一批非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日本人。

原始资料与参考文献

围绕中国的角逐

Arsenjew，W.K.，Russen und Chinesen in Ostsibirien，Berlin 1926 | Artelt，J.，Tsingtau. Deutsche Stadt und Festung in China 1897-1914，Düsseldorf 1974 | Atwell，P.，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Hongkong 1985 | Baumberger-Korbmacher，E.，Chinas Traum von Reichtum und Macht. Ansätze zu autozentrierter Entwicklung im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Frankfurt 1981 | Beasley，W.G.，Japanese Imperialism，1894-1945，Oxford 1987 | Biener，A.，Das deutsche Pachtgebiet Tsingtau in Schantung 1897-1915.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durch Kolonialisierung，Bonn 2001 | Blue，A.D.，The China Coast：A Study of British Shipping in Chinese Waters，1842-1914，PhD Strathclyde University 1982 | Broc，N.，Les voyageurs français et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1860-1914），in：RH 276（1986）85-131 | Bührer，T./Stachelbeck，C./Walter，D.（Hg.），Imperialkriege von 1500 bis heute. Strukturen，Akteure，Lernprozesse，Paderborn 2011 | [CH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15 Bde. in 16 Tln.，Cambridge 1978-2009；Bd.11 | Chen，X.，Mission und Kolonialpolitik. Studie über die deutsch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üd-Shandong，Münster 1992 | Chiasson，B.R.，Administering the Colonizer：Manchuria’s Russians under Chinese Rule，1918-29，Vancouver 2010 | [CHJ]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6 Bde.，Cambridge 1988-99；Bd.5 | Cochran，S.，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Western，Japanese，and Chinese Corporation in China，1880-1937，Berkeley 2000 | Dabringhaus，S.，Ethnische Identitäten im modernen China，in：Reinhard，W.（Hg.），Die fundamentalistische Revolution，Freiburg 1995，69-110 | -，Territorialer Nationalismus in China. Historisch-geographisches Denken 1900-1949，Köln 2006 | -，Geschichte Chinas 1279-1949，München 2006 | Dubois，H.，Die Schweiz und China，Bern 1978 | Edwards，E.W.，British Diplomacy and Finance in China，1895-1914，Oxford 1987 | Endacott，G.B.，A History of Hong Kong，2.Aufl.，Hong Kong 1973 | Eng，R.Y.，Chinese Entrepreneurs，the Government，and the Foreign Sector：The Canton and Shanghai Silk Reeling Enterprises，1861-1932，in：MAS 18（1984）353-70 | Esser，A.，Bibliographie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1860-1945，München 1984 | Fairbank，J.K./Reischauer，E.O./Craig，A.M.，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 1973 | Fieldhouse，D.K.；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London 1973，Ndr.1976 | Geyer，D.，Der russische Imperialismus. Studien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innerer und auswärtiger Politik 1860-1914，Göttingen 1977 | Gollwitzer，H.，Die Gelbe Gefahr，Göttingen 1962 | Gründer，H.，Christliche Mission und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1884-1914，Paderborn 1982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n，6.Aufl.，Paderborn 2012 | Haines，G.，Gunboats on the Great River：A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 on the Yangtse，London 1976 | Hao，Y.，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 1970 |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Berkeley 1986 | Harcourt，F.，Flagships of Imperialism：The P&O Company and the Politics of Empire from its Origins to 1867，Manchester 2006 | Hatada，T.，A History of Korea，Santa Barbara 1969 | Hoffmann，R./Hu，Q.，China. Seine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Freiburg 2007 | Hou，C.，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Cambridge，MA 1965 | Hsiao，L.，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Cambridge 1974 | Hsü，I.C.Y.，The Rise of Modern China，2.Aufl.，New York 1975 | Huber，E.R.，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Bd.4.，Stuttgart 1969 | Huenemann，R.W.，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s in China，1876-1937，Cambridge，MA 1984 | Hunt，M.，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 1983 | Jansen，M.B.，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 1975 | Kajima，M.，Geschichte der japanischen Außenbeziehungen，3 Bde.，Wiesbaden 1976-80 | Karsten，A./Rader，O.B.，Große Seeschlachten，München 2013 | Kehnen，J.，Cheng Kuan-ying，Unternehmer und Reformer der späteren Ch’ing-Zeit，Wiesbaden 1975 | Kim，J.-S.，Korea und der Westen von 1860 bis 1900，Frankfurt 1986 | Klein，T.，Die Basler Mission in Guangdong（Südchina）1859-1931，München 2002 | Krebs，G.，Das moderne Japan 1868-1952，München 2009 | Kreiner，J.（Hg.），Geschichte Japans，2.Aufl.，Stuttgart 2012 | Kuepers，J.J.A.M.，China und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in Süd-Shantung 1882-1900. Die Geschichte einer Konfrontation，Steyl 1974 | Kuo，H.Y.（Hg.），Von der Kolonialpolitik zur Kooperatio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Berlin 1986 | Kurgan-van Hentenryk，G.，Leopold Ⅱ et les groupes financiers belges en Chine. La politique royale et ses prolongements（1895-1914），Brüssel 1971 | Kuss，S.，Deutsches Militär auf kolonialen Kriegsschauplätzen. Eskalation von Gewalt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3.Aufl.，Berlin 2012 | LaFeber，W.，The New Empire：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Ithaca u.a.1963，Ndr.1975 | Lary，D.（Hg.），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Vancouver u.a.2007 | Laves，W.H.C.，German Governmental Influence on Foreign Investment，1871-1914，Chicago 1927，Ndr.1977 | Lensen，G.A.，Balance of Intrigue：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Bd.1.，Tallahassee 1982 | Leutner，M./Mühlhahn，K.（Hg.），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897-1914. Eine Quellensammlung，Berlin 1997 | Mac Murray，J.V.A.，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2 Bde.，New York 1921，Ndr.1973 | Malozemoff，A.，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1881-1904，Berkeley 1958 | Martin，B.，The Prussian Expedition to the Far East（1860-62），in：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78（1990）35-42 | -，Die preußische Ostasienmission in China. Zur Vorgeschichte des Freundschafts-，Handels- und Schiffahrtsvertrags vom 2. September 1861，in：Kuo，H./Leutner，M.（Hg.），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om 19.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 1991，209-40 | May，E.R./Fairbank，J.K.，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1986 | McClellan，R.，The Heathen Chinee：A Study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1890-1905，Columbus，OH 1971 | Mehnert，U.，Deutschland，Amerika und die Gelbe Gefahr. Zur Karriere eines Schlagwortes in der Großen Politik，1905-1917，Stuttgart 1995 | Meyer，H./Passarge，S.（Hg.），Das deutsche Kolonialreich，2 Bde.in 5 Tln.，Leipzig 1914 | Miners，N.J.，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1912-1941，Hong Kong 1987 | Möhring，M.，Die chinesischen Anleihen von 1896 und 1898，in：Zeitschrift fü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29（1984）180-84 | Mommsen，W.J./Osterhammel，J.（Hg.），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 1986 | Morley，J.W.（Hg.），Japan’s Foreign Policy，1868-1941：A Research Guide，New York u.a.1974 | Moses，J.A./Kennedy，P.M.（Hg.），Germany in the Pacific and Far East，1870-1940，Englewood Cliffs 1977 | Moulder，F.V.，Japan，China，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Cambridge，MA 1977 | Mühlhahn，K.，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1897-1914，München 2000 | Müller，K.，Christliche Mission und Kolon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in：ZMRW 64（1980）192-207 | Myers，R.H./Peattie，M.R.（Hg.），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Princeton 1984 | Nish，I.，Japanese Foreign Policy：Kasumigaseki to Miyakezalea，London 1977 | Osterhammel，J.，Forschungsreise und Kolonialprogramm.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und die Erschließung Chinas im 19. Jahrhundert，in：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69（1987）150-95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1900 & 1901（Appendix：Affairs of China），Washington 1902 | Pelcovits，N.A.，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New York 1948 | Petter，W.，Die überseeische Stützpunktpolitik der preußisch-deutschen Kriegsmarine 1859-1883，Diss. phil. Freiburg 1975 | Ratenhof，U.，Die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 bis 1945. Wirtschaft，Rüstung，Militär，Boppard 1987 | Remer，C.，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New York 1968 | [Richthofen] Tiessen，E.（Hg.），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Tagebücher aus China，2 Bde.，Berlin 1907 | Richthofen，F.v.，China，5 Bde.，Berlin 1877-1912 | Rivinius，K.J.，Im Spannungsfeld von Religion und Politik. Johann Baptist Anzer（1851-1903），Bischof von Süd-Shandong，Nettetal 2010 | Romanov，B.A.，Russia in Manchuria（1892-1906），Ann Arbor 1952 | Rossabi，M.（Hg.），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Seattle 2004 | Saaler，S.，Die Bedeutung der Epochenmarke 1868 in der japanischen Geschichte.Restauration，Revolution，Reform，in：Saeculum 56，1（2005）69-104 | Schmidlin，J.，Missions- und Kulturverhältnisse im Fernen Osten，Münster 1914 | Schmidt，V.，Deutsche Eisenbahnpolitik in Shantung 1898-1914，Wiesbaden 1976 | Schrecker，J.E.，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many in Shantung，Cambridge，MA 1971 | Shenk，W.R.（Hg.），North American Foreign Missions，1810-1914：Theology，Theory and Policy，Grand Rapids 2004 | Sprotte，M./Seifert，W./Löwe，H.-D.（Hg.），Der Russisch-Japanische Krieg 1904/05. Anbruch einer neuen Zeit？Wiesbaden 2007 | Stingl，W.，Der Ferne Osten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1902-1914，Frankfurt 1978 | Stoecker，H.，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Berlin 1958 | Stolberg，E.-M.，Želtorossija-Gelbes Russland. Reflexionen über den russischen Orientalismus am Beispiel der Kolonialpolitik in der Mandschurei（1890-1917），in：JEÜG 10（2010）121-45 | Storry，R.，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1894-1943，London 1979 | Sun，L.，Das Chinabild der deutschen protestantischen Missionare des 19. Jahrhunderts，Marburg 2002 | Thomas，S.C.，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1870-1911，Boulder u.a.1984 | Tsutsui，W.M.（Hg.），A Companion to Japanese History，Oxford 2007 | Tung，W.L.，China and the Foreign Powers：The Impact and the Reactions to Unequal Treaties，Dobbs Ferry 1970 | Urbansky，S.，Kolonialer Wettstreit. Russland，China，Japan und die Ostchinesische Eisenbahn，Frankfurt 2008 | Van Briessen，F.，Grundzüg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Darmstadt 1977 | Van der Putten，F.-P.，Small Powers and Imperialism：The Netherlands in China，1886-1905，in：Itinerario 20，1（1996）115-31 | Vevier，C.，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06-1913，New York 1955，Ndr.1968 | Vogt，H.，Die Überseebeziehungen von Felten und Guillaume（1874-1914），Stuttgart 1979 | Wasserstrom，J.N.，Global Shanghai，1850-2010：A History in Fragments，New York 2009 | Wilgus，M.H.，Sir Claude MacDonald，the Open Door，and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1895-1900，New York 1985 | Wippich，R.-H.，Japan und die deutsche Fernostpolitik 1894-1898，Stuttgart 1987 | Wirth，B.，Imperialistische Übersee- und Missionspolitik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Chinas，in：ZMRW 51（1967）105-32，209-31，320-39；separat Münster 1968 | Wray，H./Conroy，H.，Japan Examined，Honolulu 1983 | Young，L.K.，British Policiy in China，1895-1902，Oxford 1970 | Zabriskie，E.H.，American-Russian Rivalry in the Far East：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Power Politics，1895-1914，Philadelphia 1946，Ndr.1973 | Zachmann，U.M.，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China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Discourse on National Identity，1895-1904，Milton Park 2009 | Zöllner，R.，Geschichte Japans.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Paderborn 2006.

理论与实践中的帝国主义列强

Abbassi，D.（Hg.），Le sport dans l’empire français，un instrument de domination coloniale？In：OM 97，2（2009）5-161 | Abermeth，K.，Heinrich Schnee. Werkstattbericht einer biographischen Studie zur deutschen Kolonialpolitik，in：JEÜG 9（2009）235-40 | Abrams，L./Miller，D.J.，Who Were the French Colonialists？A Reassessment of the Parti Colonial，1890-1908，in：HJ 19（1976）685-725 | Ageron，C.-R.，L’anticolonialisme en France de 1871 à 1914，Paris 1973 | -，France coloniale ou parti colonial？Paris 1978 | Albertini，R.v.，Europäische Kolonialherrschaft 1880-1940，3.Aufl.，Zürich u.a.1987 | Aldrich，R.，Greater France：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Basingstoke 1996 | -，Vestiges of the Colonial Empire in France：Monuments，Museums，and Colonial Memories，London u.a.2005 | -（Hg.），Sites et monuments de mémoire，in：OM 94，1（2006）5-192 | -，The French Colonial Empire and its Contemporary Legacy，in：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40，1（2010）97-108 | -/McKenzie，K.（Hg.），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Western Empires，London u.a.2014 | Ames，E./Klotz，M./Wildenthal，L.（Hg.），Germany’s Colonial Pasts，Lincoln u.a.2005 | Andrew，C.M.，The French Colonialist Movement during the Third Republic，in：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26（1976）143-66 | -/Kanya-Forstner，A.S.，The French Colonial Party，Its Composition，Aims and Influence，1885-1914，in：HJ 14（1971）99-128 | -/-，The Groupe Colonial in the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1892-1932，in：HJ 17（1974）837-66 |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French Colonial Empire，1815-1920，in：JICH 16，3（1988）9-34 | Angermann，E.，Der Imperialismus als Formwandel des amerikanischen Expansionismus，in：JGLA 4（1967）694-725 | Bade，K.J.，Friedrich Fabri und der Imperialismus in der Bismarckzeit，Freiburg 1975 | -（Hg.），Imperialismus und Kolonialmission，Wiesbaden 1982 | Baldus，M.，Reichskolonialkirchenrecht. Über die religionsrechtliche Lage in den Schutzgebieten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84-1919，in：NZMW 44（1988）2-18 | Balfour，M.，Britain and Joseph Chamberlain，London 1985 | Banton，M.（Hg.），Administering the Empire，1801-1968：A Guide to the Record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London 2008 | Barth，B.，Die deutsche Hochfinanz und die Imperialismen. Banken und Außenpolitik vor 1914，Stuttgart 1995 | Baumgart，W.，Der Imperialismus，Wiesbaden 1975 | -，Bismarcks Kolonialpolitik，in：Kunisch，J.（Hg.），Bismarck und seine Zeit，Berlin 1992，141-53 | -（Hg.），Bismarck und der deutsche Kolonialerwerb 1883-1885. Eine Quellensammlung，Berlin 2011 | Beasley，E.，Empire as the Triumph of Theory：Imperialism，Information，and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1868，London 2004 | Becker，F.，Rassenmischehen-Mischlinge-Rassentrennung. Zur Politik der Rasse im deutschen Kolonialreich，Stuttgart 2004 | Beloff，M.，Imperial Sunset，Bd.1：Britain’s Liberal Empire，1897-1921，London 1969 | Benninghoff-Lühl，S.，Deutsche Kolonialromane 1884-1914 in ihrem Entstehungs- und Wirkungszusammenhang，Bremen 1983 | Benton，L.，A Search for Sovereignty：Law and Geography in European Empires，1400-1900，Cambridge 2010 | Benyon，J.，Overlords of Empire：British Proconsular Imperi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JICH 19（1991）164-202 | Berg，L.，Die katholische Heidenmission als Kulturträger，3 Bde.，Aachen 1923-27 | Berge，F.，Le sous-secrétariat et les sous-secrétaires d’Etat aux colonies. Histoire de l’emancipation de l’administration coloniale，in：RFHOM 47（1960）301-86 | Ber-necker，W./Tobler，H.W.（Hg.），Die Welt im 20. Jahrhundert bis 1945，Wien 2010 | Besier，G.，Mission und Kolonialismus im Preußen der Wilhelminischen Ära，in：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5（1992）239-53 | Betts，R.F.，Tricouleur：The French Overseas Empire，London u.a.1978 | -，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1880-1914，New York 1961，Ndr.2005 | Binoche-Guedra，J.，La représentation parlementaire coloniale（1871-1940），in：RH 280（1988）521-35 | Bonin，H./Hodeir，C./Klein，J.-F.（Hg.），L’esprit économique impérial（1830-1970）. Groupes de pression et réseaux du patronat colonial en France et dans l’empire，Paris 2008 | Bouvier，J./Girault，R.（Hg.），L’impérialisme français d’avant 1914. Recueil de textes，Paris 1976 | -/-/Thobie，J.，L’impérialisme à la française. La France impériale 1880-1914，Paris 1982 | Bowle，J.，The Imperial Achievement，London 1974 | Boyle，T.，The Liberal Imperialists，1892-1906，i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asearch 52（1979）48-82 | Braun，T.，Die Rh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und der Missionshandel im 19. Jahrhundert，Erlangen 1992 | Brötel，D.，Die Zelebrierung des französischen Empire. Kolonialausstellungen-Kolonialpropaganda-koloniale Repräsentation，in：JEÜG 4（2004）79-124 | Browne，H.，Joseph Chamberlain，Radical and Imperialist，London 1974 | Brunschwig，H.，Mythes et réalités de l’impérialisme colonial français 1871-1914，Paris 1960 | Bührer，T./Stachelbeck，C./Walter，D.2011 | Bush，J.，Edwardian Ladies and Imperial Power，London 2000 | Cain，P.J.，J.A.Hobson：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in：JICH 13，3（1985）1-25 | -/Hopkins，A.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1750-1914，in：EcHR 33（1980）463-90 |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I.The Old Colonial System，1688-1850，in：EcHR 39（1986）501-25 | -/-，British Imperialism，2 Bde.，London 1993 | Canna-dine，D.，Ornamentalism：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London 2001 | Carey，H.M.（Hg.），Empires of Religion，New York 2009 | -，God’s Empire：Religion and Colonialism in the British World，c.1801-1908，Cambridge 2011 | Cell，J.W.，Hailey：A Study in British Imperialism，1872-1969，Cambridge 1992 | Chafer，T.，The End of Empire in French West Africa：France’s Successful Decolonization？Oxford 2002 | Chatriot，A./Gosewinkel，D.（Hg.），Koloniale Politik und Praktiken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1880-1912，Stuttgart 2010 | [CHB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8 Bde.in 9 Tin.，Cambridge 1929-59 | Clark，L.L.，Social Darwinism in France，Univ. of Alabama 1984 | Conrad，S.，Globalization Effects：Mobility and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1880-1914，in：JGH 3（2008）43-66 | -，Deutsche Kolonialgeschichte，München 2008 | Crook，D.P.，Benjamin Kidd：Portrait of a Social Darwinist，Cambridge 1984 | Crothers，G.D.，The German Elections of 1907，New York 1941 | Cumpston，I.N.（Hg.），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1880-1932，London 1973 | Darwin，J.，The Empire Projec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1830-1970，Cambridge 2009 | -，Das unvollendete Weltreich.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s Britischen Empire 1600-1997，Frankfurt 2013（engl.2012） | Daughton，J.P.，An Empire Divided：Religion，Republicanism，and the Making of the French Colonialism，1880-1914，Oxford 2006 | Davis，L.E./Hutten-back，R.A.，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1869-1912，New York 1988 | Delacroix，S.（Hg.），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4 Bde.，Paris 1956-59 | Dennis，J.S./Beach，H.P./Fahs，C.H.，World Atlas of Christian Missions，New York 1911 | Dietrich，A.，Weiße Weiblichkeiten. Konstruktionen von Rasse und Geschlecht im deutschen Kolonialismus，Bielefeld 2007 | Dulucq，S./Zytnicki，C.（Hg.），Savoirs autochthones et écriture de l’histoire en situationcoloniale（ⅩⅨe-ⅩⅩe siècles）. Informateurs indigènes，érudits et lettrés en Afrique，in：OM 94，2（2006）7-106 | Durrans，P.J.，The Two-edged Sword：The Liberal Attack on Disraelian Imperialism，in：JICH 10（1982）262-84 | Edelstein，M.，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Age of High Imperialism：The United Kingdom，1850-1913，London 1982 | Eldridge，C.C.，Victorian Imperialism，London 1978 | -（Hg.），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 1984 | Etherington，N.（Hg.），Missions and Empire（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Companion Series），Oxford 2005 | Feis，H.，Europe，the World’s Banker，1874-1914，New Haven 1930，Ndr.1974 | Fenske，H.，Imperialistische Tendenzen in Deutschland vor 1866，in：Historisches Jahrbuch 97/98（1978）337-83 | Field，H.J.，Toward a Programme of Imperial Life：The British Empi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Westport 1982 | Field-house，D.K.1976 | Fischer，H.-J.，Die deutschen Kolonien. Die koloniale Rechtsordnung und ihre Entwicklung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Berlin 2001 | Fitzpatrick，M.P.，Libe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Expansionism and Nationalism 1848-1884，New York u.a.2008 | Flitner，M.，Der deutsche Tropenwald. Bilder，Mythen，Politik，Frankfurt 2000 | Frankema，E.，Raising Revenue in the British Empire，1870-1940：How Extractive were the Colonial Taxes？In：JGH 5（2011）447-77 | Friedrichs，A.，Das Empire als Aufgabe des Historikers. Historiographie in imperialen Nationalstaaten：Großbritannien und Frankreich 1919-1968，Frankfurt 2011 | Friedrichsmeyer，S./Lennox，S./Zantrop，S.（Hg.），The Imperialist Imagination：German Colonialism and Its Legacy，Ann Arbor 1998 | Fröhlich，M.，Imperialismus. Deutsche Kolonial- und Weltpolitik 1880-1914，München 1994 | Froude，J.A.，Oceana，or England and Her Colonies，London 1886 | Gadille，J./Mayeur，J.-M./Greschat，M.（Hg.），Die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Bd.11：Liberalismus，Industrialisierung，Expansion Europas（1830-1914），Freiburg 1997 | Ganiage，J.，L’expansion coloniale de la Franc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1871-1914），Paris 1968 | Gerwarth，R./Malinowski，S.，Der Holocaust als Kolonialer Genozid？Europäische Kolonialgewalt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ernichtungskrie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3（2007）438-66 | Gilley，S./Stanley，B.（Hg.），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Bd.8：World Christianities，c.1815-c.1914，Cambridge 2006 | Girardet，R.，L’idée coloniale en France de 1871 à 1962，Paris 1972，2.Aufl.1986 | Gollwitzer，H.，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Bd.2，Göttingen 1982 | Graichen，G./Gründer，H.，Deutsche Kolonien. Traum und Traumata，Berlin 2005 | Gründer，H.，Welteroberung und Christentum. Ein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Gütersloh 1992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n，6.Aufl.，Paderborn 2012 | Grundemann，R.，Allgemeiner Missionsatlas，4 Bde.，Gotha 1867-71 | Grupp，P.，Theorie des Kolonialimperialismus und Methoden imperialistischer Außenpolitik bei Gabriel Hanotaux，Bern 1972 | -，Frankreich，Deutschland und die Kolonien. Der französische Parti colonial und Deutschland von 1890 bis 1914，Tübingen 1980 | Guillen，P.，L’expansion 1881-1898，Paris 1985 | Hall，A.R.（Hg.），The Export of Capital from Britain，1870-1914，London 1968 | Hamer，D.A.，Liberal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Rosebery，Oxford 1972 | Hammer，K.，Weltmission und Kolonialismus. Sendungsideen des 19. Jahrhunderts im Konflikt，München 1978 | Hanotaux，G./Martineau，A.（Hg.），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et de l’expansion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6 Bde.，Paris 1929-33 | Harland-Jacobs，J.，Builders of Empire：Freemasonry and British Imperialism，1717-1927，Chapel Hill 2007 | Harlow，B./Carter，M.，Imperialism and Orientalism：A Documentary Sourcebook，Oxford 1999 | -/-，Archives of Empire，2 Bde.，Durham u.a.2002 | Havinden，M./Meredith，D.，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Britain and its Tropical Colonies，1850-1960，London 1993 | Heffer，J.，Les états-unis et le pacifique. Histoire d’une frontière，Paris 1995，engl.2002 | Held-Schrader，C.，Sozialismus und koloniale Frage. Die überseeische Expansion im Urteil früher französischer Sozialisten，Göttingen 1985 | Henderson，W.O.，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1884-1919，London 1993 | Herman，A.，To Rule the Waves：How the British Navy Shaped the Modern World，London 2005 | Hilferding，R.，Das Finanzkapital，Wien 1910，Ndr.1968 |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2 Bde.，Paris 1991 |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loniale，2 Bde.，Paris 1990-91 | Hobson，J.A.，Imperialism：A Study，London 1902（dt.1968） | Hochmuth，E.，Kontrast zur Moderne. Der Beitrag ethnologischer Veranstaltungen zu den nationalen und regionalen Universalausstellungen im späten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in：JEÜG 4（2004）125-38 | Honold，A./Simons，O.（Hg.），Kolonialismus als Kultur. Literatur，Medien，Wissenschaft in der deutschen Gründerzeit des Fremden，Tübingen u.a.2002 | Horstmann，J.（Hg.），Die Verschränkung von Innen-，Konfessions- und Kolonialpolitik im Deutschen Reich vor 1914，Schwerte 1987 | Hyam，R.，Empire and Sexuality：The British Experience，Manchester 1990 |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1815-1914：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2.Aufl.，London 1993 | -/Martin，G.W.（Hg.），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London 1975 | James，L.，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94 | Jay，R.，Joseph Chamberlain，Oxford 1981 | Kat Angelino，A.D.de，Staatkundig beleid en bestuurszorg in Nederlandsch-Indië，2 Bde.in 3 Tln.，Den Haag 1930 | Kearns，G.，Geopolitics and Empire：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Oxford 2009 | Kesner，R.M.，Economic Control and Colonial Development：Crown-Colony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Age of Joseph Chamberlain，Oxford 1981 | Kettenbach，H.W.，Lenins Theorie des Imperialismus I.Grundlagen und Voraussetzungen，Köln 1965 | Killingray，D.，A Good West Indian，a Good African，and in Short，a Good Britisher：Black and British in a Colour-Conscious Empire，1760-1950，in：JICH 36（2008）363-81 | King，A.D.，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London 1976 | Kirby，M.W.，The Decline of British Economic Power since 1870，London 1981 | Kirk-Greene，A.H.M.，On Crown Service：A History of HM Colonial and Overseas Civil Services，1837-1997，London 1999 | Knaplund，P.，Britain，Commonwealth and Empire，1901-1955，London 1956 | Knoll，A.J./Hiery，H.J.（Hg.），The German Colonial Experience：Select Documents on German Rule in Africa，China，and the Pacific，1884-1914，Lanham 2010 | Koebner，R.，Empire，Cambridge 1961 | -/Schmidt，H.D.，Imperialism：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Cambridge 1964 | Kortüm，H.-H.，Transcultural War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21st Century，Berlin 2006 | Kreienbaum，J.，Vernichtungslager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Zur Fun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im Herero- und Namakrieg，in：ZfG 58（2010）1014-26 | Kubicek，R.V.，The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ism：Joseph Chamberlain at the Colonial Office，Durham，NC 1969 | Kundrus，B.，Moderne Imperialisten. Das Kaiserreich im Spiegel seiner Kolonien，Köln 2003 | -（Hg.），Phantasiereiche. Zur Kultu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olonialismus，Frankfurt u.a.2003 | Kuss，S.2012 | Laidlaw，Z.，Colonial Connections，1815-45：Patronage，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Colonial Government，Manchester 2005 | Langbehn，V.M.（Hg.），German Colonialism，Visual Culture，and Modern Memory，New York u.a.2010 | -/Salama，M.（Hg.），German Colonialism，Race，the Holocaust，and Postwar Germany，New York 2011 | Latourette，K.S.，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Bd.4-6，New York u.a.1941-44 | Le Cour Grandmaison，O.，Coloniser. Exterminer. Sur la guerre et l’Etat colonial，Paris 2005 | -，La République impériale. Politque et racisme d’Etat，Paris 2009 | -，L’indigénat. Anatomie d’un monstre juridique：le droit colonial en Algérie et dans l’empire français，Paris 2010 | Lenin，V.I.，Der Imperialismus als höchstes Stadium des Kapitalismus，in：Werke，Bd.22，Berlin 1960，191-309 | Leonhard，J./Hirschhausen，U.v.（Hg.），Comparing Empires：Encounters and Transfer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Göttingen 2011 | Levine，P.，Gender and Empire，New York u.a.2004 | -（Hg.），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Empires，4 Bde.；Farnham u.a.2013 | -/Marriott，J.（Hg.），The Ashgate Companion to Modern Imperial Histories，Farnham u.a.2012 | Lewis，J.（Hg.），Empire and Monarchy，in：JICH 34（2006）1-154 | Lindner，U.，Platz an der Sonne？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auf dem Weg in die deutschen Kolonien，in：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48（2008）487-510 | Lowe，C.J.，Reluctant Imperialists：British Foreign Policy，1878-1902，2 Bde.，London 1967 | Luxemburg，R.，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Ein Beitrag zur ökonomischen Erklärung des Imperialismus，Berlin 1913，Ndr.1966 | MacKenzie，J.M.（Hg.），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Manchester 1986 | -，The Bad，the Indifferent，and the Excellent：A Crop of Imperial Biographies，in：JICH 23（1995）317-24 | -（Hg.），European Empires and the People，Manchester 2011 | Manchuelle，F.，Origines républicaines de la politique d’expansion coloniale de Jules Ferry，in：RFHOM 75（1988）185-206 | Mann，M.（Hg.），Die Welt im 19. Jahrhundert，Wien 2009 | Marlowe，J.，Milner，Apostle of Empire，London 1976 | Marseille，J.，Empire colonial et capitalisme français. Histoire d’une divorce，Paris 1984 | -，The Phases of French Colonial Imperialism：Towards a New Periodization，in：JICH 13，3（1985）127-41 | Marsh，P.T.，Joseph Chamberlain：Entrepreneur in Politics，New Haven u.a.1994 | Marshall，P.J.，Imperial Britain，in：JICH 23（1995）379-94 | -（Hg.），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 1996 | Martel，G.，Imperial Diplomacy：Rosebery and the Failure of Foreign Policy，London 1986 | Marx，R.，Le déclin de l’économie britannique（1870-1929），Paris 1972 | Matthew，H.C.G.，The Liberal Imperialists，Oxford 1973 | McLean，J.J.，Campbell-Bannerman：The New Imperi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Leadership within the Liberal Party，1892-1906，PhD Univ. of Connecticut 1974 | Meek，C.K.，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London 1946，2.Aufl.1949，Ndr.1968 | Meyer，H./Passarge，S.1914 | Mock，W.，Imperiale Herrschaft und nationales Interesse：Constructive Imperialism oder Freihandel，Stuttgart 1982 | Mogh，W.，Paul Rohrbach und das Größere Deutschland. Ethischer Imperial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Zeitalter.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Kulturprotestantismus，München 1972 | Mohamed-Gaillard，S./Romo-Navarrete，M.（Hg.），Des Français outre-mer. Une approche prosopographique au service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Paris 2005 | Mommsen，W.Nationale und ökonomische Faktoren im britischen Imperialismus vor 1914，in：HZ 206（1968）618-64 | -，Imperialismustheorien，3.Aufl.，Göttingen 1987 | Morando，L.，L’enseignement colonial en province（1899-1940）. Impérialisme municipal ou réussites locales？In：OM 91，1（2004）273-94 | -，Les instituts coloniaux et l’Afrique 1893-1940. Ambitions nationales，réussites locales，Paris 2007 | Morlang，T.，Askari und Fitafita. Farbige Söldner in den deutschen Kolonien，Berlin 2008 | Mouralis，B./Piriou，A.（Hg.），Robert Delavignette，savant et politique（1897-1976），Paris 2003 | Munro，J.F.，Maritime Enterprise and Empire：Sir William Mackinnon and His Business Network，1823-1893，Woodbridge 2003 | Murphy，A.，The Ideology of French Imperialism，1871-1881，Washington 1948，Ndr.1968 | Nagel，J.G.，Die Kolonie als wissenschaftliches Projekt. Forschungsorganisation und Forschungspraxis im deutschen Kolonialreich，Hagen 2013 [Ms.] | [OHB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5 Bde.，Oxford 1998-99 | Osterhammel，J.，Die Verwandlung der Welt.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München 2009 | Palmer，A.，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London 1996 | Parker，W.H.，Mackinder：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Oxford 1982 | Persell，S.M.，The French Colonial Lobby，1889-1938，Stanford 1983 | Pletcher，D.M.，The Diplomacy of Involvement：American Economic Expansion across the Pacific，1784-1900，Columbia 2001 | Pogge v.Strandmann，H.，Imperialismus vom Grünen Tisch. Deutsche Kolonialpolitik zwischen wirtschaftlicher Ausbeutung und zivilisatorischen Bemühungen，Berlin 2009 | Porter，A.N.，Religion and Empire：British Expansion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1780-1914，in：JICH 20（1992）370-90 | -，Atlas of British Overseas Expansion，London 1994 |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y Enterprise，1780-1914，in：JICH 25（1997）367-91 | -（Hg.），Bibliography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since 1600，Oxford 2002 | -（Hg.），The Imperial Horizon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1880-1914，Grand Rapids 2003 | -，Religion versus Empire？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Overseas Expansion，1700-1914，Manchester 2004 | -，Review Essay：Evangelical Visions and Colonial Realities，in：JICH 38（2010）145-55 | Porter，B.，The Lion’s Share，London 1975 |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Empire，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Oxford 2004 | -，Further Thoughts on Imperial Absent-Mindedness，in：JICH 36（2008）101-17 | Power，T.F.，Jules Ferry and the Renaissance of French Imperialism，2.Aufl.，New York 1966，Ndr.1977 | Price，R.，An Imperial War an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London 1972 | Regnault，J.-M.（Hg.），La séparation des églises et de l’Etat dans les possessions coloniales françaises，in：OM 93，2（2005）5-135 | Reinhard，W.，Sozialimperialismus oder Entkolonisierung der Historie？Kolonialkrise und Hottentottenwahkn 1904-1907，in：Historisches Jahrbuch 97/98（1978）384-417 | -（Hg.），Imperialistische Kontinuität und nationale Ungeduld im 19. Jahrhundert，Frankfurt 1991 | -，Dialektik des Kolonialismus. Europa und die Anderen，in：Bade，K.J./Brötel，D.（Hg.），Europa und die Dritte Welt. Kolonialismus，Gegenwartsprobleme，Zukunftsperspektiven，Hannover 1992，5-25 | -，Von der Geschichtstheorie zur Theoriegeschichte，in：Periplus 5（1995）72-84 | Rezzi，N.，Les gouverneurs français de 1880 à 1914. Essai de typologie，in：OM 99，1（2011）9-19 | Richards，J.（Hg.），Imperialism and Juvenile Literature，Manchester 1989 | Riehl，A.T.G.；Der Tanz um dm Äquator. Bismarcks antienglische Kolonialpolitik und die Erwartung des Thronwechsels in Deutschland 1883-1885，Berlin 1993 | Rioux，J.-P.（Hg.），Dictionnaire de la France coloniale，Paris 2007 | Roberts，S.H.，The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al Policy，1870-1925，2.Aufl.，London 1963 | Robinson，R.，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in：Owen，R./Sutcliffe B.（H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London 1972，Ndr.in：Louis，W.R.（Hg.）：Imperialism：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New York 1976，128-51 | -，Imperial Theory and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after Empire，in：JICH 12，2（1984）42-56 | Rosenberg，E.S.（Hg.），Geschichte der Welt 1870-1945. Weltmärkte und Weltkriege，München 2012 | Ruppenthal，J.，Kolonialismus als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Das Hamburgische Kolonialinstitut 1908 bis 1919，Stuttgart 2007 | Scally，R.J.，The Origins of the Lloyd George Coalition：The Politics of Social Imperialism，1900-1918，Princeton 1975 | Schiefel，W.，Bernhard Dernburg，1865-1937，Zürich u.a.1974 | Schlicher，M.，Portugal in Ost-Timor.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zur portugiesischen Kolonialgeschichte in Ost-Timor 1850-1914，Hamburg 1996 | Schlottau，R.，Deutsche Kolonialrechtspflege. Strafrecht und Strafmacht in den deutschen Schutzgebieten 1884 bis 1914，Frankfurt 2007 | Schmidlin，J.，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den deutschen Schutzgebieten，Münster 1913 | Schnee，H.（Hg.），Deutsches Kolonial-Lexikon，3 Bde.，Leipzig 1920，Ndr.1996 | Schnurmann，C.，Vom Inselreich zur Weltmacht. Die Entwicklung des englischen Weltreichs vom Mittelalter bis ins 20. Jahrhundert，Stuttgart 2001 | Schroder，H.-C.，Sozi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I，Hannover 1963 | -，Sozialistische Imperialismusdeutung，Göttingen 1973 | -，Imperialismus und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Alfred Milners Kritik am politischen System Englands，Wiesbaden 1978 | -，Gustav Noske und die Kolonialpolitik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Berlin 1979 | Schwabe，K./Leutwein，P.（Hg.），Die deutschen Kolonien，Berlin 1924，Ndr.2009 | Seeley，J.R.，The Expansion of England，London 1883 | Seemann，M.，Kolonialismus in der Heimat. Kolonialbewegung，Kolonialpolitik und Kolonialkultur in Bayern 1882-1943，Berlin 2011 | Semmel，B.，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1895-1914，London 1960 |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Cambridge 1970，Ndr.1978 | Shenk，W.R.2004 | Sibeud，E.，Une science impériale pour l’Afrique？La construction des savoirs africanistes en France 1878-1930，Paris 2002 | Sieberg，H.，Eugène Etienne und die französische Kolonialpolitik（1887-1904），Köln u.a.1968 | Slavin，D.H.，The French Left and the Rif War，1929-1925：Racism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ism，in：JCH 26（1991）5-32 | Smith，W.D.，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Chapel Hill 1978 | -，European Imperialism，Chicago 1982 | Soénius，U.S.，Koloniale Begeisterung im Rheinland während des Kaiserreichs，Köln 1992 | Speitkamp，W.，Deutsche Kolonialgeschichte，Stuttgart 2005 | Sprigade，P./Moisel，M.，Deutscher Kolonialatlas，Berlin 1912 | Springall，J.，Youth，Empire and Society，London 1977 | Stanley，B./Low，A.（Hg.），Mission，Nationalism，and the End of Empire，Grand Rapids 2003 | Steinbach，A.，Sprachpolitik im Britischen Empire. Herrschaftssprache und Integration in Ceylon und den Föderierten Malaiischen Staaten，München 2009 | Steinmetz，G.，The Devil’s Handwriting：Precolonialit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Samoa，and Southwest Africa，Chicago u.a.2007 | Stembridge，S.R.，Parliament，the Press，and the Colonies，1846-1880，New York u.a.1982 | Stewart，J.，The British Empire：An Encyclopedia of the Crown’s Holdings，1493 through 1995，Jefferson u.a.1996 | Stoler，A.L.，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Berkeley 2002 | Strauss，W.L.，Joseph Chamberlain and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Washington 1942 | Streets，H.，Martial Races：The Military，Race，and Masculinity in British Imperial Culture，1857-1914，Manchester 2004 | Streit，C.，Atlas Hierarchicus，Paderborn u.a.1913 | Strong，R.，Anglicanism and the British Empire，c.1700-1850，Oxford 2007 | Sullivan，Z.T.，Narratives of Empire：The Fictions of Rudyard Kipling，Cambridge 1993 | Sunderland，D.，Managing the British Empire：The Crown Agents，1833-1914，Woodbridge 2004 | Taselaar，A.P.，A.D.A.de Kat Angelino en de grondslagen van zijn koloniale theorie，in：Bijdragen en Mededel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107，2（1992）264-84 | Thiede，P.F.，Chamberlain，Irland und das Weltreich 1880-1895，Bern 1977 | Thomas，M.（Hg.），The French Colonial Mind，2 Bde.，Lincoln u.a.2011 | Thompson，A.，The Empire Strikes Back？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on Britain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London 2005 | -（Hg.），Britain’s Experience of Empi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2008 | Thompson，J.L.，Forgotten Patriot：A Life of Alfred，Viscount Milner of St James’s and Cape Town，1854-1925，Madison 2007 | Thorne，S.，Congregational Missions and the Making of an Imperi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Stanford 1999 | Townsend，M.E.，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1884-1918，New York 1932，Ndr.1988 | Van der Heyden，U./Zeller，J.（Hg.），Kolonialismus hierzulande. Eine Spurensuche in Deutschland，Erfurt 2007 | Van Laak，D.，Imperiale Infrastruktur. Deutsche Planungen für eine Erschließung Afrikas 1880 bis 1960，Paderborn 2004 | -，Über alies in der Welt.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München 2005 | Verdeil，C.，La classe sous le chêne et le pensionnat. Les écolesmissionaires en Syrie（1860-1914）entre impérialisme et désire d’éducation，in：OM 95，1（2007）197-221 | Wagner，W.（Hg.），Kolonien und Missionen，Münster u.a.1994 | Walgenbach，K.，Die weiße Frau als Trägerin deutscher Kultur. Koloniale Diskurse über Geschlecht，Rasse und Klasse im Kaiserreich，Frankfurt 2005 | Walter，D.，Organisierte Gewalt in der europäischen Expansion. Gestalt und Logik des Imperialkrieges，Hamburg 2014 | Wehler，H.-U.，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s Imperium Americanum 1865-1900，Göttingen 1974 | -，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Köln u.a.1969，4.Aufl. München 1976 | -，Grundzüge der amerikanischen Außenpolitik 1750-1900，Frankfurt 1983 | Wende，P.，Das Britische Empire，München 2008 | Wesseling，H.L.，Het Franse imperialisme，1871-1914. Een decennium van discussie，1960-1970，in：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86（1973）544-59 | Williams，W.A.，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 1959 | Winkler，H.A.，Geschichte des Westens，4 Bde.，München 2009-14 | Woollacott，A.，Gender and Empire，Basingstoke 2006 | Zantop，S.M.，Kolonialphantasien im vorkolonialen Deutschland（1770-1870），Berlin 1999 | Ziebura，G.，Neue Forschungen zum französischen Kolonialismus，in：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21（1976）156-81 | Zimmerer，J.（Hg.），Kein Platz an der Sonne. Erinnerungsorte der deutschen Kolonialgeschichte，Frankfurt 2013 | Zimmermann，A.，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alpolitik，Berlin 1914.

高度帝国主义和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殖民统治

Adas，M.，Improving on the Civilizing Mission？Assumptions of United States Exceptionalism in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in：Itinerario 22，4（1998）44-66 | Ageron，C.-R.1978 | [AGN] Algemeen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Bde.5-8，11，14，15，Utrecht 1949-58，1979-83 | Agoncillo，T.A./Guerrero，M.C.，History of the Filipino People，5.Aufl.，Quezon City 1977，Ndr.1978 | Albertini，R.v.1987 | Aid-rich，R.，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Island Pacific：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in：Itinerario 13，2（1989）87-102 | -，The French Pres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1862-1940，Honolulu 1990 | -1996 | -/McKenzie，K.2014 | Andaya，B.W.u.L.Y.，A History of Malaysia，London 1982 | Bade，K.J.1982 | -，Culture，Cash，and Christiantiy：The German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the Case of the Rhenish Mission in New Guinea，in：Pacific Studies 10（1987）53-71 | Baker，C./Phongpaichit，P.，A History of Thailand，Cambridge 2005 | Balme，C.B.，Pacific Performances：Theatricality and Cross-Cultural Encounter in the South Seas，Basingstoke u.a.2007 | Baugher，P.F.，The Contradictions of Colonialism：The French Experience in Indochina，1860-1940，PhD Univ. of Wisconsin 1980 | Beede，B.R.（Hg.），The War of 1898 and US Interventions，1898-1934：An Encyclopedia，New York 1994 | Best，A.（Hg.），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East Asia，1900-1968，London 2009 | Black，I.D.，A Gambling Style of Government：The Establishment of Chartered Company Rule in Sabah，1878-1915，Kuala Lumpur 1983 | Braunstein，D.，Französische Kolonialpolitik 1830-1852. Expansion，Verwaltung，Wirtschaft，Mission，Wiesbaden 1983 | Bray，F.，Rice Economies：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Oxford 1986 | Brocheux，P./Hémery，D.，Indochine. La colonisation ambiguë 1858-1954，Paris 1995 | Brötel，D.，Französischer Imperialismus in Vietnam. Die koloniale Expansion und die Errichtung des Protektorats Annam-Tongking 1880-1885，Wiesbaden 1971 | -，Frankreich im Fernen Osten. Imperialistische Expansion und Aspiration in Siam und Malaya，Laos und China，1880-1904，Stuttgart 1996 | Brown，I.，The Elite and the Economy in Siam，c.1890-1920，Singapore 1988 | Bührer，T./Stachelbeck，C./Walter，D.2011 | Butcher，J.G.，The British in Malaya，1880-1941：The Social History of a European Community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Kuala Lumpur 1979 | Cady，J.F.，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 Asia，2.Aufl.，Ithaca u.a.1967 | Chatthip Nartsupha/Suthy Prasartset，S.，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Siam，1851-1910，Singapore 1977 | -/-（H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am 1851-1910/1910-1932，2 Bde.，Bangkok 1978，Ndr.1981 | Chesneaux，J.，Geschichte Vietnams，Berlin 1967 | Christmann，H./Hempenstall，P./Ballendorf，D.A.，Die Karolinen-Inseln in deutscher Zeit，Münster 1991 | [CHSE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2 Bde.，Cambridge 1992 | Cook，C./Paxton，J.，Commonwealth Political Facts，Basingstoke 1979 | Cowan，C.D.，Nineteenth Century Malaya：The Origins of British Political Control，London 1961 | Craig，R.D./King，F.P.（Hg.），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Oceania，Westport u.a.1981 | Cribb，R.，Historical Atlas of Indonesia，Richmond 2000 | Dahm，B.，Emanzipationsversuche von kolonialer Herrschaft in Südostasien. Die Philippinen und Indonesien. Ein Vergleich，Wiesbaden 1974 | -，José Rizal. Der Nationalheld der Filipinos，Göttingen 1988 | De Klerck，E.S.，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2 Bde.，Rotterdam 1938，Ndr.1975；Bd.2 | Dodge，E.S.，Islands and Empires：Western Impact on the Pacific and East Asia，Minneapolis 1976 | Dudden，A.P.，American Empire in the Pacific：From Trade to Strategic Balance，Aldershot u.a.2004 | Dutton，G./Werner，J.S./Whitman，J.K.（Hg.），Sources of Vietnamese Tradition，New York 2012 | Eckardt，A./Nguyen Tien Hu，Vietnam. Geschichte und Kultur，Freudenstadt 1968 | Eli，B.，Paul Doumer in Indochina（1897-1902）. Verwaltungsreform，Eisenbahnen，Chinapolitik，Heidelberg 1967 | Embree，A.T.（Hg.），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4 Bde.，London 1988 | Fessen，H./Kubitschek，H.D.，Geschichte Malaysias und Singapurs，Berlin 1984 | Fieldhouse，D.K.1976 | Firth，S.，Governors versus Settlers：The Dispute over Chinese Labour in German Samoa，in：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11（1977）155-79 | Flynn，D.O./Giráldez，A.（Hg.），The Pacific World：Lands，Peoples，and History of the Pacific，17 Bde.，Farnham u.a.2001-09 | Forest，A.，Le Cambodge et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Paris 1980 | Fourniau，C.，La fixation de la frontière sino-vietnamienne 1885-1896，in：Institut d’histoire des pays d’outre-mer. Etudes indochinoises，Aix-en-Provence 1981，114-42 | -，Vietnam.Domination coloniale et résistance nationale（1858-1914），Paris 2002 | Frasch，T.，Nach China durch die Hintertür. Die Erkundung des Irawadi und Mekong im 19. Jahrhundert，in：Periplus 19（2009）90-110 | Ganiage，J.1968 | Giesecke，L.F.，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American Colonial Period，1900-1935，New York 1987 | Glaser-Schmidt，E.，Die Philippinen den Filipinos. Die amerikanische Debatte über die Wirtschafts- und Verwaltungspolitik auf den Philippinen，1898-1906，Frankfurt 1986 | Go，J./Foster，A.L.（Hg.），The American Colonial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Global Perspectives，Durham 2003 | Golay，F.H.，Face of Empire：United States-Philippine Relations，1898-1946，Madison 1998 | Graichen，G./Gründer，H.2005 | Gründer，H.，Kulturkampf in Übersee. Katholische Mission und deutscher Kolonialstaat in Togo und Samoa，in：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69（1987）453-72 | -2012 | Guermeur，H.，Le régime fiscal de l’Indochine，Hanoi u.a.1909，Ndr.Paris 1999 | Guillen，P.1985 | Gullick，J.M.，Rulers and Residents：Influence and Power in the Malay States，1870-1920，Singapore 1992 | Halblützel，P./Tobler，H.W./Wirz，A.（Hg.），Dritte Welt. Historische Prägung und politische Herausforderung. Festschrift [...] Albertini，Wiesbaden 1983 | Hall，D.G.A.，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2.Aufl.，London 1964 | Halle，L.J.，The United States Acquires the Philippines，Lanham 1985 | Hardach，G.，Bausteine für ein größeres Deutschland. Die Annexion der Karolinen und Marianen 1898-1899，in：Zeitschrift fü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33（1988）1-21 | -，König Kopra. Die Marianen unter deutscher Herrschaft 1899-1914，Stuttgart 1990 | Heefner，G.，Hawaiian Statehood，Anti-Colonialism，and Winning the Cold war，in：PHR 74（2005）545-574 | Heussler，R.，Yesterday’s Rulers：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ervice，London 1963 | -，British Rule in Malaya：The Malayan Civil Service and its Predecessors，1867-1942，Oxford 1982 | -，Completing a Stewardship：The Malayan Civil Service，1942-1957，London 1983 | Hezel，F.X.，The First Taint of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the Caroline and Marshall Islands in Pre-Colonial Days，1521-1885，Honolulu 1983 | Hiery，H.（Hg.），Die deutsche Südsee 1884-1914. Ein Handbuch，2.Aufl.，Darmstadt 2002 | -，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Südsee. Fotografien 1884-1914，Paderborn 2005 | HongLysa，State and Society in Thailand，1767-1873，Singapore 1983 | -，Thai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Evolu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Singapore 1984 | Houben，V.J.H.，Native States in India and Indonesia，in：Itinerario 11，1（1987）107-34 | Ileto，R.C.，Pasyon and Revolution：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1840-1910，6.Aufl.，Manila 2003 | Kennedy，P.M.，The Samoan Tangle：A Study in Anglo-German Relations，1878-1900，Dublin u.a.1974 | Klein，J.-F.，Réseaux d’influences et stratégie coloniale. Le cas des marchands de soie lyonnais en mer de Chine（1843-1906），in：OM 93，1（2005）221-56 | Klein，T./Schumacher，F.（Hg.），Kolonialkriege. Militärische Gewalt im Zeichen des Imperialismus，Hamburg 2006 | Köhler，M.，Akkulturation in der Südsee. Die Kolonialgeschichte der Karolinen-Inseln im Pazifischen Ozean und der Wandel ihrer sozialen Organisation，Frankfurt 1982 | Kramer，P.A.，The Blood of Government：Race，Empire，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Philippines，Chapel Hill 2006 | Krieger，M.，Geschichte Asiens，Köln 2003 | Kuitenbrouwer，M.，The Netherlands and the Rise of Modem Imperialism：Colonies and Foreign Policy，1870-1902，New York 1991（ndl.1985） | Lanier，L.，Étude historique sur l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et du royaume de Siam de 1662 à 1703，Versailles 1883，Ndr.1969 | LeBoulanger，P.，Histoire du Laos français，Paris 1931，Ndr.1969 | Linn，B.M.，The Philippine War，1899-1902，Lawrence 2000 | Locher-Scholten，E.B.，Ethiek in fragmenten. Vijf studies over koloniaal denken en doen van Nederlanders in de Indonesische Archipel 1877-1942，Utrecht 1981 | -，Sumatran Sultanate and Colonial State：Jambi and the Rise of Dutch Imperialism，1830-1907，Ithaca 2004 | Lorin，A.，Paul Doumer，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ndochine（1897-1902）. Le tremplin colonial，Paris 2004 | -，Une ascension en République. Paul Doumer（1857-1932），d’Aurillac à l’Elysée，Paris 2013 | Lowe，P.，Britain in the Far East：A Survey from 1819 to the Present，London u.a.1981 | Mahajani，U.，Philippine Nationalism：External Challenge and Filipino Response，1565-1946，St.Lucia 1971 | Marseille，J.，L’investissement français dans l’empire colonial：l’enquête du gouvernement de Vichy（1943），in：RH 252（1974）409-32 | May，G.A.，Social Engineering in the Philippines：The Aims，Execution，and Impact of American Colonial Policy，1900-1913，Westport 1980 | Maybon，C.R.，Histoire moderne du pays d’Annam（1592-1820），Paris 1920 | McCoy，A.W.，Policing America’s Empire：The United States，the Philippines，and the Ris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Madison 2009 | -/De Jesus，C.（Hg.），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Global Tr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Manila/Sydney 1982 | -/Sarano，F.A.（Hg.），Colonial Crucible：Empir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Madison 2009 | McFerson，H.M.（Hg.），Mixed Blessing：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Colonial Experience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Westport 2002 | McIntyre，W.D.，The Imperial Frontier in the Tropics，1865-1875：A Stud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in West Africa，Malaya and the South Pacific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Disraeli，London 1967 | Meyer，G.，Deutsches Kapital in Niederländisch-Indien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in：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Ⅲ（1977）67-86 | Meyer，H./Passarge，S.1914 | Miller，S.C.，Benevolent Assimilation：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s，1899-1903，New Haven u.a.1982 | Milner，A.C.，Kerajaan：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Tucson 1982 | -，Colonial Records History：British Malaya，in：MAS 21（1987）773-92 | Molina，A.M.，Historia de Filipinas，2 Bde.，Madrid 1984 | Morgan，W.M.，Pacific Gibraltar：U.S.-Japanese Rivalry over the Annexation of Hawai’i，1885-1898，Annapolis 2011 | Morlang，T.，Rebellion in der Südsee. Der Aufstand der Ponape gegen die deutschen Kolonialherren 1910/11，Berlin 2010 | Morlat，P.，Les affaires politiques de l’Indochine（1895-1923）. Les grands commis：du savoir au pouvoir，Paris 1995 | -，Indochine années vingt：le balcon de la France sur le Pacifique（1918-1928）. Une pag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en Extrême Orient，Paris 2001 | -，Indochine années vingt. Le rendez vous manqué（1918-1928）. La politique indigène des grands commis au service de la mise en valeur，Paris 2005 | -（Hg.），Les Grands Commis de l’Empire colonial français，Paris 2010 | Morrell，W.P.，Britain in the Pacific Islands，Oxford 1960 | Moses，J.A./Kennedy，P.M.1977 | Mückler，H.，Mission in Ozeanien（Kulturgeschichte Ozeaniens 2），Wien 2010 | -，Kolonialismus in Ozeanien（Kulturgeschichte Ozeaniens 3），Wien 2012 | Murray，M.J.，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Colonial Indochina，1870-1940，Berkeley 1980 | Nguyen The Anh，The Vietnamese Monarchy under French Colonial Rule，1884-1945，in：MAS 19（1985）147-62 | Ofeneo，R，E.，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during the American Colonial Period，in：Journal of History（Manila）27（1982）1-39 | Osborne，M.，The French Presence in Cochinchina and Cambodia：Rule and Response，1859-1905，Ithaca u.a.1969 | -，River Road to China：The Mekong River Expedition 1866-73，London 1979 | Owen，N.G.（Hg.），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A New History，Honolulu 2005 | -（Hg.），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London 2014 | Papers 1902 | Parkinson，C.N.，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1867-1877，Singapore 1960 | Petersson，N.，Imper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 Siam，China und 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 1895-1914，München 2000 | Petit，E.，Organisation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et des pays du protectorat，Bd.1，Paris 1894 | Pham Cao Duong，Vietnamese Peasants under French Domination，1861-1945，Berkeley 1985 | Pluvier，J.M，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Leiden 1995 | Ramsay，J.，Mandarins and Martyrs：The Church and the Nguyen Dynast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Stanford 2008 | Ranjit Singh，D.S.，Brunei 1839-1983：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Survival，Singapore 1984 | Reid，A.，The Contest for North Sumatra：Atjeh，the Netherlands and Britain 1858-1898，Kuala Lumpur 1969 | Roberts，S.H.1963 | Ross，A.，New Zealand Aspirations in the Pacific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1964 | Rystad，G.，Ambiguous Imperialism：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Stockholm 1975 | Sadka，E.，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1874-1895，Kuala Lumpur 1968 | Sandhu，K.S./Wheatley，P.（Hg.），Me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2 Bde.，Kuala Lumpur 1983 | Saulo，A.B.，The Truth about Aguinaldo and Other Heroes，Quezon City 1987 | Schlicher，M.1996 | Sidhu，J.S.，Administration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1896-1920，Kuala Lumpur 1980 | Smith，S.C.，The Rise，Decline，and Survival of the Malay Ruler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1874-1957，in：JICH 22（1994）84-108 | Stanley，P.W.，A Nation in the Making：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9-1921，Cambridge，MA 1974 | -（Hg.），Reappraising an Empire：New Perspectives on Philippine-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MA 1984 | Steenbrink，K.，Dutch Colonialism and Islam：Contacts and Conflicts，1596-1950，Amsterdam 1993 | Steinbach，A.2009 | Stoler，A.L.，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1870-1979，New Haven u.a.1985 | -，Sexual Affronts and Racial Frontiers：European Identities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xclusion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in：CSSH 34（1992）514-51 | Sturtevant，D.R.，Popular Uprisings in the Philippines，1840-1940，Ithaca u.a.1976 | Tarling，N.，Britain，the Brookes and Brunei，Kuala Lumpur 1971 | -，Imperial Britain in South-East Asia，London 1975 | -，Sulu and Sabah：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Philippines and North Borneo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Kuala Lumpur 1978 | -，The Burthen，the Risk，and the Glory：A Biography of Sir James Brooke，Kuala Lumpur 1982 | Tate，D.J.M.，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2 Bde.，2.Aufl.，Kuala Lumpur 1977-79 | Taylor，K.W.，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Cambridge 2013 | The Quyen Vu，Die vietnamesische Gesellschaft im Wandel，Wiesbaden 1978 | Thio，E.，British Policy in the Malay Peninsula，1880-1910，2 Bde.，Singapore 1960 | Thompson，R.C.，Australian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The Expansionist Era，1820-1920，Melbourne 1980 | Tompkins，E.B.，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Great Debate 1890-1920，Philadelphia 1970 | Treue，W.，Die Jaluit-Gesellschaft auf den Marshall-Inseln 1887-1914，Berlin 1976 | Turnbull，C.M.，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1867，London 1972 | -，A History of Singapore，1819-1975，London 1977 | Van Dijk，K./Leemburg-den Hollander，J.（Hg.），European Directory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Leiden 1998 | Van Goor，J.，De Nederlands Koloniën. Geschiedenis van den Nederlandse Expansie，1600-1975，Den Haag 1993 | Van Klaveren，J.，The Dutch Colonial System in the East Indies，Den Haag 1953 | Vo Duc Hanh，E.，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51 à 1870，3 Bde.，Leiden 1969 |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70 à 1886，2 Bde.，Bern 1992 | -，La place du catholicisme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Viet Nam de 1887 à 1903，3 Bde.，Bern 2002 | Voigt，J.H.，Geschichte Australiens und Ozeaniens，Köln 2011 | Vorapheth，K.，Commerce et colonisation en Indochine，1860-1945. Les maisons de commerce françaises，un siècle d’aventure humaine，Paris 2004 | Walker，I.H.，The Hui’O He’e Nalu and Hawaiian Resistance to Colonialism，in：PHR 74（2005）575-602 | Webster，A.，Gentleman Capitalists：British Imperialism in South-East Asia，1770-1890，London 1998 | Wehler，H.-U.1974 | -1983 | Welch，R.E.，Response to Imperialis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1899-1902，Chapel Hill 1979 | Wendt，R.（Hg.），Der Pazifik und Europa，in：Saeculum 64，1（2014）1-150 | Werber，H.，Kiribati. Politischer und ökonomischer Wandel während der Protektorats zeit 1892-1916，Wien 2011 | Zimmermann，A.1914.



[1] 《天津会议专条》。——编者注

[2] 指湛江市。——编者注

[3] 指战时造成的平民伤亡和非军设施的损失。——编者注

[4] 东京（越南语：Đông Kinh）是河内的旧名，法国人控制越南后用它指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区，越南人则称之为北圻（越南语：Bắc K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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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非洲与帝国主义

19世纪非洲的扩张和欧洲势力的渗入

虽然早在15世纪，欧洲的扩张已染指非洲，然而直到进入19世纪，欧洲人才开始渗透进非洲。它成为欧洲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殖民帝国，因此也是最后一个去殖民化的大陆。诚然，亚洲和美洲可以给欧洲人提供很多东西，但唯有一样商品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无法获得：用于美洲一些人口几近灭绝的地区的黑奴劳动力。“非洲的大西洋”通过欧洲人的奴隶贸易而发展起来。然而，这些商品首先必须在非洲一侧的海岸边由土著中间商购得，他们大都丝毫无意让渗透进非洲内陆的白人从自己手中接手这一买卖。非洲本就鲜有诱人之处。自古以来，北非就属于地中海世界，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却将这个大陆的绝大部分与地中海地区分隔开来。非洲海岸的天然港口不多，此外，广袤的沙漠和沼泽地，汹涌的波浪和冰冷的洋流所造成的浓雾经常对它们起着保护作用。非洲的河流很少流入内陆腹地，因为它们经常正好在河口地区被不利于航行的急流所阻断。除此之外，非洲的生态系统也不特别适合人类居住。因此，非洲在培育植物方面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最少。由于缺水常常根本无法经营农业，或者只能进行精心管护的农耕。另一方面，热带雨林尽管非常茂盛，但根本不可能经过开垦变成肥沃的农田，而人们原来就是这样认为的。雨林茂盛的基础是体系内的迅速转换，而不是土地的矿物质丰富。然而，一旦这种成长和腐烂的循环系统被阻断，一旦腐殖质层的存储被耗尽，就无法避免地发生地力衰竭和破坏。但是非洲不仅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还会置人于死地，而这不仅仅是因为野兽和昆虫。尤其是在西非，几个世纪以来据说很多白人都 死于“吃人的气候”，当然实际上是死于一系列传染病，特别是疟疾和黄热病。

尽管非洲不仅是人类始祖的摇篮，而且也是“智人（Homo sapien）”的摇篮，但是人们常常引用的，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套话“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不管怎么说，原本就含有贬义，因为传统上人们预料从非洲走出的是怪物或类似的东西。历史上的非洲人与人类始祖之间反正也无法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关联。北部是柏柏尔人（Berber）的土地，中世纪以来也生活着阿拉伯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则生活着所谓的“黑非洲人”。不过东北非洲和尼罗河上游地区的住民不仅在身材上，而且在语言上有别于“黑非洲人”。他们四肢偏长，部分人脸型不太像“黑非洲人”的脸型，属于两个特殊语族。因为其余的“黑非洲人”在西非以及在西部和中部苏丹说A语族的尼日尔—刚果语言，剩余所有的非洲地区都使用B语族的尼日尔—刚果语言，它也被称作班图族语言。把语言和人种的联系相提并论所产生的所有基本的疑问，恰恰很能证明这些种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只有南非西部的科伊桑人在语言上与这些种族有很大差异，其浅肤色和其他身体特征也明显有别于这些种族。马达加斯加岛也同样是一个特例，因为其语言和统治地位在岛上得到承认的东部浅肤色住民是很早以前从澳大拉西亚迁入的。

当在北非和苏丹呈现农夫和城市住民与游牧民的共生现象时，各班图民族（Bantuvölker）既是农夫又是畜牧者，不过这种情况不适合大约南纬10°和北纬10°之间的区域，因为该区域由舌蝇传播的畜疫使得畜牧业十分困难甚至难乎为继。与“黑非洲人”原本的文化和宗教相反，苏丹人大部分都变成了穆斯林。至少北非起初就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可是在埃及，除了穆斯林之外，东方的基督徒一直以来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甚至占据支配地位。非穆斯林“黑非洲人”虽然大都是没有文字的族群，但绝非因此而没有历史，而人们过去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发展了城市文化，建立了帝国，据说各帝国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西非完全具有与欧洲相仿的国家体系的特性。当然，在南部非洲由于最初 人口稀少，帝国的建立要明显地晚一些。刚果盆地热带雨林里的住民显然是因为太穷而没有建立帝国。大自然常常亏待了非洲人，以至于人们可以有理由说，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为人类开发了世界上特别不宜居住的部分（Iliffe 1995）。

欧洲人在非洲的出场直到19世纪事实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除了开普敦殖民区是个特例，其他地区都仅仅涉及商贸基地。在几内亚海岸，奴隶贩子的港口鳞次栉比仿佛一串珍珠。只有在安哥拉的罗安达和本格拉才有经营农业的殖民中心区，那里的中间商（pombeiros）将奴隶从内陆的各非洲帝国接出来。不过，安哥拉作为葡萄牙—非洲大西洋的组成部分更像是巴西而非葡萄牙的殖民地。它甚至一度考虑是否与独立的巴西联合的问题。在东非，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非洲穆斯林，即斯瓦希里人（Swahili）的城市臣服于他们，17世纪时，他们在德尔加杜角的北部被阿拉伯的阿曼人赶了出来。1698年，蒙巴萨陷落。但是在南部的莫桑比克——自1752年开始不再隶属于果阿，而是直接隶属于里斯本——他们却能够坚持下来。国王行政机构的作用在这里不如那些冒险者，除了葡萄牙人还有混血儿和亚裔人，他们在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获得了领地（prazos），形式上是封地，事实上是独立统治地。

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开始并不成功，尽管早在1772年一家英国法院支持本土禁止将从前的奴隶强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于是，英国政府想甩掉这些聚集在英国却没有工作的非洲人。一个救助委员会想为这些人在非洲提供一个新家园，同时促使他们文明起来。因此，1787年在塞拉利昂港口建立了一个移民区。但是绝大多数移民都丧失了生命，其余的人都被当地人赶走了，委员会的资金消耗殆尽。随后建立的塞拉利昂公司（Sierra Leone Company）于1792年把1000名新移民送入这个地区，这些人即当年的美洲黑人奴隶，他们在美国革命中站在英国一边，但后来却在新斯科西亚忍受寒冷和种族歧视。由于公司在按照美国模式修建的自由城里向新移民索要租金，而且自由城由白人官员管辖，所以在1800年爆发了一场起义，后来起义被英国军队镇压下去。与来自牙买加的其他550名新移民一起，他们成功地保住了这个移民区，他们同样还要面对来自非洲邻居的攻击，在此期间，这些邻居终于搞明白了，先前在协约里规定的将主权转让给殖民地意味着什么。1807年，邻居们被征服。1808年，殖民地不得不由英国国家接管，因为公司由于对法战争无法取得任何利润。

与欧洲人在非洲的存在感一样，欧洲对非洲的认知也是边缘性的，与亚洲和美洲相比尤其如此。不过，将非洲设想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整体是欧洲的发明，直到19世纪，非洲人因为美洲的缘故才接受了这一设想，但同时带有明确向积极方向发展的种族主义的弦外之音，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作为“非洲的大西洋”的组成部分，非洲引发了关注，这种关注反映在许多文章里。除了经济和政治文献，以及或多或少涉及国情学和民族学的基本观察，其中也可以找到有关非洲人的第一批记录。其中涉及奴隶的命运，今天它们也是文学作品的素材和主题。所有这些都一如既往地涉及各个海岸地区，而非洲大陆的腹地却少有提及。最为典型的是，即使在涉及基本地理情况时，如尼罗河上游、尼日尔河或刚果河的流向等，也只能引用传闻。

随着19世纪的到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欧洲世界经济的增长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非洲被纳入其中，而这并非首先通过殖民统治，而是于1830年至1880年，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已经通过商品贸易及其伴随现象进行了。在此期间，非洲人19世纪的政治行动以及19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均从中获得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最多在于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大。欧洲人最初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进行的占领受到地域限制，对于商业规则没有丝毫改变。自1807年起，英国立法反对和取缔了贩卖奴隶，尽管如此，与原来的贸易伙伴依旧进行着这种贸易，有一部分还使用着原来的方法，这种贸易建立起了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联系，导致欧洲人间接渗透进非洲大陆腹地。因此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消极作用，即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除了出现了非洲资本主义的萌芽，此时非洲方面也开始大规模地贩卖奴隶，这完全违背了西方反对奴隶制的“十字军出征”的直接成果。贸易关系的加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英国人，渐渐地也包括其他欧洲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需要出售越来越多的商品。于是他们由奴隶需求者变成了为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寻找销售市场的商品供应者，最终甚至变成了为其资本寻找投资机会的投资人。

伴随而来的是欧洲人心态的变化，一方面是科学好奇心的推动，它想要探索非洲地图上一个又一个空白点，另一方面是新教的觉醒运动，它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反对奴隶制运动，并且促使新教教会和团体为传播福音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不同的驱动力也相互联系在一起，如苏格兰科学考察旅行家大卫·利文斯顿（1813～1873），他从家里出发时是传教士，但他期望扩大生意能和传播福音一样造福于人。

在同一时期，非洲人展示了一种高度的政治热情。19世纪经历了蓬勃发展的宗教运动以及新统治和新帝国的建立，它们偶尔会完全拥有一种殖民地的特征，例如埃及苏丹国。这些人常常是新式的战士群体：过去曾提及的东南非洲民族运动的军事国家，西南非洲的派遣队和东部斯瓦希里的大漠武装商队。这里可能涉及的是对欧洲渗透的直接反应，或是对渗透后果的间接反应。但是这是否适用于非洲人所有的政治活动呢，比如西部苏丹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自1517年起，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在那里，1798年至1801年拿破仑·波拿巴戏剧性的征服尝试是与西方国家加强联系的开端。针对拿破仑的野心，英国人想要保卫通往印度的陆路商道，但根据《亚眠和约》又撤了回去，之后奥斯曼苏丹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维系自己的尊严，在与之竞争的军事寡头马穆鲁克的统治下，似乎又恢复了旧有局势。因此，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cha），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Albanien）的军事指挥官，利用一次民众起义夺取了政权，经伊斯坦布尔勉强确认后于1805年至1848年保住了政权。他将埃及人引上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依照一个长远规划，而仅仅是为了自己及家族保住权力，通过1841年苏丹授予可世袭的地方长官职务实现了这一目标。与在奥斯曼人那里一样，居主导地位的是效仿西方模式进行的军事改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措施，特别是建立现代教育机构，不仅为军事，而且也为医学、技术和语言服务，同时在作为基础的初等教育领域也进行了普遍的教育改革。外国专家被聘任，主要是法国人，但同时也有考察组，1826年至1847年向欧洲派出了二百多名大学生。由付薪官员组成的等级制度取代了半封建的统治制度与它的包税人，高级官员一如既往均由统治者的亲属和忠诚的追随者担任。这些改革的资金源于依照新近完成的土地登记册征收的土地税。除此之外，整个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为了控制几条潜在的走私路线，穆罕默德·阿里1846年设法从苏丹手里获得了埃及南边红海岸边的萨瓦金（Suakin）和马萨瓦（Massaua）港口。

这一步与他希望从苏丹获得更多的好处相关联，占领苏丹从1820年就已经开始了。他在那里建立的四个省在1826年至1833年归属在一个总督治下，总督创建了埃及模式的不完善的行政机构和法律。最终，1839年至1842年开始了对南苏丹的征服。此前，伊斯兰化的北部和尼罗河流域非洲人的土地被分隔开来，或者只是由冲突联系在一起。苏丹提供了一些黄金、象牙、奴隶和棉花，但是在穆罕默德·阿里凭空建立一个埃及纺织工业的尝试失败之后，得到的只是经济上的失望。

如果说对苏丹的占领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么穆罕默德·阿里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别的地方就有助于维护他在苏丹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地位。1813年至1818年，他在与沙特王朝瓦哈比派的斗争中征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土地：红海几乎成了埃及的内海。1822年至1827年，他成功地支持奥斯曼人进行了反对希腊的争取自由独立的战斗，以至于后来欧洲列强不得不阻止他的行动，当他1830年代占领叙利亚并向伊斯坦布尔推进时也同样受到阻止。他不得不放弃叙利亚，但是在埃及的权力未受到挑战。

他的第一个继承人统治期间，英国人的影响取代了法国人的影响，自1851年起获得委托修建埃及铁路。但是已经经过很长时间设计筹划的苏伊士运河项目的建设许可却于1854年落到了前法国领事费迪南德·德·莱赛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的手里。英国无法阻止该项目于1859年开工，股票认购者首先主要来自法国。不过，英国自由贸易者长期反对的垄断体系于1854年被废除。这些连同紧接着进行的土地权利现代化共同促成个体性更强的农业取代了旧的乡村集体制农业。在自由贸易的影响下，西方商人在南部苏丹迅速被黎凡特人（Levantiner）[1]、埃及人和北苏丹人所取代，凭借设防驻地和武装助手，他们作为该地区真正的主人制造了令人极度不愉快的局势。然而，猎捕奴隶在这里只是次要的事情，而居于首位的是对象牙的贪婪。在非洲这一地区和其他地方，19世纪是一个大肆猎杀大象的时代。

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是由穆罕默德·阿里野心勃勃的孙子伊斯梅尔（Ismael，1863～1879年在位）引领的，他于1867年从苏丹那里获得了强夺而来并被认可的赫迪夫（Khedive，波斯语，意为王侯或总督）称号。借助于西方势力，他还成功地在南苏丹建立了一套政治控制系统，使他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张。1856年，英国皇家地理协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以那个时代典型的坚毅开始着手解决自希罗多德以来就在讨论的尼罗河源头问题，并将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和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派往东非。1858年，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Tanganjikasee）以及非洲最大的湖，并以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为后者命名。在第二次旅行中，斯皮克与詹姆斯·奥古斯特·格兰特（James August Grant）一起成功地抵达布干达（Buganda），并沿着尼罗河从维多利亚湖行至开罗。尼罗河源头的秘密解开了。随后，赫迪夫计划将埃及一直扩张到东非的湖泊地区。1869年至1872年由萨穆埃尔·贝克（Samuel Baker）和1873年至1876年由在中国经过考验的查理·乔治·戈登接力似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是自1878年起，在艾敏帕夏——戈登的德国医生爱德华·施尼策尔（Eduard Schnitzer）的带领下，在再往北的地方建起了一个赤道省。由于1869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预示着红海地位的很大提升，伊斯梅尔像他祖父一样于1865年接管了萨瓦金和马萨瓦，并委派他的总督向索马里兰、哈勒尔和埃塞俄比亚挺进，直到1875年和1876年的两次失败才使他们止住了脚步。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戈登成为苏丹1877年至1879年的大总督，并肩负着一个附加的任务，即贯彻1877年与英国签署的《反对奴隶制条约》（Antisklavereikonvention），由于资金短缺和缺少对此抱有信心的埃及合作伙伴，此项工作收效甚微。

同样在埃及本土，这位雄心勃勃的王侯也为他的现代化措施操尽了心。必须提及的是，在一个瑞士督学的领导下建立起了西方式的普及教育体系。然而，尽管通过农民的解放运动产生了乡绅和 小资产阶层，但是还缺少能够将发展过程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埃及资产阶级。填补这一空缺的不仅有专家、军官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还有从所有可能的欧洲国家和美国蜂拥而至的商人们，1865年移民人数达创纪录的80000人。此时，按照过去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投降条约要求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数以百万计。对此的反应不仅是伊斯兰教奋力实行现代化，而且还有简单的仇外心理。

然而，真正的危机是由伊斯梅尔在西方银行的债务引发的。首先，他接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因为当美国1861年至1865年内战期间中断了向欧洲纺织工业供应原棉时，深度融入西方世界经济的埃及经历了一个棉花业繁荣期，其间价格增长幅度达到三倍之多。美国内战结束后，由于赫迪夫没有管控好自己的野心，最终使经济崩溃。1863年至1874年支出额的三分之一来自贷款，而总支出的四分之一要用于维持使用这些贷款。1876年，伊斯梅尔已经负债1亿埃及镑，而当年的总收入1000万埃及镑还不够偿还利息和部分本金。非洲大陆最富有的国家濒临国家破产。

尽管存在着埃及人的威胁，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的王侯们却至少在忙于相互争斗，就像对付他们的邻国一样。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直到1855年，特沃德罗斯二世（Tewodros II）[2]这位奇人登基并且强占了世界末日拯救者的盛名。特沃德罗斯二世要实现帝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想对教会进行改革并且用皇帝的官员和士兵取代封建统治秩序。在此期间，他不得不与叛乱者进行毫无成果的战斗，此外还不得不与孟尼利克（Menelik）进行战斗，后者是当时最靠南的信奉基督教的绍阿（Schoa）王国年轻的统治者。当特沃德罗斯二世开始使用教会还俗的财产作为自己政策的财政支持时，他便失去了教会的支持。他向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致函尝试改善关系，英国人的反应模棱两可，他则回之以扣留人质。罗伯特·内皮尔统率的由32000名英印混血士兵组成的军队也不过证实了特沃德罗斯统治早已开始的分崩离析，前者于1868年在马格达拉（Magdala）将后者逼入困境并迫使其自杀。与西方的政治联合和争斗从此列入议事日程，就连下一位篡权者约翰内斯四世（Johannes IV）也迫于形势 不得不暂且与他的对手分享权力，例如绍阿的孟尼利克二世，后者自主与英国建立了关系并于1869年在亚丁开设了一个领事馆。

在此期间，鉴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洲列强加强了它们在红海沿岸的行动。1839年英国人占领了亚丁，此后他们也试图控制对面的海岸，那里的人自1827年就与柏培拉港（Berbera）的索马里人签有一个条约。在多次进攻之后，法国人于1862年拿下了奥博克（Obok），即后来的法属索马里兰的核心地区［今天的吉布提（Dschibuti）］。1869年，一条意大利的水上航线从地方诸侯手里买下了阿萨布（Assab）。在今天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山区，当时有一个法国天主教传教团，驻埃及马萨瓦的法国领事，瑞士人维尔讷·穆辛格（Werner Munzinger）想把它变成法国的领地。德法战争之后，此计划变得毫无希望，穆辛格帕夏作为帝国的创始人与其他人一起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了埃及，直到他遭受了前面提及的1875/1876年的失败。

除摩洛哥外，埃及西边的北非国家同样属于奥斯曼帝国，尽管几乎谈不上被奥斯曼帝国控制。然而，尽管王朝实际上是独立的，但在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en）和突尼斯，城市和军队的上层却总是奥斯曼人，阿尔及尔的统治者，即总督，也是从首都的奥斯曼守备部队中选出。他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首都的周边地区，但至少能够任命和罢免半独立的内地总督。摩洛哥苏丹虽然是独立的世袭王朝，但是事实上却要依靠其王国各个组成部分的认可而存在，在此传统上，山区的柏柏尔人被证明是难以对付的。柏柏尔人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足足占人口总数的一半，而再往东则是阿拉伯人占主导地位。犹太人移民区对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商业城市十分重要，但是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民的自给自足经济或游牧经济。可以吸引欧洲人进入这些国家的东西很少；即使是北非人臭名昭著的海盗行为在此期间也失去了与其知名度相应的影响力。

然而，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被一个欧洲强国真正和持续占领的非洲国家。在此期间，首先涉及的根本就不是对现有的经济依赖性作出政治保证——恐怕反过来才对。因为法国政府还欠着阿尔及尔的犹太商人的18世纪90年代的粮食供货款，这些商人提出了以他们欠总督的款冲抵法国政府粮食 欠款的一揽子建议，在询问冲抵这笔欠款事宜时，法国领事的回答傲慢无礼，总督以著名的“三下驱蚊掸子之击”[3]进行了回击。法国的反应一直是节制的，直至它的内政出现了问题，因为受到仇视的查理十世（Karl X）的复辟政府已经决定继续朝着社会帝国主义行列发展。人们决定将选举推迟到胜利之后，1830年夏天，37000名士兵占领了阿尔及尔，此外还占领了邦纳（Bône）和攻击了奥兰（Oran）。但是选举失败了，政府在七月革命中垮台。除了情绪高昂的马赛之外，主张和平的公民君主政体和公共舆论都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阿尔及利亚。专家们认为，只有将范围限于沿海地区，领地才能自己解决资金问题。然而，政府决定驻守原地不走，以避免给人以示弱的印象。

阿尔及利亚的反应则更加不一致。城市人似乎作好了合作的准备，但是已经有一部分总督奋起反抗，比如康斯坦丁（Constantine）的总督，进行反抗的还有许多山区住民，就像当年反抗土耳其人一样。但是这种反抗是分裂的，此外还有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竞争，直到最终卡迪利亚（Kadirija）接管了领导权并宣布既虔诚又能干的阿卜杜·卡迪尔（Abd al-Kadir）为“圣战”领袖。初时，他尝试着作出安排，由法国来管理大城市，他来控制内地。然而，当法国人试图把不同的地区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于1839年又重新开战。此时，整个法国的地位好像受到了威胁。但是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在政治上负得起放弃这个国家的责任，特别是还存在着英国很可能取而代之的危险。相反，有限占领的想法被放弃，一下子也筹集到了征服整个国家所需的经费。

1841年至1847年，阿尔及利亚总督和总司令托马斯·罗贝尔·比若（Thomas Robert Bugeaud）将军最高时拥有100000人的军队进行这场残酷的战争。1847年，阿卜杜·卡迪尔投降，1850年代，阿尔及尔东边人口稠密的卡比利亚山区（Kabylei）也被占领。在这些战争中，1831年创建的雇佣军外籍军团（égion etrangère）也发挥了作用。虽然他们随后也被派往其他殖民地，但是直到1862年，它的总部一直留在阿尔及利亚。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里在知识精英阶层的赞同下爆发了针对“劣等”东方人的种族主义殖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文明的战争规则已经失效；甚至有人宣告进行真正的灭绝。1830年至1872年，据说300万阿尔及利亚人中有825000人丧生。除了20世纪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在1848年革命中，这些方法也被转用于针对法国“内部的贝都英人（Beduinen）”的阶级斗争。1860年代，这个国家堪称安宁。但是这个殖民地国家常常处于军事和行政的紧急状态。为此，军政府创建了阿拉伯人事务办公室（bureaux arabes），军官们必须在每一个地区搜集关于土著的情报并与既有的权威机构保持合作关系。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间接施行统治的机构。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把军政府局限于这个国家的南部。1848年在宪法第109条中将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殖民地视为法国的国家领土，只允许其暂时保有特殊地位。不久之后又创建了阿尔及尔、奥兰和康斯坦丁3个行政区，它们几乎与法国本土的行政区一样直接隶属于巴黎政府各部管辖。但是只有移民才拥有选举权，1851年，当地人口约300万，其中仅有约132000人拥有选举权。这些人当中约有67400名法国人、41500名西班牙人和7500名意大利人。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只有3万人是农场主。为了消除社会的火药桶，1848/1849年间尝试让失业的巴黎人进行殖民，但运作得很不成功。即使是一家瑞士的私人农业协会也只能安排原计划3000人中的500人，直到1956年经营才取得成功。这些移民在阿尔及利亚土地肥沃的北部地区所获得的土地来自不同的渠道。首先法国人没收了总督们的土地和伊斯兰的捐赠。接着就通过征战开始了“驱逐（refoulement）”：反抗者丧失了他们的土地并被驱赶到了内陆地区。最终还补充发明了对“居住地（cantonnement）”权力限制的政策：政府决定，如果认定一个群体占有的土地超出他们的所需，多余的部分就会被没收。总体上，这些移民大约获得了耕地总数的20%～30%。

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这项政策首先继续生效，到1860年代出现了转折。1860年恢复了总督职位，并且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应确保穆斯林的土地，欧洲人的殖民地应限于城市。1863年，拿破仑谈到了一个“阿拉伯王国”并且宣告，他既是法国人的皇帝，也是阿拉伯人的皇帝。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对于土著来说，这种实际结果不见得比此前的政策好。如果出于公务需要必须规定模糊的界限，因而使法律被用作对债权人权力限制的工具的话，那么1863年通过这项法律来保证他们的土地占有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要求以放弃犹太人或者伊斯兰人的权利，即各自的文化身份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这部1865年允许犹太人和穆斯林成为法国公民、士兵和官员的法律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所以，拿破仑三世劝说教宗扩大阿尔及利亚的天主教僧侣统治制度的行为看来是被误解了。另外，尽管与法国之间有关税同盟，移民自1867年起对拿破仑的政策一直持否定态度，并且在1870年有关宪法中的自由主义的全民公决中与其宗主国意见相左，投票严正拒绝了他。

因此，第三共和国立刻回转到了第二共和国有利于移民的政策。只是它向所有犹太人，无论顺服还是不顺服，未经问及均授予公民权的法令既被移民也被穆斯林所拒绝。然而，在三分之一的国土上爆发起义的起因不是这条法令，而是政府更迭的危机。由于缺少相互之间的配合，这些起义自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起义为继续没收土地提供了求之不得的理由，据称，截至1875年，被没收的土地共574000公顷。常常能见到这种情形：土著起义导致的结果恰恰是它想阻止的事情！1873年的法律给予穆斯林的地产以致命一击。依照该法，哪怕只有一个合伙人提出申请，也必须将集体地产分配给个人。请注意，此法律伤害了土地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这可能就意味着丧失了土地。土著代理人随时都可以找到，另外，当土著陷入困境时，代理人可以出卖他们。1871年，国民议会为忠实的阿尔萨斯人（Elsässer）和洛林人（Lothringer）预留了10万公顷土地。当时，那里的欧洲人口约为245000，其中10万人生活在乡村；1891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50万和20万。1870年，移民手里掌握着48万公顷土地，1880年已达80万公顷。当时引进了葡萄种植；殖民的阿尔及利亚的繁荣可以开始了。

法国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占领不可能长期不对其邻国造成影响。在突尼斯呈现了结构上非常类似于埃及的局势。那里的贝伊们（Beys）不得不同意抑制收入可观的奴隶贸易，允许欧洲领事为其同胞行使保护法。另一方面，为了制衡伊斯坦布尔意欲使自己的宗主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突尼斯发挥更大影响的计划，他们又乐意依靠欧洲列强，譬如法国。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们执行了一项花费昂贵的建筑政策并建立了一支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军队。在收入不断降低和管理缺乏效率的情况下，这些导致他们以不利的条件在欧洲银行，尤其是法国银行进行越来越多的借贷。欧洲的影响力随之不断上升；自1850年代起欧洲人被允许购进地产，以至于渗透再也不存在任何障碍。旨在修正预算的增税在1864年引发了一次暴动，在平息这次暴动的过程中，欧洲的领事们再一次共同发挥了作用。最后，国家破产看起来已不可逆转。然而，因为英国把这种情况视为法国的干涉，大国的竞争再一次拯救了贝伊。但是他被监护了起来。自1869年起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控制经费支出和制定预算。1871年法国败给德国之后，将绝大多数移民迁往突尼斯的意大利试图接管领导权，对此，英国以一份对突尼斯的保证宣言和购买国家开发权作了答复。法国促成了突尼斯政府的倒台和对改革家哈伊尔丁（Khair al-Din）的任命，后者计划按照奥斯曼模式实施现代化。他能够让突尼斯保住残余的独立吗？

的黎波里卡拉曼利（Karamanli）的统治亦按照相同的模式迅速垮台。收入的损失——这里主要是由于禁止海盗行为——导致了负债，负债又加重了臣民们的负担，引发了起义和大国的干预，不过大国间的博弈使苏丹得以在1835年将直接统治权重新收归自己手里。摩洛哥站在阿卜杜·卡迪尔一边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由此首先成为法国的行动目标，随后因为竞争的原因也成为英国和西班牙行动的目标，但这些行动只能在这些港口引发欧洲更高的主动性。苏丹们都在传统主义和现代化之间左右摇摆，欧洲的领事们尽可能地相互之间保持中立，直到穆莱·哈桑（Mulay Hassan，1873～1894年在位）开启了改革时代。

奥斯曼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接管未能阻止住赛努西（Senusija）伊斯兰教团从其中心区域沙拉布普（Dscharabub）向东部接壤的昔兰尼加（Cyrenaika）的社会和政治施加影响，该教团成立于1833年的，意欲以先知为榜样革新整个生活。这里涉及的是严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复兴运动始于18世纪中叶瓦哈比教派的兴起。但是，这类运动首先在西部苏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复兴的传统 在那里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en）和其后的阿尔摩哈德人（Almohaden）。现在“黑非洲”的穆斯林各族成了他们事业的继承人，他们是塞内加尔地区的图库洛尔人（Tukolor）和据说与埃塞俄比亚人同源的富拉尼人（Fulani）和富尔贝人（Fulbe），后者作为游牧民族分布于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及贝努埃河（Benue）北边的豪萨人（Hausa）地区之间。

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1754～1817）出身于豪萨地区一个伊斯兰学者家族，即富拉尼家族，1804年他率领自己的追随者发起了反对豪萨帝国的“圣战”。他是宗教激进主义者，但也是受幻象引领的神秘主义者。如同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卡迪尔一样，他也属于具有明显泛神论特征的神秘主义的卡迪利亚兄弟会（Bruderschaft der Kadirija）。净化信仰对他来说首先是清除豪萨—伊斯兰与非洲多神教之间的妥协，其次是用一个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公正政府取代所谓的暴政。这些都是通过建立富拉尼帝国实现的，该帝国建于1812年，作为索科托（Sokoto）哈里发辖区归他儿子管辖。作为由哈里发或者索科托苏丹授权的埃米尔们的纽带，它从博尔努（Bornu）一直延伸到尼日尔，从沙漠一直延伸到贝努埃河。北尼日利亚和北喀麦隆以及南尼日尔直到今天还留有它的印记。

西部的另外一场“圣战”是由图库洛尔人进行的。“圣战”的发起人是提加尼教团的厄尔·哈吉·奥马尔（El Hadj Omar，1794～1864年），他同样是在幻象中得到指示，第一条指示是1822年在麦加朝觐途中获得的。迎娶了索科托哈里发的女儿之后，他于1848年建立了他的神权国家，1853年开始了讨伐异教徒的战争，其成果是在尼日尔和塞内加尔之间建立起一个帝国。

除了领袖的宗教野心，在众多追随者中发挥作用的还有世俗动机，比如：富拉尼人和图库洛尔人的民族主义，富拉尼人中游牧者与城市住民之间的对立，对抗豪萨人的奴隶贸易，而豪萨人也贩卖穆斯林和富拉尼人。欧洲人在其中只起到了敲边鼓的作用。1850年代厄尔·哈吉·奥马尔与法国人在塞内加尔地区发生冲突，它们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他的敌人不是法国人，而是非洲的异教徒。

1854年至1865年，法国总督路易·费德尔布（Louis Faidherbe）统治着紧邻塞内加尔的扩张领地，1857年时在1816年占领的佛得角边上建立了达喀尔城（Dakar），在阿尔及利亚统治经验的激励下，他制定了占领整个塞内加尔地区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创建了一支真正的塞内加尔军队。然而在此期间，他的计划只实现了对河流地区的间接控制。

西非海岸地区在此期间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此前，最大的奴隶贸易商英国人于1807年禁止了奴隶贸易，之后他们出于人道和经济原因也敦促其他国家加入遏制奴隶贸易的行列。但是只要美洲的奴隶需求继续存在，加上美洲各重要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和末期之间才废除奴隶制，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完全实现。非洲商业伙伴渐渐转向供应新产品，特别是欧洲工业所需的植物脂肪。但是原料交换制成品这一殖民地经济原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禁止奴隶贸易需要控制海岸地区，这是一个增加基地的理由，只要拥有这方面的资金。面对英国人的这种行动，对手法国人被迫作出相应的反应，当然首先也同样是执行基地政策。1842年，他们在象牙海岸和加蓬湾获得了第一批基地。白人移民虽然很少，但是那些被海军巡逻队解救的奴隶必须安置在某个地方。将他们送回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对他们力求皈依基督教和实现文明化也是一种障碍。所以，除退役士兵之外，塞拉利昂和1816年之后同样被英国人占领的冈比亚河口地区获得了由这种接受而来的人组成的新移民，他们形成了一种非洲和英国的混合文化和自己的克里奥尔语（krio）。他们多数人接受了基督教并且享受到传教为教育付出的巨大努力。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4]1845年在自由城创办了一所男子文法学校，1849年又创建了一所女子实科中学！一所早在1814年或者1824年创建的培训教师和传道士的神学院于1876年作为弗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成为杜伦大学的一部分，而且拥有学位授予权。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克里奥尔人在英国上大学，后来成为医生、军官和法学家，有一人甚至被封为贵族。

1839年以后，这些当年的奴隶尝试着在他们昔日的故乡传播基督教并把家乡变成英国殖民地。1864年，尼日尔地区的新教圣公会教会传教士协会分站获得了一位名叫塞缪尔·阿亚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的英国圣公会黑人主教，他主管一个由塞拉利昂的克里奥尔人创建的非洲教会。而建立殖民地却无声无息。英国人的行动仅限于1861年吞并了拉各斯，目的是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和先下手粉碎他们臆测的法国人的计划。为了确保关税征收没有漏洞，控制海岸被证明同样是必需的，因为关税是当时筹措基地经费的唯一途径。因此，英国人在1851年接收了丹麦各站点，1871年接受了尼德兰各站点。与通常情况一样，人们期待着与沿海地区的芳蒂人（Fanti）合作。为了战胜英国人和阿善提人，芳蒂人于1868年和1871年企图建立一种现代政治秩序，却遭到英国人的阻碍。就连阿善提人也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于1863年击败了英国人，就如同早在1824年击败了英国人一样。英国的一个委员会随即于1865年建议放弃所有基地和将行动范围限制在塞拉利昂。但是如果意欲控制贸易，这样做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对阿善提人的新侵略作出的回应是1873年占领其首都库马西（Kumasi）和将其限制在内陆。为了实施保护，1874年，海岸地区被宣布为英国的殖民地。尽管这些还算不上是占领，但进军库马西和1868年进军马格达拉展示了欧洲大国的实力，这也是将要到来的高度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总试验。

在非洲西海岸的变化过程中，时间越久就有越多的从美洲返回的黑人在塞拉利昂以外发挥作用。约在19世纪中期，美国有400万黑人奴隶和50万自由黑人，巴西有350万黑人奴隶和150万自由黑人，另外在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各有200万非洲裔美洲人。为了让自由黑人返归非洲，1816年在美国组建了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其目的不仅是帮助自由黑人和非洲的野蛮人，而且要把所有的非洲人，或者至少把自由的非洲人从美洲“清理”出去，要用这种方法再次使奴隶制度变得理所当然。代理人在塞拉利昂南边的胡椒海岸（Pfefferküste）获得了土地，因而在1822年能够建立以蒙罗维亚（Monrovia，以当时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为主要城市的殖民地利比里亚。从美国回归者的非洲特性自然大大少于塞拉利昂重获自由的奴隶，起初他们说的是一种美国式英语。他们受独立教会牧师的领导，按照美国西部移民区模式修建自己的城市，践行美国边境居民对待“野蛮人”的行为方式，即绝不与这些人混杂！但是至1840年代，总共只有约17000名黑人回到了利比里亚；缔造者的深远目的失败了。1839年，绝大部分移民区联合组成一个“联邦（Commonwealth）”，1841年取消了白人官员的监管，1847年利比里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英国将利比里亚视为可为其政策所用的工具，1848年即已承认它的合法地位。而美利坚合众国由于担忧得在华盛顿接待一位黑人大使，一直犹豫到1862年才承认利比里亚。

在此期间，法国人也在他们的一个基地附近为被他们解救的奴隶建了一个移民区：利伯维尔（Libreville），即后来加蓬的首都。除了这些由白人组建的前奴隶移民点，还有个体的回归，其中，非洲裔巴西人的例子尤其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仅在拉各斯，1880年之后就生活着3000多个个体回归者，这些人甚至在该城的建筑方面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是真真实实地想要“回家”，并且常常也非常了解他们的祖籍地。尽管如此，他们保持着白人的生活方式，并因此居高临下地审视当地的“土著们”。他们回来不是为了促进非洲的发展，而是为了自己变得富裕。因此他们承认事物已有的秩序，作为前奴隶或者前奴隶的后代他们毫无顾忌地自己从事奴隶贸易，或者为非洲的统治者在奴隶贸易方面出谋划策。

总之，西部沿海地区的回归者和克里奥尔人开始了一个广泛的文化移入过程，除了黄金海岸的芳蒂人和尼日尔三角洲各民族，它还包括埃格巴人（Egba）和约鲁巴人（Yoruba）。阿贝奥库塔（Abeokuta）1859年就有了一份报纸，而英属拉各斯直到1863年才有报纸。作为对英国人占领拉各斯的反应，1865年在阿贝奥库塔成立了埃格巴部落联合管理委员会（Egba United Board of Management），它虽然不能阻止英国人的占领，但作为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机构一直维持到1918年。除此之外，人们还效仿拉各斯建立了一所世俗学校，创建了一个商事法院，实行了一套规范的邮政服务，甚至尝试在城市规划方面也效法西方。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影响与这种部分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影响相称。恰恰相反，从非洲人的视角看，欧洲的影响在1870年代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其主要原因在于西非经济的丰富多样性以及非洲商人的机敏。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欧洲人为确保控制西非最终动用了武力，这是虚弱而不是强大标志！

尽管商业往来持续了几百年之久，非洲人显然还是在欧洲人面前成功护住了非洲内陆，以至于直到19世纪初他们的“地理知识”还有很大的残缺。与东部尼罗河发源地问题相应的是西部 尼日尔河问题，因为尼日尔河源头距离海洋没几百公里，然后却流向腹地，绕了一个4000公里长的巨大弧度后在别的地方入了海，这一事实已经给人造成了震撼。人们把它的上游与塞内加尔河、刚果河甚至尼罗河联系在一起，却没有看出其三角洲属于其水系，以为那是海岸水域网。地理研究方法论推动者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曾经陪詹姆斯·库克出过南太平洋，为了搞清楚问题，1778年他创建了英国非洲协会（British African Association）。在其他一些人分别开了头之后，蒙戈·帕克（Mungo Park）自1795年至1797年从冈比亚出发抵达了尼日尔，但是没有到达被传说故事萦绕的廷巴克图[5]。1805年他再度启程顺尼日尔河而下，但是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的布萨急流（Busa）丧命。直到1830年，兰德（Lander）兄弟才征服了尼日尔河从布萨急流到入海口的河段，确定了它的真实流程。

在此期间还进行了几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行动；1827年，法国人雷内·卡莱（René Caillet）终于踏上了前往廷巴克图的路途，却没有完成这次旅行。这个区域最著名的研究者是古代史学者和地理学家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他在1850年代受英国委托多次穿越撒哈拉沙漠并且常年居住在苏丹。博尔努、豪萨诸国、贝努埃地区和艾尔高原（Aïrmassiv）都因他而为人们所知。约1870年，欧洲对于北非和西非腹地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可以尝试着在那里扎根了。

同样被揭去神秘面纱的还有“撒哈拉—西非商业网”。凭借索科托哈里发管区中心区域，穆斯林（多为豪萨人）控制着喀麦隆北部的阿达马瓦（Adamaua）、沃尔特河（Volta）中游和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他们出口富拉尼酋长国的牲畜、食盐、皮革、纺织品和奴隶，进口西方的可可果、纺织品和兰开夏纺织品，从海岸边进口火器。其中一些商品是为了迎合需求在非洲企业里由奴隶制造的。

在伊博地区（Iboland），一种很有成效的劳动分工已经成为常态。南部生产棕榈油以满足欧洲的需求，北方的山药田则为南方生产粮食。伊博人的社会和约鲁巴人的城市已经极好地适应了新的现状并且知道如何去维持它，虽然并非没有发生过内战。对于非洲人来说，欧洲人已不再是引人注意的客户。欧洲纺织品、金属产品、烟草、朗姆酒和其他货物的进口不断增长，至1870年尚没有对传统行业造成严重损害。尽管在黄金海岸欧洲人接管了大部分贸易，但是达荷美王国借助 非洲裔巴西人的帮助得以顺利完成从提供奴隶到生产油料的转型，同时维持着自己对沿海地区的控制。

由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可以轻松进入腹地是两个特例，此外，再往西走，欧洲的影响力就比较微弱了。贸易掌握在迪尤拉人（Dyula）的商人以及索宁克族（Soninke）和马林凯族（Malinke）的黑人穆斯林手里。在这片比较干旱的区域里，在进行交易的货物中，花生取代油棕成为满足欧洲需求的油脂原料。自1830年代起，花生种植开始在塞内加尔地区传播，自由的小产业和对季节工的需求在当时已经是社会转变的推动力。首先销售掌握在非洲和克里奥尔商人手里，但是自1870年代起，他们被马赛、波尔多和南特市（当年的奴隶贩子之城！）的公司排挤掉了。法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花生油上，而英国人则专注于棕油。这种市场划分为后来的政治吞并指明了道路。

首先，穆斯林商人穿越沙漠的贸易并未受到损害。用比喻来说，撒哈拉是一片分隔北非和苏丹的“大海”，“海”中有岛屿、绿洲以及沙漠之舟骆驼。沙漠边缘地区的名称“萨赫勒（Sahel）”的意思是“海岸”。一条条商路在这片“大海”中穿过，萨赫勒居民和从事荒漠商道运输的各沙漠民族在这片“大海”上互致问候。与西部的迪尤拉人和豪萨人相对应的是东部的杰拉巴人（Jallaba）[6]，后者中绝大部分是已经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Nubier）。北部具有重要性的是摩洛哥人，其次是沙漠绿洲古达米斯（Ghadames）的居民，他们一方面与图阿雷格人（Tuareg）保持着家族联系，另一方面与豪萨人保持着家族联系。继续往东的沙漠贸易掌握在塞努西亚人手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于1895年将自己的主要居住地从昔兰尼加迁往库夫拉（Kufra）绿洲，1899年甚至迁往了提贝斯提山区（Tibestigebirge）。

从南方运来的商品有象牙、兽皮、鸵鸟毛、橡胶，最主要的是奴隶。奥斯曼帝国于185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摩洛哥决定走这一步则不早于1912年。那时奴隶贸易才开始衰退，其原因在于：由于欧洲人的统治，来自南方的补充停止了，这对于沙漠经济，即依赖奴隶劳动的农业和制盐业造成了消极后果。从北方运来的商品有棉织品、毛织品、丝绸、枪支、金属制品、香水、调料、茶叶、食糖、瓷器和纸张，其中大多数商品是由欧洲制造或销售的。曼彻斯特棉制品当时都运达一座城市，比如卡诺（Kano），无论从南方还是从北方运来都一样！1850年巴尔特估算英国棉织品占有八分之一份额，1891年这位驻的黎波里的英国领事估算 撒哈拉贸易中货物总值为10万英镑，其中来自曼彻斯特的货物占7万英镑！通常欧洲公司在北非港口都没有自己的分公司，而是依靠犹太或马耳他商人，而将他们与公司连接在一起的是信贷。18世纪，萨赫勒地区的大旱灾过去之后——最近的这次灾害并非历史上的首次——西部非洲在19世纪经历了一个特别的繁荣期，欧洲用奴隶贸易为这个繁荣期开辟了道路，并通过自己不断变化的需求继续促进这一繁荣。尽管欧洲的工业品越来越多地涌入，1870年前后，西非还远远不是完全依赖欧洲贸易。

从喀麦隆到刚果盆地的中非西部也有类似的结构，不过由于资源配置少和人口密度低，其规模非常有限。甚至对奴隶贸易来说，情况也是相似的。后来在这个地区象牙比油棕产品更重要，再后来是橡胶更为重要。在非洲海岸边的中介群体中，喀麦隆的杜阿拉人（Duala）十分突出，他们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仍发挥过令人瞩目的作用。

在东非产生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商业系统，因为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内陆各族，而是生活在海岸地区的也被称为阿拉伯人的斯瓦希里人。然而直到18世纪末，斯瓦希里人与自己在海岸边转运其货物的东非腹地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向着一个新方向发展的推动力来自赛义德·伊本苏丹（Said ibn Sultan，即Sayid Said）。作为1806年至1856年阿曼的统治者，自1828年起他加强尝试对其东非臣民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这一地区的各种机会。1840年至1851年，他经常驻在东非海岸对面的桑给巴尔岛，把丁香人工种植引入那里的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将桑给巴尔打造成这种商品的世界一流生产者——利用的也是他引入国内的印度商人的资金；在1850年代大约有超过5000个这样的种植园。关税政策，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签订的商贸协定，一个围绕非洲大陆产品拓展开来的货物供应网——这些都吸引着西方的商业国家。

自183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荒漠商队把玻璃珠、铜丝和枪支运入非洲内陆，再带着用于交易的象牙以及种植园所需的奴隶返回。今天的肯尼亚当时不能提供畅通的商道；马赛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使肯尼亚变得危险重重。尽管在南方有从基尔瓦通向马拉维湖（Malawisee）等地的商道，但那里是一个战争地区，因而对奴隶的期待超过了对象牙的期待。相反，位于今天坦噶尼喀（Tanganjika）的塔波拉（Tabora）则发展成一个一流的水陆转运站，甚至印度的放贷人也把他们的代表派往那里。坦噶尼喀湖边上的乌吉吉（Udjidji）曾经是这条商业主轴线的终点。为了满足需求，各土著民族中出现了职业猎象人，但却在危害大象的存有量。

除此之外，当阿拉伯沙漠商队在旱季到来时，坦噶尼喀中部的尼扬韦齐人（Njamwesi）、南肯尼亚的坎巴人（Kamba）和其他一些人不仅充当季节性的搬运工，而且也带着自己的大型沙漠商队参与贸易。其他人依旧做供货人，但也能够从对手工产品和粮食的旺盛需求中获利。与制盐业一样，铁制品生产也兴盛起来。布干达王国向西南偏西方向的政治扩张赢得了对爱德华湖（Eduardsee）东面可获利的盐湖的控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需要食物，其结果就是发展起商业性的植物种植，如木薯、水稻和柑果。一个明显的文化转型开始了，从外部可以看出的是传统服装被进口衣料挤出了市场，四方形的房屋不断传播，旧式圆形茅舍在减少，斯瓦希里语已经成了需要学习的第二语言。这样，斯瓦希里语就成了唯一跨地域的非洲语言，除豪萨语和阿拉伯语外，它今天和当年的殖民主的语言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相反，除了沿海一些零星地区，伊斯兰教在东非的传播不同于西非。布干达国王虽然在1870年代想成为穆斯林，但随即就被埃及的扩张吓住了，并且暂时转向了基督教，此举在当时显得政治实用性更强。政治局势也同样陷入了动荡中。尽管桑给巴尔从来也没有行使霸权，但是在很多土著政体中社会的转变已经动摇了传统君主政体的基础；因新的财富和军事才干而出众的发迹者接管了政权。其中著名的有尼扬韦齐人米兰博（Mirambo），他于1880年前后创建了一支职业军队，凭借它在塔波拉的北边维持着一个王国。

如果说斯瓦希里人和非洲内陆人之间的共存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纷争不太多的话，那么对于猎象人和猎捕奴隶者的猎取理由而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没有一个懂得自我保护和亲身参与交易的非洲公共体的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在 南方，更为严重的是坦噶尼喀湖对岸与卢阿拉巴河（Lualaba，刚果河上游）之间的地区，直至随后的斯坦利瀑布（Stanleyfall），最后是瀑布东北方向的阿鲁维米河（Aruwimi）流域。大型沙漠商队，特别是著名的提普·提普（Tippu Tip）的沙漠商队，在这里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当发现者斯坦利到达时，东非的贸易系统已经接近刚果盆地的西非贸易系统，相距仅450公里，因为它的主要货物象牙和奴隶正在消失。直到进入1880年代，提普·提普还尝试着尽其所能地搜刮。随后就开始了欧洲人的时代。

再往南，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里，奴隶贩子是欧洲人。1836年，在英国的压力下葡萄牙人徒劳地尝试了废止奴隶贸易。相反，原本不是奴隶贸易殖民地的莫桑比克此时却在满足美国和印度洋法属岛屿的需求，非洲西海岸地区已无力满足这一需求，尽管奴隶贸易在安哥拉还在继续进行。几乎看不到其他的经济选择。1840年，在安哥拉南部的木萨米迪什（Mossâmedes）建造了一座新港口，巴西的流亡者在那里引入了甘蔗种植、朗姆酒生产和棉花种植，葡萄牙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海岸渔区。但是也就是在美国内战期间出现了棉花繁荣期。进入腹地失败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之间的直接联系无法建立起来。

那里的新老非洲王国的实力足以维持自己的中间商地位，其间它们懂得去适应需求的变化。例如安哥拉中部的乔奎人（Chokwe）懂得迅速而灵巧地从蜡生产转向象牙供应，最终转向橡胶供应，并且通过政治扩张使这一经济成就圆满完成。再继续向东，1800年至1870年，卢巴王国（Luba-Reich）借助象牙贸易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蓬勃发展，却损害了专门从事奴隶贸易的隆达王国（Lunda-Reich），后者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米斯里（Msiri）领导下的尼扬韦齐商人用建立新王国加任干西（garenganze）的方式取代。

这一过程的见证人是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非洲旅行家、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年）。1849年，他横穿卡拉哈里沙漠之后发现了周期性干涸的恩加米湖（Ngamisee），奥卡万戈河（Okawango）也注入该湖。1851年他来到了赞比西河上游，溯流而上直到源头，从那里又到了开赛（Kasai），最终抵达罗安达，1856年他从那里启程横穿非洲大陆。其间他发现了赞比西河的瀑布，他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为其命名。1856年他到达了东海岸。在一次 溯赞比西河和希雷河（Schire）而上的旅行中他到达了马拉维湖。1866年至1871年他考察了马拉维湖和坦噶尼喀湖以西地区，其间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美国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在坦噶尼喀湖边的乌吉吉发现了他。接着利文斯顿去寻找“真正的”尼罗河源头，1873年死在坦噶尼喀湖南边的班韦乌卢湖（Bangweolosee）边。

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大部分动乱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南部非洲的种族形成和民族迁徙，其历史与那里的移民、殖民地历史紧密相连。1821年，战士首领姆兹里卡兹和他的手下反叛国王沙加后被驱赶到了南部高地草原（Hohe Veld），首先在那里的今天的德兰士瓦省西部建立了政权。当他1837年被迫向北转移躲避布尔人和祖鲁人时，他带着他的在此期间明显壮大的民族恩德贝勒人最终在今津巴布韦（南罗得西亚）西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他的追随者们在其迁徙途中使大量其他民族成员归入其麾下，因而有条件形成三级等级制度：处于顶层的是东南非的恩古尼人（Nguni），也包括祖鲁人，处于中层的是索托人（Sotho）和南非腹地西部地区的茨瓦纳人（Tswana），最后处于底层的是当地的绍纳人（Schona），只要这些人在马塔贝莱兰东边的马绍纳兰（Maschonaland）无力维持自己的政治组织。姆兹里卡兹一直到1868年去世都与布尔人和其他白种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甚至允许传教士进入他的国家。但是动乱并没有随着恩德贝勒王国的建立而结束。19世纪中叶，动乱的浪潮最终达到了维多利亚湖。同样，在今天的坦桑尼亚南部出现了恩古尼人建立的不同政权。

在西方渗透的同时，土著也在进行扩张也是19世纪马达加斯加的发展的标志。法国曾经在17、18世纪徒劳地尝试在那里扎根。自拿破仑战争起，英国和法国就一直在争夺海岸基地和对内陆的影响。在此期间，梅里纳（Merina）王国的王侯把中部高地统一在一个专制政权之下，他采用强制劳动，禁酒、禁烟、禁大麻，如若违反，即无情处罚。除了武器进口，他不特别需要外部的帮助。然而，他的儿子拉达马一世（Radama I）想通过占领整个岛屿成为“马达加斯加的拿破仑”，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走得更远。在一名苏格兰军士、一名法国逃兵和一名牙买加混血儿的帮助下，他建立起了一支完整地装备着火器的1500人的职业军队，依靠这支军队，直到1828年去世，他得以事实上征服了整个岛屿，只有南部和西部的一小部分例外。随之出现了按照西方理念的引人注目的现代化。1820年，国王被英国说服签订了废止奴隶贸易条约，同时也签订了在英国对 马达加斯加的年轻人进行手工业和技术培训的协议。欧洲专家，绝大部分是1818年获得他允许的伦敦传教士协会的传教士，带来了铁匠和木匠手艺，教授泥瓦工、制革、纺织和制皂技术。一位名叫大卫·琼斯（David Jones）的人根据语音规则为梅里纳-马尔加什人（Merina-Malgasy）创造了由英语辅音和法语元音组成的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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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9 1878年前后的非洲

然而，拉纳瓦罗那一世（Ranavalona I）——国王的遗孀和继任者——在统治期间开始执行一套恐怖专制政策，迫害基督徒，大规模地封闭国门。但这绝没有废止所有的革新。沿海地区还保留着贸易站点，一个名叫让·拉波尔德（Jean Laborde）的法国铁匠作为女王的技术总管带领1000名工人在首都塔那那利佛（Tananarive）东边建立起一个个工场，生产那些不再需要从欧洲购进的货物，其中包括枪支。女王死后，她儿子统治时期是一个仓促西化的时期，其间英法两国的代表也在宫廷中开始了竞争。拉波尔德成了法国领事。然而，从1864年至1895年治理国家的是一位聪明的部长赖尼莱亚里沃尼（Rainilaiarivony），他凭借的是与新女王以及随后她的两个继任者联姻。因为法国一直在实施路易十四国王曾经宣称的兼并马达加斯加，所以首相和女王一致决定站在英国一边。1869年，他和女王成了新教徒。精英们也加入其中，在此期间到达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受到迫害，他们只能在边缘群体中找到皈依者。于是他们成为法国干涉的拥护者，这种干涉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变得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德法战争后暂时变得不可能。1878年，不断尝试着居中斡旋的拉波尔德去世了。但是并没有出现西方能借以进行干涉的像样理由，因而人们完全可以期待，梅里纳人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走西化之路。因为他们和其他非洲人对于这些新情况均作出了灵巧而有利于革新的反应，所以根本不用担心欧洲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会在几年之内引起对非洲大陆的政治吞并。


争夺非洲

通过帝国主义来瓜分非洲大陆好像完全是多余之举，不仅从非洲人的视角看是如此，而且从欧洲人的视角看也是如此，至少从一直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贸易大国英国的视角看是这样，后者显然已在1870年代中期确立了非官方的霸权。法属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地区就像是英国人控制下的非洲里的飞地。在其余三个海岸国家中，埃及和桑给巴尔被视为英国的代理人，而葡萄牙在需要时则不得不容忍类似的待遇，比如1846年和1857年它提出的对刚果的要求遭到蔑视。甚至由此发展出了一个英国霸权的政治教条，即对“至高无上的权力（Paramount Power）”的要求，它不是要求占领地盘，而是要求将其他列强排除在外。

由于新老大国与英国的竞争愈加激烈，因而出现了“争夺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The Times，1884）。不仅新强国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于1871年登上了国际舞台，而且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很快也被民族野心所控制。就连英国的对手法国在败给德国一段时间之后也开始了新的行动。另外还有比利时国王引人注目的个人帝国主义（Privatimperialismus）。

由于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特别是由于对扩张十分重要的领域里的技术进步，如交通和通信领域（蒸汽船、运河建设、铁路、电报）以及武器装备领域（机枪），高度工业化时代带来了实力的提升。然而，首先是工业和贸易对于欧洲各民族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而增长降低的停滞危机在1870年代呈现征象时，它们立刻转回到新重商主义的关税保护政策（德国1879年，法国1881年）。而英国则保持着自由贸易，对于市场引领者来说，它已经被证明是比较好的重商主义，特别是英属印度反正也没有开启自由贸易。面对这种新的政治经济竞争，最有希望的做法好像就是通过兼并贸易伙伴来保全自己，英国人采用的是防守型的前沿防御（Vorwärtsverteidigung），其对手采用的则是攻势。根据同时代人的表述，帝国主义理论家因此把突然占领非洲解释为防御，或解释为重新获得市场份额以保证工业产品的销售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如植物油脂和棉花等。推动殖民扩张不是恰恰在出口低谷期间的1879年、1885年和1894年进行的吗？

然而，由于非洲的贸易实际上在整个经济中只发挥着很小的作用，所以面对南非的发展，1902年，霍布森认为，为帝国主义负责的不是商人，而是寻找可靠投资机会的投资商。不过，在殖民地非洲的投资相对而言依然很少。从伪造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得不出在殖民扩张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之间不存在关联这一结论。一方面，对空间、时间和经济分支的不同分析让人在扩张上看到了完全真实的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也能够以政治形式实现。另一方面，为了促成政治行动，经济方面的期待并不一定非得实现，德国殖民政策的历史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具有帝国主义时代典型特征的恰恰是轻率和神经质的行动，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新的工业大众社会条件下的政治。借助于报刊、利益团体和群众性政党，这种政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出现在公众场合。政治家掌握着大众和媒体倾向，或者善于为了自己的目的调动这些倾向，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陷到获取成功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可能会强迫他们为了短期成功或纯粹的声誉而牺牲本该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另一方面，当政治家想把大众的关注从内政问题转移开的时候，鼓动大众去实现殖民目标和维护民族尊严是很有诱惑力的。

因为意识形态的气氛已经变得浓重，所以这种行为在殖民领域也大有希望。通过至少是隐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早期的传统的民族优越感强化为各民族的生存斗争观，在这种斗争中，“劣等种族”的非洲人拥有的机会微乎其微。除了被殖民，他们不会有更好的命运。就连科学，如民族学和地理学，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恪守着这一世界观，回顾 目前已知的大量探索之旅，这种世界观会更加清晰，即便其中的一部分不是以具体的扩张准备为目的的。而消遣文学则把这一相关的世界观散播给大众。

如果只是指瘟疫和生态危机就像当年在美洲一样，此时在非洲也为白人铺平了道路（尽管因果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或许可以说这种种族主义的庸俗生物论（Vulgärbiologismus）是对的，只是对得令人毛骨悚然。19世纪80和90年代那场据说是由意大利人带入的牛瘟可是毁掉了非洲牛存栏数的四分之三，给予畜牧者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的还有一次全新规模的流行性昏睡症、天花和饥荒。刚果河下游的人口减少了一半。据说当时有些非洲人认为这是欧洲人进行的一场生物战，按他们的理解属于巫术范畴。同样，完全从在欧洲有效用的诸要素中推论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变换了地点的情况下，往往在非洲方和欧洲方一样发挥着作用的那些地方，这些要素才有效用。在各种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比如在西非，一方或者一个民族的行动必定会引发另一方参与者的反应。

这种在非洲的行动无须借助欧洲政治领导层的知识和意志也能够进行。但是出于民族声誉的原因，欧洲领导层很少准备丢弃自己在地方上的准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商人和其他垂涎于利润的人，这里所涉及的常常是军人，他们常常用自己对情况的准确认识来为其个人计划辩护，这些个人计划是为了民族荣誉和满足自己的虚荣而制定的。面对这种身在现场的总督，有时的确可以借用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话将帝国主义解析为战士阶层心态再现的结果！此外，在立刻就想撞上大运的人中间存在着很多心理问题。他们的行为是激起非洲人起义的原因之一，同时又迫使本土承担比预期更加广泛的义务。当民族声誉受到危害时，履行义务便不可推卸，以至于一个临时军事行动最后常常演变为对殖民地的持久占领。因为非洲人不熟悉这一机制，他们的反抗行为一再被证明是达不到目的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民族主义对抗也可能出现相互之间的模仿甚至合作。如有必要，他们也相互支持以对付非洲人，因为无条件地维护白人的统治要比任何一个民族矛盾都重要。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殖民经验和殖民知识的共同资源，有时甚至形成了一个国际专家团体。各殖民地的不同特性和各殖民大国不同的政治文化更可能导致的是殖民政治中的等级差异而不是原则差异。比如英国人和德国种族主义者都拒绝与非洲人缔结异族婚姻；但是明确禁止异族婚姻的只是那些缺少老殖民大国宽容精神的德国人，因而他们用果断去掩盖没有把握。

对于非洲人来说，至少早期帝国主义与他们所熟悉的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如果他们曾经与欧洲人结盟。与欧洲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一种非洲意识。欧洲人知道自己即将瓜分非洲，特别是自188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政治计划实施的时候。而对于非洲人来说，涉及的通常只是自己直接接触的周围环境。而且这里出现的联系人与过去相熟的几乎没有差别。很长时间以来，大部分非洲人根本见不到白人，因为早期的殖民统治力量薄弱，而且殖民者出于费用原因尽量减少雇用欧洲人。

吞并开始了，直至1884/1885年的柏林刚果大会（Berliner Kongokonferenz），在政治方面涉及的多为份额分配，至少在“黑非洲”主要是以海岸为基础。1871年法国的失败也不是首先通过殖民地扩张来补偿的，正相反，这种扩张可能会被视为背弃了复仇这一民族义务。但是这场失败在阿尔及利亚却意味着移民的胜利。1881年，三个阿尔及利亚行政区重新归属巴黎直接管辖。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人口不到50万。在以后的日子里，阿尔及利亚政策都是由在巴黎的阿尔及利亚议员来制定。在他们中间，欧仁·艾迪安内成了举足轻重的帝国主义政治家。这三个行政区共分为196个“全面运动”公社（communes de plein exercise）和77个“混合”公社（communes mixtes）。后者由委派的官员进行管理。而在前一类公社中，被选举出来的市长和市议会还要以松散放任的方式管理那里的数量还相当多的穆斯林居民。穆斯林在市议会中只能占四分之一的议席，而且不能参加市长选举。虽然在事涉民事案件时，穆斯林居民的案件由他们自己的法官依照伊斯兰教法审理，但涉及财产法时除外，财产案和刑事案均由法国法官依照法国法律作出裁决。除此之外，1881年的《土著人法》（Code de l’indigénat）使不经法庭宣判而由行政机构宣告科处罚金和监禁成为可能。截至1890年，只有736个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了1865年创造的机会，通过放弃他们原有的文化身份而成为法国公民。但是穆斯林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所得并不符合“移民”的利益。因此，1880年代在法国创建的普及性教育制度引入阿尔及利亚几乎只是为了法国人；没有经费用于穆斯林。不过，按祖籍论，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大部分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马尔他人，自1889年起他们的后代自然而然成了法国公民。

在宗主国，这种兴趣很低。1901年，阿尔及利亚有474万人口，其中生活在三个行政区的有384万穆斯林、58万欧洲人和6万犹太人。当时殖民地愉快地享受着巨大的繁荣，因为当大规模的葡萄根瘤蚜疫病毁灭了法国葡萄种植的时候，恰逢法国禁止从意大利进口葡萄酒。从1878年至1903年，葡萄种植面积从1.5万公顷增加到16.7万公顷，葡萄酒产量增加到5亿升。在巴黎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为倍遭冷落的总督辖地争取更多的自治权的大戏，并在德雷福斯丑闻（Dreyfus-Affäre）[7]狂热的气氛中取得了成功。1898年，阿尔及利亚获得了自己的预算，预算由财政代表团（délégations financières，总督辖地的一种议会，由48个欧洲人和21个穆斯林组成）监督。

在相邻的突尼斯，欧洲各国领事之间的争斗使法国得到了好处，因为改革大臣哈伊尔丁（Khair al-Dhin，1873～1877年在任）为制衡英国人而承认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拥有特权。英国人曾于1861年获得了铁路修建特许权，长时间犹豫之后，最终行动宣告破产，1876年轮到了一家法国公司，它从政府那里获得了6%的利息担保，因此能够迅速筹集到资金。很明显，对突尼斯的经济渗透更多是因为相互竞争的驻突尼斯诸领事的政治野心，欧洲资本寻找投资机会的因素则很少。因为平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虽然只是第二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且国际性的国债管理机构发挥着效用，所以促进形势改变的推动力必定来自外部。

当俄国的手伸向海峡促使英国着手制定计划后，1878年召开了平息巴尔干最新危机的柏林会议。尽管保守的迪斯雷利内阁强调帝国意识，但指的不是非洲，而是印度和抵御俄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英国把塞浦路斯视为“通往西亚的钥匙”和苏伊士运河的外围堡垒。然而，现在考虑到列强之间的平衡必须对法国作出一些补偿。“如果你愿意就把突尼斯拿去吧（Prenez Tunis si vous voulez）”是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向法国同行提出的建议，该建议获得了首相迪斯雷利的准允和俾斯麦的支持。但是法国首先做的只是建议当地作为被保护国，而总督拒绝这样做。直到1880年，这个亲王的宠儿从法方转向意大利方以及不太温和的格莱斯顿内阁在伦敦执政时，法国外交部才以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边界事件为由使武力干涉在内阁和议会获得通过。从阿尔及利亚派出了3万人的军队，8000人在比塞大港（Bizerta）登陆，他们没有遇到抵抗。1881年5月12日通过《巴尔多条约》（Bardovertrag）确立了法国的保护国地位。直到此时才在突尼斯中部和南部爆发了起义，起义部队连同增援部队的5万人均被击败。

《巴尔多条约》和补充的《拉马尔萨协定》（La Marsa，1883年6月8日）都相当模糊，条约里根本没有出现保护国（Protektorat）这个词。实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任总督保罗·康邦（Paul Cambon，1882～1886年在任）的作品。形式上它依旧是一个绝对的君主政体，直到1891年才按照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模式建立了大会。但是在君主那里总督不仅是法国的代表，而且还是君主的首相和外交大臣，没有他的副署任何文件都无效。在危机的情况下他可以调动法国军队。他建立了由法国人员管理运营的中央行政机构，通过13个民事监督员（contrôleurs civils）监督传统的地方行政机关。旧国债的利息统一为5%，发行了利息为4%的新国债，也就是由法国担保的贷款。由于利息的降低和严格的财政管理，预算得以平衡甚至还有些盈余。这些筹措到的资金被投入到了法国式的教育事业和健康服务中，但是需要很长时间这些才可能在城市之外取得成效。

《土地法》（Land Act）的修订使欧洲人也可能获得土地之后，农业的开发便委托给了欧洲的个人首倡者。阿尔及利亚模式的殖民政策 仅仅是权宜之计，而为了开采矿藏建起了铁路和港口。1899年开始开采磷酸盐矿，1905年产量达521000吨。1907年又加上了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带的铁矿。突尼斯给人以日益繁荣的印象。可是在突尼斯，意大利人一如既往多于法国人，1901年为71000人。在法国与意大利的政治关系重又改善的过程中，他们在1896年获得了与法国人几乎完全相同的权利，不过没有法国公民权。长此以往，办有学校、报纸、俱乐部等的意大利社区成了国中之国。因为很多意大利人始终认为，他们的国家比法国对突尼斯具有更久远和更合理的权利要求。

埃及已经成为非洲最发达的国家，拥有足足15000公里的铁路，8000公里的电报线和4500所公立学校。但是它的财政状况却是灾难性的。因此，赫迪夫伊斯梅尔最终于1875年出售了埃及因合作而得的十六分之七的苏伊士运河股份（177000股），以400万英镑卖给了英国政府。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能够避免国家财政1876年的破产。鉴于与埃及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而且也因为埃及的债权人大多数是法国人，所以法国政府感到有义务进行干涉。不过，干涉仅限于像在突尼斯那样共同管理债务；法国公众舆论不赞成进一步的行动。保守的英国政府并不准备从官方角度为英国债权人的私人利益提供帮助。它辩称购买股权是“政治金融交易（political transaction）”。如果埃及的政治体系崩溃的话，通往印度的海路就会有危险。但是对埃及贸易安全的担忧私下里的确发挥了作用。1877/1878年的尼罗河特大洪水、瘟疫和饥荒之后，那里的农业——国家财政的支柱——也陷于崩溃。但是20%的土地属于赫迪夫并且是免税的，还有20%的大地产是享受税收优惠的奥斯曼出身的寡头的财产。对此，伊斯梅尔不想改变什么，就像不想改变他的独裁一样，尽管他为了吸引在此期间出现的埃及本土精英而实施了国家的转向，并且单方面将有担保的国债的利息降为5%。

针对这一侮辱，列强首先选择的是一条间接的道路，促使苏丹于1879年6月用赫迪夫的儿子陶菲克（Tawfik）取代了他。至1881年，陶菲克的部长们成功地解决了财政危机。对农民实施优惠的降低税收政策，对特权阶层严格征税和改善债款索还等构成了财政政策的基础。国家收入的一半被储备起来用于支付利息和偿还债务，为此，债权人必须同意将利息降至5%。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一个国际债务委员会，其主席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他们成为在政府部门提供咨询的国家财政监督员。但是财政整顿却未取得政治成果，因为统治者的更迭导致精英们分裂成一个个相互争斗的派别。另外，新近晋升的、祖籍埃及的军官们成功地依靠自己的军队顶住奥斯曼老统帅部的压力贯彻自己的意志。1881年，他们以一次出于爱国心的暴动回应法国对突尼斯的占领，然而此举引发的后果却正是他们想让埃及避免的事情。

此时，赫迪夫不得不任命了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部长，自1882年起，艾哈迈德·乌拉比（Ahmad Urabi）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作为国防部长，他是埃及军官的领袖和民众的偶像。国防部谨慎地触及债务处理问题，但坚决反对西方插手其他财政政策。英法的一份有利于被罢黜的赫迪夫的照会被视为一种挑衅。尽管英法代表在此期间敦促进行军事干预，认为那是对付无政府状态和仇外的唯一手段，英国还是踌躇不决，但认为一定要与法国保持步伐一致，从而阻止乌拉比集团靠近巴黎。乌拉比为确保自己的地位所采取的措施间接导致总督被彻底剥夺了权力。此时，领事们叫来了一个英法海军舰队帮忙，但是舰队抵达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即将爆发的动乱被归咎于乌拉比对基督徒的屠杀。因为赫迪夫暗示，欧洲人若采取行动，对他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1882年6月11日对亚历山大港的轰炸导致了受人欢迎的国防部长的倒台。然而法国人没有参与这次行动。结果是亚历山大港彻底被毁，赫迪夫逃到了英国人那里，英国海军将军派他的部队登陆，以便在“总督的准允下”维护法律和秩序。现在放弃就等于把埃及拱手让给乌拉比派甚至法国人。所以下议院通过了为埃及战争拨款230万镑的法案。由乌拉比宣布进行的“圣战”在一次从苏伊士运河发起的侧翼进攻 面前迅速失败。9月政府投降，随后开罗被占领。

因为情况表明不能重建过去那样的政权，英国人开始了改革，首先计划至1885年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如同当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一样，他们现在在埃及成了自己干涉行动的俘虏。铁路进行英国式的管理，英国人训练的宪兵队替代了解散的军队，由于法国代表缺席，财政管理由英国独自接管。尽管赫迪夫陶菲克被允许重新委任一个内阁，但是1884年1月4日从伦敦发来的紧急公函一劳永逸地规定，一位埃及部长除了接受英国领事巴林的“建议”之外别无选择。

英国人之所以长期滞留在埃及与1883年的危机紧密相关，当时巨额军事支出造成了新的赤字，却不能阻止英国人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cks）统率的埃及人在与苏丹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对抗中遭受失败。后者获胜意味着英国人在非洲和印度航路的地位又多了一个新的威胁。尽管在逊尼派的神学体系里原本没有定说，但是在伊斯兰教中不仅仅在（西）非洲一再出现真主差遣的革新者。他们的标准作用就是马赫迪的作用，就是真主自己“引领正道（Rechtgeleiteten）”的作用。在苏丹，这种千禧年运动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对欧洲的渗透的排外主义反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和苏丹的清教徒与他的一些追随者不同，对前两者而言涉及的是彻底摒弃埃及的现代化政策，因为它雇佣不信真主的人并模仿其习俗；而对于后者而言涉及的则是反抗对埃及的征税和废止关乎生命大事的奴隶贸易。但是这位马赫迪还不能被解读为苏丹独立的先驱，因为第一，对伊斯兰教而言这一运动是统治世界的开端，绝不是一个尚未出现的苏丹民族的开端；其次，马赫迪主义（Mahdismus）意味着苏丹伊斯兰教的分裂，这种分裂虽有所缓和，却仍悄然存在至今天。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伊斯兰教的南部边界地区长大并成为严肃论者，他教导人们皈依伊斯兰教，越来越确信自己受到特别的呼召。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Abdallahi ibn Muhammad）坚定了他的信念，这位来自西南的先知一直在寻找马赫迪并于1881年与他相会。同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公开宣布自己是马赫迪，模仿先知呼召大家进行仪式上的出走，也就是离开 不信真主者的组织。拘捕他的企图的失败使他声望鹊起。1882年，他已经率领一支军队开始征服，至1884年，科尔多凡（Kordofan）、达尔富尔（Darfur）和加扎勒河（Bahral-Ghazal）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的追随者已经控制了喀土穆与埃及以及红海之间的区域。艾敏帕夏治下的赤道省与开罗的联系被切断。英国人重又寄希望于1879年在总督任上被解职的戈登，他受命撤离喀土穆。1884年他在那里被包围，1885年1月26日死于攻城战中，但好像不是像迅速创造出来用作政治工具的英国英雄传说所说的，像英雄似的被刺身亡，而是直接被子弹击中而死。马赫迪建立起了他的首都，但不是在不纯洁的喀土穆，而是在尼罗河另一边的恩图曼（Omdurman）。

他的王国改换了名称，但与埃及极其相像。信徒此前错误地作为赋税交到埃及国库的钱，现在须作为“布施（Almosen）”缴纳到马赫迪的国库，当然起初完全是为了救济目的。严厉的婚姻立法是第二项社会政治改革。按照早期伊斯兰教的做法，马赫迪在最高层设立了四个哈里发，当然位于首位的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在他们中间占主导地位。他是军队统帅，马赫迪的副手，1885年马赫迪去世后（估计死于伤寒）最终成为继任者。第三个哈里发的位置巧妙地为塞努西亚的首领预备着，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一位置。英国人在此期间放弃了苏丹，因为埃及的资源不够支付重新占领的费用。人们也看不到为此投入宗主国宝贵资源的理由。

可是这种隐忍有一个例外——红海海岸地区，在那里有可能威胁印度航路的不仅是马赫迪王国和埃塞俄比亚，而且还有欧洲的竞争对手们。因此，英国在与马赫迪人的斗争中坚守着萨瓦金港口，在索马里北部海岸，英国的庇护条约取代了埃及人的存在。法国人也于1884/1885年把奥博克地区最终变成了殖民地。驻地在阿萨布的洛巴蒂诺轮船公司（Reederei Rubattino）尽管开有意大利至印度的轮船航线，却从未真正掌控自己的领地，1882年，它的领地被新的意大利统一国家接管成为其第一个殖民地。对意大利很不利的突尼斯丑闻激发了那里的殖民激情，意大利转向红海正合英国的心意。意大利不再是威胁，而是变成了受欢迎的小伙伴和代理人。1885年，一支意大利探险队占领了埃及放弃的马萨瓦并开始对 厄立特里亚腹地渗透，这是一次朝着积极殖民政策的转变，尽管这项政策的背后尚缺少有纲领的扩张计划，它仍然受到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热烈拥护。

对于法国人来说，奥博克是前往印度支那途中的一个站点，也是前往马达加斯加途中的一个站点，在马达加斯加，法国一直与地位有利的英国进行着利益较量。改革家赖尼莱亚里沃尼其间徒劳地进行了建立政府各部的尝试，但是1881年颁布了一部共有305项条款的法律，它取代了1868年制定的101项条款并调整了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等。伦敦传教士协会建立了1200所教堂和诸多学校，为培养传教士、教师和医生各建了一所大学。英国首相徒劳地希望英国能抵御住法国的野心；显然伦敦想在这里小心应付法国人的敏感。1881年，法国领事要求收回过去在东海岸的领地和满足让·拉波尔德继承人的愿望，他遭到了拒绝，因为所有这些土地都是英国女王的财产。1882年，英国准允其臣民今后作为土地的租借者，但绝不能成为土地的所有人，但是法国拒绝了。一个新的海军司令继而于1883年开始采取敌对行动。战争久拖未决，直到一方面因为封锁，另一方面因法国政府在法越战争危机中垮台，缔结和约的条件成熟了。1885年12月17日的条约委托法国总督处理马达加斯加的外交事务，而女王在内政方面的君权须得到保证，法国对土地的占有以租赁99年为限。但是法国获得了北岬角的一个据点和1000万法国法郎的补偿。这个条约的表述不是很明确，以至于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督才会用尽手腕为正确解读争辩了很长时间。

在北非和东北非，这种新型帝国主义表明自己既不是无所不在和有计划的，也不是经济利益的单纯作用。恰恰相反，有时政治还利用经济利益为其目的服务。然而在西非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几乎不存在政治冲突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利益能够和愿意轻而易举地促使自己的政府采取行动。因为西非贸易在欧洲的国民经济框架里无足轻重，因而参与者不一定具有多么大的政治影响力。此外，相关公司有时压根就没有兴趣过多地受其本土约束，而是更愿意大量销售来自外国的商品，如果它们的销路好；或者说它们更喜欢停靠在非洲人的港口而不是欧洲人的据点，如果那里的关税较低。蒸汽船取代帆船使得这些公司更加灵活，而且不再受限于风情和洋流。人们能够驶向全新的港口，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溯流而上深入内陆腹地。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各个欧洲贸易体系的扩大，因此它们必然在不断更新的地方发生碰撞。还有一个后果是，非洲的中转贸易和与此相关的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关系的稳定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令人生忧。

初时，英国人应对这种发展试图采用的方法是运用他们的至上权威论，或是在避免引起轰动和高额费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或者直接吞并以悄然扩大自己的非官方霸权。1875/1876年，殖民地部长卡纳冯伯爵亨利·赫伯特（Henry Herbert Carnarvon）希望法国能够承认从摩洛哥至加蓬（塞内加尔除外）的英国霸权。尽管法国海军和殖民地极力反对进行这种确认，但是法国当局在战争在即的危机之后过分依靠伦敦方面的支持，不敢为了非洲冒惹恼英国之险。不过到1878年的柏林会议期间，法国成了天平上起决定作用的砝码，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设法阻挠了本国的区域性扩张计划，而且在西非也宁愿回避法国的任何挑衅。

而法国此时再没有必要为了自己在欧洲的安全而牺牲殖民地的机会。借助左派的推动，好战的资产阶级派别于1879年，掌握了政权，外交部因此更倾向于准予殖民地首倡者自己做主。起始点是塞内加尔，那里的圣路易斯（St. Louis）、戈雷岛、达喀尔和吕菲斯克（Rufisque）四个公社的居民已被同化，拥有法国公民权，自1879年起可以选出一个议员进入国民议会，可以选出一个殖民地总理事会。掌控着花生生意，因此也控制着地方商会的大贸易公司反对占领，因为占领只会扰乱它们完备的贸易体系。然而那些获准利用蒸汽轮运输以降低成本以及参与贸易的小商人常常是激进的共和派和爱国者，他们鼓动吞并花生生产地。费德尔布的地缘战略计划复活，即一方面扩张至尼日尔河并建立与阿尔及利亚的通道，另一方面扩张至尼日尔河河口。对此感兴趣的军官们大力宣传未来的经济愿景，目的是推行大国政治而不是相反的做法。完全没有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国公众舆论可能会因此受到蒙蔽。1879年，议会被诱使大力赞同在阿尔及利亚与法属苏丹之间修建横穿撒哈拉的铁路，它使和平渗入内陆成为可能。然而由于主管政治家的共谋，资金被挪用于占领苏丹。自1879年起在上塞内加尔有一支法国军队，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实施着它的帝国主义计划，直到1897年，英国人才使它的向东扩张止步于尼日尔河边。在总督布里埃尔·德利斯勒（Brière de l’Isle，1876～1881年在任）首先援引了费德尔布的计划之后，1879年至1883年，海军上将让·贝尔纳·若雷吉贝里（Jean Bernard Jauréguiberry）担任主管殖民地事务的海军部长，他是一个热心于扩张的塞内加尔前总督和坚定的反英派。

但是在向内陆推进的过程中，法国人遇到的不仅有厄尔·哈吉·奥马尔的儿子统治下的已经衰败的图库洛尔王朝，更重要的是还有更加年轻和更有影响力的萨莫利·杜尔（Samori Touré，约1830～1900年）的王国。最初他只是来自马林科族的一个迪尤拉商人，自1867年起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表现使他在1880年代中期占领了尼日尔河上游的广大地区。1884年至1886年间，他把贯彻纯洁的伊斯兰教用于他攻击非洲竞争者继续扩张的计划。1885年的一场冲突对他来说大有收获，而之后他却完全准备好与法国人划分势力范围。为了抢在英国人行动之前占领先机，法国人偷偷往条约里塞进一个附加条款，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承认法国的庇护。这里还只是涉及与英国的竞争，到了合适的时间人们会让萨莫利消失。

在真正的几内亚海岸再往南的地区，在此期间充满了愈加激烈的竞争。法国商人此前对政治行动始终抱着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更高的港口关税，他们觉得受到英国和德国竞争者的限制，这不仅是因为后者的行动，而且也是由于他们自己生意的扩大。尽管法国1880年对西非的出口额只相当于英国1854年已经达到的水平，但是自那时起，英国对西非的出口额仅增长了41.6%，而法国仅从1875年起就增加了405%。1874年，英国建立了殖民地黄金海岸，它至1886年都控制着拉各斯，这或许宣示着英国独家 控制着这一整个海岸地区，不过1880年，法国从黄金海岸出口的货物至少与从塞内加尔出口的一样多。最终，德国公司在一艘军舰参与的情况下也在多哥海岸边签订了多个条约并将英国人挤出了阿内霍（Anecho），1883年，法国宣布它对今天多哥东半边海岸拥有庇护权，从而将德国人阻止在东边相邻的、尚保持独立的达荷美之外。在达荷美的东南角，他们与拉各斯的英国人争夺着对同样还保持独立的波多诺伏（Porto Novo）的影响力，如果想经拉各斯主导重要城市阿贝奥库塔的对外联系，控制波多诺伏就十分必要。1864年，波多诺伏拒绝了法国的庇护，1883年，它不得不接受这种庇护，将其作为应对英国人的推进的反措施。

在今尼日利亚的海岸，英国人占有优势地位。1870年代，约鲁巴人的城市和埃格巴人的城市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严重损害了拉各斯的商业贸易。但是这段时间前后，英国领事老卡拉巴尔在尼日尔河和克罗斯河（Cross River）之间的东部海岸签订了多个条约，从而得以于1885年宣布“对尼日尔地区的庇护（Protectorate of the Niger Districts）”，以确保在此期间已经形成的势力划分。尼日尔河被视为进入内陆的最佳途径，可以摆脱成本昂贵的非洲转手贸易。1878年有四家英国公司在那里活动，当出现了德国和法国竞争者时，在乔治·戈尔迪（George T. Goldie）的倡导下它们联合为一家公司，自1882年起被称为国家非洲公司（National African Company），并通过倾销价格使法国人破产。1883年，若雷吉贝里的继承者无法继续进行反击，戈尔迪得以至1885年收购了所有法国竞争者的公司。尼日尔河下游处于英国的掌控之中。

尽管水流湍急，刚果河仍然是非洲内陆贸易的重要通道。因此，英国知道应阻止葡萄牙人经河口地区进行控制。但是1879/1880年却出人意料地（因为不是出自迄今为止的贸易体系）出现了两位新的申请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和法国研究者萨沃尼昂·德·布拉柴（Savorgnan de Brazza）。长期以来，利奥波德坚信比利时殖民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他人兴趣不大便决定先以个人名义做这笔生意。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作过尝试之后他转到了非洲中部，首先于1876年建立了国际非洲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Africaine）进行研究，随后于1879年建立了刚果河上游研究中心（Comité d’Etudes du Haut-Congo）作为勘察大陆经济可能性的股份公司。美国 旅行家亨利·莫顿·斯坦利溯刚果河而上建立起一个个商站，通过签订合同确保了自1882年新建的国际刚果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u Congo）的采矿和贸易垄断权。1879年，斯坦利在刚果河下游的维维（Vivi）建立了一个站点，然后为绕过湍流修筑了一条通往马莱博湖（Malebo）或者斯坦利湖的道路，那里很快就出现了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金沙萨（Kinshasa）］。1881年至1883年，他乘坐一艘通过陆路运到那里的蒸汽轮溯刚果河而上，抵达了他在斯坦利瀑布边修建的最远的商站，也就是后来的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基桑加尼（Kisangani）］。它已经处于东非斯瓦希里商人活动的地区，一开始就迫使斯瓦希里解体，到1887年干脆让其首领提普·提普当了那里的总督。为了充实力量，国际刚果协会其间在坦噶尼喀湖东岸建立了常驻地，又从安哥拉顺开赛河而下抵达斯坦利湖。在此过程中还谈不上是政治控制，而仅仅是经济开发。利奥波德把事情转向另一个方向归咎于法国人。

1880年9月，自己出资行动的旅行家萨沃尼昂·德·布拉柴与安济科王国国王马可可签订了一个条约，国王在条约中将刚果河下游右岸自己的领地割让给法国——不管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就连若雷吉贝里也想拒绝这个关于一片法国没有利益所在的土地的条约，可它却在1882年被民族巨浪托着在国会获得通过，尽管人们私下里向英国的主要对手保证继续进行自由贸易。但是随后，利奥波德自1881年起要求将承认他的封建主权力（Suzeränität）写入条约，自1882年起要求将他的主权写进条约，到1884年居然为他个人的国际刚果协会提出占据刚果领土的诉求。法国被争取了过来，因为为了瓦解国际刚果协会，人们承认法国拥有第一优先购买权。而英国则打出了葡萄牙这张牌，于1884年以条约的形式承认葡萄牙对刚果河河口的要求，葡萄牙曾为此征战了很长时间。接着，德·布拉柴和法国海军受命签订其他条约并占领该地区，这些事于1883年至1885年开始进行。此时，就连英国自由党内阁也认识到，自己的非官方霸权不能继续维持在同一个水平上，对它来说，在被勉强接受的自己的庇护与法国的庇护之间只留有一种选择，在它眼里后者简直就意味着灾难。

在南非不存在这一类竞争。但是英国的政策在这里不仅要顾及刚刚建立的非洲各帝国，而且要考虑到各布尔人共和国的殖民帝国主义和开普省的殖民帝国主义。因为开普省自1872年起由一个主管部治理，在1890年至1895年担任首相的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倡议下，它尝试着实行它自己的一套帝国主义政策。1885年，罗兹促使英国人宣布茨瓦纳兰（Tswanaland）北部地区（今博茨瓦纳）也为庇护地区，就如同1884年在南部地区发生的那样。至此，布尔人从德兰士瓦向西扩张和德国人从西南非洲向东扩张都被止住了脚步。茨瓦纳兰南部地区成了地产投机的对象，最终于1895年在开普敦崛起，而受庇护地位则确保茨瓦纳兰北部地区——此时叫贝专纳兰（Betschuanaland）——面对开普敦和布尔帝国主义保持着艰难的自治。同样，巴苏陀兰自1884年起也最终享受到同一个特权。因为开普敦总督和负责整个南非事务的英国高级专员巴特尔·弗里尔爵士（Sir Bartle Frere）在1877年至1880年其实是在消灭各非洲王国，至1897年，这种消灭在其他事件中完成。除此之外，从1877年至1884年，他还按照他的由英国统治南非的帝国理念暂时吞并了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

其间，祖籍不同的传教士试图渗透进整个南非和中非。从其后果看，完全可以把他们称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即使他们本人绝没有这种意图，即使他们的活动绝非都很成功。在姆兹里卡兹的政治社会体系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是伦敦传教士协会还是耶稣会成员，在马塔贝莱兰都没能使一个人皈依基督教。相反，苏格兰教会在赞比西河以北不稳定世界里的部分地区取得了成功。自由教会性质的利文斯敦尼亚布道团（Mission Livingstonia）于1878年在马拉维湖南部尽头的岸边建立了一家公司，从1881年起称为非洲雷克斯公司（African Lakes Company）。它试图以商业种植为基础排挤欧洲人的非洲贸易。这一设想与它的差传一样成功。1894年，1000多个孩子走进了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学校，数以千计的非洲人为非洲雷克斯公司或者白人殖民者打工。他们接受提供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组合不就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危机吗？

在西南非洲的莱茵差传会（Rheinische Mission）与苏格兰教会极为相似，这不仅是因为与生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和文明使命，而且也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先锋。英国采取的一些帝国主义措施已经是 着眼于德国的行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与被轻视的葡萄牙相比毕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对手。诚然，俾斯麦已经宣告1871年之后帝国在领土上已经满足了；他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就这方面而言，要到他的继任者当政时才谈得上真正的帝国主义政策——另外，这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在时间顺序上也是一致的。可为什么俾斯麦1884/1885年突然转向一种积极的殖民政策而随后又同样突然地放弃了这种政策？可能这些决策都基于这位诡计多端的首相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政治方面的考虑，这种考虑绝不可能被简化成唯一的动机！

因为占有殖民地的愿望在德国公众舆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西南非洲活动的莱茵差传会巡视员弗里德里希·法布里（Friedrich Fabri），他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宣传鼓动者之一。各种组织相继成立，其中首先应列举的是德意志殖民协会（Deutscher Kolonialverein，1882年）和德意志殖民地协会（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1884年），它们后来于1888年合并为德意志殖民联合会（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在帝国议会里，殖民政策起初只得到了民族自由党人和部分中央党人的支持，而坚决拒绝它的一方面是保守党人，另一方面是左翼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但这种情况没有保持下去。当帝国主义在世纪之交达到其高潮时，很快，几乎所有的政党都被争取过来赞同殖民政策，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人士。

除了宣传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化了的民族主义，还进行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论证。德国正处在生产过剩的重压之下，论证中这样说。它必须将自己的过剩人口像自己的商品和资本一样向外输出。通过殖民地确保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就意味着确保就业岗位。对此还不满足的人可以移民国外，而这种移居还包括将制造动乱的社会民主党人流放到一个德意志的澳大利亚或者西伯利亚。借助这种可能的“社会问题的输出”（Wilhelm Liebknecht）可以消除资产阶级对反叛的工人大众的恐惧。这类论点不是专属于德国的，而是帝国主义的公共财产。俾斯麦不赞同这些观点，但却迁就和利用它。当然，他有要求建立稳定的销售市场的意识，但他与举足轻重的经济界人士一样，对殖民地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价值实际评价很低。

德国金融资本还是长期对殖民地缺少兴趣；它在其他地方进行着自己的商业活动，它更寄希望于国际合作而不是国际竞争。即使是其西非贸易不断增长的汉萨同盟成员暂时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背离自由贸易可靠的游戏规则。易北河烈性酒在汉堡对西非的出口份额中占五分之三，即使这样也没能使当地容克成为殖民政策的拥护者。商人和银行家这种特殊的克制态度是由一种特殊的利益形态决定的，或者说它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和只是侧重于政治考量。起重要作用的是阿道夫·沃尔曼（Adolph Woermann），除贸易外，他的汉堡轮船公司也经营西非的种植园，而且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威胁着自己的商业活动，因为他们有排除他人、仅由他们两家划分那里的利益范围的倾向。沃尔曼成功地争取到汉堡商会对殖民地政治行动的支持，却没有赢得政府的支持。至少俾斯麦不会让人夺走这种首倡权。

自1842年起，莱茵差传会在西南非洲的两个重要族群中活动，一个是在中央高原从事畜牧业的赫雷罗（Herero）班图人，一个是在贫瘠的南方绿洲中生活的纳马（Nama）［或称霍屯督（Hottentotten）］科伊桑人。后者也是畜牧者，但是由于生活条件贫乏，他们同时也狩猎、采集和抢掠牲畜——请注意是在赫雷罗人那里抢掠。19世纪，纳马人通过所谓的奥尔拉姆人（Oorlam）增强了实力，后者是从南非来的迁徙群体、混血儿和逃亡奴隶，混血儿和逃亡奴隶作为基督徒已经熟悉了布尔文化的成果，这样一来，原有的冲突就更加尖锐了。拥有战马和火器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让琼克（Jonker）非洲人族群建立了一个也统治着赫雷罗人的霸权。不过，据称所谓的琼克非洲人消亡后，赫雷罗人的自由之战主要是由白人传教士和商人煽动起来的，目的是摆脱纳马人的控制创建一条与赫雷罗人之间的无障碍通道。结果是形成了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霸权企图之间的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前者力求将自己的牧场向南推进，而后者在此期间又有了新的中心人物亨德里克·维特布伊（Hendrik Witbooi）。传教士和商人们感觉自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种情况的不稳定性给他们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好处。因此，莱茵差传会早在1868年和1880年就先后向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提出庇护请求，但两次请求都徒劳无功。于是它支持开普敦向西南非洲扩张的企图，但是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因为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不准备承担自己原本期望的吞并那片土地所需要的费用，还因为英国格莱斯顿内阁更想抑制南非的次级帝国主义。因此，1878年吞并西南海岸唯一的良港沃尔维斯港（Walfischbai）时执行的政策依照的完全是英国自由贸易至上的路线。

然而在此期间，德国的撞运气者对南非发掘出的黄金和钻石产生了兴趣，并且希望在地理环境非常相似的西南非洲也能有类似的收获。于是1883年夏季，不来梅烟草商阿道夫·吕德里茨（Adolph Lüderitz）与一位纳马酋长签订了数个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吕德里茨购得小海湾（Angra Pequena）和从橘河河口至南纬26°、纵深20里的一个海岸地带。误解或是故意欺骗造成了如下后果：纳马人以1英里等于1.6公里计算，而德国方面却以1地理里（Geographische Meile）等于7.4公里计算，也就是说用一个宽150公里的地带取代了宽30公里的地带，面积扩大了4倍。通过与土著和葡萄牙人签订的其他协议，并借建立由英国庇护的贝专纳兰之机划定边界线，德国人占据的土地至1886年超过了80万平方公里。

当然，这已经超出了吕德里茨力所能及的范围，于是不得不在1885年将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德国西南非殖民公司（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 für Südwestafrika）。这家资本投资公司的建立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为了讨帝国首相的欢心。俾斯麦要的不是“殖民地（Kolonien）”，而是“保护地（Schutzgebiete）”（Protekoraten一词的德语翻译），保护地由私人特许公司自费和自担风险开发及管理。这样的具有前现代特征的计划在同一时间内不仅仅在英国复活。这样，帝国政府不仅省去了一笔费用，而且还可以防止帝国议会通过它的预算权向殖民地施加影响。特许证计划失败而帝国不得不承担责任时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为此，在西南非洲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于1885年派出法学家海因里希·戈林（Heinrich Göring）作为帝国的全权代表。

在东非起初也有一个冒险家，他就是牧师的儿子——历史学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1884/1885年，他在一次由他的德国殖民公司资助的旅行中在今坦桑尼亚境内巴加莫约（Bagamoyo）的腹地签订了多个保护协议，保护地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这些协议应该为建立一个德属印度（deutsches Indien）铺上了基石。尽管他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体系中的捣乱者，尽管这一体系中的德国合伙人，即 对桑给巴尔怀有热情的汉堡商行对这种关系的改变毫无兴趣，尽管——或者恰恰因为——与英国霸权之间的矛盾在桑给巴尔已有呈现，彼得斯还是得到了首相和皇帝的支持。一家德国东非公司（Deutsch-Ostafrikanische Gesellschaft）建立起来了，它的最大投资者是投入50万马克的皇帝。德国资本在这里比在西南非洲还要克制一些。此时，彼得斯可以作为帝国全权代表动身前去签署其他协议并向非洲人展示德意志帝国的优越性。

到那时为止，英国人对在这个地区获取土地没有兴趣。苏格兰的印度航运船主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意图用一家股份公司接管桑给巴尔苏丹的整个大陆利益和贸易，他的方案由于缺少伦敦的支持而失败。对桑给巴尔的非官方控制显得已经足够了。因此，当时受到不同方面逼迫的英国政府在1886年年底与德国互致照会之后同意签订一个协议，该协议保证苏丹对海岸的控制，但是针对内陆则确定了英国和德国利益范围的界限，此举导致了后来的德国东非殖民地（再后来的英国委任统治地坦噶尼喀）和肯尼亚的边界线的确定。德国放弃了今肯尼亚和索马里境内的据点。一如既往，中规中矩地占领土地被看作多余的，因为斯瓦希里人的东非商业体系已被证明是具有适应能力和对欧洲人友善的，以至于甚至能经受住由英国推行的废止奴隶贸易。官方的贸易世界，也就是说欧洲人、苏丹、印度投资者和大陆巨商，专注于象牙和新货物，如橡胶。不过，另外始终还存在着一个奴隶贩子的地下世界，因为对于这种商品的需求仍然存在。但是这一官方体系在促进欧洲扩张。甚至提普·提普都成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总督。

这种形势有利于通过基督教传道进行成功渗透，传道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力主把反对奴隶贸易作为自己的事业，特别是试图以此赢得家乡民众的支持。在英国各个反奴隶制协会中，非洲传教士们此时起着决定性作用。除了英国新教的差传会，自1878年起也出现了天主教的“白人教父”，一个专门为非洲传道，特别是在穆斯林中传道而创建的新修会。它的创建者枢机主教夏尔·马夏尔·拉维热里（Charles Martial Lavigerie）从1888年开始 了反对穆斯林奴隶贸易的行动，结果是在天主教的欧洲也建立起相应的协会。但是通过欧洲人的统治确保传道显得没有必要。新近有人再度尝试将帝国主义归因于“征讨”奴隶制（Egon Flaig），这种做法混淆了动机与证明政策合法的策略。戏剧性的宗教冲突属于例外，如布干达的宗教冲突。在其脱离伊斯兰教的过程中，那里的国王于1876年让人处决了侍从中的穆斯林，也就是国家的青年才俊，因为他们不忠诚。在其继任者的统治下，1885年至1887年，百余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天主教会于1964年宣布他们中的22人为圣徒。

德国在西非占据土地起因于其他的先决条件，因为在喀麦隆和多哥存在着明确的经济利益。在利比亚和刚果河河口之间经营着国外代理机构和种植园的汉萨同盟成员看到英国和法国加强控制以及刚果地区的发展威胁着自己的利益。在另一个大国的地盘里还能在与之前相同的有利条件下继续顺利地经营，这在关税保护政策不断扩大的时代是难以期待的。他们的意见成功地促使俾斯麦于1884年春季委派非洲学者和驻突尼斯总领事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作为帝国全权代表前往西非，起初的任务只是考察贸易情况以及让英国人、法国人和非洲人承认德国商人的平等地位。在汉萨同盟成员的敦促下，任务中又增加了这样一条指令：为作为霸主的德国皇帝对商行在那里签有协议的海岸地点实施占领。据此，纳赫蒂加尔于1884年7月5日和6日在多哥海岸的韦尔贝尔和布罗姆公司（Firma Wölber und Brohm）的影响区域里升起了德国国旗，随后又于7月14日至8月1日在喀麦隆海岸的不同地点做了同一件事情。

在大多数情况下，纳赫蒂加尔都会比有相关意图的英国早几天采取行动。另外，喀麦隆海岸边的杜阿拉商贾民族看到自己的转手贸易垄断已经出了问题，其中几个部族倾向于德国人，其他部族则倾向于英国人，到年底德国的一次炮轰制服了反对者，英国的抗议是难免的。在与伦敦的直接谈判中得以再次取得平衡，喀麦隆归德国，尼日利亚则归属英国管理。那里 的海岸边的一家德国公司的要求恰好适合作为平衡物。此时有可能出现英国对尼日尔进行庇护的情况。尽管俾斯麦也在这里敦促由一家私人公司承担对这一地区的保护，但是汉萨同盟成员坚决而成功地抗拒了这个要求，以至于在1885年7月不得不向喀麦隆和多哥派出了首任德国总督。

英国在三个地方全都作出了妥协，这可以从它当时的孤立地位和严峻的外交形势中得到解释，俾斯麦以强硬的态度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当他认为可能被伦敦利用拖延迷惑了的时候，在英法关系因为埃及的财政问题破裂后，他巧妙地于1884年8月说服法国人同意召开关于刚果问题的国际会议。帝国拒绝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刚果条约》（Kongovertrag），取而代之承认利奥波德为“独立的刚果国家（unabhängigen Kongostaat）”国王，请注意，条件是承认德国商业利益！利奥波德已经承认了法国在刚果的优先购买权，这正适合将法国政府导向俾斯麦一边。

1884年11月至1885年2月在柏林召开了由法国和德国共同召集的国际刚果会议（internationale Kongokonferenz）。它绝对没有瓜分非洲，因为在双边条约中对新领地的获取划清了界限，也在——而且恰恰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划清了界限。它一开始就直接涉及刚果问题，把刚果地区变成大家都可以进入的自由贸易地区，承认利奥波德的所获是中立国家。不过，随后在俾斯麦的推动下会议建立了国际法原则，即要承认对海外领地（überseeterritorien）的占有，需要对其进行正式宣布和有效占领——“有效”可以理解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特别是欧洲贸易安全方面的法律和秩序。另外还普遍禁止了奴隶贸易。随之，葡萄牙模糊宽泛的权力要求的时代终结了，同样终结的还有英国的非官方霸权。未经询问，非洲就被纳入了西方的国际法范畴，它首先导致的结果就是，取代传统的边界地区引入了精确的边界线。帝国主义在柏林呈现了它的程序原则；现在，瓜分才可以真正开始！

对非洲的瓜分和渗透

1887年的非洲地图表明，英国只拯救了它的非官方非洲霸权有限的遗产。如果谈到有效地实现剩余的要求，英国在一个帝国主义意识日益增强的保守领导层的带领下应能获得较好的结果。当然首先是利奥波德国王对不断扩大领土表现出欲壑难填的胃口，因为对于他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人来说，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利益越多。1886年至1888年建起了一支名叫“公安军（Force publique）”的军队，到1898年军队人数已经增至19000人，大部分士兵都是非正规强制招募来的刚果人，他们军饷低廉，遭受虐待，以至于引发了暴动。很大一部分士兵来源于刚果盆地中部操“林格拉语（Lingala）”的族群。凭借这支军队刚果国扩张至赞比西河、马拉维湖、维多利亚湖和尼罗河上游地区。在尼罗河边，爱德华·施尼策尔作为埃及的穆罕默德艾敏帕夏首先宣称反对马赫迪分子。利奥波德在1880年代徒劳地试图争取他支持自己。1890年代，国王的属下使用武力从韦莱河（Uëlle）推进到尼罗河。在东部一次屠杀式的战争中，斯瓦希里人的商业体系和统治体系被粉碎了。“一年后在非洲再没什么可获得的了”，据称，利奥波德1888年曾这样说。

建立起了一种发展不充分的行政系统，包括一个刚果河下游的博马大总督、12～15个行政区、183个站（1900年）和440个由行政区长官任命的头领，后者更像是国家的代理人而非地方权威人士。司法权继续掌握在行政机构手里。但行政机构的问题是要确保利润，因为1887/1888年财政收入仅为支出的十分之一。尽管利奥波德以其帝国主义的乐观精神打算放弃比利时的财政援助，但1890年和1895年多亏比利时的国家贷款把他从破产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在橡胶繁荣背景下实行的野蛮政策带来了转机。1891/1892年，利奥波德采用了“领地政权（régime domanial）”，该政权有违刚果卷宗中关于自由贸易的附加条款。根据该章程，所有未被土著人占有和未耕种的土地以及其上的产物都属于国家财产，唯有国家或经国家特许的资本公司有权对其进行开发利用。说得明白点：这是一种象牙和野生橡胶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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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0 1887年的非洲

国家的代理人得到了他们的生产酬金，而臣民则可以通过赋税义务被招来从事强制劳动——至1908年尽量 避免采用货币，从而不给他们留有其他办法——所以形成了一种具有一些犯罪特性的剥削制度。不过1901年，刚果提供的橡胶占世界产量的十分之一。

相邻的法属刚果和加蓬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发展历程。非洲人面对新的白人商业伙伴时的喜悦很快就消退了。殖民地要带来利润而不是烧钱。事情就是这样，尽管至1906年，法国在这一地区只有寥寥三十余名行政官员。于是，人们在巴黎决定竭力模仿利奥波德的模式，从1899/1900年起把这一地区分配给约40家股份公司，绝不是按特许公司模式进行管理，法国的国家利益至上论不可能接受这一套，而是为了经济剥削。因此，各个公司也将土著视为可以剥削的财产并以相应的方法对待他们。在它们当中，只有采用与相邻的刚果国同样残酷的方法的公司取得了成功。就连德国人也在地理条件相似的南喀麦隆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政体并带来了相应的后果。若想寻找帝国主义酷行方面令人难忘的材料，正确的做法就是研究当时的中非西部。

对于葡萄牙来说，柏林刚果会议决议的结果是民族屈辱，但是这给予殖民地游说集团更多的是推动力。除此之外，根据有效占领的新原则，如果不想被其他强国赶出非洲的话，就要迅速实现尽可能广泛的要求。因此，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必须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腹地扩展，根据《康特拉科斯塔计划》（contra-costa-Konzept）将后殖民国家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和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等地区也囊括在内，联合成一个大陆帝国。一支支探险队被派出进行探查和签订协议。1886年，德国和法国已准备放弃向库内内河（Kunene）以北的西海岸和鲁伏马河（Rovuma）以南的东海岸扩张。但是当英国的南非次级帝国主义分子向赞比西河推进的时候，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马拉维湖边。由于发现了一条可航船的通道，对希雷高原进行庇护在1889年对英国很具有吸引力，而且塞西尔·罗兹愿意承担这笔费用，于是英国占领了这一地区，并以粗暴的形式逼迫葡萄牙放弃；这是英属尼亚萨兰的开始。葡萄牙 政府因此垮台，然而它的后继者除了与英国签署协议之外也别无他法，不管怎么说，协议仍然在赞比西河北边为葡萄牙留下了一个20英里宽的连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通道。葡萄牙议会又使接下来的一届政府垮台，但是当葡萄牙于1891年不得不最终同意接受协议时，英国在此期间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此时各葡萄牙殖民地之间已经没有陆路相连，另外这些殖民地大都得到了它们后来的边界线。同年，利奥波德国王也准备放弃他在赞比西河流域的计划，并准备调整与葡萄牙的边界线。

但是贫穷且饱受财政危机震荡的葡萄牙无法立即完全控制住仍然巨大的地区。直到20世纪，它的各项措施的共同效应才最终促成了统治体系的建立。安哥拉得到了很多从宗主国迁入的移民，这些移民因如何对待黑人的问题时常与土生土长的克里奥尔人发生冲突。除了本格拉的制糖业和捕鱼业，整个经济是停滞的。在安哥拉逐渐扩大的种植园里劳作的黑人工人，还有被输往圣多美的人中的黑人工人，尽管有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法律，他们事实上无非就是奴隶而已。而莫桑比克则经历了它的经济繁荣，不过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更确切地说，其中大部分是委托给特许公司完成的，这些公司都受国际金融资本控制，首先是受英国金融资本控制。它们在这一地区南部的投资是为中非和南非开创通向大海的道路。至1900年建成了从洛伦索-马贵斯到德兰士瓦以及从贝拉（Beira）到罗得西亚的两条铁路线，它们的建造和营运带来了工作岗位、税收以及各港口城市的兴盛。直到今天，贝拉铁路仍然对莫桑比克的经济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外国资本在莫桑比克的统治作用并不能说明葡萄牙崇尚的是一种非经济的帝国主义。某些银行和没有国际意义、但对葡萄牙具有重要意义的纺织工业从宗主国与安哥拉的贸易顺差中获取利润。安哥拉被外来势力渗透的程度低于莫桑比克。当被怀疑充当英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教士被葡萄牙传教士（在没有葡萄牙传教士的情况下则被其他天主教传教士）所取代或者中立化的时候，这里甚至执行了一种轻度敌视外国人的政策。

葡萄牙殖民地不可逆转地陷入了从南非向外扩展的次级帝国主义的旋涡中，这种情况在改变了征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南非的帝国主义很少遵从国际列强的对抗法则，而是顺从它自己的以地下矿藏为出发点的经济推力。开采1886年发现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金矿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尽管最后几个非洲王国被毁灭，尽管试图将非洲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尽管有限制性的工作法令和强迫人去挣钱缴税的压力，可国内依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1899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生活着几十万黑人工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从莫桑比克或者更远的地方招募过来的。

当时开普敦最具实力的资本家和政治家塞西尔·罗兹（1890年成为那里的总理）首先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投资持保守态度，因此与钻石贸易不同，他在这里不可能赢得主导地位。1888年他开始尝试通过大踏步地向中非挺进来纠正这个错误，因为人们当时猜测含金岩层延伸向那里。除此之外，通过在那个区域扎根可以从陆地上包围凭借其黄金变得越来越危险的德兰士瓦。当然，英国的开普—开罗轴心的帝国主义幻景不是出自罗兹，而是来自伦敦。它的先锋是从那里被派往莫桑比克的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他与罗兹一起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希雷高原。

罗兹从优柔寡断的恩德贝勒国王洛本古拉（Lobengula）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有限的矿山开采许可证，随后从伦敦获得了特许证，该证授权他新组建的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n Company，B.S.A.C.）管理中非。索尔兹伯里的保守政府想以此来对付其他列强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在高贵的董事和人道主义空话的外衣下，涉及的是英国金融寡头为开发非洲另一个地区进行的一次联合。受约翰斯顿和罗兹委托，签订条约运动在进行中，它对包括今天的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三国的整个地区提出了权利要求。

1890年可以开始行动了。在500名英国南非公司警察的护卫下，勘探人员和移民拥入了恩德贝勒人和绍纳人之间的边界地区，不过从一开始恩德贝勒王国就是真正的目标。1893年出现了一个借口，恩德贝勒人受到攻击，被打败，他们的国门被打开，但是在此期间他们的政治体系暂时完好无损。然而这足以使英国南非公司的股票从暂时下跌转为上升，并且吸引了50万英镑的额外资本。可是到1894年情况就明了了，不可能再找到可以与威特沃特斯兰德相比的金矿。罗兹重新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德兰士瓦，移民也将他们的兴趣集中到牲畜和土地上。为恩德贝勒人安排的是最差的土地。他们的一部分牲畜也被夺走，借口为它们是他们那位被打败的国王的财产。当牛瘟来袭和警察因詹姆森袭击事件（Jameson Raid）撤回南非时，1896年开始了一场恩德贝勒人和绍纳人的大规模暴动，英国政府的军队出动，暴动才被镇压下去。1897年，恩德贝勒人同意妥协。英国政府驻布拉瓦约（Bulawayo）的一名专员未来负责监管由英国南非公司没收的非洲人的财产。它已经没有力量向再往北的签约地区进行类似的渗透。后来的马拉维于1895年被英国国家接管，而英国南非公司则坚持自己对罗得西亚（赞比亚）的权利要求，但直到20世纪才掌控了那块土地。

南非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及其经济力量对于英国帝国主义十分重要，而在其他地方它情愿作出妥协。作为对法国在东非持拖延态度的回报，英国于1886年承认了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庇护权，之后也没有阻止巴黎继续将该岛的地位降为殖民地。因1890年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的庇护权，法国驻塔那那利佛总督甚至赢得了领事的任命权。直到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成为主管部长（1894～1898年在任），老总理的持久抵抗才有了收获。现在几乎再也没有对殖民扩张的抵抗，马达加斯加的模棱两可的地位显然成了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法国强烈要求进一步让步：转让外交权，无限制的驻扎部队和公共工作的权限。拖延回答即意味着战争，尽管法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战争还是以1895年10月女王投降而告终；总理被流放到了阿尔及尔。总督接替了他的任务。结果导致动乱。法国议会随即宣布该岛为殖民地，不服从的贵族被枪毙，女王最终于1897年也被送往阿尔及尔。

在西非和东京（Tongking）经受过考验的总督约瑟夫·西蒙·加利埃尼（General Joseph Simon Gallieni）将军于1896年至1905年作为大总督承担着平定和治理该国的责任。他在哪里取得胜利，就在哪里设立法国岗哨，它们的首领负责一切事务，并被告诫自己的行为举止要达到一种效果，即令所有的土著人会为岗哨的消失而感到惋惜。加利埃尼让梅里纳人出资优待被征服的各个民族，他以此举获得了成功，而且最终还可以重新利用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凭借不死守教条的学习能力，他很快地认识到，马达加斯加不适合进行有计划的白人移民，因而他提倡促进当地的农业，并为此制定了新式土地法。除了178所传教学校之外，一个具有343所国立学校的法国世俗教育体系传播着政权还俗主义的教育理念。加利埃尼也创办了一所马拉加什学院（Académie malgache），把梅里纳语定为第二官方语言，此举使独立的马达加斯加能够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在1972年将当地语言定为国家语言的非洲国家之一。加利埃尼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没有遵循殖民地不得耗费一点钱财这一殖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他巧妙地在巴黎为交通道路建设筹措了6000万法郎的资金，由此，这个国家才真正地得到了开发。

由于处在德英两国在东非对抗的背风面，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占领才得以进行。由于德国人的侵入，英国对桑给巴尔的非官方霸权在那里开始动摇。因为他们是第一批着手将非官方控制转变成统治的人，所以战斗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开始了，由此，整个东非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1888/1889年，沿海地区的阿布希里（Abushiri）和布瓦纳西里（Bwana Heri）起义虽然还是非法贸易体系反抗来自桑给巴尔的控制，但也是对德国竞争者的反抗。因为德国东非公司对付不了此事，一支由帝国全权代表赫尔曼·冯·威斯曼（Hermann von Wissmann）上尉带领的远征军不得不以反对奴隶贸易为名介入进来，1891年，帝国也不得不接管了这个殖民地。在1889/1890年布鲁塞尔反对奴隶制的会议上，16个签字国同样作出承诺，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抑制奴隶贸易并为铲除仍然存在的奴隶制而努力。以此为借口对殖民地的军事控制得以完善并禁止向非洲人出售新式枪支。但是东非的起义并非信仰之战，在镇压起义中，穆斯林甚至是最好的帮手。所以德国人利用斯瓦希里人担任他们的下级官员并促进斯瓦希里语达到 一定规模，这引起了传教士的不满。但是形势暂时并没有平静下来。仅从1891年至1897年就发生了61次讨伐战和征服战。针对南部赫赫人（Hehe）的战争从1893年打到了1898年。追根溯源，那些年的喧嚣大概是因为欧洲人的占领不仅与破坏斯瓦希里人的贸易体系相关联，而且还遇上了1890年开始爆发的严重生态危机（牛瘟和天花）。

即使在其他德国殖民地，那十年中进行的这种逐渐对国家进行的渗透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西南非洲，这种渗透也同样是旷日持久的征战。赫雷罗人中的权威群体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向德国人作出了妥协，而纳马酋长亨德里克·维特布伊则坚持抵抗了数年之久，甚至还试图促成建立一个反抗入侵者的非洲人联盟。一种独特的非洲和基督教融合论决定了他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构成殖民时代早期重要的非洲原始资料的文献中也有反映。直到1894年，第二任行政长官、后来的总督特奥多尔·戈特蒂尔夫·罗伊特魏因（Theodor Gotthilf Leutwein，1894～1905年在任）才成功地依靠其间得到大力加强的驻防军迫使维特布伊投降，并借助于忠诚的酋长们将其并入了他的准封建统治体系。但是这种体系仅仅是被设想为现代国家政权和欧洲经济的先驱形式。

德国在东非的行动处在有利的形势之下，因为就连英国的保守政府也没有看到那里有特别值得保护的英国利益，因此，为报答俾斯麦在埃及对英国的支持，英国迅速屈从了德国方面的压力。然而由于暂时在埃及还存在的抉择，英国的政策自1888年起发生改变。为了埃及的安全，英国需要控制尼罗河源头地区，也就是说控制乌干达，还需要通过与东非海岸的联系保证乌干达的战略安全，因为苏丹仍然掌握在马赫迪分子手中。当然，即使是这个设定了目标的扩张行动也不能耗费金钱。因此，特许公司这一工具又派上了用场，帝国东非公司（Imperial East Africa Company，I.E.A.C.）于1888年获得了占领乌干达的皇家授权。用国家补贴修建计划好的从蒙巴萨到维多利亚湖的乌干达铁路的尝试已在议会里遇到了无法克服的抵制。

与德意志帝国达成了外交方面的一致，在世界政治中这好像要比与法国协商少花一些钱。此外，这种一致出现得也正是时候，因为彼得斯在他垮台之前推进到了乌干达。因此，1890年帝国在所谓的《赫尔戈 兰-桑给巴尔协议》（Helgoland-Sansibar-Vertrag）中获得了自1814年属于英国，至此已成为海军战略要地的赫尔戈兰岛（Helgoland），此外还获得了英国对完全获得东非海岸地带的支持，之前这个地带只是从桑给巴尔租借的，最终还获得了以当时帝国首相名字命名的卡普里维地带（Caprivi-Zipfel），从而建立了从西南非洲到赞比西河的陆路联系。为此，德国放弃了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的所有权利要求并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的庇护权。在西部，德国人坚持与刚果国的共有边界，可能是寄希望于以后的完全占有。英国作出让步，但是却要求利奥波德对具有开普—开罗连接带意义的一个走廊地带作出允诺。然而，当英德关系重新恶化时，利奥波德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又收回了他的这一允诺。

但是帝国东非公司却没有能力守住乌干达，1892年不得不放弃了它。能扔下乌干达甚至埃及不管吗？因为若想守住埃及，就也要守住乌干达。然而，帝国主义的公众舆论，尤其是乌干达使团的游说集团对于1892年至1894年执政的自由党内阁来说的确太强大了。随着1894年一个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出任首相和1895年保守党主政，向前进战略的转变发生了。乌干达铁路得到了资金，1895年至1901年修建至维多利亚湖，1911年延伸进了乌干达。1894年与布干达签署了庇护条约，随后该条约又扩展到了乌干达其他地区，不过在此期间，英国人行事有时就像布干达帝国主义的雇佣军部队！最终，一种在英国控制下非洲王侯拥有部分自治权的间接统治体系形成了，1908年伦敦承认了这一体系。然而先决条件是割让那些最适合白人移民的地区，它们被归入1895年建立的英属东非王室殖民地，即后来的肯尼亚。在这里的高原地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白人移民区，尤其是借助于乌干达铁路的开发。

在索马里兰，由埃及控制北部海岸和由桑给巴尔控制南部海岸对英国人来说已足够了。鉴于埃及和苏丹的形势发展，英国人觉得若是由意大利接管，也并非不能接受，比如在马萨瓦。由于意大利踌躇不决，他们自己与不同的索马里部族签订了条约。但是到1889年，意大利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取代桑给巴尔建立了一个起初功效不大的对南索马里海岸的保护地。由于当时与法国之间糟糕的关系，意大利人依赖于英国的支持，因此非常适合做英国的占位者。英国试图在北海岸严厉控制内陆，以便抢在奥博克的法国人之前采取行动，导致了一系列的费用昂贵的远征。1899年，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赫·哈桑（Sayid Muhammad Abdallah Hasan）开始了一场“圣战”，暂时将英国人限制在海岸地区。他在内地一直坚持到1920年离世。

但是索马里人不仅遭遇了相互竞争的欧洲帝国主义，而且还额外遭遇了埃塞俄比亚的帝国主义。虽然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内斯四世在1875/1876年间打败了埃及人，并于1878年与他最危险的对手绍阿的孟尼利克达成了一致，然而后者却利用皇帝在北方拥有他的世袭领地和被那里的各种矛盾缠累脱不开身的事实，将其势力范围向南扩张到加拉人和奥罗莫人的地区，1882年，约翰内斯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现实。1883年至1885年，孟尼利克创建了与意大利的阿萨布和法国的奥博克的并列的贸易联系，通过它们引进了新式枪支，又靠这些枪支扩张了他的统治范围。约翰内斯在此期间借助英国的帮助与埃及之间实现了和平［《休伊特条约》（Hewett-Vertrag），1884年］，却没有要回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

依靠英国人的支持，意大利人在那里立稳了脚跟并很快开始朝内陆推进。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皇帝与马赫迪不期而遇，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切断了他的枪支供应。1887年，埃塞俄比亚人在道加里（Dogali）消灭了一支向前推进的意大利部队，这导致意大利国内掀起了复仇的号叫，同时促成了孟尼利克以一个对约翰内斯的协助承诺与意大利签订了一个秘密的中立协定。在多条战线进行的战争中，埃塞俄比亚皇帝虽然于1889年取得了对马赫迪分子的胜利，但却因伤而亡。孟尼利克即刻被承认为继承者，只有死者的一个儿子在提格雷（Tigre）坚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孟尼利克在《乌查里条约》（Vertrag von Uccialli）里除马萨瓦之外还向意大利人出让了北部的阿斯马拉（Asmara）和博古斯（Bogos），而他自己则大力扩张进入索马里兰，并于1891年在一份给列强的通报里表明了对直至白尼罗河和鲁道夫湖（Rudolfsee）的领土要求。

但是条约还包含第十七款，其阿姆哈拉语（amharisch）文本的内容包含孟尼利克为意大利国王与欧洲列强的交往效力，而意大利语文本则包含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庇护。渴望成功的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首相打算实现这个要求，而孟尼利克则懂得如何不断地摆脱意大利的纠缠，当他在北方的最后一个对手顺从之后，他最终宣布废除该条约。在垮台和重又掌权之后，克里斯皮需要一个对外政策方面的大成果；总司令奥雷斯特·巴拉蒂耶里（Oreste Baratieri）将军也有相应的需求。1895年新的敌对行动爆发，意大利人继续向前推进，要求转让提格雷并承认他们的庇护权。孟尼利克的和平试探被拒绝，光荣解决所谓阿比西尼亚问题的命令下达了下去。孟尼利克因有法国人的秘密支持和与马赫迪人之间莫名其妙的停战而感到高兴，因而他能够集中起他的力量。1896年3月1日，约8万埃塞俄比亚人在阿杜瓦（Adua）战胜了2万意大利人，意军死伤及被俘共约8000人。这意味着克里斯皮政策的结束。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约》（Frieden von Addis Abeba）中意大利不得不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并退回到1891年的边界，也就是说厄立特里亚仍然是意大利的。

现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为赢得这位成功的非洲统治者的好感开始展开竞争。1897年，法国不得不满足于奥博克与吉布提的边界，却得到由法国与埃塞俄比亚以白尼罗河为界瓜分南苏丹的允诺。英国人既有苏丹问题又有索马里兰问题，他们促使孟尼利克宣布马赫迪分子为敌人，但不得不在索马里兰边界保持克制。实际上孟尼利克把双方都欺骗了。自1896年起，他便努力对哈里发阿卜杜拉作出妥协，正如他的来往信件所表明的那样，他这样做是出自这样一种认识，即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敌人。虽然埃塞俄比亚帝国主义没有成功地延伸到苏丹和后来的肯尼亚，但是孟尼利克面对锡达莫（Sidama）、奥罗莫和索马里是成功的。他的扩张确定了今天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由此在欧洲帝国主义制造的种种后果之外也制造了诸多种族问题，直至今天，东北非还得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奋斗。尽管孟尼利克把自己看成“白人”，但还是为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完全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经过同化，也就是接受基督教、阿姆哈拉语和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地位平等的臣民。这种方法毕竟成功地为统治体系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帝国的现代化局限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它仅限于技术辅助工具，如火器或者电话，电话自1902年将各省省会城市与亚的斯亚贝巴联系到了一起。其余的则更具有美化特性，是为了强调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同等地位。

孟尼利克在苏丹的政策能够从英法之间在尼罗河上游地区的矛盾中获取渔翁之利。哈里发阿卜杜拉在 各个方向继续进行“圣战”，但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在1889年至1891年的政策之后，他悄无声息地转向“一个国家内的马赫迪主义”的政策，即转向政治整顿，作为马赫迪政权它更可以被视为一个苏丹国家的先驱。策略技巧和适时的愿景让他能够对付反对派。一支职业军队取代游牧民成为政权的支柱，一个相当传统的管理体制建立起来并朝着一个世袭王朝而努力。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这种正常化，哈里发因意见的广泛一致而感到高兴。然而，当营救艾敏帕夏的斯坦利增援远征军无法守住阵地时，加扎勒河丢失了，马赫迪人虽然能够于1888年在赤道省安顿下来，却更像是被包围的卫戍部队而不像胜利的占领者。虽然他们还知道如何成功地回击刚果国1892年至1893年的第一轮攻击，但随后于1897年被刚果的公安军逼入了严重的困境。

对于英国来说，利奥波德在尼罗河上游的推进或许能阻止法国在这个地区扎根，德国正逼迫利奥波德放弃与英国签订的“走廊协议（Korridorabkommen）”，这种做法激励法国采取对抗措施。外交部部长阿诺托威胁称要告发公安军的比利时领导是刚果协议破裂的罪魁，从而能够逼迫利奥波德撤退，并重新为法国打通从苏丹中部到尼罗河的道路。军官和官员们渲染法国的这一扩张有益于赢得领土和威信，但它在经济上却没有多少意义，以至于外交部很乐意为抵抗英国在西非的平衡而放弃它。

即使对于伦敦来说，此时也涉及民族尊严。在此期间，索尔兹伯里1896年作出的从埃及向苏丹进军的决定起初并没有扩张的性质，而是想减轻所谓在厄立特里亚也遭马赫迪人逼迫的意大利人的压力以改善与三国同盟的关系。但是自1901年被称为克罗默伯爵的英国驻开罗总领事埃弗林·巴林自1883年至1907年一直是埃及真正的主人，鉴于在埃及不断增长的对英国人的憎恶，他要求为赫迪夫赢得土地。于是，野心勃勃的司令官赫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被允许继续向前推进，直到由于费用不断增长，就连消灭马赫迪主义也成了问题。1898年9月2日，哈里发的主力军在恩图曼郊外被消灭，这是一次新式速射武器的胜利。但是这次行动的目标已经改变，自6月起是控制 尼罗河上游地区。所以基奇纳于9月19日向法绍达（Faschoda）推进，从西面来的法国少校让·巴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7月在那里升起了法国三色旗。鉴于这样的力量对比，马尔尚不得不撤退。尽管这里所涉及的更多是尊严之争而不是利益之争，法绍达危机也发展到了英法开战的边缘，只是因为巴黎缺少第三方大国的支持才没有敢贸然发起战争。取而代之的是在随后1899年的一份殖民地条约确定了英属苏丹和法属苏丹之间的边界。

由于英国参与了占领，克罗默早在夏天就能够将埃及对苏丹的要求变成盎格鲁—埃及对苏丹的要求，以至于在1899年与埃及的条约里将它定为托管地，理论上是非洲殖民史上的一件怪事，实际上不过是英国又一个殖民地。因为权势无比的大总督是由赫迪夫根据伦敦的建议任命的，并且总是一个英国人。但是埃及必须作出财政和军事贡献，这使得埃及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基奇纳创造了一种军事管理的基本特性，由英国人担任省长（mudirs），埃及人担任地区长官（mamurs），英国视察员进行监督。他刚一动身参加布尔战争，克罗默即在开罗作出决定，虽然新任大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是身在现场的最了解国情的人，是作为专制君主进行统治的。这种管理逐渐具备了民事特性。至1902年，温盖特不得不应付没有军队的日子，因此依靠一致意见进行统治。首先他是通过促进正统伊斯兰教做到了这一点，其间他疑心重重地观察过在马赫迪儿子统治下继续存在的马赫迪亚。出于这一原因，基督教传教在北方被禁止，在南方也不受鼓励，尽管国家在那里的出场几乎没有超出军事行动。卓有成效的还有低赋税，与其相联系的是一项保护苏丹人权利的土地政策。但是埃及必须为此承担所有的军事费用以及民事管理费用的一半。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铁路和港口，是通过埃及的无息贷款筹措资金完成的——确实是一个成本低廉的殖民统治！

然而埃及本身在克罗默统治期间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不过不应高估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成效。传统的奥斯曼精英阶层已经瓦解，新的埃及精英正在忍受他们失败的痛苦，几乎没有政治经验。有许多熟知伊斯兰或者西方习俗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能力为自己 创办发行量相当高的新闻刊物作为传声筒。但是社会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现代教育在扩张，但并没有达到改变社会的规模。水利工程措施和一个改良的管理制度是英国人的主要贡献，（老）阿斯旺大坝（Assuandamm）和现代土地登记制度是主要成果。克鲁默反对工业化，却没有必要加以禁止，因为他的自由经济政策在农业繁荣的背景下自动阻止了它。棉花价格的增长使这一原料的出口份额在1880年至1910年从76%增加到了93%，而粮食则要进口。其间，外国人在经济上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的人数从7万增加到了15万，1884年至1907年他们占有的土地从5%增加到12%。1901年，每100名公司经理中只有14个穆斯林，但他们肯定不是埃及的穆斯林！贸易顺差还总是用国债进行清偿。

1898/1899年的法绍达危机具有戏剧性首先是因为两个最重要的殖民大国进行扩张的突进方向分别是从北向南（开罗—开普敦）和从西向东（塞内加尔—乍得湖—尼罗河），它们的扩张在这里撞在了一起。就这方面而言，这种冲突的根源在西非。柏林刚果会议确立的占领规则首先阻止了争夺庇护权，因为对内陆的有效占领的确花费昂贵。英国内阁犹豫不定地准备维持对尼日尔地区的控制，方法是1886年授予非洲国家公司（National African Company）用于此目的的特许权。此时公司叫作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该名称一直用到它1899年将授予自己的许可交还给政府。法国从塞内加尔开始的扩张使得在内陆确定界线变得十分必要，在1889/1890年与法国和1890年与德国签订的条约里，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边界被划得更加狭窄，人们只是为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要求一个具有纵深的腹地。

与此同时开始了普遍的军备竞赛。各殖民大国在海岸地区建立了由当地新兵组成的武装力量，而非洲的统治者，比如萨莫利或者达荷美国王，则有计划地购买新式枪支甚至尝试仿造。尽管各殖民大国之间存在分歧，它们仍然于1890年在布鲁塞尔反奴隶制会议上对此作出决议，今后禁止进行武器交易，须将命中精度高的枪支留给自己的部队，亨德里克·维特布伊等非洲人将此举视为伤害他们的阴谋。

随后法国打响了第二轮扩张的信号枪，1891年，塞内加尔军队向萨莫利发起进攻，它的雄心自1890年就得到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的支持，即将欧仁·艾迪安内副部长的《乍得计划》据为己有的非洲法语委员会（Comité de l’Afrique française）的支持。之后，从突尼斯经乍得直至刚果的连线以西的所有土地都被确定将成为一个庞大的法兰西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他大国的海岸飞地除外。1880年代末已经建起象牙海岸各站点与上沃尔特（Obervolta）和尼日尔之间的联系，但是从西部出发的法国人直到1890年代才抵达那里。起初，萨莫利试图通过与英国签订一个庇护条约拯救自己的帝国，伦敦参照1889年的《英法条约》（das englisch-französische Abkommen）拒绝签订这种条约。于是他一边战斗一边继续向东撤退，直到他1898年被俘并被流放到加蓬。1892年至1894年轮到达荷美了，借口是禁止猎捕奴隶，法国人从那里继续朝尼日尔中部推进。当时德国人已经抵达了多哥北部和喀麦隆，在富拉尼酋长国阿达马瓦立稳了脚跟。1893年与英国和1894年与法国签订的条约确定了德属喀麦隆与尼日利亚以及法属刚果的边界线。

在此期间，英国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892年至1894年以暴力方式建立了对尼日利亚西南地区各重要城市的控制。当戈尔迪于1894年派出路加德对抗尼日尔中部的法国人时，伦敦接受了这一做法。最终的转折发生于1895年夏天，其标志为约瑟夫·张伯伦接管殖民地办公室，他相信非洲领地对英国的未来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采取了相应的态度。还是在1895年，一个总督被强加给此前独立的阿善提人，他们抵制黄金海岸总督政策的反叛得到的回答是1901年的吞并。为了对付法国人，尼日尔中部建立起了一支官方的西非边防军（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随即它已乐于在1898年的《尼日尔条约》中最终确立了边界。至1903年，路加德在北部建立了英国对索科托苏丹国及其酋长国的统治，自1899年起，他效力的已不再是皇家尼日尔公司而是王室。这个殖民大国通过老主人在那里进行间接统治，这一体制的产生完全是务实的，是出于费用原因。这一体制刚一建立便声名远播并上升为殖民政治的信条。

尽管1898年法国人已向尼罗河推进，至1900年还在继续，但他们仍然需要通过集中从阿尔及利亚、苏丹和刚果开往乍得的三支军队取得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首先是保罗·沃尔勒（Paul Voulet）和朱利安·沙努安（Julien Chanoine）统领的军队在开往乍得途中进行了可怕的抢掠。当然它依赖缴获，它要供养360名士兵外加1300名挑夫、奴隶和妇女。在撒哈拉沙漠行军的时间更长一些；当1911年塞努西亚人的首领被杀害之后，他们才有必要被征服。在这一时间前后，非洲内陆至少在形式上几乎已被欧洲人瓜分殆尽。一系列双边条约——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参与其中——详细确定了边界，其依据常常更多的是暂时的势力划分而不是有意义的地理标准和政治标准。

反应和模仿

大瓜分之后是三十五年的反应和模仿。因为欧洲人的殖民统治经常——而且从一开始就——遇到非洲人不同方式的激烈抵抗。伴随着占领，而且是紧随其后发生的是一波“原始抵抗（Primärwiderstand）”，我认为它总还是与“二级抵抗（Sekundärwiderstand）”有所区别，后者针对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异族统治。二级抵抗似乎是在20世纪早期首次大量出现，也就是在非洲人了解和学会了仇恨他们的新主人之后。当然，这种二级抵抗不是去殖民化的先驱，其承担者还不是新精英。这种坚守涉及的是为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之形成服务的一个虚构传统！通常它的成效微不足道，恰恰相反，这样的运动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它会让殖民大国的态度强硬起来。但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尽管失败了，但引发的对方的反应却发挥了有利于非洲人的作用。

的确必须拥有白肤色，才能将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军事失败转变成政治上的胜利，正如南非的布尔人那样。罗得西亚以及保护地巴苏陀兰、贝专纳兰和斯威士兰一直在南非联盟之外，虽然它们参加联盟不仅是由米尔纳计划好的，而且在宪法里 已有规定。但是南罗得西亚移民担心布尔人的优势，而伦敦则打算至少在保护地里确保非洲人的权利。

在各个德国殖民地，由于对这些地区日益增强的渗透，经济和政治压力导致1902年至1907年各地几乎同时爆发了动乱和不断蔓延开来的起义。在喀麦隆，人们反对特许公司在掠夺雨林地区时对黑人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德国竞争者对已经定居的非洲中间商的驱赶。东非马及马及起义（Maji-Maji-Aufstand）的起因是征税造成的强迫劳动制，与其相关联的是须在不利条件下种植棉花的义务，这场起义自1905年至1907年在东非南部波及的地区面积约为26万平方公里，夺去了约13万人的生命，部分是通过血腥屠杀，部分是通过有目的地毁灭生存基础致其饿死。西南非洲的发展进程更具有戏剧性，在德国人的统治下，丧失土地威胁着人们，白人商人因欺骗行为声名狼藉，非洲人的权利普遍没有保障，这些导致了1904年的赫雷罗战争，纳马人很快就加入了这场战争。至1907年，共有14000名德国士兵投入战争，费用足有6亿马克，四分之三的赫雷罗人和一半纳马人丧失了生命。尽管在此主要涉及的是残酷交战和压迫的所谓附带损失，但德国领导层暂时的种族屠杀意图完全可以得到证实。英国的开普殖民地支持德国人并为他们提供补给。然而这场费用昂贵的战争和其他殖民地丑闻导致了议会中在野党的激烈攻击，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选择一条新的殖民地政治方针。尽管所谓的1907年“霍屯督人选举”以殖民反对者的失败而结束，新的方针仍然保持不变。从此，土著凭着他们的劳动力被视为殖民地最有价值的财富，因此对待他们比以往更加小心。于是可以尝试在东非约束移民的利益以有利于非洲人的自主生产。然而，在西南非洲移民足够强大，依然能够逼迫活下来的土著成为几乎毫无权利的强制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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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1 1902年的非洲

原因都相类似，但是刚果国危机却是由外来的首倡者推动的。橡胶繁荣使来自领地政权的收入自1890年至1901年从15万猛增到1800万法郎。接着，利奥波德用这些钱在布鲁塞尔、奥斯坦德和其他一些地方为范围广阔的建筑项目提供资金，并为此目的创建了王室基金会（Fondation de la Couronne），刚果国有十分之一的地方都被分配给它作为收入来源地。1896年至1900年，有关这些使这种收益成为可能的暴行的第一批消息被透露出来，利奥波德大为震惊，却被他的行政官员说服相信了相反的一面。比利时公众认为这一切都是英国新教竞争者的诡计，后者想要的只是刚果的财富。埃德蒙·德讷·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领导的刚果改革协会（Congo Reform Association）事实上是由英国人主导的事务。1904年，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一位爱尔兰天主教信徒——在一份官方报告中再次进行了这种谴责，利奥波德坚信报告内容并派出了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委员会1905年发表的调查结果证实了凯斯门特的谴责。就连英国政府此时也表态反对这些侵害。于是比利时的权威政治家决定由国家来接管刚果。1906年，当公众看到了丢人现眼的通讯时，利奥波德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为他的基金会仍然坚持战斗了两年。1908年基金会被解散，刚果变成比利时的殖民地。“领地政权”被取缔，采用了一种有序的管理。在具有类似情况的法属刚果也同样进行了调查，但是由被召回的德·布拉柴所撰写的措辞强硬的报告没有被公开。人们在这里用诡计来应付着，这些诡计让人没有任何改革意愿，另外也因为人们害怕变革的代价。

在巴黎，人们更乐意把手伸向非洲最后还保持着独立的地区之一——摩洛哥，它因粮食和棉花出口以及它的各个城市早已被视为大有前景的原料供应者和销售市场。此外，在国家的建设上还存在着各种投资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铁路建设方面。然而很长时间都存在着一种假象，仿佛列强间的竞争使得中国或者奥斯曼帝国一类的国家能够维持一种艰难的独立。英国在1850年代就打开了这个国家的贸易的大门。1880年《马德里公约》（Vertrag von Madrid）对摩洛哥贸易进行了多边调整。在摩洛哥贸易中，1904年，英国占41.3%的份额，法国占22.8%，德国占14.3%，西班牙占7.9%。1859年，西班牙想以占领北摩洛哥回击英国的贸易扩张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扩张，但被英国人的干涉阻止。在 苏伊士运河时代，直布罗陀对面的海岸不允许落到第三国手中。虽然法国把摩洛哥视为某种天然的利益范围，但更从非官方渗透这个国家中看到自己的优势。德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务实政策，尽管在德国已经为更广泛的行动进行了宣传，因为德国的投资超过在贸易中所占的比例，1904年达到了法国的总量。

一直反对影响深远的发展措施的苏丹和宰相分别于1894年和1900年离世，一个软弱的统治者身边的新人开始执行实行现代化的政策，这时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政策包括为筹措贷款的资金而进行的合理的税收改革以及其他一些西化措施，却引起了一场内战，内战中政治制度开始瓦解。野心勃勃的法国立刻尝试利用这种形势，尽管起初采用的是更加谨慎的方式。1900年，一份与西班牙签订的条约不仅规定了其南部殖民地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和里奥穆尼（Rio Muni）的边界，而且也在北喀麦隆建立了一个扩大了的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则在对抗行动中试图利用德国的帮助控制菲斯政府。但是英国的国际孤立地位和俄国的远东扩张导致了1904年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协约”，据此，法国获得了在摩洛哥的行动自由权，而英国则获得了在埃及的行动自由权。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被大幅度压缩；顾忌到英国，丹吉尔无论如何是被排除在自由行动之外的。

法国和西班牙可以由此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渗透了。首先摩洛哥的财政应被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然后开始从阿尔及利亚向那里修建铁路。1904年形成了以欧仁·艾迪安内为首的摩洛哥委员会（Comité du Maroc）作为支持建立一个法国庇护国的游说集团。但是1905年德意志帝国坚持以一个国际解决方案替代法国单方面的解决方案，它这样做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或公众舆论，而是要通过削弱法国拆散协约。但是《马德里公约》的12个签字国在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会议上解决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这使得德国陷入孤立。虽然摩洛哥的国家银行和警察由国际控制，还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但法国的优势得到了承认。这次调整一直发挥着作用，直至土著统治制度的瓦解使它成了问题。在对杀害法国人作出的反应行动中，法国军队占领了摩洛哥的大部分领土，最终 于1911年应苏丹的救助请求占领了首都菲斯（Fez）和拉巴特（Rabat）。现在连西班牙也开始占领它1904年得到承认的势力范围。

德国的经济利益此时受到了阻碍，在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和泛德意志协会的联合压力下，柏林向阿加迪尔（Agadir）派出了炮艇“黑豹号（Panther）”以保护在那里生活的德国人，而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德国人。更确切地说，“黑豹跃向阿加迪尔”是为了逼迫法国退出刚果。然而由于英国的支持，1911年法国仅需要向德国人让出喀麦隆东南部的一个狭长地带，该地带建起了与刚果的陆路联系，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德意志帝国却不得不在1912年同意按照突尼斯模式建立一个法国庇护国。在随后的几年里，加利埃尼的学生利奥泰将军使摩洛哥最终趋于平静并进行了改组，他是法国大总督中最著名的一位。丹吉尔被国际化。在1921年至1926年的里夫战争中，西班牙唯有靠法国的鼎力支持和使用芥子气才得以实施对其北方地区的统治。然而毒气是由汉堡的斯托尔岑贝格公司（Firma Stolzenberg）提供并按照公司的建议投入使用的。因为斯托尔岑贝格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德国国防军合作并且也将产品提供给其他国家，比如美国。顺便说一下，1920年代英国同样在伊拉克使用芥子气对付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战斗的库尔德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认为军方的顾虑过分拘谨因而予以否认，因为这里涉及的是“野蛮种族”。

同样在1912年，由于欧洲列强友善的宽容，意大利在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洛桑和约》（Frieden von Lausanne）里得到了它1911年时曾攻击过的利比亚。和平渗透政策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国家的支持如资助轮船航线，扩建电报局和领事馆网络，另外还有罗马银行（Banco di Roma）的大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这家银行是梵蒂冈和其他天主教教会资金的集中地，在主张政权还俗的上意大利地区看不到发展机会，因此在埃内斯托·帕切利（Ernesto Pacelli）的领导下转向了非洲和地中海区域。1911年，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投资足有500万美金。虽然意大利人的数量在内陆很少，但是1907年进出的黎波里港的船只的45%是意大利籍。由奥地利1908年占领波斯尼亚（Bosnien）煽动起来的意大利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就集中到了的黎波里塔尼亚。不仅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的自由党政府想要显示它的力量，而且民众也被争取了过来，除了极个别的坚定左派，比如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编辑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911年，这个非洲国家在没有意大利参与的情况下被再次瓜分，青年土耳其党人 在伊斯坦布尔接管政权使得奥斯曼政治制度动荡起来，之后意大利向土耳其宫廷发出最后通牒，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混乱提出了诘难。但是他们并没有等待回答，而是通过占领城市吞并了这个国家。然而在农村，意大利人不仅遇到了来自土耳其方面的顽强抵抗，而且首先遇到了来自赛努西教团方面的顽强抵抗，不过苏丹在最后一分钟还是给予了利比亚独立。伴随着变化不定的战争运气，战斗一直持续到1932年，在意大利镇压政策的残酷性方面，不应忽视前法西斯主义时期和法西斯主义时期之间的连续性。据说有50000名被驱逐的贝都因人丧失了生命；1927年意大利对他们使用了毒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殖民地的重新划分绝非出人意料。关于重新瓜分非洲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在此过程中，德国的贪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对他们面对布尔人采取的容忍态度的回报，德国人于1898年得到英国的谈判意愿，对方愿意与德国就瓜分葡萄牙殖民地达成协议。或多或少得扩大德属中非的计划在德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计划认为德属中非至少应包括安哥拉的大部分、莫桑比克、比属刚果和法属刚果，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进程中的情况就是如此。在1913年德国和英国之间最后一次尝试接近的过程中，他们草签了另一个关于瓜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条约，其间德国资本在那里十分活跃。中非变成了德国官方战争目标规划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德国已不得不于1914年8月25日在多哥投降，1915年7月9日在西南非洲投降，他们在喀麦隆的最后抵抗也于1916年夏天被击溃。只有在东非，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能够违背总督的意愿带领15000人长期牵制住据称有16万人的协约国军队，不过这给这个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最后只能转移到葡萄牙和罗得西亚的领地上坚持。据称有70万人因为他的清野和焦土战术而被饿死。英雄角色变成了表现自我！交战双方都主要使用非洲士兵作战，还有更多的非洲人被投入了欧洲战场。据估算，战争总共动员了100万名士兵和250万名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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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赛条约》中，所谓的德国无能力实行殖民统治是剥夺其殖民地的理由；根据德国人的理解，这种“殖民罪责谎言（koloniale Schuldlüge）”与 凡尔赛的“战争罪责谎言（Kriegsschuldlüge）”同出一辙。顾及威尔逊总统的关切，德属殖民地的新主人们必须作好国际联盟托管地法律形式方面的准备，但最初没有形成多大区别。西南非洲可以作为南非的C-托管地[8]合入南非区。其余的地区成为B-托管地，这样做首先是让人承担维护自由贸易的义务。多哥和喀麦隆由英国和法国瓜分，其间法国人得到的好处较多，而英国人通过获得东部的坦噶尼喀最终可以让开普—开罗的陆路桥合拢了。只有卢旺达—布隆迪（Rwanda-Burundi）归属了比利时。面对此，德国产生了殖民修正主义，直到第三帝国时期它仍然十分活跃。

意大利得到的只是搪塞，也就是在利比亚和索马里兰进行了很小的边界改动，鉴于参战时得到的承诺，此举引起了强烈的怨恨。已经转为法西斯主义分子并于1922年掌握政权的墨索里尼利用了这种潜能。此时对于他来说，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生命意志的表达，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地中海已被确定为意大利的内海。国家的自给自足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接收大规模外来移民是他的目标。媒体、各种组织甚至部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都被用于这类目标。天主教界人士1896年还在帮助埃塞俄比亚保卫主权，对抗敌视教会的意大利政府，而此时却因帝国的热情而激情澎湃。

这首先给法国制造了麻烦：在丹吉尔，在突尼斯，从利比亚向苏丹咄咄逼人地大步推进，同时要求重新划分托管地。意大利看中了喀麦隆。除此之外还尝试作为穆斯林的朋友以及英国和法国之外的第三种可能出现在近东。至于随之给利比亚带来的压迫政策，罗马并不在意。趁占领之机在那里推行的是在被剥夺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区的政策，代价高昂却收效甚微。1934年该地区的意大利人数为7万，与一年的移民数相符，也与意大利人口年增长15%相符。在厄立特里亚生活着4500名意大利人，在索马里兰甚至只有1500人，两地的贸易决算均为赤字。由于意大利占领区自然资源贫乏，殖民政策一直是花费昂贵、收效微薄、依赖补贴的行为。

在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始终在与英国和法国对抗。拉斯塔法里·马康南（Ras Tafari Makonnen）1917年夺取政权，自1930年称海尔·赛拉西皇帝，起初倾向于法国，1915年至1917年法国建成通往亚的斯亚贝巴的吉布提铁路，1923年与意大利共同促成国际联盟接收埃塞俄比亚为成员。意大利与英国进行协商，由英国在塔纳湖修建尼罗河大坝，意大利修建从厄立特里亚到索马里兰的铁路，但这一协商导致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暂时降温，不过1928年，一个友好经济条约又为两国关系奠定了一个新基础。可条约中计划的由意大利修建的公路不能实现，因为埃塞俄比亚工程师们的领导是个法国人。海尔·赛拉西本来最喜欢在比利时、瑞典、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寻找帮助他发展的人。早在1925年，意大利就策划好了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当利比亚平静下来而与英法的关系因德国的威胁又重新修好时，入侵计划于1932年才被认真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4年12月30日作出了决定；1935年，法国在一份条约中给予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行动自由权，而且墨索里尼知道，英国将会接受意大利的扩张。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边界的一次交火为此提供了借口，令人生疑的调停尝试被拒绝，一支由16万人组成的远征军登船出发，1935年10月2日宣布对埃塞俄比亚发起进攻。连同非洲的辅助部队共有33万人投入战斗，其中只损失了9100人。北线由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统率，南线由鲁道福·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率领，两人曾经在利比亚合作过，在投入包括毒气在内的最先进的武器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的抵抗被有计划地从侧翼击破。1936年5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失陷，5月9日意大利国王签署了吞并条约并接受了埃塞俄比亚皇帝称号。估计阿比西尼亚的损失在275000人和760000人之间。这次意大利的胜利是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最后一次武力行动。人们保守着毒气战的秘密，直到前不久在意大利还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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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愿冒险投入其具有优势的地中海舰队和封锁苏伊士运河，而是要依靠国际联盟和平解决冲突。1935年11月国际联盟宣布进行制裁：对意大利实行武器禁运、油料禁运、禁止贷款和部分贸易禁运。然而法国犹豫不决，不是国际联盟成员的美国严守中立，却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油料供货商，它不遵守制裁决议。除此之外，希特勒巧妙地利用意大利的孤立采取一种接近的策略，列强顺从了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也要承受给他们在非洲的名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此时非洲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殖民统治，或者至少经历了它。即使非洲裔美洲人在利比里亚实行的殖民化也是一种殖民统治，而丹吉尔的国际化也不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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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泛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人。

[2] 1818～1868年，埃塞俄比亚皇帝，他结束了埃塞俄比亚的百年内乱，重新统一了国家，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中兴本国封建制度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3] 1796年，拿破仑进行意大利远征时向巴黎的两家由阿尔及利亚籍犹太商人开办的公司借了一笔款项。后来拿破仑退位之后，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都拒绝偿还这笔借款。1827年4月29日，当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最高行政长官以极为傲慢的口气拒绝偿还借款时，侯赛因总督一怒之下用驱蚊掸子击打了前者的头并将他驱逐出宫殿。后来此事件酿成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

[4] 也译作“英国圣公会差会”，是圣公会和其他新教徒的一个世界性的传教机构，成立于1799年4月12日，在200年历史中吸引了9000名男女参与服务。

[5] 廷巴克图是一座撒哈拉沙漠中的小城，但在历史上却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名城，二百多年前，欧洲探险家前赴后继，沿着尼日尔河不断地寻找这个与传说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也是欧洲探险家放着更加重要的尼罗河和冈比亚河，而早几十年先探险尼日尔河的原因。

[6] 关于Jallaba的词义，一说其词源为阿拉伯语的Jalab，意为零售、贸易，此处用以指代进行奴隶贸易的阿拉伯人；另有说法认为该词为Jallabia（杰拉巴长袍）的变体，指身穿这种阿拉伯传统服装的人。——编者注

[7]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的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判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

[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管理，国际联盟将整个非洲分为A、B、C三个授权区。


第十九章 在非洲的殖民统治

管理

各非洲王国完全是欧洲中世纪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型国家（Personenverbandsstaaten）”。殖民统治用领土原则和那些有时用直尺划定的边界线把一些新东西带入了非洲政治。就像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通过征服产生的国家一样，殖民地国家也开始从恐怖国家蜕变为剥削国家和有秩序的国家，1945年之后蜕变为发展中国家。可是在很长时间里，它们仍然是管理水平低下的弱国，因为它们缺乏财政和人力资源。原本殖民地应该给它们的“（继）母国（Stief-Mutterländern）”带来利润，至少应该能自己养活自己。但是殖民地的利润都流入了私人的腰包，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国库从非洲领地受过益，即使财政的自给自足也是例外而非常规。因此，人们试图尽可能少地投入欧洲的管理人员处理事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各种各样的当地人的合作。

一方面，这类人的忠诚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利益上，因为殖民统治通常导致的是与新老土著精英结盟而牺牲臣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显然随时都能在最后关头使用武力贯彻其意图。可是动用武力体现的不是国家的强大，而是无奈。另外，由于费用问题，实施武力的代理人主要在非洲招募，必要时也在其他殖民地招募，尽管在危急时刻也总可以动用法国的外籍军团、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欧洲部队。在非洲招募的是士兵，如著名的“塞内加尔狙击手，国王的非洲来复枪”或德国驻防军的土著民兵（Askari），另外还有警察和其他同样被武装起来的本地卫士（Native Guards），他们与上面提到的其他武装人员都不一样。这些人通常都很忠诚，因为他们的效力与地位的提升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所谓的无条件的忠诚——尤其是德国方面常常强调的——是一个殖民主义传说！

因为新近有人越来越明确地强调，殖民主人依靠当地人并没有使这些人变成他们的无意志的工具，而是为这些人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活动余地，通常当地人不仅会巧妙地利用这一余地不时进行阴谋破坏，而且也会对臣民使用武力。有人谈及与当地有影响的人进行“协商”（Christoph Marx），甚至有人谈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日常权力斗争”（Leonhard Harding）。然而这些对抗性的概念掩盖了双方之间或多或少具有深远影响的利益趋同。因为就连殖民主人也常常被迫使用“非洲酋长们的政治法则”（Clifton Crais），并且让自己的统治在日常生活中符合非洲人的期待。

毕竟曾控制着非洲面积的9.7%和人口的9%的德国殖民地消失之后，非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是英国和法国的大陆。1939年，两国的领地各占非洲面积的36%，在英国领地上生活的人占非洲人口的47%，在法国领地上生活的人占27%。像德国一样，意大利也仅仅发挥过短暂的作用，尽管其登场极具戏剧性，1939年其领地面积占非洲面积的11.7%，其人口占非洲人口的9%。西班牙是个殖民侏儒，面积和人口占比分别为1%和0.6%。只有比利时和葡萄牙依然还是列强的小伙伴，前者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8%和9%，后者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7%和6.4%。然而这两个国家受到与法语紧密相关的罗曼语文化影响，具有相似的官方同化观念，而比利时还通过当时在那里尚处于主导地位的法语与法国联系在一起。因而或许可以在英国的统治体系与法国或罗曼语文化的统治体系之间进行对比。可是就连这些乍一看差别如此之大的体系也由于殖民地的形势而拥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个中的一些差别可能与英国人通常占有较富裕和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相关联。

虽然法国领地中的大部分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家集团，但它的经济价值却主要在北非边缘，在人口最稠密的马格利布，在1921年与本土的贸易中，它在进口总额72亿法郎中占50亿，在出口总额47亿法郎中占20亿。两个大殖民地联邦法属西非（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简称A.O.F.，包括 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几内亚、象牙海岸、苏丹、上沃尔特、尼日尔和达荷美）和法属赤道非洲（Afrique équatoriale française，简称A.E.F.，包括加蓬、刚果、乌班吉沙里[1]、乍得）难以望其项背，特别是后者，因为仅托管地喀麦隆提供的利润就比整个法属赤道非洲还要多！相比之下，相邻的4个英国西非领地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境况要好得多。尼日利亚过去和现在都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这4个殖民地不仅提供了棕榈油和花生，而且还生产了世界上一半的可可豆，另外还有棉花和矿物，同时也成为英国出口商品的重要买主。尽管有肯尼亚高原的移民农业，但英属东非并不是财源，不过北罗得西亚的铜矿和南罗得西亚的农业是重要的经济资产。最后就连比属刚果也由于它的矿藏而变得非常富裕。

这些巨大的经济差异今天仍然是非洲的一个问题，它们的根源在于各殖民大国在争夺非洲时任意地，有时是荒谬地划定的边界。被分割开来的不仅是在语言和文化上相互关联的区域，而且还有靠互补而共存的经济区域和贸易体系。传统的忠诚由于这种边界被埋葬了。即使它们还能够维持，也会受到新出现的忠诚的影响。德属西南非洲的奥万博人（Ovambo）更多是与安哥拉各民族建立联系，而不是与德国殖民地的各民族——但是今天他们在纳米比亚占优势地位！

殖民地的法律地位和宗主国的管辖权在英属区域呈现着一个不统一的景象，那里的各个殖民地几乎从未合成一个较大的联合体，但在与英国的关系方面至少有七种不同的方式。（1）拥有广泛主权的自治领（Dominions），如自1931年起的南非联邦。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皇家殖民地（Kronkolonien），它们各依参与程度的不同，或近似于自治领，或与自治领相差较远。（2）拥有人民代议机构和议会责任制内阁（responsible government）的皇家殖民地，但没有独立的外交权，在内政方面也处于殖民事务部的监督之下，不过在自筹资金的能力方面几乎从未受过监督；南罗得西亚自1923年起具有这样的地位。（3）由总督负责管理的皇家殖民地，同时还拥有一个立法会议（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不过其 组成可能差异极大，可能会包括源于出身的、任命的和选举产生的成员，还可能会有白人或有色人种成员。在尼日利亚，1922年从老拉各斯殖民地委员会中产生了一个南尼日利亚立法委员会（Legislative Council），其46名委员中有27名官员，只有4名选举产生的委员是非洲人。1925年在黄金海岸的30名选举产生的代表中有9名非洲人。在此之前，黄金海岸一直属于很长时间里在非洲最常见的类型：（4）没有民众共同发挥作用的皇家殖民地。（5）特许公司老模式的再度复兴，这种由王室授权进行殖民统治的股份公司应该为政府节省资金并向殖民地受益者讨账。但它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1893年帝国东非公司（Imperial East Africa Company）不得不放弃这种授权，1900年放弃授权的是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1923年是罗得西亚的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尽管后者依然作为大经济体继续存在。（6）较常见的是受保护国，它们保留着在英国监督下的传统政府，而为了英国的直接统治，这种政府可以消失或由英国人重新调整，例如在阿善提。（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增加了国际联盟托管地（Völkerbundmandat）这一新类型。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类型最后都被归结为皇家殖民地和受保护国，政治的参与程度渐渐成为最重要的区分标准。应该注意的是，有时一个领地的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例如黄金海岸是皇室殖民地，但阿善提地区却是受保护地，它直到1946年才被纳入立法委员会；而尼日利亚则是由南部的殖民地、北部的受保护地和东部的托管地组成。虽然英国的议会法使法律上的平等成为可能，然而它也恰恰因此而常被规避，因为皇家殖民地的居民是英国臣民，而受保护国的居民却不是。

只要没有议会法参与其中，不但政府，而且甚至连殖民地的地位都可以纯粹由行政机构进行调整，也就是由殖民事务部，最多通过内阁决议（order-in-council）进行调整。只要不触及英国的利益，那些殖民地，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可以自筹资金的总督通常都保留了很大的活动余地。因为就连中央也长期尽量减少帝国开支。1801年至1858年由陆军部处理殖民地事务，自1825年起由一个常设次长负责。1854年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殖民地部”，但其政治影响力很小，以至于其他政府各部也参与到殖民地的统治中。在1895年至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的任职期之前，殖民地大臣通常都是二流政治家。直到此时，在帝国主义时代推行的才是真正的殖民政策！

对于法国来说，为殖民地管理筹措经费同样也是主要问题，1896年它的赤字特性还被用作反对殖民政策的理由。但是这一论据在这里更加有力，因为殖民地几乎没有预算权和征税权，财政和其他所有的决定基本上都是在巴黎作出的。根据这种严格的集权，各殖民地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只要不是像摩洛哥和突尼斯那样的受保护国。虽然像在英国人那里一样，很多其他非洲国家通过庇护条约被归到法国的主权之下，但是1904年10月23日的法令已经依据集权制单方面取消了它们的主权和受保护国地位。

同样，在这里很少通过议会为殖民地立法，而是通过共和国总统的法令。在非洲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是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两位大总督，他们作为政府的代表在当地拥有包括司法权在内所有领域的无限权力。虽然有一个“政务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辅助他们，但除了依附于大总督的高级官员之外，它只包括少数被任命的显要：作为其代表的秘书长、各行政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财政、国库、政务和社会、公众事务、经济、教育、卫生）、总司令、最高检察官、司法机构负责人以及省长。因为委员会很少在一起开会，所以只有在颁布已事先写好赞同词的许可证时，它才超出单纯的咨询职能。因为任何法律或法令（即使它是巴黎专门为相关的联盟颁布的）若不通过大总督的公告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他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从理论上讲，那些有一个相应的管理委员会辅助的各殖民地总督也拥有类似的广泛全权，但是他们常常成为大总督的傀儡，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财政是有限的，因为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对省级管理机构进行中央管控时习惯于不太顾及总督。阿尔及利亚大总督以及喀麦隆和突尼斯行政长官的地位受到更大的限制，因为前一位必须 顾及移民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而后两位必须顾及依然存在的土著人的政治结构。

根据这一体制的逻辑，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殖民地部，政府各部既对本土也对殖民地尽其职能。若有特殊任务，依然像在旧君主专制时那样由海军部负责处理。直到1883年才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殖民地的副部级机构，1894年在帝国主义鼎盛阶段设立了殖民地部，该部由一个殖民地最高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s colonies）提供咨询，拥有一个进行监督的殖民地顾问委员会（Inspection des colonies）。仅仅在例外情况下才由一流政治家担任部长，1935年其职员人数最多，共有129位，但仍不属于声名显赫的政府部门之列。此外，它既不负责阿尔及利亚也不负责摩洛哥和突尼斯，也不负责托管地。对受保护国和托管地外交部有决定权，不过发挥作用的是它的视察。

其他罗曼语族国家主管殖民地的机构与法国机构之间的相似性不应被忽视。比利时通过在布鲁塞尔的殖民地部长和在殖民地的大总督对刚果进行集权式统治。刚果虽然是国家领土，但依然通过由部长拟定的政府法令对其进行特殊立法。刚果的黑人和白人居民都不拥有任何政治权利。当然预算和贷款必须获得比利时议会的批准；重要的法令须经殖民地议会（Conseil colonial）批准。

1907年，葡萄牙也用法国式的民政机构取代了之前的军事政权，在这一机构中，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大总督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结构应该几经修改直至最后都保持着功效。立法和预算权掌握在葡萄牙议会的手里，但是它的法律对于本土和海外领地具有同等效力。海外领地的葡萄牙公民享有地方自治，能够选举议员进入议会。共和国（1910～1926）通过准予拥有自己的立法和预算权的自治平息了他们对至1911年由主管的海军部实施管束的厌恶。但是这一体制和共和国自身一样失败在财政问题上。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新国家体制（Estado novo）又立刻回到了中央集权制；随后，殖民地部长依靠他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1930年或1933年，各殖民地更加紧密地与宗主国联系在一起，1951年被明确宣布为其海外省。1961年，甚至它们的所有居民在理论上都获得了葡萄牙公民权。

在意大利，起初外交部足以应付殖民地的事务，直到1912年占领利比亚之后才创建了一个殖民地部。1937年它改组为意属非洲部并由墨索里尼亲自接管，或许是为了能够严厉管束管辖着6个东非总督的大总督。在利比亚，自1913年就存在的总督辖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于1934合并为一个大总督辖区，1939年并入宗主国，创建了4个意大利省和处于特殊管理下的南部区——所依照的或许是阿尔及利亚模式？

虽然德国殖民地拥有一个像罗曼语族各民族一样的统一的法律框架结构，但像英国殖民地一样须更多地考虑当地的情况。可是1914年行政机构尚未完全形成。根据1886年的保护区法，它们无论在国际法还是国家法的意义上都属“国内”，后者有一定的限制，即帝国宪法在当地无效，帝国法律只适用于德国公民，非洲人通过入籍可以得到这一地位。皇帝是唯一的主人和立法者，即使没有在帝国内部所必需的帝国宰相的连署，他的法令也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他使用了这种连署，也不断地为殖民地颁布正规的帝国法律，因为帝国成员的法律关系必须得到调整，因为人们一再急需帝国的预算资金，而只有通过帝国国会才能获得这些资金。行政机构是外交部，自1890年起它的殖民地事务处受一位主管领导，随后受处长领导，1907年它成为一个由一位国务秘书（相当于大臣）领导的独立的帝国殖民地事务局。在殖民地，总督们具有权威性，但是他们在不同的范围内必须考虑德国经济和移民的利益，尤其是在西南非洲，自1909年起移民在那里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和自治权。

对于非洲人来说，他们只能间接感受到一个殖民地的法律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结构和对土著人的政策，这些都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的。除职衔外，第一眼看上去，各大国殖民地的组织模式极为相似，很易混淆（斜体标记的为由非洲人担任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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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一个分为三到四级的白人官员等级制度：（1）大总督或总督；（2）一个子殖民地（Teilkolonie）或一个较大地区中具有殖民地性质的部分（Kolonieteil）的总督；（3）管辖区的行政长官；（4）管辖区的局部地区或前哨的管理者。只有第三和第四级官员才直接与非洲人打交道。因此，在法属西非，管辖区指挥官（Commandant de cercle）是整个体制的灵魂，他一人身兼多职——法官、财政官、公共建设工程师、警察官员、安全官员、军事首领、工人和士兵的招募者，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成为“万能博士”或者“万众之神”。但是作为个体的非洲人很少直接与他接触，通常情况下，在中间充当沟通桥梁的是非洲的辅助管理机构，它拥有自己的等级体系，在有些地方可能包括好几个等级的酋长，这个机构还可能包括书记员、警察、医疗辅助人员（护理人员）等。唯有如此，才可能用为数不多的，甚至不是长期待在非洲的白人统治的广大地区。1930年代末，386名白人官员在尼日利亚管理着2000万人（人数比例为1∶54000）。在法属西非，这个比例为1∶27500，它有118个管辖区，管理着48049个乡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个殖民大国都认同了托管理念，关于它，1922年弗雷德里克·路加德在其半官方的著作《热带非洲的双重使命》（The Dual Mandate in Tropical Africa）里对英国方面作出如下评述：一方面是为被征服者的文明发展尽责任，另一方面是为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土地开发尽责任。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理论上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有时人们在其中会看到两种几乎对立的殖民统治模式。法国的“民族同化”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学说，它从平等主义的目标概念出发，有意使殖民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地位平等的组成部分，想使殖民地居民在语言、教育、文化、衣着、举止、政治心态和政治权利等方面成为法国人。与此相比，当英国的“间接统治”为了利用当地国家的传统结构而尽可能让其继续存在时，当它有时甚至成为它们进化的障碍时，它被认为是保守的，甚至是静止的。若是完全在这个框架内考虑未来，那就唯有进化是行得通的，而民族同化进行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革命。

但是它们都属于理想模式，两者都不可能在现实中被始终不渝地实行。虽然它们可能说出了各自的殖民地官员的一些心态，但是作为教条，它们只具有有限的时效。而现实压力导致这两种模式陷入了相同的处境。民族同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它陷入了与法国利益的矛盾之中，而间接统治则必须考虑到欧洲的统治和经济必将自动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

间接统治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罗马人曾经实践过它，而到此时为止，尼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英国人对印度的王侯土邦也早已成功地使用过它。由于必须极为高效和成本低廉地统治一个大国，弗雷德里克·路加德随后于世纪之交在北尼日利亚培育了这一体系的一种变体，而路加德勋爵（1928年受封）夫妇神话般的声誉使它成为经典。路加德在新征服的卡诺发表的一次讲话里陈述了各项原则：统治体系及其继承和招募规则可继续存在，但是英国统治者在紧急情况下拥有干预任命王侯或官员的权力；同样，伊斯兰司法也可继续存在，但是废除非人道的刑罚，如致人残废的酷刑，英国总督实行监督，由他批准判处死刑，特殊案件，尤其是涉及欧洲人的案件留待英国法庭审理；由英国人和埃米尔实施征税，但由于有英国的监督，征税并不过度，贸易实行免税政策；家庭奴隶制可继续存在，但禁止奴隶贸易，这旨在使富拉尼人相信自由雇佣劳动的优点；虽然土地和矿藏最终不再属于富拉尼人，而是属于英国王室，但唯有为了公众利益才能没收财产；取缔富拉尼人的武装和英国人的军事垄断，但在城外驻扎守备部队；禁止烧酒和不受限制的伊斯兰教活动（仅有这两个决定受欢迎）。

那时，路加德一年从伦敦获得30万到40万英镑作为“帝国补助金（Imperial Grant in Aid）”，但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军事，而没有用于行政管理。他可以从比较富裕的南尼日利亚的关税中留下好几万镑，但他的支出合计足有50万镑。因此，与当地王侯的关系也就扩展成了一种财政伙伴关系。他们获得了英国的帮助以维护他们的征税权，并且必须为此缴纳他们收入的一半。从1902/1903年到1906/1907年，这项收入从16300英镑增长到142000英镑。财政困境催生出了间接统治！

这里考虑着如何对昂贵的欧洲雇员进行最佳使用。这几百个在整个尼日利亚由总督支配的欧洲人或在中央机构，或应需在北尼日利亚和南尼日利亚的副总督那里效力，其余的则作为省督或各省督下辖区的“区行政长官”和“长官助手”分布在整个国家。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英国行政机构在一个或者数个王侯那里的代表。例行事务由当地人处理，但英国人对他们实施监督，在必要时还要督促他们遵守英国人的政令。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官员通常只使用他的权威、国情知识以及他的个人技巧，因为人们不乐意将耸人听闻和费用昂贵的强制手段作为这一体系的最后手段加以利用。

但是还须实施进步和人道的社会变革，路加德的纲领性论述中早已表明了这一点。已宣告的对非洲人的责任在限制欧洲经济利益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间接统治的经济载体不是欧洲人的种植园，而是非洲的农民。在尼日利亚，强制劳动这个黑暗的制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允许，每项工作规定的酬劳都得到尊重。这里的非洲人承受的压力比在法国殖民地的小。

然而路加德的后任已经使这一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受到损害，作为贵族，他们着眼于保护富拉尼贵族的所谓完好的世界免受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有害影响。也就是说，间接统治体系非常有利于当时的统治者，它用这种方法使远古的政治结构保留下来，否则它们或许无法继续存在。当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新精英成长起来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时，这一点更加引人注目。他们对传统的非洲封建制的憎恶几乎不亚于对与其串通一气的殖民统治的憎恶。然而，因为向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政治形式过渡在间接统治体系中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所以它为非洲新精英提供的机会不如法国的统治体系提供的多。而这些精英适应了在殖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产生的新的城市世界。大批的非洲人拥入各个城市，其间丧失了一部分自己的传统的牵绊，这在这一体系中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只要不是直接从中获益，非洲人可能会拒绝间接统治本身，因为他们想将现代政治生活形式据为己有，而且不让殖民国家给他们规定什么是“非洲的”。

早在路加德时代就已经证明，用他的体系对非洲各个民族原本非常传统的政治社会现实作出正确评价是不可能的。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北尼日利亚酋长国或东非王国那样的统治形式，作为受过历史教育的欧洲人觉得差不多可以理解它们。在西南尼日利亚约鲁巴人复杂的社会体系中，谁应该承担北尼日利亚的埃米尔那样的角色？让当时的国王承担这一角色就是提升他的地位，增强他的作用，使他欧洲化。相反，在群龙无首的东南尼日利亚的社会秩序里根本就不存在可以类比的酋长权威，在家族联盟之上唯有神职人员，且那里也只有海岸地区的豪萨人，只有奴隶和棕榈油贸易的新成就。在这里以及东非的一些地区，英国人不得不 自己创造一些想与其合作的酋长，因为即便是一种较直接的管理模式也得像西班牙人在美洲那样依靠这种当地伙伴作为下层主管机关。也就是说，欧洲人利用这类酋长在非洲的一些地区也创建了一些所谓的“部落”这样较大的政治单位！

“部落”这一概念是长期流行的名称，用于表述所谓“原始人类”，特别是非洲人的典型社会生活形式，而今天常常被感受为具有歧视性的，因而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它，因为不仅是这一概念，而且事物本身也被视为源自殖民主义，因而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种族主义的。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地方绝对存在着相应的殖民之前的大联盟，殖民国家可以用它们作为起始点，但是与它们相关联的稳定的组织和同一性的观念常常被历史证明是有争议的。与欧洲社会相比，殖民之前的非洲社会是不统一和不稳定的，就这一方面而言也不符合欧洲人在恺撒和塔西佗那里读到过的秩序理念。出身、语言、地缘关系、经济取向和宗教信仰可能在非洲的种族起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最重要的大概是精英之间、村庄之间的亲属关系，特别是那些生机勃勃的、懂得聚集追随者的当权者。在需要实施控制的地方，殖民国家就会中断非洲权力变化过程中的这种传统动力，并确定一个适合于自己的中期结果，这在英国的间接统治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此时继承是在殖民国家的监督下进行，不像过去有时要靠对手之间的流血争斗。直到后来，这种对非洲政治生活的反动影响才通过地方自治的现代形式得到补救，而这些形式是从城市传播开来的。

法国人用他们的同化政策为非洲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吗？这主要是体现在理论上，因为在实践中只在短时间里或在某些地区实行过同化政策。在法国，革命和颠覆总是给同化思想带来推动力，实施者是左派。1792年至1799年，殖民地在议会中有代表，1848年这种状态成为暂时性的，1871年又被长期恢复。1945/1946年，人们试图用法兰西联盟（Union Française）来完成这项任务。对于现实更为重要的是1890年后首先由儒勒·埃尔芒（Jules Harmand，一译何罗芒）提出的保守的“协会说”，据此土著人应当按照他们自然的生存条件发展并应保留他们的制度。在海外绝对不允许出现“扭曲版”的欧洲形象。与英国的原则的相似性显而易见！

在它的后面不仅隐藏着对于具有历史特性的个体的生存权利而言属于反启蒙的思想，而且还含有一种简单的计算：法国与其殖民地的人口比例变动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在普遍授予公民权时要冒法国可能成为“它的殖民地的殖民地”的风险，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1946年曾有过这样的表述（Ansprenger，F.1981，83）。因此，只有殖民地的有法国血统的居民和少数享有特权的地区的集体享有完全的法国公民权，如塞内加尔的“4个城镇”（所以并非整个塞内加尔殖民地）。然而在1936年，在20名国民议会的殖民地议员中有10人来自阿尔及利亚，7名参议院的殖民地议员中有3人来自阿尔及利亚，而只有一名国民议会议员来自塞内加尔，参议员中没有一人来自“黑非洲”。按照惯例，事实上个体只有通过同化才可获得完全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前提是放弃自身的文化和接受法国文化。具体地讲，这在法属非洲常常意味着要脱离伊斯兰教和上法语学校，或者至少要掌握初级法语知识。1936年，拥有这种文化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占总人口的0.1%～0.2%，1939年在西非甚至占到了0.5%。

虽然法国的殖民地是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但是成为共和国公民（citoyens）的只是被同化者中的少数精英，而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是臣民（sujets）。他们不仅被排除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之外，最多拥有（如果有的话）参与各自所在地区的管理那么一点权利，而且作为个体他们只拥有一个较低的法律地位，即土著身份（indigénat），它来自一种军法，该法自1875年起从阿尔及利亚向各地推广，但没有明确的规定。1944年它在阿尔及利亚被废除，1946年在其余的殖民地被废除——但也只是理论上的。尽管不是国家公民，土著人仍然可以被征召去服法国兵役，不过主要是去服劳役（prestation）。在审判方面，管辖轻微违法案件和民事案件的不是使用法国法律的法国法庭，而是当地法庭或混合法庭，或由法国行政官员按照当地的基本原则进行裁决。刑法和诉讼法当然是法国的，但部分司法权掌握在行政机构手里，两周以内的监禁可以由行政机构裁决执行。虽然当地法也像在英国统治区一样被纳入法律中，而且录成文字以备使用，但在这里它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让步，因为更好的法律理所当然是法国法律。与此相比，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和英国人一样是英国臣民，如果已被同化，他们作为帝国的忠诚公民至少倾向于提出相同的法律诉求——这是一个“帝国的误解（imperiales Missverständnis）”，因为对于那些从单一民族国家出发进行种族主义思考的英国人来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必要为相反概念“土著的（native）”进行精确定义。

因为所有大国的殖民地在民事案件上实行的都是二元制，即欧洲法适用于白人，习惯法或伊斯兰法适用于非洲人。非洲的习惯法按照“部落”分别记载并由此“确定”下来，也是一种“创造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特别是这一结果还常常受到非洲当权者利益的影响，有时显然对女性非常不利！不过主管机构并没有分开。通过采用一些外交条例，部分诉讼程序与欧洲法律相适应。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可以说欧洲的法律“全球化”了。非洲人可以向由欧洲人组成的高等法院上诉，在某些情况下若对物件价值的争议较大，可直接向高等法院求助。现在大家都知道，非洲人懂得如何极为巧妙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和所有的殖民地一样，作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的刑法在非洲也基本上是殖民地主人的刑法，但它本身也同样是二元的。因为除了在法庭上常常被处理得更严厉以外，适用于土著人的是特别的规定。判处非洲人死刑时会更加毫无顾忌，另外他们还得忍受一个详尽的体罚制度，这种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德国的殖民地。虽然其中附带的雇主的“父亲的惩罚权（väterliche Züchtigungsrecht）”备受质疑，但根本无法禁止。在德国本土，对雇工的体罚到1900年才被《德国民法典》（BGB）废除。普鲁士的司法直到1848年才废弃体罚，普鲁士军队几十年之后废弃体罚，英国军队在1867年废弃体罚。

由于实践的缘故，担任官职的当地酋长在两种体系中都发挥着具有战略意义的作用，这再次与当年的西属美洲非常类似。然而，恰恰在这两个体系在实践上看起来最相似的地方，它们的反差又越发显露。决定性的差别在于：英国人尊重一个由他们任命的酋长，视其为按自己的法律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威，而法国人任命的酋长只不过是一个宠儿和行政机构的执行者。在英属地区，酋长可能是执法者并与行政机构分享他征收的赋税。英国的监督若是马虎大意，他便可以大发横财并培养个人的追随者，所有这些都根本不需要惠及他的下属。虽然在法属地区一个酋长也可能同样拥有简单的司法权，同样是赋税征收者，但是至少从理论上讲他必须缴出所有的一切，只能靠一份固定薪金生活，若有不正当的行为还会被扣除部分薪金。此外，在那些缺少他隶属于传统的统治集团的证明的地方，他的地位更加虚弱。英国人会尽可能保持预先确定的权力结构，最多在精英内部进行调整。虽然法国人并不完全厌恶这种做法，但也常常提拔那些经过考验的当地帮手或者士兵担任主管人员，有时甚至提拔女性，只要这些人表现可靠。相反，尽管他们保留了不少当地王侯的地位，但其内涵已被掏空，而且把他们降为前文提到过的种类——傀儡。显然，传统的权威对于英国人来说要比对法国人具有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显现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那些被任命的酋长的命运上。英国的条件在若干地方甚至导致了酋长地位的增强——一个北尼日利亚王侯或斯威士兰国王仍然是一种政治力量；而在法国人这里，首领的地位则更依赖于殖民国家的不断支持，以至于它在殖民国家撤回之后首先就崩溃了。

两种体系的差别同样体现在外交礼节中。英国的官员应该学会该国的语言，要掌握有尊严地与非洲当权者进行交往的有关详细规则，而法国人却较少注重语言知识，轻蔑地对待被视为译员和傀儡的主管人员的现象非常普遍。不过另一方面，虽然一个英国人可能会在政治上尊敬一个酋长，但却倾向于认为他没有社会活动能力，而且对同化的非洲人有所保留和反感。而同化的非洲人虽然只是法国人的走卒，但他们的社会晋升道路却 没有多少障碍；在这方面，殖民地的统治体系与殖民地的教育体系有着直接关联！

因为统治体系的差别最终取决于宗主国不同的政治文化。在欧洲招募的“殖民官员”将它们作为早期内化了的规范带到了非洲。在非洲的欧洲殖民官员通常不是出自上流社会，然而“英国的”殖民官员凭其所受的教育可以被视为与上流社会等同。公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是最受推崇的学校。1899年至1914年，在因其法律地位与殖民地公职机构（Colonial Service）分开而且等级稍高的苏丹政务机构（Sudan Political Service）的83名成员中，不少于36人拥有牛津大学学位，20人拥有剑桥大学学位，6人拥有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学位（具有很高社会影响力的盎格鲁—爱尔兰阶层[2]的大学），9人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因为英国的领导阶层认为，统治者要么出身贵族，要么至少毕业于公学，所以没有专门的殖民地公职人员培训和考试选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军官们首先拥入殖民地公职机构。大约从1930年起，大学学位逐渐成为先决条件。可替代的方法是候选人在牛津修满一年课程并通过法律和非洲语言的毕业考试，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被派往非洲。

时间越往后，就出身和立场而言出自中等市民阶层的法国殖民官员就越多。高级行政官员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与二者有些差距的食利者和小商人，这些在1929年至1936年是“殖民地学校（école coloniale）”寄宿生的父亲最常见的职业。这所建于1885年的学校原本是为了向海外社会名流的儿子提供法国式的教育。1899年，副部长欧仁·艾迪安内又为自1887年合入一个特别团体的殖民官员增建了一所学校。但是1914年仅有20%的当地官员出自该校；直到1939年，多数官员还是从“代理人”的辅助人员中提升上来的，至1912年，担任辅助人员甚至连一个起码的特别资格证明都不需要。因为与英国的情况相反，1930年前后，非洲殖民地的公职机构得到的尽是负面评价；甚至志愿者都可能被怀疑是逃犯。渐渐的，法国中等阶层的身份标准——“获得中学毕业文凭（baccalauréat）”和上“殖民地学校”，后者自1934年变为上“法国海外国立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 la France d’outre-mer）”——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

就发展趋势而言，比利时和“葡萄牙的行政体系”与法国的行政体系相对应，只是同化的意识形态和压迫的实践之间的对立也许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结果。比属刚果酋长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国家的产物，因为预先确定的非洲行政管理单位大多都更小一些。在葡属殖民地，虽然非洲人的首领是依照非洲统治阶层通用的继承规则遴选出来的，但是他却成为殖民国家的辅助机构，殖民国家确定他为合法，付给他报酬，根据税收额对他进行奖赏。此外，甚至连前士兵和诸如此类的人也被任命为酋长。

在两个殖民帝国中，同化的非洲人（比利时语称为“évolué”，葡萄牙语称为“assimilado”或“civilizado”）在理论上是与白人平等的。然而在刚果，同化的非洲人却并没有被看作完全平等的人，实际上与那些没有被同化的非洲人地位相同。而在葡萄牙统治地区要符合必要的先决条件是非常困难的：能说准确无误的葡萄牙语，具备葡萄牙公民的习惯和知识，拥有足以养活一家人的收入，有良好的品行和服兵役。因此，1900年在安哥拉的400万非洲人中据称只有约30000人拥有被同化者的法律地位，在600万莫桑比克非洲人中只有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城市的“文化中介人”。未被同化的大多数“土著人”或者“未开化的人”有一个“土著政权（regime do indigenato）”，它不仅仅是名称与法国政权相像得难分彼此：行政机构的职权范围相当不受限制，包括由白人行政官员行使的裁判权，税收和劳动义务，以及有限的法律行为能力。

在德国人统治的地区，尽管对行政有一定程度的过分热心，尽管建有私人教育机构，但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正规的体系。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王国以及阿达马瓦酋长国已有间接统治的萌芽；在东非，利用当地首领作为行政机构的助手，或者任命非洲的，但却属于外来的具有桑给巴尔传统的“里瓦利斯人（Liwalis）、阿吉达斯人（Akidas）和琼布人（Jumben）”作为地方的监督人；最后还有德国人的直接统治，在西南非洲具有极为明显的压制特性。

然而到底为什么要对非洲人进行管理呢？当然是为他们好，要使他们文明化。殖民国家将此理解为传播安宁与秩序，推广医疗保健和更好的教育，在某些情况下也传播更高一级的 宗教——基督教，总之，也就是以一些形式传播欧洲的进步。当然，非洲人不能因此就与欧洲人平起平坐，至少不会马上这样。但是为了人类，特别是他们的主人的利益，他们应当立即学会文明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即纳税和劳动。就将对非洲人征税有意识地用作劳动教育的工具这一点而言，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强制纳税应该促使非洲人放弃他们的“懒惰”生活，通过为市场生产，更好的情况是通过雇佣劳动挣到所需的金钱。在一些情况下能够或者必须以生产活动完税，如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让人们在刚果以采集橡胶和狩猎大象完税，在早期的德属东非以种植棉花向行政机构缴税。

税收的经济教育目标与财政目标是共同推进的，也就是维持殖民统治的费用。原则上殖民地应当始终自筹资金。非洲人不仅要为将他们培养成文明人而承担费用，而且还要为帮助他们发展的人尽可能带来收益。当然这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的，因而很多殖民地都需要大都会的补贴。德国所有领地的财政都是赤字，只有多哥例外，它自1906年起能够自己负担财政，因此被誉为模范殖民地。西南非洲在战争爆发时凭借它新的钻石采掘业正在跨越这道门槛。西非较富裕的地区就更不在话下了。不仅各英国领地，就连法属西非也可以自筹资金，而法属赤道非洲则需要法国不断补贴。这两个法属联盟大总督的中央政权使各殖民地之间达到财政平衡，这自然使那些较富裕的殖民地觉得受到了掠夺。

当然这也涉及了白人，首先是通过关税，它是很多殖民地最初的主要收入来源。在黄金海岸它源源不断地流入财政，以至于至1936年，这个殖民地即便没有通常的对土著人征收的赋税也足以应付。另外，欧洲人的企业也须缴纳所得税和其他当地赋税。尽管矿山公司有逃税嫌疑，它们依然为比属刚果的预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殖民地公司在纳税方面的待遇优于在本土的公司的情况并非少见。如果没有优待，那这些税就可以在本土缴纳，因此它们在殖民地的预算中压根就不会出现——这也是一种利润转移！

于是对土著人个人的征税成为殖民地行政机构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51年，对各殖民地非洲人征收的直接税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与1938年相比分别降至一半（安哥拉）、三分之一（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甚至十分之一（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在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平均预算的约25%来自关税和对非洲人征收的赋税，其余部分来自土著人也须缴纳的间接税、对白人的征税和其他税收。

自19世纪末，非洲各地出现了人头税或家庭税。它常常是前面描述过的间接反抗的原因之一。一些地方也收实物税，例如在乌干达有时候用一头大象可抵100户人家的税，用一头河马可抵10户人家的税。这种税严厉伤害的恰恰是最穷的人，因为直到晚期才采用了累进税率——如果确实采用了的话。鉴于当时的行政体系和税收制度，这样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是统计成人或家庭的总数，酋长负责上缴相应的金额。如果他上缴的少于这个数额，即使理由充分，他也会给人以不良印象。此外，他的薪金取决于上缴税金的数额，或者说他会获得一笔合法或非法收入作为奖赏，该项收入在法国殖民地达到7%，在英属东非甚至达到10%～30%。那里的一些酋长变成了富翁。

这一体制可能会变成非洲人的烦恼，因为尽管税收相对较低而且总数也不多，但是负担依然很重，因为为了获得用于缴税的钱款，必须付出比在欧洲或移民殖民地更多的辛劳，而且常常是不管经济形势如何都一样。税率不仅在殖民地之间各不相同，在殖民地内也不相同，这也被用作防止税款流入城市的调节工具。1926/1927年，加蓬的年税标准为2～20法郎；但是在首都利伯维尔却必须缴纳28法郎，它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在自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税金差不多耗尽了几内亚或象牙海岸许多非洲人的货币收入，不过1940年在法属西非，税金还保持在收入的40%。在塞内加尔，1929年之后来自主要由白人缴纳的营业许可税和 营业税的收入降低了三分之二，来自非洲人的个人税的收入则没有变化，因而这部分收入无疑承担着危机的压力。

除此之外，还可以征召大多数殖民地的非洲人服公共项目的“劳役”，铁路建设在这方面引起的轰动最大，例如从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到黑角（Pointe-Noire）的那条五百公里长的刚果大洋铁路，1921年至1934年它夺去了从整个法属赤道非洲征召的约2万服劳役者的生命！另外还强迫进行商品生产，如在殖民当局的土地上（法属非洲指挥官的土地）种植棉花，或强加给一些地区的农民大规模的强制性农业。尽管1926年（国际联盟）和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颁布了对强制劳动的国际禁令，为公众利益服劳役的要求仍然保留下来。劳役被英国人授权给了酋长们，并被作为传统的集体劳动（communal labour）出售给了国际劳工组织。从这一方面来看，即使在英国殖民地也绝非没有强制劳动！此外，在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也保持着惯例，即行政机构充当给欧洲人的农业和工业企业招募廉价和并非完全自愿的劳工的主管机构。1905年在尼日利亚、1912年在塞拉利昂成立了第一批工会，两次大战之间强制劳动在东非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重新采用），而在法属大陆直到1937年，工人组织一直被禁止。因此规定的工资可以削减，劳役可以超过法定的12～15天这一最高限，住宿和伙食方面也可以削减。对于葡萄牙的臣民来说，自1899年以来有服为期半年的劳役的义务。尽管从理论上说非洲人作为纳税人也可以自己承担责任从事劳动，但整体导致的却是为行政机构和私人经济招募劳工。尽管1928年的劳动立法使这种情况有所减轻，尽管葡萄牙在1950年代加入了反对强制劳动的国际公约，劳动条件在很长时间内仍然是非常艰苦的。

经济

非洲的殖民统治是以“掠夺式经济（Beutewirtschaft）”开始的，其大规模的掠夺完全类似于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占领（Conquista）。那些撞运气的人和他们的幕后人想通过肆无忌惮地利用土著人的劳动快速开发矿藏以及象牙和橡胶之类的野生产品从而迅速发财，而且在这里没有为此进行过哪怕最小的投资！刚果和喀麦隆的情状就是这种掠夺的典型，一些特许公司在那里凭借它们的垄断地位可以获得高达1400%的毛利，非洲人另外还要受商品高利贷和承办者的剥削。1904年至1907年的德国殖民地危机暴露了这一体制的脆弱性，1910年后野生橡胶的繁荣崩溃，直到此时人们才普遍承认，殖民地的发展和善待非洲劳力符合应被正确理解的欧洲利益。与路加德相似，法国人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于1923年指出，这种发展政策符合非洲和欧洲双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能够造福整个世界。更确切地说，这种“发展”就是迅速且尽可能多地生产法国所需要的货物，这也是萨罗关于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殖民经济史第二阶段的关键概念。世界经济危机过后，英国才转向这种严格地以大都会经济为基准的方式，虽然很早就有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因此，早期的发展也可以用掠夺式经济来概括，这样一种有目的地建立起的非洲对欧洲的新型依赖才会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当然早于世界经济危机，因为它可以追溯到发展政策，或者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决定。

这一点在“生产资料的占有（Besitz der Produktionsmittel）”上表现得十分清楚，而这种占有在非洲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大多数非欧洲文化一样，非洲人也不知道按照罗马法的不受限制的个人土地私有制为何物。但是这里几乎没有无主 土地，却有巨大的占有要求，这些要求自然不会按照欧洲的方式实现，或者说也许只能转让一片某个非洲群体经常在那里活动却不插手邻近地区事务的区域。然而，当殖民当局断然宣布在欧洲人眼中属于无主的一切土地为国家财产并将其转给移民和种植者时，那就说明他们对非洲法律习俗的蔑视多于无知。人们也可以为非洲人引入土地私有制，但那就需要按照规定进行登记，这种登记不仅涉及费用，而且关系到与其他有权提出要求的人的矛盾。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法属西非约1600万居民中，据称登记在册的非洲地产主只有1742人，名下共有土地29000公顷。这种私有土地可以出售、出租，可能随即通过抵押而丧失，比如在欠税或歉收时。当然，也存在尊重非洲的财产关系而不利于欧洲人的情况。

在各英国殖民地存在着各种极端之间的所有变体，通常是殖民地的历史越久远和在那里生存的白人移民越多，转移到欧洲人手中的土地就越多。在南非，1931年，600万非洲人分摊34000平方英里土地，而180万白人分摊44万平方英里土地，这也就是说，白人占有的土地几乎是非洲人的24倍，这里还没有涉及土地的质量。在坦噶尼喀，德国人没收的175万英亩土地没有被取消，但自1923年开始，所有没有变卖的土地都作为非洲人的信托地产由总督掌管；欧洲人只能获得有限的许可证。在乌干达，从1900年至1902年，人们将布干达王国的4000名贵族变成了私有地产主，但在其他地区则寻求其他解决办法，主要是阻止向欧洲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变卖。1930年，在超过9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中仅有300平方英里转到外国人手里。那时英国在肯尼亚终于也开始保护土著人的地产，而之前为了促进白人殖民，自世纪之交起大规模变卖过所谓的王室土地。1930年前后，大约280万非洲人拥有53000平方英里的保留地，大约12000名白人却拥有16700平方英里的土地；99000平方英里依旧是王室土地；白人人均占有土地是非洲人的73倍！在英属西非则不同，非洲人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保护；归为欧洲人所有是不受欢迎的。1916年，在尼日利亚和黄金 海岸，土地买卖需要得到总督的许可。1925年，仅有1%的土地掌控在外国人的手中；当然，非洲的可可种植农在那里开发了许多新的土地。欧洲人的经济活动集中在贸易和采矿业。

1902年，人们在塞拉利昂给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的威廉·利弗（William Lever）仅仅提供了一个为期21年的棕榈种植园租约，利弗认为它对发展政策毫无意义，于是改道比属刚果。虽然在那里和在法属赤道非洲所颁发的许可证里并未授予拥有人完全的所有权，但是殖民国家却以此证明自己并非小气。截至1930年，法国转让了100万公顷，比利时转让了1600万公顷，其中仅转给基伍国家委员会（Comite national du Kivu）的就达到1200万公顷，虽然随后又缩减到40万公顷。不过在比属刚果产生了保护区制度（zones de protection），为此一家公司获得了农产品的买方垄断权、农产品加工垄断权和招募劳力垄断权。1911年，联合利华在那里获得了占有75万公顷棕榈林的候选资格。

在法国殖民帝国，就连历史最长的领地阿尔及利亚也体验过欧洲土地政策的全部重压和所有措施。而在西非和马达加斯加，当地的土地一直归农民自己所有，虽然在法属西非自1904年起所谓无主的土地都是殖民国家的财产，但是这种无主性必须得到证明。在因修建城市和海岸地区的投机买卖而出现没收土地的那些地方，当地人已经非常熟悉欧洲的惯例，因而不会毫无抵抗地放弃，例如在法属阿比让（Abidjan）和达喀尔以及在喀麦隆的德属杜阿拉——后者的事务甚至被委托给了德国国会。

在各个德国领地中，喀麦隆种植园公司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喀麦隆山区的肥沃土地。它们的合伙人之一耶斯科·冯·普特卡默（Jesko von Puttkamer）总督毫不犹豫地用宣告土地无主来帮助它们，非洲人被限制在不足2公顷的土地上。在多哥，这些公司采用了更加诡秘的方法，然而它们的阴谋诡计被揭露后导致了1910年的土地改革，永佃权取代了购买，采取了防止宣布土地无主的保障措施。在东非，白人移民在富饶的乞力马扎罗地区和其他地方也确立了类似于喀麦隆山区的状况。但是在该国的大部分地区，白人移民都无法抵御殖民当局的小农政策；1914年只有不到1%的土地属德国人所有。相反，在西南非洲，赫雷罗战争之后殖民地的土地几乎全 被没收并提供给德国移民和资本公司使用。

意大利在东非建立了咖啡种植园。但是与在利比亚取得的有限成果相反，数百万意大利农民的殖民行动在那里没有收获一点成效。1940年在埃塞俄比亚有54296名意大利人，其中一半人生活在亚的斯亚贝巴。他们必须依靠食品进口才能维持生计。

土地政策战略和农业用途在殖民政策上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与保护非洲人的地产对应的是非洲农民为世界市场生产商用作物（cash crops）。另有两个可能性，一是由白人移民经营的农业，二是资本投资公司的种植园。无论是没收政策还是更加诡秘的方法都与这两者无关，通过保留政策大大减少了非洲人的地产，致使非洲人除了给白人地产主当雇佣工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两类欧洲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形势或经营畜牧场，或生产植物产品：咖啡、可可豆、烟草、香蕉、棕榈油、橡胶、剑麻和棉花，在北端和南端还可种植小麦和葡萄。只要它们属于资本投资公司，它们就与贸易和加工企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一些移民有决定权的地方，在土地和劳工政策之外还出现了强有力的有利于白人农业的政策，比如在肯尼亚，重要的出口商品咖啡唯有白人种植园才可以经营。另一方面，主要是在西非的一些地区，白人农业无法胜过非洲人的农业及其与贸易的合作。世界经济危机使白人企业遭受沉重打击。1934年，橡胶和棕榈油的价格只是其1927年至1929年价格的10.4%和18.3%。当然，白人移民此时更想利用政治手段保持他们的优势。

在经济现实中，非洲农民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相对重要起来，无论是像在法属西非和德属东非那样得到了殖民主人的支持，还是像在黄金海岸、塞内加尔或乌干达那样是由于非洲人的积极性。在西非，几个世纪以来土著经济的取向一直是通过奴隶贸易满足欧洲的需求，到19世纪它成功地适应了新的需求结构，用出口油脂取代了出口人。这些非洲人善于机敏地回应经济刺激，因而 殖民国家为了欧洲生产者而进行暴力干预在经济上是毫无意义的。在塞内加尔，非洲农民在19世纪中叶之前就主动转向为法国市场种植花生，同时将种植区域显著地扩大到了内陆地区。自1912年开始，甚至有一个新的伊斯兰互助会莫里蒂亚兄弟会（Mouridija）负责深入内地开垦新的花生种植地，这个团体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而在独立前夕它控制了四分之一的花生生产并造成了严重的土壤退化。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作物常常源自美洲。如果说花生适合稀树草原的条件的话，那么可可树则适合几内亚海岸地区的热带雨林。1879年，可可树被从费尔南多波岛（Fernando Po）带到了黄金海岸的腹地。1911年，这个殖民地已经出口了4万吨可可豆，从此之后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地。这都得益于阿夸佩姆族（Akwapim）、埃维族（Ewe）和芳蒂族的非洲种植者的经济能力，他们懂得如何既不依赖殖民国家也不依赖传统的权威，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必要时还通过建立土地购买合作社来确保林地中不断新垦的小块农田。随着橡胶热销的消退，阿善提人也紧随其后将他们在那里获得的利润投入了可可生产交易。尼日利亚和多哥的农民立即尝试进行仿效。在多哥，棉花种植是在德国人统治时期由美国黑人发展援助者引进的。

乌干达的棉花种植呈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过是在另一种社会基础之上而且还凭借了与欧洲人的相互合作。也就是说1901年出于政治原因修建的通往维多利亚湖的乌干达铁路应该也是有利可图的。此前，靠搬运者将一吨货物运至海岸要花费200英镑，而此时铁路的运价为每吨2.4英镑。另外，那些在乌干达当权的基督徒酋长也在寻找一种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以稳定他们的统治，当然这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也不反对的目标。乌干达有限公司（Uganda Company Ltd.）与传教士协会关系密切，对加工和销售感兴趣，而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则意欲在帝国内大力推行棉花种植，从而摆脱对外国供货商的依赖（一个在德国和法国也同样非常重要的观点）。协会提供种子、技术和初加工设备，公司、传教士和 政府督促酋长们把种子分发给农民并避免犯错误。从1903/1904年至1910/1911年，乌干达的棉花出口总值从43000镑增加到307000镑，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占总出口额的70%。在收获时节，这一地区的棉花会吸引来数十万季节工。

与西非相反，这里的非洲人并没有成为商人，他们仍然是农民，他们的酋长们仍然是统治者，欧洲人关心的是原料加工和大宗贸易，而小额贸易则由印度人承担。后者与其他从事贸易的少数民族受到憎恶，当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于1971年将他们从独立的乌干达驱赶出去时，几乎没有哪些非洲人能够接替他们。在西非则不同，在那里发挥着相同作用的黎巴嫩人完全可以说是在与非洲人的小额贸易展开竞争，而这种小额贸易主要掌握在妇女手中。

非洲的经济作物生产是一种原始的、笨拙的经济形态。这是它的成本优势，但也是它的劣势，营销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它而言完全是苛求。就连行政机构最初也没有关注此事，最多是为贸易准备好了基础设施。这种贸易本身毫无疑义地掌控在欧洲大公司的手里，而买方垄断常常允许它们单方面制定价格。但是这种依附并非单一经营经济所产生的唯一弊端，更加糟糕的是非洲农民在面对世界原料市场的价格变化趋势时束手无策，更别提他们陷入了受制于生态的困境。“前殖民种植系统”可能是生态学上更贴切的表述。而单一经营和新技术可能会导致地力衰竭和水源干涸。耕种面积的扩大消耗了土地储备，而由于很多非洲土地贫瘠，人们需要储备土地进行轮换种植。土地侵蚀蔓延开来。无奈的农民使用着与之前相同的方式，不仅要保证维持自己的生计，而且还要生产经济作物，所以常常勉强度日，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水准降至营养不良状态。由于几乎不再可能有粮食储存，所以每年在收获季节前都会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歉收和价格暴跌都意味着严重的饥荒。为了补救由于种子缺乏而产生的持续性威胁，在法属西非为土著创建了由行政机构掌控的带有强制参与和交费义务的储备公司（Sociétés indigènes de prévoyance），抛开滥用权力不说，人们感受到的不是帮助，而是额外的负担或额外的征税。

然而，已经有人尝试通过投入资本和技术创造其他更为有利的经济作物生产形式，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灌溉项目扩大生产。在英埃共管的苏丹，格茨拉计划（Gezira-Projekt）本该把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之间的土地变成棉花种植区。它从森纳尔（Sennaar）的一个大坝开始，在那里灌溉渠能够利用自然 重力输水。政府以租用的方式从地产主手中拿到土地，随后以约40公顷为单位将土地重新分配下去，有时候又分给原地产主，分得土地者负有根据指令将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的义务。在其收获中，农民得到40%，政府因租金、供水和指导获得40%，一个私人加工和销售公司得到20%。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项计划扩展到了100万公顷，1955年它供养了50万人口，生产了苏丹出口产品的一半——然而代价是不得不依赖单一产品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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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4 1910～1940年贸易果实的出口量（单位：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人很快就制订了廷巴克图之上尼日尔河中游的尼日尔计划（Nigerprojekt），据此，那里应有约100万公顷的土地得到浇灌，150万人口在那里安家，能够生产30万吨棉花。1923年，法国进口了261000吨棉花，但是其中只有0.8%是来自它的非洲殖民地。然而，对这项计划及其盈利的可能性感兴趣的并非棉花工厂主，而是银行、建筑业和重工业。为了改善殖民地的食物状况，最终确定一半土地用于种植水稻。1929年部分土地开始投入使用，但是1940年定居移民总共只有12268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共生产棉花2000～4000吨，水稻1万～2万吨。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行政机构的强制性和官僚的麻木不仁。

1935年，棉花、羊毛、橡胶、玉米、棕榈油、可可豆和花生等共占非洲出口量的25.14%，而1913年仅占20.2%。当时出口总值的55.9%是由黄金、钻石和铜贡献的，1935年该数字仍然保持在53.5%。然而前两类商品再加上玉米和羊毛绝大部分都出自南非联邦。非洲主要是作为矿业大陆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采矿企业绝非总是在各处都是成功的。由黄金和钻石所激发的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南部非洲，尽管贫穷白人的数字暂时还在继续增加，而繁荣的支撑者仍然是未经专门训练的黑人劳工大众。当然，殖民国家希望在这个矿藏丰富的大陆的其他地方也能再现这种成效。在这方面英国占有优势地位。塞拉利昂可以提供白金、黄金、铬、铁和钻石，南罗得西亚可以提供煤炭、铁、黄金、锡和铬。1936年，塞拉利昂出口的矿物价值125万英镑，黄金海岸出口的矿物价值212万英镑，南罗得西亚的价值442万英镑，北罗得西亚的价值509万英镑，它们分别占到各自出口量的52%、41%、79.9%和72%。北罗得西亚的铜最为重要，1931年至1938年其产量从16000吨增加到255000吨。即使是在独立的赞比亚，铜也占出口额的90%、国家收入的60%和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在法国殖民地，相比之下很少有成功的投机公司。几内亚矿业研究与勘探协会（Société Guinéene de Recherches et d’Explorations Minières，缩写为Soguinex）甚至将它的几内亚钻石开采权用于禁止开采；这里涉及的是戴比尔斯（De-Beers）世界钻石垄断集团的子公司，因为它不希望出现压价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戴比尔斯还直接吞占了自1908年在德属西南非洲建立起来的钻石开采，它最终带来的是该殖民地三分之二的收入。

而比属刚果的采矿业则能够保持和扩张其地位，它主要集中在加丹加，几乎完全被控股公司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所控制，在刚果投入的总资本中后者占70%。从1912年至1930年，加丹加的铜产量从2492吨增长到了138949吨，成为世界上第一批铜、黄金和钻石的生产者之一。其他所有的采矿国家在采矿时使用的都是拥有专门知识的白人工人和尽可能不断更换的黑人辅助工（往往是季节工），而对于上加丹加矿业联合会（Union minière du Haut-Katanga）来说，白人工人太昂贵和太苛求，但黑人季节工劳动效率又太低。它依靠的是一支经过良好培训的和社会待遇较高的黑人专业工人队伍，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生产情况与投资情况是相应的，投资几乎完全来自欧洲和美国，因为起初几乎还谈不上有非洲资本的构成。无论是按照国家还是按照行业来看，它们遵循的都是“谁拥有，谁获利”的原则，而且以此更进一步加强了单方面的发展。至1900年，投入非洲的资本大概有2.75亿英镑，大多数是几乎都流向了南非的英国资本。到1913年，投资增加了一倍，南非依然是主要目标，不过就连这些数额也仅占到英国资本输出的10%和法国资本输出的不足2%。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黑非洲”才在较大的范围内获得了投资，但英国的投资仍然只占其国外投资的近四分之一，法国人在马格利布投入了8亿法郎，而在“黑非洲”仅投入了8000万法郎。很能说明问题的是1870年至1939年遥遥领先的英国投资和矿业国家的良好成绩，因为按照行业来看，采矿业理所当然处于主导地位（Coquery-Vidrovitch/Henri Moniot 180；单位：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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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至1940年在法属“黑非洲”，其他行业的私人投资的情况如下：商业占39%，种植园占18%，森林占12.5%，工业占9.6%，（当地不太重要的）矿业占7.5%，银行占6%，不动产公司占3.5%。很明显，非洲的经济发展恰恰是因为在亟须发展的方面缺乏资金而被延缓。从总体上讲这也不可能通过国家投资来补救。

国家参与的极端情况出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为阿比西尼亚战争（Abessinienkrieg）支付了120亿里拉之后，每年依然要为各殖民地的预算提供16亿～17亿里拉，这相当于国家开支的八分之一，此外还有210亿里拉用于六年发展计划，至1940年总共占国家预算的21%。为了筹集这些资金，意大利采用了强制公债、特别税收和通货膨胀，此外还有外国资本，例如德国资本。起初是向交通业投资：公路、铁路和港口。此外还成立了半国家性质的制造公司，它们 确保了意大利在棉花、羊毛、皮革、油脂等产品方面实现自给自足，而且每年还能节约20亿里拉的外汇。1939年有4000家企业以27亿资本在东非经营；农业和贸易实现了增长。但是这种贸易仅占意大利贸易的微小部分，而且意大利贸易的90%是由从那里的进口构成的。所有这些没过几年就结束了。

对非洲其他地区的国家投资通常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宗主国的毫无裨益的补贴，大多数是靠各殖民地在当地举债筹措资金，这些借贷须由殖民地纳税人支付利息，而大都市的债券购买者则是利息的享受者。各殖民地在财政方面自我维持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投资！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非洲的投资成倍增长，不过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归于公共机构使用。此时就连不符合市场需求，但却是用于特别需要发展的地区的捐赠和贷款也在增加。1956年至1963年是这一发展的高潮期，其具体情况如下（Peter Duignan/Lewis H. Gann 4，1975，26；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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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绝大部分支出都用在了基础建设措施和社会福利，直到1959年才开始较为重视改进生产。不过这种发展援助是为了降低回流。如果说1962年法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76%用于了其当时已经独立的殖民地的话，那么1965年这笔资金的三分之一是用于支付参与其中的法国专家的薪酬。此外，参与其中的各个公司的一部分颇为可观的利润可能流回了法国。因此这种投资的真实分量很难估算，不过至少高于1945年之前的所有投资。

在殖民时代，官方和私人投资者主要将他们的资金投入了广义上的出口领域。其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片面地定向为出口贸易。虽然生产受到鼓励，但这只是从欧洲的观察视角看到的结果，因为投资者和行政官员非常了解欧洲的需求，但对 非洲的需求和盈利的可能性却所知甚少。总而言之，这里涉及的是欧洲经济生产力的最大化而不是非洲经济生产力的最大化，常常连在非洲利润的最大化都谈不上。有时甚至进行一些经济上毫无意义的投资，如对乌班吉沙里的棉花生产的投资，它的运输费用过高，需要几十年才能盈利。即使官方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主要也不是为了自己发展地方的生产力，而是面向世界贸易。非洲以这种方式拥有了一个如此独特的交通网，以至于有时发往相邻殖民地的电报也必须通过欧洲中转。

这种情况也见于殖民当局最重要的投资领域——铁路建设，尽管引进了私人资本，1939年它还是占到了英国在非洲的国家投资的60%。自19世纪中叶起，铁路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完全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大型投资和经济开发措施，无论是在美洲、俄国和澳大利亚，还是在印度和中国，都是如此。但是，一幅非洲铁路地图向我们展示了1960年时，也只有在南非和马格利布有像样的铁路网。在尼日利亚和苏丹，各干线之间至少有横向支线，罗得西亚连通了比属刚果和安哥拉之后实现了铁路线横贯大陆。不过最后提到的那些铁路基本上是连接各港口的支线，作为附加投资的港口扩建也属于此类。达喀尔拥有自己的铁路，同样拥有自己铁路的还有：科纳克里（Conakry，几内亚），阿比让（象牙海岸），洛美（Lomé，多哥），科托努（Cotonou，达荷美），拉各斯和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尼日利亚），杜阿拉（喀麦隆），罗安达、本格拉和木萨米迪什（三者皆属安哥拉），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和吕德里茨海湾（Lüderitzbucht，德属西南非洲），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m，坦噶尼喀），蒙巴萨（肯尼亚），吉布提，苏丹港；甚至亚历山大港也有自己的尼罗河谷铁路。一些铁路线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出于战略考虑修建的：塞内加尔—尼日尔铁路和德属西南非洲的南部铁路是为了征服纳马人起义，乌干达铁路是为了将该国与帝国连接在一起而修建的。铁路运价被用于进行政治活动，不仅在德兰士瓦而且也在北罗得西亚，它在亏损的情况下与南部连接在一起，却不向西部开放。铁路修建有可能是源于国家的竞争，如法属赤道非洲的那条夺去了众多生命的刚果大洋铁路。人们想修建一条法国的铁路，这样就不必使用对岸的比利时铁路了。修建铁路本身就是政治，因为前面描述的法属西非的支线系统有助于殖民地的自治，进而会促使联盟在独立的进程中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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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5 1937年的交通线和矿藏资源

“黑非洲”殖民地的工业（如果它确实存在）中的主要部分只能依赖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1940年在法属西非，35%的投资涉及建筑业，18%涉及港口。只有占投资额28%的各大城市的电力生产自成一体。剩余的19%涉及的是加工业，要么是为利于运输进行预加工（花生去壳和木材切割），要么是供应一个有限的地方市场。至少后者被证明是具有发展前途的，特别是在二战期间需要以本地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时，当然只是在那些有工业基础的地方，特别是在南罗得西亚和塞内加尔。南非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起经历了工业化热潮，工业在很长时间内是排在采矿业之后的第二大国家行业，而非洲的其他地方则没有这样的热潮。1947年至1951年，殖民地部在英属西非的种种尝试均失败在传统政策上，即将殖民地限制在原料出口方面，它在此期间成了英国重要的外汇提供者。

与非洲的重大事务可以说就是贸易，然而不是对作为整体的欧洲殖民国家而言，而是对某些行业和公司而言，因为与非洲的贸易在殖民国家的贸易结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很小，而相关行业和公司则是官方的基础建设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如果说对于欧洲各国的财政来说非洲是赔本买卖，那肯定是符合实际的。然而私人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也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关于这些利润的详情很少公之于众。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说利润由此人占有而损失由社会承担，私人的盈利在大都会所带来的成效的确是显而易见的：工作机会、倍数效应和税收收入等。因此，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也的确很难梳理清楚，因为其中有些部分已不再是单纯一国的生意。跨国公司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除了南非的钻石垄断及黄金寡头垄断，最著名的就是在热带非洲运营的植物黄油和肥皂康采恩联合利华，其影响力通过500多家子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延伸到了40多个国家。以1888年成功推出块状肥皂为起点，1920年利华兄弟（Lever Brothers）控制着英国肥皂生产的四分之三，它以自己从非洲组织原料供应为基础，自1911年起靠的是比属刚果的75万公顷土地。1921年它们用850万英镑收购了从事尼日尔贸易的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1929年与壳牌共同组建非洲和东方公司（African and Eastern Company），后合并为联合非洲公司（United Africa Company）。与一家尼德兰—德国黄油康采恩联合 之后，1937年组成了一家双重控股公司，此时它也要在大陆，特别是在法国的植物黄油和肥皂市场争取统治地位，为此它利用了在法属西非进行有限区域活动的子公司：塞内加尔的非洲新贸易公司（Nouvelle société commerciale africaine），几内亚、尼日尔和苏丹以及其他更多地区的法国尼日尔公司（Compagnie du Niger française）。在法国方面，波尔多的各家公司保持着组织架构方面明显的多样性，而马赛的法国西非公司（Compagnie français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1887年成立时仅有资本750万法郎，1939年已发展成拥有4.11亿法郎的、控制着法属非洲贸易的三巨头之一。联合利华之外的第三大公司是1906年由瑞士商人以注册资金1.25亿法郎建立的西非贸易公司（Société commerciale de l’ouest africain），1940年它拥有250家分公司。

在银行业，集中的趋势体现得更加明显。在“法属黑非洲”的15亿法郎银行资本中，14.5亿法郎分属于西非银行（Banqu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非洲商业银行（die Banque commerciale africaine）和非洲法国银行（die Banque française de l’Afrique）。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第三家银行破产，第二家银行陷入了第一家银行的控制，因此后者几乎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施行垄断，借助其发行货币的特权进一步加强垄断。与此不同，一个寡头垄断出现在英国殖民地，那里的第一家银行于1837年建于开普敦。在西非，1894年成立了英国西非银行（Bank of British West Africa），1926年成立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是它唯一的竞争对手，而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和格林德利银行（Grindlay’s Bank）则在东非分享生意。这两家银行继续维持着非洲的投资不足，因为它们将存储在它们那里的钱，包括非洲人的储蓄都投资在大都会而没有用于非洲。此外，它们在发放贷款和雇用人员上优先考虑欧洲人和亚洲人。在比属刚果，除了举足轻重的矿业集团（Union minière），控股公司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还控制着另外11个矿业公司、3条铁路和所谓的“总公司（Allgemeine Gesellschaften）”、2家银行、6家种植园企业、3家金融公司、11家工业和商业企业以及1家不动产公司等。除了采矿业，它们手里还掌握着水泥工业和水力发电设施。

寡头垄断的生意可能经营得不错，它们不断增长的数量证实了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贸易中，非洲殖民地所占比例可能很小，但是它正在迅速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定条件下 于1950年前后达到其高峰。1875年非洲向英国出口的货物占英国进口总额的2.6%，从英国进口的货物占英国出口总额的2.9%，193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0%和12.4%，1948年为19.6%和14.7%。若不包括南非，这两个数字1875年分别为1.2%和1%，1938年为3.9%和4.8%，1948年为4.3%和7.3%。1875年法国从非洲进口的货物占其进口总额的1.2%，向那里销售的货物占其出口总额的1.5%，193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3%和5.2%，1948年是9.3%和9.7%，1952年才达到高峰13.4%和11.5%。德国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于1913年走到尽头，当年与非洲的贸易占帝国出口总额的0.57%和进口总额的0.49%。总体上看，1913年至1935年从非洲进口的货物价值从7900万英镑增加到1.402亿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贸易的普遍上涨共同带来了进出口关系的暂时逆转。殖民地与欧洲的贸易结算首次出现盈余，因为欧洲需要更多的殖民地货物，却不能提供充足的制成品。战争结束后这种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因为后来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关税政策也导致了殖民地更加受制于宗主国。

英国最初甚至通过条约使自由贸易得到保障，比如在1885年的刚果会议上和1898年与法国签订的《西非条约》（Westafrikaabkommen）里，而且这种条约对国际联盟的托管地也具有约束力。当它因此于1932年转向了“帝国特惠制”这种关税保护体制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尽管法国于1936年废除了《西非条约》。在经历了战时经济的控制和战后时期的瓶颈之后，英国于1950年重新回到了自由贸易。而法国实施自由贸易的地方仅限于不包括加蓬（作为刚果地区的一部分）的法属赤道非洲、达荷美、象牙海岸以及托管地多哥和喀麦隆。在别的地方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将绝大部分贸易归于法国人，而只是如何确保他们控制绝大部分贸易。1900年前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加入1892年当地的保护关税税则的倾向。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一种有所松动和区分殖民地的体系受到偏爱，该体系在与欧洲共同体的联合中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这种殖民地贸易的非洲内部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物易物，而且一直如此，其间各大公司或它们的职员可以在以货易货的结算中，或者在以实物发放工资和预支货款时赚取额外的利润。不过，除此以外依然存在着非洲人对非洲人进行的以供养人口为目的的大规模贸易，当然，这种贸易特别是 在大量供应进口货物方面与殖民地经济是分不开的。最初几十年在拉各斯和其他地方处于主导地位的烧酒贸易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非洲人转向居间贸易领域鲜有成功。此外，由于帝国将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东非的印度人和西非的黎巴嫩人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然，即便是古老非洲的贸易也有使用钱或钱的替代物的“货币制度”，如铁质的镐或铜质的环，特别是西非的贝币以及北非和东非部分地区的玛丽娅特蕾莎塔勒（Maria-Theresia-Taler）。但是在桑给巴尔发现海贝床在19世纪引发了贝币贬值，从1851年至1900年，其价值在拉各斯降至原价值的10%。因此殖民国家采用一种新币制是可以理解的。南非和中非区域采用的是一种以贵金属为基础的币制，西非殖民地使用的则是英国的英镑币制。

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贸易顺差导致资金流向宗主国，这种流向对殖民地的购买力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1912年创建了殖民地英镑兑换标准（Colonial Sterling Exchange Standard）。伦敦的西非货币局（West African Currency Board）发行硬币和纸币，虽然它们拥有英国货币的价值，可以自由兑换英国货币，但是它们的有效范围仅限于殖民地。当硬币的币面价值和金属价值自1920年起不再相符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差价90%通过公债、10%通过发行局拥有的贵金属进行补偿。殖民地的货币流通量通过发行局与从殖民地流向伦敦的贵金属、货物和信贷自动形成了适应关系。这一体制虽然保证了一个经济弱势地区的货币高度稳定，但是将本应更好地用于非洲投资的资本又留在了伦敦。1939年，欧洲放弃了金本位制并转向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的贸易顺差会自动造成货币流通量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危险，而贸易逆差将会自动造成货币流通量减少，而且殖民地没有可能进行反调控。因此当年的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纷纷放弃了这一体制，与英镑集团只保持着松散的关系。只有三个国家跟随了1967年的英镑贬值！最初东非是印度卢比货币区的一部分，自1893年起卢比通过固定汇率与英镑币制捆绑在一起。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这一体系时，三个 东非国家获得了自己的货币发行局，并于1922年也采用了英镑币制。

与此相反，法国创建了一个货币统一的殖民帝国，但有违常理的是殖民地在这个帝国中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为一个或数个殖民地发行纸币的垄断权都掌握在一家拥有特许权的银行手中，在西非是西非银行，它处于国家的监管之下并有国家的参股，不过是根据私营经济的原则和地方的需求来运作。然而这些银行必须将其发行纸币的三分之一储存在巴黎，并将所有法郎和外汇的利润都存入巴黎的一个账户。这一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都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创新力。此前的私营特许银行此时变成了各领地的国家中央银行，保证金账户消失了，只是收入的法郎和外汇必须继续存放在巴黎。不过法国对此保证（后）殖民地的货币可兑换成其他任何货币。

关于这些结果存在着争议。法国体制可能会迫使殖民地以高价在宗主国购买货物，同时将自己的外汇储备提供给巴黎使用，英国体制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向本土提供低息贷款而不向自己的公司进行迫切需要的投资。另一方面，各殖民地从与一个勉强稳定的、可在世界范围内兑换的货币的联系中获利。甚至法国的关税保护制都可能发挥有利于殖民地的效用。据说1954年不得不在宗主国购买货物让殖民地花费了200亿法郎，但是到1964年，法郎区对法国的贸易顺差已达8.77亿法郎，因为进出口交换比率发生了有利于非欧洲国家的转变！

对非洲殖民经济史进行总体回顾的尝试最终得出的总是模糊不清或对其解释存有争议的经济论断，此外这些论断在量上也不能得到精确的证明。这大概可以归因于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首先，非洲经济并不像假设的那样对殖民主义百依百顺。殖民主义改变了非洲经济，但又没有完全改变；它对非洲的影响即使在经济方面也始终是有限的。其次，它的影响不像它的辩护士或它的批评者往往声称的那样，是单纯的好或单纯的坏。殖民统治既没有 在既定情况下以最好的方式发展非洲而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具有同等价值的一员，也没有通过不充分的发展使欠发达的非洲经济毫无选择地依赖于大都市。不过这既不意味着不可能作出评判，也不意味着必须进行好坏参半的评判。

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是建立了现代基础设施（港口、机场、铁路、公路、电报、电话）。但特别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商品生产的革命性发展。非洲的矿产资源得到开发，采矿业开始繁荣。农业的商业化导致了各种全新作物的种植和土地价值的增长，导致了非洲方面显著的、现代的经济积极性以及作为结果的流动性和富裕。伴随着这种生产现代化而来的是第三方面，这就是大约至1920年引入了货币经济，其结果是非洲融入了世界经济。无论如何，1820年至1870年每年的经济总体增长率估计为0.3%，而1913年至1950年估计为0.9%。

当然这些成就也有其相反的方面。（1）基础设施是为了运走产品而不是为了通过交流开发这片土地。（2）只有那些对于欧洲经济而言有望获得利益的地区得到了开发，其后果是加剧了地区差别。（3）但是重要的是没有进行任何工业化的努力和使非洲经济成为一种出口纯原料和进口消费品的经济。（4）进口廉价商品可能对非洲的相关行业造成了伤害。（5）经济作物生产导致了农业失去了多样性，依赖于世界市场，极度缺乏抗危机能力，忽视了粮食生产和破坏了生态。（6）在新农业的背景下，非洲人的土地常常被剥夺或被缩减，这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7）生产和贸易大都由少数非非洲的康采恩操控，它们不仅能够通过损害非洲人的价格政策获取额外利润，而且得到了税收的优惠以及不必在非洲进行再投资，因而它们在那里获取的利润可以流走。（8）非洲人被排斥在领导职位之外，非洲的内部贸易受到严重损害，因为它不符合殖民国家的利益。（9）经常以侮辱性的和残酷的强制措施将非洲人 纳入这一经济体系，包括强制劳动、强制种植、没收和压制性的劳工政策。

总而言之可以确定，非洲虽然在经济上发展了，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或者大胆一些说：经济发展是剥削的一个副产品。然而，留下更令人忧虑的损害的并不是眼下的剥削，而是结构性的畸形发展，而之所以有这种畸形发展，是因为外来的殖民统治在经营管理中首先依据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利益。

社会

就连在非洲殖民社会也是按种族分成不同阶层：白人在上，黑人在下，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混血儿处于中间阶层。这在世界史上并非新鲜事情，但是其规模却是新型的，非洲人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特别是他们的肤色，导致了种族等级在这里不可能被轻易忽视。当然，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少数白人在非常设的职能中发挥着主人的作用，因而非洲人的影响被弱化。真正的主人是白人移民，真正的种族主义者就连在这里也是“占少数的白人”，他们惧怕黑人（或印度人、黎巴嫩人）中的竞争对手，懂得如何让自己的肤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竞争优势充分发挥作用。下面一组数字是1956年欧洲居民在非洲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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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欧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讲，马格利布、南非和罗得西亚都是注定要产生种族冲突的非热带气候地区。在热带，白人移民偏爱高原地区，如肯尼亚，由于土地占有过多和各种政治要求，他们在那里也扮演着孕育冲突的角色。

他们从一开始在政治上就比其他非非洲移民有着更重要的地位，肯尼亚的印度人占总人口的3%，人数是欧洲人的三倍。在印度的支持下，他们虽然没有达到与欧洲人一样的地位，比如作为移民的地位，但是至少拥有一个好于非洲人的政治代表机构。在南非，他们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不比在肯尼亚低，但在那里的人数却大大逊色于欧洲人，而且好像自己已经顺应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社会角色。他们常常遭到双方的鄙视，这或许与他们群体中很多成员的商人角色有关。欧洲帝国各个部分之间的跨洲迁徙活动将具有相似社会角色的黎巴嫩人带入了西非，不过人数很少。

欧洲人无意间在非洲制造了问题，因为他们促进了黑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因而随后像在肯尼亚一样留给非洲人的土地变得更加紧缺。1800年，非洲大陆的人口估计在1亿左右，1880年上升到1.2亿。1935年人口数达到了约1.65亿，1940年代末为2亿，1956年增加到2.2亿。1984年居民人数是5.37亿，至2011年终于超过了10亿，其中44%不满15岁。其间，以仔细确定的数据为基础对殖民前的聚居方式进行计算的逆算法代替了从前对前殖民时期的大胆推测。今天人们可以假定，在“黑非洲”每个女性平均生育6个活产儿，平均寿命22.5岁，儿童死亡率为300‰～335‰，出生率为48‰，死亡率为33‰，其结果是人口增长3.3‰。

对于整个非洲来说，奴隶贸易造成的人口损失大概最高使增长率减少三分之一，但是别忘了在奴隶的主要来源地（主要在安哥拉）出现了人口减少甚至人口灭绝的情况。然而也存在着迅速恢复的可能性，一方面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女性的自然生殖力，使由奴隶贸易造成的损失男性的影响不至于太大，另一方面是通过由白人带入非洲大陆的美洲神奇作物——木薯和玉米——改善食物基础。

然而，得出这些数据的最新调查还确认，在包括喀麦隆、法属赤道非洲和刚果北部的一个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四边形区域里，儿童的平均人数相当低，因为这里有些地方的妇女根本就没有孩子。原因尚不清楚，不过，这种事情正好发生在那些帝国主义残酷的掠夺经济造成了最大人口损失的地区，也许并非偶然。殖民统治绝对没有立即导致人口增加；更确切地说是导致了人口减少。战争的影响、掠夺式经济、被带入的瘟疫和欧洲人引发的生态危机都是其原因。自古以来非洲就有很多地方性传染病：疟疾、黄热病、昏睡病、天花以及众多的蠕虫病，好像还有一种无害的梅毒变体。但是欧洲人的渗透可能造成其中几种病更大范围的传播，至少可以断言世纪之交的昏睡病时疫就属于这一类。另外还有新带入的疾病：牛瘟、结核病、西班牙流感、腺鼠疫，还有各种更具侵袭性的性病，以及早在奴隶贸易时期就在西非传播开来的社会瘟疫——酗酒。

当然，非洲人自古以来就尽情享用着他们自己酿造的饮料，但其酒精含量非常低。进口的烧酒则完全不同，据说有时甚至具有毒性。但它却是很赚钱的生意，这并不仅仅是对于汉萨同盟成员而言的。直到1894年，尼日尔海岸保护区（Niger Coast Protectorate）还在否认其收入的50%来自烧酒关税，这肯定不利于打击酗酒。然而，国家财政与酒类和烟草不仅在殖民地保持着一种模糊不清的关系，直到今天，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依然如此！

后来开始的人口增长因其规模之大，已经不能仅仅归因于克服了高死亡率的起因，它还与生育力的提高有关。或许是殖民统治不仅为废除传统的性禁忌提供了契机，甚至也使人们对家庭的未来有了乐观的预测——尽管这些预测常常令人失望？至少帝国主义的健康优势（health benefits of imperialism）带来了平均寿命的提高：在尼日利亚，由于有医疗机构，平均寿命提高了20%；在女性受教育得到改善的地方，平均寿命提高了33%；在这两项措施都实施了的地方，平均寿命提高了87%。

然而医疗保健一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还十分落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为人口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当然这也与欧洲人口基数不大相关联。1900年前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儿童死亡率达20%，平均寿命也仅有47岁！特别是对各种热带疾病的认知水平尚有很多不足。疟疾和黄热病的病原体直到1897年和1900年才分别被证实。在药品方面，除了治疗疟疾的奎宁和治疗性病的砷制剂几乎再无可用的药物，制药学在这一领域的突破直到1920年代才到来。不过，早在1897年，利物浦和伦敦就出现了热带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1900年在汉堡，1901年在布鲁塞尔，随后在巴黎、波尔多和马赛，1912年在开普敦也相继出现了此类机构。1896年在圣路易斯（塞内加尔）建立了非洲第一家微生物实验室，它1918年迁往达喀尔，1924年成为巴黎巴斯德私人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 von Paris）的一部分，该所自1909年起在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设有一家实验室专门研究昏睡病，自1923年开始在几内亚设有一个用猿做实验的研究站。至少从德国殖民地医生那里透露出，他们也用人做实验。

但是，研究所的建立并不能说明任何关于民众医疗保健的真实情况。医疗保健最初掌握在海军和陆军军医手里，只为欧洲人服务，后来才逐渐为非洲人投入了极为有限的人力和物力。1905年，在法属西非依靠21名医生和助手创建了土著医疗援助（Assistance médicale indigène）。1946年，法属“黑非洲”拥有23家医院、223家治疗中心、542家贫民药店、310名欧洲医生和370名非洲医生。但是医院分为欧洲人的医院和非洲人的医院，两类医院治疗水平不同，特别是病床数与对应人口数的比例相差很大。在英属非洲，乌干达是每4000名非洲人拥有一张病床，黄金海岸为每6000名非洲人，尼日利亚为每12000名非洲人才拥有一张病床。1924年，尼日利亚为每20万居民聘用1名医生，但只有四分之一的职位上有人，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有更多的职位被精简。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否认，与德国人统治时相比，1926年在喀麦隆医生的人数减少了57%，在多哥减少了50%。所以非洲人如果住在一家教会医院的所在区域就非常幸运了，比如在加蓬非常出名的兰巴雷内传教会医院，它是由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博士于1913年建立的。但是传教会的这些努力无法覆盖所有的地区，在数量上也不足。只有比属刚果的大康采恩及其堪称典范的医院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果。总体上说，医疗保健方面的成就不如流行病防治方面，尽管有时使用残酷的方法。比如从1906年至1918年在乌干达、1924年至1930年在喀麦隆成功地控制了昏睡病。由此至少摆脱了几个反复出现的死亡峰值。可以证实非洲人非常感激新的医疗保健。

55年内人口增长了4500万，在此情形下不是每一个非洲人都能在习惯的环境里寻找到传统形式的生计。人口压力增强了，这一方面造成税收加重甚至强制劳动，另一方面也使一种新型刺激开始发挥效用：提高了人口的横向流动。一个新的经济地理原则得以贯彻：人口不再依照自然经济的需要相对均匀地分布，而是集中在那些能够找到工作和维持生计的地方，如种植园、矿区、铁路枢纽、行政中心和港口等。年轻男子常常从做流动工开始，然后归来，他们或在新的环境中结婚，或将家人接过去定居。然而流动工也可能导致已有家庭的解体，加重了那些暂时或永远独自留在故里的妇女的压力，她们不得不承担起养活全家的重担。

在尼日利亚以西的非洲，1920年之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海岸边和海岸附近，1970年已经变成了一半人口。肯定有约300万人已经在流动。然而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已有人口流动。第一批西非的殖民地流动工是“纳维达诺人（Navétanes）”［沃洛夫语（Wolof），意为雨季人］，他们从塞内加尔东部和今天的马里来到花生种植区。因为在英国的殖民地既没有强制劳动也不用服兵役，只需从事种植可可的劳动，所以那里对法属西非的居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说1920年代末每年有20万人从稀树草原拥入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在东非，人们从人口密集的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迁出，此外流动都在各殖民地内进行。在肯尼亚具有吸引力的是城市和高原种植园。最后不应忘记还有穆斯林的麦加朝圣大军，他们可能会年复一年从一个工作地点辗转到另一个工作地点，而且数量可观。

在南非，人们有目的地优先选择了另一种迁移模式。虽然人们夺去了非洲人最好的土地并迫使他们从事雇佣劳动，但绝不想让黑人劳工持续不断地迁入。加丹加的比利时矿山自1920年起将其劳工流动率有意识地从96%降为7%，而在南非人们担心的则是与加丹加相比数量众多的白人居民的就业问题。因此，黑人劳工的长久居住地原则上须是土著居留地或国外，特别是莫桑比克，并且须将其家人留在那里，然后根据需要按期到联盟工作。

南非为自己建立了工业后备军，而法国获得其后备军则是基于阿尔及利亚在法律上是大都会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由于经济的发展，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以来，在法国从业的北非劳工越来越多，1946年约为4万人，1954年近25万人，1970年尽管阿尔及利亚已独立仍有近100万人。据说1954年阿尔及利亚劳工汇给家里的钱与阿尔及利亚农业支付的全部工资总额相等；阿尔及利亚四分之一的人口靠这些汇款生活，维持解放运动的部分款项也来自这些汇款。

在非洲，各新建城市成了迁徙运动的主要目标；大规模的城市化开始了，今天仍然在加速进行。殖民国家在一些地方有目的地以它们对领土主权的政治设想促进了自成一体的乡村的形成，而非洲的城市化则成了自然发展的现象。据说1850年至1950年，非洲的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长了3.9%，而在整个世界“仅”增长了2.6%。非洲拥有传统的城市文化中心，它们参与到加速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并且在新型城区的周围发展着，而这类新型城区在许多由很小的中心发展起来或由于某种契机完全在荒野中出现的城市里也能见到。令人尊敬的城市开罗、亚历山大和阿尔及尔从1880年至1935年人口增加了约两倍，分别达到100万、60万和25万，后来又增加到500万（1976年）、270万和170万（1983年）。就连尼日利亚的城市伊巴丹（Ibadan）的人口也从15万增长到40万，卡诺从4万增长到9万。但是殖民地新建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加惊人：达喀尔从1878年的1500人增加到1936年的92000人，1962年增加到375000人；内罗毕（Nairobi）1899年是乌干达铁路的一个仓库，1950年作为首都拥有134000居民，1977年增加到775000人。1935年矿区中心约翰内斯堡的人口达到40万。这一名单几乎可以任意开列下去。

今天非洲的城市化与欧洲的城市化之间差距不再很大，但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别。很多非洲城市一如既往没有为其大多数居民提供一份正规的工作。这一事实反映在城市地图上。除了一个常常已经有了种族或等级区别的、历史久远的城市中心——如果它存在的话——还可以看到现代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功能性建筑群，特别是还可以看到一个精心建设的、优雅的欧洲人居住区，最初黑人只有在从事服务时才能进入那里，而今天这种居住区或多或少已由黑人接手了。然后就是大片大片的非洲移民居住区，在南非，它们过去被明确划定界线并受到严格控制，在其他地方则常常退化成混乱的大型贫民区，在法属地区依照最常用的建筑材料——旧汽油桶的铁皮（bidons），它们被称为“铁皮户区（bidonvilles）”。即使是在为这类居住区实施了规划和建设措施的地方，也大都满足不了拥入的人潮的需求。住在这些居住区的人只有极少数有工作，更确切地说他们尝试以做小生意或临时工（主要是服务业）勉强为生。因为常常缺乏合乎人的尊严的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即清洁的饮用水以及行之有效的废水和垃圾处理，这些居住地转眼之间就可能变成流行病疫源地，而这必然又成为白人社区继续与其隔离的论据，并且更加强化了对“肮脏的”非洲人的偏见。

尽管如此，在这些看上去如此“非非洲”的城市里，非洲人绝没有失去根基和陷入行为反常，而是巧妙地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并在这种流动的和看似混乱的世界里形成了非常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来源地的联系是无论如何也割不断的。特别在种族基础上形成的自助和社交组织，它们有时追求再造家乡的社会结构，在拉各斯市郊可以观察到这类情形。或者在卢奥联盟，1947年聚居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卢奥人（Luo）为相互帮助建立了这一联盟，并且按照该族的传统分支再分为不同的下属组织。但是对新的文化准则的全盘接受或多或少会与此并行，其间宗教发挥着战略作用。迁徙可能是与伊斯兰化相伴而行的，但更常见的是借助于基督教打上的西方文化的烙印。在南非的城市中又出现了依照传统区分的两个人群：恪守传统的“红人（Red People）”和被传教同化的“学校人（School People）”。但是十分重要的是，新旧文化要素绝没有相互排斥，非洲人完成了一个令人惊讶其程度的综合。

由殖民统治引发的社会变革对于相关人员来说绝不总是意味着创伤性的体验。如同在其他殖民地一样，这种变革完全能够带来争取更多新的生存机会的丰富选择。最为重要的是在欧洲人的要求个人主义和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和宗教影响下发生的婚姻和家庭变革。如果一夫一妻制、离婚和核心家庭脱离大家族变成常态，那么由此引发的妇女角色的改变将不亚于新的经济生存条件所引发的改变。然而，西方的婚姻和家庭法律可能会与伊斯兰庞大的法律相抵触。顺便说一下，殖民地法院倾向于依据所谓的传统容忍婚姻中的暴力——不仅是一夫多妻家庭中的女性之间的暴力。

关于殖民时期有名的约鲁巴人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将传统的婚姻形式和欧洲的婚姻形式完全理解为可供选择的生存策略。将妇女从一夫多妻制中“解放”出来并非一定就意味着改善了她们的地位。根据传统的观念，一个约鲁巴妇女可以做独立的企业主，而这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教家庭主妇来说是不成体统的。当然更谈不上前殖民时期西非门德人（Mende）的女性酋长，也更谈不上达荷美国王令人恐怖的亚马孙族军队中的女战士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给英国人和非洲人造成了相同程度的创伤之后，英国人不仅仅在非洲比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残忍地使用武力对付受他们逼迫的臣民的抗议运动。就像当年的欧洲民众起义一样，抗议税收于1929年在东南尼日利亚引发了反对正在形成的但尚虚弱的国家的伊博人（Igbo）和伊比博人（Ibibo）的“妇女战争（Ogu Umunwaanyi）”。和欧洲的民众起义 一样，这场战争的后面还有更多的内情，当然是不一样的内情，是非洲的内情。自1924年以来独立经营的伊博族和伊比博族市场女性商贩一直在抗议新增税收，她们的抗议对象好像也包括1928年实行的对男性的征税。由英国人任命的令人厌恶的在任酋长和他的上级地区官员们反应强硬，接着抗议升级了。数万名妇女游行示威，一部分甚至裸体，这是一种对男性士兵传统的侮辱性的挑战。随后有数十人被击毙。镇压之后总是要进行一次调查，可是按照这些女性先驱的观念，女性和男性角色已达到平衡的非洲世界已经陷入了混乱，对这种混乱来说，调查无补于事。我们可以将非洲妇女对新的不平等的抗议理解为反对欧洲男性以及和他们结盟的非洲男性的不断扩张的父权制的斗争，有人称这要早于欧洲的同类妇女运动（Ifi Amadiume nach Matera u. a. 2012，5）！

为了与一夫多妻制斗争，比属刚果对第一个妻子以外的配偶征税，自1942年起对城市里的单身女性进行征税，她们和尼日利亚妇女一样，1929年在殖民国家眼里自动带有卖淫嫌疑，1950年前后比属刚果的妇女也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并非个案。

一方面，原始资料中有关于大总督弗朗索瓦·约瑟夫·克洛泽尔（François-Joseph Clozel）的报道，他在象牙海岸巡视途中每天就像安排膳食一样，让人为他和他的随从征用妇女。还有关于白人的报道，称他们与非洲妇女性交时无法看着她们的脸。是他们没有将自己的女性伴侣当人看待，还是他们为此感到羞耻？与非洲女性的关系可能是强奸，也可能是浪漫的爱情。虽然异族婚姻不像在德国殖民地那样被禁止，但也处处受到歧视，同样被歧视的还有非正式关系所生的后代。至少在法属西非鲜有父亲关心这类孩子，反正有收养这类孩子的孤儿院。这类孩子中的男孩子常常成为教师或者小公务员，女孩子常常成为护士，却并不拥有比其他非洲人更好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越来越清楚的情形是，即使在殖民统治下，非洲女性也善于利用市场、教会、学校、医院等为自己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她们往往懂得充分利用官员和传教士、欧洲男性和非洲男性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从中获利。

非洲的社会变革也创造了全新的欧洲式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雇佣工和以西方为导向的新精英。最初，19世纪大西洋的反奴隶贸易首先引发了奴隶制和使用奴隶劳动生产出口商品在非洲土地上的扩大。虽然19世纪晚期如火如荼的反奴隶制运动能带来奴隶贸易的废除，但却不能立刻实现对奴隶制的遏制。否则，在北尼日利亚等地就会导致人们与他们所需要的当地精英之间发生矛盾。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传统的奴隶制。但是很多殖民主人已宣布的发展目标是，通过拿走非洲人的土地或者至少通过税收压力防止他们终有一天能用工资所得购买一支猎枪重返家乡，要使他们变成始终得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尽管一些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试图抵制，以欧洲激进主义的经验为基础，利用小农理想反对非洲人的无产阶级化，却无法阻止这种发展。在比属刚果，1917年至1939年雇佣工的人数从47000增加到53万，并以此占到了有劳动能力人口的21%。1950年代在南非，足有200万男性作为季节工在矿山和非洲人居留地之间奔波度日；1946年共有250万非洲人在南非经济的各个现代行业里从业。

尽管如此，在1940年前后只有1%～2%的非洲人属于西方意义上的雇佣工。英属西非是他们的行动和组织的先驱。在黄金海岸，1874年已经出现了抵制西方商品的行动，1896年爆发了第一次罢工，1909年建立了工会。工人组织在绝大多数其他殖民地是非法的。多亏巴黎有了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工会在法属非洲才于1937年得到允许；在比属刚果要到1946年才得到允许，在北罗得西亚则要等到1947年。此外，抵制西方商品的运动和罢工可能遭到了残酷镇压。在南非，1911年矿工罢工被禁止，1918年一次抵制西方商品运动失败，1920年一次矿工罢工流产，1946年一次非洲矿工罢工被暴力终止。

在这一地区和在其他地区一样，西非的优势地位表明了以西方为导向的新精英的重要性，他们懂得如何利用欧洲文化的工具。但是与 工人相反，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阶层，而是由出身和地位完全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混合体。西方教育和在西方经济中获取成功成为提升社会地位的两条新途径，它们对出身寒门的非洲人也敞开大门。但是这里涉及的并非精英的完全更换，因为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这样的国家里，就连那些传统精英也迅速看出了这些新机会。殖民国家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入手，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优先向老主人的儿子们提供新式教育。一批具有自我意识的非洲经济精英首先出现在西非，其基础是可可、花生和咖啡种植，除此之外在乌干达的棉花和咖啡种植主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精英。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受阻于白人的经济特权或已经拥有一些生存空间的印度人的行为。另有一些非洲人走上了自由职业之路，成为律师、医生、教师和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在英属西非，在那里政治职位常常是为那些传统首领预备的。明显排在他们下面的是由技术人员、职员、低层行政官员，也许还有士兵构成的非洲小资产阶层。特别是法国的行政体制有利于普通非洲人升入统治机构的中下层。在比属刚果、葡萄牙领地和中非，这一群体构成了整个非洲人口的新精英；在比属刚果，1947年这类人有4万，或者说占总人口的0.3%。

文化

统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场根本性的文化变革。第一眼看上去，非洲文化总体上已经西化，其中西式教育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新精英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具有用西方语言文字读写的能力。如今，非洲方面将书写文化 称作殖民统治在“黑非洲”的最大革新。读写是一种新型的“魔法”，为了进入现代世界的宝库，人们千方百计想掌握这种“魔法”。第一代非洲作者、口译人员和教师在其同胞中赢得的威望显示了读写的魔力。精英们以此进入了西方科学技术思想的世界，能够成为殖民国家的对话伙伴，能够学会西方的生活方式，而那些少数受益者将这一生活方式视为楷模。

1900年以前，欧洲意义上的学校几乎全部掌握在传教士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南非和西非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早期。当时英国人好像与法国人一样对同化非常乐观。人们不仅想培养出基督徒，而且想培养出黑皮肤的英国人或法国人。实际上，特别是塞拉利昂的克里奥尔人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英国式的纯粹黑人的教会和教育系统。因为英国圣公会传教会从1860年至1900年垄断着英属非洲的教育。然而，当种族主义思想在英国也受到重视的时候，这种发展被扼杀了，如1890年前后黑人主教克劳瑟的尼日尔传教团遭白人清洗。

就连法国人从此以后也普遍认为作为个体的非洲人不再可能被完全同化，尽管与此同时，他们又像患了奇怪的精神分裂症似的为成功的同化案例感到自豪。但是1903年，法国刚刚进行了反教权主义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因而剥夺了传教士的事实上的教育垄断权。与此同时，行政机构对非洲助手的需求呈增长趋势，这些人必须首先掌握法语。1903年首先在法属西非创建了一所新型殖民地学校，法语是其课堂用语和教学目标。它是免费的，并且是世俗办学，以培养行政机构的下层骨干力量为目的。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第一类学校是由一名当地（代课）教师任教的乡村学校，该教师小学毕业后还必须上三年中学和一年专科学校。乡村学校教授法语、算数和农业知识，有人说这有可能导致人们在农田里使用童工。第二类学校是县城里的地方学校，有一个欧洲教师和一个校长，它们按照法国模式培养合格的小学毕业生。不过对这类学校的评价要低于形式上等级相同的第三类小学，后者设在各个首府，上这类学校的是欧洲人和那些已经完全被同化的土著人的孩子。此外，6个殖民地首府还办有三种两年制中学，第一种是为了培养酋长们的孩子，第二种是为了培养行政骨干，第三种是为了培养未来的教师和辅助医生。后者随后还可以上戈雷岛［后设在塞比科达讷（Sébikhotane）］的威廉蓬蒂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William Ponty），教师在那里修满三年可以获得毕业证书，而未来的辅助医生则在修满两年后转至一个医学专业学校继续学习。只有圣路易斯和达喀尔有高级学校；1924年为它们创设了殖民地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另外还有一些技术和农业专科学校。那里还没有大学；1909年建立的阿尔及尔大学只招收欧洲人。

其余法国殖民地的教育或多或少成功地模仿了西非模式。但是到处都缺少资金，而且由于薪水少得可怜，教师的水平不尽如人意。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次与传教士和解之后，1922年在法属西非有25000名公众学校学生、5000名教会学校学生。194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7000名和19000名。1938年增加了310所乡村学校和26000名学生。但是总人口大约为1200万，而老殖民地塞内加尔的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25%，其人口却仅占总人口的12%。1938年，女生只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1944年占到五分之一。总体上讲，法属西非在1945年仍有90%～95%的文盲并不出奇。

与此相对，传统教育完全有能力继续存在下去。估计1945年法属西非古兰经学校的学生人数为8万人，以开罗的艾资哈尔（al-Azhar）大学和突尼斯的宰敦（al-Zaituna）大学为首的北非伊斯兰大学继续吸引着大学生，尽管它们的课程偏于保守。法国的殖民政治家也毫不含糊，普通教育和特殊的法语课程设置得十分得当，因而既有助于殖民地的开发又有利于其主人的统治，而黑人却没有机会把自己视为法国人或从法国革命的历史中得出草率的结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种新的同化热情的浪潮中和在非洲方面的压力下，包括大学在内的完整的法国教育体系才被移植到非洲。

英国人出于相同的原因极不信任西化的非洲人，在传播自己的语言和开展西方教育方面从一开始就谨慎得多；他们在印度的经验使他们在行事时小心翼翼。所以在英属非洲的小学使用36种当地语言授课，其中26种有教材。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国立学校，而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教会学校，因而这种多样性特征更加突出。因为尤其是对于新教传教士来说，使用当地人的母语将上帝之道《圣经》传授给他们本就在计划之内。在苏丹南部授课使用的是丁卡（Dinka）、努尔（Nuer）、希尔克（Schilluk）等民族的语言，这进一步加剧了南方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北方的疏远，由此造成了国家的长期危机。英语本可以像在印度那样成为一种共同的媒介！

但是非洲人自己热切地希望用英语授课，因为他们知道，这门世界语言除了能善意地维护他们的传统文化财富，还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机会。因此，1923年的《殖民地教育委员会报告》中不能再仅仅保守地建议按照英国行政机构和经济的需求培养实践技能，还必须考虑个体非洲人对现代教育和社会地位提升的追求。与法属非洲类似，在英属非洲，一些地方白人很少，因而对当地骨干的需求量较大，故那里也出现了中学教育甚至初级大学教育；而在移民殖民地则极少有为非洲人办的高级学校。所以，1938年在尼日利亚已经有42所完全中学，在乌干达至少有1所，而在肯尼亚、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连一所都没有。在大学教育方面西非也处于有利的地位，在塞拉利昂（1877年）、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1934年）开办了3所大学；不过在乌干达也有一所培养技术人员的高等专科学校（1933年），在肯尼亚有1所师范学院（1939年），在喀土穆成立了戈登纪念学院（Gordon Memorial College，1902年），在尼亚萨兰建有利文斯顿传教会的欧弗顿机构（die Overton Institution der Livingstonia Mission，1894年）。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里也开始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先决条件预备好了。白人移民当然要求按种族分离原则开办学校，这随后在南非发展到了极致。

在德属东非，1911年共有941所小学，48所非常简陋的高级学校或实用高级学校。其中537所是新教学校，369所是天主教学校，83所是政府办的学校，共有 287名白人教师和1265名非洲教师，其中有93名白人女教师和70名非洲女教师。即使在这里，最受青睐的也是语言课。

比利时在教育方面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始终仅限于扩大由传教士在国家的资助下进行的用一些非洲语言授课的小学教育，如斯瓦西里语或林格拉语（林格拉语从一门很小的地方语言变成了一门重要的通用语言），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38年总人口为1000万，学生人数达100万，1958年超过了150万，约占该国学龄儿童总数的75%。1970年文盲的比例仅为60%。但是1958年仅有64000名非洲人上教授法语知识的中等学校。在与一位自由党殖民大臣的冲突中，在教育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天主教教会在1954年至1956年完成了摆脱其之前教育政策上的家长制的转变。1947年，天主教会曾在基桑图（Kisantu）建立了一所培训中级骨干的高等行政管理学院（éco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administratives），但迅速被殖民大臣关闭。可是他没能阻止1954年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建立耶稣会大学罗万纽慕（Louvanium）大学。不过这所新建大学和1956年在伊丽莎白维尔（Elisabethville）建立的国立大学在1958年一共只有290名大学生。在葡萄牙，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极大的热情为殖民地建立了一所世俗教育学院。但是“新国家”又将教育重新交给了传教士们。当然鉴于其有限的资源投入，也算是有所成就了。

不仅在教育方面，甚至在非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关系方面，基督教传教会都发挥了头等重要的作用。其间，传教士有可能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殖民统治的合作伙伴完全转变成非洲人的辩护人，尽管往往为时已晚，例如在西南非洲。这里的确存在着差异，一个种族主义者的出发点是非洲人毫无希望的劣根性，而一个基督徒的出发点则是认为即使是非洲人也拥有一个值得拯救的不灭灵魂。当然，传教士们最初很少怀疑建立在白人文化优势基础上的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宣布基督教不要求与所有文化兼容，而是尝试在基督教化的同时也贯彻欧洲文化。鉴于酒精和安息日的神圣化，这可能会使英国自由教会信徒采取目光短浅的措施。但是欧洲式的“体面”衣着 被强加于所有地方的或多或少裸露着身体的异教徒，据说这使他们更容易染上感冒。非洲的性习俗和一夫多妻制受到坚决的反对，而反对后者被当事人视为葬送传统社会秩序因而加以抵制，这一点并非毫无理由。

但是皈依也可能有其集体根源。各非洲人族群在殖民统治时期经历的世界变革是一次生存危机，他们只能用一种新的宗教运动来回应这场危机。在此期间，非洲人对此世的美好生活的天然向往以及祖先在此世和彼岸的角色发挥着作用，而新福音作为对这种观念的补充而备受欢迎，并且通过改变其原本的文化含义而与美好生活观相适应。因此传教士们抱怨他们的基督徒身上留有异教观念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种皈依决定可能是由真正的群体热情催生的，但也有可能是由一个首领为他的整个族群作出的。或者说这可能是一种为了赢得此世和彼世的强大庇护者的家族策略。

在殖民统治的盛期，鉴于传教士在教育中的作用，只有成为基督徒才有机会学习主人的语言从而在白人那里获得工作。皈依可能就意味着在新的世界里社会升迁的第一步。人们选择教会时考虑的是它提供的教育机会。例如，据说尼日利亚锐意革新的伊博人在皈依时选择的是天主教会传教士，因为后者不像作为福音宣讲工具的卫理公会教徒那样使用所在国家的语言教学，而是用英语授课。这样的抉择可能与在乌干达一样，完全是在殖民统治建立之前就已经作出了。自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加入政治上的非主流方向表示反对，比如在罗得西亚成为天主教徒或者在比属刚果成为新教徒。然而，人们应避免将皈依动机中明显的尘世考虑误解为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与在旧时的欧洲一样，这种动机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意义上的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西方为在非洲传教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1815年至1914年被视为传教的伟大世纪，因为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此前从未占据过像当时那么广大的新地域。在此期间，传教与欧洲扩张的高潮 重合在一起，不过在时间上走在了真正的帝国主义鼎盛阶段前面，而且有时是作为它的先驱。可是这种协同效应的产生有时是出于不确定的原因，比如海外的法国反教权主义者支持传教，因为它在一些地区代表着法国的威严，再如传教宣传在德意志帝国被证明是使中央党的农民选民为威廉皇帝的世界政治感到振奋的唯一手段。

但是这种关联触及了更深的层面。显然帝国主义和传教建立在同一基础之上——大为提高的西方优势和由此产生的白人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福音的“软实力（soft power）”极其自然地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硬实力（hard power）”而出现。即使在传教士没有成功地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的地方，他们也必然传播了与新的权力关系相符并重塑着非洲人的宇宙观的价值和思想，因为传教士以此促成了“他们的意识的殖民化”（Comaroff 1989，268）。同属于此的还有此时有可能普遍进行的对当地民众的动员，因为19世纪巨大的传教努力不再依靠王侯们和教会资金的资助，而是依靠民众的捐助。特别是在新教地区，那些大都由底层产生并由底层支撑的传教会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天主教徒们跟随由中央控制的传教协会进入了那里。通过大量的传教出版物进行有计划的宣传即属于此类。

但是这种民众附着性也与教会内部的发展密切关联。在殖民史前三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会的传教瓦解了，首先是因为取缔了对于传教非常重要的耶稣会，后来是因为清除了传教带来的旧制度。19世纪重新开始的传教活动不再由国家教会或贵族教会，而是由民众教会承担，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它首次处于拥有作为中央机构的罗马传布信仰圣部的教宗的严格领导之下。至少在理论上这意味着传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依赖于国家。欧洲和美洲的新教派别早在此前的18世纪就经历了一场信仰复兴运动的洗礼。在此期间与德国的虔信派相应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卫理公会派和福音派。宗教改革建立起的教会到那时为止作出的传教努力微乎其微，而这些新的民众运动不仅试图使欧洲人和美洲人重新皈依，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异教徒皈依了基督教。在这方面，摩拉维亚兄弟会教区做了开路先锋。然而，新教传教士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只接受过基础教育，只有极少数是全职神学家。

这些结果给人留下了好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教派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非洲有五百多个传教团体。1913年在组织结构全貌比较清晰的天主教徒那里，除了阿尔及尔、奥兰、康斯坦丁和迦太基/突尼斯的正规主教管区，还有宗座代牧之下的78个传教教区。1955年总共有243个教区，其中已经有126个正规的主教教区。21世纪，估计非洲总人口中穆斯林占足足40%，基督徒占近40%，其他宗教信仰者占近20%，后者主要为传统世界观的信仰者。因为伊斯兰同盟被证明对基督教传教具有很强的免疫力，因此“黑非洲”基督徒的比例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而且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在那里要快于人口的增长。据称1984年非洲的基督徒中有40%是天主教徒，27.5%是新教徒，14.4%是非洲教会的信徒，9.5%是东正教徒［科普特人（Kopten）、埃塞俄比亚人］，8.6%是圣公会信徒。

各新教派别和传教会以及各天主教传教会的地域重点形成于殖民时期，其形成涉及的完全是权威性成员的国籍和在各欧洲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教派，即使其统治体制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的。在法国和比利时统治地区，显然很少有新教派别进行传教，如果有，有时也是由前殖民时期的状况造成的，如在马达加斯加。而南非、东非、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则是新教传教的绝对重点区域。与此相比，天主教传教则比较均匀地分布在非洲大陆上，主要是因为英属殖民地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始终是可以进入的。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对新教徒采取的是限制政策，其国家原因多于宗教原因。人们都希望在殖民地拥有自己国家的传教士。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多哥和喀麦隆的德国传教士必须由法国传教士替代，而盎格鲁撒克逊的信仰使者则不能 被赶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另外，对于德国天主教徒来说，文化斗争（Kulturkampf）[3]之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么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德国殖民地，要么使相应的传教协会德国化，例如通过招募德国成员或者建立德国修会的分支机构。与之相反的是，1885年在卡尔·彼得斯的参与下建立了一个新教柏林传教会作为德国东非协会（die Deutsch-Ostafrikanische Gesellschaft）的平行机构。由法国宗教帝国主义者拉维热里（阿尔及尔和迦太基总主教，非洲首席主教和后来的枢机主教）创建的白衣传教会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国际协作会。

下面是特别重要的新教传教会和天主教传教会及其在非洲的主要传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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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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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殖民当局的合作通常运转良好，因为他们相互需要。特别是在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根本谈不上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尽管如此还是会爆发冲突，或是因为如何对待土著人的问题，或是因为传教士不愿意与行政当局分享对非洲人的控制，特别是在涉及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时，如传教会自己的种植园。另一个冲突点是传教士指责英国、德国和法国行政当局优待伊斯兰教。但是法国人必须顾及的事实是，西非的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只有少数人信仰基督教，而英国人在尼日利亚顾及穆斯林是因为在北部实行的间接统治。

伊斯兰教在殖民统治时期确实赢得了追随者，如它在塞拉利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自1891年至1931年从10%增加到26.2%，但并不是由于殖民国家的支持，而是由于殖民国家造成的流动性，该流动性与18世纪开始的伊斯兰教的改革和扩张同时出现。然而也可能是伊斯兰教的教义相对比较简单，被强烈形式化的生活实践因家庭结构和团结原则与非洲人非常接近，因而与比较复杂和个人主义色彩强烈的西方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对这种处境中的非洲人来说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宗教。但是也有人想把转向伊斯兰教解释为对殖民统治的抗议。毕竟从阿尔及利亚的赛努西教团开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属西非新马赫迪，伊斯兰教都是这些反抗运动的载体。无论如何，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那样以种族中心主义的面目出现在非洲；它是作为一种由非洲人呈现的非洲宗教出现的。

虽然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基督教教理指导者、教师及诸如此类的非洲同事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基督教始终是白人的宗教，特别是在南非，在那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博爱中还存在着拥有发言权的“兄长”（白人）和必须听话顺从的“小弟”（黑人）。即使教会工作人员全面非洲化也没有轻松地带来什么改变，而非洲化的必要性得到了大多数教会的完全肯定。在天主教教会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教宗于1919年对此表示了赞成之后，1918年至1945年非洲神职人员的数量从90名增加到了1811名。1930年，自1512年以来首次将主教圣职授予了一个非洲人。尽管如此，非洲教会上层人士仍感到失望，这一点体现在新教派别中分离出了纯非洲教会。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们将《圣经》翻译成了非洲文字——由白人翻译。

当然非洲化可能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并扩大为对西方宗教的总体反应，这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代表为非洲化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甚至会涉及一夫多妻制的禁忌。坚守古老的非洲宗教本身完全属于对殖民统治的反抗。这或许让人回想起东非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运动，当时一种魔水将不同的民族凝聚在一起与德国人进行斗争。因此，以博爱为由遏制同类相食、人祭和迫害女巫的反对非洲宗教实践的斗争也完全具有一种政治意义。这一讯息被对方理解并回应了！

在成年仪式（Initiationsriten）上既对男性也对女性行割礼的传统不仅仅流行于东非。男性割礼仅是一个小手术，因此一些传教士将其看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习俗，只是提出神学上的疑问。但是女性割礼在极端情况下要完全切除女性外生殖器，这非常疼痛并且有很高的感染风险，据说会导致女性完全失去性欲。女性割礼被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视为野蛮的非人道行为，根除它是文明的责任。然而，因为它一直是非洲社会和文化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志，所以坦噶尼喀马萨西（Masasi）的传教士对此持迁就态度，而一些新教传教会则在政府的支持下于1920/1921年在肯尼亚禁止基督徒行女性割礼。非洲人激烈的反应导致基库尤人（Kikuyu）自1923年起建立独立的学校，1928年导致一个非洲教会的产生。女性割礼直到今天仍然在实施，很多非洲女性反对它，但其他女性则赞同它，因为她们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建立在其上，她们认为自己的作用首先取决于自己的生育能力。

西方宗教冲动的非洲化被证明更加充满希望。然而分类尝试却遇到了困难，因为那些独立的教会和群体早已数以千计，所以即使考虑到非洲伊斯兰教不断进行新的组合，人们也愿意把教会分立 干脆定义为非洲式虔诚的基本形式。人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承认那些独特的群体所使用的“基督教”名称，最终取决于基督教传统的承载者愿意并且能够给予非洲多大的文化习得空间！因为许多非洲人皈依基督教后在宗教思想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Harnischfeger 2005，2007）。这可能也与欧洲信仰使者传播的是一种能与传统非洲理念相容的启蒙前的基督教有关。甚至有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基督教在此期间准备与非洲的启蒙前的基督教重新相互适应。对异文化进行的种族学研究的结果再一次成为关于自己文化的见解。另外，至少在尼日利亚和加纳，建立和推行独立教会已经发展成为“美洲式”的大事。

尽管早在17世纪，在刚果和安哥拉就能看到非洲化的基督教的变体，但在南非持续性的非洲化是1884年以尼赫迈亚·泰尔（Nehemiah Tile）的卫理公会教派腾布教会（Tembu Church）开始的。第二次非洲化是1892年受到美国黑人卫理公会教派主教主义（Episkopalismus）影响的曼盖纳·M.莫库讷（Mangena M. Mokone）的黑人教会（Ethiopian Church）[4]。由此开始了黑人主义（Äthiopismus），一种宗教的泛非洲主义（Panafrikanismus），然而它的政治潜能被高估了，尽管同样受到与美国联系影响的尼亚萨兰的约翰·奇伦布韦（John Chilembwe）独立教会的确在1915年发展成了一场起义运动的坚强核心。自1904年起，同样在南非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us）”教会。尽管这种称谓被锡安山（Zion）一个名为伊利诺伊斯的团体所接受，这些教会还是与西方模式相差得很远。如果说黑人主义强烈地转向了城市和受西方影响的非洲人的话，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则是从农村向城市辐射。

组建这种教会放弃了西方的标准，是由神授超凡能力的先知们按照圣灵的启示重新创建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圣经—基督教原理的自由运用和将它们与非洲传统创造性的融合，比如广泛流传的天赐神力的医治疾病的实践。与许多西方教会相比，圣灵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它符合世界充满了神灵这一非洲观念。为非洲人重新建立一个完美世界也是一种广泛流传的观念。先知主义（Prophetismus）、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us）和或多或少反西方的千年至福论（Chiliasmus）使得很多这类运动很难被引向回归西方意义上的正统教会。这一点已经被1910年至1915年在西非归附福音传教士威廉·韦德·哈里斯（William Wade Harris）的几十万信徒所印证。

下刚果地区的由“先知西蒙·金班古（Simon Kimbangu）建立的全球耶稣基督教会”于1969年被世界福音派教区理事会所接受。金班古是新教讲授基督教教义的教师。他成功地从事了疾病医治的工作，并且于1921年宣告自己为非洲的先知。他众多的追随者拒绝天主教教义，而且金班古还宣称，黑人将会变白和白人也会变黑，所以天主教传教团觉得受到了威胁，殖民国家嗅到了暴动的气息。这位先知效法耶稣将自己献上祭坛，他被判处了死刑，但随后被免去死罪，至1951年辞世一直被监禁。他的追随者受到迫害，但迫害不仅没有损害反而促进了他的学说的传播。1958年至1974年，殖民列强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最终不得不承认了由他的家人领导的教会。根据该教会自己的陈述，10%的刚果人属于它，世界范围内总共有1700万信徒。它花费巨资把金班古的出生地恩坎巴（Nkamba）建成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建立了一所大学和一家自己的电视台，还经营很多其他的事情。它的神学将极端的清教徒式的基督教与非洲元素结合在一起。比如在晚餐上因为有禁酒令而使用液体蜂蜜代替葡萄酒，使用土豆、玉米、鸡蛋和香蕉烘制的糕饼代替面包。尤其是自1970年代开始，根据《约翰福音》14：16-26，金班古被视为圣灵的化身，他的3个儿子自2002年起被视为三位一体的化身。然而，这也给世界福音派理事会（Weltkirchenrat）带来了大麻烦。

一些创始先知也使自己成为其信徒的世俗领袖，比如西非的穆萨马迪斯科克里斯托教会（Musama Disco Christo Church）直接变成了一个新的非洲民族。在其他地方，强势的千年至福论占主导地位，例如1908年在尼亚萨兰开始的引人注目的基塔瓦拉（Kitawala，王国）运动，随后它加入了守望台运动（Watch-Tower-Bewegung），最终通过基督降临与非洲千年至福论的融合在罗得西亚和坦噶尼喀的矿工和农村居民中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除了殖民主义终结和世界末日的信息，它还自我标榜为一个卓越的秘密组织。然而这种真正的宗教运动与其他大多数此类宗教运动一样，尽管它们具有反殖民性质，但并不能随随便便地就将它们诠释为政治的原始民族运动。

“黑非洲人”在宗教方面的创造性大概充分证明了他们在获取西方文化方面的综合能力。与很多对皈依基督教具有抵御力的穆斯林相反，他们通常务实地接受了强加于他们或者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但往往从一开始就已经按照非洲的传统意义在文化方面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在今天的乌干达，方形房屋取代圆形房屋普及开来。男性在“阿拉伯式”的白色长袍上穿着欧式夹克，女性穿着欧式的宽大裙装，这些很快就被视为自我身份的体现。

非洲人模仿欧洲的行为方式，期待从中获得好处并且因此能够得到殖民主人的同情——这是殖民地“模仿人（mimic men）”的经典角色，而很典型的是很少有非洲妇女扮演这种角色。非洲进口它可能需要的货物，无论是为了实际目的还是具有象征意义地为了赢得声望。因此，非洲的需求早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就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非洲人绝对不是无论什么劣质物品都照单全收，而是非常注重质量，甚至还曾坚决拒收货物！然而，当19世纪比较富裕的桑给巴尔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成就时，在欧洲人眼里这充其量构成了一种“半文明”，而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误解，因为所涉及的并非一次不完全的西化，而是作为非洲化范例的一次成功的“桑给巴尔化”！

尽管暂时被剥夺了部分经济行为能力，但是非洲人懂得以这种方式适应西方式经营的要求。比较难以澄清的是，那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欧洲法律文化，过去和现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当地的法律以什么方式被改变或一成不变地继续存在着。今天，巫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作为许多非洲人世界观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而根据殖民国家的观点它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没有出现在它们的法律中，以至于对巫术的“必要的”迫害一直由较为普遍的私刑实施。在此期间，巫术在一些国家已被列入犯罪行为，但是现代的法律机构却陷入了举证困难的处境。

手工业、造型艺术和音乐并不总是被欧洲的相应物所排斥，而是有时能够在吸收欧洲技术、主题和风格要素的情况下维系自己。铜管音乐被成功地接受，同样被接受的还有吉他和其他乐器。反向影响也同样值得报告一下。非洲人在非自愿移居到新世界的过程中也将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要素传播了出去；甚至欧洲也有非洲人，包括在巴塞尔或施瓦本哈尔（Schwäbisch Hall）附近的韦斯特海姆（Westheim）进行的非洲传教士的培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非洲的地位明显提高，今天还在继续提高。然而，非洲对欧洲艺术和音乐的影响很少是通过这类非洲人的介绍，而更多地应归因于欧洲对非洲的直接感知，又或通过美洲迂回传播到我们这里。

就连在哲学的归属方面今天也在进行争夺，尽管哲学作为一门形式学科对于非洲人来说根本上是陌生的。荣誉——被定义为要求尊重的权利——最近也被认定为非洲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上，勇士精神和地位在自己的团体中发挥着中心作用。赞歌和讽刺歌曲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对于许多妇女来说，荣誉就是割礼和生育力。但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据称通常也把尊重地位置于尊重道德水准之后。殖民统治将非洲的荣誉碎片化了。此后，非洲人可以在为殖民主人服务的过程中寻求荣誉，在军事方面充当雇佣兵，在文职方面充当拥有某些权力的雇员；这类人在现代职业技能方面和在残酷的男性崇拜的文化语境里，都被边缘化了。因为殖民统治最终导致的是颜面丧失，如果不是个体遭受羞辱，就是在结构方面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失败的结果。因此，包括去殖民化运动在内的反抗都可以被理解为重新建立非洲的荣誉。

在此过程中，即使在语言和文学领域也不存在非洲的异化。殖民主人的语言成为非洲新精英的媒介并一直如此，因为除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外，只有它可以持久地克服非洲大陆被社会发展所逾越的一个个民族的狭小区域，能够为它创造与世界文化的联系。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人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该奖的“黑非洲人”，他的写作语言是英文。使用当地语言进行写作的尝试可能从一开始就由于读者有限而失败。但是时间越久，使用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写作并采用西方文学形式和体裁的非洲文学就越是将非洲的事情也变成了西方文学的一部分，特别是将非洲人生活中的文化冲突和战胜殖民统治变成了西方文学的一部分。非洲和亚洲使用英语者强烈地改变了英语，以至于他们说着并且维护着“新英语”，英国不仅丧失了它的帝国，而且也被剥夺了对其语言的独占权。

在非洲发生的文化接触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在白人占优势的时代，这一问题的答案曾经毋庸置疑，而今天人们却不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如今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确定，这里究竟是西化了还是非洲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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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bangi-Schari，中非共和国的旧称。

[2] Anglo-Irish people，又译英裔爱尔兰人，是爱尔兰的一个社会阶级，其成员主要为“新教优越阶级（Protestant Ascendancy）”的后代和继承者，大多信仰爱尔兰圣公会，少部分信仰卫理公会等教派，倾向于依照英国的文化习俗、法律和政治理念等行事。该名词主要用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编者注

[3] 指1871年至1887年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政府与天主教会及其代表中央党的斗争。

[4] 也译作“埃塞俄比亚教会”。此处的“埃塞俄比亚”源于《圣经·诗篇》（68：31）的“Ethiopia shall soon stretch out her hands unto God”（译作“埃塞俄比亚将很快向上帝伸手”或“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等），所代表的意思与叫这个名字的现代国家不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因奴隶制而来到美国的非洲人在这句话中找到安慰，并渴望找到与故土和非洲文化的联系。出于对教会种族隔离制度的不满，莫库讷于1892年在南非建立“埃塞俄比亚教会”。这场宗教运动旨在建立非洲的基督教信仰，侧重于发掘欧洲殖民之前的非洲历史，尝试构建一种“非洲人的非洲”的文化理解，认为美国黑人的历史在救恩史上有放逐、流亡（exile）的意味，而基督将黑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这场运动代表了非洲人在殖民时期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一种斗争方式。——编者注


第二十章 东方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的动力

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die Orientalische Frage）对欧洲近代早期前大国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与在中国的情况一样，19、20世纪的欧洲大国在探寻，在大国对抗加剧的条件下西方另一个巨大的“半殖民地”会如何演变。与中国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答，因而从这个视角出发，人们可以使用近代早期的政治行话称后者为“奥斯曼王位继承战争”。

在列强侵犯的同时，这里出现了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正在觉醒的各民族的分离活动，它尤其在巴尔干引人注目，从1812年塞尔维亚的内部自治开始，发展到1913年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此前被奥斯曼人控制地区的历史不属于欧洲扩张史，因为直到进入17世纪都是奥斯曼人向欧洲扩张，而欧洲人与近东则仅限于有限的贸易和文化交往。转折发生在1683年奥斯曼第二次围攻维也纳之后，尽管遭遇挫败的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仍然能够保持完好无损。终结起于俄国向南推进，起于在1774年《库楚克开纳吉和约》（Frieden von Kütschük Kainardschi）中承认对苏丹治下的基督教—东正教臣民的、没有明确定义的保护人地位，实际上就是在巴尔干实施干涉的特许状。尽管东方问题这一概念似乎直到1822年才出现，然而把它用于1774年至1923年奥斯曼帝国的整个解体阶段还是合适的。可这个曾经使整个欧洲战栗的世界大国是如何走向解体的呢？

人们乐于指出苏丹宫廷的衰退和腐败，因为一个完全以顶层的专制强权为基准的体系对于顶层的缺陷会作出灵敏的反应。然而，由此人们就可能在原始资料中误入单方论战的陷阱。因为一方面，从17世纪到19世纪绝对不缺少能干的苏丹和高层官员，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宫廷和官僚机构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政治职能，即使没有能干的统治者这一体系也能照常运转。即便不将这一发展视为衰退，而是视为对统治体系的适应，其结果还是有违形成现代国家权力的要求，无法像欧洲竞争对手那样建立现代国家权力。奥斯曼军事国家是为了不断扩张而创建的，并且是为了这一目的，以一种尤其被证明优于欧洲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当欧洲人追赶上来而且懂得如何阻止奥斯曼的扩张后，通过输送战利品供养这一体系便行不通了，于是精英们转向了对帝国内部的剥削。终身包税制就是为此服务的，包税人变成了由大地产主和各省统治者构成的新阶层的核心（ayan），除了这些人，中央原先的总督们不再有太多的发言权。与此同时，16世纪的通货膨胀导致收入减少，就算政府不放弃传统的食品低价政策也不转向欧洲式的重商主义发展政策，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奥斯曼帝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并一直身处其中，但此时已成为廉价农产品的出口者，而由于受欧洲进口的影响，这一行业同时也呈下降趋势。到19世纪精英们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时，发展的差距已经太大了，在传统体系的框架内根本无法进行纠正。反过来说，经济衰退是政治衰退造成的。

由于1935年签订了一个从未获得国会批准的贸易条约之后又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投降条约），法国人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自己是奥斯曼人最早的伙伴。其实在西方影响的背景下在奥斯曼帝国首先传播开来的是法国语言与文化。但是法国在其商业利益之外也谋求政治影响力，目的是在陆路的印度通道上给对手英国制造麻烦。拿破仑1798/1799年远征埃及应该就是为了这些目标。就连穆罕默德·阿里大概也会乐于得到法国的支持，他是阿尔巴尼亚的军事统帅，1806年使自己成为埃及的统治者。在获得其最高主人苏丹的许可之后，1811年至1818年他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随后他支持苏丹镇压起义的希腊人。然而他想要的更多。1831年他的义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cha）从奥斯曼人手里夺取了叙利亚，1832年由于俄国的 干预才被阻挡在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地方。1839年对苏丹的第二次进攻败于英国手下。1840/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交出叙利亚，但成了埃及的世袭总督。假如其他强国没有插手支持苏丹，或许法埃霸权就取代了奥斯曼帝国。

虽然英国同样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就出场了，不过导致英国政治参与的是上文提及的法国的先发行动，在英国看来，维持一个对它友善的奥斯曼帝国好像对自己的目的最为有利。于是英国成了苏丹最重要的依靠，但很快主要针对的就不是法国而是俄国。

伦敦怀疑俄国谋求占有拥有海峡的君士坦丁堡和毁灭奥斯曼帝国，可这种怀疑绝不总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俄国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圣彼得堡到1830年就认识到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根本就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只会让英国和法国得到好处。人们认为在俄国影响力增强的同时，让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独立但弱势的帝国更为有利。1832年埃及的进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当时不仅亲埃及的法国，而且连正忙于内部改革的英国都拒绝向苏丹提供帮助。于是俄国拯救者1833年在温卡尔-伊斯凯莱西（Hünkar Iskelesi）防御联盟中成为苏丹的庇护者，但也开始讨好多疑的、觉得其印度受到威胁的英国。于是最终，俄国违背条约，在前文提及的1839年的危机中没有伸出援手。1841年五大强国与苏丹达成《海峡条约》（Meerengenkonvention），根据该条约只要伊斯坦布尔处于和平状态，外国战舰就不得通过海峡。虽然这意味着对奥斯曼主权的限制，但同时也是将其纳入欧洲国际法，从而确保帝国的存在。

此时开始了英国占优势地位的时代，它当然与把竞争对手远远抛到后面的英国贸易的扩张是联系在一起的。1825/1826年英国缴纳的奥斯曼帝国进口关税为60万英镑，1835年为160万英镑，1850年为346万英镑。其中棉花商品均占四分之三。1838年，由英国实施、但对所有强国都具有效力的条约确立了统一关税，进口税率为3%，出口税率为12%，过境贸易税率为2%。因为这些税率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在继续降低，所以西亚发展成为世界贸易最重要的低关税地区之一。对外国人免征 奥斯曼赋税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另一个竞争优势。结果是某些地方发生了去工业化，如在印度，但无论在哪里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恶劣，很多地方最重要的工业都靠供应地方维持生产。织工或使用进口棉纱生产，或尝试以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为代价保持竞争能力。因此发展被延滞，以至于工商业的衰落延续至20世纪。

西方商人的优先权可以部分追溯到让步条约（Kapitulationen）[1]的传统制度，它们原本就是由全能的苏丹授予有用的外国人的毫无掩饰的特权。首先是西方的优势使它们变为了相反意义上的“不平等条约”，变成了不顾及所在国家本身利益而对其进行帝国主义渗透的工具。除免征赋税、关税调整、居住自由和宗教自由外，对于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只有各国领事才拥有对他们的司法管辖权，当他们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时，只有在领事的参与下才允许对其追究责任。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它迫使奥斯曼官员变得克制。另外又有了一种可能性，即享受这一特权也扩展到了那些被奥斯曼帝国视为其臣民的被保护人身上。他们可能是或真或假的领事馆雇员，或者是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血统的群体，如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后来这种保护甚至变成了世袭的。外国人的特权与传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2]之间总归有着密切关联，与占人口少数的宗教在帝国框架内的内部自治有着紧密关联。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有一条伊斯兰教的原则，即拥有圣典的各宗教的信仰者以其正派的举止处于正统国家的保护之下，因此他授予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以在其宗教首领领导下的特别法律共同体的地位便制度化了，后来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也被授予了这一地位。然而，一旦外国人承担了对某一“米勒特”的保护（至 1914年已经增加到17个），这个巧妙的控制工具就变成了分解发酵酶。自1740年起天主教徒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自1774年起东正教徒处于俄国的保护之下，自1850年起承认新教徒也是“米勒特”，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因为在此期间借助各个让步条约，传教士像潮水般涌入近东，由于众所周知穆斯林对改信基督教的尝试具有免疫力，这些传教士主要转向了当地的基督徒。因此，他们在黎巴嫩特别集中，在那里法国进行了干预以支持天主教马龙派教徒（Maroniten），而英国则知道如何依靠其他群体。这些传教士尽管通过建立众多的教育和救济机构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还是再次变成了帝国主义强国对抗的工具。

对于基督徒来说，自1516年一直处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巴勒斯坦的圣地当然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这里就生活着受法国保护的拉丁（天主教）神职人员，但是东正教信徒在其俄国保护人的支持下提出对圣地控制权的要求。这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来圣地的拉丁朝圣者很少，而俄国人却很多。1808年圣墓教堂被烧毁，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领导下用对他的信徒的一项特别捐税和苏丹的一笔捐助重建了教堂。然而，当1842年教堂的穹顶需要修缮时却产生了争论，因为在此期间拉丁人借助法国的帮助变得更加活跃。1843年，俄国的候选人被选为耶路撒冷的希腊东正教牧首并将其驻地从伊斯坦布尔迁到那里，1847年，拉丁主教从教宗庇护九世那里领受教命也从罗马迁到耶路撒冷。1850年，在其着眼于长远的内政计划而深思熟虑地对天主教徒友善的政策框架内，路易·波拿巴在伊斯坦布尔敦促将圣地“归还（Rückgabe）”拉丁基督徒，随即拉丁主教于1852年从奥斯曼人那里得到了伯利恒（Bethlehem）耶稣出生地的钥匙。1853年，沙皇不仅要求对圣地的规定进行有利于东正教徒的修正，而且还超出此前表述模糊的规定要求明确的东正教庇护人的地位。正如英国大使对他直言不讳的描绘：只需要很少一点恶意，就能使其看似是要求做苏丹所有东正教臣民的庇护人并因此而失败。沙皇以占领罗马尼亚公国作为回应，苏丹在英法支持下向沙皇宣战。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爆发。

由于奥斯曼帝国是胜利者一方，所以战争以在《巴黎和约》（Frieden von Paris）里承认它的欧洲大国地位和它的占有状况结束，之前苏丹在英国的要求下通过1856年2月18日的一个法令表明自己配得上这一承认。该法令不仅对基督教和犹太教臣民公民权的完全平等作出保证，而且还宣布了一个司法、警察和刑罚改革计划，还包括取缔包税制、建立公共工作岗位和现代化银行业。这不纯粹是面对西方列强时的自我欺骗，确切地说，它是1839年至1876年的所谓坦志麦特时期（Tanzimat-Periode）奥斯曼内部现代化进程的一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它的前期历史可以追溯到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统治时期，他在法国的帮助下创建了一支小型的现代化职业军队和作为辅助措施的西方式教育机构。尽管他接着作为信仰之敌被推翻，他的后继者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年在位）计划继续推行欧洲化，只要外交形势留给他活动空间。1826年耶尼切里军团被屠杀，它早已经从独裁者的精锐部队变成了一个与保守势力纠缠在一起的残暴的游说集团。在封地骑兵制废除之后，一支现代军队得以建立。1836年至1839年，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创建者和德国统一战争的战略家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作为教官也参与其中。

开展改革的还有政府和行政机构，因为此时已经宣告了再集权化。政府各部建立起来，最高官员从副专制君主变成了首相。司法机构、省总督和伊斯兰神职人员接受了纪律教育，人口统计和土地丈量开始进行。在一个特别的教育部领导下建起了现代学校，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上流阶层保持着优雅的法兰西风格（alafransa）。此时男士们用非斯帽取代了头巾，或是穿起了西式服装。1831年第一份土耳其报纸出版。1839年新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lmecid I，1839～1861年在位）颁布了一份公告，向臣民承诺法律的可靠性以及在确定赋税和征兵时的公正性。由此开始了亲英的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cha）发挥影响力的时期。此时产生了现代官僚体制，薪金领取者取代了封臣或者职位承包者。公布了一部《刑法》（1840年）和一部《贸易法》（1850年），建立了一家奥斯曼银行（Banque ottomane），创建了第一批男子中学（1841年）甚至女子中学（1850年）。在阿卜杜勒·阿齐兹（Abdülaziz，1861～1876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方针以较强的亲法态度延续着，直到行政管理能臣艾哈迈德·米德哈特帕夏（Ahmed Midhat Pascha）随着1864年的省区划分改革（28个拥有自治权的省作为下一级区划）走向了舞台前方。由于巴尔干半岛重现危机，他赶上了罢黜苏丹的时机，得以在顾及西方大国的情况下促使继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颁布了由他和他的朋友们制定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在一个民选议会里各民族的比例代表制，并保障基本权利。然而，宪法实验证明不适合危机管理。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则开始了激烈的保守的反应。米德哈特帕夏被撤职，1884年在遥远的阿拉伯城市塔伊夫（Taif）的监狱里被勒死。

1856年的法令“什么都不缺，就缺执行”，一个刻薄的观察者这样说。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成效的确不尽如人意。原因不仅仅在于无能、腐败和保守，而且主要在于帝国危机四伏的财政状况。当不能定期支付官员薪金的时候，人们怎么愿意创建一个高效的官僚体系呢？人们又如何愿意用一个陈旧的财政基础结构搞现代政治，也就是花费昂贵的政治呢？而且这又是发生在一个国家要靠发达的公众财政定调子的环境里。1800年前后，苏丹的年收入估计为225万～375万英镑，而英国早在对法战争之前收入就已达1680万英镑。尽管如此，可以估算一下，苏丹的臣民通过包税制和采邑制大概必须筹措2000万英镑，才能有300万英镑进入统治者的钱箱。在主要的收入来源土地税、垄断商品（烟草）和关税中，最后一项已不归奥斯曼人拥有，前两项也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奥斯曼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是依靠外国的贷款打仗。1854年，330万土耳其镑（当时合380多万英镑）的债券按照这种交易通常的条件投放在伦敦资本市场。苏丹必须按照全额支付6%的利息和还债，但是得到的却只是扣除各种费用后的80%，准确地说就是2514913土耳其镑。当人们向购买者提供实价为票面价值的80%和实际利率为7.9%的债券时，它很快就被买下了。1874年达到了最低点，当时必须以5%的利率借贷4100万镑，才能得到其中的43.5%，即1660万镑，因此实际利率为12.3%。1854年至1874年，奥斯曼帝国名义上总共借贷2.419亿土耳其镑，但真正拿到手的仅有1.2757亿土耳其镑。这意味着实际利率超过了10%，因为名义利率通常 为5%～6%。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次例外：由西方盟友担保的1855年的第二次战时公债！

这些款项绝没有首先用于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古怪的建筑上，而是优先用于陆军和海军。主要是必须不断借贷新钱，才能够履行对旧债的义务。这是一个巨大的债务重组体系，欧洲的银行和投资人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奥斯曼人被不断鼓动进行新的借贷；一旦哪个最高官员起来抗争，像颠地（Dent）和帕尔默（Palmer & Cie）一类的公司就会让他倒台。随后针对有关条件进行了艰苦的商谈，奥斯曼人被夺去了欧洲人控制的债券市场提供的东西。

税收改革失败，由于缺少精确的预算和财务监督，1874/1875年收入2481万土耳其镑，支出2513万土耳其镑，其中784万土耳其镑用于支付利息，在这种情况下1875年国家破产变得不可避免。最终，1881年苏丹不得不接受由英国大使乔治·戈申（George Joachim Goschen）——也是一位银行家——拟定的解决方案，成立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国际债务管理机构，即奥斯曼公共债务委员会（Administration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它受由六个债权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为英国人、尼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以及由法国人和英国人控制的奥斯曼帝国银行（Banque impériale ottomane）工作；另外参与的第七位是苏丹的观察员。大量的国家收入固定地托付给这个委员会并被它的机构所收取。1912年，它有近千个部门和分支机构，有169名外国雇员、5625名当地雇员和3250名兼职人员。1895年，他们的收入占间接税的54%和国家收入的12%，1912年为990万土耳其磅，而国家收入为2860万土耳其磅，国家支出为3520万土耳其磅（其中1260万土耳其磅用于军队）。在预算呈显而易见的赤字的情况下，偿还债务消耗了收入的34.6%或支出的28.1%，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得通过新的外国贷款来平衡收支。1881年至1914年，政府另又贷款1.66亿土耳其镑，其中获得的实际支付至少为1.47亿土耳其磅（89%），这是非常有效的、发挥中介作用的债务管理机构的一项功绩。除此之外，该机构还极大地推动了交通、采矿和工业的发展。

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它是典型的金融帝国主义（Finanzimperialismus）的一个完美工具，是一种间接统治的完美工具，它在这里根本没有必要像在突尼斯或埃及那样为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因为债务管理机构与由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奥斯曼帝国银行进行了紧密合作，后来也与1888年成立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分行合作。这两家银行向政府提供短期贷款；如果合在一起的新贷款和未偿还债务到期，它们就会提出高昂的价码并且拒绝其他短期协议，因而政府顾忌债务管理机构不得不接受这些价码。1909年想通过建立土耳其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Turkey）另辟一条途径，这一尝试也因英国银行家此时参与其中而告结束。

这一体系在所有的民族对抗中都起到了相当好的协调作用，它也被用于借提供贷款为合作公司强索许可，或使贷款专门用于特定的投资，尤其是在铁路建设领域。为了开发土地，需要修建铁路，但是政府既没有资金，又缺少相关的技术。除了拥有几条支线的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汉志铁路（Hedschas-Bahn），政府无力完成更多的建设项目。其他所有的线路都由外国人修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不过奥斯曼人对盈利作出了国家担保，而获得附加特许权的情况也不罕见，例如巴格达铁路（Bagdadbahn）向两侧延伸20公里范围内的矿藏开采权，这与在中国的情形类似。另外，1910年超过三分之二的奥斯曼煤、铬和铜的生产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最终连公共项目的许可也给予了外国人，例如各大城市里的有轨电车、电话、煤气、水和电。有时欧洲各国政府也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提供帮助，这一点完全可以得到证明。1914年法国资本占据绝对优势，不过德国的投资也有较大数额的增长，而英国的投资则停滞不前。1914年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投资总额如下［Jacques Thobie，1977，305，477，482；单位：千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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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各行业中所占份额如下（按百分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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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铁路建设方面表现抢眼是与修建巴格达铁路联系在一起的，它使自伊斯坦布尔经安纳托利亚直到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广阔地区成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1880年代德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活动飞跃式增长。1869年，巴伐利亚—比利时银行家冯·赫希（Von Hirsch）获得了土耳其铁路欧洲部分的建设和经营许可。当1888年维也纳至伊斯坦布尔的铁路能够验收通车时，有人施展了阴险的诡计后作出了由德意志银行领导下的一个德奥临时财团接手赫希营建的铁路的决定。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自愿承担伊斯坦布尔至安卡拉段的铁路建设，1889年获得许可后建立了奥斯曼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Société du chemin de fer ottoman d’Anatolie）。1870年代，一位德国工程师在担任公职期间就开始修建这样一段铁路，由于1875年国家破产，一切都停顿下来。海达尔帕夏—安卡拉（Haidarpascha-Ankara）段于1902年竣工，1896年埃斯基谢希尔—科尼亚（Eskisehir-Konya）段也建成。各种错综复杂的阴谋早就开始四处蔓延，玩弄这些阴谋的是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及具有民族意识的土耳其人，或许也有罗斯柴尔德家族（Haus Rothschild），最终还有德国的竞争对手，他们试图阻止把巴格达铁路的其他许可证颁发给由德意志银行领导的集团。德意志银行的慷慨大方的作用大概不如帝国政府和威廉二世皇帝本人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国事访问时给予的支持，这些支持到1902年终于取得了成果。然而，这种行为绝不是作为德国的国家事务进行的，而是在与法国人的合作中进行的，他们与后者早就进行了关于叙利亚地区铁路的谈判。1903年建立的巴格达皇家铁路公司（Société impériale du chemin de fer de Bagdad）与原来的建筑公司一样包括了数目可观的法国资本份额。1914年，500法郎一股的股票分布情况如下（Jacques Thobie，1977，34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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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向波斯湾扩张的前景必然首先在英国引发了恐慌。因为在此期间那里不再单单涉及印度，而且也涉及西亚的石油优先开采权。尽管如此，面对潜在的德国、法国、奥斯曼和俄国的威胁，印度政府在英国在海湾地区地位的提高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99年，英国接管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门户酋长辖地科威特的外交。尽管如此，德国和英国还是就这一区域达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德意志银行拥有少数伊拉克石油股权），这发生在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前，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它是“悲剧性的讽刺（die tragische Ironie）”。

讽刺或许也表现在与威廉皇帝大肆张扬其世界政策所形成的对照，这种张扬行为在1898年德皇的东方之行中达到了高潮，当时威廉外出进行道德征服，在大马士革宣布自己是苏丹和世界上所有穆斯林的朋友。拥有众多穆斯林臣民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获悉此事时心情复杂。此行同时也是德国人“基督教帝国主义（christlichen Imperialismus）”的展示，因为其间由德皇资助的雄伟的耶路撒冷新教基督教堂举行了落成典礼，其新罗曼风格与皇帝通常的建筑规划是相称的。1841年，普鲁士还依据协议作为英国的最年轻的合伙人参与了在圣城建立圣公会—路德教主教管区，1886年主教教区协议在大国间对抗的背景下被终止，德国即自己进行宗教扩张。德意志天主教徒因参与扩张从皇帝那里获得了赠礼圣母安息教堂（Dormitio Mariae），也就是所谓的圣母在耶路撒冷的安息之所。最终，东方的德意志修女堂自1880年代起宣示性地升起了帝国国旗并摆脱了传统的法国对天主教徒的庇护。德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俄国的新的首倡行动，而是主要针对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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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6 1914年的奥斯曼帝国

尽管法兰西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Antiklerikalismus）在不断增强，但它仍然坚持拥有对东方所有天主教徒的保护权。在对内政策方面态度强硬的反教权主义政治家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慷慨地为天主教机构提供资助——注意，是为法国的天主教机构提供资助。另外，教宗也不准备像在中国那样减少法国的保护地并因此进一步挑战法国的反教权主义。所以德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收获甚微，而且主要限于改善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方面。

德国在巴勒斯坦的各种殖民计划也鲜有收获，尽管自1870年代起施瓦本圣殿骑士教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德国庇护下在那里建立一个奥斯曼帝国框架内的犹太自治国家的尝试也不太成功。自1870年代起就已经有了多次尝试，打算在约24000名生活在巴勒斯坦各个城市里的犹太人之外，再为进入老以色列的移民创建新的农业垦殖地。由于对犹太人的迫害，随后出现了两次来自东欧的较大的移民高潮（第一次为1882年至1903年，第二次为1904年至1914年），因而1914年犹太团体约有85000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12.3%。犹太复国主义在1897年巴塞尔的大会上公布于众，其目标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运动的发起人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这一想法可能于1898年引起了威廉二世的关注，因为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这似乎是一条途径，既能在巴勒斯坦站住脚，又能甩掉国内的犹太人；顺便说一下，恰恰出于这个原因，犹太复国主义不断地受到那些主张贯彻同化的犹太人的强烈反对。然而，德皇的这一兴趣很快就遇到了政治上的障碍，因为这种倡议会损害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与德意志帝国相比，犹太人毕竟更加偏爱这些国家，而奥斯曼人也不愿意接受因大量移入犹太人而出现的另一个少数民族问题。

在此期间，少数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不仅像通常那样使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焦头烂额，而且在亚洲也制造了麻烦。民族主义的基础起初是各传统宗教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到后来是语言、民族归属和文化以现代方式处于中心位置。在各大国进行干预之后，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派（Drusen）穆斯林之间的流血争斗于1861年成功地得到彻底解决，方式是建立了一个半自治的山地省黎巴嫩，由一个信奉基督教、非本地的行政长官统治，下设一个由各个派别构成的咨询委员会。

此时东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中的动乱显得更具威胁性，因为1878年列强在柏林曾向他们承诺给予特别保护。在英国和俄国的影响下，作为“米勒特”的自治变成了要求民族自治。面对这种临近帝国心脏的威胁，伊斯坦布尔非常敏感地作出了反应。1894年至1897年，叛逆精神被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恐怖统治制伏，其间可能至少有1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然而“对亚美尼亚人的恐怖暴行（Armeniergräuel）”在世界大战中才达到高潮，因为1915年政府以大规模重新安置行动回应了亚美尼亚人的明确诉求，即英国支持的亚美尼亚人的“民族家园（Nationalheimat）”计划。在此期间掌握权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决定进行种族清洗，甚至采取种族灭绝行动。根据不同的计算，据说其间有60万～130万人丧生，他们死于大屠杀，不过也有人死于混乱、饥饿和瘟疫，而土耳其人同样遭受了混乱、饥饿和瘟疫。仅在东安纳托利亚交战地区，据说就有100万土耳其人成为败于俄国人的牺牲品。与一些断言相反，尽管存在着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德国军官至少没有积极参与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反而有不同的德国外交官、议员和传教士试图为受害者说项。不过帝国政府顾忌盟友关系，行动比较克制，要求对相关报道进行新闻审查。战争结束后随即出现了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而巴黎和会规划的一个更大的、包括整个东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民族国家在1923年与土耳其签订的最终和平条约中，因土耳其造成的既成事实却未能实现。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阿拉伯人觉醒的危险性并不见得比这更小，尽管这一运动首先具有文化宗教特性，因此在政治上是含混不清的。运动的中心在贝鲁特（Beirut）、大马士革和开罗，其中贝鲁特的新教和天主教大学（1866年和1875年建立）在促进伊斯兰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先锋作用，在艾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Moschee）这所传统大学之外，于1909年建立的现代开罗大学也发挥着这一作用。西方的东方学家在那里为年轻的 知识精英指出了一条通往自己历史的道路。不过在艾资哈尔大学任教的波斯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Dschemal ud Din al-Afghani，1838～1897年）1871年至1879年就宣告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纲领。反思宗教渊源，同时通过接受西方科学技术进行革新，应该使得泛伊斯兰主义联合体战胜西方的统治。他最重要的学生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卜杜（Mohammed Abduh，1849～1905年）1892年至1905年也在同一所大学任教，1899年至1905年担任埃及的大穆夫提（Großmufti）。他去掉了他的老师思想中的政治革命特性，将其用于一个革新后的伊斯兰教的文化演变。宗教文化方向的泛伊斯兰主义完全适合反动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计划，在中止了宪法之后他想通过军事、行政甚至教育的部分现代化来增强国家的权威。于是1881年采用了十进位制，1882年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个商会，1900年建立伊斯坦布尔大学从而圆满完成了西方教育体系的扩展。因此，加马尔丁·阿富汗尼有时得到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资助，而这位苏丹想将1903年在伦敦建立的泛伊斯兰协会（Pan-Islamic Society）纳入他的政策，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或者恰恰是因为——印度穆斯林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调动有关哈里发和“圣战”的传统观念为其服务也是类似的尝试。

但是恰恰是清除专制体制将伊斯坦布尔的民族问题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进而使少数民族问题进入了危急阶段。自1889年起所有省份都有秘密军官协会，它们确立了进步目标，拥有骨干，组织完善，一个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人也在其外围发挥着作用。在发生了数次起因不同的士兵起义之后，最终，驻马其顿的第三军团于1908年要求恢复宪法，并以进军伊斯坦布尔相威胁。这时苏丹屈服了，进步军官们——青年土耳其党人（Jungtürken）——接管了政权。新议会由147名土耳其人、60名阿拉伯人、27名阿尔巴尼亚人、26名希腊人、14名亚美尼亚人、5名保加利亚人、4名塞尔维亚人、4名犹太人和1名瓦拉几亚人（Walachen）组成。要在一个宏大的新奥斯曼帝国理念的名义下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吗？联邦计划和以奥地利—匈牙利为榜样的土耳其—阿拉伯二元制都被纳入讨论。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一次反革命行动使无足轻重的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V，1909～1918年在位）被立为苏丹，然而在战胜这次反革命行动之后，在整个帝国实行民族主义的土耳其化的思想取代多民族政策最终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占了上风。甚至所有突厥民族的泛土耳其主义（Panturanismus）的种族主义计划也越来越重要。新政权在各次巴尔干战争和1911年至1913年与意大利的战争中败北大概更加剧了它的民族主义的攻击性，而深刻感受到这一点的无疑首先是亚美尼亚人。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还是达到了任命哈希姆（Haschemiten）家族的谢里夫·侯赛因（Scherif Hussein）为汉志总督和麦加圣地保护人的目的，之前侯赛因在伊斯坦布尔当了十五年质子。但是他们的新路线很快就导致了独立要求在阿拉伯人中越来越普遍，英国和法国很乐意将这些要求看作制衡德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影响的砝码。土耳其军队里出现了阿拉伯军官的秘密社团，阿拉伯半岛的那些或多或少独立的王侯们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行动。18世纪，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卜（Mohammed abd el Wahhab）就已能为他的严格的伊斯兰革新赢得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内志［Nedsch，自1821年起首府为利雅得（Er-Riad）］的王侯们的支持，但是19世纪初他们在汉志的扩张被埃及人阻止了。此时瓦哈比派王侯伊本·沙特（Ibn Saud）占领了波斯湾的哈萨地区（Al Hasa）。然而阿拉伯各部族与各王朝之间的内部摩擦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阿拉伯人的政治活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变得具有威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近东

面对21世纪之初近东毫无出路的悲惨状况，“反事实历史（Kontrafaktische Geschichte）”反倒增加了吸引力。假如奥斯曼帝国不是与中欧列强结盟，而是站到它的获胜的对手一边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呢？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集团其实也绝非清一色的亲德派，但是国防部长恩维尔帕夏（Enver Pascha）1914年坚决地与德国建立了针对传统敌人俄国的防御同盟。与协约国之间的谈判似乎有望得到有意义的让步。然而英国扣押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订购的战舰为恩维尔领导的亲德派帮了忙。此后不久开来了两艘德国巡洋舰，作为订购战舰的替代品连同全体船员和海军将军一并被纳入奥斯曼海军。当德意志帝国支付了200万土耳其镑并承诺提供范围广泛的物资之后，这些战舰按照主战派的命令向在黑海的俄国港口发起了进攻，这导致俄国和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

由此宣告了阿斯奎斯勋爵（Lord Asquith）所说的对“土耳其的争夺（Scramble for Turkey）”。然而1916年由温斯顿·丘吉尔提议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场大规模进攻遭受失败，在高加索战线直到最后双方一直在拉锯。而在帝国的阿拉伯地区，英国人则大获成功。战争之初，他们将自己长期控制的埃及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保护地并毫无异议地维持着自己的庇护者的地位。除了南非的反对派，所有的自治领和印度都派出辅助部队支持宗主国。1915年至1916年，是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粉碎了土耳其和德国联军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

其间，印度事务处和印度军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进行一场自己的战争，它主要是由印度承担的。首先是为了确保当时已经极其发达的波斯油田的石油出口，后来是为了占领奥斯曼的巴士拉省和巴格达省。然而进攻受到重创，英印军队在底格里斯河边的库特埃尔阿马拉（Kut-el-Amara）被包围，在土耳其司令官拒绝了一笔200万英镑的贿赂之后，不得不于1916年投降。其结果是国防部对此进行调查和接管领导权。1917年巴格达才被攻占。

虽然战线可以继续向西推进至巴勒斯坦的南部边界，然而在汉志有强大的土耳其部队，它们通过汉志铁路与北方连接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懂得该如何利用阿拉伯人的起义倾向。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在与麦加的野心勃勃的谢里夫·侯赛因的往来通信中提出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可是在伊拉克和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的问题上却持一种模糊的保留态度（1915年7月14日至1916年3月10日）。同一时间，英国与法国就战争目标进行的谈判导致了1916年初的条约，它随后又通过与俄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条约得到更进一步的扩展。根据因谈判代表赛克斯（Mark Sykes）和皮科（François Georges Picot）而得名的协议，俄国将得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亚美尼亚；意大利将获得直至士麦那（Smyrna）的南安纳托利亚；法国将得到包括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和叙利亚海岸的东南安纳托利亚；英国将获得港口阿卡和海法（Haifa）、伊拉克南部地区和海湾海岸；而围绕着圣地的巴勒斯坦则将国际化。

因1917年苏联公布档案，这些秘密文件为世人所知，当时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并没有因此而心绪失衡，而那些年的另一份文件于1920年公之于众后则立即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应，它就是1917年11月2日的所谓《贝尔福宣言》（Balfour-Deklaration），也就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写给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勋爵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国王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将竭尽全力协助实现这一目标，万望在此过程中勿做任何有害于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共同体的公民权和宗教权之事，或者说勿做有害于犹太人在其他某个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之事。

结束句是对乐于接受同化的犹太人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种承诺。然而却没有谈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毫无疑问英国人支配着它，因为当时没有向他们承诺自决，1918年向他们宣布自决也仅仅是出于疏忽。很难说这一宣言是英国亲犹太主义的产物，它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对反犹主义恐惧以及犹太人的权力观念的巧妙操纵。它的幕后发起人是赛克斯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另外，英国也曾就它与美国总统威尔逊进行过协商。它的目的首先是争取犹太复国主义者，破坏德国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动员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各界犹太人支持美国参战，促使俄国的犹太人在反对他们的国家退出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第二个目的是英国作为这一家园的保证人便有机会在巴勒斯坦立足并建立一座埃及通往伊拉克的陆桥。

英国的打算暂时如愿以偿。经历了最初的困难之后，1916年开始的阿拉伯起义在英国和驻开罗情报部门军事顾问的支持下夺取了汉志的大片土地，不断地使铁路陷入中断状态，将自己的基地迁往阿卡巴，最终于1917年挺进至叙利亚，与英国在西部的进攻相配合，英国人也于1917年攻占了耶路撒冷。1918年10月，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eisal I）夺取了大马士革，然而在那里他想建立阿拉伯国家的希望应该很快就破灭了。军事顾问之一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于1926年发表了他的《智慧的七个支柱》，他的自传式著作以文学方式美化了这场起义，然而其历史可靠性是有限的。它的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人公绝非唯一的英国特工。当年有很多具有学术背景的英国政治冒险家游走于近东。同样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也不缺少相应的德国特工。不过劳伦斯是最早的现代游击战理论家之一。

虽然伊朗宣布保持中立，但却成为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以及他们的当地同盟者之间的战场。由于俄国于1917年退出战争，英国得以控制整个伊朗地区并借助这种侧翼掩护将美索不达米亚战线继续向北推进。当土耳其人的战争由于德国行将崩溃于1918年10月30日结束时，几乎整个阿拉伯人的西亚都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

相反，在远东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几个月之后才结束；德国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靠五个电台保持联系的几个基地面对的是三个人口众多、通过英国电缆网相互联系的英国殖民地。此外还有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1905年和1911年又签订了第二、第三次同盟条约。该同盟起初更多是针对俄国，但由于早年德国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它在能获益的情况下也针对德意志帝国。因此日本于8月15日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让出青岛和山东，因未获答复随即对德宣战并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了这个基地。作为德国人的继承人，日本人1915年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其最终目的是将年轻的共和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地。美国达到了使日本放弃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求的目的，但是英国保持着克制，它担心日本和德国联手，认为自己要依靠日本海军的帮助。

这种谨小慎微已经在太平洋各自治领引起了恼怒。1914年8月和9月，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分别占领了萨摩亚群岛和包括其相邻德属岛屿的新几内亚。然而在这些自治领能够继续追寻它们的“太平洋命运（Pacific Ocean Destiny）”之前，日本在英国的默许下夺取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并宣布打算占有它们。与宗主国的目标相比，自治领的思虑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战争在这里已经结束。1914年11月，德国太平洋分舰队最终在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被消灭。

各殖民地在其他战场的参战程度要大很多，这并非没有政治后果。法国在那里招募了大约50万兵员。1918年英国军队共有101个师，其中71个师来自宗主国，12个来自白人移民殖民地，16个来自印度，最后还有2混合师。数以万计的各领地居民和62000多名印度人为了英国在海外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物资供应和财政方面的努力。各自治领都是自己承担作战经费，而印度军队在海外战场作战则由英国提供经费，不过这是在印度政府于战争初期向宗主国提供了1亿英镑之后的事情。此后再也不可能像战争爆发之初那样与自治领既不协商政治也不协商作战。必定要让它们参加和平会议，也必定要让它们分享战利品。可是印度应该是一无所得，这不可能没有不良后果。南非获得了德属西南非洲，澳大利亚获得了德属新几内亚及其周边岛屿，新西兰获得了萨摩亚群岛。但是它们必须接受英国对磷酸盐岛（Phosphatinsel）瑙鲁享有发言权的要求和将赤道以北的岛屿最终交给日本。为了符合《国际联盟条约》（Völkerbundvertrag）第22款确定的殖民地托管原则（它也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为了这一重新划分发明了C类托管地，这实际上导致了由托管国进行的合并。

与西亚完全不同，在这里《国际联盟条约》对属于A类托管地的奥斯曼帝国前组成部分的规定是，进行真正的托管并有义务允许托管地独立。《色佛尔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Sèvres）规定1920年苏丹必须放弃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汉志和巴勒斯坦的管辖。为了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1919年法国军队迅速抵达，而英国仍然是其余的北部阿拉伯地区的占领国。在费萨尔的驻地大马士革举行的一个阿拉伯大会作出了反应，大会选举费萨尔为叙利亚国王，选举他的兄弟阿卜杜拉为伊拉克国王，而英国则与法国签署了一个复杂的条约，实现了将1914年前不久才开发的摩苏尔油田归入由英国控制的伊拉克，而按照《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Vereinbarungen）它应归入法国控制区域。此时法国可以占领承诺给它的托管地叙利亚了。大马士革的费萨尔出乎意料地屈从于最后通牒，但他的追随者却没有屈服。在他们失败之后，叙利亚地区最终被分割，首先是建立了马龙派教徒和他们的法国朋友长期以来所要求的大黎巴嫩。因此在之前的德鲁兹派之外又出现了新的什叶派和逊尼派这两个少数派，而后来的黎巴嫩冲突的先决条件就是以这种方式创造的。

叙利亚和黎巴嫩，尤其是后者，此时经历了帝国主义强劲渗透的后期阶段。在与法郎挂钩的黎巴嫩货币的影响下，法国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广泛实行的新闻、教育和语言政策应该至少给黎巴嫩的文化打上了法国烙印。在生活水平同时提高的情况下，这一计划显得极具吸引力，尽管——或正是由于反复出现的动乱，法国仍然给予黎巴嫩和叙利亚自治相当大的空间（这取决于谁在巴黎掌权）。最终，巴黎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与两个国家签订了条约，给予两个托管地完全独立及其国际联盟成员资格。然而，巴黎保守派的反动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它暂时无法实现。

同样，英国对待它的托管地最初也像对待它的财产一样。1921年，由殖民地事务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主持在开罗召开的一个近东政治会议将被从大马士革赶出来的费萨尔“委派”到伊拉克当国王，并为他的兄弟阿卜杜拉（原本为他安排的是伊拉克）创建了由巴勒斯坦托管地和叙利亚荒漠部分地区组成的一个新王国外约旦（Transjordanien），其边界的划分导致1935年开通的基尔库克（Kirkuk）至地中海的输油管的一条支线留在了英国控制区。侯赛因被承认为汉志国王，像其他当时还没有油井的阿拉伯统治者一样领取英国补贴。然而，因为他不承认英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位并将自己的儿子们视为总督，他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1923年，英国宣布停止对阿拉伯王侯们的补贴，却试图让他们遵守已作出的边界调整。内志的主人伊本·沙特表示拒绝。1921年他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各沙马尔部族，与他相反，它们出自拉希德家族的酋长与德国人眉来眼去。在他那严格的瓦哈比派眼光中侯赛因是“有罪的”，当后者于1924年接受了空出来的哈里发称号时，伊本·沙特占领了汉志，也是为了借助有发展潜力的朝圣生意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于是产生了现代的沙特阿拉伯，而侯赛因也结束了在塞浦路斯流亡的日子。

英国制订计划时渐渐学会了考虑石油的重要性，按照它的计划，应该通过关于特许权以及在战略要地和军事基地派驻英国专家（其间空军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条约将托管地伊拉克以及形式上独立的波斯纳入英国的统治体系。但是经过1921年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wis）政变，伊朗重新赢得了政治独立。出于经费上的原因，英国托管在伊拉克被一个协商和联盟条约所替代，即便1932年独立之后它仍然是英国的附属国，正如它的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轴心国眉来眼去时所表现的那样。相反，外约旦是拥有内部自治权的保护地，因为它属于托管地巴勒斯坦，想将条约里的哪些规定用于约旦东部取决于托管国的意愿。对于巴勒斯坦本身来说，无解的难题已经交给了托管国：在不损害这块土地上的现住民的权利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也就是说《贝尔福宣言》是托管协议的组成部分。另外还有英国自身的利益，因为那里有输油管道，要确保苏伊士运河和当时尚需中途降落的印度航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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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近东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除英国托管地管理机构外还有一些“并立政府（Nebenregierungen）”：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国民议会，对英国政府和议会的影响力有时大于托管地管理机构的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一个没有得到英国人承认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行政委员会；一个在耶路撒冷穆夫提领导下的由托管地政府创建的穆斯林委员会。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和资助了犹太人的迁入，它公开承认自己的目标：使犹太人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多数。主要问题是让这种移民与阿拉伯人的经济前景和利益协调一致。在此期间，托管国忽视了通过乡村发展和教育政策使阿拉伯农民面对占优势的犹太移民能够自我维护。因为借助于国际支持，犹太人在经济上处于优势，1919年至1939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计划可能花费了约4亿美元。尽管75%的移民根据各自的来源地迁入各个城市——当时新特拉维夫（Tel Aviv）和海法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繁荣，但是有计划的、有时是由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主义动力促进的乡村移民发挥着中心作用［1910年在革尼撒勒湖（Genezareth）南端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的集体农庄］，与甘果生产的发展携手并进。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从未到场的大马士革或贝鲁特大地产主手中购买土地并非罕事，随后阿拉伯佃户必须被从这些土地上赶走。就连独具风格的犹太人的对头、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盟友、耶路撒冷的穆夫提阿明·艾尔·侯赛因（Amin el-Husseini）的家族据说也在这种买卖中有所收获。不过也经常向流行热症的不毛之地殖民。托管国赞同犹太人的发展政策，因为这项政策通过较高的税收收入对它的统治地自筹资金颇有益处。自1922年至1933年，受过良好教育且装备较好的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从19%增加到57%。1918年为自1902年起就在筹划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奠基，1925年建成启用。其间，犹太人社区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即自19世纪晚期一直矢志不渝发展起来的新希伯来语（Ivrit）。

1918年巴勒斯坦有62万阿拉伯人和5万犹太人，1939年有1044000名阿拉伯人和445000名犹太人，后者约占人口总数的30%，其中5.3%生活在集体农场，至1948年增加到7.6%，但至1977年减少到3.3%，此后继续下降。1920年至1939年移民总数约为30万人。起初移民人数呈增长趋势，1925年以35000人达到第一次高峰。随后可能甚至是返回者占据了多数，直到1933年后移民人数再次增加，在有些年份超过40000人。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成功与否与移民人数相关联，所以矛盾的是，希特勒取得政权或许使最后的成功成为可能。首先1933年至1940年民族社会主义者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有计划的合作甚至给巴勒斯坦带来了52600名德国犹太人和1.059亿马克的汇款。战争转向反英之后，德意志帝国的亲阿拉伯政策与流亡的耶路撒冷穆夫提的活动开始了。

有时在巴勒斯坦会出现几乎像政治周期的一些事情：犹太移民的增加导致冲突加剧；托管国限制移民并试图平息阿拉伯人的愤怒；自1929年起由犹太人代理机构（Jewish Agency）强有力地组织、管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益在伦敦得到认可，一切又重新开始。自1920年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流血冲突以及英国人的暴力介入有规律地发生。1922年《白皮书》（White Paper）的宪法方案连同它的立法委员会由于阿拉伯人反对批准犹太人移民而失败。1935年以1930年《白皮书》为基础进行的第二次尝试因被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过于亲阿拉伯人而归于失败。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陷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以及两个族群和托管国之间的内战之中。双方的恐怖行动和英国人的镇压都是王牌。1937年，一个英国委员会提出了第一个分治方案，权威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起初犹犹豫豫地接受了这个方案，最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世界大会以及阿拉伯人都拒绝了这个方案。英国人1939年的《白皮书》又主张建立两个族群的共同国家，其困难性应该通过限制犹太移民加以缓解。或许阿拉伯人接受它就意味着他们的胜利；对犹太人来说它是无法接受的。阿拉伯人的起义被大规模的军事投入镇压下去。然而在此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对巴勒斯坦的未来作出了裁定。

土耳其人比阿拉伯人更为成功，因为他们能够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中挽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可能是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相反，不仅仅与一个强国，而是与众多强国有关系，或许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们的衰落。一支联合舰队停泊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要求占领与叙利亚接壤的东南安纳托利亚；意大利人为了确保他们的权利在西南部登陆；最终还有在最后一刻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希腊人，1919年他们在列强的支持下侵占了西部的士麦那地区，那里的希腊人为数众多。希腊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反应。战争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是已经垮台的强人恩弗尔帕夏的对手和新苏丹的亲信，他在黑海海岸遣散了第三军团，恢复了安宁与秩序，1919年成为以安卡拉为大本营的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紧接着，英国人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并促使希腊人承诺恢复安纳托利亚的秩序。

除了已经论及的割让帝国的阿拉伯地区，强加的1920年《色佛尔和约》还规划了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和一个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后者拥有选择独立的权力。罗得岛（Rhodos）和佐泽卡尼索斯（Dodekanes）须割让给意大利，色雷斯（Thrakien）直至伊斯坦布尔近郊须割让给希腊，后者还有权控制士麦那地区直至举行全民公决。博斯普鲁斯海湾虽然仍然属于土耳其，但被置于一个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土耳其在委员会里很少有发言权。此外军队必须缩减到5万人，1914年宣告废除的投降重新生效，国际债务管理部门接管了对整个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监督。

但是这一强迫签订的条约从来也没有发挥过效力。穆斯塔法·凯末尔用尚且完好无损的第九军将法国人赶回了阿勒颇，与布尔什维克相互配合粉碎了亚美尼亚的独立，与意大利人达成和解后反对希腊人和联军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希腊的一次政府更迭导致本来就因莱茵兰问题与英国有争执的法国人在1920/1921年或多或少公开地转向了土耳其一方。即使是英国人也不信任希腊新政府，他们的近东帝国计划除了因一个顺从的土耳其的消失，也因波斯政变开始动摇，之后英国人作出了让步。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勋爵变成了懂得节制的人，特别是他的外甥尚处于土耳其人的手中。1921/1922年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被打败，在大肆掠夺后撤退。在遭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背弃之后，英国人无力也不愿意继续坚守伊斯坦布尔；1922年它以及东色雷斯重新回到了土耳其的怀抱。1922年土耳其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但还是选出了一个哈里发，到1924年这一职位也被取消（这主要是在汉志和印度引起了后果）。

在最终的1923年《洛桑和约》（Frieden von Lausanne）里 土耳其虽然不得不将几乎所有的爱琴海岛屿给了意大利和希腊，但保住了其他占有地，而且未来拥有完全主权，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设防除外。外国人的所有特权被取消，债务管理部门被解散，债务以正常条件按比例分给债权国。随着美国竞争的出现，英法的经济特许权的利益随即减弱。与希腊之间进行了双方各50万人的人口交换。国家缔造者实行现代化政策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这一政策是西方世俗的，正因为如此也是民族主义的。因此自1928年起用经过改进的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语，1930年代开始用土耳其语借词替代奥斯曼词汇中的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借词，在必要时用新词。1933年土耳其就已经采用了妇女选举权，而法国直到1944/1946年才有妇女选举权。几乎是逐字逐句接受瑞士民法典于1926年引发了法律革命。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毁灭，传统的东方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新近有人提出，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近东政治游戏规则当时依然有效，只是场所转向了东南，构成要素和参与者变了。但是依然有军火供应商和教官的角色，依然有大国的干预或它们的幽灵，依然有蓄意挑起这种干预的小规模战争。

而对于整个欧洲扩张的历史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亚的事件既是顶点也是转折点。总而言之，通过战利品，欧洲各殖民帝国获得了它们最大的扩张。一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渗透直到此时才成为可能。作为英国帝国主义的一项结果，在巴勒斯坦进行的绝无仅有的犹太殖民就属于此列。

另一方面，假如没有前殖民地美国和各英法殖民地的帮助，协约国就不可能那么容易取得胜利，这必然对它们与各大都会的关系产生影响。法国仅仅在西非就招募了161000名士兵，其中10万人参加了欧洲作战，3万人阵亡。在美国的督促下，国际联盟托管地（Völkerbundmandate）形式的托管构想首次成为官方的政治计划。这一发展的去殖民化潜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起初只有进行第二次去殖民化的白人移民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将它用于“有色的”世界的冲动在亚洲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吃亏极大的印度。

第二次去殖民化：英联邦

英国的白人移民殖民地的第二次去殖民化始于加拿大，上面所描述的发展对英帝国其余移民殖民地来说具有示范意义。

在此期间，自治领地位沿着进一步独立的方向改变了自己的内涵。“自治领”这一概念最初是指英国的“臣属国家（Untertanenländer）”，如爱尔兰或海峡群岛（Kanalinseln），它们拥有自己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拥有自己的税收和某种程度的自治，却要屈从于国王会同国会（King-in-Parliament）行使的立法权。为了强调这一点，1867年特意将这一概念用在了加拿大身上。1865年的一部英国法律已经写明：英国国会对殖民地也拥有立法权，与英国法律相违的殖民地法律无效。

加拿大通常都是率先起来反对给予拥有自治管理机构的自治领（四个大白人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自1907年起正式获得这样的称谓）一种较固定的经济或政治组织形式的企图。1914年的宣战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状态。王国政府没有与各自治领协商就带领整个帝国参战，没有人反对，不过参战的规模由各自治领自己决定。然而它们必须参加和平会议，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和会上各得到了两个席位，新西兰得到了一个。不过它们的代表同时也是英国代表团成员并排在英国之后签署条约。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并不要求这样做，也不要求随后要经自治领议会批准，然而两者在政治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最终拥有自己席位的自治领和印度被国际联盟接纳为成员国，因而英帝国在国际联盟拥有6张表决票。显然对这些自治领而言，这一发展的结果就是主权，就是第二次去殖民化。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在加拿大和南非的领导下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并首先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取得了成就。

由于内政原因，最终南非总理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提交的“建立英联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备忘录中要求在王国统辖下的君合体（Personalunion unter der Krone）中实现完全平等。1865年的法律实际上（即使暂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已被废除，外交上的完全行动自由已经获得。1922年须予以决断的爱尔兰独立的类似问题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1923/1924年加拿大宣布由英国签订的有关土耳其政策方面的协议对自己没有约束力，包括《洛桑和约》。自1924年起有了一个爱尔兰驻华盛顿大使，自1926年有了一个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最终，1926年的帝国会议上的《贝尔福报告》（Balfour Report）对自治领地位作出了一个新的定义：

它们是帝国内部的自治体，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的任何方面互不隶属，唯凭借共同效忠于女王联合在一起，是自由结合的英联邦成员。（Mansergh，433）

对于英国来说它们从此以后就拥有主权，但由于君合关系还不是外国。大总督从由英国政府任命的行政长官变成了共同国王的代表。最终，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对这一新的事实情况也进行了法律确定：

英国1865年《殖民地法的效力法》（The 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在其生效之日起不适用于任何自治领议会所颁布的法律规范。同时，在该法则生效之后所有自治领议会所颁布的法律都不能以其与英国本土法律不符为由而被视为无效或在执行中打折扣［……］每个自治领议会的权威包括对这个法则的条款予以废除和修改的权力。（Statutes of the Realm，22 Geo 5，c. 4）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只有当这部英国法律再经南非议会通过之后，南非才将它视为具有约束力的。退出英联邦作为一种可能性呈现出来，1949年爱尔兰退出英联邦，1961年南非退出。

毕竟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已从失去老北美殖民地的创伤性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从长远着想没有反对第二次去殖民化的这种相当成功的方式的发展。这种模式能否也用于第三次去殖民化，也就是亚洲和非洲各“有色民族”的去殖民化？它能否作为对它们去殖民化的推动力？这个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就已被着重提出来了。

南亚和东南亚的新动力

由于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和之后的作用，它注定要作为第一个“有色”殖民地提出去殖民化的要求。即便是作为殖民地，它也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制定了种种标准。通过它的先驱甘地，它甚至创造了政治神话，它们反过来又影响了西方，而且一再被用于寻求其他政治可能性的地方。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样是印度，因为由于长期的英国统治，它拥有一批现代的，但参与意愿受到挫败的精英，他们是去殖民化最重要的推动力。殖民主义在一个辩证的过程中创造了这个最终将取代它的对手。

直到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次大陆才成为一个政治整体。人们最初不可能预见到它在1947年分裂成两个敌对国家，1971年又分裂成三个。当然，起主导作用的是巨大的地域差异和社会差异。印度雅利安人的北方和达罗毗荼人的南方之间的种族和语言对立只能被接受过英国教育的上层社会勉强克服。1921年占总人口21.7%的穆斯林至少分为逊尼派或什叶派，而占总人口68.5%的印度教教徒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而是分为不同的哲学流派和信仰不同的神的流派，但最主要的是分为无数的等级，而且这些还有复杂的地域差异。因此，那些新的已经西化的社会中间阶层尽管受过统一的教育，依然植根于他们的地域利益之中；近期的研究显示，对于这些人来说，地域利益要比民族利益重要得多。在此期间，印度的民族运动似乎是一个追求各异的地区权力精英们不断重新组合的联盟。

在孟加拉地区，出身上等种姓的印度教教徒在永久定居的情况下作为占有者或最高承包人控制着土地，他们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最早获得了西方的教育，后来或在加尔各答从事自由职业，或在司法系统就职，或在英国管理机构工作。这种“薄陀罗卢迦（bhadralok）”（出身高贵的人）社会只是在这里具有可能性，但类似的现象却在到处发展。

由于与许多印度教教徒相比，过去曾引领社会，后遭英国人压制的穆斯林出于宗教原因暂时缺少现代化意愿，所以面对这些富有进取心的印度教精英，他们面临着越来越陷入不利境地的危险。但是自1857年殖民国对已经西化的印度人持保留态度之后，这就可能导致对殖民国的更强的依赖性。当曾担任过法官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1817～1898年）宣布伊斯兰教在印度也要富于理性并通过与西方文化相结合而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他要克服他的教友的强烈反对，直到他于1875年能够建立贯彻其进步的教学理论的阿里格尔（Aligarh）盎格鲁—阿拉伯学院（Anglo Arabic College）。他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因此也拒绝民主的“一人一票（one-man-one-vote）”的原则。虽然穆斯林落后的教育状态很快被克服，他们仍然倾向于将“民族的”首倡权留给印度教教徒。

他们的目标首先是与现存社会制度一致和务实的。它涉及的是现代印度精英们在英国的统治体系里的合适位置，1870年代在孟买城和加尔各答城创建的自治机构被证明是这一方面的练习场。后来它涉及的是允许印度人进入印度文职机构（Indian Civil Service），自1878年涉及的是英国的新闻检查，1883/1884年涉及的是《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在自由党总督里彭统治时期，该法案规定欧洲人也可由印度法官依法审讯，不过从未实施过。最终，印度文职机构的英国成员艾伦·屋大维·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倡议成立一个由主张西化的印度知名人士组成的全国论坛。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确立了三个目标：建立一个印度民族统一体，彻底更新这个民族，通过消除对印度的不公正巩固与英国的联合。该党的结构显露了与至19世纪晚期在英国很普遍的绅士党的明显的相似性。发出会议邀请的城市负责组织工作并推出党主席，在各次大会之间由一个非正式的领导小组确定基调。其间，那些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人都以英国自由党为定位，因为他们希望把该党作为伙伴。从务实角度出发通过利益共同体或利益均衡实现民族团结。即使是在讨论种姓制度社会的广泛 改革时，如废除童婚和寡妇再婚，无论是何出身的绅士都拥有一席之地。

民族主义的一种新形式通过印度教革新参与其中。宗教觉醒和与民族精神的神秘结合应该一举解决宗教、社会和政治团结问题。印度民族此时不再是不存在的或通过政治改革才得以构成的，而是一位表现着虔诚的献身精神的永恒的“母亲女神”。因而圣歌《我向您致敬，母亲》（Banda Mataram）变成了印度的非正式国歌。它出自一部孟加拉语小说，里面宣传了一个积极行动的，但传统色彩也更加浓烈的新式印度教。拉姆·莫汉·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年）曾经通过重新诠释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并参照其他宗教教义把印度教变成了一个一神的理性宗教，在他的效仿者的推动下，自1828年起、最终于1842年在“梵志会院（Brahmo Samaj）”，其理念不仅发展为反对多神论和反对焚烧寡妇，而且还发展为接受西方文化。1875年雅利安社（Arya Samaj）成立，它不大注重理智，意欲用《吠陀》（Veden）取代《奥义书》作为最古老的圣典，意欲追寻圣典中反映的简单的宗教和社会关系，并培养了一种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有攻击性的敌对态度。

大概最重要的推动来自纳兰德纳特·达塔（Narendranath Datta），他也叫辨喜（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年），是孟加拉神秘主义者室利·罗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 Paramahansa，1836～1886年）的学生和诠释者。他和其他人借助传统的吠檀多哲学（Vedanta-Philosophie）重新论证了法国革命的理想，不过主要论证的还是行动意愿，并将它们送给年青一代用于研究西方。出自古代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的宗教教喻诗《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成为解疑文本。在这里人们发现了认知途径和崇拜途径之后的实现完美的第三条道路：行动途径。此时这种无私行动被视为《薄伽梵歌》的重要信息。后来它成为甘地的主题，但也激发了印度教的恐怖主义，后者始于1890年代，在反对孟加拉分裂的战斗中于1905年达到了它的第一次高潮。

印度民族运动在世界观方面绝非中立不仅仅是因为雅利安社的种族主义。即使是一元论的 印度哲学本身也可能以并非不令人担心的方式影响政治。因为这种宗教一元主义（Monismus）一方面极其宽容，但另一方面也随时准备以这种方式同化一切。这种不同宗教融合说对于像穆斯林那样的信仰一个唯一的有嫉妒之心的神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即使是以后来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形象出现的世俗化主张。于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其成员强调他们的宽容并将穆斯林抵制他们的融入理解为恶意的分裂主义，而穆斯林在这种全面的宽容里看到的则是对他们的群体同一性进行的阴险攻击。因此，这种新印度教思想不仅加强了民族运动，而且也埋下了其分裂的种子，这是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分裂，但也是自由的实用主义者与极端的狂热分子之间的分裂。

以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1866～1915年）为领袖的印度国大党温和派对1905年英国自由党选举获胜和有改革计划的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尔利（John Morley）寄予厚望。然而，1905年根据保守派的动议进行的孟加拉分割却使以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年）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占了上风，直到1907年在苏拉特经过一场厅堂大战之后发生了国大党的分裂。当然，蒂拉克1908年至1914年被监禁。在此期间，温和派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组织监督体系，一个选举产生的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作为领导机构。

但是自由党的这些计划在依然还由保守党委任的总督明托，特别是在标准的印度官员赫伯特·侯普·里斯利（Herbert H. Risley）的影响下失去了光彩，后者是一个等级制国家和普鲁士主义的赞扬者，据说作为人类学家他“发明”了，或者至少是确定了社会等级制度。当时英国开始与各穆斯林群体合作，它们担心在印度若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会造成印度教教徒占多数，1906年为争取实现它们的要求建立了全印穆斯林联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事实上，英属印度的官僚制度使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教精英们在新的选区划分和选民名册上吃了亏。现在依然在争论的问题是，“地方自治主义（communalism）”政策是否源于要顾及各个特殊团体（这种顾及未来可能发挥巨大的、所谓灾难性的作用），还是如尼赫鲁所宣称的那样源于英国“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策略，抑或是源于通过公平原则解决秩序问题的意图（这一意图或许不恰当，但却是善意的）。

所谓的莫尔利—明托改革的结果无论怎么说都收效平平。中央立法委员会和6个省（1913年变为7个）立法委员会都保留了大多数任命的代表，但孟加拉除外。其余的代表由土地所有者和穆斯林（！）在选区里选出，或由工商业协会、种植园主协会和城市以其他方式决定。在中央立法委员会的60个成员中，有28个任命的官员和3个任命的非官员，选举产生的有2个工商业代表、6个土地所有者、6个穆斯林和另外13个成员。各委员会的立法权限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它们的咨询和质询权有所扩大，特别是在预算方面。

由于1915年戈卡莱去世，蒂拉克得以在出狱后最终接管国大党的领导权，直到1917年与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结盟，她是一位爱尔兰社会主义者，在此期间成为受印度启示的神智学运动的领导人并将其驻地迁往了印度。1916年她参与了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创立。1915年她成立了一个全印自治联盟（All-India Home Rule League），因为印度应该为它在战争中的忠诚索取爱尔兰模式的地方自治（Home Rule）作为报酬。1930年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就为印度的一次起义起到了榜样作用！

但是穆斯林与英国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蒙上了阴影，因为后者与哈里发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进行着战争，此时穆斯林同盟和国大党相互接近，其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的双重身份成员发挥了作用。真纳不是特别正统的穆斯林，而是一个已经完全西化、因其优雅而闻名的英国律师。1915年，他和蒂拉克同时在孟买召开了国大党大会和穆斯林同盟大会，1916年根据国大党和同盟的条约完成了一个共同的宪法草案。根据这一草案，穆斯林在其人口占少数的省份，在从此实行多数选举制和拥有预算权的立法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应超过人口比例，在其人口占多数的省份应低于人口比例，例如在旁遮普其人口比例为56.6%而代表比例为50%，在联合省这组数字是14.8%和30%。这份草案中的此类事情在一个实行严格的美国式的分权制的体系里并不构成问题，然而在面对任何一个英国式的大臣职责制时，它们却孕育着矛盾，果然在随后的数年里它们都被列入了议事日程。

虽然具有种族优越感的人的举止尤其在军队里表现得特别顽固，但很多英国人开始觉得扮演殖民主人的角色很不舒服。也得承认“有色人”的自治的观念传播开来。在危机中，战时内阁于1917年8月20日宣布，它有意逐步贯彻“负责任的印度政府是大英帝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不是特别遥远的将来就会带来自治领地位。为了这个目的，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塞缪尔·孟塔古（Edwin Samuel Montagu）即刻赴印度考察情况。可是他发现这个国家尚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因此如释重负地采纳了老帝国主义宪法专家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的建议，暂时采用双元制，其中某些职权由议会负责管理，但其他职权像之前一样仍然由英国行政机构管理。当1919年这些通过一个《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变成了法律之后，总督切姆斯福德（Frederic Thesiger Chelmsford）（因此有了孟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领导的印度政府选择了一种具有特别限制性的双元制形式。从一开始就安排印度部长在各省中负责健康、教育、公共事业、农业和工业事务，而不是首先尽量通过选举确定部长和根据地域实际情况分配职权。英国依旧掌管财政、灌溉、内政、警察、新闻检查、监狱、工商管理和司法等。而省立法会和两个中央议会——中央立法会议和国务会议——此时获得了真正的议会特性。平均70%的成员由选举产生，穆斯林和其他团体拥有保留席位。在中央立法会议的145个席位中，104席通过选举产生，预留41个席位（穆斯林30席，欧洲人9席，锡克教徒1席）。上议院有60个席位，33个通过选举产生，预留15个席位（穆斯林11席，欧洲人3席，锡克教徒1席）。但是有权选举各省议会的共计只有500万人，有权选举中央下议院的为100万人，有权选举上议院的共有14886人。不过重要的是这种双元制没有向中央政府延伸，恰恰相反，它也可以批准省议会的法律，与省督一样拥有广泛的特殊权限，特殊情况下也包括立法权。

无论有多少失望和分歧，国大党还是为这些改革对孟塔古表示了感谢，这是在一个人的推动下进行的，他正想走向一个日益极端的民族运动的最前列，他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7年）。甘地堪称世界历史上的一位巨人，原因不是他杰出的性格特征——它们发挥效用本来就是一个交流问题，而是 历史进程在两个方面浓缩在他身上。一方面，他用令人难忘的方法把印度民族运动从一种“荣誉协会”般的由精英主导的运动变成了大众的事情，特别是变成了乡村的事情。因此他成了现代印度之父和去殖民化重要的先行者。没有人比他对英帝国的终结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这一切都发生在与西方的思想争论的基础之上，其结果最终在那里变得引人注目，因为它们能够利用道德上的优越性。甘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的代表，他在大众中的作用的确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他绝不是拒绝西方文化的人，而是深入经历了它的人，没有它的影响他是无法想象的。唯有如此，他才能够成功地将社会文化自信重新给予他的人民，或者说才创造了它——众所周知这是摆脱大都会的决定性的一步。

甘地出身于古吉拉特的商人种姓和一个严格敬仰毗湿奴（Vishnu）的教派，他整个一生都保持着这一教派的一神论倾向、严格的纯洁观、节食实践和素食。尽管取得的成就不太重要，但他很早就觉得自己在所有的领域都有一些特殊之处，也许是因为他的道德严肃主义（Rigorismus）。这种严肃主义明显的不宽容导致了与很小就嫁给他的妻子之间的矛盾，也使他至少在做父亲方面没有尽到教育好四个儿子的责任。1888年至1891年他在伦敦圣殿区（Temple）学习英国法律，它虽然价格不菲但却相对容易，主要是很有面子。因为他在孟买的律师事务所不太成功，所以他作为一名印度穆斯林商人的法律助理远赴南非，据他自己说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在那里待了23年（1893～1915年），因为他找到了一项使命，正是这项使命将他塑造成了日后能够登上印度舞台的人。

虽然他外表上是个已被完全同化的绅士，1893年他仍然因为肤色被赶出了头等车厢并被扔下火车。当这种种族歧视的创伤性经历唤醒了他对同胞的责任心时，他轻而易举地成为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与之进行斗争，因为在古吉拉特商人和泰米尔契约工人中没有人像他那样受过西方教育。在此过程中，甘地不仅仅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公众舆论的大师——一个非常西方的观点，而这一点人们很乐意忽略；而且他 发明、实验和（暂时）成功地运用了他的非暴力斗争的方式。1914年，一些针对印度人的歧视性措施被撤销。有目的地、和平地向对手发出的挑衅（当然也无条件地准备为之受苦）和斗争中的绝对坦诚一样，最终追求的目标都是借助羞愧心使对手认明事理和悔改。这种斗争方式不仅以自己的道德优越意识为先决条件，因为它只能如此变弱为强，而且它在策略上也符合具有明确目标的受压制少数的处境。它不太适合受压制的多数，不太适合以独立作为模糊的总体目标的整个民族。此外它还需要一个在道德上敏感的对手，这样它便能以这种方式击中其要害。甘地了解他的英国人。

当他在伦敦认识了神智学（Theosophie）、素食运动和独立教会新教教义的时候，他在那里已经从英国人那里接受了适合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从基督教那里接受了登山宝训（die Bergpredigt），但不是关于上帝的理论或圣礼。此时，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生活的改革者也加入进来，崇尚简单生活和体力劳动。甘地建立了一些另类团体，它们当时在南非就已经对欧洲人产生了吸引力。然而对甘地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融入他儿童时代的世界观的印度教。不过西方的影响超出了纯粹从外部充实业已存在的精神基本构成的作用，因为它是甘地发展的媒介和催化剂。《薄伽梵歌》以其关于积极的拯救之路的新信息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典籍，而他最先接触的是它的英译本。他的语言也不再是东方人的华丽辞藻，而是英国律师和清教徒的更简练和更准确的语言。因此这里涉及的完全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综合体，不过是一种按照印度教原则的文化综合体。

1906年，甘地宣誓彻底禁欲（brahmacharya）；即使对他人他也只赞同出于繁衍后代目的的性交。然而也包括节食的禁欲自律绝非目的本身，而是特别有利于获得精神力量，它在非暴力政治斗争中是不可缺少的。他的第二条基本原则“不伤害生命（ahimsa）”要求放弃伤害自己的对手。一切最终均在最高原则“非暴力主义（satyagraha）”里得到论证，最初它是一个为表述他的行为新造的一个梵语词，意思是坚持真理，在此真理和上帝是同一的。人永远 不可能终极地掌握真理，只能不断地使用近于科学的方法努力靠近它。于是禁欲论便形成了。甘地是印度禁欲主义传统中的伦理学家。传统禁欲以自我为中心专注于将自我从万物轮回中解放出来，而甘地已经在重新诠释《薄伽梵歌》中完成了向行动和邻人的转向。

这位南非的英雄首先是通过1917/1918年真正有利于受剥削农民的运动在印度出名的，因而当人们想要对英国的羞辱作出回应的时候，他的建议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这指的绝不是可怜的宪法改革，而是指1919年的所谓“罗拉特法案（Rowlatt-Acts）”在和平时期延长了战时紧急状态法。因为该法案涉及拘捕和诉讼法，甘地不能像当年触犯南非法律那样触犯它们。不过甘地促成了一个总罢工（hartal），可是在很多地方它压根就不是按照非暴力方式运行的。特别是在危机四伏的旁遮普发生了暴力和反暴力的升级，为了惩一儆百，鲁莽的戴尔（Reginal Dyer）将军于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则命令廓尔喀士兵扫射聚集在一个出口不多的广场上庆祝一个节日的人群。据英国的报告，广场上留下了379名死者和大约1200名伤者。一篇由甘地巧妙编辑并先于官方发表的国大党的报告谴责了这些事件，而另一份报告却掩饰了它们。戴尔将军受到了谴责，而在他的同胞那里却得到了向贵宾赠送的礼物。这些与印度穆斯林的基拉法特运动（Khilafat-Bewegung）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在对土耳其情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这些穆斯林与在《色佛尔和约》（1920年）中被英国人侮辱的哈里发奥斯曼苏丹采取一致行动。1920年，甘地也赢得了他们对共同行动的支持，因为他把他们的事业也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此外还有对英国汇率政策的普遍不满，这一政策使国大党首次获得印度商人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因（战争造成的）白银短缺不得不铸造镍币的实例使普通人明白英国人的洗劫，因为印度人一直注重硬币的金属价值。因为甘地不仅从之前很少涉及的省份和社会阶层获得了新的追随者，而且他也是唯一拥有跨地域追随者的政治家，所以他能在1920年接管国大党的领导权，并使在全印度发动不合作运动的决定在党内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首先他实现了国大党的重组，重组使国大党更加民主同时也更加集权化，并使它从“绅士的聚会”变成了大众的运动，它不大像一个政党，倒更像一个国中国或反国家。重新划分依据的是语言省（今天的联邦各邦的前身）而不是英国行政单位。这样一来，不仅使用口语进行大众宣传成为可能，而且重心也从拥有已被同化的老一代精英的地区移往拥有大众追随者的地区，前者如孟买和孟加拉，后者如恒河平原的联合省。全印国大党委员会每年的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此时的重要性不如由全国大党选出的主席以及由他任命的工作委员会（类似政治局）。在全体会议期间由一个议程委员会作出重要决定，再经由全体会议批准。这种到1934年绷得更紧的状态导致国大党由一个外号叫作总司令部的小团体领导，1934年形式上退出国大党之后甘地仍然属于该团体成员。实际上是甘地和工作委员会决定谁当主席，主席通过立即再将它任命为工作委员会来确认领导集团。

非暴力行动的口号是“不合作（non-cooperation）”：抵制英国的司法和教育机构，抵制新宪法和选举。因为英国的统治更倚重的是合作而不是暴力，所以根据甘地的估计，宣告取消合作必将使它立刻崩溃，因而一年后他向国大党宣布了“自治（swaraj）”，不管它意味着什么。当时甘地还组织了手工纺织运动，为了使农民能够自给自足或得到一些额外收入，为了不依赖从英国进口，为了推行简朴的生活方式，最初没怎么顾及印度的棉纺织业，它可是他的支持者之一。Khaddar——一种手纺的粗棉布成了这场运动的服装，纺车成了它的徽章，手工纺织成了一种仪式——甘地的宣传天才创造的很受欢迎的象征之一！不合作运动当然没有成功；英国的统治并没有崩溃，因为出于自私没有对它进行充分的抵制——用甘地的话说。南非的少数政治和印度的多数政治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英国人可以静观其变。当甘地因其追随者对警察进行屠杀 而停止行动时才被逮捕。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诉讼中他被判六年监禁，但由于健康原因于1924年被提前释放。

其间与穆斯林的联盟破裂了；一些地方甚至爆发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流血冲突。由于西亚形势的发展，基拉法特运动开始变得没有了行动对象。真纳失望地不再进行合作。在富有影响力的克什米尔婆罗门牟提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的参与下，国大党内形成了一个自治派并成功地参加了选举，直到它陷入一次新的、这次也具有社会动机的激进主义浪潮的阴影中。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和其他孟加拉国大党政治家发现了产业工人。动员他们对于绅士政治家是没有危险的，因为雇主都是英国人或者来自孟买的人，而他们若动员农民则可能损害自己的生存基础。在这一时间前后也出现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年），他在最好的英国学校受过教育，是国大党领导人的儿子，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首届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代表大会，会后游历了俄国之后作为一名热情的社会主义者回到印度，很快就跃升为激进的年青一代的代言人。1928年，一波罢工浪潮席卷印度，世界市场的价格下跌重创了农业，世界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比1919年的规划提前了两年，1927/1928年，一个宪法委员会来到印度，但其中没有印度成员。紧接着牟提拉尔·尼赫鲁提交了一部正规的自治领法律，他的儿子和其他激进主义者要求独立。国大党决定发出最后通牒：1929年12月31日前给予自治领地位，否则就要为完全独立作斗争。但是人们不应该忽视，与1917年相比，1926年后自治领地位增加了新的内容。当时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不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放弃使印度隶属于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任何可能性，它是白人移民殖民地！虽然总督欧文（Edward Wood Irwin）被允许在一份1929年10月31日由英国内阁编辑的声明中承诺给予其自治领地位，但没有确定时间点。国大党放弃了参加伦敦圆桌会议（Round-Table-Conference），表示赞成独立并委派甘地组织一场新的非暴力运动。

第二次运动比第一次运动更具攻击特性。此时积极的“不合作主义（civil disobedience）”以及大规模的非暴力违反法律法规取代了消极的不合作主义。英国人拒绝了十一条要求，这些要求关系到每个印度人的利益，也包括有利于 商人的汇率。接着甘地与他挑选出来的追随者一起辗转向大海进发，在那里带头象征性地采了一点盐，以此违反了对所有人都具有压迫性的盐税义务——又一个深思熟虑的宣传杰作。经历了最初的犹豫之后，政府予以猛烈的回击；甘地和其他领导人被关押。运动还在坚持，可是在由国际价格下跌引起的农业贷款危机的影响下存在着演变成一场农民暴力革命的危险。在同样危机四伏的英国，软弱的工党政府既不可能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在政治上迁就印度，因为它的敌人正窥伺着它可能暴露出来的弱点。总督欧文勋爵与甘地签署了债务延期清偿协定。作为对容忍私人采盐和释放在押人员的回报，甘地中止了他的正处在成功高潮的运动，以便前往伦敦参加1931年底的第二次圆桌会议。他的这个决定的批评者对这一成功视而不见，它的意义在于，民族运动的领袖第一次与总督平等地进行了谈判。对这位半裸的苦行僧的过分要求大发雷霆的温斯顿·丘吉尔具有超常的洞察力。

虽然保守党在英国政府中重新占据多数，但会议在一个作为招牌的工党首相的领导之下仍然是温和的。尽管如此，这次会议还是失败了，因为甘地不可能放弃作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国大党的垄断要求。如果不是贱民（Parias）领袖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Bhimrao R. Ambedkar）为他的群体提出这一要求，在关于为穆斯林和锡克教教徒预留议会席位的问题上或许能达成一种妥协。当1932年的地方判决（Communal Award）将这一规定强加给与所有人都相关的群体时，返回印度恢复不合作运动并再次锒铛入狱的甘地为此宣布绝食至死。因为对他来说，贱民属于印度教教徒共同体。对于将他们组成特殊的政治群体，他担心不和将会蔓延至最后一座村庄，而他的宏伟目标是对印度乡村进行道德和社会改革。他的这一步给人的印象是强劲的，全国各地的印度教教徒都为贱民们开放了他们的寺庙并且与他们建立关系，因而安贝德卡尔只有让步。根据与甘地签署的《浦那协约》（Poona-Pakt）国大党内为各个“受压制阶层（depressed classes）”预留了席位。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被英国人成功地压制住了，因此他们能够释放犯人并迫使国大党让步。因为 与其他殖民政权一样，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里不仅为了控制由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将其警察进行了军事化，而且由于到处频发的暴力活动而组建了用于镇压的警察部队。1934年甘地脱离政治，将自己奉献给了他的乡村计划。

以西蒙调查团（Simon Commission）[3]提交的报告书为参考，一部宪法在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有史以来英国国会批准的最长的一部法律）的基础上创立了。该宪法确定了双元制，即使顶层也是如此，却为总督和被任命的委员会保留了很多权力，因而印度部长们只能支配约20%的财政预算。根本没有谈及自治领地位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明确强调了威斯特敏斯特对印度的立法权。此时应该首次通过土邦的自愿加入创建一个全印度联邦；在两个立法议会里分别为他们保留了375席中的125席和260中的104席，分别达到了33.3%和40%，而他们在总人口中占比为23.6%。但是对很多王侯来说加入联邦太危险或太昂贵。所以关于中央政府的规定一直没有生效。印度作为整体直到1947年仍然按照1919年的法律进行统治。

相反，此时在各省实行了完全的议会制，被任命的成员从立法机构里消失了。选举权的范围扩大了，42%的男性和10%的女性拥有选举权，选民人数从1920年的500万人增加到此时的3700万人。国大党决定参加1937年的选举并且在大部分省份赢得选举，因而马德拉斯、孟买、中部各省、联合省、比哈尔、奥里萨和西北边境省的各部由国大党组成。即便在国大党赢得1934年的老中央全体会议的选举之后穆斯林联盟就准备合作，也会在双方的抵制下归于失败。因为1937年它的成绩乏善可陈，此外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穆斯林的统一战线，所以它的联合方案被国大党政治家拒绝了。在穆斯林的眼里，等同于民族的国大党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变成纯粹的印度教组织，只有在宗教基础上建立一种集合政策才可能有助于抗衡它的这种有威胁的优势。其间，孟买的穆斯林农民与印度教地主之间以及比哈尔和联合省的印度教农民与穆斯林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发挥了作用。所以从被歧视者的联盟中逐步产生了第二个民族，即穆斯林民族，这是一种受到英国人地方自治主义政策保护的 发展。若用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衡量，甘地的团结政策如同他的两次大规模运动一样失败。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使印度教教徒成为一个民族并向穆斯林展示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与在印度的英国人相比，尼德兰人对印度尼西亚未来的独立更加缺少前瞻性的想法。在1922年的尼德兰宪法中用“海外地区”替换“殖民地”概念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预示，恰恰相反。在自1903年实行的道德政策的背景下建立自治和代表机构在1916年创建“人民参议会（Volksraad）”时达到了顶峰，建立这类机构是为了更好地融入而不是为独立作准备。人民参议会的选举是间接的而且代表是不平衡的。1931年至1942年，印度尼西亚人代表中选举产生和被任命的分别是20名和10名，尼德兰人代表中的为15名和10名，华人代表中的为3名和2名，总共60名代表。也就是说，一个印尼人代表225万人，一个华人代表30万人，一个尼德兰人代表1万人。此外，1939年至1941年印尼人代表的三分之二出自当地的官员阶层“贵绅（priyayi）”。参议会最初只有咨询职能，直到1925年才获得了有限的财政预算和立法参与权。道德政策尽管有无可争辩的良好意愿，但还是因其家长式特性自1920年代起越来越保守，在与民族运动的对抗中越来越具有压制性。

早在1920/1921年政府的一项调查就已经确定，对居民的征税已经达到了极限。收入一直未变，自1930年起甚至在下降，但是税收与1920/1921年相比至1926年增长了50%，至1932年增长了100%，至1940年增长了250%，这是一种必然使印度尼西亚乡村瓦解的压力。可是在1930年代人们试图通过调整食糖、茶叶、橡胶和锡的国际份额以度过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为了欧洲人而歧视当地生产者，这与过去的断言完全不同。正在起步的工业化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由当地人进行的，却很容易损害传统行业。1925年有6名以上雇员的企业中有2816个是欧洲人的，1516个是华人的，865个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不过这些人里有一些仅是名义上的当地人。总体上看，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好像就已经下降了，而他们的负担却在加重。

虽然自19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实行了针对当地人的教育政策，但财政预算少得可怜。直到道德政治才给这里带来了改变。小学教育得到推动；政府支付教师的工资，却向农民征收教育费。小学生的人数从1900年的约10万增长到1928年的150万，1940年增加到190万，但是1940年仍然有93.6%的居民是文盲。课堂上使用的是一种地方语言或马来语，后者一步步发展成共同的交际语言，1928年在一次青年大会上宣布它为民族语言——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尼德兰人看得非常清楚，普及一个统一的当地语言以取代约300种印度尼西亚方言一定会促进民族意识的形成，但是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向印尼人开放使用荷兰语教学的高级教育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层只有很少的发展可能性。经济领域的位子被欧洲人和华人占据，医生没有足够的病人，律师没有足够的当事人。管理机构一如既往，1938年负责职位通常都留给尼德兰人，最多留给那些老贵族。当时92.2%的较高职位由欧洲人占据；1940年在3039名较高级官员中只有221名印度尼西亚人。另一方面，早在1928/1929年，25%的西式学校的毕业生已找不到与其学历相称的工作职位。有人甚至提出一个论点，称应对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精英关闭大门的不仅有管理机构，还有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西方教育和由殖民国家创造的印度尼西亚的统一都不是能在其上建立民族运动的唯一基础。民族运动原本的起始点更多的是一个革新后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因为唯有宗教才能够使民众感受到自己归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宗教完全是一种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us）。没有人像印度尼西亚人那样热衷于赴麦加朝圣；据称1911年至1931年期间他们占朝圣者人数的一半，这并非罕见现象。开罗的改革家的泛伊斯兰主义信息在这里得到的赞同多于其他任何地方。帝国主义的伊斯兰学者史努克·许尔格龙涅准确地认识到这一危险，在1936年离世前不久他还告诫他的同胞要慷慨大方地为印度尼西亚人敞开同化的道路，否则“我们将会把印度尼西亚人驱赶得离我们越来越远，对他们知识分子发展的控制权将会落入我们之外的人手里”。

事实上是伊斯兰教掀起了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次民族群众运动，即1912年建立的伊斯兰联盟沙雷卡伊斯兰（Sarekat Islam），它原本是一个由穆斯林商人组成的对抗占优势的华人竞争的利益联盟。尽管它将为当地居民争取正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且因并非特别有成效的自助倡议而特别受欢迎，但这一运动避免直接攻击殖民主人，因而后者只是拒绝承认作为整体的组织，却并不拒绝承认各个地方联盟——其结果是无法控制基层的极端化。据称1918年沙雷卡伊斯兰拥有45万成员，1919年已经拥有250万。1914年由一个尼德兰人建立的社会民主联盟到1920年发展为共产党，它是沙雷卡伊斯兰的成员，忠实于那些年的共产国际的策略，试图从内部分化民族群众运动。1921年至1923年与沙雷卡伊斯兰分开之后，共产党人出于革命的急躁性于1926年尝试了一次由自己领导的武装起义，对其进行的镇压顿时使得民族运动陷入瘫痪。此时一部分穆斯林完全回到文化和社会工作中，而民族思想则继续存在于众多较小的、一再被镇压却不断重新组合的团体之中。

一个由在尼德兰学习的印度尼西亚人组成的联盟发出的倡议变得重要起来，穆罕默德·哈达（Mohammed Hatta）应该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27年在万隆建立的由教师的儿子和技术员艾哈迈德·苏加诺（Achmed Sukarno，1901～1970年）担任主席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也越来越重要。他将伊斯兰教育和西方教育成功地综合在一起，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懂得如何激发民众的热情。1928年他就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合会，不过代价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只有模糊的反帝国主义、模糊的反资本主义和一种所谓印度尼西亚特有的达成民主一致意见的方式，这些要素1945年之后重新回到了苏加诺的思想体系中。1929年他被捕并被判监禁，虽然指控他的暴动计划不能被证明。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上文提及的联合会一样，在其领袖遭受厄运后也没存在多长时间，不过后继的政党已经形成，其中一个是哈达领导的党，另一个是很快被赦免的苏加诺领导的党，前者具有很强的亲西方倾向，试图建立一个骨干组织并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后者具有社会革命的特性。1933年苏加诺再次被捕，至1942年一直被流放；次年哈达和他的朋友们受到牵连。各温和团体此时有了自由发展的可能，它们两次尝试与殖民国家协调一致解决民族问题。1936年，人民参议会要求讨论在尼德兰的法律框架下10年之内实现印度尼西亚自治——结果是徒劳无功。1939年，众多民族组织就印度尼西亚的语言、国旗和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是鉴于国际形势表示愿意进行合作，如果人民参议会能够变成一个全权议会。同样考虑到国际形势，这项建议被拒绝，由此殖民国家在拥有民族思想的印度尼西亚人那里最终丧失了他们的信誉。

如果说文化上西化但政治上受挫的当地精英是殖民帝国解体的前提，那么在最初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之后，法国在印度支那起始较晚的统治肯定比英国在印度或尼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问题要少得多。但是日本的成就、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和印度的民族运动在越南引起了反响。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速作用（法国也让它的殖民地臣民参与战争），大概可以把现代精英的迅速产生与法国扩张的更加强烈的同化观念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它要使殖民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要使其居民在语言、教育、文化、衣着、言谈举止、政治心态和政治权利等方面成为法国人。可是在实践上它必定会失败，因为它将导致殖民统治的自行废除。只要在文化上已被同化且拥有完全的法国公民权的人在殖民地人数不多，它就是一个使进步的思想体系和镇压实践协调一致的杰出工具。但是长远地看，大范围的殖民同化终将使殖民地在人数上超过法国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时甚至连共产主义者也首先执行一条以法国（党派）利益为导向的殖民政策，它可能在人道的抗议和残暴的镇压之间摇摆。

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其世界革命的利益首先发展成为争取殖民地自由的先锋。1920年的共产国际大会接受了列宁的论点，即共产党有义务积极支持 殖民地的自由运动，有义务为了这一目标与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结为联盟。法国共产党人与在法国生活的越南人和非洲人的反殖民团体合作完全符合这一目的。除了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共产党人成为1927年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参与下于布鲁塞尔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国际大同盟的主导力量。当中国的发展表明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样的联盟可能会变得多么危险的时候，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才作出决定，要求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须在中心城市同志们的支持下发挥领导作用。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事实上已在当地的民族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间法国和尼德兰的殖民政策使精英们感到失望。

因为尽管担忧其后果，法国人也不可能轻易取消在交趾支那早已进行的同化，所以他们采取了妥协，对此使用一个不是完全贴切的概念“结盟策略（politique d’association）”来形容非常适合。于是产生了一种法语—越南语教育体系，在小学只使用越南语，在高级阶段使用双语，这样就可能导致法语或者双语的毕业会考。但是河内大学的毕业考试与法国大学的价值并不相等，因而能够负担得起的人会赴法国求学。尽管各大总督辖区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但由于殖民地法国人的反对，越南人即使具有相同的资格也很难担任官员，即便能担任也是处于从属地位并且薪金少得可怜，所以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学历的无产者，从而形成了社会炸药。然而也存在着由生活在城市里的地产主、企业主和官员组成的越南资产阶级，不过1937年前后它只包括10500户人家，其中70%住在西贡，15%住在河内，其余的住在其他城市。他们是1917年成立的宪政党（Parti constitutionnaliste）以及安南帝国改革的支柱，该帝国1932年被受过西方教育的保大接手，两者都是在与殖民国家合作中争取自治的徒劳尝试。

当时的农村人口中只有30%拥有能够养活自己的地产，而70%的人是小农、佃农和农业工人。此外大概还有60万城市雇佣劳动者，占总人口的2%，但是由于失去了乡村的根基而且是在法国人的直接利益领域里工作，他们在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最后是由商人、手工业者、官员、教师和技术人员构成的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蓬勃发展，至少从法国人的角度看是这样的。除了大米和矿藏，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橡胶业的繁荣，从中获利的主要是大种植园。印度支那银行（Bank von Indo-china）的成功已经超出了象征意义，1895年至1922年它使自己的利润增加了40倍，其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它甚至懂得利用世界经济危机廉价收购破产的橡胶种植园，以至于它最后控制了110个企业，其市值比经济萧条开始时增加了75%。与此相反，多数居民受到橡胶和大米市场衰落的严重影响。失去偿还能力和破产日益增多，法国移民也祈求政府援助，无数越南佃农和工人失去了工作——一种非常危险的形势。

由于通过与殖民政权合作争取平等的尝试失败，1927年河内的小资产阶级在相邻的中国国民党的影响下成立了“越南国民党（Viet Nam Quoc Dan Dang）”。它试图在1930年危机的形势中起义——结果徒劳无功。同一年通过几个团体的合并在香港建立的越南共产党则与其不同，它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阮生恭（Nguyen Sinh Cung）当时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至1940年他叫阮必成（Nguyen Ai Quoc），随后又改名胡志明（Ho Chi Minh）。他生于1890年，是一位儒家学者的儿子，受过法语—越南语教育之后找到了作为海员前往欧洲的道路，1920年他在图尔作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加入了当时最激进的反殖民团体。可是他对1930/1931年发生的事件的责任尚不清楚。在几次罢工之后，1930年5月1日的大游行引发了一次共产主义农民起义，在北安南建立了乡村苏维埃。但是殖民政府投入轰炸机和外籍军团进行回击。运动被镇压后很多人被处决。1931年，中央委员会和胡志明被拘捕，暂时关押在香港的英国人那里。

这些事件引发了巴黎议会里的激烈争论，其间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评。然而多数人还是更 倾向于遵循尼德兰的压制政策而不是遵循英国自治领的发展模式，并且寄希望于再度繁荣以及较小的改革，如保大在安南的政权。但是左派在越南一如既往取得了选举的胜利。显然，诸如经过革新的佛教和极为成功的新建立的高台教（Cao-Dai-Religion）——带着灵性实践和天主教组织的道教——之类的其他选择还不足以防止民众的迷失和失望。

1936年，人民阵线在法国选举中获胜唤起了很高的期望，但在殖民地的法国人那里唤起的则多是恐惧。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政治犯获得了自由，取消了政党限制，获得完全的法国公民权比较容易了，赋税的压力减轻了，特别是采用了法国的劳动和社会立法。然而，当要以印度为榜样（不过在这里有共产党的决定性的参与）建立一个印度支那大会（Congrès indochinois）作为国民代表和对立政府时，社会主义的殖民地部长秘密授权大总督实施镇压。鉴于宗主国的种种问题，社会主义者放弃了他们的长远计划。但是越南共产党人利用了新的行动自由，根据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策略在东京创建了民主统一阵线，统一阵线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并且组织了群众游行，直到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条约签署之后，法国的反制措施都汇入了对所有共产党组织的镇压中。

与印度支那或印度尼西亚不同，在菲律宾殖民政权和它的臣民之间好像充满了真正的和谐氛围，可是仍然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菲律宾政党，它谋求的是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由于这件事在华盛顿根本行不通，所以人们及时地为这一群岛的政治独立而努力。1901年进行了乡镇选举，1902年进行了省份选举，1907年进行了下议院选举，1916年进行了上议院选举。早在1903年，49%的行政机构职员已是菲律宾人，1928年，从部长到邮政官员，整个政府机构的职位实际上都由当地人担任。1907年至1942年，民族主义者（Nacionalistas）的重要政党能够在与美国的密切合作中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为美国市场进行的生产，这带来了糖业繁荣，其间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当地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领导人十分清楚，须长期依赖美国不仅是因为潜在的日本威胁，而且还因为对 美国市场的依赖。因此用崇拜两面国旗向学童灌输一种双重的爱国主义。尽管政治形势稳定，但世界经济危机还是导致民族话语中的陈词滥调变成了严肃的想法，因为意欲摆脱菲律宾的利益集团在美国赢得了重要影响，它们是作为纽约银行后盾的甜菜糖业游说集团、古巴糖业游说集团以及意欲禁止廉价劳动力迁入的工会利益集团。因此，1933年美国国会决定十年之内建立一个自治“联邦”和给予完全独立。但是鉴于日本的威胁，分离没有被强制执行。为了建立防御体系，一位与菲律宾打过交道的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936年成为那里的陆军元帅［另外还得到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上校的协助］。世界经济危机减弱之后，美国甚至准备推迟将菲律宾作为不纳入本国关税区的本国领土对待的日期，即从1946年推迟到1960年。这应该为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可能，以免在99%的菲律宾食糖不能再销往美国时出现惊人的崩溃，这些糖占出口额的63%。因为还没有出现其他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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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步条约是奥斯曼帝国以促进贸易发展为目的，对外国商人实行的一种贸易特权制度，允许其在帝国内居住和通商。最早为1453年与热那亚人签订的条款，后于1535年与法国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规定了作为少数派的基督徒在帝国境内的政治权利、经济活动、宗教利益等。——编者注

[2] 奥斯曼帝国实行的一种宗教自治制度，创始于穆罕默德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内容是非伊斯兰宗教团体或氏族（即“米勒特”）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捐税的基础上，拥有专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可以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充分享受内部自治。

[3] 1927年11月，英国政府派遣由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担任主席的七人调查团前往印度，考察1919年颁布的《印度政府法案》的执行效果和研究印度的宪法改革情况。——编者注


第二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亚洲的去殖民化

日本帝国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人习惯把两次世界大战看成德国的战争，并将世界其他部分视为次要战场。从亚洲的视角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争夺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之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涉及的则是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舞台上追逐霸权。两次大战的共同之处是在亚洲引发了去殖民化的进程。

然而，首先须强调一下始于日本的具有非常离奇规模的反向趋势。因为这个唯一成功避开了西方帝国主义染指并成为亚洲被压迫精英们钦佩的榜样的国家推行的是明显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在西方只能在“迟到者”意大利那里观察到这种政策。难道这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像其他国家此前在西方一样，此时一个资源基础有限的国家在东方试图确保它的原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这在保护性关税和世界经济危机时代提升了一种受威胁感，它随后转变为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此外在日本，社会帝国主义顾忌的是农民和工人的那些并不一定方向一致的要求，在这方面，军队领导在寡头政治框架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士兵绝大部分是从受逼迫的农民当中招募来的，所以他们会响应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会得到响应还因为这个国家的好战传统。日本帝国主义包含着熊彼得所说的“返祖现象”[1]，通过军队的地位它特别容易在法律之外发挥作用。

1920年代统治日本的还不是军队，而是一个相对明治时代更为扩展的寡头政治，可是其党首们更多地代表着大康采恩的利益，很少代表1925年通过实行男子普选权法从300万扩展到1400万的选民。因此在内政和外交方面他们倾向于 温和的妥协路线。1921/1922年日本参与了《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er Abkommen），该条约对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军备进行了限制，就中国对所有国家“开放门户”以及维护该国主权达成了一致。1926年日本成为国际联盟成员，1928年签署了禁止战争的条约，最终甚至于1930年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的《伦敦海军条约》（Londoner Abkommen），当然是在经历了激烈的内部争论之后，因为反对力量已经形成并提出了权力要求。

各右翼联盟和处于主导地位的军方代表着极端民族主义、反议会和反资本主义的反动观念，这种反动应引导明治复辟达到目的。随着生活的进一步现代化，开始有计划地维护民族传统，而其中的一部分是虚构的。通过清除议会腐败和工商界领导人的影响，通过对工人的支持，要建立起一个聚集在天皇周围的平民们的新的内部和谐，这种和谐将使日本有能力把西方从亚洲驱赶出去并建立自己的霸权。明治时代以天皇制意识形态为根基以及与西方法西斯主义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都是一目了然的。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在日本从未出现过此类统一的民众运动。

日本扩张政策的主要实施地是中国，日本的贸易和日本的投资在那里显示了惊人的增长率。早在1920年中国就成为日本的煤、铁和原棉的主要供应国，与此同时还是日本50%纺织产品的买主——一个值得为之而战的市场，如果说其他地方已经建立起关税壁垒，比如在印度。此外，日本在辽东半岛和山东拥有很好的出击阵地。即使是历届温和的日本政府在这里也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为强硬。

日本喜欢支持中国的不同政治派别，所以东京成为1905年在孙中山的主持下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地方。当各种具体的地方利益起而反抗清政府开始实行的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起义士兵联合起来时，孙中山的革命行动才达到了目的。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北方军队指挥官加入了1911年的革命，因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建立的共和国尚能够维持；2月12日皇帝退位，不过这对袁世凯有利，他在孙中山放弃之后 成为首任总统。他直接剥夺了从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会中产生的国民党的权力，最终奋力从军事独裁登上了帝位，直到他1916年意外死亡。此时中国分裂成一个个相互争斗的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外国政府通常只与正在北京掌握政权的人打交道。

1917年，北京被说动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战争，但它在凡尔赛提出的交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和清除整个帝国主义政体的要求遭到拒绝，拒绝后一要求是因为超出管辖范围，拒绝前一要求是因为对日本的秘密承诺。这一承诺在《凡尔赛条约》（Versailler Vertrag）第156条至第158条中通过转让山东的“战利品”予以兑现。中国的公众舆论以1919年5月4日的运动对此作出反应：大学生抗议游行，工人罢工，抵制日货。亲日政治家被迫辞职，签署《凡尔赛条约》被拒绝。除此之外，这场运动成为一次中国思想革新的起始点，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的起始点。对所谓虚伪的儒家学说的彻底批判此时才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民主”和“科学”变成了被热情使用的口号，其间科学首先是按照美国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进行理解的。白话文开始替代高雅的文言文。此时也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据说是在1921年7月1日。

在外交上好像也显现了转变的迹象。1922年，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华盛顿得到确认，并且与日本达成了一个协定，它基本满足了中国在山东的愿望。可是既没有修正不平等条约，也没有重新建立中国的关税主权，因为若这样做就违背了列强们的贸易政策观念，它们仍然不时地以炮舰外交的形式炫耀实力以贯彻这种观念。与此相反出现了国民党与莫斯科的紧密合作，它和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是相应的。1924年，苏联放弃了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所有权利。只有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在一个有限的时段内还属于苏联。当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于1926年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和开始了有成功希望的北伐之后，在英美的倡议下开始对条约进行修正。在被确定为新首都的南京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上海出现了武装对峙，之后条约修正当然就变成了干涉要求。蒋介石也声明，尽管已与共产党决裂，但他仍打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8年国民党军队向北进军，日本认为此举触动其利益范围，挑起了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接着，狂热的主张扩张主义的日本关东军的军官谋杀了张作霖，意图激化矛盾。虽然日本政府曾经与死者进行过合作，但它也无法与参谋本部对立去惩罚凶手。新上任的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了他的忠诚。

1927年就已经在日本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增加了日本的侵略潜能。丝绸价格和丝绸出口下跌了一半，加上大米价格不断降低，以稻谷种植和丝绸生产为生的农民因此陷入了严重的困境。1929年至1931年，黄金储备从10.72亿日元降到4.7亿日元。根据右翼分子的观点，拥挤在日本列岛的民众只有三种可能的出路，其中两条已经被敌对环境封锁起来，也就是四处提升关税壁垒封堵了加强出口的可能性，美国当时通过的反亚洲移民法封堵了对外移民。因此仅剩下领土扩张一条出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最终关东军借一个由它挑起的事件开始了敌对行动，1931/1932年占领了整个东北，1933年又占领了相邻的热河省（河北）。1932年至1939年关东军从94000人扩充到27万人，它已有能力对东京撤销前令的命令置之不理，因为政府无力承担放弃由军队争取到的地位的责任。面对国外的批评，最后的抵制在日本也沉寂下来。1932年出现了以清朝末代皇帝为首的伪满洲国，一个拥有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200万人口的“国家”，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它在经济上得到了显著的、符合日本利益的发展。除了欧洲的法西斯国家，承认伪满洲国的只有泰国。来自华盛顿和国际联盟的都是严厉的言辞，它们在日本引起反感，1933年日本以退出国际联盟作为回应。法国和英国出于一些顾忌一直比较克制。日本觉得自己是西方双重政治道德的牺牲品，然而它却凭借显而易见的自我欺骗的能力（Tsutsui u. a. 2007，245）毫无顾忌地用这种双重政治道德对付第三方。

在中国，地方军阀的多中心主义留给南京中央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因此很难被战胜。尽管如此，在蒋介石领导下中国逐步重新一体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还取得了外交成就。1928年至1930年通过与13个大国订立条约重新赢得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同时收回了各种特权和租界，如威海卫。然而除了德国和俄国，只有较小的国家放弃了其国民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ät）。英国和美国直到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力争取中国的过程中才放弃了它们的特权，法国甚至到1946年才放弃。在内政方面发生了向右急转，国民党最初的社会革新计划都被放弃。另外，共产党在1934/1935年进行的著名“长征”，后在陕西北部扎下了根。但是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推行符合中国资本家利益的政策，尽管它的领袖与著名的宋氏财阀家族结成姻亲。部分可以解释为资源匮乏，但更多的原因是以维持政治和军事机构为目的的国家的财政寄生性。

与日本的所有谈判无非是重又明确了立场的不一致。日本要求排除第三方势力的霸权，中国则坚持严格的平等。实际上，1935/1936年日本能够将它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到内蒙古和中国东北各省。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由此开始。

那些年各种右翼革命的恐怖谋杀在日本时有发生，1932年政党内阁的最后一任总理大臣成为这样一次谋杀的牺牲品。政变分子只受到了轻描淡写的惩罚，从此时起由在军队影响下的专家内阁统治日本。就连左翼团体也转而信奉帝国主义。1936年，由一个军队派系发动的另一次政变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不过是由军队自己镇压的，军队也借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此次政变又杀害了总理大臣和几位内阁大臣。日本1934年声明《华盛顿海军条约》作废，1936年退出了伦敦裁军会议。现在军备竞赛可以开始了。为了按照“国体论（kokutai）”的所谓古老原则建立国家统一体，1937年利用《国家总动员法》（Gesetz zur nationalen Generalmobilmachung）建立了持久性的紧急状态和军事专政。

虽然日本此前在中国更多地是以和平经济渗透为目标，但是一直没有排除使用其他手段，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推行敌视日本政策的时候。当然战争的目的不应是占领中国，而是建立一个无可争辩的霸权！而蒋介石尽管了解危险，却无法逃避这一国家挑战。由于中国人在训练和装备上处于劣势，上海、南京和武汉战役均告失败。南京战败后接踵而至的是一场大屠杀，死于这场大屠杀的中国人据说达到了20万[2]。1938年，蒋介石将政府迁到西南省份四川的重庆；东北和东南被日本人控制。然而就中国的面积和人口数量来说，日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就算借助汪精卫领导下的对立政府也不可能。苏联以提供物资的方式支持中国；西方在此期间只限于调停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印度支那自1938年起对于日本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的各个海港被封锁之后，云南昆明至河内的铁路以及翻越丛山的曼德勒（Mandalay）至昆明的滇缅公路（Birmastraße）一直是重要的尚能通行的补给线。但是日本的兴趣并没有只耗费在战略上，更确切地说东南亚部分地区早已变成日本人重要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在1930年代，他们通过贸易或通过向自己的公司投资获得了菲律宾的大部分铬、锰、铜和铁，马来亚的整个铁、铝土矿和锰的生产，印度尼西亚一半的石煤生产以及数量可观的橡胶。1935年荷属东印度向日本提供了其石油需求的四分之一，英属婆罗洲向日本提供了其石油需求的八分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在一些地方迁入大量的日本移民；在菲律宾甚至出现了由在当地定居的日本人经营的马尼拉大麻生产。更让殖民列强感到不安的是廉价的日本纺织品和工业产品在东南亚的泛滥，它们首先在1931年的日元贬值之后达到了令欧洲供货商担忧的规模。1929年至1933年，日本在印度尼西亚 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1%增长到31%，而尼德兰则从18%降到12%。此时英国和尼德兰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对于印度支那和菲律宾来说，它们通过关税与各大都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日本人就有可能被赶出马来亚市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进口份额1933年至1939年从31%降到了18%，尼德兰则从12%增长到21%。但是欧洲产品价格很高，百姓对此颇有微词。

1940年夏，西方国家在欧洲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各界热衷于扩张的人。1940年奢华地庆祝了所谓的天皇帝制2600年纪念日。就连最受敬仰的禅宗领袖也是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狂热追随者。因为人们此时更愿意实现一个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groß-ostasiatische Wohlstandssphäre）”，除了此前的日本帝国和中国，它还应包括菲律宾、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缅甸，还要尽可能地纳入西印度。届时将实行完善的殖民体系，南部地区被安排为原料生产基地，日本和中国被赋予工业生产的使命。日本估计与英国将有一战，但不准备与美国交战，而是希望通过控制东南亚摆脱美国的经济优势。然而日本在这方面的政策就像它与各轴心国之间的合作一样，其走向完全缺少有计划的一贯性，而是参与决断的实力集团之间不断变化的妥协的结果。

出于上面提到的地缘战略方面的原因，维希政权（Vichy-Regime）1940年不得不暂时容忍了日本旨在开辟对华战争另一战场的对东京的占领。其结果是这个殖民大国颜面扫地，因而很快就爆发了新的起义。其中的一次是违背胡志明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警告而策划的交趾支那农民革命，它被法国人使用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镇压了下去。最终亲日的泰国军事政权抓住这一机会要求得到整个老挝和柬埔寨；1941年法国人不得不交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补偿。此时日本要求英国关闭中国与西方的最后一条通道滇缅公路，而且已在香港附近集结军队。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英国作出了让步，但只退让了三个月，随后在这里和马来亚依然持强硬态度，也并未发生大事。日本犹豫不决，因为当时它最关注的是印度尼西亚。

相反，缅甸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感到有利的时机来临了。他们对1937年从印度分离出来时获准的自治的程度以及老寡头对自治的运用感到不满。此外英国没有通过让步对其在战争中的支持表示酬谢，例如承认自治领地位。从丘吉尔那里听到的却是：1941年8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kcharta）中对所有国家承诺的自己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的自由当然不适用于大英帝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者站到了日本人一边，他们的首领昂山（Aung San）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建立缅甸独立军（Burma Independence Army）。

在印度尼西亚也出现了相同的挫折，因为尼德兰人也向那些为了些许让步就有合作意愿的温和民族领袖（其他领袖或被拘捕或遭流放）表明，《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受纳粹压迫的民族，但不适用于他们，因为他们从未受过压迫。只靠自己的尼德兰人在这方面原本可以利用当地民众的支持，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日本在东南亚最有价值的战利品。1940年9月一个日本代表团就已来到巴达维亚，目的之一是将石油的年供应量从60万吨提高到370万吨。在各石油公司及其伦敦和华盛顿的政治伙伴干预之后，日本人最终只好带着半年提供180万吨的承诺离去。1941年初，他们再一次就参与控制港口以及由日本—尼德兰公司开发印尼等类似问题提出了广泛的建议。尼德兰人再次熟练地使用自己的固执和狡猾导致谈判失败。

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处于更困难的境地，因为与本土之间的联系被隔断，而且在经济上也被强行取代。所以迫于日本的压力在1941年缔结了条约，这些条约使日本取代法国变成在印度支那享受最优惠待遇的国家，日本人可以开办公司并获得采矿权；对外贸易大都转到他们手里。到了夏季，维希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他们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可是其间日本不负责管理，行政依然由继续存在的各法国机构负责。

占领南印度支那意味着日本与美国关系的转变。美国的公众舆论拒绝任何战争，因而华盛顿至1940年所做的仅限于外交活动，尽管如此他依然允许继续给日本 供应废钢铁和石油，其中石油供应占到了日本需求量的75%。但是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针对其他大国进攻的三国同盟条约——日本人几经思量才于1940年作出了这一决定——加上日本继续推进导致美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其间一直进行到最后的谈判使人认识到双方的立场是无法调和的。无论如何美国经济至少也依赖东南亚的橡胶和锡。日本期待的是承认它在东亚的霸权，美国期待的是撤出中国和尊重其他国家的完整。美国越是——出于它的观念不得不为之——转向采取诸如部分禁运的报复行动以迫使日本放弃它的侵略政策，日本就越是——也是出于它的观念不得不为之——试图在东南亚得到替代品并使用武力从美国的“锁喉之手”中挣脱出来，尤其是自1941年7月罗斯福以全面石油禁运和冻结所有日本资产对日本占领印度支那作出回应之后。英国也立刻宣布终止所有的贸易条约，此举也适用于印度和缅甸，甚至尼德兰也跟着施行了贸易限制。

对于日本来说，这种经济封锁必定导致宣战。尽管在与主战派的对峙中有天皇的支持，但日本内阁中有和平意愿的派系仍然不可能作出美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所要求的让步。于是决定战争的重锤落下。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12月8日，美国、英国和尼德兰对日本宣战。欧洲大战变成了世界大战。日本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整个东南亚。12月印度支那和泰国已被迫加入日本一方，关岛、威克岛（Wake）和香港被占领，马来亚遭受攻击。1942年2月15日，在陆路方向守备力量不足的新加坡要塞，85000人的英国军队向30000日本人缴械投降，此事引起的轰动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将这一天作为英帝国和欧洲殖民主义终结的起始日。1942年3月荷属印度不得不投降，5月菲律宾的美国人投降。同月缅甸被完全占领；英国军队九死一生逃往印度。但是日本已经不可能继续向英属印度和澳大利亚推进，因为自1942年8月起 美国人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开始了。可是东南亚至少在两年内仍然处于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尽管日本为了赢得朋友进行了种种尝试，尽管它充分利用各种泛亚洲思想以及反西方观念，但日本的统治与欧洲的统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它也是为利用另一个民族而进行的异族统治，甚至连日本种族主义要素也位列其中。仅有的差别大概可以更多地归因于战争而不是偏离计划。除了要首先并吞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几乎不存在未来的设想。除了各个海军控制区域，所有的国家都由陆军实施管理，只有菲律宾例外，由驻在“韶南（Shonan）”（南方之光，新加坡此时的称谓）的南方军总司令管辖。与在战争中和在日本人那里通常的情况不同，此前的主人们一般没有再受到折磨，但被没收了财产、剥夺了使命，被孤立和拘禁起来，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属于例外。由于欧洲人数量极少，其中只有在印度尼西亚的人算是较大的群体，大约有14万人。不可战胜的白人迅速失败已称得上耻辱！日本人对待中国人要残酷得多，因为无处不在的海外华人常常是国民党甚或共产党的后援。在计划吞并的马来亚，华侨占居民人数的34%，已构成了威胁，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统治使他们人数锐减。据说他们中的7万人被屠杀。因为日本人不仅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seisen）”，而且也宣布进行“总体战（zenmen sensō）”，如有必要则以相应的手段进行这一战争，包括在东北地区进行生物武器的人体实验。

原本是要争取当地人支持日本。他们中的大多数采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只有菲律宾人坚决反对这一亚洲的异族统治，在这种统治下他们只会失去一切。尽管如此到处都逐渐习惯了合作。常常只是重新任命政府机构的较高级别的人员。那些民族精英与日本人进行合作，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国家看到了其中的机会，或许能防止反动的亲日力量掌权——到处都是同样的纲领，菲律宾总统在他逃亡之前甚至明确宣布了这种纲领。因而双方都有各自的私下盘算；到战争结束才会显现出谁是被骗的骗子。占领国的明确反欧洲的文化政策在清除学校里的西方影响，禁止荷兰语和歧视英语，宣布缅甸语（Birmanisch）、他加禄语和印度 尼西亚语为官方语言，然而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相当令人讨厌的日本化政策又部分抵消了这种文化政策。

日本统治首先自己现出了通常类型的殖民主义的原形，因为经济剥削证明它所谓的或真正的良好意图属于谎言。占领东南亚并不是为了解放它，而是因为它拥有资源。这种过度行为或许是由战争决定的。由战争决定的不仅有广泛的征用，还有新经济体系的失败，在这一体系中东南亚与此前的世界贸易隔绝，仅仅面向日本的大都会。但是这个大都会在战争中没有能力替代之前的贸易伙伴。它既不能买下所有的原料，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制成品。当战争导致交通瘫痪时，各个国家只能立足于自身，以至于下缅甸无法将自己的大米销售出去，而上缅甸和东京地区却在闹饥荒。那些拥有内部自治的地区也同样受到波及，例如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因为泰国不得不于1942年以与印度支那类似的条件与日本结盟。日本虽然买走了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大米、橡胶和矿产品，但是没有提供相应数量的急需成品。由此出现的贸易顺差对于相关国家并没有益处，因为它们的日元结存款被冻结在日本。其间法国行政机构还必须承担日本占领军的费用。

此外还有借助日本公司进行有计划的渗透。在那些处于军事管理下的国家里，军队和诸如三井（Mitsui）和三菱（Mitsubishi）公司那样的大康采恩可以直接占有那些曾付出了在菲律宾80%投资的前欧洲公司，前提条件是为日本生产令人感兴趣的产品。否则就会被强行调整。所以爪哇的食糖生产被压缩到十五分之一，半数制糖厂据说转成了水泥厂，而在菲律宾则试图用棉花取代甘蔗，因为日本的工厂急需原棉。基本食品和重要的军用品都实行管制，通过强制要求供货以固定价格购进或者直接充公。日本虽说支付了所有的货款，但用的是现行流通货币的军用票（Militärbanknoten），这种随意印制的军用票无法兑付。这种方法导致的结果是，日本能够不掏钱获得该地区的货物，而代价是当地的通货膨胀。货币流通总额在爪哇从4.5亿盾增加到20亿盾，在菲律宾从3亿比索（Pesos）增加到60亿比索。对于生产国来说，那些以前销往世界市场而日本不需要的货物此时没有了销路。所以锡产量降低了90%，茶叶产量降低了52%，东京的煤开采量甚至降低了一半；关于食糖前已论及。如果歉收使得受日本需求和交通困境严重影响的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灾难便无法避免。1944年底到1945年初东京地区饿死的人数按照法国估算为60万，按照越南的估算则为200万！如果再加上大量被招募的工人——他们不得不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完成诸如缅泰铁路那样的项目——那么日本赢得当地人好感的尝试收效甚微就不足为奇了。

在占领缅甸的过程中日本人利用过昂山的缅甸独立军。可是当它随即对独立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以及开始加害于少数民族，特别是遭忌恨的印度人时，日本接回了英国统治时期的老寡头统治者。但是这种对所谓佛教共性的呼吁收效甚微，民族阵线（Nationalen Front）的亲日集会运动 也成绩平平，因为激进分子懂得如何瓦解后者。受到英国反攻的逼迫，1943年东京允许缅甸独立，但附加了一部宪法，让那位既老又新的总理巴莫（Ba Maw）[3]成了独裁者，而秘密补充条约则同意给予日本军方无限制的紧急全权。

在马来亚，日本人像英国人一样首先寄希望于马来亚的封建元素。然而三个北方苏丹国被转让给了以前曾控制过它们的友邦泰国。当1943年一个“新马来亚”计划取代了兼并意图时，很多当地人也加入了协商委员会。

在印度尼西亚则相反，虽然各个政党被禁止，虽然人民委员会被解散以及宪法讨论被阻止，但是立即建立了一个印尼人领导的新的群众组织，不过由于其亲日特性没有多少成效。日本总指挥官试图通过1942年7月接回流放中的苏加诺对他作出补偿。但是这位能力超凡的人并不是任由占领军摆布的工具，他毫不怀疑自己对民众的影响力。他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为这一目的他组织了一个由传统主义者和西方人构成的新集合运动，几经踌躇终于在1943年被日方承认，却被严加管束并利用保守的穆斯林组织进行限制。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建立起来并且培训了6000名军官，为未来打下一个重要基础。但是与对缅甸和菲律宾不同，日本在这里不愿对印度尼西亚作出独立的允诺。复活的只有改换了名称的老省委员会和人民委员，没有欧洲人参与，只是纯粹的协商机构。然而无论是出于民族利益还是个人的利益，苏加诺都愿意进行合作。

在菲律宾，在现有机构和党派被解散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由担心自己地位的寡头们组成的当地政府。但是它甚至连假装站在民族运动最前列与“解放者”谈判都做不到，因为日本的这一角色在这里是完全靠不住的，而民众的反日态度也毋庸置疑。天主教僧侣统治制度的正派行为，包括教宗1942年为日本的战争目的发表的同情宣言，都未能改变多少这种状况。日本人为此花费了一些力气，然而 在废除教会教育制度方面没有作出让步。即使是移植17世纪在日本采用的基层组织体系也收效甚微，根据该体系，各家族群体面对在这里的行为特别残酷的军警（kempeitei）时都应该对各自家族成员的得体举止负责。于是在1943年不得不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日本恩赐的独立，当然同时将选举权限于亲日的统一阵线成员和赋予总统专制全权，与在缅甸的情况相似。至少总统能够成功地拒绝像其他日本的附庸们那样向同盟国宣战。甚至日本人都意识到，若是那样做了他会失去剩余的信誉。

在印度支那，日本人只是谨慎地努力争取赢得保守的当地支持者，因为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法国人是大有益处的伙伴。例如后者保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能建立比在维希法国更严厉的法西斯统治，包括对犹太人和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拥护者的迫害。他们甚至能尝试通过建立有当地精英参与的印度支那联邦（indochinesischen Föderation）的计划赢得他们的同情。不过其中有些事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行政机构中使用越南人，因为不可能再得到本土的法国人；开放教育，以便用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与日本的宣传形成对照；建立自己的工业，因为进口已不复存在，等等。对于早已被逼入地下活动的极端分子来说，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有两个右翼敌人再加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敌意，这种处境似乎极其危险。但是共产党人至少也拥有其决定性的优势。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严格的纪律和优秀的组织，地下工作娴熟。因此反日斗争的领导权落在了他们身上。

在共产党的倡议下，1941年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一个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不过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共产党领袖阮爱国和武元甲，后者成功地开始在上东京地区的困苦农民中建立基层游击组织。国民党支持这一运动以作为对付日本的武器，却试图让资产阶级势力掌握领导权。就是在这场阴谋游戏中阮爱国开始使用新化名 胡志明。至1944年游击战在东京地区建立了大片解放区，其主要对手是属于维希政权的法国人。其间在中国昆明设有代表处的戴高乐的自由法国（das freie Frankreich）虽然与维希法国势不两立，但在殖民政策方面与其是一致的，因此这是一种苦涩的失望。1943年12月8日，戴高乐宣布法国将重返印度支那。此时胡志明把希望寄托于宣告反对殖民主义的美国。

此外，就连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的热带丛林战士也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下，但这并不妨碍英国突击队对他们的支持。几乎全由华人组成的共产党为那里的抵抗提供了唯一适用的组织核心。

游击战在菲律宾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日本的恐怖统治更进一步促使它蓬勃发展。估计总共约有30万游击战士，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各个小部队自行采取军事行动。自1943年起，驻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领导的美军司令部与他们之间有无线电台联系，向他们提供援助。除了爱国主义和杀日本人，他们没有长远计划，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吕宋的“抗日人民军（Anti-japanische Volksarmee）”（他加禄语缩写：Hukbalahab），它拥有约3万人，能守住一个解放区。他们把大地主当成卖国贼加以迫害，实行了有利于小农和佃农的土地改革并建立了合作社和学校。原本就是一场农民运动，就像这些“虎克党人（Huks）”[4]在菲律宾拥有的传统一样，他们在不容低估的程度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在缅甸，独立被证明只是一种假象，在阿萨姆发动的一次徒劳的进攻之后，日本人被盟军压得逐渐后退。此时众多的小部队形成了一个反法西斯民族阵线。但是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原本属于日本人的辅助部队的民族军的领袖们，也就是国防部长昂山和总司令奈温（Ne Win）。面对日本人，巴莫庇护着这场运动，虽然他并不赞同它。但是它得到民众的支持，能以1945年3月底的一次起义为缅甸的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外，在泰国政治舞台上也遵循着格言“谁输掉战争谁就是敌人”，因此 1944年亲日政府被赶下台，不过没有冒险与霸权国家发生公开冲突。

尽管在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反抗，日本还是不得不于1944年9月在这里也作出了独立的承诺，不过没有日期。在重建西方统治还未成定局时，苏加诺和其他民族领袖更愿意为此孤注一掷。因此他们催促实施具体措施，日本人最终作出了让步，或许是怀着争取印度尼西亚人保卫群岛的希望。当1945年3月盟军开始攻入印度尼西亚时，1945年9月被定为可望得到独立的时间，并且开始协商宪法，在协商中民族主义者确定建立一个包括英属婆罗洲、葡属帝汶和马来亚的大印度尼西亚，那里的穆斯林对此绝不会持拒绝态度。

此时菲律宾战役已经打响，麦克阿瑟1944年10月20日已在那里登陆。虽然结局很快就一目了然，战斗还是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季，在1945年2月的马尼拉战役中发生了日军对平民的大屠杀。

最复杂的要数印度支那的局势，自1944年7月和8月法国获得解放以来，宗主国和殖民地在那里站在一条阵线的两侧，鉴于日本崩溃已可预期，这种状态不可能持续下去。巴黎考虑的是尽可能无风险地恢复自己在亚洲的威望，而殖民地的法国人则不得不适应新政权。然而几乎没有显现任何与日本人冲突的征兆，日本人就发动了攻击并于1945年3月9日接管了这个国家。关键职位都被日本人占据了，另外，传统的王侯们也趁机宣告自己独立。这在老挝和柬埔寨获得了成功，但是在越南“粮仓”交趾支那处于日本人的直接控制之下，皇帝保大受到严密监护，以至于他几乎无法获得传统精英们的支持。但人民倾向于越南独立同盟会，此时它拥有广阔的自由空间，因为日本人不得不集中在城市，必要时还得守护交通线。1945年5月，东京的大片土地和安南都已掌握在越南独立同盟会手中，因而日本人消失之后谁将接管政权几乎毫无疑问。

因为1942年至1945年日本输掉了太平洋战争。尽管日本已经开始有了和平意愿，但为了缩短战争，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颗原子弹还是落在了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结果是一共夺去了22万人的生命，他们或当场死亡，或煎熬到年底才死去。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并进军东北地区，9月2日，日本投降书签署。日本帝国主义走向终结。然而尽管偶尔作出明智的道歉，但出于内政的考虑，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政治层面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在赔偿方面始终都有它们的问题。

英属印度幸运地逃脱了日本的魔爪。在横扫东南亚的胜利进军中，日本人一心想要赢得马来亚和缅甸人数特别众多的印度侨民的同情。在宣传方面，他们把自己描述为印度的敌人的敌人及潜在的印度解放者。1942年的印度侨民会议之后成立了一个印度独立联盟（Indian Independence League），在新加坡投降的印军的55000人中有40000人被争取过来加入了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可是成效甚微，不仅是因为进攻没有所得，而且还因为日本人与英国人一样对印度的未来采取回避态度。1938/1939年任国大党主席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带来了一次短暂的繁荣，但是由于对甘地的观念来说他的政策过于极端又被排挤掉了。尽管如此，他在群众中享有盛名，1941年他逃亡德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而他完全可以作为印度独立联盟和印度国民军的天生领袖。然而日本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亚洲政策上并非总是齐心合力的。直到1943年，印度侨民领导层的懦弱非常明显地显现，而且也不再需要顾忌鲍斯的对头甘地和尼赫鲁，于是他被一艘德国潜艇送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在那里可以展开令人瞩目的活动，直至1945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他的影响或许是在他死后才在印度达到最大值，战争结束时对印度国民军的成员进行了审判，这些审判引发了一场民族的人民运动，甚至引发了印度军队中的大屠杀。

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印度军队为英国的种种行动作出了显著贡献。在英帝国1218万人的军队中有246万印度人，其中有18万人阵亡、负伤或被捕。印度部队被投入在东非、北非、伊拉克和伊朗的战斗中。鉴于 苏联有可能发动的进攻，战争一开始就立刻强行扩充印度军队。由于在这方面缺少英国指挥人员，这种扩充几乎自动地推动了军官团和士官团的印度化；在薪金方面也不得不提高印度人的地位。但是指挥权和部队调动权都留在英国人手里，这一点在印度的民族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因为扩军费用由印度承担，只有一部分进口装备和海外作战费用由英国承担。

印度工业家从自身收益、印度军备和帝国防御的共同利益出发，想利用有赖于战争的经济上升建起印度的汽车业、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这些倡议尽管得到总督的支持，但仍然受到英国方面阻碍。人们公开宣称不愿意招来战后时期的竞争。这引发了很多对英国额外的怨气，特别是因为在纺织业中根据印度的倡议在自我组织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需求上升和同时存在的（例如来自日本的）进口中止造成了短缺，适合促成商品热销，但价格的增长使印度商品不具备吸引力。然而，一名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成员的工业家可以取代强制管理建立自我控制机构，它可以确保企业家们获得由财政部估算的高出生产费用7.5%～10%的利润。但是从总体上说，英国的战争经济加剧了印度的供给问题。据说孟加拉的一次饥荒夺去了200万～300万人的生命，而丘吉尔应该对印度肆无忌惮的剥削政策负责。

英国的控制在政治方面也几乎被不计任何代价地保持下来，虽然实际情况早已按照另外一条轨迹发展着。当总督没有与印度政治家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协商就于1939年9月3日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国大党威胁称，如果英国人不将民主和各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为此他们被吸引到战斗中——也运用在印度的话则拒绝支持。答复依然是不承担义务；两年之后首相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中基本上给予了答复，他在讲话中宣称，刚刚签署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kcharta）当然不适用于印度。此时国大党出任的各部长不得不坚决辞职，1935年的宪法也因此在大部分邦的层面上失去了功效。

然而穆斯林总理们还留在任上。由此，穆斯林联盟及其领袖真纳的政治地位开始得到根本提升，他最终对进一步的、导致印度分裂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国大党能同意与英国人合作，真纳在政治上也就只能做配角。因此他开始想接近国大党，却遭到拒绝，随即他将国大党部长们的辞职当作穆斯林的解放日来庆祝。可是真纳对旁遮普和孟加拉邦固执的王侯们远未做到绝对的控制，因而他只能防止穆斯林分崩离析和确保他领导的联盟的垄断权，其方法是大肆渲染唯一的共同利益——常常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穆斯林的自治要求。1940年3月24日，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通过了它的所谓《巴基斯坦决议》（Pakistanresolution），决议里虽然没有谈到巴基斯坦，却为那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要求“成为自主国家，其组成部分应该拥有自治和主权”。在一份同时发表的宣言中，真纳阐明了两个民族论，要求穆斯林民族自治，却再次像在决议中那样回避了确立具体的宪法政治的目标。因此，他获得一个在以后的谈判中可以任意发挥的授权，尤其是当到1944年那些固执的穆斯林总理们被较顺从的联盟成员取代之后。此外，总督在用一个不充分的反建议拒绝国大党的一个合作新建议时明确确定，印度今后的宪法绝对不允许强加于穆斯林。只要真纳不倾向于将拒绝英国动议权的权力留给国大党并因此给人留下联盟有合作意愿的印象，它就可以扩展为一种宪法政治的否决权。

对于国大党来说，出于原则上的考虑以及对付英国镇压的经验，在战争期间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暂时不在考虑之列。在“个体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运动（individueller Satyagraha）”中，经挑选的国大党政治家们发表了反战演说并因此被关进监狱——不过是一种示威。对方的那些在战争中拥有决定权的英国保守党人也做了一点儿实事，至少总督在他的行政院里扩充了印度成员。但是1941年底政治犯们突然被释放；几天之后日本开始了在东南亚的胜利进军。因为印度的防御面临着一场类似于新加坡那样的灾难，所以必须做点什么。此外，反殖民主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敦促对这场印度民族运动作出让步。

于是丘吉尔接受了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关于在印度寻求一个解决方案的建议。克里普斯与尼赫鲁私交甚好。他的建议是依照英国模式建立一个印度政府，届时总督将仅仅扮演国家元首的角色。由于这种战时安排暂时只能以非官方的形式实现，所以总督林利思戈［Victor Alexander John Hope Linlithgow，外号林利思罗（Linlithslow）］必须予以配合。可这位忠实追随丘吉尔的保守党人拒绝参与。此外，各邦和各王侯能自己决定加入与否，规定立法大会由间接选举产生，即使是吉里普斯也不能承认印度人追求的掌控军队的权力。所有这些印度方面是无法接受的。于是这项使命只能以失败告终，这让丘吉尔如释重负，但他为了罗斯福已经展示了良好的意愿！

此时主动权又重新回到了印度一方，在那里人们鉴于严峻的形势而迟疑不决，虽然甘地认为用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也可以战胜日本的入侵。1942年7月，一份由尼赫鲁审定的声明要求英国人立刻解除对印度的管辖并不过问它的事务，即《放弃印度决议》（Quit-India-Resolution）。可是一场新运动还未能开始，甘地和所有国大党领导人就被有计划地逮捕了，国大党被禁止。但是行动并没有因此被阻止；8月的所谓“退出印度运动”也不完全是以非暴力形式进行的。虽然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暂时失去了作用，但镇压机构仍然占据着优势。共有826人丧生，3953人受伤，91836人被捕，财产损失达570万卢比。由于甘地认为政府判定他为骚乱负责有失公正，所以他开始绝食——这一次政府不为所动。直到1944年他才被释放，好像更多的是蔑视而非尊敬的姿态；在新的战争形势下，英国人确信不再需要作出任何妥协。

由于这次镇压没有波及穆斯林联盟，真纳能够在此期间扩展他的地位。未来掌控着政治舞台的不再是甘地而是他。1944年获释后甘地与他商讨未来，但即使作出妥协也无法促使他放弃他为穆斯林提出的自治要求。尽管他可能只是想把巴基斯坦的要求用作按他的意思总体解决印度问题的谈判筹码，但在政治危机进一步升级之后，印度的分裂毕竟是他的雄心壮志的作品，而按照其计划来衡量，甘地和国大党则面临着失败。

去殖民化计划：美国和近东

在此之前，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国家表示去殖民化的意愿，虽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在讨论这一问题。1932年在伦敦任教的德国移民莫里兹·尤利乌斯·波恩（Moritz Julius Bonn）创造了这个概念，他写道：“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反殖民主义阶段开始了，‘去殖民化’正在迅速展开。”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态发展以及最重要的殖民大国当时不得不接受的权力和荣耀的丧失。另外还有美国接过了世界霸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的是，美国已经明确地对此作好了准备。在战时和战后，无论是执政的民主党人还是他们的对手共和党人都毫不隐瞒自己对殖民主义的敌视态度。罗斯福总统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一再强调，根据《大西洋宪章》，自决权适用于所有民族。1943年美国国务院制订了一个托管计划，根据该计划，已经规划好的联合国应该决定一个所有殖民地完全独立的时间点。

但是在现实的压力下，这条明确的路线迅速让位于一条不太可信的左右摇摆的路线。美国必须一方面在自己的去殖民化计划和为自己树立年轻的联合国的主导者形象的愿望之间进行权衡，另一方面在追求自己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与顾忌刚刚开始的冷战中的己方盟友之间进行权衡。但是经济利益通常不会导致具体的经济意图，而是更多地导向贯彻一个世界范围的自由 资本主义秩序。此时在美国国会可以听到“宁要殖民主义不要共产主义”的声音。1945年华盛顿还与越南独立同盟会眉来眼去，拒绝支持法国为重新殖民化进行的种种努力。1949年它支持了法国人，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遗症。不过早在1944年，罗斯福就不得不向他的部长们作出让步，从他的自由计划中删掉了太平洋上各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如关岛和威克岛。虽然美国要将太平洋变成美国海的帝国政策伤害了美国人的大部分反殖民主义理想，但是由于主要涉及的是战略安全而不是经济剥削，所以美国在太平洋的统治与霸权可以被描绘为行使“神圣的委托（sacred trust）”，而且美国人相信自己的制度在政治和道德方面比各老帝国的制度更具优势。

在菲律宾也是如此，在英联邦宪法于1945年重新生效之前，1944年通过美国法律增加了军事基地的数量。与当时的副总统奥斯米纳（Sergio Osmena，后来作为总统重新归来）的计划相反，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于民族和解的目的，促成与一位女大地产主结婚的前叛国者罗哈斯（Manuel Roxas）最终成功地竞选总统。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大都曾与日本人为伍的保守派精英的地位在美国的统治下完好无损，而抵抗战士们的领导资格却被剥夺，特别是使中央吕宋抗日人民军的农业革命归于失败。他们的当选代表被剥夺了议会席位，他们的暴动至1954年被镇压，在这类事情上罗哈斯在方法选择方面并未苛求。为此，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了《菲律宾贸易法案》（Philippine Trade Act），也称《贝尔法案》（Bell Act），它规划了随后八年与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接着美国关税至1974年应逐步实现全额缴纳。但是这部法案将比索与美元挂钩，而且给予美国人在国家的发展和利用上与菲律宾人相同的权利，尽管联邦宪法已将菲律宾在外国企业中参股不低于60%列为义务。同时在华盛顿还通过了《菲律宾复兴法案》（Philippine Rehabilitation Act），也称《泰丁斯法案》（Tydings Act），规定了总额为6.2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不过要在批准《贝尔法案》的情况下才能全额付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得到菲律宾宪法修改所需要的四分之三的赞成票。当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时，美国民主党的目标“还殖民地以自由（freedom from the colony）”仅仅在形式上实现了。但即使事已至此，其他殖民大国还想保留它们在亚洲的领地。此外，当南部岛屿难以驾驭的穆斯林越来越觉得受到北方基督徒的逼迫时，他们的问题升级为武装斗争。

美国的托管计划在此期间大幅缩水。托管原则是否应适用于所有拥有明确的独立目标但尚未独立的地区，1944年在旧金山制定《联合国宪章》（UNO-Charta）时就此进行了48天之久的商讨。这一要求是由中国提交的，并且得到苏联以及前殖民地的支持——在51个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中有27个国家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曾经是殖民地！由于殖民列强的抵制，最终只有前国际联盟托管地以及从轴心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由其殖民主人自愿提出委托的国家应列入托管范围。为其他“没有自我管理的地区（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令人厌恶的“殖民地”概念被回避了——描述目标的用词不是“独立（independence）”而是“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这应是为英帝国和已策划好的“法兰西联盟（Union française）”创造政治活动空间。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来说，这里涉及的只是各自的殖民统治适应20世纪的条件。尽管殖民列强掌握着完全的支配权力，但它们至少必须每年向联合国报告各自领地的发展情况（Artikel 73 e）。还有托管理事会为实际托管地所做的工作，该理事会不仅可以接受申请，而且可以派出调查委员会。此外还有安理会，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的反殖民主义行动，随着已占多数的前殖民地会员国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时间越长，联合国大会在其第四委员会的领导下就越是发展成为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论坛。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产生的不仅是言语，还有行动，但并不总是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就像近东和中东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

德国和意大利对仍然由维希法国掌控的托管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渗透导致1941年英国人和自由法国对两国的占领，因为连伊拉克也威胁要转向轴心国。尽管有宪法和经过了选举，但在这件事上法国根本不 打算给予两个国家完全的独立。为此1943与英国人之间爆发了冲突，1945年再次爆发冲突。但是美国和苏联承认了这两个国家，又向它们发出了担任联合国创始成员国的邀请，于是法国也只剩下撤出这一条路可走了。

鉴于伊朗同情它当时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苏联为了确保石油供应也于1941年占领了伊朗东北部，英国占领了西南部，亲德的沙阿被迫退位让他的儿子继位。另外还有大量美国人拥入这个国家。经过费时费力的谈判，盟军于1946年撤出，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的自治运动遭到镇压。虽然1901年英国获得的石油开采特许权经过多次稍微有利于伊朗的修改，英国—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付给伊朗的钱依然少得可怜。因此1951年伊朗议会决定实行国有化而不再进行新的谈判。接着，1952年至1954年西方的封锁导致了一场危机。1953年，锐意改革的中立政治家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在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决定性的参与下被军队推翻。由此开始了新沙阿的亲西方的统治。与国际财团的新石油条约同意给予伊朗50%的分红，这是在此期间美国人曾给予沙特阿拉伯的分红比例。

在巴勒斯坦，鉴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形势发展已不再可能有顺利的政治解决方案。虽然在战争期间还算平静，阿拉伯人支持迁就他们的托管政权，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却不愿意依照1939年的《白皮书》长期容忍英国对移民的限制。自然他们不再寄希望于英国，而是寄希望于美国，那里有大量实力强大的犹太组织。1942年由耶路撒冷发起，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同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为战后时期制订的计划，其核心句子是：“建立作为犹太联邦的巴勒斯坦。”计划中友善地提及了阿拉伯人，但未提及他们的权利。由于英国人石油的60%～70%是从西亚获得，所以他们也顾及到阿拉伯人，在战争结束后不打算立即放弃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随后犹太人的反抗组织采用了武力。犹如犹太代理机构（Jewish Agency）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哈加纳（Haganah）”，较小的右翼组织如以后来出任总理的贝京（Menachem Begin）为首的“伊尔根（Irgun）”以及以施特恩为首的“李海集团（Lehi）”于1946年10月开始了反对托管政权的游击战和数百起恐怖行动，致使338名英国人丧生。此外，1946年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英国司令部发生爆炸。虽然美国政府拒绝直接负责，但要求拥有参与决定权，一方面是为了争取犹太选民，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张性的近东石油政策。一个由美国人和英国人组成的共同委员会为了阿拉伯人的利益维持托管地，建议准允十万犹太移民迁入。英国政府犹豫不决，因为监管这个国家需要共计10万人的军队和警察，因而1945年至1947年的托管要耗费约1亿英镑的巨资。这个近于破产的战后国家早已无力承担1946年驻扎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150万人的费用，不过在华盛顿人们正在就一笔对伦敦的贷款进行商谈。鉴于恐怖活动进一步升级，委员会制订了一个拥有一个共同的设在耶路撒冷的中央政府的分治计划，犹太代理机构犹豫不定地考虑着这个计划。1946年恰逢美国国会和纽约州州长选举，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杜鲁门总统不顾几乎所有专家的建议宣布：美国支持10万犹太人立即移民巴勒斯坦。比较激进的犹太势力从这一声明中受到激励。美国自身其实当时并不准备直接接收犹太难民。英国人继续拦截绝大部分载有非法犹太移民的船只，并把他们遣送回去（例如“出埃及记1947号”轮船和它的4554名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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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8 1919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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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9 1937年英国的分治计划

由于英国人感觉自己处于绝望境地，所以下院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联合国和仅在联合国作出决定前履行托管义务。1947年夏天来了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复杂的完全分治计划，但同时也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国际化。1947年11月29日，这项计划以33票支持、13票反对和11票弃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美国的压力不无作用。于是英国人开始撤离，将特拉维夫移交犹太人，将雅法移交阿拉伯人。随即内战才真正地爆发了。1948年4月9日，伊尔根军队进攻了耶路撒冷郊区的代尔亚辛村庄（Deir Yasin）并杀害了250名阿拉伯人，其中一半是妇女儿童。虽然也不乏阿拉伯人的恐怖行动，它依然引发了恐慌。绝大部分阿拉伯居民因犹太人占优势而逃离，至少有70万人。明确被犹太人驱逐的只占约2%，听从阿拉伯邻国指令的只占约5%，阿拉伯方面或犹太方面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解释这一群众运动的。回归者自然被犹太人遣送回去，因为这种大逃亡已致使他们实施了本来就规划好的居民迁徙。至1947年，在耶路撒冷出现了216个犹太人定居点，1948年至1950年大概又继续建立了246个。阿拉伯语地名被新的希伯来语地名取代。犹太新城特拉维夫旁边的阿拉伯城市雅法（Jaffa）基本被遗弃，1950年变成特拉维夫的一部分。最终犹太工党领袖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无政府状态中于1948年5月14日宣告以色列建国。早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就已秘密承诺的承认几分钟之后便如期而至。

1944/1945年建立的阿拉伯联盟从一开始就宣称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且威胁若是犹太人建国，其成员国将进行干涉。于是1948年5月15日开始了第一次巴勒斯坦战争。

1948年夏季，在以色列人与由英国训练指挥的外约旦阿拉伯军团——阿拉伯方面唯一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之间呈相持局面时实现了一次停战，这次停战被以色列人利用来扩充他们的军队，此外还借助捷克提供武器。1948年9月18日，联合国调停人弗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被犹太激进分子谋杀。接着以色列人消灭了埃及军队，直至他们的靠山杜鲁门和英国以武装干涉相威胁才使他们的胜利进军停下来。1949年出现了各种确定了数年政治态势的停战协议，它们给战绩辉煌的以色列人带来了比分治计划的规定大出很多的领土。阿拉伯人只能在中部和南部守住约旦至死海一线以西的地区。耶路撒冷处于分裂状态。虽然联合国坚持耶路撒冷国际化的立场，1950年以色列还是将它的首都迁移到了那里。

同年，外约旦的阿卜杜拉通过将残余的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地区纳入约旦王国扩展了他的国家，直至1967年以色列有能力也占领了这一地区，即所谓的约旦河西岸（West Bank）。自1947年起，阿卜杜拉与犹太人和英国人一直在进行秘密协商，其间英国人打算通过与他商定的领土安排像在伊拉克那样保持自己在近东的影响力。然而令所有的当事人十分惊讶的是，以色列人证明他们能够对付可怕的阿拉伯军团甚至处于优势。不过当时还谈不上一个针对以色列的阿拉伯统一阵线，这也是犹太人胜利的一个原因。

在充满矛盾、费用昂贵、仅仅凑合着保住颜面的托管结束之后“不会再有其他的巴勒斯坦！”——一条常说的英国殖民政策和去殖民政策的口号。但是英国政府并非总能最好地利用在其他地方积累的经验。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起有害作用的不仅是各政治派别和机构之间的内部矛盾，而且尤其是这些机构与参谋长之间的内部矛盾。因为对于后者来说，塞浦路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地，轰炸机甚至能从这里飞抵苏联。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允许完全独立！此外，所有的英国政治家一致认为，与不可靠的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合并（enosis）绝无可能，虽然据说至少96%的希腊族居民对此持赞成态度。但是塞浦路斯岛北部约占总人口20%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和北约的伙伴土耳其同样持反对态度。

第一次宪法实验失败数年后，受到东正教教会的激励，1953年开始了反英游行，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奥斯（Makarios III）起着主导作用。1954年，英国应向联合国作出解释。1955年，希腊族地下组织北塞浦路斯种族抵抗组织开始进行炸弹暗杀行动。1956年，马卡里奥斯被流放到塞舌尔，首次考虑该岛分裂问题。1957年，大主教获准返国，希腊外长和土耳其外长就放弃合并和分裂达成一致并同意实行比例代表民主制，由马卡里奥斯出任总统，部长的分配比例为7∶3，此外由土耳其族人任副总统，至此旷日持久的争论才有了结果。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但是1963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内战便开始了，联合国应要求派出部队确保边界的安全，直至1974年土耳其入侵，由此分裂被确定下来。

马耳他的30万居民或许是愿意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是1956年只有44%的选民投了“赞成票”。教会成功地促成弃权。经过其他的反反复复之后，1964年该群岛独立，2004年与（南）塞浦路斯一样成为欧盟成员。

除了这些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和托管地巴勒斯坦，在它的势力范围约旦和伊拉克之外，英国暂时还一直控制着作为其印度帝国遗产的阿拉伯半岛的东海岸和南海岸。1962年，英国人预防性地让他们1839年购得的、一直视为战略要地的殖民地亚丁与由他们创建的内地的阿拉伯统治者的联盟联合起来，但这并不能阻止武装骚乱。同年北也门的统治者（他的宰德派君主国是在清除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于1918年产生的）被推翻并建立了共和国。1964年南阿拉伯显得是可有可无的，计划于1967年给予独立，但是面对暴动者英国人立刻溃逃，或许这是他们的去殖民化中最可悲的一幕（Rothermund，D. 2006，117）。1972年两个也门之间爆发战争，此时南北也门分别得到沙特阿拉伯和苏联的支持。不过两个国家最终于1990年实现了统一，可是从那以后这个国家一直饱受战争、恐怖主义和镇压的折磨。

在海湾沿岸，在南部的阿曼与北部的科威特之间，其他十个小酋长国也是英国的保护地，昔日它们作为海盗的避难所臭名昭著。今天它们中的几个国家通过自己的石油资源获得了财富和全世界的重视。阿曼和科威特已分别于1951年和1961年获得完全的独立，经历了亚丁失败之后英国人于1968年宣布他们打算1971年完全撤出海湾沿海地区。接着7个埃米尔在石油巨头阿布扎比和迪拜的领导下联合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这一结构形式与所有的期待相反被证明是成功的模式。产油国巴林和卡塔尔保持独立。

作为照明用油和润滑油，19世纪石油在美国和俄国就已经是桩大生意。当电力照明的竞争威胁到它的时候，人们及时发明了内燃机，其爆炸般的需求连同发电厂和石化工业的需求使得石油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原料。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海军已经调整为燃油，以至于人们有时将德国的失败表述为石油打败了煤炭。自1907年尼德兰和英国的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开始开采苏门答腊的石油，自 1908年起英国人开始开采伊朗的石油。从英国—波斯石油公司中产生了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B.P.）。就连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1914年也在英国手里，但是因为战争直到1927年才开始开采。1932年在巴林、1938年在科威特、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发现了巨大的油田，但此时突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前上述各公司与伊拉克石油公司（Iraq Petroleum Company）组建了一个卡特尔，一个法国石油公司和一个美国大石油公司也都加入其中。生产和销售都被这“七姊妹”暗中操控，无论是对相关国家的小额支付还是巨大的利润。然而战时和战后世界市场的价格却在走低，美国人离开了该卡特尔并且接手了阿拉伯的石油开采。1948年，其他一些美国公司加入了1944年成立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ARAMCO）。1954年，在伊朗的重新调整中，英国人徒劳地试图顶住美国人。此时新的美国卡特尔通过给予产油国50%的分红操纵着价格，直至产油国1960年成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针锋相对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O. P. E. C.）。虽然美国人认为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继续存在或许是有益的，但在1960年代英国人已经明白，英帝国在这里再也不可能赚到钱。美国人在这里也必将以它经济上的领导地位接手英帝国的政治角色。

英国在马耳他和伊朗之间区域进行的去殖民化显然并不十分成功。就连联合国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也被证明收效甚微。但是英国和法国在殖民主义末期作出的决定尤其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制造了新的危机发源地，它们后来已合生为一个危机策源地。在此过程中英国快得出奇地逃避了解决由它制造的问题的责任，即在近东多了一个民族或少了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英属印度我们还将在更大的范围内遇到这种附带严重后果的仓促交出责任的情况。

南亚的去殖民化和印度的分裂

甚至连1943年被任命的、影响甚微的保守的总督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也认识到，只能用宪法改革应对已在预料中的战后骚乱。对于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维持现状来说，已经疲惫不堪的英国在此期间缺少资源、国际声誉和自信。甚至连著名的印度文职机构也衰落了，而且只有608名英国成员。此外，经历了叛乱和审判印度国民军之后，印度军队在此期间已被视为不可靠。韦维尔的方法是将他的行政委员会非正式地转变为部长全由印度人担任的内阁。在1945年夏季于西姆拉（Simla）举行的一次筹备会议上，真纳将他有权任命所有的穆斯林部长作为穆斯林联盟进行合作的条件。当着也是穆斯林的国大党主席阿萨德（Maulana Azad）的面，韦维尔拒绝了这个条件，但也不敢组建一个没有联盟的内阁。真纳借此成功地炫示了他的独自代表要求，以至于选民们立即为此对他进行了嘉奖。新上台的工党内阁首领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本人对印度的情况了如指掌，内阁决定1945年底先在印度举行一次选举。选举带来的结果是几乎在所有的地方要么是国大党占明显多数，要么是联盟占明显多数。这些情况造成的两极分化形成了一种两党制——这显然对真纳有利。

英国内阁寄希望于通过统一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了英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1946年春季它派遣一个由饱经考验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率领的内阁使团（cabinet mission）前往印度，该使团制定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联邦方案，一个职权范围仅限于外交、国防和交通的全印度联邦，它由四部分组成：此前的英属印度分为三个区，A区包括印度中部和南部，B区包括旁遮普、西北邦、信德和俾路支斯坦，C区包括阿萨姆和孟加拉；作为第四部分，各王侯应该接受这种形式的联邦。但是各邦有权自己选择归属的区。这样一来巴基斯坦就可能成为区一级的中等区。

两位缔约者都表达了有保留的赞同，然而当尼赫鲁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反对这种模式的时候，真纳便收回了他的赞同，并且宣告1946年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direct action day）。其间孟加拉的首席部长在加尔各答组织了一场针对印度工人的大屠杀，以确保穆斯林占多数；幸存者都逃往比哈尔了。

尽管如此，伦敦还是促成了临时政府的建立和新的选举，这一次是选举立宪会议。尼赫鲁1946年9月受托组建政府，联盟部长们起初拒绝，到10月也进入了他的内阁，但只为巴基斯坦工作。内政部长萨特尔·瓦拉比哈·帕特尔（Sardar Vallabhai Patel）是尼赫鲁之外另一个国大党强人，在他完成使英国和印度官僚和睦相处这一绝招期间，联盟财政部部长里亚卡特·阿里·汗（Liaqat Ali Khan）封锁了所有能封锁的地方。艾德礼、真纳和尼赫鲁之间在伦敦进行的高层会谈一无所得；联盟议员们抵制1946年12月开幕的立宪会议，但国大党比以往更加寄希望于未来强大的中央权力。党的准军事组织的扩充进展得令人疑虑，因为尽管国大党要求在世界观方面保持中立，但它仍然处于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双方充满仇视的长篇大论越来越多。总督已一筹莫展。

尽管犹豫不决，临时政府毕竟还是签字同意英国延期清偿印度存储的英镑。英国用新印制的卢比支付印度在战争中的供应，并将等值的英镑储放在英国银行。战后偿付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使债台高筑的英国破产。与一个债务人相比，人们会更容易地允许一个自己控制着其账户的债权人独立，而债务人则可以借此摆脱自己的义务（Rothermund，D. 2006，66）。

首相艾德礼用在缅甸大获全胜的、拥有国王堂兄的威信的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勋爵替代了韦维尔。艾德礼已单方面将英国统治的终结定在了1948年8月。蒙巴顿直接促使日期提前了一年。因为伦敦及其新的代理领事懂得在最后阶段通过倒计时的时限压力将早已完全离心离德的印度政治家们至少凑合在一起。可是蒙巴顿对此了解甚少，他受尼赫鲁的影响很大，他与尼赫鲁，特别是与其夫人保持着朋友关系。蒙巴顿首先在内阁使团建议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计划，但是由于尼赫鲁抵制重新计划的1947年5月由各邦和王侯们自由选择加入，他转而只将划分两个新自治领的边界视为英国的任务，此事被委托给了一个英国法官。由此，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完全分裂最终正式成为政治目标。6月和7月就是否归属巴基斯坦举行了全民公决以及由各邦议会作出决定，据此 孟加拉和旁遮普被分开，但是信德、俾路支斯坦和西北邦完全归属巴基斯坦。根据7月18日英国的一项法律，巴基斯坦于1947年8月14日在卡拉奇、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在德里作为自治领获准独立。就连最后一个连接体——一个共同的大总督也未产生，真纳要求自己担任巴基斯坦大总督。由此，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获得了独立（Salman Rushdie 1981）。

但是在宫殿里实现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在茅草屋里能保持和平，情况恰恰相反。新主人还没有老主人关切边界划分的具体细节和必要的安全措施。留在印度的约4000万穆斯林从“两个民族理论”之父真纳那里得到的建议是做自己新国家的忠实公民，而且国大党也根据其世俗民族国家的构想努力保护他们。在伊斯兰教占主导的巴基斯坦，对于占少数的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教徒来说，原先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事实上，在孟加拉和旁遮普都出现了双向的难民潮，至1951年至少有1450万难民，其间双方的数字大致相等。死者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居民的交换常常质变为大规模的屠杀，仅仅对旁遮普来说就有50万人被杀害，总数接近100万。其间这里所发生的不仅是有计划地煽动起的仇恨的自行爆发，而且也有有目的的暴力种族清洗行动。针对留在国内的对方少数族裔的相应骚乱也属于此类。在加尔各答开始迫害穆斯林，随后在德里也开始了。甘地再次挺身应对民众的怒火。在加尔各答，他说服首席部长认罪道歉并与他一起平息了民众的怒火。随后他赶赴德里保护穆斯林免遭因旁遮普大屠杀而进行的报复。当时他尚能成功地仅用他的威望强迫以尼赫鲁和帕特尔为首的印度内阁向巴基斯坦支付了5.5亿卢比（1.25亿美元），这是巴基斯坦从英属印度国库应得的部分。此外很少存在好感，因为在此期间这两个新国家之间因争夺克什米尔爆发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那里的居民多数为穆斯林，而王侯们却是印度教教徒。当巴基斯坦的志愿军进入克什米尔时，大君宣布并入印度，印度用飞机将部队运往那里。直至1949年停火，克什米尔的北部和西部由巴基斯坦控制，南部和东部处于印度的控制下，并就这样 保持下来。由联合国规定的全民公决从未举行过。

甘地必须付出生命赢得最后一次道德的胜利。1948年1月30日，他在一次祈祷大会上被一个印度教教徒作为叛徒杀害了。也许这样也好，因为他最后的胜利几乎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形势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他的控制。分别共享独立不是他曾为之战斗的独立。他本人也没有参加8月15日的庆祝活动。非暴力时代早已过去，它实现了它的目标，而尼赫鲁领导下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再以此开始。就连印度内政的发展也走了一条与甘地设想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保守的内政部长帕特尔（卒于1950年）的领导下制定了一个相当集权和独裁的宪法，基本上就是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的翻版。尼赫鲁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之前一直保留的印度教的婚姻法和家庭法进行了有利于妇女的现代化改革。但是他却无法贯彻他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思想。英国的保护佃户立法已经给较大的农户带来了好处，却忽略了转租者和农业工人。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围绕着租赁展开的争论中，这些富裕农民成了国大党的依靠。帕特尔就出自这些人的行列。现在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进行了改革。大地主被没收财产并获得相应的补偿，富裕农民变成了小地主，对国大党来说他们控制着乡村及其政治意愿的形成。

帕特尔也权威性地参与了各邦归并的极其顺利的过程，英国人或多或少地听任这些王侯邦自己作出抉择。慷慨大方的补偿是成功的秘密；不过国家支付于1971年通过宪法修订中止了。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不得不使用武力，比如1948年在海得拉巴，它的尼扎姆一定要成为英联邦的独立成员。此时印度的构成有A类邦（前英属各省），B类邦（前王侯邦国或此类邦国的联合体，如1949年创建的拉贾斯坦），最后还有高度依赖中央政权的C类邦和D类属地。随后1956年的《邦重组法案》（States Reorganization Act）按照语言使用区进行了重新划分；由于进一步的变化，自2014年起邦的数量为29个，外加7个联邦属地。

巴基斯坦几乎没有融合问题，但一开始就被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困扰着，即它的国家版图由直线相距近1500公里的 两个部分组成，那里居住着完全不同的民族，中间被一个敌对的区域隔开。面积较小的孟加拉占人口的多数，却总是受制于西巴基斯坦。因此自1966年起出现了大规模的争取自治的努力，它们于1970年引发了战争。此时爆发的内战于1971年结束，依靠印度和苏联的帮助，孟加拉分离出来成为孟加拉国（Bangla Desh），而美国和英国则始终保持对巴基斯坦的消极同情。

1949年至1956年，剩余的4个法国领地经过艰难的谈判归入了印度联邦，1961年，印度占领了果阿和两块葡萄牙飞地。由此，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具有象征意义地在其开始的地方结束了。虽然在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机缘时绝没有吝于使用武力，但尼赫鲁还是特别重视展示印度政治相对于帝国主义西方在道德上具有优势。不过在迄今为止各任印度统治者（出自其家族的人数令人惊讶）的领导下，国家已理所当然地走上了向一般大国政治的方向发展的道路！

同样，在缅甸进行的也不是由英国的政治智慧长期规划的权力交接，而是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发生的短期即兴行为。自从民族主义者转向英国一方之后，常胜总司令蒙巴顿就想与他们进行合作，与此同时，总督、英国经济界和年长的当地寡头政治家们按照伦敦的意思力争恢复现状。国内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昂山和他的反法西斯联盟被投以怀疑的眼光并受到歧视，直至工党带来了转折。艾德礼在这里同样作出了加速去殖民化的决定，并于1947年初与昂山签订了一份协议，计划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立即独立和保障非缅甸族的少数民族。一个立法大会被选出来了。就在此时，新总理昂山和他的六位部长在他对手实施的谋杀中毙命。尽管如此，独立还是按计划于1948年1月4日实现，其间缅甸是亚洲唯一一个退出英联邦的国家。但是由占星学家精心计算出的独立日并没有能够使年轻的共和国（自1989年以来称Myanmar）避免遭受严重的国内冲突。

缅甸的发展进程被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当地领袖用于论证他们提出的完全自治领地位的要求。

虽然锡兰堪称渐进的、无冲突的去殖民化和与当地精英合作的榜样，但伦敦在这里无疑也受到了强逼。在“立法委员会（Legislative Council）”中，当地人成员的数量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不断增长；自1910年以来首次在一个殖民地出现了一个民选代表机构。1931年它变成了国务委员会，其63名代表中有50名是选举产生的；行政权掌握在国务委员会的各个委员会手里。在这个基础上得以 在战后争取到了“责任制内阁”，1948年2月4日争取到了独立。然而同样在这里，僧伽罗人的优势也促使泰米尔人作出反应，并且导致了内战。

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去殖民化

尼德兰人和法国人的退出进行得不如英国人那样有风度，虽然——或者也正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他们置于既成事实面前，这与英国人的情况完全不同。日本向美国投降后，苏加诺立刻提出承诺过的9月独立的要求，并于1945年8月17日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以及建国五项基本原则（pantja sila）：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代议制政府、社会公平和信仰神。苏加诺任总统，哈达任副总统，一个由135名成员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取代了议会。共和国虽然仅仅控制着爪哇和苏门答腊，却任命了所有省份的省长。1943年以来由日本人建立但随后又被解除了武装的地方防御部队成为军队的核心。此外加上一些非正规部队，它们士气很高但训练不足。1945年11月它们在泗水之战（Battle of Surabaja）中徒劳地试图顶住英国和尼德兰军队守住这座城市，这是它们初上战场。虽然英国人对共和国通常都是克制的，但这促成了1946年尼德兰人的推进，尼德兰部队部分由当年的被拘留者和从信奉基督教的东印度尼西亚人中招募的士兵组成，能够强占那些共和国尚未控制的外围岛屿，在英国的协助下占领了爪哇和苏门答腊的一些城市。为避开尼德兰人的压力，共和国政府从巴达维亚（雅加达）迁往日惹。

正在撤离的英国人和联合国敦促统一，最终于1946年11月15日在井里汶达成了《林芽椰蒂协议》（das Abkommen von Linggadjati）。协议规划建立尼德兰—印尼联邦中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它由共和国以及在尼德兰势力范围内创建的国家婆罗洲和东 印度尼西亚组成。但是这种妥协既没有得到尼德兰公众舆论的赞赏——1946和1948年的选举加强了保守派的阵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和善意的家长主义者也在推行殖民政策——而拥有印尼85%人口的共和国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多数票胜出。所有这些矛盾导致尼德兰人于1947年7月21日开始对共和国实施“警察行动”。因为印度和澳大利亚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出面，尼德兰人不得不停止行动，之前他们迅速占领了爪哇的中心区域、海港和苏门答腊的重要经济地区。他们拒绝他人干涉所谓的尼德兰内政，不过这种表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以对他们善意的美国代表为首的联合国调解委员会的积极斡旋。1948年1月17日，在停泊在苏腊巴亚的美国军舰“伦维尔（Renville）号”上达成了协议，在这些协议中尼德兰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而共和国的存在也暂时得到拯救。当然共和国的困境也推动了可以指责政府顺从美国的左派力量的发展。然而，政府成功地于1948年秋季控制了茉莉芬（Madiun）的共产党起义，这让本指望各民族力量会自相残杀的尼德兰人感到惊讶，而让美国人感到喜悦，其政府在本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从亲尼德兰转向了亲印尼；美国的石油和商业利益也因此得到巩固。

在共和国的抵制下，由继续仓促建立、最终达15个印尼国家组成联邦的计划归于失败；而右翼在本土的选举中获胜之后，尼德兰人于1948年12月9日以再次实施警察行动对计划失败作出回应，此时共和国可以利用美国人的同情。日惹被轰炸，伞兵部队俘虏了政府，尼德兰部队占领了共和国的一座座城市。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变成了政治上的失败，其主要原因不在于145000名尼德兰人此时不断受到游击队的袭扰，而是东西方世界舆论的激烈反应，特别是美国舆论的反应。联合国任命了一个正式的印度尼西亚委员会，而且美国还暗示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尼德兰项目可能会因此受到损害。因此尼德兰人必须作出让步。1949年8月23日在海牙开幕的会议结果是，新的、不再属于尼德兰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 于1949年12月27日独立，共和国立刻选举苏加诺为总统，哈达重新成为总理。由于尼德兰人玩的花招使联邦制信誉扫地，该联邦共和国于1950年8月17日转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忠于尼德兰的加尔文派信徒南马鲁古人（Südmolukker）逃往尼德兰。苏加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一条新的现代之路的榜样。

1956年，印度尼西亚单方面宣布1949年重新商定的与尼德兰人组成的联邦无效，因为尼德兰人不准备交出1949年自己保留的西新几内亚（印尼语：Westrian）。这个地区的美拉尼西亚人与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没有任何共同点。1961年确定它将于1970年独立。印度尼西亚帝国主义大肆渲染新几内亚问题像通常情况一样与内政危机管理不无关联，但它不是在1957年，而是直到1963年才在联合国取得成功，当时肯尼迪总统为了他的印度尼西亚政策向尼德兰施加了压力。新几内亚通过联合国归到印度尼西亚的管辖之下。它于1969年经一次伪全民公决以一致通过的结果被吞并。在此期间有80万印度尼西亚人迁入，而当年的70万巴布亚人中至少有10万人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统治下丧失生命。他们的反抗运动把这个地区视为“西巴布亚（Westpapua）”。2001年，印度尼西亚将它命名为“巴布亚（Papua）”并同意它内部自治，但是2003年它被分成两个省；此时印度尼西亚不是拥有26个省，而是33个省。2002年，在230万居民中有140万巴布亚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新的去中央化的背景下占据了多数省议会议席和行政官员职位。尽管如此，由于拥有石油、天然气和可以滥伐的热带森林，巴布亚一直是印度尼西亚精英，特别是军队的财源。

一场旨在获取前英属北婆罗洲的运动在1963年没有成功，该运动一直进行到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当1974年的葡萄牙政变使得东帝汶的局势动荡起来时，印尼染指的并非葡属东帝汶。马克思主义的东帝汶社会民主革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a social democrata timorese）要求独立，其他政党主张在印度尼西亚框架内自治。与澳大利亚协商达成一致之后，印度尼西亚占领了东帝汶，1976年7月17日，当时统治着印尼的军政府的总统苏哈托（Haji Mohamed Suharto）颁布法令将其作为一个省份并入印尼。不只有美国担心越战之后在反共产主义的东南亚再出现一个新的红色细胞。印度尼西亚实行的残酷统治 为了征服持续不断的抵抗也将反抗者关入集中营，据说在这里也夺去了大约20%居民的生命。直到苏联解体和在当地拥有宗教权威地位的天主教会发起非暴力行动，1989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才发生转变，1998年苏哈托倒台后，联合国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使该国独立的计划直至2002年方才得以实现。

与尼德兰人完全一样，法国人也决心在所有的政治方向上实行再殖民化，从而重新赢得自己的大国地位。戴高乐的外交部部长已经向盎格鲁撒克逊人宣布，法国不会让自己降低到丹麦的水平，并且绝不接受美国的托管计划。可是它也要对付在日本衰落的阴影中产生的一个由当地人组建的国家——由越盟于1945年9月2日在河内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Demokratische Republik Vietnam）。8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号召反对日本人的民族起义。摇摇欲坠的保大卖国政权向以胡志明为首的解放委员会交出了国印。由此，人民眼中的“上天的委任（Mandat des Himmels）”转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手中。但是没过多久，法国人便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在西贡登陆，再次将交趾支那置于他们的殖民统治之下。摆脱了日本人的中国国民党人开进北方。斗争之后，于1946年2月通过妥协完成了选举，产生了统一的候选人名单，但须为非共产党人预留20%的席位。取得赞同的过程是扣人心弦的。此时法国也大力向北方发展。通过放弃来自不平等条约的权力，它使中国人撤出这个国家，却无法否认年轻的共和国。1946年3月6日，经过谈判，共和国被作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Union française）”里的自由国家得到承认。这都是些工具，借助这些工具正在建立第四共和国的法国想要将印度支那、摩洛哥和突尼斯置于它的继续控制之下，此时法国正处于同化形成的、但绝非反殖民主义的左倾热情的新的高涨之中。夏季和秋季，胡志明率一个代表团在法国进行谈判，在细节上谈得很友好，甚至谈到了法军在北方的驻扎，但在越南独立和统一问题上毫不让步。在此期间，法国人将交趾支那变成了一个自己的共和国，将“独立”改为完全“自治”。虽然胡志明没有 从法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任何支持，但决定冒险与法国合作，尽管在国内有人攻击他是机会主义者。回国之后，他成功地通过清洗牢固地建立了自己集团的统治，这引起了法国人的担忧。

因此，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法国报刊将法国士兵与越南人之间的事件大肆渲染成即将发动的侵略的证据，1946年11月24日又将其作为从海上炮轰海防港（Haiphong）的理由，这次炮轰至少造成6000人死亡。胡志明试图与巴黎建立联系，但受到殖民当局的阻挠。12月19日，国防部长武元甲的民兵袭击了法国人——第一次越南战争开始。至1947年，法国人控制了绝大多数要地和交通线，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们的对手根据武元甲的长远战略转入了地下活动。尽管挫折连连，这项至1975年经受了多次检验的战略分三个阶段实施：（1）进行游击战，目标为将敌人与民众分离开来，通过敌人的和自己的行动，使民众站到自己一边；（2）在尽可能大的区域内建立自己的政治军事政权并组建一支正规军；（3）向依然在敌人手里的飞地发起进攻。但是法国也尝试发起了一场政治攻势，它放弃了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并于1948/1949年建立了一个重新统一的越南，首脑是再次出现于政治舞台上的保大。虽然为防万一从未施行过选举，但是1950年它与老挝和柬埔寨一起被纳入法兰西联邦，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得到中国和苏联承认。

国民党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集团经济和腐败的烙印，因而既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不可能战胜对手共产党，尽管它与后者在抗击日本时进行过合作。农民和中等阶层的大部分都转而同情干练、纯洁和简朴的共产党人，后者业已进行了成功的土地改革。对财产的担忧可以退到次要地位，因为很多财产拥有者在战争中反正已经失去了一切。所以，尽管 国民党政府拥有美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从处于明显的劣势成长为绝对占优势的对手，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湾。1955年苏联撤出东北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实行一种主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

对于越南独立同盟会来说，这一发展意味着在北方有了一个友好邻邦。与此同时，这一发展也导致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兴趣日益增长，在此之前美国对法国殖民主义持批评态度，因而更多地与印度支那问题保持距离。然而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使热心于那里的战事的美国陷入窘境。所以美国此时准备帮助非共产党的越南，不过是在为印度支那联盟国家争取自由的条件下。因此在法国，人们谈论的不再是自己的权力，而是为世界的自由和安全而战。这种矛盾导致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至1954年获得它们形式上的独立，它们悄无声息地辞别了法兰西联邦。

虽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但这场战争一直还是由法国独自承担着。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场战争在法国公众中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甚至连左翼的反殖民主义在很长时间里也被边缘化。至1951年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最后战斗却以沉重的失败告终。当武元甲开始将越南的影响也通过军事向老挝扩张时，法军总司令认为占领通往老挝的必经之路奠边府（Dien Bien Phu）能够与武元甲的精锐部队进行决战并消灭之。第一条实现了，结局却是出乎预料的失败，部分原因是越南人能够投入使用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重炮。1954年5月7日至5月8日，奠边府投降。美国国会不赞成直接干涉和在特定条件下使用核武器。就连英国人也对此持反对态度。这场战争夺去了至少50万人的生命，其中法方阵亡92000人，包括20000名法国人，11000名外籍军团士兵，15000名非洲人和 46000名越南人。据称外籍军团中大约40%是德国人，其中包括前党卫军成员［尽管后来人们发现，来自阿尔萨斯的会作诗的军团士兵、前党卫军成员乔治·福雷斯蒂尔（George Forestier）纯属文学杜撰］。1945年至1954年，法国国家支出的10%流入了印度支那，1947年至1954年总额为8880亿法郎，其间年支出从110亿法郎增加到2020亿法郎；从殖民地获取的经济利润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从美国获得的15亿美元的对法援助款中先是三分之二用于印度支那，后为84%，其中战争费用从20%增长到41%。从1946至1954年再到1957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费支出合计为1683亿法郎，年开支从194亿法郎增加到490亿法郎。不过据说1954年美国承担了战争费用的80%（Tertrais，H. 1998，2002）。

1954年，柏林外长会议的倡议促成了以英国和苏联联合主席团为主导的日内瓦印度支那会议，在会议上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威胁要大规模使用此前一直避免使用的法国服兵役者，从而达到了将北越边界定在北纬17°以及让近百万法国人的朋友离开北越的目的。因为那里进行了血腥的土地改革，对曾并肩战斗过的当地天主教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然而美国和越来越依附于美国的历届南越政权并未承认停战协议。1956年，西贡拒绝进行此前商定的在国际监督下举行的全越南选举——对河内来说又多了一条支持南越“解放阵线”的理由。

最终，约翰逊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于1964年在无把握的情况下转向对北越发动进攻。1954年获得独立的邻国柬埔寨和老挝王国也被卷入冲突。第二次越南战争和第一次一样，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民族是无法取胜的，在美国政策转变之后，1975年战争以南越政权垮台和河内统一全国而告结束。这场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轰动不亚于早先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胜利。柬埔寨变成了越南冲突的副战场，同时陷入了一场左派和右派力量之间的内战。所以1965年和1973年间，它一再遭受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不过这些行动无疑都瞒着美国公众甚至国会。1970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使得一个对美国友好的政权登上了权力宝座，紧接着内战升级。最终，1975年取得胜利的红色高棉（Roten Khmer）接管了政权，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谋杀，夺去了170万～220万人的生命。但是他们从1977年起陷入了与越南之间的边界冲突，1979年由于越南入侵他们被迫转入游击战，并且被一个亲越南的政府所取代。虽然1991年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1996年，在联合国的暂管下，红色高棉部分的自行解散才成就了议会君主制。到那时为止，作为越南对手的红色高棉人得到美国和英国毫无顾忌的提携！

同时，英国人和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一起在马来亚与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进行了一场类似的“肮脏战争”并取得了胜利。马来亚人民解放军源于战争期间的共产党游击队，参与者几乎全是华人，他们很少得到其他各群体的支持，与他们的遭遇相比，那些随后在越南也出现过的做法（喷洒化学药品，将100万华人重新安置到处于监管之下的500个新村庄）可谓小巫见大巫。虽然这里本来也有具有威胁性的马来民族主义，但英国人成功地赢得了它的信任。

英国曾打算在战争结束之后留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英国人把自己视为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制度维护者，美国在那里还很少出现。此外新加坡是商业场所，还有锡和橡胶带来的利润。因此他们紧跟时代的标志，打算于1946年4月1日成立一个英国统治下的没有新加坡的马来亚联邦，在联邦里传统的王侯们应被剥夺权力，马来人、华人（各约占40%）和印度人（约20%）这三个族群应拥有平等权利。然而马来人强烈反对，他们害怕华人，而且他们的苏丹们也不愿意被排挤掉。于是1948年7月1日成立了拥有经过修订的宪法的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它由9个邦以及槟榔屿和马六甲这两个殖民地组成。各邦在驻吉隆坡的一个英国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领导下享有内部自治。但是此时唯有马来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公民权，严格的限制主要是针对华人。

直至此时，马来亚共产党一直很平静。毕竟它作为唯一的抗日游击运动得到过英国人的大力支持；它的新任总书记甚至是英国皇家勋章的获得者。然而对华人的歧视以及种植园和矿山工人的窘迫处境导致了殖民政权与共产党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1948年殖民政权实行了紧急状态，共产党开始进行游击战。1960年他们被击败，紧急状态得以取消。英国人有时要投入12万兵力，每杀死一个敌人要花费45000美元，约等于美国人在越南的花费。

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政治解决方式。马来亚有了一个民选成员越来越多的“立法委员会”，1955年有了一个议会内阁。此外温和派和保守派都提高了影响力。在1955年选举之际，后来的森美兰苏丹东姑阿都拉曼（Abdul Rahman）王子（也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法学家）成功地从相关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政党中组建了一个支撑国家的联盟并开始与英国谈判。结果是1957年8月3日英联邦中的“马来亚联邦”独立。苏丹们轮流担任国家元首，任期为5年，在此期间他被称为“马来西亚国王（King of Malaysia）”。

新加坡还一直被排除在外，因为这座城市以其华人占人口多数和它的战略意义而成为特例。因此对待独立的愿望比较克制。在它朝气蓬勃的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的领导下新加坡于1958/1959年获得了自治，为了彻底从英国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他计划与马来西亚实现联合。

为了防止华人超过马来人占多数和为了建立另一个反共堡垒，伦敦和东姑阿都拉曼在此期间制定了一个由半岛、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和婆罗洲的文莱组成的大马来亚计划。1946年，沙捞越脱离其布鲁克家族的王公归于英王室治下。1963年8月31日建立马来西亚，同时保留马来亚联合邦的宪法。然而富裕的被保护国 文莱拒绝加入，并于1984年作为君主国独立。新建国家马来西亚并没有得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承认。1963年至1966年在婆罗洲——印度尼西亚索求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处于一种没有宣战的战争状态，其间为数10000人的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投入其中。直到1966年苏加诺丧失权力之后冲突才得以平息。1965年，新加坡在取得华人占多数的选举胜利后脱离了联邦。李光耀力求在联邦层面上进行合作，东姑阿都拉曼不仅拒绝合作，还在新加坡煽动种族之间的流血动乱。在此期间不再有人向英国进行咨询。当1971年最后一批英国军队撤出新加坡时，英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也成了历史。新加坡的华人此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既具有压制性又成功的统治体系。

以1954年的印度支那会议为标志，最迟以1957年马来亚独立为标志，亚洲的去殖民化或第三次去殖民化的第一次浪潮从根本上讲已经结束。第二次浪潮应该包括非洲殖民地中的大多数，第三次浪潮包括葡萄牙殖民帝国和其他迟到者。前两次去殖民化几乎只涉及欧洲的移民殖民地，而此时轮到了拥有非欧洲居民的统治型殖民地，当然主要只是一些较大的国家。因为此外还有很多殖民列强的较小的领地，特别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岛屿，它们直到后来才独立，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在这里去殖民化常常并非发自一场民族运动，而是发自一个希望其家园现代化的殖民国家。“虽然人们不能强迫任何人去实现自由，但是也同样不能强迫人去统治别人。”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如是说。通过相互认可实现的和平去殖民化甚至被宣布为“太平洋方式”（Aldrich，R. 2000，180，188）。在一些殖民地，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可以问自己，它们到底是否应让自己去殖民化。只有利益相关者关注它们的命运，这些人群的人口常常不足10万，少于10000人的情况也并非罕见。然而，三个西方核大国在制定新政策时也在努力确保它们在广阔的太平洋上的核弹试验场。

香港是特例之一，因为地理位置变成了财富聚集地。根据1984年签订的一份条约，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珠江口对面的澳门，中葡于1987年签署了一份类似香港解决方案的条约。

印度洋及其周边呈现了一种色彩斑斓的景象。1802年被占领的马尔代夫（Malediven）于1952年获得内部自治，1965年成为英联邦内部一个独立的苏丹国，1968年成为共和国。各个岛上当时还十分重要的军队和空军基地于1975/1976年被放弃，这使得该群岛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毛里求斯和塞舌尔1814年落入英国人手中。毛里求斯1968年在英联邦框架内独立，塞舌尔1976年亦获独立。但是1965年建立的殖民地英属印度洋领地（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的行政机构也设在那里，它由查戈斯群岛（Chagosinseln）和其他几个岛群组成。1967年至1973年，查戈斯群岛的1500～2000名混血住民被英国人强制迁往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并将这个无人的群岛转让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期限为50年。查戈斯人从一个法庭到另一个法庭为自己的家乡进行着斗争，尽管至今还未取得成功，但这一斗争证明前殖民地区域的政治选择可能性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位于苏门答腊西南的科科斯群岛（Kokosinseln）于1984年进行全民公决之后并入澳大利亚，住民主要为华人的圣诞岛自1958年归属澳大利亚。法属留尼汪岛自1946年起拥有“海外省（Département d’Outre-Mer）”地位，而再往南的、部分相当贫瘠的法属岛屿则依然是殖民地。

在太平洋边缘，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合并为东新几内亚，1973年获得内部自治，1975年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iugini）获得英联邦内的独立。所罗门群岛1976获得内部自治，1978年获得英联邦内的独立。西萨摩亚也属于德国遗产的一部分，1962年作为第一个大洋洲上的国家独立，自1970年起为英联邦成员。2002年，新西兰女总理为在托管期间的实验行为道歉。相反，东萨摩亚自1960年起成为拥有内部自治的美国属地。自1965年起，新西兰属地库克群岛亦拥有类似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独立。磷酸盐岛瑙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由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控制，1947年成为澳大利亚代行管理的联合国托管地，1968年获得英联邦内的独立。磷酸盐开采兴旺期间，瑙鲁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准。自从1990年代磷酸盐采尽以来，那里笼罩着持续的危机，人们试图通过洗钱和申请作为核废料最终储存地获得的资金进行弥补。在英国的领地和被保护国中，斐济群岛1970年获得了英联邦内的独立；移居斐济的印度人占人口多数，暂时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他们与占少数的美拉尼西亚人之间的矛盾自1987年开始导致后者通过军事政变夺取国家政权，导致大量印度人外迁和2009年脱离英联邦。汤加王国1970年在英联邦框架内独立，随后是埃利斯群岛（Ellice-Inseln）于1978年作为图瓦卢（Tuvalu）独立，吉尔伯特群岛于1979年作为基里巴斯（Kiribati）独立，两个群岛此前都获得了内部自治。最终，前英法共管地新赫布里底群岛在与法国达成一致之后于1980年作为瓦努阿图（Vanuatu）独立。英国的殖民地到今天只剩下拥有60个住民的孤立的皮特克恩岛。同样位于波利尼西亚最东端的智利的复活节岛上的居民1966年获得国家公民身份，2007年获得特别属地地位。

1957年，中部波利尼西亚合并为法属波利尼西亚（Polynésie française），主要由社会群岛、土阿莫土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组成，现在拥有“海外省”地位，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新喀里多尼亚也属于这种情况，随之岛民也拥有法国公民权和国民大会选举权。在新喀里多尼亚，被流放至此的白人或白人移民变得与当地的或作为工人被引入的美拉尼西亚人一样强大，因而独立的追求变得复杂起来。经历了严重的冲突之后，新喀里多尼亚1987年获得了一个新法规，其中包括管理层面的自治和地域之间的相互区分，对此分离主义者当然加以拒绝。1998年经过国民公决后，以“卡纳克人为本体（kanakischer Identität）”的内部自治生效，不过法国允诺在2014年至2018年举行有关独立或留在法国的全民公决。瓦利斯（Wallis）以及富图纳（Futuna）群岛在1961年就已经成为与新喀里多尼亚分离的法国海外属地，其居民拒绝独立。自2004年起波利尼西亚也享有充分的内部自治，但到2013年还拒绝给予它联合国所力求的独立。

1966年至1996年，法国在那里不仅进行了193次核武器实验，而且据说还存放了核废料。对于戴高乐来说，在丧失了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之后，波利尼西亚对于法国追求的大国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当法国开始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的时候，美国、英国和苏联已经在那里共进行了473次试验。当法国人1975年过渡到地下核试验的时候，“迟到者”法国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结束。直至1996年终止核试验，法国才得以最终从自命不凡的大国转变成为一个太平洋伙伴的角色。

在殖民时期，美拉尼西亚地区受双向移民的影响特别大，种族动乱不仅危害到斐济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而且也危害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其间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对占少数的华人的迫害，他们不得不乘中国飞机撤离所罗门群岛。有时这种族群矛盾也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矛盾汇聚在一起，双方的布道团早在殖民时期就在竞争。

尽管秉持反殖民主义的原则，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将密克罗尼西亚的绝大部分暂时作为“战略托管地”占领。其中关岛自1950年起像东萨摩亚、中途岛和威克岛一样拥有“未合并的美国领土（unincorporated US territory）”的地位。它们的居民拥有美国公民权，但不是某个联邦州的成员，没有完全的国会选举权，不过拥有内部自治。1976年马里亚纳群岛与其余岛屿分离，至1986年作为北马里亚纳群岛邦（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与波多黎各一样是美国的一个联合邦。根据与美国的自由联系条约，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自1986年起独立，条约规定外交和国防政策由美国管辖。1994年，帕劳群岛在与密克罗尼西亚分离之后也作为最后一个托管地取得了这种法律地位。在马绍尔群岛区域，美国从1946年至1958年进行了67次原子弹实验。居民的移居过早地被取消，1970年代它重新生效。1994年帕劳在宪法中宣布其为无核地区，在美国的压力下这项决定不得不取消，为此美国给予了该地区4.8亿美元的投资额。1952年至1956年，英国的核试验大多在澳大利亚的荒漠上进行，也在吉尔伯特群岛的岛屿上进行。

去殖民化的过程和计划

没有一个殖民国家有过去殖民化的计划或者进行过有计划的去殖民化。很多英国人一如既往地过高评价从大英帝国到英联邦的转变（尽管他们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几个殖民地国家），称这一转变相当高雅和未使用武力显然更是民族神话而不是历史真实。因为第一，这里涉及的不是政治智慧而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务实地适应形势，这当然可以完全被视为历史贡献。第二，英国人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间、地点也进行过残酷和成功的暴力镇压，尤其是在马来亚和肯尼亚，而这些都被淡而化之。第三，坚定地维护帝国恐怕远远超出了一个已被战争耗尽而且经济上陷入窘境的国家的能力。第四，尽管如此，英国仍然想保持自己的世界帝国的角色，并凭借“去殖民化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Decolonization）”建立新的霸权。因此他们从自己考虑往往不急于进行去殖民化。因为即使在认识到了其必要性的地方，也不仅仅是英国人硬说被殖民者政治不成熟和准备不充分，而且常常试图把自己的统治终结期推迟数十年，通常是在不损害自己的前提下。尝试过形形色色的过渡模式，大都是徒劳一场。英国人以自己经过考验的自治领为模式创建了一个个联邦，法国人计划建立一个由自治国家、非独立地区和自己的共和国组成的联盟以充当霸主。虽然尚未作好独立的充分准备的说法常常是符合实际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国家的故意耽延，因而这一论点不仅受到当事人的抵制，而且在1960年也受到联合国的抵制。

另外，没有一个反殖民运动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独立。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甚至直到最后在军事上都完全是成功的。无论在哪里，抵抗战士的政治朋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不应该忽略国际军火贸易及其在政治上至今还云山雾罩的途径。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有时也存在着由殖民国家发起的去殖民化，甚至出现相关居民拒绝去殖民化的现象！尽管并未面对一场反殖民运动，这些殖民国家也想卸掉领地的包袱。

但是去殖民化即使不是完全地，也是在极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国际框架条件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殖民国家“自家”的政治形势。第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新的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只要没有涉及它们自身的利益，它们会严厉地反殖民主义，而且根据具体情况甚至完全作好准备支持独立运动，就像美国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所做的那样。当然，这样做美国人就可能陷入与它的北约伙伴的矛盾之中，如殖民国家英国、法国和葡萄牙。

第二，联合国已一步步地发展成一个反殖民机构，单就数量而言，联合国成员国中的前殖民地国家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主要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与安理会决议不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安理会中除世界大国外，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还有英国和法国。尽管如此，联合国自1948年起不断地使用中立成员国的军队参与去殖民化进程，但不是作为解放者，而是为了平息参与各方无力控制的冲突。

第三，联合国全体大会的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也绝不是毫无效果。它们对于世界公众舆论的反殖民的重新定位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但是尽管如此依然具有很大的意义。殖民列强此后在这里不断遭到诟病，尽管它们试图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同时展开目标明确的宣传运动。就连历史书写也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转变，一些重要的意见领袖从颂扬民族帝国转为与被殖民者联合起来尖锐批评殖民。

第四，世界大国、联合国和世界舆论影响了殖民列强的内部情况，它们的国家发展中的特殊情况同样可能具有重大意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的财政窘境，或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或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

简而言之，成功的去殖民化通常取决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个足够强大的独立运动、一个有利的国际形势和殖民大国愿意作出妥协。

只要已完成去殖民化的国家的政治领袖随后能够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他们便常常一方面倾向于尽可能与两个世界大国及其附庸之间的持续冲突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将去殖民化进程尽可能地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推进。首先，印度总理尼赫鲁借助由甘地积累的国际声望使自己成为和平共处不结盟政策的代言人。1955年4月，应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邀请，来自亚洲和非洲的29个国家的代表（其中17个已是联合国成员国）聚集在爪哇的万隆召开会议，讨论共同的利益和问题。除中立国外，还有倾向西方和倾向东方的国家出席会议，如伊朗、日本、约旦和南越为一方，中国和北越为另一方。美国害怕中国和印度取得的成就，英国人主要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非洲。两国都对各自的盟友施加了强烈而成功的影响。尽管如此，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的联合公报以及其他文件还是谴责继续存在的殖民主义是敌视进步的，谴责其违背了联合国宣布的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并且号召加速清除殖民主义。诚然，这只是话语，但却是暴风雨般的话语（尤其是在非洲），是引发了在道德层面上反对继续存在的欧洲殖民统治的话语。而且不仅仅如此。万隆由此架起了通往第三次去殖民化的第二次浪潮（非洲浪潮）的桥梁。亚洲为非洲指明了道路。

可是具有更高道德要求的新世界秩序却没有实现。印度自身很快也像其他新建国家一样被卷入普遍的权力政治矛盾，因而人们自问，和平共处思想是否起着与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类似的作用：它是弱者的一种有力工具，当不再需要时他会即刻放弃它。的确，年轻民族的领袖们不要西方榜样也能出色地表演人性和政治卑鄙的老把戏。不过他们能够从他们当年的主人们那里接受用于这一目的的新工具：技术工具、经济工具、大众传播工具和意识形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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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帝国主义是一种倒退，即退回到资本主义前的野蛮掠夺和剥削模式，它是人类社会演进早期阶段的遗留。——编者注

[2] 根据我国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30万以上。——编者注

[3] 巴莫曾在英国统治时期任英属缅甸总理（1937～1939年），后来又在日本占领期间任缅甸国家元首（1943～1945年）。

[4] 即抗日人民军。


第二十二章 晚期殖民主义和非洲的去殖民化

反殖民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晚期殖民主义

欧洲殖民统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达到了它的高潮，与此同时也进行着以英国海外领地取得实际主权为标志的第二次去殖民化。南非的情况表明，这次去殖民化与美洲的第一次一样都是白人移民的事情。但是在已建立起统治的亚洲殖民地，当时能明显感觉到新的反殖民冲动，锡兰和英属印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内部自决，它可以被解释为通往自治领法律地位道路的一个阶段。第三次去殖民化，也就是“有色人种”的去殖民化，在亚洲也已经开始。可是在殖民列强那里，非洲人的独立还不是讨论的题目。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非洲也给白人的声望造成了一次打击，非洲人的自我意识通过他们巨大的战争努力得到了加强，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交往和积累经验。即便是打上西方烙印的非洲人也得不到欧洲革命取得的那些权利，而这种情况不仅仅在政治发达的塞内加尔非常突出。除北非外，非洲人将自己的要求限定于现行体制框架内的政治参与。虽然青年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的媒体可供使用，而且并不缺少引起轰动的行动，但是“黑非洲”缺少群众政治基础。与能够和历史上的政治体联系在一起的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相反，现代“黑非洲”的民族主义涉及的不是寻求建立一个国家时的语言和文化民族。在这里，国家的形成不得不先于民族的形成！

这也可能受到外部动力的直接影响。泛伊斯兰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奥斯曼人所利用并且自此变成了泛阿拉伯主义，后者对埃及施加了一些影响。而泛非洲主义 在很长时间内很少涉及“非洲”，更多涉及的是“非洲人”。它从美洲发起并且希望成为黑色种族的运动，在马库斯·奥勒留·贾维（Marcus Aurelius Garvey，1887～1940年）那里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特性，包括常见的拼凑历史的现象。在哈佛和柏林完成学业的美国人威廉·爱德华·布格哈特·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868～1963年）与西印度人亨利·西尔维斯特·威廉姆斯（Henry Sylvester Williams）一起在世纪之交发起了泛非洲主义运动；尽管具有种种国际特性，但这场运动中，首先是各种种族问题在美国受到重视。

尽管如此，在他们于1919年至1927年召集的四次泛非洲会议上也有来自非洲的代表。与这一首倡相关联的还有其他组织，特别是1920年成立的英属西非国民议会（National Congress of British West Africa）和1925年在伦敦成立的西非大学生联盟（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日后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领袖们就产生于它们中间。绅士会议无法否认印度模式，它实际上为在英属西非采用新宪法作出了贡献，1923年至1925年，这些宪法首次计划设置黑人代表。在法属非洲政治活动空间还比较小，因而在这里，对应英语泛非洲主义的是主要表现为文学运动的“黑人文化传统认同（négritude）”，其中有来自海地的让·普瑞斯-玛斯（Jean Price-Mars），来自马提尼克的艾梅·沙塞尔（Aimé Césaire），来自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年），“有中学和大学教师资格的人（agrégé）”，诗人们，法国部长和“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成员。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与西方文明保持批判距离的做法，它对非洲文化遗产进行了相当浪漫的“升华”——使用西方文明的语言来书写。人们尚在为“有色人种的法国人”而战斗。也许就是这种对待事物的观点为法国在后殖民时期与其当年的殖民地精英们相对宽松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然而在英属和法属区域都存在明显的共产主义行动。西印度人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1903～1959年）最初就是共产主义者，其伦敦的圈子曾经拯救了泛非洲主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计划。列宁如此重视反殖民运动的可能性，当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出其右。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了反殖民政策，威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1927年在布鲁塞尔组织召开了反对殖民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会议，尽管当时亚洲处于中心地位，但仍有阿尔及利亚和“黑非洲”的代表出席会议。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殖民地独立的联盟建立起来，使得各殖民地管理机构产生了持续多年的对共产主义者的恐惧。也许共产主义能够 承担起第三次去殖民化的领导角色，但是当斯大林开始接近西方时，反殖民主义却于1930年代中期衰落了。像帕德莫尔一类的人非常失望，即刻与共产主义决裂。除了白人领导下的南非，共产主义政党在非洲还几乎没有产生。

在社会主义方面，工党从来也没有完全敌对殖民，以至于1924年和1929年至1935年，工党执政期间几乎没有进行殖民政策的创新。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非官方影响根本就不可能被过高评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作为当年殖民地未来领导人培训地的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Fabian Society）”[1]制订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殖民政策计划。它要求以民主机构取代反动的间接管理；计划提供毫无附加条件的发展援助以反对工业化，为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殖民地规划了自治领地位。这些不可能不影响到1945年至1951年的工党政府，虽然这届政府除了一个庞大的去殖民化计划还有其他完全不同的忧虑，并且总归首先必须在亚洲进行一次尝试。但是它毕竟作出了承诺，它的保守党后任再也无法回避这些承诺。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从反殖民主义走向殖民主义。他们寄希望于殖民地渐进的平等并且在此框架内支持政府的殖民政策。1927年，党代会作出决定：以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同化和殖民地实行“自治”为目标，没有谈及独立。虽然人民阵线政府开始了一项相应的改革计划，但它几乎无法贯彻下去。后来该党接受了这一教训，采取了选民的民族主义路线。

而对非洲的推动则源于一个个事件。“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被认为是殖民统治的失败：销售困难，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提高赋税，失业，各种形式的强制措施等。另外，当时转向引导性经济促使英国人首次设计了一个发展计划并为此提供了资金。在法国，相应的尝试停滞不前。

埃塞俄比亚危机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印象，也许很少是由于意大利进攻本身，而更多是因为西方列强和它们的国际联盟的失败。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各种尖锐的观点和态度，比如后来的加纳领导人夸梅·克鲁玛（Kwame Nkrumah）写道：“……仿佛突然之间 整个伦敦向我个人宣战……我因我的民族主义必须挺身而出。”（Wilson，H. S. 1977，273 f.）

但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非洲从最初就参与其中。法国招募了161361名西非人，其中10万人与德国人作战，阵亡3万人。1940年的11000～16000名非洲战俘中有1500～3000人被德国人杀害，其他人受到符合惯例的对待，尽管如此，活下来的仅有一半人。英国人投入了374000名非洲战士，主要用于对意大利人作战和在缅甸对日本人作战，此外还有近东的165000名没有武装的工兵和劳工，其中损失约15000人。可是法国的崩溃和意大利的参战首先将英国人逼入了困境。不仅仅是因为意大利的领地威胁着苏伊士运河和印度航路，法属西非大总督决定投靠与德国人合作的维希政权大概相当于为敌人提供了任意进攻的可能性。只有乍得总督菲利克斯·埃布维（Félix Eboué），一个黑皮肤的西印度人，完全保持着此前权威的殖民政治路线，而维希政权几乎没有必要加强这一路线。埃布维选择了“自由法国”，并且使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站到了同一边；1941年自封的自由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提升他为大总督。此举为同盟国架起了从尼日利亚通往埃及的桥梁。在此期间，英国人清除了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1941年5月5日，海尔·赛拉西得以重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此地曾经处于英国人的监护下，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兰也保持着这一监护关系。在北非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意大利在那里的失败导致了德国的介入，后者直到1942年才最终受挫于阿拉曼战役。此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赶回了西部，直到他们经过了一段对突尼斯的短暂控制之后，不得不于1943年离开北非。1942年，同盟国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西非宣布赞同戴高乐，英国人占领了马达加斯加。虽然戴高乐需要一些手段才能达到目的，但是现在非洲所有的领地都隶属于自由法国。意属利比亚北部被英国人占据，南部的费赞（Fezzan）被法国人占领。

非洲人不仅在非洲和欧洲参与了胜仗，而且同时也经历了其主人的失败，尤其是经历了白人地位的降低，也许这是他们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里最重要的一番经历。此外，他们在 殖民统治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创造了巨大的战争经济成就，因为比利时、英国和法国有时只能依靠它们非洲领地的产品。比利时为同盟国提供刚果的矿藏，特别是为美国人的原子弹提供价廉物美的铀。由于进口缺失，工业化开始实行，与此相应在南非出现了繁荣，而农民和工人却为此承受着包括强制劳动在内的巨大压力，现在英国人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针对此，政治宣传就不得不开始展望战后的未来了——人们再也不能绕开这个问题了。

但是这里指的是改革，政治依赖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1944年，戴高乐召集非洲总督们在布拉柴维尔开会的时候，宣布了一套较人道的殖民政策，但是也明确地把遥远未来的自治排除在外。1946年在非洲议员参与下制定的宪法用一个新名字“海外领地”将殖民地重新变成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居民从“土著（indigènes）”升格为“当地人（autochthones）”。法兰西联盟现在的决定性纲领在维希政府时期就已经拟定了。比利时认为没有政治改革也应付得了。而在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人，对他们来说，非洲独立虽然还没有到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候，但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当然，这里列入议程的暂时还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发展。

1945年之后，当大量专家拥入这里，为了这个地方以及各大都市的利益而进行开发的时候，非洲正在经历第二次殖民化。各个国家和国际康采恩的生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旺。当英帝国在亚洲土崩瓦解的时候，1947年至1957年，殖民地服务局（Colonial Service）非洲事务处的人员增加了50%。早在1929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殖民地发展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ct）为帝国批准了100万英镑的年预算；1940年以战争为基础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将这笔款项提高到了500万英镑。1945年的同名法案将其增加到10年投入1.2亿英镑，这意味着从收支平衡政策最终转向了发展政策。可是，这一发展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讲关系到大都市的利益，否则在严峻的战后形势下，这种巨额开支根本无法贯彻下去。从殖民地进口是为养活正在忍饥挨饿的民众作贡献，民众主要缺乏的是脂肪。国家采取了比以往更加严格的措施保障 大都市的优势，特别是人为压低采购价，并且收回强行向第三国，特别是向美国出口可可豆、橡胶、西沙尔麻、花生、矿物和很多其他商品所挣得的外汇。当英国的国际收支面对美国处于窘迫地位的时候，殖民地为它挣得了宝贵的美金，例如马来亚、加纳和尼日利亚。人们估计，虽然英国1945年至1951年向殖民地投入了4000万英镑的发展援助资金，但却从那里获得了1.4亿英镑的进账。然而一些费用昂贵的发展项目不得不被放弃，例如修建一条从南非通往肯尼亚的铁路的项目，或者由国家组织的在南坦噶尼喀种植花生的项目。在坦噶尼喀，铁路后来由中国人投资建成！政治上，工党政府追求的是“政治进步（political advancement）”，远期目标是“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例如为最为发达的黄金海岸设定了20～30年的目标，但绝对不涉及独立。

对法国来说，1946年至1952年尤其被称为殖民帝国主义的高潮。但是现在法国也同样首次以那个1946年成立、至1958年拥有差不多85亿德国马克资金的“经济和社会投资发展基金组织（Fonds d’investissement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et social，一个漂亮的缩写F.I.D.E.S.）”为依托，踏上了发展援助的道路；早期的发展援助项目一如既往地使用贷款来提供资金。然而这件事情的目的在于，在传统的自给自足政策的意义上确保特定货物的销售或供货。

1952年前后，由于韩国的繁荣，战后危机已经过去。英国的殖民地开始变成威胁，因为它们中的一些像战时的印度一样，受贸易政策影响，积存了巨额英镑债权，若兑付它们就会损害英国的国际支付平衡，并进而损害一直还在捍卫的英镑作为国际主要通用货币的角色。1956年进攻埃及（苏伊士危机）的费用使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降到了英镑集团运转必备数量的界限之下。英国的贸易政策变得更加自由，和投资商一样更果断地转向了欧洲市场。1957年，一份给内阁的评估得出了一个谨慎的结论，称放弃殖民地可能对经济更为有利。1958年，英镑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英镑继续贬值，到1967年兑美元汇率不得不从2.8降至2.4。

即使在法国也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政策的转变势在必行，其间英国的保守党 政府鉴于这一状况于1959/1960年在非洲掀起了去殖民化的“变革之风（wind of change）”。前文描述过的近东的第二次去殖民化背后也存在一种经济推动力。但是我们无法证明，殖民地首先是基于经济政策考量被认作无利可图而予以排斥的，尽管经济政策的总体考虑理所当然会融入政治决策。然而，公司或公司集团对去殖民化的具体影响十分有限。相反，很多企业懂得巧妙地迎合新的力量关系，或者至少作过这样的尝试。不言而喻的是，只要殖民贸易还有利可图，去殖民化就是不可取的。

可是，对于新的世界大国美国来说，这完全是可取的，在战争期间那里就在讨论为所有的殖民地建立国际托管，虽然它仅限于旧的国际联盟托管地和意大利的领地，但殖民列强却有义务就各自占有的其他地区做报告。丘吉尔顽强地反对这个计划并取得成功。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反殖民主义进一步减弱。但是它将自己的计划传递给了1945年新成立的联合国，其51个创始国中，27个是当年的殖民地。

联合国接管了国际联盟的托管地，但不同的是，联合国通过托管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发挥着真正的监督作用。但是，联合国大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反殖民主义的世界论坛，虽然这种新的亚非民族的庞大集团很快就分解成地域或者意识形态群体。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3e条，殖民列强必须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各自领地的发展状况。这项规定被联合国大会常务委员会定为反殖民主义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比如将其用于了罗得西亚。重要的是1960年12月14日颁布的《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其中的核心话语可追溯到1955年万隆会议宣言，即不允许将“准备不充分”作为推迟独立的借口。联合国政策绝对取得了成功，比如有关前意大利殖民地的决定，再如托管地多哥、喀麦隆和坦噶尼喀能够把联合国当作论坛使用，因此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获得好处。即使是联合国军事介入某些冲突也会产生有利于 前殖民地的效果，比方说在刚果/扎伊尔就以这种方式使国家的统一得以保留。

法属“黑非洲”的精英们首先寄希望于合作，而北非人则企图利用战争实现他们影响深远的计划，却遭受了失败。在突尼斯，部分民族党人向德国大献谄媚，但是民族领袖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却坚持与法国交往。在阿尔及利亚，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与他的朋友们在1943年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Manifest des Algerischen Volkes）中要求与法国相关联的自治；因为他也把宣言呈送到了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代表手中，致使他遭到了软禁。在摩洛哥，苏丹与罗斯福总统会面，从后者的反殖民主义态度中汲取了那么多的希望，以至于1933年成立的民族党在宫廷的秘密支持下于1944年以新的名称复活：独立党（Istiqlal）。但是它的领导人还是先进了法国监狱。

因此，英语区域成了推动力最激进的地方。1945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第五次泛非洲大会，但以杜波依斯为首的主席团被激进的帕德莫尔集团所控制，该集团于两次大战之间在英国形成，成员是那些在美国上了大学并于1939年在那里成立了非洲大学生联合会（Af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的非洲人，其中有来自黄金海岸的夸梅·克鲁玛。大会通过了两份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励的决议——“对殖民地列强的挑战”和“对殖民地工人、农场主和知识分子的宣言”，其结束语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启示：“全世界殖民地和被统治的人民联合起来！”现在民族独立变成了第一步要求，而不是像在善意的英国的考量中被当作最后一步——民族独立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发展的结果。在必要时为了它的实施可以考虑使用武力。此后不久，克鲁玛和肯雅塔（Jomo Kenyatta）等人回到了非洲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但是第一批成果的产生并非仅仅出于他们的行动，因为即使那里的非洲人都被充分地动员起来，也不足以实施去殖民化。也就是说，去殖民化成功还需要另外两个条件：殖民列强的让步和一个有利的国际局势，它首先对殖民列强施加压力，并且依靠外部的帮助向非洲人提供补给。非洲人绝对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独立，而且独立也绝对不会通过殖民列强单方面的精心规划施与他们。更确切地说，不管怎么样，独立都是在前面提到的力量的三角关系中成长的。

1918年至1977年的北非和东北非

北非成了去殖民化的先锋，因为尽管受外来统治，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仍然保持着它们的政治同一性，还因为这里的意大利殖民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重新划分。苏丹也随之陷入发展的旋涡中。

1914年奥斯曼帝国参战时站到了德国一边，埃及随即与它分道扬镳，并且自此公开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此期间，一场强大的民族运动在由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和地主所构成的新精英们中兴起，而由于战争的劳顿，在人民中充斥着强烈的反英怨恨。因此1918年萨阿德·扎格卢尔（Sa’d Zaglul）向高级专员温盖特提出要求，要带领一个华夫脱党（Wafd）代表团在和平会议上代表埃及，还要求独立，而得到的回答是被逮捕和流放，此事导致了民众动乱，“华夫脱”也成了一个独立党的名称。1922年，英国最终作出让步，但以广泛的保留权力阻滞了埃及的独立：帝国的交通道路，特别是苏伊士运河以及国防仍属英国管辖，外国人的特权没有被触及，埃及也没有得到他们所争取的对苏丹的主权。虽然福阿德一世（Fuad I）颁布了一部法律，却表示英国人是君主和支柱。持反对态度的华夫脱党最终作出让步，于是在新国王法鲁克一世（Faruk I）统治时于1936年达成了一个持续到1956年的妥协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军队撤回到苏伊士运河地区，外国人的特权被废除。

但是，1939年埃及人违背条约，拒绝参加反对德国的战争，而是与轴心国眉来眼去。经济危机和伊斯兰教革新导致了极端化，从此华夫脱党更像一支保守力量。1942年，轴心国站在埃及家门口时，英国人强迫法鲁克任命了华夫脱党内阁，这又被看作新的屈辱。虽然1944年华夫脱党政府促成了阿拉伯联盟（Arabische Liga）的成立并且懂得把开罗打造成泛阿拉伯主义的所在地，却无法保持它的权力。1948/1949年败于新成立的以色列使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分裂公开化。当埃及拒绝加入西方的防御体系时，它也未能通过1951年10月单方面废除1936年的条约赢得极端分子的支持。

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密谋集团突然出手，军队接管了政权，国王流亡海外。1954年，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 el-Nasser）中尉取代受人欢迎的纳吉布（Muhammad Nagib）将军成为埃及的领导人，1956年建立一党制的总统制共和国。但是这一新的阿拉伯社会主义（der neue arabische Sozialismus）既没有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投身于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而是投身于农业改革和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宪法把埃及诠释为一个“阿拉伯民族”的胚细胞。1958年成立的由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组成的所谓联合阿拉伯共和国作出的不同的联盟尝试均被证明是没有生命力的。而纳赛尔最大的外交成就产生于1956年在苏伊士危机中的军事失败。

根据1954年签订的条约，英国撤离了运河地区。但是埃及并不准备加入1955年签订的《巴格达公约》（Bagdadpakt）。当无法再从西方获得建设已经计划好的新阿斯旺大坝的贷款时，纳赛尔转向了东方集团（Ostblock），并于1956年没收了英国政府占有44%股份的苏伊士运河公司。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把纳赛尔视为一个穆斯林的墨索里尼，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新的希特勒，因此必须避免重演1938年的“绥靖政策（appeasement-Politik）”。虽然纳赛尔宣布愿意继续承认1888年签署的《运河公约》（Kanalkonvention），但是英国、法国和反正已计划好进攻埃及的以色列以老帝国主义风格的军事行动对埃及发起了突然袭击。但是在世界列强的压力下它们不得不可怜地撤回。然而运河上的交通当时并未中断，直到1967年至1975年由于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其他的战争才中断。这次危机大大提升了纳赛尔的威望，他跃升为反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与此同时，老殖民列强的荣誉损失如此巨大，它们的非洲帝国的解体也由此开始了。苏伊士虽然没有引发这种解体，但却预告了它的到来。据说当时英国公众都已经认识到英帝国时代已经逝去——民主是成功去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可是纳赛尔也没有成功地掌控苏丹。1924年，英国人将埃及人从那里驱逐出去，当1936年该托管地形式上得到确认时，唯一的结论就是苏丹人可以充分利用埃及牌来对付英国牌。民族运动的承载者起初更多地是小资产阶级和尼罗河中央地区受西方影响的行政干部们。很能说明特点的是第一批苏丹政党的领袖是喀土穆戈登纪念学院（Gordon Memorial College）的两位教师，这个学院是培养官员的地方。这些“阿凡迪亚（Effendiyya）”——苏丹人这样称呼此类人——依照印度的榜样创建了毕业生全体大会（Graduates’General Congress）作为传达他们的种种努力的传声筒，它在1942年处于危机时向英国人提出了它的要求，当然除承认埃及的要求外，还包括要求独立。在遭到拒绝之后，一部分人继续坚持与英国人合作，而另一些人则尝试着打埃及人这张牌。双方都与国内最强大的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联合，在这件事上，马赫迪派支持对英国持友好态度的路线，因为“哈特米亚（Khatmiyya）”早在19世纪就同情埃及，现在是为了阻止一个有可能建立的马赫迪王朝。战争结束时与马赫迪分子的“乌玛党（Umma）”抗衡的是“阿希加（Ashiqqa）”，即后来伊斯梅尔·阿尔·阿扎里（Ismael al-Azhari）领导的民族联合党（National Unionist Party，N.U.P.）。与和埃及艰苦的谈判相关联，1946年英国决定20年之内给予苏丹自决权，并为此从该国家统一出发修正了1930年开始实施的分离非伊斯兰的南苏丹的政策。然而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是阿拉伯化的穆斯林，南方是黑人基督徒，因分离政策而增强的南北方敌对并没有被克服。反复出现的对南方的歧视于1955年导致了一场暴动，英国人将它作为长久的纠纷留给了独立的苏丹。1948年选出的立法大会上北方拥有67个席位，而南方只获得了13个，英国官员得到6个。它被乌玛党控制着，因为民族联合党将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傀儡戏加以抵制。由于英国人只能在埃及人和苏丹民族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所以1951年迅速宣告那里将在1952年实行自治，来对开罗废除《托管地条约》（Kondominiumvertrag）和宣布法鲁克为苏丹国王作出回应。但是埃及的新的国家元首纳吉布（本人即苏丹人）准备在三年之内承认苏丹自治。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已经没有退路。1953年，民族联合党赢得了新的两院议会的选举，其领袖阿尔·阿扎里成为总理。但是他没有执行与埃及联合的政策，而是忠诚地与英国合作，就这样带领着国家于1956年1月1日在尚无宪法的情况下早早地走向独立。在这一时刻，非同一般的阿凡迪亚政治的权力基础已经瓦解；两位宗教领袖相遇，阿尔·阿扎里被推翻。只是随后的联合显得那么不稳固，以至于总理本人1958年要求军队接管政权。

自1942年起，相邻的埃塞俄比亚重新独立；1944年英国不得不放弃保持非正式控制的尝试。埃塞俄比亚皇帝运用高超的策略恢复了他日后还将持续33年的统治，在国际上他被盛赞为非洲独立和团结的先锋。他聘用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顾问，这虽然使他的政权现代化，但同时也把它扩建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个人化、绝对化的统治，而这没有使他受到任何损害。1955年颁布的宪法建立了立宪制政体，不是议会制政体。直到1974年发生的导致君主制被废除的军事政变才带来了政治上的转变。

意大利的老殖民地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和利比亚的命运比较复杂，战争结束时，除了被法国占领的费赞，其他地区都处于英国的掌控之下。埃塞俄比亚的帝国主义分子梦寐以求想要继承他们的敌人意大利的遗产，而利比亚则被视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以至于除英国、法国和新意大利外，埃及、美国甚至苏联都对它都表现出了兴趣。由于战胜国无法达成一致，这个问题被排除在1947年与意大利签订的和平条约之外并被委托给联合国。此时意大利试图将这些海外领地作为托管地收回，这一意图得到拉丁美洲朋友们的支持，也得到法国的部分支持，主要是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者想借此在选举中支持意大利共产党人。最终制定了英国和意大利的《贝文—斯福尔扎方案》（Bevin-Sforza-Plan），根据此方案，索马里兰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属于意大利，昔兰尼加属于英国，费赞属于法国，厄立特里亚一半属于埃塞俄比亚一半属于苏丹。1949年这个方案在联合国大会上未获通过时，以英国为后盾的赛努西教团的领袖宣布成立一个独立国家。随即联合国大会同年就作出决定，至1952年利比亚事实上应获独立。索马里兰的管理被委托给意大利，直至其10年后独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被派往厄立特里亚。

此时厄立特里亚的形势令人捉摸不透。在高原有一个由东正教会组织的、得到亚的斯亚贝巴支持的政党，它赞同与埃塞俄比亚联合，而低地的穆斯林们则赞成独立。另外在高原还有一个地方主义运动，它赞同与埃塞俄比亚的北部地区蒂格雷联合独立。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无法就什么是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意愿的问题达成一致。联合国决定，应该促成一个与埃塞俄比亚联合的自治的厄立特里亚，1952年它得以实现。但是埃塞俄比亚政府老练地直至1962年都将这个地区的地位限制在一个普通省上。因此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开始战斗，1975年，埃塞俄比亚革命政府从它的前任那里继承了这场战斗。战斗一直持续到1991年。1993年，厄立特里亚作为第52个非洲国家独立。

一个民族能够在民族和文化统一的坚实基础上发展，这样的地区在非洲为数不多，索马里兰是其中之一。造成问题的是在邻国进行的索马里民族统一运动（irredenta[2]）。但是英国于1948年承认了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人居住的东南地区的主权，并且很少考虑退出北肯尼亚的索马里地区，就像法国准备允许吉布提的伊萨（Issa）与索马里合并一样。1941年至1949年的政治化是英国人有意推动的，当1949年至1960年在南方的相当成功的意大利托管结束时，意属索马里兰和刚刚进行了第一次大选的英属索马里兰于1960年联合成为索马里共和国。但是1969年，这个民主政权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促使联盟转变了外交政策。在皇帝还在亚的斯亚贝巴掌权期间，索马里与苏联串通一气，当埃塞俄比亚的新主人开始走东方路线时，它于1977年又接近西方。1978年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围绕着吉布提的小小的法属索马里兰的行政当局巧妙地利用着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在内部利用相互对抗的各个民族，依靠占多数的阿法尔人对付伊萨人。因此，1958年这个地区同意留在法国，1966年戴高乐访问该地区时，伊萨人的独立要求摆在了他的面前，1967年该地区再次同意留在法国。1967年至1977年这个地区成为“阿法尔和伊萨领地”，由法国人和阿法尔人治理，随后在1977年被允许作为“吉布提共和国”独立。

1951年，利比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作为联邦独立。英国根据当年的战略还在寻找 能够替代在埃及的根据地的地方，它促成了赛努西教团领袖伊德里斯一世（Sayyid Idris）的君主国的建立，但由此也制造了很大的内部问题，因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是较发达地区，而且结构与昔兰尼加不同，因而绝不可能向赛努西君主国宣誓效忠。此外，利比亚起初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就连1960年代石油的繁荣也使得社会的躁动和对亲西方政府的不满继续增长。所以，最终在1969年，以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Gaddhafi）为首的亲阿拉伯的军官团接管了政权，他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纳赛尔之后的阿拉伯革命的领袖。

法属马格利布应该是在印度支那之后为法国去殖民化政策的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法属非洲的解放意愿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但站在另一方的是170万法国移民（1955年），他们首先通过在大多数内阁中都有其代表的激进党对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施加了巨大影响。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们能够引证其属于母国，所以那里爆发了非洲最漫长、最血腥的解放战争。与此相对，两个被保护地区则从它们的地位和移民的存在较弱中获得了好处，特别是从它们的民族同一性中受益匪浅，这种同一性在阿尔及利亚只能在武装斗争中成长。由于情况和利益各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团结一致的行动的计划终归一无所获。

突尼斯的优势是中级干部完全由自成一体的现代精英组成，他们主要来自突尼斯中部的萨赫勒地区。他们遏制了突尼斯的老绅士们或者吸收了他们的儿子们，这也反映在公共机构中。1919年，绅士们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政治主张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德斯图尔宪政党（Destur-Verfassungs-Partei）”，行动却非常谨慎。1934年，一个在法国学习并且与法国人结婚的来自意大利莫纳斯提尔（Monastir）的律师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1903～2000年）在民众中发起了一场运动，创办了一份报纸并建立了“新德斯图尔党（Neo-Destur-Partei）”。他很快就被驱逐出境，1936年在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他才被允许返回，1938年动乱之后在法国被捕。他的政党被禁。1943年，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将他带回突尼斯，但他非常聪明，没有像他的政党的其他成员那样把宝押在轴心国身上。同年，一位过分独立和锐意改革的州长被法国人罢免。1945年至1949年，布尔吉巴在开罗为独立进行鼓动宣传，接着在突尼斯献身于他浴火 重生的政党。在此期间，该党受到一些群众组织的拥护，特别是强大的工会联合会突尼斯总工会（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U.G.T.T.），1955年其15万会员中有80%属于该党。布尔吉巴的代理人萨拉赫·本·尤塞夫（Salah ben Youssef）扩建了党的机构，直至1951年参与到政府中。由于同时关于内部自治的谈判在殖民者的压力下失败，自1952年起，煽动和压制、恐怖和反恐怖升级了。布尔吉巴再次被捕。这时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作出决定，在丢失了印度支那之后也要清理与各北非保护地的关系，当然其意图在于将阿尔及利亚更加紧密地与宗主国结合在一起。1954年他允诺突尼斯内部自治，1955年布尔吉巴奏凯而归。在他的对手中，工会的创建者已经于1952年被谋杀，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萨拉·本·尤塞夫被逼入了恐怖主义的死角，赞同社会主义政策的新任工会领导人艾哈迈·本·萨拉赫（Achmed Ben Salah）在其对手的帮助下被中立化，尽管布尔吉巴自己于1961年又回到了这项计划。在此期间，突尼斯于1956年独立，1957年州长被取消并创建了以布尔吉巴为总统的共和国。1959年的宪法建立了总统制政府的一党制国家。1964年和1969年，布尔吉巴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重新当选，1974年成为终身总统，但1987年被他的总理，即后来的独裁者本·阿里以年迈力衰为由废黜。1963年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宪政党（Parti socialiste déstourien），自1965年至1969年，该党在本·萨拉赫的主持下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但失败在农业合作化上。它导致了来自杰尔巴岛（Dscherba）的本·萨拉赫及其集团的垮台以及萨赫勒人重新占据优势地位。此时，符合正在上升的突尼斯资产阶级利益的再私有化开始了。

突尼斯从西方获得了贷款，当从法国得不到时，又从美国那里获得了贷款，因为虽然布尔吉巴执行的是一条阿拉伯和反殖民化的路线，但它是温和的和亲西方的。他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把法国人驱赶出比塞大（Bizerta）海军基地，1964年没收了法国移民的财产。当阿拉伯联盟因为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将其排除在外时，就像从前作为阿尔及利亚流亡政府的避难地一样，突尼斯取代开罗在1979年至1989年成为阿拉伯联盟的所在地，1982年成为被赶出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驻地。另外，布尔吉巴致力于为巴勒斯坦冲突寻找一个现实政治解决方案，并且 反对卡扎菲追求霸权，就像当年反对纳赛尔追求霸权一样。1969年他与欧共体签署了一份联合条约。

与混乱和充满敌对情绪的摩洛哥相比，突尼斯显得非常忠实。由于利奥泰元帅的间接统治政策，他的现代精英不像突尼斯精英那样深深扎根于国内，因而法国人能够轻易地利用柏柏尔人对付城市里的阿拉伯人。当穆罕默德苏丹与独立党（Istiqlal）合作时，马拉喀什（Marrakesch）的塔米·阿尔·戈劳伊（Thami al-Glaui）帕夏被推动着与他的柏柏尔人发生冲突。苏丹不得不于1953年退位，但即使身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他依然是民族独立的象征。随后的年月充满了恐怖与反恐怖，在这件事上民族主义者能够依靠来自北摩洛哥西班牙控制区的帮助。由于执行孟戴斯-弗朗斯的新政策，1955年不得不将苏丹作为唯一可能融入的人召回。1956年摩洛哥也与法国分离，不过附带有1957年签署的合作条约。

穆罕默德五世此时使用更偏重于民族共识的“国王（melik）”称号替代了正统的苏丹称号。当然他和他的儿子哈桑二世（Hassan II，1961～1999年在位）借助于法国人遗留下来难以胜任改革的政治基础结构执行着“分而治之”的政策。不过用这种方式既击败了独立党的势力，也击败了受工会支持的更激进的人民力量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 de forces populaires）的势力。哈桑进行的波拿巴主义和恺撒主义实验自1965年起使国家实行了多年的紧急状态，由于不可靠的内政部长乌弗基尔（Mohammed Oufkir）的统治而变得更加臭名昭著。难道说自1977年以来重新容忍一种议会制的王权是反对军事独裁的唯一保证吗？

哈桑在外交政策上企图充分发挥社会帝国主义牌的效用，西班牙领地的任务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56年西班牙放弃了它的辖区，只保留了老飞地休达（Ceuta）和梅利利亚（Melilla），西部海岸的飞地塔尔法亚（Tarfaya）和伊夫尼（Ifni）则分别于1958年和1969年还给了摩洛哥。但是摩洛哥额外提出了“历史的”要求：不仅要求得到西属撒哈拉殖民地里奥-德奥罗，还要求得到法属毛里塔尼亚和法国已经划给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的一部分。西属撒哈拉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磷酸盐矿藏，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有铁矿。1963年与阿尔及利亚的边界战争帮助哈桑解决了内政困难。在另一次内政危机中，他又打起了里奥-德奥罗这张牌，1975年组织了30万摩洛哥人进行“绿色”（这里意味着伊斯兰的）进军去解放这个地区。

1974年葡萄牙革命的印象还历历在目，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统治的西班牙在它的最后阶段，于1976年断然将这一地区转给了摩洛哥和1960年才独立的毛里塔尼亚两国的总统。但是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支持下，自1973年开始为这一地区的独立进行战斗，起初是对西班牙，随后是对两个非洲的占领者，1977年甚至向毛里塔尼亚的首都发起了进攻。1979年，波利萨里奥解放阵线与毛里塔尼亚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对摩洛哥的战斗继续进行，后者自此也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剩余部分，并且对其绝大部分用界墙和雷区加以保护。早在1976年，波利萨里奥解放阵线就已经宣布建立阿拉伯民主撒哈拉共和国。1989年实现停战，但1991年由联合国安理会推动的全民公决因要求让摩洛哥人参加投票而失败。当时约16万阿拉伯民主撒哈拉共和国公民在西阿尔及利亚廷多夫的营地里已经生活了数十年。一个被46个国家承认的国家竟然一直只相当于摩洛哥的一个省！

西撒哈拉冲突通过1975年海牙国际法庭的一份判词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虽然这份判词不能确认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历史要求，但是被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视为基本准则的“无主主权（Terra nullius）”从国际法中消失了。从此以后，即使不拥有西方观念里的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组织，一个地区的住民也可以拥有那里的主权，这种认识放在一百年以前大概是不可能的，而且肯定是行不通的！

虽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但其大部分居民在这个祖国里没有公民权。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现代教育始终保持着双语制，也就是说精英们能够占据两种文化的中间地位，而阿尔及利亚的现代教育却是纯法语，意味着与传统共同体的分离。但是人们对此却鲜有反应，因为他们对穆斯林的同化不感兴趣。1954年，在800万非欧裔居民中有约700名受过大学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其中有143名医生或药剂师，185名文科中学教师和354名法学家。当然，此外还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通过在法国工作和服兵役被非正式地西化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间里也许还 存在着一种真正融入的可能性，因为除了法国，并不存在其他可能性。人民阵线政府谨慎地尝试提高穆斯林完全公民的数量，但毫无结果。“外乡人（colons）”（1954年约100万人）缺少与“穆斯林兄弟会”交流的意愿，他们中间只有不到20%的人还能够使用阿拉伯语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流。1956年仅有330起异教婚姻，而且可能把已被同化的阿尔及利亚人也算在了里面！

阿尔及利亚人已经开始为自己创建“另外一个祖国”取代拒绝他们的祖国。1931年，伊斯兰右翼学者建立了阿尔及利亚乌理玛斯协会（Association des Oulémas d’Algérie），其口号是：“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人们为独立的伊斯兰学校募款，但在正式场合仍然拥护法国。1923年，共产党方面就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外籍工人中成立了“北非之星（étoile nord-africaine）”，其领袖梅萨里·哈奇（Messali Hadsch）在1927年布鲁塞尔反帝国主义大会上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虽然已经与转向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分道扬镳，但该运动还是受到迫害，直到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才为在阿尔及利亚采取新行动开启了可能性。自1937年起，尝试建立一个合法机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arti du peuple algérien，P.P.A.）的策略也无法阻止新禁令在战争中颁布，不过这并未损害该党在阿尔及利亚的盛名。当时乌理玛斯协会的民族路线更加清晰，就连在费尔哈特·阿巴斯领导下的已被同化的阿尔及利亚人1943年也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Manifest des Algerischen Volkes）中为阿尔及利亚要求平等、自决，至少也要实现自治。阿巴斯曾作为志愿者在反对希特勒的军队中服务，并且娶了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阿尔及利亚法国女郎为妻。他一生从没有说好过阿拉伯语。尽管受到压制，他的“宣言和自由之友社（Freunde des Manifests und der Freiheit）”还是立刻赢得了50万追随者，却备受激进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影响，后者似乎已经在组织法国“抵抗运动（résistance）”式的游击运动并筹划起义。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日子见证了暴力的发生，其印记或许已经刻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在塞蒂夫（Setif）东部发生了对阿尔及利亚游行队伍的射击行为，对方以谋杀欧洲人予以回应。可能是这里提前引发了计划好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起义。法国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根据法国的统计，有103个法国人被杀，1500个阿尔及利亚人死亡，但据阿尔及利亚的统计，阿方死亡45000人，此外还有4560人被捕，99人被判死刑。据说当时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幻想。不过之后平静了将近10年。1946年生活恢复正常之后，费尔哈特·阿巴斯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主宣言联盟（Freunde die Union démocratique du manifeste algérien，U.D.M.A.）替代“宣言和自由之友社”，它与梅萨里·哈奇的民主自由胜利运动（Mouvement pour le triomphe des libertés démocratiques，M.T.L.D.）处于竞争状态。但是在1947年新的阿尔及利亚法规之下，一切都保持着老样子。拥有120名议员的新阿尔及利亚大会应该由两个选民等级选出。其间，在第一等级中只有13%的阿尔及利亚人进行了登记，而在第二等级中据说行政当局通过选举舞弊得出了他们想要的结果。1948年，在第二阶级中是9名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和8名阿尔及利亚民主宣言联盟议员对43名“独立者”。看来当时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是以牺牲阿尔及利亚民主宣言联盟为代价取得了成功，虽然1954年初在阿尔及尔的中央委员会和在法国的梅萨里·哈奇领导的派别，他们相互将对方开除出党。

在这种事态下，由前军士艾哈迈德·本·贝拉（Achmed Ben Bella）领导的党的“特别组织（Organisation spéciale）”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在此之前它搜集武器好像只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9名年轻男子建立了一个联合行动革命委员会（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pour l’unité et l’action），1954年11月1日带领1500人开始在卡比利亚（Kabylia）和奥雷斯山脉（Aurèsgebirge）大约30个地点举行武装起义，尽管得到了埃及的帮助，但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与政府的秘密接触也由于无法调和的观点最晚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际失败。移民所希望的强硬路线得以贯彻。法国以50000人予以回击，当时的内政部长弗兰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宣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唯一的谈判就是战争。”当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最晚在1955年（这场运动也被冠以同一名称）证明自己有望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时，阿尔及利亚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民主宣言联盟和乌理玛斯协会先后加入进来。唯有梅萨里·哈奇没有加入，1955年他建立了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M.N.A.），它主要在法国的外来工人中发挥影响。民族解放阵线的追随者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追随者之间在那里时有凶残的冲突，有时连在德国也是如此，一共造成4000人死亡。即使在阿尔及利亚，1957年民族解放阵线也屠杀了战略要地迈卢扎村的315名男人，因为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的追随者，因此被视为叛徒。尽管——甚或恰恰是因为战争，阿尔及利亚工人向法国的迁移在继续进行，这些工人的自愿或被迫捐献是起义者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战斗不仅有对法国军队进行的游击战，而且包括有选择的和普遍性的恐怖活动。针对法国人及其朋友的有选择的恐怖活动是要清除对手，并向民众展示与敌人合作有生命危险。普遍性的恐怖活动，例如在一家邮局或者咖啡馆安放炸弹，是要让民众从心理上摆脱殖民国，然而这种恐怖活动有个前提，那就是愿意按照民族解放阵线的指令，原则上避开某些会引发战争的地方。与民众合作使得民族解放阵线能够在使用武力时投入的财力比法国少得多，法国人的全面军事行动在暗含着敌意的民众面前没有多少深层作用，却在国际上留下了坏印象。在已经支出大量费用的情况下，法国的镇压措施不可能没有成效。换算下来，总费用可能超过500亿德国马克；同时投入的兵力最多时达50万人，这只能靠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实现。至1961年，至少有1625000名阿尔及利亚人被强制移居到2000个由法国人控制的乡村，其中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接收了一半。与迁移相关联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乌托邦，以及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成就仅仅是表面的。对于参与战斗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妇女来说，取得胜利后，对父权制影响的遏制同样收效甚微。

此外，法国人还有能力粉碎因1957年联合国就阿尔及利亚问题进行辩论而举行的、起初得到全面响应的总罢工。随后已经被赋予警察功能的军队懂得通过有计划和大规模地使用刑讯赢得“阿尔及尔之战”，并且消灭首都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此外，这种刑讯并非源于伞兵部队的恣意妄为，而是靠着巴黎政治家们的见识和决心实现的。法国人已经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进行过刑讯。只不过它此时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和国际媒体上引发了令人瞩目的争论。阿尔及尔的警察首领保罗·泰特让（Paul Teitgen）向法国总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递交了他的辞呈，因为否则他就会在阿尔及尔经历他自己曾经在南希盖世太保那里遇到的事情。当然，民族解放阵线也在使用刑讯，这并非毫无原因，因为它必须考虑到叛徒的不断出现。1957年，与突尼斯之间的边界被通电的障碍物严密封锁。除此以外，一年之前，一架摩洛哥民航机的法国驾驶员 把以本·贝拉为首的在国外逗留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交给了阿尔及尔警察局。

尽管如此，民族解放阵线依靠民众、阿拉伯邻国和国际同情者的支持成功地保住了自己，其间瑞士和国际武器贸易发挥了惯常的秘密作用。最初战斗着的民族解放军（Armée delibération nationale，A.L.N.）的领袖应该掌握着领导权，而民族解放阵线暂时更像是它的一个追随者。因此，他们作出了1956年8月在卡比利亚苏曼谷（Summamtal）召开一次会议的决定。在会上，民族解放阵线宣布自己为唯一的民族运动并且确定了集体领导原则。民族革命应该走向一个民主和社会福利的共和国；关于这些目标没有作更多的表述。约200名代表任命了由34人组成的阿尔及利亚国民革命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C.N.R.A.）作为议会，再从中选出5人组成合作和执行委员会（Comité de coordination et d’exé-Cution，C.C.E.），它后来演变为过渡政府。一个地方组织已经存在，因为一个反抗力量的行政网，即政治和行政组织（Organisation politique et administrative）的网络已广泛覆盖了这一地区。军队分为5个区，后分为6个区（Vilayas）：奥雷斯、康斯坦丁、卡比利亚、阿尔及尔、奥兰、撒哈拉。通常以由35人组成的“菲尔卡（Ferka）”为单位进行战斗；很少能够成功地组建“卡提巴（Katiba）”（110人）或者“费雷克（Failek）”（350人），这可能是因为法国的空中优势，尽管民族解放军拥有一支防空部队。军队的形式受到重视，区指挥官是最高级别，不存在将军级别。1960年战斗部队可能包括约15000人。一支人数不相上下、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边界那边”的军队出现在突尼斯，自1960年由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指挥，他至1957年曾是第五区奥兰的指挥官。

1957年，由于法国的成功，从前线开始，领导班子的地位就不再稳固。阿尔及利亚国民革命委员会在开罗召开会议，将合作和执行委员会里的新流亡者代表扩大到9人。1958年，合作和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la république algérienne），所在地为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取得这一成功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舞台上广泛和巧妙的行动。温和的费尔哈特·阿巴斯出任总理以及1961年他被本·赫达（Benyoucef Ben Khedda）替换，都意味着对第五共和国提出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这样一个方案对于虚弱的第四共和国来说是无法期待的。1957/1958年的新的阿尔及利亚法律只停留在众所周知的立场上。当巴黎的政府危机好像将“被放弃的政治家”推向权力时，移民以激烈的游行作出回应，军队站在游行队伍前方阻止了这些游行。结果是第四共和国的终结和戴高乐的回归，他向阿尔及尔的支持他上台的人许诺：“我明白你们的心思［……］。”这种空洞的套语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讽刺，因为戴高乐正在考虑无论如何都要结束这场战争，以便能够开始实施他的建造一个伟大的新法兰西的计划。不应忽略的是，自1958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石油和天然气就开始输出。

1959年至1961年再次发动了一次50万人的大规模进攻。可能戴高乐起初还估算着他能赢得这场战争。至少他盘算着能以强者的身份进行谈判。还在1958年，他就谈到“勇敢者的和平”。1959年9月第一次提到了“自决”，好像是出自戴高乐新非洲政策的大语境。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极端分子以1960年1月的街垒暴动予以回应。在暴动被粉碎之后，戴高乐首次挑衅性地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Algérie française）”对抗“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Algérie algérienne）”。1961年4月22日，四位将军，包括当年的司令官莫里斯·沙勒（Maurice Challe）和拉乌尔·萨朗（Raoul Salan），在阿尔及尔发动了暴动，这是一场关乎政权存亡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戴高乐不得不使用他的个人传奇色彩和左派力量，以阻止法西斯法国的出现。与此同时，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一如既往采用强有力的针锋相对的恐怖活动进行战斗，在首都的领导者是在维希时期、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经受过考验的”老法西斯主义分子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1961年10月17日在巴黎对游行的血腥镇压只是冰山的一角。移民以秘密部队组织（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O.A.S.）的恐怖活动作出反应，尽管发生了对戴高乐的一次暗杀，但这些恐怖活动未能阻止1962年3月18日在依云（Evian）签署停战协定。然而它是在时间的压力下形成的，因为戴高乐感觉到自己开始控制不住局势。4月8日，超过90%的法国人对此表示赞同，1962年7月1日，99.72%的阿尔及利亚人赞同独立。

在此期间，又有约3000名法国人和约10000名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朋友被杀害，民族解放阵线在的黎波里取消了依据协议对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提供的保障，并且决定没收他们的财产。此时，这些“黑脚（pieds noirs）”[3]全部离开了这个国家，大约有100万人，这起初使法国面临巨大的难民问题。战争使23000名法国士兵丧生，65000名士兵受伤，夺去了6000名平民的生命。阿尔及利亚方面估计有25万～30万死者，但不像 阿尔及利亚教科书里所说的那样有150万种族屠杀的牺牲者。法国军队雇用了大约有235000人的阿尔及利亚辅助部队和不同类别的工作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大约有70万人，这些人的生命此时受到了威胁。在《依云协定》（Vertrag von Evian）里对他们只有一个模糊的大赦附加条款，尽管军队抗议，戴高乐也拒绝为他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他们被拘禁和刑讯，据说有3万～10万人被杀害，包括妇女和儿童。不过军队和一些个人网络也将数千人秘密运到法国，他们在那里大都过着悲惨的生活。几十年后法国才开始回想起这些人。

当各游击队指挥官带着各自为发战争横财而增多的追随者争夺“历史领导者”的权力和利益时，流亡政府进入了阿尔及尔，却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实力最强的力量——布迈丁派的流亡军队最终为本·贝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众多游击队员在1962年9月丧失了生命。1963年的宪法建立了一党制的总统制民主政体，本·贝拉成为总统。他试图将政党扩建为他权力的基础，却受制于大肆攫取钱财的军队。削弱布迈丁地位的尝试导致了1965年的军队政变，此举却将他送上了权力宝座。直到1978年去世布迈丁一直是国家元首，1976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施行了更加严格的总统民主制，总统和党的总书记两个职位自动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有坚定信念的穆斯林布迈丁取代了左倾的本·贝拉之后，国家依然保持着“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ischen Sozialismus）”。法国的占领地在1963年就已经被收回，紧接着便是工业的国有化，1971年，法国的石油企业也有51%被国有化。按照南斯拉夫模式进行的工人自我管理和直接民主的实验也紧随其后。石油收入本当资助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但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外债。外交政策上，阿尔及利亚在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事业和反对殖民主义方面比它的众邻国表现得更加不妥协，但它仍然懂得为了双方的利益与法国和睦相处。1963年至1970年，阿尔及利亚获得了33亿法郎的发展援助，1976年与欧共体（EG）联合。另外，巨额的战争费用并没有损害法国经济在战争年代的增长。据说难民的拥入随后也为此作出了贡献。

1923年至1980年撒哈拉以南的英属、法属和比属非洲

撒哈拉以南的英属、法属和比属非洲地区的去殖民化的重头戏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早期上演。在大陆的西部，它一旦开始，便在短短的几年里顺利进行，而在东非和中非的英属殖民地，白人移民的存在虽然使得这一进程较早开始，但随后使之变得困难，以至于它在一些地方拖延下来。简单地说，英国人的行动始终按殖民地方式务实地进行着，而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却在追求适用一切的、具有约束力的总体解决方案。如果说英属西非已经开了头，那么这一步准备得也要比法属殖民地更充分一些。自从哈雷勋爵（Lord Malcolm Hailey）在1930年代开始撰写他的报告《英属热带非洲的土著人管理和政治发展》（Nativ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以来，在殖民地办公室就讨论起了扩大非洲人政治参与的问题，但仍然以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来巩固英国统治为目的。工党政府1945年至1951年能够坚持对此继续努力，保守党1951年至1964年足够务实地继续推行解放政策，包括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丘吉尔。

1942年，在黄金海岸两位非洲人被聘入总督的顾问团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还有两位非洲人被任命为“区长（District Commissioners）”。1946年新宪法赋予国家一个立法委员会，它是第一个当选的非洲人占多数的立法会。历史学家丹夸（Joseph Kwame Kyeretwi Boakye1 Danquah，1895～1965年）将位于别地的老帝国的名字“加纳”转用于黄金海岸，由他于1947年成立的黄金海岸联席会议（United Gold Coast Convention，U.G.C.C.）认为这种立法会已过时并要求自治。1948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后果，尤其是物价上涨引发了动乱，1947年被从伦敦召回并被指定为联席会议总书记的夸梅·克鲁玛从中看到了他的机会。1949年他分裂了联席会议，并将他新建立的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C.P.P.）打造成了一个激进的、以领土而不是以种族为导向的民族主义的聚集地。由于将甘地的方法和美国的竞选方法相结合，它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群众运动，其领袖克鲁玛具有超凡能力，但每个人都可以接近。根据动乱后任命的、全部由非洲人组成的委员会的推荐，1949年产生了一个拥有更加广泛的选民基础的议会和一个政府，这个政府除总督和3位官员外还包括在议会多数派领袖领导下的8位非洲人部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阁制。克鲁玛想要的不仅仅是这种过渡解决方案，此时他要求“自治政府”，1950年借一次工业罢工之机，一次印度式的基本属于非暴力的“积极行动（positive action）”开始了：罢工、抵制政府机构和游行示威。政府立即宣布了紧急状态，按照总督查尔斯·阿尔登-克拉克（Charles Arden-Clarke）勋爵的说法，“我们小地方的希特勒”被判监禁3年。尽管如此，新宪法得到确认，人民大会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大选，克鲁玛于1951年被释放并随即被任命为总理——第一个多年担任这一职位的“黑非洲人”。

此时克鲁玛虽然忠诚地与英国人合作，但也懂得借助英国的多数选举法贯彻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加纳的观念，以此对付酋长们的，尤其是阿善提的地方主义。在参选率为50%的情况下，1956年他以57%的选票赢得了104个席位中的71席。这已经足以使英国人在1957年3月6日允许加纳独立。托管地多哥的英属部分在1956年的表决中多数同意留在加纳。或许克鲁玛和人民大会党对加纳的重要贡献都是在独立之前作出的，因为此时克鲁玛越来越关注的是他在国际和泛非洲舞台上的角色。自1958年起，内政方面确定了一人统治和一党制国家。国家、政党以及诸如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全被统一到一个权力机构之中。准社会主义的中央管理经济被证明既无效率又腐败。1957年加纳拥有1.9亿英镑的外汇储备，1966年负外债2.5亿英镑，实际上已经破产，而这绝不仅仅是由于世界市场上可可豆价格下跌。因为军队看到自己的地位也受到克鲁玛政策的威胁，便于1966年统治者出访期间发动了政变。1969年，自1956年以来就再也没举行过的选举得以重新进行，一届民主政府产生了，但它于1972年再次被军方解散；又经过多次政变（部分是流血的），1979年军队重又暂时为一届民选政府让出了位置。

在尼日利亚，政治的发展反而更加繁荣，但殖民地复杂的结构导致其较晚一些时候才独立。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1904年出生，人称齐克）完成美国的学业回国之后，在1930年代就已经赢得反殖民主义作家和报业人的声誉。1944年，他建立了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Nigeria and the Cameroons，N.C.N.C.）作为各个组织的联合运动。1945年，一次由他支持的反对物价上涨的工会总罢工促成了全国的政治大动员。1946年由英国人颁布的宪法首次将北方纳入立法委员会，却创建了北方、东南和西南三个地方委员会——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决定。由于该宪法过分依赖传统的权威，所以它遇到了强烈的抵制，对此英国人为一部新宪法启动了一个广泛的协商程序，而管理的非洲化也在同时进行。由此尼日利亚在政治上才全面活跃起来，当然也包括种族和地方利益的冲突。虽然齐克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民族委员会是为整个尼日利亚所设计的联合运动，但发展成为东南灵活的伊博人的大众政党。约鲁巴人奥巴费米·阿瓦洛瓦（Obafemi Awolowo）嗅出了一个“统治民族”的味道，早在1950年就为此在约鲁巴人中创建了一个“行动组”。当豪萨人的政党北方人民进步联盟（Northern Elements Progressive Union）1950年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民族委员会结盟时，北方的事态才发展起来，进步联盟意欲通过牺牲埃米尔修正统治关系。继而出现了在索科托苏丹本人领导下的北方人民会议（Northern People’s Congress，N.P.C.）的绅士党。随着1951年新宪法的颁布，间接统治结束，为了使更多的非洲人参与进来，1953年就已对该宪法进行了修改。因为它在北方、东南和西南创建了三个强大的地区国家，均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索科托、齐克和阿瓦洛瓦的苏丹成为它们的总理。也就是说，地区领袖植根于各自的家族统治中。其上存在着一个虚弱的中央权力机构，拥有联邦议会的一些有限管辖权和北方50%的有保障的最低代表权。尽管如此，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民族委员会还是努力接近北方人民会议，所以尼日利亚1960年获得独立时齐克出任国家元首，索科托苏丹称号的拥有者任总理，阿瓦洛瓦是反对党领袖。

各地方政府坚决地把各种肥差预留给自己人，这就导致了将主动却不受欢迎的伊博人挤出北部和西部的后果。但新建国家的基本问题并未随之解决，它存在于富拉尼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的优势中，虽然这三个地区还有很多其他民族居住。此外还有北方在联邦层面上的优势。当受到北方支持的政府1965年想从行动组骗取一个地区选举胜利时爆发了叛乱，而且在西南投入了军队，这导致了1966年在整个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直至1979年，国家处于更迭变换的军政府统治之下；1983年至1998年再次出现一个残暴的军人统治。在军人政权的统治下，经历了失败的统一国家的尝试后，国家的重新划分开始了。3个州变成了12个州（1967年），随后又变成19个（1976年）、21个（1987年）、29个（1991年）和36个州（1996年），另外还创建了位于中心地区的新首都阿布贾。

但首先是军队使伊博人问题真正地蔓延开来。根据当时的军队构成，发动政变的军官大都是伊博人，人们嗅到了伊博人的阴谋。还在1966年，北部就发生了对伊博人的大屠杀，伊博人大规模地逃往东南，据说有200万人。因此，东南地区的军人总督伊博人奥朱古（Ojukwu）上校决定脱离，或许带着这样的考虑，通过动员世界舆论为伊博人营造一个有保障的地位。尽管处在毫无希望的劣势，受专制统治的比夫拉（Biafra）还能从1967年维持到1970年。他的宣传带着对种族灭绝的恐惧。红十字会和教会的救济机构通过一个空中桥梁关心那些挨饿的人，由此实际上延长了这场战争。除了少数几个非洲国家，法国也提供了支持，因为戴高乐对尼日利亚抗议法国在撒哈拉试验原子弹非常恼火，想要削弱尼日利亚在法国的非洲卫星国的邻国中的巨人地位。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从对世界公众舆论取得的胜利中获得了更多的自我证明。此外还有石油繁荣，当对立的石油利益影响到英国和法国在比夫拉冲突中的态度之后，它为尼日利亚带来了非常丰厚的收入。

在其余的西非英语国家也一样，如果不是由内陆地区接管政权，那么去殖民化同时也意味着一体化，而在此之前都是一个发达的海岸地区或多或少地独自定调子。在塞拉利昂，一场内陆的联合运动于1961年赢得了独立。1967年，一次军官政变意欲阻止反对党合法接管政权，普通士兵发动的反政变将激进分子送上了台，他们随后建立了总统制的一党制国家。小小的冈比亚于1965年以按照民主模式建立起来的一党统治 独立，虽然就连英国人也曾希望它与法属塞内加尔合并，后者环绕着冈比亚并且由有亲缘关系的民族居住着。然而由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语言差异，民众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很多冈比亚人依靠走私生活。直到1981年才形成联邦，但它仅仅持续到1989年。甚至在独立的利比里亚或许也谈得上去殖民化，因为自1944年起就已经开始将此前受间接统治的内地“野蛮人”融入当时的纯美国黑人的政治体系。但直至 1980年的军事政变，总统职位一直在旧主人的手中。

在撒哈拉以南的法属非洲，暂时如同英属非洲一样没有宪法改革，因为这里在实验巴黎的宪法。但是有一批被同化的非洲人能够作为议员一起发挥作用和建立有益的联系。这种与英国人完全不同的实践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去殖民化开始得晚却进行得非常顺利。人们首先致力于同化，随后便有了关系。如果说在英国控制地区，监禁一段时间对于一位非洲领导人来说是一件平常事的话，那么它在法语地区就属于特例：在巴黎不乏黑人部长，他们享受着议会豁免权的保护。只有在马达加斯加，统治民族梅里纳人能够与自己的政治同一性联系起来。还在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要求独立。1946年，马达加斯加议员们提交的一份独立法案在巴黎不出预料地未获通过，1947年发生了暴动，它与阿尔及利亚暴动的开始阶段完全类似，但被宣布为共产主义的阴谋，至1948年被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有关牺牲者的统计数字在2万和10万人之间。

一体化政策导致了各种重要的改革法律的产生。1946年，殖民地土著较低级的法律地位被取消，1946年的《乌弗埃-博瓦尼法》（Gesetz Houphouet-Boigny）（以象牙海岸政治领袖的名字命名，该法由他提出）取消了强制劳动。1946年5月7日第一部《拉明-盖伊法》（Gesetz Lamine-Guèye）（以一位塞内加尔人的名字命名）宣告殖民地所有的居民都成为法国公民。可是将它具体化仍需时日。直到1950年第二部《拉明-盖伊法》才给予非洲政府官员与法国政府官员同样的权力和薪金。一部《劳动法》（Code du Travail）根据法国模式承认了非洲工人的社会权利（最低工资、家庭 补贴、带薪休假和有效的劳资合同等），它虽然于1947年由一位社会主义部长签署，但其非社会主义的继任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阻挠了它，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动乱之后，到1952年该法才生效。相同的社会标准使得非洲精英们的身价提高了——对于法国人来说又多了一条逐步放弃殖民体系的理由？

非洲政治也就是在上述状况下被拖进了法国的政治斗争。法国各政党拥有非洲成员；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塞内加尔相当强大。而菲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et-Boigny）则在同样发达的殖民地象牙海岸以种植园主协会为基础创建了自己的家族势力——科特迪瓦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de Côte d’Ivoire，P.D.C.I.）。当有人对已经开始的改革受阻感到失望时，1946年底，800名非洲政治家聚集在巴马科开会，以协调他们为继续推动发展所付出的努力。除了共产党人，法国各政党都抵制这次大会，社会主义的殖民地部长知道如何通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与组织良好的塞内加尔人保持距离。因此在乌弗埃-博瓦尼的领导下创建了一个跨国联合政党非洲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R.D.A.），该党在巴黎与共产党联合到了一起。然而，1947年当共产党人被排除在法国政府之外时，便开始了一场对非洲民主联盟的围剿。乌弗埃-博瓦尼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并与现任海外部长密特朗的社会主义小派别建立了议会党团联盟。唯有全国协会喀麦隆人民联合会（Union des populations de Cameroun）拒绝与共产党人决裂，而且执行了一条斗争路线，它导致了该协会被禁，并引发了1952年至1959年的一场流血的、却收效甚微的游击战；保守党人接管了国家。然而非洲民族联盟在随后的选举中赢得了国民议会28个非洲席位中的10个。

改革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议会活动。1946年至1958年，非洲人平均每18个月就会被号召出来投一次票。此时每个地区都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大会，各大会派送5位代表参加法属西非或者法属赤道非洲委员会；此外还有国民大会的两个议院、法兰西联盟大会和经济委员会里的非洲代表们。分离的选民委员会逐渐衰落，人们在接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1945年在象牙海岸只有不足1%的居民拥有选举权，1951年为8%，1956年为36%，1957年为60%。1956年为“海外领地”制定的框架法律《法律总则》（Loi-cadre）带来了普选权，它应该预防印度支那和北非那样的发展趋势。此时，地区大会得到了一个内容上受到限制但意义深远的立法职权，并且选举了在总督的“地方长官议会（Conseil du gouvernement）”里具有部长职权的非洲成员。一些职能部门和职权范围仍然保留在法国人手里。但是非洲人担任的副总统事实上已经成为总理——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过渡宪法，尽管有些法国人希望这是让步的极限。

然而，当各个殖民地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潜在的国家时，在联邦层面上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方向的转折阻止了强大的拥有多样化经济的联邦国家的产生。尽管如此，西非最终的“巴尔干化”[4]（根据桑戈尔的说法）不是在巴黎计划的，而更多是源于非洲领导人的分歧。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避开非洲民主联盟，将他的非洲社会主义小组变成了一个自己的群众政党——塞内加尔人民联合会（Union populaire sénégalaise），但是他与他的几内亚对手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chmed Sékou Touré，1922～1984年）一样对“巴尔干化”持批评态度，后者是追求一个强大的西非联邦的萨莫利·杜尔的孙子，当然联邦不包括桑戈尔。医生和农业资本家乌弗埃-博瓦尼出身于巴乌莱（Baoulé）举足轻重的部族，为了他的相对富裕的象牙海岸，他更想要的是独立和与巴黎直接交往，而不希望处在塞内加尔的影响之下，不愿为贫穷的殖民地的赤字掏钱。在法属赤道非洲加蓬发挥着类似的作用。1957年，乌弗埃-博瓦尼在巴马科非洲民主联盟大会上付出极大的代价取得了反对联邦的胜利。此时三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通过绝对多数巩固了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地位；塞古·杜尔甚至已经能够用他的党的干部取代地方行政机构的首领。

在巴黎暂时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可是，1958年戴高乐接管了政权之后，他个人的意愿变成决定性的。1958年8月24日，在布拉柴维尔的演讲中，他宣告在法国领导下自治国家共同体成立，但带着这样的可能性，即要么通过全民公决立即决定独立，要么以后通过与法国的协议获得独立。只有塞古·杜尔的被政党严格控制的几内亚以95.2%的选票选择了立即独立，戴高乐随即将其逐出。其他地区起初还保持原样，象牙海岸 甚至拥有99.9%的赞成独立的选票，可是由塞内加尔和苏丹于1959年创建的马里联邦的领导人则在为通过条约独立而努力，联盟很快于1960年分裂之后他们有了这样做的机会。马达加斯加走的是同一条路，托管地多哥和喀麦隆（至少是法属部分）未被共同体接受，于1960年被允许独立，加纳和尼日利亚已经独立，比属刚果正在争取独立，在这种情势下，乌弗埃-博瓦尼此时也强烈地为自己及其朋友们要求独立。1960年共有14个法国殖民地或者托管地独立：达荷美（1975年以来称贝宁，名字源于今尼日利亚境内达荷美东面的著名王国）、象牙海岸、加蓬、喀麦隆、刚果（布拉柴维尔）、马达加斯加、马里（此前称苏丹）、毛里塔尼亚、尼日尔、上沃尔特［自1984年起叫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正人君子之国］、塞内加尔、多哥、乍得和中非（过去叫乌班吉沙里）等。托管地多哥英属部分1956年公决同意留在加纳，只有英属喀麦隆的南部与法语区联合，北部更喜欢尼日利亚。1975年，这三个大国以及马达加斯加西北的科摩罗小岛国独立；马约特岛愿意继续作为法国的殖民地。1997年，另外三个岛国中的两个徒劳地尝试回到殖民地状态，这让已确定维持现有国界的非洲联盟组织感到惊异。但是2002年它们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1977年也终于轮到了吉布提。

自1778年起，西班牙在几内亚海岸前（喀麦隆前）占据着葡萄牙为交换南巴西领地而转让的费尔南多波岛。1886年，它对海岸对面的内陆还提出了广泛的要求，这些要求在1900年的《马德里条约》（Vertrag von Madrid）中被限定在木尼河镇（Rio Muni）的小四边形内，但其真正的开发还是到1920年代才开始。在1958年至1962年与摩洛哥冲突的影响下，首先追求的是融入战略。这个双重殖民地变成了“赤道西班牙（Äquatorial-Spanien）”，其居民获得了选举权和自治权。由于邻国的去殖民化——新建国家喀麦隆、加蓬和尼日利亚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兴趣，由于在弗朗哥政权开始解体的过程中自身靠拢欧共体，再加上联合国的压力，西班牙自1963年起顺应政治趋势并且也给予这些殖民地自由，1968年这些殖民地组成了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由于毫无问题的去殖民化过程和戴高乐的盛名，法语地区与大都市之间通常保持着 良好的关系，即使后者对非洲失去了兴趣。显而易见，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发展意愿强烈的资产阶级新精英们。然而，使相当随意划分的领地变成民族的尝试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特殊的地域问题，它们大都与一个种族或一个群体的有争议的统治地位相关联。在乍得，由利比亚支持的埃塞俄比亚穆斯林、北部的游牧民以及受到法国优待的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南方黑人农民之间的矛盾被证明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北方不能接受前殖民时期的统治关系发生有利于南方的逆转。另外还有经济问题，因为新建国家中的一部分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贸易和工作从贫穷的内陆国家转移到了比较富裕和地理位置比较有利的海岸国家，那里自然立即爆发了针对外来工人的骚乱。为了确保一个政权的支持度，一定程度的繁荣显然是必需的，比较富裕的国家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喀麦隆和加蓬显示了极高的政治稳定，不过完全依靠的是一党制。这样一种体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经济衰弱，例如塞古·杜尔的几内亚。一位根基稳固的民族领袖看来同样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条件。在其他国家，军队并非总是作为危难中成功的拯救者接管政权，在中非事例中，在1976年至1979年甚至变成了与总统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关系密切而且喜欢自诩为拿破仑的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édel Bokassa）的帝制。在贝宁和刚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权。法国在各个国家重又进行了部分军事干涉——它的后殖民存在要比英国人的明显得多。其间，非洲政治家与法国政治家的个人关系好像要比经济利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比属刚果的去殖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属非洲一系列事件的吸引作用。本来比利时人在1945年后就不像法国人将心思浪费在结束殖民统治上。1955/1956年非洲学学者范·比尔森（Antoine A. Jozef Van Bilsen）发表了为比属非洲不可避免的解放制订的30年计划，他遭到了拒绝。相反，一个受过欧洲教育的小团体接受了这些思想，并于1956年在宣言《非洲的良心》（Conscience africaine）里宣告刚果民族与比利时进行合作。巴刚果联盟（Alliance des Bakongo，ABAKO）以“立刻独立”为口号进行反击，该联盟自1954年起在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的领导下 从一个民族文化协会变成了一个政党。由于在大河对岸此间只有公民而没有臣民，所以就连比利时也于1957年组织了地方选举。1958年带来了新的推动和决定。在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上，刚果人能够将自己的状况与其他非洲人和非非洲人的状态进行对比，例如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1930～1997年）。虽然卡萨武布未被允许参加在加纳召开的克鲁玛非洲民族大会（Konferenz der Völker Afrikas），但是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925～1961年）或许参加了，他原本是邮政官员，刚刚建立了刚果民族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congolais），因为他和其他非巴刚果人在巴刚果联盟里没有位置。因此导致了激进民族主义的刚果民族运动的特殊地位，而刚果的政治觉醒通常就是一种民族动员。行政机构容忍了民族联合，但不容忍政党。由于此前控制着刚果的由资本、教会和行政机构组成的“铁三角”已经瓦解，所以此后的事情均由比利时政治家和刚果政治家们协商解决。

1958年，由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新的比利时联合政府决定转向；1959年初国王承诺刚果独立，但尚没有具体日期。民族特色鲜明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现了部分出于经济原因的动乱，它们催促比利时人赶快行动。他们想避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所犯的错误，想通过让步凌驾于民族运动之上，并且作好了合作的准备，因为比利时没有考虑放弃自己的利益。在加丹加已经有了一个经济伙伴——莫伊兹·冲伯（Moïse Tschombé）的加丹加部族协会联盟（Con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tribales du Katang，CONACAT）。1960年1月2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圆桌会议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非洲人意欲于同年6月30日独立的最高要求，连非洲人也为此感到十分惊愕。至5月19日，一部临时宪法迅速制定出来：拥有6个有限自治省和强大的中央政权的联邦共和国，但中央政权应受两院议会以及总统和总理之间行政权力分配的约束。5月底的大选让人看到的是选票严重分散。在众议院的137个席位中，卢蒙巴及其朋友拥有41个，巴刚果联盟拥有12个，加丹加部族协会联盟拥有8个。中央集权者卢蒙巴成为联合政府的总理，联邦主义者卡萨武布当选总统，冲伯留在了加丹加。

6月30日举行了独立庆典，卢蒙巴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说，国王受到侮辱。7月5日，危机随着“公安军（Force publique）”叛乱开始。保守的比利时司令官谋划了很久的 非洲化计划好像要从下级军官和士兵那里骗得独立的好处，而政治家们从中捞到了大量好处。卢蒙巴领导的过分仓促的非洲化将蒙博托推上参谋长位置，却没有带来多少改变。由于有关谋杀和强奸的消息不断传来，很多白人在恐慌中逃离，这使得当地的技术员和行政官员缺乏而更加重了危机。不过他们留在了加丹加，因为冲伯7月11日宣布该省独立。比利时伞兵部队解除了那里的公安军的武装；一支由白人雇佣兵组成的宪兵队建立起来。8月，钻石国南开赛效法了加丹加的做法。比利时军队的干涉促使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在1960年7月向联合国呼吁，后者即刻派出了军队——这是它第一次对一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卡萨武布和卢蒙巴之间此时出现了决裂，他们相互罢免了对方。蒙博托上校任命了一个专家政府，但仍然把卡萨武布视为总统，而卢蒙巴则被联合国部队关押。11月他脱逃，他逃往自己的堡垒斯坦利维尔（基桑加尼），但又被抓获并被押往加丹加，随后在那里被比利时人杀害。他的代表安托万·季森加（Antoine Gisenga）此时宣布基桑加尼为合法政府的所在地。刚果分裂成四部分。

虽然印度人占多数的联合国部队直至1964年一直留在这个国家，但这个国际组织中的紧张关系限制了它的行动。美国和苏联已经确定反对或支持卢蒙巴及其追随者，并开始进行秘密行动和供应武器。据说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对卢蒙巴的谋杀行动，至少此前在华盛顿有过这样的考虑。经联合国斡旋，1961年在金沙萨产生了一届虚弱的联合政府，但是热心于该国统一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erskjöld）也死于同一年，死于他的飞机坠毁——官方称是一场意外，但并非没有争议。尽管如此，联合国部队以一次复杂的行动至1963年1月终结了加丹加的脱离。但是这个国家的种族分裂在继续着。此时冲伯懂得如何从流亡地以拯救者的身份归来；事实上卡萨武布在1964年7月任命他为总理。可是郁积已久的不满变成暴动公开爆发了。在中国受过培训的皮埃尔·穆莱莱（Pierre Mulele）在首都南边尝试开展农民革命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季森加手下的战士们有意将自己与非洲魔力联系在一起，并赋予自己狮子（simbas）的形象，他们 控制着东部的广大地区，从坦桑尼亚送来了苏联和中国的武器以及古巴顾问。另一方面，冲伯获得了美国、比利时和以色列的支持，以至于他能够利用白人雇佣军掌控局面，其间战斗伴随着巨大的恐怖行为。1965年，中央政府能够再一次为了即将到来的选举而全力进行权力斗争。卡萨武布罢免了冲伯，因为后者觊觎总统的位子，却无力建立另一个内阁。随即军队接管了政权，1965年11月25日任命蒙博托将军为总统。他有违常理地变成了卢蒙巴的继承者，以显著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宣布后者为民族英雄，试图借助精心算计的非洲化通过准君主制的一党制将1971年易名为扎伊尔的地区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他的极度贪污腐化的专制政权一直延续到1997年！

早在1957年联合国特使访问期间，托管地卢旺达—乌隆迪的情势已变得一目了然。在这里，冲突的双方不是殖民者和非洲人，而是旧的统治民族图西人（Tutsi）和胡图族（Hutu）农民，前者约占人口的15%。作为不同生活方式的结果，两个族群虽然有遗传学上的差异（Chrétien 2003），但并没有达到过去假设的程度。另外，它们也不单单是殖民统治的产物，但殖民统治的种族分离政策却可能对它们的流血冲突起了作用。根据所有参与方的意愿，去殖民化在两个国家中分别进行。

1950年代，比利时人开始在卢旺达将胡图族人拉进管理机构，这引发了图西人的忧虑，1959年引发了第一次流血冲突。此时比利时人才开始真正地寄希望于胡图人，以至于借助他们的支持在选举获胜和废除了图西君主国之后，于1961年产生了胡图共和国，并于1962年独立。图西人要么逃离，要么依靠美国的暗中支持开始进行游击战。在不断出现的暴力浪潮中，他们中间数以万计的人被杀害，比如1972年在邻国布隆迪作为图西人对胡图人的种族大屠杀的报复（见下文）。当1990年图西人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ische Patriotische Front，R.P.F.）从乌干达开始进攻时，据说有60万图西人生活在国外。由法国支持和武装的胡图政权在此期间变成了军事独裁，鉴于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优势，它虽然不得不于1993年准备签署一个由坦桑尼亚斡旋而成的和平协议，但自1990年起极端的胡图人鼓吹要灭绝图西人。1994年，至今尚未澄清的胡图总统谋杀案 在30分钟之内（！）引发了那场精心策划的大屠杀，其间175000～215000名胡图人杀害了50万～100万图西人和温和的胡图人，总统谋杀案时而归咎于卢旺达爱国阵线，时而归咎于极端的胡图人。甚至天主教多数派教会的神父也参与其中。法国、比利时、联合国都有人员在这个国家，它们和美国发挥着一种微不足道或者不可靠的作用。比如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一概念，以躲避可能导致的干涉义务。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同年获得了胜利，尽管它实施了暴力行为，但还是导致了联合政府的建立和形势的稳定，因为极端的胡图人将他们的行动转移到了相邻的刚果。到1996/1997年，大约40万胡图流亡者在那里成为卢旺达入侵军队胜利的牺牲品。

在同样于1962年独立的布隆迪，先是各图西派别相互争斗，直至1965年胡图军人的一次未遂政变导致了1966年君主国的垮台和一个图西族军人政权的建立。1972年，新的胡图人起义随后引发了图西人的种族大屠杀，据说它夺去了20万胡图人的生命，布隆迪损失了总人口的5%。之后交替出现了一次次政变和绝非只是以种族界定的群体之间的内战，直到通过非洲邻国的斡旋和联合国部队的投入，自2003年起才出现相对的安静局面。

在英属东非和中非，去殖民化被白人移民延缓。东非虽然开始较晚，却比中非更早地实现了独立，因为在肯尼亚除了16万名印度人和520万名非洲人，还有42000名白人，他们虽然很有影响力，但却没有像在罗得西亚那样行使政府权力；他们甚至从未在立法委员会中占有过多数。可是殖民地办公室长期以来在给予非洲人特权方面比较谨慎，并且鉴于强大的印度群体而寄希望于“种族伙伴关系（racial partnership）”。也就是说，在立法和行政委员会里给予欧洲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代表比例在肯尼亚为2∶1∶1，在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为1∶1∶2，在坦噶尼喀由于白人施压而将比例缩小到1∶1∶1；此外还有每次任命的白人官员。与非洲民族主义分子的冲突没有停止过。通过一个东非联邦来解决问题的尝试归于失败，另外还因为肯尼亚的移民不愿意为贫穷的坦噶尼喀负担费用。

大规模的发展措施在坦噶尼喀对此未能作出丝毫改变。在政治上，那里的管理部门用 非洲人的现代地区管理部门逐渐替代了借助酋长们的间接统治，但至1958年仍然坚持在国家层面上执行种族伙伴关系计划。结果是自1954年起反对党地位的不断提升，它就是在爱丁堡受过培训的教师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1922～1999年）领导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jikan African National Union，T.A.N.U.）。在1957年的第一次选举中它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958/1959年，它已能够放弃种族伙伴关系；由于托管地的特殊地位，但也由于尼雷尔与总督理查德·特恩布尔（Richard Turnbull）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伦敦决定放弃非洲之后，它于1961年几乎毫无问题地轻松地获得独立。1964年通过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和奔巴岛联合产生了坦桑尼亚共和国。尽管有阿拉伯党和非洲党之间的暴力冲突，1963年桑给巴尔仍然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获得独立，不过苏丹还是于1964年通过一次军事政变被赶走。从此，坦桑尼亚作为一党制国家在尼雷尔的领导下走上了1967年在《阿鲁沙宣言》（Erklärung von Arusha）里宣告的非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在社会政治方面得到了益处，但在经济方面却毫无所获，因而市场经济的修正和向多党制过渡变得不可避免。

其他两个东非殖民地的发展进行得较有戏剧性，在乌干达是由于殖民大国创造的国家种族政治结构。作为英国人的第一位受尊敬的伙伴，布干达王国虽然能够以其占总人口16%的居民反抗它不喜欢的措施，但却没有强大到能够强制四个比较小的王国安科莱（Ankole）、布尼奥罗（Bunyoro）、托罗（Toro）和布索加（Busoga）以及其余领地的组织程度很低的族群组成一个民族整体。在剑桥受过教育的国王1953年为他的国家要求单独独立并随即于1955年被废黜，在1961年的独立谈判中实现了布干达在乌干达的自治地位以及由传统机构任命议会的布干达议员。其间就连反布干达联合运动乌干达国民议会（Uganda People’s Congress）的领袖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1924～2005年）也认识到，他只有借助国王的帮助才能够战胜对手天主教民主党。所以1962年乌干达实现独立时布干达国王出任国家元首，奥博特担任总理。事先预料到的冲突接踵而至。1966年奥博特借助军队废除了君主制，开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国家，只是到1971年就被他最重要的助手 伊迪·阿明·达达将军（Idi Amin Dada，1925？～2003年）推翻。后者的恐怖政权在1979年与坦桑尼亚的冲突中垮台，但奥博特的回归开启了混乱的局面。

在肯尼亚，由于排外主义的起义，去殖民化进展缓慢，起义以非洲人自己并不使用的模糊称谓“矛矛党人（Mau Mau）”而声名远播。受白人乡村政策伤害最大的基库尤人（Kikuyu）以破坏和恐怖谋杀来回应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窘境。此外还有几代人之间以及乡村与新的城市群体之间的种族内部冲突，这些冲突都是由殖民统治造成的。可以说是基库尤人的内战。因为据说1952年至1956年被暴动者杀害的欧洲人和印度人只有32个，可非洲人却有1920个，而暴动者中则有13500人丧生。关于可恶的宗教礼仪的报告起着证明英国人的残酷镇压为合法的作用。1090个暴动者和嫌疑分子被绞死——比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还多——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被强制迁往受控制的村庄。营地里，任意殴打和强制劳动随处可见。与阿尔及利亚人不同的是，肯尼亚人无法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因此只能无助地听任英国暴政的摆布。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关于在肯尼亚和其他36个殖民地的镇压措施以及刑讯的大批档案被运往英国秘存，直到2011年一家英国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在此期间已经衰老的肯尼亚酷刑受害人的判决，它们才被强制解密公开。

民族运动的领袖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1893～1978年）原本很温和，193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撰写了关于人种学的毕业论文《面对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他被指对起义负有罪责并于1953年被判处7年监禁。可是在成功的镇压终结时——1960年紧急状态被取消——对非洲人让步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1954年至1957年，非洲人在立法委员会的代表性有了很大的改善，1961年他们占据了多数。第一位非洲总理属于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K.A.D.U.），一个较小民族的联合体，而由工会领袖汤姆·M’博雅（Tom M’Boya，1930～1969年）创建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要吸引了基库尤人和卢奥（肯雅塔是基库尤人，M’博雅是卢奥人）。1961年肯雅塔被释放，接管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权，带领他的国家于1963年走向独立，他的政党成为绝对 多数。凡是白人移民不愿意保留的，全都被黑人（但不是被小农）用英国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买走。亲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政策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从政权得到好处的新富与大众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1969年，一个基库尤人谋杀了可能成为肯雅塔接班人的M’博雅，引发了严重的种族动乱，但这些动乱反而为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一党制统治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它同样经受住了1979年肯雅塔去世的考验。

刚刚独立不久，三个东非国家全都由于非洲军队的叛乱而于1964年陷入了困境，非洲军队像刚果公安军一样要求改善薪酬和接替白人军官。被请来援助的英国部队镇压了起义，但似乎只有尼雷尔对此感到羞愧。

当英国南非公司的统治终结时，自1907年起就在立法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约5万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于1923年作出决定，反对与令人厌恶的布尔人合并，支持内部自治；自治领地位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英国人有目标地保留了重要的经济权限和对土著政策的管辖权。但是他们没有阻止移民进行立法，这种立法使黑人难以发挥他们的能力，并将他们的地产转移至干旱的边缘地区。此外，1936年移民还要求与北罗得西亚合并，在那里当时只生活着很少的白人。相反在南方白人数量通过迁入（也包括来自南非）增加到居民总数的5%，但他们拥有49%的土地，雇用了42%的农业工人并经营着城市企业。此外他们还控制着武装力量——这在英属非洲绝无仅有。但是他们暂时并未顺从继续扩张的欲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1948年民族主义在南罗得西亚选举获胜后，南罗得西亚的右翼反对派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时任政权只能借助与“铜国”北罗得西亚和劳动力储备地尼亚萨兰联合的口号才能够赢得选举。伦敦也开始作出让步，首先是为了抵御发展得越来越危险的南非而创造一种平衡力量。除此之外，土著居民人数的增加也许能够约束南罗得西亚人危险的种族政策。最终通过联合而大大增长的经济潜力可能 也发挥了作用。尽管存在着来自工党以及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非洲人和传教士方面的反对，还是在南罗得西亚进行了全民公决，这促使其他殖民地的白人立法委员会作出相应的决定，于1953年9月3日成立了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Föderation von Rhodesien und Njassaland）。北罗得西亚的罗伊·韦伦斯基（Roy Welensky，1955～1963年在任）出任强大的联邦政府的总理，政府成员中没有非洲人，联邦大会的60个席位中白人占据了45个。

巨大的经济增长似乎证明了决定的正确：至1959年，投资额几乎等值于900万德国马克，移民达14万人，主要来自英国和南非。此外联邦政府对土著实行的不是南非那样的种族主义政策，而是父权主义政策，不过带有对非洲人的歧视。南罗得西亚曾拥有的白人多数以有利于比较极端的白人右翼势力的方式在缩减，同时非洲人对白人控制的联邦的反抗也在加强。在三个国家，战后都形成了印度式的议会运动，并由此产生了民族政党：在北罗得西亚以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生于1924年）为首，在尼亚萨兰以从伦敦诊所归来的黑斯廷斯·K.班达（Hastings K. Banda，1898？～1997年）医生为首，在南罗得西亚以工会干部约书亚·恩科莫（Joshua Nkomo，1917～1999年）为首。1959年动乱达到了实行紧急状态的程度，这使得英国的调查委员会虽然出于经济原因赞同维持联邦，但同时又质疑它的政治生存能力。

1960年1月，保守却极其务实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其非洲之行中谈到了“改变之风”，此风促使他的政府对非洲民族主义作出妥协，不仅在东非，而且也在中非立刻付诸行动。1962年他的英联邦大臣在罗得西亚宣布：“我们英国人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愿望。”（Rothermund，D. 2006，191）尽管韦伦斯基极力反对，北罗得西亚（即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即今马拉维）仍然能够在艰难的谈判后于1963年获得在卡翁达和班达领导下的、非洲人占议会多数的内部自治以及退出的权利，因为英国保留了宪法的权限——联邦里很少有像南罗得西亚那样变成独立的自治领。它们立刻使用了这一权利，联邦结束了。1964年独立后，两国都发展成为由一人统治的一党制国家。马拉维没有能够战胜它的 贫穷，由于世界市场铜价格下跌，赞比亚没有能够将它的铜财富以计划的规模投入农业的发展。

在南罗得西亚（此时只称罗得西亚），尽管英国有特权，但对土著的政策发生的转变还是无法贯彻；在大都会使用暴力根本不可能。因此，1961年一部新宪法能够实际上将非洲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自1962年起能够长期维持罗得西亚阵线（Rhodesian Front）——此前的右翼反对派——的统治。英国工党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提出，把消除对非洲人的所有歧视和过渡到黑人多数统治作为独立的先决条件。1965年，罗得西亚白人以单方面宣布独立予以答复，有意按照美国的模式表述：殖民者对英国的不公正感到愤怒！1970年共和国宣告成立。英国的干涉好像冒着极大的风险，实施的经济封锁没有成效，因为它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或者说通过进口替代甚至促进了工业化。非洲人丝毫不让人怀疑他们对政权的拒绝态度，但自1963年起产生分裂。除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S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Z.A.P.U.）（恩科莫的政党此时的名称），还出现了恩达班宁吉·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S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Z.A.N.U.），这是绍纳人的运动，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则把他们的重点放在了恩德贝勒人身上。然而领袖们被逮捕，游击战的尝试毫无效果。与英国人协商好的通过一部新宪法赢得非洲人的尝试于1971年导致了以大主教艾贝尔·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1925～2010年）为首的联合非洲民族理事会（United African National Council，U.A.N.C.）的成立，但它丝毫没有改变计划的失败。

1972年出现了转变。从莫桑比克开始，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能够过渡到具有极大效果的游击战，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后，在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1924年出生）的新的政治领导下，自1976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战争加剧了罗得西亚本来已经危机四伏的经济局面，并因此驱使其他非洲人参加到游击战中。最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控制了北罗得西亚的大片土地。1979年，白人绝望地尝试通过穆佐雷瓦领导的政府在西托莱的支持下实现和平，但导致的只是战争的进一步升级，而穆佐雷瓦也因此丧失了信誉。但其邻国，也包括南非，对当事各方施加压力，以至于英国新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年在卢萨卡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能够着手解决问题。南非真的希望穆佐雷瓦 赢得选举吗？这也正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部分成员所担心的。穆加贝勇敢地，尽管不完全是自愿地决定接受和约，这一决定被证明是明智的：1980年他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获得了63%的选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获得了24%的选票。津巴布韦在穆加贝的领导下获得独立，但他必须首先与强大的少数派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罗得西亚阵线磨合好关系。

就连英国的中央机构也考虑到了它的大英帝国的解体和越来越松散的英联邦结构。1964年，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并入了1925年设立的英联邦关系部（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1970年，后者和1964年才创建的海外发展部（Ministry of Overseas Development）干脆并入了外交部！

1945年至1975年的葡属非洲

葡萄牙的殖民地独立较晚，这不仅是因为缺少现代非洲精英，而且是因为欠发达的葡萄牙在经济上无力或者不愿意承担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因为唯有政治统治能够在宗主国感兴趣的范围内确保殖民地的利润：廉价的原材料、纺织品和葡萄酒的市场，用外币向国外汇款，外汇、黄金和钻石以及各种隐性收入。此外还有官方支持的对外移民。向巴西和美国移民的人数虽然在下降，可是在此期间葡萄牙人却拥向欧洲繁荣的国家。1974年在其殖民地的35万白人中仅有20%是在当地出生的，因为当时每4个葡萄牙人中就有1个在各殖民地服兵役，在那里有一支20万人的军队处于战斗状态。

战后葡萄牙的统治体系也许温和了，但是在开发的意义上，特别是从安哥拉看在数量上扩大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支付微薄的薪酬强制种植商业作物。1951年至1961年，安哥拉的咖啡生产从38380吨增加到168000吨。据称1958年在莫桑比克有100万人从事强制性棉花种植，1956年他们的年薪相当于11美元。关键是强制劳动，也就是说尽管被禁止，但私人还在使用。据说1954年在安哥拉有379000名契约工人和40万名自由工人。大概安哥拉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曾或多或少自愿地为殖民经济工作过。而葡萄牙殖民体系的自我表达中，在智性层面上流露的强势为这一现实“保驾护航”，传统上它根本不需要区分不同的种族（Lusitanismo）。

与此相对，反抗发生得很晚。第一波武装行动出现在1961年，当时非洲绝大部分已经独立。1948年罗安达的“被同化人（Assimilados）”就已经把他们的非洲身份在诗歌里表达出来——使用的是葡萄牙语！提供灵感的是葡萄牙唯一的反殖民团体——被禁止的共产党。因此，数位领袖主张马克思主义，如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德·安德拉德（Mario De Andrade）和阿戈斯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而蒙德兰内（Eduardo Mondlane）却因在美国学习而受到影响。1956年，阿米尔卡·卡布拉尔与他的五个朋友建立了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rtido africano de independe～ncia da Guiné e Cabo Verde，P.A.I.G.C.），又与其他人一起发起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M.P.L.A.），1959年阿戈斯蒂纽·内图（1922～1979年）加入该党，1962年成为该党主席。但是起初它只是很小的团体，国际及卫国警察（Polícia internacional de defesa do estado，P.I.D.E.）[5]很容易就能控制它们。莫桑比克的情况甚至需要尼雷尔的推动，各个流亡者团体1962年才得以在达累斯萨拉姆联合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sambik，FRELIMO）并选举联合国机关工作人员爱德华多·蒙德兰内（1920～1969年）为主席。血腥镇压让这些人在1959/1960年对用和平手段实现独立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也促使他们付诸武力。1961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徒劳地尝试进攻罗安达监狱，那里关押着它的领袖们。同年在安哥拉北部爆发了一场反对强制劳动的起义，它大约夺走了1300名白人和5万名非洲人的生命。起义得到霍尔敦·罗伯托（Holden Roberto，1923～2007年）领导的安哥拉人民联盟（União das populaçães de Angola，U.P.A.）的支持，最初它是巴刚果族的一个组织，以金沙萨为基地进行活动。但是它的游击队员能够在安哥拉北部的山区坚持到大约1965年。1963年，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从相邻的几内亚开始游击战，1964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以坦桑尼亚为基地在莫桑比克北部开始了游击战。此前在非洲去殖民化过程中几乎还从未有过建立在相邻国家里的根据地。

世界舆论对血腥镇压的愤怒和从安哥拉拥向刚果/扎伊尔的难民数字——1960年代早期 已达141000人，后增长到40万人——促使葡萄牙政府进行旨在一体化的改革，情况与西班牙类似。1961年取消了“土著”和“被同化人”的差别，并且给予所有非洲人公民权，1962年强制劳动正式终结。但是当1971年要在“海外省”实行有限自治和民选大会时，一个专制政权的公民权并没有多少价值的事实就显现出来了。1961年，国际劳工局的一份报告报道了为改善劳动条件而付出的巨大努力。然而当小学生的人数成倍增长时就可以注意到，承担着这一责任的传教士们必须使用葡萄牙语授课。

1961年，葡萄牙对外国投资人开放其殖民地之后，经济增长政策是最成功的。据说在1960年代，安哥拉的工业增长率达17%。它与南非共同在库内内河上建造了灌溉和发电站系统。1965年，一个在克虏伯领导下的国际财团开始开采铁矿，1966年，美国海湾石油公司（amerikanische Gulf Oil Company）在刚果河入海口北面的卡宾达飞地（Enklave Cabinda）开始了石油的开采。1973年，美国比葡萄牙进口了更多的安哥拉商品，虽然1948年至1970年葡萄牙从非洲的进口额从8%增加到了15%，出口额稍有降低，从25%减少到23%。相比之下，在莫桑比克的大项目只有根据与南非签署的《电力购买协议》（Stromabnahmevertrag）于1969年至1978年在卡布拉巴萨（Cabora Bassa）的赞比河上修建的拦河坝。此外，该项目首期施工的15.53亿德国马克的订单总额中，有6.83亿德国马克落到了德国德律风根有限公司（AEG-Telefunken）、豪赫蒂夫公司（Hochtief）和西门子公司（Siemens）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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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0 1968年的几内亚比绍

相反在政治上，政权仍然相当缺少创见，而反叛者在各区域和国际上都进行着耐心的组织建设工作，直至他们的一个个小基层组织发展成民众运动。非洲邻国提供了基地，阿尔及利亚培训了战士。霍尔敦·罗伯托1962年将安哥拉人民联盟重新命名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F.N.L.A.），通过他的姻亲蒙博托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后者之前也得到过美国的援助。1975年，蒙博托直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援助反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反对北约成员国葡萄牙的起义者在西方最多只能得到人道主义援助；1964/1965年，蒙德兰内赢得了福特基金会对学校的支持。与此相反，自1968年起从东方集团，主要是从苏联运来的是武器。古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中国在与苏联的冲突爆发后表现更为克制一些，但自1971年起有选择地支持那些与受到苏联偏爱的政权进行斗争的团体，如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葡萄牙利用自己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各种条件，尽管官方不允许将来自美国和联邦德国的武器投入非洲使用。但是1969年至1974年，尼克松总统与肯尼迪相反，坚决地站在了葡萄牙一边，由于亚速尔群岛上有空军基地，葡萄牙在冷战中对于北约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如此，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等借助古巴的帮助，在1968年能够提出将几内亚比绍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作为“解放区”的要求，也就是说葡萄牙的各个据点处于孤立状态。对此，无论是进攻还是强制迁徙都于事无补，即使1973年在科纳克里谋杀卡布拉尔也丝毫未能改变这一状态。1972年，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根据一份统一名单甚至举行了选举，并且于1973年宣布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独立，3个月之内获得了75个国家的承认。1973年底，65个国家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动议，抗议葡萄牙对几内亚比绍部分地区的非法占领。93个代表团投赞成票，30个代表团投了弃权票，其中有联邦德国；与葡萄牙一起投反对票的有美国、英国、巴西、南非和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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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1 1973年的莫桑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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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2 1970年的安哥拉

虽然葡萄牙在莫桑比克通过一次进攻重新控制了与坦桑尼亚的边界，尽管1969年谋杀蒙德兰内引发了一场内部危机，但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仍然能够守住北方各省。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1933～1986年）成了他的继承者。1971年，在卡布拉巴萨施工地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但未向大坝发动攻击。1973年，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的尝试失败，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依赖东方集团的颇具意味的选择。1974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宣告解放了北方的广大地区，而它在南方和城市里却很少出现。然而没有人对它提出的自己是莫桑比克人民唯一代表的要求产生怀疑。

而在安哥拉提出这一要求的是三个相互争斗的组织。1964年，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1934～2002年）进行了反对霍尔敦·罗伯托的起义，以赞比亚为基地建立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e～ncia total de Angola），并且像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一样在内陆地区站稳了脚跟，葡萄牙人对于这些地区不是特别感兴趣。

萨文比在内部可以依靠奥文本杜民族（Ovimbundu），在外部可以依靠赞比亚的支持，好像还有中国的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依靠的是巴刚果、扎伊尔和美国；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则依靠说金邦杜语（Kimbundu）的族群、刚果—布拉柴维尔和东方集团。由于 它们之间的冲突部分已是武装冲突，所以留给葡萄牙人的活动空间比在其他地方更大。1974年它们基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最后的决定在宗主国作出。那些对非洲战争失望的军官们于1974年4月25日推翻了专制统治并喊出了口号：“民主在我们这里，去殖民化在非洲。”于是，当其他各地都在相当顺利地进行着权力交接时，在安哥拉，对手们却在扩军备战。虽然在首都罗安达区域最强大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受到左翼葡萄牙当权者的优待，它却因为内部的冲突而削弱，而由于扎伊尔和赞比亚支持其他两场运动，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für Afrikanische Einheit，O.A.U.）不得不承认所有三个政党。无论是1975年1月在葡萄牙举行的会议还是肯雅塔的调停都没有促成统一。30万葡萄牙人离开了这个国家，战争开始了。就连葡萄牙人中也有献身于非洲辅助部队的人。

要求的选举一直没有举行。当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与至少2000名南非人一起从南方向罗安达推进时，蒙博托支持着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并设法为它争取到美国和中国的帮助。然而1975年11月1日宣告建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仍然能够维持其地位：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应其请求派出了古巴部队。这些部队取得了成功之后，1976年初苏联从海路和空路不仅向这个国家运送战争资源，而且继续运送古巴部队：总共大约有2万人。此外还有来自民主德国的专家和武器，同样提供给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据说1975年民主德国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了892.38亿马克的援助，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供的援助甚至达2.77亿马克，另外还有5200万马克援助给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1亿马克援助给了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还有非军事的发展援助，特别是向安哥拉派出了大约10000名古巴教师。由于1975年底，国会明确禁止尼克松政府向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提供哪怕是隐蔽的援助，所以南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并首先撤军。南非的政治干涉使得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不仅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而且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同情，后者此时决定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尽管如此，其他组织并没有被压制下去。另外，纳米比亚解放组织依托安哥拉领土进行的行动导致了与南非的长期冲突，古巴人不得不留在这个国家，甚至继续加强它的存在，直到苏联淡化了对峙局面并在1988年与古巴 和南非达成一致，才使古巴人至1991年撤军成为可能。然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继续坚持内战，直至萨文比2002年被枪杀。但是在此期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已经足够强大，致使1992年过渡到多党制，1997年它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以及继续战斗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组成联合政府，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此期间变成了两个政党，与其联合有违常理。

其他殖民地问题较少，因此先于安哥拉独立，1975年7月5日莫桑比克独立。虽然南非和罗得西亚建起了一支由受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歧视的党内同路人组成的游击队，但这里除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没有其他选择。1982年，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Resistencia Nacional Mocambicana，RENAMO）开启了并不特别成功的、长达数年的内战。1974年9月10日，葡萄牙在几内亚比绍仅仅需要承认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政府。在佛得角群岛上，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与在陆地不同，还必须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尽管如此它仍然赢得了大选，并于1975年7月5日宣告独立。但是几内亚比绍接管各岛政权由于1981年的一次政变而被取消。佛得角的混血儿在共同的国家里已经可以控制非洲人。就连两个岛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于1975年7月12日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南非和纳米比亚

欧洲撤离非洲时，在那里留下了“殖民地”这个词原本意义上所指的东西——“移民点”。最终有500万白人移居非洲，不像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或肯尼亚的移民，他们在欧洲不再有母国。这些白人统治着5倍于他们的非洲人，使用的是殖民时代形成的、随后又变得更加严厉的种种方法。此外，至1991年，他们还阻止国际联盟托管地西南非洲和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从欧洲的视角看，这就是次级殖民主义，在南非，它的前身是次级帝国主义；而从非洲的观点看，它是内部的殖民主义，是同一个国家之内的殖民 统治关系。植根于欧洲的殖民主义对于相关的欧洲民族而言，所呈现的仅仅是其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而且常常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原则上总是可以协商的，而南非的次级殖民主义则构成了白人的生存基础，体现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人们毫不妥协地予以保护。这种主人立场并不新鲜，它可以追溯到南非种族政策长期的发展，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布尔人，还有英国人。如果说这种政策在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时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话，那么通过去殖民化，它变成了不合时代的残余。但是在南非的环境下，这种事实情况首先导致的不是它的消除，而是使它变本加厉。

南非联盟成立后很快就确定了发展方向。布尔人联盟总理路易·博塔（Louis Botha，1910～1919年在任）和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n Smuts，1919～1924年和1939～1948年在任）的南非党（South African Party）希望尽快实现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和解。而詹姆斯·B. M.赫佐格（James B. M. Hertzog）则担心清一色的白人居民会英国化，数量上占优但经济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布尔人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地位。为了自我维护和继续发展布尔人的身份认同，他于1914年建立了民族党（National Party），长期地看应该说它的确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实现了这一目标。由于战时经济的工业繁荣，主要由布尔人构成的白人摆脱了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尔人在说英语的南非人占主导的私人经济中也发挥了比以前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族党，自从它1948年因布尔人的社会怨恨掌握了政权以后，便把国家机器变成了布尔人的领地。国家雇员的71%是布尔人，陆军的85%和空军的75%是布尔人。

与此相反，1910年之后解决白人的贫困问题最初是以损害黑人利益的方式开始的。1911年的《矿山与劳动法》（Mines and Works Act）尽可能地把需要培训的工作留给了白人，1913年《土著土地法》（Native Land Act）禁止“黑非洲人”在他们7.3%的土著居留地之外购买土地。所有的政党都想把南非打造成一个白人的国家，这引发了黑人的反抗。1912年，南非土著国民大会（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成立，自1923年起改称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当年是按照印度模式进行的联合运动，其领导是被同化的、自视为英王国的平等臣民的非洲人，以克服种族分裂作为目标。此外，1917年还出现了第一家非白人工会——工业和商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但是抗议行动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被镇压。相反，布尔人却处于上升状态。虽然总理史末资在国际上极其成功，因为他决定性地推进了第二次去殖民化，即英国自治领的去殖民化，但在1920年的选举中只能勉强过关。1914年布尔人就已经作出了反对英国和赞同德国的选择。1918年成立了非洲人秘密兄弟会（Afrikaner Broederbond），一个布尔人的秘密组织，它不仅对民族党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大多数布尔人信仰的尼德兰改革宗教会（Niederländisch-Reformierte Kirche）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建设使用南非荷兰语（Afrikanns）教学的单语学校是短期目标。其后还隐藏着庸俗的神学观，称布尔人是在他们的应许之地的选民，住在这里的黑人是受上帝诅咒的“含”的后裔，被规定要做仆人。根据上帝对以色列的指令，他们也必须与他的子民分开居住。史末资在实践中打下了更进一步的基础，此外还通过1923年《土著城市地区法案》（Native Urban Areas Bill）规定了与城市分离的黑人居住区。

1924年，史末资因他的经济政策下台，赫佐格与民族党人执掌政权至1939年。他的第一批措施是确保白人的工作岗位。1922年，白人矿工的一次起义不得不借助于军队镇压。后来很多职业的能力证明不再允许发给非洲人。1925年确定南非荷兰语为第二官方语言，这给布尔人带来了好处，他们说英语的频率高于以英语为母语者说南非荷兰语的频率。不是所有计划好的对非洲人的限制都能够贯彻下去，但至少惩罚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婚外性行为的《不道德行为法》（Immorality Act）1927年得到了贯彻。1929年，借助“黑祸（schwarze Gefahr）”口号赢得的大选挑起了暴力并真的引发了“黑祸”；后果就是决定镇压。但是大多数民族党人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脱党，以至于当1933年赫佐格以三分之二的多数与史末资的人联合为“联合党”时，他的冒险才能够获得成功。1936年《土著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Natives Act）取消了开普省有表决权的“黑非洲人”80年以来一直行使的选举权。取而代之的是，未来允许他们选举3个白人代表进入联邦众议院和2个白人代表进入开普省议会，此外与其他3个省的黑人 一起选举4个白人进入联邦参议院。作为补充，又建立了以土著事务部长为首的土著代表参议院（Natives Representative Council），其成员除了500名白人官员，还有4名任命的和12名选举产生的黑人成员，但是它从来也未被严肃对待过。

非洲人的反应还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复兴。当时政府的通常做法是将黑人的“阴谋活动”追溯到1921年建立的共产党，实际上它在1920年代具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是新法律迫使黑人犯罪，根据这些法律，90%的黑人不得不非自愿地和不可避免地犯罪，每年有7%的黑人受到惩罚。

赫佐格联盟政策的代价是1934年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Daniel François Malan）领导的纯洁民族党（Gereinigte Nationale Partei）分裂出去，此时兄弟会的权力意志集中在该党身上。因为1938年布尔人大迁徙百年纪念日带来了极端布尔人的民族主义的巨大繁荣，它不再需要赫佐格的引导。当时出现了奥瑟瓦-布兰德威格（Ossewa-Brandwag，意为牛车消防站），一个拥有25万成员的准军事法西斯主义组织，它遵循希特勒德国的模式。他们的领袖之一是鲍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Balthasar Johannes Vorster，1966～1978年任总理，1978/1979年任国家总统）。1942年至1944年他因为亲德态度被拘留，战后出于其他原因暂时没有被接受为重新崛起的民族党的候选人。马兰作为伙伴反对奥瑟瓦-布兰德威格组织，却把它的成员吸引到他那里。1953年该组织消失，它的成员留在民族党内。

1939年再一次以微弱多数赞成票决定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史末资重新成为总理。对此持反对态度的赫佐格和他的追随者们最终又一次与剩余的民族党人联合起来。由于在战时经济中，为了各种战争事项而需要黑人，所以他们的期望值节节升高。他们认为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的漂亮话也是针对自己的。1943年，由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奥立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建立的青年同盟推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向前发展。1945年，它的代表参加了在曼彻斯特召开的泛非洲大会。然而各种期望都落空了。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当矿工们为提高工资待遇举行罢工时，回应他们的是暴力镇压。史末资既没有对经济政策也没有对土著政策有过规划，即使在国际政策上也经历了失败，因为独立的印度不准备无异议地忍受对人数众多的南非印度人的歧视。因此，1948年重新统一的民族党与立即被它接纳的立场更加右倾的非洲人党（Afrikaner Party）一起赢得了多数。1961年由此产生了三分之二多数，随后数字继续增长；1981年赢得了165个席位中的131个。1977年联合党瓦解；从此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1981年拥有26个席位）成为主要的反对党。1989年4月，由于马上要进行大选，3个反对党联合组成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1948年在南非各种政治路线终于分道扬镳了。在历任总理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1948～1954年在任）、约翰内斯·G.斯揣敦（Johannes G. Strijdom，1954～1958年在任）、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Hendrik Frensch Verwoerd，1958～1966年在任）和鲍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1966～1978年在任）的领导下，民族党政府此时能够毫无顾忌地实现自己的种族隔离理想。其间，应用心理学家维沃尔德是最重要的人物，1950年至1958年，他在其前辈的领导下作为土著人事务部长行使职权。为了保持布尔人的血统纯正和民族身份，须进行尽可能彻底的种族隔离。虽然也完全规划了非白人群体的发展，但要尽可能地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因而他们不可能赶上白人。隔离应该只能进行到这种程度，即白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可以持续下去并且还会提高。矿山一如既往地处于这一体制的中心地位。

一大批法律和规章以建立各种相应关系为目的。1949年《禁止异族婚姻法》（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禁止种族之间的异族婚姻，1950年《道德修正法》（Immorality Amendment Act）规定任何异族间的性交都属犯罪。即使白人也会因此受到惩罚。种族隔离已经极端地扩张到了日常生活设施，如公共汽车、海滨浴场、公园长凳和盥洗室等，而只有在每个个体的种族归属都很清楚的情况下，种族隔离才可以贯彻下去。所以《人口登记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采用了根据出身和外貌进行种族定义的方法，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居民登记。1950年《禁止共产主义法》（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限制了某些基本权利。在该法中，共产主义者不仅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极其广泛地被定义为“各种思想和学说的追随者，这些思想学说会通过引发动乱和无秩序导致南非的政治、工业、社会或者经济情况的改变，无论是由于违法行为还是渎职行为”。司法部部长可以对这类人颁布禁令，可以实施软禁，与此相关，还可以禁止交往、禁止发表言论和禁止 在媒体上对他们稍有提及。1950年至1957年有1300人通过这种方式被贴上了没落人士[6]的标签，其中很多人与共产主义者毫不沾边。1967年颁布的《恐怖主义法》（Terrorism Act）的追溯效力至1962年，它对可以判处死刑的恐怖分子的定义具有伸缩性。南非以1960年至1977年的1200例死刑保持了合法处决方面的世界纪录。1963年至1976年颁布的这些法律和其他法律是为了对付不断增长的黑人反抗，它们允许警察拘捕人后不送交法庭，警察可以不允许被拘捕者与律师联系或者告知其亲属。刑讯非常普遍，各种蹊跷的自杀出现得越来越多。

随着1951年的《预防非法占地法》（Prevention of Illegal Squatting Act）、1952年的《废除土著通行证和文件协调法》（Native Abolition of Passes and Coordination of Documents Act）和《土著法律修正法》（Native Law Amendment Act）的颁布，开始按照预期构建各工业中心区的生活关系。未来黑人家庭能在城市里长久安家只是例外；通常只给予单身男性工人有限期居留许可。为了监控采用了统一的证件，至1959年也规定这种证件适用于非洲妇女。根据《班图教育法》（Bantu Education Act），1953年不再允许地方当局和布道团涉及非洲人教育并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未来只有得到它的许可和根据它的原则才被允许授课。1960年，整个土著教育掌控在国家的手里。用于有色人种学生的支出大大低于用于白人学生的支出。除此之外，非白人大学生几乎被所有大学逐出，为混血儿、印度人以及三个最重要的黑人族群科萨人（Xhosa）、祖鲁人和茨瓦纳人建立了五所隔离学院。

为了种族隔离（Apartheid），政策规定将非洲人划归地方管理，使非洲人分裂成相互隔离的种族，这样做的统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重新安排保留区的政策应该是整个体制发展的高潮。1950年至1954年，以其主席的名字命名的汤姆林森委员会（Tomlinson-Kommission）制定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详尽报告，它为将现存的保留地重新安排成自治的、最终“独立的”黑人居住区（Homelands）或者班图斯坦（Bantustans）奠定了基础。可是报告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因为它为黑人居住区经济规划了过高的投资。尽管如此，1959年《班图自治促进法》（Promotion of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创建了8个所谓的民族单位，后来又补充了两个单位。1963年，第一个单位根据《特兰斯凯组织法》（Transkei Constitution Act）获得了自治地位。然而只有两个单位拥有完整的领地，其他单位都是由少则两三个，多则11个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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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3 1981年南非的班图人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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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黑人居住区虽然属于南非土地最肥沃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经济也最不发达。为了把它们打造成真正的“祖国”，根据委员会的观点，通过在黑人居住区实行费用昂贵的工业化政策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恰恰是这件事没有做，以至于1974年汤姆林森（Frederik Rothmann Tomlinson）感觉到有责任对规划未充分施行提出批评。1960年代就已经明朗，其后隐藏着某些手段。南非1910年就计划合并巴苏陀兰、贝专纳兰和斯威士兰，却未能实现，后一直在为此努力，因此一开始就将它们纳入黑人居住区的计划。但是英国拒绝违背相关居民的意愿批准此事，并且在1966年和1968年分别同意莱索托、博茨瓦纳以及斯威士兰独立。早在1962/1963年维沃尔德政府就已经满足于这种发展，并由此开始巧妙地转变了自己的黑人居住区政策。不是将尽可能多的黑人置于南非的统治下，未来最重要的是要将尽可能多的黑人排除在南非之外。不仅现在不再想要上文提到的当年高级专员地区（High Commission Territories）的三个飞地，甚至要使用同样的方法将黑人居住区从南非划分出去并允许它们完全独立。如果每个非洲人在法律上都是一个黑人居住区的公民，在南非只是“外籍工人”，就像来自莱索托或莫桑比克的季节工，那么南非事实上就可能变成一个法律上的纯白人国家。黑人居民占据多数的种族问题就可以定义为外交问题优雅地走出国门。这当然不会改变黑人居住区绝对的经济依赖性，也不会改变在紧急情况下白人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在这种霸权模式的框架内不对黑人居住区进行工业化是合理的！1976年至1980年，它们中间的四个毕竟也赢得了独立，但这种独立在国际上未获承认，虽然至少在特兰斯凯如同在莱索托或者博茨瓦纳一样出现了反对南非的政策。特兰斯凯甚至想要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当1961年南非实现了布尔人的旧梦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之时，它作为南非的一部分脱离了英联邦。

民族党人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激烈的内部抵制，不仅来自相关人员方面，而且也受到很多白人的反对，其中甚至包括布尔人传教士。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已经提出了抗议，并于1952年值南非300年庆典之际开始进行 消极反抗运动，它使得数以千计的人因蔑视法律锒铛入狱并使非国大的成员增加到10万人，却因遭受镇压而失败。1955年非国大与印度人、混血人种和志同道合的白人一起召开了人民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其《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拥护种族平等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虽然针对领袖们谋反罪的诉讼以宣告无罪结束，但非国大主席祖鲁人艾伯特·卢图利（Albert Luthuli）最终还是于1959年被流放。不过1961年他被允许出境领取诺贝尔奖。1959年，拒绝与其他种族合作的激进非洲人作为泛非主义者大会（Pan-Africanist Congress，P.A.C.）与非国大分离。在竞争中，两党均于1960年开始进行蔑视《通行证法》的非暴力运动。在南德兰士瓦的沙佩维尔（Sharpeville），警察向没有通行证在岗哨前游行的人群开枪，杀死了69个非洲人。其结果是暴力和镇压的升级，行政当局获得了更多的特别权力。

1961年，很多非洲人不再相信用非暴力方法能取得成功。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创立了破坏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和“独立战斗（Poqo）”，他们在国外受训之后转向采用所谓不对人而对事的暴力。1963年，这两个组织被警察击溃，1964年民族之矛的17名成员受审，其中包括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年），他当时解释了绝望如何驱使他采取暴力手段：“［……］50年的非暴力没有给非洲人民带来任何东西，但带来的镇压立法却越来越多，权利越来越少。”1964年，所有的积极分子都不得不逃亡国外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训练，据说1978年有4000名南非黑人接受了这种训练。非国大的武装力量不断尝试从邻国渗入南非进行游击战或恐怖行动。南非以在国内进行反恐怖和进入邻国迅速实施的军事行动进行应对，在行动中显而易见无视邻国的主权。抛开那些最新式的、在此期间大部分已经自给生产的军备不计，1961年至1974年，南非军队的规模扩大了10倍。国防预算一直显示最高的增长率。

暴力对双方来说只不过构成了它们的斗争的一部分。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很多非洲国家设立了办公室，在印度、英国、美国和民主德国也设有办事处，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非国大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设有常驻代表处。尽管有东方集团的支持，尽管与共产主义者保持着公开的伙伴关系，尽管很多领袖具有共产主义信念，非洲人国民大会依然坚持它的独立性和乐于接受各方面的援助。南非试图通过大规模的行动来对付这种对世界舆论发动的卓有成效的攻势，特别是在实用主义者沃斯特接替了教条主义者维沃尔德之后。按照百余年的霸权传统，非洲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和依赖性被用于精心调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除此之外，种族隔离政权即使在它重要的经济伙伴中也几乎不可能赢得公开的和积极的政治朋友，1970年代新的内部争论又进一步使它丧失颜面。

1973年繁荣时期结束，经济形势每况愈下。1973年至1977年，采矿业受到罢工和动乱的冲击，数以百计的人丧失生命，企业家心中充满疑虑。1976年在约翰内斯堡附近黑人居住的卫星城市索韦托的一次学校孩子们的抗议行动中有700人被杀害，其间警察射杀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对此出现了新的批评声音，这些声音是不能迅速封杀的。虽然1969年成立的黑人南非大学生组织（South African Students’ Organization，S.A.S.O.）的领袖于1973年被捕，但是这一策略没有被用于对付祖鲁酋长盖夏曼·布特莱奇（Gatsha Buthelezi）的“英卡塔（Inkatha）”运动（1978年），这一运动拟从内部，也就是从黑人居住区开始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比如对于夸祖鲁黑人居住区和纳塔尔省来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部共同的宪法。1983年成立的、拥有改革宗牧师阿兰·布萨克（Allan Boesak）的联合民主阵线也是到1988年才瘫痪下来。自1963年组织起来的教会界反对派找到了英国圣公会黑人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发言人。自1980年代起，黑人大学生为一个统一的南非民族阿扎尼亚（Azania）摇旗呐喊。

1970年代末，就连政权的权威人士也不能无视一种认识，即种族隔离政策已经把国家带进了一条死胡同，唯有通过改革才能够走出来。甚至非洲人兄弟会为了布尔人自我维护的利益也学会了改变思维。1986年，它在内部提出了批判种族隔离的专题报告。或许是它对白人精英们的影响减轻了这一转变的难度。彼得·威廉·博塔（Pieter Willem Botha）自1978年起当总理，自1984年起作为国家总统根据新的总统制宪法控制着这个国家，1980年，宣告改革种族隔离制度和合并黑人居住区，却拒绝所有人拥有平等选举权的统一国家，因为它或许会导致黑人独裁。总之黑人广泛的地方自治受到限制，尽管并非不受控制。1983年的宪法改革采用了总统制共和国，而议会——参议院于1981年被取消——被平行的白人议院、有色人（混血儿）议院和印度人议院取代，三院的人数比例为4∶2∶1，当三个议院之间产生矛盾时由总统进行裁决！由于黑人在此次改革中一无所获，很明显政府想要依靠的是其他的联盟者。但是即使博塔1986年初将种族隔离制度明确地称为“过时的”并打算建立一个有黑人成员参加的咨询委员会，他依然拒绝多数民主制，因为此时南非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

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或多或少索然无味的宪法实验。《不道德行为法》（Immorality Act）被废除，自1989年初开始，地方行政机构有权结束居住区的种族隔离。每月执行的死刑判决数由平均10人降低到2人。但是自1985年7月起使得改革政策放慢的紧急状态却在1988年6月再次延长。尽管如此还是很清楚，在此期间很多南非白人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种族小隔离乃至在经济上对非洲人的歧视是多余的甚至是令人讨厌的。时间越久，经济发展就需要越多的高水平的黑人劳动力和黑人的补充性购买力。尽管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比很多已经独立的非洲国家都高，与白人之间的差距仍然是令人惊讶的。但是此前得到最大限度容忍的黑人工会于1979/1980年获得许可并非偶然，尽管人们试图阻止它们的非工会性质的行动。1985年，工会顶层协会南非商业联盟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成立，拥有会员65万。随着白人态度的这种转变，南非问题也渐渐简化到了它坚硬的核心，即不受限制地维护白人的统治，在紧急状态下要一如既往地以强硬手段予以捍卫的白人统治。

犹犹豫豫开始进行的对南非的国际经济制裁暂时似乎只是增强了白人的忌恨和他们的阵营心态。民族党以外的右翼极端分子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当涉及缩减投资政策 的时候甚至声称，它只让第三方甚或南非自身获益，它要让更多的黑人失业。1989年接替博塔的新总统和党的主席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也必须考虑，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受到仍然起决定性作用的白人选民的支持。但是美国在加强制裁，外国公司开始撤离，黄金价格下跌，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些好像都使他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改变方针。东西方之间冲突的结束缓解了他的压力。

1990年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经过自1980年代起秘密的前期商谈后，曼德拉在经历了27年的监禁之后获释；非国大和其他黑人组织得到承认；在公众场合的族群隔离（小种族隔离）被取消和紧急状态结束，等等。非国大随即停止了武装斗争。1991年大种族隔离法律被废除［《土地法》（Land Act）、《族群住区法》（Group Areas Act）、《居民登记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和《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等］，并且准备重新纳入黑人居住区。9月4日得以与其新主席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和其他非洲人组织签署协定，确定了反对暴力和开始民主的进程。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双方激烈的冲突和严重的暴力事件，总共死亡16000人，特别是在非国大与英卡塔运动之间的战斗中，后者丧失了在各阵线之间的优势地位。1992年进行了白人的全民公决，他们得到了特赦和保障，68.7%的选票赞成德克勒克的改革路线。1993年通过了一部过渡性宪法，建立了一个有非洲人参与的过渡性政府；具有独特魅力的曼德拉和实用主义者德克勒克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进行的第一次大选与此前结合名单提名的比例选举完全不同，结果非国大以62.65%的选票获胜；民族党获得了20.39%的选票，仅仅在西开普兰赢得了53.2%的选票。非国大在9个新省的其他几个省同样占据多数，各黑人居住区已经融入了这9个省。因为新宪法以新的形式强化了之前受到很多限制的国家的联邦结构。

两院议会选举曼德拉出任总统，德克勒克出任两个副总统之一，至1996年制定出一部堪称典范的民主宪法。1995年废除死刑。可是新国家一如既往并非只受到种族矛盾的威胁，还受到仍遭歧视的非洲下层的社会焦躁的威胁，与这种社会焦躁相对的是非洲新政治阶级的广泛的自助。

之前受南非控制的纳米比亚成功的去殖民化是否可作为榜样呢？南非在很长时间里都扮演着绝不退让的殖民政权的角色，但最终还是对世界政治的转变作出了反应，特别是对苏联的新路线作出了反应。南非作为托管地政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让德国殖民者留在了国内。由于布尔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迁入，在此期间他们已经不再占据白人居民的四分之一，尽管如此，1984年至1990年德语依然是第三国语。与德国的土著政策相反，非洲种族的重新构成被容忍，但针对动乱也像那里一样使用了相同的暴力。一个C类托管地可以作为托管地政权领土的组成部分来对待。因此1952年西南非洲的白人可以选派议员进入联盟议会去加强民族党。联合国没有直接接管国际联盟的托管地，而是建议当时的托管承担者向联合国提出托管申请。而只有南非要求将西南非洲纳入自己的领地。鉴于那里的种族政策，联合国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并未妨碍民族党把西南非洲视为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在那里实行种族隔离，甚至将黑人居住地计划转用于那里，虽然那里的情况与联盟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北方，奥万博人和他们的同宗未受干扰地占有着自己的土地，而在“红线（rote Linie）”以南占该地区约70%面积的所谓警察区域，德国人在赫雷罗战斗之后已经几乎完全清除了土著的土地占有。

而南非则倾向于居留地政策，开始时德国人也曾看好这项政策。所以1925年在警察区域已经有25000平方公里的土著人保留地。1961年面积增加到了13万平方公里。根据为西南非洲组建的奥登达尔委员会的建议，拟在红线另一边的各个地区和拟在南方获得的另外10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建总面积为326000平方公里的10个黑人居住区，其中7个以马蹄形围绕着楚梅布—赫鲁特方丹（Tsumeb-Grootfontein）矿区，3个作为在南方的飞地。若不将自然保护区和钻石保护区计算在内，留给占人口11.6%的白人的土地接近土地总面积的一半，而且不是最坏的土地。1936年，44.3%的土地（3060万公顷）掌握在3905个农场主的手里。

1974年统计的各个群体人数及占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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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为他们建立或者计划了10个黑人居住区，而规划的居民人数显然并非总是包括整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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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4 1900年德属西南非洲内的非洲人居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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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5 1911年德属西南非洲的区划

1968年建立黑人居住区的工作从奥万博兰开始。但是其57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仅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9%，而奥万博人却占总人口的46.5%。也就是说他们和在德国人统治时期一样被迫在南方作为契约工人受雇于人。这些以及不仅仅是他们数量上的强势使他们成为该地区的政治领导群体。1957年，赫尔曼·托伊沃·亚·托伊沃（Herman Toivo ja Toivo）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奥万博组织与契约制度作斗争，由此产生了后来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它把自己理解为该地区所有非洲人的联合体，由于采取巧妙的政策而被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为 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它植根于奥万博人的事实让其他种族因为安波（Ambo）统治出现了担忧，这种忧虑对南非而言来得正逢其时。

1959年在温得和克（Windhuk），当黑人们按照种族隔离原则应该迁往一个隔离的市郊的时候，发生了抗议游行，对此警察以开枪回应。11人被打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新领导人萨姆·努乔马（Sam Nujoma，1929年出生）出走国外，首先到达累斯萨拉姆，接着便开始建立一支游击队。但在国内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被禁止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合法分支。1966年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年份。当时国际法院出于形式上的原因驳回了对南非伤害托管地的起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发起了针对南非安全部队的行动。不久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终结托管，接管“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管理，从此这个地区被称为纳米比亚。南非根据海牙的判决拒绝了联合国的决议，并以大力推进黑人居住区政策予以回应。1971年，重新组成的国际法院宣告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为非法，对此也没有造成任何的改变。南非的行动在同一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运动，虽然运动被镇压下去，但它毕竟导致了契约工人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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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6 1937年在南非统治下的西南非洲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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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7 在奥登达尔计划中的西南非洲规划的家园

随着1974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转折出现了，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不同，当时南非无法指望未来在安哥拉会有一个友好政权。南非在沃斯特领导下开始与所有族群进行宪法谈判，也就是说没有设定一个特定的解决方案，但以独立作为最终目标。同时继续实行黑人居住区政策估计是为以后的调整造成既成事实，但却很快导致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退出，后者作为一个要求垄断的政党也没有参加1975年至1977年在温得和克体育馆召开的宪法会议。会议和由它产生的民主体育馆联盟（Democratic Turnhalle Alliance，D.T.A.）坚持种族代表的原则，坚持白人是其他群体中的一个，并且主张保护少数种族群体，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却按照“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的原则追求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它的对手能够轻易地召唤奥万博一党制独裁的幽灵，而与南非合作的民主体育馆联盟的力量也轻易地被谴责为它的傀儡。除此以外，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把自己视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相似，受到东方集团和左翼非洲政权的支持，前者包括民主德国。在南非看来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因为驻扎在安哥拉的3万～4万古巴人在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打气撑腰。

尽管如此，为了对形势的发展施加影响而进行徒劳尝试的既有联合国，又有在纳米比亚拥有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西方列强的一个联络组，其中包括联邦德国，它从罗辛（Roessing）矿场购买铀，是南非第二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联合国已经确定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非不能容忍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达了准备谈判的意愿，却从一开始就要南非对预料中的失败负责，而 1981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纳米比亚会议果然失败了，1984年，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接触同样也失败了。其间，南非于1978年在没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参与的情况下独自举行了选举，1979年成立了立法大会，1980年组建了部长会议，后者很快就成功地着手撤销种族隔离和压制性的劳动法立法。1983年，过渡政府因受到南非的屈辱性对待而辞职，南非的行政总管解散了大会并重新接管政府。但是博塔宣布其他选举为不妥当。经历了数轮准备工作之后于1984年在多党会议（Multi-Party Conference）的基础之上再次尝试达成广泛和温和的一致意见，以此可以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相对抗。除了一个拥有新的民族联盟过渡政府（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的民族会议（National Assembly），还任命了一个制定宪法的立宪委员会（Constitutional Council），其方案已经不再顾及种族的议会比例代表制，而新总理则要求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参加下一次选举。

美国在努力调停的过程中，于1981年推出了它的包括古巴撤离安哥拉的一揽子建议，1982年该建议被南非接受，随后被博塔多次公告。可是美国自己不得不于1987年承认它的斡旋努力失败。通过愿意在非洲淡化对峙局面的苏联的共同作用，他们才在1988年获得了成功。4月至12月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谈判，最终于1988年12月22日在联合国所在地纽约完成了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之间的《纳米比亚协定》（Namibia-Vertrag）。它规定，所有古巴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至1991年7月1日撤离安哥拉；把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队缩减到1500人，并集中在赫鲁特方丹和奥奇瓦龙戈（Otjiwarongo）；最终实现1978年关于举行大选和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第435号决议。1989年4月1日，在7500名联合国士兵和2000名公民观察员的监督下，按时开始了付诸行动的进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这一规定日放弃了它作为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的特权地位。但依然发生了各种事件；此外，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俘虏营的生存条件以酷刑、强奸和屠杀而闻名于世，该组织丧失了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然而，1989年11月初的选举还是能够不受干扰地如期举行。在72个立宪大会席位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获得41个，民主体育馆联盟获得21个。尽管存在着冲突和腐败，与其他国家相比，独立的纳米比亚在它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政府的领导下还是经历了一个和平而有秩序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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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派别，注重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

[2] 这个词原指意大利为收复被邻国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进行的民族统一运动。

[3] 指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早期移民。

[4] 指分裂某一地区，使其互相对立、牵制，以便从中获利，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强针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做法。

[5] 葡萄牙统治时期的秘密情报组织。

[6] 指曾经具有影响力的，但出于某种原因受政界、媒体等冷落而被人们淡忘的政界或社会名流。


第二十三章 没有未来的过去？

控制两极地区？

从欧洲开始的扩张进程不会结束。它甚至早已经涉及宇宙空间，因为它明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克服自然给它设定的界限。尽管如此，自然的限制还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限制给了人们提出问题的缘由，即扩张能够和应该如何继续下去。这也适用于极地地区。然而，在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扩张的框架条件区别很大。在北极地区除了格陵兰，极地圈还包括美国的北部地区、加拿大、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等，这里至少在气候方面，海湾洋流为北欧地区提供了便利。北极本身位于海洋之下，更确切地说在冰层之下。相反在南极地区，极地圈的边缘就是一个巨大的由冰盖覆盖的大陆的边缘，在大陆中心可以找到极点。其他各大陆的南端离南极点都非常遥远，就连拥有与之有地理关联的离岛群的南美洲也是如此。

19、20世纪两极地区的发现与开发绝不仅仅是科学的好奇心和纯粹的探险兴趣所致，虽然低估这些动机是莫大的错误。可是如果在描述发现之旅中谈到“占领”极地地区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就指向了驱动力，人们定会将其称为典型的帝国主义，无论它是否仅仅满足了民族的荣誉需求。福克兰战争即展示了这一点。

两极地区是地球上最后一部分还存在一些可以瓜分之物的地区，尽管与欧洲扩张期间时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种瓜分大概只不过是对未来的空头支票。当然，最初这一兴趣很小，至少在北极地区很少与从那里能够获取什么联系在一起。西北欧人在这里寻找一条不受自诩为“伊比利亚垄断者”控制的通往中国的海上通道。在16世纪，英国人和尼德兰人努力寻找一条东北通道，然后英国人又努力寻找一条西北通道。由于两条通道都没有找到，而且人们在此期间以另一种方式抵达了 东亚，所以除了捕鱼和捕鲸，17世纪早期人们的兴趣减弱了。直到16世纪格陵兰的维京人灭绝之后，1721年传教士汉斯·埃格德（Hans Egede）在那里登陆，随之丹麦人在那里占据土地开始了新一轮扩张。只是与法国人之间的竞争促使英国人在18世纪重新努力寻找西北通道，1763年法国人失败后这些努力也就渐渐停止了。南方是海盗和地理学家投机活动的天地，这些地理学家大都相信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个观念，认为存在着一个人口或稠或稀的南方大陆。到18世纪，当两个相互竞争的海上大国英国和法国在这里嗅到了新的扩张可能性时，这个传说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而新兴起的科学兴趣和使游记成为畅销书的公众舆论更使其增添了分量。于是出现了太平洋的科学考察航行，直至库克的实践证明至少在可居住的纬度内不存在一个南方大陆。他对南极地区一无所知，尽管他已经到达了离它相当近的地方。

然而自1815年起，英国称霸海洋为继续发现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同样有利于继续发现的是自然和地理研究兴趣的提高。可是对于具体的行动来说还需要有具体的契机。针对英国的对手俄国和美国的不断扩张，为了确保加拿大北部地区，根据长年任海军秘书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倡议，英国皇家海军依据冰川后退的消息重新致力于解决西北通道的问题。因此自1818年起进行了一系列的航海考察和陆地考察。1821年议会甚至设立了一笔奖金，但当俄国的行动减弱后，于1828年取消。不过各类考察依靠私人捐助得以持续到1830年代。最成功者当数爱德华·帕里（Edward Parry）和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后者于1831年到达了地磁北极。

英国人在逐步认识自己的南美洲利益的进程中进入了南极海域，即使这里也不是没有北美洲和俄国的竞争。1820年，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和爱德华·布朗斯费尔德（Edward Bransfield）在智利和拉普拉塔河地区之间的海洋航行中发现了从合恩角南向北延伸的南极大陆格雷厄姆半岛（Graham-Halbinsel）。美国人纳撒尼尔·帕尔默（Nathaniel Palmer）和俄国人法比安·戈特利布·冯·别林斯高晋（Fabian Gottlieb von Bellingshausen）保持领先的意图是不可能维持的。后者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委托在1819年至1821年在太平洋进行了考察航行，其间在库克斯路线南边绕着南极地区 行驶，但同样也没有看见它。1822年和1839年间很多英国海豹捕猎者拥入这个区域，他们同时也从事发现者的工作。由于有了杰姆斯·威德尔（James Weddell）和约翰·比斯科（John Biscoe）等人的发现，渐渐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冰雪大陆的观念。1833年，英国再次占领1774年在与西班牙的冲突中放弃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美国在其半球的边缘充满怀疑地观察着欧洲人的这些行动。但是它需要个人积极性作为补充，直到1838年一支美国特混舰队终于在查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的领导下得以出海进行一次成功的考察航行。1840年这里第一次清清楚楚地谈及了一个南极大陆。这种在美国极其受欢迎的活动让欧洲人坐不住了，特别是像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这样一个权威人物敦促赶快确定对导航非常重要的地磁南极，其位置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已经预言过。充分考虑到公众舆论，1838年，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派出儒勒·塞巴斯蒂安·塞萨尔·迪蒙·迪尔维尔（Jules Sébastien César Dumont d’Urville）为法国赢取荣誉。1839年至1843年，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带领专门加固的帆船“厄瑞波斯号（Erebus）”和“恐怖号（Terror）”为英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考察航行，途中发现了后来根据两艘帆船命名的山，其中一座是活火山。他第一个战胜了冰盖并且向前推进到今天被称为罗斯屏障的冰架边缘。由此，他为以后的行动指明了攀登地点。虽然他和其他人每次都努力为各自的国家争夺财产，但南极地区暂时还是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安宁；兴趣和资金又重新转向北极地区。

在巴罗和帕里的推动下，1845年由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勋爵挂帅，两艘加装了蒸汽机和有成功希望的新式螺旋推进装置的特种船“厄瑞波斯号”和“恐怖号”被派出探查西北航道。然而探险船队消失得无影无踪。搜寻它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57年或者1878年并且带来了大量的补充知识。虽然找到了一条西北航道，但因为冰层的缘故它被证明无法使用。在那些年里，极地研究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私人首倡和出于冒险乐趣的事情，直至成为报刊上尽人皆知的体育比赛。或者说是由科学协会接管了倡议和资助。众多在这方面表现出色的美国人中，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Charles Frances Hall）赢得了特别的注意，因为他第一个与因纽特人（Inuit）一起生活了数年，并且把顺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作为一种方法引入到极地研究中。

一支英国和一支美国的探险队分别于1876年和1882年将它们的旗帜插在了更接近北极的地方。奔向北极的国际竞赛开始了。根据地理学家彼得曼（August Petermann）不大精准的指点，两位奥地利少尉发现了位于新地岛（Nowaja Semlja）北边、被他们称为法兰士约瑟夫地（Franz-Joseph-Land）的群岛。他们中间的一个——卡尔·维普利克特（Carl Weyprecht）成功倡导了1882/1883年的第一个国际极地年，以此使极地研究显著地国际化了。在此期间，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时代也到来了。首先，瑞典人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许尔德（Adolf Erik Nordenskiöld）在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和格陵兰进行了自然科学考察，他的一次冲击极地的行动遭遇了失败，之后于1878/1879年乘坐蒸汽机帆船“维加号（Vega）”首次从西向东探查了东北通道。1913年至1915年俄国船长维基斯基（Andrey Vilkitski）首次从相反方向探查了这条通道。今天它已成为一条主要航道。下一个要提到的是最著名的极地研究者弗里德约夫·南森（Fridtjof Nansen）。1888年，他第一个利用滑雪板由东向西横穿了格陵兰，之后他作出了利用浮冰到达北极的决定。人们不是已经在格陵兰前面的大块浮冰上发现了在西伯利亚北面沉没的一支科学探险船队的残骸了吗？他让专门为此设计建造的“前进号（Fram）”冻结在浮冰上，船没有被冰块压碎而是被推到了浮冰上，1893年至1896年，该船漂过了北极地区。他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观察，还成功地证明，北极被海洋覆盖，在它的周围不存在任何陆地。可是“前进号”的漂浮却与极地点擦肩而过。当南森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离开了船只和团队，随后与一个同伴一起开始向北极点冲击，冲击失败后历尽艰辛抵达新西伯利亚群岛。南森的第一个同伴——“前进号”船长奥托·斯维德鲁普（Otto Sverdrup）和年轻的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于1898年至1906年考察了加拿大北极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其间阿蒙森第一个成功地穿越了西北通道。最终，瑞典人奥古斯特·安德烈（August André）于1897年尝试利用气球从空中抵达北极，却在行动中丧命。斯维德鲁普在一次行动中与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瑞（Robert Edwin Peary）相撞，后者将占领北极视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但自1898年起多次尝试都由于天气和偏航而失败。1899/1900年，意大利人也在因探险而闻名遐迩的阿布鲁奇（Abruzzen）公爵的领导下进行了部分成功的“冲击”，它在意大利引起了巨大的热情。皮瑞在因纽特人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建立分段营地，以此终于实现了目标，于1909年4月6日第一个到达 北极——只是很快暂时被一个冒牌货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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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99 南极地区的探索

以上例子在从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式发现和新式发现者中十分典型。除海军军官和科学家外，出现了阿蒙森或者皮瑞这样的新型“职业发现者（Berufsentdecker）”，他们要么对于科学毫无兴趣，要么只对获取金钱感兴趣。其核心动力是成功和荣誉，并且很有市场。公众想看到的不是科学结果而是民族的成功。服务于此的媒介是新型大众报刊，因此它常常作为极地探险的资助者出现，当然拥有首次发表的权利。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极地研究不仅是它那个时代欧洲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高度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

或许正是这种成功的压力使得罗伯特·F.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在南极竞赛中丧失了生命。可是南极地区暂时还未被这些所触及。直至在美国人马修·F.毛里（Matthew F. Maury）和德国人奥拓·诺伊迈耶（Otto Neumayer）的催促下，英国皇家学会才在1870年代与海军部一起利用科考船“挑战号（Challenger）”环绕南极地区进行了海洋学考察，还完全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与通常情况不同，考察结果经过了仔细的分析才于1893年公布，此外，它提供了直接的地理佐证，即在南极地区冰盖下面藏着一个真正的大陆。大约在这个时间，捕鲸业开始对南极地区感兴趣，因为北极的格陵兰鲸正在消失，最初鲜有成果，但是那些被允许一起航行的研究者却获得了益处。1895年，在一次这样的航行中澳大利亚—挪威人C.E.博克格雷温克（Carsten Egeberg Borchgrevink）首次登上了南极大陆，随后作为一个规模小却相当成功的比利时科学探险队的成员于1899/1900年第一个推进到了罗斯冰架，紧接着在南极地区度过了冬天。这一类事情让克莱门茨·马卡哈姆（Clements Markham）欲罢不能，他是领头的人，最后长年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协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常务主席，但他不太像科学家，倒更像浪漫的民族主义者。他把振兴极点竞赛意义上的英国南极研究作为他的使命，最终在充分利用新时代所有手段的情况下获得成功。他的协会与私人、报刊，最终也与政府一起组织了一个南极科学考察队，尽管有科学家 和商业舰队的军官参加，比如厄内斯特·H.沙克尔顿（Ernest H. Shackleton），但进行卓有成效的领导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即司令官罗伯特·F.斯科特。发现行动颇具成效；冲击也可以向内陆继续推进。1904年，斯科特在皇家艾尔伯特大厅的公开报告大获成功。这一时间前后的另外四支科学考察队具有较强的科学色彩，尽管在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Erich von Drygalski）领导下乘坐“高斯号（Gauss）”的德国科学考察队是由帝国政府资助的。1901年至1903年，瑞典地理学家奥托·诺登许尔德（Otto Nordenskjöld）想要证明火地岛（Feuer land）与格雷厄姆半岛之间的地理联系，而法国人于1903年至1905年在J.B.沙尔科（Jean-Baptiste Charcot）的领导下，尤其通过测绘作出了贡献。1903年的苏格兰科学探险队因为缺少支持不得不将南奥克尼群岛（Südorkney）上的气象站转让给了阿根廷人。沙克尔顿（Ernest Shackleton）是个爱尔兰赌徒，但也是一个有天赋的领导人，为1907年至1909年进行的科学探险提供了私人贷款，在此次探险中他发现了一条从罗斯冰架攀上南极大陆高原的路，最后在距离南极点仅97英里时不得不返回。他的探险队的另一个小组在此期间抵达了地磁南极。在英国，人们的热情是如此炽烈，以至于政府不仅给沙克尔顿授予了爵位，还支付了他的债务。

这一成功让斯科特无法停歇下来，特别是美国刚刚将它的旗标插在了北极，而且英国公众舆论现在需要南极。虽然斯科特可以利用沙克尔顿那样的筹资方式，但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在此期间阿蒙森·南森已经为冲击北极设法搞到了“前进号”船，但是当他获悉皮瑞的成功时，立即重新安排冲击南极。斯科特直到在去墨尔本的路上才听到了这些。现在开始了戏剧性的冲击极点的竞赛，其间阿蒙森在东边开始，斯科特却在由沙克尔顿在罗斯冰架西边开发的地点开始行动。1911年12月14日，阿蒙森第一个抵达南极，1912年1月17日，斯科特也抵达目的地，只是后来与他的同伴们一起在返回途中丧生。除了天气的眷顾，瑞典人的战略也被证明是占有优势的，即按照因纽特人的方式利用雪橇狗行动，它们最终还可以作为食物提供给它们的同类以及科学探险队的参加者。沙克尔顿和斯科特没有接受这种做法，而是依靠那些不太合适的西伯利亚矮种马。

当然占领极点并没有收获多少东西。对于认识北极，更别提认识南极，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906年至1913年，丹麦方面对格陵兰进行了全面研究；当时德国人艾尔弗雷德·韦格纳（Alfred Wegener）于1913年横穿了格陵兰。对于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来说，1913年至1920年，维尔亚那·斯蒂芬森（Vilhjalmar Stefansson）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11年至1913年，道格拉斯·莫森（Douglas Mawson）领导的科学探险队开始对澳大利亚对面的南极地区进行考察。在威德尔海（Weddell-See）和罗斯海（Ross-See）之间横穿南极的想法在很长时间里发挥着作用。德国研究者威廉·菲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着迷于这种想法，但在1911/1912年考察南极时缺乏所需的资金。相反，沙克尔顿促成了一次“帝国穿越南极的探险（Imperial Trans-Antarctic Expedition）”，也就是1914年至1916年想从两侧采取行动，但也遭受了戏剧性和英雄式的失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经历了1932/1933年的第二个极地年，然而它与第一个极地年一样主要贡献给了北极及其气象学。其间人们已经转向建立固定的科学考察站。1930年，艾尔弗雷德·韦格纳在格陵兰丧失了生命。此时就连飞机也可以为极地研究服务；此后的时间大型科学探险队没有空中支持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伊凡·帕潘宁（Ivan Papanin）领导下的苏联探险队就是如此，他们于1937/1938年再一次致力于北极地区的冰上漂流；自威尔克斯以来美国进行的第一次南极科学探险也是如此，此次探险是在理查德·E.伯德（Richard F. Byrd）领导下于1928年至1930年进行的，其他的科学探险队纷纷效法。此外，1931年第一次尝试利用潜水艇接近北极，暂时还是徒劳无功的。捕鲸情况的变化，特别是通过采用不依靠海岸行动的捕鲸母船，使得南极水域自1925年起对于这个行业有利可图，在这方面挪威担当了开路先锋。挪威1927年至1937年大力开展南极地区的研究或许与此有关？或者说更多的是与极地地区的高度政治化相关联？

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以来，就可以观察到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增强，有时让人想到了“对非洲的争夺（Scramble for Africa）”。不过在北极涉及的更多是政治的巩固。1916年，美国用它通过极地考察获得的对西北格陵兰的权利换得了丹麦属西印度群岛。1921年至1932年，丹麦与挪威争夺格陵兰岛的冲突最终通过国际法院作出了有利于丹麦的调解。1920年，斯匹次卑尔根岛通过一个国际条约成为挪威国土，但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1925年，加拿大对一块通过其国界确定的直至北极的区域提出主权要求，1926年，苏联也以类似方式 提出要求，这种瓜分起初好像得到了国际认可。在此期间，对12海里区域或者大陆架的明确主权要求被收回，但是所有相邻北极的国家此时都要求200海里（370公里）的渔业或者经济专属区。这些要求不可避免地会有重叠，这类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协议解决，但是1996年建立了北极委员会，各利益相关国在2008年格陵兰伊卢利萨特会议（Konferenzvon Ilulissat auf Grönland）之后发表了共同声明，从此呈现了国际合作的趋势。

在南方，英国早在1908年就已经宣告了它对依附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南奥克尼、南设得兰和南乔治亚岛等岛屿的主权。1917年，这个要求根据1907年由加拿大人M.P.波利尔（Pascal Poirer）发明的区段原则已经扩大到了南极大陆西经20°～80°之间的地区。1925年至1927年，阿根廷对整个英属福克兰群岛属地（Falkland Islands Dependencies）提出要求，1937年又重申该要求，英国作出的反应是加强研究活动。另外还有自治领的要求：1923年，东经160°和西经150°之间的罗斯属地（Ross Dependency）归于新西兰，1931年最终确定东经160°至东经50°之间“巨大的澳大利亚南极地区领土”。然而，1923年法国宣布的对其间东经142°～135°的一个狭长地段的要求得到承认。这就是1840年迪尔维尔接触到的阿德利兰（Adélie-Land）。首先由美国人涉足的西经90°～150°的地域没有被任何人占领。1931年挪威只对近海岛屿中的一个提出了要求，而1939年却将主权要求扩展到东经45°至西经20°的整个地域，刚好还算及时，赶在了由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支持的德国科学探险队同年在那里对新士瓦本（Neuschwabenland）提出要求之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随后的时间还进行了不同的重要的北极科学探险。苏联发现了罗蒙诺索夫移动现象，它将极地海分成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1958年，美国的“鹦鹉螺号（Nautilus）”潜水艇在水下抵达了北极；1977年，苏联破冰船在水上抵达北极。但是在此期间，北极研究已经过渡到北极开发。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西伯利亚的矿藏被大力地利用。此外，在当时的世界大国之间，北极也具有战略意义。美国在加拿大建立了它的战略雷达早期 预警系统——一条由站点组成的狭长地带，它对加拿大北部的开发具有显著的意义。几乎比它还要重要的是格陵兰“航空母舰”，美军根据与丹麦的协议于1941年和1951年在这里驻扎，特别是它在西北部的图勒（Thule）的空军基地。然而自1954年起，北极对于民用航空也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极地航线比较短，而它的战略意义随着冷战结束而降低。

与北极地区相比，南极地区置身于世界政治危机热点地区之外，而且它的经济意义亦暂时甚微。由于鲸鱼进一步濒临灭绝，1986年捕鲸不得不被叫停。虽然存在着矿藏，但开采它们所需的费用暂时仍太高。尽管如此，大国的算计在南极地区反映了最典型的帝国主义特色，正如1982年福克兰战争所展示的那样。1940年智利也宣布西经53°～90°为“智利南极领土”，由于阿根廷对西经25°～74°的要求，阿根廷、英国和智利的区域重叠在一起。1948年，阿根廷和智利先宣布了西经25°～90°为两国共同的主权地区，但是英国自1943年就已经加强了它在南极地区的活动。美国也派出了一支新的科学探险队，并在1948年建议将整个南极地区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但徒劳无果！

随后是1957/1958年的国际地理物理年，其焦点特别集中在南极地区。12个参与国拥有50个研究站，在所有的研究站中美国的极地研究站最著名。同年，维维安·福克斯（Vivian Fuchs）和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领导下的一支英联邦科学探险队实现了第一次穿越。从1957年至1960年，美国在威德尔海和罗斯海之间、苏联在澳大利亚提出领土要求的区域内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探险。1956年，印度和新西兰重又倡议将南极地区置于联合国管理之下，同样遭受失败，不过一份由美国于1958年提出的条约最终在1959年12月1日得以签署并于1961年6月23日生效。对南极地区的领土要求并未随之宣布无效，但暂时推迟实施。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缔约方都负有义务，南纬60°以南地区只能用于和平和科学研究目的并且保持自由进入；核武器被绝对排除在外。缔约方有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法国、英国、新西兰、挪威、比利时、日本、南非、美国和苏联；截至2001年，另有33个国家补充签署了条约，其中包括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1979年2月5日）。该条约永久有效。签字国中的一个较小的核心圈子每两年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旨在处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是当被敦促开除种族隔离国家南非时，统一的意见才暂时显得支离破碎，南非与印度一样也提出了要求并维持着一个常驻研究站。这个条约刺激了科学研究行动，比如1981年由美国和苏联共同进行的一次海洋科学探险行动，条约也使一系列有关采矿、旅游以及物种和环境保护的补充规定成为可能。总体上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是从民族帝国主义向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进行后殖民国际合作发展。

可是这个条约未能阻止1982年签约国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爆发的争夺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该群岛刚刚超出了条约规定的区域。虽然英国在南大西洋的存在即使是在20世纪也首先打着帝国主义权力交易观念的烙印，但是英国政府最初并非不愿意向阿根廷长期转让——附带99年回租的转让，以便减轻居民在过渡中的困难。可是面对阿根廷的侵犯，很有影响的福克兰海岛居民爱国游说集团获得成功。冲突对于双方已经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面子问题。在伦敦，一场拥有30万观众的胜利游行之后，胜利者英国保守党政府通过选举获胜辉煌地实现了它的目标。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生命被拯救。而失败的阿根廷军政府此后不再可能长期维持。显然，至少在当时，世界南部的殖民结构依然存在。甚至它们的来源仍然留在意识里，比如阿根廷为了证明自己的主权引证了15世纪的教宗训谕和《托尔德西拉斯条约》（Vertrag von Tordesillas）。

同一时间在北极，丹麦属格陵兰进行了并非没有冲突，但还算和平的去殖民化。早在1859年，它的乡镇就已经获得了自治。1953年它成为地位平等的丹麦领土的一部分，在哥本哈根拥有两个议员席位，但1979年准许了它的独立请求。格陵兰（最大的因纽特族群之地）从此获得了完全的内政自治，但是外交还是由丹麦代理。甚至冰岛也拥有完整的主权，自1918年至1944年实行共和制 一直与丹麦王室保持着一种君合国关系。丹麦属法罗群岛自1948年获得自治。1984年格陵兰自己决定退出欧洲共同体，其捕鱼船队，特别是德国船队以及谋求矿藏都违背冰岛的利益。但是一个仅仅拥有57000名居民，且部分人尚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的国家的未来可能是成问题的，同样可能成问题的还有在北极和南极地区大国利益国际化的持续性未来。

迟到的去殖民化还是帝国一体化？

显然摆脱殖民并非总是那么简单，特别是所涉及的是群岛或其他小而穷的地区时。因为在各殖民帝国数目众多的剩余地区中，今天只有波多黎各、加那利群岛和留尼汪拥有50万或者50万以上的居民。早期的欧洲民族主义者，比如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已经对一个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的最小规模进行过估算。据此，有意去殖民化的前殖民大国在迟到的，但最终还是实现完全独立与尽可能完全融入自己国土之间尝试了各种解决办法。尽管前殖民地的规模经常微不足道，但这种融入总还是具有帝国的特性，因为它超出了相关民族国家的领土和居民的范围。在此过程中涉及的完全可能是当年的移民殖民地，或者是其居民已被文化同化的地区，第一眼看上去我们可能已经不再把它们看作殖民地。在英国事例中还有当年皇家海军世界基地网的残余，比如直布罗陀。冷战结束后，亚速尔群岛一类的空军基地失去了意义。然而关岛和查戈斯群岛还一如既往使美国世界范围的空中攻击成为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比如在南极周围，主张在200海里区域内拥有优先捕鱼和采矿权可能会使没有价值、无人居住的岛屿突然之间赢得价值。不过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避税天堂”，欧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分摊了这个角色。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直布罗陀和加勒比海的蒙特塞拉特拥有英国直辖殖民地的法律地位，其余的英国占领地都是“属地”。从海峡群岛和马恩岛（Isle of Man）开始，接着是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百慕大、圣赫勒拿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和阿森松，然后是加勒比海的安圭拉、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特克斯（Turks）和凯科斯群岛（Caicos Islands）、英属印度洋领土（查戈斯群岛）、东太平洋的皮特凯恩，最后是无人居住的群岛南乔治亚岛、南桑威奇岛（South Sandwich）、南奥克兰岛和英国要求的南极区域附近的南设得兰群岛。只要可行，人们都乐于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乐于拥有宪法、议会和一种主任部长，然而英国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干涉，并且可以暂时中止宪法，比如当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大规模地卷入毒品买卖的时候。此外它还宣布决定在加勒比地区废除死刑。这类地区中只有少数几个像百慕大那样自己拥有充足的收入，大多数在财政方面或多或少地要依靠英国的资助。

这种自治领领地有澳大利亚西北的阿什莫尔群岛（Ashmore Islands）和卡蒂埃群岛（Cartier Islands）、东北的珊瑚海群岛（Coral Sea Islands）、印度洋上的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科科斯（Cocos）［又名基林群岛（Keeling Islands）］以及赫德（Heard）和麦克唐纳群岛（McDonald Islands），最后是太平洋的诺福克岛（Norfolkinsel）。但是这些岛屿中的绝大部分和澳大利亚所要求的南极区域一样没有常住居民，不过与新西兰结盟的太平洋上的库克群岛也许有常住居民。太平洋上的纽埃岛（Niue）、托克劳群岛（Tokelau）和南极的一个区域被视为新西兰的“属地”。

法国一直还在为新喀里多尼亚和波利尼西亚谋求独立的事情而烦扰。相反，有四个前殖民地作为“海外省”成为宗主国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加勒比海的几内亚和印度洋的留尼汪岛，那里的住民绝大部分是种植园时期非洲奴隶的后代，另外还有印度契约工人的后代。可是他们的一切都需要特别的资助。太平洋上的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是一种“集体领地”，地位类似于海外省，在全民公决中同意留在法国的印度洋上的马约特岛以及加拿大海岸前的小群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Saint-Pierre-et-Miquelon）都属于此类。

太平洋上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决定接受作为美国一个“邦”的地位。而美属萨摩亚群岛、关岛和维尔京群岛的美国属地部分则是拥有自治权但没有美国选举权的“未合并领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另外还有太平洋上无人居住的岛屿：约翰斯顿环礁（Johnston-Atoll）、贝克和豪兰岛（Baker and Howland Islands）、贾维斯岛（Jarvis Island）、金曼礁（Kingman Reef）、中途岛（Midway Island）、威克岛和巴尔米拉（Wake and Palmyra）。

对西班牙来说，在它的帝国中，“桥头堡”摩洛哥海岸的休达和梅利利亚以及加那利群岛一直是自治体。对葡萄牙来说，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拥有相应的法律地位。不过这里的居民早已都是欧洲人，他们的文化也是欧洲的。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很大一部分继续存在的殖民地在加勒比海地区，虽然第一个由非欧洲移民进行的成功的独立运动发生在海地；不过它更是一次迟到的去殖民化。在拉丁美洲，欧洲扩张的延续不仅表现在大陆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和针对印第安人的内部殖民主义上，而且表现在这种欧洲殖民地简单的继续存在上。在拉丁美洲独立的时刻，除了海地和圣多明各，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南美海岸前的库拉索和特立尼达都还处在欧洲的殖民占领下，另外还有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以及大陆上的英属洪都拉斯和法属几内亚的三部分。由于这个地区动荡的历史，除了西班牙和英国，法国、尼德兰和丹麦（包括波多黎各东边的处女群岛）都作为殖民大国参与其中。殖民地的一部分甚至刚刚才更换了占有者：几内亚和特立尼达经过历次欧洲战争最终于1814年归属了英国。

可是，美国的帝国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在中美洲的独立国家，而且在加勒比海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都有发言权。就这点而言，被推迟的去殖民化不仅仅归因于这个地区的贫穷和政治分裂。因为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继续存在的殖民统治似乎符合美国的利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转向了去殖民化政策。当古巴1959年之后选择了共产主义并且成为苏联的伙伴时，应该在冷战的背景下千方百计地阻止共产主义在美洲继续传播。1898年，美国购买的波多黎各在1917年获得了有限的内政自治。现在它可以就自己的地位进行表决，1952年它决定 作为波多黎各联邦（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与美国联合。然而，1972年联合国去殖民化委员会一如既往把波多黎各视为殖民地，而古巴则促进了无论如何业已存在的争取彻底独立的努力。在多次动乱之后，1977年就向巴拿马完全归还被美国控制的运河地区达成协议，至1999年实施完毕。

法国在1946年的新宪法中引入海外行政区解决了这个问题，尼德兰则试图通过不同的模式解决这个问题。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中的阿鲁巴岛、博奈尔岛、库拉索岛、萨巴岛、圣尤斯特歇斯岛以及圣马丁岛的荷属部分的大部分住民都是非洲奴隶的后裔，1954年它们联合组成了一个拥有民主内政自治的联盟，1985年阿鲁巴岛退出，但很快又放弃了最初追求的独立。尽管如此，在其他岛上也涌动着不满，以致联盟于2010年解体。经过全民公决后，在阿鲁巴岛和尼德兰本身之外，库拉索岛和圣马丁岛成为尼德兰王国的四个邦国之一，而博奈尔岛、萨巴岛和圣尤斯特歇斯岛则获得了尼德兰国家特别行政区的地位。苏里南人口混杂，其住民中的美洲黑人、印度人和爪哇人可以追溯到奴隶和契约工人的输入，1954年它同样获得了内政自治，1975年实现了彻底的独立，尽管在政治上喧闹不断，在经济上还总是强烈地依赖尼德兰。

数量众多且种类不同的英国占领地呈现了一幅多彩的景象，根据直辖殖民地模式，它们大都很早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内政自治。起初的意向是让牙买加、英属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为1958年成立的联邦国家西印度联邦（The Federation of the West Indies）逐步共同走向独立。但是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多巴哥分别于1959年和1956年获得了完全的内政自治，所以它们退出联邦，1962年成为英联邦中的独立国家。1961年巴巴多斯争取到了自治，随后于1966年独立。作为替代，1967年成立了西印度联合国家（The West Indies Associated States），其成员包括安提瓜岛、圣克里斯托弗岛—尼维斯—安圭拉、多米尼加、圣卢西亚、格林纳达和圣文森特岛（1969年），它们在内政方面参加“责任制内阁”，外交由英国负责。但是此后成员数量由于一些地区获得英联邦框架内的完全独立而不断 减少：1974年格林纳达退出，1978年多米尼加步其后尘，1979年轮到了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岛，最后安提瓜岛、圣基茨岛和尼维斯分别于1981年和1983年退出。

在其余的英国占领地中，几内亚于1953年获得了内政自治，尽管存在占多数的印度居民与占绝对少数的美洲黑人之间的严重冲突，但仍然最终于1966年独立。巴哈马群岛和伯利兹，后者即从前的英属洪都拉斯，于1964年获得了“责任制内阁”，唯有巴哈马群岛于1973年独立。对伯利兹来说这一进程在延缓，因为危地马拉对这一地区提出了要求。直到1981年才同意其冒险实现完全独立，依旧在所有的新国家都加入了的英联邦的保护下。然而在此期间，这种保护不再具有太多的价值。

是迟到的去殖民化还是帝国一体化？这个问题好像涉及的只是欧洲海外历史的海洋问题。与各海洋帝国相反，大陆帝国好像通过同化和强有力的控制牢牢地联合并不可逆地成为一体。它们内部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或多或少广泛的联邦制度承受下来。所以殖民史就是海外历史；大陆帝国属于另外一种范畴。它的殖民开端被视为早已逝去的过去。但在苏联的危机中却突然得到证明，即便这样的过去也可能有未来。

1985年新当选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坚决地进行了一场内政和外交改革。由于世界范围的政治义务和花费昂贵的军备竞赛消耗了在内政方面急需的能量，他转向了一种减负和裁军的政策，该政策导致1987年与美国签订了划时代的第一份裁军条约。苏联不仅将它的军队从征战数年的阿富汗撤出，而且也撤出了东欧，并且赞同了德国的重新统一。在内政方面，经济上诚实的改革路线通过更大的独立性带来更高的工作效率；在国家层面，通过居民的积极参与带来更多的一致意见和更新的干部。然而其结果是单方面的，共产党的权力垄断越来越受到质疑，最终于1990年不得不放弃，从而为多党民主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新政几乎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苏联多民族国家里的民族问题的爆发，部分地区发生了流血动乱，处处在进行着分离的尝试。1991年在整个 苏联发生了76次民族冲突。在此期间，根据一部新宪法，当选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能够阻止分裂。1991年一次失败的政变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引退。15个加盟共和国要求无限制主权，苏联解体。此前有权随时退出苏联的理论上的门面主权只是掩盖了实际上的主要由俄罗斯领导的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在其怀抱里一批要求领导权的非俄罗斯的精英在此期间成长起来。虽然已经独立的国家中的大部分（包括5个中亚共和国）重新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独联体，但是不仅波罗的海国家不准备加入，而且至1993年连格鲁吉亚也不准备加入。这个联盟越来越失去意义，2008年格鲁吉亚再次退出，2014年乌克兰也退出；土库曼斯坦也仅仅是表面的联合。

就高加索和中亚发生的这种种族—民族分裂的过程而言，历史地看它肯定可以被称为去殖民化，这里涉及的毕竟是那些曾经被俄国以完全殖民主义方式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地区。就这方面来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获得无限制主权与越南、阿尔及利亚或者坦噶尼喀独立完全是一回事。然而，由于这些新国家中的很多与其他大陆的殖民地一样是在它们此前边界内获得了独立，所以它们也像很多殖民地国家一样依旧是多民族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少数民族感觉自己被殖民化，因而也致力于去殖民化。

依然巨大的俄罗斯尤其如此，当年称作“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Russische Sozialistische Föderative Sowjetrepublik，RSFSR）”，今天叫“俄罗斯联邦（Russ-ländische Föderation）”，除了57个没有区分民族的行政区，它还一如既往地包含16个自治共和国（在其他前加盟共和国中还另有4个共和国）、5个自治区和10个自治专区。然而在21个共和国和自治区中，只有8个冠名民族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这就孕育着冲突的萌芽。特别是在种族、宗教和文化特别多样化的高加索，它总是导致私人国家的（Mikronationalistisch）分裂主义，比如在印古什（Inguschetien）、阿布哈兹（Abchasien）、南奥塞梯（Südossetien）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Kabardino-Balkarien）共和国。

各种族的去殖民化努力使曾受殖民统治的高加索发展成政治火药桶。

此外，它与中亚构成拥有丰富矿藏的里海大区域的一部分，除俄罗斯想在这里保持它的控制外，美国和欧盟、伊朗和土耳其以及中国也都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的利益。自从独立的阿塞拜疆1994年与西方石油康采恩签订了一项协议之后，这里就充满着争夺里海石油的竞争。因为一条输油管道从巴库通往土耳其，另一条通往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只有一条天然气管道经过俄罗斯联邦抵达俄罗斯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Noworossijsk）。俄罗斯试图使用武力来保持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就毫不奇怪了。

当1991年车臣的一个分裂主义运动在东北高加索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Tschetschenisch-Inguschischen Autonome Republik）”赢得了大选并立即宣布车臣独立时，印古什少数民族与车臣人分离了。几经思索后，俄罗斯以军事行动对这种单方面宣告独立、非 车臣族居民大量外迁和自身影响力日渐衰退作出反应，但是在付出极大的代价获得胜利之后终于同意停战。在人口只有约120万的车臣，1994年至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就牺牲了8万人的生命（据其他统计甚至达20万人）。极端伊斯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代表发动了对相邻的达吉斯坦的进攻，在俄罗斯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源头都指向了车臣，这一切导致了1999年至2009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其间双方的手段都很残酷，战争结束后一个由俄罗斯指定的总统被强加给这个国家。车臣人毕竟是19世纪对俄国统治顽强抵抗到最后的穆斯林高加索民族中的一个。由于与德国人合作，1944年他们被逐往哈萨克斯坦，直到1957年允许他们返回后，他们的自治共和国才重新成立。

车臣冲突或许呈现的是一种极端情况，但是前俄罗斯帝国的去殖民化即使在其他地方也绝不可能已经结束。不过这种过去的未来不见得必然导致恐怖主义和残酷的镇压。就连自治地区中人口最稠密的喀山鞑靼人的共和国1992年也曾拒绝签署新的联邦条约，并且通过暗中交易商定了特别广泛的半主权，它被俄罗斯以慷慨的投资所化解。其他共和国也对俄罗斯内部的这种主权提出了要求，不管它叫什么。

以色列——西方的最后一个移民殖民地？

由于1948年大批阿拉伯人逃亡，以色列得以在369个已放弃的阿拉伯居民点的基础上建立起186个犹太人定居点。1946年60.8万犹太人面对的还是135万阿拉伯人，而1948年65万犹太人面对的只有16万阿拉伯人。但是以色列随即接收了从东方各国驱赶出的60万～80万 犹太人，这是最大的迁入潮，从1990年起数十万犹太人获准从苏联迁出。此时以色列的殖民可以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尽管生活在城市中的以色列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把水从革尼撒勒湖（Genezareth-See）引到内格夫沙漠（Negevwüste）地区这一巨大的引水工程值得特别称赞。水的争夺在以色列国内外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80年以色列拥有328万犹太人和60万阿拉伯居民，但是此外还有约旦河西岸的70万和加沙地带的44.2万阿拉伯人。因为针对埃及的威胁以色列成功地发起了先发制人的攻击，也就是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战争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被消灭而结束，在此战中以色列占领并守住了阿拉伯人的东耶路撒冷（Ostjerusalem）、巴勒斯坦的约旦部分、革尼撒勒湖对面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戈兰高地（Golanhöhen）和加沙地带（Gazastreifen）。

随着它的“第二次诞生”，以色列实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目标：统治整个巴勒斯坦。像对待联合国其他许多决议一样，以色列对要求其撤出被占领地区的《联合国第242号决议》（UNO-Resolution 242）置之不理。此举用暴力论证的是再次通过暴力从一个移民殖民地变成了殖民大国。如果说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至少还是二等公民的话——民法上受到歧视，没有服兵役义务，但毕竟还有选举权——而那些新的阿拉伯臣民则处于压制性的军事管理之下，并作为廉价的流动短工提供服务。为了有目的地把殖民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1967年开始在占领区修建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历届政府都坚定不移地继续修建，通过肆意滥用法律使之合法化，必要时使用武力使之得到保障。即使是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的有利于对方的决议移民和政府也不予理睬。犹太人从1970年在希布伦附近创建的定居点向前推进到了这座阿拉伯城市里，多次导致了特别血腥的事件。因为通常情况下新的定居点包括它们之间的道路都会谨慎地将阿拉伯人隔离在外。

虽然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在赎罪日战争（Jom-Kippur-Krieg）中的突然袭击将以色列置于失败的边缘，但凭借美国大规模的供应以色列最终获胜。尽管激进的敌人喊着血腥的口号，但凭借美国的财政政治支持以及它的技术和军事优势，比如从未 承认但众所周知的拥有核武器，以色列的存在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安全的。但是在边境和国内反复出现的威胁其民众的小规模战争只能使以色列的态度更加强硬，以致西方的这最后一块殖民地看起来必定无法去殖民化——诚然人们也曾经从南非和苏联接受过这种观点。

首先世界政治的变化似乎影响不了以色列。虽然恰恰是利库德集团（Likudblock）的保守政府响应了萨达特（Anwar as-Sadat）总统的倡议并于1979年与埃及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其目的首先是确保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侵略政策和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1987年底那里开始了“以色列占领区内巴勒斯坦人的暴动（Intifada）”（意为摆脱），一场反对占领国的持久暴动，特别是看不到前景的阿拉伯青年纷纷参与其中。暴动和以色列的严厉镇压显得特别适合上电视镜头，招致世界公众舆论对以色列的激烈批评。1964年在纳赛尔影响下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die Palästinensische Befreiungsorganisation，P.L.O.）自1969年至2004年处在好战的亚西尔·阿拉法特（Jassir Arafat）的领导之下。尽管主张暴力行动，但它还是于1988年借巴勒斯坦国（Palästinenserstaat）宣告成立之际首次承认了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以色列对此不予理睬，就像不理睬当年美国施压逼迫停止在西岸强行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一样。1990/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因给以色列带来的现实威胁和阿拉伯极端势力的削弱导致了犹太人态度变得更加严厉。但是世界政治的压力大大地增长，因为美国和此时允许国内数十万犹太人迁往以色列的俄罗斯暂时追求着同一目标。所以1991年以色列表示准备参加由两个世界大国主导的与阿拉伯国家的会谈，但会谈在谈及礼仪形式问题时就已经开始停滞不前了。

1992年，工党大选获胜可以被视为人民投票赞同和平谈判。1993年，以色列在挪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了秘密谈判之后于9月13日达成了一份协议。除了相互承认和至1999年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境内实行自治并可选出拥有议席的代表机构，还计划不管情况如何都要继续谈判，甚至涉及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问题：东耶路撒冷的地位。因为一个经大规模扩展的大耶路撒冷自1950年起就是以色列不可侵犯的首都，1967年占领的东半部完全 被纳入其中。通过一个全面的建设和定居计划，此后它有计划地向东扩展到西岸地区。但是阿拉伯人坚持捍卫他们的圣地，绝不会放弃他们的要求。特别迫切的仍然是在被占领区修建的众多以色列定居点的问题，其居民认为自己的政府作出的最微小的让步也是将他们出卖给了巴勒斯坦人。1993年仅在西岸就已经有10.9万犹太人。这些问题在其他所有协议中都提到了，却没有处理，而是继续延期。1994年，勇于担当的总理伊扎克·拉宾（Jitzhak Rabin）与阿拉法特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95年他被一名以色列极端分子谋杀。有关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如今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尽管如此，1994年还是得以签订和执行了一份关于在加沙地带和耶利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政权的协议，而且开始逐渐转交约旦河西岸各地的民事管理权。但这绝不意味着以色列放弃了殖民主义统治。在饱受失业痛苦的巴勒斯坦人的经济依赖性方面没有任何改变。此外，它的自治机构仅管理着约旦河西岸27%的面积，也就是一些不相关联的岛屿，而73%的面积继续由以色列控制，犹太人定居点的建立和扩建在那里不受影响地继续进行。自治机构不仅要承受内部的政治结构问题、腐败和权力滥用等，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能力充当以色列势均力敌的伙伴。它屈从于以色列非官方的殖民主义，也就是说，它相当无助地承受着种种压力、军事暴力行动或秘密警察暴力行动。此前归为政治反抗以色列的暴力行动的行为，现在被双方从宗教层面重新给予定义。在巴勒斯坦方面穆斯林组织“哈马斯（Hamas）”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最初作为特殊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备选组织曾得到以色列的支持。由于美国大规模的支持，保守势力领导下的联合政府自1996年以来能够拖延谈判的继续进行。

2000年，沙龙（Ariel Sharon）将军带着1000多名武装随从“访问圣殿山（Besuch des Tempelbergs）”引发了第二次以色列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暴动，与第一次暴动相比，此次暴动在使用武力方面进一步升级。2003年赢得大选胜利之后，他作为总理开始利用一条深入约旦河西岸的界墙来保卫以色列。2004年初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去世后其继任者更加务实，加沙地带的几个犹太人定居点解散，2005年沙龙从加沙地带撤军，这些似乎为和平进程重启了机会；就连哈马斯也同意了“停火”，虽然以色列人2004年杀害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但是，2006年初哈马斯以压倒性赢得大选不仅引起了以色列和西方的强烈反应，而且也导致了一场哈马斯和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以哈马斯的胜利结束，而法塔赫则勉强保住了约旦河西岸。两个分裂和相互为敌的巴勒斯坦政权的存在继续强化了以色列的主人地位，并使得1993年期盼的巴勒斯坦的去殖民化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因为在持续不断地受到巴勒斯坦袭击威胁的情况下，对以色列来说尊重加沙地带的领土完整是 不可能的；在约旦河西岸，由于各巴勒斯坦地区的定居点互不相连，所以去殖民化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西方不仅在外交上陷入了这种继续存在的殖民主义的缠绕，在财政上亦如此，因为尽管以色列的经济运行完全有效率，但还是依然仰赖美国的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依靠欧盟的援助。1994年至2000年，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从西方施予者那里获得了34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来自美国的对以色列的国家和私人资助以及利率优惠贷款的总数不详。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当政期间据说每年至少有10亿美元流入以色列。

2014年以色列拥有820万人口，其中有610万犹太人（74%）和170万阿拉伯人（20%）。以色列最后还能接受来自苏联的100多万迁入者，仅1989年至1999年就接受了75万人。尽管如此，阿拉伯人的数量还是在慢慢地增加。91%的以色列人生活在城市里。2009年，30多万犹太人生活在400多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的外围地区，而在它们之间生活着约200万阿拉伯人，其中30%是从今天的以色列逃出的流亡者或者这些人的后代。在面积小得多的加沙地带据称生活着15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60%是流亡者或他们的后代。加沙地带的人口密度如同一个大都市的人口密度，其出生率位列世界第一。2008年、2012年和2014年以色列为回击加沙地带的导弹和恐怖行动发动的进攻一再造成新的破坏，因而那里的经济继续倒退。至少有一半居民需要依靠“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und Work Agency for Palestine，U.N.R.W.A.）”发放的必需品生活。经济困境，特别是极高的失业率，再加上可以将这一切的责任通通归于以色列主人，所以加沙地带变成了一个政治火药桶。

1949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成立，并且总是每三年延期一次。它的约6亿美元的财政预算（2013年）由联合国成员承担，一半由美国提供，三分之一由欧盟提供。除了加沙地带，它还要关心约旦河西岸、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460万人的基本需求，今天的重点在教育事业上。根据其他的报告，1950年从巴勒斯坦逃出的难民为91.4万人，“六日战争”的难民为30万人，今天已经变成650万甚或850万人。这些难民仅仅在约旦获得了国民身份。在其他国家他们中的一部分受到有针对性的歧视，目的是维持他们作为反以色列的机动性群体。他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难民营，但数十年过去，这些营地已经拥有了城市居民区的特性。《联合国第194号决议》（UNO-Resolution 194）所宣布的他们的返回权被以色列拒绝；此外它也有可能损害国家的犹太特性。

但是，自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以来就在讨论并构成了此后所有和平努力基础的“两国解决方案（Two-States Solution）”在此期间已经落空，尽管官方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居民点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真正的城市，它们以及犹太人的大耶路撒冷的存在在此期间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与在加沙地带撤空几个村镇相反，它的解体仅从经济上看就是不可行的，而且在政治上也会违背犹太复国主义的大以色列计划，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引领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威政治家。旨在建立一个纯犹太人国家的种族清洗本也属于这个计划，它曾是全力奋争的目标，而且1948年和1967年的巴勒斯坦人大逃亡也使它得以实现，但并不彻底。因为它几乎不可能通过暴力来实现，所以事情便停留在巴勒斯坦部分自治的妥协方案上，不过这种部分自治出于实际和政治原因不具备国家的能力。

这种渐进的种族清理与种族主义南非的黑人居住区政策最相近。犹太国家将自己定义为历史上最糟糕的种族主义牺牲品的共同体，南非是世界上最严厉的种族主义分子的政权，有违常理的是，很长时间里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政治和军事伙伴关系！难道从中可得出结论，南非的解决方法或许也适合以色列的去殖民化？实际上，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作为整个巴勒斯坦民主国家平等公民的“一国方案（One-State Solution）”新近也得到了那些喜欢责备的犹太人越来越多的欢迎。同样，这个方案早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就讨论过，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分别于1942年和1947年支持过它。但它的实现以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参与方作出很大的政治思想的改变为先决条件。

因为阿拉伯方面从中只会获得好处，所以克服其因无望而生的侵略性是大有可能的。然而新近从宗教角度重新解释冲突却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除犹太人的排他性思想外，现在穆斯林的排他性思想也将阻碍这样一种发展进程。

或许基于自己暂时毫无疑义的优势，犹太人方面比较容易作出必要的妥协，因为对新的浩劫（Shoah）的恐惧在此期间也同样自行消除了。但是它可能要面对难民及其后代的返回权问题。抛开这些不说，完全可以预料的是，从人口学角度长期地看，犹太人的多数有可能变成民主制下被剥夺权利的少数。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本来就从未经受住考验。即使成功地在法律上确保犹太共同体不受歧视，也存在着因同化而丢失身份的危险，犹太复国主义就一直反对这种同化。犹太教本来就是一个以种族定义追随者的宗教。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在以色列是建立在宗教实践上的，但是很多以色列人不再把这种实践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在这方面的强制取消了，会发生什么呢？正在进行这种实践的犹太人会不会出于这个原因而变成少数呢？

解决方案或许存在于一种可能性中，它虽然违背了时下以“强制记忆（Erinnerungszwang）”为义务的文化趋势，但对于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的“遗忘文化（Kultur des Vergessens）”来说，却是合适的。对于年轻的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遭受驱逐的“纳克巴（Nakba）”[1]是促使他们产生身份认同感的心灵创伤；而对于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则是他们的祖父母辈遭受大屠杀的“浩劫”；如果两者能将这些抛在脑后并寻求一个共同未来，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始终牢记仇恨，我们就永远也得不到和平。”格陵兰的去殖民化先驱古尔堡·开姆尼茨（Guldborg Chemnitz）这样说（Braukmüller，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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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拉伯语，意为灾难日，指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驱逐和迫害。


第二十四章 总结和展望

从扩张性到全球性

虽然欧洲的扩张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必须改变自己的特性，因为它在其传统的殖民主义形态上已经触到了自然和历史的界限。毕竟在20世纪，它最终席卷了整个世界，世界上没有一个部分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被它波及。但是在此期间，在这个世界不可能再进行殖民扩张，特别是不可能再进行殖民，因为世界已经被占满。根据估算，世界人口在1500年为5亿，1800年为10亿，2011年为70亿。最后一个移民殖民地以色列遇到了种种困难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早已与时代不合拍。

但是欧洲的殖民扩张首先就辩证地引起了自身的超越。这种扩张的基础是，相对于世界的其他部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及其统治手段占有优势。在此过程中，它总是要依靠与当地精英们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将它的非欧洲臣民欧洲化完全有利于它的控制，虽然它造就了当地的精英们，但是这些精英的平等意识不断增强，从自身统治的利益出发也日益需要实现政治解放，而这种意识和诉求却不断受挫。同时这些人又很熟悉欧洲物质、精神和体制的各种成就，所以他们学会使用这些统治手段对付他们的主人，并在有利的政治框架条件下利用去殖民化进程创建独立的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落后于西方一段时间之后，经历了现代化历程的日本的巨大成功就是这一历史辩证法的范例，其他国家也都深有体会。

这就是说，后殖民世界从根本上不同于前殖民世界。欧洲扩张赋予世界一个新的、现代的面貌。它使世界各个部分长期处在或紧密或不太紧密的联系之中，在许多方面给它们打上了西方特有的文化烙印，尽管时间越长，美国的欧洲派生文化越多地接过了主导地位。我们称这种广泛的统一状态为“全球性（Globalität）”，实现这种统一的历史过程叫作“全球化（Globalisierung）”。后一个概念出现于1960年代，在1970年代的发展中，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它很模糊，它成了社会科学的一个中心范畴。第一批关于全球历史的书籍也出现在1962年，但是这一新概念直至1990年代才成为旧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或者“普世史（Universalgeschichte）”的竞争者。因为到那时为止，在冷战的影响下，它所涉及的是“对等平分的全球化”（Osterhammel/Petersson）。

今天很多对于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几十年前却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在世界范围内时空被压缩，我们不仅可以从欧洲打电话到澳大利亚，借助因特网甚至还可以视频通话。内容广泛的文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发往世界各地，网络能促成交际群体的形成乃至引发政治行动。1995年至2000年，全球范围的因特网服务商从300家增长到1万家。另一方面，通信广播实时将全世界的重大事件传播出去。2001年9月11日我们能够“实时”看到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倒塌。此外我们即便在欧洲，每天也能多次获悉石油价格以及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行情。据说有10亿张VISA信用卡在流通中。全球的金融资本根据不同的汇率行情在以秒计算的时间内在全球买进卖出的数额达数十亿美元，这些金钱常常是虚拟概念，它们不再对应实际价值。投资者将金钱“投放”到这种行动中而不再将它“投资”到实际存在的企业和产品中。用这种方式金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直接创造出新的金钱。我们至少间接地依赖于这种工作程序，尽管我们只是觉察到我们的存款不再有多少利息。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仅是在世界范围内行动的银行和康采恩，还有国际政治有关当局，民族国家曾经无限制的主权明显受到了它们的限制。那些较弱的国家受到了更强的限制，它们中间最弱的国家甚至唯有通过国际结盟才能保障自身的存在，因为若是放在过去，它们早已被比较强大的邻国占领了。实力越强受到的限制越少，如果国际法违背了世界大国的利益，它们可以随意无视它。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创造的 国际刑事裁决权迄今为止只能够追究弱国国民的责任。联合国及其众多下属组织的行动因而一再受限，虽然这些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作为世界政治论坛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各个国际经济委员会，如世界银行集团的五个部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非正式机构如G8、G7、G20或者世界气候峰会的情况亦是如此。

与此同时，外交也早已发展为旅游外交。因为环游世界需要的时间不再是80天，而是不到80个小时，而且价格也承受得起。总体上说，过去的欧洲人向国外移居的“单行道”早已被强有力的“双向交通”所取代。与此相应，人数众多的深肤色人以及戴着严实程度不一的面纱的穆斯林妇女已经成为欧洲城市里的常见情景。可以听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外语，而另一方面，英语或者美国英语则在世界范围成为通用语。虽然在非洲和亚洲不能遇上同样众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但是双方的商人们不间断地在所有大陆的城市之间来回奔忙。此外，一方面西方旅游者一直人数众多，另一方面也渐渐出现了大批中国游客和人数稍少的日本游客。一个诚实的德国清洁工在泰国拥有一套小房屋几乎不会令人惊讶。当跨洲婚姻和性关系变为常态之后为什么还要惊讶呢？

然而这种“时空压缩”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在世界其他地区爆发的瘟疫转眼间就可能通过空中交通侵入我们这里。此外还可能出现新的异域疾病，比如2014年由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引发的时疫，各地的人们都没有准备好应对它的办法。流动性的小刑事罪犯可能会养痈成患。但是，全球性的金融和工业资本首先就滋生了世界范围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在毒品、武器和贩卖人口交易中的金额达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存在着资金流动的通道，因为金融资本的运作也能用于洗钱，至少也能被用于逃税。加勒比和其他避税天堂都是“全球性”的典型例子。

日本或者韩国生产的汽车在欧洲驰骋着，而中国人非常看重奥迪和劳斯莱斯；在肯尼亚的民间笑话里，富有的新贵被称作“瓦本茨人（Wa-Benzi）”，他们都开着梅赛德斯汽车。1945年至2010年，世界范围内机动车的数量从4000万辆增加到了 8亿辆，而且尚看不到尽头，或者根本没有尽头！西方的衣服和内衣（包括19世纪末欧洲发明的胸罩）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不过在近东的部分地区、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至少在上衣方面仍然保留着充分体现身份特征的民族服装。然而非洲人发现，典型的西非长袍的五颜六色的衣料出自尼德兰，是用印度尼西亚的巴提克印花法制造出来的——这又是一种全球性的体现。我们的服装大部分是在孟加拉国或中国低成本生产出来的。我们的计算机首先来自中国台湾或者大陆地区。19世纪英国被视为世界车间，而最近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工厂，它为全世界生产着80%的玩具、70%的彩电、34%的冰箱和洗衣机以及30%的船舶。不久前还处于工业领先地位的日本退到了幕后。

德国东部的一座小城已经出现了一家印度餐厅，它也提供无可指责的希腊菜肴和意大利菜肴，包括有全球性特征的创新菜式，例如带有芒果调味汁的提拉米苏。一个稍大一点的欧洲或美国城市今天都拥有一个五彩缤纷的国际化餐饮场所以及中东和东亚特色的食品市场。麦当劳及其竞争对手们在世界范围内已标准化和程序化的快餐自1970年代起占领了世界，工业化生产的饮料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到处可见，它们均可被视为餐饮全球性的典范。带有美式自助早餐的国际酒店餐厅在世界范围内也随处可见。中国的机场也提供袋装牛奶配快餐，虽然很多中国人体内缺少乳糖酶。但是牛奶在亚洲已很时尚，而且可以生产无乳糖牛奶。日本人如今生产的威士忌比苏格兰人的更好！

早在1988年，一支乐队就在拉萨的一家宾馆为享用欧式套餐的客人演奏了莫扎特的小夜曲作为餐间音乐。特别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已经成为西方乐器卓越的演奏者和古典西方音乐重要的诠释人。而亚洲音乐在西方的影响远不如非洲和美洲的爵士乐。在造型艺术上则不同，这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当平等主义的国际场景，而在文学方面能否取得国际成就则与是否以英语出版密切相关，无论它们是不是翻译的。在流行文化方面，日本的漫画和动画片的爱好者遍布全球，例如1974年日本人改自瑞士小说《海蒂》（Heidi）的动画片1979年在南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比西方服饰更普遍的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导向的生活实践和与此相关的物质方面的世界联系。然而两者都与各种精神冲动密切相关。与欧洲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传教使得基督教变成了遍及全球的世界宗教。伊斯兰教也在同一时间扩张，但却与无法完全强行进入西方宗教概念的其他亚洲和非洲的世界观一样，直到后来才开始在西方赢得追随者。在欧洲和美洲有为数众多的清真寺，印度、中国的庙宇寺院以及非洲和美洲的神庙，它们的信众往往还都是移民。但是西方皈依者的数量在增加。

趋于缓和的亚洲精神性的消费传播得更加广泛。例如，据说有400万德国人练习着某一种形式的瑜伽，练习气功的人数量不详。但是这种德国瑜伽已经是跨文化转换的产物。原始的印度瑜伽的身体动作部分受西方的影响，在本土发展成了一种高雅的体操，并以这种形态重新回到了西方。类似的情况可能也适用于东亚的搏击项目，它们本来也属于一种精神的联系。在此期间，亚洲人和非洲人在以印度教、佛教或者基督教为基础创建新的精神共同体方面变得极其富有创造力。其中很多是以商业形式和组织为目标的。但是它们具有独特魅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证明自己对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也是具有吸引力的。

总而言之，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全球化的景象看起来极其丰富多彩，并不整齐划一，我们不说它们相互矛盾。在共时性层面上，系统性的“全球秩序”的景象并没有出现，而更多显现了一种“全球无秩序”的景象。几乎不能说这是一种体系，充其量只是一种网络系统，更确切地说是多个网络系统。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范畴“网络（Netzwerk）”被适时地发明出来，以替代现代的、中心化的关键概念“体系（System）”，因为后者还有些欧洲中心的意味。即使在历时性方面，全球化也没有证明自己是自成一体的、直线的进步过程，而是欧洲扩张的具有偶发性的副产品，而且经常显现为由完全不同的意图引导的行动所导致的未曾预期的效果。因此，在此期间，全球化也完全可能被“去全球化”替代。

这种相互关联的印象最早源于经济发展，因为全球化原本有理由被视为经济过程。然而，一个打上欧洲扩张烙印的漫长准备阶段还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历史，最多只是不同的活动家相互影响的局部历史。在此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较大的相互影响的区域，它们囊括了所有的大陆和大洋。其中，大西洋作为世界贸易的新的“地中海”，包括非洲在内，也同样是一个欧洲的新创造，就像源自拉丁美洲的贵金属流在世界范围形成的体系是欧洲所创一样。而印度洋、东南亚海洋以及东亚海洋作为传统的贸易区域早在13世纪就经历了原始的全球化，作为世界贸易体系存在着，它一度从格陵兰延伸至日本，因为在14世纪，接踵而至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去全球化”。

直到19世纪，特别是由于英国的世界贸易形成了经济相互影响的增强和相对的均衡，其1870年至1914年的鼎盛时期有一定的理由可以被称为全球化。迅速膨胀的世界贸易导致了价格趋于一致，若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那时的投资额应该比今天高。基于现代交通网和通信网络，今天可以在共同的金本位货币制的基础上进行多边的贸易结算和国际收支结算。虽然除了英国，大多数国家自1878年就从自由贸易回归到关税保护，但直到1914年去全球化阶段才开始，这一阶段的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5年世界贸易萎缩了三分之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才部分恢复。

1945年之后开始了第二次全球化，若将以前的发展情况包括在内则是第三次，从今天的观点看，这或许是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的最终全球化。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持续冲突造成的世界分裂并没有阻碍世界贸易的发展，而在通常情况下事情应该恰恰相反。比如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战时经济为西方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一份贡献。1948年至195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1%，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为6.2%，1958年至1970年经济增长率甚至保持在6.6%和8.3%之间。与经济或多或少有着紧密关系的是，全球化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开始进行，包括在学术上对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进行反思。

然而这一发展在空间上、事实上和时间上极不均衡。根据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经济研究部门公布的全球化指数，至1979年这种情况主要涉及的还只是北美和西欧。2008年，当世界其他部分也被广泛地纳入其中的时候，新加坡被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居首位，瑞士在社会方面、法国在政治方面居首位，而三个方面综合起来，比利时排名第一。但是迄今为止，一些人期望而另一些人担忧的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文化同质化并没有出现，情况恰恰相反。认定世界正趋于同质并不能让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现实中的全球化，我们应看到现实差异的普遍化。事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共性从来也不会以同质化的形式出现，而总是以特别的形式出现，例如人从来不会以同质化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女人或男人、非洲人或欧洲人等形式出现。所以无论同一性的趋势有多强，普遍的全球性也必须根据地域性包罗不同的特性，也就是说将会带来“全球本土化（Glokalisierung）”（Roland Robertson，1998）。事实上全球化的世界是由无数个全球化村庄，也就是无数个小世界组成的，它们是极有特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混合体，尤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城市，如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Melilla）（Driessen，1992），或者一个在世界范围做生意的公司，如巧克力工厂施托尔韦克（Stollwerck）（Epple，2010）。从这种意义上讲，世界上存在着全球化的交汇点和焦点，当然首先是世界都市、首都和港口城市。

除此之外，全球化也像过去的殖民主义那样辩证地带来了反向运动。无论是出于本能的还是非常有意识的，异质化都对同质化带来的压力作出了回应。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再扎根于本土，会导致人们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思，甚至是创造新的身份。世界社会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再部族化”成无数新“部族”（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作为对电子世界平等化的反应（McLuhan）。

此外还有明确反对全球化的不同运动，它们可以归为两个方向，第一眼看上去是矛盾的。一方面，学界对全球化概念缺少精确性的批评受到这样一种论断的支撑，即全球化本就是一个愚弄我们的纯意识形态的概念，国际资本和美国的做法不仅是由一定程度上天然的、无法避免的经济发展催生的，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共同福祉。

另一方面，对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后果的恐惧引起了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反对运动，最早出现的是对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的普遍嫉恨。此外还有生产和资本的转移以及全球低价竞争所导致的对丧失工作岗位的恐惧。自1980年代起，消费者组织与在全世界做生意的康采恩（如雀巢）的经营手法作斗争，还尝试吁请联合国参与，尽管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著作《没有商标》（No Logo，2000年）成了这场运动的宣言。1998年成立的公民利益金融交易税收联合会（A.T.T.A.C.）为向金融交易征税而斗争。广义上的环境保护者如今已经获得广泛的成功，以至于公司和政府再也无法完全逃避媒体在可持续利用资源和预防气候灾难方面的施压。2015年，大众集团操纵数据成为世界丑闻，也是因为话题敏感性已经达到一定高度。

今天世界还一直以全球化的名义在所有的领域软硬兼施地与欧洲扩张的遗产作斗争。克服欧洲扩张绝没有随着政治上的去殖民化而结束，恰恰相反，它由此才真正开始！不仅与当年的殖民地有关，而且与前殖民大国本身亦有关联，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经济、社会和环境

在欧洲扩张的进程中，世界范围里全新的经济资源被调动起来，但主要是为了实现欧洲和它的分公司的利益！在拉丁美洲的银、黄金和钻石之后是非洲的黄金、钻石、铜、铀和磷酸盐以及西亚的石油。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洲人工培植的植物被接受，其中土豆、玉米、木薯和甘薯不仅是欧洲的，而且也是其他各洲的食物。市场也得到了重新分配，例如烟草改变了世界麻醉品消费的特性。近代的人口爆炸和工业化只有在这种框架内才有可能发生。

在各个殖民地，也包括各个前殖民地，欧洲扩张的遗留影响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固定于原材料生产和向西方的世界市场供货方面。在欧洲工业化的进程中，南亚和东亚各国在这种世界贸易中的角色甚至被完全扭转过来。人们不再关注有价值的货物，如香料和纺织品、瓷器等制成品，由于运输费用下降，人们更想从那里获得原材料，不久之后自己生产这些制成品。人们现在反过来在寻找市场，以便像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那样也在亚洲大量销售制成品；堪称范例的是，印度从一个出口国转变成棉花制品进口国和原棉出口国。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先是投资采矿，后来投资石油开采和农业原料的生产以及基础设施，如铁路和港口，但几乎没有投资工业的发展。除西方投资人的大种植园外，在非洲主要是移民和当地农民经营着面向出口的种植业。其后果是经营方式非常单一，附带环境破坏和对被西方控制的世界市场的依赖。尽管如此，在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过程中，乡村中那些富有的农民常常获得了成功。在坦桑尼亚和中国，平均主义的实验只是一段插曲。

如果经济控制得以维持，去殖民化在政治上甚至能够变成一笔好买卖。从宏观经济看，欧洲扩张最初的结果是需求得到满足，在工业化之后是扩大产品的销路，但是从微观经济看它却总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然而这些利润几乎总是由私人创造，而对于国家来说，除了少数例外，政治殖民统治始终是需要拿补贴的事业，因此通过当地精英们的参与，应尽可能保持无须增添费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根据如下的原则发挥着作用：私人获益而社会承担损失。可是殖民利润很少出现在殖民地而较多出现在大都市。由于尼德兰在19世纪例外地以国家的名义从它的 印度尼西亚领地获得了利润，对它来说，1945年与其分离大概显得特别困难。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印度获取利润的情况则颠倒了过来，以至于去殖民化在这里与后来在非洲类似，都没有遇到多大的抵制。大公司懂得自己去适应，只有移民在制造困难。

尽管欧洲扩张留下的是单一经济结构，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的精英们首先还是从1950年到1970年间的经济繁荣中得到了好处。依赖绝不像依附论所假设的那样意味着经济政治的无助。相反，前殖民地在较长时间内的关键性的经济发展大都可以追溯到各独立政府作出的决定，尽管依赖世界市场，它们还是在相当大的选择范围的框架内作出了这些决定，到事后才显现出是错误的。19世纪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人决定要适应向英国（后来变成了向美国）供应原料和购买英国制成品的舒适角色，这种决定当年可能显得完全合理，因为它的确符合有关世界经济最佳分工的自由主义理论。

亚洲和非洲也首先体现了一种后殖民的乐观主义，并直至尝试摆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因为它在海地和缅甸导致了贫困化。印度和中国只是借助它们广阔的国内市场得以坚持较长时间，可是也同样不能持久。非需求性的工业化政策、面子工程造成的浪费、对军队和国家机构的扩充、对本国货币的高估、对被忽视或被约束的农业规定的低位价格和为“赤字支出”筹资而产生的高额外债等，这些绝对不应首先归咎于非洲政治家的无能。他们屈从于繁荣年代和政治重新崛起的乐观主义，屈从于墨守右倾和左倾习惯的经济理论家的发展理论。然而还有政治的必然性，即通过大规模的支出和资助来维持那些支撑着国家的群体对还不稳固的政府的赞同。其后存在着前资本主义和即使在欧洲和美洲也绝对没有消亡的观念：获取利润不是为了节省或者为了将其投入经济增长，而是那些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的家庭、朋友和追随者 都有分享它的道德要求。

大多数新建非洲国家在寻找政治朋友和经济利益时绝没有过多地以意识形态的优先权为准则，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尽管克鲁玛的追随者大声宣告种种泛非理想，但其他非洲人或数量众多的非洲超国家组织却少有响应。因此，从前的殖民地主人和他们的欧洲还仍然总是有吸引力的伙伴。特别是法国懂得如何通过有目标的发展援助将它的大多数当年的殖民地继续与自己结合在一起，甚至能继续实行将互补区域发展成都市的殖民计划。自由法国中央基金被合作与援助基金（Fonds d’aide et de coopération，F.A.C.）取代。不需偿还的援助所占比例很高，高达80%，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中为接受国提供直接的预算补贴，这进一步提高了吸引力。贸易依然基本上以法国为主，并在出于这一目的而保留下来的法郎区内进行。各国货币和它们的可兑换性由此得到了保障，法国管理的共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化解了支付困难。但是，它减少了非洲的资本流出，加大了那里的资本形成的难度并促进了消费品的进口。另外，非洲人依然要依赖法国单方面的货币政策的决定。

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之后，法国实施了其前殖民地的联合。后又增加了意属索马里兰和比属刚果。它们的农业产品被允许免税进入欧共体，但必须撤销自己的关税。此外它们还享受欧洲发展基金的优待，该基金由所有的成员国提供，尤其是德国，但其中的88%支付给了法语区。每过五年就会与那些新的国家签订相关的协议［第一和第二个《雅温得协定》（Jaunde I und II）］，其间在欧洲市场上的特权减少了，但援助资金却增加了。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后，英联邦各国也要求联合，却对新殖民主义的雅温得体系提出批评。所以1975年与42个非洲国家、11个加勒比国家和7个太平洋地区国家（ACP，非加太国家集团）谈判签订了第一个《洛美协定》（Abkommen von Lomé），它带来了两项改进：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出口94%免征关税，6%享受优惠关税，但不要求对等；此外所谓的稳定出口收入体系在世界市场价格下跌或歉收时通过补偿性付款来稳定它们的出口收益。

对工业发展援助的希望只是部分得到实现；此外还存在着欧共体农业市场的抵制，而且并没有为稳定出口收入投入足够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只是用于特定的产品。有效期至1985年的第二个《洛美协定》没有带来多少改善。欧共体显然不准备超越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界限。即使第三个《洛美协定》（1984年）也基本上是一次调整，对1979年失败的人权附加条款和使产品多样化的农业发展计划进行了扩展。尽管如此，欧共体仍然以此为豪，它所提供的发展援助比美国高出2倍并且是东方集团的6倍。

但是欧盟与多数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遇到了矛盾，即欧洲市场对对方几乎不生产的制成品是开放的，而对方的农产品出口却陷入与欧盟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冲突之中。1989年签订的第四个《洛美协定》有效期延长至2007年，2008年至2020年取而代之的是《科托努协定》（Vertrag von Cotonou），它为为期五年的欧洲发展基金配置了135亿欧元，而2000年至2006年为欧洲内部结构基金提供了1950亿欧元。欧洲的援助应当首先对现时共78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中的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有利，当然未来应当考虑到由此能创造的自身效益。因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规则，在加速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出口收入稳定制度（Stabex System）将被灵活的行动方式代替，此前的关税特惠制度也由四个区域性的互惠经济伙伴关系所取代。

相比之下，非洲内部的贸易额1965年只占非洲贸易总额的6%！所以非洲人即使在独立之后仍然依赖世界市场，且往往依赖跨国的大公司，它们掌控着世界市场的机制。如果看一看美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及其在非洲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方面表现出的增长趋势，克鲁玛强势宣告的殖民主义转向新殖民主义好像实际上就呈现在眼前，这一转变带来的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低下。

因为单独地看，前殖民地仍然常常处于一种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劳动生产力十分低下，实际收入微薄并保持不变；生产力的低下是由于资本 短缺，它又可以归因为居民的储蓄能力低下。可是实际收入如此低微又怎样能有储蓄呢？1990年，很多非洲国家人均收入低于刚刚独立时的水平。2001年，卢森堡人均收入估算为11万美元，德国为4.4万美元，法国为4.3万美元，富裕的非洲国家如赤道几内亚、加蓬和博茨瓦纳的平均收入处于3000美元和4000美元之间，南非为2620美元，纳米比亚为1730美元，而其余国家都低于1000美元，最低的几个国家是刚果（金）（99美元）、布隆迪（99美元）和埃塞俄比亚（95美元）。

自去殖民化以来，数十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从大约20多个工业化国家流入世界的其他地区，但显然效果甚微。除了联合国、其他国际政治组织和欧盟，各国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所谓非政府组织（NGOs）也自愿承担义务，如今这样的组织有数万个。在此期间，教会救济机构的行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没有根据提供者的支出和受援者的使用开列的总收支表。由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达到或者超过联合国的指标：至1990年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7%，其后为1%。在大多数国家，这种发展援助都低于0.5%。此外对提供方来说，尤其是在冷战时期，政治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受援者在政治方面采取“正确行动”则获得益处。美国和苏联还有目的地提供军事援助。提供国通过供货关系或者高薪聘用自己的专家继续进行控制，让很多资金重新回到自己的钱袋子里。此外还有从西方观点出发的失误的资金投入，例如对看似简单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复杂机制知之甚少。心存善意的干预在那里有时候是伤害多于帮助。只要资金没有在这种政治制度的非正规渠道里完全流失，从接收方角度看，它们常常以类似的方式被投入在错误的地方。但是也许这些资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为一些人带来了某些改善呢？

无论如何，1970年代世界范围的繁荣走到了尽头，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所说的周期性繁荣被衰退取代。产品不再完全有销路，失业率上升影响了购买力，利润率下降到令人忧虑的程度。因为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 石油价格导致能源费用大幅度增加。这个组织建于1960年，是为了应对当时石油价格不断下跌，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它才能战胜“七姊妹”的寡头垄断。这7家寡头是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5个美国石油公司，它们共同控制着市场。尽管如此，自1970年起，石油开采国第一次实现了石油价格的小幅增长。1973年作为对“赎罪日战争”的反应，石油开采国首先对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美国和尼德兰颁布了禁运令，接着迫使石油价格增长了100%。1974年各处的石油开采权都收归国有；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的寡头卖主垄断市场取代了康采恩的寡头买主垄断市场——只要它能保持统一。但是1979年值伊朗伊斯兰革命之际石油价格再一次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新一轮的价格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由危机引起的囤积购买。因为日本能源供应的73%、欧洲的60%和美国的50%都依赖石油进口，所以它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欠发达国家的进一步贫穷化。因此，1970年代和1980年代核能发电站的数量增长特别迅猛。

仅1977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收入了1400亿美元。金融市场被所谓的石油美元所充斥，各家银行直接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饱受危机折磨的国家追加了贷款。同时西方对发展援助的投入被缩减。在经济繁荣期债务下降，而此时却大幅度增加。1973年至1981年，三个大陆每年接受的贷款额从65亿美元增加到2930亿美元。债务陷阱闭合了。虽然1996年非洲还得到了2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但却必须筹措360亿美元支付债务利息。当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债务已经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90%。拉丁美洲五个最大的国家总共2520亿美元债务中的三分之一转到了外国的银行账户上。

因为在西方国家，此前的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控制不再如愿地发挥作用，所以此时以供应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的时刻到来了，它期待从完全放开市场和竞争中获得福祉。货币主义者们（Monetaristen）相信，在由独立的中央银行保障的足够的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将会实现这样一个稳定的平衡。它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因为根据人类学的自由悖论，完全的行动自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不平衡。

但是到此时才宣布反干预、私有化、自由贸易和货币自由浮动，并在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下逐步贯彻。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是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党都不能够摆脱这种政策的束缚。1985年底，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的财政部部长或大臣以及货币发行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开会，商定了跨境外汇交易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行动的康采恩和大银行的伟大时代开始了。此时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其法律对经济发展有益的国家，或者转移到劳动力廉价而且既没有强大的工会又没有环保法规的地方。利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来回转移以减少缴税。此外，在金融领域还发明了新的投机性赢利方法。1944年就计划好的旨在引导世界贸易的组织在美国的反对下失败了，1986年在所谓的乌拉圭回合中，美国与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就自由贸易、外国公司的自由投资权以及对跨国的专利实施保护进行了商谈。141个签署国的其他国家只剩下举手同意。商定的旨在监督和调解的世界贸易组织于1994年宣告成立。1986年，“股东利益（shareholder value）”的口号也被创造出来。据此企业首先要维护资本拥有者的利益（如果不是只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公众利益、工人和顾客则不须顾及。因为经济已经不再是为消费者存在，而是消费者为了经济存在！只要劳动还是不言而喻的艰辛之事，它就聚集在下层社会，而精英们则能够享受闲暇。自从有了大规模失业的威胁，闲暇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社会下层缺乏它，而在领导层那里却堆积到荒谬的程度。

出口原料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受到了价格下跌的震动。因为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到此时为止基本上是失败的，即使在富裕的石油国家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亦如此。如有外国人投资，更多的是投入资源开采而不是生产领域。来自税收、发展援助和贷款的收入常常用于官吏机构，最多会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结果是一种数据上的表面现代性，因为臃肿的公共领域给人一种现代服务业社会的印象。但是服务业不是增长的行业！大多数从业者一如既往地在农业领域工作，但生产力低下。很多国家没有选择，只有屈从于结构调整计划，这些计划是自1981年以来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与美国资本“协商的”，如果它们想得到复兴贷款的话。规定的义务与以往一样：对外贸易自由化，本国货币贬值，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服务业的管制，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削减用于政府人员的支出，减少军费和购买武器的开支。因为该计划必须由那些本应被辞退的官员来执行，对它进行破坏的诱惑很大。现存的殖民和后殖民进口替代工业由于强制进行自由贸易遭受了去工业化的压力。就由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和养老保险构成的社会保险而言，农村人口和非正规经济领域几乎都没有被包括进去。但是此时就连这方面也被缩减，而非正规领域由于失业率上升而继续扩大。据说1991年至1993年，后者承担了80%的经济行为。总之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过去和现在一样，富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穷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贫穷。

尽管如此，经历了全球化的非西方世界呈现的绝不是整齐划一的贫困景象，“第三世界”这个早些年惯用的概念就是指在西方世界和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或多或少具有同一性的国家和地区。首先是所谓“亚洲四虎”[1]的发展——它们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加速了“第三世界的终结和这个伟大理论的失败”（Menzel，1992）。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尤其还有中国，在此期间跟了上来，而且印度也大大缩短了与前者之间的差距。1960年韩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当时的人均收入为78美元，甚至低于朝鲜。但是它拥有经验丰富的家族康采恩以及廉价和有积极性的劳动力。依靠外国的贷款和投资（但由于储蓄率很高，很快就转变为基本上在国内筹集资金），它集中力量发展廉价出口商品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以取代通常的进口替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62年至1987年，国外销售额从4.8亿美元增加到1270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到4380美元，增长了56倍。韩国的汽车和油轮畅销。1980年至1993年，亚洲对欧洲的出口增长了3倍，对北美洲的出口增长了5倍。欧洲内部的贸易在这一时段增长了1倍，而亚洲内部的贸易却增长了5倍。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工厂，南亚和东亚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这一区域也是大型或小型非法交易甚至犯罪交易的中心：销售被禁影片或被保护动物，卖淫，贩卖武器、毒品和人口。

曾经被视为“南美洲的美国”的阿根廷不断地陷入危机，在此期间，在拉丁美洲也出现了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Schwellenländer）”，例如巴西。就连在非洲，向好的方面转变的迹象也越来越多。虽然这里仍然一如既往地存在几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但是总体上看非洲比印度富裕。有着9亿人口的非洲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它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2.2亿人口生活在经济增长率为6%的地区，即使在危机中仍然保持3.5%的水平。在采矿、电信、银行和地产领域并不缺少大公司。2003年，欧洲和美国典型地在非洲地区为它们的军队创建了一个新的地区指挥部［非洲司令部（AFRICOM）］，此外中国也参与联合国行动和进行投资，由此承担了义务。印度也新近发挥了作用，尽管被驱逐出乌干达，但它传统上仍然以人数众多的侨民的方式存在于非洲大陆。以上情况使得非洲的精英们能够在南亚和东亚的扩张与西方的“新殖民主义”之间挑拨离间，尽管这一选择的长期后果尚不清楚。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否可以解释为结构调整计划的成果。在富裕与贫穷之间越来越扩大的剪刀差和臭名昭著的腐败问题无论如何没有丝毫的改变。1960年，尼日利亚居民中的25%被视为贫穷人口，2000年尽管拥有数十亿石油美元，贫穷人口反而增长到70%！

此外，非洲就像不久前的拉丁美洲一样是一个“年轻的”大陆，以至于一直存在着经济增长被较高的人口增长耗尽的危险。欧洲在它19世纪发生人口爆炸时借助人口大量移居国外避免了这一命运。相反，在东南亚的一些社会，如同许多欧洲的社会一样，在此期间人口逐渐老化。他们的福利目前受到的损害不大，但未来在有些地方或许会很大。与此相反存在一个大规模的因贫穷而起的移民潮，当年是迁出欧洲，今天是从拉丁美洲迁往美国，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和加勒比迁往欧洲或者富裕的亚洲国家，特别是阿拉伯海湾国家，后者需要廉价劳动力来满足它们的面子工程。但是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变成了迁入地。据称，2008年全世界共有1.75亿人生活的国家不是其出生国。外籍劳工，当中包括女性劳工——比如那些在富裕的香港已经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团体的菲律宾女佣们——的收入被寄回家里，这些钱在那里虽然被用于消费，但就这一点而言最多是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尽管如此，据称2006年这类钱的总数达2300亿美元。

就连在移民事情上，欧洲扩张也辩证地引起了朝向自身的反向运动。首先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欧洲和美洲是很受欢迎的。其中有些人留在了西方，作为竞争者，或者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补充力量；其他人回到了家乡，作为通晓西方的人成为去殖民化的先驱。随后在1945年至1980年的去殖民化过程中，有500万～700万人需要从前殖民地迁回欧洲并恢复他们的国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从没有见过欧洲，首先是从印度尼西亚迁回尼德兰，其后是从阿尔及利亚迁回法国，最后是从非洲不同的地区迁回葡萄牙。其中也包括殖民地政权的原住民助手，他们的生命在家乡受到了威胁，比如尼德兰的南马鲁古人和法国的哈基斯人（harkis）。这样对待这两个族群对于他们当年的主人们来说并非光荣的功绩。但是最终来了大量的人，他们常常不仅贫穷，而且茫然地面对他们“新家乡”的文化，因此在那里组成了地域、社会和文化封闭的团体。这些迁入国迄今为止执行着一项特别含糊不清和没有决断力的政策，它一方面必须利用自己的居民对外来人和失去工作岗位的恐惧来影响选举，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顾及对劳动力的需求和自己崇高的慈善冲动，不管这些迁入者是合法还是非法地来到这个国家。

根据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其殖民地所有居民均拥有英国国籍和自由入境的权利。但是自 1962年起这项权利被逐步严厉地加以限制。1981年有150万非欧裔人生活在英国，他们主要来自南亚和加勒比地区。2002年伦敦人口的14%为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的穆斯林，在曼彻斯特为11%，在伯明翰为15%。1962年阿尔及利亚人失去了法国国民的法律地位。但是这种涌入的人潮还在持续，其中包括来自摩洛哥和突尼斯的人潮。1973年在法国有约80万阿尔及利亚人、20万摩洛哥人和12万突尼斯人。就连较小的法国南部城市在此期间也有了它们的阿拉伯人居住区（Araberghetto）。其他地方刚刚开始依照协议招募外籍劳工，如在美国和联邦德国。至1990年，海湾各国招募了约200万印度人、150万巴基斯坦人、20万孟加拉国人，另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菲律宾的劳工，有时也有来自韩国的。2000年前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的70%由迁入者组成，这样的人在卡塔尔甚至占到了88%——堪称一项世界纪录。

这种国际移民只是人口流动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由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引发的，这种转变最终可以追溯到欧洲扩张。首先那些被忽视的农村居民蜂拥到城市，特别喜欢拥进世界各国的人口在100万～1000万的275个城市，或者干脆拥入32个特大城市。后者中的20个在2014年已经拥有1000万～2000万人口，12个甚至拥有2000万～3700万人口。这32个特大城市中19个在亚洲，其中5个在中国、4个在印度、5个在拉丁美洲，而且非洲也已经有了3个：开罗、拉各斯和金沙萨。在欧洲只有伦敦、莫斯科和巴黎属于此列，在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其余的百万人口城市的地域分布也呈类似的状况。世界范围内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呈迅速增长的趋势。澳大利亚拥有89%的城市人口，新西兰为86%，美国和加拿大超过了80%，西欧的城市人口介于意大利的68%和比利时的97%之间，在德国占到75%，拉丁美洲在玻利维亚的67%和巴西的87%或阿根廷的92%之间浮动，在韩国已经占到84%，在中国还处于47%，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占45%，在印度仅占30%。非洲特别不均衡，南部（南非62%，安哥拉59%）和西非海岸（加蓬86%，喀麦隆58%，加纳51%，尼日利亚50%）比例较高，内陆（刚果35%，尼日尔17%）和东非（坦桑尼亚26%，肯尼亚22%，埃塞俄比17%，乌干达13%，布隆迪11%）则比例较低。

在大规模进行工业化的中国据说有一半农民是过剩的，他们拥入城市甚或被整体迁移到那里。然而很多人只是在非正规行业谋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那里有近一半的城市居民靠非正规行业谋生，新近甚至有时使用因特网谋生。在城市里常常很少能满足对水、电、废水处理、垃圾清运和安全的基本要求，或者根本不能满足，因为大多数新移民生活在贫民区，它们的产生经常是无计划的和不受控制的。尽管如此，那里的人们还是期待能有更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里的接触面毕竟比农村大，或许还能享受教育和医疗体系。贫民区的居民绝不是没有社会根基，而是经常加入一个已经定居下来的亲属群体或一个种族群体。或者会出现相当有效的自我组织，而具有犯罪特性的团体并非罕见。其间，交际仅限于酒类消费，文化生活仅限于单调的电视节目。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吸引力真的建立在它们真实或虚构的现代性的优势地位上吗？因为殖民地城市过去就是殖民统治有计划地或无意地施加更多的现代化影响的地方，从理性的城市规划开始，而未顾及其种族因素。这里首先是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发展的地方，它们因殖民经济和殖民统治而产生：企业主和工人，医生和教师，法学家和官员，士兵和警察，工厂和行政机构，学校和医院。城市精英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服装、教育和风俗习惯，而且在这种关联中也接受了西方的一夫一妻婚姻、小家庭及其新的性别角色。另外，妇女们一如既往地在非正规行业发挥新的经济和社会主动性，但往往是被迫的，因为迁移，特别是流动短工常常导致家庭的暂时或长期分离。妇女们，常常是带着孩子的妇女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应对办法。与此相对应的是流动短工的男性社会，他们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和性问题。

大城市也是后殖民环境问题随即变得明显的地方。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非正规行业的代表，他们以有选择地搜集和回收废品谋生，有时候收入一点也不差。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可以卖掉。从中发展出对特定的塑料废品的搜集，它们被企业主收购并再利用。因为后殖民城市被巨大的垃圾山环绕，它们的水系不仅常常变成废水渠，而且还被垃圾，特别是塑料垃圾覆盖。2000年生产了1.5亿～2亿吨塑料，比1950年多了100倍。因为其中大多数还不能自行分解，它就成为垃圾，成为太平洋上巨大的塑料旋涡。据说它们主要来自日本，并且比巴伐利亚的面积还大。塑料不仅进入了动物和人的食物循环，其后果还根本不能完全估计出来。

因为全球的后殖民社会早已处在一种新的风险之下，其间危险不再仅仅来自自然力量，而是也由人为制造，因为人只关注自己的大工艺而疏忽大意地轻视了自然体系，比如人不应该把核电站建立在受地震和海啸威胁的沿海地区；或者人类已经把这些自然体系变得更糟糕，可以预见的气候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相应的人类行动如此大规模地堕落，变得如此广泛和如此复杂，以至于没有人觉得负有责任，因为不再可能让任何人直接对体系的运行过程负责。自然这是在迎合肆无忌惮的新自由主义的利润意愿。

过去的移民已经不仅有目的或无目的地通过他们的行为灭绝了他们遇到的一些动物和人种，例如美洲野牛或塔斯马尼亚人。他们把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变成了可耕地，引进了新植物、新动物和新人，没有思考过其后果，如土壤侵蚀、杂草和害虫的传播或造成新的疾病。后来的殖民统治者一方面通过铁路和空中交通无意地促进了瘟疫的传播，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医疗条件参与引发了人口爆炸，又制造了新的问题。或者他们修建了灌溉系统，比如他们截断了阿拉尔湖（Aralsee）的入流，将它缩减到原来面积的10%，而剩余部分变成了无人居住的荒漠。虽然早已众所周知，热带雨林尽管表面繁茂却因土地贫瘠几乎没有再生能力，但对它的开垦和对热带树木的砍伐仍在继续进行。

更骇人听闻的是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实环境问题。众所周知，市场每天推销给顾客的电器中的元件既有价值，也含有剧毒。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商家或购买者对提取和清除它们感兴趣——除非是使用童工才有人会感兴趣，那些孩子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徒手从事从西方进口的计算机废料的再利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康采恩将生产地迁往低工资国家时常常很少有危险意识。1984年，在距离印度百万人口城市博帕尔不远的美国碳化物联合公司农药工厂溢出了约40吨有毒气体，造成超过2万人死亡，直到今天那个已经关闭的工业区的垃圾仍然污染着地下水，给居民带来了恶果。在孟加拉国，一家生产廉价纺织品的工厂倒塌并且砸死了几百名女工，还有石油工业输油管泄漏损害着自然和尼日尔三角洲居民的生存可能性。

利用核能时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责任心。完全抛开核武器库大规模杀伤的特性不谈，仅仅是无数的爆炸试验就破坏了景观，有时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遭受试验。就连核电站的建设者和经营者也经常失职，引起轰动的1979年的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和2011年的福岛事故所展现的还不是全部。但是，应当如何处理核废料暂时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而且一如既往相当地浑浑噩噩，它发射有害射线的持续时间比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还要长。也许未来人类该担心的是自身的消亡，而这对环境来说肯定是再好不过了！

政治和国家政权

扩张在参与其中的大国中间甚至导致了政治重点的转移。若是没有建立殖民帝国，英国就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第一海上强国和世界大国，而俄国和美国的强大要感谢它们的大陆殖民。相反，早期的殖民大国从各自的帝国承受的损失可能大于收益。西班牙的实力地位建立在它的欧洲财产之上，而其殖民帝国的收入只是延长了那超限度的大国政策，这一政策大概在17世纪催化了它的衰落。尽管如此，欧洲政治成了世界政治，欧洲的国家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国家体系。自17世纪起人们就谈到世界大战了，不过是欧洲列强间的世界大战，因为新的世界政治依然还是欧洲政治。直到20世纪，随着美国和日本的参与，这一格局才得到改变。通过16世纪讨论西班牙在美洲的法律权利，国际法就得到过新的推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后来是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在这局棋中殖民地很少超出小卒子的作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扩张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才得到完全相应的重视，如美国、日本、拉丁美洲国家和英国的自治领。

与此相反，去殖民化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特别是因为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与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完全不同，后者始终是未完成之作，根本没有把重要的国家包括进去，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国际社会。自从2011年接纳南苏丹后联合国共有193个成员国。在剩余的国家中，除了梵蒂冈，就是没有被普遍承认的国家。头两任联合国秘书长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第四任来自奥地利，而第三任吴丹（U Thant，1961～1971年在任）来自缅甸，自此以后所有的联合国秘书长均来自当年的殖民地：来自秘鲁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1982～1991年在任），来自埃及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92～1996年在任），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Kofi Anan，1997～2006年在任）和来自韩国的潘基文（Ban Ki-moon，自2007年以来在任）[2]。然而联合国的所在地是纽约，它的下属组织都分布在西方城市，顺便说一下，分布在那些生活很舒适的城市。仅日内瓦就是其中5个的驻地。

联合国全体大会决定成员资格和预算。此外它还可以颁布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性决议，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影响着世界舆论，从而影响政治。它的各种“人权宣言”使人权的范围越来越大，获得批准后便成为成员国的有效法律。只有安理会可以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在它的15个席位中10个席位被轮流占据着，而5个常任理事国由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担任，它们对委员会的决议拥有否决权。大国的不稳定而又稳定的统治在这里被持久化了，它给近代早期的欧洲政治以及随后的世界政治打上了烙印。这5个大国也是正式的核大国。应借助一些方法尝试阻止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以外的其他后殖民国家拥有核武器，因为候补国的名单是相当长的。

然而就连安理会也不能强迫一个国家遵从自己的授权，在以色列和纳米比亚展现的就是这种情形。联合国国际维和部队，即所谓的“蓝盔部队”的使用由安理会决定，使用维和部队不是参与战斗，而只是为了在交战区内武装自卫。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为实现和维护和平作出贡献。不过可能属于联合国最重要和费用最高的行动是救济世界饥民和救助各种难民。这里大概首先可以列举的是巴勒斯坦难民，特别是加沙地带的居民。尽管存在着很多欠缺，例如面对2015年的难民潮欧盟未发挥任何作用，但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在现实危难中以私人或公众形式表现的助人精神的国际团结仍然是全球化的一个令人欣慰的成就，这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

蓝盔部队和救助饥民必须通过或多或少属于自愿的会费来筹措经费。正式预算按照依据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出的分摊比例来承担。2011年经费总额为2.34亿美元，分摊到美国22%，日本12.5%，德国8%，英国6.6%，法国6.1%，意大利5%，总共60.2%。中国和墨西哥是这个高级圈外的最重要的交纳国。因此德国机敏地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大概并非完全没有理由，而受阻的大国印度尽管参与了蓝盔任务迄今为止仍未成功，其失败显然也有财政方面的原因。美国时而停交会费，以此迫使减少会费和人事变动等，如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替换。美国于1984年、英国于1985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与在安理会不同，它们以其没有分量的声音无法使自己不赞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策的意见发挥作用。虽然2003年美国又重新加入，但因以色列反对接纳巴勒斯坦又于2011年停止交纳会费。

如果说联合国最初是作为战后时代美国乌托邦的组成部分而设想出来的话，那么从那以后由于前殖民地占多数，它在政治上显然已经获得解放。然而大国的特权和资金方面的依赖性依然使这种解放受到限制。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对世界政治的稳定作出一些贡献，此外还可以通过国际法的改革，如《人权公约》。这应该也适用于新近创建的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它的创建以2002年建立的海牙法庭和针对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设立的联合国特别法庭为标志。可是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批准1998年的国际刑事法庭章程。尽管如此，从去殖民化中产生的众多新国家仍然因拥有国际法的生存保障而高兴，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即使大国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支配弱国的存在或至少支配它们的政权。虽然后一种情况仍然会出现，但这类干预不得不采取特工的方式秘密进行，如美国1953年在伊朗、1954年在危地马拉和1973年在智利的行动。直到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才重又是一次公开的侵略战争。

相关国家所处的不良状况可以用作这类行动合法的证明，而所谓的对第三方的威胁就来自这些不良状况。新近也有人提出有关政权蔑视自己居民的人权。但是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同样可以作为廉价的借口为强权政权服务。它既不受联合国也不受国际法的保护，因为它违背了主权原则，该原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础。因为自欧洲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清除了各个前现代帝国，而且取而代之的各殖民帝国也灭亡之后，政治世界基本上只由现代主权国家组成。

这种现代主权国家拥有它本应拥有的一切——领土和民族、宪法和法制、选举制和政党、议会和政府、司法和警察、军队和秘密警察等——是欧洲扩张输出的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就这方面而言，第一眼看上去，欧洲扩张导致了“世界的国有化（Verstaatlichung der Welt）”，因为此前存在的所有其他的国家形式都被这种国家排斥掉了。除了梵蒂冈和阿拉伯半岛一些绝对君主制国家，今天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尤其是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国家都提出想成为民主宪法和民族国家的要求，也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即使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缺少一个明确的宪法文件，比如英国和以色列，但它也明确涉及政治全球性。

更确切地说，政治现实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往往还几乎谈不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尽管有华丽的宪法，但人权和法制却绝对不尽如人意，没有多党制，没有选举，或者只有不可靠的选举。更有甚者，实行统治的是一个以国家的名义由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支撑的恐怖政权。国家经常连保障臣民的安全都做不到，更谈不上提供法律保护和确保社会安定了。在极端情况下，国家机构只是残缺不全的形式，并没有实际意义。这种失灵转变成国家的失败。

因此合适的做法是在实际中将后殖民政治现实作为动态过程而不是作为稳定结构进行分析，少将国家作为机构或者机构群去探寻，而是更多地探寻国家的合法地位，也就是说寻求不同的特性和行动——根据欧洲人的理解，一个“国家”就是由它们构成的。虽然这种观点是欧洲中心主义，但却是合理的，因为“国家”确实是源于欧洲的一种现象。最终，非欧洲人明确想要这种“国家”，尽管他们不大愿意承认它的欧洲来源。尽管如此，这种认识并不妨碍我们赞赏非欧洲来源的要素，而鉴于现代欧洲国家价值观念的输出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这种认识最终也不妨碍我们探索国家形式的可能的变体。从过去到现在，欧洲 国家总是能够胜任包括基本权利和民主在内的高要求吗？此外我们必须习惯，那些前殖民地可能宁愿要自己人的糟糕统治，也不愿要外人的好统治。就连2004年至2014年担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也明确赞同英国自由党总理亨利·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Bannerman）在20世纪早期因重新给予南非自治权而说的那句名言：“自治权强于好政府（self-government is better than good government）。”

拉丁美洲的后殖民精英们和后来一次次去殖民化浪潮中的其他人一样只有一种可能性，即接受现代国家当前的形态。然而还有很多人屈从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接受了现代国家的各种机构就万事大吉了。在此他们忽略了，在欧洲及一些相关地域，对这些机构还算成功的使用是建立在几百年之久的尝试和经验之上的，而这正是他们所欠缺的。这种差异是美国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而拉丁美洲却没有成功的诸多原因之一。人们常说的“民间社会（Zivilgesellschaft/civil society）”及其所在的“第三空间民间（der Dritte Raum）”在此处发挥重要作用。“民间社会作为非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聚合体展示了公民的兴趣和意愿”；译成“公民社会（Bürgergesellschaft）”可能更好，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针对公益的行动，以及处在国家、经济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第三空间的国民的自我组织。此外，独立的媒体发挥着一种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具有批判性和自觉性的报刊。这种潜能往往被归因于因特网的主动性，但是它们缺少必要的组织上的稳定性。

公民社会是民主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它的发展低下是后殖民国家危机的原因之一，它的存在是印度民主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它，人们就可能会直接地、几乎自动地屈从新建一个国家所需的特殊条件，特别是屈从一人独裁的统治。或者欧洲机构的外壳里安放的是传统机关和传统方法，这些导致了混合型政治制度，以及按照欧洲的说法，导致了普遍的腐败。例如当马拉维的统治者海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借助一种以口头辩论为基础的政治文化（Mündlichkeit）使自己几十年不易受到攻击（Power，2010），那就存在着这种“权威的克里奥尔化（Kreolisierung von Autorität）”（Willis，2005）。“国家”这一概念场的所有类型对于当地的政治文化都是陌生的，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非洲！

“管理（Governance）”常常作为总体概念使用，被定义为对社会事实的集体性的调节行为的总和，这些调整包括从非正式的自我组织到国务活动家的主权行动。因为最晚到面对没有人在意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的后殖民世界巨大的非正式领域时，人们就会非常清楚，“非惯例”绝对不意味着社会失范甚或混乱。然而，“在有限的国家政权的空间里进行管理”对西方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为它必须涉及公共福祉，涉及国家的替代结构。但是恰恰在后殖民世界，情况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的。可是这种认识对于理解政治意味着什么呢？

德国法学家用三个特性来定义现代欧洲国家：国家领土、国民和权力垄断。属于后者的还有作为第四个特性的税收垄断。自19世纪起，现代国家吸收了其他不同的特性，因而继续提高了自己的权力要求。它具有了世俗和民族的特性，成为法治国家、宪法国家、民主和社会国家。此间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需要人们顺服它提出的要求。社会学家找到了统治合法性的不同理由。由此产生了一个哲学问题：“国家”是否不仅仅是权力组织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是否绝不是自然形成的形态。

领土、人民、强制力和征税权隶属于“统一（Einheit）”这一形态原则。现代国家之所以是现代的，是因为它是统一的，统一是现代性的一个原则——顺便说一下，在此期间，它也已成为“过去的现代性”。这可能会对国家的未来带来影响。前现代帝国没有严格的边界，由具有不同地位的地区和居民组成。与此相对应，现代国家拥有一条可以控制的线形边界，拥有一片同质领土和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后者意欲通过同化统一其他族群，或通过种族清洗消灭它们。

在所有的后殖民国家，作为国家现代性基础的“统一”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三个大陆由于历史的原因差异很大。拉丁美洲在过去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形成了围绕着城市中心的区域性统一，它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转变为国家或者联邦的一部分。然而交界地区长期存在着暴力公开化的区域，即使之后国家对农村地区进行控制，情况也很不理想。在哥伦比亚内陆或在墨西哥的联邦州恰帕斯，被抵抗运动控制的地区直到今天还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警察也不敢进入一些百万人口城市的贫民区。虽然国家民族第一眼看上去给人以西班牙或葡萄牙文化完整性的印象，但实际上却是以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巨大差距为标志的，特别是在那些后者仍然由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土著构成的地方。

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要么可以与前现代帝国的身份衔接起来，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要么那里涉及的是不统一的国家，经过持久的、有时非常严厉的殖民统治，它们变成了新的政治统一体，比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严格来说也包括印度，它应该将自己的政治统一——或者说它今天分为孟加拉国、巴拉特（Bharat）[3]和巴基斯坦3个国家——归功于英国的统治。在菲律宾，先是西班牙殖民主人的语言，后来是美国殖民主人的语言发挥着统一的作用，此外还流行他加禄语。鉴于荷兰语影响有限，印度尼西亚将马来人的交际语言巴哈萨（Bahasa）——印度尼西亚语——提升为国家语言没有什么困难。尽管存在着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的人为作用，作为变体的马来语（Bahasa Malaysia）完成了这一任务。而印度共有122种语言，还有数不清的方言和不同的文字。根据宪法，最重要的北印度语言印地语（Hindi）至1965年应该取代英语成为国家语言。外来词在印地语中有计划地被古印度梵语（Sanskrit）里的派生词所替代，以便使语言持续性地民族化。但是1963年在55万中央政府官员中，只有25万人说印地语。由于一些使用其他达罗毗荼语言（dravidische Sprachen）的南印度人总归感到被北印度人殖民化了，于是发生了流血动乱，因而这一调整被暂缓执行，并被交给各邦处理。实际上，除了印地语和22个地区语言，英语作为中立媒介如今被继续使用。这里与非洲一样，可以较容易地实行意在创建同一民族身份的语言政策，其中包括更改名称：孟买的名称从Bombay改为Mumbai，马德拉斯改为金奈（Chenai），孟加拉改为孟加拉国（Bangla Desh），锡兰改为斯里兰卡（Sri Lanka），缅甸的名称从Birma 改为Myanmar，等等。但是即使这里也存在国家政权受到限制的区域，特别是菲律宾的穆斯林地区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所谓的部落社会最后保留的地区。

殖民时代在非洲虽然仅仅持续了数十年，却带来了一场政治革命，它将无数个小联盟 或边界模糊的前现代帝国变成了殖民地，从中最终产生了55个现代国家甚或民族。但是这些新国家很难忍受殖民政策强行划定的边界，从地图上笔直的边界线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荒唐。可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后，情况显然已经变得不可逆转；去殖民化之后，它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改变。各个民族被分离开来：巴刚果人生活在安哥拉、两个刚果和加蓬；索马里人生活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奥万博人原本只是偶然进入德属西南非洲，更多地应归属于安哥拉，今天则是在纳米比亚起主导作用的民族。边界冲突不断以及被强行拉到一起的种族之间的内部纠纷都是这个事实的后果。此外还有刚果和纳米比亚之间巨大的面积差异以及极不均匀的自然资源，前者的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后者的为10350平方公里。富裕国家加纳和尼日利亚面对的是其他国家，如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的乍得和尼日尔。

现代的民族形成以破坏传统的政治文化作为前提。但是对于大众来说，除了传统的文化，并不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团结，因为新建立的国家对于非洲人来说首先就是白人的，面对他们，非洲人没有义务感，而是会尽力破坏他们的财产。殖民主人的非洲接班人必须将这种政治观点作为遗产一起继承下来。与亚洲相比，这里的语言景象更加丰富多彩，以至于除北部和伊斯兰国家的阿拉伯语外，几乎所有地方的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一直是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在南非除了英语和各种非洲语言还有南非荷兰语。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也拥有这一地位，在肯尼亚再加上英语。在马达加斯加岛，马尔加什语和法语共同作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Amharische）虽然是一门非洲语言，却是也进行过同化殖民统治的“主人民族”的语言。

不仅在欧洲，在美洲和亚洲通常也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而不是相反，虽说为了证明合法性，往往很喜欢唤起这种印象。到处在创造民族，但都以一个共同历史作为现实基础。如果一个新国家的历史仅由几十年的殖民统治构成，如果常常连一次声势浩大的，至少创造了 克鲁玛、肯雅塔或曼德拉一类的民族英雄的自由运动都没有发生过，在非洲就很难构建一个民族了。与以往一样，只有精英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自己与自己的民族视为一体，而大多数非洲人却更认同由语言、区域、历史渊源或神话渊源所限定的种族。种族冲突在非洲属于政治常态，直至发展为内战甚至像发生在卢旺达那样的大屠杀。

殖民和后殖民环境加强了种族意识，并将它提升至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地步，这被视为殖民主义最沉重的遗产。事实上，虽然殖民主人为了他们统治体系的利益并非凭空创造了所谓的种族，但却是在语言和政治上进行划界和确定。现实情况是，非洲人绝不总是组织在固定的部族中，根本不是欧洲人在读过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后所以为的那样。在有些地方，人种进化早已被证明更具流动性和复杂性。但是现在不言而喻的是，它在有些地方可能与血缘群体和定居群体有关联，这些群体绝对维护着种族自我意识。

就连酋长的再度出现也与种族在当下的意义相关联，无论是传统酋长还是由殖民国家创造的公职酋长的继承人。新国家的创建者为了自己权力的利益与这两种酋长进行激烈的斗争，但由于自己的国家机器的虚弱不能获得持久的成功。1966年君主政体在布干达被废除，但1993年在国家元首的倡议下重新恢复。即使在不担任职务的地方，这些酋长仍然拥有权威和影响力，地方民众请求他们作出决定、进行调解或给予支持，由此他们的权力在增长。

最终就连那些主要从事发展援助的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与后殖民国家的竞争中。它们可能出自相关国家或前殖民大国，可能具有国际特性或教会特性。在国家政权被淡化的地区，它们在酋长之外有时也行使超国家的权威。

就这一点而言，后殖民国家权力还能够表现得如此统一和强烈——至少在非洲它遇到了很大的竞争。它对内和对外对合法的有形权力的运用，它的权力垄断——马克斯·韦伯等人所认为的现代国家的存亡所植根的权力垄断——并没有稳固的基础。这无须涉及种族暴力冲突或有影响的组织犯罪，如 拉丁美洲的毒品卡特尔。与现代欧洲国家相反——但不包括美国——很多公民准备在他们认为自身权利被剥夺时便使用暴力获取自己的权利。如果司法和警察长期腐败或至少无能，这种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即使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这种类型的暴动也属于政治常态，直至国家权力垄断和对司法的信任一同实现。国家权力极为残暴的反应以及持久性的国家恐怖统治所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恰恰是一个虚弱的国家。与至18世纪的欧洲统治者一样，后殖民统治者，特别是在非洲，直到今天仍然喜欢将反对派视为反叛势力并加以制裁。

外部的权力垄断通常由军队来履行。后殖民国家偏爱搞高度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和相应昂贵的军事机构。因此，军队在一个仕途晋升空间有限的社会里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性，吸引着有才干的人。当自己的集团利益出现问题或出于其他原因认为时机成熟时，他们可以轻易地通过国家政变接手政权。他们几乎不再在正规战争中战斗，因为这样的战争在官方层面已经不复存在，进行的更多的是内战，有时双方在其他国家交战，或者干涉其他国家。随意发动战争的权力过去是一个国家权力主权至上的化身。今天这种权力不复存在，而主权受到损害一方面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干涉，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国家被纳入同盟体系。

在冷战时期，被纳入包围苏联的美国各同盟体系的不仅有欧洲和拉丁美洲，还有亚洲和澳大拉西亚的许多国家。但是苏联完全懂得如何突破这种“拦堵”，直至在美国的家门口与古巴建立同盟，因此触及美国对拉丁美洲左翼行动的敏感神经。而非洲人则能够与各个势力集团保持着让各方都感到高兴的距离。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存在一个与政治和军事利益紧密相关的一揽子方案，比如1975年埃及一国得到的援助与非洲所有其他国家获得的一样多，1978年至1981年，首先是苏丹和索马里被给予优惠待遇，而1977年处于它们之间的埃塞俄比亚却转向了苏联。就连摩洛哥、突尼斯、扎伊尔和肯尼亚也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可是由于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属于美国的 联盟体系，而且美国在非洲没有维持军事基地，所以可以辩解这一政策是面对苏联明显的干预采取的守势。不仅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作为观察员被接纳到东方的经济联盟——经济互助委员会中；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还各建了一个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在几内亚比绍建立了一个海军站点。此外，古巴人不仅出现在安哥拉，而且也进入了埃塞俄比亚；据说1982年那里有14000名顾问和7000～9000人的战斗部队。1982年在马里、几内亚比绍、圣多美、赤道几内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都有苏联的军事顾问，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甚至超过2000人。除此之外，埃及、加纳、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有时候还享受苏联的经济援助。

虽然克鲁玛的泛非理想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非洲人比其他人更积极地一再尝试在他们的各国际组织成员之外建立超国家的非洲协会。即使这种协会能够较好地运行，同样也会因此丧失主权。1963年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O.A.U.）于2000年根据利比亚独裁者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财政支持不足的倡议变为非洲同盟（Afrikanische Union，A.U.），从此情况有所改变。非洲同盟同样包括所有非洲国家——摩洛哥除外，1984年由于撒哈拉冲突它退出了该组织。该同盟模仿欧盟，在亚的斯亚贝巴拥有一个雄伟的驻地和一个范围广泛的行政体制，但54个成员国大都很穷，迄今为止其功效不如非洲统一组织。与严格恪守不干涉原则的非洲统一组织不同，非洲同盟组建了一支执行和平使命的干预部队，承认民主和人权，迄今为止以暂时开除出组织处罚各种国家政变。

旧的统治形式大多数以宗教为依据，而现代国家则是自我指涉的（selbstreferentiell），因此是世俗的。当欧洲基督教会的剩余特权被削减的时候，宗教在后殖民世界的影响却又在增加。伊斯兰国家尤其如此，尽管它们没有像巴基斯坦那样已经对自己原本的身份进行了宗教论证。一系列伊斯兰国家乃至革命性的重建尝试虽然都完全是在实践现代性，但保留伊斯兰法“沙利亚（scharia）”的终审有效性是唯一的前提，一些人甚至想用它论证针对西方的信仰之战。伊朗的两位巴列维国王和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富有攻击性的世俗化已经或者正在被取消。然而就连在过去已决定世俗化的印度，“印度教徒主义（hindutra）”也在挺进中，这是一场意图将国家重新置于印度教规则之下的运动。与实力强大的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暴力冲突就是结果，1992年阿逾陀（Ayodhya）的一座清真寺被毁就是信号，相传阿逾陀是罗摩神的出生地。媒体和教科书传播着以这一思想改写的历史，各种地图展现着一个从巴基斯坦至缅甸的“大印度（Greater India）”，俨然一个“达摩的超级大国（Dharmic Superpower）”（Brosius，279）。甚至在人们眼中如此温和的佛教也不得不在斯里兰卡支持僧伽罗人佛教徒反对占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印度教教徒的战斗。

宗教与民族主义的交叠在这里十分明显，这种交叠过去在欧洲是常例，在此期间又重新归来。政治家早已认识到它大有用处。而非洲却很难这样。甚至穆斯林的选举胜利也常常导致内战，更不要说其他接管政权的尝试了。另外，在许多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好比政治宗教信仰，在非洲却更像一件有些微吸引力的艺术作品——鉴于民族身份欠发达，这一点并不奇怪。

作为现代国家，后殖民国家通常也拥有西方式的宪法和法典；1996年的《南非宪法》甚至被视为法律经典。除了亚洲的一些例外，作为现代国家它们都批准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并因此将其作为现行法律。作为现代国家它们或许是民主政体，其公民定期在普遍、自由和秘密选举中决定由谁和如何管理他们。作为现代国家它们应该是法治国家：拥有有秩序的立法，拥有使公民获得权利的司法，拥有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法律法规实行国家统治的行政机构。因为统治的法制化和去个性化是成为现代国家的决定性步骤。然而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仅仅是管理机构就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更别提政治和行政实践了。

全世界有150个国家还在实行刑讯。虽然美国和与其关系亲近的国家在破坏人权方面同样并非无可诟病，可是重点大概还在发展中国家和门槛国家。那里实际上常常缺少符合宪法的分权制。行政权占主导地位，控制着虚弱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只有少数国家的司法机构可以审判政府和行政机构的侵害行为，比如印度和以色列，据说 甚至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可以。然而这样的判决常常没有功效，因为行政权可以示威性地无视它们。更经常的情况是法官依照统治者的意愿作出判决，通过拖延手段使程序空转或者干脆收受贿赂。除了个别显而易见的例外，政治家和官员的表现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党羽得到了他们的职位，首先将它们视为肥差，理所当然要从中获得一些利益。因此非洲的官僚机构1960年至1970年规模至少扩大了一倍，在有着石油亿万富翁的富裕的尼日利亚至1999年至少扩大了9倍，但对国家的相应义务却没有明显增长。非洲国家财政的50%～80%用于维持所谓的公共服务。这一维持费用常常很低，因为人们悄然估计到官员和警察懂得凭借自己的地位对其收入进行必要的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后殖民国家存在着失控的警察暴力行为。

只有额外付费才能获得国家的服务，甚至仅仅是为了获得许可也得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获利的公司由国家经营，或者在改革的压力下进行假私有化。利润由领导集团收取。私有经济必须支付贿金，在很长时间内德国公司甚至能够在家乡用行贿费用抵税。在印度尼西亚，不仅独裁者苏哈托将军的家族敛财无度，而且军队本身已将所有经济分支机构据为己有。不过在苏哈托统治时期，贿赂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付钱。自从重新实行民主制就不再是这种状况了。腐败成了随意的和无法控制的，因此也就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有防治腐败的机构，但在那些设立它们并不是为了增添肥差的地方，它们的行动也会受到体制的制约。于是自2000年起在肯尼亚开展了一场由英国考古学家小李基（Richard Leakey）领导的绝对有效的反腐败运动，但它在总统及其身边的人那里却碰到了禁区，因此不了了之。从1971年到1999年，总统府雇员的人数从1.8万人增加到4.3万人，除了贿赂收益，这还带来了对政府机构其他部门的权力的剥夺。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统计，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1999年是喀麦隆，2000年是尼日利亚，2001年被孟加拉国取代。

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迫使国家犯罪的现象，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强盗政权以及1980年至2003年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同类政权。对自建国以来就统治着国家的美国黑人集团之外的年轻人来说，加入军队在利比里亚是唯一的晋升机会。1980年，撒姆尔·K.多尔（Samuel K.Doe）领导的政变第一次将来自大陆腹地的非洲人推上了权力宝座。但是这个集团十分虚弱，尽管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措施，仍然碰上了由西非法语国家集团支持的查尔斯·泰勒领导的抵抗，而多尔的支持者则是英语国家集团。因此一支西非的和平部队——当然实际上是尼日利亚的和平部队——进行了对多尔有利的干预。因为当时的尼日利亚总统同时也是利比里亚石油公司的所有者。虽然多尔随后被谋杀，但他的集团控制着首都，而查尔斯·泰勒则控制着国家几个地区。可是那里至少有20个军阀在相互争斗，他们的童兵部队是靠钻石走私（带血的钻石）筹措经费的。1993年，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使得在利比里亚进行大选成为可能，选举以查尔斯·泰勒的胜利结束，他却不能顶住对手的反对实现自己的目标。内战继续进行，并殃及邻国塞拉利昂，直至联合国进行干预以及前殖民大国英国在塞拉利昂进行干预才结束了恐怖时代，并促成了以选举为标志的新的开始。25万利比里亚人丧命，不少人是被总数约为2万的童兵杀害的，因为这些孩子不再满足于砍掉他们的牺牲品的胳膊。被捕的政治敌人多被拷打致死。

新国家的精英们在引入民主的过程中常常很少关注实际的细节部分，如选举法和选区。英国的多数选举法有利于实际上的一党统治，例如它有利于1947年至1977年和1984年至1989年印度国大党的一党统治。在后殖民国家，一党制体系有时几乎是自行产生的，那里的拥有独具魅力的领导人的解放运动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接管了权力。这在非洲完全成了常例。

这离独裁仅一步之遥。但是若与军队作对则无法实行独裁，克鲁玛就为此不得不经历了对他的伤害。与此相反，经常发生的是军官们自己接管政权的情况，有时是一个集团，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是个人独裁。在拉丁美洲一开始就有军事 领导者（caudillos）的统治。但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那里几乎到处是现代军事机构的代表接管了政权，有一部分采用极端的暴行对付真正的对手或所谓的左派敌人以维持政权。1932年至1973年君主制的泰国由军队统治，1991年和2006年军队重又短期接管了政权，同样的事也发生在2014年。1962年以来缅甸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它只是很踌躇地有所松动。1965年，在对共产党人和华人进行的大屠杀中，穆罕默德·苏哈托领导的右倾军队剥夺了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艾哈迈德·苏加诺的权力。苏哈托的独裁统治持续到1998年。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65年的民选菲律宾总统——1972年借助军队建立了一个腐败的独裁统治，他能够维持该独裁到1986年。在非洲，在埃及1952年政变之后，1963年在多哥爆发了第一次军事政变。就连这里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建立了多次军事独裁，其中几个还使用了现代化的行动，甚至还有左倾军事独裁，如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军事独裁。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1965至1979年和1983年至1998年处于军人统治之下。至1988年撒哈拉以南的44个国家中只有寥寥几个实行的是民主统治。

因为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军事独裁作为稳固的反共产主义秩序的保障来得非常及时，如果美国人不是亲自参与接管政权的话，例如在危地马拉、智利或刚果。军事援助和合作也很风行，有时也有以色列的秘密介入，在那些年里世界范围内都有这种事情。不过独裁者绝对不总是美国顺从的奴仆。

统治刚果的是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Désiré Mobutu，伪古非洲语，意为拥有王位和豹皮的君王），他为自己选定的名字为Mobutu Sésé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4]。刚果从1965年至1977年同样为了非洲化暂时改称为扎伊尔。作为非洲头等窃国之盗，他与马科斯和苏哈托属于世界上三个最腐败的独裁者。由于他的国家拥有原料财富，他对外国的依赖十分有限。据称他共攫取了50亿美元，其中部分送到了国外安全之地，但根据瑞士提供的数据那里“仅有”530万美元。他和他的家族生活在疯狂的奢华中，而饱受剥削的国家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却在1970年代的危机中衰败了，一国百姓食不果腹。他任命自己家族的人担任要职，由他的族人恩格班迪人（Ngbandi）充当总统卫队。政治敌人或被折磨致死，或用有利可图的职位加以收买，有时是 在施以酷刑之后。但在分派职位方面注意不断轮换，所以没有人能够建立起家族权力。

自198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变化。1983年至1990年，除了古巴和洪都拉斯，拉丁美洲到处都在向民主过渡。1986年在菲律宾马科斯被推翻。1990年一股民主浪潮开始在非洲涌动。在1990年和1997年间进行的选举几乎都是多党选举，但这并不说明民主已占优势。从1960年至2003年，199个非洲的国家首脑中有107人因国家政变、战争或侵略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只有19人在选举时落选，而这些落选中的18次发生在1990年之后。冷战结束之后，双方都不再需要独裁者作为可靠的伙伴，在西方，人们普遍认识到，民众的参与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少很多城市精英已经厌烦毫无建树的独裁者，尽管独裁政权能够在亚洲和非洲继续维持下去。

然而除了印度，没有一个后殖民国家证明民主制是稳定的成功典范，完全的现代国家至此还没有出现在那里。一方面，殖民国家培养民众被动接受官方权威，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被它的许多臣民和新精英中受挫的成员视为外来的强制制度，因此被视为非法，所以可以问心无愧地破坏和榨取它。这种观念显然常常被传给它的后继者——后殖民国家。前殖民统治关系的传统的合法性绝没有因其消失而自动变成信任法律法规的理性的合法性。一个民族领袖的个人魅力作为替代物或许可以暂时起到过渡性合法证明的作用。有时它甚至可以传承，例如在尼赫鲁家族，但却不能持久。如果存在着民族情感，那么它导致的多是仇外而不是献身国家。

而这个后殖民国家依靠的是所谓的“基本合法证明”。这是一种简单的认识，即既然现在存在着这个国家，那么它就有某些方面的用处。在西方，这种“基本合法证明”是与社会福利国家为其国民带来福利联系在一起的。为此甚至会容忍高税收。但是如果因为弱国无力贯彻它的税收权而没有提供这样的福利，或是这种福利被边缘化，或是只对少数人有好处，那将会发生什么？国家份额，即国家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很适合用于衡量国家建构（Staatsverdichtung）甚至国家实力。在千禧年之际，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里它的比例平均为50%，在后殖民国家大都在20%以下，在印度是15%，也就是说到那时为止绝对不是一种增加趋势。其间，个人所得税在欧洲国家收入中同样占约50%，而在后殖民国家还是在20%左右。在那里，国家收入来自间接税收和对企业的征税，或者说来自国家企业的利润。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没有做到开发公民的税收潜能。逃税在那里比在欧洲更加司空见惯。那是一个从因拒绝纳税而效率低下到因效率低下而拒绝纳税的恶性循环。

拒绝纳税作为一种违反社会惯例的社会行为产生于一种政治文化，现代国家政权对它来说一直以来都是陌生的。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个人关系的秩序，而不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平等的法律秩序。也就是说，首先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然后是当事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他们通过义务和回报受其庇护人的约束。此间，双方被延迟的对义务的期待发挥着中心作用。由于节俭的殖民国家给他们——除了印度——留下的成形的官僚体制没有效率，后殖民精英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像欧洲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样，在这种个人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统治。随后，这一体系被证明对参与者来说是如此舒适，以至于这些人极为乐意维持它。但是被排除在外的人通过前殖民文化和殖民经历制定计划谋求参与而不是质疑这一体系。

或许在真正实现现代国家之前，这个后殖民世界还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但也可能正好相反。因为在此期间，就连欧洲也有违常理地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怎能与反社会的人一起维护一个社会国家，怎能与无政府主义者一起维护一个现代国家。虽然现代国家绝不可能消失，但是它显示着明显的解体现象，不再能够完全贯彻它的权力和税收权，不再能够提供很多期待由它完成的义务。甚至连它的基本合法证明也在缩水。难道对此的回答只能是“未来在非洲”（Trotha，2000）？

文化和宗教

若是没有蒸汽机和柴油机，没有电和电子学，没有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就，就不会有全球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文化席卷了整个世界，而且至今仍然是西方的，与其共生的工业和金融业也是如此。一台汽车发动机或一支冲锋枪到处都使用相同的操作方法，传送带或银行账户在哪里的运作方式都一样。到处都使用十进位制，米制和砝码在世界范围都适用。最重要的例外或许不是欧洲以外的特殊情况，而是极有影响力的英语文化圈的非米制体系，这一文化圈的存在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机动车是靠左行驶的。1884年开始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及其时区。除了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在全世界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休息日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分别是周五和周六，而在其他国家或多或少没有休息日。采用太阳年的格里高利历因其源于天主教，直到18世纪仍受到欧洲部分新教徒抵制，东正教教徒则抵制至20世纪，而它在日本于1873年被采用，土耳其和中国分别于1927年和1935年采用了它[5]。

然而，在中国，人们还是喜欢根据阴历过新年，用中国的十二生肖为年份命名，而且在世界范围里还一直深受喜爱。今天，西方也倾向于将按基督诞辰计算的纪年谨慎地中立化，但它自然地还是会引起特别的反感，尽管它在此期间被悄然接受了。在中国，在进行1898年那次失败的现代化时就有人建议从孔子的诞辰开始纪年，提此建议的恰恰是孔子的批判者康有为，而穆斯林至少同时还一直根据回历使用太阴年纪年。在奥斯曼帝国，对1869年引入的米制的强制推行也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到处都有人民抗拒由上层规定的文化变革，尽管这一变革对于人们所追求的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做不仅仅是大规模地介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时间的殖民化（Kolonisierung der Zeit）其实就意味着人的殖民化，对时间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对人的控制。借助钟表得以贯彻的“人的时间”违反自然时间，它教育人们准时，为现代创造纪律严明的人。七天一周以及新教传教士严格恪守的清教徒的安息日则带来了更大的改变——对于一些人来说，大英帝国就是“安息日帝国（Sabbath Empire）”。无论如何，为了经济收益，新教的惜时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战胜了爱尔兰人的老欧洲原则：“当上帝创造时间的时候，他造了很多时间！”非常典型的是，甚至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在他的孤岛寂寞中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保持对时间的控制。

西方的时间文化是在犹太—基督教的拥有起始和终结的“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使因果关系观成为可能，这一观念对自然科学和技术至关重要。它允许人们提出各种未来的计划，从个体的发展机会到普遍的进步思想和乌托邦，因此一些现代经济行为方式才变得有意义，如为了利息而储蓄，或是通过保险得到保护。这种时间是可测算的，而且因为它是宝贵的，所以也具有测算的价值。在印度和东亚起重要作用的“循环时间观”则缺少这一切。虽然穆斯林的时间是线性的，但却不可估算，因为它随时都要屈从于全能的主的重新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年循环就成为可计划之事的上限。

单单基于自己所获得的硕果累累的技术工艺，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的自然科学对世界的理性解释所具有的优势就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由此——不再像过去是自认为拥有所谓“较好的宗教”——他们油然而生一种同样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向其他人继续传播这些成就的欲望。而在不断的交往中，这些成就应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利益和他人的福祉。因此，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不仅觉得这类创新异常可疑，而且还视其为异族统治的工具。比如殖民地医学，特别是印度和非洲的殖民地医学被视为殖民统治的核心权力机制，被视为“医学帝国主义”。它的各种措施的出发点常常就是为了保护欧洲人不得传染病，尤其是保护军队免于染上性病。

尽管如此，一方面，它在防治印度的天花、鼠疫霍乱和非洲的昏睡病，以及在降低牲畜的昏睡病死亡率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卫生革新。另一方面，它对非常成功的当地医疗学常常缺少理解。虽然人们相互学习，但各医学体系间没有对话。例如印度已先于欧洲人通过有目的的感染（人痘接种）防治天花，然而它虽能使人免疫，却可能有2%的死亡率。与此相比，接种被杀死的病原菌（种痘）死亡率仅为0.0002%，但疫苗却很难制造、储存和运输。在印度，不仅对种痘和卫生改革存在宗教方面的保留条件，而且英国人认为是必需的大众种痘等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抵制。在非洲由德国人进行了药品试验，有时以死亡结束；1906年，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在这里得到的可不全是荣誉。西方医学的本土化更应该归功于少数开放的和有抱负的当地人，可是他们常常不能当医生，最多可以成为痘苗接种者。另外，医生在母国将自己从殖民地的人体上所积累的经验用于卫生条件恶劣的工人住宅区，这又是一种“人体殖民化（Kolonisierung der Körper）”。

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到，即使在无可争议的优势领域，接受西方文化直至今天还在继续进行。当然，可以料想，人们设想的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均质的、互不重合的、其成员到最后也必定彼此陌生的文化。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对行为规范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界定，或是理解为符号构成的网络，又或是两者均有。但是只有当我们从它的具象层面，特别是从所谓的高等文化的具象层面看，也就是从文本、建筑物和造型艺术等一经创造就以特定形态示人的物品看时，才会产生整体观念。然而对它们的诠释也可能各不相同。各种文化过去和现在基本上都是流质的、同步渗透的，历时性地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在全球性的各种条件下，通过“文化的克里奥尔化（kulturelle Kreolisierung）”，两种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不仅比以往更频繁地出现跨文化的“混合种”，甚至还出现了两个以上文化的跨文化融合。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吸引力，也就是“软实力”，对一种文化的成员来说，它来源于另一种文化，特别是作为占优势的政治势力的后果产生的，是由“硬实力”产生的。就这方面来说，（殖民）统治和霸权是文化转变的重要框架条件。但是在这种存在着普遍差异的条件下，又能如何划分文化的归属呢（比如是德国的或英国的，是非洲的或中国的，是佛教的或基督教的）？基于实证观察得出的结果是，根据统计数据推测，一些文化现象聚集性地出现在特定区域或特定时间，它们大都也产生于那些区域或时间，它们从这些中心向外辐射，密度逐渐减小。一个俗套的例子就是麦当劳大量出现在美国，而在布基纳法索却十分罕见。

另外，对同一性和真实性的需求也发挥着作用，这导致了对某些文化现象的强调，甚至导致一些新的权当真实的文化现象被发明出来。1966年，非裔美国人替代圣诞节创立的“宽扎节（Kwanzaa）”大概可作为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为了证明男性气概而进行高难度的冲浪运动，这堪称夏威夷的文艺复兴。以这类事物作为（新）民族主义政治的工具变得十分重要，例如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又或是人们在南非宣告的所谓维系非洲共同体的传统理念——乌班图（Ubuntu）[6]。不过文化强迫观念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不厌其烦地被用于掩盖政治创造性的欠缺。

“克里奥尔化”本来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因为文化变革在那里特别引人注目。接受和新创也都必须在语言层面上完成，因为每一个术语的翻译肯定都要遇到语义差异问题。比如若要考虑所呈现的词语的规定内涵，应该选择哪个阿拉伯词语来表达欧洲的“共和国”一词呢？如果像在印度那样，出于政治必要性，使用殖民政权的语言作为国家语言并沿用它的各种政治概念，形势就更明确些吗？因为使用它的印度人对一个英语概念的理解可能不同于一个英国人。

学会对方语言的先决条件不仅是接触，还要有兴趣。欧洲人似乎比亚洲人更多地利用了现有的可能性，毕竟他们是想卖出商品的商人和想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但是除了这些实际需求，语文学兴趣本身或许也是西方文化的特性，或许甚至 就是它暂居优势的一个原因？值得深思的是，没有摆脱接受西方文化控制的日本人是唯一与欧洲人情况类似的亚洲人，他们已经习惯与另一种语言的母文化——中国文化共同生存。不过在欧洲，掌握亚洲语言向来是少见的现象。

而欧洲语言在亚洲的胜利进军最初出现在商业环境中。各种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是在葡萄牙语、荷兰语、法语和英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后来人们学习了殖民主人们的语言。这一过程背后的权力取向可以在美国英语在菲律宾排挤西班牙语的事例中特别明显地看出来。另外，殖民政权传播一个统一的、西方的或当地的统治语言也变成了去殖民化的工具；马来语在印度尼西亚的作用相当于英语在印度的作用。

连古老的语言中也留有文化交流的印记，当然首先是借词，它的出现频率大概同样取决于权力的对比。例如英语吸收了大约900个印度语言的基本词素，而各印度语言中的英语外来词却数量众多。这些外来语随后继续在语言中游移，使用者直接在交际中应用它们，在欧洲也进入了德语。今天又有谁还知道Joppe[7]来自阿拉伯语的Djubba？

全球性的青年嘻哈文化使用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英语。在一家马来西亚的夜总会里可以听到用非洲裔美国人的发音和句法演唱的英语说唱乐——确实是一种跨文化的融合。在印度除官方宣传的印地语外，混合语“印度斯坦语”使用也很普遍，这是一种拥有很多外来词语的印地语。印度英语（Hinglish）则更进了一步，这是一种拥有大量英语词语的印地语，或者反过来说，是持续印地语化的英语。这种英语印地语化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英国专门为说印度英语者编纂了英语中“不常见”用法的词典。阿拉伯语作为拥有丰富文献的书面语和《古兰经》语言——安拉只说阿拉伯语——保持着稳固的地位。相反，非洲人往往根本就不看重他们最初的语言，除了个别的例外，这些语言都缺少文字和书写文化。语言之间的相互排挤和竞争仍然符合一句话所反映的现实：“哪里有英语，哪里就有力量。”（Wolff，2007，216）

因此就连非洲的文学语言也几乎总是殖民大国的语言：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在亚洲，西方对文学的影响比较细微。一些使用英语写作的著名作家，如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和萨尔曼·鲁西迪（A.S.Rushdie），其实是寓居外国的印度人。但是西方作家和他们的主题则完全被接受了。例如中国接受莎士比亚，也吸纳了这位作家极为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乃至讽刺滑稽的风格。或者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Medea）被改编成一部具有某一地域风格的中国戏曲。其间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中国不曾有的合唱团的导演问题。而强调中国的尽孝义务单方面改变了原作中女主人公的产生矛盾心理的性格。

在直接交流的时代，欧洲、亚洲和非洲相互成为艺术表现的题材。在欧洲艺术中我们遇见了源于亚洲和非洲的题材和人物，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甚至连被歧视的非洲人都先后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相应的，贝宁的青铜雕塑艺术、日本的屏风和印度的小画像也很早就表现了来自西方的奇特的人。

然而双方都夸大所谓的典型的特征，有时甚至超越了漫画的界限，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挑衅的意图。或许所谓的“他人”无非就是自我的一个面具，源自欧洲的异域风情以某种表象被人们广泛接受。凡是被接受的具有异国色彩的修辞手段和题材，在欧洲常常要经历一个符合西方美学原则的吸收过程，而这种源于古典时代的美学原则被认为是优越的。直到脱离了古代经典，西方才得以比较公正地接受亚洲和非洲艺术。所谓的“日本主义（Japonismus）”是随同1862年的巴黎展览开始的，并对青年风格（Jugendstil）施加了明显的影响。而非洲则必须等到表现主义的出现。

但是18世纪在中国活动的欧洲画家和建筑师们则完全不同，他们想推广透视法和多层建筑方式，却未能打破那里因世界观而固化的表现方式和题材准则。虽然亚洲充分接受了欧洲的艺术形式，但是即使是在那些涉及西方新媒介的地方，例如故事片，风格和内容上的印度化或日本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造型艺术和建筑方面，某种转换模式特别明显。各文化之间艺术家的创造力一方面导致了“伪西方”的结果，另一方面导致了“伪东方”的结果。印度画家的裸体像可能受到了欧洲范本的启发，而在绘制方法上他们显然使人联想到著名的神庙雕塑。与此相对，英国的殖民地建筑师在印度也吸收了东方要素，但值得注意，他们几乎只吸收了穆斯林要素，他们不仅将这一结果带到了英国，而且将它带往了澳大利亚。

文学和艺术可能也映射了在西方的影响下两性关系的变化。由于某些已知的困难，在这方面很难获得可靠的实证数据，推断出的结论故而相当矛盾。除此之外，现实中还存在其他问题。殖民地是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不受约束的性游乐场。有些殖民地甚至拥有同性恋避难所的固定名声，同性恋当时在许多欧洲国家还是受迫害的。然而当地女伙伴和男伙伴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没有随之提高——恰恰相反，种族主义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有人认为印度比过去的时代更加禁欲，尚不清楚的是，英国的影响是否在这方面发挥过作用。

在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各个地区肯定受过西方的影响，但其程度很难估计。在中国文学中，爱情和婚姻变成两个独立平等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了清除过时的儒家家庭模式，它被斥为感情冷漠和虚伪的。旧中国确也崇尚感情，不过其始终囿于传统秩序。除了大家庭，由妻子、丈夫及子女组成的所谓核心家庭在前现代的欧洲发挥的作用也大于过去的假设，不过我们在审视它们时不应割裂其与较大的亲属群体的关联。在19世纪，伴随着工业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核心家庭的特征是职业丈夫和家庭主妇之间的角色分工明确，以及 与亲戚之间联系松散。后殖民世界的精英们无疑在殖民统治时期已经部分接受了其主人当年的这一理想。但是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传统的家庭形式，这一理想似乎并没有普遍贯彻下去。在坦桑尼亚，有时由上面指派这种核心家庭，但遭到了女性的拒绝。除此之外，家庭的规模大小和相互关联不仅取决于文化传统，而且取决于经济框架条件，例如外出务工会产生单身母亲家庭。在亚洲的异族通婚中可以观察到，广泛流行的经人说合的婚姻正在消逝，婚姻很少被视为爱情关系，更多的是被视为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协议。由于那里普遍缺少女性，男性娶的常常是社会地位低的人，而女性嫁的往往是社会地位高的人。

父权制在西方虽然也处于统治地位，但欧洲扩张似乎在其他地方在两个方面导致了妇女状况的改善。一方面，它为妇女提供了部分解放的新角色；另一方面，它导致了广为流行的一夫多妻制的衰落，尽管后者，尤其在非洲，并不总是导致妇女受歧视。在突尼斯，一夫多妻制问题在1956年被法学家们解决了，其理由是《古兰经》为此设定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所以法律禁止它是合理的。在利比亚，妇女解放也是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实行的。而在革命后的阿尔及利亚，早在1962年，国籍就与伊斯兰国籍法连接在一起，而1984年的家庭立法意味着回归父权制。直到2005年，那里才和2004年的摩洛哥一样实现了离婚法的现代化。

在达荷美，直到进入19世纪还存在大名鼎鼎（也可以说臭名昭著）的妇女团。在相邻的布基纳法索，总统托马斯·商羯罗（Thomas Sankara，1983～1987年在任）创建了一支摩托化女子卫队。在中国、马来亚和菲律宾，妇女作为女游击队员进行战斗，有的还被赞扬为历史楷模。印度军队女子部队的榜样不是北印度的强盗女王和后来的女议员普兰·黛维（Phoolan Devi，1963～2001年），而是在1857年大叛乱中牺牲的占西女王（Rani von Jhansi，1828～1858年）。1921年至1926年，印度各省先于法国和瑞士实行了妇女选举权。像女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66～1977年及1980～1984年在任）或 2007年至2012年任印度总统的普拉蒂巴·帕蒂尔（Pratibha Patil）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被定为传统典范。

但是，印度轻视妇女的传统还一直在导致人们秘密谋杀新生女婴，或者进行产前检查后选择堕胎——手段可谓非常现代。这种诊所似乎在一些国家很普遍，它们在一些地方导致女性人口占比非常低，以至于找不到伴侣的男人合买一个妻子；强奸也在不断增加。此外，在印度还有十分普遍的嫁妆谋杀，这是正在扩大的现代中产阶层中的一种现象，这一阶层以及嫁妆婚姻都是在英国统治时期才出现的。在印度圣典中，嫁妆婚姻只是婆罗门的另外一种选择。可英国人在婆罗门的影响下将它提升为法定的准则。关于女性的生存状况，一个可靠的指标是平均寿命：2011年在印度，女性平均寿命只是稍微长于男人，而通常情况下，几乎世界各地女性的寿命都比男性长很多。

随着时间推移，各大陆的中产阶层及其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美国的新欧洲模式，另外，媒体和广告还将它展示在他们眼前。自行车（中国，1988年）、小型助动车（越南，1996年）、轻便摩托车（印度，1996年）和轿车（中国，2015年）与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它们的大规模发展与普及十分引人注目。由于许多地区的食品供应没有西方那么铺张浪费，所以人们的饮食习惯大多保持不变，不过偶尔也会有些民族主义的见解，例如在德国就有人提出“吃烤香肠，不吃土耳其烤肉”的口号。而在服饰方面，受到的西方影响远远不止全世界商人的统一的“经理套装（executive suit）”。对于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来说，首先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服饰还受到西方时尚变化的影响。不断变化的服饰时尚也是一个西方的“成就”，它在欧洲以外的文化里尚处于雏形阶段。

这些具体的日常行为在全球范围内是极为同质的，与此同时在地域上却又是极为参差多样的，此外，即使在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如此。显然，不仅欧洲人和东亚人、美国人和非洲人，就连英国人和德国人、巴伐利亚人和威斯特法伦人都认为差异极大的事物很滑稽，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揶揄取笑它们。一直以来我们很难确定，美国人和英国人或阿拉伯人是不是咒骂方面的世界冠军，毕竟我们只能统计骂人词语的数量，而它们的意义差别巨大，顺便再说一下，在欧洲内部也是如此。

业余活动属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作为贵族的闲情逸致的“简陋版本”，它同样是西方的成就，然而它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尚未发展到同等程度。在那里，根据考勤时间严格执行的劳动纪律还得时时与前现代的“懒散”进行斗争，但它绝不是懒惰，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生活节奏。属于业余活动的还有体育，风靡全球的非足球莫属。由于这项运动是从英国传播开来的，所以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人们是主动还是被动地以满腔激情进行大众娱乐，人们都会这样评价英国人：“是他们教会世界玩游戏。”（Mangan，1998）他们在自己的帝国里还推广了其他体育运动项目，比如板球、曲棍球和橄榄球。他们与印度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文化交流。英国贵族接受了马球作为合乎身份的娱乐，而印度人则非常成功地学会了曲棍球和板球。获准参加奥运会之后，从1928年至1956年，印度经常取得曲棍球金牌，后来在板球运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983年和2009年获得该项目的世界冠军。尽管基督教青年会进行着某些传教活动，但各种体育运动项目还是被自愿、热情地接受了，在取得上列成就之后，它们对印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人原本不仅想在游戏中获得乐趣，而且想把他们的价值观传播出去——“公平竞争”和“团队精神”，因为团队体育运动项目为数众多。不过西方的价值观首先是通过殖民教育传播的，在这方面，教育体系的不同定位和传教士的参与对于这一结果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除此之外，20世纪国际童子军运动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此项运动的领导权最晚在去殖民化进程中被当地人接管。

然而还有疑问的是，欧洲的基本价值观在欧洲以外的世界里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崭新”的。荣誉体现了人们要求尊重的权利，它慢慢发展为伦理，它的内涵从一种外在的声望变为一种道德的、受尊重的人格，它在非洲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似乎与在欧洲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别无二致。反对殖民政权的失败就像《凡尔赛条约》在德国那样被视为一种羞辱，而且在许多地方，人们都格外强调男子气概。只是 在欧洲，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妇女的荣誉在于贞洁，而在非洲，荣誉则体现在她们的繁殖力上。

作为生活实践甚至是价值观的极端个人主义将一个人从他的群体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可以算作西方现代的一种“出口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文化和在欧洲的前现代中不存在有自我意识的个性。在前现代的中国和日本并不缺少自传体文本，它们与当年的欧洲自传体文本一样镶嵌在社会的庞大语境中。现代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不断阐释和记录自己的生活，这种实践在非洲尤为突出，但原因可能只是那里缺乏自己的书写文化，而事实上，像尼日利亚的伊博人那样的非洲人早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和任何一个欧洲人一样分明是个人主义者。

要理解价值观，就必须从历史角度追溯宗教，宗教在这里被理解为对待“绝对”的特殊的文化方式。然而千万不能将这种“绝对”直接套在西方宗教概念上，后者以圣典、教义，以及基于此才有可能出现的皈依和一定规模的组织为先决条件。这类东西对各非洲宗教来说是陌生的，对印度教，特别是对儒教来说也是陌生的。在那里涉及的更多的是文化传统，西方科学分类的需求才将它们归纳为各种“主义”。鉴于全球宗教市场在此期间呈现的令人迷乱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人们尝试着使用同样源于西方的模糊概念“灵性”来加以概括。因此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很有竞争力。然而即使在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前现代宗教在核心价值观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是一致的。所以任何宗教当时都是政治的。与此相对，现代就意味着以“宗教去政治化”和“文化世俗化”为标志的文化和宗教的分离。

人类所有拥有圣典的宗教均源于亚洲，也包括基督教。但是西亚的一神教与南亚和东亚的固有宗教之间存在着对立，前者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超验的神善妒得不能容忍自己以外的其他神，后者包括印度教、佛教、中国的 天下大同思想、神道教等，它们带有多神信仰融合的特性。然而基督教来到了欧洲，其间被希腊哲学、罗马法和欧洲思想重塑，因而作为欧洲文化的集大成者成为世界宗教。它的原则被证明与这些亚洲宗教互不相容，因而它收信徒的成就主要是在这些亚洲宗教影响范围以外的地区取得的，例如菲律宾和南太平洋。后来，亚洲各文化发达民族因欧洲的优势而完全失去了自信，西方思想对其他边缘群体成员也产生了吸引力，这时基督教在西方的主导作用却有所削弱。因此继它之后的各种思想对致力于现代化的亚洲精英们来说更具吸引力，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说约10%的亚洲人是基督徒，那么这一数字主要是靠菲律宾和其他边缘地区实现的，而各大文化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对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思想具有免疫力，也包括印度，尽管它具有悠久的基督教传统。

这是无法克服的异离感和巧妙的适应造成的，二者乍看上去相互矛盾。伊斯兰教的神虽然是基督教上帝的“近亲”，但衪的统治方式是只允许顺从，而不允许有计划地塑造未完成的世界。亚洲人，尤其是穆斯林都更是一种一元论世界观的追随者，他们认为神和世界是一体的，而西方统治自然的意愿就体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治理这地”（《创世记》1∶28）上，这必然让他们觉得简直就是亵渎神灵。除此之外，穆斯林觉得自己的严格的一神教要优于三位一体学说这个“自我掩饰的多神教”。《古兰经》敬畏地谈及耶稣和马利亚，但同时又严厉地拒绝任何圣子教义。这可能与马利亚所体现的对神的绝对顺从是穆斯林的基本道德有关，因而它的人格理想更注重的是整体的精神完美，而不是富有攻击性的理智和意志力，它更看重的是家庭和部族内的紧密联系，而不是西方式的直接隶属于社会和国家的个体的行为。

这种推断在更大的程度上得自南亚和东亚的宗教，与西方相反，它们全都从整体观和同一观出发。在那里，宇宙、自然和人被视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万物都有其位置，众神也不例外；超验的人格神和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双元论一样，都是陌生的。所以在中国缺少以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本体学差异为先决条件的形式逻辑。相当极端的一点是，空间和时间在这里很少作为清晰分开的抽象概念存在，也很少作为连续不断的和可测量的量存在。这里只有不同质量和密度的具体时间单位，也就是说，就连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界限也是游移不定的。这就难怪中国史学的纲领不同于西方，也难怪人们按照西方的观念干脆否认了印度的历史意识。基督教的神要么作为众神之一被纳入体系（这与他的嫉妒本性相矛盾），要么作为早已过时的原始神观的残余被搁置一旁。再者，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也是无法理解的。就连印度的救赎宗教也仅仅是附带着赎罪的宗教观，而佛教只是希望从痛苦中，而不是从罪孽中解脱。由道德自由构成的个体个性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发挥中心作用，相反，人是通过完满地实现自己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获得满足，如果不是在更高的层面上通过参悟宇宙的根源来获得满足的话。因此个人主义被视为西方化的具体体现，而且有人声称远东典型的心理疾病是抑郁症，而精神分裂症却几乎从未出现！

东方宗教比西方宗教宽容，因为它们由于自身固有的世界一元论拥有巨大的融合度。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趋向于不宽容那些不想被融合的运动。因此基督教被禁止和迫害，直到权力关系发生变化。随后另一种策略变得不可或缺，它起初是由别无选择的印度人发展起来的，即通过有选择地接收西方的思想财富对自己的宗教进行现代化改革。只要有一点，可能他们就会声称这仅仅是要回归自己纯净的渊源——《古兰经》、《吠陀经》及孔子的经典或佛陀（Buddha）的圣言。罗姆莫罕·罗易及其后继者受西方一位论派的启发，利用吠檀多哲学首次在印度发展起一个现代化的印度教，它使新的中等阶层和高等阶层中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能够既进行现代化，又继续做印度教教徒。稍后在不同的国家兴起了佛教现代化的改革运动。

在进行这些适应尝试中，一种奇特的来回往复的影响产生了，当中不乏错觉或自我迷惑。通过印度作品的英语改写和托尔斯泰的影响，甘地被引上了一条已经受到西方影响的印度教的道路，他和世界后来都将这条道路看成典型的印度式道路。用丰富的学识能够证明，叔本华对同情进行的同一性哲学论证是建立在对古印度原始文献资料的误解上。尽管如此，叔本华的学生保罗·杜森（Paul Deussen）还是将这一论证传播给了印度人。它在那里恰好适合成为一种利他的唯意志主义的论据，而对于印度教来说，这是陌生的。威雅克南达和蒂拉克都采用了它，但都未说明渊源，今天它还被视为真正的印度教的内容。的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误解，不过也是东西方相遇的复杂性的一个例子！

使用这种策略使得各亚洲宗教有可能转为“反攻”，由它们向西方传教，而且相当成功。东方智慧无疑既可以满足神秘主义，也可以满足理性主义的需求。1875年神智学会建立，它用东方的神秘学说丰富了西方的神秘主义，最终将它的总部迁往了印度。到安妮·贝赞特宣布一位印度人为世界导师时，人智学会于1913年在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领导下分裂出来，从而重新更多地定位于西方的传统。紧接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于1893年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威雅克南达尊者在这里引起了轰动，随后他于1897年建立了他的新印度教的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也是为了在西方的工作。就连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安努加力加·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的一次讲话在这里也造成了迅速的皈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研究东方成为一种普遍的需求。一个很好的佐证就是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作品《悉达多》（Siddharta，1922年），在指出普遍的精神窒息（Atemnot des Geistigen）的情况下它被题献给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后者在给新印度教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信中称，欧洲需要亚洲的思想就像需要大脑的另一半，而且他也是最敬慕甘地的人之一。可能甘地的巨大知名度才使得亚洲在欧洲的传教真正对大众产生了影响力。

佛教早已吸引着许多人，因而一些作家悦耳的亚洲名字下面 隐藏着出生时纯朴的欧洲名字，在西方推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的佛教很乐意作为无教条的、理性的、宽容的，甚至人本主义的宗教呈现在西方面前，它使在后基督教和后理性主义的西方普遍流行的不可知论合理化，同时也增加了它的神秘主义色彩。谁不曾喜欢因铃木大拙的书而世界闻名的禅宗呢？因为一般性的亚洲宗教和特殊的佛教都拥有已能回答人类灵魂问题的声誉，而数千年的时间还是将西方与弗洛伊德隔离开来——在这方面下面的论断大概并非不令人感兴趣：弗洛伊德通过言语治疗，而佛陀则是通过沉默。换句话说，除了满足于诺斯替教派的原始欲望，西方还在东方寻找着一种比基督教传统教义更能与现代科学的结果协调起来的世界观，现代科学为主观的、超验的神和精神物质二元论留下的位置十分狭小。

另外，欧洲扩张在亚洲和非洲也导致了宗教的克里奥尔化。各种混合型构成物不单单将欧洲文化的基督教元素与当地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例如越南的高台教的造物主神身边不仅聚集了佛陀、基督、孔子、观音和老子，还有——在一个法国殖民地——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以及自称法国巫师和招魂者的亚兰·卡甸（Allan Kardec）［原名H. L. D. 里韦尔（H. L. D. Rivail）］。这个教会利用它的唯灵论模仿天主教组建了一个严密的组织，在越南战争中甚至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前比属刚果的“尘世特使西蒙·基班古的耶稣基督会（Eglise de Jésus-Christ sur la terre par son envoyé spécial Simon Kimbangu）”的组织同样严密，它遵循的是源自新教的一个保守的、创造性的基督教神学，但补充有非洲元素，这也与它的清教徒道德的禁忌有关。它的圣事有受洗、圣餐、忏悔、圣职授予仪式（也包括女性的）和婚姻。在领受圣餐时使用液体蜂蜜代替葡萄酒，因为禁止饮酒；使用土豆、玉米、鸡蛋和香蕉制作的糕点代替面包。但重要的是这个教会处于其创始人西蒙·基班古后代的统治下，在他的教会神学中，他逐渐从一个特殊的非洲先知变成了圣灵的化身，他的3个儿子变成了三位一体的化身。因此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取消了先前授予他的会员资格。

在此期间，全世界都有“神在盛行（God is in）”的说法，也就是说并非只存在于美国的通俗文化中。如前所述，新宗教的建立不仅仅 在非洲和亚洲成为一笔很好的买卖。各宗教的重新兴盛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传统的复兴应被视为现代化的表现形式。甚至被斥为反动的儒教也表现为全球的人文主义，而且可能将成为国教。使传统现代化和通过传统实现现代化——这是否可被视为显而易见的“宗教再政治化”？首先是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的兴盛引发了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教就其本质来说始终是政治宗教，这也正是因为它不知道教会为何物，只知道由启示推导出的法律准则，这种法律准则适用于整个一生，并且必须在全世界贯彻下去。已立稳脚跟的基督教教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使它的神学具有相对性而且缓和了其传教中的侵略性，而伊斯兰教才处于这种发展的开始阶段。然而对宗教具有支配作用的宗教激进主义也控制着基督徒并让他们“故态复萌”。就连美国基督教也重新成为政治宗教。

认知、反省和占有

上巴伐利亚与新几内亚一样，过去就已经普遍认为邻村的住民是异族人，而且常常认为是敌人，不管怎么样都视其为劣等人。由此可能会迅速产生暴力冲突。在后殖民世界，这一情况就可能从村子扩展到人种、民族、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但是感知和相应的行为几乎没有改变。全球性没有改变这一点，即我们所有的人一如既往地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本能地有所保留。这种心态被称为Xenophobie，字面意思是“对异族人的恐惧”。它不仅是一个人类学的普遍现象，而且甚至是生物学的普遍现象，因为同一种细菌的种群虽然仅能通过唯一的血清学标志相互区分，但在显微镜下的载片上也能清晰地显现彼此的差异。历史再一次被证明是生物学的延续。

对于作为文化生物体的人来说，对异族人的恐惧甚至是生存所必需的，人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其价值保持忠诚，这种特性和与他人保持距离自动联系在一起，而他人也因此自动成为劣等人。也就是说，同一性依靠别样性存在。一些民族甚至把“人”这一称谓保留给自己。通常人们反感的对象不仅是他人的行为，还尤其是他人的语言。对希腊人来说异族人就是“野蛮人（Barbaren）”，意为口吃的人；对斯拉夫人来说德意志人和其他异族人都是“哑巴（němbci）”；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蛮族语言就是“鸟语”。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也与作为“异教徒”的其他人保持着距离。在对同一性和别样性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事后才把差异当作工具利用，甚至是设计差异，比如肤色。并非种族主义使得非洲人遭受奴役，而是黑色种族天生低贱这一观念使得这种奴役合法化。在欧洲“颂华”时代，中国人于1772年还被视为拥有可爱外表的白人。直至“贬华”兴起后，18世纪在伊曼努尔·康德决定性的参与下，他们于1775年被称为黄种人，也就是说成了一个独特的、不再拥有与白人相等的能力的种族。

这种不可抗拒的民族优越感必然支配着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很少能通过有意地净比语言和政治上恰当地避忌加以清除，而人类是由不同种族构成的这一基本事实也难以清除。如果我们更愿意把后者称为种群，那就有理由认为所谓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多是统计学现象，而不是基本事实。但是在民族优越感和人类种族多样性方面真正令人不满的并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人们借此做了什么。因为通过欧洲扩张，事态明显恶化了。撇开移民殖民地不论，欧洲人眼中的“对方”只接触到少数欧洲人，相比之下，欧洲人则在不断地结识新部族和新文化。他们以已上升至种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对此作出反应，只是很少使用人性的能力去思考接触情景，也很少在文化上抑制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除了文化的同质化，相向的异质化也是全球化世界的特性，这种挑战很少有变化。不过今天受到挑战的不再仅仅是欧洲人，而是世界所有民族。

虽然文化不是稳定的、封闭的、没有可供出入的窗口的单子（Monade），而是在不断经受着外部影响和内部变化，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人对它的疏离感，只是这种疏离感不是绝对的和不可克服的，而是一种相对的疏离感，通过努力理解基本上是可以克服的。然而，这种疏离感和自然而然的民族优越感的偏见都必须被克服。即使在某些地方，乍一看二者已被克服，认知无偏见，彼此有尊重，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种同样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次级民族优越感，即所谓的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中国学者、印度智者和高贵的野蛮人往往无非就是“化了妆的欧洲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卸了妆的欧洲人”。首先聪明人都倾向于找寻那些自己期待的东西——仔细观察就知道这是错误的。莱布尼茨在《易经》里发现了他的二进位算术，伏尔泰在印度著作集里发现了他的自然神论，尼采在《摩奴法典》中发现了他的超人和劣等人——一系列有名望的人，几乎可以随意列举下去。

科学家投向他人的显然带有偏见的目光，是否就不比其他欧洲人的更狭隘？答案不言而喻。蒙田已经宣布，一无所知的，以质朴的、不带偏见的态度对待陌生现象的观察者是更好的观察者。以科学方法反思性地深入研究异国语言和文化直至20世纪都是西方特有的做法，但其实日本也是这么做的，它在17、18世纪就通过所谓的“兰学”开始有计划地开发西方知识。但是在西方获取知识的意愿背后常常隐藏着另一种巨大的兴趣。为了找到使当地人皈依的方法，传教士在美洲、中国、印度、日本和其他地方成了语言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先驱。英国的印度语言文化研究者效力于大英帝国，19、20世纪的地理学家经常明确地把自己当成各自国家统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代理人。所以爱德华·萨义德会在米歇尔·福柯话语理论的启发下最终宣称，就连在主观意图上完全客观和中立的科学（在他这里是指东方学），背地里也使研究对象屈从于西方的要求，除了效力于政治征服，也为西方的精神征服开辟了道路。

他人看欧洲人的——也包括看第三者的——目光当然同样狭隘。甚至可以说，种族主义在中国、印度、毛利人和西南非洲的纳马人那里也能得到证实。16世纪的日本人首先以友善谦恭的态度看长着大鼻子的葡萄牙“南蛮（namban）”，后者不是体面地用筷子而是用手吃饭，以不讲廉耻的坦率展示他们的感情，不过倒是无害的。然而到19世纪，去欧洲和美国游历的奥斯曼人和日本人的看法明显发生了变化。此时人们想要学习并探寻西方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因。此外，人们发现女士的角色在公众场合特别引人注意。欧洲的偏见在欧洲扩张的影响下才对世界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感知他人及其文化无疑也意味着要感知和反省扩张过程本身，感知和反省对其英雄们的“记忆（memoria）”和其重大事件的“历史（historia）”，感知和反省这样的“历史”在欧洲人和他人的同一性意识里和在文化记忆里的地位。直至进入后殖民时代，欧洲人一直是历史和记忆的主人。第一，欧洲人自己先掌握他人的历史，再教授他人用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历史。非欧洲国家史学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欧洲人，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史和非洲史研究所仍然设在美国和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反而没有分量相当的研究机构。而印度和中国在历史科学里则付出了较大的努力。

第二，各殖民大国拥有原始文献，因为它们控制着文献档案，掌握着将其转交给已经独立的国家的政府的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过程中，英国人有目的地将来自37个殖民地的大量档案运到了英国并加以保密，这些档案很可能会给英国人及其政治朋友制造麻烦，特别是有关“镇压叛乱”的档案，人称至少有120万捆，直到2011年宣布了一个法庭判决，至少在理论上，查阅这些档案才成为可能。在法属非洲，这一切不得不快速进行，以至于大部分档案都留在了那里。然而出于与英国人类似的考虑，档案经过了秘密挑选，它们今天就存放在南特。对于葡萄牙来说，政权更迭和去殖民化好像来得如此出乎意料，以至于他们 无法控制档案。然而后殖民档案的状况比在法国更加混乱。特别是非洲档案馆自身往往还有许多方面得不到改善，因为政府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

尽管如此，史学在后殖民国家相当受尊重。然而它应该将构建身份认同的民族历史作为“公民学”来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做法在西方就很普遍。让历史学家拼凑民族主义的历史并不罕见，这种拼凑之作不仅仅在印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书写这一领域，欧洲的民族主义也提供过先例。有时候人们还会对拉丁美洲、亚洲、穆斯林或非洲的历史整体同一性进行全面规划。非洲历史尤其引起了轰动。博才多学的塞内加尔人谢赫·安达·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1923～1986年）在1951年就已代表着这样一种论点：埃及是“黑非洲”的文化，鉴于埃及对希腊的影响，欧洲文化的根源必须在非洲寻找。马丁·贝纳尔（Martin Bernal，1937～2013年）在三卷本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1987～2006年）里继续发展了这一历史观。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声音属于默勒费·科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生于1948年），2007年他在其从原始时代书写到当代的非洲通史中设计了非洲大陆文化的统一图景，并称其应为“永恒的和谐追求（quest for eternal harmony）”。谢赫·安达·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在巴黎求学，并在那里以他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贝纳尔是在美国工作的英国汉学家，阿桑特在佐治亚出生时名叫亚瑟·L.史密斯（Arthur L. Smith），而且是美国的非洲学（african studies）最大的促进者。这就是说，非洲的声音更是“非洲的大西洋”的声音，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在世界范围被关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批评殖民的声音，西方史学对于欧洲扩张的基本态度主要还是积极的。殖民统治一方面被作为欧洲人的成就加以赞扬，另一方面无论存在着多少不可否认的缺陷，它仍然被视为对被殖民者的一种恩赐。难道人们没有给被殖民者带来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好处吗？其中一部分成就不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取得的吗？最好的情况是，他者被认为是“发展落后”的；更常见的观点认为他者是“不完善的人”，但终归可以被改造变好；最糟糕的是生物种族主义观点，它把他者视为劣等人。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对他者最有利的选择就是让更优秀的人统治他们。

在欧洲方面，这种看事物的视角一开始就基本上打有民族烙印，自19世纪以来常常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即使是后来的批判性的研究通常涉及的也是各自国家的殖民历史。但凡想写点什么，最终都还是会写大英帝国或德意志人的殖民纪念地。因为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属于国家政治教育。2005年，人们在法国就国民大会的法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法案欲将承认法国殖民统治的功绩作为学校的必修课内容。而在德国，人们也要进行民族耻辱的教育，不过得“适可而止”，最好别让他人像纳米比亚那样提出经济赔偿要求。

这已经是转向彻底批判殖民的一个结果，这一转折是随着1945年之后大规模的去殖民化出现的。不仅仅是曾被殖民化者此时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和全面摒弃殖民统治。令人惊讶的是西方的历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至少是在那些意见领袖那里，在历史学中，通常只有在战败后才会出现这种转变。此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发挥着一种创造性的作用。因为欧洲扩张及其殖民统治现在基本上被看作经济现象。其他的一切，如战争、政治、研究和传教，最终都是为效力于经济而进行的。对相关者而言其结果就是剥削，而这种剥削又被种族主义合法化了。总之，殖民主义是一宗大罪，它的历史是由单个罪行构成的没有尽头的链条。

这一争论在自1970年代起占主导地位的依附论中达到顶点。依照这一论点，当年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不是因为其本身不发展，而是第一世界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目的地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缓慢发展。因此，被殖民化者的反抗虽然如此英勇，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成为西方优势的无能为力的牺牲者。第三世界发展低下对外导致了其作为纯原料提供者依赖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对内导致了持续不变的贫穷。这种贫穷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人们说，若想改变，只有通过一次古巴模式的革命才能克服它。

这种看事物的视角没有改变。2003年出版了一本《殖民主义黑皮书》（Schwarzbuch des Kolonialismus），它内容广泛，在科学上非常严肃，其独特的副标题为“从灭绝到赎罪（Von der Ausrottung zur Buße）”（Ferro，2004）。现在人们乐于作出政治道歉，因为道歉是廉价的，充其量是伤害了某种民族自豪感。“不太廉价”的大概是赔偿要求，自1970年代起北美印第安人开始索赔，在法庭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德国迄今为止对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却很少妥协，当年德国曾使他们的人口锐减。废奴主义者布克斯顿（T.F. Buxton）在19世纪早期就已写到应对非洲奴隶进行赔偿，1990年代这个要求被重新提起。换算下来，仅在美国，人们被扣的工资估计就达14000亿美元！

在这个问题上，即使能够毫无疑义地确定受害者的身份，那么应对受害者的后代作出赔偿的犯罪者又是谁呢？难道仅仅是欧洲和美国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还是说也包括参与了这种大规模交易的非洲和穆斯林猎奴者、奴隶贩子和奴隶主？这个问题涉及的并不是空洞的历史套话，即认为只要做得够彻底，便可以让所有污秽大白于天下。确切地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对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地点对具体的人所犯的具体罪行进行赔偿虽然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对持续时间长久、受害者和参与者人数众多、范围广、复杂程度高的过程进行赔偿却是不可能的，比如非洲人的奴隶制甚或整个欧洲殖民主义。

出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对“欧洲殖民主义对于整个世界，或者只是对世界局部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一问题进行科学的、立得住脚的陈述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人们对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完全一致。甚至对一个显然应给予负面评判的现象，例如欧洲人的非洲奴隶贸易，也有人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客观视角发掘出或许积极的观点，如声称它减轻了非洲多余人口的压力和相对改善了部分地区非洲人的食物。可是这种“客观”给人以玩世不恭的感觉，因为人的存在状态不仅是一个存在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意识问题。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无法在数量上精确计算出欧洲人付出了什么和得到了什么，然后根据差额一个一个国家地向前殖民大国和向欧盟提出赔偿要求。然而若是满足于定性的陈述，那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可以言之凿凿，大谈特谈殖民主义对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中的什么东西直至今天仍然发挥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补偿要求大概不是关注具体的受害者或他们的后代，而是要带来一种来自过去的、针对现在和未来的道德推动力。1945年以来，在西方十分普遍的应进行后殖民忏悔的感觉从何而来？如果考虑到保守党人对同时代人的这种情感状态是反感的，那么有一种假设就显得越发重要，即清教徒思想里，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道德、更好，这种心理需求在从前的反奴隶制运动中就已经发挥了作用。或许它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后现代变体？

虽然依附论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各种经济关联，但是如今它已被伪造成拥有全面解释权的宏大理论。在实践方面，它已被当年的第三世界迄今为止的发展不平衡所驳斥，特别是被“四小龙”和门槛国家的出乎意料的繁荣所驳斥；而在理论方面则受到根本就不承认什么宏大理论和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思想的驳斥。因此对于后现代而言，在极端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历史，而是只有最终互不关联的一个个往事。

与这种来自实践的经验相对应，在西方发生了从“现实历史（Realgeschichte）”到“话语历史（Diskursgeschichte）”的视角转变，即人们关注的不再是所谓的现实历史的事实，而是在语言中赋予这些历史事实的意义。“历史的意义”简化成了“意义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话语历史又完全可以变成现实历史，如果它的观念产生了效果并由此创造了新的现实——或者说如果它解构了旧观念并由此揭示了之前帝国的隐藏的真实。另外，这一转变与现实历史的另一个转变同时进行，而殖民历史的后现代派，也就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者（postcolonialists）将后者置于中心位置。政治上的去殖民化至少在形式上已基本结束，经济上的去殖民化如前所述与过去的依附论大相径庭，在一些地方进行得大有希望，而文化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去殖民化甚至还没有开始，因为西方仍然还是话语的主人。接受西方文化和语言致使从前的被殖民者还得一直以西方方式进行思考，而前殖民主人的文化的涵盖一切的权力则将这一状态合理化了。新国家不进行任何质疑地继续采用西方教育体系，这又将这种状态确定下来。后殖民世界的精英们仍然将他们的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孩子的未来，特别是应学习必不可少的英语。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教育都完全源于西方，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影响了后殖民世界的话语实践。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一直都可以在不了解世界其他部分的情况下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他们的非西方同行还总得不情愿地书写欧洲历史，因为为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他们还一直依赖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大师级史学著述。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学界正持续承受着书写后殖民国家史著述的压力。

后殖民主义初期，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年）就提出了前文提及的对东方学话语依赖性的批评。“后殖民主义的三位一体（postkolonialistischen Dreifaltigkeit）”（一位崇拜者对他们的称谓）的另外两人是印度祅教徒霍米·巴巴（Parse Homi Bhabha，1949年出生）和孟加拉人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i Spivak，1942年出生），前者于199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2000年有了德译本，后者于1999年发表了《后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他们三人都是英国文学学者。萨义德虽然仿效米歇尔·福柯，但他的著作是传统的，文体明确清晰，而另外两人则是十足的后现代，他们的著述只是文章汇编，其语言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s）为榜样，艰涩难懂，需要猜测。他们甚至以此而自豪。巴巴将自己的语言理解为有诗意的，而斯皮瓦克则信奉格言“平淡的散文秘籍（plain prose cheats）”，想用她的语言描述调查结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模糊”现在最受欢迎。在主要由巴巴阐明的类型系统里，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消失了，邪恶的白人罪犯和善良的棕色人和黑人受害者之间的对立也消失了。“第三空间”里各种混合形式的混杂性（hybridity）在他的文章里发挥着核心作用。斯皮瓦克谴责殖民主义造成的种种后果，要与新的美利坚帝国进行斗争，作为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权主义者，她没有回避 棕种人男性的性别歧视观念可能比白种人男性更强的论断。后殖民主义者以此为一种新的历史观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尽管他们不是最先这样做和唯一这样做的人。当然，后殖民主义者的反西方态度就从这种看事物的新视角中自行确立了，因为他们的思想与他们不接受二元对立的基本前提是不相容的。

后殖民主义思想无法避免的悖论之一是，它的代表只能识别所提及的事实真相，只能为克服它进行尝试，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英语，特别是使用的是西方思想开发的智力工具。孟加拉国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1948年出生）2000年在他的著作《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明确地确定了这一点。此外，将欧洲打造成人类的一个“省份”在政治上早已没有必要，但在文化上还有必要。自相矛盾的是，对此有所助益的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特别是德里达之后的现代派。

与智力悖论相对应的是一种社会悖论。一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的后殖民主义者来自受西方影响特别漫长和强烈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来自印度和近东，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则较少，来自非洲的最少。另一方面，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西方拥有教授席位，特别是在美国，作为缘起于法国的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先行者，他们名声斐然。这是他们的学说成功的先决条件，这一学说首先在陷于后殖民悔悟中的西方被热情地接受了。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上面提及的非洲文化研究的社会基础至少看起来与此很相似。为了论证这种引发反感的事实真相而论证西方体系只会从内部分解，后一论证看起来的确有几分道理。

只是与经济和政治相反，文化方面已不再有多少可分解的东西。因为新文化史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后现代重新发现了行动着的个人，即使后殖民主义者也为此作出了贡献，这种个人暂时消失在打有经济史烙印的历史的无名结构和过程的后面。如果人们认真对待这种人的“行为能力（agency）”，那么就会再次出现一个新图景，就是说首次出现欧洲扩张史的一幅“去偏光”的图景。它的光线和阴影分布均匀，分为各种层次的灰色调取代了这种或那种黑白画，使得它在科学上更有希望。现实历史也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科学。另外，这一发展趋同于历史政治的框架条件的变化。

因为除了个别例外，殖民史已从贴近当代的“交际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变为“文化”的背景记忆，而这种背景记忆不再是十分紧迫的。或还在舔舐伤口，或还在为自己辩解，或还得赎罪的那几代人就要死光了。甚至“非洲的大西洋”的非洲中心论也遇到非洲的强烈反对。丹尼斯·埃克博（Denis Ekpo）是一个对此持异议的名人，他生于1959年。遗忘正在开始，遗忘是记忆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总会有争论和民族情感，但是很多人几乎不再知道当年帝国的规模或殖民压迫。有时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忧虑。或许现在才正是时候，因为欧洲扩张终于过去了，历史学家的时刻来到了！

作为具有行动能力的个体，被殖民者不是历史的被动的客体和殖民主人的无助的牺牲品。但是在史学的民族史和殖民批判阶段，他们要么被描述为那样的人，要么就根本未被描述。只有殖民主人的行为在历史上才显得关系重大，无论是被颂扬还是受到谴责。甚至依赖论实际上也具有潜在的种族主义特性，因为它基本上不相信依赖者应付得了他们的依赖性，因此宣告他们只有较少的权能。但是现在他们被认真地看作了历史的行动主体。他们的行为常常比其主人的行为更难以看透，其渊源更难以把握，这虽然将研究导向了种种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欧洲下层社会史或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问题是完全相应的。

因此，被殖民者可能会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而且不仅仅是作为猎奴者和奴隶贩子。因为霍尔敦·罗伯托1972年就已经断言，任何一个殖民统治都建立在被殖民者卖国的基础之上，而且再无其他可能。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言，西方殖民统治的结果通常是殖民主人与土著精英为控制和剥削殖民地社会下层结成联盟。这类土著精英可能是传统的，也可能是殖民大国根据需要新创造出来的。这些精英中的一部分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没有 被赋予权力。他们发展成为统治者的敌人，但是接着又成为这一体制的下一个受益者。因为就连去殖民化也证明了这条规律，即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受害者往往会变成施害者。这种对人类无可避免的卑劣性的人类学认识令人悲哀，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会忽略它。博卡萨、伊迪·阿明、蒙博托、穆加贝、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苏哈托及其同类都足以使最卑劣的殖民地总督相形见绌，尽管老百姓事实上宁愿忍受他们那样的人的劣质统治也不愿接受异族的良性统治。

重新发现的被殖民者的行为能力绝对没有完全耗费在胁从中，而是完全相反。确切地说，我们总能发现他们对殖民统治作出的创造性的新反应，这些反应破坏了统治机构，甚至改变了这一机构的功能，直至使它成为殖民主人的权谋。或者说这些反应是在反对这一机构中形成的，或干脆向与其相对的自由空间发展，有时全靠殖民统治才有可能创造这种自由空间。与历史上许多引发矛盾现象的事物一样，殖民统治不仅带来了压迫，而且也使人从传统枷锁中解放出来。新的经济机会被利用，女性找到了新的角色，新的宗教生活蓬勃发展，世界范围的联系和流动成为可能，甚至有可能产生一个成功的反殖民运动和一个批判性的后殖民学派。

因为在各殖民地的所有地方都在实施“占有”，因此强调某一成就源自西方（如人权或现代国家）或有选择地坚持认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它早已存在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尽管后一种说法是一种流行的跨文化占有的技巧。反之应该承认，他人在殖民主义时期已经占有了所有这些舶来品，之后更是如此。比如英语早已不再是“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它也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和尼日利亚人等很多人的财产。英国人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因为他人占有了它。虽然全世界都打有欧洲文化的烙印，但世界早已不再是欧洲的了，如果说世界确曾是欧洲的。“全球欧洲化”仅仅还是一个历史论断！

如前所述，历史学家由此遇到新的挑战。因为即使在占有之后，人们也要对问题重重的欧洲遗产进行反思。此外，只有当我们确切地了解历史，特别是要比历史政治家更加了解历史，我们才能把握住历史，才能应对政治上对历史的滥用。否则我们必将在不知不觉中听命于它。因为“撰写历史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Goethe，1981，391）。认知、反省和占有

上巴伐利亚与新几内亚一样，过去就已经普遍认为邻村的住民是异族人，而且常常认为是敌人，不管怎么样都视其为劣等人。由此可能会迅速产生暴力冲突。在后殖民世界，这一情况就可能从村子扩展到人种、民族、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但是感知和相应的行为几乎没有改变。全球性没有改变这一点，即我们所有的人一如既往地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本能地有所保留。这种心态被称为Xenophobie，字面意思是“对异族人的恐惧”。它不仅是一个人类学的普遍现象，而且甚至是生物学的普遍现象，因为同一种细菌的种群虽然仅能通过唯一的血清学标志相互区分，但在显微镜下的载片上也能清晰地显现彼此的差异。历史再一次被证明是生物学的延续。

对于作为文化生物体的人来说，对异族人的恐惧甚至是生存所必需的，人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其价值保持忠诚，这种特性和与他人保持距离自动联系在一起，而他人也因此自动成为劣等人。也就是说，同一性依靠别样性存在。一些民族甚至把“人”这一称谓保留给自己。通常人们反感的对象不仅是他人的行为，还尤其是他人的语言。对希腊人来说异族人就是“野蛮人（Barbaren）”，意为口吃的人；对斯拉夫人来说德意志人和其他异族人都是“哑巴（němbci）”；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蛮族语言就是“鸟语”。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也与作为“异教徒”的其他人保持着距离。在对同一性和别样性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事后才把差异当作工具利用，甚至是设计差异，比如肤色。并非种族主义使得非洲人遭受奴役，而是黑色种族天生低贱这一观念使得这种奴役合法化。在欧洲“颂华”时代，中国人于1772年还被视为拥有可爱外表的白人。直至“贬华”兴起后，18世纪在伊曼努尔·康德决定性的参与下，他们于1775年被称为黄种人，也就是说成了一个独特的、不再拥有与白人相等的能力的种族。

这种不可抗拒的民族优越感必然支配着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很少能通过有意地净比语言和政治上恰当地避忌加以清除，而人类是由不同种族构成的这一基本事实也难以清除。如果我们更愿意把后者称为种群，那就有理由认为所谓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多是统计学现象，而不是基本事实。但是在民族优越感和人类种族多样性方面真正令人不满的并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人们借此做了什么。因为通过欧洲扩张，事态明显恶化了。撇开移民殖民地不论，欧洲人眼中的“对方”只接触到少数欧洲人，相比之下，欧洲人则在不断地结识新部族和新文化。他们以已上升至种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对此作出反应，只是很少使用人性的能力去思考接触情景，也很少在文化上抑制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除了文化的同质化，相向的异质化也是全球化世界的特性，这种挑战很少有变化。不过今天受到挑战的不再仅仅是欧洲人，而是世界所有民族。

虽然文化不是稳定的、封闭的、没有可供出入的窗口的单子（Monade），而是在不断经受着外部影响和内部变化，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人对它的疏离感，只是这种疏离感不是绝对的和不可克服的，而是一种相对的疏离感，通过努力理解基本上是可以克服的。然而，这种疏离感和自然而然的民族优越感的偏见都必须被克服。即使在某些地方，乍一看二者已被克服，认知无偏见，彼此有尊重，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种同样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次级民族优越感，即所谓的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中国学者、印度智者和高贵的野蛮人往往无非就是“化了妆的欧洲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卸了妆的欧洲人”。首先聪明人都倾向于找寻那些自己期待的东西——仔细观察就知道这是错误的。莱布尼茨在《易经》里发现了他的二进位算术，伏尔泰在印度著作集里发现了他的自然神论，尼采在《摩奴法典》中发现了他的超人和劣等人——一系列有名望的人，几乎可以随意列举下去。

科学家投向他人的显然带有偏见的目光，是否就不比其他欧洲人的更狭隘？答案不言而喻。蒙田已经宣布，一无所知的，以质朴的、不带偏见的态度对待陌生现象的观察者是更好的观察者。以科学方法反思性地深入研究异国语言和文化直至20世纪都是西方特有的做法，但其实日本也是这么做的，它在17、18世纪就通过所谓的“兰学”开始有计划地开发西方知识。但是在西方获取知识的意愿背后常常隐藏着另一种巨大的兴趣。为了找到使当地人皈依的方法，传教士在美洲、中国、印度、日本和其他地方成了语言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先驱。英国的印度语言文化研究者效力于大英帝国，19、20世纪的地理学家经常明确地把自己当成各自国家统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代理人。所以爱德华·萨义德会在米歇尔·福柯话语理论的启发下最终宣称，就连在主观意图上完全客观和中立的科学（在他这里是指东方学），背地里也使研究对象屈从于西方的要求，除了效力于政治征服，也为西方的精神征服开辟了道路。

他人看欧洲人的——也包括看第三者的——目光当然同样狭隘。甚至可以说，种族主义在中国、印度、毛利人和西南非洲的纳马人那里也能得到证实。16世纪的日本人首先以友善谦恭的态度看长着大鼻子的葡萄牙“南蛮（namban）”，后者不是体面地用筷子而是用手吃饭，以不讲廉耻的坦率展示他们的感情，不过倒是无害的。然而到19世纪，去欧洲和美国游历的奥斯曼人和日本人的看法明显发生了变化。此时人们想要学习并探寻西方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因。此外，人们发现女士的角色在公众场合特别引人注意。欧洲的偏见在欧洲扩张的影响下才对世界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感知他人及其文化无疑也意味着要感知和反省扩张过程本身，感知和反省对其英雄们的“记忆（memoria）”和其重大事件的“历史（historia）”，感知和反省这样的“历史”在欧洲人和他人的同一性意识里和在文化记忆里的地位。直至进入后殖民时代，欧洲人一直是历史和记忆的主人。第一，欧洲人自己先掌握他人的历史，再教授他人用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历史。非欧洲国家史学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欧洲人，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史和非洲史研究所仍然设在美国和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反而没有分量相当的研究机构。而印度和中国在历史科学里则付出了较大的努力。

第二，各殖民大国拥有原始文献，因为它们控制着文献档案，掌握着将其转交给已经独立的国家的政府的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过程中，英国人有目的地将来自37个殖民地的大量档案运到了英国并加以保密，这些档案很可能会给英国人及其政治朋友制造麻烦，特别是有关“镇压叛乱”的档案，人称至少有120万捆，直到2011年宣布了一个法庭判决，至少在理论上，查阅这些档案才成为可能。在法属非洲，这一切不得不快速进行，以至于大部分档案都留在了那里。然而出于与英国人类似的考虑，档案经过了秘密挑选，它们今天就存放在南特。对于葡萄牙来说，政权更迭和去殖民化好像来得如此出乎意料，以至于他们 无法控制档案。然而后殖民档案的状况比在法国更加混乱。特别是非洲档案馆自身往往还有许多方面得不到改善，因为政府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

尽管如此，史学在后殖民国家相当受尊重。然而它应该将构建身份认同的民族历史作为“公民学”来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做法在西方就很普遍。让历史学家拼凑民族主义的历史并不罕见，这种拼凑之作不仅仅在印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书写这一领域，欧洲的民族主义也提供过先例。有时候人们还会对拉丁美洲、亚洲、穆斯林或非洲的历史整体同一性进行全面规划。非洲历史尤其引起了轰动。博才多学的塞内加尔人谢赫·安达·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1923～1986年）在1951年就已代表着这样一种论点：埃及是“黑非洲”的文化，鉴于埃及对希腊的影响，欧洲文化的根源必须在非洲寻找。马丁·贝纳尔（Martin Bernal，1937～2013年）在三卷本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1987～2006年）里继续发展了这一历史观。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声音属于默勒费·科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生于1948年），2007年他在其从原始时代书写到当代的非洲通史中设计了非洲大陆文化的统一图景，并称其应为“永恒的和谐追求（quest for eternal harmony）”。谢赫·安达·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在巴黎求学，并在那里以他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贝纳尔是在美国工作的英国汉学家，阿桑特在佐治亚出生时名叫亚瑟·L.史密斯（Arthur L. Smith），而且是美国的非洲学（african studies）最大的促进者。这就是说，非洲的声音更是“非洲的大西洋”的声音，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在世界范围被关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批评殖民的声音，西方史学对于欧洲扩张的基本态度主要还是积极的。殖民统治一方面被作为欧洲人的成就加以赞扬，另一方面无论存在着多少不可否认的缺陷，它仍然被视为对被殖民者的一种恩赐。难道人们没有给被殖民者带来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好处吗？其中一部分成就不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取得的吗？最好的情况是，他者被认为是“发展落后”的；更常见的观点认为他者是“不完善的人”，但终归可以被改造变好；最糟糕的是生物种族主义观点，它把他者视为劣等人。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对他者最有利的选择就是让更优秀的人统治他们。

在欧洲方面，这种看事物的视角一开始就基本上打有民族烙印，自19世纪以来常常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即使是后来的批判性的研究通常涉及的也是各自国家的殖民历史。但凡想写点什么，最终都还是会写大英帝国或德意志人的殖民纪念地。因为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属于国家政治教育。2005年，人们在法国就国民大会的法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法案欲将承认法国殖民统治的功绩作为学校的必修课内容。而在德国，人们也要进行民族耻辱的教育，不过得“适可而止”，最好别让他人像纳米比亚那样提出经济赔偿要求。

这已经是转向彻底批判殖民的一个结果，这一转折是随着1945年之后大规模的去殖民化出现的。不仅仅是曾被殖民化者此时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和全面摒弃殖民统治。令人惊讶的是西方的历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至少是在那些意见领袖那里，在历史学中，通常只有在战败后才会出现这种转变。此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发挥着一种创造性的作用。因为欧洲扩张及其殖民统治现在基本上被看作经济现象。其他的一切，如战争、政治、研究和传教，最终都是为效力于经济而进行的。对相关者而言其结果就是剥削，而这种剥削又被种族主义合法化了。总之，殖民主义是一宗大罪，它的历史是由单个罪行构成的没有尽头的链条。

这一争论在自1970年代起占主导地位的依附论中达到顶点。依照这一论点，当年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不是因为其本身不发展，而是第一世界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目的地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缓慢发展。因此，被殖民化者的反抗虽然如此英勇，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成为西方优势的无能为力的牺牲者。第三世界发展低下对外导致了其作为纯原料提供者依赖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对内导致了持续不变的贫穷。这种贫穷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人们说，若想改变，只有通过一次古巴模式的革命才能克服它。

这种看事物的视角没有改变。2003年出版了一本《殖民主义黑皮书》（Schwarzbuch des Kolonialismus），它内容广泛，在科学上非常严肃，其独特的副标题为“从灭绝到赎罪（Von der Ausrottung zur Buße）”（Ferro，2004）。现在人们乐于作出政治道歉，因为道歉是廉价的，充其量是伤害了某种民族自豪感。“不太廉价”的大概是赔偿要求，自1970年代起北美印第安人开始索赔，在法庭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德国迄今为止对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却很少妥协，当年德国曾使他们的人口锐减。废奴主义者布克斯顿（T.F. Buxton）在19世纪早期就已写到应对非洲奴隶进行赔偿，1990年代这个要求被重新提起。换算下来，仅在美国，人们被扣的工资估计就达14000亿美元！

在这个问题上，即使能够毫无疑义地确定受害者的身份，那么应对受害者的后代作出赔偿的犯罪者又是谁呢？难道仅仅是欧洲和美国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还是说也包括参与了这种大规模交易的非洲和穆斯林猎奴者、奴隶贩子和奴隶主？这个问题涉及的并不是空洞的历史套话，即认为只要做得够彻底，便可以让所有污秽大白于天下。确切地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对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地点对具体的人所犯的具体罪行进行赔偿虽然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对持续时间长久、受害者和参与者人数众多、范围广、复杂程度高的过程进行赔偿却是不可能的，比如非洲人的奴隶制甚或整个欧洲殖民主义。

出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对“欧洲殖民主义对于整个世界，或者只是对世界局部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一问题进行科学的、立得住脚的陈述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人们对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完全一致。甚至对一个显然应给予负面评判的现象，例如欧洲人的非洲奴隶贸易，也有人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客观视角发掘出或许积极的观点，如声称它减轻了非洲多余人口的压力和相对改善了部分地区非洲人的食物。可是这种“客观”给人以玩世不恭的感觉，因为人的存在状态不仅是一个存在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意识问题。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无法在数量上精确计算出欧洲人付出了什么和得到了什么，然后根据差额一个一个国家地向前殖民大国和向欧盟提出赔偿要求。然而若是满足于定性的陈述，那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可以言之凿凿，大谈特谈殖民主义对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中的什么东西直至今天仍然发挥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补偿要求大概不是关注具体的受害者或他们的后代，而是要带来一种来自过去的、针对现在和未来的道德推动力。1945年以来，在西方十分普遍的应进行后殖民忏悔的感觉从何而来？如果考虑到保守党人对同时代人的这种情感状态是反感的，那么有一种假设就显得越发重要，即清教徒思想里，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道德、更好，这种心理需求在从前的反奴隶制运动中就已经发挥了作用。或许它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后现代变体？

虽然依附论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各种经济关联，但是如今它已被伪造成拥有全面解释权的宏大理论。在实践方面，它已被当年的第三世界迄今为止的发展不平衡所驳斥，特别是被“四小龙”和门槛国家的出乎意料的繁荣所驳斥；而在理论方面则受到根本就不承认什么宏大理论和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思想的驳斥。因此对于后现代而言，在极端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历史，而是只有最终互不关联的一个个往事。

与这种来自实践的经验相对应，在西方发生了从“现实历史（Realgeschichte）”到“话语历史（Diskursgeschichte）”的视角转变，即人们关注的不再是所谓的现实历史的事实，而是在语言中赋予这些历史事实的意义。“历史的意义”简化成了“意义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话语历史又完全可以变成现实历史，如果它的观念产生了效果并由此创造了新的现实——或者说如果它解构了旧观念并由此揭示了之前帝国的隐藏的真实。另外，这一转变与现实历史的另一个转变同时进行，而殖民历史的后现代派，也就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者（postcolonialists）将后者置于中心位置。政治上的去殖民化至少在形式上已基本结束，经济上的去殖民化如前所述与过去的依附论大相径庭，在一些地方进行得大有希望，而文化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去殖民化甚至还没有开始，因为西方仍然还是话语的主人。接受西方文化和语言致使从前的被殖民者还得一直以西方方式进行思考，而前殖民主人的文化的涵盖一切的权力则将这一状态合理化了。新国家不进行任何质疑地继续采用西方教育体系，这又将这种状态确定下来。后殖民世界的精英们仍然将他们的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孩子的未来，特别是应学习必不可少的英语。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教育都完全源于西方，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影响了后殖民世界的话语实践。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一直都可以在不了解世界其他部分的情况下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他们的非西方同行还总得不情愿地书写欧洲历史，因为为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他们还一直依赖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大师级史学著述。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学界正持续承受着书写后殖民国家史著述的压力。

后殖民主义初期，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年）就提出了前文提及的对东方学话语依赖性的批评。“后殖民主义的三位一体（postkolonialistischen Dreifaltigkeit）”（一位崇拜者对他们的称谓）的另外两人是印度祅教徒霍米·巴巴（Parse Homi Bhabha，1949年出生）和孟加拉人佳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i Spivak，1942年出生），前者于199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2000年有了德译本，后者于1999年发表了《后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他们三人都是英国文学学者。萨义德虽然仿效米歇尔·福柯，但他的著作是传统的，文体明确清晰，而另外两人则是十足的后现代，他们的著述只是文章汇编，其语言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s）为榜样，艰涩难懂，需要猜测。他们甚至以此而自豪。巴巴将自己的语言理解为有诗意的，而斯皮瓦克则信奉格言“平淡的散文秘籍（plain prose cheats）”，想用她的语言描述调查结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模糊”现在最受欢迎。在主要由巴巴阐明的类型系统里，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消失了，邪恶的白人罪犯和善良的棕色人和黑人受害者之间的对立也消失了。“第三空间”里各种混合形式的混杂性（hybridity）在他的文章里发挥着核心作用。斯皮瓦克谴责殖民主义造成的种种后果，要与新的美利坚帝国进行斗争，作为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权主义者，她没有回避 棕种人男性的性别歧视观念可能比白种人男性更强的论断。后殖民主义者以此为一种新的历史观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尽管他们不是最先这样做和唯一这样做的人。当然，后殖民主义者的反西方态度就从这种看事物的新视角中自行确立了，因为他们的思想与他们不接受二元对立的基本前提是不相容的。

后殖民主义思想无法避免的悖论之一是，它的代表只能识别所提及的事实真相，只能为克服它进行尝试，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英语，特别是使用的是西方思想开发的智力工具。孟加拉国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1948年出生）2000年在他的著作《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明确地确定了这一点。此外，将欧洲打造成人类的一个“省份”在政治上早已没有必要，但在文化上还有必要。自相矛盾的是，对此有所助益的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特别是德里达之后的现代派。

与智力悖论相对应的是一种社会悖论。一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的后殖民主义者来自受西方影响特别漫长和强烈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来自印度和近东，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则较少，来自非洲的最少。另一方面，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西方拥有教授席位，特别是在美国，作为缘起于法国的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先行者，他们名声斐然。这是他们的学说成功的先决条件，这一学说首先在陷于后殖民悔悟中的西方被热情地接受了。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上面提及的非洲文化研究的社会基础至少看起来与此很相似。为了论证这种引发反感的事实真相而论证西方体系只会从内部分解，后一论证看起来的确有几分道理。

只是与经济和政治相反，文化方面已不再有多少可分解的东西。因为新文化史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后现代重新发现了行动着的个人，即使后殖民主义者也为此作出了贡献，这种个人暂时消失在打有经济史烙印的历史的无名结构和过程的后面。如果人们认真对待这种人的“行为能力（agency）”，那么就会再次出现一个新图景，就是说首次出现欧洲扩张史的一幅“去偏光”的图景。它的光线和阴影分布均匀，分为各种层次的灰色调取代了这种或那种黑白画，使得它在科学上更有希望。现实历史也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科学。另外，这一发展趋同于历史政治的框架条件的变化。

因为除了个别例外，殖民史已从贴近当代的“交际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变为“文化”的背景记忆，而这种背景记忆不再是十分紧迫的。或还在舔舐伤口，或还在为自己辩解，或还得赎罪的那几代人就要死光了。甚至“非洲的大西洋”的非洲中心论也遇到非洲的强烈反对。丹尼斯·埃克博（Denis Ekpo）是一个对此持异议的名人，他生于1959年。遗忘正在开始，遗忘是记忆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总会有争论和民族情感，但是很多人几乎不再知道当年帝国的规模或殖民压迫。有时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忧虑。或许现在才正是时候，因为欧洲扩张终于过去了，历史学家的时刻来到了！

作为具有行动能力的个体，被殖民者不是历史的被动的客体和殖民主人的无助的牺牲品。但是在史学的民族史和殖民批判阶段，他们要么被描述为那样的人，要么就根本未被描述。只有殖民主人的行为在历史上才显得关系重大，无论是被颂扬还是受到谴责。甚至依赖论实际上也具有潜在的种族主义特性，因为它基本上不相信依赖者应付得了他们的依赖性，因此宣告他们只有较少的权能。但是现在他们被认真地看作了历史的行动主体。他们的行为常常比其主人的行为更难以看透，其渊源更难以把握，这虽然将研究导向了种种问题，但这些问题与欧洲下层社会史或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问题是完全相应的。

因此，被殖民者可能会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而且不仅仅是作为猎奴者和奴隶贩子。因为霍尔敦·罗伯托1972年就已经断言，任何一个殖民统治都建立在被殖民者卖国的基础之上，而且再无其他可能。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言，西方殖民统治的结果通常是殖民主人与土著精英为控制和剥削殖民地社会下层结成联盟。这类土著精英可能是传统的，也可能是殖民大国根据需要新创造出来的。这些精英中的一部分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没有 被赋予权力。他们发展成为统治者的敌人，但是接着又成为这一体制的下一个受益者。因为就连去殖民化也证明了这条规律，即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受害者往往会变成施害者。这种对人类无可避免的卑劣性的人类学认识令人悲哀，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会忽略它。博卡萨、伊迪·阿明、蒙博托、穆加贝、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苏哈托及其同类都足以使最卑劣的殖民地总督相形见绌，尽管老百姓事实上宁愿忍受他们那样的人的劣质统治也不愿接受异族的良性统治。

重新发现的被殖民者的行为能力绝对没有完全耗费在胁从中，而是完全相反。确切地说，我们总能发现他们对殖民统治作出的创造性的新反应，这些反应破坏了统治机构，甚至改变了这一机构的功能，直至使它成为殖民主人的权谋。或者说这些反应是在反对这一机构中形成的，或干脆向与其相对的自由空间发展，有时全靠殖民统治才有可能创造这种自由空间。与历史上许多引发矛盾现象的事物一样，殖民统治不仅带来了压迫，而且也使人从传统枷锁中解放出来。新的经济机会被利用，女性找到了新的角色，新的宗教生活蓬勃发展，世界范围的联系和流动成为可能，甚至有可能产生一个成功的反殖民运动和一个批判性的后殖民学派。

因为在各殖民地的所有地方都在实施“占有”，因此强调某一成就源自西方（如人权或现代国家）或有选择地坚持认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它早已存在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尽管后一种说法是一种流行的跨文化占有的技巧。反之应该承认，他人在殖民主义时期已经占有了所有这些舶来品，之后更是如此。比如英语早已不再是“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它也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和尼日利亚人等很多人的财产。英国人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因为他人占有了它。虽然全世界都打有欧洲文化的烙印，但世界早已不再是欧洲的了，如果说世界确曾是欧洲的。“全球欧洲化”仅仅还是一个历史论断！

如前所述，历史学家由此遇到新的挑战。因为即使在占有之后，人们也要对问题重重的欧洲遗产进行反思。此外，只有当我们确切地了解历史，特别是要比历史政治家更加了解历史，我们才能把握住历史，才能应对政治上对历史的滥用。否则我们必将在不知不觉中听命于它。因为“撰写历史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Goethe，198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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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ur Asian Tigers，西方国家一般使用此称呼，亚洲则更常使用“亚洲四小龙”的说法，而用“亚洲四小虎（Tiger Club Economies）”指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编者注

[2] 截至本著作德文原版出版（2016年），潘基文仍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自2017年起由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葡萄牙籍）接任。——编者注

[3] 印度的其中一个官方名称，常在自称时使用，且往往限于指印度北部；国际上更习惯使用India指代印度共和国。——编者注

[4] 意思是：不知道失败的勇士，拥有忍耐力和不屈不挠的能力，呼唤着火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按照奇卢伯语（Tshiluba）的简单翻译是：战无不胜的勇士，从未输过的公鸡。

[5] 原文如此。——编者注

[6] 该词来自非洲南部祖鲁语或豪萨语，是一种非洲的传统价值观，大意为“人道待人”。

[7] 一种宽大的男式短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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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s，João de 76，113，119，131，137

Barrow，John 1226 f.

Barth，Heinrich 920 f.

Bartolomé de Medina 340

Basel 67，436，1042，1059

Basra 129，1063

Basutoland 739，943，966，1212

Batavia（siehe auch Djakarta）169，191，194 f.，198 f.，202-205，223，231，236，238，246 f.，258-261，632，666，725，808，813，817，819，1108，1138

Bath，Slicher van 315

Batticola 196

Baudin，Nicolas 672

Bay of Islands 760

Bayern 77，1275，1309

Bayle，Pierre 654

Bayly，Christopher A.263，287

Beauharnais，Joséphine 584

Begin，Menachem 1124

Behaim，Martin 92

Behaine，Pierre Pigneaux de 646

Beira 953

Beirut 171，1060，1070

Beit el-Fakih 245

Belem 425

Belém 116

Belgien 349，586，811，817，844，869，968，973 f.，980，984，1001，1008 f.，1032，1035，1040，1161，1188 f.，1191 f.，1235，1261，1273

Belgisch-Kongo（siehe auch Kongo）972，981，986，995 f.，1001，1007，1010，1012 f.，1018，1022，1026-1028，1033，1036，1187 f.，1265，1308

Belich，James 725，728 f.

Belize 443，505，1241

Bellingshausen，Fabian Gottlieb von 1226

Belloc，Hilaire 880

Belutschistan 32，785，788，1131，1134

Ben Ali，Zine el-Abidine 1171

Ben Bella，Achmed 1175，1177，1179

Ben Gurion，David 1126

Ben Khedda，Benyoucef 1177

Ben Salah，Achmed 1171

Ben Youssef，Salah 1171

Benalcázar，Sebastián de 306

Benares 263，782，1080

Benavente，Toribio de（Motolinía）322

Bencoolen 239，273，280，809

Benedikt ⅩⅢ.，Papst 51

Benedikt ⅩⅣ.，Papst 644

Bengalen（siehe auch Bangladesch）127，194，197-199，208-211，215 f.，227，229 f.，232，240，242，244，247，251，254，264-267，270-274，277，280-284，627，775，778 f.，782，784，787 f.，791，795，798，801，1076，1078-1080，1085 f.，1088，1118 f.，1131 f.，1134，1136，1283

- Ostbengalen 787

- Westbengalen 787

Benguela 418，458 f.，905，953，1010

Benin 90，93，458 f.，462，479 f.，1187 f.，1299

Bentinck，William Cavendish 777 f.，780，782

Benuegebiet 916，920

Berenice 34，37

Bergisches Land 470

Bering，Vitus 106，666

Bering-Straße 291，670，681

Berkeley，John 518 f.

Berlin 621，694，860，896，931，933，939，949，952，963，970，1060，1144，1158

Bermuda 508，1238 f.

Bernadotte，Folke 1127

Bernal，Martin 1313

Bernier，François 651

Besant，Annie 1080，1307

Betanzos，Juan de 305

Bethencourt，Jean de 79，82，89

Bethlehem 1051，1125

Betschuanaland 739，943，946，966，1212

Bevin，Ernest 1168

Bhabha，Homi 1317

Bhopal 1276

Biafra 458 f.，461-463，465，468，1183

Bihar 32，272，775，788，799，802，1088，1132

Bijapur 122，127 f.，130，645

Biloxi 497

Bingham，Hiram Ⅰ. 761 f.

Bingham，Hiram Ⅱ. 762

Bio-Bio 306，733

Birma（Myanmar）48，54，194 f.，779，781，783，785，788，798，805 f.，883 f.，887，1106-1109，1112-1115，1117，1133，1136，1153，1160，1264，1277，1283，1288，1291

- Niederbirma 1111

- Oberbirma 1111

- Unterbirma（Pegu）781，807

Birmingham 470，1273

Biscoe，John 1227

Bismarck，Otto von 693，764，854，864，877 f.；933，944-949，957

Bizerta 933，1171

Blaew，Johan 651

Blanquet de la Haye，Jacob 224

Bligh，William 668，673

Boccaccio，Giovanni 79

Bodin，Jean 351 f.

Böhmen 46

Boesak，Allan 1214

Bogdai，Fürst siehe Kangxi，chinesischer Kaiser

Bogos 959

Bogotá 306，369，371，378，556，559，589，593

Bohol 146

Bohorques，Pedro 401

Bokassa，Jean-Bédel 1188，1320

Bolívar，Simón 588 f.，593-595，597

Bolivien 145，376，378，399，553-555，559，591，593，595，732，1273

Bolts，Wilhelm 232

Bombay（siehe auch Mumbai）39，214-216，221，242，251，263，273，275，277 f.，280，771，777-782，787 f.，790，796，801 f.，1077，1080，1082，1085 f.，1088，1283

Bonaire，Insel 421，1240

Bône 81，912

Bonin-Inseln 859

Bonn 661

Bonn，Moritz Julius 1121

Bonny 458 f.

Bontekoe，Ijsbrandt 650

Borah，Woodrow 315

Borchgrevink，Carsten Egeberg 1231

Bordeaux 223，470，582，921，1013，1021

Borneo（siehe auch Kalimantan）139，811，1106，1116，1138，1146 f.

- Nordborneo 809，890，1140

- Südborneo 809

- Westborneo，809

Bornu 916，920

Bose，Subhas Chandra 1086，1117

Bosnien 970

Bosporus 20

Bossuet，Jacques Bénigne 659

Boston 510，513，520，538，541，569-571，575

Botany Bay 742

Botha，Louis 1206

Botha，Pieter Willem 1214-1216，1221

Botswana（Betschuanaland）739，943，1212，1267

Boucher，Pierre 491

Bougainville，Louis-Antoine de 668 f.，672

Bougie 80

Boumedienne，Houari 1177，1179

Bouquet，Henry 325

Bourguiba，Habib 1164，1170 f.

Bourguignon d’Anville，Jean-Baptiste 652

Boutros-Ghali，Boutros 1278 f.

Bouvet，Joachim 654，656

Boxer，Charles R.136

Boym，Michael 651

Bracciolini，Poggio 54

Braddick，Michael J.62

Bradford，William 510

Bradstreet，Anne 525

Brahe，Tycho 641

Brandenburg 230，434，460

Brandt，Max von 864

Bransfield，Edward 1226

Brasilien 25，93，103-106，108，118，156，173，245，307，316，342-355，379，399，405-414，416-425，427 f.，433-435，437，446-448，453 f.，458-460，463 f.，466 f.，472-475，477 f.，480-483，499，517，553 f.，556，564 f.，587，591，595-597，614，618 f.，633，727，733，890，905，918，924，1187，1198，1201，1271，1273

Braukmüller，Heide 1251

Bray，Thomas 521

Brazzaville 998，1021，1161，1186 f.，1203

Breda 490

Brest 222

Bridgetown 466

Brière de l’Isle，Louis Alexandre 940

Brighton 629

Brihuega 326

Brisbane（Moreton Bay）743

Bristol 66 f.，108，470，501，507

Britannien 18

Britisch-Honduras（siehe auch Belize）443，1239，1241

Britisch-Indien 23，28 f.，209，215，257，286，631，692 f.，696，775-794，808，813，822，825，928，1109，1117，1130 f.，1157

Britisch-Nordamerika 28，450 f.，466，472，495，501-545，565 f.，725

Britisch-Ostafrika 484，958，981，997，1008，1192

Britisch-Südafrika 484，1008

Britisch-Westafrika 1000，1008，1012，1027，1158，1180

Britisch-Zentralafrika 1192

Britische Inseln 40，63，66，68，190，505，577，717，725，758

British Columbia 707，721 f.

Brito，António de 139

Broach 195

Brooke，Familie 890，1146

Brooke，James 809，811

Brosius，Christiane 1288

Brügge 65，155，179

Brüssel 956，963，968，984，1021，1086，1093，1158，1174，1189

Brunei 890，1146 f.

Buber，Martin 1250

Buchara 692 f.

Buckingham，George Villiers，Duke of 212

Buenos Aires 307 f.，362 f.，369，397-399，424，559，561，587，590-592，731，733 f.

Buffon，Georges-Louis Leclerc de 555，621 f.

Buganda 909，923，948，958，1000，1193，1285

Bugeaud，Thomas Robert 912

Bulawayo 955

Bunyoro 1193

Burckhardt 436

Burgkmair，Hans 160，619

Burgos 106，173，350

Burhanpur 195

Burke，Edmund 275

Burkhart，Louise M.390

Burkina Faso 1187，1297，1301

Burleigh，William Cecil，Lord 503，507

Burma（Pegu）172，645

Burton，Richard Francis 909

Burundi 973，995，1022，1191 f.，1267，1273

Busa 920

Bush，George W.699，1249

Busoga 1193

Bussy，Charles-Joseph Patissierde 266，275

Buthelezi，Gatsha 1214

Button，William 487

Buxar 268，271

Buxton，Thomas Fowell，Baronet 1315

Byron，John 668

Byrd，Richard Evelyn 1233

Byzanz 19，32，37，40 f.

Cabeza de Vaca，Alvar Núñez 302，307

Cabinda 458 f.，1200

Cabora Bassa 1200，1202

Caboto，Giovanni 107 f.

Caboto，Sebastiano 108，307

Cabral，Amilcar 1199，1201

Cabral，Pedro Álvares 104，118 f.，405

Cadamosto，Alvise 85，170

Cádiz 99，180，348 f.，369，470，560，588 f.，592，594，671

Cäsar，Gaius Julius 43，990

Caillet，René 920

Cain，Peter J.773，875

Cajamarca 303 f.，306，382

Calcutta 216，221，229，231，267-270，274，276 f.，285，661，779，782，787，790，792-794，799，808，887，1077，1132，1134

Calicut 56 f.，94，113-120，122 f.，126 f.，130，132，227，229

Calixtus Ⅲ.，Papst 86

Callao 149，345，359，671

Calvin，Johannes 183，191，203，414 f.，418，505，510，525 f.，621，633，648，661，709，761，765，834 f.，891，1140

Cambaya 115，117，195

Cambon，Paul 933

Cambridge 994，1193

Cambridge，Mass.513

Cameron，Duncan 756

Camões，Luis de 132 f.

Campanella，Tommaso 397

Campbell-Bannerman，Henry 1281

Campeche 349，362

Campillo y Cossio，José del 557

Canberra 750

Candragupta Maurya 32

Cannanore 119，165，197

Canterbury 218，756

Cantino，Alberto 105

Cão，Diogo 92 f.

Cap Français 466，475

Cape Coast Castle 458 f.

Capoche，Luis 341

Caprivi，Leo von 958

Carabaya 339

Caracas 560，588 f.，593

Caramuru，Diogo Alvares 407

Carnarvon，Henry Herbert，Earlof 939

Carnatic 264-266

Carolina 518 f.，521，532，543

Caron，François 223 f.

Carrera，José Miguel 592

Cartagena de Indias 296，339，344 f.，376，379，422，438，453，589

Carteret，George 518

Carteret，Philip 668

Cartier，Jacques 108，487 f.

Cartierinsel 1238

Carvajal，Fray Gaspar de 306

Casement，Roger 968

Castanheda，Fernão Lopes de 131，207

Castiglione，Giuseppe 646

Castro，Fidel 1204

Castrovirreina 339

Cateau-Cambrésis 435

Cavendish，Henry 149

Caverio，Nicolaus de 105

Cayenne 440，770

Cayman-Inseln 433，443，1238

Cebu 107，146

Celebes（siehe auch Sulawesi）193，809，811

Central Provinces（Indien）1088

Césaire，Aimé 1158

Ceuta 80，82 f.，86，1172，1239

Ceylon（siehe auch Sri Lanka）33，116 f.，163，188 f.，198，279 f.，648，770 f.，788，799，806 f.，818，1136 f.，1153，1157，1283

Chagosinseln 1148，1237 f.

Chakrabarty，Dipesh 1318

Challe，Maurice 1178

Chamberlain，Joseph 740，749-751，874 f.，964，982 f.

Chambers，William 659

Champlain，Samuel de 488，491，500

Chandernagore 224，227，265，268

Chanoine，Julien 965

Charcas 369

Charcot，Jean-Baptiste 1232

Charleston（Charlestown）466，519，538，541

Charnock，Job 216

Charpentier，Francis 223

Chaul 163

Chaunu，Pierre 354 f.

Chauveton，Urbain 621

Chavannes，Jean-Baptiste 582

Chelmsford，Frederic Thesiger，Viscount 1081

Chemnitz，Guldborg 1251

Cheribon 259 f.，279，1138

Chesapeake Bay 507，515，537，539，543，577

Chiang Kaishek 1101 f.，1104，1106，1143

Chiapas 319，595，1283

Chiappelli，Fredi 616

Chicago 713，1307

Chicheley Plowden，Familie 285

Child，John 216

Child，Josiah 216 f.，257

Chile 292，306-308，361，374，376，553-555-559，588，592 f.，715，727 f.，731-734，1226，1235，1279，1291

Chilembwe，John 1039

Chimú 292

China 24，35，37，39，43-51，53 f.，56-58，68，77，97，99，101，108，114，117，126，130，136，141-145，148，150-154，164，168 f.，172，175，193-195，199，201，224-226，229-232，236，240，242，244，246-250，252-254，271，276，281，283 f.，331 f.，343，355，501 f.，603，615，625-627，629，631，633，635，637-647，649，651-661，668，672，677，682-684，688，690，694-699，706，716，727，749-760 f.，766，771，785 f.，805，808 f.，820-822，825-840，842-844，846，848，851-855，859-869，874，878，880 f.，883 f.，887，890，895，909，968，1010，1047，1055，1059，1065，1091，1093 f.，1100-1102，1104，1106 f.，1109，1115，1123，1140，1142 f.，1145，1148，1153，1190，1200，1203，1213，1225，1243，1256，1258，1263 f.，1270 f.，1273，1276-1279，1294，1299-1302，1304，1306，1311 f.

- Nordchina 44，47，50，1102

- Ostchina 49，1102

- Südchina 143，153，246，683，866，883，887

Chinard，Gilbert 612

Chincha 307

Chios，Insel 48，80，207

Chippendale，Thomas 659

Chittagong 195，216

Chiwa 692 f.

Cholula 385

Chongqing 1106

Chôshû（Nagato）842 f.，846 f.

Chrétien，Jean-Pierre 1191

Christian Ⅳ.，König von Dänemark 228

Christiansborg 458

Christmasinseln 1148，1238

Chulalongkorn，König von Siam 885

Chuquisaca 555

Churchill，John 650

Churchill，Winston 970，1063，1067，1087，1108，1118，1120，1163，1180

Cieza de León，Pedro 305

Cixi（Xiaoqin）836-839

Clarendon，Edward Hyde，Lord 518

Clark，William 706

Claver，Petrus 384，453

Clavius，Christoph 638

Clemens Ⅶ.，Papst 108，301

Clemens Ⅷ.，Papst 149

Clemens Ⅺ.，Papst 643

Clive，Robert 122，266，268-273，275，284，287

Clozel，François-Joseph 1026

Cobden，Richard 829

Cochin 118-121，124，126，134，164，197，200，250，635

Cochinchina 646，881，883，885-887，1093，1107，1116，1141

Cochrane，Lord Thomas 593

Cocos Islands 1238

Coelho，Conçalo 104

Coen，Jan Pieterszoon 122，190-193，195 f.，198

Coimbra 131

Coke，Edward 505

Colbert，Jean Baptiste 218，223-225，227 f.，355，491 f.，494，496，546，646

Colebrooke，Henry Thomas 661

Coligny，Gaspard Ⅱ. de 413，437

Colijn，Hendrikus 891

Colley，Linda 775

Colombo 128，134，195，197

Colonia do Sacramento 399，424

Columbus，Bartolomeo 98

Columbus，Christoph 30 f.，49，65，67，70，76，88，94，96-108，114，294-296，310，312 f.，320，322，324 f.，331，365，422，433，504，609，612 f.，615，620

Comaroff，Jean 1034

Comaroff，John L.1034

Commelin，Isaac 650

Conakry 1010，1201

Concepción 306，561，733

Concord 571

Condorcet，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482

Connecticut 287，514-516，521，523，526，532，538，578

Constantine 912 f.，1035，1177

Cono Sur（Südteil Südamerikas）731-734

Contarini，Ambrogio 54

Conti，Niccolò 54

Cook，James 664 f.，669-671，742，753，764，920，1226 f.

Cook，Noble David 316

Cook，Sherburne F.315

Cookinseln 897，1148，1238

Coolidge，Calvin 699

Cooper，James Fenimore 621

Coote，Eyre 266

Coquery-Vidrovitch，Catherine 1008

Coral Sea Islands 1238

Córdoba 308，397

Cordoba，Francisco Hernándezde 107

Cornelius Gallus，Gaius 34

Cornwallis，Lord Charles 276，278，285 f.，577

Coro 307

Coronado，Francisco Vásquez de 302

Corte Real，Gaspar 108

Corte Real，Miguel 108

Cortés，Hernán 139，295-298，300-302，308-310，316，326，329，365，381，388，436，619，671

Cortés，Martín 301

Costa Rica 297，597

Cotolendi，Ignace 645

Cotonou 1010，1266

Couplet，Philippe 653

Courteen，William 214

Covilhã，Pero da 94

Cozumel 376

Crais，Clifton 980

Cranganore 134，197

Cripps，Stafford 1120，1131

Crispi，Francesco 959 f.

Cromer，Evelyn Baring，Earl of 880，961-963

Cromwell，Oliver 214，440

Cron，Ferdinand 162

Crosby，Alfred W.322，333，725

Crowther，Samuel Ajayi 917，1029

Crozat，Antoine 497

Cúcuta 594

Cuernavaca 301

Cumaná 439

Cunha，Nuno da 128

Cunha，Tristão da 121，128，156，771，1238

Curaçao 327，347，421，423，433，440，443，1239 f.

Curtis，Lionel 1081

Curzon，George N. 785，880，1072

Cuzco 303 f.，306，381，386 f.，564

Cyrenaika 915，921，985，1168，1170

Da Castro，João 129-131

Da Costa，Fontoura 115，117

Da Gama，Cristovão 129

Da Gama，Estevão 129

Da Gama，Gaspar 116

Da Gama，Vasco 71，94-96，101，113 f.，116，118-120，129 f.，132，156，160，164

Dacca 215，227，787

Daendels，Herman Willem 279

Dänemark 40，229，443，460，483，586，715，844，1141，1233，1235 f.，1239

Dagestan 691，1244

Dahomey（siehe auch Benin）90，458，468，480，920 f.，941，963 f.，981，1010，1014，1025，1187，1301

D’Ailly，Pierre 55，97

Dairen 860

Dakar 916，939，1001，1010，1021，1024，1030

Dalhousie，James Andrew Broun-Ramsay，Marquis 781 f.，787，802

Dam，Pieter van 186

Damaskus 1055，1057，1060，1065-1067，1070

Dampier，William 667

Danaiyarri，Hobbles 751

D’Andrade，Simião 141 f.

Danquah，Joseph Kwame Kyeretwi Boakye 1180

Danton，Georges 583

Dar-es-Salam 1010，1199，1220

Dareios Ⅰ. der Große，Großkönig des Achämenidenreichs 31

Darfur 937

Darly，Matthias 659

Darwin，Charles 745，757，770，874 f.，879，929，944

David，Priesterkönig 44

Dávila，Pedrarias 296 f.，302，311

Davis，John 502

De Andrade，Mario 1199

De Bry，Theodor 619-621

De Castro，Cristóbal Vaca 304

De Gaulle，Charles 1115，1141，1149 f.，1152，1160 f.，1169，1178 f.，1183，1186 f.

De Goís，Damião 131

De Haro，Cristóbal 106 f.

De Klerk，Frederik Willem 1216

De la Cruz，Juana Inés 381

De la Ensenada，Zenón de Somodevilla y Bengoechea，Marqués 557

De la Hontan，Louis Armand 621

De la Motte，Pierre Lambert 645

De la Pérouse，Jean-François Galaup 671

De la Vega，Garcilaso 305，564

De Laet，Johannes 419，650

De Nobili，Roberto 639 f.，643，661

De Pauw，Cornelis 383，621 f.

De Sores，Jacques 437

De Soto，Hernando 302，324，329

Defoe，Daniel 650，659

Deir Yasin 1125

Dekker，Eduard D.（Multatuli）818

Delacroix，Eugène 620

Delagoabai 740

Delaware 518，520，527，538

Delft 185，249，416，814

Delhi 126-128，264，271，275，279，776，783，793，807，1134

Della Scala，Cangrande 44

Della Valle，Pietro 651

Den Haag 416，1139，1173，1220，1279

Dermigny，Louis 283

Derrida，Jacques 1317 f.

Descartes，René 555

Deshima（Desima），Insel 152，194，198，204，637

Deslandes 224

Dessalines，Jean-Jacques 583 f.，586

Detmold 203

Detroit 568

Deussen，Paul 1307

Deutsch-Neuguinea 1066

Deutsch-Ostafrika 947，996，1002，1031 f.，1036

Deutsch-Südwestafrika（siehe auch Namibia und Südwestafrika）735，981，1007，1010，1218，1284

Deutschland 25，470，613 f.，651，661，680，694，751，764 f.，771，775，813，846，860，864 f.，868-870，874 f.，877-879，883，889，897，915，928，944 f.，948 f.，952，957，963，968 f.，972 f.，980，985，992，1003，1008，1021，1034 f.，1055-1057，1059，1062 f.，1101，1104，1109，1117 f.，1124，1129，1165，1175，1201，1204，1207 f.，1213，1221，1236，1241，1265，1267，1269，1273，1278 f.，1302 f.，1314 f.

Deventer 415 f.

Dharmapala，Anagarika 1307

D’Herbelot de Molainville，Barthélemy 629

Dias，Bartolomeu 93，98，114

Diaz de Isla，Ruy 614

Díaz del Castillo，Bernal 295 f.，298

Diderot，Denis 555，608，660，672，761

Diego，Juan 382

Dien Bien Phu 1143，1152

Dieppe 222，490

Dinis，König von Portugal 65，77 f.

Diop，Cheikh Anta 1313

Dirrhaim，Franz 395

Disraeli，Benjamin 764，784，874，933

Diu 117，121 f.，128 f.，131，134，222

Djakarta（siehe auch Batavia）191，1138

Djiddah 116 f.，123，171，812

Do Couto，Diogo 131 f.，166

Dodekanes 1072

Doe，Samuel K.1290

Dogali 959

Dominica 439，1240 f.

Dominikanische Republik 443，585，715

Dorchester 511

Dordrecht 416

Dostojewski，Fjodor Michailowitsch 686

Doumer，Paul 885，887

Drake，Francis 76，140，149，206，302，435，437 f.，504

Drenthe 416

Drescher，Seymour 482

Dresden 245

Dreyfus，Alfred 932

Driessen，Henk 1261

Dryden，John 192

Drygalski，Erich von 1232

Dscharabub 915

Dschemal ud Din al-Afghani 1061

Dscherba 1171

Dschibuti 911，960，1010，1169，1187，1284

Dschingis Khan 44 f.，47 f.，684

Du Bois，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1158，1164

Du Halde，Jean-Baptiste 652 f.，661

Du Tertre，Jean Baptiste 447

Duala 1001，1010

Duarte（Eduard）Ⅰ.，König von Portugal 80

Dubai 1129

Dublin 994

Dürer，Albrecht 619

Dufay，Louis 583

Duignan，Peter 1009

Dumont d’Urville，Jules Sébastien César 1227，1234

Dundas，Henry 278

Dupetit-Thouars，Abel Aubert 762

Dupleix，Joseph François 122，265 f.

Dupuis，Jean 883

Durham 515，917

Durham，John George Lambton，Lord 718 f.

Dutt，Romesh C.282 f.，800

Duty，Bookman 582

Dyer，Reginald 1084

Eboué，Félix 1160

Eckhout，Albert 419

Ecuador 292，303，306，316，339，362 f.，384，425，559，589，594，597

Ecuyer，Simeon 531

Eden，Anthony 1166

Edessa 42

Edinburgh 1193

Edo（Yedo，siehe auch Tokio）840，842，846

Edwards，George 659

Edwards，Jonathan 526-528

Egede，Hans 1226

Eisenhower，Dwight D.1096

Ekpo，Denis 1319

El Alamein 1160

El-Ghazi，Achmed ibn Ibrahim 129

El Hadj Omar 916，940

El Realejo（siehe auch Nicaragua）362

El Salvador 597

Elcano，Sebastian de 107

Elfenbeinküste 90，458，917，964，981，997，1010，1014，1026，1184-1188

Eliot，John 529 f.

Elisabeth Ⅰ.，Königin von England 67，207 f.，437 f.，501-503，506 f.，1049

Elisabethville 1032

Ellenborough，Edward Law，Earl of 780 f.

Elmina 90 f.，96，114，416-418，458

Elphinstone，John 777

Elsass-Lothringen 878，1144

Elson，Robert E.817

Eltis，David 453 f.，458

Emden 188，232

Emin Pascha siehe Schnitzer，Eduard

Emma Coe（Queen Emma）898

Encinas，Diego de 368

Enciso，Martin Fernandez de 613

Engels，Friedrich 649

England（siehe auch Großbritannien）20，22，40，77 f.，85，162，190，197，206，211-213，217-220，225 f.，230 f.，235，245-247，252，262，270，272 f.，275 f.，278 f.，283 f.，286，333，347，349，355，421，425，427，437-445，451，453 f.，482，487，490，492，494-496，500-503，505-508，511，513-517，520，522-527，529，531，533，535，539-541，543-549，555，557，567 f.，570-578，581 f.，587 f.，597，614，617，623，650 f.，655，659，664，667 f.，692，700，707，717 f.，720，726，730 f.，741-743，747-750，755，759-761，763，766，770，772 f.，778-783，788，790，792-794，800，802-806，808，811-813，815，821，825，827 f.，844，846，866，868 f.，873，875-878，883 f.，889，897 f.，905，909，915，917，922，925-928，933，935，937，941 f.，946-950，952 f.，955，958-961，963 f.，968 f.，973 f.，994，1000，1007，1014 f.，1021，1049，1051，1053，1057，1062，1064-1068，1072，1074 f.，1077，1079，1103，1107，1118，1125，1130，1133，1144，1146，1148，1152，1161 f.，1164，1166-1169，1183，1194，1197，1207，1226，1232，1235 f.，1238，1269，1277，1300，1303

Enkhuizen 183，185，416

Ensenada siehe De la Ensenada

Enver Pascha，Ismail 1062 f.，1071

Epple，Angelika 1261

Equatoria 961

Er-Riad 1062

Erasmus von Rotterdam 634

Eratosthenes von Kyrene 33，37

Erik der Rote 65 f.

Eriksson，Leif 66

Eritrea 911，959-961，973 f.，1160，1168 f.

Eskisehir 1056

Hspañola 324，376

Espinosa，Gaspar de 302

Espiritu Santo 149

Etherington，Norman 737

Etienne，Eugène 876，931，964，969，994

Eudoxos von Kyzikos 34

Eugen，Prinz von Savoyen 231

Euklid von Alexandria 638，647

Eulenburg，Friedrich von 864

Euler，Leonhard 664

Euphratgebiet 38，171

Euripides 1299

Evans，George 780

Evans，John 67

Evian 1178 f.

Exeter 507

Extremadura 305，326

Fabri，Friedrich 944

Faidherbe，Louis 916，939 f.

Fairfax，Lord Thomas 214

Falkland-Inseln 829，1066，1225，1227，1234-1236，1238

Farnese，Alexander 180

Faröerinseln 1237

Faruk Ⅰ.，König von Ägypten 1165-1167

Faschoda 962 f.

Federmann，Nikolaus 306 f.

Feisal Ⅰ.，König von Irak 1065-1067

Ferdinand Ⅵ.，König von Spanien 399，557

Ferdinand Ⅶ.，König von Spanien 588 f.，592，594，597

Ferdinand Ⅱ.，König von Aragon 88，98 f.，101，118，314，317

Fernandes，João 108

Fernando Po（Bioko），Insel 1003，1187

Ferner Osten 35，42，51，53，55，139，155，167，625，635，689，696，860，1065，1306

Ferro，Insel 74，79，89

Ferro，Marc 1315

Ferry，Jules 876，884

Feuerland 107，1232

Fez 969 f.

Fezzan 1160，1168

Fidschiinseln 484，663，666，752，759 f.，763 f.，799，897，1149 f.

Fieldhouse，David K.868，880

Fikentscher，Wolfgang 700

Filchner，Wilhelm 1233

Finnland 20，1225

Fitch，Ralph 207

Flaig，Egon 948

Flandern 78，183，349

Flinders，Matthew 672，742

Florenz 81，97，104 f.，162

Flores，Insel 139-141，815，890

Florida 107，287，302，344，433，435，437，443 f.，477，502，532，549，558，703

Floris，Pieter 210

Flynn，Dennis Owen 175

Fonseca，Juan Rodriguez de100 f.，297

Ford，Henry 890

Forestier，George 1144

Formosa（siehe auch Taiwan）154，194，648

Forster，Georg 669

Forster，Johann Reinhold 669

Fort Bridger 706

Fort Christina（Wilmington）518

Fort Coligny 413

Fort Dauphin 222，224

Fort Duquesne 548

Fort La Caroline 437

Fort Maurits 422

Fort Nassau 417

Fort Oranje（Orange）489，517

Fort Pitt（siehe auch Pittsburgh）531，548

Fort São João 139

Fort São Jorge da Mina 90

Fort St.George（siehe auch Madras）211，215，221，787

Fort St.Louis 547

Fort Vancouver 707

Fort Victoria 188

Fort William（siehe auch Calcutta）216，221，267 f.，787

Foucault，Michel 443，630，1311，1317

Foucquet，Jean-François 654

Francis，Philip 275，277

Franck，Sebastian 105

Francke，August Hermann 648

Franco，Francisco 1173，1187

Franke，Wolfgang 142

Franken 76

Frankenreich 41

Frankfurt 620

Franklin，Benjamin 483，527，533-535，548，556，572，623，701，872

Franklin，John 1227

Frankreich 63，65，77，85，180，213，218，222-226，228，252 f.，262，266，278-280，286，333，349，351 f.，355，415，425，435，439-445，450，457，460，483，487 f.，490-493，495 f.，500，505，522，546-549，555，567，576 f.，581-584，586 f.，614，617，634，645，655，659 f.，668，694，702，761-763，766，770，775，785，808 f.，813，828 f.，831，844，846，860，862，864-866，868-870，872 f.，876-878，881，883-887，889，897 f.，906，909，912-915，922，925，927 f.，931-935，938-942，949，952，955，957 f.，960 f.，963 f.，968-970，973 f.，980，983，987，990 f.，996，999，1001，1003，1006，1008 f.，1014，1016，1021，1023，1029，1034 f.，1040，1048-1051，1053，1055 f.，1059，1062-1064，1066 f.，1073，1092 f.，1095，1103 f.，1108，1114-1116，1124，1130，1141-1144，1149 f.，1152，1158-1162，1164，1166，1168-1175，1178-1180，1183 f.，1186-1189，1191 f.，1226 f.，1235，1238-1240，1261，1265，1267，1269，1272 f.，1278 f.，1301，1313 f.

Franz Ⅰ.，König von Frankreich 108 f.，436

Franz-Joseph-Land 1228

Franz Xaver 145，634 f.，643

Französisch-Äquatorialafrika（Afrique Équatoriale Française=A.E.A.）981，983，996，998，1001，1008，1010，1014，1020，1160，1185 f.

Französisch-Indochina 882，1111

Französisch-Nordamerika 487-501，549

Französisch-Schwarzafrika 1013，1021 f.，1164

Französisch-Westafrika（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A.O.F.）980 f.，983，986 f.，996 f.，1000 f.，1004，1008，1010，1012 f.，1021 f.，1026，1029 f.，1037，1160，1185

Frederik Ⅱ.，König von Dänemark und Norwegen 172

Frere，Henry Bartle 880，943

Freud，Sigmund 1308

Freyre，Gilberto 428，477

Friedrich Ⅱ. der Große，König von Preußen 232，622，657

Friedrich Wilhelm Ⅰ.，König in Preußen 232，657

Friedrich Wilhelm，（Großer）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230

Friesland 415 f.

Fritz，Samuel 425

Frobisher，Martin 438，502

Fróis，Luis 153

Frontenac，Louis de Buade de 491，496，547

Fuad Ⅰ.，König von Ägypten 1165

Fuchs，Vivian 1235

Füllberg-Stolberg，Claus 475

Fuentes，Garcia 345，348

Fuerteventura，Insel 79，89

Fugger，Oktavian Secundus 162

Fugger，Philipp Eduard 162

Fujian 48，50，143，642

Fukushima 1276

Fukuzawa Yukichi 852

Funai 134，635

Funchal 134，408

Fundy-Bai 487 f.

Furber，Holden 283 f.

Futuna 1149，1238

Fuzhou 828

Gabelentz，Georg von 649

Gabun 89，92，458，917，919，939，952，964，981-997，1014，1022，1036，1186-1188，1267，1273，1284

Gaddafi，Muammar al-1170，1172，1287

Gage，Thomas 571

Galata 47

Galicien 733

Gallagher，John 773

Galland，Antoine 629

Gallay，Alan 531

Galle 196，198

Gallien 18，43

Gallieni，Joseph Simon 885，956，970

Gallipoli 750

Galt，Alexander 720

Galvão，António 140

Gálvez，José de 558 f.

Gambia 462，771，917，920 f.，963，981，1183 f.，1284

Gandhi，Indira 1301，1307

Gandhi，Mahatma（Mohandas Karamchand）794 f.，800，1076，1078，1081-1089，1117，1120 f.，1134 f.，1153，1180

Gangesgebiet 32 f.，37，264，791，1085

Gann，Lewis H.1009

Gans，Joachim 504

Gardar 65

Garvey，Marcus Aurelius 1158

Gasca，Pedro de la 304-306，309

Gassendi，Pierre 555

Gauguin，Paul 622

Gauss，Carl Friedrich 1227

Gazastreifen 1245，1247-1250，1278

Geldern 416

Gemelli Careri，Giovanni Francesco 651

Genf 413，614，761，1144，1221，1278

Genua 47 f.，81，96，160，214，230 f.，349 f.，353

Georg Ⅱ.，K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 521

Georg Ⅲ.，K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 270，575 f.

Georg Ⅳ.，K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 629

George Ⅰ.Tupou，König von Tonga 765

Georgia 466，521，523，532，534，538，704 f.，1313

Georgian Bay 488

Georgien 690，1242 f.

Gerbillon，Jean-François 683

Germanien 18

Germantown 520

Geronimo di Santo Stefano 54 f.

Gesellschaftsinseln 669，752，761，1149

Gewürzinseln 106，137，144，189，191，198，254，343，808 f.，820

Ghadames，Oase 921

Ghana 81，90，96，458，468，615，1039，1158 f.，1162，1180 f.，1187，1189，1273，1278，1284，1287

Gibraltar 61，78，80，771，969，1237 f.

Gibson，Charles 315

Gilbert，Humphrey 502，506

Gilbertinseln（Kiribati）663，762，896，114g f.

Giolitti，Giovanni 970 f.

Giovanni da Bologna 619

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 50 f.

Giovanni da Piano Carpini 46，55

Giráldez，Arturo 175

Giscard d’Estaing，Valéry 1188

Gisenga，Antoine 1190

Gladstone，William Ewart 759，764，874，933，946

Glasenapp，Helmuth von 662

Glasgow 544，809

Gneist，Rudolph 853

Goa 120，122-125，127 f.，130，133-135，144 f.，150，154-156，158，162，166，168，183，188，196 f.，214，249，428，635，644，725，905，1136

Godeffroy，Johan Cesar Ⅵ.764

Goer，C.630

Göring，Heinrich 946

Göring，Hermann 1234

Görres，Joseph 661 f.

Göteborg 230，232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622，629，1321

Goias 426，429

Gokhale，Gopal Krishna 1079 f.

Golanhöhen 1245

Goldie，George T.941，964

Goldkastilien 297，376

Goldküste 90，416-418，456，458，461，771，812，919 f.，940，963 f.，981 f.，996，1001-1003，1007，1021 f.，1027，1031，1035 f.，1162，1164，1180

Goldsmith，Oliver 658

Golf von Akaba 40

Golf von Bengalen 779

Golf von Brunei 809

Golf von Guinea 91，410 f.

Golf von Mexiko 107，433，443

Golf von Suez 34

Golfküste 497，561，1064，1129

Golfstaaten 1272 f.

Golkonda 130，197，210 f.，224

Gómara，Francisco Lopez de 298，607 f.，618

Gombron 210

Gomera，Insel 89

Gomes，Fernão 89-91

Gomez，Estévan 109

Gong，Prinz 836

Gorbatschow，Michail 1241 f.

Gordon，Charles George 835，909，937

Gorée 458，939，1030

Gorges，Ferdinando 511，515

Goschen，George Joachim 1054

Gouda 333

Govind Singh 780

Graham-Halbinsel 1226，1232

Gran Canaria，Insel 79，82，89

Granada 80，98，295，369，377

Grant，Charles 286

Grant，James August 909

Graziani，Rodolfo 974

Greenlee，William Brooks 119

Gregor ⅩⅢ.，Papst 153，852，1294

Gregor ⅩⅤ.，Papst 640

Grenada 287，440，715，1240 f.

Gresham，Thomas 81，357

Grey，Charles 718，778

Grey，Henry George 747，755 f.

Griechenland 805，1072，1128，1201，1313

Grijalba，Juan de 107

Grimm，Friedrich Melchior 660

Griqualand West 738

Grönland 40，47，63，65-67，108，292，502，1225 f.，1228，1231-1237，1251，1260

Groningen 416

Grootfontein 1217，1222

Großbritannien（siehe auch England）24，62，179，248，271，276，278 f.，281，284，362，445，460，465，483，541-543，567 f.，571，576，586 f.，591，599，706，714，717，719，721，726，728 f.，731 f.，744，746，749-751，758 f.，762，764 f 770，772，775，777，791 f.，799 f.，803 f.，806，811，825，827，831，866-871，873-877，879，884，889，896 f.，906，908，911 f.，915，919，928，933，938，940，943，947-950.952 f.，958，961，968-970，972，974，981，999，1008-1010，1012，1014，1029，1043，1049，1055-1057，1060，1064-1068，1074 f.，1081 f.，1087，1104，1107-1109，1118，1124，1128-1131，1133，1136，1145，1147，1152，1162 f.，1165-1167，1169，1195-1198，1201，1212 f.，1226 f.，1232，1234-1236，1238-1240，1258，1260，1264 f.，1269，1273，1278-1280，1290，1298，1312

Große Seen 324，488，496，499，568，570，577，700 f.，713

Großkolumbien 594，597

Grotius，Hugo 188-190，204

Gu Yingxiang 142

Guadalajara 369，371，559

Guadalupe 382 f.，393，590，598，611

Guadeloupe 433，440，443，445，447，449-770，1238

Guam 107，716，759，1109，1122，1150，1237，1239

Guanabará 413

Guanajuato 339

Guangdong 866

Guangxi 866

Guangxu，chinesischer Kaiser 838

Guangzhou 866

Guanoinseln 760

Guantánamo 715

Guatemala 292，300 f.，306，310，318，331，369，371，376 f.，553，595，597，715，1241，1279，1291

Guayana 347，421，433，438-440，443，460，466，596，770，799，812，1239

Guayaquil 354，362，594

Guinea 84 f.，88，90 f.，94，131，156，167 f.，183，417，421 f.，444，447，460 f.，464，469，479，905，940，981，997，1003，1007，1010，1013，1021，1186-1188，1199，1287

Guinea-Bissau 85，1201，1205，1287

Guizot，François 828

Gujarat 34 f.，117，123，127 f.，130，166 f.，209，240 f.，788，1082

Gupta，Brijen Kishore 281 f.

Gustav Ⅱ.Adolf，König von Schweden 230，518

Guyana 433，440，610，1238 f.，1241

Haarlem 415

Haga，Cornelis 196

Hahl，Albert 898

Haidar Ali 275

Haidarpascha 1056

Haifa 1064，1070

Haile Selassie，Kaiser von Abessinien 481，973 f.，1160，1168

Hailey，Lord Malcolm 1180

Haileybury 276，661，792 f.

Hainan 866

Haiphong 1142

Haiti 99-102，107，109，293 f.，297，314，347，376，433，436，439，441-443，447，466，476，480，482 f.，580-586，593，595，715，1158，1239，1264

Hakluyt，Richard 206，503，506 f.，614，650

Halfpenny，John 658 f.

Halfpenny，William 658 f.

Hall，Charles Frances 1227

Halle 229，648，657

Hallerstein，Albrecht von 642

Hailey，Edmond 664

Halmahera 138

Hamburg 173，207，228，232，349，470，649，764，945，947-970，1021

Hamilton，Earl J.348，616

Hammerskjöld，Dag 1190

Hanau 203

Hangzhou 51 f.

Hanoi 883-885，1093 f.，1106，1141，1144

Hanotaux，Gabriel 876，955，961

Harar 129，909

Harbin 860，866

Harding，Leonhard 980

Hariharpur 211

Hariot，Thomas 504

Harley，Robert 447

Harmand，Jules 990 f.

Harnischfeger，Johannes 1039

Harrington，James 519

Harris，John 650

Harris，William Wade 1040

Harrison，John 664 f.

Hart，Robert 829

Hartlieb，Johann 32

Harvard 513，525，1158

Harvard，John 513

Hassan Ⅱ.，König von Marokko 1172

Hastings，Warren 122，273-276，280，284 f.，287

Hatta，Mohammed 1091 f.，1138，1140

Hausaland 916，920

Havanna 296，344，346，362，437，445，466，470，556，558，715

Hawaii 484，663，670，715 f.，752，760-762，765 f.，844，898 f.，1297

Hawkins，John 437 f.

Hawkins，Richard 149

Hawkins，William 209

Headley，John M.150

Heard Islands 1238

Hebron 1245

Hedschas 1055，1062-1064，1066-1068，1072

Heere，Lucas de 619

Heffer，Jean 715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580，622，630，662

Heilbronn 518

Heinrich Ⅶ.，König von England 107

Heinrich Ⅷ.，König von England 501

Heinrich Ⅱ.，König von Frankreich 413，619

Heinrich Ⅳ.，König von Frankreich 222，228

Heinrich Ⅳ.，König von Kastilien 87 f.

Heinrich der Seefahrer 76 f.，80，83-86，89 f.，96，113，131，155，634

Helgoland 958

Helluland 66

Helvetius，Claude Adrien 660

Hennig，Richard 37，84

Henrique，Dom 84，93

Herder，Johann Gottfried 631，661

Herjulfsson，Bjarni 66

Herodot von Halikarnassos 32，50，81，312，407，909

Herriot，Édouard 991

Hertford 661

Hertzog，James B.M.1206-1208

Herwart，Christoph 307

Herwarth，Hans Georg 619

Herzl，Theodor 1059

Hesse，Hermann 1307

Hessen 470

Heurnius，Justus 648

Heyn，Piet 346，416，420

Hicks，William 936

Hidalgo y Costilla，Miguel 590

Hideyoschi Toyotomi 144，146，151

Hieronymus，Sophronius Eusebius 38 f.，49

Hierro，Insel 74，89

Hilferding，Rudolf 879

Hillary，Edmund 1235

Hindukusch 33，627

Hirado 151 f.，189，210

Hiroshima 1117

Hirsch，Maurice de 1056

Hispaniola，Insel 329，433，581

Hitler，Adolf 18，974，1070，1095，1166，1174，1181，1208

Hizen 842 f.，847

Ho Chi Minh（Nguyen Sinh Cung，Nguyen Ai Quoc）1094，1107，1115，1141 f.

Hobbes，Thomas 621

Hobson，William 754 f.，875 f.，879，929

Hochperu 361，376，553，555，591，593-595

Höllmann，Thomas 682

Hofmann，Michael 630

Hogendorp，Dirk van 279

Hohermut，Georg 307

Hojeda，Alonso de 104

Hokkaido 843

Holbach，Paul Henri Thiry d’660

Holland（siehe auch Niederlande）179 f.，184 f.，204，279，420，808

Honduras 101，300，315，376，597，715，1292

Hong Xiuquan 834 f.

Hong Ren’gan 835

Hongkong 716，826，828 f.，835，866，883，892 f.，1094，1107，1109，1147 f.，1270，1272

Honolulu 760

Honour，Hugh 622

Hoorn 180，185，416

Hopkins，Anthony G.773，875

Hormuz 47，56，121，124，128 f.，133，167，171 f.，196，，212，244，250

Houphouet-Boigny，Félix 1184-1187

Houston，Sam 707

Houtman，Cornelis de 184

Hsü，Immanuel Chung-yueh 683

Huancavelica 340

Huascar 303

Huayna Capac 324

Hudson，Henry 487，489，502，517

Hudsongebiet 420，487-489，496，502，546 f.，577

Hünkar Iskelesi 780，1049

Hugli 211，224

Hugo，Victor 1308

Humboldt，Alexander von 48，553，555，557，622，1227

Hume，Alexander 231

Hume，Allan Octavian 1077

Hunan 836

Hurgronje，Christian Snouk 812，891，1090

Hussein，Saddam 1320

Hussein ibn Ali，König des Hedschas 1062-1065，1067 f.

Hutchinson，Anne 514

Hutchinson，Thomas 574

Hutten，Philipp von 307

Hyderabad 264-266，278，775，788，1135

Ibadan 1023

Iberische Halbinsel 63，65，8o，91，98，179，350

Ibn Battuta，Abu Abdullah Muhammad 56

Ibn Saud，Abd al-Aziz，König Saudi-Arabiens 1062，1067 f.

Iboland 920

Ibrahim Pascha 1048

Idris，Sayyid 1170

Ieyasu Tokugawa 144，151

Ifni 1172

Ile Royale（Cape Breton Island）547

Ile Staint-Jean（siehe auch Prince-Edward-Island）547

Iliffe，John 905

Illinois 498，547，702，709，1039

Independence 706

Indiana 702

Indien 23，31-39，41-44，47，49，52，54 f.，69，77，84，92-94，96，99，101，103，106 f.，113-116，118，120-135，137，145 f.，156-164，166，168，171-173，175，183 f.，189，192，194 f.，197，199-201，204，206-215，217-222，224，226，228-232，238，240，243-245，247-254，257，262-266，268 f.，271，273，275-287，332，337，343，355，417，458，470，603，607，615，625，627-629，631，633，637，639 f.，643 f.，646，649，651，653，655，660-662，666，677，692，716，726，728，737，740，746，769-771，774-807，809，812 f.，825，874，880，885，887，890，895，907，933 f.，936 f.，947，1010，1019，1031，1048-1050，1057，1063，1066，1068，1072-1074，1076-1089，1092，1100，1108 f.，1117-1121，1131-1136，1139，1153，1160，1162，1208，1213，1236，1258 f.，1263 f.，1270-1273，1276，1278 f.，1281，1283，1288，1290，1292 f.，1295-1298，1300，1302 f.，1305-1307，1311-1313，1318

- Hinterindien 35，37，43，54-56，101，154，627，646，889，1106

- Nordindien 43 f.，54，279，690，795，1283

- Nordwestindien 33，37，195

- Ostindien 71，91，107，180，182 f.，187，200，207 f.，218，220，226，230，232 f.，252，413，420，438，448，607，609，650，664

- Südindien（Dekkan）43，127 f.，163，209，216，264 f.，273，648，775，791，1131

- Südostindien 266

- Vorderindien 35，55，84，92，94，130，136 f.，154，162，189，196 f.，199，202，206，208，211，223，253，257 f.，262，282，631 f.，635，645 f.，769 f.，816，822，1107

- Westindien 203，230，252，312，314，346 f.，354 f.，433，436-440，445-452，460，466，469-472，480，496，499，502，507，511，517，523，532，540-544，546 f.，553，560，568 f.，578，584，596，609 f.，617，717，770，776，1233

- Zentralindien 280，776，784，798，1131

Indischer Ozean 28，34，37，39，48 f.，56，73，115-117，120，123，125 f.，130，136，156，159，167，171 f.，174，182，184，197，227，244，442，457 f.，625，644，769-771，799，924，1131，1145，1147 f.，1238，1260

Indochina 151，337，637，645，785，873，881 f.，885-887，889，938，1092-1095，1106-1111，1114-1116，1141，1143-1145，1147，1170 f.，1176，1186

Indonesien 55 f.，136-139，151，154，191，194，，239，250，260，280，331，337，603，625，651，770，808 f.，812-815，817，819 f.，822，885，890-892，987，1089-1092，1095，1106-1108，1110 f.，1113，1116，1138-1140，1147，1152 f.，1264，1270，1272 f.，1283，1289，1298，1301

Indusgebiet 31 f.，34 f.，37 f.，117，133，279，769，780

Inguschetien 1242

Innerasien 35，43 f.，47 f.，205，627，684

Insel des wahren Kreuzes 104

Iowa 710

Irak 44，47，970，1056 f.，1063 f.，1066-1068，1117，1123 f.，1128-1130，1279

Iran（siehe auch Persien）24，33，35 f.，44，123 f.，126 f.，169，244，264，693 f.，780，1065，1068，1117，1124，1130，1153，1243，1268，1279 f.，1287

Irkutsk 681，689

Irland 20，333，505 f.，516，541，569，572，577，717，874，1074 f.

Irwin，Edward Wood，Lord 1086 f.

Isabel，Doña 301，308

Isabella Ⅰ.，Königin von Kastilien 88，98 f.，101，118

Island 40，63，65 f.，1236 f.

Ismael，Khedive von Ägypten 909 f.，934

Ismail Ⅰ.，Schah von Persien 123 f.

Israel 28，422，576，612，628，709，1059，1126-1128，1166，1171，1179，1191，1207，1244-1251，1255，1268，1278-1280，1288，1291，1294

Israel，Jonathan Ⅰ.415 f.

Istanbul（siehe auch Konstan-tinopel）47 f.，196，907 f.，914，972，1049，1051，1056，1060-1063，1071 f.

Italien 47，153，179，190，207，331，349-351，369，608，613 f.，640，658，733，805，844，869，881，915，928，932，934，937，959 f.，970，973，980，985，1002，1008 f.，1062，1064，1072，1099，1109，1117，1168，1273，1279

Ito Hirobumi 854

Iwan Ⅲ.，Großfürst von Moskau 54

Iwan Ⅳ.，Zar 680

Jaca，Francisco José de 453

Jacarta（siehe auch Djakarta）190 f.

Jackson，Andrew 703 f.

Jackson，Robert H.400

Jaffa 1125 f.

Jaffnapatam 197 f.

Jahangir，Mogulkaiser 209，640

Jakob Ⅰ.，König von England 212，333，504 f.，507

Jakob Ⅱ.，König von England（Herzog von York） 517-521，573

Jakutsk 681

Jamaica 100 f.，296，327，347，423，433，440-443，445，447-449，452，466，475-477，481，581，589，668，905，925，1240

Jambi 891

Jameson，Leander 955

Jamestown（Jamesfort）507-509

Jamshedpur 802

Jansen，Cornelius 643

Japan 22，24，26，44，49，56，97，99，126，130，134，136，141，143-146，150-154，159，168 f.，172，184，189，194，199，203，236 f.，244，249 f.，331，355，381，603，625，629，631-633，635-639，645，647 f.，651，666，671，677，694，766，801 f.，804，812，822，836-855，859-862，864，866，868 f.，885，887，899，974，1065 f.，1095，1099-1104，1106-1118，1122，1142，1153，1235，1255，1258，1260，1268 f.，1275，1277 f.；1283，1294，1304，1311

Japanisches Meer 697

Jardine，William 827

Jarvis Island 1239

Jauréguiberry，Jean Bernard 940-942

Java 54，56，137，139，184，191，198，201，208，224，245 f.，249，251，258-262，279 f.，484，631，677，770，808-811，813-816，818，1111 f.，1138 f.，1153

-　Nordostjava 198

-　Ostjava 210

-　Südjava 810

-　Westjava 183 f.

Jefferson，Thomas 453，576，700-702，712

Jehol（Hebei）1102

Jekaterinburg（Swerdlowsk）689

Jemen 195，245，1129，1166

Jenisseisk 681

Jenkins，Robert 445

Jensen，Merrill 509 f.

Jericho 1247

Jerusalem 39，42-44，1040，1051，1057，1065，1068，1070，1124 f.，1127，1245 f.，1250

Jesus Christus 102，378，393，654 f.，709，834，1040，1294，1305，1308

Jhansi 782，1301

Jiaozhou（siehe auch Qingdao）860，865

Jinnah，Muhammad Ali 1080，1086，1119 f.，1131-1134

Joachim von Fiore 100

Jogjakarta 260，810，1138 f.

Johann Ⅰ.，König von Portugal 77

Johann Ⅱ.der Strenge，König von Portugal 73，77，91-97，100，103，155

Johann Ⅲ.，König von Portugal 139，405，407

Johann Ⅳ.，König von Portugal 417

Johann Ⅵ.，König von Portugal 587

Johann Moritz von Nassau-Siegen 417-419，619

Johanna die Wahnsinnige 88

Johannes Ⅳ.，Kaiser von Äthiopien 910 f.，959

Johannes，Priesterkönig 31，43 f.，46，117

Johannesburg 738 f.，1024，1214

Johnson，Lyndon B.1144

Johnson，Samuel 567，621，659，668

Johnston，Harry 954

Johnston-Atoll 1239

Johnstone，Familie 287

Johore 137，190，808，887，889

Jolliet，Louis 496，498

Jolo 820 f.

Jones，David 927

Jones，William 274，277，661，790

Jonische Inseln 771

Jordan，Dominikaner 43

Jordanien 1127，1129，1153，1245，1249

Joseph Ⅱ.，Kaiser 232，658

Joseph Ⅰ.，König von Portugal 564

Joseph Ⅰ.Bonaparte，König von Spanien 588

Jugoslawien 20，1179，1279

Jungferninseln（Virgin Islands）715，1238 f.

Justinian，Kaiser 40

Kabardino-Balkar ien 1242

Kabul 781

Kabultal 32

Kabylei 912，1175，1177

Kaempfer，Engelbert 153，203 f.，651

Kaffa 48，80

Kagoshima 842，846

Kairo 94，116 f.，909，936 f.，954，958，961-963，973，1023，1030，1060，1064，1067，1090，1165，1167，1170 f.，1177，1273

Kalifornien 24，148，291，302，365，394，438，686，701，706-709，713，726，843

Kalimantan（siehe auch Nordborneo）809，1147

Kallisthenes von Olynth 32

Kambodscha 881，883，885 f.，1107，1116，1142，1144

Kamehameha Ⅰ.，König von Hawaii 765

Kamerun 78，458，922，948 f.，964，967，970，972 f.，981，999，1001，1008，1010，1014，1020-1022，1035 f.，1160，1163，1187 f.，1273，1289

- Nordkamerun 916，920

- Südkamerun 952

Kampala 1024

Kamtschatka 666，671，681

Kanada 25，445，488，490-501，504，517，546，548，578，614，617，686，700，707，716-722，725，747，750，770，1074 f.，1225 f.，1228，1233-1235，1238，1273

Kanagawa 844

Kanalinseln 1074，1238

Kanarische Inseln 74，78 f.，83，85 f.，88 f.，97，99，590，1237，1239

Kandy 195-197

Kang Youwei 838，1294

Kangxi，chinesischer Kaiser 641 f.，651，681-684

Kano 921，987，1023

Kant，Immanuel 606，1310

Kanton 141-143，154，199，227，246-249，283，637，660，826-828，864

Kap Agulhas 114

Kap Blanco 85

Kap Bojador 79，83 f.，86

Kap Delgado 168，905

Kap der Guten Hoffnung 93，98，101，156，185，607，734，821，954，958，963，973

Kap Hoorn 183，374，438，671，1226

Kap Juby 83

Kap Santa Catarina 89

Kap Santa Maria 92

Kap Verde 916

Kap-York-Halbinsel 149

Kapkolonie 735-740，946，967

Kapland 113 f.，122，279 f.，734，737 f.，770 f.，905，943，954，1216

Kapprovinz 741，943，1207

Kapstadt 195，199，725，1013，1021

Kapverdische Inseln 85，95，102 f.，114，331，422，1205

Karakorum 46 f.

Karatschi（Karachi）788，1134

Kardec，Allan（H.L.D.Rivail）481，1308

Karibik（siehe auch Indien，Westindien）287，327，344，354，374，384，420 f.，423，433-436，441 f.，444-446，448，450，454，459 f.，464，466 f.，472-475，477 f.，480-482，484，495，537，544，549，581，599，714.918，1238 f.，1257，1265，1272 f.，1318

Karikal 227

Karl der Große，Kaiser 18

Karl Ⅴ.，Kaiser 18，106-109，139，179，295，297，306，312，317，319，326，436，607，617 f.

Karl Ⅵ.，Kaiser 231 f.

Karl Ⅰ.，König von England 211，214，490，515 f.，575

Karl Ⅱ.，König von England 214，217，420，441，516-519

Karl Ⅴ.der Weise，König von Frankreich 55

Karl Ⅹ.，König von Frankreich 912

Karl Ⅻ.，König von Schweden 230

Karl Ⅲ.，König von Spanien 557 f.

Karl Ⅳ.，König von Spanien 563，587

Karolinen 148，759，898

Karthago 1035 f.

Kasachstan 690，1242，1244

Kasan 54，678，680，1244

Kasanje 458，462

Kasavubu，Joseph 1188-1191

Kaschmir 780 f.，1134

Kasimbazar 227

Kaspisches Meer 244，678，690，780，1243

Kastilien 20，23，77，79 f.，82 f.，85，87 f.，98，102，169，326，340，352，368，373，611

Kastner，Caspar 642

Kat Angelino，Arnold D.De 874

Katanga 1007，1023，1040，1189 f.

Katar 1129，1273

Katharina von Braganza 214，420

Kathmandu 280

Kattigara 37

Kaukasien 25，687，690 f.，1242 f.

Kaukasus 687，691，780，1063，1242 f.

Kaunda，Kenneth 1196

Kayamkulam 197

Kedah 889

Keeling Islands 1238

Keen，Benjamin 620

Kelantan 889

Kelley，James 443

Kempe，Michael 435

Kenia 114，871，922，947，958，960，981，986，997，1000，1002，1010，1018 f.，1023，1031 f.，1036，1038，1151，1162，1192，1194，1205，1273，1284，1286，1289

-　Nordkenia 1169

-　Südkenia 923

Kennedy，John F.715，1140，1201

Kensington 67

Kenyatta，Jomo 1164，1194 f.，1204，1285

Kephalonia 225

Kepler，Johannes 641

Kerala 778

Ketteler，Clemens von 838

Khair al-Din 915，932

Khanbalik（siehe auch Peking）47，50

Khartum 835，937，1032，1167

Kidd，William 442

Kiew 41

Kilimandscharogebiet 1001

Kilwa 120 f.，126，922

Kim Jong Un 1320

Kimbangu，Simon 1040，1308

Kimberley 738

Kingman Reef 1239

Kingston 466，475

Kinsay 49

Kinshasa（siehe auch Leopoldville）942，1032，1190，1199，1273

Kipling，Rudyard 785

Kircher，Athanasius 652 f.

Kirgistan 1242

Kirkuk 1067，1130

Kisangani 942，1190

Kisantu 1032

Kitchener，Herbert 961 f.

Kjachta 684

Klein，Herbert S.558

Klein，Naomi 1262

Kleist，Heinrich von 580

Kleopatra Ⅶ.，Königin von Ägypten 34

Koch，Robert 1296

Kögler，Ignaz 642

König，Hans J.597

Königsberg 76

Kokand 692 f.

Kokosinseln 1148

Kolhapur 35

Kolumbien 291 f.，296，306，339，344，363，376，438，453，554，559，589，593-595，597，714，1283

Kondratieff，Nikolai 355，1267

Konetzke，Richard 103，294，318-321，559

Konfuzius 636-640，642，653，655，657，660，682 f.，826，832，836-838，840，853，1094，1101，1288，1294，1300，1304，1306，1308 f.

Kongo 92 f.，412，458，462，928，949 f.，952，958，961，963-965，967 f.，970-972，981，984，986，995 f.，998 f.，1001，1007，1010，1012-1014，1018，1020，1022，1026-1028，1033，1036，1039 f.，1161，1164，1187-1190，1192，1195，1199，1203，1265，1267，1273，1284，1291，1308

Kongogebiet 332，412，458，905，920，922，924，930，941 f.，948-950，964 f.，1200

Konstantinopel（siehe auch Istanbul）41，47，54，86，1049，1051

Konya 1056

Kopenhagen 228 f.，469，1236

Kordofan 937

Korea 152，625，671，839，859-862，1112，1143，1162，1260

- Nordkorea 1270，1278

- Südkorea 1270-1273，1278

Koromandelküste 194，197 f.，203，215，229，236，240-242，250，275

Kosmas der Indienschiffer 39，43

Krasnojarsk 689

Krefeld 520

Kreta 48

Krim 48，53，80，680，686-688，691 f.，697，715，763，1051，1053

Kroatien 20，46，576

Krüger，Paulus 740

Kuala Lumpur 1145

Kuba 99-101，107，296 f.，301，310，327，332，339，344，349，376，416，433，435，443，445，447 f.，452 f.，458-460，463，465-467，480，483 f.，560，595，714 f.，770，893，1200 f.，1204，1221，1239 f.，1286，1292

Kubilai Khan 45，47-50，56

Kühn，Eusebius 394

Küjük，Großkhan 46

Kütschük Kainardschi 1047

Kufra-Oasen 921

Kuitenbrouwer，Maarten 813

Kumasi 918

Kunming 1106，1115

Kurdistan 1064，1072，1124

Kurilen，Inselkette 843 f.，861

Kurland 434

Kut-el-Amara 1063

Kuwait 1057，1129 f.

KwaZulu 1211，1214

Kyoto 840，842，846

Kyushu，Insel 144，151 f.，331，842

La Coruña 139

La Marsa 933

La Mothe Le Vayer，François de 654

La Palma 89

La-Plata-Gebiet 169，307，347，357，363，378，394，398，424，553，559，588，590-592，1226

La Rábida 98

La Rochelle 470

La Salle，Robert Cevalier de 496 f.

Laborde，Jean 927，938

Labrador 66，108，292，502，721

Labuan，Insel 809

Lafayette，Marie-Joseph Motier，Marquis de 623

Lafitau，Joseph François 498 f.，612，621，672

Lagos 85，155，458，479，917，919，940 f.，982，1010，1015，1024，1273

Lahore 264，781，787，1119

Lakshmibai（Rani von Jhansi）1301

Laktanz 613

Lally，Thomas Arthur，Comte de 266

Lamartine，Alphonse de 580

Lambarene 1022

Lancashire 800 f.，920

Lander，John 920

Lander，Richard 920

Landström，Björn 181

Langer，Erick 400

L’Anse-aux-Meadows 66

Lanzarote，Insel 79，89

Laos 881，884-886，1107，1116，1142-1144

Laotse 1308

Las Casas，Bartolomé de 297，305，314，316-320，322，366，373，499，621，873

Lateinamerika 25，145，147，293，308 f.，328 f.，356，359，362，419，453，483，559，563 f.，566，580，592，596 f.，599，622-624，699，713-715，728，731-733，773，800，822，878，893，918，941，999，1239，1260，1262 f.，1268，1271-1274，1277，1281 f.，1286，1290-1292，1312 f.

Laudonnière，René Goulaine de 437

Lausanne 970，1072，1075

Laval，François de 490 f.

Lavigerie，Charles Martial 947 f.，1036

Lavradio，Luís de Almeida Silva Mascarenhas，Marquis von 565

Law，John 226，355，497

Lawrence，David Herbert 622

Lawrence，Thomas Edward 1065

Le Clerc，François 436

Le Cour Grandmaison，Olivier 877

Le Gentil，La Barbinais 660

Le Havre 470

Leakey，Richard 1289

Leclerc，Charles Victoire Emmanuel 584 f.

Leclerc du Tremblay，Joseph 646

Lee Kuan Yew 1146 f.

Leedes，William 207

Legazpi，Miguel Lopez de 146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555，650，655-657，1311

Leiden 415，419，509，648，892

Leisler，Jacob 521

Lemgo 153，651

Lenin，Wladimir Iljitsch 879，1092 f.，1158，1290

León 368 f.

León Pinelo，Antonio de 368

Leon-Portilla，Miguel 294

Leopold Ⅱ.，König der Belgier 941 f.，947，949 f.，952 f.，958，961，968，996

Leopoldville（siehe auch Kinshasa）942，1032

Lepanto 171，617

Leroy-Beaulieu，Paul 883

Léry，Jean de 614

Lescarbot，Marc 490，499，614

Lesotho（Basutoland）736，739，1036，1212

Lesseps，Ferdinand de 908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630

Lessius，Leonhard 652

Lettow-Vorbeck，Paul von 972

Leutwein，Theodor Gotthilf 957

Levante 169，171，236，245

Lever，William 1001

Lewis，Meriwether 706

Lexington 571

Lhasa 51，1258

Li Hongzhang 836 f.

Li Zemin 56

Liang Qichao 838

Liaodong 860-862，866

Liaqat Ali Khan 1133

Libanon 1051，1060，1066 f.，1123 f.，1130，1171，1249

Liberia 90，458，918 f.，948，975-1184，1290

Libreville 919，997

Libyen 37，970，972-974，985，1002，1160，1166，1168-1170，1188，1287，1301

Liebknecht，Wilhelm 944

Liebstadt 419

Lima 303 f.，307 f.，340，342，359，363 f.，369 f.，375，378 f.，381，383 f.，438，555 f.，594

Lincoln，Abraham 586

Linebaugh，Peter 443

Linggadjati 1138

Linlithgow，Victor Alexander John Hope，Marquess of 1119 f.

Linn，Brian McAllister 716

Linné，Carl von 604

Linow，Klaus 789

Linschoten，Jan Huyghen van 183，207

Lipsius，Justus 623

Lissabon 85，87，89-91，93 f.，100，113，116，122，129，134，155 f.，158，160-166，169-174，406，408，413，420，428 f.，470，564，596，905

Liverpool 465，469 f.，616，1021

Livingstone，David 770，907，924 f.

Livingstonia 943

Livius 131，305

Livorno 232

Lloyd George，David 1064

Loango 458 f.

Lobengula，König der Ndebele 954

Lobi 81

Locke，John 453，482，505，519，555，572，621

Lockhart，James 389 f.

Lomann，Kaspar 340

Lomé 1010

Lomellini，Leonardo 301

London 23，206 f.，212-214，218-220，228，245，262，271，283，426，437，442，470，501 f.，507，509，517，522 f.，527，538，568，572，661，664，738 f.，743 f.，746-748，750，754，757，759，761-763，765，780 f.，787 f.，790 f.，805 f.，808，827，848，866，888 f.，896，933，936，938 f.，947-949，954，958，961 f.，964，967，988，1015，1021，1049，1053，1061，1068，1071，1082 f.，1086 f.，1100，1106，1108，1121，1125，1132 f.，1136 f.，1146，1158，1160，1180，1193，1195 f.，1236，1273

Long Island 517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 67

Longobardi，Niccolo 639

Lopes，Tomé 119

Lorient 227

Los Angeles 1273

Los Cobos，Francisco de 300，307

Louis Philippe Ⅰ.，König der Franzosen 1227

Louisbourg 547 f.

Louisiana 494，496-499，532，548 f.，702 f.，706 f.

Lourenço Marques（Maputo）458，953

Low，Donald A.797

Luanda 412 f.，417 f.，458 f.，905，924，1010，1199，1204

Lucknow 264

Ludwig Ⅸ.der Heilige，König von Frankreich 46

Ludwig ⅩⅣ.，König von Frankreich 224 f.，491，496，500，546，614，617，646，881，927

Lübeck 173

Lüderitz，Adolph 946

Lüderitzbucht 1010

Lugard，Flora Shaw，Lady 987

Lugard，Frederick，Lord 880，964，987-989，999

Lukian 612

Lukrez 654

Lumumba，Patrice 1189-1191

Lusaka 1197

Luther，Martin 203，517，526，528，633，648 f.，815，1057

Luthuli，Albert 1213

Luxemburg 1267

Luxemburg，Rosa 879

Luzon，Insel 146，820，893，1115，1122

Lwow 651

Lyautey，Hubert 885，970，1172

Lyon 108，223，883

Mac Arthur，Douglas 1096，1115 f.，1122

Macao 134，143，145 f.，150-154，162，188，191，193，196，246，249，635，637，826，1148

Macartney，Lord George 827

Machel，Samora 1202

Macldnnon，William 947

Macmillan，Harold 1196

Macquarie，Lachlan 743

Mactan 107

Madagaskar 49，114，214，220，222-224，226 f.，230，904，925-927，938，955 f.，1001，1035 f.，1160，1172，1176，1184，1187，1284，1287

Madeira 79，82，89，91，96，408，410，1239

Madison，James 579

Madiun 1139

Madras（Chennai）39，197，211，215 f.，221，224，231，242，251，264-266，268，273，275，277，777，782，787，790，796，799，1088，1283

Madraspatam 211

Madrid 213 f.，378，392，424，555，968 f.，1187

Madura 259 f.，264，640，813 f.

Maetsuyker，Johan 197

Magdala 910，918

Magellan，Ferdinand 76，106-108，131，138 f.，667

Magellanstraße 183，185，307

Maghreb（siehe auch Nordafrika）457，980，1008，1010，1019，1170

Mahan，Alfred Thayer 879

Maharashtra 35

Mahé 227

Mahé de la Bourdonnais，Bertrand François 265

Mahmud Ⅱ.，Sultan des Osmanischen Reichs 1048 f.，1051 f.

Mailand 161，614

Mailapur 134

Maine 109，507，509，511，515，518，520，538

Majapahit 137 f.

Makarios Ⅲ.，Erzhischof 1128

Makassar 193，198，，229，240

Makoko 942

Malabar 39，115，166，196，198，239

Malabarküste 35，39，56，94，115，130，134，140，163，189，197 f.，211，215，227，239，275，278

Malaiische Inseln 123，137，195，，280，771，809，884，887，889 f.，1145 f.

Malan，Daniel François 1208 f.

Malaspina，Alejandro 671

Malawi 952，954 f.，1196 f.，1281

Malawiseegebiet 922，925，943，950

Malaya 184，279 f.，785，799，805，808 f.，812，887-890，1106 f.，1109-1111，1113，1116 f.，1145-1147，115，1162，1301

Malaysia 1146 f.，1270，1272，1283

Malebranche，Nicolas 654 f.

Malediven 1148

Malembo 458 f.

Malestroit，Jean de 351

Mali 82，1022，1187，1287

Malindi 57，114，116，126，132

Malintzin，Dona Marina（Malinche）298，300 f.

Mallorca 55，76，79，81

Malocello，Lancelotto 78

Malta 771，1128，1130

Manchester 921 f.，1164，1208，1273

Mandalay 1106

Mandela，Nelson 1208，1213，1216，1285

Mandeville，John 49，55，92

Mandschurei 682 f.，860-862，866，1100-1103，1107，1110，1117，1143

Mangan，James A.1303

Manhattan 489，517

Manila 140，146-148，150 f.，153-155，169，175，191，236，251，343，353 f.，358 f，363，370 f.，375-381，445，636，646，666，668，716，725，759，820 f.，827，892 f.，1106，1116

Manitoba 721 f.

Manlich，Christoph 162

Manning，Patrick 584

Mansa Mussa，König von Mali 82

Mansergh，Nicholas 759，1075

Mansur，Mulai Achmed el-91

Manuel Ⅰ.，König von Portugal 84，95，104，113，116，123，125 f.，141，160，408

Mao Zedong 1104，1146，1300

Maracaibo 307

Maranhão 408 f.，417，420，429，565

Marcgraf，Georg 419

Marchand，Jean-Baptiste 962

Marcos，Ferdinand 1291 f.

Margarida 407

Margarita，Insel 439，560

Maria Theresia，Kaiserin 232

Marianen 663，759，898，1150

Marichal，Carlos 558

Marie de l’Incarnation 49

Marie Galante 439

Marignolli，Giovanni de 51

Markham，Clements 1231

Markland 66

Marokko 61，78，80，82 f.，89，91，94，125 f.，678，911，915，921，939，968-970，972，983 f.，1018，1141，1157，1160，1164，1172 f.，1187，1239，1273，1286 f.，1301

Marques，Joao Martins de Silva 119

Marquesas-Inseln 149，1149

Marquette，Jacques 496，498

Marrakesch 1172

Marseille 81，171，245，912，921，1013，1021

Marshall，George C.820，1139

Marshall，John 705

Marshall，Peter J.263，283，287

Marshallinseln 896，1150

Martaban 781

Martha’s Vineyard 529

Martin，François 224

Martini，Martin 651 f.，654

Martinique 433，440，443，445，447，449 f.，466，770，1158，1238

Martins，Fernão 97

Martyr，Petrus 297，613

Marx，Christoph 980

Marx，Karl 234，353，607 f.，662，800，829，879

Maryland 462，515 f.，518，521，523，537 f.，540

Masasi 1038

Maskelyne，Nevil 664

Mason，John 511，515

Massachusetts 324，510，513-517，520 f.，523，529，532，538，545，570 f.，574，578

Massaua 128，908 f.，911，937，958 f.

Masselman，George 184

Masulipatam 189，210 f.，224，227，266

Matabeleland 925，943

Matamba 458，462

Matanzas 416

Mataram 258-260，810

Matera，Marc 1026

Mather，Cotton 525

Mato Grosso 426，429

Mauretanien 980 f.，1172 f，，1187

Mauritius（Ile de France）227，265，278，280，484，666，771，799，1148

Mauro，Frédéric 355，410

Maury，Matthew F.1231

Mawson，Douglas 1233

Maximilian Ⅰ.，Kaiser 619

May，Karl 49，621

Mayer，Johann Tobias 664

Mayhew，Familie 528 f.

Mayotte 1187，1238

Mayr，Joseph Dominicus 395

Mazedonien 1061

Mazzini，Giuseppe 1237

Mbanza Congo（São Salvador）93

M’Boya，Tom 1194 f.

McCusker，John 447

McDonald Islands 1238

McKinley，William 892，898

McMahon，Henry 1063

McLoughlin，John 707

McLuhan，Marshall 1261

Meckel，Jacob 849

Medina 34，41，1055

Meerut 783

Megasthenes 32

Mehmed Ⅱ.，Sultan des Osmanischen Reichs 1050

Mehmed Ⅴ.，Sultan des Osmanischen Reichs 972，1061

Mekka 55，57，115-119，627，629，809，812，819，916，1023，1062 f.，1090

Mekonggebiet 883 f.，886

Melaka（Malakka）35，37，47，56，117，120，123 f.，130，134，137-139，141，145，154，162，167，172，188，191，196，198，236，240，251，258，279，635，771，809，1145

Melanesien 149，663，666-669，672，896 f.，1150

Melbourne 747，749 f.，1232

Melilla 1172，1239，1261

Melouza 1175

Menander，König in Nordwestindien 33

Menard，Russell R.447

Mencius 639

Mendaña de Neira，Alvaro de 149，666

Mendès France，Pierre 1144，1171 f.

Mendoza，Antonio de 305，369

Mendoza，Juan Gonzalez de 153，649

Mendoza，Pedro de 307 f.

Mendoza，Vizekonig 302

Menelik Ⅱ.，Kaiser von Äthiopien 910 f.，959 f.

Menzel，Ulrich 1270

Mercado，Tomás de 351

Merklein，Johann Jakob 231

Mesopotamien 128，171，1057，1065-1067

Messali Hadsch，Ahmed Ben 1174 f.

Messina 589

Metacom（König Philipp）532

Methwold，William 211

Mexiko 25，107，139，148，150，175，292，294-297，300-302，305，307，310，315，317，319 f.，322，326 f.；329，331，337，339 f.，342-344，354 f.，357-365，367，369-371，373-376，378-381，383 f.，386-388，390-394，413，433，448，479 f.，490，553 f.，556，559，588，590，593，595，597 f.，608，611，613，619 f.，671，700，703，706-710，714，820 f.，1279

Mexiko-Stadt 359，363 f.，381-383，554，558 f.，590

Michigan 702

Michoacán 392

Middelburg 185 f.，213，416，470

Middendorf，Alexander Theodor von 696

Midhat Pascha，Ahmed 1052 f.

Midlands 827

Midwayinseln 760，1150，1239

Mikronesien 148，663，666，672，762，1150

Milner，Alfred 740，880，966 f.

Mill，James 770，777

Miller，Heinrich 527

Minas Gerais（Mariana）408，410，422 f.，425 f.，429

Mindanao，Insel 147，820，894

Minnesota 67

Minto，Gilbert Elliot，Earl of 279，286，1079 f.

Miquelon，Insel 549，1238

Mirambo 923

Miranda，Francisco de 586-589

Mississippi（Bundesstaat）701，703，706

Mississippigebiet 443 f.，496 f.，570，577，701，705 f.

Missouri 67，496，701，706，709 f.

Mito 843 f.

Mittelasien 692，695 f.，699，785，1242

Mittelmeergebiet 18，31，33，36 f.，41 f.，47，54，63，67 f.，71，79 f.，171，182，236，331，353，505，540，625-627，699，771，903，970，973，1125，1129

Mitterrand，François 1175，1185

Mittlerer Osten 1123

Mobile 497

Mobutu，Joseph-Désiré 1189-1191，1200，1204，1291，1320

Moctezuma Ⅱ.297，300 f.，308 f.

Modyford，Thomas 441

Mogadischu 56

Mohammad Reza Pahlavi 1124，1287

Mohammed，Prophet 41，50，132，812

Mohammed Ⅴ.，König von Marokko 1164，1172

Mohammed abd el Wahhab 1062

Mohammed Abduh 1061

Moira，Francis Rawdon，Earl of 280

Moirans，Epifanio de 453

Mokka 196，198，227，244-246

Mokone，Mangena M.1039

Mollet，Guy 1176

Moltke，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849，1052

Molukken 55，107，130，138-140，146，172，184，190 f.，193，198，206，208，，240，249，258，279，302，343，635

Mombasa 114，121，168，905，957-1010

Monastir 1170

Mondlane，Eduardo 1199 f.，1202

Mongkut，König von Siam 885

Mongolei 45 f.，684，1101，1104

Moniot，Henri 1008

Monroe，James 596，714 f.，896，918

Monrovia 918

Montagu，Edwin Samuel 1081

Montaigne，Michel de 613，620，672，1311

Montcalm，Louis-Joseph Marquis de 549

Montejo，Francisco de 301

Monterey 302，708

Montesinos，Antonio de（Aaron Levi）314，422

Montesquieu，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546，555，660，668

Montevideo 397，591，671

Montreal 487，490-492，494，547，549

Montserrat 439，1238

Moore，James 532

Morel，Edmund Dene 968

Morelos，José María 590

Morgan，Henry 441

Morillo，Pablo 589

Morineau，Michel 348

Morley，John 1079 f.

Morton，Thomas 531

Morus，Thomas 392，397，620

Mosambik 94，114，121，168，188，458 f.，463-465，739，905，924，952-954，972，984，995，1008，1010，1018，1023，1197-1202，1205，1212，1287

Moshoeshoe 736

Moskau 44，678-681，1101，1273

Mossadegh，Mohammad 1124

Mossâm 924，1010

Mosse，Albert 853

Mossel，Jacob 251

Mossel-Bai 93

Mountbatten，Louis 1133，1136

Mouree 417

Mozart，Wolfgang Amadeus 1258

Msiri 924

Mühlenberg，Heinrich Melchior 526

Müller，Johannes 76

Münster 440

Münster，Sebastian 32

Münzenberg，Willi 1158

Mugabe，Robert 1197 f.，1320

Muhammad Abdallah Hasan 959

Muhammad Ahmad（Mahdi des Sudan）936 f.

Muhammad Ali Pascha 907-909，1048 f.

Mukden 861

Mulay Hassan，Sultan der Alawiden 915

Mulele，Pierre 1190

Mumbai（siehe auch Bombay）39，1283

Mun，Thomas 213

Munro，Thomas 277，777

Munzinger，Werner 911

Murad Ⅲ.，Sultan des Osmanischen Reichs 207

Murawjow，Michail 860

Murawjow，Nikolai 696 f.

Murshid Kuli Khan 264

Murshidabad 273

Muskatinseln 54

Mussa Ⅱ.，König von Mali 82

Mussolini，Benito 971，973 f.，985，1166

Mustafa Kemal Atatürk 1061，1071 f.，1287

Mutsuhito，Tennô von Japan 847

Muzorewa，Abel 1197 f.

Mysore 269，275，278，775，784

Myos Hormos 34

Mzilikazi，König der Ndebele 736 f.，925，943

Nachtigal，Gustav 948

Nadir Shah，Schah von Persien 264

Nagasaki 144-146，151 f.，839，1117

Nagib，Muhammad 1166 f.

Nagpur 782，787

Naher Osten 31，41 f.，44，51，171，627，630，973，1047，1050，1062，1065，1069，1072，1123-1130，1160，1163，1258，1318

Naipaul，Vidiadhar Surajprasad 1299

Nairobi 1024

Namibia（siehe auch [Deutsch-] Südwestafrika）92 f.，981，1204 f.，1217，1220-1222，1267，1278，1284，1314

Nanak 780

Nancy 1176

Nanking 645，827 f.，834，1102，1104，1106

Nansen，Fridtjof 1228，1232

Nantes 62，223，227，469 f.，582，616，921，1312

Nantucket 529

Naoroji，Dadabhai 799 f.

Napier，Robert 781，910

Napoleon Ⅰ.Bonaparte，Kaiser der Franzosen 18，262，278-280，436，452，483，584，586-588，591 f.，611，630，729，808，907，925，1048，1188

Napoleon Ⅲ.，Kaiser der Franzosen 763，829，870，881，913 f.

Nasser，Gamal abd el-1166，1170，1172，1246

Natá 371

Natal 114，736-740，799，1214

Nauru 896，1066，1149

Navidad 100

N’Diaye，Tidiane 458

Ne Win 1115

Neapel 22，368 f.，632

Nearchos，Admiral 32

Nebraska 709

Neck，Jacob van 184

Nedsch 1062，1067

Needham，Joseph 646

Negapatam 197

Negevwüste 1245

Negri Sembilan 888 f.，1146

Nehru，Motilal 1086

Nehru，Jawaharlal 794，1079，1086，1093，1117，1120，1123，1132-1136，1153

Neidhart，Sebastian 307

Nelkeninseln 54，138，193

Nelson 756

Nelson，Horatio 71

Nepal 280，776，784

Nertschinsk 642，683

Neto，Agostinho 1199

Neu-Amsterdam（siehe auch New York）423，440，489，517

Neu-Delhi 793 f.

Neu-England 504，509-511，514-516，518-521，523-530，533 f.，538-541，543 f.，546，568，617，622，700，709，765

Neu-Frankreich 495，617，680

Neu-Galicien 376

Neu-Guinea siehe Neuguinea

Neu-Holland（siehe auch Brasilien）417 f.

Neu-Holland（siehe auch Austra-lien）666，752

Neu-Niederland 420 f.，517 f.

Neu-Schweden 518

Neu-Spanien（siehe auch Mexiko）139，148，298，342 f.，370，376，381，558，561，617，680

Neubraunschweig（siehe auch New Brunswick）487，547，721

Neue Hebriden（Vanuatu）149，749，764，897，1149 f.

Neufundland 66，107 f.，292，487，496，501 f.；547，549，669，721

Neugranada（siehe auch Kolumbien）376，559，561，588 f.，593 f.

Neuguinea 107，138，148 f.，414，663，666，749，896-898，1065 f.，1309

- Ostneuguinea 764，896，1148

- Westneuguinea（Westirian）809，891，1140

Neukaledonien 663，749，763，897 f.，1149 f.，1238

Neukastilien（siehe auch Peru）303，376

Neumayer，Otto 1231

Neuschottland 487，719，721

Neuseeland 626-628，663，666，669，671，673，725，727-729，749，752-760，762-764，896 f.，1065 f.，1074，1149 f.，1234 f.，1238，1273

Nevis 439，1240 f.

New Brunswick 527，717

New Calabar 458

New Hampshire 511，515，520，538，575

New Haven 287，515 f.，526

New Jersey 518-520，526 f.，538

New Mexiko 302，707-709

New Orleans 497 f.

New South Wales 741-744，746-749，754，763

New York 423，440，489，518，520 f.，523，527，532，534，538，540 f.，544，569 f.，574，576，706，1096，1124 f.，1221，1256，1269，1273，1278

Newbery，John 207

Newcastle 47

Newitt，Malyn 174

Newport 423，514，535

Newton，Isaac 555

Nguyen Ai Quoc 1094，1114 f.

Nicaragua 296 f.，315，325，356，362，376，433，443，597，715

Nicolls，Richard 518

Nicot，Jean 333

Niebla 86

Niederländisch-Indien 808-822，825，891，1106，1109

Niederlande（siehe auch Holland）46，92，162，173，179 f.，182 f.，185，192，194 f.，197-199，201，203-208，212，225，227 f.，231，237，246 f.，252 f.，261，279 f.，333，349-351，414 f.，417-419，422，438-441，443，457，460，505 f.，509，518，575，577，586，623，645，648，650，770，808-812，817，819 f.，844，869，891，1091，1107，1109，1138-1140，1239 f.，1258，1263 f.，1268，1272

Nietzsche，Friedrich 1311

Nieuhoff，Jan 658

Niger 981，1010，1013，1187，1273，1284

Nigergebiet 56，81，458，906，916，919 f.，939-941，964，1276

Nigeria 90，93，468，480，880，941，948，963 f.，981 f.，986，988 f.，997 f.，1000 f.，1003，1010，1022 f.，1031-1033，1035-1037，1039，1042，1158，1160，1162，1181-1183，1187，1269，1271，1273，1284，1289-1291

-　Nordnigeria 23，916，920，987，989，993，1027

-　Südnigeria 982，988 f.，1025

Nijmegen 415

Nikitin，Athanasius 54

Nikobaren 229

Nikolajewsk 696

Nikolaus Ⅴ.，Papst 86

Nikolaus Ⅰ.，Zar 690，1051

Nilgebiet 34，93，117，904，909，919 f.，925，934，950，957，96O-963，965，1010，1167

Ningbo 828

Niue 1238

Nixon，Richard 1201，1204

Nizampatam 189

Njassaland（siehe auch Malawi）952，1018，1031，1036，1039 f.，1195 f.

Nkamba 1040

Nkomo，Joshua 1196 f.

Nkrumah，Kwame 1159 f.，1164，1180 f.，1189，1265 f.，1285，1287，1290

Nobunaga Oda 144

Noli，Antonio de 85

Nolte，Hans-Heinrich 475

Nombre de Dios 344，438

Nootka 671

Nordafrika（siehe auch Maghreb）41，81，353，805，903 f.，911，921 f.，938，1030 f.，1117，1157，1160，1186，1261

Nordamerika 28，61，67，105-109，252，291，296，320，324，328-330，333，347，355，384，420 f.，423，441，445，448-451，460，464-466，472，477，480，487-545，549，556，564-580，583，586，610，617，671，68o，694，698，713，717，721，725，727，729，731，769，843，1271

Nordenskiöld，Adolf Erik 1228

Nordenskjöld，Otto 1232

Nordirland 534

Nordostafrika 904，938，960，1165

Nordpol 102，721，1225-1228，1231-1234

Nordsee 179，232

Nordwestprovinz（Indien）787，1088，1131，1134

Norfolkinsel 1238

Normandie 40，437，487，493

North，Frederick，Lord 571

North Carolina 108 f.，466，503，519，532，534，537 f.，540，574，578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1150，1238

Norwegen 40，63，65 f.，1225，1233-1235，1246

Nova Scotia 108，547，717，905

Novaja Semlja 183，1228

Nowgorod 41，680

Noworossijsk 1243

Nowosibirsk 689

Nürnberg 32，76，92，128，245，307，417，614

Nujoma，Sam 1220

Nyerere，Julius 1193，1195，1199

Nzinga，Königin von Matamba 462

Oaxaca 385，388

Oaxaca，Marqués del Valle de 301

Oberdeutschland 106，613

Oberguinea 458，461，479

Obervolta 964，981，1187

Obok 911，937 f.，959 f.

Obote，Milton 1193 f.

Ochotsk 681

Odendaal，Fox 1217，1219

Odorico da Pordenone 50，55

Österreich 23，231，265，445，545，657，844，1061，1277

Ogé，Vincent 582

Oglethorpe，James 521

O’Higgins，Bernardo 592 f.

Ohio 538，702，709

Ohiogebiet 547 f.，568，570，701

Ojukwu，Chukwuemeka Odumegwu 1183

Okakura Tenshin 862

Okinawa 859

Oklahoma 705，711，713

Old Calabar 458 f.，462，941

Oldenbarnevelt，Johan van 184，191，204，414

Olinda 416

Olmen，Ferdinand van 97 f.

Olney，Richard 714

Oman 922，1129

Omdurman 937，961

Omsk 689

Omura Sumitada 144

Oñate，Juan de 302

Onís，Luis de 703

Ontario 717，721

Oran 912 f.，1035，1177

Oranje-Freistaat 738

Oregon 670，706 f.，709

Orinocogebiet 589，593

Orissa 211，272，788，1088

Ortelius，Abraham 149，638

Ortiz，Luis 350

Oruro 375

Osmanisches Reich 24，196，207，244 f.，331，629，691，780，874，878，907，910 f.，921，968，970，1047-1051，1053，1055 f.，1058-1060，1062 f.，1066，1071，1073，1099，1129，1165，1294

Osmena，Sergio 1122

Ostafrika 37，43，56 f.，114，124，132，168，172，331，457 f.，904 f.，907，909，922，924 f.，938，942，946 f.，955-958，960，967，972，989 f.，995 f.，998，1001 f.，1008 f.，1013，1015 f.，1022，1035-1038，1117，1180，1192 f.，1195 f.，1273

Ostasien 69，96，130，167，238，343，603，624，633，651，663，695，716，811，848，861，864，878，1099，1109，1270 f.，1295

Ostende 231，968

Osterhammel，Jürgen 632，725，1256

Osterinsel（siehe auch Rapanui）663，668，752，1149

Ostsee 169，180，182，420，439

Otago 756

Otjiwarongo 1222

Ottawa 789

Otto von Freising 43

Oudh 264，271，278，776 f.，782，787

Oufkir，Mohammed 1172

Ovamboland 1219

Ovando，Juan de 369

Oviedo，Gonzalo Fernández de 297，311 f.，419，613

Oxenham，John 438

Oxford 994

Oyo 458

Ozeanien 626，671，758-766，869，899

Pacelli，Ernesto 970

Padden，Robert C.308

Padmore，George 1158 f.，1164

Pahang 889

Paine，Thomas 575 f.

Paiva，Alfonso de 94

Pakistan 625，1119，1121，1131，1133-1136，1153，1272 f.，1278，1283，1287 f.

Palacios Rubios，Juan López de 317

Palästina 23，28，42，47，80，121，128，410，1051，1059，1063 f.，1066-1068，1070 f.，1073，1124-1130，1171，1245，1248-1250，1278

Palau 663，1150

Palawan，Insel 147，820

Palembang 809

Palermo 589

Pallu，François 645 f.

Palma de Mallorca 560

Palmer，Nathaniel 1226

Palmerstone，Henry Temple，Viscount 827，829

Palmyra 35，1239

Palos 99 f.

Panama 101，104，106，296，302 f.，344 f.，369，371，374，376，384，433，438，441，559，594，597，714 f.，1240

Panipat 264

Papanin，Ivan Dmitrijewitsch 1233

Papon，Maurice 1178

Papua 1140，1148，1150

Pará 408，429

Paraguay 307，319，362，374，394 f.，397-400，409，425，498，591 f.，622，734

Paramaribo 466

Paraná 307，395

Paris 222 f.，227 f.，245，265 f.，490，492，497，503，549，564，577，582，586，621，623，645，649，651-653，661，669，762 f.，765 f.，850，862，872，883，886，897，913，931 f.，935，952，955 f.，962，968，983，1016，1021，1027，1051，1060，1067，1094，1116，1142，1176-1178，1184-1186，1273，1299，1313

Park，Mungo 920

Parker，John 458

Parmentier，Antoine 333

Parry，Edward 1226 f.

Parry，John Horace 262

Pascal，Blaise 657

Patagonien 104

Patel，Sardar Vallabhbhai 1133-1135

Patil，Pratibha 1301 f.

Patna（Pataliputra）32，227，271，788

Paucke，Florian 395

Paul Ⅲ.，Papst 317

Paulus，Apostel 635

Pazifik 20，76，105-107，115，138 f.，148-151，292，296，305，337，343，354，362，414，433，438，508，608，663，666-671，677 f.，689，707，714 f.，760-763，825，843，859，864，889，896，1099 f.，1109 f.，1116，1122，1147 f.，1150，1226，1238 f.，1265，1275

- Nordpazifik 107，148，343，671，677，686，697，707，715，843

- Ostpazifik 1238

- Pazifische Inseln 25，484，625，746，752，759-766，1122

- Südpazifik 677，759，764，896

- Westpazifik 764，897

Pearl Harbor 898，1109

Peary，Robert Edwin 1228 f.，1231 f.

Pedro（Peter），Prinzregent von Portugal 80 f.，84 f.

Pedro Ⅰ.，Kaiser von Brasilien/Peter Ⅳ.，König von Portugal 596

Peking（Beijing）47，51，54，141-143，153 f.，638，644-646，651，653，683 f.，696 f.，827，829，831 f.，835，837 f.，861，864，884，1100-1102，1104

Pemba 193

Penang 279，811，1145

Penn，William 482，519 f.，523，530

Pennsylvania 519 f.，523，526 f.，532，534，538，540，544，574，578

Pensacola 561

Pera 47

Perak 888 f.

Pereira，Tomás 683

Peres D’Andrade，Fernão 141

Pérez de Cuéllar，Javier 1277 f.

Perlis 889

Pernambuco（siehe auch Recife）405，407，411 f.，414，416，418，420，422，429，596

Pérouse siehe De la Pérouse

Perry，Matthew C.843 f.

Persien（siehe auch Iran）31，41，48，50，54，117，195 f.，207，212，236，240，244，279，690，692，694，780 f.，1068，1072

Persischer Golf 32，47，56，94，117，121，124，457 f.，785，1057，1062

Perth 743

Peru 301-304，306 f.，309，316，319 f.，324，327，339-341，344 f.，347 f.，354，359-367，369-377，380-384，387，389，392 f.，397，422，433，438，484，553 f.，559，562 f.，588，590-595，597 f.，606，732，1278

Pesaro 105

Pescadores-Inseln 193

Peshawar 787

Pessagno，Emanuele 78

Peter Ⅰ.der Große，Zar 666，685，690

Petermann，August 1228

Peters，Carl 946 f.，957，1036

Petersson，Niels P.1256

Petrus，Apostel 102

Pfefferküste 90

Phaulcon，Constantin 225

Philadelphia 520，527，534，538，540 f.，570，573，575，578

Philipp Ⅱ.，König von Spanien/Philipp Ⅰ.，König von Portugal 139，146，161，172，182 f.，392，437，575，613，617，820

Philipp Ⅲ.，König von Spanien/Philipp Ⅱ.，König von Portugal 91，184

Philipp Ⅳ.，König von Spanien/Philipp Ⅲ.，König von Portugal 211

Philipp Ⅴ.，König von Spanien 397，556

Philippinen 25，107，130，138-140，146-150，152，154，189，257 f.，337，343，413，445，561，671，716，770，820-822，892-896，1095 f.，1106 f.，1109-1113，1115 f.，1122，1147，1152，1272 f.，1283，1291 f.，1298，1301，1305

Phillip，Arthur 742，745

Phoolan Devi 1301

Picot，François Georges 1064，1067

Pieper，Renate 558

Pietschmann，Horst 313

Pignoria，Lorenzo 619

Pillai，Ananda Ranga 265

Pinelli 100

Pires，Tomé 130，141 f.，163

Piri Reis 105

Pisa 81

Pitcairninsel 759，1149，1238

Pitt der Ältere，William 272，548

Pitt der Jüngere，William 276

Pius Ⅱ.，Papst 97

Pius Ⅸ.，Papst 914，1051

Pizarro，Francisca 305

Pizarro，Francisco 295，302-306，308，310，326，381

Pizarro，Gonzalo 304，306，319

Pizarro，Hernando 305

Plancius，Petrus 183

Plassey 268-271

Platon 37

Plinius der Ältere，Gaius 34-36，43-165

Plütschau，Heinrich 648

Plymouth 437，507，509-511，515 f.，521，538

Pocahontas 507

Pock，Georg 128

Pointe-Noire 998

Poirer，Pascal 1234

Polargebiet 1225，1227 f.，1233-1235

Polaschegg，Andrea 630

Polen 20，46

Polier，Antoine-Louis Henri 274

Polk，James K.707

Polo，Maffeo 48

Polo，Marco 46，48-51，53，55 f.，97

Polo，Niccolò 48

Polynésie Française 1149

Polynesien 149，666，669，752，759，762，897，1149 f.，1238

Poma de Ayala，Felipe Guamán 304-306，389，401

Pomaré Ⅱ.，König von Tahiti 761

Pombal，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lo，Marquis von 564 f.

Pompeji 35

Ponape 898

Ponce de León，Juan 107

Pondichéry 35，224，227，241 f.，264-266，661

Pontarlier 584

Pontiac 568

Poona 263，275

Popham，John 507

Popo 458

Porco 339

Porres，Martin de 393

Port Arthur 860 f.，866

Port Harcourt 1010

Port Phillip Bay 744

Port Royal 441 f.，448，547

Port Sudan 1010

Porto 413，428

Porto Novo 941

Porto Santo，Insel 79，96

Porto Seguro 104

Portobelo 344 f.，347，441，444

Portsmouth 514，861

Portugal 20，25，28，65，76-79，81-86，88，90-98，102 f.，106，108，116，118，120，122，125，127，130-132，135 f.，139 f.，145 f.，150，153-156，158 f.，161 f.，165-174，179，182 f.，196 f.，230，295，331，399，408-411，413 f.，417，420-422，425-427，439，444，460，555，564 f.，587，596，634，645，651，733，766，770，811，828，844，869，890，905，924，928，942，944，946，952 f.，965，980，984，998，1008，1032，1035，1040，1140，1152，1187，1198-1201，1204 f.，1239，1272，1312

Post，Frans 419

Postel，Guillaume 629

Potatau Ⅰ.，König der Maori 756

Potosí 320 f.，339-342，345，360，362 f.，375，381，394，414，425

Power，Joey 1281

Prag 245，504

Prémare，Joseph de 654

Pretoria 738

Preußen 23，333，419，434，844，846，849，864，945，1057

Prevost，Antoine-François 651

Priangan 259-261，808

Priber，Christian Gottlieb 531

Price-Mars，Jean 1158

Primo de Rivera，Miguel 893

Prince-Edward-Insel 721

Princeton 526

Principe 1205

Pritchard，George 762

Priuli，Giovanni 170

Proli，Karl Graf 232

Providence，Insel 433，443，514

Ptolemaeus，Claudius 37-39，55 f.，92，97，148

Puebla 326，362，381

Puerto Rico 100，296，376，416，433，443，560，595，715 f.，1150，1237-1240

Pulicat 189，203

Punjab（Pandschab，Fünfstromland）32，240，269，279，281，776，780-782，784，787，1080，1084，1119，1131，1134

Punta d’Araya 439

Purchas，Samuel 614，650

Puttkamer，Jesko von 1001

Puyi，chinesischer Kaiser 839，1102

Pythagoras von Samos 37

Qianlong，chinesischer Kaiser 641，653，683 f.

Qingdao 865，1065

Quebec 108，487 f.，490，492，494，497，547-549，570，717，719-721

Quechua 389

Queensland 484，743，746-749，764，896

Quesada，Gonzalo Jiménez de 306

Quesnay，François 658

Quilimane 458

Quilon 197

Quiroga，Vasco de 392

Quirós，Pedro Fernándes de 149，666

Quito 306，369，371，425，559，562 f.，593 f.

Rabat 970

Rabbe，Jakob 418

Rabin，Jitzhak 1247

Radama Ⅰ.，König von Madagaskar 925，927

Raffles，Thomas Stamford 279 f.，808，815

Ragusa 171

Rainilaiarivony 927，938

Raja Sinha Ⅱ.，König von Kandy 196 f.

Raleigh，Walter 438，502 f.，506 f.

Ramakrishna Paramahansa 1078，1307

Ramirez，Alejandro 623

Ramusio，Giovanni Battista 76，130，170，206，614

Ranavalona Ⅰ.，Königin von Madagaskar 927

Rander 117

Rangoon 781

Ranjit Singh 780 f.

Rapanui（siehe auch Osterinsel）663

Ras Benas 34

Rauwolf，Leonhard 244

Raynal，Guillaume 608 f.

Reagan，Ronald 699

Recife（siehe auch Pernambuco）405，408，416，418-420，466，470

Rediker，Marcus 443

Regensburg 245

Régis，Jean-Baptiste 651-653

Reid，Anthony 138

Reid，Richard 458

Reinel，Pedro 75

Reinhard，Walter 271

Rem，Lucas 160

Resanow，Nikolai 686

Reshid Pascha，Mustafa 1052

Réunion（Ile de Bourbon）224，227，245，280，484，770，799，1148，1237 f.

Reza Schah Pahlawi 1068，1124，1287

Rheede tot Drakensteyn，Hendrik Adriaen von 203

Rheinland 1072

Rhode Island 67，423，470，514，516，523，535，538，543，578

Rhodes，Alexandre de 637，645

Rhodes，Cecil John 739 f.，943，952，954 f.

Rhodesien 576，953，966，972，982，1010，1019，1033，1036 f.，1040，1163，1192，1196 f.，1205

- Nordrhodesien（siehe auch Sambia）955，981，1007，1010，1018，1027，1031，1036，1195 f.

- Südrhodesien（siehe auch Simbabwe）925，981，1006 f.，1012，1018，1036，1195-1197

Rhodos 121，1072

Ribault，Jean 437

Ricci，Matteo 637-640，642 f.，651 f.，654

Richardson，David 453，458

Richelieu，Armand-Jean du Plessis，Duc de 222，228，489，646

Richthofen，Ferdinand von 35，652，864

Rijswijk 442，546 f.

Ringmann，Matthias 105

Rio de Janeiro 104，407 f.，413，427，466，470，556，565，587

Rio de Oro 84，969，1172

Rio Grande do Sul 399

Rio Muni 969，1187

Ripon，George Frederick Robinson，Marquess 784 f.，1077

Risley，Herbert H.1079

Riukiu-Inseln 152，859

Rizal，José 893

Roanoke Island 503 f.，532

Roberto，Holden 1199 f.，1202

Robertson，Roland 1261

Roberval，Jean-François de 487

Robinson，Ronald 773，1319

Rodriguez，João 146，153

Rodríguez de Francia，José Gaspar Tomás 591

Rodriguez Venegas，Carlos 558

Roe，Thomas 210

Roesler，Hermann 853 f.

Rogerius，Abraham 203

Roggeveen，Jacob 667 f.

Rolland，Romain 1307

Rom 19，28，32 f.，35 f.，38，55，103，129，135，153，378 f.，490，638，643-645，973，1051

Roosevelt，Franklin D.699，715，1109，1120-1122，1164

Roosevelt，Theodore 699，713，879，892

Rosa von Lima（Patronin Petrus）383

Rosebery，Archibald Primrose，Earl of 874

Rosette 117

Ross，James Clark 1226 f.

Rotes Meer 33 f.，38，40，42，116 f.，120 f.，123 f.，128 f.，131，164，168，171 f.，457，771，908 f.，911，937

Roth，Heinrich 653

Rothermund，Dietmar 1129，1133，1196

Rothschild，Lionel Walter 1064

Rot（t），Konrad 161，172

Rotterdam 184 f.，416

Rouen 222 f.，490，619

Rousseau，Henri 622

Rousseau，Jean-Jacques 555，588，621，660，668

Rovellasca，Giovanni 161 f.

Rowlatt，Sidney 1084

Roxas，Manuel 1122

Roy，Ram Mohan 779，1078，1306

Rubruk，Wilhelm von 46，55

Rufisque 939

Ruiz de Alarcón，Juan 393

Rumänien 20，331，1051

Rumphius，Georg Eberhard 203

Rushdie，Ahmed Salman 1134，1299

Russell，John 747

Russland 17，20，40 f.，44 f.，54，56，169，207，278 f.，332 f.，677-698，715 f.，727，763，770，775，780 f.，785，802，843 f.，848，851，860-862，866，868 f.，877，933，960，1010，1049-1051，1062-1065，1086，1101，1104，1129，1144，1201，1225 f.，1242-1244，1246，1277 f.，1286

Rwanda 973，995，1022，1191，1279，1285

Rwanda-Urundi 1008，1191

Sá，Mem de 407

Sá e Benavides，Salvador Correia 420

Saba 440，1240

Sabah 890，1146

Sachalin，Insel 686，843 f.，861

Sachs，Hans 32

Sa’d Zaglul 1165

Sadat，Anwar as- 1246

Safi 89

Saga 842

Sagres 76，85

Sahagún，Fray Bernardino de 392

Saharagebiet 80 f.，353，457 f.，468，734，904，920-922，940，965，1150，1172 f.，1177 f.，1183 f.，1268，1287，1291

Sahelgebiet 464，921 f.，1170

Sahlins，Marshall 670

Said，Edward 630，1311，1317

Said ibn Sultan（Sayid Said）922

Saigon 881-883，886，1093，1141，1144

Saint-Dié 105

Saint Domingue 442 f.，448 f.，451 f.，466，475 f.，581-584，586，595

Saint Elias 666

Saint-Malo 108，222 f.，226，436，470

Saint-Pierre（Martinique）466，549，1238

Saint-Simon，Louis de Rouvroy，Duc de 654

Saiyid Muhammad Reza Khan 271 f.

Saladin，Sultan von Ägypten und Syrien 42

Salamanca 317，352，555

Salan，Raoul 1178

Salas，Manuel de 555

Salazar，António de Oliveira 984

Salem 511，513，525

Salisbury，Robert Cecil，Lord 507

Salisbury，Robert Gascoyne-Cecil，Lord 751，874 f.，933，939，954，961

Salmon，Alexandre 762

Salmond，Anne 671

Salomon-Inseln（Salomonen）149，897，1148，1150

Salvador 405，466，470，480

Salzburg 533 f.

Samana Cay 99

Samarkand 43 f.

Sambesigebiet 114，168，905，924 f.，952 f.，958

Sambia（Nordrhodesien）952，954 f.，1007，1196 f.，1202-1204，1287

Samoa 672，764 f.，867，896-898，1065 f.，1148，1150，1239

Samori Touré 940，963 f.，1186

San Francisco 302，353，394，686，707，714，1123

San Martín，José de 593-595

San Salvador 99，595

Sanderson，John 207

Sandhurst 994

Sandoval，Alonso de 453

Sandys，Edwin 508

Sankara，Thomas 1301

Sansibar 37，49，56，922 f.，928，947，955-958，1015，1041，1193

Santa Ana，Antonio López de 707

Santa Catarina 405

Santa Cruz，Insel 149

Santa Cruz de Tenerife 560 f.

Santa Fé 302，706，708

Santa Fé de Bogotá 306

Santa Marta 296，306，376，589

Santacilia，Jorge Juan y 553，557

Santiago de Chile 306，310，370 f.，591，593

Santiago de Cuba 436 f.

Santiago del Estero 308

Santo Domingo 100，296，302，307，314，342，369，371，378，433，438，440，443，560，581，583，1239

São Luis do Maranhão 417

São Paulo 394，399，405，408-410，425，427-429，565

São Salvador da Bahia de Todos os Santos（siehe auch Bahia）407

São Tomé 91，93，134，197，331，408，410-412，418，420，953，1205，1287

São Vicente（Santos）405，407

Saraj 44

Saratoga 577

Sarawak 809，890，1146

Sarmiento de Gamboa，Pedro 305

Sarraut，Albert 999

Saskatchewan 330，496，721

Sassetti，Filippo 162，168

Satara 263，782

Satsuma（Sasshû）842 f.，846 f.，859

Saudi-Arabien 1068，1124，1129 f.，1294

Saur，Christoph 527

Savage，Charles 759 f.

Savaii 765

Savimbi，Jonas 1202，1205

Savorgnan de Brazza，Pierre 941 f.，968

Schall von Bell，Johann Adam 641

Schamil，Imam 691

Schedel，Hartmann 92

Schelichow，Grigori 686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661 f.

Schiller，Friedrich 621

Schimmelmann，Heinrich Carl von 471

Schire-Hochland 925，952，954

Schlegel，August Wilhelm von 661

Schlegel，Friedrich von 661

Schlesien 45，470

Schleswig-Holstein 471

Schmieder，Ulrike 475

Schmitt，Eberhard 106

Schnitzer，Eduard（Emin Pascha）909，937，950，961

Schoa 910 f.，959

Schopenhauer，Arthur 662，1307

Schottland 40，569

Schreuder，Deryck M.751

Schumpeter，Joseph 930，1099

Schwaben 470

Schwäbisch Hall 1042

Schwartz，Stuart B.447

Schwarzafrika 102，458，931，991，1007 f.，1013，1019，1021，1029，1035，1157 f.，1164

Schwarzes Meer 47 f.，121，505，678，680，691，1063，1071，1243

Schweden 40，230，232，518，586，844，974，1225

Schweitzer，Albert 1022

Schweiz 182，470，533，579，844，1177，1261，1291，1301

Scott，Robert Falcon 1231 f.

Sebastian，König von Portugal 161

Sébikhotane 1030

Seckendorff，Karl Siegmund von 658

Seeland 179，185，416，471

Sékou Touré，Achmed 1186，1188

Selden，John 189 f.

Selangor 888 f.

Seleukos Ⅰ.Nikator，König des Seleukidenreiches 32

Selim Ⅲ.，Sultan des Osmanischen Reichs 907，1052

Semarang 259

Senegal 79，81，93，444，458，615，916，920 f.，928，939-941，963，981，986，991，997 f.，1002 f.，1010，1012 f.，1021 f.，1030，1036，1157 f.，1184-1188

Senegambien 422，445，459，465

Senghor，Léopold Sédar 1158，1186

Sennaar 1005

Sepp，Anton 395

Sepúlveda，Juan Ginés de 319，329

Serampore 229 f.

Serbien 20，1047

Sergipe del Rey 417

Serrão，Francisco 138

Setif 1174

Sevilla 63，88，97，99，101，104 f.，180，332，343，345，348 f.，359，363，369，438，470，560

Sèvres 1066，1072，1084

Seychellen 771，1128，1148

Sforza，Carlo 1168

Shaanxi 1104

Shackleton，Ernest 1232 f.

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Cooper，Lord 519

Shah Jahan，Großmogul von Indien 209

Shaka，König der Zulu 736 f.，925

Shakespeare，William 1299

Shandong 865，867，873，1065，1100 f.

Shanghai 51，828 f.，833，865，1102，1106

Shaoqing 637

Sharon，Ariel 1247 f.

Sharpeville 1213

Shea 316

Sheffield 720

Shetlandinseln 1234

Shimabara 152，636

Shimonoseki 846，860

Shonan 1110

Shyaam 332

Siak 811

Siam（siehe auch Thailand）195，225 f.，646，694，780，881，883-885，887，889

Sibirien 20，28，45，183，291，625 f.，628，666，678，680 f.，684-689，695 f.，698 f.，725，944，1228，1234

- Ostsibirien 686，696，860

- Westsibirien 44，689 f.

Sichuan 1106

Siddhartha Gautama（Buddha）33，49 f.，636，1306，1308

Sidonia，Medina 86

Siebold，Philipp Franz von 839 f.

Sierra Leone 89，437，465，579，771，905，917 f.，963，981，998，1001，1006 f.，1029，1031，1035-1037，1183，1290

Sikwayi 704

Simbabwe 736，925，952，954，1197 f.

Simla 1131

Simmons，Richard C.535，537

Simon，John 1088

Sinai 116

Sind 279，780 f.，787 f.，1131，1134

Singapur 280，771，808-812，887-890，1109 f.，1117，1119，1145-1147，1261，1270

Singh，Manmohan 1281

Sinha，Narenda Krishna 284

Sint Eustatius，Insel 421，423，440，1240

Sint Maarten，Insel 421，440，1240

Siraj-ud-daula 267 f.

Sithole，Ndabaningi 1197

Sitka Nowo 686

Sivaji，König 215 f.

Sizilien 41 f.，369，589

Skandinavien 46，63，66

Skylax von Karyanda 32

Slowenien 576

Smeerenburg 183

Smith，Adam 233-235，276，434，607，609，623，796

Smith，John 507，509

Smith，Joseph 709

Smith，Thomas 507 f.

Smith，William 1226

Smuts，Jan Christiaan 1075，1206-1208

Smyrna 1064，1071 f.

Socolow，Susan M.386

Soderini，Gonfaloniere 104 f.

Sofala 94，114，120 f.，168

Sokoto 916，920，964，1182

Sokotra，Insel 121

Soldaia（Sudak）48

Solf，Wilhelm Heinrich 898

Solor，Insel 140，890

Solórzano，Juan de 368

Somalia 947，1169，1284，1286 f.

Somaliland（siehe auch Dschibuti）785，909，911，937，958-960，973 f.，1160，1168 f.，1265

Songhai 81

Sonora 394

Sonthonax，Léger-Félicité 583

Soong，Familie 1104

South Carolina 324，466，481，519，532，534，537 f.，540，574，576，578，705

South Dakota 711，713

South Georgia 1238

South Sandwich 1238

South Shetland 1238

Souza，George B.176

Soweto 1214

Sowjetunion 25，685，696，716，1106，1117，1123 f.，1128 f.，1142，1152，1168 f.，1190，1200 f.，1204，1213，1217，1221，1233，1235 f.，1239，1241 f.，1245 f.，1249，1260，1267，1286

Soyinka，Wole 1043

Spanien 32，36，41 f.，62，77，79，88，90，94，98，100 f.，103，106 f.，138，146，148，150，153 f.，162，169，173，179 f.，183，191，197，208，211 f.，230，238，295 f.，300-303，305，312，319 f.，326，331，339，342-344，346 f.，349-352，354，356-358，362 f.，384，388，399，409，414，417，421 f.，433，435，437-442，444 f.，453，459 f.，496，503-505，507 f.，541，549，554-562，565，577，582 f.，586-588，590，592，594，596 f.，603，608，613 f.，617-619，621，667 f.，671，703，706-708，714 f.，733，759，770，822，844，869，881，892 f.，897，899，928，965，968-970，980，1172 f.，1187，1200 f.，1227，1239，1277

Spanisch-Amerika 168 f.，324，327 f.，338，347，349，356，358，363，366，371，377，380，389，400，428，434，437，444 f.，466，506，553-555，587，594，596，993

Speke，John Hanning 909

Spinoza，Baruch de 654

Spitalfields 218

Spitzbergen 183，1228，1233

Spivak，Gayatri Chakravorti 1317

Springer，Balthasar 160

Sri Lanka（siehe auch Ceylon）33，37-39，49，57，117，120，128，172，195-199，203，209，245，248，280，788，806，1136，1273，1283，1288

St.Barthélemy 440

St.Christopher 439，1240

St.Croix 443

St.Helena 156，220，771，1238

St.Katherina 116

St.Kitts 439，455，1241

St.Lorenz-Storm 108 f.，487 f.，490，493，546 f.，570

St.Louis 939，1021，1030

St.Lucia 440，1240 f.

St.Mary’s 515

St.Petersburg 692，696，860，866，1049

St.Pierre，Insel 549

St.Thomas 443

St.Vincent 439，1240 f.

Staden，Hans 620

Stalin，Josef 686，1095，1159，1174

Stanley，Henry Morton 924 f.，942，961

Stanleyville 942，1190

Stanowoi-Gebirge 683

Stefansson，Vilhjahnar 1233

Stein，Lorenz von 853

Steiner，Rudolph 1307

Stephen，James Fitzjames 747，754-789

Stephens，Thomas 206

Stern，Avraham 1124

Stolzenberg，Hugo Gustav Adolf 970

Stolypin，Pjotr Arkadjewitsch 688

Story，James 207

Strabo 33 f.

Straubing 620

Strijdom，Johannes G.1209

Stroganow，Familie 680

Stumpf，Kilian 642

Stuttgart 245

Stuyvesant，Pieter 420，517 f.

Suakin 908 f.，937

Subrahmanyam，Sanjay 263

Sucre 378，555

Sucre y Alcalá，Antonio José de 594 f.

Sudan 457，835，904，907-909，920 f.，936 f.，940，957 f.，960-962，965，973，981，1005 f.，1010，1013，1031，1165-1168，1187，1286

- Südsudan 908 f.，960，1167，1277

- Westsudan 456，915 f.

- Zentralsudan 904，961

Südafrika 25，156，198 f.，726-730，734-741，880，904，906，925，929，942 f.，945 f.，952-955，966，973，981，1000，1006-1008，1010，1012，1014 f.，1018 f.，1023-1025，1027，1029，1031，1035-1037，1039，1066，1074 f.，1082-1085，1157，1159，1161 f.，1195-1197，1200 f.，1204-1221，1236，1246，1250，1259，1267，1273，1281，1284，1288 f.，1297

Südamerika 104，107，291 f.，305，307，312，324，329 f.，355，383，453，589，593，610，714，727 f.，864，896，1225 f.，1239，1271

Südasien 254，791，799，1137，1273，1283

Südgeorgien 104，1234

Südkasai 1190

Südorkney 1232，1234，1238

Südossetien 1242

Südostafrika 168，331，458，907

Südostasien 44，202，224，229，242，292，331，625，752，810，869，881，1095，1106-1112，1117，1119，1140，1145，1147，1271，1283

Südpol 102，1227，1231-1233

Südsee 629，660，668 f.，672 f.，728，745，749，764，898，920，1305

Südwestafrika（siehe auch Namibia und Deutsch-Südwestafrika）114，426，871，907，943-947，957 f.，967，972 f.，985，995 f.，1001，1032，1036，1066，1205，1217，1219，1312，1315

Suez 116，1165 f.，1175

Suezkanal 692，771，790，811，889，908 f.，911，927，933 f.，936，969，974，1063，1068，1160，1162，1165 f.

Suffren，Pierre André de 275

Suhl 470

Suharto，Haji Mohamed 1140 f.，1289，1291，1320

Sukarno，Achmed 1091，1113，1116，1138，1140，1147，1291

Sulawesi 138，193，198，，809

Suleiman Pascha 129

Sulivan，Laurence 270

Suluarchipel 820

Sumatra，Insel 51，54，56，117，139，208，，222，231，239，258，273，809-812，819，889，891 f.，1129，1138 f.，1148

- Nordsumatra 130，137

- Südsumatra，258，771，809

- Zentralsumatra 809，815

Summamtal 1177

Sun Yatsen 1100 f.

Sunda-Inseln 141，811

Sungei Ujong 888 f.

Sunzhi，chinesischer Kaiser 153，641

Surabaja 1138 f.

Surakarta 260，810 f.

Surat 117，189，195，197 f.，208-211，214-216，224，227，236，242，267，796，1079

Surcouf，Robert 436

Surinam 245，421，423，433，440，466，770，1240

Susa 32

Susquehannagebiet 539，545

Sutanati 216

Sutlej gebiet 782

Sutter，Johann August 709

Suzuki，Daisetz Teitaro 1308

Sverdrup，Otto 1228

Swakopmund 1010

Swaziland 736，739，966，993，1212

Swift，Jonathan 650

Sydenham，Charles Poulett Thomson，Lord 719

Sydney 742-744，747，749 f.，763

Sykes，Mark 1064，1067

Syrien 42，47，55，117，128，278，908，1048 f.，1063-1067，1071，1123，1166，1245，1249

Tabora 923

Tacitus，Publius Cornelius 672，990，1285

Tadoussac 487

Tadschikistan 1242

Täbris 54

Tagore，Rabindranath 1307

Tahiti 668-670，672，754，760-763，765，897

Taiwan（siehe auch Formosa）50，154，203，859 f.，864，1112，1143，1258，1270，1272，1277

Talon，Jean 492，494-496

Tambo，Oliver 1208

Tana 48，53

Tananarive 927，955

Tanganjika 923-925，942，947，973，997，1000，1010，1038，1162 f.，1192 f.，1242

- Südtanganjika 1162

- Zentraltanganjika 923

Tanger 56，83，86，89，969 f.，973，975

Tansania 925，946，1191，1193 f.，1199，1202，1263，1273，1284，1301

Taprobane，Insel（Ceylon，siehe auch Sri Lanka）33

Taranaki 756

Tarfaya 1172

Taschkent 692，697

Tasman，Abel Janszoon 196，666，752

Tasmanien（Van-Diemens-Land）666，742-748

Tavares，Antonio Raposo 425

Tawfik，Khedive von Ägypten 934-936

Taxco 339

Taylor，Charles 1290

Taylor，Edward 525

Tecumseh 702，710

Teganapatam 189

Teheran 694

Tehuantepec 301

Teignmouth，John Shore，Lord 286

Teitgen，Paul 1176

Teixeira，Pedro 425

Tekakwitha，Catherine 499

Tel Aviv 1070，1125 f.

Temple，William 655，659

Temüdschin siehe Dschingis Khan

Tenasserim 779 f.

Teneriffa，Insel 79，88 f.

Tennessee 538，704，706

Tenochtitlán 297 f.，309，322，324，328，373，388，615

Teotihuacán 292

Ternate 138-140，189，206

Tertrais，Hugues 1144

Tewodros Ⅱ.，Kaiser von Äthiopien 910

Texas 302，307，325，703，706-708，710

Texel 470

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 285

Thailand（siehe auch Siam）24，627，881，885，1103，1107，1109，1111-1113，1115，1257，1272，1291

Thar，Wüste 281

Thatcher，Margaret 829，876，1197，1236

Thévenot，Melchisedech 651

Thevet，André 614

Thistlewood，Thomas 475

Thobie，Jacques 1055 f.

Tholen 416

Thomas，Apostel 39，383

Thomas von Aquin 639

Thomas，Parakunnel J.218

Thrakien 1072

Three Mile Island 1276

Thule 1235

Tianjin 837，884

Tibestigebirge 921

Tibet 18，51，645，684，785，1143，1258

Tidore 138-140，189，809

Tigre 959 f.，1169

Tigrisgebiet 43，1063

Tilak，Bal Gangadhar 1079 f.，1307

Tile，Nehemiah 1039

Timbuktu 82，91，920，1006

Timofejew，Jermak 680

Timor，Insel 140 f.，811，815，890，1116

- Osttimor 141，890，1140

Timur（Tamerlan）44，54，208，264

Tindal，Matthew 655

Tindouf 1173

Tippu Tip 924，942，947

Tipu Sultan 275，278

Titsingh，Isaac 204

Tjiandjur 261

Tjumen 689

Tlatelolco 392

Tlaxcala 300，362，388 f.

Tobago 440，452，1240

Tobolsk 681，685

Tocqueville，Alexis de 617，747

Togo 90，941，948 f.，964，972 f.，996，1001，1003，1008，1010，1014，1022，1035 f.，1163，1181，1187，1291

Toivo ja Toivo，Hermaan 1219

Tokelau 1238

Tokyo 840，842，846 f.，850，860，1100，1102，1113，1256

Toledo 368 f.

Toledo，Francisco de，Vizekönig von Peru 305，321，340，367，369 f.，373

Tolstoi，Lew Nikolajewitsch 691，1307

Tomar 146

Tomlinson，Brian R.794，804

Tomlinson，Frederik Rothmann 1010，1212

Tomsk 681

Tongainseln 666，671，765 f.，897，1149

Tongking 876，881，883-887，938，956，1095，1107，1111 f.，1114-1116 Tongzhi，chinesischer Kaiser 836，838

Tordesillas 95，103，106 f.，139，405 f.，424，1236

Toro 1193

Torres，Luis Vaez de 149

Tortuga，Insel 441 f.

Toscanelli，Paolo dal Pozzo 97

Toskana 232

Tournon，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643 f.

Tours 223，1094

Toussaint Louverture，François Dominique 583 f.

Trafalgar 587

Trajan，röm. Kaiser 36

Tranquebar 229 f.，251，648

Transjordanien 1067 f.，1127

Transkaukasien 690

Transkei 736，1211 f.

Transvaal 738-740，925，943，953-955，1011，1213

Travancore 775

Traven，B.622

Trengganu 889

Trient 378，393，562，651

Triest 232

Trigault，Nicolas 652

Trinidad 101，440，452，478，610，799，1239 f.

Tripolis 42，80，915，921，970，1178

Tripolitanien 911，914 f.，970，972，985，1168，1170

Trismegistos，Hermes 654

Trois Rivières 490，492

Trotha，Trutz von 1293

Trujillo 305，326

Truman，Harry S.1125-1127

Tschad 964，981，1160，1187 f.，1284

Tscheljabinsk 689

Tschernobyl 1276

Tschetschenien 691，1243 f.

Tschombé，Moïse 1189-1191

Tsumeb 1217

Tsushima 861

Tsutsui，William M.1103

Tswanaland 943，1219

Tuamotu-Archipel 149，1149

Tucapel 306

Tucumán 308，362，366，591

Türkei 20，171，1056，1060，1071 f.，1075，1128，1243，1287，1294

Tumbes 302

Tun-men，Insel 141

Tunesien 876，911，914 f.，932-935，964，973，983 f.，1018，1055，1141，1157，1160，1164，1170-1173，1176 f.，1273，1286，1301

Tunis 80，932 f.，937，948，1030，1035，1170 f.，1177

Túpac Amarú 303

Túpac Amarú Ⅱ.（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555，563，588

Turkestan 43 f.，695

Turkmenistan 1242

Turks-und Caicosinseln 1238

Turnbull，Richard 1193

Turner，Frederick Jackson 713

Tuticorin 197

Tutu，Desmond 1214

Tutuila 765

Tuvalu 663，1149

Tuzulutlán 318

Twente 817，819

U Thant，Sithu 1277

Ubangi-Schari 981，1010，1187

Uccialli 959

Udemans，Godfried 418

Udjidji 923，925

Uganda 957 f.，997，1000，1002-1004，1010，1021 f.，1024，1028，1031-1034，1036，1041，1191-1193，1271，1273

Ukraine 20，1242

Ulloa，Antonio de 553，557

Ulm 307

Ungarn 20，46，81，166，844，1061

United Provinces（Indien）799，1080，1085，1088

Upolu 765

Urabi，Ahmad 935

Ural 20，678，680 f.，689

Urdaneta，Andres de 146，148，150

Ursula de Jesus 386

Uruguay 395，398，424，429，554，591，727，731-733，1269

USA 23-25，28 f.，147，302，337，394，423，434 f.，444，460，467，472 f.，478，480-483，510，560，564，576 f.，579，586，596-599，618，622 f.，677 f.，686 f.，694，699-720，725，727，729 f.，733，742，746，750，766，770，804，831，843，848，851，854，861 f.，866，868 f.，875，878 f.，889，892-895，897-899，910，918 f.，922，970，974，1007，1039，1064 f.，1073，1095 f.，1102，1104，1107-1109，1121-1125，1129，1136，1138-1140，1143-1145，1148，1150，1152 f.，1158，1162-1164，1167 f.，1171，1177，1190-1192，1198-1201，1213，1221，1225-1227，1232-1241，1243，1246 f.，1249，1256，1260，1262，1264，1266-1269，1271-1273，1277-1279，1281，1286-1288，1291，1297，1302，1312 f.，1315，1318

Usbekistan 1242

Usman dan Fodio 916

Usodimare，Antoniotto 85

Usselincx，Willem 414，518

Utah 706，709

Utrecht 347，415，444，546 f.，892

Uttar Pradesh 787

Uztáriz，Gerónimo de 557

Valdivia，Pedro de 306，310，326

Valencia 80，410

Valentijn，François 203 f.

Valignano，Alessandro 136，153，635，637

Valladolid 369

Valparaiso 107

Van Aerrsen，François 416

Van Bilsen，Antoine A.Jozef 1188

Van den Bosch，Johannes 815

Van den Broecke，Pieter 195，244

Van den Vondel，Joost 204

Van der Aa，Pieter 650

Van Diemen，Antonio 196 f.，666

Van Goens，Rijklof 197

Van Heutsz，Johannes Benedictus 812 f.，891

Van Vollenhoven，Cornelis 892

Van Young，Eric 598

Vancouver 707

Vancouver，George 671，765

Vancouver Island 671，707，721

Varthema，Ludovico de 55 f.，121

Vasconcelos，Jorge Ferreira de 132

Vatikan 586，1277，1280

Vauban，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501

Veere 416

Vela，Blasco Núñez 304

Velásquez，Diego 107，297

Velho，Álvaro 113

Venedig 48，81，159 f.，165 f.，170-172，614

Venezuela 306 f.，309，316，344，363，421，433，438-440，559f.，588 f.，593 f.，597

Veracruz 301，310，344 f.，347，363，437，554

Verazzano，Giovanni da 108

Verbiest，Ferdinand 641 f.

Vereinigte Arabische Emirate 1129，1273

Versailles 275，839，972 f.，1066，1101，1303

Verwoerd，Hendrik Frensch 1209，1212，1214

Vespucci，Amerigo 104-106

Victoria 744，747-750，763

Victoria，Königin von Großbritannien 772 f.，784，826 f.，871，898，909 f.，924，938

Vieira，Antonio 409，418

Vietnam 625，881，885 f.，894，1092，1094 f.，1114，1116，1140-1146，1151，1242，1302，1308

- Nordvietnam 1144，1153

- Südvietnam 1144，1153

Vijayanagar 127 f.，130，167

Vila Rica de Ouro Preto 425 f.

Vilcabamba 303，305

Vilkitski，Andrey 1228

Villalobos，Ruy Lopéz de 139

Vincennes 872

Vinland 66 f.

Vinzenz von Beauvais 55

Virginia 287，446，487，503 f.，506-510，515 f.，519，521-523，531，535，537-540，547，574，611，705

Visscher，Franchoys Jacobsz 666

Viterbo 43

Vitoria，Francisco de 317 f.

Vitruv 371

Vivaldi，Ugolino 52 f.

Vivaldi，Vadino 52 f.

Vivekananda，Swami（Narendranath Datta）1078，1307

Vivi 942

Vizcaíno，Sebastián 302

Vlissingen 470

Vo Nguyen Giap 1114，1142 f.，1146

Vogel，Julius 759，764

Volta 81，920

Voltaire，François-Marie Arouet 453，482，546，621，654 f.，658，661，672，1311

Vorderasien 47，626 f.，1049，1065 f.，1073，1086，1099，1124

Vorster，Balthasar Johannes 1208 f.，1214，1220

Voulet，Paul 965

Waitangi 754 f.，757

Wake 1109，1122，1150，1239

Wake，William 251

Wakefield，Edward Gibbon 726，744，754

Walaeus，Anton 648

Waldseemüller，Martin 105 f.

Wales 67，441，526

Walfischbai 92，946

Walldorf 706

Wallis 1149，1238

Wallis，Samuel 668

Walsingham，Francis 503

Wandiwash 266

Wang Jingwei 1106

Wang Yangming 638

Wangara 81

Wangxia 828

Ward，Stuart 751

Warwick 514

Washington 353，579，707，898，919，1075，1095，1100 f.，1103 f.，1108，1122，1125，1190

Washington，George 548，567，577

Watlings-Insel 99

Watteau，Antoine 658

Wavell，Archibald 1131，1133

Waymouth，George 509

Weber，David J.325

Weber，Max 1285

Weber，Theodor 764

Webster，Anthony 775

Weddell，James 1227

Wedgwood，Josiah 484

Wegener，Alfred 1233

Weiditz，Christoph 619

Weihaiwei 866，1104

Weißrussland 20

Weizmann，Chaim 1064

Welensky，Roy 1196

Wellesley，Richard Colley 278-280，778

Wellington 756

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278

Welser，Bartholomäus 307

Welser，Jakob 307

Welser，Marcus 162

Welser，Matthäus 162

Wesley，John 526

Westafrika 62，80，90，166，331，412，427，446，459 f.，462，474，479，903 f.，917-920，922-924，930，936，938-940，945，948，956，961，963，991，996，1001 f.，1004，1013-1016，1019 f.，1022，1025，1027-1031，1037，1040，1073，1160，1183，1186，1273，1290

Westasien 1262

Westbank 1127，1245-1247

Westfalen 470，1302

Westheim 1042

Westjordanland 1247-1250

Westzentralafrika 458 f.，464，479，481

Weyprecht，Carl 1228

Wheler，Edward 285

White，John 502，504，619

Whitefield，George 526

Whitlam，Gough 1147

Widah 458 f.

Wien 245，308，587，1047，1056 f.

Wiesenthal，Simon 422

Wiesloch 706

Wilberforce，William 285 f.

Wilhelm Ⅰ.，Deutscher Kaiser 947 f.

Wilhelm Ⅱ.，Deutscher Kaiser 740，860，865，878，1034，1056 f.，1059

Wilhelm Ⅰ.，König der Niederlande 815，817

Wilhelm von Oranien 417，520，546

Wilkes，Charles 1227，1233

Wilkins，Charles 661

Williams，Eric 452，471，482

Williams，Henry Sylvester 1158

Williams，Roger 514

Willis，Justin 1281

Wilmot-Horton，Robert John 726，744

Wilson，Harold 1197

Wilson，Henry S.1160

Wilson，Woodrow 700，973，1064，1170

Winchester 68

Windhuk 1220

Wingate，Reginald 962，1165

Winthrop，John 511，513 f.，622

Wisconsin 702

Wissmann，Hermann von 956

Witbooi，Hendrik 945，957，963

Witte，Sergei 694-696，698，860 f.

Witwatersrand 738 f.，954 f.

Wladikawkas 691

Wladiwostok 689，697，860

Woermann，Adolph 945

Wolfe，James 549

Wolff，Christian 657

Wolff，H.Ekkehard 1298

Wolgagebiet 44，54，680，684

Wounded Knee 711

Wright，John 458

Wuhan 1106

Wu-tsung，chinesischer Kaiser 142

Wyoming（Fort Bridger）706，711，713，729

Xicoténcatl，Luisa 300

Ximenes，Andrea 173

Xinjiang 684，690，1143

Xu Guangqi，Paul 638 f.

Yale 67，287，526

Yale，Elihu 287

Yamaguchi 842

Yanam 227

Yangzigebiet 683，831 f.，836，866

Yap，Insel 148

Yokohama 184，850

Yorkshire 509

Yorktown 276，577

Young，Arthur 456

Young，Brigham 709

Yuan Shikai 1100 f.

Yukatan 107，292，301，356，376，380

Yunnan 683，866，883

Yupanqui，Titu Cusi 305

Zacatecas 339，342

Zachmann，Urs Matthias 862

Zacuto，Abraham 76

Zaïre 1164，1191，1199，1203 f.，1286，1291

Zaragoza 107，139

Zaruma 339

Zayton 50

Zeelandia 194

Zeila 129

Zeng Guoquan 836

Zeno，Caterino 54

Zentralafrika 458 f.，464，479，922，925，941，943，952，954，1015，1028，1180，1187 f.，1192，1196

Zentralamerika 356，371，595，597

Zentralasien 25，33，37，44，54，627，1243

Zhejiang 143

Zheng Chenggong（Guo Xingye，Coxinga）154，194

Zhenghe 56 f.

Zhuxi 657

Ziegenbalg，Batholomäus 648

Zimbabwe（Südrhodesien）siehe Simbabwe

Zinzendorf，Nikolaus von 52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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